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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版序言

我谨在此对中信出版集团和承担本书中译本出版工作的人员表示

感谢！感谢我的好朋友——清华大学赵准副教授的支持和指导！感谢

她和她的翻译团队为翻译本书尽心尽力的付出！

本书旨在提供一个连贯一致的理论，以替代新古典经济学和后凯

恩斯主义经济学。前者从完全竞争视角出发，后者从不完全竞争视角

出发，而本书聚焦于真实竞争。真实竞争与完全竞争之间的差异就像

战争与芭蕾之间的差异一样巨大。真实竞争理论为卡莱茨基在定价和

单位产出利润率方面的发现提供了解释，同时也为凯恩斯的有效需求

理论提供了一个自然基础，而对有效需求理论而言，众所周知，凯恩

斯坚持认为必须从竞争中加以探寻。本书第1章阐释了研究这一课题的

动机及其方法论与理论基础，同时列出了每章内容的详细提纲。在这

篇序言中，我大概介绍一下本书的内在逻辑框架。

真实竞争而非完全竞争或不完全竞争

被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视为不完全竞争的大部分现象，都可以表

示为真实竞争的一系列必然结果。在真实竞争中，制定价格的企业试

图通过提供更低的价格排挤其竞争者。削价的生存优势属于生产成本

更低的企业，因而企业拥有不懈的动力降低成本，追求更低的工资，

开发新的成本更低的技术。劳资之间关于工作时长、工作强度和报酬

的冲突，资本向更廉价领域的流动和永不停息的技术变革都基于此。

相应地，实际工资、生产率和生产的资本密集度的水平与路径，决定

了平均利润率的水平与路径。



相对价格、利率、利润率、汇率和自由贸易

真实竞争为相对价格、股票与债券价格、利率和汇率提供了一个

理论上与经验上的解释。在微观经济学层面，只有当预期投资收益超

过由利率提供的安全收益，即投资的预期净收益率为正时，企业才继

续投资。同样地，预期净收益率也驱动了资本在不同行业间的流动。

当某个特定行业的价格高到足以产生高于平均水平的利润率时，这个

行业的新投资就会加速流入，直到其供给相对于需求增加，从而驱使

价格和利润率下降。当一个行业的利润率低于平均水平时，就会发生

相反的情况。最后的结果是，投资在不同行业中的利润率围绕着总体

经济平均利润率动荡地均等化，与之相伴的是，实际市场价格受到反

映总体经济平均水平的理论价格（生产价格）的相应调节。同样的过

程也发生在银行业，因为银行也是追逐利润的经济实体。银行供给贷

款，其价格便是利率。当银行业的利润率高于投资的正常收益率时，

新资本会更迅速地流入银行业，直到贷款供给相对于其需求增加，并

驱使利率下降；当银行业的利润较低时，则发生相反的情况。因此，

利率，以及更具体水平上利率的期限结构，都受到竞争的调节。类似

地，实际汇率（即相对国际价格）受到出口和进口的相对实际成本的

调节。因此，成本更高的国家将趋向于拥有持续的贸易赤字，并通过

国际债务加以抵销——就像我们在实践中发现的那样。自由贸易导致

贸易均衡（即每个国家都具有同等竞争力）的观点，是传统经济学的

一大谬论。

真实竞争：有效需求的基础

真实竞争理论为有效需求理论提供了一个自然基础。与单个投资

一样，总投资的驱动力是总体预期收益率（凯恩斯的边际资本效率）

和利率之间的差异。只有这样，利率才受到利润率的调节，对利润率

的预期才以索罗斯提出的自反性方式和实际利润率相联系。然后，微



观和宏观之环才在真实竞争的基础上实现了闭合。应当注意到的是，

凯恩斯坚持其理论根植于“原子般的竞争”，而不是非完全竞争。而

卡莱茨基对自己的有效需求理论最初的公式化表达则是基于“自由竞

争”的观念。本书试图让有效需求理论回归其本来的基础。

由利润率调节的总供给与总需求

当我们提到总供给和总需求的时候，我们指的是总体层面集合的

供给和需求，是受到利润率调节的个体行为人做出的上百万个决策所

产生的结果的集合。单个企业基于近期的预期经营利润率参与生产

（供给），在这个过程中，它们支付原料、劳动力成本、分红、租金

和利息费用。对原料的支付产生了对中间投入品的需求，其他支付成

为个人收入的基础，个人收入又为消费需求提供资金。同时，企业基

于其长期预期净利润率，产生对新厂房和设备的投资需求。因此，短

期利润率调节所有由逐利的资本主义企业驱动的供给和消费需求，而

长期净利润率调节私人投资需求。真实的宏观经济学既不是供给侧

的，也不是需求侧的——它是利润侧的。当然，集合的供给和集合的

需求从来不会直接匹配，而是围绕着彼此无休止地波动。于是，动荡

的均等化再一次出现，这次是在总体集合的水平上，通过商业周期和

持续时间各不相同的波动表现出来。

不依赖理性选择和最优结果

上述任何结论都不需要基于所谓的理性选择，也不需要完美的行

为和最优结果作为陪侍，因此，我们不需要将实际结果归因于从各种

类型的“不完全”中产生的对“伊甸园”般理想状态的偏离。完全竞

争和不完全竞争是同一轭上的双驾马车，要被同时抛弃。当然，实际

行为存在真实动机。在这里，重要的是区分逐利行为和最优化行为：

消费者向着提供更低价商品的卖家的方向流动，工人向着工资更高的



方向流动，雇主向着更便宜的工人和/或更高利润机会的方向流动。在

所有这些情形中，异质消费者、工人和企业的个体行为将会因更具体

的因素而各不相同。它们有些会成功，有些会失败，有些会突然停

止，有些则漫无目的地流动。就像在生物学和物理学中一样，在经济

学中，流动和扩散也是密切相关、齐头并进的。

消费者理论：从社会塑造的习惯和收入推导而得

在这个框架中，多样化的消费者基于社会塑造的习惯、收入和财

富水平做出个人决策。阶级、人种、性别、种族、家庭和个人历史都

发挥着各自的作用。市场适应着消费者决策，但是也用多种方式创造

偏好。仅仅依靠这一基础，我们就有可能构建出消费者行为理论，推

导出向下倾斜的需求曲线、必需品和奢侈品的价格弹性与收入弹性差

异（恩格尔定律），以及凯恩斯主义的消费函数。应该提到的是，消

费者面临的社会和文化压力，在性质上不同于企业面临的竞争压力。

对企业而言，（因竞争而）灭亡的可能性是永远存在的。新古典理论

对消费者和企业的对称性处理完全是错误的。

除非受到严格管控，否则失业是自我复制的

非自愿失业是资本主义的一个具有自我复制功能的特征。新古典

理论认为充分就业是正常状态。凯恩斯理论和后凯恩斯理论承认存在

持续失业的可能性，但认为恰当的政策可以消除持续失业。本书则论

证了，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存在着一些内在的正反馈回路，它们将倾向

于恢复一个持续失业水平，除非这些回路被明确地阻碍。利润率在这

里也起到了关键作用。无论出于什么原因，当劳动力市场收紧时，实

际工资相对于生产率会倾向于增长（即实际单位劳动力成本增加），

因而利润率相对于其可能具有的增长趋势会下降。利润率的降低会使

增长放缓，从而减少劳动力需求。同时，它会加速机器对劳动的替



代，也会减少劳动力需求。最后，不断提高的单位劳动力成本会增强

雇主在以下方面的激励，如吸引更多工人加入劳动力大军，或从其他

地方引入移民，从而增加劳动力供给。这些反应的净结果便是使某个

失业水平得以恢复。

由此可见，尽管刺激性政策在短期内能对产出和就业产生积极影

响，但是一旦触碰到净利润率的限制，这些积极影响便会被抵消。20

世纪30年代，德国在直接管控物价、工资与利率的同时，通过巨大的

预算赤字消除了大量的失业。结果是，该国实际工资下降而生产率充

分提高，1931—1939年，其利润率上升了4倍。在二战期间，美国的财

政支出提高了6倍，公共债务占GDP（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50%上升

到120%，国民产出迅速增加，1 700万个新工作岗位被创造出来。在这

里，利率同样保持在低水平，工资和物价受到调节，因此实际工资比

生产率的增长慢很多，法人企业的税后利润翻了一番。但在战后时

期，在市场决定物价、工资和利率的背景下，稳健得多的刺激政策引

起了工资份额的提高和利润率的降低。随着失业率攀升，每一次连续

的刺激都产生了更高的通货膨胀率。里根和撒切尔夫人的反应扭转了

这些趋势。1982—2007年，美国的工资份额下降，利润率保持稳定，

利率降低了一半多，因此净利润率显著上升，失业率也从大约10%下降

到4.6%。史无前例的政策驱动型全球利率下降与缺乏管制的金融活动

的全球扩散携手并进，由此产生的金融和投机泡沫最终在2008年破

裂。更近地，2003—2010年，巴西的卢拉政府连续两届致力于一项有

益的工作，即扩大消费和减少贫困。这使得巴西的失业率下降，增长

强劲，增速达到年均4%，工资份额上升而利润率下降。到2011年，巴

西增长开始回落，在2015年，其增长率急剧地由正转负。所有这些情

况的教训就是：成功的刺激政策必须管控好对价格、工资和利润率产

生的影响。

通货膨胀



最后，注意到以下这一点是重要的，即真实竞争理论处理的是相

对价格问题，而价格水平则是单独的议题。在这里，引人注意的事实

是：长期通货膨胀是一种现代现象。在从1774年美国独立战争前夕到

1939年二战前夕的165年里，美国的消费者价格指数从8上升到14。而

在1940—2011年的71年里，价格指数从14上升到225。在前一时期，年

通货膨胀率仅为0.6%；在后一时期，年通货膨胀率为3.8%，是前一时

期的6.5倍。这种差异反映了法定货币的权力和风险。在现代，公共和

私人信贷能够通过向经济体注入任何意愿数量的新购买力来增加总需

求。问题是：总供给会如何反应？新古典理论认为，资本主义总是全

部利用了实际可得的劳动力，因此，超出充分就业增长的货币供给增

长将会引起通货膨胀。凯恩斯主义者则认为，资本主义经常出现持续

性失业，所以总需求的充分扩张会先增加就业，直到劳动力储备变得

足够少，只有在那时才会引起通货膨胀。在这两种理论中，通货膨胀

都被视为接近充分就业的现象。但是，如果这个体系能在就业率变得

过高时自动降低它，劳动力供给就不会成为内在的限制。李嘉图和冯

·诺伊曼在很久以前表明，平衡增长率的（理论）上限出现在所有剩

余都用于再投资的时候，即当资本增长率等于利润率的时候。于是，

实际增长率与最高增长率之比就是这个体系的增长潜力利用率的指

标，是新古典理论和凯恩斯理论所依赖的基础［劳动力利用率（就业

率）］的古典等价形式。从这样一种增长的视角看，总需求的增长创

造了一个名义产出增长的拉动力，而增长利用率的收紧则创造了一个

实际产出增长的抵抗力。通货膨胀率是名义产出增长率和实际产出增

长率的差异。这一观点能够解释出现在不同地点、不同时间的各种现

代通货膨胀现象，也能够解释20世纪70年代席卷整个发达世界的通货

膨胀率和失业率同时上升之“谜”。

制度与国家



这引出了社会和制度结构的普遍性作用问题。首先，一个其制

度、规则和政治结构都在历史进程中发生了巨大而显著变化的体系，

是怎样做到仍然遵循同样的基本原理的呢？答案在于这样一个事实，

即利润驱动力始终保持着核心地位，其支配性创造了一个力场，塑造

和连接着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结果。这才是“看不见的手”的恰当含

义。

其次，国家当然可以影响事件的进程，但它总是在一个动荡的逐

利的舞台上发挥作用。竞争和冲突是资本主义的内在特征，并且随着

时间的推移，国家通过社会化福利和税后购买力再分配，对有关工作

条件、失业福利和最低生活水平的斗争做出回应。然而，政府干预仍

然没有消灭复现的萧条。在发达国家中，仅仅在过去85年里就发生了

三次这样的事件：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危机

和2007—2008年如期而至的国际金融危机。尽管如此，它们的影响显

然变缓和了：近两次事件中的政府干预遏制了它们对金融领域的影

响，并使失业率保持在远低于大萧条时期的水平。这些并不是纯粹

的、真正的好处，因为抑制症状也可能同时抑制了恢复，就像20世纪

后30年的日本一样。尽管如此，鉴于制度和国家政策具有的缓冲作

用，对广大人群而言，较长时期的滞胀也许还是比剧烈的崩溃略胜一

筹。持续的技术变革带来的生产率提高是发达资本主义的另一独有特

点，在这里，制度性机制也加强了工人提高实际工资的能力。正如前

文所述，当实际工资的上升快于生产率时，单位劳动力成本将提高，

从而使企业的抵抗更加强硬。然后，制度性平衡可能会剧烈转变，就

像历史上曾经发生的那样：1947—1980年所谓的“劳动者的黄金时

期”让位于1980—2008年“资本的黄金时期”，与前者相伴的是工资

份额的上涨、利率的上升和不平等的减少，与后者相伴的则是利润份

额的上涨、利率的下降和不平等的急剧增加。在这两个时期，国家都

参与其中，先是以福利国家的身份，然后以新自由主义国家的身份。

制度是重要的，但它们总是服从于相互竞争的力量。



最后，盈利行为“既不考虑受到的限制，也不考虑道德因素”

（Piketty，2014，6）。资本主义的效率由创造利润机会并将其兑现

这二者组成。从长期来看，它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但也导致了严重的

不平等。它驱动着这些相互矛盾的过程：它吸纳了一些工人，同时也

替代了另一些工人；它倾倒有毒物质，也清洁有毒物质；它创造抗癌

药物，也生产致癌商品。海洛因的生产与销售、色情文学和性交易，

都是有组织且利润丰厚的全球性活动。在这种情况下，正统经济学的

巧妙把戏之一，在于把由此带来的社会互动归结为各种各样的外部

性。这是理论花招。

全球资本主义

本书主要讨论的是中心国家的经济模式。在具体层面，我们必须

说明运输成本、税收和关税对商品与资本流动的影响，以及历史、文

化和国家制约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在全球层面，这些都显得更加重

要。全球资本主义与下列事项紧密相关：殖民、暴力、奴役、对原住

民的屠杀、对潜在竞争者的有目的摧毁、财富向中心国家的大规模转

移。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后殖民时代的发展策略试图面向世界市场，

并且现代国家成功发展的路径与早前的模式十分相似——当时，现在

的发达国家正是通过贸易保护主义和国家干预手段支持自身崛起的。

但是，这些策略必须满足下列条件才能在世界市场上取得成功：它们

隔绝了某些全球竞争压力，并且提供了一个空间，在其中创造出有成

本竞争力的、能在国际竞争中繁荣发展的生产者。自由贸易并不能使

每个国家都具有同等竞争力：与国内竞争一样，国际竞争青睐的是遵

循真实竞争法则的低成本生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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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那旋转的时代潮流把我们周围的一切都吸入，在战场

上和军事指挥部里，在工厂里和街道上，在董事会会议室

里和内阁办公室里，那潮流最初阴暗模糊，却始终朝向一

个变形的时刻，在那一刻，模式从混沌中诞生。

(Coetzee [ 1983 ] 1985，158)



1.1 本书的方法

1.1.1 有序与无序

发达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史呈现出一种几乎持续不断的进步：不

可动摇的增长、不断提高的生活水平、持续发展的生产力以及日益改

善的健康状况和社会福利。从远处看，正是这一制度的有序及其内在

一致性构成了其显著特征。但若走近了看，走得越近，所看到的就越

像是随意而偶然的。在这一制度中，个体在错综复杂的道路上徘徊，

由模糊不清的动机驱使着，朝向那些想象出来的模糊的目的地。作为

买方与卖方、雇主与雇员、生产者与投机者、从业者与失业者，人们

扮演着不同的经济角色，既相互交错又相互冲突。信息、误传与谣言

同样占据支配地位，无知与知道一样具有目的性，私人领域和公共领

域交织在一起，就如同富有与贫穷、发达与落后、控制与合作交织在

一起一样。资本主义处处都表现出其特有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贯穿

着多个地区、地域与国家，也贯穿着整个时间——以繁荣、衰退与崩

溃交替进行的形式表现出来。从近处看，正是这一制度的无序构成其

最突出的特征。

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两个同样真实的方面呢？

1.1.2 新古典主义对真实二元性的回应

当下的正统学派新古典经济学对这种真实存在的二元性提出了一

种解释方法。新古典主义抓住有序的一面，而撇清无序的一面，或至

少将其放逐为理论死水。在这一制度中所感知到的有序，被重塑成市

场这只始终完美的“看不见的手”的至高无上的最优。反过来，这种

最 优 又 被 投 射 回 微 观 个 体 ， 即 所 谓 的 “ 代 表 性 行 为 人 ”



（representative agents），是他们最为理性的选择造就了这种最

优。这样，我们就抵至一个特定的愿景。在其完美有序的形式中，这

一制度会使所有同类商品的价格、所有同类劳动的工资率和所有同类

风险程度的利润率都相等。此外，它还能充分利用所有可利用的资

源，包括可获得的工厂、设备和劳动力。这一切的实现都不存在任何

错误、不稳定或危机。只有当这种完美有序已被稳固地树立为统治性

观念时，潜在的无序才被允许悄声进入，这是面对令人遗憾的不完美

现实的顽固与冷漠所做出的不情愿的让步。

1.1.3 凯恩斯主义与后凯恩斯主义对真实二元性的回
应

总的来说，非主流经济学（最著名的是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采

取相反的策略。它强调的是这一制度产生的低效率、不平等和不平

衡。在完全竞争市场上，我们面临的是不完全竞争；在自动充分就业

市场上，我们面临的是持续性失业。现在，市场的产出表现为有条件

的，有赖于历史、文化、政治、机遇以及更重要的权力：垄断权力、

阶级权力，当然还有国家权力。从这个角度看，被其他人认为是有序

的经济模式的东西，实际上可能只是一些依情况而定的路径，来自历

史上产生的某些特殊力量的组合。期望的社会产出并不是自动产生

的，自动产生的结果也不总是期望得到的。失业比充分就业有更大的

可能性，通货膨胀和经济危机总是有可能出现。因此，社会干预和经

济干预的需求始终存在，用以填充实际情况与期望出现的结果之间的

空白。新古典经济学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运作兑现承诺，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和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则通过政府这只“看得见的

手”兑现承诺。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双方终究都是透过“不完全竞争”的透镜看

待现实。新古典经济学从完全竞争的基础开始，然后引入不完全竞争

作为对基础理论的适度修正。非主流经济学则通常接受完全竞争适合



资本主义早期阶段的观点，但认为不完全竞争支配着现代世界。在这

两种情况下，这些方法实际上都服务于保护和维持以下理论基础：把

完全竞争作为必要起点和基本参照，同时又在那个偏离真实世界的清

单中不停地添加内容。说到底，如果在一种基础理论中，对每一个棘

手的结果都对应着一种特殊的以太权当其解释，那么这样的基础理论

怎么可能是错误的呢？本书将遵循一条不同的路径。

1.1.4 本书的不同目标

第一，本书的目标是不同的。新古典经济学在试图描述这一世界

的特征时，从故意理想化了的资本主义视角来研究其运行。非主流经

济学则抓住这个完全竞争图景与真实世界的差异。二者都企图通过在

最初的理论中加入各种各样的“不完全”，以弥补所产生的理论与现

实的差距。因而，二者都处于永远的失衡之中：一只脚踩着理想，一

只脚踏着现实。本书的目标是建立一个从一开始就适用于现存发达资

本主义国家实际运行状况的理论框架。它的考察对象既不是完全竞争

市场，也不是不完全竞争市场，而是现实。为此，本书所发展的理论

观点以及主要的替代理论，都需要不断经受经验证据的检验。

第二，虽然本书试图证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产生了超越历史和区

域特殊性的、强大的、有序的模式，但塑造这些模式的力量既不是钢

铁般的轨道，也不仅仅是机缘巧合，相反，它们是一些移动的界限，

其梯度规定了在任何时点什么是容易的，什么是困难的。它们以这种

方式形成了关键经济变量的时间路径。事实上，这些力量本身就是某

些内在必然性的结果。例如，“逐利行为”是（占有剩余劳动的）所

有历史表达中一种特定的社会形式（它刻画出资本主义这一社会形态

的特殊性）[1]，这不是一个将非历史性的客观规律与历史性偶然结

果两相对照的问题。行为人与规律共存于一个交互作用的多维结构

中，但这个结构本身是深度层级化的，其中的一些力量（如利润动



机）比其他力量强大得多。历史舞台本身是运动着的，它被更深层次

的潮流趋势左右。

第三，作为结果的系统性秩序是在持续的无序中并通过持续的无

序产生的，后者是其固有的机制。试图在理论上将有序和无序分开，

甚或仅仅强调一方比另一方重要，都没有看到其内在统一性，因而也

看不到赋予这一制度以深刻模式的那些力量。然而，有序不等同于最

优化，无序也不等同于失序。在无序中并通过无序产生的有序是一个

整体，它是一种无视预期及偏好的无意识的客观力量。而这恰恰是这

一制度活力的根源。

第四，如果想要说明在特定条件下有序与无序是如何密切联系在

一起的，就需要识别一些特定的机制。因此，本书的核心目标是论证

大量纷繁复杂的现象都能通过少量的工作原理予以解释。这些原理就

像引力中心一样，使现实结果始终出现在它们不断变动的引力中心的

周围。这就是这一制度的“动荡调节”模式，其典型表现形式为“模

式循环”。这两个观念的理论及经验性应用将始终贯穿全书。

动荡调节与模式循环适用于这一制度的各种引力趋势。其中第一

套引力趋势由形成商品价格、利润率、工资率、利率、资产价格和汇

率的趋势构成。这些过程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均等化趋势，它是由

对货币利益无休止的追逐驱动，所带来的非预期结果是缩小了那个激

励其追逐利益的差异；另一个是塑形趋势，它指出了均等化趋势围绕

其运转的路径的方向。例如，均等化趋势使个体工资率和利润率围绕

对应的平均值上下波动。劳动者和资本之间的竞争在这里起关键作

用。同时，平均工资率本身取决于生产率、利润率和雇主与雇员之间

的力量权衡，而平均利润率取决于工资、生产率和资本密集度。这种

“均等”产生于个体（微观）层面的经济互动，而竞争在其中起到关

键作用。因此，这两个过程都属于“真实竞争”的范围，而在真实竞

争中，利润动机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本书所

发展的真实竞争观念与完全竞争观念及其二元对应物（不完全竞争观



念）大不相同。在这两种理论标签之间的任何变化、调整都不符合真

实竞争理论及其原则。

第二套引力趋势来自这一制度的动荡的宏观动力学：典型的扩张

过程、增长与衰退的波动起伏、持续性失业以及周期性发作的萧条

（包括始于2007年的那场如期而至的全球经济危机）。再一次地，正

是利润动机成为调控投资、经济增长、就业、商业周期甚至通货膨胀

的支配性因素。

利润动机的中心地位有以下几点含义。首先，利润理论（从而工

资理论）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其次，在真实竞争理论中，阐明利润率

的确切作用变得很重要，因为它会影响到公司行为的所有方面。这种

影响还延伸到竞争价格理论和（内生的）技术变革理论。再次，（预

期）利润率同时调控投资和增长的观念暗含了总需求与总供给之间存

在一种特殊的相互作用的模式。我们将会看到，由此产生的动力机制

既不是新古典主义的，也不是凯恩斯主义、卡莱茨基主义或哈罗德主

义的，它在本质上是古典主义的：利润同时调节供给和需求。通过内

生的技术变革和相应的内生“自然”增长率的导引，利润率在持续性

失业理论中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最后，我们将会看到，正如凯恩

斯所指出的，新创造的购买力能够增加产出和就业，但也会导致增长

率下降。因此，在有新创造购买力的情况下，虽然短期产出比在没有

新创造购买力的情况下更高，但长期产出比在没有新创造购买力的情

况下更低。

在本书中，经验证据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有必要指出如下

事实：数据从来都不仅仅是搜集已经存在的事实。理论的干预不仅体

现在对事实的解释上，而且体现在对事实的表述上（偶尔也体现在对

事实的压制中，这一点我们应该非常清楚）。比如，如果没有意识到

如下事实，那么对失业所做的任何分析都不可能深入：在发达国家的

所有官方报告中，只要一个人在一周内“做过任何获取报酬或利润的

工作”，他/她就会被统计为“就业”。[2]只是在最近30年，美国各



机构才开始发布半失业者和丧志工人的统计指标。[3]当然，这会展

现出一个无望、暗淡得多的经济景象。我们将会看到，类似的问题也

存在于对资本存量的官方测度中。在这一领域，随着新古典主义建构

取代古典主义和凯恩斯主义，资本存量的测度方法已经发生了很大的

变化。不仅仅是资本的水平和趋势，就连资本本身的概念都已经被改

变。因为资本存量在利润率计算中起着关键作用，所以这个问题很重

要。不像憨第德[4]，数据从来都不是天真而无知的。

本书的思想来源是多方面的。动荡调节原则根植于亚当·斯密、

李嘉图，尤其是马克思的方法。对马克思而言，“运动定律”是调节

经济运动过程的原则，它们贯穿于各种起相反作用的趋势中，并通过

这些趋势的作用展示出经济运动的内在必然性。在经济学经典中，真

实竞争理论有类似的根源，但也能在商业文献中发现其元素。更多的

时候，这些模式是直接可见的，但有时候要对其实现公式化需要用到

现代的非线性动态工具，经验检验则需要用到现代计量经济学工具。

对作为内生过程的增长的强调，既根植于古典主义和马克思主义

传统，也根植于哈罗德和罗宾逊夫人等人的作品。如前所述，工商业

储蓄率对投资需求的响应，为哈罗德与罗宾逊夫人的古典综合开辟了

道路。在他们看来，增长由利润率驱动，而（实际）产能利用率围绕

着某个正常比率波动。在宏观经济学层面，需求不可能独立于供给，

因为生产决策带来原料与设备的购买、工资的支付以及对房东、债权

人和股权所有者支付的租金、利息和股息。因此，供给既没有新古典

经济学中的超级力量，也不像在凯恩斯主义和卡莱茨基主义经济学中

那样只是幽灵般的存在。在这里，供给与需求是对等的，共同登场、

交相辉映。但一如既往地，利润始终是幕后操纵者。

持续性失业的概念可追溯到马克思的劳动后备军理论、哈罗德关

于有保证的增长率与自然增长率之间的差别，以及古德温在一个捕食-

被捕食循环中所做的绝妙的数学综合。在哈罗德模型、卡尔多-帕西内

蒂模型和古德温模型中，利润率必须调整适应，以使有保证的增长率



等于自然增长率。我的观点是，自然增长率作为生产率增长和劳动力

增长的总和，其自身是对利润率的反应：技术变革的速度取决于劳动

力的相对成本，而劳动力的增长通过劳动参与率的变化及劳动力的输

入对利润激励做出反应。进而，由利润驱动的增长，就会像马克思和

古德温分析的那样，能够带来持续的失业率。这对财政政策的效果与

局限具有重大影响。

所有这些讨论都是为了构建一个内在逻辑自洽、外在与经验证据

相符的理论表达。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本书关注的重点在发达资本主

义世界，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对发展中国家缺乏兴趣。正好相反，本书

的写作受以下信念的强烈鼓舞：对资本主义最发达形式的分析，对于

充分理解世界舞台上发达地区、发展中地区及欠发达地区间的关系是

至关重要的。正是出于这一目的，我才投身这一课题。

[1] 剩余劳动是各个历史阶段都存在的经济现象，但“逐利行为”是市场经济条件下资

本占有剩余劳动的特殊历史形态。——译者注

[2] “How the Government Measures Unemployment”（ Washington ， DC ： US

Department of Labor，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2001）.

[3] 关于“半失业者”和“丧志工人”这两项指标的统计方法，《理解资本主义》中有

较好的解释和说明，转引如下：“每个月中旬，美国劳工部都会雇用专业的民意调查者走访

精心设计挑选出来的6万个美国样本家庭。在每个家庭中，民意调查者会询问有几个家庭成员

有工作，有几个没有工作。对那些说他们有工作的，调查者会问这个工作是全职的还是兼职

的，如果是兼职的，会问从事兼职工作这个决定是劳动者自愿做出的还是他更倾向于做全职

工作。调查者还会问那些没有工作的人是否在过去的4周中主动找过工作。如果他们说没有，

就不会被计入劳动力之中，而如果他们说自己实际上是愿意被雇用的，他们就会被归入丧志

工人的范畴（也就是说，他们是因为找工作的前景太令人灰心，所以不去找工作）。”见

Samuel Bowles ， etc. ， Understanding Capitalism: Competition， Command， and

Change，third Edit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P409。——译者注

[4] 憨第德是伏尔泰小说《老实人》中的主人公。——译者注



1.2 各章内容简介

本书分为三个部分：分析的基础、真实竞争理论和动荡的宏观动

力学。除了介绍性的第1章和一个简短的结论性的第17章外，每一部分

都由5章组成。所有的论点都与新古典主义、凯恩斯主义/后凯恩斯主

义对应的观点进行了对比，也与经验证据进行了对比。在接下来对各

章所做的简要介绍中，我略去了大部分引文和参考文献，因为它们会

在相关内容中出现。

1.2.1 第一部分：分析的基础（第1～6章）

在这个引言章之后是第2章。通过展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具有的

典型的长期经济模式的经验证据，第2章为全书的研究拉开了序幕。这

些长期经济模式包括以下内容：产出、生产率，利润与就业的持续增

长，所有这些增长都贯穿于并在反复出现的经济周期与周期性的大萧

条之中发生；受社会因素影响的实际工资与生产率之间的关系；政策

和制度在改善失业方面的积极作用；令人惊讶的黄金长波的反复出

现，这一现象甚至持续到了今天；利润率的长期变化路径对经济增长

的影响；不同行业间资本回报率的动荡均等化；以及行业间相对价格

结构的决定。当我们以这样的经验视角审视这一制度时，诸如“循

环”和“动荡调节”这样的概念会自然而然地浮现。第2章以对全球范

围内日益加深的不平等的长期观察作结，正是这种不平等造就了我们

今时今日所处世界之状态：发达与欠发达并存，增长与衰退同在，巨

富与赤贫相伴。这一章的目的在于明确我们探究的对象是资本主义本

身。

第3章考察的是由持久的长期模式的存在所提出的方法论问题。这

一章从方法论问题开始。将均衡视为一种静止状态的传统观念，被将



之视为动荡调整的观念取代，后者认为均衡只有通过反复出现的上下

浮动才能实现。这提出了相关过程的持续时间问题，也就是实现各种

各样的均衡所需要“经历的”时间长度问题。我们也有必要处理客体

和社会反应固有的“结块问题”，因为门槛意味着过程本身的内在非

线性。

长期模式的持久存在产生了另一个方法论问题：鉴于资本主义社

会是由嵌入不断演进的社会结构并受制于持续变化的潮流的易变个体

构成的，它如何可能在不同的时代产生反复出现的总体模式？新古典

经济学当前赞同的一个答案是将反复出现的社会结果描述为某个不变

的“代表性行为人”的超理性选择。但是，“代表性行为人”的概念

遇到了棘手的问题。第一，为了从变化的历史条件中推导出稳定的总

体模式，有必要假定不变的代表性行为人。第二，即使在给定的社会

环境中，一个群体的总体行为也并不与潜在的个体行为相对应，除非

这个群体中的所有行为人都是相同的。产生于个体相互作用的非线性

能解释这个结果。新古典经济学家简单地忽略了这个问题并继续前

行。第三，超理性假设是无用的，因为它系统性地扭曲了起基础作用

的动机，而且它是非必要的，因为我们不需要它就能推导出所观察到

的模式。

问题的关键是要认识到由于个体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总体结果

具有“涌现”特质：一个有机总体大于其部分之和。面对不断变化的

历史条件，我们仍需解释这些涌现特质的持久特征。在这个问题上，

秘密在于个体行为人的行为具有多样性。规律性的模式能够产生于异

质单位（个体或企业）之间的相互作用，这些异质单位在变动性的策

略和冲突性的预期下行动，这是因为总体结果对微观经济细节“高度

不敏感”。多样性产生了结果的统计分布，这些分布的均值及其他特

征由社会和文化结构塑造。这一方法能够用于证明我们不用参照任何

特定的消费者行为模型，就能够推导出总体消费者行为的主要经验法

则（斜向下的需求曲线、必需品和奢侈品的收入弹性特点、恩格尔曲

线的非线性，以及总消费函数的近线性）。个体确实会做出选择，而



且选择很重要，但是前面提到的一般模式并不取决于这些细节。这意

味着人们不能简单地在总体层面比较相互竞争的微观模型。我们必须

深入微观层面本身。那么很明显，我们并没有理由回避实际人类行为

的复杂性、多变性和偶尔的疯狂性。多样性应当受到欢迎，而非受到

压制。

第4章关注的是社会生产的结构。从表面上看，资本主义似乎是一

个由普遍交换所构成的系统。确实，新古典经济学把等价交换表述为

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组织原则，而只是将生产介绍为一种在现期与未

来之间间接交换的手段。古典经济学的观点则大不相同。因为生产需

要花费时间，所以它要先于产品的交换发生。而且，正是在生产中我

们遇到了关于工资、工作时长和劳动强度的不断斗争。古典经济学强

调生产时间的重要性以及劳动在生产中的积极作用，而其他绝大多数

经济学流派采取的都是无时间意识且被动的“投入-产出”分析方法，

该章第一节对此进行了对比。这部分还表明，对流动资本投资与固定

资本投资进行区分，对于解释经济动态变化具有重要意义。根据古典

经济学方法量度并建立起的生产账户和传统生产账户在量度总产出与

价值增加值方面有所不同，但在量度总营业盈余上却惊人地一致。附

录4.1利用数学式子给出了这两套量度方法之间的一一对应关系。该章

第二节说明了对原料、固定资本和劳动力的利用如何与日工作时长和

劳动强度相联系。这些联系可用于解构从固定系数到新古典生产函数

的各种关于生产过程的标准表述。生产班次各种潜在的不同组合会沿

着不同产能利用率下的生产可能性边界来回转换。这种新型的“再转

换”摧毁了建构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生产函数的任何可能性。另外，生

产班次的长度与劳动强度的社会决定意味着，我们不能认为固定或可

变系数生产模型代表的仅仅是“技术”条件。该章第三节表明，合理

推导得来的成本曲线与标准微观经济学教科书中所假设的成本曲线截

然不同。U形成本曲线概念尤其受到严重打击，这是因为在从一个班次

到下一个班次时，正常成本的变化会导致平均可变成本曲线产生“尖

状凸起”，同时边际成本相应地向上剧烈跃迁。这种尖状凸起带来的



一个直接影响是，一个给定的价格可以与边际成本曲线多次相交，因

而“价格=边际成本”（p=mc）这一法则对于确定使利润最大化的产量

点便毫无作用。固定系数方法在某种意义上可以更好地应对这种情

况，但也仅仅是靠着将每一个潜在的在由社会决定的日工作时长和劳

动强度下运行的班次组合视为独立的技术才能实现。本章的最后全面

评述了关于日工作时长和劳动强度、生产率以及实际成本曲线形状的

经验证据。我们发现，古典方法对生产的刻画与经验证据相当一致，

由此推导得出的成本曲线与经验观察得来的曲线类似，并与工商业实

践相符。而被广泛使用的U形成本曲线既无经验基础，也无多大实际用

途。

第5章研究货币问题。个体企业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量进行生产活

动，而不是直接考虑对社会需求的匹配。每家企业都预期从计划的产

品销售中获利，并且购买其他的产品用于未来生产投入或个人消费。

在相互冲突的个体预期和计划之间，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差异，这种差

异在市场中得到解决。新古典经济学通过假装个体生产计划完全符合

社会需要，从而掩盖了真实市场的喧嚣，这种假象被称为一般均衡。

事实上，从真实市场中产生的动荡有序只能在持续的无序中并通过持

续的无序达到，而货币则是它的总经纪人。

即使赠礼本身是互惠的，我们也不应该混淆交换和赠礼。一份严

格意义上的礼物并不要求回报，但一次严格意义上的交换则要求分厘

不差。夸富宴（potlatch）便是一个例子——其参与者的社会等级取

决于他们能赠予多少。在互赠礼物时，双方都尽力以令对方满意的东

西进行回赠，而在交换时，双方都希望得到的东西比自己所付出的更

好。同样地，支付义务也不应与严格意义上的债务混淆。例如，贡品

和税收一般是迫于威胁的单方面付款义务。正因为这些行为一般是单

方面的，所以我们用诸如贡品和税收之类的词语对其进行描述。债务

是一种偿还的义务，因此它涉及利息和分期付款的回流。但这不同于

时间上分离的交换：工具可以与粮食进行当场交换，或先收下工具再

交付粮食。这些差异在货币信贷理论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以物易物是最早的真正的交换形式。在以物易物的规则中，它在

任何给定的商品和所有其他商品之间建立多种交换比率。随着交换范

围的扩大，货币便自然而然地出现了。货币的出现是为了应对这样一

种内在需求：将某给定商品的诸多交换比率转换成其与社会选定的某

特定商品之间的单一交换比率。比如，将谷物与肉类、盐、皮革、工

具等商品的多种交换比率转换成其与盐之间的单一交换比率。在这种

情况下，盐是当地的货币商品，当地的所有商品都需要一个以盐计量

的价格。价格是与货币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它是商品价值量的货币表

达。

单纯的商品和货币商品之间的区别在人类历史上再三出现。货币

商品所采取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如盐、牛、猪、谷物、贝壳、可可

豆、珠子、姜黄、红赭石、斧、箭镞、矛、磨石、甲虫腿、蜂蜡、金

属和其他各种充当过货币的物品，以及被不断发明出来的各种新形

式。各种各样的货币一开始都只是区域性实体，然后和王权一样，大

部分都在历史的长河中被废除。5.2节追溯货币的演变进程，从最初的

以物易物到私人和国家发行的铸币、私人和国家发行的可兑换与不可

兑换代币、国家法定货币以及银行货币。本节的最后论述了货币的三

项基本功能（定价工具、流通工具和安全工具），审视了一些显著的

长期经验模式。5.3节介绍了关于货币和价格水平的古典理论，以及马

克思对这些理论的论述。在马克思的论述中，他将自己限定于这样一

种情形：代币直接或间接地代表着一种货币商品（他承诺会继续分析

纯粹的法定货币和银行信用，但在生前并未完成）。从这个角度来

看，马克思对基于商品的货币的论述直到1939—1940年（这一时期标

志着金本位制的终结）都是适用的。马克思的论述中的一个关键点在

于，他将国家价格水平确定为以下两项的乘积：一是由竞争决定的商

品的相对价格，它由历史选择的某种货币商品（在西方是黄金）来表

达；二是由货币和宏观经济因素决定的货币商品的价格。从这一视角

来审视英国和美国的价格水平，一些显著的经验模式便呈现出来。马



克思所采用的这种方法的好处之一，是其确定了一种简单的长波指示

器，这种长波指示器至今仍然有效（见第16章和第17章）。

5.4节将商品货币本位制（比如金本位制）下对法定货币的古典处

理与生产的相对价格的现代（斯拉法）处理联系起来，然后便转移到

对关键问题的探讨：如何处理法定货币不再与任何货币商品挂钩的问

题？我认为，在现代法定货币体系下，国家价格水平是由货币因素和

宏观经济因素直接决定的，但是以一种不同于货币主义、凯恩斯主义

和后凯恩斯主义的方式进行的。因此，这一问题被放到本书第三部分

的第12~14章进行讨论，在那里构建了关于利润率、有效需求、增长和

通货膨胀的古典方法，并将其应用到宏观经济学中。第15章讨论了现

代通货膨胀理论和另一种可供选择的古典理论，同时还对国家货币理

论者和新国家货币理论者关于国家的历史作用与现代权力的主张进行

了批判性分析。

第6章开篇就对利润和资本进行了深入分析。有两个问题是至关重

要的：资本的定义和总利润的决定。凯恩斯引用马克思资本循环M-C-

M′的概念，认为这是一种特别有效的辨别资本的方法。在一个循环周

期中，资本作为货币（M）开始，被转化为包含劳动力、原料、工厂和

设备的商品（C），然后以更多货币（M′）的方式被收回。相比之

下，为赚取收入而工作的行为属于C-M-C循环。这两个循环相互作用，

因为雇员获得的工资是公司资本支出的一部分，而雇员购买的消费品

和金融资产又是基于利润驱动的公司销售的一部分。因此，不是事物

的性质，而是它在其中运作的过程使它成为资本。资本也不是由其耐

久性定义的：像黏土模具这样的流动资本可能仅持续不到一年的时

间，而像机器这样的固定资本可能持续数十年。另外，如家用汽车和

住宅这样的耐用品是私人财富的一部分，而不是资本。实际上，一辆

车对个人所有者来说可能是私人财富，而相同型号的汽车对等待其

（以合适的价格）被售出的汽车经销商来说可能就是资本。新古典经

济学总是将资本与耐久性财富混为一谈，这是因为它将“资本”简单

地定义为耐久性超过一年的财富。现代国民账户体现了新古典经济学



的方法，例如，私人房主被视为出租房屋给自己的企业（见附录

6.7）。

6.2节表明，正如詹姆斯·斯图亚特爵士最初提出的那样，总利润

有两种来源：第一种来自财富转移，第二种来自以剩余产品形式生产

的新财富。这是区分商业资本和产业资本的基础，前者以“低买高

卖”为基础，在漫长的历史中一直存在，而后者以剩余产品的生产为

基础。马克思赞同斯图亚特关于基于“不平等交换”的利润和基于剩

余产品生产的利润的区分。由于马克思最关心的是后者，所以在《资

本论》第一卷中，他专注于证明，即使在“等价交换”的情况下，绝

对的产业利润仍然存在。他谨慎地表示，他称为“让渡利润”的另一

种利润形式在多个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并表示将在之后的某个时间

（也许是在他生前未能完成的《资本论》第三卷中）再回头讨论这个

问题。我论证了斯图亚特提出的第一种利润形式的秘密在于财富向资

本循环的转移，并且表明，在各种“转形问题”与揭示金融资本的奥

秘中，这一点都发挥了关键作用。

6.3节集中讨论产业利润。第4章中关于日工作时长和劳动强度与

总产量之间关系的讨论已表明，只有当日工作时长超过再生产出符合

雇佣工人生活标准的商品量所需的工作时间时，即只有存在剩余劳动

时，剩余产品才会出现。技术的发展及其运用都是由社会决定的，这

告诉我们，剩余劳动的存在是一个社会结果，而不仅仅是一个“技

术”结果。据此可以推导出一些进一步的结论。首先，不论各个行业

采用何种价格，当剩余产品为零时，总利润为零。即使所有产品的销

售价格翻一番也无济于事，因为这也使同样的原料投入与劳动力（假

设实际工资保持不变）的再生产成本翻番：企业作为卖方集体获得的

总收益会同时因作为买方而损失，因此总实际经济利润仍然为零。相

反，只有在存在正的剩余劳动时间与相应的正的剩余产品时，绝对总

利润才存在。同样地，绝对价格水平翻番并不会提高实际总利润，因

为它也使所有成本翻番。



不过，在给定正的剩余产品的情况下，相对价格的变化会改变总

利润。利润仍然是剩余劳动的反映，但现在流通的镜子似乎是弯曲

的。货币利润对相对价格的部分依赖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它适用于新

古典主义、斯拉法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价格理论：换言之，在所有思

想流派中都存在一个“转形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从与劳动

价值成比例的价格转向生产价格时，总利润也随之变化。如果把生产

价格（归根结底它们是纯粹的理论建构）与市场价格或者垄断价格相

比较，也可以得出相同的结论——这一点斯拉法主义者基本上没有注

意到。

6.4节建立在斯图亚特的洞见上，即财富和价值的转移也会影响总

利润。研究表明，商品相对价格的变化通常会对资本循环与收入循环

产生不同的影响，并且即使产品的总货币价值不变，相对价格的变化

也会引起财富在两个循环之间的转移。转移的总和永远是零，但由于

一个循环可能会获得另一个循环所损失的（反之亦然），总利润会发

生变化。这是“转形问题”的一个十分一般性的解决方案。它可以被

用来进一步解释为什么当产出比例符合最大平衡增长所要求的特定比

例时，这一现象不会发生，即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总利润对相对价格

来说是恒定的。6.5节用一个一般性的框架解释金融利润的来源：它来

源于实现了的资本收益与其他类型的财富转移（让我们永远不要忘记

庞氏骗局与麦道夫骗局）。6.6节表明，通过隐晦或明确地假设实际工

资低于生产率，斯密、斯拉法、凯恩斯和后凯恩斯的总利润理论实际

上都依赖正剩余产品的存在。新古典理论则与之不同，因为它既有基

于转移的利润的概念（源于纯粹交换模型），也有生产利润的概念

（源于总生产函数）。这是斯图亚特理论的回归，但现在的重点在于

通过将利润视为对节制与企业家精神的奖励而证明其合理性。把对利

润的解释与对其合理性的证明区分开来是重要的。斯密和李嘉图将利

润与租金解释为对劳动净产品的扣除，但并不怀疑资本家或地主有权

占有这些流量。马克思同样清楚地意识到，资本家和地主（像所有的

统治阶级一样）拥有社会建构的“权利”去榨取剩余劳动——正如某



些时候工人获得抵抗的权利一样。这三位著作者都对资本家持批判态

度，而新古典学派与奥地利学派则倾向于赞扬资本家。6.7节论述了关

于相对价格对总利润影响的文献，包括马克思针对“转形”的著名讨

论。对之后从波特凯维茨到萨缪尔森和斯拉法的文献的优缺点进行了

评估，也对福利和迪梅尼的所谓“新解释”的优缺点进行了评估。本

节最后指出，在任何情况下，相对价格对总利润和利润率的经验都非

常小。6.8节讨论了从理论上和经验上量度利润、资本和利润率的问

题。大部分细节的介绍都出现在附录中。附录6.1提供了公式化地处理

剩余劳动与总利润间关系的方法。附录6.2表明，如果利润率是以总产

量的货币价值与原料、折旧和劳动的当前成本被量度的（如6.3.3小节

所述），那么它便也是实际利润率：用任何共同的价格指数平减分子

和分母都不会影响它们的比值。另外，分别用不同的价格指数去平减

它们是不行的，因为那样利润率将不再是一个纯数字。附录6.3指出资

本作为总存量的商业概念不同于资本作为净存量的新古典经济学概

念。附录6.4表明将固定资本作为一种联合产品的处理方法具有两种不

同的形式：一种被马克思采用，对应着总存量的概念；另一种被斯拉

法采用，对应着净存量的概念。这两种处理方法具有不同的理论和经

验意义。资本存量的经验量度提出一系列新的问题，因为永续盘存法

（PIM）存在问题，它将投资流量累积加总为资本存量。附录6.5分析

了对价格和数量指数进行“质量调整”的意义和影响，以及由链式加

权指数的使用引起的明显棘手的总量问题，后者似乎导致在问题较少

的假设之上产生资本存量指标成为不可能。附录6.5.5推导出一套新的

广义的永续盘存法准则，这套准则甚至适用于链式加权总量，这样就

有可能构建新的资本存量指标与利润率。产能利用率带来了另一项挑

战，因为我们知道实际产能利用率通常会随各种因素而波动。因此，

附录6.6分析了现有的量度指标，并提出了一种新的简单通用的方法来

测量产能与产能利用率。这还有一个额外的好处，就是使我们能够判

断技术变革对产能-资本比的影响。附录6.7详细介绍了所有经验性量

度的来源和方法。经证明，这些新量度指标使与传统量度指标截然不



同的模式产生：企业最高利润率从1947年开始稳步下降，这有力地证

明了技术变革降低了新古典意义上的平均资本“生产率”。企业净营

业盈余，相当于工商业指标中的息税前利润（EBIT）与价值增加值相

比相当稳定，在1947—1982年劳动者的“黄金时代”小幅下降，之后

因新自由主义政策侵蚀工资份额而小幅上升（见图6.2和图6.5）。结

果就是，企业的平均利润率在整个第一时期稳步下降，但在第二时期

因工资份额下降而稳定下来。可以说，这是里根-撒切尔夫人新自由主

义时代的全部意义。

1.2.2 第二部分：真实竞争理论（第7～11章）

第7章介绍了本书分析的理论基础——真实竞争理论。利润动机从

本质而言具有扩张性：投资者试图收回多于投入的货币，如果成功的

话，他们可以在更大的规模上反复投资获利，与其他和他们做着同样

事情的投资者相互对抗。有些人获得了成功，有些人仅可以生存，而

有些人则彻底失败了。这就是真实竞争，就其本质而言，它是对抗性

的，在动荡起伏中运转。真实竞争是资本主义的核心调节机制，它与

所谓的完全竞争之间的差异，就像战争和芭蕾之间的差异一样巨大。

行业内竞争迫使个体生产者制定出使其不被淘汰出局的价格，正如行

业内竞争迫使他们降低成本，以使其能够通过降价进行有效竞争。降

低成本可以通过降低工资、延长工作时间或提高劳动强度实现，或至

少使工资增长率低于生产率的增长率。这些措施都必须与劳动者的反

对相抗衡，因此从长期来看，技术创新成为降低成本的主要方法。在

这样的背景下，个体资本面临着就其本质而言不确定的未来，基于个

体的判断做出自己的决策。竞争使卖家和卖家、卖家和买家、买家和

买家相互竞争，使资本和资本、资本和劳动、劳动和劳动相互对抗。

这是一场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

真实竞争产生了特定的模式。同一行业内不同销售者制定的价格

被大致地均等化，因为消费者总是流向更低的价格，不同行业新投资



的利润率也被大致地均等化，因为资本总是流向更高的利润率。这两

种均等化趋势都致使价格和利润率围绕着相应的共同中心分布。古典

经济学的动荡均衡概念与将均衡视为静态的传统概念非常不同。供给

和需求在这个过程中起作用，但并不影响最终结果，因为二者都受到

降价与资本进出的影响。重点是价格和利润率的均等化是典型的涌现

特质，是为了赚取更大利润而持续激烈竞争所导致的非预期结果。

将竞争视为战争的观念具有重要意义。竞争性企业必须关注战

术、战略和增长前景。相关利润在中期必须能够防御各种攻击和掠

夺，这使其非常不同于新古典理论强调的短期利润最大化。在真实竞

争的战场上，资本流动是从一个地带向另一个地带的行军，科技的发

展和运用是军备竞赛，追求利润增长和市场份额的斗争就是战争本

身。战争中有胜利者，也有失败者，他们之间的地位可以发生转变。

没有任何资本可以保证其利润，更不必说“正常”利润率。因此，像

正统经济学通常所做的那样，将“正常利润”算作运行成本的一个组

成部分的观点是完全不合理的。债务和权益资产的划分决定了净生产

剩余在利息和利润之间的分配。利率也可以表明资金积极投资和消极

投资的收益率差别（见第10章和第16章）。7.2节探讨了价格竞争的现

象，7.3节介绍了利润率竞争的现象，7.4节用调控资本的概念将这二

者统一在一起，7.5节总结了与真实竞争相关的总体模式。

7.6节转向企业行为的证据，首先介绍了牛津经济学家研究团队

（OERG）的发现：企业是价格设定者，竞争迫使其价格与价格领导者

保持一致。安德鲁斯和布伦纳坚持认为牛津经济学家研究团队的发现

描述了竞争性、利润驱动型、价格设定型和成本削减型企业的行为。

杰罗斯基指出：行业内的超额利润会刺激已有企业（局内人）和外来

企业（局外人）采用最好的生产方法；新进入企业可能制定低于现有

企业的价格；光是新企业进入的威胁就足以带来竞争压力，使商品价

格下降并且消除超额利润。达兰称，当成本差异很大时，降价行为是

竞争的特征。布赖斯和戴尔的研究表明，进入利润更高行业的企业数

量是一般行业的5倍，而挑战者处理竞争的方式就如同应对一场战争。



索尔特的经典研究注意到：在新建厂房中使用的最优生产技术一般会

带来更高的生产率；在任何给定的行业中，总是存在一个技术分布范

围，因为新的生产方法总是被投入使用，而旧的方法总是不断被淘

汰。通过比较1924—1950年英国的数据，索尔特发现行业相对价格的

大部分变化（从纯粹数据角度）都可以由生产率的变化得到解释。生

产率反过来被持续的技术变革驱动。第9章将会展示，索尔特所发现的

这些关系是对相对价格做出的更有力且更通用的解释的一个方面。梅

尼亚和米勒注意到，尽管利润率的持续差异是常态，但试图用市场力

量、共谋、进入壁垒、效率差异等因素解释这种差异，甚至用其他方

法来量度利润和资本（包括广告和研发中的“无形资本”）以解释这

种差异，通常都是不成功的。沃尔顿和达万发现，大多数商业研究表

明，利润率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而下降，但风险水平和资本成本也随

之下降。表7.8和表7.9表明，在拥有38 948个企业的样本中，资本-销

售额比率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而上升，而成本-销售额比率大体保持不

变。后者与如下的观察相一致，即新进入企业具有更大的规模和更低

的单位产出成本，故而可以设定更低的销售价格。相关数据也表明，

资本-成本比率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而确定无疑地上升。这个简单的事

实对降价行为下的利润率路径具有重要影响（见7.7节）。

7.6节最后一部分考察了利润率均等化的经验证据。古典经济学理

论认为，新增投资体现为运作最优的厂房和设备。即使在单个企业

中，总资本也是多样化的，体现为不同的技术和不同使用年限的机

器，因此我们不能用企业的平均利润率代表调控资本的利润率。同样

的问题也存在于行业层面：恰当的衡量指标是新增投资的回报率。在

我看来，它可以被很好地估算出来，方法是用实际利润（包含利息、

税收和折旧）的变化除以实际总投资来计算出资本回报的实际增长

率。这两个变量在行业和国家层面都是广泛可获得的数据。我研究了

1970—1989年经合组织成员的行业数据、1960—1989年美国15个制造

业行业的数据和1987—2005年美国30个行业的数据，同时计算了它们

的平均利润率和增量利润率，还利用经合组织成员最近的行业数据研



究了其新增回报率。在每一种情况下，平均利润率总是表现各不相

同，而增量利润率出现了强有力的均等化趋势。楚尔菲迪斯和察利基

利用1962—1991年希腊20个制造业行业的数据得到了相同的结果。他

们也运用米勒的计量经济学方法检验了长期利润率的均等化趋势：就

平均利润率而言，在20个行业中有14个行业的长期利润率与总体平均

值的偏差在统计学意义上等于零，但就增量利润率而言，这20个行业

估算的长期偏差在统计学意义上都等于零。巴赫切和埃雷斯在一篇优

秀的论文中展示了土耳其的相似结果。这样的结果为古典经济学假设

提供了重要的支持。

7.7节是第7章的结尾，它实际上处理的是最重要的问题——调控

资本本身是如何在竞争环境下被选择出来的（“技术选择”问题）。

实际决策总是依据现行市场价格和预期市场价格进行的。市场价格围

绕生产价格上下波动的事实不意味着二者是接近的，因此我们不能用

后者代替前者。其次，与真实竞争中的定价行为和成本削减行为相一

致，企业被迫选择的是成本最低的可复制性生产条件——这里的成本

被定义为通常商业意义的成本，包含单位折旧、原料和工资成本。一

旦我们将固定成本考虑在内，单位成本最低的技术就不同于利润率最

高的技术。此外，既然实际市场总是动荡的，那么所有的选择都必须

是“稳健的”，即面对着成本、价格和利润率的正常波动，它依然保

持合理有效。因此，技术选择的恰当的方法论是随机论，而非决定

论。如果更低的单位生产成本一般是通过更高的单位资本成本实现的

（偏向资本的技术进步，其中资本-成本比率上升），那么定价型和成

本削减型企业选择降低成本的生产方法这一事实将意味着，平均利润

率即使在实际工资给定的条件下也会下降。相反，传统的（置盐）选

择标准是“给定”价格条件下利润率最高的方法，这是基于以下假

设：企业是被动的价格接受者，正如完全竞争要求的那样，而这意味

着平均利润率在实际工资给定的条件下会上升。

第8章包括两个主要部分。8.1节介绍了从古典主义到后凯恩斯主

义的多种不同的竞争理论。8.2节考察了关于定价和利润率的经验证



据。8.1节始于古典经济学的杰出典范。斯密和李嘉图（见8.1.1小

节）以及马克思（见8.1.2小节）都一致同意竞争趋于使工资率和利润

率均等化，从而使市场价格趋于围绕着自然价格（生产价格）上下波

动，但又与它保持不同。马克思尤其强调了这些引力波动的“动荡”

特征。马克思将李嘉图的论断（即只有某种特定的生产条件才调节市

场价格）从农业拓展至所有行业，从而使其具有了普遍性。他还认

为，竞争性企业是主动的价格设定者和有攻击性的成本削减者（不同

于完全竞争所假设的企业是被动的价格接受者），而创造生产成本更

低的技术通常需要更高的单位固定资本投资。这对马克思关于技术选

择和平均利润率时间路径的分析至关重要。

8.1.3小节仔细回顾了后古典经济学抛弃对资本主义的分析，转而

分析其理想化形式的历程。价格设定型和成本削减型企业为被动的价

格接受者所取代，市场价格围绕生产价格的动荡运动被“作为一种状

态的均衡”下所得到的这二者的完全相等取代。竞争被认为只有在存

在众多价格接受型的小企业且每家企业都追求自身目光短浅的利益时

才普遍存在。杰文斯和瓦尔拉斯利用这些预设建构了一个关于市场社

会的“故事”，它不但是社会最优的，而且是经济有效的，这个故事

继续支配着经济学专业。8.1.4小节提出完全竞争理论是内在不一致

的，因为它需要理性预期的假设。如果所有企业完全相同，那么其中

一家企业采取的任何行动肯定会由其他所有企业采取。任何促使某家

企业增加产出的信号也将促使其他所有企业做出相同的行动，因此市

场供给将显著增加，价格将下跌。考虑到完全竞争企业是具有完全信

息的，那么任何个体企业“预期”它能够以任何现行价格销售其所希

望的数量便是非理性的。然而，这却恰恰是完全竞争理论所需要的预

设，也是宏观经济学得以建立的基础。因此，理性预期理论不能以完

全竞争理论为基础。反过来，如果假定企业的预期是理性的，那么完

全竞争理论也会崩溃，因为即使是掌握适度信息的企业，也会意识到

它们在竞争性条件下面临的是斜向下的需求曲线。这会对经济学家如

下的理论诉求提供有趣的理解和阐明：斯拉法（1926）对标准经济学



的批判，凯恩斯对企业的处理方式（见第12章），甚至是帕廷金在试

图绕过这一难题时的短暂努力。

8.1.5小节和8.1.6小节研究了熊彼特学派和奥地利学派的观点。

熊彼特称赞瓦尔拉斯的价格接受型企业、利润最大化行为人模型，但

他接着也指出，它的静态性质不能与新技术和新商品的持续创造相兼

容。他建议引入创新带来的扰动以拓展完全竞争模型，但几乎没有分

析由此产生的价格和利润模式。奥地利经济学反对完全竞争概念，因

为它依赖完全信息，依赖作为一种状态而非一种过程的竞争，依赖作

为被动的价格接受者的企业而非主动的创新型企业。奥地利学派强

调，竞争作为一个过程会使超额利润迅速消失。除了明确假设利润率

迅速均等化，以及缺乏对调节资本和非调节资本的区分，奥地利学派

与古典真实竞争理论有许多相似之处。奥地利经济学也认同新古典经

济学的观点：企业是消费者的有效服务者，工会活动和政府干预是对

市场过程的无理干涉。

8.1.7～8.1.9小节介绍了垄断资本、不完全竞争、卡莱茨基主义

和后凯恩斯主义学派的价格理论。它们都或含蓄或明确地将竞争与完

全竞争联系起来，将历史上资本主义生产规模的扩大和集中度的提高

视为垄断程度上升的表面证据。希法亭第一个提出了这种观点，随后

列宁的正式认可使其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官方观点。他们认为垄断资本

家被驱使着向国外输出资本，因为除此之外的替代方法（将利润再投

资于他们自身所在的行业）会扩大供给，从而拉低价格和利润率。斯

威齐、巴兰、曼德尔、贝拉米·福斯特和其他人都认为，垄断理论比

竞争理论（他们通常将竞争与完全竞争混为一谈）更“基于现实”。

卡莱茨基的垄断加成价格理论成为以巴兰和斯威齐为代表的马克思主

义垄断资本学派和大多数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基础。在正统经济学

中，不完全竞争理论的提出也是为了使标准理论更加符合现实。这一

理论放松了完全竞争理论的一个或多个假设：放松完全知识假设以关

注未来的不确定性和非决定性，假定规模效应不容忽视来证明进入壁

垒观念的合理性，放松大量的消费者和企业数量的假设使价格接受



（而非进攻性的价格设定）合理化，接受报酬递减以证明平坦的成本

曲线是合理的，承认不同结果之间的相互作用来说明消费和生产的外

部性。但利润最大化的假设通常被保留下来，只是将“价格=边际成

本”的条件替换为“边际收益=边际成本”（mr=mc）。斯拉法

（1926）、张伯伦和罗宾逊夫人是重要的代表人物。卡莱茨基的中心

思想是价格由企业制定，即使是相对同质的商品，价格也可能会不

同，成本较低的企业要价更低。然而，这些相同的现象也可以从真实

竞争的古典概念中推导出来（见7.5节）。于是，卡莱茨基理论和之后

的后凯恩斯主义文献的显著特征便改为了如下论断，即价格是通过在

成本之上增加一个稳定的垄断加成得出的，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在价

格领导者之间，取决于各自垄断权力程度的长期利润率也不相同。一

如既往地，“竞争”通常被认为等同于完全竞争——这是一个在很久

以前就根深蒂固的理念。

现代古典经济学（见8.1.10小节）强调竞争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扮

演着核心角色，认为市场价格围绕着生产价格上下波动，所以它们两

者是不一样的。第一种观点认为它们二者足够接近，以至能够被视为

相等的。第二种观点则坚持认为，市场价格在引力过程中波动的幅度

很大，所以实际决策总是依据不断波动、不确定的市场价格做出的。

第三种观点基于如下的错误印象，即竞争要求它们二者完全相等，因

而主张不考虑价格和利润率均等化的问题，于是价格和利润率被视为

随机变量，从统计力学的角度进行研究。我认为后一种方法更适用于

研究价格和利润率与其调节中心的偏离。最后一个议题关心的是企业

的行为。在处理竞争性企业的问题上，几乎所有的现代古典经济学家

都采取了和新古典理论一样的方式，将其视为价格的接受者。在其中

一端，有人认为市场价格接近生产价格，企业是价格接受者，因而竞

争接近完全竞争，技术选择基于在某个给定价格条件下可获得的最高

利润率标准，并且再转换是一个核心问题。在另一端，有人（包括我

自己）则认为，竞争性企业设定价格并致力于降价，竞争是一个充满



对抗性和破坏性的过程，技术选择基于最低成本标准，再转换不是一

个特别重要的现象（见9.10节）。

8.2节首先分别概述了由完全竞争、不完全竞争和真实竞争理论所

预期的模式（见表8.1）。完全竞争理论假定存在大量小企业，这些企

业具有相同的规模和成本结构，面临着相同水平的需求曲线。企业被

假定为被动地接受“给定”的价格和技术，并且这个统一的价格被假

定为能对市场供需迅速做出反应。因为企业是完全相同的，所以它们

必须有相同的利润量和利润率。因此，企业的利润率和规模之间不具

有相关性。不完全竞争理论以上述这些模式为分析的基准。这样一

来，对于那些企业数量不是很多、进入的规模门槛不太小的行业，价

格就不那么灵活波动，价格和成本就不那么统一，面对着向下倾斜的

需求曲线的企业便都被认为是非竞争性的。类似地，企业制定价格并

领导价格的事实，也被认为是与企业规模、资本密集度和相对市场份

额（集中率）相联系的垄断权力的标志。相比之下，在真实竞争中，

竞争性斗争的强度不取决于企业的数量、规模或行业集中率。价格设

定、成本削减和技术变革都是竞争所固有的。真实竞争认为给定产品

的市场价格会在一定的限度内存在差异，也认为企业会通过周期性的

价格调整对供求变化做出反应。新企业倾向于具有更大的规模和更低

的成本，倾向于通过降价扩大自己的市场。老企业会尽其所能地对此

做出反应，但并不总能与新价格完全一致。因此，在真实竞争中，我

们可以预期到销售价格与单位成本正相关，销售价格和单位成本与企

业规模和/或资本密集度呈负相关。一旦允许削价行为存在，大企业的

利润量和利润率就可能与较小的企业相同或比其更低——这正是大多

数研究所发现的结果（见7.6节）。考虑到更高效的企业倾向于具有更

大的规模、更高的资本密集度，我们也可以预料到集中率与所谓的进

入壁垒相关联。

完全竞争假设所有的企业都是一样的，因此给定行业中的每个企

业都是调节资本，有着与行业平均水平相等的利润率。因为行业间竞

争使利润率均等化，所以所有企业必然都具有相同的利润率。因此，



在企业层面持续存在的企业利润率的差异，变成了不完全竞争的证

据，在单位产出利润量与企业规模或资本密集度之间的任何相关性，

亦被看作不完全竞争的证据。在真实竞争理论中，利润率均等化意味

着具有更高资本产出比的调节企业必然具有更高的单位产出利润量。

因为资本密集度与规模有关，所以我们可以预料到，具有更高进入规

模门槛的行业将具有更高的单位产出利润量。真实竞争与其他竞争理

论的显著区别在于，它认为不同行业的调节资本实现利润率均等化。

这样一来，问题就变为：具有更高集中率和更高进入要求的行业是否

具有高于正常水平的利润率？

8.2.3小节考察了一些学者所假定的价格刚性与垄断权力之间的关

系。米恩斯将一些企业价格相对较少的变化归因于它们的垄断权力。

然而，塔克发现更大型企业的利润率更低（这是一个常见的研究结

果，见7.6.3小节）。艾希纳展示的数据表明，集中性强的行业的平均

价格比竞争性行业更平稳。但他没有注意到，更平稳的价格并没有随

着时间而上涨得更快，他也没有提供集中性强的行业具有更高的利润

率的证据。泽姆勒表明，在各种研究中，价格的灵活度与集中率都没

有关联。8.2.4小节注意到如果利润率是均等化的，那么它们必定与行

业的资本密集度无关。因为利润率是单位产出利润量与资本密集度之

间的比率，所以（在利润率均等化的情况下）前者将与后者呈正相关

（因而与规模也呈正相关）。因此，只有超额利润量与资本密集度或

企业规模之间的相关性才能被看作支持垄断权力假设的证据。8.2.5小

节处理的是“结构-表现”假设问题，即有关具有更高集中率的行业具

有更高利润率和/或更高单位产出利润量的假设。它先介绍了贝恩的原

创性研究，然后介绍了曼、施蒂格勒、布罗曾、德姆塞茨和许多其他

学者的回应。最后，在不断累积的反面证据面前，这两个假设都不能

成立。

第9章重点研究的是古典相对价格理论和丰富的支持性证据。生产

价格是由三个至关重要的过程产生的竞争性相对价格：销售者之间的

销售价格均等化、工人之间的劳动收入均等化和调节资本之间的利润



率均等化。所有这些均等化过程都在动荡中进行。古典传统使用几个

分析性步骤处理最终的结果，因为这有助于确认相对价格之下起基础

作用的结构。9.2节首先分析了自雇生产者的例子，他们在竞争性市场

上购买投入品，并销售其产品，在追求更高收入（这里的收入还不是

工资，因为生产者为他们自己工作）的过程中，在不同的职业之间进

行转移。生产者在不同职业间的流动将使其每小时收入均等化，相应

的价格也会与生产商品所需的整合劳动时间成正比。这里的整合劳动

时间指的是生产给定商品所需的一系列劳动的总和，即生产其投入品

需要的劳动加上生产其投入品的投入品需要的劳动，以此类推。现在

假定生产者必须以这种方式与资本家分享其收入，即每个阶级都获得

增值的一部分，这些份额在所有行业之间是相同的（从而使工资率均

等化）。于是，相对价格没有理由偏离相对整合劳动时间。因此，资

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存在和正利润的存在都不必然导致任何这样的偏

离。此外，如果每个行业的资本－劳动比都恰好相等，那么在价格与

整合劳动时间成正比的情况下，相等的利润份额也意味着相等的利润

率。这表明生产价格与劳动时间之间的偏差本身并不起因于竞争、生

产资料的私有制、劳动收入的均等化、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正利润的

存在，甚至也不起因于利润率的均等化过程：它们仅仅来源于行业间

资本-劳动比的差异。于是，我们就被导向了这样一个问题：资本-劳

动比之间的差异如何映射为生产价格与劳动时间之间的离差？

9.3节紧接着上述问题，首先证明了资本-劳动比的相对离差不是

指可以在每个行业直接观测到的比率的相对离差，而是指整合比率的

相对离差，每个行业的整合比率都是给定行业的资本-劳动比和其投入

品的资本-劳动比、其投入品的投入品的资本-劳动比等的加权平均

值。我们可以表明每个行业的生产价格都是两个结构性因素共同作用

的结果：一是整合单位劳动时间，它把该行业与其所处的生产网络联

系起来；二是整合资本-劳动比。因为后者是该行业的直接资本-劳动

比与直接或间接进入其生产资料的所有行业的直接资本-劳动比的加权

平均值，所以整合资本-劳动比的离差必然远远小于直接资本-劳动比



的离差。这提醒我们考虑这一可能性，即整合资本-劳动比对相对生产

价格和相对整合劳动时间之间距离的贡献可能很小（正如9.9节所

述）。9.4节解决了对这种独立于计量单位、无标尺的（向量）距离的

量度问题，表明除了诸如变异系数和欧几里得距离等传统的不加权的

均方根类型的距离量度外，还有可能发展出基于偏差绝对值的加权距

离量度。后者可以简单地代表任意两组变量之间偏差的平均绝对百分

比。

9.5节和9.6节展示了1947—1998年市场价格、直接价格（与整合

劳动时间成正比的价格）和生产价格之间距离的大量证据。所有三种

量度都基本上给出了相同的结果。就加权距离量度而言，市场价格和

直接价格之间的距离约为15%，在观测到利润率下的生产价格与整合劳

动时间之间的距离约为13%，市场价格和观测到利润率下的生产价格的

距离也约为15%（见表9.14）。考虑到市场价格围绕着生产价格上下波

动，而后者则系统性地偏离直接价格，市场价格和直接价格之间的距

离与市场价格和生产价格之间的距离几乎一样这一事实看似是一个难

题。然而，我表明即使当市场价格围绕生产价格随机波动，而后者同

时随着利润率的变化而变化（生产价格因而系统地偏离于直接价格）

时，市场价格与直接价格之间的距离在很多时间点上都等于甚至小于

生产价格与直接价格之间的距离（见图9.17）。标准市场价格、生产

价格与直接价格在时间序列上的变化同样类似。如果我们处理的是不

同价格集合之间偏差的百分比，那么因为单位和标尺都将互相抵消，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使用统计回归。最高的相关性和最小的距离出

现在可获得的最小时间间隔即4~5年内，尽管这些关系在（下一个可获

得的最小时间间隔）9年内依然稳健。例如，即使在9年间隔中，市场

价格变动与直接价格变动之间的关系仍然得出R2=0.82~0.87，加权距

离量度为4%~6%（见表9.10）。比较观测到利润率下的生产价格变动与

直接价格变动之间的关系，我们也得到了类似的结果：即使在9年的间

隔中，仍然有R2=0.89~0.90，加权偏差为2%~5%（见表9.14）。最后，

克劳迪奥·普提遵循美国杰出数学家雅各布·施瓦茨发展出来的方



法，解决著名的李嘉图关于相对价格对分配变化的敏感度的估计。普

提表明，在从连续的商业周期的波峰到波谷期间，市场价格的变化幅

度平均为7%~8%（见表9.11~表9.12）。这恰好是李嘉图的估计值！

9.7~9.10节考察了个别斯拉法标准价格的经验性质，最终表明这

些价格曲线在流动资本模型中是轻微弯曲的，而在固定资本模型中则

完全是线性的。在这两种情况下，相应的工资-利润曲线都是近似线性

的（见图9.8和图9.12）。斯拉法将个别生产价格的潜在复杂性与行业

产出-资本比可能的复杂运动联系起来，但基于美国的经验数据，这些

比率仍然是近似线性的——这恰恰是标准价格和工资-利润曲线都表现

为近似线性的原因。实际上，斯拉法的标准价格就是马克思已转形价

值的整合版本。如果标准价格自始至终都是线性的，则生产价格与直

接价格之间的距离对利润率变化的弹性值为1。在经验水平上，弹性值

约为1.10，即在观测到利润率水平下与线性情况相差10%（见图

9.14）。从本质而言，这正是李嘉图所假设的。不足为奇的是，经验

上的工资-利润曲线最终被证明是近似线性的（见图9.19）。总体结果

为古典相对价格理论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标准生产价格的近似线性

大大简化了对分配变化和技术变化所产生的影响的分析，其经验稳健

性也使其具有很强的实践价值。它们与我们观察到的（轻微）弯曲的

工资-利润曲线一致，因此它们并不能排除再转换或资本逆转的逻辑可

能性（尽管它们确实意味着这两种情况非常罕见）。

9.11节用对古典相对价格理论产生和发展历史的回顾结束了对第9

章的分析：斯密、李嘉图、马克思、斯拉法和后来关于再转换和总生

产函数可能性的争论。9.12节对第9章进行了总结◎。[1]本章证据阐

明，不同价格形式之间的差异相对较小，以致它们在总体水平上相互

抵消，不管我们使用市场价格、生产价格还是整合劳动时间（马克思

的劳动价值），总体的比率都基本相同——正如斯拉法本人所说的。

[2]线性标准价格和工资-利润曲线意味着两个表面上相互矛盾的东西

（实为一体）：如果用整合的“资本有机构成”改写马克思转形方法



中直接的“资本有机构成”，那么马克思的方法就其本质而言则是正

确的；萨缪尔森的总伪生产函数基本上是正确的，因为工资-利润曲线

基本上是线性的。因此，从剩余价值再分配中产生的生产价格，可以

得出一个总伪资本边际产量（货币形式）函数，这个函数在每一个转

换点上都等于利润率。这不意味着资本的货币价值决定了利润率。事

实上，古典的因果关系是从车间中个人的工资斗争推导出一般利润率

（r）和资本K（r）及其产出Y（r）的相应货币价值。类似地，沿着萨

缪尔森的工资-利润边界移动，并不能重建新古典的充分就业理论。新

古典主义宣称灵活的实际工资可以自动导致充分就业，而马克思和古

德温认为灵活的实际工资有助于创造并维持持续的产业后备军（见第

14章）。这里还存在一个令人着迷的问题，即具有什么属性的投入-产

出表可以解释观测到的标准价格的线性。舍福尔德已经表明，如果整

合资本系数矩阵的次优特征值全部为零，那么就会获得完全线性的标

准价格，对这一假设的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当矩阵大小趋于无穷大

时，所有随机矩阵的次优特征值均趋于零（见附录9.1）。当然，这构

成了对所谓的“马克思的最后一个定理”的高等数学证明。

第10章将古典方法拓展应用至金融理论。利率是融资的价格，金

融企业的存在是为了赚取利润，竞争使调节性金融资本的利润率围绕

着一般利润率上下波动。从这个角度而言，竞争性利率是融资的“供

给价格”，它以和其他竞争性价格一样的方式与一般利润率相联系。

对金融和非金融企业而言，利率都行使着投资基准功能。正如马克思

和凯恩斯所强调的，投资是由利润率和利率之间的差异驱动的。在这

一章中，我将聚焦利率、债券和股票价格的竞争性决定问题，而将货

币政策问题留待第15章和第16章讨论。10.2节首先提出，如果商业贷

款具有可行性，那么利率通常必须低于利润率。金融企业（银行）的

利润率是其利润（来自贷款的利息收入与其运营成本之差）与其资本

存量（其准备金与固定资本之和）之比。银行利润率与一般利润率的

均等化意味着对任何给定的意愿准备金-存款比和存贷比而言，利率取

决于两个因素：一般利润率和影响投入成本（如纸、电脑、办公空间



和劳动时间）的一般价格水平。因此，长期竞争性利率不是“自然”

利率，因为在每一个不同的价格水平上都存在着一个不同的长期利

率。这为吉布森悖论提供了直接的解释，该悖论产生于这样的经验发

现，即名义利率与价格水平呈正相关——与费雪的假设直接相矛盾，

后者认为利率与通货膨胀率移动的方向相反。这也解决了马克思论点

中的一对表面矛盾，他强烈反对自然利率的概念，然而却认为金融资

本如同所有其他资本一样，必须参与利润率均等化。他的这两个观点

都是正确的。这种方法接下来被拓展至推导希克斯型收益率曲线，先

是银行或银行部门吸收活期（零期）存款以发放单期贷款，接着转向

吸收单期贷款以发放两期贷款，以此类推。期限更长的贷款具有更高

的风险，因而需要更高的准备金和存贷比，因此更长期限贷款的利率

必须更高，以实现相同的利润率：利润率均等化的收益率曲线一般向

上倾斜。因此，利润率均等化过程决定了基期（单期）利率的长期水

平和长期的利率期限结构。短期而言，对不同类型贷款的需求和供给

决定了利率，但从长期来看，结构性因素占据支配地位。

10.3节将利润率均等化拓展至股票价格。在这里，竞争使股票实

际收益率与实际增量利润率均等化，前者等于实际股票价格增长率与

股息收益率（每股股息与每股价格之比）之和。这决定了实际股票价

格在动态环境中的路径。诸如均衡股票价格的股息-贴现模型和FED模

型（美联储估值模型）等多种标准假设，都被表明是一般古典理论中

不可能发生的特例。10.4节分析了债券价格。不同金融工具之间的套

利使债券收益率和与之具有同等期限的银行利率均等化，因为这些银

行利率通常低于一般利润率，所以债券收益率也将低于利润率。因为

股票收益率等于利润率，所以债券收益率也将低于股票收益率。这正

是正统金融理论中众所周知的被称为“股票溢价之谜”的经验事实，

因为它与债券收益率和股票收益率应该相等的假设相矛盾。10.5节对

古典理论做了一个总结，表明在稳态情况下它可以简化为标准的股息-

贴现模型，除了这里的“贴现因子”是利润率而非利率。



10.6节考察了经验证据。正如银行利润率均等化的假设所预期的

那样，证据表明，银行资本的现行成本（实际）增量收益率围绕着所

有私人资本的一般增量收益率上下波动。证据还表明，债券收益与银

行贷款的利息是均等化的，除了在诸如2007年全球危机爆发的非正常

时期外，不同期限的利率也一起变动。另外，证据表明，除了在大滞

胀的最后阶段，高通货膨胀与银行和工商业破产结合在一起推高了利

率外，银行对工商业贷款的直接利率通常都是低于利润率的。这直接

导致了1857—1982年明显可见的名义利率和价格水平之间的经验联

系，在此之后，货币政策的干预推动名义利率不断下降（见第16

章）。对比而言，与正统金融理论的预期相反，费雪的实际利率（名

义利率减去通货膨胀率）肯定是不稳定的。与古典理论的预期相一

致，股票收益率和企业增量收益率非常相似，乃至具有基本相同的均

值和波动性。此外，与古典理论的预期相一致的还有债券收益率仅仅

是上面两个收益率的一半（见表10.1和表10.2）。最后，古典观点并

不预期平均利润率等于股票收益率，因为平均利润率是所有期限的资

本收益率的混合平均值。恰当的量度是实际增量利润率，经证明它等

于实际股票收益率。这便从一个有利的角度解决了席勒对效率市场假

说（EMH）批判的问题。股票收益率和企业增量收益率的联动如此接

近，以致席勒的论断没有了任何基础，他的论断是：由于投资者的

“非理性繁荣”，股票市场收益率的特征是“过度波动”的。席勒之

所以会得出“过度波动”的结论，是因为他将流行的效率市场假说当

作了基准，而该假说基于的假设是：预期股票市场收益率随着时间的

推移保持不变。但实际股票市场收益率是高度波动的，因此将其与某

个不变的收益率所做的比较都势必会表现出“过度波动”的特征（见

图10.12）。古典理论和效率市场假说之间的差异延续至对长期均衡

（有保证的）股票价格定义的差别：在效率市场假说中，均衡股票价

格是平稳的，并且与实际价格没什么联系；在古典理论中，实际价格

和有保证的价格在长波中彼此围绕着对方周期性地上下波动，这与索



罗斯的自反性理论相一致，而索罗斯的自反性理论本身正是对效率市

场假说的一种批判。

10.7节回溯了从亚当·斯密到现代观点的利率理论。斯密、李嘉

图和穆勒都将长期利率视为与利润率成正比。如果我们不考虑银行的

运营成本和固定成本，这样一种关系可以从10.2节的一般论点中推导

出来。但接下来探讨的观点——在每一个利润率水平上，都将存在一

个“自然”利率，自然是马克思所反对的，因为他了解图克关于利率

也与价格水平相关的发现。同时，马克思认为金融资本也会进入利润

率均等化，他甚至将金融利润与借款利率和贷款利率之间的差异联系

起来。在马克思去世很久以后由恩格斯编纂的《资本论》第三卷中，

没有进一步讨论银行利润率均等化和期限结构。就新古典主义和凯恩

斯主义而言，令人震惊的事情在于，它们对金融的处理就好像它是一

种既没有运行成本也没有预付资本的非资本主义活动。一旦将成本和

资本从这幅图景中删除，就不可能存在融资的供给价格。于是，我们

只能将利率的决定归因于偏好结构和预期。凯恩斯转而将流动性偏好

作为其观点的驱动力，这很快发展成为希克斯的经济分析模型IS-LM模

型，该模型很快经新古典主义者适当修改，以确保通过设定的实际均

衡效应实现充分就业。新古典经济学对IS-LM框架的接收迫使凯恩斯的

追随者走向其他多个方向。雷坚持将流动性偏好作为基础，而帕尼科

认为流动性偏好不足以决定利率，因为这最终取决于市场上的“公共

意见”。另外，罗杰斯颂扬这一结论，指出利率事实上完全由惯例决

定。摩尔主张利率由央行通过适当调节货币供给设定（但这完全不能

解释央行出现之前的利率）。拉瓦和雷则确认，这是目前后凯恩斯主

义经济学的共识性观点。在另一端，帕尼科的开创性工作恢复了古典

经济学对银行利率的分析，将其视为从利润率均等化过程中推导出来

的基于成本的竞争性价格。他对此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为我的方法奠

定了基础，尽管他的论述是沿着与我稍微不同的路线进行的。

10.8节用讨论现代金融理论的方式对第10章进行了总结，其核心

假设是资本流动使风险调整后的收益率均等化，其中包括马科维茨的



收益-风险权衡，资产定价（CAPM）和套利定价理论（APT）模型中风

险调整后的收益大致相等，以及有效市场理论中预期收益和实际收益

之间的随机相等。后者基于这样的假设，即资产价格必须反映所有的

可获得信息，因为如果不这样的话，经济中就存在吸引投机资本的利

润机会。分析显示，如果我们假定未来收益率被预期是随着时间的推

移保持不变的，并且每股股息以某种低于收益率的不变比率增长，那

么普遍存在的股息-贴现模型就能从这相同的原则中推导出来。按股

息-贴现模型的说法，一只股票的均衡价格被认为等于预期股息流的贴

现值。学术领域之外的大多数从业者关注的是收益而非股息。例如，

有数以百计的模型是以基准价格-收入比为基础的，包括在10.5节作为

古典理论公式化表达的一个特例的FED模型。在经验层面，所有这些模

型都表现得不好。

第11章是本书第二部分的最后一章。它应用古典理论探讨了国际

竞争，即国际贸易差额和贸易条件（实际汇率）的问题。

国际贸易理论是关于生产和金融全球化成本收益的现代争论的关

键部分。新自由主义将市场描绘为可以进行自我调节的社会结构，它

能最优地适应所有经济需要，有效地利用所有经济资源，并自动为所

有真正希望工作的人创造就业机会。新自由主义的支持者指出了一个

不容置疑的事实，即富国作为市场经济国家，都是在世界市场上并借

助世界市场实现发展的。新自由主义的批评者挑战所有这些说法。他

们指出，富裕的国家，从西方传统的富裕国家到亚洲新兴的富裕国

家，都严重依赖贸易保护主义和国家干预政策取得发展，而且直到现

在它们还是这样。他们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实施贸易自由化实际上导

致了经济增长放缓、不平等现象加剧、全球范围内的贫困加重、金融

和经济危机卷土重来等一系列问题。最重要的是，批评者普遍认为主

流自由贸易理论无关紧要，因为即使在富国自由竞争也并不普遍存

在，更不用说穷国了。这一点是大多数非主流经济学家的标准看法，

因为他们将竞争与完全竞争混为一谈（见第7章和第8章）。本章阐明

了真实竞争理论对国际贸易具有一系列大不相同的含义。传统的（李



嘉图）自由贸易理论并不是在竞争环境中展开的，而且被非主流经济

学家视为反对（完全）竞争的证据的那些模式恰恰可以通过真实竞争

得到解释。从真实竞争的角度来看，全球化一直都在像人们预想的那

样展开——它普遍有利于低成本生产者而不利于高成本生产者。

11.2节检验了主流贸易理论基础的两个关键前提假设：（1）自由

贸易受比较成本原则的调控；（2）自由竞争在每一个国家都会带来充

分就业。比较成本原则已为人们所熟知，其最常见的表述是，只要一

个“国家”出口一些在国内生产相对便宜的商品，以换取在其他国家

生产相对便宜的商品，那么它总是能够从贸易中获利。这一结论中隐

含的假设是贸易能保持平衡（即进口的价值等于出口的价值）。但

是，这一纯规范性主张并没有什么意义，除非我们能够证明市场经济

体之间的自由贸易的确能够产生这样的结果。国际贸易实际上是通过

逐利的进出口企业完成的。因此，当传统的贸易理论尝试更贴近现实

时，它将转向实证主张：自由贸易受比较优势的调控，而且一个国家

的贸易条件总会达到进出口价值相等的那一点。所有的国家都不需要

恐惧贸易，担心自己会缺乏国际竞争力，因为最终自由贸易将使每个

国家在世界市场上都具有同等的竞争力。上述结论要求任何一个国家

的贸易条件都能够自动且成功改变，以消除贸易赤字或贸易盈余。富

国和穷国都能实现充分就业的假设同样重要：毕竟，如果平衡的贸易

是以持续失业为代价的，谁能断言它一定对应着“获利”呢？于是，

比较优势理论试图解释比较成本的决定。比如，同时假设贸易受比较

成本原则的调控而充分就业也总是能实现，赫克歇尔-俄林-萨缪尔森

（HOS）比较优势模型表明，国家比较成本之间的差异将依赖各国在土

地、劳动力和资本方面“禀赋”的差异。

正统贸易理论中的三个核心命题都曾受到广泛的批评。普遍充分

就业的观点成了一个残酷的玩笑，因为事实上，即使在2007年全球危

机发生前的全球繁荣时期，世界上也有10亿人口处于失业或非充分就

业状态。贸易条件的降低最终将改善贸易平衡的说法长期受困于饱受

非议的“弹性问题”。而且，贸易赤字会自动降低贸易条件直至赤字



消失的说法也受到了显而易见的事实的考验：贸易平衡在任何地方都

不存在，不适用于发展中国家，也不适用于发达国家，不适用于固定

汇率的情况，也不适用于浮动汇率的情况。恰恰相反，持续的不平衡

是国际贸易的常态。

11.3节追溯了对标准贸易理论经验问题的两种主要反对意见。第

一种反对意见关注这一事实，即贸易平衡和/或购买力平价（PPP）被

普遍认为只在长期成立，因此现存的战后数据（时间跨度为70年左

右）也许时间跨度不够长。其他经济学家已经转移阵地，关注大量彼

此矛盾且与自己声称要解释的现实相矛盾的短期模型。尽管许多主流

经济学家“轻易承认了自己的失败”，但背后的比较成本优势这一基

础概念继续主导着教科书、模型和经济政策本身。第二种反对意见是

通过引入寡头、规模经济和各种具体因素修改一个或多个标准假设，

这些具体因素诸如贸易构成、需求弹性差异、技术差异、累积性的和/

或制度化的人类知识差异。所有这些都带来了标准（理论）结果之外

的一些可能的特例，进而为国家在某些战略部门和某些战略活动（如

研发活动）中施加干预提供了（有限）空间。但是，由此得出的模型

结果都非常复杂，包含多种可能的结果，而且几乎没有得出“明确的

结论”。我认为，真正的问题根植于其模型所依据的李嘉图的比较成

本原则。

11.4节用真实竞争理论的视角再次检验了李嘉图的比较成本原

则。在一个国家内部的真实竞争过程中，企业会持续寻求降低成本以

压低价格，进而把自己的竞争对手从市场中排挤出去。成本更低的企

业更常成为竞争的胜利者，而成本更高的企业则会更常成为失败者。

这就是资本主义竞争的核心筛选机制。亚当·斯密强调，在国内贸易

和国际贸易的资本运作中，“追求个人利益是唯一动力”。李嘉图同

样从这一点出发，试图解释国际贸易模式是如何从不同国家的单个逐

利资本行为中产生的。为了引出其论证背后的朴素逻辑，李嘉图在论

述的一开始假定葡萄牙的资本最初在所有的商品中都有着更低的基于

成本的价格，所以它们支配了英国和葡萄牙的市场。但是接下来，随



着资金从英国流向葡萄牙，葡萄牙的成本和价格上升，而英国的成本

和价格下降。我们可以想象，随着葡萄牙的商品变得更加昂贵，英国

的商品变得更加便宜，那些相对于英国商品有着最小优势的葡萄牙商

品会最先退出胜利者的行列，成为失败者。从英国的角度来看，则是

那些具有最小劣势的商品最先从失败者转变为胜利者。除非贸易已经

达到均衡，否则这一过程将持续进行下去，葡萄牙具有第二小优势的

商品（英国具有第二小劣势的商品）会交换地位，以此类推。所有这

些过程都是通过两个国家中逐利的单个企业的行动和反应完成的。在

上述李嘉图式贸易过程结束之后，葡萄牙看似最终选择了专注于生产

那些具有“比较成本优势”的商品，并用它们去交换具有相同货币价

值的英国的比较成本优势商品（因为贸易已经处于平衡状态）。这使

得李嘉图可以从单个逐利企业的行为会引出比较成本原则的论点，转

向宣布国家应该按照比较成本来决定其贸易模式的主张。新古典经济

学家通常跳过所有的推导过程，转而求助于英国和葡萄牙这两个个体

的虚拟代表，并且认为这两者参与贸易都是为了获利。这个论述过程

具有思想灌输的意识形态意义，即自由贸易最主要的目的是惠及所有

国家，而不是为各国自己的生意赚得利润。这一节还包括对比较成本

理论公式化结构的扩展处理。

李嘉图所隐含的将收支差额简化为贸易差额的观点，对他整个理

论体系的建立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一个国家的国际收支差额是指净

流入该国的资金总量，具体包括：出口减去进口（贸易差额），外国

人在本国的直接投资减去本国人在外国的直接投资，由外国人购买的

私人或者企业证券产生的短期资本流入（即外国人给本国人的贷款）

减去本国人在外国进行的相同的金融交易金额，等等。李嘉图的论述

似乎把商品贸易资金流完全独立于金融资金流，因此贸易差额就与收

支差额成为同义词。在他的论述中，货币以流通工具的身份出现，但

从来不被当成金融资本。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是极其古怪的，因为金

融资本的进出口（即国际借贷）本质上与由商品进出口引起的资金流

动相关。从理论的角度来看这也是相当古怪的，因为这种观点实际上



意味着贸易和金融流动完全不相关。马克思和哈罗德都指出，这是李

嘉图逻辑的一个关键弱点。

11.5节发展了绝对成本优势的古典理论。李嘉图的理论实际上讨

论的是国际调节资本的决定过程。当贸易开始时，葡萄牙和英国都同

时生产酒和布，所以对于每一种商品都有两个不同的调节生产者，每

个国家各有一个。尽管葡萄牙在最初对于两种商品都有更低的基于成

本的价格，但是比较成本理论认为国际竞争最终会选择英国的企业成

为生产布的调节资本，而葡萄牙的企业只作为生产酒的调节资本。在

真实竞争理论中，任何一个行业中的价格领导者（调节资本）都是单

位成本最低的企业，“成本”这一概念在恰当的商业意义下可以被定

义为单位工资、原料价格和折旧的总和。李嘉图理论的第一个难点在

于，商品国际相对价格的波动也会影响这种商品的相对成本。这是斯

拉法的中心观点（即成本和价格无法避免地相互联系在一起）的逻辑

延伸（见9.11节）。那么，比较成本对于实际汇率（名义汇率和/或相

对于国内价格水平）的变化可能根本没有任何反应，因而葡萄牙资本

将始终主导两个行业，英国资本则都处于劣势。即使比较成本确实对

实际汇率的变化做出了反应，它们的反应也未必充分到足以把葡萄牙

资本的领导地位抵消，因此英国资本又一次被宣判失败。换句话说，

足够大的绝对成本优势不会被实际汇率效应逆转。最糟糕的是，比较

成本的变化也许会沿着“错误”的方向进行（也就是说，这种改变可

能会更加凸显葡萄牙的绝对成本优势）。这意味着即使像李嘉图所论

述的那样，实际汇率确实随着贸易差额的变化而自动变化，只要实际

成本（实际工资和生产力）是在国家水平上决定的，比较成本就不会

依照李嘉图设定的路径前进。本章通过公式化方法证明了，当每个国

家的实际工资和行业效率给定时，在两部门模型中，任意行业的比较

成本就是国际相对价格的两个线性函数之比，并且取决于系数的不

同，会随着相对价格一起上升或下降。而且，这种变化自身的范围受

到生产的相对结构的限制。最后，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与效率、实际工



资和技术构成的差异相关，而且自由贸易本身并不能消除绝对成本优

势或绝对成本劣势。

李嘉图理论的第二个问题是，当存在贸易不平衡时，实际汇率完

全不需要做出调整。马克思评论道，贸易盈余的国家会拥有更多的流

动性，这将降低其利率水平；贸易赤字的国家则会经历流动性紧缩，

因而利率水平会上升。这些变化都是通过资本市场正常的功能实现

的。哈罗德也独立地得出了同样的结论。随着资本流入抵销了贸易差

额，收支差额的净效应会取决于两种效应的相对大小：汇率可能根本

不会发生变化；即使发生变化，它也可能朝着“错误”的方向变化

（也就是说，贸易盈余国家的汇率可能会下降，而不是上升）。

在国际真实竞争中，调节资本是整合真实单位劳动力成本最低的

资本。假设国家出口其（给定质量下）成本最低的货物，那么任何一

个国家的贸易条件都将取决于其出口货物实际整合成本与进口货物生

产者的实际整合成本之比。关键的问题在于贸易条件由国家的实际工

资水平和生产结构决定，因此它们也不能像李嘉图理论认为的那样变

动来内生地使贸易实现平衡。古典理论的表述可以被扩展到不可贸易

商品。该商品进入生产时，它的价格会影响投入成本；该商品进入工

资篮子时，它还会影响货币工资。那么，古典理论就意味着贸易条件

（实际汇率）由两个因素决定：相对实际调节成本和可贸易商品/不可

贸易商品的比率。对于用同种通货表示的任意两个国内价格指数的比

率，也有类似的表述。这表明，只有两个国家的价格指数具有相同的

总体组成，即有着相同的商品组成和相同的可贸易商品/不可贸易商品

价格比率时，这个比率才是稳定的。古典理论因而表明购买力平价理

论一般不会成立。

将真实竞争应用于国际贸易理论的分析引出了一些不同的命题。

首先，行业的比较成本和贸易条件由相对实际工资、相对调节资本的

生产力以及可贸易商品/不可贸易商品效应决定。其次，一个国家贸易

平衡的方向由绝对成本优势或劣势决定（古典理论），而它的规模则



取决于相对国家收入（凯恩斯主义理论）。后者的变化会影响贸易平

衡，但除非该变化足以转变比较成本，否则不会使结果由盈余永久性

变为赤字。最后，贸易不平衡会导致收支不平衡，而收支不平衡又会

影响利率，进而引起短期的国际资本流动（古典理论），并且有可能

也会通过影响投资改变国内收入（凯恩斯主义理论）。最终结果是，

拥有绝对成本优势的国家将会通过国际放贷回收自己的贸易盈余，而

拥有绝对成本劣势的国家则会借入国际资金来弥补自己的贸易赤字。

这些过程都会通过自由贸易和自由金融流动实现，尽管政策也可能会

产生类似的效应。

11.6节在经验证据层面比较了标准贸易理论和古典自由贸易理

论。比较优势假说认为实际汇率会变动以确保贸易在变化的环境中保

持平衡，而国际真实竞争表明贸易不平衡才是常态。1960—2009年的

半个世纪中，15个主要国家的贸易数据非常清楚地表明贸易通常是不

平衡的。主流购买力平价理论要求实际汇率长期保持稳定，但是本节

讨论的大量经验文献表明购买力平价理论并不成立。一张美国和日本

基于生产者价格的实际有效汇率图表明，两国汇率明显呈现相反的变

动趋势。我们也可以重构购买力平价理论，此时这个假说意味着名义

汇率会和通货膨胀以相同比例下降（以此保持稳定的实际汇率）。美

国和日本的数据也清楚地说明了为什么这个（相对变量）版本的购买

力平价理论也不被普遍的经验证据支持。但是，在特定的高通货膨胀

率情形下，（相对）购买力平价理论看上去的确是成立的。古典贸易

理论预测到了美国和日本数据中实际汇率显著的趋势特性，而且也预

测到了在高相对通货膨胀率情形下名义汇率和通货膨胀率之间的相关

性。古典理论的假说是实际汇率er≡p·e/pf=（p/pf）e，其中p是国

内价格水平，e是名义汇率（国外货币价值/国内货币价值）,pf是国外

价格水平，实际汇率取决于相对实际单位劳动力成本和可贸易商品/不

可贸易商品的价格比率。因为后两项在不同年份之间变化缓慢，实际

汇率也应该变化缓慢（除非发生了冲击）。但实际汇率是国内相对价

格水平（p/pf）和名义汇率的乘积。因此，当面临迅速的国内通货膨



胀，相对价格水平剧烈上升时，名义汇率一定会以大致相同的比率下

降。

上述观点也表明实际汇率与相应的整合真实单位劳动力成本（根

据可贸易商品/不可贸易商品价格比率进行了调整）有关。在缺少整合

成本数据的情况下，我们使用直接单位劳动力成本来构建两个国家相

对于其贸易伙伴的调整后的真实单位劳动力成本。相应的图形表明每

个国家的实际汇率的确遵循了古典贸易理论。在计量经济学层面，实

际变量和基本变量都被发现与调整速度协同变化，而这些调整速度都

在统计上显著且具有正确的符号。最后，这表明实际汇率和调整后的

相对真实单位劳动力成本的偏差是稳定的。考虑到存在前文讨论过的

数据限制与资本流动、利率冲击的巨大影响，实际值与基准值比率在

长期内非常稳定这一事实就变得更加引人注意。因此，古典贸易理论

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关于竞争上可持续的实际汇率水平的稳健政策的

规则，这一规则显然优于人们普遍采用的购买力平价假说。

1.2.3 第三部分：动荡的宏观动力学（第12～17章）

利润是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核心。本书第二部分阐释微观

经济方面：企业是积极的逐利者、价格设定者和成本削减者，它们在

自己的行动所创造出来的冲突和不确定条件下经营。竞争实际上就是

以这种方式存在的，它是生产决策、技术变革、相对价格、利率、资

产价格和汇率的驱动力。增长起源于细胞层面，而衡量企业成功与否

的尺度是其利润率与利率的差额。本书的第三部分将揭示真实竞争和

有效需求之间的联系。

第12章追溯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兴起，现代宏观经济学始于凯恩斯

对正统学说的脱离，并随着新瓦尔拉斯经济学的回归达到顶峰。前面

的第3章已经论证了涌现的宏观经济学特质不能被简化为全知代表性行

为人的意愿结果。因此，微观特征并不必然会传递到宏观层面，而且

任意给定的宏观模式可能与许多不同的（甚至是矛盾的）微观基础相



一致。为了在相互冲突和竞争的假设之间辨明是非，我们必须考察它

们的微观经济假设的有效性。将均衡视为一个动荡过程的古典观念意

味着我们必须清楚引力的时间，而增长起源于细胞层面的事实意味着

我们必须处理增长率或变量之间的比率。在真实竞争中，企业面临斜

向下的需求曲线，它们制定价格，具有不同的成本，并被划分为价格

领导者和价格接受者（调节性资本和非调节性资本）。最后，货币是

内生和非中性的，而且总需求和总供给都根植于利润率，因此宏观经

济学不能被简化为对供给侧或需求侧的分析法。

在总体层面上，我们可以将事前的超额需求表示为ED≡D–Y=

[(C+I)–(Y–T)]+[G–T]+[EX–IM]=[I–S]+[G–T]+[EX–IM]，其中D

为对国内可获得商品的总需求，它是消费（C）、固定资本和存货的意

愿存量投资（I）、政府需求（G）与出口需求（EX）之和；T为私人部

门总税收（家庭和商业）；Y为国内可获得总供给，它是国内供给

（Y）与进口（IM）之和。这个会计关系确认了超额需求的部门来源。

在没有政府或国外部门的最抽象的情形中，超额需求简化为我们所熟

知的投资与储蓄余额的平衡ED=I-S，这个公式在凯恩斯摆脱他那个时

代的正统学说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由于销售额超过供给会消耗存货，

用计划外的存货变动–ΔINVu代替超额需求ED后，就能推导出相应的

事后国民账户恒等式，即[(I+ΔINVu)–S]+[G–T]+[EX–IM]=0。这两

个恒等式中的任何一个都不是“预算约束”，因为超额需求ED可以为

正值或负值。只有进一步假定总需求与总供给达成均衡，即ED=–

ΔINVu≈0，才能把这三个余额恒等式转化为[I–S]+[G–T]+[EX–

IM]≈0的预算约束。问题在于：实现均衡要花费多长时间？新古典理

论通常假定均衡是即时的和连续的。凯恩斯通常关注的是比较静态，

所以忽略了时间，但是他在某些地方确实承认生产需要花费时间，因

而这种情形中的乘数一定是一个时间序列。现代凯恩斯主义和后凯恩

斯主义宏观经济模型通常通过将观察到的（年度或季度）数据视为均

衡结果的代表而避开了这个问题。鉴于超额需求会反映在计划外的存

货变动上，我将论证更合理的做法是将3~5年（12~20个季度）的存货



周期（商业周期）视为总需求和总供给实现均衡的过程。这种做法无

疑为考察宏观经济政策的政治和社会含义提供了不同的视角。最后，

回顾第4章和第7章的讨论，正常产能下的产出Yn被定义为与最低平均

成本（从商业角度界定的成本）对应的正常（潜在）产出。这个产出

水平通常低于最大（工程）产出，因此企业通常拥有大量期望储备产

能，这也正是它们能在短期内快速增加产出的原因。真正的过剩产能

只有当产出持续低于它的正常水平时才会存在。由于企业在引进新的

厂房和设备时通常会考虑到某个正常产能，因此正常产能利用率只有

当实际产出-资本比率等于期望产出-资本比率时才存在。这是一个特

别重要的存量-流量一致的形式，因此凯恩斯主义传统通常忽视甚至否

认这一点无疑具有讽刺性。

12.2节概述了前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基本框架，前凯恩斯主

义宏观经济学用对一个虚拟的理想化体系的后古典分析代替了对真实

资本主义的古典分析（见第7章和第8章）。凯恩斯以某些被他归为那

个时代正统学说的核心命题为攻击对象，尽管这些观念在他进行攻击

的时候并未完全公式化：具有完全知识的理性最大化行为人在完全竞

争下行动，他们对未来具有稳定的预期；包括劳动市场在内的市场总

能快速和有效“出清”，因此充分就业是“事情的常态”；通过可贷

资金市场上的实际利率的自动调整，总需求适应于充分就业总供给

（萨伊定律）；一般价格水平由货币数量决定。实际变量（包括与实

际利润率相关的实际利率）在商品和劳动力市场中确定（“古典两分

法”），名义价值通过货币供给对一般价格水平的影响确定（货币数

量论）。货币被看作中性的，原因是它不会影响实际变量的均衡值。

毫不奇怪，政府干预“既不必要，也不可取”。劳动力供给增加会引

起就业的同等增加，但这只能在更低的实际工资水平上进行。反过

来，工会和政府将工资提高到其市场（假定为均衡）水平之上的尝试

将只会导致失业。在抽象层面上，总超额需求为ED=[I–S]，这一点对

于我们理解基本的新古典模型的逻辑是有用的。新古典理论假定私人

投资构成了对可贷资金的需求，私人储蓄提供了相应的可贷资金的供



给，二者都单独对实际利率做出反应，那么，可贷资金市场的均衡就

确保了I=S，因此ED=0（即总需求将适应于充分就业总供给）。最后，

这个系统被假定为迅速有效地生产出了一个能够提供充分就业的产出

总量，并同时产生了一个足以实现这一产出的总需求。按照这个推

理，如果允许市场自由运行的话，20世纪20年代的大范围失业和随后

发生的30年代大萧条很快就能消除。有人认为，政府干预只会适得其

反。

12.3节考察了凯恩斯与他那个时代的学说的决裂。紧随一战而来

的持续大范围失业使凯恩斯相信，现实中的市场并不以教科书上描绘

的方式运行。在写《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之前，他就提议欧洲各

国政府进行大规模赤字融资的公共支出。同时，他努力确认了正统观

点的主要理论缺陷，最终集中于两个核心主张：实际工资能快速调

整，以恢复充分就业；实际利率能自动调整，以创造必要数量的总需

求。他的第一步是指出，由于生产需要花费时间，个体企业必须基于

预期需求的预期利润雇用工人和购买投入品。另外，实际总需求产生

于个体家庭消费支出，而该支出与当前生产所提供的收入相关；个体

企业的投资支出受到长期利润预期的驱动，众所周知，这个长期利润

预期是高度易变的，而且受到“非理性乐观与悲观潮流”的影响。凯

恩斯以这种方式展开论证：他认为投资在短期内是给定的，但是在从

一个短期过渡到另一个短期时能迅速变化。我们并没有理由相信，由

无数消费者和企业的支出所产生的实际总需求会恰好等于激发个体企

业的预期需求。因此，不平衡将是常态。为了集中研究均衡产出和就

业水平的决定因素，凯恩斯暂时不考虑这一情况。在短期内投资被认

为“给定”的情况下，储蓄必须完成所有的调整工作。但储蓄是收入

中未被消费的部分，而消费取决于生产所创造的收入。因此，最终必

须进行调整的是生产（就业也要随之调整），以使储蓄等于投资（也

就是使总供给等于总需求）。这就是凯恩斯对萨伊定律的回答。一个

关键的假设是储蓄占收入的一个稳定份额：如果投资增加100，且储蓄

占收入的1/5，产出就必须增加500，以使储蓄与投资恢复平衡——凯



恩斯乘数。同样的逻辑意味着储蓄率提高（更加节约）将使总储蓄超

过总投资，从而产出和就业必须下降，以使储蓄与投资保持一致——

凯恩斯主义节约悖论。

所有这些预测都基于投资在短期内是给定的，所以这自然产生了

投资如何做出反应的问题。和马克思一样，凯恩斯认为投资是由预期

净利润率决定的，后者是预期利润率（投资的边际效率）与利率之

差。看似合理的是，失业率的上升会抑制利润预期，并在风险增加的

情况下提高借款成本，两者都会造成投资下降，并使情况进一步恶

化。凯恩斯清楚地知道新古典主义的如下重要主张：失业会降低实际

工资，从而提高正常产能利润率，因此投资、产出和就业最终会上

升。但他提出了一系列的反对理由：工资谈判是以货币而非实际工资

的形式进行的，因此总需求下降在造成失业的同时也会降低价格，价

格下降在开始的时候会提高实际工资，从而使情况恶化；更低的工资

会降低成本并倾向于降低价格，因此实际工资甚至有可能提高；即使

货币工资下降了，它也可能通过降低消费减少总需求，从而使事情恶

化；而且价格的任何下降都可能会侵蚀商业信心，并进一步抑制利润

预期。在利率方面，凯恩斯用自己的流动性偏好理论代替新古典主义

的可贷资金观点。他指出，利率是由货币余额的需求和供给决定的。

货币供给由国家决定。货币需求则取决于收入和利率。利率被视为放

弃持有货币的流动性收益的报酬，是由持有货币以备不时之需、便利

交易和未来可能的投资需要激发的。所有这些动机都取决于对未来的

信心状态，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由危机触发的信心崩溃会刺激从金融资

产到现金的出逃，并导致利率在最需要下降的时候反而上升。即使政

府出手干预，降低利率，可能也无法逆转信心的下降。出于所有这些

原因，危机发生时最好采取财政政策，由政府通过赤字开支直接拉动

总需求，正如他早先在一战结束后所倡导的那样。

凯恩斯的论证迅速陷入希克斯IS-LM框架的静态限制之中。在凯恩

斯本人的论证中，均衡产出是由投资通过乘数决定的（IS），而投资

取决于一个不断变化的预期利润率与利率之差。希克斯清除了预期利



润率，使投资简化为利率的一个简单的负函数。在预期惨淡的情况下

（如当前的危机中），很难理解为什么降低利率不能刺激投资。希克

斯对货币需求（LM）的处理同样忽视了货币持有者决策的变动性，使

货币需求成为当前（而非预期）收入水平的一个稳定的正函数和利率

的一个负函数（由于金融资产的高利率将诱使行为人持有更少的闲置

货币余额）。那么，IS-LM均衡就需要收入（产出）和利率之间实现一

个特殊组合。希克斯的阐释被扩展为将政府和出口需求也纳入进来，

其中扩张性财政政策会提高均衡产出水平，代价则是更高的（名义）

利率。另外，扩张性货币政策将在一个给定的价格水平上增加货币供

给，并将LM曲线向外移动，从而提高均衡产出，但是会降低利率。这

意味着政府也可以采取一定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组合，使产出达到

充分就业水平，而不会影响利率乃至价格水平。IS-LM框架也以弱化的

形式保留了凯恩斯节约悖论，因为储蓄率在投资水平给定的时候下降

会提高IS曲线，这会提高产出水平（节约悖论），但也会提高均衡利

率，均衡利率的提高将缩小但无法抵消初始效果。

在这个抽象层次上，只有当总需求超过充分就业产出时，价格水

平才会上升。罗宾逊夫人已经指出，价格在到达这一点之前就开始上

升了。通过在基本的凯恩斯主义工具箱中添加一条通货膨胀-失业曲

线，罗宾逊夫人的这个观点在20世纪60年代初具有了可操作性。菲利

普斯首先发现，当失业率低于某个临界水平时，货币工资变化率会以

一种非线性的方式上升。这被重新表述为一条稳定的通货膨胀-失业曲

线，凯恩斯主义政策制定者可以沿着它选择用高通货膨胀率交换低失

业率。开始的时候一切似乎都可控，但之后事情开始恶化。一条稳定

的菲利普斯曲线意味着通货膨胀率在失业率上升时会下降，但在20世

纪70年代，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同时上升。到20世纪80年代，主要国

家的菲利普斯曲线都消失不见了，“综合”凯恩斯主义结束了。我们

在第14章将看到，确实存在一条清晰且稳定的菲利普斯型曲线，但它

并未采取货币工资甚至价格变化率的形式。知道这条曲线是存在的，



也许就能为凯恩斯主义者针对货币主义者和新古典反革命者提供一个

一致的辩护了。

12.4节分析新瓦尔拉斯经济学的兴起，它在20世纪50—60年代由

萨缪尔森对（马歇尔）经济学影响深远的数学重述创立。弗里德曼对

货币数量论的复兴将凯恩斯的货币需求-供给关系转化为如下假设：货

币流通速度在任何给定的制度安排下都是稳定的。他与安娜·施瓦茨

的经验研究发现，人均货币供给的增加主要引起了人均名义收入的增

加。考虑到二者之间“长期和变化”的时滞，我们最好使前者保持稳

定增长，以使后者维持稳定增长。他随后补充了以下假设：在一个静

态经济中，实际产出“可以被看作不变的”，如在“灵活物价充分就

业”版本的IS-LM模型中，均衡实际产出是由劳动供给决定的，而且均

衡实际利率不受货币因素的影响。那么，货币供给的增加就仅仅转化

为价格水平的上升，而且货币供给增加快于产出增长会导致价格水平

稳步上升（即通货膨胀）。问题在于，到20世纪70年代，所有发达国

家中所设想的货币供给和价格水平之间稳定的经验联系“完全崩溃

了”，尽管有人试图通过修改货币的定义挽救它。因此，货币数量论

最终持续的时间，并不比它试图取代的凯恩斯主义理论更长。那时，

所有的宏观经济理论都难以解释高失业与通货膨胀高涨（而非下降）

何以同时发生。费尔普斯和弗里德曼都认为所观察到的失业实际上是

现实的劳动力和商品市场的结构性特征的结果，包括市场不完全、需

求和供给的随机变动性、流动成本等。他们的核心观点是，这些现实

世界的特征产生了一个失业的“自然率”——它只取决于实际因素，

而非货币因素。这两位作者都得出了以下结论：尽管未预期到的总需

求增加会使实际产出和就业暂时性地增加，但是只要工人和企业起初

并未认识到相对价格会上升，这个刺激最终就会因价格上升而消失，

失业就会重新回到其自然水平。因此，试图将失业率维持在其自然水

平之下的凯恩斯主义政策，将不得不通过未预期到的总需求增加不断

推高这个系统，其累积效果将是一个不断高涨的通货膨胀率。这产生



了非加速通货膨胀失业率（NAIRU）的观点，即自然失业率是唯一能使

通货膨胀率保持稳定的失业率（见第15章）。

新古典主义者在上述框架内进行分析。他们坚持自然失业率的观

点，认为只有预料之外的经济政策才会导致与自然失业率的暂时性偏

离。但是，通过明确假定完全竞争、完全价格、工资和利率灵活变

化、完全套利、连续市场出清和货币幻觉不存在（因此相对价格对行

为人的决策才是重要的），新古典主义者由忠于马歇尔变为了忠于瓦

尔拉斯。他们还带来了一个新的辩论武器——理性预期概念，这个概

念认为模型内的理论行为人必须被假定为“知道”他们所在的模型结

构，并能以有效的方式利用这个信息。卢卡斯将自然率假设与同样为

超理性的“模型一致预期”观念结合起来。和早先的论点一样，只有

预料之外的政策变化（意外）才会改变经济结果，但是现在这种政策

并不会产生持续的效应，因为政策一旦实施，超理性行为人马上就能

理解，所以经济会跳回到自然失业率，价格也会迅速上升。新古典主

义论证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以下断言：宏观经济的“结构”本身是代

表性行为人动态最优化的结果，因此当行为人调整自己的行为以适应

新政策时，结构本身必定会发生变化。这个“卢卡斯批判”在理论层

面非常流行，尽管它的经验证据非常薄弱。我已经论证了相反的假

设：总体通常对个体行为的细节“高度不敏感”（见3.3节）。考虑到

新古典主义的连续市场出清和工资、价格充分灵活的假设，面对未预

期到的变化时的错觉，就成为理解商业周期中需求、通货膨胀、实际

产出和就业之间的正向联系的关键。但是，到20世纪80年代初，出现

了大量反对预料之外的货币政策和“信息混淆”假设的证据。实际经

济周期理论发展起来，它保留了理性预期和连续市场出清假设，并加

入了随机生产率冲击，这些冲击产生类似于商业周期的总体波动。行

为人仍被假定为具有理性预期，总体经济仍被视为一个代表性厂商和

一个代表性家庭之间的相互作用，商业周期仍被视为严格的均衡现

象。技术冲击被假定通过家庭的消费平缓反应、企业的投资（“建造

时间”）反应和劳动与闲暇的跨期替代得到扩散。充分就业总能保



持，所以就业的任何下降都只是由于工人选择以闲暇替代劳动。货币

政策被排除在这个框架之外，因为它无法影响实际变量，而且由于经

济持续处于均衡状态，所以短期和长期没有区别（因此波动与趋势是

分不开的）。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家回避了对其假设进行计量经济学检

验，而是支持对“玩具”模型进行模拟，这些模型的参数是挑选（校

准）出来的，以使模型能够模拟（某些）观察到的模式，然后他们再

修改参数以考察所设想的政策和结构变化的影响。不足为奇，实际经

济周期模型的经验相关性招致了诸多批评。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也

从标准的微观基础和它所包含的一般均衡框架出发，但是他们集中于

引入大量的“不完全”，如高成本的价格调整和商品、劳动力、信用

市场的不完全。考虑到基本理论存在严重的缺陷，他们有大量潜在的

不完全可供选择。因此，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现在包含‘眼花缭

乱’的理论……［它们］对微观基础‘宗教般’的坚持已经成为一种

弊病”（Snowdon and Vane 2005，343，360-364，429）。通过引入

信息不对称、信贷配给、群体公平准则、不完全竞争、经验法则行为

和特定文化的缺陷，新行为经济学本身建立在了标准的微观基础之

上。问题在于以上每一点都是对标准的微观基础的单独修改，而非整

体上从不同的点出发（见第3章）。

12.5节和12.6节考察非正统“不完全竞争主义”传统的宏观经济

学，前面的第8章已经分析了其微观基础。在短期焦点和对总需求中引

致消费与自主消费的区分方面，卡莱茨基的宏观经济学与凯恩斯的类

似。卡莱茨基关于有效需求的原始论证实际上是从“自由竞争”角度

进行的，这使他与凯恩斯更加一致。投资在短期内是给定的，但长期

来看它会对预期利润率与利率之间的差额做出积极反应。利率由货币

因素决定，利润率由工资份额和产能利用率决定。与凯恩斯不同的

是，卡莱茨基通过把总收入分为工人收入和资本家收入，并假定每个

群体具有一个固定的（边际）储蓄倾向，将阶级纳入了自己的分析。

因此，卡莱茨基的乘数关系与凯恩斯的一样，除了总储蓄倾向取决于

利润与工资的比率外，后者反过来取决于企业在直接成本基础上的垄



断加成。加成定价意味着对于给定的原料和劳动系数，货币价格与货

币工资成正比。价格膨胀必定根植于货币工资的增加。卡莱茨基的论

证进一步表明，对于一个给定的垄断程度，实际工资和工资份额不受

失业率或工人斗争的影响。但是，卡莱茨基对工人阶级无法改变自己

生活标准的结论感到不安，因此他在临去世之前修改了自己的框架，

容许了劳动的斗争威胁诱使企业削减其加成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形

中，导致更高货币工资的失业率的下降，也可能会带来更高的实际工

资和工资份额。从这个角度看，卡莱茨基修改后的框架与三种类型的

菲利普斯曲线（货币工资、实际工资和工资份额）一致，第14章考察

了后者的理论和经验基础。和凯恩斯一样，卡莱茨基也反对以下正统

主张：实际工资增加会降低利润率，从而提高失业率。他的主要反对

理由可以表述为实际工资增加对实际利润率的两个相反效应：实际工

资增加将降低正常利润率，但会通过增加工人的消费需求提高产能利

用率。这突出了产能利用率作为一个自由变量的重要作用。最后，财

政政策可以用于增加产出和就业，同时货币政策可以用于缓和利率的

任何上行压力。尽管如此，卡莱茨基仍对维持充分就业的政治可能性

持悲观态度，因为它会威胁到资产阶级的权力。

后凯恩斯主义传统包括凯恩斯主义分支和卡莱茨基主义分支。它

们都有以下核心信念：总需求驱动总产出，货币由银行系统内生创

造，产能持续过剩和失业是市场过程的正常结果，政府能够在可以忍

受的通货膨胀水平下实现（有效）充分就业。12.6节分析了保罗·戴

维森的著作，他是凯恩斯主义分支的主要代表；戈德利和泰勒则代表

了卡莱茨基-结构主义分支；拉沃代表了后凯恩斯主义分支。这部分确

认了几个对随后的实际竞争和有效需求的古典综合（见第14章）很重

要的观点。总需求驱动生产的观念要求投资独立于储蓄的供给，凯恩

斯和卡莱茨基后来都承认了这一点，它要求投资在开始的时候完全由

银行信用融资。工商业储蓄占净收入或利润的一个固定比例的假设，

意味着工商业储蓄（留存收益）与投融资的需求无关，这与商业实践

和经验证据相反。产能利用率即使在长期也是一个“自由变量”的观



点，意味着企业永远不能清除实际的产能过剩，这在微观经济层面是

说不通的。哈罗德关于产能利用率维持在某个正常水平的观点基本被

后凯恩斯主义传统忽视了。这很奇怪，因为它代表了一种重要的存量-

流量一致形式。考虑一下后凯恩斯主义的主张：工资引导的增长和利

润引导的增长是相互替代的不同体制，而非一个调整过程中交替出现

的不同阶段。在现有的就业水平下，实际工资提高会对工人消费产生

积极影响，对正常产能利用率产生负面影响。即使前一个效应在短期

内超过了后一个效应，正如大部分后凯恩斯主义学者所声称的，正常

产能利用率的重新确立也会导致实际利润率下降——由于产能利用率

回到新的更低的正常率，从而使增长率下降。那么，通过产出和就业

水平的提高获得的收益就付出了增长速度放缓的代价（见第13章）。

最后，持续存在的非自愿失业可以通过恰当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清

除的信条，与马克思和古德温所认为的资本主义会产生并维持一个

“正常的”非自愿失业率的观点相悖，而这一“正常的”非自愿失业

率与新古典“自然”失业率所假定的工人自愿放弃就业是相反的。第

14章致力于对正常失业率及其内涵进行分析。我们将会看到，将失业

维持到其正常水平之下的努力不一定会触发通货膨胀，更不必说加速

的通货膨胀了（见第15章）。

第13章的任务是用以真实竞争为基础的古典方法构建宏观经济

学。其中的核心观念是资本增长率由预期净利润率（即预期利润率与

利率之差）驱动。凯恩斯和卡莱茨基的有效需求理论建立在完全相同

的命题之上（见12.3节）。但在古典传统中，预期利润率本身是与实

际利润率紧密相连的，其关联的方式与索罗斯的自反性理论相近。而

在凯恩斯的理论中，预期利润率是“悬挂在空中”的，它永远在凯恩

斯所关注的短期能触及的范围之外。13.2节从微观基础出发，关注当

前有效需求理论中的关键元素。在这个问题上，凯恩斯的说法出了名

地不一致。相比不完全竞争，他明确地偏爱“原子化的竞争”，以至

援引完全竞争的条件p=mc。而在另一个地方，凯恩斯却说，由于生产

需要时间，企业必须基于预期收益进行生产，而企业家必须通过尝试



与犯错尽力预测需求。这两个观点是互相矛盾的，因为需求对完全竞

争下的企业来说是无关紧要的（见第8章）。一些人认为凯恩斯可以通

过变成一个后凯恩斯主义者解决这个难题。而我将会指出，凯恩斯会

拒绝不完全竞争的观念，因为他所基于的竞争观念与古典观念相似。

接下来考虑的是乘数过程。凯恩斯和卡莱茨基都在事后承认，他们关

于投资与储蓄无关的论断基于一个暗含的假设：任何意愿投资与当前

储蓄之间的资金缺口，完全是通过新的银行信贷（与之对应的则是新

的工商业债务）填补的，因此当前的储蓄水平并不是一个限制。将乘

数表达为一个时间序列带来了两件事：产出的永久性增长需要投资水

平的永久性提高；标准的乘数故事并没有考虑债务的偿还，因此间接

地假设新的投资是通过庞氏融资获得的。相反，正如俄林早就指出

的，引入债务偿还意味着可变的储蓄率。这两个极端可以同时包含在

一般化的乘数过程中，以使储蓄率响应资金缺口：当储蓄率完全不能

响应资金缺口时，标准的乘数故事成立；当储蓄率完全响应资金缺口

时，乘数为0（因为此时储蓄完全适应了新的投资）。储蓄率对资金缺

口的响应成了13.3节中构建替代性古典理论的关键。

在静态凯恩斯主义论述中，投资是预期利润率与利率之差的函

数，因此给定水平的净利润率意味着某个特定的投资水平（见12.3.2

小节）。在关于乘数的论述中，投资水平相应地意味着一个特定水平

的均衡产出。但由于投资提高了资本存量，因此产能必定会提高，从

而产能利用率（即产出与产能之比）必定会持续下降。因此，传统的

乘数故事是存量-流量不一致的。一种解决方案是像古典传统中所做的

那样，假设积累率（gK≡I/K）响应净利润率。这样做的麻烦在于，其

所推导出的产能利用率通常会不同于正常水平。仅仅在《就业、利息

和货币通论》发表三年之后，哈罗德便指出只有一个“有保证的”积

累率与正常产能利用率相一致。因此，我们似乎陷入了一个困境：如

果像古典理论和凯恩斯所说的那样，预期利润率驱动积累，产能利用

率通常会与正常水平不同；相反，如果像古典理论和哈罗德所说的那

样，积累与正常产能利用率相一致，那么积累率必定是由储蓄率驱动



的。13.3节表明，真正的困难来源于工商业储蓄与工商业投资无关这

个没有根据的假设。

另外一系列问题产生于对动态的考察。投资是由预期净利润率驱

动的，而后者与实际净利润率通常是不同的。我会指出，这两者是通

过索罗斯的自反性理论所展现的方式相联系的：在一场繁荣中，预期

利润率上升到实际利润率之上；在一场萧条中，前者下降到后者之

下。两者围绕着彼此上下波动。这很显然是马克思和凯恩斯理论的总

前提。此外，我们必须将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相互调整置于增长的背景

之下。这便引向了实际产能对正常水平的调整是完全稳定的这一命题

的证明：哈罗德有保证的路径下并不存在“刀锋”。附带地，我们也

证明了在哈罗德的背景下没有“斯拉法超级乘数”。产出增长在这里

永远不是由需求引导的，如果需求能改变产出增长，那么在哈罗德的

框架下任意外生需求的增加都会导致整体增长率的下降。最后，增长

率为常数意味着所考察变量水平的对数具有随机趋势，因为它符合单

位根过程。在静态凯恩斯主义情形中，预期净利润率暂时性的增长对

于投资水平具有暂时性的影响，从而对于产出和就业具有暂时性的影

响。但是，在古典情形中，预期净利润率的增长会提高增长率，从而

永久地提高产出水平和就业水平。13.3.4小节将会详细说明这个戏剧

性区别的古典含义。

另外，还有三点需要注意。首先，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中，凯恩斯假设货币供给是由货币当局提供的，而在《就业、利息和

货币通论》发表之后，他承认他已经假定储蓄与投资之间的缺口完全

由银行信用在任意给定的利率下填补。但是，货币供给必定会直接与

贷款需求相关，这便使它具有内生性。这一点与他的LM建构基础相冲

突，因为一旦货币供给是内生的，流动性偏好便不再足以决定利率。

第10章已经讨论过后凯恩斯主义者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应，并提出了

一个古典的替代性理论，其中竞争条件下的利润率均等化决定了所有

的利率，甚至包括基准利率。我们可以把古典论述看作一个通往凯恩

斯结论的替代性路径，这一结论就是：竞争性利率并不能自由调节总



需求，以满足充分就业状态下的供给（见12.3节）。其次，新古典主

义和凯恩斯主义都假定价格水平仅仅会在充分就业的背景下上涨。所

有关于菲利普斯曲线的争论都在于我们能否将观测到的失业看作有效

的充分就业（见12.3.5小节）。古典方法意味着增长率受到利润率的

限制，而这为各种不同国家的通货膨胀提供了一个替代性的解释（见

第15章）。最后，凯恩斯的所有分析都建立在这样一个假设上：适当

的政策能从本质上消除失业。在第15章，我会指出在灵活实际工资下

的竞争性资本主义会制造并保持一个特定的、“正常的”非自愿失业

率。正如之前指出的那样，这与新古典理论的“自然”（自愿的）失

业率不是同一回事。

13.3节开始发展一种有关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古典方法。第一个要

点在于需求和供给都是由利润率调节的：生产供给基于利润，消费需

求来源于从利润中分割出的工资、利息和分红，投资需求由预期利润

调节。古典宏观经济学既不是供给侧的，也不是需求侧的：它是“利

润侧”的。第二个要点在于储蓄率并非与投资无关，因为工商业储蓄

和工商业投资是由同一个主体来承担的。如果储蓄提高以满足任意幅

度的投资增长，那么就不会有乘数了。但总体而言，我们可以说工商

业储蓄率（以及总储蓄率）会在一定程度上响应任何投资与当前储蓄

之间的缺口。储蓄率的内生性在古典传统中是隐含的，在戈德利和克

里普斯、南希·拉格尔斯和理查德·拉格尔斯的论述中起了主导作

用，并在最近被布勒克尔、波林和其他人在后凯恩斯主义传统中认识

到。从经验水平来看，在美国，储蓄率和投资率密切相关（它们大致

是相等的），但理论模型往往假设储蓄率与投资所需的资金无关。

在最简单的古典模型中，积累率（资本增长率）响应预期净利润

率（预期利润率减去利率），储蓄率响应投资与储蓄之间的相对资金

缺口。在短期内，利率在资金缺口为正时有上涨的趋势，但从长期来

看，提供资金的企业将会受制于利润率的均等化，而正常利率最终会

被正常利润率与价格水平（见10.2节）调节。引入利率对（比如）家

庭储蓄率或债券、资产的敏感性并不对古典动力学造成本质性的影



响，因为工商业储蓄率的内生性才是关键问题。但是，银行信用确实

通过当期支出超过当期收入的方式，提供了如下内在机制：银行可以

创造新购买力，从而使投资扩张快于储蓄，消费扩张快于收入。企业

总是可以通过减少货币余额和扩张信用链的方式，使它们花的比赚的

多，而银行信用则大大强化了这个过程。类似的考虑也适用于政府赤

字和贸易顺差的情况。在当前情况下，我们考虑的是对总产出和就业

产生的影响，所以，重要的是流向商品消费的信用，而非流向金融市

场、投机行为、央行修补私人和公共部门的资产负债表的信用（见

15.5节）。

基本的古典系统表现为一系列自反性关系，包括预期利润率与实

际利润率之间、需求和供给之间、产出与产能之间、实际利率与正常

利率之间的关系。利润率是整个系统的关键。在一个增长的系统中，

名义产出的增长率将会在需求超过供给时提高，资本存量的增长率会

在产出超过产能时提高，而资本会在实际利率超过正常水平时更快地

流向金融部门。所有这一切会导致总需求与总供给在短期内动荡的均

等化，导致产出与产能、实际利率和正常利率在长期内动荡均等化。

请注意，这些论述综合了下述4个观念：凯恩斯关于需求由于新购买力

的注入具有相对独立性的观念、古典理论和凯恩斯关于积累由预期净

利润率驱动的观念、古典理论关于预期利润率受正常利润率调控的观

念、哈罗德关于实际产能利用率受正常产能利用率调节的观念。需求

与供给、产出与产能的均衡决定了正常利率下储蓄和投资与产出的特

定比率。这意味着储蓄和投资水平取决于利率和产出水平（正如传统

宏观经济学分析的那样），只是在这里，利率是由利润率决定的，而

储蓄率是与投资率挂钩的。此外，由于实际增长率围绕着它的均衡增

长率波动，产出水平（的对数）便同时具有决定性和随机的趋势，所

以产出水平是路径依赖的。因此，即使净利润率暂时性地提高和/或净

购买力暂时性地爆发，也会永久地提高产出和就业水平。这是凯恩斯

主义乘数在古典理论中的对应。当然，增长趋势也会受到影响。如果

产出路径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失业率或许会降低，实际工资或许会



提高，利润率或许会降低，从而产出或许会增长得更慢。所以，动物

精神和超额需求既能够提高产出水平，也会降低增长率（见第14~16

章）。

第14章推导了失业、工资、利润率和增长之间的关键联系。最重

要的结论是：在浮动可变的实际工资下的竞争，创造出了持续存在的

非自愿失业率。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新古典理论认为浮动工资竞

争必然能实现充分就业，凯恩斯及后凯恩斯理论认为竞争可能会，也

可能不会引起失业。古德温使马克思的以下观点得以公式化，即竞争

创造了一个持续存在的失业劳动力储备池（即产业后备军），并为现

代非正统方法开辟了舞台。正统方法和非正统方法一同给出的一点惊

人启示是，工人对他们自己的生活水平没有发言权：在新古典理论

中，实际工资由充分就业条件决定；在后凯恩斯主义理论中，实际工

资由生产率和企业设置的垄断加成定价决定；在卡尔多和帕西内蒂对

哈罗德理论所做的延伸中，实际工资由生产率和充分就业的要求决

定。即使在古德温对马克思理论的公式化表达中，实际工资也是由生

产率和正常失业率的要求决定的（见14.2节）。但是我们一旦认识

到，通过劳动参与率和/或移民率的提高以及技术变革的加速，劳动力

和生产率的增长本身会对积累做出反应（见14.3节），那么劳动力在

实际工资和工资份额方面的抗争就有很大的作用空间。

凯恩斯将其理论基于竞争性市场，尤其强调了工资谈判和劳动斗

争在确定货币工资方面的作用。他承认长期失业会降低实际工资，但

认为在高失业率阶段，国家进行干预会比让市场缓慢地侵蚀工人的生

活标准要好，因为侵蚀工人的生活标准会对社会造成破坏性后果。凯

恩斯的观点与古典真实竞争理论相一致。在卡莱茨基的理论中，净产

出中的劳动份额完全由雇主的垄断加成定价决定。如前所述，卡莱茨

基努力将某种程度的工人力量纳入他的理论之中。在后凯恩斯和后古

德温传统中的这些观点和其他观点都在文中做了详尽分析。



14.3节建构了一个框架，其中劳动斗争在确定实际工资水平方面

起到重要作用，正常产能的积累使失业劳动力储备池持续存在。劳资

冲突带来了每个企业内货币增值部分的特定分割。在总体层面上，这

转换成实际工资，并通过一个反映劳动力平均议价能力的项与生产率

相联系。当失业率降低到某个临界值以下时，劳工力量本身会增强，

反之则减弱。这意味着实际工资相对于生产率的变化率（即工资份额

的变化率）是失业率的负相关函数。我称之为古典曲线。这是古德温

模型两个基本关系中的一个，而且能用来证明由布兰奇弗劳尔和奥斯

瓦尔德等人经验预测的对数-线性总“工资曲线”。失业率进而取决于

产出水平、生产率和劳工力量。在第13章我们曾表明，产出增长率取

决于（驱动积累的）正常净利润率和一个驱动机制，该机制反映了包

括私人、公共和国外新购买力注入在内的不同因素。生产率和劳动力

增长被假定为对单位劳动力成本（工资份额）做出反应，因为后者的

上涨会给企业一个强激励，促使其提高生产力，并通过引入移民和/或

提高劳动参与率增加劳动力。产出增长和生产率增长的相互调整创造

了一种相关关系，这一关系就是著名的凡登定律。



古典动态系统产生了一个具有正常失业率和稳定工资份额（β）

的增长经济体，其中工资份额反映了劳工的社会-历史力量。当稳定的

工资份额与国民收入恒等式（人均净产出y等于人均实际工资与人均实

际利润之和）相结合时，我们能得到关系式 ，这看起来就像

柯布-道格拉斯形式的总生产函数，尽管这显然是从实际工资的劳动斗

争理论推导出的。因为增长在古典动态理论中是内生的，即使是由国

家财政赤字、出口繁荣或者受动物精神的影响增加投资支出等因素带

来的暂时的总需求增长，都会永久性地提高产出、就业、生产率和实

际工资的增长路径水平，而不影响工资份额、利润率或增长率。另

外，如果需求持续增长的速率比基于净利润率的增长的速率高，将会

持续带来更高的工资份额（从而带来更低的正常利润率）。但是，直

至某些限制条件开始起作用之前，因为更低的利润率的负面影响会被

持续的刺激抵消，增长率还是会提高（见14.4节）。古典模型的一个

显著特征是，长期工资份额与工资份额和失业率的初始值呈正相关，

而与生产率和劳动力增长的初始值呈负相关。因此，提高当前工资份

额或就业率的局部行动会提高长期工资份额，而提高生产率或劳动力

增长的局部行动会降低长期工资份额。考虑到局部行动从长期来看的

确发挥作用，因此工人和雇主的诉求都是合理的。然而，这些都不会

影响均衡就业率。

14.4节考察了正常的非自愿失业率的进一步含义。总需求的注入

能增加就业，提高产出增长率，但不能永久性地消除失业，因为存在

着内在机制使失业率恢复到某种正常水平。由此可见，要把失业率维

持在低于正常失业率的水平，就需要不断增长的、规模日益扩大的刺

激。即便如此，通货膨胀也不是自然而然的结果（见第15章）。另

外，如果劳资力量的对比偏向于劳工的话，正常失业率本身可以被降

低。14.5节阐述了古典曲线与各种菲利普斯曲线之间的关系。菲利普

斯的初始问题是失业对工资的影响。他本人的答案是从失业对货币工

资变化率的影响出发的，这与凯恩斯的货币工资观点高度一致。弗里

德曼和费尔普斯认为工人是为他们的生活标准（即为实际工资而非货



币工资）而奋争，因此正确的“菲利普斯型”关系要从（预期）实际

工资出发。古典理论认为，实际工资的斗争是在总发展水平（生产

率）的背景下展开的。这意味着古典的“菲利普斯型”关系曲线应该

从相对于通货膨胀和生产率增长的名义工资变化率出发。给定一条稳

定的古典曲线，只有生产率增长大致恒定时才有稳定的实际工资，只

有通货膨胀率也大致恒定时才有货币工资曲线。

14.6节列出了经验证据。正如所预料的那样，1948—2011年，美

国工资份额的增长与减少大致与名义产出增长率（总需求的代理变

量）一致。在此期间，失业率大约增至原来的2倍，失业持续时间增至

原来的4倍。失业强度（它以上述二者的乘积表示，因而可以作为工资

变化压力的极佳衡量标准）上升至其初始数值的10倍。正如古典理论

系统所揭示的那样，实际工资份额和失业强度在这段时间内呈现出顺

时针三维螺旋式的变化路径。最重要的是，工资份额变化率和失业强

度的散点图清楚地显示出一条向下倾斜的线。原初的菲利普斯曲线是

基于周期性调整的数据点得出的，其目的是确认背后的结构关系。我

也出于同样的目的使用了HP（霍德里克-普雷斯科特）滤波法。结果是

令人惊讶的，我们得到了一条稳定的古典曲线（1949—1982年），在

后续的新自由主义对工会组织和劳动保障制度造成冲击后，这条曲线

有所下移。这条新的更低的曲线进而降低了失业强度临界值，在这一

临界值下，工资份额是稳定的。同样清晰可见的是，在越南战争和互

联网繁荣的经济过热时期，这条曲线向上移动，而在刺激逐渐平息

后，这条曲线又向下移动。所有的这些移动都是比较缓慢的，就像凯

恩斯早先提出的那样。最后，我们可以很容易地解释为什么不存在稳

定的实际工资或货币工资菲利普斯曲线，因为通货膨胀上升和生产率

增长放缓非常剧烈，尤其是在凯恩斯经济学不得不从价格菲利普斯曲

线撤退的时代。如果菲利普斯从古典理论而不是从凯恩斯理论出发

（即通过工资份额的关系而非名义工资的关系）着手回答自己的问

题，那么在20世纪70—80年代经济滞胀时期也许就不会出现关于价格

“菲利普斯曲线”的理论危机。凯恩斯理论仍需要解释通货膨胀，即



使其保留了基于名义工资的通货膨胀加成理论，基础的名义工资曲线

的移动也可以很容易地得到解释。当然，旨在削弱劳工力量、提高利

润份额的政治打压很有可能在任何情况下都能获得胜利。

第15章探讨现代法定货币下的通货膨胀理论。开篇是对读者的一

个提醒，即从私人货币到国家货币的历史过程是漫长而曲折的。货

币、铸币、支付义务或债务并非由国家发明。一旦货币的地位得以确

立，国家便被驱使着扩展货币的基础，将对劳动的强制付出从实物支

付扩展为用货币支付。通常情况下，政府征收人头税、财产税，对商

品、进口、出口、通行和港口征税，近来还对收入征税。此外，政府

还通过公共土地的出售、犯罪赎金和没收国外船只、商品与财产获取

收入。在历史的某个晚期阶段，政府垄断了铸币和代币的创造。这只

是对其之前私人功能的取代，而私人银行则持续创造出大量的流通工

具和支付手段。国家试图对银行进行一定程度上的控制——其内在局

限周期性地在重复出现的金融危机中暴露出来。21世纪初这场广泛的

全球性危机，对左派和右派教科书式的幻想（他们以为智慧、善意的

政府出于公共利益应该在危机中控制货币和金融）是一个尖锐的反

驳。法定货币（强制性的不可兑换代币）是现代经济的典型形式。货

币史提醒我们，货币代币从私人流通中产生，一旦被认为可以行使特

定职能，代币就被接受了。人们接受不可兑换纸币和他们接受可兑换

纸币是出于同样的理由：人们相信可以一直将它们当作货币使用。虽

然出台有关法定货币的法律可能对某种货币的确立有益，禁止持有外

国货币和黄金的法律可能会阻止人们使用其他的替代性货币，但这些

手段并不能阻止私人部门寻求更安全的货币形式（见第5章）。

15.2节对国家货币理论和新国家货币理论关于货币的主张做了一

个详尽的概述。这部分始于英尼斯和克纳普的观点。他们二人都主张

把极大的货币权力归于国家，而认为私人部门处于极其被动的地位。

凯恩斯明确称赞克纳普把“国家货币”定义为被国家接受的任何东

西，其意思是当国家接受金币、可兑换代币、法定货币时，它们便会

成为国家货币。这完全符合国家周期性地认可私人货币的创造与再创



造。与克纳普不同，凯恩斯仅认为国家创造了法定货币。通常情况

下，新古典经济学将货币看作市场的产物，国家是多余的。但在通常

情况下，凯恩斯主义和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批评市场而肯定国家。

新国家货币理论者如古德哈特、雷和贝尔属于后者，对他们的观点和

他们的批评者如梅林、罗雄的观点，都或详或略地做了考察。没有人

对现代法定货币能以任何数量被创造提出质疑。所以，如果揭去国家

货币理论关于货币起源和货币持有者被动性的伪装，其核心论点便是

在现代法定货币体制下，政府用于社会项目的赤字不一定导致通货膨

胀率或利率上升。

15.3节关注法定货币的作用和限制。法定货币将国家从直接的预

算约束中解放出来，成功助力了美国、法国、中国和其他革命，也导

致了不同历史时期的恶性通货膨胀（见15.8.4小节）。结果是最发达

国家的财政部门被法律禁止用直接创造货币的方法为赤字融资。财政

部只能使用账户中的可获得资金，这些资金来自税收收入，其中一部

分是回流[3]、借款（通过向国内或国外公众出售债券获得）。但

是，现代央行可以在关键时刻马上创造任何数额的货币并转交给财政

部，这能通过购买财政部新发行的债券实现。因此，对上述过程的唯

一限制似乎来自中央银行家的抵制，以及如下的愚昧观点：如果不对

价格和利率施加可能的影响，那么政府向自身的借债就可能堆积如

山。也正是在此处，新国家货币理论得以复现。凯恩斯主义者认为非

自愿性失业可以通过赤字支出消除（与之相反，第14章中的古典主义

者认为不能），后凯恩斯主义者认为国家能任意设定汇率，价格水平

由加在货币工资上的垄断加成决定。在此基础上，他们提出了（最后

雇主）政府项目，即由政府以某种固定的货币工资雇用任何数量的私

人部门无法吸收的劳动力。那么，这个基础工资率将为所有其他的工

资提供一个稳定的锚，从而通过稳定加成为所有的价格提供稳定的

锚。国际利率对国内利率产生的非意愿影响，可以通过适当的汇率操

纵消除。在控制私人支出，以及向国内外公众出售债券以减少货币供

给问题上，可以通过国家提高税收，避免对国内收入和利率产生非意



愿的影响。新国家货币理论的核心观点建立在几个关键的命题之上，

而这些命题在古典论点中全都不存在：（1）失业确实可以被固定在任

何想要的水平上（见第14章）；（2）私人部门货币工资由最后雇主的

基础工资决定，而不是通过工人与资本家之间无休止的斗争决定（见

第4章和第14章）；（3）因为用垄断加成定价法，所以价格水平由私

人部门的货币工资决定（见12.5~12.6节）；（4）国家可以通过固定

基础利率将所有的国债利率维持在想要的水平上（见第10章）；（5）

国家可以将名义汇率固定在任何想要的水平上（见第11章）。以上每

种情况涉及的议题都不在于国家能否采取规定的行动，而在于这些行

动带来的可能后果，通货膨胀就是其中的一种后果。

15.4节建构了一个古典的通货膨胀理论。通过利润率的均等化，

竞争只能确立相对价格。在纯粹法定货币下，价格水平由总需求和总

供给决定，而不是由某种商品货币的相对价格决定。总需求增长受到

新增购买力的驱动（见13.3.3小节），基于法定货币的现代信贷体系

事实上能够推动总需求无限增长（见5.2.4小节）。此后，对供给增长

的限制便成为决定性的。已得以确定的是，劳动力的供给并不能执行

这一职能，因为该体系会恢复到持久的失业率上（见14.3~14.4节）。

相反，供给的极限产生于如下事实：没有一种经济能够维持比把经济

剩余全部用于再投资更大的积累率（即超过利润率的积累率）。这一

点在李嘉图的玉米模型和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体系中是隐晦的，而在

卡尔多和冯·诺伊曼那里已经是清晰而明确的。因而，实际积累率接

近的那个极限值，就可以被看作衡量经济最大增长潜力被利用程度的

指标——增长-利用率指数。因此，基本的模型在于需求拉动和供给阻

力之间的关系，前者来自新增的购买力，后者来自不断收紧的增长-利

用率指数。因为利润率是利润与资本的比率，积累率是投资与资本的

比率，所以增长-利用率指数就只不过是投资占利润的份额。这部分结

束于对实际平均利润率和增量利润率恰当测量方法的讨论，这一点在

15.8节的经验讨论中也起到关键作用。



15.5节分析了需求拉动一侧。在第12章中，商品市场中的总超额

需求可以表达为三个部门的余额：ED=（I-S）+（G-T）+（EX-IM）。

一旦我们合并部门间余额，留下的便是私人部门和央行净新增国内信

贷的部分，这部分会被用于购买新的产品和服务（不用于购买金融资

产、现有房产、贵重物品等），加上贸易部门的经常账户余额（CA）

和用于推动国内商品购买的来自国外的净借款。在供给和需求大致平

衡的间隔时期，商品购买力的上升会带来产量上升和/或价格上升，也

就是名义产出总值上升（在列昂惕夫的意义上定义的）。然后，名义

GDP的增长率就成为新增购买力相对于GDP的函数。这与货币主义和凯

恩斯主义的方法一致。15.6节分析了前文所述论点的供给阻力一侧。

关键点在于实际产出增长的反应，随着实际增长率趋近于最大增长率

（利润率），实际产出的增长会越来越慢。这和凯恩斯如下的观点相

类似，即随着充分就业的渐趋接近，新增需求将更少地由新增产出吸

收，更多地由价格上涨吸收。马克思在分析增长问题时有类似的观

点，帕西内蒂则对下面的观点提供了一个公式化的分析，即当实际增

长速度接近理论最大值时，瓶颈的出现会越来越频繁。增长-利用率指

数是衡量增长潜力的应变仪。

15.6节将需求拉动和供给侧的论点结合起来产生了古典的通货膨

胀理论。古典理论认为实际产出增长与新增购买力和用净实际增量利

润率衡量的净利润率正相关（见13.3节），与增长-利用率负相关，最

起码是在后者上升到临界值以上时。这种相互作用似乎是非线性的。

未被利用的增长-利用率在古典通货膨胀理论中与失业率在标准通货膨

胀理论中发挥着同样的作用。因为通货膨胀率等于名义产出增长率和

实际产出增长率之差，前者是相对新增购买力的函数，我们可以说通

货膨胀率与相对新增购买力正相关，与净利润率负相关，与未被利用

的增长-利用潜力负相关。当新增购买力充分增长到能够抵消下降的利

润率的负效应时，我们可以得出一条用未利用增长潜力表达的菲利普

斯型通货膨胀曲线。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将净新增购买力和净利润

率看作这条曲线的移动变量。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因为增长取决于净



利润率和新增购买力，所以前者的下降可能被后者的上升抵消一部

分，增长率会比利润率下降得更少，从而增长-利用率会上升。增长率

的下降会提高失业率，增长-利用率的上升会使经济更有通货膨胀倾

向。这就是颠覆凯恩斯理论的可怕的“滞胀”的秘密（见12.3~12.4

节）。净利润率和增长-利用率只能在确定的限度内变动，但是法定货

币体系下的新增购买力并不受限。因此，当新增购买力的创造速度相

对较慢时，它和通货膨胀之间并没有直接关系，因为在这种情况下，

其他因素起到决定性作用。但是，随着新增购买力变得越来越大，新

增购买力的创造速度和通货膨胀二者之间的正向关系便会出现。当前

者非常大时，人们便可以预测通货膨胀率会大致等于新购买力的增长

率。这类似于理论预测的在一国的相对通货膨胀率和之前的11.6节中

推导出的名义汇率之间存在的非线性关系。最后，在净利润率和增长-

利用率正相关的范围内，可以将后者看作前者的代理变量，从而得出

一个更为严格的假设，即通货膨胀是增长-利用率的函数。在这里，后

者的总体影响模棱两可，因为增长-利用率和净利润率对通货膨胀产生

的作用是相反的。

15.8节从美国开始考察经验证据。名义GDP增长和相对新增购买力

之间明确有力的图形与统计关系，与古典理论关于前者是后者函数的

假设相一致。第二个关键性假设是实际产出增长率会对购买力、净利

润率和增长-利用率做出反应。对净利润率来说，合理的衡量指标是新

增投资的净实际回报率，在6.7节中选取实际净增量利润率为它的代理

变量。实际产出增长和净投资的实际净回报之间呈现强有力的正相关

关系。上述两个假设意味着通货膨胀率是相对新增信贷、净利润率和

未利用增长能力程度的函数，后者取代了传统理论中的失业率。本节

比较了在整个战后时期的1951—2010年与1951—1981年、1982—2010

年两个分阶段中两种不同表现的散点图：一种是通货膨胀率与未利用

增长潜力之间的散点图，另一种是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的标准图。二

者之间的差距是惊人的。每一种情形下，古典的通货膨胀“菲利普

斯”曲线都呈现出清晰向下的斜率，但传统曲线并不是这样的（正如



我们将从12.3.5小节中所获知的）。考虑到净利润率和相对新增购买

力是古典通货膨胀曲线中的移动变量，在两个分阶段模式中所观察到

的差别可以用上述两个变量的变化程度来解释。

汉德法斯在7个经合组织成员（加拿大、法国、德国、日本、韩

国、英国和美国）和3个发展中国家（巴西、墨西哥和南非）中检验了

我的通货膨胀假设，由于后者样本量小，结果仅是试验性的。在净利

润率和增长-利用率正相关，后者只有在达到非常高的水平时才有可能

产生抑制作用的假设之上，他断定在通货膨胀、净购买力和增长-利用

率之间会存在非线性的长期关系。他使用自回归分布滞后误差修正模

型进行检验，这个模型可以估计长期参数。在所有的经合组织成员

中，长期关系是显著的，而且相对拟合得好，但是巴西和南非拟合得

较差，对墨西哥也不适用。一个引人注目的结果是，在所有国家中，

增长-利用率非线性函数的系数都有预测的正负符号，即对某些增长-

利用率的值来说，U形函数可能会取到负值。美国的平均值在估计曲线

的正半区域（通货膨胀区域），日本则落到曲线的负半区域（通货紧

缩区域）。如之前的15.6节所总结的，古典理论也认为通货膨胀和新

增购买力之间的直接关系只有在后者很高时才会显现出来。哈伯格于

1988年所做的1972—1988年覆盖29个国家的研究精确地展现了这个特

点，拉马穆尔蒂所做的1988—2011年覆盖46个国家的扩展样本结果亦

然。1982—1984年，阿根廷以255%的年均通货膨胀率和312%的年均总

信贷增长率落在哈伯格样本分布的高处。即便如此，二者相较于阿根

廷1989年5 380%的通货膨胀率还是温和的。尽管缺少经常账户数据，

人们还是可以看到总（公共和私人）信贷增长和名义GDP增长、通货膨

胀、货币贬值之间具有极强的相关性。在峰值时，名义GDP和价格水平

增长大大低于总信贷增长，这可以用两种众所周知的现象加以解释，

即在这种情况下，购买力流向了资产价格的膨胀和货币外逃。此外，

峰值时汇率贬值甚至比价格上涨还要更快，这正是古典理论所预测的

通货膨胀对汇率（见11.6节和表11.4）和对货币外逃产生的两种影响

混合均衡在一起产生的效果。



15.9节在主导了现代通货膨胀讨论的非加速通货膨胀失业率假设

和古典假设之间的对比中结束了第15章。古典命题可以表述为如下的

假设：通货膨胀水平是未利用增长能力低于某个临界值的程度的正函

数，受制于源自净利润率和新增购买力的移动变量。而非加速通货膨

胀失业率假设最简单的形式是：通货膨胀变化率（价格水平的加速上

升）是失业率低于“自然失业率”的程度的增函数。两个假设都将通

货膨胀与各自驱动变量对临界值的偏离联系在一起。而且，二者都预

测系统会回归到某个正常的失业率上。在古典情形中，这个失业率是

与通货膨胀率不直接相关的非自愿失业率（见第14章），而在非加速

通货膨胀失业率假设中，它实际上是充分就业率。从古典观点来看，

通过削减相对于生产率的工资降低正常失业率是可能的，这可以通过

两种方法实现：要么是新自由主义式的政策，即对劳动者进行打压，

通过削弱劳工力量降低实际工资增长率，要么是“瑞典式”的政策，

即刺激生产率的增长，使其超过实际工资的增长（见14.7节）。更进

一步，增长-利用率的临界值并不是一个均衡的比率，因为不能假定经

济会固定在这一比率上，但在非加速通货膨胀失业率假设下，自然失

业率就是在缺少持续干预手段时经济会恢复到的那个比率。在古典情

形中，通货膨胀率可以为零，只要增长-利用率和新增购买力的创造率

不过高即可。在特定情况下，通货膨胀率甚至可以为负（即通货紧

缩）。在古典情形中，通货膨胀率是确定的，而对应的价格水平是路

径依赖的；在非加速通货膨胀失业率情形中，在自然失业率下的通货

膨胀率为零，但是通货膨胀的特定值会是路径依赖的——这正是失业

的政策结论的基础，即失业率必须保持在自然通货膨胀率之上一段时

间以“拧出”通货膨胀。非加速通货膨胀失业率假设认为，恶性通货

膨胀源自国家力图使失业率维持在自然失业率之下的长期努力，因为

这建立了一个不稳定预期螺旋。在古典情形下，通货膨胀最直接的原

因是相对于利润率的增长率上升和/或相对于新增购买力的增长率上

升，只有国家将后者推向极致时，恶性通货膨胀才会出现。最后，古

典通货膨胀理论根植于真实竞争的运行，而非加速通货膨胀失业率假



设，正如大部分新古典主义和后凯恩斯主义的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假设

一样，通常是以不完全竞争为基础的。

第16章从古典经济学的视角对2007年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进行了

解读。这是21世纪的第一次大萧条，就像之前的萧条一样，它首先表

现为金融崩溃——这一次是美国次级抵押贷款部门的崩溃。但那并不

是它发生的原因。随着长期的繁荣让位于长期的衰退，经济的健康状

况由好变坏，周期性的危机是资本主义历史中绝对正常的一部分。在

后一阶段，一次冲击就可能引发一场危机，就像在19世纪20年代、70

年代和20世纪30年代、70年代那样。那些选择将每一场经济危机都看

作一个独立事件的人，会轻易忘记正是利润的逻辑驱使着资本主义经

济制度重复这些模式。在本书中，我一直认为资本主义过程本质上是

动荡的，并有着强有力的内在节奏，该节奏受到相互关联的总和因素

的调节与特定历史事件的影响。资本主义积累也不例外。商业周期是

其内在固有的动态过程中最明显的要素，包括短期库存周期（3~5

年）、中期固定资本周期（7~10年），以及可能更长的结构性周期。

在这之下，起更基础作用的是一个由长期交替进行的加速积累和减速

积累构成的更缓慢的节奏。资本主义的历史总是在一个运动不止的舞

台上上演。

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见证了很高的失业率与持续下降的物价，

20世纪70年代滞胀危机的失业率仅为前者的一半，但通货膨胀率很

高。这种差异既是对凯恩斯主义政策的有效性的例证，又是对其局限

性的警告（见第12章）。20世纪80年代，在所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

一场由利率的剧烈下降激发的新繁荣开始了。利率的剧烈下降，大大

提高了资本的净回报率（即提高了利润率和利率之间的净差额）。下

降的利率还加速了资本在全球的扩散，推动消费者债务大幅增长，刺

激国际性金融和房地产泡沫滋长。在许多国家，金融机构渴求放松对

金融活动的管制，除了加拿大等少数国家外，这种努力取得了极大的

成功。与此同时，在美国和英国等国家，对劳动力的打击空前高涨，

这导致了实际工资增长率相对于生产率增长率的下降。利率和相对实



际工资的下降大大推高了净利润率。工资增长速度下降的副作用通常

应是实际消费支出的停滞。但随着利率的下降和信贷的更易获得，消

费和其他支出都在一个日益上升的债务浪潮的支撑下继续上升。随

后，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整座大厦最终倾颓。危机还在继续。在所

有主要发达国家，大量货币已被创造出来，并被输送到工商业部门以

支撑起资产的价格，但失业强度仍然很高（见第14章）。与20世纪30

年代政府通过公共工程和/或战备创造工作岗位以扩大就业相比，当前

政府的无所作为令人震惊。根本问题在于：在资本主义制度演化的过

程中，其机构、规制和政治结构方面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为什么

资本主义制度还展现出这种周期性的经济波动模式？答案蕴含在这样

的事实之中：利润动机始终保有这个制度核心调控者的地位，而这是

因为供求都最终根植于利润率之中（见第13章）。后文中我将主要关

注作为资本主义世界霸权国家的美国。当然，实际因危机而付出的代

价是全球性的，大部分灾难降临到了妇女、孩子和失业者身上。

图16.1展示了1790—2010年美国与英国的康德拉季耶夫长波，当

用黄金等价物表示每个国家的价格水平时，该长波清晰可见（见图

5.5~图5.6），我们可以看出普遍性的危机通常大致在价格长期下行的

过程中开始。2007年大萧条的到来十分准时。正统经济学通常宣称每

一场危机都是独一无二的，并且因为问题已经被解决而不会重演。李

嘉图、费雪、萨缪尔森和伯南克都是发出过这类宣言的人。并且，当

然，正统经济学理论会继续褒扬市场的优点，淡化（甚至忽略）当前

的危机。图16.2显示正常最大利润率在整个战后期间持续下降，也就

是“技术变革始终是偏向于资本的”（见7.7节）。正常利润份额在

1947—1968年美国劳动者的“黄金时代”基本稳定，在1969—1982年

滞胀危机期间下降，在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时代显著上

升，之后又在始于2007年的全球危机期间保持高水平。这与之前图

14.14的发现相一致，即工资份额菲利普斯曲线向下移动，之后工资份

额又沿着这条新曲线持续向下移动。即使在危机期间，持续下降的工

资份额与财政赤字的结合也显著提高了利润份额。正常利润率是正常



利润份额与正常最大利润率的乘积，它在滞胀危机期间下降得更加迅

速，但之后在新自由主义时期稳定下来，直到当前的危机。事实上，

技术变革在三个时期都持续削弱了正常利润率水平，但在新自由主义

时代，工资份额的诱导性下降成功抵消了正常最大利润率的持续下

降。量度出的事实利润率显然极容易波动，如事实利润在20世纪60年

代上升反映了赤字融资带来的越南战争升级的影响。但是，从长远来

看，结构性因素占据主导地位。将利润的变化路径与利率的变化路径

相结合可以得到净平均利润率与增量利润率的变化路径。我们可以看

出，当两个净利润率均下降到历史性的低点时，20世纪60年代末的滞

胀危机就出现了。制度的整个行为在此后发生变化：增长放缓，破产

与企业倒闭大量发生，失业率大幅上升，实际工资相对于生产率下

降，股市的实际价值下跌56%以上——与大萧条最糟糕时期的表现相

同。在做出符合凯恩斯理论的应对后，联邦预算赤字增加了40倍，通

货膨胀率上升，但失业率与失业强度也同样上升（见14.6节）。针对

滞胀危机的历史性解决方案是工资份额的下降与利率的大幅下跌，二

者都对净利润率产生了影响。这就是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大繁荣的

真正秘密。问题在于这场被引发的繁荣就其本质而言具有内在矛盾。

廉价金融带来无节制的借贷，各部门债务负担猛烈增长。家庭通过承

担更多的债务来弥补增速不断放缓的工资收入，因此消费支出得以维

持，直到随后2007年次级抵押贷款部门的崩溃引发了一场普遍性的危

机，这场危机在业已脆弱的全球经济中迅速蔓延。

16.2节考察危机带来的普遍后果。鉴于正统经济学理论的倾向，

这场危机震惊了大多数学院派经济学家与央行官员，这并不奇怪。美

国联邦政府通过向市场注入大量货币维持了银行、大企业与金融市场

的平稳运行，美国金融公司基本上已回到了它们的老路上。挪威和加

拿大在对待金融市场方面更加谨慎，因此即使经受了世界出口萎缩的

影响，它们也避免了许多困境。当三大银行与货币崩溃导致其整体经

济下滑时，冰岛受到了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打击。但它使货币大幅贬

值，以试图使自身更具竞争力（这使实际工资大幅降低），并让银行



违约使外国债权人承受巨额损失，因此在危机中表现相对较好。与之

相比，爱尔兰政府介入并保护银行，将银行债务转移给国家，并通过

裁员与减薪向民众施加还款负担，失业与贫困急剧增加。与冰岛不同

的是，爱尔兰已经在欧元区内，因此它被禁止进行货币贬值。希腊、

西班牙和塞浦路斯经历了同样严重的经济问题，英国现在处于比20世

纪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更严重的低迷状态。印度和中国在21世纪第一

个10年中以极高的增长率进入人们的视野，但现在正经历着通货膨

胀、房地产泡沫与增长放缓。廉价的金融成为新自由主义时代扩大就

业和拉动金融市场的一种方式，但危机严重破坏了这一策略。据估

计，现在世界上有将近2亿人没有工作。青年失业率尤其高，2014年约

有7 400万年轻人失业，失业率为12.6%，预计还会增加。这些都是官

方的失业率，因为没有适当考虑到兼职和因持续失业而放弃寻找工作

的人，它们大大低估了真实的情况。在全球范围内，近9亿工人生活在

赤贫之中。

16.3节讨论了紧缩政策与刺激政策之间的争辩。世界各国政府都

一直忙于挽救即将破产的银行和企业，但对扩大就业的问题关注较

少。这一部分的核心是，那些推行紧缩政策以使工人更加温顺、劳动

力市场更具“竞争力”的人与那些奋力争取增加就业与维持工资政策

的人之间的辩论。我们从历史与理论（见第13章）中了解到，增加政

府支出可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刺激经济。这一点在20世纪30年代

的大萧条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在此期间，美国工程振兴管理局（WPA）

雇用了数百万人；在德国，希特勒的大规模重整军备计划很快就实现

了全面就业。战争时期，这些扩大就业活动往往伴随着巨额赤字融

资。在二战中，1943—1945年美国政府的预算赤字平均占GDP的25%，

而这一数字在2014年还不到3%。战争只是社会动员的一种形式，没有

实际的理由说明为什么在危机期间不能使用同样的模式。在任何一种

情况下，都有必要使利润动机服从于可感知的社会利益，当然，以战

争为掩护时，这在政治上会更加容易。正常情况下有所不同，因为此

时刺激经济的操作要受到产能利用率恢复到正常水平的限制，以及工



资份额与利润率之间反向关系的制约。16.5节回到了如下核心命题，

即理论对于经济分析与政策是至关重要的。正统经济学以完全竞争、

萨伊定律与充分就业为起点，随后通过向完全竞争机制中“倒入一桶

沙”以模拟现实的某些方面。后凯恩斯主义直接从不完全竞争出发，

以建立其宏观经济理论与政策。贯穿全书，我认为真实竞争理论是恰

当的竞争理论，也是凯恩斯自己有效需求理论恰当的理论基础。在需

求与供给方面，利润率都起着主导作用。

最后一章总结了本书的结构并阐述了其进一步的含义。本书的目

的是证明即使不借用诸如超理性、最优化、完全竞争、完全信息、代

表性行为人或所谓的理性预期等概念，也可以推导出经济分析中的许

多关键性命题。它们包括需求和供给定律、工资和利润率的决定、技

术变革、相对价格、利率、债券和股票价格、汇率、贸易条件和贸易

差额、经济增长、失业、通货膨胀，以及以周期性复现的以普遍性危

机收尾的长期繁荣。在讨论每一个问题时，本书都会把发展起来的理

论应用于现代的经验性模式，并将其与新古典主义、凯恩斯主义和后

凯恩斯主义分析相同问题时所使用的方法进行对比。本书的分析对象

是资本主义经济学，与此相关的经济学思想也是用上述方式处理的。

经济学思想要用研究对象（资本主义本身）的经济规律来评价。我认

为，这正是古典主义、凯恩斯主义和卡莱茨基主义的方法的本质。

本书的一个重要发现是，尽管异质经济单位（个人或企业）采取

不断改变的行动策略，具备相互矛盾的预期，规律性的模式仍会从它

们的互动中浮现出来，这是因为总体结果对微观细节“高度不敏

感”。在这个框架中，超理性概念不是必需的，因为没有它同样可以

推导出所观察到的模式，或者也可以说它是没用的，因为它没有抓住

表象之下的驱动力。古典方法以观察实际模式与结果为基础，而新古

典传统则以它们的理想化为基础。抽象的方法在两种学术流派中起着

不同的作用：对于前者，抽象化意味着典型化；对于后者，抽象化就

是理想化。在古典学说中，最终目标是通过逐步引入具体影响因素使

理论渐渐贴近现实。在牛顿的理论中，所有质量体在真空中以同样的



速度下落，但在流体环境（比如空气）中，它们以不同的速度下落，

这取决于其形状、质量及材料构成。引入这些影响因素是走向具体的

必不可缺的科学步骤。“理想的真空环境”绝不是我们想要的状态，

至少对生物来说不是。

本章继续考察了各种值得深入调查研究的重要模式。我们发现，

包括2007年爆发的全球危机在内的普遍性危机，都是在相继发生的长

期波动的下滑阶段出现的。我们进一步的任务是将利润驱动型积累和

反复出现的长期波动模式联系在一起。面对持续的技术变革，价格和

利润率的动荡均等化创造了每个变量的持续性分布。对工资率的分析

遵循类似的逻辑，但还包含了其他因素：劳动力在价值附加值的分割

中是有能动性的主体；即使在每种职业内部的工资是均等化的情况

下，不同职业的工资仍然有所差异。这就促使我们去考察工资分布的

形状和函数形式。经济物理学角度的收入分配“两阶级”理论

（EPTC）表明，劳动收入趋向于服从指数概率分布（基尼系数为

0.50），而财产性收入服从幂律（帕累托）分布。我证明了在第14章

发展起来的旨在分析工资和价值总体关系的框架，可以被扩展用以解

释由于竞争和职业差异而引发的企业间差异。这可以用来说明劳动收

入的指数或近似指数分布是如何得到以及为何得到的。同时，用基尼

系数衡量的总体不平等程度，仅仅取决于财产性收入与劳动收入的比

率和收入流的金融化程度。这意味着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利润–工资

比率的显著升高（见第14章和第16章），可以被视为相应时期观察到

的总体收入不平等急剧恶化的物质基础。

国家给收入分配的分析增加了一个全新的维度：国家可以直接干

预劳资力量对比，就像其在新自由主义时代所做的那样（见第14

章），并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影响增长与就业。通过改变利润和

工资的绝对水平与相对水平，这两种干预都可以改变收入的分配情

况。它也可以通过征税和转移支付改变税后收入分配。但是这样的

话，我们必须考虑在医疗、教育和一般福利方面的社会支出的影响。

一个惊人的发现是，净社会工资，即社会支出和税收之间的差额，在



主要国家占比很小，平均只占GDP的1.8%和员工薪资的2.2%。市场工资

是劳动力总体生活标准的核心决定因素，即使在福利最好的国家，

（社会支出和税收的）大部分作用也只是对工人生活标准做了再分

配。

这就引出了我们对皮凯蒂颇具影响力的畅销书《21世纪资本论》

的考察。这项研究代表了一种向传统的回归，即基于现实模式进行经

济学分析。他的核心观点是资本主义社会存在加剧不平等的倾向，这

一趋势仅在遭遇诸如世界大战、革命和萧条之类的重大冲击时才有所

中断。因为利润率趋向于超过增长率（r>g），以财产性收入为生的那

群人收入积累的速度快于以工资和薪金为生的人。他的理论解释依赖

正统经济学理论，包括总生产函数及其一般属性等观念。在经验层

面，我指出，前文讨论过的收入分配“两阶级”理论方法，可以仅仅

通过财产性收入与劳动收入的比率解释总体不平等程度，而这一比率

本身取决于价值附加值在工资和利润间的分割，以及相应的收入流的

金融化程度。在理论层面，在古典经济学框架内，工资份额（故而利

润份额）取决于失业程度和劳资力量对比（见第14章），资本产出比

取决于单个企业间竞争引起的被迫降价所引致的技术选择（见7.7

节），而利润率则由上述两者共同决定。如果有所谓总产出函数和

“伪”边际产量，那么它们也不过是统计的产物（见3.2.2小节）。而

且，正常利润率总比正常增长率高，因为前者是剩余与资本存量的比

率，后者是剩余中再投资的部分（投资）与资本存量的比率（见15.4

节和15.6节）。最后，我认为皮凯蒂对利润率的量度方式是完全不一

致的：作为分母的资本存量不仅包括厂房和设备，而且包括土地、住

宅不动产和净金融资产；作为分子的利润的量度不包括租金、利息、

资本利得和其他构成二级资产收益的项目。这就是他的利润率在大萧

条时上升，而在20世纪后半叶的大繁荣中反而下降的原因。这是与事

实最背离的发现。

从国际上看，我们必须说明诸如运输成本、税收和关税等具体因

素的影响都得到了强化的原因，以及历史、文化和国家的制约在劳动



力流动方面发挥更重要作用的原因。正统经济学宣扬完全竞争的愿景

和理想化的宏观经济学结论，以证明对市场产生更大依赖的合理性，

通过限制工会、增强雇主权力提升劳动力市场“灵活性”的合理性，

使国有企业更加私有化以使其资产和员工能为国内外资本而用的合理

性，以及向外国资本和商品开放国内市场的合理性。非正统经济学则

通常基于自由竞争早已不复存在的观点反驳这些措施。我认为，我们

在全球范围内发现的模式来自真实竞争理论的预期：竞争优势属于那

些有更低成本的国家，它们成本更低的原因要么是能够阻止或摧毁更

低成本的竞争对手，要么得益于国家干预和自然优势等某些历史因素

的结合。若没有全球竞争的引力场中所产生的竞争压力，所有这些便

都无关紧要了。如果我们未能理解这些资本主义背后普遍准则的具体

形式，就会对发展进程产生严重误解。

有关发展的文献的第二个主要分歧存在于正统和非正统的宏观经

济理论之间。面对充分就业理性预期模型的荒谬，转向需求约束型失

业的垄断加成模型便似乎有了其合理性。在后凯恩斯主义理论中，企

业被免于竞争，并且通过适当的价格加成，单个企业的需求压力能产

生它们期望获得的利润。总的结论便是：政府可以通过适当的财政政

策和货币政策使就业接近充分水平。但我们已经看到，即使是在发达

国家中，此类政策也不曾成功（见第12章）。古典主义的观点是，竞

争创造并保持了一个“正常的”失业劳动力储备池，如果没有相关政

策的配合，为了消除失业而刺激经济的任何努力都不会成功。这里的

相关政策指的是：使生产力的提高快于实际工资的提高，并以此抵消

对利润率产生的任何负面影响，换句话说，就是要阻止实际单位劳动

力成本的上升（见第14章）。国际竞争的准则也是一样，只是在此

处，单位劳动力成本整体上必须下降得足够快，以保持相对于国际竞

争对手的领先——这恰恰是过去和现在成功发展的经济体的经验。最

后，资本主义始终受到它所依存的真实竞争法则的束缚。

[1] 全书标记◎处表示英文原文此处有误，经作者核定后已修正。——译者注



[2] 斯拉法在笔记中指出，“其总量之间的比例（剩余价值率、利润率）不论是以‘价

值’还是以与任何剩余价值率相对应的生产价格来衡量几乎都是一样的……这显然是正确

的”（Bellofiore2001，369）。

[3] 政府支出的一部分最后成为受领者更高的收入和税收收入，即更高的税收流，故称

为回流。——译者注



2

动荡中的趋势与被掩盖的结构

本章将阐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具有的典型的长期经

济模式。这里论及的问题并非详尽无遗，但对于理解资本

主义制度的一般现象，并从中推测其本质来说是至关重要

的。以这样的视角深入审视这一制度时，诸如“循环”和

“动荡调节”这样的概念会自然而然地浮现。在下文中，

我将以美国作为主要例证，因为它是最发达的国家，而且

一般而言，美国有最好的可获得数据。尽管如此，我们探

讨的这些模式是相当普遍的。所有的数据来源和使用方法

详见附录2.1。





2.1 动荡中的增长

我们首先来观察一幅长期图景。图2.1~图2.3分别描绘了美国约

150年来工业生产、实际投资以及实际人均GDP的变化路径。从图中可

以明显看出，资本主义制度的增长趋势势不可当。像这样呈现很强的

变化趋势的变量通常以其对数值作图，这意味着曲线的斜率代表了变

量的增长率。从图中我们还可以清楚地看出，增长率从长期来看并不

是恒定的。例如，工业产出与投资均在较早时期拥有更高的平均增长

率（斜率）。可以从图中得出的最后一点结论是：增长显然总是动荡

不定的，而且投资的变化路径远比产出的要动荡。任何合格的增长理

论都必须对诸如此类的模式做出解释。

图2.1 美国工业生产指数（1860—2010年）



图2.2 美国实际投资指数（1832—2010年）



图2.3 美国实际人均GDP（1889—2010年）

接下来的三幅图显示出增长的另一面：定期发生动荡，即其动荡

性的一面。这些图描述了自1831年到现在产出围绕其增长趋势的波动

状况。图2.4A~图2.4C由克利夫兰信托公司编制（Ayres 1939，table

9，appendix A，col.1）[1]，它们显示了工商业活动中有周期性特点

的构成要素的月度指标。第一个显著特征是波动的循环再现：繁荣与

萧条、过度与不足反复出现且永不停止。这些波动是不规则的，但它

们的不规则性是有界限的。第二个显著特征是战争开始与经济上行以

及战争结束与经济下滑之间的关联，例如墨西哥战争、一战、二战、

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但在这些图中，最为突出的要素恐怕是那些在

当时被确认为是“大萧条”的经济创伤时期的反复出现：19世纪40年

代、19世纪70年代和20世纪30年代。以上在经济史学家之中是众所周

知的。我之前论证过20世纪70年代出现了另一场波及整个发达世界的

萧条（大滞胀），我还将在第16章中说明，我们至今仍未走出始于



2007年年底的又一场萧条的阴影。任何有关资本主义增长的合格理论

都必须对这些事件做出解释，并将其作为自身的重要组成部分。

图2.4A 商业周期（1831—1866年）



图2.4B 商业周期（1867—1902年）

图2.4C 商业周期（1903—1939年）



[1] 感谢拉维·巴特拉教授告诉了我这一丰富的数据来源。



2.2 生产率、实际工资和实际单位劳动力成本

图2.5所示的制造业生产率指数（单位劳动时间的产出）与雇员实

际所得指数的变化路径引发了新的问题。生产率的增长，本质上是对

技术变革的一种衡量，[1]其长期的稳定增长表明了技术进步在资本主

义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我们将在本书第7章中看到，对资本主义企业

而言，技术变革势在必行，这根植于竞争由利润驱动的本质特征。[2]

发达资本主义的一个优势在于实际工资从长期来看通常也会增

长。的确，实际工资看上去经常与生产率同步变动。这造成一个错

觉，让人以为这二者是不可避免地联系在一起的。这个错觉体现在许

多经济模型赖以建立的“典型事实”。然而，资本主义的历史粉碎了

这种自我安慰的想法。图2.5清楚地表明，在20世纪80年代初，因里根

政府对劳动力实施打击政策，加之来自外国企业的竞争不断加剧，美

国制造业工人遭受了引人注目、一直持续至今的实际工资增长停滞。

[3]生产率的增长为实际工资的潜在增长、因而每个工人实际消费的潜

在增长提供了物质基础。但是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不会自动带来实际工

资的增长。二者之间的联系需要通过某些社会机制和制度机制建立

（这往往来之不易），而这些关联又总是存在被打破的可能。



图2.5 美国制造业生产率和生产工人实际工资指数（1889—2010年，1889=100）

来源：美国经济分析局和MeasuringWorth.com（1889=100）。

此外，这样的联系即便可以良好地维持下去，也会受到严格的限

制。这是因为实际单位劳动力成本，即实际工资与生产率的比率，对

企业而言极其重要。[4]在个体层面，劳动力成本是总成本的重要组成

部分，并且单个企业要想在竞争中生存下来，便一定不能允许其总成

本相对于其竞争对手上升，因此竞争不断驱使企业降低其实际单位成

本。在总体层面，实际单位劳动力成本的增加降低了实际利润率。考

虑到后者，图2.6描绘了实际单位劳动力成本在不同时期的不同状况：

1889—1909年，由于生产率的增长快于实际工资的增长，因此实际单

位劳动力成本在这20年间下降；1909—1929年，由于实际工资的增长

追赶上了生产率的增长，实际单位劳动力成本在这20年间相对稳定；

在大萧条时期，由于生产和价格（因而名义价值增加值）的崩溃快于

工资支出的崩溃，实际单位劳动力成本呈现异常增长；1947—1963

年，在所谓的美国劳动者的黄金时代，实际单位劳动力成本又一次保

持相对稳定；1963—2010年，实际单位劳动力成本又呈现出不同寻常



的、持续半个世纪之久的长期下滑趋势。实际单位劳动力成本在黄金

时代保持了稳定，这让人们觉得工资会自动随着生产力的增长而增

长。随后半个世纪中实际单位劳动力成本的下降则终结了这一错觉。

现实情况是，实际工资和生产率之间的关系总是冲突性的，同时劳资

之间的力量平衡也总是不断变化的（见第4章和第14章）。

图2.6 美国制造业实际单位生产劳动力成本指数（1889—2010年）

[1] 生产率在短期内可以通过加强工作日劳动强度（即提速）及延长日工作时长实现。但

这两种方法都受到物质条件和社会条件的约束，有增长的极限。因此，从长期来看，是生产组

织方式（即技术）的变革带来了大部分的生产率增长。

[2] 因为企业处于由利润驱动的竞争中，采用先进技术就可能生存下去，不采用先进技术

就会被无情淘汰。因此，为了生存下去而不得不采用先进技术就成为一种外在的强制力量，使

企业不得不遵从。——译者注

[3] 实际情况是，自1974年以来，美国工人的实际工资一直在下降，至今都没有恢复到

1974 年 的 水 平 。 具 体 数 据 可 见 历 年 的 美 国 《 总 统 经 济 报 告 》 ，

http://www.presidency.ucsb.edu/economic_reports.php 或



https ： //obamawhitehouse.archives.gov/blog/2016/02/22/2016-economic-report-

president。——译者注

[4] 实际工资可以用两种方式来定义。从工人的角度来看，重要的是货币工资与生活成本

间的关系（即消费者价格指数）。这是图2.5中实际工资的量度方法。但从企业的角度来看，

重要的是实际工资与产品价格间的关系。这是图2.6中量度实际单位劳动力成本的基础。值得

注意的是，这样定义的实际单位劳动力成本也是名义工资支出在产出的总货币价值中所占的比

重。



2.3 失业率

图2.7展示了1890—2010年（官方）失业率的变化路径。它生动地

展现出历史上历次出现的大萧条对经济生活产生的巨大影响。可以获

取的数据涵盖了19世纪70年代的大萧条末期、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

时期及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时期。我们可以看到，尽管萧条可能是无

法避免的，但是也有办法让它们看起来温和一些。从历史标准来看，

20世纪70—80年代的失业率是之前两次大萧条以来持续存在的最高失

业率水平。然而，失业率的峰值相较前两次大萧条低得多，其平均水

平也仅仅达到了此前两次大萧条的2/3。这提醒我们，经济政策和社会

结构可能会在改善失业方面发挥巨大的积极作用。问题在于，这需要

付出多少成本或者会带来怎样意料之外的结果。我们将在第16章探讨

大萧条时期发达国家所采取的各种措施时继续讨论这个话题。我将论

证，抑制萧条的一个结果是延长了萧条的持续时间：抑制萧条也可能

抑制经济复苏，日本在20世纪后30多年的经历便证明了这一点。尽管

如此，这并不意味着严重的萧条比长期的经济停滞好。在这两种情况

下，劳动者和资本家付出的代价是不同的，社会制度在决定这种代价

如何在二者之间进行分摊时起到重要作用。



图2.7 美国的失业率（1890—2010年）

和实际工资类似，失业率也具有两方面的含义。从工人的角度来

看，失业率衡量了对工人生产率的相对需求。因此，失业率在一国的

经济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然而，失业率也是调节生产率增长和实

际工资增长之间联系强度的重要因素：失业率越高，劳动者相对于资

本家的力量越弱，生产率增长与实际工资增长之间存在联系的可能性

就越小。这不仅仅是因为持续的高失业削弱了劳动者的相对议价能

力，也因为它同时侵蚀了支持劳动者的社会制度（见第14章）。



2.4 价格、通货膨胀和黄金价格长波

通货膨胀意味着价格的持续增长。通货膨胀在当代话语中是如此

普遍，以至人们甚至认为它是一种自然现象。因此，我们不妨从历史

的视角来看一看这个问题。图2.8展示了英国和美国在超过230年中的

批发价格指数，◎以及相应的黄金价格指数。从中可以立刻看出，我们

现在所说的“通货膨胀”只是一个现代现象。在战后之前的几百年

中，价格持续的涨跌波动构成了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体的一个显著特

征。只有战后时期，物价水平才开始呈现出新的变动模式，即永无止

歇的增长。

图2.8 美国和英国的批发价格指数（1780—2010年，1930=100，对数值）

如果像在图2.8中那样，把20世纪40年代之前价格的长期波动与随

后价格的长期上涨置于相同的比例尺之下，前者就会在后者的衬托下



显得波动幅度很小。因此，有必要如图2.9所示，将这两个时期分开来

考察。此时，两件事情便由此凸显。在1780—1940年这超过一个半世

纪的时间里，价格变化呈现出明显的长期摇摆，但没有一个总的趋

势。正是这种波形特征奠定了“长期波动”的概念（见第5章）。但

是，在1940年之后，价格不停上涨。显然，我们必须对价格走势的这

一根本性改变做出解释（见第15章）。1940年前后两种模式间的比较

还引发了第三个问题。在1940年之前，我们不但有价格的长期波动，

还有与价格下跌阶段相伴的大萧条。但是，在1940年之后，价格的长

期波动似乎已经完全消失，而20世纪70—80年代的大滞胀与价格下跌

绝对没有任何关系。

图2.9 美国和英国的批发价格指数（1780—1940年，1930=100，对数值）

所以，大萧条和长期价格波动之间的联系似乎在1940年左右的某

个时间点被不可逆转地斩断了。真的是这样吗？有必要指出的是，一

件商品的价格就是其市场价值在另一种东西上的表现，而这另一种东

西便是社会公认的“货币”。但货币不是一个单一的物品，它具有一



系列同时存在但处于不同层次的表现形式：依赖于特定银行健康状况

的信用货币；依赖于特定国家政府健康状况的国家通货；以及像黄金

这样可广泛交换的商品，其官方或非官方地位有赖于全球商品流通的

健康状况。这些不同的货币形式产生于商品生产本身，并被国家采用

和调整。货币的各种不同形式之间的竞争通过彼此之间的兑换比率表

达出来。当发生银行挤兑时，信用货币相对于纸币和贵金属贬值。在

最糟糕的情形中，银行账户不过是一些无法兑现的承诺，并且一部分

信用货币会凭空蒸发。类似地，当人们开始严重怀疑一个国家的经济

是否健康时，其通货会对其他国家的通货贬值，同时也相对于黄金这

一国际金融体系中的（目前是非正式的）最终货币贬值。如果在这一

特定通货和其他通货之间有“固定”的兑换比率，使这一比率保持稳

定的压力就会不断加大，直到人们不得不放弃这些固定比率。同理，

如果这一通货与黄金的兑换比率是固定的（即黄金官方价格固定），

那么黄金的官方价格便会在同样的压力下被放弃。

因此，以共同的国际金本位而非各自的国家通货为标准来考察英

国和美国的物价是具有启发意义的。为此，只需要把每个国家的物价

除以用该国通货所表示的黄金价格。图2.10呈现了用这一方法得到的

英美两国的批发价格指数。由此产生的“黄金价格长波”向我们展示

了一些相当有意思的事情。不仅之前的长波动都清晰可见，且其周期

性与康德拉季耶夫一开始所提出的长波的周期性相近，而且现在在战

后时期也出现了两个清晰的长波。第一个长波在1970年达到峰值，然

后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进入强势下行阶段。这一时期恰恰是人

们认为的一场普遍性的经济危机爆发的时期（van Duijin 1983，

chs.1-2; Shaikh 1987a）。第二个长波在2000年达到峰值，并且我们

可以看到，始于2007—2008年的全球危机到来得十分准时（见第16~17

章）。



图2.10 美国和英国用盎司黄金表示的批发价格指数（1780◎—2010年，1930=100，对数
值）



2.5 一般利润率

长期波动的不仅仅是价格，我们将会看到经济的增长（即积累）

也是长期波动的。就后者而言，我将论证，它主要是由利润率驱动

的。图2.11展现的是美国的实际一般利润率的变化路径。此处用经合

组织定义的一般利润率，指的是总净营业盈余除以净资本存量，二者

均按不变美元计算（见附录6.7）。从中可以看出，1947—1982年，美

国的利润率下降超过了45%，并在此后逆转。这就立刻引出许多关键性

的问题：是什么决定了整体利润率的变化路径？为什么利润率会下

降，下降又是怎么被逆转的？这些问题又进一步地指向了另一个问

题，即我们应该怎样区分以下两种不同的情形：一种是利润变化的结

构性趋势，另一种是之前提到的周期性的、由一系列事件共同导致的

经济波动对利润率变化的影响（见图2.4A~图2.4C）。对一般利润率的

分析将为我们提供一个了解宏观经济增长及经济周期的切入点。



图2.11 美国的企业利润率（1947—2011年）

最后，大家可能会问，经济增长如何与利润率相联系。图2.11中

的利润率指的是总净营业盈余与总净（固定）资本存量之比。但后者

将所有过去投资的厂房和设备尚存的相对使用年限都计入在内。所以

无论在任何时点，资本存量都包含从（比如）30年前就投入使用的资

本，到1年前才开始使用的资本。由于没有什么特殊的理由能够说明用

了30年的厂房和新建厂房有同样的利润率，所以整体的利润率代表了

正在运行且运行时间长短不一的所有设备的平均利润率。从这个意义

上来说，它对于确定资本的总体健康程度是一个有用的参考。出于同

样的原因，它对我们预测当前所考虑的任何投资的未来利润率并没有

什么帮助。[1]当前投资（即积累）是由预测中的它的未来绩效和利润

率所调节。而这种估算又很可能受到近期投资回报率的影响。因此，

我们需要的是对近期投资回报率的某种量度。这一问题的至关重要性

将在下一节加以强调。



[1] 理论家通常假设，在资本相对使用年限的每一年中，它的价值都是使其利润率等于一

般利润率所对应的价值水平。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在所有的相对使用年限中都具有相同的利润

率，且平均利润率也就是近期投资的回报率。实际上，企业必须确定厂房或设备在相对使用年

限的每一年中实际带来的利润（相对于直接成本带来的利润），然后根据这些实际利润量为相

应的资本品赋予一个价值，以使得资本在相对使用年限中的每一年都具有相同的回报率（见附

录6.4）。但是，任何厂房和设备在特定的时刻都有可能出现亏损，这样它们就必须被赋予一

个负值。理论家通过把他们的讨论限于长期经济活动中，从而巧妙地避开了这一难题，因为从

长期来看那些产生亏损的资本是无法留存下来的（也就是说，会产生亏损的资本从长期来看会

消亡）。无论是企业还是国民账户核算都不遵循这样的程序。



2.6 动荡的套利

利润率是积累过程的核心，因为利润是资本主义投资的目的所

在，并且利润率是衡量投资成功与否的最终标准。因为增长是资本主

义再生产的一个本质特征，所以新的资本总是源源不断地流入绝大多

数部门。于是，当不同部门之间的利润率不相等时，新的资本常常更

快地流向那些利润率高于平均值的部门，并且越来越慢地流入那些利

润率低于平均值的部门。然而，问题不在于资本的流入和流出，而在

于流入速度的加快和放缓。在资本加速流入的部门，更快的资本流入

会使供给相对于需求增加，压低价格和利润，在资本减速流入的部门

则会发生相反的变动。因此，对更高利润的追求通常会使高的利润率

降低，低的利润率提高。这使得利润率在各部门之间趋于相等。大致

相等的利润率是一种涌现特质：它不是任何人所意愿的，但是它被强

加在每个人身上。

这样一种套利过程中有一些重要特征值得我们注意。首先，这是

一个永无止歇的运动，利润率始终围绕在它们不断变动的引力中心的

周围忽高忽低。这一过程几乎从不会达到均衡状态，而是到达一种具

有平均性质的平衡状态，这种平衡只能在误差不断地相互抵消中达

到。这就是动荡套利，它的特征就是反反复复的波动。竞争实际上产

生了一个围绕着平均值持续存在的利润率的分布范围，而不是产生一

个同一的利润率（见第17章）。其次，因为这一过程是由新资本的流

动驱动的，所以有意义的利润率是那些新增投资的利润率。正是在这

些利润率上，而不是在所有仍在相对使用年限中的资本的利润率上，

有望看到不同部门间利润率的均等化。

图2.12描绘了美国制造业各部门的平均利润率，粗线代表制造业

整体的平均利润率水平（见第7章和附录7.1）。我们可以看到，动荡

对利润率来说是一种常态。正是在这种动荡之中，公司决定是否对新



的产能和新的生产技术投资。一个明显的启示是，所有这些决定必须

是稳健的：鉴于利润率通常在不同年份之间大幅波动，因此所有的新

增投资都必须考虑到新增投资所带来的利润率会在一个相当大的误差

范围内波动。然而，这一启示却被理论文献忽视了。因此，分析技术

变革（“对技术的选择”）的出发点必须是真实竞争，而非完全竞

争。

图2.12 美国制造业平均利润率（1960—1989年）

在图2.12中，尽管各部门的利润率都聚集在一起，但实际上它们

一直都保持着不同。对这一现象的标准解释是：这些不同源于风险溢

价[1]和寡头垄断力量的某种组合。但是，当我们考虑新增投资的利润

率，即新增资本回报率时，图形发生了根本变化（见图2.13）。这里

的增量利润率是用总利润的变化值除以上年总投资量度得出



（Christodoulopoulos 1995，138-140；Shaikh 1998b，395）。[2]

此时很显然，与平均利润率不同，增量利润率确实是一次又一次大幅

度地相互交叉。这便是利润率均等化的真实形式：增量利润率连续不

断地从一个水平迅速冲向另一个水平，甚至从正值变为负值，这与在

正统经济学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变化平缓的“利润量”相去甚远；动荡

的均等化过程则是在增量利润率围绕其引力中心反复忽高忽低中发生

的，这完全不像理论模型中通常假定的那样，是“能够实现并能持续

保持的”均等。我们将在7.6.5小节中详细讨论这些现象，并且在第

7~11章中讨论这些现象的含义。我们将看到，增量利润率在解释股票

和债券价格变动、进而利率变动方面起着关键性作用（见第10章）。

但是现在，我们把目光转向利润率均等化在更为传统意义上的作用，

即在解释不同行业间相对价格的长期结构中起到了什么作用。



图2.13 美国制造业增量利润率（1960—1989年）

[1] 风险通常是用收益率的波动性来衡量的。正如我们看到的，收益率的波动性在不同部

门之间差别很大。经济理论告诉我们，竞争会使内在风险更高的行业具有更高的利润率（见表

7.7）。

[2] 给定平均利润率为r=P/K，其中P=利润，K=资本存量，我们可以将增量利润率定义为

=∆P/∆K。但这种量度方法需要估算资本存量，而后者依赖一整套假设，这些假设通常鲜有

事实基础，而仅是出于便捷之故（见第6章和附录6.5）。因此，将增量利润率定义为

=∆PG/IG（-1）要稳健得多，其中PG=包含折旧的利润，IG=总投资。在调整资本耗费的时候，

需要区分账面折旧和“真实的”（即经济）折旧，在估算有效寿命或真实折旧率的时候，需要

创建量度资本存量的指标，而PG和IG在资本耗费调整和有效寿命或真实折旧率估算时都是不变

的（Christodoulopoulos 1995; Shaikh 1998b）。需要注意的是，欧盟委员会经济和金融

事务总署（DGECFIN）编制的欧盟委员会年度宏观经济数据库（AMECO）最近提出了对资本边

际效率（MEC）的量度方法。它将资本边际效率定义为总产出的变化值与过去投资的价值的滞

后值之比。这一量度方法本质上与本书的方法步骤相同。



2.7 相对价格

任何一件商品的价格均可以表示为两个不同要素的乘积。第一个

要素是与生产该商品相关的垂直整合单位劳动力成本（Sraffa 1960，

appendix A; Pasinetti 1965; Kurz and Salvadori 1995，85，168-

169，178）。它等于以下所有单位劳动力成本之和：生产该商品的行

业的单位劳动力成本，加上为该行业生产投入品（原料等）的一系列

其他行业的单位劳动力成本，再加上为生产投入品的行业生产投入品

的其他一系列行业的单位劳动力成本……以此类推。这一（分析）意

义上的垂直整合囊括了生产某一给定商品所需的全部行业的劳动力成

本。第二个要素是与生产该商品的行业相关的垂直整合的利润-工资

比。它等于下列所有利润-工资比的加权平均数：生产该商品的行业利

润-工资比，为该行业生产投入品的一系列其他行业的利润-工资比，

以及为生产投入品的行业生产投入品的一系列其他行业的利润-工资

比……以此类推。[1]

亚当·斯密第一个用语言文字的方式表述了上述对商品价格的分

解。一旦伟大的思想家已经向我们展示了方法，将它以分析方式再现

出来就相当容易了。随后，大卫·李嘉图也采取了一种相似的推理模

式，论证任意两件商品的相对价格都主要决定于它们的垂直整合单位

劳动力成本之比。他认为其他因素的影响最多占7%。因此，据其估

计，就行业间相对价格的结构而言，其中至少有93%可以用相对垂直整

合单位劳动力成本来解释。除了极少数值得注意的例外（Schwartz

1961，42-44），在很长的时间里，“93% 价格理论”的理论依据一直

受到现代经济学家的嘲笑。

观察实际的经验数据总是富于启发性的。图2.14展示了1972年美

国投入-产出表上71个部门中每个部门可观测到的市场价格与直接价格

（即与垂直整合单位劳动力成本成比例的价格）之间的关系。纵轴代



表每个部门总产出的市场价值（即该部门单位产出的市场价格乘以其

总产出），横轴代表同样的产出相应的直接货币价值。我们对这两组

价格进行了比例调整，以使它们具有相等的总量。图中还展示出一条

45度的直线，以便我们从视觉上加以比较。1947—1998年，观测到的

市场价格与直接价格的平均绝对偏差为15.4%。但是，李嘉图所关心的

是长期竞争价格而非市场价格，在考虑到每一年的实际利润率的情况

下，竞争价格与直接价格的平均偏差为13.2%（见表9.9和表9.13）。

用李嘉图的话来说就是，就长期竞争价格的行业间结构而言，大约87%

可用直接和间接的单位劳动力成本来解释。事情往往就是这样：大多

数的理论家都错得相当离谱。我们将在第9章利用美国和经合组织成员

的数据研究这一问题。一如既往地，我们首要的问题在于解释为什么

会有这样的结果，以及弄清楚它们对于分析相对价格在现实中的长期

运动有什么影响。

图2.14 1972年美国经标准化处理的生产利润的总价格和总单位劳动力成本（71个行业）

[1] 权重等于每一（分析性）阶段直接单位劳动力成本与垂直整合单位劳动力成本的比值

（见9.3节）。



2.8 世界范围内的收敛和离散趋势

在本章的最后，我们将以麦迪森（2003）不朽著作中的数据为基

础，以全球性视角观察经济的长期发展。图2.15追踪了全球5个主要地

区从1600年到现在的实际人均GDP的变化趋势，这5个地区分别是：西

欧、西方旁支国家（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拉丁美洲

（包括加勒比海地区）、亚洲（东亚与西亚）和非洲。由于所有的数

据使用对数尺度，曲线的斜率即代表增长率。我们再一次看到，生活

水平的提高是资本主义顺利发展的一个典型特征。但同时，在被卷入

资本主义世界的地区，如亚洲和非洲，经济经历了将近三个世纪的停

滞甚至下降。我们还发现，人均GDP的排名是不断变化的。例如，西欧

旁支国家在19世纪中叶超越了它们的前辈区域；在此后的1/4个世纪，

拉丁美洲摆脱了最贫困地区的身份；在20世纪中叶，亚洲则决定性地

超越了非洲。



图2.15 1990年世界各地区人均GDP（以国际元为单位，对数值）

世界范围内不平等程度上升的历史趋势也同样明显。我们已经注

意到，资本主义的发展不仅仅在于收益的不平等，还在于在一些国家

获取收益的同时，另一些国家长期遭受损失。对比一下最富裕地区和

最贫穷地区的人均GDP便能发现，二者的比值在1600年为2.2，在1700

年为2.4，在1820年是2.8，在1900年是6.7，在2000年为18.5。在工业

资本主义的鼎盛时期，即在过去的两个世纪内，这一比值跃升了

564%。

即便是这一数字还是低估了富裕国家和贫穷国家之间的真实差

距，这是因为亚洲国家包括了日本、韩国以及一些石油资源丰富的国

家，非洲包括了南非、埃及和其他国家。图2.16展示了世界上最富裕

的4个国家和最贫穷的4个国家在1600年、1700年、1820年和之后每隔

10年的人均GDP（附录2.1给出了数据来源和计算方法）。一个显著的

特征是，贫穷国家的人均GDP在战后阶段大幅下降，并在新自由主义时

代（即1980年以后）再一次下降。图2.17追踪了富裕国家与贫穷国家

在相应时期人均GDP的比值，这一比值在1600年为2.8，在1700年为

3.4，在1820年为3.8，在1900年为7.1，在2000年为64.2。不平等加剧

是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的一个普遍特征，并且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

不平等加剧的速度往往会加快。在19世纪中叶和新自由主义时期都是

如此（见附录表2.1.1）。



图2.16 最富裕4国和最贫穷4国的人均GDP（以国际元为单位，对数值）

图2.17 最富裕4国和最贫穷4国人均GDP的比值（以国际元为单位，对数值）



2.9 概括与结论

本章试图说明，成功的资本主义经济体是以强有力的长期模式为

特征的。实际产出、投资和生产率的变化路径证明，经济增长以及不

断提升的社会效益是这一制度的根本特征。这是一种在远观视角下得

出的结论，在这种观察中，这一制度的根本“秩序”主导着图景的全

貌。然而，如果我们更为近距离地观察这些相同的模式，就会发现这

一体系的增长总是贯穿在反复出现的波动中，通过反复出现的波动表

现出来，并且总是被周期性的“大萧条”打断。这样，这时起主导作

用的便是其“混乱”的一面，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成本。这两个方面

当然是不可分割的，因为在这一制度中，秩序是通过混乱之间的相互

冲突实现的。这才是“看不见的手”运作的方式。

持续性的技术变革是资本主义的另一大典型特征，它表现为不断

增长的生产率。它为每个工人实际工资和实际消费的历史性增长提供

了物质基础。但在这里，社会性决定因素的干预也更为公然。法律和

制度机制为工人提供了手段，用以分享生产率增长带来的好处。然

而，由于实际工资和生产率的比率决定了实际单位劳动力成本，企业

有强烈的动机抗拒实际工资的增长超过生产率的增长。这两股力量之

间的角力有时候会使力量平衡发生急剧转变：自20世纪80年代起，制

造业工人的实际工资陷入长期停滞，然而生产率却持续增长，以至实

际单位劳动力成本在20年中急剧下滑。20世纪80年代的高失业率和对

劳工组织的打击，削弱了工人争取高收入的能力。与此同时，美国制

造业面临的不断加剧的国外竞争，也大大加强了企业降低成本的欲

望。制度是重要的，然而它们却只能在竞争和积累划定的界限之内运

行。

本章还探究了英国和美国不同寻常的物价水平历史。几个世纪以

来，价格一直呈现长期摇摆，而没有长期趋势。比如在英国，1940年



的物价水平指数与1720年的物价水平指数是一样的。在这段时期间隔

中，价格“长波”主导了我们所见的图景，但并没有一个总趋势。然

而，在战后的整个资本世界里，这一模式发生了剧烈变化。物价开始

不断上涨，通货膨胀开始表现为一种自然现象。于是，长期波动似乎

已经完全消失。然而，它们真的消失了吗？如果不用一国自己的通货

而是用共同的国际标准（黄金）来表示一个国家的物价水平，我们便

能看到一幅惊人的黄金长期波动图，而且这一波动一直持续到今天。

事实上，2007年开始的经济危机——21世纪的第一次大萧条，到来得

十分准时。第16章将对其起源和全球经济的动态发展过程进行详细探

讨。

对利润率的考察引出了另一组问题。美国的一般利润率在1947—

1982年急剧下降，之后只是部分反弹。这引出了投资怎样与利润率相

关联的问题，进而导致了我们对增量利润率和平均利润率的区分。我

们论证了只有前者与新的资本（即投资）有关系。因此，只有前者才

会因（新）资本在部门间的流动而实现均等化。对美国制造业各部门

平均利润率和增量利润率的考察，所揭示的正是这样一种情况：平均

利润率在大部分情况下各不相同，但增量利润率一次又一次地“交

叉”。

相对收益率同样在长期竞争价格的决定中起着一定作用。在古典

理论的传统中，这一作用是微不足道的，因为行业间相对价格结构中

的大部分被预计由相对直接和间接（垂直整合的）单位劳动力成本决

定。李嘉图估计，相对利润率最多可以解释7%的相对价格的差异，剩

下的部分则由实际单位劳动力成本决定。这一相对价格的“93%理论”

长期以来一直受到几乎所有理论家的嘲笑。然而，经验证据却向我们

发出了不同的声音：1947—1988年，对于美国投入-产出表上的71个部

门来说，长期竞争价格与垂直整合单位劳动力成本之间的平均绝对偏

差为13.2%，这与李嘉图的估计相差不大。



我们以跨越三个世纪的全球视角结束了本章。我们发现，西欧和

西欧旁支国家（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资本主义使这些地

区内部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同时，在这段时期的绝大部分时间里，

它们在亚洲和非洲的殖民地却经历着经济停滞甚至下降。对最富裕国

家和最贫穷国家相对实际人均GDP的考察，揭示出在这样一个深陷资本

主义网络的世界中，不平等程度日益加深。

我们所继承的世界便是这段历史的产物。最富裕国家的人均GDP超

过3万美元，而最贫穷国家的人均GDP不足1 000美元。但即使是后面这

个数字也具有误导性，因为在贫穷国家，收入分配的不均令人震惊。

据世界银行的估计，在2008年全球性危机开始时，全世界有21亿人

（几乎占据世界人口的一半）每天的生存费用不足2美元，有8.8亿人

每天的生存费用甚至不到1美元（Bank 2008）。当下重要的争论点在

于，这些缺陷是能够通过对资本主义加以限制和补救，还是能够通过

加速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得到解决。本书关注对发达国家的

经济分析，并将其作为进一步分析全球范围内的发达与欠发达的基

础。本章所示的模式以及其他有待阐明的模式，都深深根植于这一全

球资本主义制度。在这些经济过程所规定的界限内，社会和经济干预

均拥有发言权。理论的任务就在于解释它们是如何相互联系的。



3

微观基础和宏观模式



3.1 引言

上一章表明，成功的资本主义经济体以一些强大的长期模式为特

征，有序和无序并存其中。这直接引发了两个基本的方法论问题。由

于资本主义是一个动态的社会系统，其文化、制度和政策从长期来看

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那么一代又一代的无数个体持续进行的交互作

用如何可能产生稳定的循环模式呢？而且，就算我们能回答第一个问

题，第二个问题会接着出现：对于我们实际发现的那种动荡模式，均

衡、调整过程和动力学的哪些理论概念是适用的？

第一个问题将我们引向微观过程和宏观模式的关系问题。微观经

济学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个体行为人会做出选择，而这些选择将产生

个体性结果与社会性结果。激励很重要，它们确实会影响个体选择，

但这并不意味着个人决策以所谓的理性选择、理性预期原则或它们所

体现的简单化的激励为特征（即超理性行为），这也不意味着可以通

过代表性行为人来对总体进行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反对超理性行为

与代表性行为人的历史性、经验性和分析性证据都是无可反驳的。而

且，对主要的经验性研究结果的解释是可以从大量的个体决策方式中

得出的。这是因为塑形结构（诸如预算约束和社会影响）在产生总体

模式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传统的理论构想既站不住脚，也非必要。

一旦认识到极为不同的微观基础可以产生相同的市场层面或整体

经济的模式，我们就可以将微观经济学划分为两种不同的命题：（1）

可以从大量微观基础推导出来的基于经验的命题，包括斜向下的需求

曲线、必需品收入弹性的差异、收入驱动的消费函数等；（2）基于个

体行为特定特征的命题，这里所假定的基础是理性选择（后一命题包

括那些关于市场过程有效率、和谐和一般最优的常见定理）。这样划

分的优点在于为分析个体经济行为可能具有的特征拓展了空间，同时

又保留了在经济分析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主要微观经济模式。



这绝不意味着微观过程并不重要。相反，微观过程在决定个人路

径和评估宏观结果的社会影响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如果人们选

择采取同样的行动，微观过程就能在总体层面发挥决定作用，如普遍

罢工、消费者联合抵制购买和大规模抗议的情形。代理一直存在于个

人决策中，有时也会出现于集体决策中。因此，我们需要理解个体行

为人实际上是如何行动，如何对宏观环境变化做出反应，以及在何种

程度上反过来影响宏观环境的。

在这一点上可以得出两点结论。第一，总体的经验事实并不需要

任何特定的微观过程与之对应：条条大路通罗马。第二，如果我们考

察个体实际如何行动，经济人假设模型是极为糟糕的。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按微观、宏观划分经济理论的做法是相对较

新的。古典理论通常从价格入手，价格理论则为分析增长、就业和对

外贸易奠定了基础。凯恩斯首先提出了微观个体行为分析和经济总体

分析的现代划分（Janssen 1993，5）。在凯恩斯看来，总体的运行原

则不同于个体结果。我们将看到，卡莱茨基和弗里德曼做了同样的划

分（见3.4节）。

卢卡斯采取了完全相反的策略：宏观必须被分解为微观。由此产

生的针对凯恩斯主义类型宏观经济学的卢卡斯批判包含4个命题。结构

据说产生于行为人的个体决策原则。环境变化（如政策变化）将改变

个体行为，从而改变结构。因此，基于过去模式的模型无法预测环境

的潜在变化所产生的影响，因为结构本身已经发生了变化。因而，微

观行为支配宏观结果（Salehnejad 2009，22-25）。卢卡斯的重要结

论是，如果宏观能被恰当地整合到微观中，“‘宏观经济学’一词将

会消失，‘微观’这一修饰词也会成为多余。我们只会讨论……经济

理论”（Lucas 1987，107-108）。

通过再增加5个额外的假设，现代新古典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就建立

在这个一般基础之上。



•个体行为人被假定为追求期望效用或利润的最大化。

•他们的预期在均衡时基本正确。

•假定均衡实际上存在。

•特定类型行为人的集体行为，可以用具有理性行为、理性预

期的单一代表性行为人来模型化。

•只有以这种方式从微观经济学推导出来，宏观经济学才被视

为严密的。

众所周知，这种特殊的经济学方法必须与微观经济学的总体经验

法则保持一致，如需求的价格、收入效应，以及所观察到的产出、消

费和投资的宏观经济模式。但有趣的是，这种方法并没有认识到它本

身必然会模仿个体行为的经验模式。在这个层面上，个体超理性行为

假设通常是分析的起点（见第12章）。

本章的第一部分主要讨论以下相关问题：理性选择、复杂性理

论，以及加总的“涌现”特质（即总体大于局部之和这个古老观点的

现代表述）。这部分证明，我们没有理由受超理性行为的标准模型束

缚，它既未刻画实际行为，也不是有用的规范性准则。除了一些偶然

的情形，用代表性行为人描述总体结果特征的方法并不起作用。超理

性代表性行为人概念的真正作用是为新古典经济学的任务服务，即将

资本主义描绘成有效和最优的制度。在这个意义上，它是完美的工

具。最后，这部分论证稳定的总体模式产生于根本的塑形结构（预算

约束和收入分配），而非个体行为的细节。通过例证，我将表明消费

者理论的主要经验模式（斜向下的需求曲线，必需品、奢侈品的恩格

尔曲线，以及总消费函数）和生产者理论的主要经验模式（总生产函

数）都能从各种不同的微观基础推导出来。第14章对实际工资也采取

了类似的处理方式。在正常情况下，宏观结果对微观过程的细节“高

度不敏感”。这绝不意味着微观过程并不重要。微观因素在决定个人

路径时显示出它们的重要作用，它们会在人们采取一致行动时发挥决



定性作用，比如普遍罢工或消费者联合抵制购买的情况，它们还会在

评估宏观结果的社会影响方面发挥尤其重要的作用。所有这些都表

明，要与总体经验事实相对应，不必预先假定任何特殊微观过程的存

在。如果有人想考察经济人假设对实际人类行为来说是不是一个良好

的模型，他就必须考察它与实际人类行为是否相符。在这一方面，存

在的全是否定性证据。

考察实际经验模式所提出的第二个问题将我们引向了一个重要的

区分：传统观念将均衡视为一个达到的状态，古典观念则将均衡视为

一种引力过程。时间和动荡在传统观念中消失不见，其焦点转移到了

均衡状态和稳态路径上。在古典观念中，确定的平衡从来不曾存在，

因为均衡过程本质上是周期性和动荡性的。各种稳定吸引子及其在重

复冲击下的行为表明，动荡性引力过程是一般情形。接下来考察的是

引力的中心和均衡路径。分析表明，以变量的比率或至少以其增长率

表示的一个动态体系可以将基本变量的动荡增长纳入进来。最后，动

荡性引力过程的时间维度被考虑进来，包括利润率的均等化，以及金

融、商品和劳动力市场的总需求与总供给。我们建立起了这些过程与

各种商业周期之间的关系，并提出了一种调整速度的总体分类方法。



3.2 微观过程与宏观模式

在社会科学中，我们正遭受一场奇怪的精神错乱……经济学、政

治学和法学的正统学说建立在一个隐性的假设基础上，即人类行为是

由理性计算支配的……［尽管］这个假设与事实相反。（Mitchell

1918，161）。

3.2.1 描绘个体人类行为

研究人类实际如何行为与断定他们应当如何行为大有不同。如果

我们想知道人类如何行为和为何做出这些行为，我们将诉诸行为经济

学、人类学、心理学、社会学、政治科学、神经生物学、商业研究和

进化理论。我们发现，进化根源、文化继承、等级结构和个人历史都

会影响我们的行为：我们是自己的进化遗产界限内的社会创造物

（Angier 2002; Zafirovski 2003，1，6-8; Ariely 2008，chs. 4-

5，9）。大量证据表明，我们并不能对偏好进行一致的排序，我们对

概率的判断很差，我们并不以“理性”的方式对待风险，我们经常犯

大量的推理错误，而且我们的行为通常基于习惯和经验法则（Simon

1956，129; Conlisk 1996，670-672; Anderson 2000，173; Agarwal

and Vercelli 2005，2）。最后，我们的“理性并不高贵，力量并不

伟大”。[1]相反，我们的“理解力极为薄弱……［而且］受制于我

们很大程度上无法理解的力量”（Ariely 2008，232，243）。任何广

告商都深知，我们的偏好容易受到操纵，我们的反应完全能被预测

到。

新古典经济学完全无视所有这些证据，顽固地将个体描绘成利己

的计算机器，具有高贵的理性和伟大的力量，且几乎不受外部影响。

风险、不确定性和信息成本的引入改变了约束条件，但并未改变基本



的行为模型（Furnam and Lewis 1986，10）。我将这个教条称为“超

理性”，以区别于更一般的“理性”概念，后者指这样一个信念或原

则：行动、观点应当基于推理。这里的关键是要避免新古典的错误习

惯，即将超理性看作完美的，将实际行为看作不完美的。[2]如果所

有现实的东西都被视为非理性的，世界确实会一团糟。

问题不在于经济激励是否重要，而在于它们有多重要。经济激励

当然会影响个人选择与社会结果，但经济机会和大量非经济刺激与限

制也能发挥同样的作用。这里需要回答的问题是：对于个体人类行

为，新古典经济学为什么采取了一个彻底的简化论者的表述？我们需

要考察以下两个方面：（1）作为实际行为模型的超理性；（2）作为

理想行为的超理性。

在第一点上，超理性对于将资本主义描绘为最优的社会制度发挥

了作用，因为（除其他原因以外）这种描绘需要所有个体明确知道自

己想要什么，并能确切得到他们所选择的东西。[3]在这种内在必要

性的驱使下，出现了大量为依赖这些假设提供正当理由的尝试。有托

勒密式断言[4]指出，我们必须坚持超理性假设，因为（真正的）经

济学家就是这么做的。有基于经验的断言指出，这是对人类实际如何

行为的一个良好近似，这个断言微小的缺陷是要求其捍卫者削减“大

量的”相反证据（Conlisk 1996，670）。[5]有出于便利性考虑的论

点认为超理性提供了易于分析的结果，如科尔曼（1992，134）指出

的，它们“与在黑暗处丢失钥匙，却选择在路灯下寻找的人的行为相

符，因为在路灯下更容易看到”。在另一个极端，弗里德曼（F扭曲）

认为，既然超理性能产生良好的经验结果，那么对其假设的任何批判

都是不恰当的（Samuelson 1963，232）。弗里德曼的假说存在的问题

在于，一组给定的假设所包含的经验含义超出了其任何特定使用者所

选择探究的范围，而至少在科学话语的规则内，其他使用者是可以自

由探索其他路径的。确实，不同的假设经常能产生相同的经验预测，

因而区分这些模型的唯一方法是扩展经验的范围，直到它们的预测不



同。这样做的话，假设恰恰是重要的。[6]我们将在下一节继续讨论

这一点。

也有人声称，“我们有可能以这种方式定义一个人的利益，即无

论他做什么，都能将之视为其对个人利益的追求”（Sen 1977，

322）。如果我们认真考察这个命题，立刻就会发现很多问题。例如，

如果你能从他人的幸福中得到满足，那么就会有人说你与那些毫不关

心他人的人一样自私自利。这同样适用于你从他人痛苦（后者毕竟

“仅仅”是“负”幸福）中获得快乐的情形。在这种病理学的天平

上，自我陶醉者、乐善好施者和精神病患者被视为本质上相似的人。

尽管如此，主流经济学只有在自我陶醉者的情形中才能“运转”良

好：其他两类人暗含的个体相互作用通常会产生“外部性”，而这必

须被排除在标准的一般均衡模型之外，因其不利于将资本主义描绘为

最优的社会制度（Sen 1977，328）。

显示偏好理论是同一个“定义性利己主义”假设的一个可操作版

本（Sen 1977，323），[7]而且其将超理性动机强加于人类实际行为

的企图导致了众所周知的难题。最起码，这个假设需要个体行为表现

出特定的模式，以使之至少能为超理性遭受的诘难辩护。[8]如果某

人在x与y之间选择x，在y与z之间选择y，但在x与z之间选择z，那么这

种行为就与超理性概念相矛盾，从而被视为非理性。在一种情形中选

择x，在另一种情形中选择y也是这种情况。如果随着时间的推移，这

种排序变化只发生一两次，人们可以通过假定在此期间这个人的“品

位”发生了变化，试图挽救这个理论。然而，这是一个危险的领域，

因为偏好结构的稳定性是传统教条的根本属性，品位的变化不能过于

频繁。[9]反复无常是被绝对禁止的。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是，所有

这些将特殊动机强加于人类行为的企图都没有考虑到一个重要的信息

来源，即人们对自身动机的描述（Sen 1977，322-323，325，335-

336，342-343）。如果抛开这些信息，就必须宣称人们完全知道自己

想得到和能得到的东西，然而却不知道自己知道些什么。这就为整个



论证施加了一种确定的逻辑张力。宾莫尔（2007，2）告诉我们，“即

使人们事前并未考虑到所有的事情，这也并不意味着他们必然会表现

得非理性”。他继续指出，即使是“没有思想的动物们”，如“蜘蛛

和鱼”，“最终也能表现得好像具有理性”，因为进化已经为它们的

行为设定了程序。无论如何，这证实了主流经济学所谓的“理性行

为”，无非是任何能用一个理性行为模型模拟出它的一些结果的行

为。人们能很容易地想象鱼和蜘蛛的行为，而这些行为的结果可能并

不是主流经济学家宣称属于它们的。

博弈论如出一辙！它公认的优势在于考虑到了超理性、自利行为

人的策略互动。[10]由于潜在的互动需要策略上的考虑，参与人的预

期就发挥了决定性作用（Hargreaves Heap and Varoufakis 1995，

24-25）。不幸的是，所有这些都被以一种完全自私自利的方式模型化

了：参与人要么被假定为持有一个无穷回归的完全正确的信念，其中

“爱丽丝［正确地］认为鲍勃认为爱丽丝认为鲍勃这样想……”，

[11]要么被合宜地假定为通过“一些调整过程”而达到相同的结果

（Binmore 2007，4-16）。毫不奇怪，博弈论一开始就与经验证据相

矛盾（Hargreaves Heap and Varoufakis 1995，240）。然而，它成

功地对社会科学施加了巨大的影响，甚至将自己描述为“一种框架，

人们可以在其中真实地讨论什么对社会是可能的或不可能的”

（Binmore 2007，65）。博弈论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是依赖基数效用。

博弈论以这个假设为中心——每个参与人以特定的报酬评价结果：这

些 报 酬 要 么 用 “ 效 用 单 位 ” 来 衡 量 （ Hargreaves Heap and

Varoufakis 1995，5，9，66），要么用货币来衡量，后者暗指所有人

以相同的方式进行评价。这两种假设都需要基数效用，而且第二种假

设要求相同的基数效用（Hargreaves Heap and Varoufakis 5，9，

66）。[12]在后一种情形中，甚至不同人之间的效用也是可比较的，

这使它与基数效用论的一个版本等同。这个版本在20世纪初就被清除

出了正统经济学的教条，因为它与支持收入平均分配的论点相关联



（Strotz 1953，384-385，396; Hutchinson 1966，283，303; Black

1990，778）。

贝克尔（1981）关于家庭经济学的著作是超理性一般应用中影响

最大的。他的方法建立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上：效用最大化行

为、均衡分析（这里针对“婚姻市场”），以及至少是初始的稳定偏

好（Pollak 2002，1-8，41）。和博弈论一样，焦点集中在少数个体

的互动上，这里指的是家庭成员。家庭被视为“孩子和其他商品”的

生产者，婚姻被视为“一个拥有效用最大化参与人的有效市场的最优

分配，其特性是没有被分配给彼此的人无法通过结婚变得更好”

（Becker 1987，282，284）。贝克尔的创新之处在于，他允许至少有

一名效用最大化的家庭成员关心其他人的消费。[13]他用这个框架解

释多育、一夫一妻制和一夫多妻制、孩子的健康与教育（质量）、劳

动的性别分工、婚姻和离婚。波拉克（2002，28-35）指出，人们可以

用博弈论来代替，因为后者与新古典的假设相一致。因此，人们也能

从议价模型的占优角度分析家庭行为。接着出现了一个关键的问题：

如果有许多可行的方法，我们如何从中选择？波拉克将“美学、数学

易处理性……简约和经验证据”列为可能的标准。确实，他将经验证

据作为自己论证的重要基础，反对贝克尔家庭模型的附属假设。但惊

人的是，波拉克自己从未用经验证据反对这两种方法共同的根本假

设。

也许分析马克思主义对超理性的应用最为惊人，其最主要的哲学

家杰拉尔德·科恩（1978，xvii-xxiv）已经简洁明了地概括了它的学

说。它是一种将马克思主义概念基于新古典方法论的反辩证和反整体

的尝试。它“相信（新古典）经济学本质上是合理的”，因而依靠理

性选择理论、博弈论和相关的新古典数学方法来推导它的结论。在坚

持这个传统的过程中，它试图“用微观要素与微观机制解释摩尔现

象，这些要素与机制分别由一些实体构成，同时也是一些能够在更清

晰的层次上发生的过程的基础”。这对罗默和埃尔斯特的经济学与社



会方法至关重要。因此，分析马克思主义者“拒绝这种观点……即将

社会结构和阶级描述为这样的实体——其所遵从的行为规则并非其构

成个体的函数”。换句话说，作为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它们否

认涌现特质的概念。正如科恩指出的，“在最终的分析中，个体行为

总是最重要的”。

前面叙述的内容都与这个断言相关：超理性是分析实际行为的有

效工具。然而，超理性也被辩护为一种行为规范。笛卡儿、斯宾诺

莎、莱布尼茨、边沁和穆勒都将理性选择视为理想的行为基础，尽管

他们都承认人们实际上并不如此行动。这个规范性的方面是福利经济

学和社会选择理论的核心。在哲学层面，它被用于界定一种“个体应

如何行动”（理论原因）的标准，理性的行动（“实际原因”）应当

与其保持一致（Chai 2005，2-4）。[14]人们普遍承认，这样的概念

需要一个实际并不存在的行为人（Chai 2005，4）。人们进一步承

认，它可能会对个体或组织产生有害影响，如囚徒困境的情形（Chai

2005，6）。在经济学中，其谱系从瓦尔拉斯一直延续到阿罗-德布鲁

和卢卡斯。瓦尔拉斯的兴趣在于描述一个“理想”经济或“完美”经

济，这当然也是阿罗-德布鲁一般均衡模型的目标。格拉布纳（2002，

8）引用了卢卡斯（1980，696-697）的话：“‘理论’并不是一套描

述现实经济行为的主张，而是一套用以建立一个与现实经济行为类似

或相似的系统的详尽指南——一个机械的仿制经济。”[15]根据这种

观点，理想化的描述与现实世界的差距都被归因于“后者的缺陷”

（Grabner 2002，6）。那么问题来了：是什么令这些方法一开始就是

完美的？不难论证，人类的推理能力比超理性更为复杂，因为真正的

推理总是发生在社会环境之中，遵循其价值标准（Hayek 1969，87-

95）。超理性模型是在赞美一个形如“社会白痴”的人（Sen 1977，

336）。这种描述很难被人接受，除了以下这点：它为市场是理想的经

济制度和资本主义是理想的社会形式的断言奠定了基础。这是其内在

的合理性的依据。



一个可供选择的规范性论点认为，教导人们以自私自利的方式行

事是合意的，因为这会让市场更好地运转；市场是合意的，因为它优

于其他社会劳动分工形式（Hayek 1969，96-104）。这是发展经济学

当前的主导观点，是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和其他类似的国际机构

加速创造市场的公开原因，也是遍布发展中国家的“亲市场”机构的

公开原因（Shaikh 2007）。“休克疗法”仅仅是这一教条最极端的应

用。然而，一旦承认超理性既不真实也不合意，资本主义制度的最优

性就失去了理论基础的支撑。[16]剩下的可供选择的论点是强调资本

主义不可否认的历史力量，即它是经济增长和其有效边界内生活水平

提高的源泉。但接下来，人们必须承认它同样无法否认的历史：暴

力、不平等和持续的国家干预（Chang 2002a; Harvey 2005）。

对标准工作方法的最后一个辩护来自以下断言：没有超理性假

设，“经济理论就会退化为一个特设性假设的大杂烩……缺乏整体的

凝聚力和科学的可反驳性”（Conlisk 1996，685）。这是一个有趣的

推测，因为可以论证超理性教条本身就充斥着特设性假设，而且它早

已被科学地驳斥了。◎即便如此，这种强烈抗议背后的焦虑也是很明

显的：如果我们从实际行为的基础着手，到底会发生什么？我将在本

章最后一节回到这个问题上来。

3.2.2 描绘总体行为

总体行为是宏观经济学的基础。在这个领域，新古典宏观经济学

依赖两个基本主张：（1）个体行为可以有效地用超理性建模分析；

（2）总体结果可以被视为一个单一的“代表性”超理性行为人的行

为。我们已经讨论了第一个主张。对于第二个主张，它不过是虚假

的。总体行为不能用其任何构成要素来刻画，因为总体不只是部分的

加总，用现在流行的说法就是总体具有涌现特质。更确切地说，涌现

是这样一种现象——“充分阐述的总体行为从局部的个体行为中产



生”，而且它通常对个体行为的变化不敏感（Miller and Page

2007，46）。加总极具变革性，它是个体的稳健转形。

涌现的第一个含义是平均个体通常与代表性行为人极为不同，这

个平均个体是总体的另一个名称。塑形结构（即正的和负的变化率加

强）的存在是关键，它将异质的个体行为转变为稳定的总体模式。一

个著名的例子是理想气体定律P·V=R·n·T，即理想气体的压强（P）

和体积（V）的乘积，等于理想气体常数（R）、气体量（n）和气体温

度（T）的乘积。这个定律的形式最初是由波义耳（1662）、查尔斯

（1787）和盖-吕萨克（1802）从经验上有力的宏观假设中推导出来

的。然而，在气体实际上是一团不断移动的粒子的观点被提出来后，

重新调和新的微观观点与之前的宏观定律就显得尤为重要。理论家将

气体描绘为无数不规则的粒子，它们在容器（塑形结构）内四处移

动，相互碰撞，并与容器壁发生碰撞（负变化率加强）。[17]随之产

生的个体路径过于多样和复杂，以至无法对其进行分析刻画。然而，

在统计层面上我们可以说，在给定的时间段内，数量大致相等的粒子

与容器壁碰撞的宏观面积相等。这些与容器壁发生的碰撞，产生了气

体所施加的压强。在任何给定的容器内，气体的量越大，气体的粒子

就越多，从而与任何给定的容器壁面积所发生的碰撞次数就越多。类

似地，温度越高，粒子运动速度就越快，从而它与容器壁碰撞的次数

就越多。在这两种情形中，气体所产生的压强都更大。因此，在合适

的统计技术的帮助下，我们能再次推导出宏观定律P·V=R·n·T。这

次它是作为一种关系——产生于异质性个体粒子与容器壁塑形结构的

相互作用。总体的气体定律现在表现为被塑形的（即受限制的）整体

自身的“涌现”特质，不能简化为任一“代表性”粒子，或由其推导

出来。

这个结论也适用于经济过程。首先考虑消费者理论。个体收入水

平所决定的预算约束即为塑形结构。在最简单的情形中，所有个体都

被假定为具有超理性，他们的偏好结构非常相似，从而存在一个明确



界定的新古典代表性行为人。虽然如此，科尔曼和科克（1986）表

明，收入分配的变化足以使总体产生涌现特质，因此即使在最简单的

情形中，平均个体也不同于代表性行为人（Kirman 1992，128）。希

尔德布兰德和克奈普（2004，2-3，6-7，20，26）研究了一个具有异

质跨期效用最大化者的总体人口的行为，里面的每个个体都最大化一

些可能受制于不确定性的目标函数。最大化问题产生了一般变量、个

体偏好参数和每个个体消费之间的一种关系。人均总消费取决于解释

变量在人口中的联合分布，这一联合分布本身在总体层面成为一个解

释变量。他们发现，即使这个联合分布是非时变的，总消费函数的形

式通常也完全不同于个体函数。福尔尼和利皮（1997，iv-vii）也在

理性预期假设下研究了基于异质行为人的跨期最大化新古典模型。为

了得到线性随机方程解，他们在最优化阶段假定了二次函数。尽管如

此，加总还是产生了新的性质：微观经济特征（如变量协整和格兰杰

因果）不会传递到总体中；宏观模型与个体模型的参数之间不存在任

何简单的关系；微观理论层面的过度识别约束并不适用于宏观参数。

科尔曼（1992，122-124）指出，即使异质性个体具有相似的效用函

数，显示偏好弱公理（WARP）也不会延伸到总体，因此集体也许在一

种情形中认为x优于y，在另一种情形中却相反。科尔曼（1992，124）

得出结论：“从代表性行为人的偏好推断社会偏好，并将之用于公共

政策选择是完全不合理的。”

生产理论在从个体企业过渡到总生产函数的过程中也遇到了同样

的难题。一旦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具有异质商品的世界，我们就需要构

造总产出和总资本的测量方法。罗宾逊夫人（1953—1954）指出，创

造一个与总生产函数一致的总资本测量方法是不可能的。一个总生产

函数（APF）代表了与任何给定的实际工资率-利润率（要素价格）组

合相对应的最优生产系数集。斯拉法（1960，38，81-87）表明，在一

个存在异质产品和各行业存在多种可行生产方法（设计蓝图）的世界

中，在一个更低的利润率水平上，与最优技术对应的总资本-劳动比可

能会更低。这一点与所有的新古典总生产函数相矛盾，因为后者将更



高的资本-劳动比与更低的利润率联系在一起。在回应罗宾逊夫人的挑

战时，萨缪尔森（1962）着手解释斯拉法式设计蓝图如何与一个表现

良好的新古典生产函数相协调。不幸的是，结果却证明他的替代生产

函数严重依赖一个假设，即所有行业都具有相同的资本-劳动比。帕西

内蒂（1969）和加雷尼亚尼（1970）确定地证明，在更一般的条件下

并不存在一个总生产函数。确实，加雷尼亚尼（1970，421）证明替代

生产函数行为只有在每个行业内资本-劳动比相等的情形中才成立。这

是一个绝妙的历史讽刺，因为它意味着萨缪尔森的竞争性价格必须与

简单的劳动价值论相一致（Shaikh 1973，11-14，66-83）。[18]在

新古典这边，富兰克林·费希尔全面研究了从微观经济中假定存在于

企业层面的表现良好的生产函数过渡到一个总生产函数的问题。他的

结论是，即使在企业层面规模报酬不变的简单情形中，“加总的条件

也极其苛刻，这导致总生产函数……不可能存在”。正如他所指出

的，这导致以下标准方法不再有效：“对劳动总需求曲线的详细说明

与估计”，对“生产率的测算”——这实际上是“对索洛余值的曲

解”，以及“用总生产函数证实新古典分配理论的有效性”（Fisher

2005，490）。

总生产函数文献也反复碰到总体层面的涌现特质问题。霍撒克

（1955—1956）表明，一个微观层面的简单固定系数技术的特殊分

布，可以模拟一个柯布-道格拉斯总生产函数，即使微观层面的固定系

数排除了任何边际产量及其相关分配规则的概念。费希尔（1971）模

拟了具有N个企业的系统的总体行为，其中每个企业都被假定为拥有一

个微观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他发现，产出、资本和劳动的总体关

系通常并不能模拟一个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除非模拟被施加一个

先验约束，使总劳动份额基本不随时间的推移而变化。谢克（1973，

ch.3）表明，在假定总利润与总工资之和等于总价值增加值的情况

下，一个由社会关系决定的稳定的劳动份额，就足以解释柯布-道格拉

斯总生产函数的明显适用性。谢克（1987b）证明了一个以单一主导线

性技术（它意味着相等的资本-劳动比，从而使相对价格遵从简单的劳



动价值论）、不变劳动份额和哈罗德中性技术变革为特征的严格的非

新古典经济，看上去非常像一个在中性技术变革过程中表现良好的柯

布-道格拉斯总生产函数。即使单一主导技术的存在意味着资本和劳动

的边际产量无法界定——因为每个工人的产出和资本不随工资率-利润

率组合的变化而变化，这也是正确的。正如在费希尔的尝试中一样，

之所以得到一个虚假的总生产函数，是因为工资份额不变，还因为数

据是由下面这个会计恒等式“塑造”出来的：Y≡w·L+r·K，其中Y、

L、K、w和r分别代表总价值增加值、劳动、资本、工资率和利润率。

谢克（2005）引入了一个“完全拟合”程序，能把任何表现不佳的拟

合生产函数转化为一个几乎表现完美的函数，尽管这个程序完全曲解

了潜在的生产关系和技术变革类型的真实形式。费利佩、麦康比和其

他合作者反复表明，技术变革的多要素生产率估计值仅仅是实际工资

变动率与利润率的加权平均估计值（McCombie and Dixon 1991;

Felipe and Adams 2001; Felipe and Fisher 2003; Felipe and

McCombie 2003）。

因此，代表性行为人假设只有在非常特殊的情形中才成立。在消

费者理论中，只有所有个体具有完全相同的效用函数和收入才可以；

在生产理论中，只有所有企业具有相同的资本-劳动比、工资率和利润

率才可以。然而，这都只是些微不足道的情形，因为根据它的解释，

每个领域实际上只有一个行为人。更普遍的情况是，为了得到合意的

新古典结果，有必要确保“所有个体的有效偏好和所有企业的最优计

划……边际相等”，使每个部门实际上只有一个行为人（Martel

1996，128）。如果缺少这种极端的限制性（和自私自利的）假设，它

们的假说通常都会崩溃（Kirman 1992，117-128; Martel 1996，128-

136; Grabner 2002，17-20）。毫不奇怪，代表性行为人的概念招致

了一些著名评论家的鄙视。马特尔（1996，128）指出，需要推导出一

个代表性行为人的假设“是明显错误的……因此代表性行为人模型的

预测结果与实际总体结果一致的情形都是偶然现象”。哈恩（203，

227）说：“宏观经济学中出现的代表性行为人是胡说八道。”科尔曼



（1992，125）指出，代表性行为人假设“远非头脑简单或天真无邪；

它是宏观经济学家可以用之为均衡分析辩护和提供虚假的微观基础的

一种虚构”，“它应该得到一场体面的葬礼……作为一种经济分析方

法，它不仅是陈腐的，而且存在根本性的错误”（119）。费希尔

（2005，489）将总生产函数称为一个“幻想的”建构，“一个无处不

在却没有说服力的童话”。

3.2.3 总体关系、微观基础和严密问题

正统经济学和非正统经济学的一个共同论断是，除非由一些微观

基础推导而来，否则总体关系就是不严密的（Weintraub 1957;

Phelps 1969，147; Cohen 1978，xxiii–xxiv; Little 1998，6-

7）。作为一种方法论断言，它面临三个主要问题。

第一，考虑一下物理定律。17世纪，气体定律最初是作为一个经

验可靠的宏观原理提出来的，直到19世纪才在原子基础上推导出来。

难道气体定律只有从统计热力学推导出来才是严密的吗？物理学家罗

伯特·劳克林（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指出，许多其他物理定律，

如与流体力学、结晶化和磁学相关的定律，已经广为人知且被广泛应

用，尽管它们从未从微观基础推导出来（Laughlin 2005，35–40）。

我们要宣布它们都不严密吗？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呢？量子力学和

广义相对论都是20世纪初提出来的，它们都“已经被实验很好地证

实”。然而，广义相对论“完全是古典式的或者非量子的”。由于这

两种方法在不同的层面发挥作用，迄今没有实验能探索它们重叠的领

域。有许多将二者结合起来的尝试：扭量理论、非交换几何、超引力

以及最新的弦理论和M理论（Smolin 2004，67-68）。然而，自它们创

立一个世纪以来，并没有理论方法能将二者结合起来。难道我们要说

广义相对论也是不严密的？或者似乎更合理的做法是，我们要拒绝以

下断言：只有微观基础才能赋予一个定律严密性。



第二，由于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是缺乏微观模式与宏观模式的明

确联系，马上会出现一个难度更高的问题。例如，如果量子力学和广

义相对论迄今并未明确地调和起来，为什么不说量子力学是不严密的

——考虑到一个世纪以来它并没有成功获得我们宇宙最基本的规律。

爱因斯坦本人就认为量子力学比广义相对论差，因为它“没有令人信

服的概念基础”，而且他试图从后者推导出前者。其他学者长期以来

也认为“量子力学应该由古典基础推导出来，而不是反过来”。从这

个角度看，量子力学所固有的随机性可以看作完全服从古典定律的粒

子的混沌行为（见3.2.2小节对混沌的讨论）。这种方法已经为一些物

理学家所接受，如杰拉德·特·胡夫特（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

马西莫·布拉索内等人（Musser 2004，89-90）。这意味着我们真正

需要的是微观经济学的一个充分的宏观基础，而不是反过来（Hahn

2003）。

新古典“严密”论点的第三个问题更加严重：从我们所知的错误

的微观基础出发推导有经验支撑的宏观模式是完全可行的。再考虑一

下气体定律。现在我们说气体定律是从分子运动论中推导出来的，是

遵守牛顿定律的原子复杂互动的结果，这些原子像台球那样相互碰撞

（Laughlin 2005，30-31）。这种解释的问题在于“原子并不属于牛

顿学说的研究领域……而量子力学研究的飘忽不定的实体缺乏物体最

核心的性质——可识别的位置”（42）。因此，理想气体定律的传统

推导始于“错误的方程而［仍］得到了正确答案”（97）。劳克林指

出，这之所以能够发生，是因为气体定律是一种涌现特质，它“对细

节极不敏感”（97）：气体中类似于波浪的实体之间的相互作用产生

了新的稳定关系，这种关系并不依赖它们相互作用的细节。这并不是

说微观层面的细节不重要，而是说它们在宏观层面不起决定作用。正

如3.2.2小节一开始就提到的，涌现现象的一个普遍性质是对个体行为

的变化不敏感。

探究将微观行为与总体模式连接起来的经济学家也开始认识到，

加总具有变革性和转形特征。马特尔（1996，134）引用了莱永胡武德



（1968）的观点，大意是“这就是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

论》所要阐述的大部分见解”。阿尔奇安（1950，211，221）指出，

个体理性假设对于推导宏观层面的经济模式并不重要。他将宏观模式

与获取正利润的要求联系起来，后者充当了衡量企业能否生存的过滤

器的作用。在这个过程中，从个体企业的层面来看，机会、特殊环

境、模仿行为和反复尝试过程在决定正利润方面可能比超理性行为更

重要。艾奇逊和布朗（1957，xvii，101-102，116-140）讨论了一些

变量的对数正态分布方式问题，这些对数正态分布方式是由非超理性

行为产生的，而这些变量包括个人收入、商业集中度、劳动转换和家

庭消费开支的大小分布等。在被其后来抛弃的一部早期著作中，贝克

尔（1962）在阿尔奇安的基础上论证了斜向下的需求曲线不但能从超

理性假设中推导出来，而且同样能从冲动行为与惯性行为中推导出

来。在这几个情形中，关键因素是由个体平均收入水平决定的预算约

束的塑形结构。超理性假设绝对不是必需的。希尔德布兰德（1994）

提议我们应当将“偏好和选择……留给心理学家”，而只专注于确立

统计条件，基本的经济模式（如斜向下的市场需求曲线）能从这些条

件中推导出来（Dosi，Fagiolo，Aversi，Meacci，and Olivetti

1999，141）。希尔德布兰德（1994）和特罗克尔（1984）在这方面做

了开创性的工作。

在所有这些情形中，经济塑形结构创造了引导总体结果的界限和

变化率：企业方面的正利润生存标准，收入分配方面的个体经济特

征，以及个体消费选择方面的预算约束。它们每一个都产生了稳定的

总体模式，并不依赖在其中起基础作用的过程的细节。而且，正因为

许多道路都能通向任何特定结果，我们不能因为某个模型产生了一些

观察到的经验模式，就满足于将之视为有效的。模型的其他方面也许

会产生经验上可证伪的结论，这个模型也必须对其负责。这意味着，

我们必须对某些政策结论保持警觉，这些政策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并未

取得经验证据的结论。



[1] 哈姆雷特：“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得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

量！”（出自《哈姆雷特》，威廉·莎士比亚著，朱生豪译，吉林大学出版社，2015年

版）。——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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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将实际行为称为“非理性的……［因为］我们与完美存在距离”。

[3] “迄今为止，已有众多杰出的经济学家……试图表明，一个由个人利益驱动的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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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利润最大化’假设——这种情况出现得相对较少”。

[4] 托勒密，生于埃及，“地心说”的集大成者。现代科学已经证明“地心说”是错误

的，故托勒密式断言在这里借指对错误认识的坚持和信以为真。——译者注

[5] “至少在经济交易领域，超理性是对实际行为的一个良好近似”这一断言，包含了

人们“在实践中学到最优解”这一断言（Conlisk 1996，683）。这要么假定人们渴望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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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论点）。后者几乎无法应用于消费者行为，因为“我们从没在讣告栏里读到消费者因选择

次优而死亡的消息”（Conlisk 1996，684）。就市场确实会淘汰不太成功的经理或企业主

而言，这也很难表明超理性和完全竞争为幸存企业的行为提供了良好的模型。本书最后一章

会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

[6] 萨缪尔森（1964，736）说：“我对弗里德曼的假说进行抨击的所有力量集中于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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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选择者可以具有我们想要指定的任意程度的利己主义”（Sen 1977，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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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时所采取的细微形式”。



[10] 克雷普斯（1990，41）指出，“经济学中博弈论的巨大成功，很大程度上在于它

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分析特定动态竞争性互动的建模语言和分析技术”。当然，这种语言仅仅

是超理性的一种表达方式。

[11] 共同理性知识（CKR）概念体现了这个假设，即每个参与人都是工具理性的（也就

是超理性的），他们认为别人也是这样，而且认为别人也这样看待自己，等等。信念的一致

联合（CAB）概念进一步假定所有这些信念都是一致的，这是在以下意义上说的：如果两个超

理性个体具有相同的信息，他们必然做出相同的推论，得出相同的结论。奥曼认为超理性个

体将会持有相同的信息（即由共同理性知识移动到信念的一致联合）（Hargreaves Heap

and Varoufakis 1995，24-28）。

[12] 斯特罗茨（1953）指出，冯·诺伊曼和摩根斯顿提出了一个专门的公式，产生出

一个风险选择的加权平均，使我们能给选择集合排序。这个排序就是伯努利最早提出的“道

德期望”。就像利用标准的序数效用函数一样，任何函数只要能与以上公式给出相同的排

序，就都是适用的。这种函数的内容也可以表达为一组风险条件下理性选择的行为公理。斯

特罗茨承认人们实际上可能并不是按这种方式行事，并指出实验证据表明实际行为可以用不

同的方式更好地描述出来。但在任何情形下，这种新型的基数效用的可取之处在于，它通常

在人和人之间是不可比较的，从而不会威胁到一个功利主义福利经济学的复兴。

[13] 贝克尔将这种不完全自私行为称为“利他主义”，但人们可以认为利他主义意味着

一些更普遍的东西。进一步而言，在贝克尔看来，只有家长是利他主义的，其他人都是标准

的利己主义者（Becker 1987，282-283; Pollak 2002，11-12）。

[14] 在布坎南和塔洛克那里，理性选择是将恰当的集体选择模型化的方法。在罗尔斯那

里，当与替代性正义制度相比时，理性选择是将在无知面纱下活动的个体决策模型化的方法

（Chai 2005，3）。

[15] 即使超理性被接受为一个有效的出发点，这也无法保证任何给定的总体（如市场或

国家）都能像代表性行为人一样行事（Grabner 2002，6）。

[16] 例如，巴格瓦蒂（2002，4n3）通常情况下依靠以下观点，即自由贸易优于管理贸

易和闭关锁国，但毫不提及他引用的全部证据都有赖于国家内部及国家之间的完全竞争。

[17] 布拉什（1985）引用了以下时间表：伯努利（1738）、赫帕斯（1816）和沃特斯

顿（1843）提出了气体动力学理论，克劳修斯（1850）、麦克斯韦（1859）和吉布斯（1876

—1878）最终用它推导了气体定律。

[18] 总生产函数的创始人保罗·道格拉斯（1976，914; cited in McCombie and

Dixon，1991，24）毫不掩饰其明显基于经验的优点的重要意义：“［柯布-道格拉斯总生产

函数的］估计系数与获得的实际份额大致相等……强化了竞争性分配理论，且证明马克思主

义是错误的。”



3.3 塑形结构、经济变化率和总体涌现特质

个体行为的异质性产生了总体涌现特质，从而摧毁了代表性行为

人的观念。为了了解在一个给定的情形中能得到哪种特殊的总体性

质，我们需要理解塑形结构是如何发挥作用的，以及为什么它们能产

生稳定的总体模式。下面我将证明，消费者行为的主要经验模式都能

从以下两个关键的塑形结构中推导出来：一是给定的收入水平，它限

定了可以做出的选择；二是最低的必需品消费水平，它引入了一个至

关重要的非线性。这里考察的模式有斜向下的市场需求曲线，小于1的

必需品收入弹性和大于1的奢侈品收入弹性（恩格尔定律），以及短期

内与实际收入存在线性关系，从长期来看包含财富效应的总消费函数

（凯恩斯型消费函数）。对4种完全不同的个体行为模型的模拟补充了

解析推导：（1）一个标准的新古典同质超理性消费者模型，能从中得

到一个代表性行为人；（2）一个异质超理性消费者模型，无法从中得

到代表性行为人；（3）一个具有各种各样消费者的模型，他们在自己

收入能负担的选择范围内自由选择（这是贝克尔的非理性消费者）；

（4）一个受多西等（1999）启发而得到的模型，消费者向周边的人

（他们的社会邻里）学习并随着时间的推移产生新偏好（突变）。尽

管存在差异，这4种模型却产生了完全相同的总体模式。这里的关键是

相同的宏观模式能从多种多样的个体行为中得到。这种分析路径回溯

到了贝克尔（1962）最早提出并被他后来抛弃了的方法。14.3节对实

际工资理论的分析也采取了类似的方法。

3.3.1 稳健的微观经济学分析方法

假设收入（y）被完全用于购买两种物品x1和x2，与之对应的相对

价格为p1和p2。我们假设x1为必需品，需要正的最低消费量x1min。那



么，任何个体对x1的预算约束范围介于x1min和x1max= 之间，如图

3.1所示。当可选择收入[1]（y-p1·x1min）全部用于奢侈品消费时，

就得到了相应的奢侈品最大消费极限。

个体通常在很多方面都彼此不同，而不只是在收入方面。我们假

设个体的意愿具有异质性，动机具有复杂性，有时选择反复无常，并

容易受到大量的社会因素影响。一组具有平均收入y的个体将在可行的

范围选择一个特定的组合（x1,x2），如图3.1中的A点所示。由于购买

必需品的可行区间为（x1min，x1max），为了简便我们可以认为一般

消费者的购买量占可行区间的比例为c。这使我们的结果与各种各样的

个体消费者行为模型相容（见3.3.5小节）。指出下面这点非常有用：

c也代表了一般可选择消费倾向，为必需品可选择消费（p1x1-

p1x1min）与可选择收入（y-p1x1min）之比。在图3.1中，它是线段a

与线段b之比。



图3.1 预算约束选择

我假定x1min和c都独立于价格，那么对于每个c，我们都能推导出

与之相应的对必需品与奢侈品的人均消费需求［必需品消费需求从方

程（3.2）和（3.4）推导，奢侈品消费需求从方程（3.1）、（3.3）

和（3.5）推导］。这些是我们消费者选择的基本方程。



3.3.2 斜向下的需求曲线

从方程（3.5）和（3.6）可以明显看出，在收入给定的条件下，

对每种商品的需求量随着其价格的上升而减少。这种负向反应是微观

经济学的基石（Becker 1962，4）。但我们将会看到，这并不需要特

定的消费者行为模型。当它们处于静止状态时，前一个方程所确定的

人均消费（x1，x2）在一般预算线上确定了一个点，这个点与一个特

定的人均收入（y）相对应，如图3.1所示。任何商品价格（比如p1）

的上升都会改变相应的截距，使预算线向内旋转，如图3.2所示

（Becker 1962，4）。因此，x1的可行区间缩短了。但如果平均比例c

已经给定，新的x1必须按相同的比例重新分割这个更小的可行区间。

因此，x1必须减少，需求曲线也向下倾斜。方程（3.6）告诉我们，对

x2的需求同样随着p2的上升而减少。根据方程（3.6），还存在一个x2

对p1的交叉弹性效应，而不是由方程（3.5）得出的x1对p2的交叉弹性

效应，这种不对称性是因为对x1作为生存资料有一个自然的最低需求

量。



图3.2 必需品价格的上升

从公式角度，我们还能从方程（3.5）和（3.6）推导出需求的直

接价格弹性和交叉价格弹性的代数表达式。

3.3.3 收入弹性和恩格尔定律

微观经济学最著名的经验发现之一是，随着收入的提高，人们按

比例减少对必需品的购买，从而按比例增加对其他商品的购买（Allen

and Bowley 1935，7; Houthakker 1987，143-144）。也就是说，必



需品的收入弹性小于1，奢侈品的收入弹性则大于1。这就是人们通常

所说的消费者需求的恩格尔定律。霍撒克（1992，224）评论称，这一

定律似乎是个神秘的东西。然而，它可以由我们消费者选择的基本方

程直接得出。

最简单的情形是平均比例c和x1min在不同的收入水平上都保持不

变。对于给定的p1和p2，方程（3.5）和（3.6）表明需求量与收入正

相关。进一步分析，由于前一个方程具有正的截距，后一个方程具有

负的截距，所以必需品x1的收入弹性小于1，奢侈品x2的收入弹性则大

于1。从公式角度，我们还能直接从方程（3.5）和（3.6）推导出支出

份额与收入弹性。[2]很明显，必需品的支出份额在收入增加后下降

了，奢侈品的支出份额则提高了。同理，必需品的收入弹性小于1，奢

侈品的则大于1。请注意，对于任何给定的实际收入（y/p1），x1的收

入弹性与需求弹性的绝对值相等，只是符号相反，通过比较方程

（3.7）和（3.13）就能看到这点。



上面考察的这个简单例子就足以推导出恩格尔定律，只要c和

x1min在不同的收入水平上都保持不变，由此产生的收入与任一商品的

支出之间的关系（恩格尔曲线）就是线性的。例如，方程（3.11）转

变为支出函数 ，因此支出是收入

的线性函数。这一点似乎非常可信：通常由社会决定的必需品的最低

消费数量（Trigg 2004），随实际收入（y/p1）的增加而增加，但不

如收入增加得快，从而它占收入的份额是下降的。在这种情形中，恩

格尔曲线的斜率变为了 ，仍然为正值，但随收

入的增加而下降。换句话说，必需品的恩格尔曲线显示对它的需求已

经饱和。

如果c随可选择收入的增加而下降，会得到同样的结果。为了看清

这一点，我们将方程（3.4）改写为为

，它是必需品的可选择支出与可选择收入的一个线性关系。由于c是这

个曲线的斜率，c下降会使曲线变得平坦。这种饱和性质保留了必需品

的总支出与总收入之间的关系，它们二者与各自的可选择对应方的差

别只在于有一个共同的必需品最小支出。图3.3~图3.5展示了x1min比

收入增长缓慢情形中的结果，图3.6和图3.7展示了c随收入的增加而下

降情形中的结果，图3.8和图3.9展示了实际数据的典型模式。



图3.3 与收入变化相对的支出变化（情形Ⅰ）

图3.4 必需品的支出份额（情形Ⅰ）



图3.5 必需品的恩格尔曲线（情形Ⅰ）

图3.6 消费的可选择倾向（情形Ⅱ）



图3.7 必需品的恩格尔曲线（情形Ⅱ）

图3.8 食品的支出份额（实际经验数据，工人阶级预算，英国，1904年）



图3.9 食品的恩格尔曲线（实际经验数据，工人阶级预算，英国，1904年）

3.3.4 总消费和总储蓄函数

前面的讨论是就两种一般性商品而言的，购买它们花光了某一特

定的人均收入。如果这里的收入为总人均收入，这两种商品就必须是

总消费和总储蓄（金融资产的净增加）。很明显，消费就构成了上面

讨论的必需品。那么，每种商品的人均需求数量就由整个经济范围内

的平均比例c决定。如果这个平均比例c随着收入阶层的不同而变化，

但在收入分配上是稳定的，那么它就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保持稳定。

用Y、C、S分别表示总收入、总消费和总储蓄，ΔFA为净增金融资

产的货币价值。在两边乘上人口规模N，我们就能直接将人均方程

（3.5）和（3.6）转变为与之对应的总量方程。



非常惊人的是，方程（3.16）和（3.17）很像教科书中的线性凯

恩斯主义消费与储蓄函数。只要Cmin已知，它们就和短期函数相对

应，c和（1-c）分别为边际消费倾向和边际储蓄倾向。在更普遍的层

面上，我们必须承认，由社会决定的最低总消费水平Cmin可能会随时

间变化。它可能与家庭财富水平联系在一起，后者会因为储蓄增加了

财富存量而变化。很可能的情况是，c会对社会环境变化做出反应，从

而也随时间变化。在这里，重要的是所有这些结果都对特定的消费行

为模式“高度不敏感”，相反，它们是由预算约束和最低消费水平等

塑形结构驱动的。

通过将债务纳入进来而扩展前面的分析是可能的，尽管我并不打

算在这里这样做。债务能使行为人避开收入的直接约束。因此，总支

出能偏离收入，但这种偏离只能在一定程度上进行，因为在既定的制

度条件下，给定的收入水平所能支撑的债务数量存在限制。债务实际

上将预算约束转变为了预算限制。

3.3.5 模拟：总体关系对微观基础的不敏感性

前面对需求曲线、恩格尔曲线和总消费函数的推导只需要三个假

设：（1）个体受制于一个预算约束；（2）对必需品有一个最低消费

水平；（3）任一给定的人口形成了某种稳定的平均消费篮子（以可选

择倾向c为特征）。本小节的目标是论证这些条件与多种多样的微观基

础完美兼容。我在这里使用了4种完全不同的微观经济关系模型。尽管

存在差异，但是所有模型都产生了完全相同的市场需求曲线和恩格尔



曲线，这正是由于总体结果对微观基础的具体情况高度不敏感

（Laughlin 2005，97，144-145）。

标准的新古典同质行为人模型是我们的基准模型。每个消费者都

在其收入决定的预算约束下最大化一个柯布-道格拉斯效用函数

（U），而且每个消费者在每个时期的行为方式完全相同。所有消费者

都具有相同的偏好结构，因此一般消费者也就是代表性行为人。将预

算约束下的效用函数求最大值产生了两条相似的需求曲线（Varian

1993，63-64，82-83，93-94）。

要使这种熟悉的模型与我们所关心的类型相适应，我们需要考虑

到必需品的最低消费水平（x1min）。“将一个最低消费水平纳入效用

最大化问题的”方法之一，“是指定一个固定的消费量……使只有当

消费水平超过这个固定量时，消费对效用的贡献才是正值。这类似于

在生产函数中指定一个固定的投入成本。与缺乏最低消费量的效用函

数相比，这种做法相当于向上移动无差异曲线”（Lio 1998，108）。

调整之后，新古典体系变为如下情况。



根据方程（3.4）中可选择消费倾向c的定义，我们得到：

很明显，从柯布-道格拉斯效用函数中推导出来的需求曲线，如方

程（3.24）和方程（3.25）所示，只是前面方程（3.5）和方程

（3.6）所总结的消费者选择基本模型的特殊情形。为了便于模拟，我

们令每个c都等于0.5，这等同于假定完全相同的消费者的效用函数中

的α=β。

接着是新古典异质行为人模型。消费者仍然是严格新古典的，但

现在每个行为人有一个不同的柯布-道格拉斯效用函数，我们可以从中

推导出一个截然不同的可选择消费倾向c。为了与前面比较，c的个体

值由一个0~1的均匀概率分布选择出来，其理论均值为0.5。这是一个

新古典模型，所有行为人都被假定为在每个时期采取完全相同的行为

方式。尽管所有行为人都是严格新古典的，但是他们偏好的异质性意



味着并不存在代表性行为人。[3]尽管如此，由于我们在一般性讨论中

所列出的原因，每个个体都会有方程（3.5）和方程（3.6）形式的需

求函数；对于任何给定的收入分配情况，也将存在平均需求曲线，其

形式与基于平均倾向c的曲线相同。

善变行为人模型与贝克尔（1962，4-6）的冲动型消费者模型相对

应，其中每个消费者在每个时期从一个0~1的均匀分布中随机选择一个

可选择倾向c。任一给定的消费者在每个时期选择的商品组合都不同。

尽管如此，不同时期c的平均值大致相同，从而使这个模型能够与前两

个新古典模型进行比较。

模仿-创新行为人模型受到了多西等（1999，sec. 4，366-373）

[4]著作的启发，将消费者分成两类：（1）那些使自己的偏好适应其

社会邻里的消费者（模仿者）；（2）那些发展新偏好的消费者（创新

者）。行为人最初被指定为随机选择收入和可选择倾向。在每个连续

的回合中，大多数个体（80%）被假定为使自己的可选择倾向适应其近

邻的平均值，个体的调整反应系数从一个0~1的均匀分布中选出。这个

模型试图模拟基于群体的社会标准形成的一般趋势。另外，在这个特

定时期内，其余个体（20%）为创新者，他们被假定为随机改变可选择

倾向。在每个回合中，不同的个体被选为模仿者和创新者。应当指出

的是，在这个模拟中的行为人小团体的局部相互作用，可以看作对小

团体相互作用进行博弈论理论分析的替代性选择。正如科尔曼

（1992，132）指出的，现实中，“个体在非常小的团体内活动，与交

易对象相互作用。也许正是从这种局部但相互作用的活动中产生了某

种自组织，为宏观经济层面带来了规律性”。无论哪种情形，尽管这

个模型绝对是非古典的，它的总体结果都与前面三个模型完全一样。

所有的模拟都是在NetLogo[5]下进行的，读者可以向我们索要各

种模型的程序。[6]为了便于比较，所有的模型都具有相等的固定总收

入（100万美元）、人口（5 000）、必需品最低消费水平（10美

元）、人均收入（200美元），以及初始价格p1=1，p2=2。收入分配起



初被设置为一个对数正态分布，具有给定的最低收入（50美元）。这

里的重点是证明c是产生总体关系的关键参数，因此所有模型都具有大

致相同的平均可选择倾向（0.5）。x1的需求曲线是通过将价格以0.01

的增量由1提高到1.5产生的，x2的需求曲线是以同样的方式将价格由2

提高到3产生的。名义收入保持不变，每个价格最终增加了50%，这意

味着实际收入（y/p1）最终减少了相应数量。为了便于比较，恩格尔

曲线的模拟是通过降低名义人均收入进行的——降低的数量等于p1提

高时实际收入下降的数量。这使我们可以直接将各种模型中收入弹性

的数值和它们各自的需求弹性进行比较，也可以和理论进行比较。请

注意，从理论上说，在任何给定的实际收入水平上，x1的收入弹性都

与其需求弹性相同［见方程（3.7）和方程（3.13）］。

图3.10和图3.11比较了必需品和奢侈品的理论预期需求曲线与4种

模拟模型中的实际曲线。为了节省空间，交叉需求曲线和恩格尔曲线

并没有显示。所有实际弹性都列在了表3.1中。很明显，各种模型所具

有的完全不同的微观基础对总体结果基本没有影响。例如，在图3.10

和图3.11中，从新古典同质行为人模型中得到的必需品的市场需求曲

线，与基于方程（3.5）和方程（3.6）得到的理论曲线相同，因为这

个模型中的所有行为人具有相同的不变倾向——0.5。在新古典异质行

为人模型中，行为人具有不同的倾向——从一个具有未加权理论均值

c*=0.5的随机分布中得到。在总体层面上计算的c的实际平均值与个体

倾向的一个收入加权平均值相同。这取决于c的特殊抽样分布，以及模

型运行第一步所产生的收入的特殊抽样分布。因此，c的平均值可以略

微不同于c*。但由于个体倾向和收入的分布在这个模型每次运行的第

一步中都是固定的，c的平均值不随时间变化。在善变行为人模型中，

平均倾向不是常量。这是因为模型的每次运行都产生了一个新的随机

的个体倾向集合，所以即使收入分布一开始是固定的，平均倾向也在

每一步都发生一些变化。这反过来使模型中的需求曲线产生了一定程

度的变化。模仿-创新行为人模型中的变化性最明显，因为倾向不断变

化：模仿者使自己的倾向适应当地的社会标准，创新者则获得了新倾



向。尽管如此，所有的模型都产生了与基本理论方程预测基本相同的

曲线和弹性。

图3.10 必需品（x1）需求曲线（4种不同的微观基础）



图3.11 奢侈品（x2）需求曲线（4种不同的微观基础）

表3.1 平均弹性

注：初始设置和参数值为y=200; π=0.50，x1min=10，p1=1，p2=2。



[1] 可选择收入与人们通常所说的可支配收入不同，这里指的是扣除最低必需品消费之外

的可自由支配的收入，下同。——译者注

[2] 在当前的简单假设下，必需品的收入弹性与价格弹性的绝对值相等［比较方程

（3.13）和（3.7）］。

[3] 需要许多辅助性假设才能确保存在一个代表性行为人，这些假设使“所有个体的有效

偏好和所有企业的最优计划……在边际上相等”（Martel 1996，128）。

[4] 多西等（1999，159-164）假定单一消费者的偏好结构为一个字符串，其中的“1”

代表消费者对特定商品存在需求，“0”代表对其缺乏需求。总字符串受制于一个预算约束。

偏好结构本身也受突变和过去结构组合的制约。这个模型产生了新商品扩散的S形路径，以及

斜向下的商品需求曲线和恩格尔曲线——它们都是作为总体的涌现特质出现的。他们推测总需

求法则基本上是由社会模仿和预算约束决定的。但我认为，由于许多模型产生了相似的总体结

果，我们无法只在这个层面就判断潜在结构的有效性。相反，我们需要扩展可检验含义的范

围，以评估各种各样竞争者的微观基础。

[5] NetLogo是一个用来对自然和社会现象进行模拟的可编程建模环境。——编者注

[6] 如果没有阿姆鲁·拉杰卜的大力支持，这些模拟是不可能进行的。



3.4 经济分析方法论

个体行为是市场、产业、国家和区域宏观模式的基础。然而，总

体集合具有许多个体行为人所不具备的性质，这意味着我们无法以总

体“似乎”只是一个大的个体的方式对其建模分析（Martel 1996，

128）。代表性行为人是个善意的谎言。

学者们反复证明，代表性行为人假设失败的关键原因是个体行为

人的异质性（Kirman 1992，128）。弗尼和利皮（1997，x–xiii）发

现，即使在简单的情形中，异质行为人的加总也意味着微观经济变量

之间的关系无须传递到总体的层面。进一步，宏观层面的动力机制通

常与微观层面极为不同（x-xii）。

这一发现使一些经济学家断定异质性也是宏观模式的关键。例

如，马特尔（1996，137）认为“异质性……与个体效用最大化的含义

相比，也许是一个更加重要的市场行为决定因素”。马特尔（1996，

137-138）引用了希尔德布兰德（1994）和格朗蒙（1992）的著作，大

意是如果效用最大化消费者具有足够的异质性，就有可能拥有一个

“具备合意的希克斯稳定性质的市场需求函数”。

尽管异质性使一个代表性行为人不可能存在，但它并非稳定的宏

观模式的来源。前一节的总体论点是，稳定的消费者和生产者模式可

以由塑形结构产生，如预算约束和一些商品的最低消费水平。新古典

同质行为人模型中的行为人完全同质，其他模型中的行为人则是完全

异质的。然而，这4种模拟模型产生了相同的需求曲线、恩格尔曲线和

相关弹性。同时，在缺乏预算约束的条件下，我们只能对总体模式保

持沉默。异质性确实是一般规则，它的存在也的确使任何代表性行为

人的概念失效，但塑形结构才是关键因素。



我们能从前一节的讨论中得到另一条教训。尽管4种模拟模型的行

为人存在差异，但他们有一些共同性质：他们的消费取决于收入、价

格和必需品的一定最低消费水平。因此，我们可以用Ci=fi（yi，

x1min，p1，p2）来表示第i个行为人的消费。不同模型的个体消费函

数形式存在差异：前两个模型为简单线性函数，后两个模型则较为复

杂，因为它们的参数因个体不同而不同，随时间变化。尽管如此，我

们已经看到，总消费函数在所有的情形中都是线性的，并且随时间变

化而保持稳定，例如， 。同样有趣的是，尽管函数的

特殊形式在我们从微观过渡到宏观的时候会发生变化，但是相关变量

并不改变。在所有的4个模型中，宏观消费函数与微观消费函数拥有相

同的参数：C=F（Y，X1min，p1，p2）。

当然，并非所有变量都能从微观到宏观的转变中幸存（Martel

1996，128）。三个异质行为人模型中暗含了大量的“社会”因素，这

些因素决定了个体收入、最低消费水平和消费倾向。尽管这些众多的

变量产生了一个稳定的平均倾向，但是这些因素的存在在总体层面上

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消费和影响它的特殊变量之间的理论联系，以及

对于哪些变量在总体层面依然重要的理解。这就是微观基础引人瞩目

的地方。

因此，我们可以列举严密的总体分析所具备的5个特征。它应当建

立在探讨哪些要素在微观层面发挥作用的一些理论基础上。它应当容

许以下事实：这些要素中只有少数几个在宏观层面有意义。它应当承

认总体函数的形式与相应的微观函数形式极为不同，这意味着代表性

行为人并不存在。最后一点的含义是，我们不能仅仅因为其与微观层

面所假定甚至建立的函数形式不一致，就拒绝一些总体拟合良好的函

数。当然，如果我们能够正式推导出预期的总体函数形式，如前一节

中对总消费函数的推导，那么我们就能对其进行直接检验。否则的

话，在理论上预期成立的函数关系限度内，我们必须用便于处理和经

验有力来指导对严密函数形式的选择。严谨、缜密的宏观经济学家还



需谨记，对于任何给定的宏观模式，有许多微观基础与其保持一致。

因此，他们不应该将对总体假设的经验支持与对任何特定微观基础的

经验支持混淆。例如，总收入提高引起总消费增加很难证明消费者会

因此变得更加快乐。很明显，这一点在政策层面非常重要。要检验一

些微观假说的有效性，只能在微观层面进行，除非在此层面它不可检

验，或者它还具有独特的总体含义。最后，严密的经济理论必须始终

谨记，均衡是一个假设，它的存在、稳定性、速度和运行方式必须得

到明确阐释。例如，在经济政策中，总供给和总需求持续处于均衡状

态的观点，完全不同于需要花费3~5年（存货周期）才能使这些持续变

动的变量实现大致平衡的观点。

新古典经济学宣称自己是现代的和严密的，因为它声称自己建立

在微观基础之上，但它对代表性行为人概念的依赖使所有这些宣言失

效。这个皇帝并没有穿衣服（Kirman 1989）。另外，有趣的是“老式

的”宏观经济学确实满足严密的总体分析所需的大部分要求。三个经

典的例子是凯恩斯（1964）对总消费函数的处理、卡莱茨基（1968）

对总价格水平的分析和弗里德曼对货币需求的推导。

凯恩斯将他对总消费的分析建立在一些起到基础作用的主客观因

素之上，这些因素除了会影响个人收入外，还会影响个体的储蓄（非

消费）行为。主观因素包括为未来消费和意外事件做准备的意愿、用

于被动投资和投机投资以增加未来收入的意愿，以及对一些人来说甚

至是为了满足贪婪欲望而积累财富的意愿。客观因素包括意外收益或

损失、税收、价格管制、预期和利率变化。凯恩斯细心地指出，制度

和组织因素塑造与引导了所有这些因素。在总体层面，实际收入幸存

下来，成为实际消费的决定性因素，其他因素通过它们对总消费函数

的形式和层次的影响表示出来。最后，无论个体消费模式多么纷繁多

样，总消费函数都非常简单：C=f（Y），dC/dY<1（Hansen 1953，ch.

4）。



卡莱茨基的价格理论遵循了一条更加具体的从微观到宏观的路

径。他一开始就详细说明了第i个企业的价格pi=mi·avci+ni·p，pi

和avci分别代表企业的单位价格和直接成本，p为行业平均价格，mi和

ni为决定企业定价政策的垄断力量系数。这些系数反过来反映了各种

企业的规模、促销机构甚至雇员工会力量的相对大小。在总体层面，

价格关系被转变为以下形式： 。因此，只有价

格和单位成本这两个主要变量出现在了总体层面，所有其他变量都被

压缩到了总体垄断程度之中。进一步而言，总体关系的形式不同于企

业层面的形式。

弗里德曼基本遵循了相同的路径。微观层面的货币需求据说取决

于异质的个体偏好、财富、整体经济的利率和预期通货膨胀率。然

而，在总体层面，它们转化为货币总需求、实际余额和实际利率之间

的稳定关系（Snowdon and Vane 2005，166-169）。因此，这三位作

者全都满足严密的宏观经济学的前三个要求：他们将分析基于个体行

为；他们认识到只有少数几个关键变量继续存在于总体层面；与相应

的微观经济函数形式相比，他们为宏观经济关系设想了更多不同的函

数形式。对于第四个要求，尽管他们没有明确指出大量不同的微观基

础能够产生他们所设想的同一个总体关系的可能性，但很难想象他们

会认为政治经济学的这个方面是耸人听闻的。[1]

[1] “普里斯姆小姐：……塞西莉，我不在的时候你可以读一读政治经济学。关于卢比

贬值的那一章可以略过不读，因为它过于耸人听闻了。即使是这些金属问题也有其戏剧性的

一面”（奥斯卡·王尔德《认真的重要性》）。



3.5 动荡的引力中心

很遗憾，我并没有多少关于经济均衡的直接经验。确实，就我目

前所知，一点经验也没有。有时候我能看到一些建议，说我们明年或

后年应当走向均衡，但不知为何均衡仍然迟迟未到。（IMF Essay

on“The Pursuit of Equilibrium”， Euromoney，Dctober 1979，

Sir Gordon Richardson，Governor of the Back of England，cited

in Davis 2002，659）

3.5.1 作为一个动荡过程的均衡与作为一个实现状态
的均衡

区分均衡的传统概念与古典概念非常重要，前者将均衡视为一个

实现状态，后者则将均衡视为一个引力过程。传统概念假定一个变量

无论如何都会达到和停留在某个平衡位置。时间和动荡并未进入视

野，人们将注意力集中到均衡状态和稳定路径上。这是正统经济学和

非正统经济学迄今为止最为流行的均衡概念（Blanchard 2000，46-

51）。古典的均衡概念与之差别很大，认为只有通过反复出现和相互

抵消的不平衡，才能实现平均来说的平衡。确切的平衡只是转瞬即逝

的现象，因为任何给定的变量总是不断超过和低于它的引力中心。因

此，均衡过程本质上具有周期性和动荡性，受到具有不同振幅和不同

持续时间的“自重复波动”的限制（van Duijn 1983，4-5）。[1]图

3.12和图3.13展示了这两种相互矛盾的观念。



图3.12 作为一个实现状态的均衡（稳定单调调整）



图3.13 作为动荡的引力中心的均衡（存在噪声的稳定单调调整）

3.5.2 静态、动态和增长周期

从静态过渡到动态的一个简单办法是认识到图3.12和图3.13中描

绘的变量（x）本身可能是两个其他变量的比率，或是一种增长率。例

如，简单的凯恩斯主义乘数意味着短期均衡产出Y*t=It/s，其中It为

固定投资，s为一个给定的外生储蓄率。如果我们将通用变量解释为投

资占实际产出的份额（xt=It/Y），将x*解释为投资占均衡产出的份额

（x*=It/Y
*t），那么由于实际产出通常不同于均衡产出，图3.12和图

3.13就分别表示了实际投资份额围绕凯恩斯主义短期均衡份额的一条

可能的路径。因此，即使是一条投资份额的静态路径，也可以转化为

实际产出和均衡产出的相应增长路径。也可以将x*解释为（比如）产

出的均衡增长率，将xt解释为它的实际增长率。无论哪种情形，我们

最后都得到了图3.13和图3.14描绘的动荡增长路径。这些问题将在第

13章中得到更详细的阐述。



图3.14 作为动荡增长的均衡（围绕一个增长路径的稳定单调调整，存在冲击）

3.5.3 主要经济变量时间维度的差异

一旦理解了均衡是一个动荡的引力过程，我们必然会问它可能要

花费多长时间才能达到。无视这种考量会造成严重的实践错误。回想

一下前面图2.12和图2.13描绘的利润率均等化的基础性竞争过程。表

3.2大致估算了每个行业新增利润率围绕作为一个整体的美国制造业新

增利润率循环所需要的平均时间。人们可能预计不同行业的循环时间

差异会非常大。确实，个体行业循环时间的范围在2~7年。然而，每个

行业的平均循环时间非常相似，基本上都在4~5年的狭小区间内——尽

管不同行业之间存在差异。这是一项非常有趣的发现，考虑到利润率

均等化通常被视为一种“长期”现象（Mueller 1986，12–13）。第7

章将考察这个问题和其他相关问题。

利润率的均等化是由行业投资对利润率的反应驱动的。利润率越

高，企业加快产出和产能扩张的动机就越大。产出扩张需要流动资本



投资（即额外的原料、在产品和劳动力），产能扩张则需要固定资本

投资。利润高的行业会快速增长，直到产出的增长超过需求的增长，

这时价格与利润率将开始下降。利润率低的行业会经历相反的过程。

由此会发生两件事情。个别行业新增投资的利润率会围绕相应的总体

平均利润率波动。这就是利润率的均等化。[2]但是，由于新增投资的

平均利润率本身会发生波动，经济整体的产出和投资的总体增长率也

会波动。

表3.2 增量利润率均等化周期的持续时间（美国制造业，1960—1989年）

注：美国制造业总体增量利润率围绕行业周期循环的平均持续时间。◎

商业周期研究已经识别了两种主要的反复出现的总体波动类型，

每种都与特定类型的固定资本投资联系在一起[3]：（1）3~5年的存货

周期；（2）7~11年的设备周期。有趣的是，我们现在用“商业周期”

来表示3~5年的存货周期，而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时候商业周期是指

7~11年（“10年一次”）的设备周期（van Duijn 1983，7-8）。[4]

最后，可能还有45~60年的长波思想（van Duijn 1983，ch. 1; Su

1996，ch. 7）。图2.10已经描述了这些内容，图5.5~图5.6和图16.1

会进一步论述。

存货周期和设备周期本质上与两种基础经济比率联系在一起：存

货与需求和供给之间的差额联系在一起，资本设备与产能和实际产出

之间的差额联系在一起。因为生产需要花费时间，企业必须在预期的

销售发生之前就进行生产。为保持生产的连续性，它们必须持有原料

和在产品的存货；为完成产成品到市场销售的惊险跳跃，它们必须持



有产成品的存货。在一个增长的系统内，每种存货都有一个合意（正

常）的存货-销售比率。如果销售量和生产时的预期数量吻合，实际存

货-销售比率就等于相应的正常比率。但这只是例外情形，因为实际销

售量通常都会偏离预期数量，实际和正常的存货-销售比率也会发生偏

离。这在最终产品的存货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因为销售超过当前生产

量会耗尽最终产品的存货，反之则会造成存货的增加（van Duijn

1983，8-9）。因此，存货利用率是超额供给的一个代理变量。考虑到

存货周期为3~5年，我们可以将之视为总需求和总供给实现平衡通常需

要花费的时间，也就是将之视为“短期”的时间维度。

在一个瓦尔拉斯主义世界中，所有的市场都被假定为“持续出

清”，因此这里的短期确实非常短。凯恩斯本人通常关注比较静态，

因此他不关注时间。但他在其他地方确实承认生产需要花费时间，从

而乘数作用的发挥也需要花费时间。在他的阐述中，凯恩斯倾向于在

两个时间范围内来回切换：既足够短，使他能够考察乘数的运行；又

足够长，使乘数的作用能够发挥出来，从而达到短期均衡

（Asimakopulos 1991，52，67-68）。现代宏观经济学通过简单地假

定供给和需求能足够快速地实现平衡而略过了这些问题，它允许我们

将观察到的数据（在宏观经济学中通常为季度数据）当作均衡结果的

代表（Pugno 1998，155; Godley and Lavoie 2007，65）。但如果

“短期”是12~15个季度，宏观经济学的模型和经验验证程序就必须被

彻底改变。[5]

与之类似，产能[6]与固定资本存量联系在一起，因此产出-资本

比率是产出-产能比率[7]（即产能利用率）的一个代理变量。从这个

角度看，7~11年的设备周期也许代表了实际产能利用率围绕正常水平

循环所需要的时间。这界定了“长期”的时间维度，据说它长到足够

让人留有遗憾，但还不够让人死去。

这将我们引向了其他市场的调节速度问题。金融资产可以很容易

地创造出来，而且它们的价格灵活，因此金融市场的变化快于商品市



场似乎是可信的（Gandolfo 1997，533）。同时，金融市场更倾向于

产生泡沫，所以我们完全不清楚它们能否更快地实现均衡。劳动力市

场特别复杂，这是由于劳动力作为一种商品的特殊性质。除了某种类

型的奴隶制，人通常并不会因对劳动力有需求而被创造出来，因此全

球潜在的劳动小时的供给并不是由需求决定的。即便如此，还是能够

通过以下方式增加局部劳动小时的有效供给：引诱工人由不积极的劳

动力转变为积极的劳动力，改变他们的地理位置（移民），以及（或

者）改变日工作时长和工作强度（即延长工作时间或加快工作速

度）。因此，劳动力的有效供给在一个较宽的范围内是灵活可变的。

[8]劳动力特殊性质的另一个方面开始在这里发挥作用。尽管其他商品

的相对价格本质上是由市场决定的，但实际工资也有社会和历史层面

的决定因素：劳动力的相对价格会对劳动力市场的状况做出反应，但

并非完全由它们决定（见第14章）。我们将会看到，劳动力既处于劳

动力市场又超出劳动力市场的双重特性也是失业持续存在的原因。因

此，劳动力市场可能是所有的总体市场中调整最慢的。

所有这些都表明，我们需要超越短期和长期的划分标准。表3.3提

出了一个可能的扩展的集合。这种分类保留了以前的两点：短期为总

需求和总供给实现均衡的时期（凯恩斯和哈罗德），长期为产能和劳

动力市场调整的范围（哈罗德）。但这里提出的实际时间间隔与其他

文献中暗含的极为不同。[9]例如，布兰查德（2000，19，30-31）将

需求和供给实现均衡的时期称为短期，短期在他这里少于一年。他的

中期为10~20年，是资本存量、技术和劳动力等供给要素决定产出的时

期。他的长期为半个世纪或更久，是教育体系、储蓄率和政府素质决

定一国增长率的时期。

表3.3 关于调整速度的建议性分类方法



[1] 请注意，在古典情形中，我们所关心的是围绕均衡进行的波动，也就是非均衡路径。

这不同于将商业周期视为一个波动性的均衡路径的标准观念（Kalecki 1968，ch. 13）。

[2] 如果技术条件不变，利润率的动荡均等化也会带来增长率的动荡均等化。然而，技术

是不断变化的，所以甚至正常的增长率在不同产业之间也存在差异。

[3] 周期通常是通过总体活动水平的变动识别的。因此，根据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官方的

方法，紧缩被定义为实际产出的持续下降。一个更好的方法是识别增长周期（即围绕增长趋势

产生的波动）。这两种方法对商业周期的年代划分存在差异（van Duijn 1983，9-11）。这

些问题对宏观经济建模非常重要，因为经济预测涉及“对商业周期运动的推测”（Su 1996，

1）。扎诺维茨（1985）、哈维和耶格（1993）讨论了对周期趋势进行分解的各种方法。

[4] 范-杜因（1983，15）指出，库兹涅茨关于15~25年的建筑业周期的发现并没有从后

来的研究中幸存下来。

[5] 有人指出，从瓦尔拉斯定律的角度看，总供给和总需求之间的相互调整与货币供给和

货币需求之间的相互调整相同。对后者的一项估计表明，2个季度内能实现50%的调整，实现

99%的调整大概需要12个季度（McCulloch 1982，27）。

[6] 区分“工程产能”与“经济产能”非常重要，前者为一个给定的工厂和设备在一定时

期内能够达到的最大可持续产量，后者为盈利最高（从而是合意）的产出水平（Foss 1963，

25; Kurz 1986，37-38，43-44; Shapiro 1989，184）。例如，使一个工厂每天运行20个

小时、每周运行6天在物理上也许是可行的，我们能得到一个每周总共120个小时的工程产能。

但也许人们会发现，轮班中第二班和第三班可能产生的高昂成本使每天8个小时、每周5天（即

每周40个小时）的轮班制度盈利最高。因此，作为企业产出水平基准的经济产能只代表33.3%

的工程产能利用率。经济产能也不同于“充分就业产出”。尽管标准的经济理论通常假定产能

完全利用和充分就业同时发生，但现实中并没有理由假定按经济产能生产能完全雇用现有的劳

动力（Garegnani 1979）。

[7] 技术变革能改变资本-产能比率，资本-产出比率是资本-产能比率和产能利用率（产

出-产能比率）两者的比率。

[8] 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的劳动市场观隐含了一个假设，即劳动小时的供给是由工人

的供给支配的（也就是说几乎所有能利用的工人都想工作一个正常的工作日时间）。新古典理

论的假设与之直接相反：劳动小时的供给完全是由对工作小时极其灵活的偏好决定的。在古典

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那里，如果劳动小时的过度供给造成了实际工资下降，通过劳动小时供给

的自愿减少所能满足的供求差额只是一部分，剩下的被非自愿失业吸收。在新古典经济学中，

相同的情况完全由劳动小时的自愿减少满足，这些劳动小时是由任意给定的劳动力存量提供

的。

[9] 凯恩斯主义者也假定数量调整快于价格调整，货币主义者则与之相反。新古典主义者

假定二者调整都非常迅速，这使他们假定市场持续处于均衡状态（Gandolfo 1997，533）。



3.6 总结和主要启示

市场和国家层面存在的稳定的循环模式提出了三个主要的方法论

问题和若干附属问题。三个主要问题为：我们如何模型化起基础作用

的微观过程？宏观模式和微观过程之间存在什么联系？哪些工具适用

于宏观分析？

对于第一个问题，新古典经济学的标准答案是：我们必须用利己

选择、完全知识和所有其他我称之为超理性行为的工具来模型化微观

经济行为。3.2.1小节考察了围绕这一问题所进行的争论。有大量证据

表明超理性是对实际行为糟糕的描述。尽管如此，存在各种各样为其

辩护的理由，包括它能提供分析上易处理的结果，它产生了良好的经

验预测结果等。如果分析上易处理的结果与经验不符的话就没有什么

用处，因而人们必然将注意力集中到第二个辩护理由上。恰恰在这个

时候，人们往往求助于弗里德曼著名的观点，即只有预测重要，假设

并不重要。正如许多人指出的一样，这个观点的致命缺陷在于关于个

体行为的假设本身就是微观经济预测。我们不能仅仅将视野局限于那

些与经验证据一致的预测，而完全无视与其不符的预测。我从这个角

度出发，对显示偏好理论、博弈论、贝克尔关于家庭的理论甚至分析

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检验。

一个替代性的策略是将超理性作为理想的行动基础。这种方法的

支持者欣然承认个体实际上并不以这种方式行事，但主张个体应该以

这种方式行事。从这个角度看，现实总是有缺陷的。然而，我们同样

能够将这个次序恰当地反转过来，并得出这样的结论：由于社会选择

的复杂程度远远超出了这个狭窄框架的想象，所以超理性行为模型是

无效的。“经济人”（如果他或她存在的话）将是一个“社会白痴”

（Sen 1977，336）。但这种完全不充分的概念继续支配着标准的经济



学论述。我认为一个基本原因是超理性教条对于将资本主义描绘为有

效和最优的制度发挥了工具性作用。

3.2.2小节考察了微观过程和宏观模式的关系。标准的方法分别将

总消费者和总生产者的行为模型化为一个单一的超理性消费者和一个

单一的完全竞争厂商的行为结果。不幸的是，众所周知，在这两个领

域以这种方式来描述总体是完全不可能的。如果这种方法中所有的个

体完全相同，微观与宏观的连接也就微不足道了。◎如果由于一些社会

原因，所有的个体恰好自愿采取一致行动，如联合抵制购买或罢工，

这种微观与宏观的联系也只是例外情况。相反，总体具有涌现特质。

因此，平均行为人与代表性行为人极为不同，这个平均行为人是总体

的另一个名称。进一步来说，平均行为对个体行为的细节不敏感。加

总极具变革性，它是个体的稳健转形。

3.2.3小节考察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以下断言：总体规律如果不是由

一些微观基础推导而来，就是不严密的。这里有三点引起了我们的兴

趣，可以用物理学进行说明。第一，有许多基本的物理学规律，如爱

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从未与其量子力学中推定的微观基础相容。尽

管这两种理论已经共存了一个世纪，这个问题仍然一直存在。第二，

这两者缺乏整合产生了以下可能性，即量子力学而非相对论才是不严

密的，因为量子力学缺乏宏观基础。这当然就是爱因斯坦本人的观

点，也得到了一些物理学家的赞同。第三，从一个错误的微观基础达

到一个现存的宏观模式是可能的。例如，气体定律通常是从分子运动

论推导出来的，被看成气体中像台球一样的原子数百万次相互碰撞的

结果。不幸的是，原子是飘忽不定的量子实体，和台球根本不同，甚

至缺乏一个可识别的位置。很明显，这与经济学非常相似。由于宏观

经济学拥有涌现特质，即使不是由微观经济学推导而来，它也可以是

非常严密的。确实，如哈恩一样持这种观点是同样可行的：微观经济

学如果不置身于从而依赖宏观经济，它就是不严密的。个体必须被看

作置身于社会之中的，由国籍、性别、种族和阶级构成和塑造。最

后，即使通过一些微观假设达到了一个既定的宏观经济模式，有可能



从一个错误基础达到一个正确结果这一事实，要求我们评估每个彼此

竞争的微观基础的经验有效性。

最后一点成为3.3节的中心，这部分表明各种各样的微观基础都产

生了完全相同的市场模式。在贝克尔（1962）早期著作的基础上，

3.3.1~3.3.4小节论证了某些主要的经验消费模式可以由两种塑形结构

单独推导出来：预算约束和必需品的最低消费水平。这两点就足以推

导出斜向下的市场需求曲线——必需品需求的收入弹性小于1、奢侈品

需求的收入弹性大于1（恩格尔定律），以及凯恩斯主义类型的总消费

函数——就短期实际收入而言它是线性的，在长期则包含了财富效

应。上述推论所需要的条件仅仅是任意给定的人口达到某个稳定的平

均消费比例。我使用了4种不同的个体行为模型来说明这个一般观点：

一个同质新古典消费者模型，可以得到一个代表性行为人；一个异质

新古典消费者模型，无法得到代表性行为人；一个消费者在他或她的

收入约束内随意选择某个消费篮子的模型（这是贝克尔的冲动型消费

者）；一个某些消费者模仿其社会近邻，其他消费者发展新偏好的模

型。这4种情形产生了完全相同的总体结果，因为社会建构的塑形结构

（而非微观基础）发挥了关键作用。图3.15总结了这部分的主要观

点。

图3.15 宏观涌现特质对微观的独立性

同样的方法可以用于发展一个平均实际工资理论（见14.3节）。

在这种情况下，任意给定企业的“预算约束”来自以下恒等式：每个



工人的实际增加值等于每个工人的实际工资与实际利润之和。在一个

特殊的社会环境中，不同的个体资本-劳动斗争产生了二者之间的一个

特殊比率。再一次，关于工人与其雇主之间关系的不同微观模型都与

这个宏观结果相容，而且只要任意给定的模型产生了一个稳定分布的

结果，工资-利润份额就对微观细节“高度不敏感”。

3.4节提炼了宏观经济分析的5点教训。行为人的异质性意味着格

兰杰因果、变量协整、过度识别约束等微观经济特征（甚至是一些特

殊的动态特征）都不会传递到总体层面。因此，异质性意味着总体拟

合的函数不必与微观经济层面假定的函数形式匹配。然而，异质性并

不必然是稳定的总体模式的来源，因为后者可以直接从塑形结构产

生。

尽管函数形式在我们从微观过渡到宏观的时候会发生变化，某些

关键的变量确实会保留下来。例如，在基于4种不同行为人的消费模型

中，收入、价格和必需品最低消费水平在总体层面仍然相关。但其他

潜在地决定个体行为人差异的社会因素只通过它们对总体参数的影响

显露出来。因此，宏观关系建立在微观基础上，但不是以新古典理论

说明的方式。社会塑形结构在这里发挥了关键作用，因为它们在引导

个人行动方面发挥作用，并规定这些作用的限度和变化速度。

因此，严密的宏观经济学必须将分析基于个体行为分析，认识到

只有少数几个关键变量会继续存在于总体层面，而且通常在宏观层面

假定不同的函数形式。凯恩斯和卡莱茨基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凯恩斯

将对总消费的分析基于个人收入和影响个人储蓄（非消费）行为的大

量主客观因素之上。他还细心地指出制度和组织因素发挥了重要作

用。尽管如此，他仅仅要求总实际消费是实际收入的函数，且边际消

费倾向小于1。卡莱茨基的价格理论遵循了一条从微观到宏观的相似路

径。他的出发点是个体企业的价格方程，这个方程取决于企业的相对

规模、促销机构和雇员的工会力量。然而，行业的价格水平具有不同

的方程形式，与一个缩减了的变量集合联系在一起，包括行业的平均

单位成本和平均垄断程度（所有其他变量都通过它表示出来）。弗里



德曼的做法与之相同，他从一组决定微观层面货币需求的变量出发，

导向一个在宏观层面已经变化和缩减了的变量集合。相似的路径可以

追溯到马克思、熊彼特和许多其他伟大的经济学家。在新古典分析将

其转向超理性代表性行为人的理论死胡同之前，宏观经济分析已经是

严密的了。

对于某个给定的总体模式，通常有许多微观基础与其保持一致，

因此对一个总体假设的经验支持并不构成对任何特定微观基础的经验

支持。总收入的增加可能恰恰与许多消费者更不快乐联系在一起，比

如收入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们极其讨厌的某些群体的收入增加造

成的。因此，微观基础的真正领域在于政策考虑。卢卡斯本人指出，

即使没有选择理论基础，短期宏观经济预测模型也能运行良好，“但

如果你想知道政策变化时人们的行为可能如何变化，就有必要将人们

做出选择的方式模型化”（Snowdon and Vane 2005，interview with

Robert Lucas，287）。问题当然就是，人们到底为何要坚持从那些故

意歪曲真实个体行为的基础出发推导政策含义。

3.5节考察了总结部分一开始提出的第三个问题：哪些概念适合分

析第2章中展现的那些动荡模式？第一步是明确区分两种均衡概念，一

种是将均衡视为实现状态的传统概念，另一种是将均衡视为一个动荡

引力过程的新古典概念。前者是正统经济学和非正统经济学流行的概

念，它将注意力集中到均衡状态和均衡路径。这在一般均衡理论中表

现得最为明显，它所有的运算都局限于保证至少存在一个一般均衡

点。这个一般均衡点的唯一性和稳定性都没有得到普遍的确立

（Kirman 1989，127-129）。非正统经济学分析也普遍这样做，它经

常比较两个不同的均衡，好像它们是处于静止状态的（见第12章）。

另外，动荡引力过程意味着平衡只能通过反复出现和相互抵消的非平

衡实现，因此均衡过程本质上具有周期性和动荡性，受到具有不同振

幅和不同持续时间的“自重复波动”的限制。用现在的说法就是，一

个稳定的平衡点是一个吸引子，但它通常并非一个静止状态。进一步

的考察揭示，同一个潜在的引力中心本身可能就是一条增长路径。最



后，由于动荡引力中心的存在是正常情形，所以如果忽视了这些波动

（它们内含平均的引力中心波动）的大小或时间维度就犯了严重的分

析错误。

3.5.3小节考察了利润率均等化、存货周期、设备周期以及长波的

时间维度。我认为3~5年的存货周期反映了总需求和总供给实现平衡通

常所需要的时间，因此它们代表了恰当的凯恩斯主义“短期”时间维

度。这对于宏观经济经验分析有重要意义，大多数分析将观察到的季

度数据作为相关变量均衡值的代表。以同样的方式，我指出7~11年的

设备周期反映了实际产能利用率围绕正常水平循环所需要的时间。就

这点来说，它代表了哈罗德“长期”的时间维度。金融市场本质上受

制于泡沫的事实使其变得较为复杂。劳动市场在两个方面非常特殊。

尽管人口数量对经济刺激的反应迟钝，国内和国际劳动失业大军的存

在意味着局部的劳动有效供给可以对劳动需求做出反应——通过引诱

工人由不积极的劳动力转变为积极的劳动力，改变他们的地理位置，

以及（或者）改变工作日的工作时长和工作强度。因此，劳动力的有

效供给在一个较宽的范围内是灵活可变的。另外，尽管其他商品的相

对价格本质上是由市场决定的，实际工资不仅反映了劳动力市场的状

况，而且反映了不同的社会和历史决定因素。因此，劳动力的相对价

格只对劳动力市场状况做出部分反应。这一节以提出各种宏观经济过

程调整速度的类型划分为结尾，这种划分与其他文献暗含的分类方法

极为不同。

有三个非常重要的深层次问题。首先，有人宣称如果我们抛弃超

理性假设，“经济理论就会退化为一个特设性假设的大杂烩……缺乏

整体的凝聚力和科学的可反驳性”（Conlisk 1996，685）。我自始至

终都在证明，超理性教条本身建立在科学上站不住脚的假设之上。因

此，考虑这一点是有用的：如果我们确实抛弃这个教条，转而围绕实

际行为建立微观基础，将会发生什么呢？

我们肯定理解个体行为真正的复杂性。我们并不必然会丧失预测

能力，因为习惯和社会条件使个体行为具有可预测性。我们要记住这



个事实，即个体确实在做出选择——经常在不是他们自己选择的条件

下进行。我们承认理性在解释人类行为方面发挥了作用，但它经常受

到感情、信仰和幻想的排挤。激励确实重要，但并非所有激励都会对

人的前脑产生作用。只要承认这一点，我们就不会迷恋所谓的自由市

场和自由贸易总会使我们变得更好的断言，以及资本主义具有自由自

在的美德、政府活动具有固有缺陷等其他相关断言（Ariely 2008，

xx，47-48，232）。

我们也获得了关于以下重要问题的洞见：通过市场相互作用的无

数个体和企业是如何设法达到一致结果的。古典经济学的答案是，它

是由“看不见的手”实现的——通过使变量围绕一个永远变动的引力

中心而不断上下浮动。这是个体行为人“强制表达”为一种社会模式

的反映和方式，这种社会模式本身可能由于其他原因而是合意或不合

意的。凯恩斯在谈到市场上的讨价还价以及持久失业的可能性时承认

了这一点（Dutt 1991—1992，210n215）。正是瓦尔拉斯将与实际过

程相关的动荡和骚乱悄悄偷走了，取而代之以一个理想化的观念，即

存在一个可以直接达到并且最优的社会表达（即一般均衡）。自那以

后，新古典经济学一直致力于将这种理想合理化。而大部分非正统经

济学者也接受它为一个恰当的衡量标准，从而被迫把现实世界（而非

理论本身）描绘为充满了“不完美”。这种两极化的安排也许对双方

都合适，但它无法为分析资本主义制度提供一个充分的框架。

也许抛弃超理性教条的最大益处在于，我们能为消费者理论和生

产者理论中的经验现象提供一个更一般的解释。由于这些现象通常是

通过超理性行为假设进行分析的，这些模式的存在通常被看作对这个

特殊出发点的验证。但我们已经看到，许多不同的个体行为形式可以

产生完全相同的总体模式，因为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是结构性的，而非

个体性的。一个无法逃避的事实是总体结果（团体、市场和国家）具

有涌现特质，它与个体结果完全不同。个体的动机和预期在微观层面

与对结果的社会解释方面（因为对于任何特殊事件，人们可能感到高

兴或不高兴）依然重要。但除了所有个体都完全相同的幻想情形或恰



巧采取一致行动的情形，总体将具有自己的特点。因此，尽管我们总

是能用“平均行为人”来刻画总体，但这个平均行为人通常并不具备

一个“代表性行为人”的行为特征。确实，由于总体通常对个体行为

“高度不敏感”，我们不能将任何特殊的经验一致性解释为对其他特

征的一般支持，包括对一些特殊的个体行为模型假设的支持。模拟并

不必然就是解释。一个更深层次的含义是，在缺乏额外信息的情况

下，我们只能讨论那些依赖一个已被证实的经验一致性的政策含义，

而不能讨论那些基于无效或未经证实的假设之上的政策含义，这里的

无效或未经证实指的是就起基础作用的过程而言是无效或未经证实

的。因此，即使两个理论在（比如）预测一个预算赤字的产出效应方

面都是正确的，我们也不能不考察这两种方法的其他含义就得出进一

步的社会结论。

对这些内容的担忧渗透到经济学专业已有一段时间。因此，注意

到以下区分是有用的，即我们如何处理人类行为的一般性问题和经济

学处理这个问题的具体方式。有4个领域在这里非常重要：（1）行为

理论；（2）演化理论；（3）基于行为人的计算经济学（ACE）；

（4）随机方法。

行为理论涉及各种各样的学科，比如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和

神经生物学。生物学、文化、大脑架构和个人生活轨道都在人类行为

的复杂运行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另外，行为经济学在将行为理论得到

的一些知识纳入标准的经济理论方面发挥了有限的作用。

行为经济学仍然是一门围绕标准经济学的失败组织起来的学

科。它典型的贡献是从论证一些共同的经济假设（经常在一些实验

中）的失败出发，进而为那些失败提供一个心理学的解释。只要标

准假设能做出小的改变，行为经济学与标准经济学的这种共生关系

就能保持良好。在这种情况下，行为证据能推动标准模型做出小的

改变，使理论的基本结构保持完整。（Pesendorfer 2006，720）



行为博弈论是行为经济学的一个子集，它的特殊目标是“将心理

因素和学习……纳入正式的博弈论”（Camerer 1997，abstract）。

通常情况下，演化经济学与演化理论的关系稍微好些。在一般层

面上，它的关注点在于经济学如何从生物学的微观与宏观之争中学

习。它强调总体可以具有与个体要素不同的特征，因此依赖一个代表

性行为人可能存在的想法是徒劳的。它指出新古典经济学本质上依赖

“赫伯特·斯宾塞对达尔文‘适者生存’的解读”这个粗糙隐喻，这

经常被众多经济学家应用于企业理论来证明“市场结果的优越性”，

包括阿尔钦、恩克·弗里德曼、赫舒拉发和塔洛克。另外，求助于演

化隐喻至多不过发出了以下警告：经济学应该更加符合实际，允许各

种各样行为人之间相互作用、人口和技术构成发生变化、“持续的学

习和适应”、社会结构演变以及“性质、结构和不可逆的转变”（van

den Bergh and Gowdy 2003，66-68，76-77）。但是，就演化博弈论

而言，回报理性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其目标是用“适当较弱的理性假

设……其中有限理性行为人尽可能地最大化其个人利益”代替传统上

“对理性的较高要求”，以保留“理性选择理论的……内核”。就行

为博弈论而言，“通过适当地调整一个模型的动力学和初始条件，几

乎能产生任何结果”（Alexander 2009，7-8，18）。在这里，尤其重

要的是演化过程理论与回报的合理性两者的合并。达尔文主义关于个

体生物体之间相互作用的逻辑，以及它们的环境（受到生物种群的部

分影响）对其施加的各种适应性标准的逻辑，并不要求个体有机体像

超理性个体一样计算，更不必说一样行动了。计算是进化阶梯的决定

性要素，因此人类在进化阶梯的顶层。但和所有动物一样，我们也继

承了许多其他反应机制，它们不但会影响我们的计算，而且有时会彻

底推翻计算。进化反馈在科学上比理性选择的微积分学更加有趣，无

论理性是否有限。

基于行为人的计算经济学提供了第三种日益流行的分析模式，使

我们能够考察计算机生成的行为人之间各种各样的相互作用。行为人

事实上可以被假定为遵守任何可能的行为规则集合。这里既不需要超



理性，也不需要有限理性：只要设定一些规则和结构，然后运行程序

并观察结果就可以了。问题当然在于，许多不同的行为规则集合可以

产生相同的结果，而且规则的较小改变可以使结果发生很大的变化。

就行为和演化博弈论而言，通过一组合适的假设和调整，几乎任何结

果都可以被模拟出来。因此，即便是它的主要支持者也承认，至少在

该学科目前的状态下，基于行为人的计算经济学模型倾向于具有“特

设性”（Epstein 2007，54，64-65）。就这一点而言，应当注意本章

使用的基于行为人的计算经济学模型只是用来说明许多不同的行为假

设（从标准的新古典假设到完全非标准的假设）可以得到相同的总体

结果。总体结果反过来是由预算约束等塑形结构和社会影响的相互作

用分析得出的，具有随机稳定的分布。

这将最后一种分析模式带到了我们面前，即经济结果的随机分

析。这种方法发端于经济学，经过长时间的间隔后现在又重新回归经

济学。正是经济学家维尔弗雷多·帕累托在1897年发现，顶层1%人口

的收入分布遵循一个简单的幂次定律（见第17章中关于皮凯蒂的内

容）。帕累托后来被任命为经济学教授，接替莱昂·瓦尔拉斯的位

置。经济学家罗伯特·吉布拉在1931年宣称，剩余99%人口的收入服从

一个对数正态分布（Pennicott 2002）。尽管随机方法在物理学中产

生了重要影响，但是它基本消失于经济学视野，直到20世纪90年代经

济物理学（重新）出现。例如，雅科文科等（Dragulescu and

Yakovenko 2001; 2002 ， 1-2; Silva and Yakovenko 2004 ， 6;

Yakovenko 2007）指出总体收入分布是两种不同的概率分布函数的结

合，97%~99%的个体收入者服从指数收入分布，顶层的1%~3%服从帕累

托定律或一些其他的幂次定律。这种“收入分布两阶级结构”的理论

基础是一种动力学方法，其中来自工资和薪金的收入按加法增加，[1]

而来自投资和资本收益的收入按乘法增加。两种规律不同，因为收入

的类别不同。可以依次表明，每种规律都由各种各样的个体行为产生

（即对这些细节“高度不敏感”）。正如雅科文科（2007，2）所强调

的，这种方法“可能被看作概率理论的一个分支……被用于研究包含



大量人口的复杂经济系统的统计性质”。对此我们必须始终补充以下

这点，即只有当人们以惯常的方式行事时，才能得到总体的统计性

质：如果人们选择罢工、反抗或造反，事情将极为不同。

前面谈到了个体行为与总体结果的关系。第二个问题与位于这两

极之间的各种各样的塑形结构有关。我们看到预算约束在消费模式和

生产模式中发挥了核心作用。但套利过程是一个更加重要的塑形结

构。在新古典经济学中，所有消费者和厂商都被假定为接受同一商品

的同一价格，他们在最大化计算中将这个价格看作已知的。但同一价

格假设需要两个进一步的假设：作为买方，消费者和厂商都向商品更

廉价的生产者靠拢；作为卖方，厂商会调整它们的价格以吸引买者。

因此，尽管消费者和厂商在一个领域内被假定为消极的最大化者，但

他们潜在地被假定为另一个领域内积极的价格发现者和价格制定者

——可以说是在他们自己的背后行动。这个矛盾在瓦尔拉斯主义寓言

中通过设计出一个拍卖者得到掩盖——这个拍卖者对每种产品简单地

宣布一个价格；完全竞争理论则通过断言完全知识意味着只存在一个

同一价格，以掩盖这个矛盾。应当指出，对于任意给定的劳动类型的

工资率也能得到类似的结果，这些劳动的价格（和其他产品价格一

样）被假定为即使在短期中也被完全均等化了。过程在这些情形中并

不存在。一价定律与完全竞争理论实质上被钉在一起（Mirowski

1989，236），因为“普遍接受的完全竞争理论……并不包含对价格形

成的清晰解释”（Roberts 1987，838）。

完全竞争理论也假设同一行业中的所有厂商完全一样，所以每种

产品的售价相同意味着所有厂商的利润率都相等，即使在短期内也是

如此。但由于短期内不同行业的利润率可以不同，这个理论假定，从

长期来看资本流动会压低高利润率、抬高低利润率，直到所有利润率

都完全相等。短期结果和长期结果都将均衡视为一个实现状态。短期

假设确保了一个给定的行业内所有厂商的利润率都相等，长期假设确

保了所有行业的利润率都相等。因此，在完全竞争的长期均衡中，无



论身处何处，任何厂商都与其他厂商具有完全相等的利润率（Mueller

1990，4）。

由此可以断定，工资率、产品价格和个别厂商利润率的任何差

异，都是真实世界“不完美”的推定证据。不完全竞争观念彻底绑定

的“不完全”竞争理论就是从这一点出发的。3.4节讨论的卡莱茨基的

价格形成理论就是一个经典例证：根据每个厂商垄断力量的大小，同

一行业中不同厂商相同产品的价格存在差异；根据行业垄断力量的大

小，不同行业的利润量和利润率存在差异（Kalecki 1968，11-20）。

本书提出的实际竞争理论有着与完全竞争理论极为不同的建构

（见第7章）。厂商被假定为试行价格制定者，然后厂商之间的竞争将

任意给定产品的所有报价绑在一起。在其他条件（如运输成本和搜寻

成本）相同的情况下，高于平均价格的企业倾向于丧失市场份额，低

于平均价格的企业则相反。厂商根据这些反馈过程调整它们的价格。

我们得到的是一个围绕某个持续变动的平均价格的销售价格的强制分

布。这是竞争性大致一价定律。

任意给定行业内销售价格大致的均等化，蕴含着一个相应的行业

内利润率分布，它不仅取决于销售价格的分布，而且取决于行业内不

同厂商生产条件的差异。对于后者，一些特殊的集合代表了通常说来

最容易复制的（“调节性”）生产条件。任意给定行业内的新增投资

主要关心这些调节性生产条件的利润率。资本会加速流入那些调节性

利润率高于全国水平的行业，这将推动它们的供给超过需求，从而降

低其价格和利润率。调节性利润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行业则相反。

由于需求、供给乃至生产方法都在不断变化，最终结果是调节性收益

率围绕全国平均水平而强制性地震荡。这就是竞争性大致同一利润率

定律。

完全竞争理论和实际竞争理论都假定套利是一个基本的塑形结

构。然而，完全竞争理论设想的是某个已实现均衡状态中完全相等的

情形，实际竞争理论设想的则是一个围绕变动的引力中心而波动的动



荡过程中永远存在的差异。套利的共性，如同预算约束的共性，不应

该理解为这两个理论中的套利过程的形式和内容相同。第8章将讨论奥

地利经济学在这些问题上的价值所在。

最后一个问题关注在当前的瓦尔拉斯主义正统经济学与其挑战者

之间的另一条断层线。瓦尔拉斯主义方法主张以完全对称的方式对待

消费者和厂商。这两种情况的指导原则（最大化行为）和特有工具

（等值曲线和预算约束）在形式上完全相同。后凯恩斯主义传统通常

将宏观经济学看作消费者和企业之间不对称的权力斗争，后者具有前

者所不具备的寡头垄断权力要素。古典经济学家提出了一个更有力的

论点：资本是支配性力量，利润是资本主义真正的底线。这将古典经

济学家带到了生产领域，将剩余产品作为利润的客观基础，将竞争作

为利润调节交换的手段（见第7章）。注意以下这点很重要，即利润是

一个潜在的客观尺度，[2]通常情况下受到企业管理人员、股票市场、

银行和公众的不断审查。利润是企业的生存条件（Simon 1979，

502）。如果持续亏损，单个厂商将受到倒闭的惩罚；即使利润低于其

竞争者，它也会受到威胁。因此，它们一直有降低成本的压力，以提

高自己的生存率。反过来，这些个体面临的这种迫切需要产生了一系

列的排序机制，例如使同一商品价格均等化和不同行业利润率均等化

的趋势。竞争是企业之间的战争，而且这种被强加的战争的合理性，

正是在于它们提供了客观的指导原则（Shaikh 1978，7）。个体消费

者并不面对这种客观的筛选过程。当然，他们受社会影响的制约，这

些社会影响形成了他们微观经济行为的“宏观基础”（Colander

1996; Leijonhufvud 1996，42; Hahn 2003，227）。但在这些限制以

内，他们可以按照习惯、传统甚至任意地行动。他们位于社会-主体性

领域。因此，古典经济学的方法对企业和消费者的处理是极不对称

的。

[1] 主要发现是“大多数人口……拥有一个时间上非常稳定的指数收入分布（‘热’分

布），这与统计物理学中的均衡能量分布类似，遵循玻尔兹曼-吉布斯能量守恒定律”



（Dragulescu and Yakovenko 2002，1-2）。雅科文科指出，吉布斯通过对社会模式的研究

提出了他的颗粒分布观念。就这点而言，经济物理学只不过是在投桃报李。

[2] 利润是一个潜在的客观尺度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它的真实水平是一目了然的。确实，

所宣称的利润水平可以伪装很长一段时间。安然公司的迅速崛起和随后的崩溃是一个恰当的例

子：它的崛起建立在过度夸大的基础上，它的崩溃也正是由于这些夸大之词被揭露。2008年爆

发的金融危机是对这一过程的另一个严重警告。当真实的利润率宣布与大量虚假的主张对立

时，“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Marx and

Engels 2005，10）。



4

生产和成本



4.1 引言

乍一看，资本主义似乎是一个由广泛交换构成的系统。实际上，

新古典经济学正是把交换看作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组织原则，而把生

产当作一种在现期与未来之间进行间接交换的手段（Alchian and

Allen 1969，197-199; Kirman 1989，135）。但古典经济学的观点很

不相同。在交换的光鲜外表下，生产中有关劳动时间与劳动强度的永

恒斗争暗流汹涌。生产需要时间（Davidson 1991，130），因此必然

先于社会产品的分配。反过来，交换则仅仅是众多可能的分配方式中

的一种。我们将在第5章继续讨论这一问题。

本章第一部分（4.2节）详细讨论了各经济学流派对于生产的处理

方式。古典经济学视角强调劳动的积极作用和生产过程中劳动时间的

重要性，这与其余绝大多数经济学流派采用的被动而无时间意识的

“投入-产出”分析方法形成鲜明对比。本节还将说明，将总投资分解

为流动资本投资和固定资本投资对于解释经济的动态变化具有重要意

义。按照古典经济学的方法和正统经济学的一贯方法对总产品进行量

度，二者在总产品和价值增加值的量度上具有分歧，但在营业盈余上

则是相同的。附录4.1利用数学式子给出了按古典经济学方法量度的国

民账户和传统国民账户之间的相互对应关系。本节的最后介绍了生产

活动与非生产活动之间的重要区别，并简要说明了这种区别的意义。

本章第二部分（4.3节）进一步讨论了微观生产过程所具有的结构

性维度和时间性维度各自的内涵及影响。对原料、固定资本和劳动力

的利用与日工作时长和劳动强度相关。这些联系一直在瓦解从固定系

数到生产函数的各种各样关于生产的标准陈述。本节表明，轮班可能

采取的各种不同的组合方式会沿着机器在技术上的最大产能所对应的

生产可能性边界来回转换。这种新型的“再转换”摧毁了构建新古典

微观生产函数的任何可能性。相反，如果在理论构建中引入由社会因



素所决定的轮班长度，那么由此得到的产出模式就不仅仅由技术决

定，并且它通常会与固定系数模型和新古典模型对生产的描述相矛

盾。

第三部分（4.4节）显示，上述研究成果推导出的成本曲线与标准

微观经济学教科书中假设的模型非常不同。由于在从一个班次到下一

个班次时，正常成本的变化会导致平均可变成本曲线产生“尖状凸

起”，同时边际成本相应地向上跃迁，因此U形成本曲线的概念面临重

大挑战。这种尖状凸起的直接影响是，一个给定的价格水平会和边际

成本曲线有多个交点，这样一来，在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生产决策中，

价格等于边际成本（p=mc）法则便失效了。在某种程度上，固定系数

方法能够更好地处理这些结果，不过这也只能通过在社会所决定的日

工作时长和劳动强度下，将轮班可能采取的各种不同的组合方式视为

各种不同的“技术”才能实现。

本章的最后（4.5节）全面评述了关于日工作时长和劳动强度、生

产率和实际成本曲线形状的经验证据。我们发现，本章对生产的理论

刻画与经验事实相当吻合，由此得出的理论上的成本曲线不仅在经验

层面上为人熟知，而且从工商业实践的角度看也是合乎情理的。另

外，新古典对于生产的描述在经验上很少见到，而且在实践中不符合

常理。

就此而言，注意到以下事实是尤其重要的，即新古典及其派生理

论对“成本”的定义既不同于古典经济学，也不同于工商业实践。后

者按惯例将成本定义为用于直接生产成本（原料成本与工资）和固定

成本（固定资本折旧）的支出。本书也将始终使用这一定义。而新古

典理论则在固定成本中加入了“企业家的正常利润”，理由是这反映

了企业家“有权”获取的数额（Liebhafsky and Liebhafsky 1968，

266-267）。更晚期一些的教科书则给这个附加因素贴上了机会成本的

标签，认为它代表了“［工商业］会计意义下整个经济中的正常利润

率”（Varian 1987，203）。◎其意图显然是证明资本所有者获取利



润的权利是合理合法的。在实践中，这是通过把固定成本的定义扩展

为包括折旧成本与正常利润（正常利润率乘以资本存量）实现的。换

句话说，新古典经济学假定平均“成本”既包含直接生产成本，又包

含一个正常的总利润量。这改变了新古典经济学对总成本和平均成本

的量度，但并不影响对平均可变（直接）成本或边际成本的量度，因

为后两者都不取决于任何类型的固定成本。



4.2 不同经济理论中的生产

从古典经济学的视角来看，劳动者是积极主动的行为人，他们在

劳动工具的帮助下作用于劳动对象，并在一定时间之后生产出产品。

因此，生产过程同时也是劳动过程，尽管（如同葡萄酒的酿造过程）

生产时间往往会超出劳动者工作的时间（Marx 1967b，238-247;

Shaikh 1982，68-72）。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命题反过来并不一定成

立，因为古典经济学并不把所有的劳动都看成生产劳动（例如，从事

购买、销售、货币交易的劳动就不是生产劳动）。本节的最后将简要

说明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之间的区别。

4.2.1 流动资本投资与固定资本投资

因为生产需要时间，所以投入品的获取和使用必然发生在最终产

品形成之前（Gilibert 1987，990）：生产必须在其能被实现之前就

开始进行。因而，生产任何有计划的增加都要求预先支付追加的原料

及劳动力。我们把这样的支出称为流动资本投资，其目的是增加产

出。另外，我们把对厂房及生产设备的追加购买称为固定资本投资，

其目的是扩大产能。因此，总投资由流动资本投资和固定资本投资组

成，这两种投资都会催生新的需求，但前者还同时创造了新的供给，

后者则同时创造了新的产能。流动资本投资的目的是调整供给以应对

需求变化，因此在短期内不能被视为“外生变量”。类似地，固定资

本投资的目的是调整产能以应对需求变化，因此从长期来看也不能被

视为外生变量。典型的凯恩斯主义和卡莱茨基主义视角将总投资视为

外生变量，这显然缺乏依据。这两种投资对宏观经济动态变化的影响

将在第13章中讨论。

除了著名的奥地利学派（Kritzner 1987，148）外，生产时间消

失在其他大多数理论框架的视野中。在新古典理论中，劳动和资本在



生产函数中表现为同等的“投入品”，从中形成即时和最优的产出

（Beaulieu and Mattey 1998，200）。投入-产出经济学关注异质性

实物投入和异质性实物产出之间的关系，却往往让劳动和生产所需要

的时间消失在视野中（Leontief 1987）。新李嘉图理论本质上采用的

也是投入-产出框架，但经常关注的是价格而非数量。劳动的重新出

现，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工资在价格和利润的决定中起着重要作用，

但劳动时间本身通常仍然在理论框架之外（Sraffa 1960，chs.1-2;

Kurz and Salvadori 1995，chs.2-4）。最后，卡莱茨基主义和凯恩

斯主义通常将生产视为需求的附带现象，在这里，产出被假设为会对

需求的变化即时做出反应（Pugno 1998，155; Godley and Lavoie

2007，65）。

这些理论框架不考虑生产时间的一个原因在于，它们经常暗含了

一种静态的假设情形，在这种情形中，所有的平衡都会在给定的水平

上重复。这导致时间本身似乎没有任何意义。但是，只要考虑到在再

生产过程中可能存在的不平衡或中断，这种错觉就会被消除。[1]于

是，突然之间，生产时间以及诸如存货存量和货币存量那样的缓冲对

实际路径的动态变化过程来说就变得至关重要。

4.2.2 古典经济学的和传统经济学的国民账户

标准的国民账户建立在这样一种并不现实的前提假设之上：“效

用的创造是所有经济活动的目的”（Kendrick 1972，21）。[2]从这

个角度来说，净产品是分析与量度的恰当的焦点，因为它既包括消费

品（效用的直接来源），又包括“可以在未来生产更多产品（或效

用）”的投资品（Hick 1997，308）。在价值层面，总净产品的对应

体是总价值的增加值。后者可以通过对各部门总产品的增加值部分进

行加总估算得出。一旦确定了目标是量度价值增加值，那么将中间产

品算作净产品的一部分就将会造成“重复计算”（Shapiro 1966，

20）。但是，如果如古典账户和投入-产出账户的目标那样，感兴趣的



是总产品的量度，那么仅关注价值增加值就会导致“遗漏计算”。目

标决定过程的适当性。

古典账户和投入-产出账户追踪全部产品。在价值层面，它是中间

投入品和价值增加值的总和。在使用价值层面，它是中间投入品与最

终产品之和。[3]对跨行业部门、长期价格、技术变革以及生产与货币

流的总体关系进行分析，获得全面的认识至关重要（Sraffa 1960;

Kendrick 1972，23，28）。即便如此，古典经济学对全部产品的量

度，与相应的基于标准国民收入和生产账户（NIPA）方法的标准投入-

产出量度存在某种差别。其中的差别根植于生产需要时间这一事实。

在给定某年中使用的原料与劳动投入与该年开始的全部生产有

关。由于生产需要时间，所以当年的投入只有一部分会形成当年的产

品，其余的则带来在产品的增加（即未完成的产品存货的增加）。相

反，当年获得的产成品的其他部分是前些年开始的生产的结果。因

此，在给定年份，当年获得的产成品与当年开始生产的产品十分不

同。年度产成品的生产成本与当年中间投入品和劳动力成本流也不相

同。

马克思特别讨论了产成品和总产品（包括产成品和未完成的产

品），但他主要关注前者（即年度产品总量），因为产成品才是实现

利润的工具。[4]正如他所指出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全部目标就是获取

利润。在资本的一般性循环M-C…P…C'-M'中，货币资本（M）被投资

于购买中间品和劳动力（C），后者随后被当作生产资本（P）投入生

产以最终得到产成品（C'），希望以某一货币价值（M'）出售获利。

从这个角度来说，最终产品是那些准备出售的产品，实际销售最终产

品得到的利润是完成资本循环的关键，因而也是整个再生产过程持续

进行的关键。[5]此外，实际货币的流通与最终产品的实际销售相关，

原料以及在产品的存货只是实现这一目的一种手段。标准经济账户也

区分了产成品和总产品，但是其关注点是后者。因此，古典账户和传

统国民账户在总产品与价值增加值的量度上都存在差异。尽管如此，



我们可以看到，只要所有的劳动都被假定为生产劳动，传统国民账户

中总生产利润的定义就与古典经济学国民账户中的完全相同，总生产

利润在前者中为总营业剩余，在后者中为以货币形式存在的总剩余产

品。

请考虑以下这个简单的例子。假设生产某一产品需要6个月的时

间，那么，当年2月开始的生产就将在同年7月结束，而当年8月开始的

生产则将在次年1月结束。2月开始一批总成本为30单位（12单位用于

原料，18单位用于工资）的产品，在7月之前都将首先作为额外的30单

位计入在产品存货（按成本记录价值）[6]，在7月则将按成本从这些

存货中扣除并按市场价格（如60单位）计入产成品中。因此，任何在

同一年开始生产并完成的产品，对于在产品存货都不产生任何净影

响。另外，由于相应的产成品到下一年才会出现，因此于8月开始生产

的成本为25单位（10单位用于原料，15单位用于工资）的产品，在当

年将被一直记录为在产品存货。最后，当年可获得的最终产品也包括

在过去开始，并在这一年恰巧完成的生产。如开始于去年8月，总成本

为18单位的生产，今年1月可获得价值为40单位的最终产品。[7]此

时，当年的在产品存货将减少18单位，而产成品账目将增加40单位。

当年在产品存货的总变动将为7单位，其中，在这一年开始但没有完成

的生产使在产品存货增加了25单位，而在这一年完成但开始于过去某

一年的生产使在产品存货减少了18单位。同时，原料存货的变化（如3

单位）将为当年企业新购置的原料（如25单位）与当年使用的原料22

单位（12单位用于产成品的生产，10单位用于在产品的生产）之差。

用这些数据，我们可以建构出两种明显不同的方法来量度产出。

古典账户用产成品定义产出。因此，古典方法对年度产成品的量度为

100单位，其中40单位来自前一年开始、当年结束的生产，60单位来自

当年开始、当年结束的生产。传统的国民收入和生产账户方法将总产

品定义为给定年份产成品和原料及在产品存货变化的总和。[8]这样一

来，用传统方法量度的年总产品是110单位，其中100单位是当年完成



的生产（包括在过去的几年已经开始的生产），3单位是原料存货的变

化，7单位是在产品存货的变化。

尽管这两种国民账户方法之间存在着这些差异，但有点令人惊讶

的是，这两种方法量度的总利润是相同的。为了阐明这一点，从国民

收入和生产账户方法对总营业盈余（GOS）的量度开始是有益的，用总

产品（X=110）减去发生在当年的年度总成本［58=总原料购买25+当年

开始的生产的总工资支出（18+15=33）］：GOS=110-58=52。另外，古

典方法量度的总剩余价值（GSV）的货币形式为总产成品价值

（XP=100）减去总成本（48=当年开始生产的产成品的总成本30+前一

年开始生产当年完成的产成品的总成本18）：GSV=100-48=52。思考上

述过程，我们便能看出结果为什么一定会是这样。通过把原料存货及

在产品存货的变化（ΔINVA+ΔINVWIP=3+7=10）计算在内，国民收入

和生产账户方法对产出（X）的量度扩展了古典方法对产出（XP）的量

度，其中在产品存货的变化ΔINVWIP被定义为当年开始生产但未完成

的产品的成本（25）减去前一年开始生产当年完成的产品的成本

（18）。另外，我们可以从上述定义中看到，当年的总生产成本

（58）与产成品生产成本（48）之差同样是10。因此，标准方法量度

的总产品与其当年成本之差，就与当年的产成品和其成本之差相等：

GOS=GSV。出于这个原因，我将用总利润（PG）这一术语同时代表这两

种方法量度的利润。其中的逻辑关系总结于表4.1中，相应的更详细的

数值推导参见附录4.1和附录4.2。

表4.1 国民收入和生产账户总营业盈余与古典总剩余价值相等[9]



这两套账户总利润的相等，不能延伸到总价值增加值（GVA）的量

度中。就目前这两套账户的抽象程度来看，对总价值增加值来源端的

量度是总利润与工资之和。在古典账户中，与之相关的工资支出是产

成品的劳动成本（WP），它是当年开始生产的产成品的劳动力成本

（W′P），加上前一年开始生产当年完成的产成品的劳动力成本

（W"P）。在标准账户中，与之相关的劳动力成本是当年的工资支出

（W），其中第一项与W′P相同，而第二项是当年开始生产但并未完成

的产品的劳动力成本（WWIP）。因此，GVANIPA（标准账户对价值增加

值的量度）-GVAClassical（古典账户对价值增加值的量度）=W–

WP=WWIP–W"P=未完成的产品中当年受雇劳动力的成本减去前一年开始

生产当年完成的产品的劳动力成本。



上述结果的成立并不依赖任何有关生产时间的假设。但在最简单

的情况下，所有的生产都具有相同的周转时间，那么我们总是可以选

择一个与生产时间相等的时间段，并称其为生产“年”。这样一来，

，因为这一年开始的生产都不会在这一年完成。出于同样的原

因，当前雇用的所有劳动力生产的都是未完成的产品，因此当年开始

生产但未完成的产品的劳动力成本与当年的工资支出相等（

），而当年完成的产成品的劳动力成本和前一年的工资支出相等（

）。都留重人（1942）证明了，在这些条件下，标准账户对价

值增加值的量度将超过古典账户对价值增加值的量度，超出值即为工

资支出的增加值：GVANIPA-GVAClassical=ΔWt
[10]。都留重人的发现

是两种量度方法之间更一般的差别的一种特殊形式。

在上述例子中，产出随时间的推移而增长，因此我们很容易将一

定量的产出与一定量的成本联系起来。然而，在静态系统这样一种特

殊情况中，产出在每一个生产循环中都是相等的，因此在给定年份，

当年开始生产的产品成本和当年完成的产品成本在量上将会是相等的

（尽管在具体内容上并不相同）。因此，如果每半年都有18单位花费

于原料和劳动力，那么每一年将有40+40=80单位的产成品，它们的生

产成本是18+18=36单位，一部分是前一年开始生产的产成品，另一部

分是当年开始生产的产成品。同时，一个总成本为18+18=36单位的当

年开始的生产，其中仅有一半会在今年得到产成品。因此，在静态模

型中，当年完成的产品在量上与当年开始生产的产品相等，即使它们

发生在不同的时期。于是，这种时间意识的缺失便导致了生产可以被

当成“瞬间发生的”这一错觉（Pugno 1998，155; Godley and

Lavoie 2007，65）。

最后，把流动资本投资放入这两套账户中考虑是重要的，因为这

一范畴在古典理论对经济的动态分析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见第14

章）。恰恰是因为生产需要时间，所以产出水平的任何改变都要求投

入其中的原料和劳动力提前发生改变。在我们的例子中，在第一个生

产周期，为了之后生产出价值为40单位的产成品，18单位的货币资本



被投资于购买原料和劳动力，而在第二个生产周期，为了之后生产出

价值为60单位的产成品，30单位的货币资本被投资于购买原料与劳动

力。生产成本的变动（30-18=12）代表的是当年流动资本的投资，而

这正是产成品价值发生相应变动（60-40=20）的必要前提。流动资本

的投资导致了随后的产出变动。另外，更为人所熟知的固定资本投资

范畴将会导致产能的变化。正如附录4.1中的数学式子所表达出来的，

固定资本投资直接出现在传统的国民账户中，而流动资本投资则表现

为中间产品和在产品存货变动之和。这两种形式的投资在古典经济学

对生产的研究中起着完全不同的作用，然而，所有其他的经济理论却

倾向于将二者混为一谈，这是因为生产时间本身是落在这些理论的视

野之外的。[11]

4.2.3 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

所有的劳动活动都会有某种结果，但并非所有的结果都是产出。

因此，生产性劳动带来新产品，而非生产性劳动则产生社会授权的其

他结果，例如商品、服务与货币的分配（要么是直接分配，要么是由

交换间接地调节），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一般性的行政管理工作，以

及其他多种多样的社会活动，比如公安、消防、军队和私人保镖。所

有的劳动都是从现在或过去的生产中获取他们的消费所需，但是只有

生产性劳动在获取消费的同时增加总产品。

请思考生产和个人消费之间的区别。生产消耗掉现有的财富以创

造新的财富（即实现一种生产性的结果）。个人消费则通过消耗财富

以维持与实现个体的再生产（一种非生产性的结果）。军队、公安、

行政性和贸易性活动，也都在行使保护、分配和行政管理职能（同样

是非生产性的结果）的过程中消耗财富。从这个角度看，非生产性劳

动是一种社会性的消费而不是生产。这里的问题不在于有没有必要

性，因为所有这些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存在的活动，对社会再生产而言



都是必要的（Beckerman 1968，27-28）。相反，问题的关键在于结果

的性质。

这里的区别是生产活动和非生产活动之间的区别，而不是商品与

劳务之间的区别。亚当·斯密确实曾把生产劳动的定义限制为能带来

实物商品的劳动，而马尔萨斯和李嘉图也基于“实践的理由”支持这

一观点（Shaikh and Tonak 1994，21）。但马克思坚持认为提供服务

也可能是生产性劳动。请考虑一场音乐会。音乐家和舞台工作人员协

同合作完成一场演出，这是观众所关注的使用价值。但是，一场音乐

会可能同时需要一部分人（引导员）维持秩序并保证安全，并且如果

是营利性演出，还需要一部分人（收银员和保安）来保证产品仅对那

些付钱的人是可获得的。音乐家和舞台工作人员协作提供了生产性劳

动，而引导员、收银员及保安提供了非生产性劳动，但所有人提供的

都是服务。不同之处在于其劳动的结果而非形式。

古典方法来源于斯密、李嘉图、马尔萨斯、穆勒、马克思、西斯

蒙第、博德里亚、查默斯以及其他先贤的著作（Studenski 1958，

20）。虽然其表达并不完整，且偶尔会自相矛盾，但它仍然在近一个

世纪的时间中作为“经济思想的主流”而存在（Kendrick 1970，

288）。直到新古典经济学崛起之后，古典经济学对生产活动和非生产

活动的区分才被以下观念取代：所有的社会必要的活动，除了个人消

费，都会产生一种产品（Bach 1966，45）。在新古典传统中，如果一

项活动被认为是社会所必需的，它就会被认为是生产活动。而这反过

来又依赖这样的结论，即至少要有某个人愿意为其直接买单（Bach

1966）。因此，在新古典经济学中，所有潜在可销售的活动都被视为

生产性劳动。[12]这一点也体现在传统的国民账户中。根据美国经济

分析局（BEA 1970，9）的说法，“区分一项活动是不是在经济上具有

生产性的基本标准，在于它能否在市场经济的销售与购买交易中得到

反映”（cited in Eisner 1998，1612）。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尽管在

其他方面与新古典理论决裂，但在这一点上，几乎没做什么反对的事

情。[13]



尽管非生产市场活动这一概念已经从正统经济学的理论词汇中被

废除，但在实践话语中它依然兴盛。在20世纪80年代，人们引用日本

首相的话，批评美国的资源都“浪费”在了金融和贸易活动之中

（Sanger 1992）。可以想象在面对今天的经济崩溃时他会做出何种言

论。《财富》杂志指出，“制造部门代表们控告法律部门和金融部门

的高度非生产性”（Farnham 1989，16，65; Chernomas 2011，

68）。商业经济学家劳伦斯·萨默斯和维多利亚·萨默斯（1989，

270，cited in Chernomas 2011，69）评论道，“对金融市场当前趋

势最常见的抱怨是，太多天赋甚高的人力资本投身于这种票据资产的

交易，而不是实实在在地创造财富”。同样地，瑟罗（1980，88）提

出，“尽管保安保护过去生产的产品，但是由于他们对产出毫无贡

献，［他们］没有生产出任何新的商品”，军事活动是“一种形式的

公共消费”，它“消耗大量的人力和经济资源”（Thurow 1992，

20）。《纽约时报》表达了同样的观点，指出：“在一个试图保护自

己免受暴力和犯罪侵害的国家，安保人员，或者如某些经济学家所称

的警卫劳动，正在激增。”那篇文章接着引用了哈佛大学经济学家理

查德·弗里德曼的观点，大意是如果“你去波士顿一个不太穷的社区

的运动鞋折扣店看看，那儿将有三个私人保镖……我们正在雇用很多

人，他们基本上什么也不生产”（Uchitelle 1989）。在一个以军

事、官僚、金融和贸易活动的普遍增长为特征的世界里，非生产劳动

这一问题不容掩盖。

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这一区别对国民账户有重要影响。在

实践层面，仍有一大部分服务活动将继续被归为生产活动（交通、住

宿、娱乐、维修等），而其余的则将被归为非生产活动（批发/零售、

金融服务、法律服务、广告、军事、市政服务等）。这些都将反过来

影响最终产品以及总利润的基本量度。

正 如 谢 克 和 托 纳 克 （ 1994 ， 100-106 ， table 105.104 ，

figs.105.103-105. 104）所展示的，按古典经济学方法量度的总最终

产品（GFP*）的货币价值比传统的GNP（国民生产总值）少大概5%。



GFP*的增长速度也比GNP稍慢一点，因此GFP*/GNP这一比值从1948年的

95%稍微下降到1989年的84%，相当于每年下降0.27%。按古典经济学方

法量度的剩余产品（SP*=Ω*）的货币价值额与传统的净营业盈余

（NOS）之间的差别更大。由于非生产活动并不增加剩余产品，因此它

们的成本必须由后者支付。这对利润税和间接商业税来说也是一样。

因此，传统的对营业盈余的量度，是总剩余产品扣除工商业税收与非

生产活动的运营成本（原料与工资）后的剩余值。这样一来，净营业

盈余仅仅是古典剩余产品的一部分，NOS/SP*从1948年的44%下降到

1989 年 的 35% （ Shaikh and Tonak 1994 ， 217-219 ， table

217.211）。由此可以推出，传统的利润率也是按古典经济学方法量度

的利润率的一个类似的部分。相较于按古典经济学方法量度的盈利能

力，两种对盈利能力的传统量度（GFP*/GNP和NOS/SP*）都以每年0.2%

左右的速度下降。

对这一问题的进一步探讨超出了本书的范畴。对这些问题及其影

响的详尽讨论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谢克、托纳克（1994）和莫恩

（2005）的著作。本书的焦点在于实际利润率起到的调节作用，以及

传统量度与它们按古典经济学方法量度的对应物之间比值的稳定性，

这为后者所具有的因果顺序延续到前者提供了某种保证。

[1] “在一个不断回转的循环中，每一点都同时是出发点和复归点。如果把这种回转中

断，那就不是每一个出发点都是复归点了。我们已经知道，不仅每一个特殊的循环都把其他的

循环作为前提（包含在内），而且一种形式的循环的反复，已经包含着其他形式的循环进行。

因此，全部区别表现为单纯形式上的区别，或者说，表现为单纯主观上的、只对观察者才存在

的区别”（Marx 1976b，ch.4.101）。（中文转引自《资本论》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4

年版，第117页。——译者注）

[2] 从古典经济学视角看，我们可以区分三种不同的生产：为了直接使用的生产，为了销

售的生产（简单商品生产），以及为了获取利润的销售的生产（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即使是

在第一种情形中，它涵盖了所有种类的社会生产关系，其中包括封建制生产和奴隶制生产，我

们还是很难定义“那种”驱动鞭子的生产过程的效用（在封建地主和奴隶主的效用函数中，鞭

子的“效用”是让他人感到疼痛，而不是消费鞭子本身。来自作者电子邮件对鞭子效用的解

释。——译者注）。在第二种情形中，驱动力是金钱。而在第三种情况中，驱动力是以货币形

式存在的利润。商品一经售出，概不退换。



[3] 净（最终）产品从价值角度应该被定义为扣除折旧后的价值额，从使用价值角度应该

被定义为扣除重置投资后的剩余。但是，因为折旧和重置投资都出了名的难以估算，所以最终

产品的起初的估算便是这些组成要素的总和，也便有了“总最终产品”和“总价值增加值”这

两种说法（Kendrick 1972，28-29）。

[4] 马克思区别了商品资本（即产成品）和总产品，后者也包括半成品。“在这里，我们

假定一年为51周。在51周内，资本I通过了6个完整的劳动期间，生产商品6×450=2 700镑。

资本II在5个完整的劳动期间内，生产商品5×450=2 250镑。此外，资本II又在一年最后周

（第50周中间到第51周末）生产商品150镑的。——51周的总产品为5 100镑”（Marx

1967b，268）。（中文转引自《资本论》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96页。——译

者注）请注意，在这个以及很多其他的例子中，总产品的价值包括了半成品的价值（例如，由

450英镑的预付款组成的资本II在其正常为期4.5周的工作期间中的前1.5周内仅生产150英镑

的价值）。这和商品资本（如产成品）是有区别的。

[5] 因此，“产成品”的定义是一个历史性问题。当一个之前被认为是未完成的产品有了

实际市场时，其作为未完成的产品的地位就改变了。比如，在传统的烘焙行业，生面团通常被

认为是半成品，但是随着制冷技术的出现，生面团也可以作为完成的商品被某些行业需要，然

后作为被购买的投入品进入新的生产过程。

[6] 根据成本记录在产品的价值，是产业实业与国民收入和生产账户核算的标准做法，这

意味着利润来自产品的销售（或者说来自商品流通）。在马克思的理论框架中，新在产品的劳

动价值包括不变资本的劳动价值与消耗在其上的劳动时间之和（c+l），而不仅仅是这些投入

的成本之和（c+v）。表现在国民生产账户的货币核算上，就是根据其完成程度记录在产品的

价值。因此，完成进度为90%的产品的价值，将被计算为其产成品的市场价格的90%。这清楚

地表明，价值的增值在生产过程中发生，只是在流通过程中实现。

[7] 这一数值实例假设，过去的生产过程是在前一年开始的。但是，这一假设对我们的核

算来说并非是必要的，因为对于所有在这一年完成但在过去任意时间开始的生产过程，我们的

核算都是成立的。我们的核算方法没有隐含生产周期为一年这一假设。

[8] 国民收入和生产账户的总产品被定义为总产出（X），它是购买的中间投入品

（A）、最终产品的销售（XS）与存货变化（ΔINV）之和。存货变化是产成品的存货变化

（ΔINVP）、原料的存货变化（ΔINVA）与在产品的存货变化（ΔINVWIP）之和。但是，中间

投入品的销售额、最终产品的销售额与最终产品的存货变化之和仅是年度的总产成品（XP）。

因此，国民收入和生产账户的总产品等于产成品加上原料存货和在产品存货的变化（BEA

2008，2-2，2-9）。进一步的细节见附录4.1。

[9] 表中的Δ意为“变动值”。——译者注

[10] 在标准的马克思主义概念中，产成品的总价值W=C+V+S，其中C为生产中耗费的不变

资本，V为生产过程中所用的可变资本，S为剩余价值。后两者之和为马克思理论中的价值增加

值。剩余价值转而用于资本家的个人消费（Sc）、不变资本的追加使用（Sac=ΔC）以及可变

资本的追加使用（Sav=ΔV）：S=Sc+Sac+Sav=Sc+ΔC+ΔV。都留重人证明在每一次的生产周期

都相同，且只有资本流动的情形下，对价值增加值的标准（凯恩斯主义）量度是



VANIPA=V+Sc+Sac+Sav=V+Sc+ΔC+ΔV=马克思理论的价值增加值+ΔV（Tsuru 1942，371-

373）。

[11] 流动资本投资和固定资本投资之间的差别，出现于魁奈、斯密、李嘉图、马克思、

凯恩斯、卡莱茨基、哈罗德、希克斯和罗宾逊夫人的理论之中（Shaikh 1991，325）。它在

古典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传统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投入-产出经济学中，当然也在

斯拉法的经济学中，这一区别也同样重要。在一个静态模型中，流动资本投资为零，因为没有

任何增长。在一个稳态增长模型中，两种投资都必须以相同的速率增长，以保持其比例恒定

（Harrod 1939，47–48; Hicks 1985，108–112，118–119）。在这两种情况下，流动资

本投资倾向于消失在理论视野中。

[12] 在标准理论中，如果有人愿意为一项活动支付一定的价钱，也就是说，如果它是潜

在可销售的，这项活动就是“生产活动”（Bach 1966，45）。由于所有的市场活动都通过了

这一测试，因此只有那些被判定为无法通过可销售性测试的非市场化活动，诸如某些政府的活

动，可能会被认为是非生产的。官方账户通过将所有的政府活动视为零利润下潜在可销售的并

因此是“生产性”劳动的一种形式而避开了这一棘手的难题。

[13] 在斯图坚斯基关于国民账户历史的里程碑式的著作中，他将上述转变称为从古典经

济学“有限制的生产”定义到新古典经济学“全面的生产”定义的转变（Studenski 1958，

12）。但是，从古典经济学的视角来看，这一转变实际上是从古典经济学“全面的消费”定义

撤退至新古典经济学“有限制的消费”的定义，而“全面的消费”定义将很多活动定义为社会

消费而非生产，“有限制的消费”定义则将社会消费的定义限制为仅指个人消费。



4.3 生产关系与生产函数

4.3.1 生产的结构性维度和时间性维度

生产过程有几个重要的结构性维度和时间性维度。工具在结构上

不同于原料：劳动借助厂房、设备以及它们运行所需的辅助材料（燃

料、电等）作用于原料。在这个过程中，原料和辅助材料在每个生产

周期被耗尽，而厂房和设备通常在很多个生产周期中发挥作用。在时

间领域中，生产时间指生产从开始到完成之间的时间间隔。资本的总

循环还包括销售产品耗费的时间。3.5.3小节提到过这部分时间，它是

对各种经济过程的调整时间所进行的更广泛讨论的一部分。

当我们进一步考察生产时，我们将注意到另外两个维度。假设在

一个给定的工厂里有5台机器，那么日总产量就取决于这些机器中有几

台机器处于运转状态，这是厂房的外延性产能利用。但是，日产量同

时也取决于在给定的一天内每台机器有多长时间在运转（机器的外延

性利用），以及以什么速度运行（机器的内涵性利用）[1]。假设一

台机器在某个最大运转速度下每天可以安全地运转20小时。如果一台

机器的运行需要一个工作团队，那么每1小时的机器运转时间都要求工

作团队中每名成员相应的1小时的劳动时间。从这个角度看，对内涵性

产能的充分利用可以通过一个工作团队工作20小时或者两个工作团队

进行连续两个10小时的轮班等方式实现。所以，我们必须认真考察生

产班次的安排。最后，即便我们知道一台机器每天可以吸收20小时的

劳动时间，我们也无法获知对应的产出数量。因此，我们还需要考察

生产率与日工作时长、劳动强度之间的关系。劳动过程的这两个方面

一直是雇主与工人之间争执的焦点（见4.3.2小节），也在对劳动过程

的分析中占据重要的理论地位（Marx 1967a，chs.10; 15，sec.3;

17; Braverman 1974）。然而，它们往往从标准理论对生产的描述中



消失，这种描述通常在微观经济学层面，不是假设可变系数的生产函

数，就是假设一个固定系数的生产技术（Varian 1993，ch.17; Kurz

and Salvadori 1995，43; Miller 2000，128n8）。本节的目的之一

就是解构这些明显对立的对生产特征的描述。

4.3.2 日工作时长和劳动强度的社会与历史决定因素

从工商业的角度来看，机器生产的崛起是资本主义的伟大胜利之

一。它大大提高了生产率，并且相应地大幅降低了成本。借此，机器

生产改变了劳动过程的本质，把工人从工具的使用者转变为被机器使

用的工具（Marx 1967a，ch.15，sec.4，422）。“因此，一个马萨诸

塞州的制造商同时也是立法机构的成员冈珀斯声称：‘我像对待机器

一样对待我的员工，怎样使用他们对我有利我就怎样做，当他们老

了，再无利用价值时，我就把他们抛向街头。’一家马萨诸塞州鞋店

的工头非常直率地告诉工会领袖：‘……给我一个四肢健全、身体健

康的18岁年轻人，让他在这两台机器中任何一台机器上干上4年，我就

能让他满头灰发。’”（Foner 1955，14-15）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

工作条件受到技术影响是正确的：体现在机器中并通过机器表现出来

的资本力量构成了方程式的一边。

但是，方程式的另一边与工人的反应有关。就工人的反应而言，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表现在“工厂车间里的抗争：……工人就做多

少工作以及被付给多少薪酬而展开的抗争”，工人为工作速度加快而

展开的抗争，以及通过叛乱与破坏进行的抵抗（Beynon 1978，244-

245）。劳动过程史将始终是一个警醒：劳动时长、劳动强度、平均或

边际生产率不是由技术决定的。

在英国，随着工业资本主义逐渐建立并巩固对劳动过程的控制，

日工作时长和劳动强度在18世纪到19世纪之间都上升了。“在［18世

纪］ 30年代甚至40年代的很多工厂里，你能看到工作日的工作时长长

达14小时、16小时甚至18小时之久。”然而，在比那时早半个世纪的



时候，“这样的日工作时长……被认为是超长的”。不仅如此，劳动

强度随着日工作时长的延长而提高，工厂和矿井里发生事故的次数也

随之增加（Kuczynski 1972，pt. 1，46-48）。在澳大利亚，“［18

世纪］ 40年代初，日工作时长最短也有10小时，还不包括2小时的休

息时间。很多工人每天工作16小时甚至17小时”（Kuczynski 1972，

pt.2，83）。在美国，甚至直到19世纪末，日工作时长还在10~15小

时，而且常常是一周7天工作制（Barger and Schurr 1944，73-74;

Foner 1955，22）。相比之下，19世纪初法属加勒比地区蔗糖殖民地

的奴隶每日高效工作“9~10小时（取决于日照时长）。这还不包括往

返工作地点和搜集并搬运原料所花费的时间（很多种植园主认为，后

一项工作徒增奴隶在工作了漫长的一天之后的疲劳感，因此应该分给

专人去做）”（Tomich 2003，144-145）。当然，雇用童工也非常普

遍。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英国，“某些种类的工作，特别是纺织

业的工作，完全由童工完成……18世纪与19世纪之交的英国首相小威

廉·皮特甚至在他的《劳工法》中提议，儿童应该5岁就开始工作……

在工厂和矿井里，儿童每天工作12小时甚至更长时间”（Kuczynski

1972，pt.1，45）。在19世纪80年代的美国，即使是“将儿童的日工

作时长减至12小时以下的尝试，都遭到了激烈的反抗”（Foner

1955，24）。

在英国，直到19世纪，反抗这些工作条件的斗争才开始通过工厂

立法的方式表达出来。1802年，一项法律将棉纺织业学徒的日工作时

长限制在12小时以内；1819年，一项法案禁止雇用9岁以下的儿童，同

时将“9~16岁儿童的日工作时长限制在12小时以内；1825年的一项法

案将儿童周六的劳动时长限制在9小时以内；1831年的一项法案禁止

9~21岁的年轻人晚上工作。当然，这些法规经常为人夸耀，但直到

1844年，有效的立法才将儿童的日工作时长限制在6.5小时以内，将妇

女和年轻人的工作时长限制在每天12小时、每周69小时以内”

（Kuczynski 1972，pt.1，61-62）。



1850—1880年，诸如工程师、木匠和木工、钢铁工人等重要的加

入工会的工人，每周的工作时长为50~63小时。到19世纪80年代，工程

师的周工作时长已经减至54小时，并且在接下来的10年间减至50小

时。钢铁工人的周工作时长在19世纪末也减至53~54小时。排字工、砖

瓦匠等工种的工作时长也有类似的减少趋势。因此，总体来看，每周

“工作时长在整个19世纪下半叶有减少的趋势”。这一部分是因为日

工作时长的减少，一部分是因为每周全天工作天数的减少（Kuczynski

1972，pt.1，72-73，91-92）。所以，在“［19］世纪中叶前后，在

组织良好的工会里，每天工作10小时（当然不包括吃饭时间）非常普

遍，并且到了19世纪末，许多工会已经为其成员争取到每天工作9小

时、通常在周六有更短工作时长的福利……但是，甚至到19世纪末，

对大批工人而言，每天工作11~12小时（不包括吃饭时间）仍然非常普

遍”（73）。在澳大利亚，截至1856年，至少在维多利亚州，砖瓦匠

和其他技术工人已经争取到了每天工作8小时。这在新西兰甚至更早就

得以实现：早在18世纪40年代，许多工会成员便做到了这一点

（Kuczynski 1972，pt.2，83，91，116）。日工作时长缩短对利润率

的影响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劳动强度的提高得以抵消（Kuczynski

1972，pt.1，61-62，73）。请注意，在这段时期，劳动强度的提高被

用来抵消日工作时长的缩短，而在18世纪和19世纪之交，劳动强度的

提高被用来强化不断增加的日工作时长。

在一战之前的英国，正常的日工作时长是9小时。到二战前夕，

“很多工人每天工作8小时，同时工厂法将16岁以下年轻工人的周工作

时长限制在44小时以内”。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日工作时长都延长

了，随之而来的是工作事故的增加。工厂总督察在1941年的报告中写

道，从两次世界大战的案例中学到的教训是，“过长的日工作时长意

味着生产的下降，从生产的角度看，适当的工作间歇和休息日是极为

重要的”（Kuczynski 1972，pt. 1，164-165）。

现在，在某种由社会调控的劳动强度下，每天工作8小时已在大多

数发达国家成为标准，尽管这些标准在移民和无合法身份文件的工人



中仍被广泛忽视。例如，在美国，劳工部对尼曼、西尔斯和蒙哥马利

·沃德等服装制造商和零售商提起诉讼，指控它们“从洛杉矶地区的

一家涉嫌奴役泰国工人的血汗工厂购买产品……在加利福尼亚州埃尔

蒙特一个公寓楼的车间里，大约60名工人每天艰辛工作长达22小时，

如果在生产中放慢速度，他们便会面临被强奸或杀死的威胁……根据

指控，这些工人实际上是契约奴工，用长达7年、每小时报酬为1.6美

元的工作来偿还他们从泰国来到美国的花费。一些工人告诉劳工部的

调查人员，“即使他们还清了来美国的旅费，也不被允许离开”

（Nomani， Rose and Ortega 1995， B6）。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NAFTA）使“美国服装制造商和零售商可以更少地依赖亚洲，而是在

西半球开发‘自己’的廉价劳动力”（Bonacich 1998，460）。洛杉

矶的服装生产迅速发展，几乎完全是由移民劳动力长时间从事计件劳

动（即仅支付他们完成的每一件工作）推动的。关于日工作时长和最

低工资的规定被“例行违反”（464），健康与安全违规很常见，工人

遭受到来自雇主的个人虐待和性骚扰（460-465）。

当然，在发展中国家情况更糟。恶劣的工作条件以及每周工作

60~70小时似乎是常态，亚洲的时薪是0.13~0.44美元，拉丁美洲的则

是0.76~2.38美元（Powell and Skarbek 2006，263-268，265，table

261）。据报道，在一家生产销往美国市场的芭比娃娃的某亚洲国家工

厂里，工人制作一个芭比娃娃的工资是17美分，这个芭比娃娃的成本

是3.01美元，而在美国市场的售价是15.89美元。在这个工厂中，女工

被迫在每一班次中工作超过13小时，每周工作7天，没有医疗保险和工

伤保险，并且请一天病假就将被扣三天的工资。对于那些坚持认为即

使这样的工作也可能比这些工人面临的其他选择更可取的人，我们必

须指出，劳动过程的历史是工人的选择范围不断变化的历史。工人显

然知道这一点：据报道，他们正在计划罢工（PR Newswire 2006）。

4.3.3 工作条件和生产率关系的经验研究



生产率一般随日工作时长的延长而增加，至少在达到某个劳动者

疲惫点之前都会这样（Kuczynski 1972，pt. 1，165-166）。提高劳

动强度也有相同的效果，但它也可能在某一点后产生反作用——正如

卓别林在《摩登时代》的经典流水线场景中滑稽地表现的那样。

在某个给定的劳动强度下，随工作时长的延长，生产率的增长率

通常会递减：“来自1880年制造业普查的微观数据［显示］……在劳

动资本投入不变，以及每月的开工天数和每年的开工月数不变时……

年度产出相对于日工作时长的弹性为正但小于一。”（Atack，

Bateman，and Margo，2003，abstract）在得出这些估计值的过程

中，这些作者使用了一个标准的弹性不变的函数来拟合其数据，所以

他们没能考虑到这一可能性，即弹性本身在日工作时长达到一定值后

可能会下降。卡尔姆福什和赫尔（1989，760-761）讨论了后面的这一

问题，他们指出：尽管“一名员工的平均生产率……可能随着日劳动

时长的延长而增加……但长时间的工作［也］伴随着更强的疲劳

感”。因此，日工作时长可能会变得过长，以致疲劳可能导致生产率

下降。一般来说，这一疲惫点也可能取决于劳动强度。因此，总体上

看，我们可以说生产率随着日工作时长的延长及劳动强度的提高而提

高，但是增速递减，并且在某个过度疲劳点后，它甚至可能下降。这

正是本章所假定的生产率的变化模式。

产出系数具有相同的特征模式。短期内，企业拥有的厂房和设备

的存量是给定的。因此，存量/流量系数，比如机器数量/产出数量

（机器系数），机器数量/劳动数量和机器数/劳动时间数，全部随着

产出的增加而持续下降（Beaulieu and Mattey 1988，199）。另外，

由于实际的制造业厂房是根据给定数量的机器配备给定数量的工人来

设计的，机器运转的时长随着劳动时长的增加而增加，因此它们的比

率（“机器运转的时间”与“劳动时间”之比）并不随产出的增加而

改变（Miller 2000，121-122; Hornstein 2002，71-72）。原料系数

（包括支持机器运转所需要的动力投入）的变化可以从单位原料成本

的变化中推导得出。尽管它由于夜班带来的额外的照明和供暖成本等



原因（随后讨论）而在班次之间发生变化，但是在给定生产班次中是

一个定值。最后，与关于生产率的研究一致，劳动系数（生产率的倒

数）随着日工作时长的延长和工作强度的提高而减小。对于任意给定

的劳动强度，劳动系数随着日工作时长的延长（因而产出增加）而以

递减的速度下降，从而产生一条在生产班次结束时趋平的曲线。

[1] 机器的外延性利用与内涵性利用之间的区别出现在库尔茨和萨尔瓦多里（1995，

204）的著作中。米勒（2000，128n10）也提到过两种不同的利用：一种是对厂房内可获得

资本的利用，被称为资本利用；另一种是对机器的利用，被称为产能利用。



4.4 企业层面的生产

4.4.1 工作条件和沿微观生产可能性边界的“再转
换”

为了说明日工作时长和劳动强度与微观生产之间的联系，我将首

先考虑在不同劳动强度下，由机器的产能（比如每天20小时）决定工

作时间的单班制的情况。这里的分析所关注的是对“生产可能性”的

工程学估计，而没有考虑实际劳动过程的生理或社会的限制。维贝把

这称为“工程方法”，即“通过利用直接的技术信息（阅读计划书、

与工程师交谈、利用工程理论等）建构假设的生产数据。由此而来的

问题便是：在任何一个这样的单班制工作日情况下，产出将怎么随着

日工作时长的变动而变动？接下来，我将在这样一个简单的、得到经

验性支持的命题（生产率随着日工作时长的延长而增加，在劳动者疲

惫时达到峰值，然后开始下降）的基础上分析这个问题。关于技术、

生产率和成本曲线的实际经验证据，将在4.4.2小节和4.4.3小节进行

讨论。

在给定的生产班次下，每一台机器都要求一个特定规模的工作团

队，所以每1小时的机器运转时间都要求工作团队中每名成员相应的1

小时的劳动时间，即每个班次中机器/劳动和机器运转时间/劳动时间

这两个比率是由技术设计固定下来的。然而，从每1小时的机器工作使

用中所得的产出，取决于由日工作时长和劳动强度共同决定的生产

率。平均每小时生产率（xr=XR/L）是累积产出（XR）和累积劳动时间

（L）之比，其倒数就是劳动系数（L/XR）。在特定劳动强度下，工作

团队的生产率通常随着日工作时长的延长先有增加，在劳动者疲惫点

达到顶峰，并可能在此之后降低，因为疲劳会导致错误与产出的实际

损失（引入最后一个阶段的目的是评估新古典经济学生产可能性边界

这一概念）。劳动强度的增加提高了给定日工作时长对应的生产率，



使得生产率曲线向上移动，劳动系数曲线向下移动。[1]其他系数则有

所不同。如果一单位产出包含一个固定数量的原料投入，那么直接原

料系数在一个班次内会是一个常数。另外，只要产出随着日工作时长

的延长和劳动强度的提高增加了，给定机器存量与产出的比率

（mk≡MK/XR）就会下降，而如果在某个点之后产出下降，那么给定机

器存量与产出的比率就将上升。辅助材料的投入系数处于某种中间状

态，因为维持机器运转所需的动力一般来说随着投入加工的原料数量

的变化而变化，额外照明和供暖的耗电量可能在日班和夜班有所不

同，但是就日班来说，维持一个工厂运转所需的电量是固定的。因

此，一个恰当的做法是，将维持机器运转所需的动力与额外照明和供

暖的耗电量归入原料系数（在班次之间可能是不同的），而将日班时

维持一个工厂运转所需的电量归入机器系数（Miller 2000，

128n12）。

总的来说，对一个最长工作时间的单班次而言，劳动系数会随着

产出的增加先减小到某一点，然后可能回升，形成一条U形曲线。如果

劳动强度提高，该曲线会向下移动。原料系数就劳动小时数和劳动强

度而言是稳定的，因为更多的产出自然要求成比例的更多的原料投

入；机器系数随着产出的增加而稳定下降（劳动小时数与劳动强度的

某种特定搭配的影响将反映在某一个特定的产出范围上）。

附录4.2提供了一个班次时长等于机器日运行时间上限（20小时）

的单班制工作日的产出结果的数值实例。图4.1~图4.4描绘了4种劳动

强度（i）下，20小时为一班，作为一班中劳动小时数的函数的生产

率，总产出路径、作为生产率倒数的劳动系数和机器系数（机器存量/

产出），其中4种不同的劳动强度分别是最大生理强度、社会正常强

度、合法怠工和怠工。（这里没有展示在给定班次中被假定为恒定的

原料系数。）每台机器都要求某一固定规模的工作团队进行操作和维

护，每台机器的工作小时数都要求其工作团队一系列相应的劳动小时

数，每一单位产出也都要求一个固定的原料量。尽管做了这样的假



设，由此得到的劳动系数和机器系数仍然随着日工作时长和劳动强度

的变化而发生巨大的变化。

图4.1 不同劳动强度下每个工作小时的生产率（给定技术单班制）



图4.2 不同劳动强度下每个工作小时的产出（给定技术单班制）



图4.3 不同劳动强度下每个工作小时的劳动系数（给定技术单班制）

图4.4 在给定技术的单一班次中，不同劳动强度下每个劳动小时的机器系数

新古典经济学将生产描述为“生产集和生产函数，生产集代表着

所有技术上可能的投入、产出组合，生产函数则反映给定投入下的最

大产出”（Varian 1993，313）。用于定义生产函数的技术边界，被

进一步假定为具有可变的投入系数且随着投入的增加而单调变化

（ Wibe 1984 ， 401-403; Varian 1993 ， 304-305; Wibe 2004 ，

203）。在“标准的［新古典］生产模型”中，产出是“资本存量……

以及总劳动时间的函数”，为了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所有的机器都

必须投入生产，劳动雇用决策也必须实现产出最大化（Hornstein

2002，70-72）。在单班制情况下，这意味着，随着劳动时间的增加，

存在一条单调上升的产出边界曲线，即产出以递减趋零但始终为正的

速度增加（Varian 1993，304-314 and 312，fig.17.03; Hornstein

2002，70-71）。



如图4.2所示，最大生理强度下的产出曲线似乎可以用来描述新古

典经济学所假设的技术边界。[2]但是尽管它所体现的生产率的变化路

径非常合理，但相应的产出曲线在第17个小时之后向下逆转的事实意

味着这一曲线并不是单调的。因此，新古典的生产函数对整条曲线来

说并不成立。如图4.5所示，企业可以通过以下方法弥补这个缺陷，即

在第17小时结束第一班，并增加一个时长为3小时的第二班，以产生一

条新的产出边界，这条产出边界既是单调的，又有更高的总产出。[3]

但结果表明，即使17∶3的两班制组合比20小时的单班制有优势，但它

仍然不能形成“需要的这条”生产可能性边界，因为在工作日的某段

时间范围内，还存在其他优于17∶3这一两班制的组合。请考虑一个与

17∶3的两班制相反的两班制组合，即把17小时的班置于3小时班的后

面。这个3∶17两班制产出曲线的前3个小时（即它的第一班）将和之

前的20∶0单班制以及17∶3两班制的前3个小时的产出曲线重合，而在

第二班的开始，3∶17两班制的产出曲线将落到20∶0和17∶3这两条曲

线的下方，这是因为至少在前17个小时内，这两种班次组合的产出都

随着劳动时间的增加而增加，所以3∶17两班制中的第二班第1个小时

对总产出的贡献将小于20∶0和17∶3这两个班次组合中的第一班次的

第4个小时。然而，一个3∶17的两班制必然要和一个17∶3的两班制有

相同的总产出，因为每一个班次的产出并不取决于它在一天中开始的

时刻。结果就是，为了达到相同的日总产出，3∶17班次组合的产出曲

线必须赶上17∶3班次组合。因此，这两条曲线必须如图4.3所示的那

样上下转换它们的次序，因而使任何一条曲线都不能宣称自己是第一

位的。除了在17∶3和3∶17两种两班制组合中没有一种能宣称自己是

第一位的，类似的“再转换”在（比如）12∶8和8∶12的两班制组合

的曲线中也必然会出现。[4]像 这样的三班制安排同

样遵循这一规则。该规则唯一的例外是10∶10这一两班制组合，它的

正序和倒序是一样的，因而带来了全部班次组合中最高的日总产出。

[5]



图4.5 不同班次组合的日产出（每天20小时，最大劳动强度）

即使在简单可信条件下也存在的这种生产曲线再转换的事实，摧

毁了用微观新古典生产函数刻画个体生产方法特征的任何可能性。这

与“剑桥资本争论”的结果相呼应，即生产方法之间的再转换，使得

新古典（伪）总生产函数所要求的关联性失去了任何存在的可能性

（ Sraffa 1960 ， 38 ， 81-87; Pasinetti 1969; Garegnani 1970;

Pasinetti 1977，173-174，177-178）。剑桥资本争论的最终结果是

历史上一个绝妙的讽刺，因为它意味着（伪）总生产函数要求价格必

须服从简单的劳动价值论。[6]（Shaikh 1973，11-14，66-83）。

通过将生产函数重新定义为特定的、带来最大日总产出的两班制

所对应的产出曲线，我们也许可以试图避免微观经济学中的这一难题

（Hornstein 2002，70-72）。在这里的例子中，它将是10∶10两班制

对应的产出曲线。但是，这样一来，正如图4.5所清晰展示的，对应的

曲线将不会始终处于边界上，它将不是单调的，而且它也将不具有一



个表现良好的生产函数所要求的典型的凸性假设（Varian 1993，307-

308）。图4.6描绘了10∶10两班制下平均产品和边际产量的曲线，它

们都与教科书中描绘的对应曲线大相径庭。教科书中通常假定，生产

率随产出的增加稳定地降低，服从所谓的“边际生产率递减规律”，

而这一规律也被认为是代表了“绝大多种生产过程的共同特征”

（Varian 1993，310）。但是，实际的生产过程并不具备任何此类特

征。相反，生产率通常在某个相当长的时间间隔内随着劳动时间（从

而也随着产出）的增加而增加，而仅仅在日工作时长超过某一临界值

时才开始下降。这就是图4.6所反映的符合实际经验的模式。

图4.6 最大技术产出下（10∶10两班制）劳动的平均产量和边际产量曲线

为了生产出最大的日产出，图4.5和图4.6所描绘的技术最优的

10∶10两班制结构是必要的。这样一来，如果企业实际上以其他某个

由社会决定的班次长度组合和劳动强度进行生产的话，那么它们的生



产将总是少于最大产出，事实确实如此。于是，新古典生产（可能性

边界）函数将会“表现差劲”的事实就变得无关紧要，因为由社会化

条件决定的企业永远不会依此组织生产。用“实际工作条件”和“实

际可持续最大产出”重新定义“生产函数中完全投入点”，以便试着

将劳动的社会条件偷偷引入生产函数的定义，对新古典的故事也没有

帮助（Corrado and Mattey 1997，152）。因为这样一来，生产函数

显然成为一种社会生产关系，而不再是由技术决定的了。那么，劳动

和资本的边际产量，也将和实际工资、利润率一样，均完全由社会决

定。同时，在实际工资和利润率二者之间所假定的任何平等性，也只

是起基础作用的社会性决定因素的反映而已。

4.4.2 由社会决定的劳动条件下的产出系数和生产数

那么，当企业在由社会决定的工作条件下运行时，会发生什么

呢？请考虑以下情况：正常劳动强度下，每天2.5班，每班8小时

（8∶8∶4），总持续时间加起来是机器在一天内的产能：20小时。全

天机器存量（MK）给定。日总产出将在第一班内增长；由于班次内的

生产率在开始时较低，因此在第二班开始时，日总产出的增长将稍微

放慢；在第三班开始时增长将再次放慢。如果N为每一班中工人的数

量，那么日总雇工数将沿阶梯式序列N，2N，3N变化，日总劳动小时数

沿序列H1N，H2N，H3N变化，其中：H1＝1，...，8;H2＝9，...，16;

H3＝17，...，20。[7]因此，机器/劳动比遵循的序列是

，而机器/劳动时间比的序列是 。因为每天每1小时的劳动

时间同时也对应着1小时的机器运转时间，所以机器的运转时间也遵循

序列H1 MK，H2 MK，H3 MK，因此每天的机器运转时间/劳动时间比将

会一直保持 不变。因为每班的总雇工数量沿阶梯函数N，2N，3N变

化，所以每个工人的日产出将会不规律地提高。尽管前两个生产班次

由于时长相等，从而在班次结束时它们的每小时平均生产率相同，每



个劳动小时的日产出会首先沿着第一班的生产率路径移动，但随后便

与之分道扬镳，自辟蹊径了。表4.2总结了所有的序列关系，具体数值

参见附录4.2。

表4.2 2.5班次、总计20小时下的实物存量、流量和生产函数



关于生产函数的文献研究通常假定一种形如YR=f（KR，L）的瞬时

函数，其中YR代表一个在给定实际资本（KR）和劳动（L）投入下的

（最大）实际净产出。根据假设的边际生产率递减规律，在一种投入

品增加，而另一种投入品保持不变的情况下，那么最大产出被假定会

以递减的速度增加。不仅如此，如果生产函数还具有规模报酬不变的

性质（所有投入要素双倍增加时，最大产出也会双倍增加），那么单

位劳动产出（yr＝YR/L）还会被假定为随着资本-产出比（kr＝KR/L）

的增加而以递减的速度增加（Varian 1993，305，312）。在这里，我

们关心的是实际总产出XR≡YR/(1−a)，，但由于原料系数（a）给定不

变，所以我们可以将生产函数等价地写为XR=f（KR，L）。如果生产函

数还具有规模报酬不变的性质，我们还可以将其进一步写为

xr=f（k）。请注意，在一个规模报酬不变的新古典生产函数中，由于

存在各要素的边际生产率递减这一先验假设，单位劳动产出将随着劳

动投入的增加而以递减的速度增加。图4.7和图4.8展示的是教科书中

普遍存在的生产函数形状，它们是在附录4.2中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

产函数推导得出的。



图4.7 短期新古典生产函数（总产出与劳动时间的关系，机器存量给定）

虽然拥有这个共同的基础，但是新古典经济学家对于“资本”和

“劳动”这两个术语的解释最终不尽相同。教科书中的解释是：资本

指实物资本（机器）的存量，而劳动指工人的数量（Pasinetti

1977，29-30; Miller 2000，128n7）。图4.9描绘出了本节案例所对

应的产出-雇工数曲线，图4.10描绘出了人均产出-机器/劳动比曲线。

很明显，这些模式与新古典理论所假设的那些模式大不相同。第一班

有N个工人（为了简化，假定N=1），给定这一工人数量，产出随他们

劳动时间的增加而增加。因此，整条产出-雇工数曲线向上垂直跃迁，

直到第一班结束。当第二班开始时，每天总雇工数增至N=2，产出又一

次随着第二班工人在预定时间内的工作而向上跃迁，以此类推。因为

机器存量给定，所以机器/雇工数之比在第一班时最高，第二班时有所

降低，第三班时最低。再一次，在任意给定的一班内，每个工人的产



出随着他们劳动小时数的增加而增加，这就产生了如图4.10所示的

（倒序）特征模式。

图4.8 新古典生产函数中的每小时产出
（总产出/劳动小时数与资本/劳动时间之比，机器存量给定）

就“资本”“劳动”的含义而言，已有文献的另一种解释是，劳

动指劳动小时数，而非雇工数，同时假定新古典生产函数其他所有的

标准性质仍然不变（Hornstein 2002，70-72）。这要求我们将产出描

述为劳动小时数的函数，将每劳动小时的平均产出描述为机器/劳动时

间比的函数。从这一新古典的视角来看，图4.11所示的产出路径看起

来似乎更具说服力，除了它并不满足边际生产率递减假设所要求的十

分重要的凸性特征。然而，当我们考虑图4.12所示的每劳动小时平均

产出与每劳动小时机器数量的对应关系时，希望又马上被打碎了：这

条曲线看上去完全不像图4.8所假设的新古典的对应曲线。图4.12也是



以倒序进行的，这是因为在第一班开始时每小时生产率最低，而机器/

日劳动时间比最高。随着第一班内劳动小时数的增加，单位小时生产

率递增，而机器/劳动时间比递减，所以曲线从其最远端向内移动。当

第二班开始时，平均生产率由于其总是在班次开始时较低而暂时下

降，机器/劳动时间比则随着日劳动小时数的增加而继续下降。

图4.9 产出-雇工数曲线（运行至工程产能，8小时一班，共2.5班）



图4.10 人均产出-人均机器数量曲线（运行至工程产能，8小时一班，共2.5班）



图4.11 产出-劳动小时数曲线（运行至工程产能，8小时一班，2.5班）

图4.12 每劳动小时的平均产出-每劳动小时机器数量（运行至工程产能，8小时一班，2.5班）

最后一类新古典主义作者则坚持认为，对生产函数投入品唯一合

理的解释是资本和劳动的“服役时间”（即分别为机器运转时间和劳

动时间）（Calmfors and Hoel 1989， 762; Varian 1993， 304;

Beaulieu and Mattey 1998，202; Hornstein 2002，71）。撇开怎样

才能在劳动时间变化的同时保持机器运转时间不变这一难题不谈，[8]

对投入品的这种说明要求我们如图4.11中所做过的那样，考察产出和

劳动小时数之间的关系。从图4.11中可以看到，尽管这条曲线和短期

生产函数形状大体一致，但它不满足凸性这一绝对必要的性质。另一

个需要考察的是每劳动小时的平均产出与机器小时数/劳动小时数比的

关系。但后者是恒定的，因为每1小时的机器运转都对应着工作团队1



小时的劳动投入。图4.13展现了这一结果，它与图4.8所示的新古典主

义的对应曲线灾难性地不相像。

图4.13 每劳动小时产出-每劳动小时对应的机器小时数（运行至工程产能，8小时一班，2.5
班）

由此我们发现，不管怎么定义要素投入KR和L，都不可能推导出新

古典微观生产函数YR=f（KR，L）的假定模式。面对这样的结果，新古

典经济学唯一的应对方法便是不顾逻辑和经验事实，简单地假设任意

给定机器都能够以规定的方式吸收无限的工人和劳动时间。教科书历

来就是这样做的，尽管其在自己声称要描述的劳动过程到底属于哪种

类型这个问题上都一直（可以理解地）含混不清。这被保罗·萨缪尔

森精辟、正确地描述为“新古典童话故事”。[9]

迄今为止，我们已经推导出4个结果。第一，在给定的一套机器

上，产出-劳动时间边界曲线通常跨越多个班次。因为这条产出边界上



的不同班次都代表着同一套机器的不同的使用方式，因而我们不能依

赖这条产出边界曲线刻画出某种总的微观生产函数。第二，如果我们

把生产函数定义为有着最大最终产出的班次组合（10∶10），那么这

一生产函数便不是一条边界曲线，它不是平滑的，也不满足凸性假

设。第三，由社会条件决定的实际的班次组合与劳动强度（比如

8∶8∶4）一般不同于（因此也劣于）所谓的最优组合，因此企业一直

都在技术最优的产出曲线之下运行。第四，总体而言，无论我们选择

怎样定义投入品的资本K和劳动L，所有的班次组合都会产生出与假设

的新古典生产函数XR=f（KR，L）相矛盾的模式。所有这些棘手的结果

都来源于一个简单的命题，即每小时生产率随班次的开始而上升，在

班次进行至劳动者疲惫点时达到顶峰，随后下降。尽管这个生产率模

式具有经验依据，但习惯于新古典生产描述的读者可能还是会怀疑它

会产生出看上去形状怪异的成本曲线。但事实上，情况恰好相反：由

此产生的成本曲线恰恰是我们在经验层面所发现的（见4.6节）。

常见于非正统经济学中的固定系数假设在某种程度上问题要少一

些。一种技术被假设具有一系列固定的生产系数，这意味着原料-产出

比、劳动投入-产出比与机器-产出比都固定不变（Pasinetti 1977，

51-52; Kurz and Salvadori 1995，43–44）。由于并没有假设所讨

论的产出是最大的，因此与生产边界相关的问题在这里不重要。此

外，固定系数假设也没有禁止将劳动条件由社会决定这一命题引入理

论中，比如本节例子中将班次长度定为8∶8∶4（Kurz and Salvadori

1995，43，74）。尽管如此，我们也注意到，如表4.1、图4.1~图4.5

和图4.9~图4.13所示，日生产系数随着日工作时长和劳动强度的变化

而变化。因此，我们需要更加详细地研究这一问题。

如果在某一社会可接受的劳动强度下，一个班次的正常时长是8小

时，那么为了充分利用一台给定的机器，一天应该安排2.5个生产班次

（20小时）。相应的生产系数可从之前的表4.1中推导出。企业的机器

存量MK给定时，机器系数 随产出水平的变化以相反的

方向变化。另外，原料系数（a）被假定为始终不变，这反映了这样一



个事实，即一个给定的产出水平需要一个特定的原料补充。当劳动投

入被定义为劳动时间时，劳动系数被定义为单位产出所需要的劳动小

时数，其中日工作总时长H为1~20小时。由于每一班都会为日总产出增

加相同的量，因此劳动系数遵循中间路径。在第一个8小时生产班次的

末 尾 ， 劳 动 系 数 为 ， 因 为 H=8 ， 日 总 产 出 为

，其中XRS（8）i为该班次第8个小时的产出。第

二班开始后，第二班的产出会加在第一班末的总产出上，因此在第二

班结束时，劳动系数为 ，这和第一

班结束时的劳动系数相等。第三班（4小时）的劳动系数也从这一点开

始，但最终将达到更高的水平，因为它不是一个完整的8小时班。因

此，在这个例子中，劳动小时系数曲线有两个相等的最小值。另外，

当劳动投入被定义为雇工数量时，劳动系数被定义为单位产出所需要

的工人数 ，其中j＝1，2，3是班次数。因为在一个给

定的班次中，工人的数量是固定的，所以在连续的轮班过程中累计雇

工人数为N＝1，2，3，因此，雇工人数系数将与平均固定成本曲线一

样在每个生产班次内持续下降，而在每个新班次开始时向上跃升。在

我们考虑成本曲线时——它取决于工资是按小时还是按人数支付，这

两种劳动系数——劳动小时系数与雇工人数系数之间的差别将会变得

非常重要。表4.3和图4.14总结了现有的各种模式。在所有这些模式

中，注意到以下这一点是重要的，即每一个生产系数的分母，也就是

日总产出XR（H，i），本身取决于每一班的时长、劳动强度，以及每

天的轮班数。压制这一基本的社会事实就会产生生产系数完全由技术

决定的错觉。

表4.3 生产系数





图4.14 生产系数-产出曲线

根据假设，原料系数恒定，机器系数随着产出的增加而稳定下

降，劳动小时系数曲线和雇工人数系数曲线具有多处凸起，并且有两

个相等的最小值。由此断定，我们不能在没有确定总的班次结构、每

班时长和劳动强度，以及企业工作日中那个特定的点（处于该点时，

企业处于正常运行中，因而据此来定义其正常产能利用率）的情况下

“固定”其生产系数。[10]企业的这个特定的点取决于其持续的利润

率，这意味着不能在脱离价格和成本的情况下泛泛地加以确定。唯一

的例外是，不管价格和成本为例，正常的产能利用率总是恰好发生在

工程产能。在不考虑这种情况的条件下——其存在条件将在稍后讨

论，在企业面对价格和成本变化，从（比如）每天两班制改为一班制

时，给定技术下可观察到的生产系数可能会突然发生改变。在任意一

种情况下，生产系数都仍然取决于由社会决定的班次长度和劳动强

度。后者可能在任意时间点上是给定的，但肯定会在不同的时间与空

间中发生变化。因此，尽管在比较各种可供选择的生产方式时，保持

劳动条件不变的做法可能是恰当的，但在比较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国

家的技术时，这么做是不恰当的。

到此为止，我们学到的重要一课是：通常情况下，生产系数不是

由“技术”决定的。技术本身显然是社会的人造品，其形态和特征在

不同的时间与空间中有着巨大的差异。即使在某一给定的技术条件

下，生产系数也通常取决于劳动行使职能时所处的特定的社会条件。

所谓的工商业运营的工程方面具有深刻的社会性。最后，即使把劳动

条件纳入考虑范围，可观察到的生产系数通常还要取决于价格和成

本。接下来，我们将讨论这一问题。

[1] 这一诊断没有考虑劳动强度和劳动者疲惫点之间的相互作用，因为后者在更高的劳动

强度下可能会更早出现。

[2] 正如所构建的那样，不同劳动强度下的产出曲线与生产率曲线并不相交，因此包络曲

线是与最高劳动强度有关的曲线。但较低的劳动强度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推迟生产率曲线向下逆



转的时间点，至少在达到某一极限点之前是这样的。在这种情况下，生产力包络曲线可能包含

一个有限的区域，在这个区域中较低的劳动强度可以换回更高的生产率。

[3] 一个企业可以选择在产出最大化的点停止任何班次，这被称为“自由处置”假设，这

意味着“一个企业可以无成本地处置任何［不想要］的投入”，比如工人或者至少是劳动时间

（Varian 1993，307）。

[4] 我们不能像新古典理论通常假设的那样，将不同班次组合对应的不同的产出曲线组合

起来构造某一条包络线，因为每一种不同的班次组合都代表对任意一台给定机器的不同使用方

法。

[5] 最优的班次长度，10小时，也可以通过最大化拉格朗日函数方法（使用标准符号L、

λ代表）推导得出： ，其中是hj 是第j班的小时数，XRs（hj）是该班

次截止时相应的总产出，20是任意机器日最大运转小时数。一阶条件是： ，其中

j=1，2，... J，以及 。这些条件反过来意味着班次的长度必须相等（hj=hk=h*），所

以最优的班次长度为h*=20/n。一旦我们确定了班次的长度必须相等，那么我们就可以在数值

上推导出最优长度，利用n为整数且1≤n≤20计算出h*=20/n，推导出每一班次的相应产出

XRs，从而计算出日总产出XR=n·XRs。

[6] 正如麦康比和狄克逊（1991，24）引述的那样，总生产函数的创始人保罗·道格拉

斯（1976，914）用他表面上经验有力的证据推销其政治意图：“［柯布-道格拉斯总生产函

数］估算出来的系数与实际份额的大体一致，巩固了［新古典主义］的竞争性分配理论，并证

明了马克思主义者的错误。”

[7] 如果N=2，那么第一班8小时中的每1小时都带来2个小时的工人劳动时间，因此第一

班的日劳动小时数遵循2，4，6，...，16的序列。第二班的劳动小时数是将相同的班次序列

加在第一班末的劳动小时数之上，因此第二班的日总劳动小时数为：（16+2），

（16+4），...，（16+16）。第三班只持续了4个小时，所以日总劳动小时数为：

（16+16+2），（16+16+4），（16+16+6），（16+16+8）。那么，总的日劳动小时数序列就

可以表示为HjN，其中j=1，2，3。H1=1，2，...，8; H2=9，10，...，16; H3=17，...，

20。

[8] 瓦里安（1993，304，312，fig.317.303）表示，机器运转时间和劳动时间是生产

函数恰当的投入品，并描绘了一种一个投入品保持不变时的生产函数，这种一个投入品保持不

变的生产函数意味着我们可以在保持机器运转时间恒定时有变化的劳动时间。他没有解释怎样

才能实现这一点。

[9] 米勒（2000，119）指出，罗伯逊（1931，226）试图用如下轻率的评论避开这一难

题：“如果10个人而非9个人被派去挖一个洞，他们就会被配备10把更便宜而非9把更贵的铁

锹；或者如果没有足够的空间供第10个人舒服地挖洞，那么他将会被配备一只桶去为另外9个

人拿啤酒。”

[10] 博利厄和马泰（1998，205）区分了资本利用率（一台机器的实际运转时间/这台机

器的最大安全运转时间）和产能利用率（正常产出/工程产出），后者取决于机器最大安全运



转时间和劳动强度。



4.5 成本、价格和利润

4.5.1 新古典、新李嘉图主义和后凯恩斯主义理论假
定的成本曲线的形状

成本曲线的形状很重要，因为利润等于价格与成本之差。所有的

价格理论都认同绝对利润对于企业生存至关重要。在古典经济学和商

业实践的框架下，总成本等于直接成本（原料成本和工资）与固定成

本（在这个抽象层次上，固定成本表现为折旧 ，其中 是折

旧率，K是资本存量）之和。新古典主义理论扩展了固定成本的定义，

将“正常利润”PnrnK（其中rn=正常利润率）也计入其中（Varian

1993，316，382-383，388）。 [1] 这个步骤提高了总固定成本

（tfc）、总成本（tc）、平均固定成本（afc）与平均成本（ac）的

量度，但并不影响平均可变成本（avc）、边际成本（fc）的量度。因

此，新古典主义的平均“成本”实际上是古典理论的生产价格的另一

种表达，只是在古典经济学中，生产价格只能在正常产能利用率下被

定义，它甚至仅仅是一个动荡的动态过程的一般性结果，在这个动荡

过程中，很多资本永远都到达不了应许之地。我用一个星号上标指代

包括正常利润在内的成本量度，以区别于真实的成本量度，但包括正

常利润在内的平均成本除外，因为它实际上量度的是生产价格p*。[2]

这一处理方法产生的进一步后果是生产价格p*的最低点所对应的产出

要比真实平均成本的最低点所对应的产出更高。[3]

新古典理论假定边际成本、平均可变成本和平均总成本曲线本质

上都呈U形变化，如图4.15中第一张图所示：它们都先随着产出的增加

而递减，达到某个最小值后，再随着产出的增加而递增。正如前文所

述，正常价格曲线的最低点比真实平均成本曲线的最低点对应着更高

的产出，如图中两个“X”标记所示。在短期内，定价决策遵循利润最



大化原则，此时，价格＝边际成本（p=mc）。从长期来看，假定类似

企业可以自由进出，这将迫使每一个企业在生产价格曲线的长期价格

（LR）最低点处运行（mcLR=p*），这使得相应的长期定价规则为

p=p*（Varian 1993，346-359）。因此，任何p>p*的价格都意味着

“超额”利润和不完全竞争。

图4.15 三种主要经济学传统中的典型成本曲线

如前所述，新古典经济学将平均“成本”重新定义，以使其代表

竞争性价格（即直接成本加上一个由正常利润率决定的竞争性利润增

量）。后凯恩斯主义理论声称，现代世界以寡头垄断企业为特征，这

些企业的垄断势力使其能够将利润率保持在一般/平均利润率之上。它

通常还假设，就起实质性作用的产出水平而言，直接成本是恒定的，

而价格是在这些成本之上增加一个总利润形成的（Kenyon 1978，34，

39，42）。但这里又产生了一个新的问题。在本章开始的时候，我们

已注意到，竞争性价格本身已经包含了一个加于直接成本之上的特定

的利润。这样一来，我们就不能把全部的利润量都看作衡量垄断势力

的指数。垄断企业据称因为具有市场势力而能获得额外利润（Sawyer

1985，ch.2），因此，只有可观察到的超过竞争性水平的总利润才有

资格被视为衡量垄断势力的指数。哈罗德保留了新古典成本包含正常

利润在内的定义，这样一来，大于这个成本的价格便意味着超额利润



（Harrod 1952，150）。李（1999，120-121，162）告诉我们，希

泽、卡尔多、西洛斯-拉比尼和爱德华兹明确地将价格加成分为正常加

成和垄断加成两部分，它们由不同因素决定（Kaldor 1950; Hieser

1952; Edwards 1962，58–69; Sylos-Labini 1962，33-34）。另

外，卡莱茨基（1968，12-20）却错误地将整个总利润都归因于垄断势

力。

最后，如果我们认为总利润是稳定的，那么垄断价格就独立于需

求，因而需求的变化将通过产出的变化而非价格的变化满足，这是整

个后凯恩斯学派有效需求理论的基础。如图4.15中的第二张图所示，

对直接成本的关注使得平均成本看似无关紧要。但是事实并非如此，

因为在直接成本（avc）之上的价格仍可能在平均成本（ac）之下，而

这将产生负利润。此外，平均固定成本（afc，即单位产出的折旧）随

着生产规模的扩大而稳定下降的事实也开始变得重要起来，因为这一

事实使得即使是在后凯恩斯主义的框架内，企业的净利润也会与它所

面对的市场需求相联系。在第8章分析后凯恩斯主义的价格理论及相应

的经验证据时，我们将再次讨论这一点。

古典传统则是不同的。它专注于长期竞争性价格，这一价格由正

常平均成本加正常利润得到。“正常”一词在此有着两重含义：正常

利润指的是带来竞争性平均资本回报率的利润，而正常平均成本指的

是正常产能利用率下的成本（即平均成本曲线的最低点）。固定系数

模型通常假定这一最低点正好对应着工程产能，但我们可以看到这一

假设并不必要。图4.15中的第三张图描绘了（标准）固定系数生产假

设下的典型成本曲线形状。与新古典的情形不同，这里的正常生产价

格p*仅是单独一个价格点，它对应着特定产出水平下每单位产出的正

常利润，而该产出水平对应着正常成本。

4.5.2 一般劳动过程条件下的成本曲线



一般条件，指的是对于任何给定的厂房，生产率首先随着产出增

加而提高，但最终会达到最大值，然后开始下降。与之对应的成本曲

线可以很容易地从表4.1和表4.2所列出的生产存量、流量和系数推导

得到。在折旧率 和机器的价格pMK给定的情况下，平均固定成本

pBmk（H，i）与机器系数mk（H，i）成比例，并且二者都随着产出的

增加而不断递减。在原料价格pa和一个恒定的原料系数（ ）给定的

情况下，平均原料成本pa 是恒定的。由于平均固定成本稳定下降，

而平均原料成本保持恒定，所以它们的总和也稳定下降。因此，平均

总成本曲线的形状取决于它的剩余部分的形状，即单位劳动力成本的

形状。在这里，重要的是工资以什么形式来支付。

如果工资是按人头支付的[4]，那么日总工资为j s，其中j＝

1，2，3是班序号， s是每班的固定工资（每个工人的工资率乘以班

内的工人数）。日总固定成本为 。

由于工资是在生产开始之前支付的，并在该班期间保持不变，因此第

一班的边际成本将仅是原料成本pa 。不过，当第二班开始时，总工

资支出跃升到2 s，这代表日总劳动力成本增加 s。在第二班的第

一个小时中，日总产出也增加了XRs（1），同时日总原料成本增加了

。因此，在第二班的第一个小时中，边际成本[5]是

。但是，由于新的日总工资在第二班期间是

恒定的，因此边际成本还会回落至原料成本pa 。在第一班开始时，

单位劳动力成本是 ，随后递减，直到第一班结束时达到

；在第二班开始时，单位劳动力成本跃升至 ，

随后再次递减，直到第二班结束时达到 ；第

三班开始时，单位劳动力成本跃升至 ，随后再次递

减。这次结束时单位劳动力成本达到的水平较前两次结束时更高，因

为第三班时间较短。因此，单位劳动力成本在第一班和第二班结束时



有相等的最小值点。日平均总成本为 。第一

项随着产出的增加而稳定下降，第二项是一个常数，第三项在第一班

和第二班结束时都达到相同的最小值。由此可知，整体的平均总成本

曲线在第二班结束时将低于之前达到的任何一点；但在第三班结束

时，单位劳动力成本比第二班结束时更高，而其他成本则因其持续下

降而比第二班结束时更低。所以平均总成本曲线在整体上可能有两种

形状：在第一班内持续递减，并在第一班结束时向上凸起，随后稍有

回升；或者在每一班内都持续下降，在班次交接处向上凸起，并在工

程产能处（即直到最后一班结束）达到最小值。

当工资按工时（ ）而不是按人头支付时，也可以得到类似的结

果。在这种情况下，单位劳动力成本 和表4.2中的劳

动系数成比例，而且在第一班、第二班、第三班结束时，分别为

和

。和劳动系数一样，单位劳动力成本在前两班

结束时是相等的。由于平均总成本中的剩余部分都随着产出的增加而

不断减少，因此平均总成本一定会在第二班结束时或第三班结束时达

到 最 小 值 。 最 后 ， 每 天 的 总 固 定 成 本 为

， 而 边 际 成 本

在每一班内都遵循相同的路径，这是因为劳动

系数的变化在每一班内都重复进行。如前所述，原料成本作为边际成

本的第一项出现是因为我们考察的是总产出而非净产出。我们可能更

加熟悉边际成本的第二项，它是给定小时工资率与劳动的边际产品之

比。表4.4总结了两种工资支付方式各自对应的成本曲线的推导，图

4.16和图4.17描绘了其产出范围内相应的平均成本曲线、平均可变成

本曲线和边际成本曲线，这两张图使我们能够看到上述曲线的形状特

征。两类曲线上还都附有一条产出价格参考线（它以在两类曲线中都

能与边际成本曲线相交的方式设置）。请注意，由于劳动系数随产出



的增加而减缓的速度递减（见图4.14），因此相应的平均可变成本曲

线在第二班和第三班末期有一段大致平缓的部分。在意愿产出水平

内，平均可变成本曲线会相对平缓，这是以往文献中记录最为丰富的

经验事实模式之一。这就是在后凯恩斯主义与古典传统中，大致平缓

的平均可变成本曲线常常被假定为一个典型事实的原因。它和新古典

主义理论通常假设的U形平均可变成本曲线（请回想图4.15中的后两个

图）大相径庭。

表4.4 成本曲线



图4.16 工资按人头支付的平均成本曲线和边际成本曲线（正常劳动强度下，8小时一班，运行
至工程产能，2.5班）



图4.17 工资按工时支付的平均成本曲线和边际成本曲线（正常劳动强度下，8小时一班，运行
至工程产能，2.5班）

考察这几张图，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平均成本曲线在每一班内向

下倾斜，而在每一班开始时向上凸起。如果工资是按人头支付，那么

边际成本会在每一班内保持恒定；如果工资是按工时支付，那么边际

成本也会在每一班结束时趋向恒定。但是在这两种情况下，边际成本

曲线在班与班的交替点处都有大的凸起。[6]按照标准新古典的说法，

企业会在价格等于边际成本（p=mc）这一点选择其短期最优产量，这

便马上面临一个难题，即在每一张图中二者都存在多个交点。如果我

们引入工程产能这一限制，在平均成本曲线和边际成本曲线上人为地

设置一条垂直分割线（如图中长虚线所示），这会使每一条边际成本

曲线在工程产能处都垂直向上，从而产生p=mc的又一个解（Miller

2000，125-126，fig 122）。在每一张图中都展示了价格p＝7美元时

的情形，它会产生出5个满足p＝mc的点。显然，对于任意一个在边际

成本曲线最低点之上与其相交的价格来说，这些点都可能被选择。由

于这一法则的全部目的在于选择出最大化的利润量水平，又因为它产

生了多个解，因此这一规则毫无作用。当然，我们也可以如图4.18所

示，直接计算给定价格水平下的总利润，然后找出其中的最大值。然

后，我们会看到：当工资按人头支付时，利润量最大化的点发生在第

二班结束时；而当工资按工时支付时，利润量最大化的点则发生在工

程产能处。



图4.18 不同工资支付方式对应的总利润曲线（正常劳动强度下，8小时一班，运行至工程产
能，2.5班）

两相对比可以看到，平均成本曲线通常只有一个最低点，在图

4.16和图4.17中，这一点恰巧发生在第二班结束时。在关于竞争理论

的讨论中（见第7章和第8章），新古典理论的短期利润最大化产出和

古典理论的成本最小化产出之间的区别将变得非常重要。总的来说，

只要不存在换班导致成本上升的情况，那么无论工资是按人头支付还

是按工时支付，平均成本曲线都会在第二班或第三班结束时达到其最

低点。由第二班与第三班中更高的原料成本或劳动力成本带来的换班

成本上升，将会导致第二班和第三班中的最低点相对于第一班的最低

点提高，这可能会把第一班的最小值带回平均成本曲线最低点的竞争

中。因此，平均总成本（ac）曲线的最低点到最后可能会是三个班次

最低点中的任意一个，它取决于特定的生产和成本组合（Moudud

2010，13-14）。更重要的是，即便在某一给定的技术条件下，成本状

况的改变也将会使总的最低成本点从一个班次的结束点突然变到另一

个班次的结束点。



4.5.3 不同经济学观点中一般成本曲线的含义

以上描述与标准的新古典U形微观成本曲线相去甚远。[7]它也削

弱了“固定”生产系数这一观念。因此后一种观念的支持者尝试用以

下两种方法中的任意一种来恢复这一思想。第一种方法是，在社会惯

常的日工作时长和劳动强度下，认为第一班、第二班、第三班结束时

所对应的生产系数分别代表着不同的“技术水平”。给定工资和价

格，长期竞争性生产组合对应的是平均成本最低的班次组合（Kurz

and Salvadori 1995，204-205，474）。但必须指出，这种方法延伸

得太过头了，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技术水平”的定义不仅包含了社会

决定的工作条件，而且包含了工资支付方式、班次长度、劳动强度和

换班导致的成本上升的所有可能的组合。第二种方法与第一种方法恰

恰相反，它假设换班时成本不会上升，劳动系数在所有班次之间都是

恒定的，而且工资按工时支付。这些条件保证了单位劳动力成本，[8]

从而平均可变成本在所有班次之间是恒定的（平均可变成本不变是因

为平均原料成本也被假定为是恒定的）。因为平均固定成本总是随着

产出的增加而下降，所以在产出达到工程产能之前，平均总成本会一

直平稳下降。在如下的假设之下，即在长期中，竞争会迫使企业在成

本最低处进行生产，我们也许可以利用工程产能所对应的生产系数来

刻画一种“技术”的特征（Andrews 1949，58-59，61，65，80，

diagram I）[9]。再一次，任何工作条件的改变都会改变生产系数的

大小。而且，由于这两种方式都假定竞争迫使企业长期在平均总成本

最低处生产，由此得出的生产系数将不能用于刻画短期内的生产特

征。

如前所述，在第二种形式的固定系数假设下，原料系数、劳动系

数与时薪在所有班次之间是恒定的。这一点在后凯恩斯主义理论传统

中也发挥着核心作用：它保证了平均可变成本（直接成本）在所有班

次之间恒定。接着，在寡头垄断而非完全竞争的情况下，价格被假定

为由直接成本加上一个与企业特定的垄断势力相符的利润加成得到。



此时，产能过剩被认为是正常的，而关注点通常也是短期生产

（Sawyer 1985，28; Lavoie 1996b，122-123; Dutt 1997，245-246;

Lavoie 2003，59; Shaikh 2009，sec.9）。

在第8章对于完全竞争和不完全竞争理论的讨论中，我们将重新研

究这些差异。但与此同时，以下三点也非常重要。第一点，除非我们

事先定义了正常产能，否则“过剩”产能这一概念就没有意义。新古

典和古典传统在如何刻画生产特征上有巨大的分歧，但在下面的问题

上，它们持有相同的观点，即在竞争性条件下，对厂房和设备经济上

合意的利用率，是平均成本最低点所对应的利用率（Liebhafsky and

Liebhafsky 1968，277）。只要平均成本的最低点发生在第一班或第

二班结束时，经济产能就会大大低于工程产能。这两者之间的差额就

是经济上合意的保留产能，它可以被用来满足需求的短期波动。从这

个角度来说，真正的产能过剩只存在于以下两种情况中：企业在比合

意班次长度更短的条件下生产，以及（或者）企业没有把它所有具有

成本效益的机器都运行起来（Winston 1974，1301）。因此，持续性

的产能过剩是减少新增投资的信号，而持续性地利用储备产能则是增

加新增投资的信号。由于混淆了储备产能和产能过剩的概念，后凯恩

斯主义经济学往往轻视供给侧方面的考虑，而夸大需求侧的影响。

第二点和微观过程与宏观模式之间的关系有关。假设一个生产班

次的时长为8小时，在任何时候，取决于不同的技术与成本条件，一些

企业每天安排1班进行生产时平均总成本最低，其他一些企业每天要安

排2班，还有一些企业每天则要安排2.5班。如果一台机器日运转时间

的工程限制为20小时，并且如果我们把产能利用率定义为实际班次总

时长与机器日运转时间的工程限制之比，那么前文提到的三种轮班模

式对应的正常产能利用率就分别为40%、80%和100%。这样一来，换班

导致的成本上升所发生的足够大的变化，就可能导致个体厂房层面上

的正常产能利用率发生剧烈的离散性变化，比如从100%到40%或者从

40%到80%。然而，在宏观层面，由于每个个体厂房轮班模式的变化不

同，平均产能利用率的变化可能是相当平滑的。因此，换班导致的成



本上升和产能利用率之间的函数关系，在宏观层面与在个体厂房层面

可能大不相同。微观层面的分析对个体企业而言意义重大。而在宏观

层面，这种微观联系的主要意义在于它确认了潜在的关键变量。但这

些变量之间在微观层面上成立的函数形式通常不会延续至宏观层面。

当然，这是已经在第3章中详细说明的问题：统计学意义上的平均行为

人并不代表任何单个企业，这恰恰是因为宏观加总具有涌现特质。

第三点与我们观察到的多个产出水平都符合p＝mc法则这一事实有

关（见图4.16和图4.17），因此，该规则在确定利润最大化产出上是

失效的。如图4.18所示，确定利润最大化产出需要直接计算利润。在

下一节中我们将会看到，基于成本曲线的经验证据，这个问题在近一

个世纪的时间里被反复提出。新古典主义对此做出的反应是：（低声

地）承认这种可能性，忽略它，排斥在此之上构建新理论的尝试，然

后在必要的时候求助于如下的论断，即在任何情况下，p＝mc法则的失

效都不会危及这个更一般的新古典主义论断——企业总是选择使短期

利 润 最 大 化 的 产 出 （ Machlup 1946; Bishop 1948; Lee 1984;

Marcuzzo 1996，7-15）。我们将会在第7章看到，哈罗德批判了新古

典主义论证的逻辑，并构建了一条通向古典经济学观念的路径，这一

古典经济学观念就是：即使是在短期内，企业的最优生产水平也发生

在平均生产成本的最低点。

[1] “在利润为零的长期均衡中，所有的生产要素都以其市场价格被支付……市场价格量

度这些要素的机会成本——在用于其他用途时它们可获得什么。”因此，当（超额）利润为零

时，“企业的所有者正在采获其因为投资于企业中的货币额而得到的回报”，此时，资本回报

率与利率相等（Varian 1993，387–388）。

[2] 传统的量度为总成本tc=tvc+tfc，其中tvc=总可变成本（原料成本和工资），tfc=

折旧= K，其中 =折旧率，K=资本存量；ac=avc+afc，其中avc=tvc/X=平均可变成本，

afc=tfc/X，mc=d tc/dX=d tvc/dX，因为 是固定成本（不随产出变化而变化），所以d

tfc/dX=0。相应的包括正常利润在内的成本量度为总生产价格tc*=tc+rnK; afc*=单位产出

的平均总利润=afc+（rnK/X）; p*=平均生产价格=ac+（rnK/X）。因为正常利润rnK为固定成

本，所以d tc*/dX=d tc/dX=mc，边际成本不受影响。



[3] p*=ac+ （ rn KR/XR ） ， 所 以 dp*/dXR=dac/dXR- （ 1/XR ） =0 意 味 着

dac/dXR=（rnKR/XR）（1/XR）> 0，也就是说，真实平均成本在p*达到最低点时处于上升阶

段。

[4] 按人头支付工资是一种准固定成本。固定成本即使在厂房空置时也必定存在，而准固

定成本只在产出水平为正时才会存在（Varian 1993，319）。

[5] 在当前讨论的问题中，边际成本是就总产出而言的，而不仅仅是净产出。这就是为什

么单位原料成本是作为边际成本的一个组成部分出现。新古典经济学通常关注的是净产出，这

样原料成本便落在了其视野之外。在标准的微观经济学生产函数中，利润是“产出”的价值与

资本和劳动服务成本之间的差额，其中并不包括原料成本（Varian 1993，315-316）。只有

在被讨论的“产出”指的是价值增加值（即扣除原料成本后的产出价值）时，这种做法才能成

立。

[6] 由于生产率随每一班次时间的不同而变化，因此边际成本曲线是一条尖状凸起而非阶

梯形的曲线。因此，在每一班开始时，累计日生产率（因而成本）与前一班结束时是不同的。

[7] 正如我们所言，标准的新古典理论分析通过把每单位产出的正常利润加到平均成本曲

线上，给出了一条实际上是生产价格的曲线。他们也通常关注净产出，于是排除了任何班次与

班次之间原料成本发生变化的可能影响。同时，他们假设所有班次的工资是一样的，这就排除

了班次与班次之间存在工资上升的可能性。

[8] 即使劳动系数在所有班次之间是恒定的，如果工资是按人头支付的，那么日工资支出

（因而日单位劳动力成本）在每一班开始时都会上一个台阶，因为每一班开始时的生产率要比

每一班工作之中的生产率更低（因而劳动系数更高）。那么，平均成本曲线的形状便取决于递

减的平均固定成本和呈阶梯上升的单位劳动力成本各自的影响。因此，成本最低值点便不能被

事先指定。

[9] 安德鲁斯（1949，89）假设生产的成本最低值出现在第一班结束时，那么单班制就

是一种正常的生产条件。他假设平均可变成本在每一班内是恒定的，所以平均成本随产出的增

加而递减，这源于平均固定成本随产出的增加而递减的事实。正如他所指出的，平均可变成本

曲线是水平的这一事实意味着边际成本曲线也是水平的，这“使得任何认为完全竞争市场

下……均衡价格将会和边际直接成本相等的想法都成为无稽之谈”。



4.6 成本曲线的经验证据

劳动力每周的工作时长取决于日工作时长以及每周的工作日天

数。这些因素决定了一套给定的机器装配在给定的一周内的利用程

度。反过来，劳动强度又与这一套机器装配的运转速度密切相关

（Kurz and Salvadori 1995，204; Corrado and Mattey 1997，152;

Beaulieu and Mattey 1998，200，203; Miller 2000，122-123，

125），所有这些汇集在一起，共同塑造着成本曲线。

正如在工商业实践的意义下所定义的那样，成本曲线大都具有某

种普遍的形状。平均固定成本（afc）随着产出水平的增加而稳定下

降，因为在短期内企业的固定成本是给定的。固定成本包括已投入资

本、财产税、管理成本，以及在某些劳动合同中承诺的解雇补偿金

（Varian 1993，347-348; Inman 1995，55，59，63）。另外，平均

材料成本在某一给定班内通常是恒定的[1]，但在不同班次之间可能会

因照明和供暖方面的要求不同而发生变化（Andrews 1949，77; Inman

1995，63; Miller 2000，128n12）。单位劳动力成本一开始会随着产

出的增加而下降的速度渐缓，所以在接近每一班结束时，单位劳动力

成本曲线会变得相对平缓。平均可变成本是恒定的平均原料成本与单

位劳动力成本之和，所以平均可变成本曲线通常随着产出的增加而递

减，在接近每一班结束时变得平缓，而在下一个班次开始时跃升

（Inman 1995，60-65）。最后，平均（总）成本（ac）——平均固定

成本和平均可变成本之和，被持续下降的前一项向下拉，而被离散式

跃升的后一项向上拉。如果我们用一条垂直分割线表示工程产能这一

限制，那么总体的平均成本曲线就会是一条尖状起伏的、变形的U形曲

线（Inman 1995，64-67，fig. 66）。边际成本曲线呈平滑的U形这一

假设受到经验证据的沉重打击。在一班结束与另一班开始之间存在的

生产率、原料要求以及工资上升的离散变化，导致边际成本曲线出现



多处不连续的凸起，而实践中存在的工程产能限制则在曲线结束处形

成了一条垂直的分界线。于是，p＝mc法则拥有多个解，这导致它在刻

画真正的利润最大化解上毫无用处（Inman 1995，64-67，fig.

66）。所有这一切都和之前图4.15所描述的标准教科书曲线大相径

庭。[2]

英曼（1995）给出了一条最引人注目的实际成本曲线的图形。他

基于一项对一家汽车厂房运营的详尽调查对其生产成本进行了估算

（53-55）。固定成本包括已投入资本、财产税和管理成本，还包括一

项固定的劳动力成本，因为被解雇工人“有权享受他们几乎所有的福

利以及每周95%的税后工资减去17.50美元”（55，59）。可变成本包

括估算得到的原料成本（假定与产出成比例）和劳动力成本中的可变

部分，后者与加班、全工、半工以及第二班工、第三班工有关（57-

60，63）。因为平均固定成本（包括劳动力成本中的固定部分）总是

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而持续下降，所以正是劳动者所得中可变部分的

变化决定了平均可变成本曲线和边际成本曲线的形状。所有的成本曲

线都是运用的蒙特-卡罗法模拟方法对成本进行估算并取平均值得到

的，每一次估计都考虑到了实际生产中存在随机因素（56-57）。

图4.19~图4.22基于英曼的研究（Inman1995，61-64，figs. 3-

6）描绘出了估算出的汽车成本曲线。单位劳动力成本如图4.19所示，

它同时包括了劳动力成本的固定部分和可变部分。劳动者所得中的固

定部分形成了单位劳动力成本曲线中持续下降的那部分，但这一部分

随着产出规模的增加逐渐变得没有那么重要，而加班则产生了单位劳

动力成本曲线中不断上升的那部分，并且导致了不同班次交替时劳动

力成本曲线的凸起。在图中，工程产能对应曲线最末的垂直分割线。

总体的成本曲线是一条变形的U形曲线：它在每一班开始时有尖状的凸

起，而在每一班结束时达到大致相等的最低值。因此，如图4.20所

示，边际劳动力成本曲线有着平缓的底部，但是在每一班开始时有着

更大幅度的凸起：边际劳动力成本曲线最大凸起的峰值是其底部的7.5

倍！这样一条曲线必然不是“表现良好的”（64）。如图4.21所示，



平均（总）成本是以下三项之和：稳定递减的平均固定成本、恒定的

平均原料成本与劳动力成本的可变部分。它的形状总体上是一个不太

对称的U形：最低点出现在第三班某处。如图4.22所示，总体的边际成

本是边际原料成本（因为平均原料成本被认为是恒定的，所以边际原

料成本与平均原料成本相等）以及前文讨论过的边际劳动力成本二者

之和。在汽车工业中，边际成本的前一项恰巧远大于后一项。因此，

在可观察到的大部分产出范围内，总体的边际成本曲线基本上都有着

平缓的底部，并在每一新班次开始时出现轻微凸起。因此，如果价格p

恰好等于边际成本曲线的底部值，p＝mc法则将产生非常多的可选产

出；如果价格p处于最低值和所有凸起的最高值之间，这也将带来多个

可选产出，包括工程产能所对应的产出；如果p更高一些的话，p=mc法

则将只选择工程产能所对应的产出。英曼指出，在任何一种情况下，

“一家工厂不可能在某一恒定的价格下卖出无限多的产品”（65）。

因此，他假设汽车厂商面临一条向下倾斜的需求曲线，以及由此产生

的向下倾斜的边际收益曲线。然而，边际成本曲线的凸起将导致mc＝

mr对应着三个不同的产出水平，因此即使是这条（更弱的）规则也失

效了。最后，在这些最大利润的可能解中选择出最大化的利润，需要

直接构建利润曲线（65-66，fig. 8）。



图4.19 汽车的单位劳动力成本曲线

资料来源：Inman 1995，61，fig. 3.



图4.20 汽车的边际劳动力成本曲线

资料来源：Inman 1995，62，fig. 4.



图4.21 汽车的平均成本曲线

资料来源：Inman 1995，64，fig. 5.



图4.22 汽车的边际成本曲线

资料来源：Inman 1995，64，fig. 6.

英曼的经验结果是4.5节的理论讨论所能预见到的，因为他在图

4.21中再现的汽车生产的实际成本曲线和我们之前在图4.16、图4.17

中所描绘的理论上的成本曲线惊人地相似，这里的关键点在于成本曲

线在每一个新班次开始时都有凸起。从理论上看，由于生产率会随着

日工作时长的变化而变化（因此一个新班次的第一个小时的生产率将

比前一个班次最后一小时的低，因而其单位劳动力成本也将比前一个

班次最后一小时的高），即使换班没有导致工资上升，曲线也会出现

凸起。各种类型的换班导致的成本上升只是放大了这种跃迁的幅度。

这一区别在英曼的经验研究里没有表现出来，因为他隐含地假设了生

产率在每一班内是恒定的，所以成本跃迁仅来自换班导致的工资上

升。



第二种类型的研究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方法。艾特曼和格思里

（1952，832-836）请实业界人士考虑描绘了三种[3]不同类型的平均

成本曲线的8张图：递增的成本曲线（charts 1-2）；大体U形的成本

曲线——成本先下降到某一最低值然后大幅提升直至最大产能

（charts 3-5）；成本一直递减直至达到或者接近最大产能的成本曲

线（charts 6-7）；平均成本先递减但是在之后的大部分产出范围内

都保持水平的成本曲线（charts 8）。尽管每一条曲线末端的垂直虚

线段都代表着最大产能，但在这里，最大产能没有被明确定义。[4]有

时候，受访者会表示，不同的产品对应着不同的成本曲线。而当明确

区分产品种类时，1 082份回答中有94%倾向于选择图4.23中描绘的稳

定递减的成本曲线，只有5.7%的人选择标准教科书中通常假设的U形成

本曲线。如果将选择平缓成本曲线的两个回答也计算在内，那么受访

的实业界人士中有94.3%不赞同新古典主义理论对于成本曲线的基本假

设（836-838，table 3）。

艾特曼和格思里的调查没有考虑多班制的可能性，而这一点非常

重要。因为在任意给定的班次内，平均固定成本始终稳定下降，而平

均可变成本首先会下降，但在接近一班结束且仍在产出范围之内时可

以是相当稳定的。因此，平均（总）成本曲线在每一班内的形状都类

似于在调查中被绝大多数人选出的曲线（见图4.23）。这在英曼对汽

车厂房平均成本曲线的估算（见图4.21）中也表现得非常明显，即使

某一个企业选择一日多班，在可观察的产出范围内，成本曲线也将或

多或少地和被选出的那条曲线类似。



图4.23 94%的受访的实业界人士选择的成本曲线

资料来源：Eiteman and Guthrie，1952，835.

经验事实也同样和图4.20、图4.22（取决于原料成本相对于劳动

力成本的大小）所描绘的平底边际成本曲线相一致。再次强调，不管

一天之中实际上有多少班，边际成本曲线在可观察到的产出范围内都

可以有非常平缓的底部（Andrews 1949，65; Inman 1995，61，fig.

63; Marcuzzo 1996，7; Miller 2000，120-121）。[5]这些发现使很

多经济学家主张放弃教科书中的U形平均可变成本曲线和边际成本曲

线，改用一条单一的、平缓的平均可变成本等于边际成本曲线（avc＝

mc）（Andrews 1949，58-59，61，79，diagram I，80; Marcuzzo

1996，7）。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做法和U形曲线假设的效果一

样：它消除了班次之间所有的差别。因为平均固定成本是稳定递减

的，所以这还意味着平均成本的最小值将总是只出现在工程产能所对

应的产出点——而这与微观经济学的经验证据正好相反。米勒指出，

假设边际成本在班内恒定，但在每一个新班次开始时因换班导致的成

本上升而出现“阶梯”跃升会更为恰当（Miller 2000，125-126，

fig. 122）。这就考虑到了平均成本最低值出现在第一班、第二班、

第三班结束时的可能性，以及在班次交替时成本突然跃迁的可能性。

但是，如果已经做了这样的假设，那么我们就没有什么理由再去忽视



生产率本身随日工作时长的变化而变化这一事实了。如此一来，即使

是在每一班之内，平均可变成本曲线和边际成本曲线通常也将不再是

恒定的（见图4.16和图4.17），而总体的平均成本曲线将会像图

4.16、图4.17和图4.21所描绘的那样。

[1] 安德鲁斯（1949，77）提到了大额订单降低原料价格的可能性。

[2] 瓦里安（1993，347-348）提出了这样一个标准的新古典主义主张：尽管平均可变成

本开始可能会下降，但“最终我们将会预见到平均可变成本的上升……［因为当］固定因素存

在时，它们终将限制整个生产过程”。如其所述，这恰恰和一条底部平缓的平均可变成本曲线

相一致。在这样的一条平均可变成本曲线上，在达到工程产能之前，无论在班内还是在班与班

之间，边际成本=平均可变成本，且二者都保持恒定。这意味着平均成本曲线将会稳定下降直

至生产达到工程产能水平，在这种情况下，无论价格水平为何，p=mc法则将总是选择工程产能

所对应的产出。仅仅用一个U形曲线就跳出正在进行的争论，摆脱了这些不当的可能性。

[3] 应为四种，本书仅在图4.23展示了第6和第7两种形状。——译者注

[4] 一名管理人员评论道，产能是由成本曲线的最低值确定的，因为这是成本效率最高的

生产点，“在任何情况下，他都不会将产出推至该点之外”（Eiteman and Guthrie 1952，

838）。

[5] 米勒（2000，121–122，125–126）进一步引证了贝恩（948）、约翰斯顿

（1960）、瓦尔特斯（1963）、迪安（1976）、曼斯菲尔德（1988）、卡恩（1989）和拉沃

（1992）的研究，以支持平均成本（因而边际成本）在可观察到的产出范围内都是恒定的这一

发现。他指出，整个U形成本观念都“不被60年的经验研究支持”。



5

交换、货币和价格



5.1 引言

生产需要时间，所以它必定先于产品的分配。分配有许多种形

式，交换仅仅是其中一种。资本主义生产有三个典型特征：生产活动

由许多个体单位独立进行，而他们不直接关心其生产是否与社会需求

相一致[1]；分配通过交换完成；利润是影响所有这些活动的支配性

动机。在一个以普遍交换为基础的社会中，个体的生产活动是基于对

销售计划产出、购买用于未来投入和个人消费的其他产品的预测而进

行的。无数的这种计划在实际的交换过程中彼此相遇，而这种交换活

动则根据这些预期与实际结果之间关系的性质或是否存在关系而给予

回报或惩罚。交换是一个竞技场，它迫使个体化的生产在这里与他们

自己的预期相对峙（Max 1970，86）。反馈回来的结果会改变个体的

计划，从而为又一轮的较量设置舞台。预期与实际的交换结果不一致

是正常的，统治这个过程的动荡性有序只能在无序中并通过无序实

现。可以这样说，新古典经济学的最大任务就是将我们的视线从真实

市场的嘈杂无序转移到某种天堂般的完美状态上，在这里个体的生产

计划被假想为与社会需求完全契合，这个幻象被称为一般均衡。[2]

交换在现代社会中是如此为人熟知，以至我们易于忘记它是何等

特殊。严格意义上的礼物并不要求回报，另外，只有在预兆着能够得

到更想要的东西时，严格意义上的交换才会发生（Gordon 1991，

127）。有几种礼物馈赠行为因是互惠的而显得是交换（Quiggin

1949，17）。印第安部族的夸富宴就是一个通过馈赠行为决定社会等

级的著名例子：参与者的社会等级取决于他们能发放多少东西，或在

极端的例子中，他们能在其他人面前摧毁多少东西。王室的公开聚会

则是另一个例子，如同所罗门和示巴女王那样，他们都想通过礼物的

奢华程度胜过对方（Davies 2002，11-13）。在这里，双方都尽力回

赠比他们所收到的更值得拥有的礼物，交换则是双方都企图拿回比他



们给予的更值得拥有的物品。互惠的礼物馈赠有时被毫无助益地称为

“礼物交换”，（实际上）却和真正的交换非常不同。

支付义务在交换出现前已经产生。比如，彩礼和偿付血仇就是古

代人类习俗。在古印度，一个人的血价是100头牛，“不管他是被辱

骂、打伤还是谋杀……同时100头牛也是平均‘彩礼价格’”。肯尼亚

基图伊地区的姆坎巴人是一个“不使用货币的例子”，但他们会为娶

妻和偿付血仇支付等价物。许多此类活动一直留存至现代，比如显性

或隐性的嫁妆。即使到现在，也很难想象有人会空手去参加婚礼。权

力关系产生了另一种不同类型的支付义务。比如，佃农将部分谷物上

缴给地主、市民纳税，都是通过胁迫强制执行的支付。这类（支付义

务）一般是单向的，因为接收者没有被要求回报某物。这便是我们在

此类事例中使用进贡、税收这类词的原因。私人银行被迫贷给国家的

款项，以及国家在通货贬值时偿还贷款或完全拒绝履行偿还义务的做

法，都是广为人知的公共财政工具（Morgan 1965，17，59，104-

105）。另外，合法的和非法的放贷者都发展出了各种巧妙的方法，以

使他们的资金能够得到足够的利息回报。

最后，交换也可以产生支付义务。因为交换行为同时包含着先给

后拿或先拿后给的可能性。债务就是一种偿还义务。比如，一个人可

能先借后还，就像佃农待谷物成熟后再还给地主一样。还债义务与支

付义务不同的是，它包含着资金回到其起点的一个回流。还债义务不

一定要支付被称为利息的额外报酬，因为用等量的新收获谷物偿还所

借旧谷物在历史上和逻辑上都是可行的。利息更像是某种特定的和历

史的添加物。[3]交换、支付义务与债务之间的差别在货币和信用理

论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交换的早期形式先于文字记录的历史，但是我们可以从考古学证

据和原始部落留存至今的支持性证据中推断出一些东西（Morgan

1965，9）。就等价物进行讨价还价是交换的一个特征（Quiggin

1949，14），这也说明了为什么交换的过程通常都比互惠式礼物馈赠



显得更小气。反过来，物物交换，即一系列商品与另一系列商品的直

接交换，是最早的交换形式（Quiggin 1949，1）。物物交换甚至在现

代依然存在，比如在没有货币的德国战俘营（Davies 2002，19）。即

使在战后，国家间的双边贸易协定依然会采用物物交换的形式，包括

农产品、石油，甚至用百事可乐浓缩液换俄罗斯伏特加。在20世纪80

年代，现代的物物交换（易货贸易）是世界贸易中增长最快的贸易方

式之一，比如用道格拉斯DC-9飞机换“南斯拉夫火腿、啤酒和机械工

具”，以及用“新西兰羔羊换伊朗石油”（Malkin，Bolte，and

Grieves 1984，1）。当然，避税也一直是不用货币进行商品流通的原

因（Davies 2002，20，222-223）。此外，互联网也使得物物交换复

活并现代化。克雷格列表网是一家从事商品与商品、商品与服务、服

务与服务直接交换业务的公司，其业务已经遍布全世界。美国

BarterBART网站自豪地宣布：“不用货币，只需以物换物，以及用竞

拍的方式交易！”

货币是交换的语法。当交换的范围逐渐扩展并规律性地出现时，

货币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像语法一样，当发展到一定阶段时，货币便

由国家予以法律化并加以控制。但语法和货币都不是由国家发明的，

恰恰相反，国家很晚才进入这两个领域。

价格和单纯的两种商品间的交换比率是有区别的。价格和货币密

切相关：价格是商品价值量的货币表现。在物物交换中，一种商品可

以直接与其他许多种商品相交换。假如在多种交易中，谷物可以与

肉、盐、皮革、工具等直接交换，谷物的价值量就表现为不同物品的

特定数量。在物物交换情况下，谷物有许多个交换比率，它与其他任

意一种商品都会形成一个交换比率，反过来，这些商品也和其他交易

对象形成很多的交换比率。当交换发展到某个点，某个特定商品，比

如盐，在这些交换的特定循环过程中，恰好被社会选为参照物，于

是，盐便成为当地的货币商品，而当地其他所有的商品都会得到一个

以盐标注的价格，即其他的商品找到了盐作为表现它们价值的显赫高

贵的物品。于是，盐作为严格意义上的货币，便可如同帝王般尊贵地



从一种商品传递到另一种商品，并在每一次继续交换之前短暂地变换

一次自己的存在方式。单纯的商品和货币商品之间的分野在人类历史

中一次又一次地出现，而后者表现为诸如盐、牛、猪、谷物、贝壳、

可可豆、珠子、姜黄、红赭石、斧头、箭头、矛、磨石、甲虫腿、蜂

蜡、金属和代币（Quiggin 1949，3-5）等多种形式，并且新的形式还

在不断发明出来。[4]与王权一样，货币始于区域性实体，它也与王

权一样，其中的绝大部分都在历史的长河中被废除。

本章将详细阐述以下主题。5.2节追溯了货币的演变历程：它起源

于有规律、经常性的交换活动，从中发展出货币商品、私人和国家发

行的铸币、私人和国家发行的可兑换代币和不可兑换代币、国家法定

货币和银行货币。这一节特别关注了经常被混淆的礼物和交换之间、

支付义务和债务之间的差别。本节的结尾是对货币的三个基本功能

（定价工具、流通工具、安全工具）的论述，还探究了与之相关的长

期经验模式，也审视了货币、市场和国家的关系。其中有趣的问题包

括在货币发展特定阶段国家对铸币权的占有、为政府支出融资、征税

权的重要性和局限性，以及代币为何会被私人经济接受。

5.3节开始于货币与价格水平的古典理论，进而转入马克思对这些

问题的论述。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将自己的分析限制在这样一种情

形中：代币直接或间接地代表了货币商品（他承诺之后会分析纯粹的

法定货币和银行信用，但其生前并未完成）。从这个角度来看，马克

思的以商品为基础的货币理论仅适用于标志着金本位制结束的1939—

1940年之前。一个核心因素是，他将国家价格水平确定为以下两项的

乘积：一项是由历史上选择的货币商品（在西方是黄金）衡量的，并

由竞争决定的商品的相对价格；另一项是由货币因素和宏观经济因素

决定的货币商品的价格。用这样的方法，我们检验了英国和美国的长

期经验模式，这带来了一些显著的模式。这种方法所产生的有用结果

之一，便是发现了一个简单的长波指示器，这个指示器直到现在仍然

有效：主要经济危机通常都发生在长波衰退期的中间。在此研究基础



上，2007—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如期而至。在进入最重要的现代问题

之前，5.4节将商品货币本位制（比如金本位制）下对法定货币的处理

与在生产价格均等化过程中形成的相对价格理论联系在一起。而这个

最重要的现代问题就是：当法定货币不再与黄金挂钩时，该如何处理

这种情况？[5]我的观点是：一国价格水平直接由货币因素和宏观经

济因素决定，但又是以一种不同于货币主义、凯恩斯或后凯恩斯主义

的方式决定的。我的主要结论是：一旦商品锚定被放弃，价格水平会

有路径依赖。更深层的讨论被放在本书的第三部分（动荡的宏观动力

学），在这一部分，古典方法的利润率、有效需求、增长和通货膨胀

在第12~14章被发展起来，然后在第15章中被应用于考察现代通货膨

胀。国家货币理论和新国家货币理论所宣称的国家在历史上和当下发

挥的作用也将在第三部分被讨论。

[1] 他们直接关心的是货币收入和利润。——译者注

[2] 区分出以下二者的不同是重要的，即研究某些平衡条件有哪些性质和假设这些条件

本身已经存在。比如，在马克思著名的再生产图示中，他强调只有特定部门的比例和再生产

是一致的。但他也始终强调，通过过度调整和调整不足时期的相互抵消，实际市场的平衡会

发生。

[3] 利息是贷出本金之上的一种附加价值。但在作者眼中，从逻辑而言借多少还多少，

以及从历史事实而言存在着只收回本金、无须支付利息的事例，利息不过是人类历史某个特

殊时期才存在的事物，既非自然的，也非必需的，因此借用和扩展利息是本金之上的附加值

这一表达，作者戏称利息更像是某种特定历史的添加物。——译者注

[4] 20世纪70年代，在马萨诸塞州西部的伯克希尔山，一种被称为“SHARE”的当地货

币是绑在木头上的绳子（Cohen-Mitchell 2000）。1991年，纽约州的伊萨卡城发行了一种

被称为“HOURS”的当地货币，它以劳动为基础，而不用金银或其他任何商品作后盾。就业人

口和失业人口可以通过劳动或商品挣得这些有效凭证，并拿它们去交换等价的其他物品（Ju

2005）。正如一个支持者所说，“我们将伊萨卡的‘HOURS’视为真正的货币，它是靠真正

的人、真实的时间、真实的技能和工具来支撑的。相反，美元是欺骗（性）货币，它不再靠

金银支撑，而是依赖什么都没有的5.6万亿美元国债”（Glover 1997）。

[5] 这里讨论的问题涉及商品的价格用什么样的货币形式来表达，以及在不同货币本位

制下价格水平的比较及长期趋势研究的问题。具体说来，在金本位制下，商品的价格可以用

黄金来表示。但是，当法定货币不再与黄金挂钩时，用法定货币表示的价格与用黄金表示的



商品价格之间，就无法进行对比和研究，因而存在“该如何处理这种情况”的问题。——译

者注



5.2 现代货币的起源

每个人都知道“货币”意味着什么，除了经济学家。一位经济学

家即使可以用一章左右的篇幅来描述它，也不可能用严格的要点来定

义它。在商品展示或交换的过程中，它隐约现身，不知不觉地，它逐

渐转变为无明确边界但可识别的货币形式（Quiggin 1949，1）。

我一直反对将礼物馈赠与交换混为一谈，以及将有时间间隔的礼

物馈赠和交换与债务混为一谈。货币则和上述事物都不一样。货币是

一件物品的价值在其他媒介上的表达。它是商品价值的具象化，或者

说它用一种共同的形式使商品的价值得以具象化。这个由社会建构出

来的用以表现各种各样商品的价值的工具，可以是某种特殊的商品、

代币或者某个登记本上的一个条目。商品的价值被这种社会建构物表

达出来的数值就是它的货币价格。债务不需要与货币相同。先借一些

盐粒，再还回去一些盐粒，就不是一种货币交易。如果货币关系已经

生根，即使交易是用使用价值来进行的，整个交易也可以用货币的形

式来表达。另外，如果在当时当地，盐恰好是货币，那么借盐又还盐

就是纯粹的货币交易。到更晚的阶段，在银行业发展起来后，一笔盐

粒贷款的银行记录也许就可以在某个第三方愿意等到贷款到期的情况

（一般情况下是为了得到一笔额外的费用）下向其支付。在这种情况

下，债务本身执行了流通工具的职能，即便到最后它仍需证明自己值

那么多盐。

在物物交换的情况下，一种商品直接与另一种商品相交换。假设

谷物直接与肉、盐、皮革、工具等交换，谷物的价值就被表示为这许

多不同实物的特定数量。于是，我们可以说，1蒲式耳[1]谷物在正常

情况下值2磅[2]肉、2盎司[3]盐、3平方英尺[4]皮革或4把好斧头。

同等地，我们也可以说，1磅肉值0.5蒲式耳谷物、1盎司盐、1.5平方

英尺皮革或2把好斧头。在这条交换链上有多少种商品，就会有多少条



这样的系列表达方式。两件商品双向物物交换会产生一个交换比率，3

件商品会产生3个交换比率，5件商品会产生10个交换比率，10件商品

产生45个交换比率，100件商品产生近5 000个交换比率（4 950个），

1 000件商品就产生将近50万个独立的交换比率（Davies，2002，15-

16，21-22）。这些过程并不需要货币介入。如前所述，确实存在着一

些重要的无须使用任何形式的货币而建立起贸易中心的例子，比如在

博尔努和在阿伊尔绿洲的阿加德兹的那些贸易中心（Quiggin 1949，

6n1，33）。[5]

在物物交换中，所有的商品都是平等的。当社会性的实践活动使

一些商品比其他商品“更平等”时，货币就产生了。尽管在货币商品

的选择过程中，可运输性、可保存性和可分割性都很重要，但更重要

的是货币所具有的独特的社会性，即“是社会使这些作为货币的物品

更值得被拥有，于是它们被当成货币”（Quiggin 1949，3）。假设上

文所描述的循环往复的交换发展到某一点，在这一点上，盐恰好被社

会性[6]地选为每条交换链上的参照点。于是，盐就变成了当地的货币

商品，所有其他商品现在就都有了一个用盐表示的价格：1蒲式耳的谷

物值2盎司盐，1磅肉值1盎司盐，1平方英尺的皮革值1/3盎司盐，1把

好斧头值1盎司盐。现在，不再是对应于1 000件商品的50万个独立的

商品交换比率，被选中的这件“受偏爱的商品”将这份（巨大的）比

率清单缩减为999个用盐表示的商品价格。现在，所有其他的商品都用

盐货币来表示它们的真实价值，而作为货币的盐获得了一种与它作为

一种物质实体的用途大不相同的尊贵的存在方式。作为货币，盐现在

可以从一个人手上转移到另一个人手上，以表示随后出现的商品的价

值，或在预期悲观的时候储存起来，等情况变好时再发挥其社会魔

力。交换是炼金术士的梦想，因为在适当的条件下，任何东西都能被

转换成一种珍贵的物质。如果在罗得的时代盐是货币的话，他也许会

以不同的态度看待自己的妻子变成盐柱一事。[7]

5.2.1 货币商品



货币商品在人类历史中不断被创造出来。我们发现新不列颠岛的

狗牙（插图1）、圣马蒂亚斯的甲虫腿串（插图2）、廷巴克图的盐

（插图3）都曾做过货币商品。马可·波罗在中国发现，中国人是用盐

而不是像先前的意大利人一直将意大利面作为货币的（Quiggin

1949，192-195，203-204，220，224）。

插图1 新不列颠岛的狗牙

“芬什描述新几内亚的狗牙为相当于‘大银币’……库特走得更远，把它们称为所罗门群岛
的‘黄金铸币’。”（Quiggin 1949，126，127，fig. 48）





插图2 古代货币

1.中国秦代货币（232）
2.用于礼物馈赠或日常贸易的玳瑁胸坠（179）
3.达普市，罗塞尔岛最常见的货币之一（184）
4.圣马蒂亚斯的甲虫腿串（130）
资料来源：Quiggin 1949，169，fig. 48 and cited text pages.



插图3 阿比西尼亚的盐币

“伊本·白图泰在14世纪向南旅行至廷巴克图，描述了Taghaza[8]规模壮观的盐贸易，成百上
千的骆驼商队驮满了盐。而且无论这些盐走到哪里，都被当作货币。”（Quiggin 1949，
fig.8; 56 and text 53）



“在弗吉尼亚，烟草一度成为货币……它被宣布成为通货，殖民

地财务主管被指示以每磅最优质烟草3先令的价格接受它。”的确，

“在1642年，一项将烟草确定为唯一货币的法律被通过。用钱履行合

同被官方禁止”。这带来了一个不曾预料到的结果，那就是每个人都

转而去种烟草，而且，很快每个人都在“种钱”。由此导致的货币供

给增加引发了价格下降和随之而来的衰退（316）。贝壳是在早期货币

历史中最广为人知和传播最广的货币实体（插图4）。古汉语中的

“币”字就是贝壳的象形文字（Davies 1996，37）。贝壳“在公元前

数千年就在印度、中东和中国被当作支付工具来使用”（Morgan

1965，11-12）。作为通货，贝壳从“印度和中国向东流通到太平洋岛

屿……穿过非洲沿线到达西海岸……渗透到新世界”，在黄金和白银

被广泛使用之前甚至之后，它们仍在这些区域中的一些地方流通

（Quiggin 1949，25）。贝壳至今仍在从尼日利亚到泰国、从苏丹到

新赫布里底群岛的亚洲、非洲和太平洋岛屿的大部分地区流通

（Morgan 1965，11-12）。



插图4 乌干达的贝壳

“在（布干达王国的）苏纳时期，一头牛或一名男性奴隶值2 500个贝壳，一只羊值500个贝
壳，一只鸟值25个贝壳。”（Quiggin 1949，99，fig.35 and text）

贝壳满足货币的所有理想特点：它们可运输、可贮存、可识别、

可计算，而且不可伪造。具有类似特点的可可豆在墨西哥和中美洲的

发达文明里也是货币（Quiggin 1949，27，310-311）。贝壳不可伪造

的事实在很多情况下是十分重要的。19世纪，黄金海岸沿岸通常用金

粉支付当地工人的工资，但这导致了如此多的造假机会，以致“当地

人更偏爱不可造假的贝壳”。在尼日利亚，直到20世纪初，贝壳依然

被用于小额交易（32）。在中国，“在铸币作为日常之用数个世纪

后，一个绝望的皇帝废除了被造假搞得千疮百孔的整个货币系统，返

回到用贝壳作为官方货币”（25-26）。



在非洲，贝壳在“从塞内加尔到安哥拉的整个［非洲］沿岸都成

为可接受的货币”，不受管控的进口导致汉堡的商人将成千上万吨的

贝壳带进非洲。贝壳的购买力“降得如此之低，以致在贸易中都被放

弃使用”（31-32）。类似地，当“日本人于1942年入侵新几内亚时，

他们随心所欲地分配贝壳，以致贝壳的价值急剧下降，威胁到这个地

区的经济和金融稳定”（Morgan 1965，12）。那些禁不住要将这些事

例解释为贝壳（货币）数量论的人会牢牢记住：以增长的货币供给购

买更多数量的货物，而不是简单地以更高的价格购买数量固定的货

物。面对有效需求的增长，货物的产量很少保持不变（见5.4节）。

5.2.2 铸币

铸币的发明给我们带来了显著的便利，但它同时也为大规模公共

欺诈和小规模私人骗局提供了方便（Galbraiths 1975，8）。

尽管贝壳便携、耐用、易辨识、可计数，而且不易被掺假或仿

冒，但它并不是铸币。铸币是一枚带有适当标记的货币，因为铸币容

易被掺假或仿冒，所以其标记就要求必须精准。正是这种被烙进铸币

中的正式认可标记的存在，才使得货币转化成为铸币。而为该铸币担

保的铸造者到底是私人还是公共当局倒是一个次要问题。事实上，最

早的铸币似乎是由商人发行的（Morgan 1965，12-13）。

在16世纪末的阿姆斯特丹，“商人们……接受五花八门的铸币，

其中绝大多数铸币的黄金和白银的含量被各种各样的花招降低”。作

为回应，荷兰14家私人铸币厂开始大量炮制它们自己的被认可的铸币

（Galbraith 1975，15）。[9]

正如在很多地方所发生的，对货币真伪成色确认问题的一个替代

性解决方案是由国家接管铸币的职能。因此，在17世纪下半叶的吕底

亚，私人铸造的被认可铸币转变为国家认可的铸币：“圆形，两面都

印有深凹下去的印记，其中的一面是狮子头像——它是吕底亚迈尔姆



纳德王朝的统治标志。”（Morgan 1965，13）当然，这并不能根除铸

币的贬值。它只不过是把铸币集中到国家手中。就像私人企业家一

样，各式统治者都很早就意识到，他们能够降低其铸币中的金属含

量，并试着让它们按足值的铸币流通扩散。英国的铸币叫作便士

（d.），其最初包含一磅银的1/240。但作为货币，一磅银的货币名称

是英镑£，所以用货币的语言来讲，240便士等于1英镑，即240d.=£1。

英国君主们很快便采取诡计，在维持铸币货币名称（即仍然称之为英

镑）的情况下，逐渐减少它所代表的金属含量（Morgan 1965，19）。

这样做带来的极大的好处在于，他们所拥有的金或银能够被转化为更

多的铸币英镑£，统治者能够在现行价格下买到更多的货物并且/或者

偿还更多的债务（Galbraith 1975，8）。即便物价会随后上升，但统

治者已经在此之前从这诡计中获取了好处。可以想见，重复这个诡计

的诱惑常常让人无法抵抗。

即便在国家发行的铸币在很多地域广泛流通之后，私人发行的货

币仍在国际贸易中继续起到支配作用。在很多情况下，不同的货币作

为等价物进行着自由流通。这些铸币来自大量的城市和国家，由不同

的公共权威当局发行，由各式各样的金属制成，带有各种不同程度的

磨损，以与官方汇率大不相同的市场比率相互兑换。尽管如此，铸币

兑换这一重要职能在许多世纪中仍然是由私人保有的（Morgan，

1965，154-155）。尽管国家发行铸币，但实际上正是一系列互相联系

的商人给了这些铸币作为本地和国际通货的合法性，并设定了铸币间

精确的兑换比率。[10]

国家占有铸币权会给人带来铸币是由国家发明创造的印象。比

如，英尼斯（1913）一直将货币和铸币混为一谈，也将铸币权和国家

混为一谈。他还继续指出，（国家发行的）铸币其实只不过是传统的

货币代币而已，其购买力从来没有也从来不应该与其金属成分有任何

关联。像他的这类观点为这一事实所支撑：在大多数情况下，当论及

铸币发行权时，人们都会把注意力放在国家发行的铸币上。但货币史

表明，铸币在这场游戏中出现得很晚，而国家是在铸币功能行使很久



之后才予以接管的。同时，国家也接管了从制造货币中获取收益的权

力（即铸币税）。更为重要的是，篡夺货币创造权赋予了国家更富创

造力的手段以拓展其财源。

5.2.3 货币代币

货币代币可以取代货币的部分职能。就像铸币可以通过私人财富

产生一样，代币也能通过私人财富产生。确实，普通的铸币流通自然

而然地创造出货币代币（Newlyn and Bootle 1978，5）。一枚合格、

崭新而锃亮的铸币在商业循环中很快便会失去光泽。铸币本身的物质

成分也会变得残缺不全，这不只是由于反复使用带来的缺口和凹痕，

还在于“不那么正直的”使用者对铸币的刀剪和锉削。即便是从商人

手中传递时被刮掉一丁点儿铸币，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愉快地增加

（商人的）利润”（Galbraith 1975，8）。伪造铸币就更令人愉快

了。不足值铸币与足值铸币一起流通的一个结果就是，交易参与者往

往更乐意给出劣币而不是良币。这种被称为格雷欣法则的趋势一直在

所有存在货币的地方反复地为人所见：劣币驱逐良币。“这或许是唯

一一个从未被挑战的经济学法则……因为从来没有例外。”

（Galbraith 1975，10）

只要不足值铸币能像足值铸币一样轻松地被用于购买商品或者偿

还贷款，它便作为购买手段或支付手段充当了自发的（非强制的）货

币代币的角色。就这些能力而言，在规定的范围内，不足值货币被接

受的平等性超过了其本身存在的不平等性。但是，当需要将货币送到

另一个地区或国家，或者是为了日后使用而持有货币时，就无法保证

它们仍能获得这种受限形式下的民主。接受度的范围随着地区和时间

的不同而不同，甚至还会在危机中完全消失。因此，一种货币形式在

当地流通中获得的接受度越大，它获得的普遍有效性就变得越重要。

这意味着，除了作为购买手段和支付手段行使职能，货币必须能够采

取某种形式，使其在跨越边界和跨越时间时依然有效，甚至在超出其



本身的流通范围时也仍然有效（也就是说，它必须偶尔能够作为一般

等价物行使职能）。

并非所有的代币都是货币代币。因此，17世纪初的伦敦金匠会开

具收据以证明一定量的存款，并且这些存款只能由指定的专人兑取。

这些存款（单）是被托管的资金的代币，但还不是货币的代币，因为

它们没有作为购买手段或支付手段行使职能。尽管如此，存款者最终

还是开始用金匠的收据进行支付活动，从而流转的是存款的所有权，

而不是直接流转铸币。到1670年，一般在初始存款所有者名字的旁边

会加注“或持票人”字样，以使无论是谁持有存款收据，它都能作为

支付手段被使用。1704年，这种做法的有效性被写入法规之中

（Morgan 1965，23-24）。最初的存款收据成了货币代币：“正如一

个当代短语所说”，它们“是‘运转之流’，也就是说它们已经变成

了交换工具”（Newlyn and Bootle 1978，7）。

5.2.4 不可兑换代币、强制通货和法定货币

就像新教徒不可避免地分裂成若干教派，铸币也必然衍生出若干

面额。9世纪查理曼时期的货币体系，最初只有一种叫作便士的铸币。

到12世纪末，各个国家开始制造更大面额的铸币以适应更大的交易需

求，地中海欧洲地区的铸币等级体系便源于此。在之后的6个世纪中，

出现了这样一种制度：国家将金属铸造成新的铸币，并收取铸币费用

（铸币费和铸币铸造税的总和）。这样一来，当任意面额的铸币变得

太轻时，私人使用者就能把它们从流通中提取出来，然后将其转换为

更少量的新铸币。但是，因为小面额铸币的铸造成本相对更低，所以

常常出现小面额铸币的短缺。很多国家采用的解决方法是，即便小面

额铸币所含的与银等价的金属成分少于其面额，但仍然将国家发行的

小面额铸币宣布为法定货币。这一步的迈出，建立了国家可兑换货币

代币的强制流通：最初是1816年在英国，在接下来的60年中，法国、

德国和美国等其他国家也纷纷建立。



可兑换代币是这样一种代币，其内在价值小于其面额，却仍然能

够按照其面额价值行使功能。这是因为一些私人或公共的铸币发行当

局时刻准备着按照某种固定兑换比率将代币兑换为（比如）白银。基

本金属铸币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假设一个面额为1便士的基础金属铸

币代表1/240盎司的银（虽然铸币中的实际金属量并不值那么多），那

么为了让这枚铸币能够依其面额保持流通，发行当局便愿意接受以240

便士换取1盎司的白银。如果白银的市场价格是230便士，大家就能够

通过在银行窗口用1盎司白银换取240便士来获得更多的钱。结果就是

银行一直购买白银，直至市场上白银供给下降，从而抬高白银的市场

价格。反之，如果白银的市场价格是250便士，那么人们就能通过在银

行窗口用240便士的铸币换取1盎司白银，然后再在市场上按照250便士

的价格卖掉1盎司白银来赚钱。市场上增加的白银供给反过来会压低白

银的市场价格。保持可兑换性意味着，通过预知在同一窗口能够自由

交易获得损失的银块，代币和白银之间的市场交换比率（白银的市场

代币价格）便由交易窗口固定的价格调控住了。与银行券一样，只要

人们相信在需要的时候即可随时兑换，那么真实兑换便或许并不必

要，因而真实的金银流动也非必要。当然，要想让这一切有效运转，

相关货币当局必须有足够的金银储备，才经得住银价的市场波动，这

不仅包括市场的日常波动，而且包括战争、不定期的危机和长期趋

势。而这些恰恰都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本质特征，因此，暂停兑换

和周期性修改兑换价格便成了普遍发生的货币事件。不可兑换代币是

指白银的市场价格不受被维持住的固定兑换比率的约束。“不可兑

换”这一术语其实是一种用词不当，因为这些代币永远都能在市场上

按照某个现行比率兑换为金银。兑换窗口的缺位只不过意味着，在金

银市场上，金银的买卖实行了一种交换比率可以变动的制度（Morgan

1965，25）。

银行券也呈现出相似的模式。英国金匠集中于伦敦，但是接受存

款并签发收据的做法（这种收据在当时被称为“银行券”）很快便被

乡村地区模仿。同时，英格兰银行（一家1694年在伦敦成立的私人营



利性银行公司）也发行了它自己的银行券（Morgan 1965，61）。所有

这些银行券都是可兑换代币，但每种银行券都只能被具有更高通用性

的货币赎回，而不能被特定发行银行的货币赎回。因此，乡村银行的

准备金由伦敦私人银行的银行券、英格兰银行的银行券以及黄金组

成；相应地，伦敦地区的私人银行则以英格兰银行的银行券和黄金作

为准备金；英格兰银行则只以黄金作为准备金。

上述货币的等级制度体现了它们客观上存在的差异。个体银行发

行的银行券之所以能在当地执行购买手段和支付手段的货币职能，是

因为当地人相信这些银行券能够被发行银行兑换为具有更高权威性的

某种（货币）。这一信念是有事实依据的，即在正常情况下，这些银

行券中的一部分的确是经常能够按需兑换的，但这种地方性有效的信

念并不能像银行券一样被轻易流通到其他地区。因此，当一个人携带

乡村银行券去往伦敦金融区，他或许会发现，把当地银行券兑换成伦

敦银行的银行券是便捷容易的。而一个出国旅行者可能就只能用伦敦

私人银行与黄金挂钩的银行券或者英国的国家通货。只要一切正常，

这三种类型的可兑换代币都或多或少地在其各自的轨道上自由流通

（Newlyn and Bootle 1978，7-8）。然而，即使银行将它们的职能限

制在纯粹的金银保管者范围之内（即不拿它们代为保管的金银从事任

何放贷活动），由意外或欺诈（后者更为常见）引发的准备金不足的

情况也时有发生。一家被怀疑准备金不足的银行，不可避免地会面临

特别的提款兑换需求；即便对于银行的怀疑并不合理，银行券也会贬

值甚至崩溃。如果被怀疑有问题的银行是一家伦敦的银行，那么各种

各样乡村银行准备金的一部分也会崩溃，以致乡村银行券的有效性也

会受到威胁。即便受到质疑的只是一家乡村银行，其崩溃也会加重人

们的所有怀疑，进而触发对其他地方银行甚至是对伦敦银行的挤兑行

为。

周期性的金融危机引出另一个复杂问题，由于随后而来的对流动

性的需求，所有的银行券都遭受怀疑。通过被承诺可以由更高级别的

货币形式赎回，私人银行银行券的有效性得以确认。而就更高级别的



货币形式而言，黄金或其他一些一般等价物是最高级别的。对银行券

的信赖取决于对发行银行的信赖，而对一般等价物的信赖则取决于对

商品流通本身更大程度的信赖。在这场关于信赖的竞赛中，我们能够

理解，为什么每当商品流通的车轮面临停转的威胁时，一般等价物会

胜出银行券。反复发生的危机会触发人们的信赖从一种货币形式逃离

到另一种货币形式：从当地银行券到城市银行券，从英格兰银行的银

行券到国家货币，再到黄金。即便所有的银行都发行完全被恰当的准

备金给予保证的银行券，因为乡村银行的一部分银行券是由伦敦银行

的银行券保证的，而伦敦银行的一部分银行券又是由英格兰银行的银

行券保证的，所以所有的银行券中只有一小部分能够被黄金保证。因

此，在这样一个系统中，即便所有的银行都只发行具有全额保证的代

币，就其本质而言，它仍然只是在部分黄金准备下运行，并且会被赎

回真实货币的强大需求击垮。[11]

一旦个体银行开始发行仅有部分（黄金）保证的代币，情况就会

变得更为严重。起初，金匠只是通过收取服务费赚钱，这笔收费需覆

盖他的开支和利润。如果金匠只是扮演保管型银行的角色，那么在任

何给定月份中，他们的大量存款都会处于闲置状态，因为这些存款中

只有一部分需要作为资金被支取或者转账给他人。不用太久，这些个

体金匠便意识到，这些闲置存款的一部分能够通过收息放贷的方式拿

作谋利之用。“金匠银行家很快便发现，在正常情况下，一些顾客对

铸币的需求与其他一些人存入银行的铸币数量大致相当。虽然他

们……需要保留一些铸币准备金来应对异常需求，但他们发现，即便

是放贷金额数倍于其保险库中的铸币量，他们的放贷也是很安全

的。”因为个体金匠贷出的每一笔款项都会产生一定量的货币外流，

这些外流货币的一部分以现金形式被持有或者被存入其他地方，所

以，随着被允许放贷的货币数量的增加，准备金不足的风险会逐渐攀

升。尽管如此，如果金匠们能保持谨慎并且不太贪婪的话，原则上他

们是可以贷出一部分由其保管的存款的，而且还能同时满足个人取回

存款的需求，以避免发生挤兑（Morgan 1965，60）。这样一来，私人



保管型（100%准备金）银行就摇身一变成为私人信贷创造型（部分准

备金）银行。我们已经注意到，即便个体私人保管型银行中的每一个

都能对其银行券提供完全的保证，只要个体银行所持有的准备金的一

部分是通用性更高的银行券准备金，那么总的银行券就仍然仅仅是部

分黄金保证的。而当私人银行在部分准备金基础上运作时，这个倒金

字塔结构最底层的金块就更小了。

旧损的铸币和强制可兑换代币有某些相同的关键特性。在特定限

度之内，旧铸币能够代替足值铸币执行商品购买职能和偿还债务职

能。如果旧铸币变得太不足量了，那么它们要么贬值，要么从流通循

环中退出，并被转换为更少量的足值铸币。如果旧铸币的数量太多，

它们就会被熔化铸成金银块。转换的成本和流通的需要决定了可操作

的限度。强制可兑换代币的优势在于它们允许国家节约贵金属的供

给：国家可以发行比流通中的不足值铸币价值更低的代币，甚至在极

端情况下，国家可以发行毫无价值的代币。然而，国家能够通过允诺

将这些代币按照一个固定的兑换比率随时兑换为新铸币，以保持这些

代币的公信力。一个面额为1便士（d.）而实际价值低于1/240磅白银

的青铜代币能够在兑换窗口兑换1/240磅白银。因此，只要国家拥有必

要的银块储备，那么白银市场上白银的代币价格就将保持在240便士。

如果由于国家不同意将它所发行的代币兑换为白银而导致了强制

流通的代币“不可兑换”，那么社会上便会运行着不同的规则。在这

种情况下，任何超出流通需求的供给都会通过格雷欣法则的作用，设

法在市场上换取更足值的货币，这反过来将会影响白银市场上白银的

代币价格。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命题，因为如果国家以满足其自身需

求的方式花掉代币并使之进入流通，就影响了有效需求水平、商品总

量，并因此影响流通需求。尽管如此，教科书上还是存在着这样的陈

词滥调：对不可兑换代币供给的恰当管理，能够使国家在代币和白银

之间保持固定的兑换比率（即在期望的240便士=1磅白银的水平上，保

持一个固定的白银代币的市场价格）。以这样的方式，大家可以免除



昂贵且耗时的兑换，因为原则上即便是不足值的代币也能够和真实铸

币一样执行职能（Sargent and Velde，1999，137-140）。

不幸的是，历史证明，对国家而言总是存在着更具吸引力的第三

种可能，尤其是在国家需要的时候（这种需要反复出现），也就是

说，为了支持国家支出的增加，强制让代币进入流通。如果国家通过

购买等额商品的方式将2.4亿便士（100万英镑）的货币投入流通市

场，便立刻可以获得扩大可用资源的好处。这也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

刺激生产和就业。如果代币是不可兑换的，还有一个办法可以达到同

样的目的，那就是发行带有同等货币名称（比如1便士）但含银量其实

比以前更少的代币。这样做的直接后果是，在现行价格下购买商品需

要比以前更多的铸币，但这并不是因为以白银盎司或者黄金盎司计价

的商品价格上升，而是因为每一枚铸币包含的金属变少了。只要不足

值铸币的确被视为比原来的铸币金属含量更少（即只要不足值便士的

确被算作半个便士），这一点便并不神秘，因为通过这种方法，以便

士和英镑计价的商品价格并没有改变。但如果这种调和是通过减少铸

币含量达成的，即一枚包含更少量白银的铸币仍然被称为“便士”，

那么一旦商人们知晓此事，所有用这种便士表达的价格当然就都会上

升。这样看起来似乎是便士价格上升了，但事实上只是价格标准（便

士）的金属含量被减少了。一旦混乱状态平息之后，所有的价格将仍

然或多或少地保持和以前以白银盎司计价一样的水平。即便如此，这

种行为的效果也并不是中性的，因为对那些以便士为单位获取固定收

入的人而言，如果发给他们的是新的便士，那么他们将会发现自己的

购买力降低了。而发行这些不足值金属便士的人，如果能够把这些不

足值铸币冒充足值铸币发行出去，那么他们就增强了自己的购买力

（Galbraith 1975，8）。通货的贬值也使债务人获利，因为他们是用

购买力降低了的通货偿还其最初贷款。同样地，国家也常常是通货贬

值的受益方。

一种更吸引人的可能是国家通过发行法定货币为其支出提供支

持。法定货币同时具有强制性和不可兑换性（即只能在市场上换到货



币商品）。[12]虽然这似乎只是不可兑换小面额铸币的一种简单逻辑

外延，但“完善法定货币的念头并将其付诸实施，注定需要若干世纪

的时光”（Sargent and Velde 1999，160）。随着法定货币的出现，

代币与白银或者黄金之间的兑换比率变得能够在金银市场上各自得到

灵活确立。国家支出的增加，一定会增加它获取社会资源的机会，甚

至可能会增加国家产出。但是，如果不可兑换代币的供给最终恰好超

出了扩大流通的需要，那么代币的结局便很可能是相对于白银的持续

贬值（即白银的代币价格可能上升）。不可兑换代币的强制流通确保

了它们继续作为购买手段和支付手段行使职能，但并不能阻止它们的

持有者努力将它们转换为其他形式的货币。因此，如果代币的总数量

是过度的，白银的代币价格（即代币和白银之间的市场兑换比率）便

可能会上升。不过，货币理论通常关心的并不是代币和商品货币之间

的兑换比率，而是代币和一般商品之间的兑换比率。也就是说，真正

令人担心的是无限制的不可兑换代币的供给对一般代币价格水平的影

响。在这种情况下，黄金或者白银仅仅是用作参考的商品。5.3节和

5.4节将会详细论述这一问题。现代教科书的作者告诉我们，一个法定

货币体系能够像其他任何一种货币体系一样运行，◎即它能够保持一个

固定的一般代币价格水平，包括固定的白银或者黄金的代币价格，所

以国家必须做的就是以一种“恰当的”方式调节供给（Sargent and

Velde 1999，138）。但大多数教科书作者并没有告诉我们，法定货币

体系也有可能比其他货币体系运行得更差（见15.5节）。

美国殖民者于1690年在马萨诸塞州发明了纸币代币。无论有没有

代表，这些殖民者反对税收是广为人知的[13]，因此纸币发行便是一

种很实用的税收替代方案。殖民者最初发行的纸币号称可供纳税的法

定货币，并且纸币承诺最终用铸币赎回来支撑，但事实上几乎没有什

么税被征收，所谓的用铸币赎回也从未被履行。

这个方案最初实行得非常好，纸币按照其黄金或者白银的面额流

通了20年，但越来越多的纸币被发行出来，而承诺的赎回被一推再



推。在之后的50年里，纸币能够兑换的白银数量已经降至其最初价值

的约1/10。但这丝毫不能阻止其他新英格兰殖民者满腔热情地采用同

样的策略，甚至有的做得太极端，使得哪怕是挥霍无度的马萨诸塞州

都对这种行为敲响警钟。特别是罗得岛州政府，能够通过这一方式大

大扩大其购买。如果不是因为其纸币变得一文不值，他们的胆大妄为

无疑能够获得货币历史学家更为正面的态度。1751年，英国议会禁止

新英格兰地区纸币的继续发行，随后也禁止了其他殖民地的纸币发

行，从而为这些不文明的货币实验画上了句号。

除了摆脱掉其他的很多束缚，美国独立战争也摆脱了货币的束

缚。由于没有直接的征税权，1774年的新国会依靠印钞机来为战争筹

资。1775—1779年，大陆会议发行了总面额2.41亿美元的纸币，各州

则发行了2.01亿美元。相较之下，税收却只带来了数百万美元的收

入。扩大的支出提振了贸易，但价格上涨得更多，并且是加速上涨

的。最终，弗吉尼亚州的一双鞋需要花费5 000美元，一整套服装要花

费 超 过 100 万 美 元 。 短 语 “ 一 文 不 值 ” （ not worth a

Continental[14]）由此进入了美国的词典（Galbraith 1975，46-

59）。

法国大革命也是由纸币资助的。美国纸币的问题在于，在可兑换

性缺失的情况下供给不受任何限制。法国大革命无法使用黄金或者白

银，因为很多黄金和白银已经被藏起来或者流到国外去了。在法国，

征税并不可行，而借款能力也早已耗尽。但大量的土地被教堂没收，

而且不像黄金，土地并不能被隐藏或者转移到国外。所以，在1789

年，法国人想到了一种具有独创性的计划——发行基于土地的纸币。

起初，这些阿西涅币是由资金赎回承诺来支持的，这些资金则来源于

计划出售的教堂或者王室的土地。如果数量合适，这些阿西涅币甚至

能够直接交换土地。最初，阿西涅币流通良好，被国内和国际的债权

人接受，且数量充足，收回了很大一部分国债。但土地的数量是固定

的，而随着革命需要的迅速增长，纸币的发行也以相同的速度大幅增

加。结果就是，阿西涅币和黄金或者白银之间的兑换比率急速下降。



在出现的几年时间内，阿西涅币就变得一文不值了。回头来看，法国

货币机制的最终影响和之前美国的货币机制几乎相同：革命成功了，

但是通货失败了（Galbraith 1975，62-66）。

后来，各国对法定货币的滥用产生了更加可怕的通货膨胀。在

1923年的德国，仅在10月的单月通货膨胀率就达到了29 586%。1988年

尼加拉瓜的年通货膨胀率达到了33 602%，1989年阿根廷的通货膨胀率

是3 039%，1990年巴西的是2 360%。

相比之下，在更加稳定的国家和时期，通货膨胀则显得相对温

和。比如，美国在1940—2008年这68年间的年均通货膨胀率仅为

3.96%。这看起来似乎是很让人安心的，直到我们停下来考虑到价格水

平是其最初值的14倍（即在68年间上升了1 302%）。而英国的模式就

更糟糕了：5.6%的年均通货膨胀率，价格水平是其最初值的39倍。战

后英国的年均通货膨胀率尤其有趣，因为它和古代通货膨胀最糟糕的

例子（150—301年罗马铸币的大贬值）几乎一模一样（Paarlberg

1993，3，table 1; Davies 2002，643-644）。这就是复合增长的奇

迹。

5.2.5 银行、信用和货币

银行创造货币的过程是如此简单以至根本无须动脑，但这里涉及

的其实是如此重要的事物，唯有一个更深的奥秘才可与之匹配

（Galbraith 1975，19）。

现代的部分准备金银行制度是从类似于英国私人金匠或阿姆斯特

丹公共银行的运作方法中演化而来的。如前所述，这些保管银行最初

只对为了安全之故存放在它们银行中的金银开具收据，而经过一段时

间之后，这些收据本身开始用于支付。在开始执行流通工具的职能

后，这些收据就变为银行券。但是显然，银行券并非一般等价物，它

们仍然必须被兑现。



人们逐渐认识到，一部分人存入的黄金可以被有利可图地贷借给

另一部分人，这促成了从完全准备金银行制度向部分准备金银行制度

的转变。银行由此就有了凭空创造流通工具的能力，因为从某处得来

的现金存款，现在可以通过一个贷款又创造出一个存款。与过去私人

和公共的铸币过程不同，（现在）不再需要加热和汗水就能把金银转

化成铸币：只需要一个签名、一次握手和双方的满意感。

假设一个国家现在有1 000 000英镑银币，其中200 000英镑以现

金形式（ ）持有，剩下的800 000英镑以原始存款（ 0）的形式

被银行持有。此时，该国货币总量（ ）就在这两种形式间分配。

对银行系统来说，存款是银行的负债，但相应的银币也以准备金

（ ）的形式存在于资产一侧。如果我们以现金和准备金的总量作

为高能货币（ℍ），我们也可以将货币总量写为：

现在假设个体银行新增总额为250 000英镑的贷款，这将会以总贷

款（ ）的形式出现在整个银行系统资产负债表的资产一侧，并最

初等额成为借款账户中的新增存款（ 1）：“贷款创造存款”

（Ritter，Silber，and Udell 2000，357）。[15]因此，新的银行存

款总额为 = 0+ 1=£800 000+£250 000。由于银行存款易于

支付，因此流通工具相应增长了250 000英镑。再一次，我们可以借助

与方程（5.1）相类似的表达式（货币数量是现金和存款之和）表达这

个影响： = + （Ritter，Silber，and Udell 2000，15）。



由于原始存款（ 0）表现为准备金（ ），新增存款（

1）产生于新增贷款（ ），以及高能货币被定义为现金和准

备金之和（ℍ= + =£250 000+£800 000=£1 050 000），所以，我

们可以将货币量写作如下表达式：

现在我们得到了两个等价的关于货币数量的一般表达式：货币是

现金和存款之和，它也是高能货币和贷款之和。[16]第一个表达式关

注的是经济行为人持有货币的方式，而第二个表达式关注的是货币产

生的方式（Ahiakpor 1999，439）。

为说明这两个表达式的普遍性，我们仅需要考虑如果50 000英镑

的新增贷款随后被提现而非作为存款会发生什么。在表达式 = +

里，现金增加了50 000英镑，存款相应减少了50 000英镑，因此

货币总量不变。在表达式 =ℍ+ 里，其中ℍ≡ + ，高能货

币里的现金部分增加50 000英镑，但银行准备金会减少相同数量，所

以ℍ和 都没改变。

公式（5.5）中数量 是经济中的实际货币数量， 、 、

ℍ、 是现金、存款、高能货币和银行贷款的实际数量。它们都是

经济事实发生之后的数量（以下简称“事后数量”），现代宏观经济



学理论中使用的却是经济事实发生之前预期的数量（以下简称“事前

数量”）。货币总需求一侧是个人或企业愿意持有的现金、存款、贷

款的数量和银行愿意持有的准备金的数量。货币总供给一侧是银行计

划提供的贷款量和国家计划提供的高能货币量。通过假设货币供求在

被称为“短期”的时间内是均衡的，供求两侧的事前数量便被认为是

相等的。这个均衡过程无疑是需要时间的，因此只有在经过一个相应

的时段之后，我们才可以把观测值当作实现了的均衡值。在3.5.3小

节，我证明了使总供求达到动荡均衡的适当时间间隔是3~5年（即

36~60个月）。但是，在标准的宏观经济学和货币理论中，均衡期的长

度问题很少被明确讨论。相反，它是由可获得数据的时间维度来定义

的。当年度宏观经济数据是唯一的可获得数据时，便在这样一个隐含

的假设之上（即观察到的年度数值就是均衡值的良好代表）用年度数

据来校准宏观经济模型。这意味着宏观经济需要12个月或更短的时间

就能达到均衡。如今的宏观经济数据在季度水平上也被广泛获得，于

是完全相同的模型也在季度水平上被轻率应用。在这个过程中，理论

上的均衡期就被默认从12个月缩减至3个月甚至更短时间。在12.1.6小

节探讨事前和事后存量/流量账户时，我们还会再回到这个话题。

5.2.6 货币的基本职能

漫长而复杂的货币史表明，货币行使着多种不同的职能。首先，

它必须是商品价值量的表达工具。这项职能包含了其价值需要被表达

的商品和某一参照物之间的关系，该参照物即是被社会指派为货币的

东西。作为货币，这一参照物必须能够表达出数量的大小，而且必须

有一个特定的单位。以货币表达的一个商品的价值量，就是这个商品

的价格。

相似的问题也存在于其他常见的社会实践中。比如，一个物体的

重量是其物质属性的数量值，加上一个诸如盎司（oz.）这样的特定重

量单位，其中的物质属性数量值是根据某一参照物（比如铁）的物质



属性数量值来表达的。于是，1立方英尺[17]水的重量，以同等重量铁

的单位数值来换算：1立方英尺水的重量为1 000盎司。在这个例子

中，定义一个更大单位的铁是很方便的，1磅=16盎司，与之对应的1立

方英尺水的重量是62.43磅。需要指出的是，用盎司来表示铁的重量并

不一定需要铁的实际存在。我们可以用之前以磅来标准化的规模刻度

来测量1加仑[18]水的重量，或者我们也可以用之前设定的某单位水的

重量来测量所有地球上水的重量是3.09×1021磅。

5.2.6.1 作为定价工具的货币

除了由历史原因导致的特殊分歧外，对商品定价几乎是以同样的

方式在运作。我们必须详细说明定价工具和单位。因此，我们可以说1

蒲式耳小麦的价格是240盎司的白银。在这一表述中，我们用到了小麦

和货币的重量单位（分别为蒲式耳和盎司）。久而久之，一枚包含1盎

司白银的铸币便被指定为“便士”这样的货币名称，并且也被给予了

它自己的货币名称符号（d.），12便士等于1先令（s.），20先令等于

1英镑（£）。这样我们就可以说1蒲式耳小麦的价格是240便士，或者

20先令，或者1英镑。再后来，有效的定价工具可能会不同于当时的定

价工具。因此，当纸币可以真正与白银或者之后的英镑、美元挂钩的

时候，价格便可以用卢比等纸币来加以表达和实现。最终，当货币作

为定价工具执行职能的时候，并不需要存在实际的货币便可形成商品

流通。因此，我们能够在无须生产1美元的情况下，用20万亿美元来估

计1991年日本土地的价格（Stone and Ziemba 1993，149）。

5.2.6.2 作为流通工具的货币

但是，当货币执行流通工具职能时，货币必须真实存在。尽管如

此，也并不存在货币数量和流通货物的货币价值之间的一一对应。当

货币被用来购买商品的时候，它便在执行购买工具的职能。买方获得

商品的同时，货币便从其手中流出。但是，当货币被用来偿还债务的



时候，它则执行着支付工具的职能，并且被借出去的钱便实际上回到

了最初债权人的手中（如果协议约定，则附加利息）。因此，对应于

商品流通的货币数量取决于购买和偿债的综合需求。此外，在另一种

情境中，与这些交易相关的货币量可能只是收支差额的量，用来结清

一定程度上的贸易差额。存在相互买卖行为的商人们只需在月底对净

差额进行结算即可。教科书中一般会假设流通中的货币量和与之对应

的商品价值之间存在一个稳定的平均流通速度。虽然总是有可能定义

一个被称为流通速度的东西，但要找到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保持稳定的

量度指标极其困难（Friedman 1988）。考虑到商业制度结构和金融交

易技术是不断变化的，我们对此不必感到惊讶。最后，我们需要指

出：作为定价工具的货币和作为流通工具的货币可能是不同的。每个

旅行者都知道能够用土耳其里拉来对一张地毯讨价还价，然后用欧元

进行支付。

5.2.6.3 作为安全工具的货币

随着人们［对全球危机］的焦虑不断加深，欧元在周五跌至金融

危机以来的最低值。投资者通通放弃通货和股票而选择黄金以及其他

被认为更具保值性的资产（Schwartz and Dash 2010）。

为了行使这第三种职能，货币必须能够脱离流通过程。这可以只

是一个短暂的停顿，是在预测到未来有某种机会或者应对当下动荡

时，向流动性的一种暂时性的转变。[19]因此，相比商品和金融资

产，阿根廷人可能更加倾向于持有比索。[20]目前，比索只是一种法

定货币代币，它依靠人民对阿根廷经济的信心支撑。如果阿根廷的经

济保持健康稳定，那么持有比索就可能是足够安全的。但如果当地经

济状况并不够乐观，那么对于比索的谨慎选择就可能会继续转移至美

元。尽管如此，美元和比索一样也是一种法定货币，只不过人们对美

元的信心是基于一个历史上更加强大的经济体。不断增长的美国外债



和令人焦虑的美元贬值的可能性，或许也会促使人们从持有美元转向

持有某种被认为更安全的货币。◎

只要这仍然事关从较弱的通货向更强的通货转移，终结点就只能

是某种特殊的“避风港”通货。因此，法定货币似乎使经济行为人完

全处于其本身的轨道中：它允许货币持有者离开任何特定的国家流

通，但不能离开法定货币本身——这当然是一种幻觉。事实上，法定

货币不存在一个官方的黄金兑换比率，这并不意味着法定货币是“不

可兑换的”。正常流通的货币总是可以兑换为商品。这就是货币存在

的重要目的，而一旦货币不能随时兑换为商品，那它便不再是货币。

南方同盟元曾经是货币，但它现在只是收藏家的一个藏品、一种商

品。我们仍然可以持有南方同盟元，但想要用它换取其他商品，我们

必须通过直接的物物交换或首先将其出售以换取正在被使用的货币。

在安全性排名互相独立的时候，从安全性低的国家通货向安全性

高的国家通货的顺次转移是合情合理的。但世界战争和全球危机等事

件可能会引起人们对所有法定通货的怀疑，就像在较早的时期，类似

的事件也会导致对所有可兑换通货的怀疑。以前，对发行通货的央行

的黄金或白银储备的信心支持着可兑换通货，而现代法定货币则是由

对发行国家的信心支持的。到底是什么支持着这种信心？当然并不是

政府的廉洁或者其领导人的声明，而是经济体的实际表现。因此，我

们又回到了商品世界。但这是指哪些商品呢？法定货币是国家性的，

而至少有一些商品是全球性的。所以，我们讨论的商品应该是全球性

的、耐用的，并且拥有广泛的需求。在这些商品中，最好的当属已经

在一些历史选择进程中成为一般等价物的商品。在过去的某一时刻是

白银，在将来它可能是白金。在现代，在困难时期，黄金则恰巧成了

最后的避难所（Galbraith 1975，295）。对于这一历史事实的承认并

不能构成对商品货币的背书，商品货币的不稳定向来是有史可循的。

这也并不意味着黄金在当前能够行使安全工具的职能，它就仍然能够

有效行使定价工具的职能。我们在5.4节将再回到定价工具的问题。



比如，1931年，正值大萧条时期，英国宣布其通货不可兑换且英

镑大幅贬值，但是“英国对金本位制的暂停并不意味着人们被禁止持

有金条或者金币，而是说英格兰银行并不需要按照一个固定的、法定

的价格来出售黄金。伦敦黄金市场仍然正常运转，银行和个人也仍然

能够买卖、进出口黄金，只不过是按照当日价格进行交易”。随着大

萧条的持续，欧洲的人们也“对纸币变得心存疑虑，所以他们开始囤

积”黄金。据估计，1931—1936年开采的黄金大约有70%被个人或者私

人银行购买（Green 1999，12-13）。据报道，在大约40年之后的南越

战败以前，南越最后一位“总统”阮文绍“将南越所有的黄金储备塞

进他的手提箱”逃离了南越。[21]在这最后的行为中，从理论层面

看，他展现出了相当程度的敏锐。

二战之后，个体国家能够用更高阶的通货如英镑和美元来支持其

本国通货，而美元恐怕是唯一一个完全由金条支撑的通货[22]（关于

这一时期的进一步讨论见5.3.4小节）。每盎司黄金对应35美元票面价

值的价格之所以能维持下去，是因为它是通过8家最具实力的央行联盟

用这个价格买卖黄金获得支撑的。但是，到1966年，这种安排的可持

续性受到质疑，投机行为高涨。1966年的最后6个月，与金条价格相

比，巴黎的金币价格上涨了11.4%。随着央行联盟坚决捍卫黄金价格，

增长的黄金净私人购买持续消耗着央行联盟的黄金储备。1967年年

初，法国银行从联盟中退出，而在这一年中黄金的私人需求增长了不

止一倍，银行联盟的黄金储备快速耗尽。到1968年年初，联盟便完全

解体了。此后，黄金对私人买家是按照市场价交易的，而央行间通过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的结算是按照每盎司黄金35美元的官方价进行

的。仅在1968年一年中，“黄金价格的惊人增长就已经达到了拿破仑

战争时期的总增长量”。直到1971年，固定汇率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已

经被遗弃。1968—1976年，黄金价格的跳跃是“史无前例的”

（Jastram 1977，52-56）。然而，回顾历史，相比1976—2008年用美

元表示的黄金价格25倍的增长，这些都只是小插曲而已。



这些事件的发生都离不开其所处的经济环境。1966—1982年间发

生了一场被称为“大滞胀”的全球经济危机。在大滞胀的后期阶段，

即1976—1980年，黄金价格从125美元增至615美元，随后在1982年降

至375美元。然后，在1982—2000年的长期繁荣中，黄金价格相当稳

定，只是在始于20世纪90年代末互联网泡沫崩溃的大瓦解中再次急速

增长。在后来的房地产崩溃和金融市场泡沫中，黄金价格也继续增

长。到2009年年底，黄金价格直击1 173美元高位，与之相伴的是，新

闻头条直指“对不断疲软的美元的持续担忧”，导致人心惶惶。[23]

罗伊斯全球价值信托基金联席经理戴维·A.纳德尔“说在一个各国政

府都为了润滑经济而不断印钞的世界中，他将黄金视作一种保险形

式。‘你也可以理解为黄金是真实的货币，’他说，‘黄金作为通货

已经存在了5 000年之久’”（Gray 2011b）。2010年，白银的价格

“上升了84%……一定程度上是由美国和欧洲的经济乏力推动的。就像

黄金一样，白银一直被视为困难时期的避风港”（Gray 2011a）。

货币的第三种功能在传统上被冠以“价值贮藏”的标签（Morgan

1965，67-69; Rist 1966，325）。尽管这个名称或许描述了持有各种

形式法定货币的动机，但它似乎没有充分表达出周期性地从法定货币

世界完全逃离的需求（Rist 1966，328）。马克思在其讨论“货币作

为货币”的职能时特别强调了这一点，但很遗憾，他对这个职能贴的

标签引起了关于其含义的各种困惑（Arnon 1984，561-566）。因此，

我更喜欢将货币的第三种职能称为安全工具。在那些资本主义往往会

出现的困难严峻时期，这一职能总是在某种程度上呈现出来并日益突

出。

图5.1追溯了1931年金本位制结束以来美国和英国的黄金价格走势

（在5.3节中会有更多讨论）。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它在以下时期的表

现：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20世纪60年代大滞胀时期和从20世纪

90年代开始的金融泡沫破灭时期。



图5.1 美国和英国的黄金价格（1930=100，对数值）

价格是用货币工具表达的商品的价值量。但由于货币有着太多的

形式，所以这其实是一种迷惑性的简单陈述。货币能以英镑的形式执

行定价工具的职能，也能以美元的形式执行流通工具的职能。因此，

每一件商品都至少有两种货币价格：用本国通货（比如英镑）表达的

国家价格和用美元表达的国际价格。我们对于货币作为安全工具的讨

论带来了第三种可能：用黄金表达的价格。黄金本身一直具有一般等

价物的功能。根据我们用以表达价格的工具的不同，其图形看上去差

异巨大。图5.2呈现了1790—2008年用国内通货、黄金和美元表示的英

国批发价格指数。出于5.3节中将会讨论的一些原因，分割线被设在

1939/1940年，这被认为是全球法定货币有效到来的起始点。令人震惊

的是，所有这三种指数在1790—1940年都相当接近，而且在1940年和

1790年甚至几乎处于相同的水平。但在1940年之后，该模式便完全不

同了。



图5.2提出了三个理论问题，即三种价格的决定问题：用国内通货

表达的国家价格水平的决定问题；相对价格水平，比如用黄金表达的

价格水平的决定问题；不同通货之间汇率的决定问题。5.3节会着手前

两个问题，因为它们出现在经济思想史中。本书的第二部分将会关注

不同产业商品的相对价格、金融资产的相对价格，以及适用于当前资

本主义的汇率。第三部分将会在通货膨胀传统理论和本书所提出的古

典替代性理论背景下，回到当前对现代货币和国家价格水平的讨论

（第16章）。

图5.2 用英镑、美元和黄金盎司表示的英国批发价格指数（1930=100，对数值）

[1] 蒲式耳是一种计量单位。在美国，1蒲式耳相当于35.238升。——编者注

[2] 1磅=0.4536千克。——编者注

[3] 1盎司=28.3495克。——编者注

[4] 1平方英尺≈0.0929平方米。——编者注

[5] 比如，奎金（Quiggin）在《原始货币概述——通货的初级阶段》第33页中描写到，

阿伊尔绿洲的阿加德兹是一个有着7 000人口的重要的盐商贸易中心，一年中有价值成千上万



磅的盐来来往往。但它“典型的特征是市场上没有任何种类的货币，也没有金、银或贝壳”。

译自Quiggin 1949，6nl，33。——译者注

[6] 被社会大众经过反复实践不约而同地认可。——译者注

[7] 该典故出自《圣经·创世记》，神要毁灭索多玛和蛾摩拉两个罪恶之城的时候，天使

引领罗得全家，催逼他们出城避灾，且警告他们不可回头看，不料罗得的妻子回头一看，就变

成了一根盐柱。——编者注

[8] Taghaza ， 北 马 里 沙 漠 地 区 一 个 被 废 弃 的 盐 矿 中 心 地 带 ， 来 自

https://en.wikipedia.org/wiki/Taghaza。——译者注

[9] 作者在引用的加尔布雷斯著作中，论及引号中谈到的事实时还说道：“在当时的荷兰

共和国境内，不下14家铸币厂忙于大量生产货币，一如既往地，那些在品质上弄虚作假的会获

得显而易见的好处。”——译者注

[10] 比如，法兰克福曾经是一个主要的贸易中心，汇集了各式各样最初来源于很多很小

的地区的单个货币体系的铸币，这些地区组成了德意志帝国和欧洲。1585年，法兰克福的私人

商人创立了交易所，用以确立各种不同铸币之间的兑换比率。见http：//deutsche-

boerse.com/dbg/dispatch/en/kir/dbg_nav/about_us/20_FWB_Frankfurt_Stock_Exchan

ge/70_History_of_the_FWB。

[11] 这正是1922年热那亚会议正式建立的金汇兑本位制的先驱。在金汇兑本位制中，单

个国家被正式允许持有诸如英镑、美元等最重要货币作为它们准备金的一部分。金汇兑本位制

确立了国际货币的部分黄金准备金制度。

[12] 政府不制定兑换金银的规定价格，也不提供金银的供给。通过法定货币获取金银的

手段，只能是在市场上按照市场价格买卖金银，故称只能在市场上换到货币商品。——译者注

[13] 在西方民主政治语汇中有“无代表不纳税”之说，但对马萨诸塞州的殖民者而言，

无论有没有代表都拒绝纳税是出了名的。——译者注

[14] “Continental”指大陆会议发行的纸币，“not worth a Continental”的字面

意思为“连一个大陆币都不值”。——译者注

[15] 虽然贷款创造了存款，但并非所有存款都是由贷款创造的。比如，现金存款增加了

存款，但与贷款无关。并且，对一家个体银行来说，贷款增加会导致准备金减少，因为部分新

增存款会被转移到其他银行或者提现。因此，贷款虽然能增加个体银行的盈利，但是也削弱了

银行的生存能力，因为更大量的存款用了更少量的准备金来支撑（Morgan 1965，60-61）。

[16] “在现代的货币定义中，即把货币定义为 = + 或货币量等于公众持有的货

币加银行存款的情况下，货币（现金）和信用之间的差别已被混淆。这种混淆之所以会发生，

是因为银行存款以银行准备金和信用（贷款）作为支撑；于是 = + B，因而 =（

+ ）+ B=ℍ+ B”（Ahiakpor1999，439），也见哈罗德（1969，25）。

[17] 1立方英尺≈0.0283立方米。——编者注

[18] 1加仑≈3.7854升。——编者注



[19] 流动性是现代经济学语言中货币的同义语，转变为流动性就是指货币脱离流通以货

币本身的方式存在。——译者注

[20] 阿根廷人持有货币比索，表明他们对安全性的需求，也表明作为货币的比索满足了

他们的安全需求。——译者注

[21] “A Better War，but Good Enough”，The Economist，Dctober 13，2009.

http：//www.economist.com/blogs/democracyinamerica/2009/10/a_better_war_but_n

ot_good_enou.cfm?page=1.

[22] 这让人想起19世纪的制度安排：英国的乡村银行能够持有伦敦银行的银行券和黄金

作为储备，伦敦的银行则持有英格兰银行的银行券和黄金作为储备，而英格兰银行自身只持有

黄金作为储备。

[23] “Gold Hits a New All-Time High price on Dollar Weakness”，BBC News

online，November 23，2009. http：//news.bbc.co.uk/2/hi/business/8373769.stm.



5.3 货币的古典理论和国内价格水平

图5.3展示了图2.9中已经展示过的资本主义世界中两个领先资本

主义国家（美国和英国）1790—1940年的批发价格指数。其中有三点

值得注意：两国价格指数运动具有总体的相似性；在这些指数中呈现

出了长期循环，长波理论正是由此得出的（van Duijn 1983，

ch.5）；一个惊人的事实，即在整整150年的时间间隔中，这些价格指

数没有呈现出长期变化趋势。的确，雅斯特拉姆（1977，189）提出，

在英国，黄金的购买力“在20世纪中叶与17世纪中叶显然是相同

的”。

图5.3 美国和英国的批发价格指数（1790—1940年，1930=100，对数值）

将时间段扩展到2010年的图5.4则展现出1939/1940年之后上述模

式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在这段新时期，价格几乎在持续上涨，之前国



内价格水平的平稳波动被持续通货膨胀的累积性影响淹没。截至2010

年，英国的价格水平相对于1939年的战前基年水平上升至58倍，美国

的价格水平则相对于1940年的战前基年水平上升至14倍。

图5.4 美国和英国的批发价格指数（1790—2010年，1930=100，对数值）

5.3.1 古典货币理论

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如何解释这一惊人变化的呢？它首先区分了相

对价格理论（长期起支配和调节作用的价格，它反映了在竞争过程中

决定的均等化利润率）和一般价格水平理论。就后一个问题而言，在

古典传统理论中主要有两派竞争者。

休谟-李嘉图的货币数量论从经济中的货币量得出以本币表示的国

内价格水平。现代货币数量论也表述了同样的内容。而图克和纽马奇

（1928）以及马克思（与现代凯恩斯主义学派一样）则持反向的因果

关系：他们从价格水平得出流通中的货币量（Somerville 1933，334-



335; Ahiakpor 1995，447）。使p为本币表示的价格水平，XR为商品

数量。两大传统的第一步都是把流通速度（ ）定义为流通中商品的

总货币价值（p·XR）除以流通中的货币总量（ ）。

第二步是将流通速度视为结构上确定的。不难理解，流通速度反

映了一个处于变化中的直接支付和余额清算支付二者间不同比例的混

合[1]（Rist 1966，329-341）。虽然如此，进行基本抽象后，两派都

将流通速度视为给定的（Marx 1970，105; Ahiakpor 1995，447）。

在此之后，他们才开始分道扬镳。

早先的和现代的货币数量论都认为，从长期来看，用本币表示的

一般价格水平完全由货币量决定。

有两种方法可以解释这一观点中的因果联系。现代新古典理论认

为，货币供给的增长只影响价格水平，因为从长期来看，“实际产出

不会增加——在充分就业情况下，它是一个固定值”（Ritter and

Silber 1986，280-284; quote from 283）。在一个增长的经济中

（当然这肯定是普遍情况），由于劳动力供给增加，充分就业下的产

出（XRFE）整体呈上升趋势。于是，新古典主义的观点被表述为如下

命题：只有当货币供给增长快于充分就业下产出增长时，即只有当

上升时，价格才会上涨（Brumm 2005，661）。[2]但此处真正的

关键在于，相对货币供给量的上升之所以会转化为价格水平的上涨，

是因为假定长期产出增长率是独立确定的。阿希亚克波（1995）认

为，货币数量论的充分就业假说暗示了长期产出的增长是由劳动力供



给增加带来的，古典经济学家则认为长期产出的增长是由利润率驱动

的，而后者并不要求充分就业。[3]因此，如果货币数量相对于商品数

量上涨了，即如果 上涨了，价格便会上涨，但长期均衡产出XR*可

以与充分就业的产出XRFE不同。[4]古典经济学家此处的观点是就长期

而言的，因为短期内货币供给上升影响价格、工资、利率、利润和产

出很容易理解（Ebeling 1999，472）。

所有版本的货币数量论都有的突出特点是：认为正是货币总量驱

动长期价格水平，但这一总量与金币、存款或法定货币如何混合没有

关系（Rist 1966，144; Ahiakpor 1995，442）。货币数量论的优点

在于简单明了：以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著名格言来说就是“通货膨胀

在任何地方都是一种货币现象”（Snowdon and Vane 2005，182）。

但是，这一理论从诞生到现在都饱受经验上和理论上的诘难。该理论

在战后的复活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本杰明·弗里德曼（1988，51-

53）提出，到1979年，人们所认为的货币供给和价格之间的联系“已

经完全断裂”，各种想要以改变货币定义的方式去挽救货币数量论的

努力都无济于事（见2.4.1小节）。

在早期，比如19世纪中叶，货币数量论的支持者被称为通货学

派，反对者被称为银行学派。后者认为货币总供给是内生的，因为供

给的关键部分来自企业对银行信贷的需求。给定由利润率决定的长期

增长路径，价格便决定了对应于产出水平所需的货币流通量，而非相

反（Ebeling 1999，472）。于是，这个问题就变成了：价格水平是如

何确定的？现代内生货币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两种解释。凯恩斯主义理

论假设在资本主义经济体里，失业是正常的。因此，总需求的增长可

以被产出和就业的增长满足。只有达到充分就业后，增长的总需求才

转化为价格的上升（Harrod 1969，166-167）。在达到充分就业这一

点之后，需求才会只拉动价格水平上升。另外，在卡莱茨基传统上的

后凯恩斯主义理论表明，价格由成本加成决定。在达到充分就业后，

货币工资增加带来的成本上涨拉动了价格上涨。因此，需求拉动了货



币工资，并转换成卡莱茨基所说的成本推动价格（Sawyer 1985，

118）。在上述两种情况中，货币都被假设为信用驱动型的法定货币，

如方程（5.8）所示，货币供给由流通中的需求量决定，产出（XR）是

可变的。

5.3.2 马克思货币理论的基本框架

关于货币和通货膨胀的现代理论将会在本书15.1~15.3节呈现。为

了解更多可供选择的古典理论，首先有必要发展马克思的货币理论。

马克思从通货学派和银行学派的争论中构建出自己的货币理论。他坚

持认为货币供给是对货币需求做出的反应，这对信用货币和商品货币

（如黄金和金币）都适用。这当然不是说货币的供给与需求在任何时

刻都相等。的确，马克思曾明确提出，货币供给会改变产出水平，进

一步影响货币需求，这和现代理论中的有效需求理论是一致的。针对

各种基于商品的货币形式（铸币、可兑换代币和不可兑换代币），他

提出一种价格水平理论，但推迟了对基于完全不同规律的信用货币和

国家发行的特定形式的纸币的讨论。他很慎重地说，流通速度受到银

行信用的影响，即货币在何种程度上由银行信用创造影响着流通速度

[5]，这也是他计划随后进行详细探讨的另一项内容。马克思较粗略地

讨论了信用和货币对产出的影响，而这经常出现在他论及黄金供给的

历史波动、银行信用和法定货币的影响的情况下。他曾简略提到国家

发行的纸币不遵守商品货币的规律，但其中的隐晦之处直到现在仍是

个谜。[6]马克思独特的叙述风格，也在很大程度上将问题复杂化，因

为他坚持在研究下一个问题之前要严格地挖掘出所研究问题在每一层

面的全部含义。例如，在他关于货币的主要著作中，他抽象了作为决

定相对价格核心机制的利润率均等化过程，因为此时还没有发展出利



润率的概念。这是一个在他有生之年都没来得及解决的问题，遑论将

其整合进他的货币理论了。利润率均等化存在于马克思去世后由恩格

斯编辑整理的《资本论》第三卷中，是在《资本论》处理完货币问题

的1 249页之后才被首次探讨的。[7]相似的困难还出现在信用理论和

对其他形式的国家货币的探讨中。还有一个事实也应被注意到，马克

思的理论本身也在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演进，因此，不能把19世纪40年

代的内容与19世纪60年代的内容简单地联系在一起（Arnon 1984）。

在之后的讨论中，我将专门从马克思较晚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

《资本论》三卷作品中获取材料，集中研究其货币理论的核心机制。

如果我们能认识到如下两个核心特征，就能够免除大多数关于马

克思货币理论的困惑。第一个特征涉及马克思对可兑换货币和不可兑

换货币标准区别的解构。货币只有在可以兑换成商品时才会被接受，

这是货币与生俱来的目的。当某种货币失去这种功能时，它就不再是

货币了，并会被其他东西取代。在商品世界里，一些特殊的商品，比

如黄金，经常会在经济压力过大时成为安全工具。因此，“可兑换”

和“不可兑换”的标签是彻底存在误导性的，因为有效的货币总能兑

换成黄金。所谓的可兑换货币是指该货币承诺能够在货币当局的黄金

窗口以固定比率兑换为黄金。所谓的不可兑换货币是指该货币需要以

黄金市场决定的浮动汇率兑换成黄金（Marx 1970，83）。像所有的承

诺一样，可兑换性只有在特定条件下才是可持续的，因此兑换比率总

是被阶段性地重新修订（Rist 1966，167）。从图5.1不同的黄金挂钩

价格中，可以显而易见地看出这一点。时间跨度越长，这不变的事实

就能越有力地得到证明（Jastram 1977，2-29，table 21）。因此，

用灵活和半灵活来形容代币与黄金之间的兑换承诺要准确得多。

第二个特征是，马克思已发表著作对货币的分析明显地局限在货

币商品（如黄金）是有效定价工具的货币系统中。它的范围不仅包含

金币和由黄金支撑的可兑换代币，而且包含特定情况下的不可兑换代

币和法定货币。比如，在美洲殖民地，法定货币最初由金银支撑，和

金银一起在全世界流通（Galbraith 1975，46-52）。类似地，尽管法



国大革命时期的阿西涅币表面上由土地支撑，但事实上它是作为白银

的代币流通的，它的贬值最终也以银本位来衡量（Marx 1970，81）。

后来，德国在20世纪20年代经历恶性通货膨胀时，尽管货币以法定纸

币流通，但价格是以黄金为基准的（Foley 1983，16）。

那么，黄金是什么时候丧失其作为定价工具的职能的呢？我认为

是在大萧条期间。英国于1931年放弃了金本位制，美国于1933年在事

实上放弃了金本位制，那一年美国暂缓实行货币的黄金支撑，并要求

公民上交自己持有的金币和黄金凭证（Harrod 1969，101; Jastram

1977，51）。但在整个大萧条时期，整个欧洲的个人和银行都在广泛

储备黄金（Green 1999， 12-13），因而，直到大萧条结束的

1939/1940年，才迎来了全球法定货币的新纪元。在这里，最关键的

是，黄金要作为直接或间接的定价参照物，而不是与纸币之间有固定

或浮动的兑换比率。在战后时期，美元是唯一一种与黄金挂钩的货

币，但这种挂钩也仅存在于央行之间的交易。持续到1971年的美元的

官方可兑换性和此后的官方不可兑换性，对大萧条期间结束金本位制

的事实而言，都是次要的。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马克思对于可兑换货币和不可兑换货币的处

理变得重要起来。无论黄金是不是有效的定价工具，黄金的价格是半

灵活的还是完全灵活的这二者之间的区分都是有效力的，因为在两种

情况下，黄金都可以被拿来作为安全工具。当黄金是有效的定价工具

时，可兑换货币和不可兑换货币都是黄金的代币，并遵循源自商品流

通的货币的一般规律。

上述思考不可避免地指向更深层次的问题：当货币商品不再充当

直接或间接的定价工具时会发生什么？哪些会变，哪些不变？换句话

说就是，显而易见，我们必须首先探讨从长期来看定价工具本身就直

接或间接是商品的情况下的货币规律。我将在本书15.4~15.6节说明这

样一种方法将会构建出一个独具特色的、有其特有的通货膨胀理论

的、关于现代法定货币和信用货币的古典分析框架。



5.3.3 马克思货币理论的要素

马克思的货币理论建立在黄金是有效的定价工具的假设之上，所

以无论是可兑换货币还是不可兑换货币，都代表了黄金代币，而且这

二者都服从源自商品流通的货币的一般规律。接下来，我们可以分两

步来进行基本的论证。长期价格水平是两项的乘积：一项是用黄金表

示的一般商品的相对价格，另一项是用代币表示的黄金的绝对价格

[8]，后者是由实际运行的货币制度决定的（可兑换黄金或不可兑换黄

金的代币）。在流通速度和长期产出水平给定的情况下，长期货币供

给会适应这个价格水平。反过来，长期产出是由资本存量的正常产能

利用水平决定的，而资本存量本身是由来自利润驱动的资本积累产生

的。关于产能利用率的古典方法是在之前的第4章中发展起来的，利润

理论将在下一章（第6章）中进行讨论，对有效需求、产出、增长的宏

观经济学分析将在第12章和第13章中进行探讨。我们可以从中看出马

克思为什么要把对产出问题的处理放在其打算分析的问题中较为靠后

的位置。

第一步是马克思的价格水平理论，该理论本身包含两个要点。首

先，行业之间的竞争意味着相对价格是由在其中起基础作用的引力中

心调控的，这个引力中心被古典经济学家称为自然价格，被马克思称

为生产价格。本书的第二部分便致力对于这个机制进行详细分析。其

次，黄金的货币价格取决于货币制度。

接下来，我将会区分普通商品和黄金。记住这一点之后，让我们

考虑这样一种情况：如果各个商品的价格都以不同程度上涨，那么普

通商品的平均价格水平也就提升了。拥有高于平均利润率的行业会有

加快的资本流入，这倾向于抬高与需求相比的供给，并由此压低它们

的相对价格◎，而拥有低于平均利润率的行业则会经历与此相反的过

程。这两种运动都有缩小利润率差异的趋势。但与此同时，新的因素

也会继续妨碍这些利润率的均等化趋势。这样一来，客观存在的将会

是一场发生在利润率均等化的向心牵引与新的因素带来的离心作用之



间实时的持久战。最终的结果将是相对市场价格围绕变动着的引力中

心永无休止地波动，而引力中心则代表了新投资趋于均等的利润率。

但是，普通商品相对价格的调整并不必然会影响它们的平均价格，根

据假设平均价格已经提高了。由于竞争的作用，普通商品的平均利润

率和黄金生产的平均利润率趋于相等，这会导致普通商品绝对价格水

平与黄金绝对价格水平之间比率的重新确立。如此一来，用黄金表示

的价格水平本身是由竞争调控的。斯拉法（1960）用其优雅精化的表

达对这一古典方法做了修正，本书第二部分将会致力于这一理论方法

在产业、金融和国际价格理论中的应用。在目前情况下，因为商品生

产和黄金生产的技术条件一直在以不同的速度发生改变，所以普通商

品的平均价格相对于黄金价格的比率（以黄金表示的一般商品的价

格）本身也将一直处于变化之中。

用黄金表示的一般商品的价格由竞争决定，与此同时，用货币定

价的普通商品的绝对价格水平也由黄金的代币价格决定，后者反过来

又依赖交易当中特定的货币规则。在某些特定的时间段，如果在代币

和黄金之间存在着固定的兑换比率（可兑换代币），那么当局将会采

取行动，将黄金的货币价格稳定在该固定比率上。那么，用货币（美

元、英镑等）表示的商品价格水平本质上将会反映用黄金表示的商品

相对价格的走势。当然，如果黄金挂钩被周期性地重估，那么商品的

货币价格也会调整以适应新的兑换比率。另外，在代币与黄金之间具

有灵活兑换比率（不可兑换代币）的货币制度下，固定兑换比率被弃

用了，并且黄金价格本身可能会显示出一种很强的趋势（见前文图

5.1）。无论在哪种情况下，普通商品的长期价格水平都是相当独立的

两项的乘积：（1）由结构性因素和竞争决定的，用黄金表示的商品的

相对价格；（2）由货币及宏观经济因素决定的黄金的货币价格。需要

注意的是，尽管在调节过程中货币数量的改变在不同时点上或许是必

要的，但长期相对价格的根本结构并不取决于货币数量。对可兑换代

币而言，货币数量也不决定黄金的货币价格。但由于代币是不可兑换

的，当黄金的价格在市场上灵活波动的时候，通过影响总的购买力水



平，货币数量确实可以影响黄金的价格，并因此影响普通商品的一般

价格水平。[9]

马克思用这种方式继续推进，将绝对价格水平表达为两个变量的

乘积：（1）用黄金表示的普通商品的平均相对价格（p'），即用黄金

盎司单位表示的每单位一般商品的价格；（2）用英镑表示的黄金的货

币价格（pG）。如上所述，第一个变量是用黄金表示的一般商品的相

对竞争价格，根据古典经济学规则，从长期来看，它是由对应的相对

成本和一般利润率决定的。第二个变量是黄金的价格。马克思论证中

的重要之处在于：商品的长期黄金价格（p'）是由结构性条件调节

的，[10]而黄金的货币价格（pG）是由宏观经济因素决定的。反过

来，长期价格水平的决定意味着，相应水平的产出和流通速度会需要

一定数量的货币（ ）。这为我们提供了马克思关于内生货币一般理

论的特殊表达形式，即在之前的方程（5.8）中用公式表达出来的内生

货币理论。如前所述，流通所需要的货币数量（ ）代表着现代说法

中的货币需求。这并不意味着在任何时候货币的需求和供给都是相等

的。事实上，正是它们的不等使得货币供给的增加成为可能，就像发

现了新的金矿，那么为了增加货币的花费，便会增加产出。

需要注意的是，对黄金代币的需求（ ），总是可以被理解为在

流通中发挥作用的黄金数量（ G）（Marx 1970，118-122）。我将

很快回归对这一点的探讨。



马克思用方程（5.9）和方程（5.10）来解释各种各样的历史模

式。比如，在可兑换代币制度下，价格水平（p）的长期运动在本质上

反映的是用黄金表示的商品价格（p'）的变化模式，对半波动的黄金

价格（pG）
[11]而言，至少在经历下一次周期性的重估之前，这是适

用的。技术变革和实际工资的变化可能会给黄金价格带来某种缓慢的

变化趋势，同时，其他因素也可能会在此之上产生一些波动。但19世

纪40年代加利福尼亚发现黄金之后所带来的黄金供应量急剧上升，产

生了极为不同的影响。这些新的储量丰厚的金矿实际上降低了黄金生

产的单位成本，并因此提高了用黄金表示的商品的相对价格。与此同

时，由此产生的新产黄金的泛滥增强了全球的购买力，随着它从新世

界到旧世界发挥其应有的作用，[12]全球产出的总量大大提升了。马

克思用这些影响的综合作用来解释图克的发现：在19世纪40年代末加

利福尼亚发现黄金之后，全球价格水平的增长比全球货币数量的增长

要少很多，而这恰恰有悖于货币数量论的预测。对此现象的一种解释

是，商品的产出在本质上增加了（Rist 1966，242-245，288; Marx

1973，623）。[13]马克思的解释是，由于更低的黄金生产成本提升了

商品的黄金价格（p'），所以方程（5.9）中商品的长期价格水平

（p）上升，与此同时，因为产出水平（XR）也上升了，所以方程

（5.10）中流通所需的货币数量（ ）上升得甚至更多。

当货币主要由不可兑换代币组成的时候，马克思认为，代币与黄

金之间的兑换比率是可变动的。和其他商品一样，黄金有了一个灵活

可变的价格。由于长期相对价格结构（p'）一直是由结构性因素决定

的，所以正是黄金价格的波动决定着普通商品价格水平的波动。按照

这种方式的因果关系，货币商品（黄金）必须继续行使有效的定价参

照物的功能（也就是说，黄金必须作为隐性的记账货币发挥作用），

因此，黄金的代币价格的变化就被反映在其他商品的代币价格上。换

言之，不可兑换代币必须代表黄金。



纸币的出现为马克思处理不可兑换代币提供了很有价值的例证。

大英帝国最初的纸币是由北美殖民者在1690年发行的。这些纸券在发

行时承诺可用铸币兑回，因此能够以行使记账单位职能的方式与黄金

和白银一起流通。不久，这些纸券也成为支付税收的法定货币。众所

周知，殖民地的开拓者一直是课税的抵抗者，纸币便为国家提供了一

种“多用途的税收替代选择”（Galbraith 1975，51）。越来越多的

纸币被发行出来，而赎回却一次又一次地被推迟。“如今用纸币表示

的价格已经上涨，因此黄金和白银的价格也随之上涨。”在50年之

后，这些纸券的价值大约仅为最初所承诺的以黄金表示的价格的

1/10。同样地，相比黄金的货币价格，普通商品的货币价格上涨了10

倍（51-52）。在评论相同事件的时候，马克思给这些类型的纸券（可

兑换的、发行时带有兑现承诺的纸券）贴的标签是“简单的价值代币

券”。这些纸券包括“从一开始直到18世纪中叶，英国殖民者在北美

洲发行的地方银行券”，以及“法律强制纸币，在独立战争期间美国

政府发行的大陆纸币”和“法国阿西涅币”（Marx 1970，169）。北

美的私人银行券又提供了另一个例子。1812年美英战争期间，1814年

英军占领华盛顿之后，“除新英格兰银行之外的银行推迟了铸币支

付”（Galbraith 1975，75）。结果，相比黄金或白银，不同的纸券

以不同的市场折扣流通。新英格兰银行的银行券是可兑换的，所以它

以面值流通，纽约银行的银行券以10%的折扣流通，巴尔的摩银行和华

盛顿银行的银行券以20%的折扣流通，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地区的很多

票据以50%的折扣流通。“说西方银行的银行券的折扣是50%时，当然

也就是说以这些银行券定价的［商品］价格已经翻番了。”（51-52）

5.3.4 关于马克思货币理论的经验模式

一般认为经验证据或许具有启发性，那就让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之

前图5.3和图5.4中展示的美国与英国价格水平长期变动的两个模式：

首先，在1790—1940年的150年间，这两个价格指数并没有呈现出长期

的趋势；其次，这两个价格指数在1939/1940年之后都或多或少地经历



了持续性的增长，所以在之后的70年中，英国的价格水平相比其1939

年的战前水平上升至53倍，美国的价格水平相比其1940年的战前水平

上升至13倍。我们将会发现，从马克思价格水平理论的视角再来研究

这些价格变动充满趣味。

图5.5用马克思的理论将英国1790—2008年的价格指数分解为两个

基本的组成部分［方程（5.9）］：用黄金表示的商品的相对价格

（p'，它们的黄金价格）和黄金自身的英镑价格（pG）。尽管我们讨

论的是市场价格，而不是理论上的竞争价格（生产价格），但我们很

容易理解是后者在调控着前者。用黄金表示的商品的相对价格，期望

会有某种反映相对工资和结构性参数变化的趋势，也会有一些反映各

种短期事件影响的波动。如图5.5所示，在1790—2009年的整段时期

中，p'的波动幅度很小，足以符合之前的假设，即用黄金表示的商品

长期价格是由缓慢变化的结构性因素驱动的，尽管在这个过程中存在

着以下事实：商品的黄金价格也反映了由以下因素带来的严重冲击，

即19世纪70年代的长期萧条、一战、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二战、

20世纪70年代的大滞胀，以及当前危机之前黄金价格的急剧上升。另

外，在1931年英国“推翻金本位制”之后，黄金的货币价格就其模式

而言出现了一个急剧的变化（Harrod 1969，101）。当然，我们知

道，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开始确立，在此之后稳定性再次回归，而

在此之前，英国和世界上其他国家都已经从金本位制转到了美元本位

制。



图5.5 用黄金盎司表示的英国批发价格指数和黄金的英镑价格（1790—2009年，
1930=100，对数值）

图5.6研究了美国两个同样的变量在1800—2009年的表现。此处除

了前文提及的全球性冲击外，我们还必须面对各种各样的美国战争：

1812年英美战争、始于1861年的内战、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以及两

场海湾战争。尽管如此，p'在1800—2008年整段时期的波动仍然是相

对平稳的。但黄金价格的走势有所不同。美国在一战中带着巨额的黄

金储备逐渐崛起，这使得它能够保持一个新的黄金的美元价格长达近

40年之久（Harrod 1969，97-98; Galbraith 1975，202）。美国在

1933年有效建立起国家的金本位制（Jastram 1977，51），导致了图

5.6中1934年黄金价格的跃升。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协议》确立了一

个固定汇率和固定黄金价格的国际货币体系，因此“通货以稳定的比

率兑换为黄金”（Green 1999，14）。较低等级的通货能够被较高等

级的通货（比如英镑和美元）支撑，而金字塔的顶端是美元，美元仅

仅能被黄金支撑（Bordo 1981，7）。在接下来的20年中，美国大量的



黄金储备有效地使其免于国际收支的限制。但是直到20世纪60年代，

持续的美国贸易逆差和由越南战争引起的美元外流，系统性地侵蚀了

美国黄金储备的保护作用。当美元的可兑换性和固定汇率体系被一起

抛弃的时候，《布雷顿森林协议》也在1971年宣告结束（Galbraith

1975，294-299; Green 1999，12-14）。被抑制的黄金需求导致了图

5.6中黄金价格的急剧上升。在1933—2009年的76年间，黄金的美元价

格几乎上升至原来的47倍（上升了4 568%）。

图5.6 用黄金盎司表示的美国批发价格指数和黄金的美元价格（1800—2009年，
1930=100，对数值）

以这种方式研究问题的惊人结果是，我们在最后得到了一个简单

的长期波动的指标：用黄金表示的商品价格（p'）。图5.3显示，用英

国和美国各自的本国货币表示它们的商品批发价格指数（p），展现出

激发康德拉季耶夫灵感的长期波动模式。图5.4则显示出，在持续上升

的商品价格指数面前，这种波动模式在1940年之后消失。而从图5.5和



图5.6可以看出，尽管由于图的尺寸比例必须能表现20世纪战后时期黄

金价格的急剧上升，所以在这些图中p'的波动程度很难识别，但我们

还是可以看出p'在整张图中都呈现出波浪形的模式。在第16章，我还

会再次回到这个话题来讨论长波和周期性危机之间的关系。

[1] 这里的直接支付指货币直接作为流通工具行使功能，而余额清算支付指的是赊买赊

卖、彼此间互相提供商品信用等方式中货币作为支付工具行使功能。当货币作为支付工具被使

用时，在每一笔实际交易中并不需要使用与货物等值的真实货币，只需要在一段时间之后清算

净余额即可。——译者注

[2] 即使这一点也暗含了如下假设：新的货币供给会均匀地扩散到金融市场和实体市场

中，因此会同等地刺激这两套价格。

[3] 古典经济学强调，资本增长率由利润率驱动（Ricardo 1951b，120-122; Marx

1967c，241-242）。某种给定的由技术决定的资本-产能比路径，决定了之前第4章中讨论的

产能产出路径。假设资本长期处于正常利用率上，那么产出约等于产能。因此，对任何给定的

产能-资本比路径而言，产出的长期路径都是由利润率驱动的。

[4] 比如，阿希亚克波（1995，438）引用休谟的观点，大意为“任何价格都依赖商品和

货币二者之比”，他也引用李嘉图的观点，大意为“金银价格的增加或英格兰银行券价值的减

少，都起因于银行券的过度发行，即相对于黄金的数量或对银行券的需求而言，银行券的发行

量过度了，这与货币数量论的基础原理是一样的”（453）。阿希亚克波得出结论，认为关键

之处在于，只有在支付工具（货币）相对于产出（真实收入）增加时，所有的价格才会上涨

（450）。弗里施（1977，1298）注意到，在经验水平上，正是单位产出货币供给的增长与通

货膨胀直接相关，尽管其中的因果关系绝对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5] 流通速度中的变量影响到流通中需要的货币量，但这不改变马克思论证的因果顺序，

即从价格水平理论开始，发展到货币供给、产出水平和流通速度间的相互作用（Marx 1970，

98-107）。

[6] 大部分作者的结论是：马克思关于法定货币的理论就其功能而言仍然与商品货币紧密

相连（Foley 1983，15-18; Arnon 1984，574; Lavoie 1986，166-168）。

[7] 这个1 249页是指《资本论》国际版。马克思计划一共写6本书，其主题分别为：资

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国际贸易，以及世界市场与危机。当他在这份浩大的工作

中奋斗时，第二本和第三本书的某些关键性理论部分被重新排进了第一本（即现在的《资本

论》），但其他需处理的高深问题和具体研究仍被留到了后续部分。我们知道，他仅仅活到完

成《资本论》第一卷，是恩格斯从马克思大量半成品的手稿、未完成的草稿、笔记、摘要和评

论中编辑整理了第二卷、第三卷。

[8] “用黄金表示的一般商品的相对价格”是指用黄金单位（比如盎司）表示的商品的平

均价格，比如大米的黄金相对价格可以表示为（a）盎司黄金/斤。而“用代币表示的黄金的绝



对价格”是指，比如代币为美元时，黄金的绝对价格表示为（b）美元/盎司。故二者的乘积

（a×b）就是大米的普通代币价格：（a×b）美元/斤。——译者注

[9] 从货币数量论的观点来看，价格是由所有种类货币的相对供给决定的。由于为了努力

维持预设的某个黄金价格，纸币的发行必须据此进行调节，所以公认的金本位制的力量在于，

它能够约束纸币的过度发行（Galbraith 1975，63; Bordo 1992，3）。但从马克思货币理

论来看，一方面，对可兑换代币而言，长期价格水平是与货币数量无关的；另一方面，对不可

兑换代币而言，在货币数量影响黄金价格的范围内，货币数量只影响长期价格水平，而这反过

来取决于货币数量如何影响产出水平。

[10] 在马克思已经发表的著作中，他抽象掉了个别生产价格和劳动价值之间的差别，因

为这些内容他打算在后面的论述中讨论（然而，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他未能活到著作出

版）。因此在现阶段，马克思将一般商品的相对价格表达为与黄金的劳动价值相对比的劳动价

值。马克思很清楚地知道李嘉图的经验假设，即个别相对价格与总（直接和间接）劳动时间的

个别相对量非常接近。结果表明：李嘉图在本质上是正确的（见9.5~9.8节）。因此我们可以

将马克思最初的假设视作他后来关于生产价格与劳动价值之间关系充分发展的强有力近似。

[11] 当官方设定的黄金兑换价格需要周期性或不定时地进行重估和修订时，作者称之为

半波动的黄金价格。——译者注

[12] 这里的黄金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是指黄金作为货币行使其作为货币应该行使的功能

——增加购买力、刺激产出、扩大就业等。——译者注

[13] 马克思还认为，黄金流入会增加流动性并降低利率。李嘉图用货币数量理论来说

明，一国的贸易顺差带来的黄金流入会提高该国的价格水平，并因此侵蚀其竞争优势，直到在

某个点贸易自然而然地平衡了。这是李嘉图比较成本理论的基础，而比较成本理论至今仍然主

导着国际贸易理论。与此相反，马克思的论证意味着，因为因贸易顺差带来的黄金流入会降低

利率，所以这会自然而然地鼓励短期资本输出。另外，贸易逆差国家的利率会上升，而这又会

自然而然地吸引资本以平衡短期资本流动。因此，贸易顺差国家最终将成为国际债权人，而贸

易逆差国家最终将成为国际债务人（Shaikh 1980c，224-227）。马克思在黄金内流的数量和

利率影响方面沿袭了坎蒂隆的观点（Rist 1966，286-290）。这些内容将在本书第11章对于

国际竞争理论（即自由贸易理论）的讨论中重点探讨。



5.4 迈向现代货币下的古典价格水平理论

前文讨论的马克思的货币理论和他后来关于这一主题的著作是紧

密相连的。他的分析限制在货币商品（比如黄金）担任有效定价工具

的长期历史阶段内。价格水平是从以下二项的乘积中得出的：一项是

由竞争决定的用黄金表示的商品价格（p'），另一项是黄金的货币价

格（pG），后者的固定性或灵活性则由货币制度（可兑换代币或不可

兑换代币）决定。在这种历史和分析的范围内，法定货币是和早期的

货币形式直接连在一起的。然而，即使这种解释在形式上是正确的，

但它依然留下了两个值得讨论的问题，而这两个问题的解决对于进一

步发展现代法定货币下关于一般价格水平的古典理论至关重要。

5.4.1 可兑换代币下相对价格的决定

第一个问题与商品价格的调节原理有关，这里的价格指的是用货

币商品（比如黄金）表示的商品的长期价格。请考虑我们之前的出发

点，即这样一种情形：如果个别商品的货币价格按不同程度上升，那

么平均价格水平也会上升。随后，行业间竞争导致个别商品的相对价

格围绕着生产价格（反映了均等利润率的价格）运动。就任何普通商

品而言，比如铜，如果它的利润率高于平均利润率，那么投资会加速

流入，直到供给的增长速度超过需求（的增长速度）。这会降低铜的

相对价格，同时也会降低它的相对利润率。如果其最初的利润率低于

平均利润率，则会呈现相反的运动趋势。同时，其他商品也会经历相

同的过程，因此它们的价格也是不断调整的。斯拉法（1960，12-15，

sec. 13-20）强调，价格的变化会影响每个部门的成本，继而也会影

响商品在任一给定价格时的利润率。因此，铜的利润率的整体调整是

两种运动的共同结果，即铜本身的价格变动和在生产铜的过程中的成



本变动，因为它们对进入其生产过程的那些商品的价格变动做出了反

应。[1]

这就是货币商品（比如黄金）和其他普通商品不同的地方。每当

黄金直接作为货币（金币）或每当黄金的代币价格被政府固定（可兑

换代币）时，黄金的价格都受到内生的黄金供给变化的调节。假设黄

金直接作为货币，且金币和金条之间的市场汇率如下：在黄金市场

上，要获得1盎司金条所需要的英镑，比用英镑币表示1盎司黄金所需

要的英镑多。[2]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溢价有足够的吸引力，[3]就会

有人花钱熔化黄金首饰，私人贮藏的金条也会流入市场，从“一盎司

金条可以换回多于一盎司的金币”这一事实中获取利润。于是，金条

供给的增加将会驱使英镑金币与金条的兑换比率回到套利的极限水平

之下。[4]显然，如果金币可以用折扣价换取到金条（即一盎司金币

换取多于一盎司的金条），那么则会出现相反的过程。对于国家发行

的可兑换黄金代币（即代币以事前承诺的黄金兑换率被回收），黄金

的“法定价格”和对应的市场价格之间的差异会导致国家黄金储备的

变化。因为黄金储备的规模规定了国家干预的限度，所以黄金市场价

格的持续上涨带来的压力会促使政府提高黄金和货币挂钩的比例

（“法定价格”）。于是，黄金的法定价格或许会从每盎司20英镑上

升到每盎司30英镑（见前文图5.1）。只要黄金是真正的定价工具，黄

金的货币价格上升50%便会带来商品的货币价格上升50%，但这并不会

改变用黄金表示的商品价格。

问题在于，只要能够维持特定的兑换比率，黄金的价格就不会随

着它的利润率和其他商品利润率之间的差值而改变。所以，要使黄金

的利润率和一般商品的利润率相等，就必须通过调整生产黄金的各项

成本，使之恰好发生。如果暂时抛开当下生产边界[5]的变化[6]，这

便只能通过其他商品价格的改变实现。为理解其中的机理，我们先考

虑一种简单的情况，即只有一种其他商品（铁）进入黄金生产过程的

情况，反之亦然。从铁和黄金的利润率相等的初始情况开始（我们正



在探讨初始情况的基本原理），“一般”价格的上升意味着铁价的上

升，同样黄金也会面临市场价格上升的压力。铁价上升提高了铁的利

润率，并通过增加黄金的生产成本，降低了黄金的利润率。由于黄金

的价格是被锚定的[7]，金价上升的压力只会增加黄金的供给。黄金

供给的增加可能会导致对常规商品（此处用铁来代表）总需求的增

加。这可能会进一步提高铁的价格和利润率。但是，只要生产铁的利

润率比黄金高，投资仍会加速流入铁行业，减速流入黄金行业。铁的

供给持续增加，直至超过需求，这会导致铁的价格和利润率下降。随

着铁价的下降，生产黄金的成本下降，即使黄金的价格被锚定，它的

利润率也会上升。这一过程会一直持续，直到作为诱因的铁价变化足

以使两部门的利润率相等。值得注意的是，（以黄金为基础的）货币

供给的变化可能影响到调整过程，但不会影响结果。最后，商品相对

于黄金的长期相对价格被结构性地确定下来。

如果我们把生产黄金的成本看作一篮子商品而非单一投入品

“铁”的话，情况和前文相比并不会有太大改变。一篮子商品之间利

润率的均等化会建立一整套独特的相对价格，同时也会为所有和黄金

部门保持相同利润率的投入品建立一套特定的绝对价格水平。对非黄

金的商品价格来说，完全相同的结论依然适用，即对一般价格水平本

身来说，竞争会建立一个相对价格体系，使部门间的利润率相等，同

时会建立一个使之与黄金利润率相等的一般价格水平（Marcuzzo and

Rosselli 1990，53）。最后，在以商品为基础的货币体系中，竞争约

束了一般价格水平。货币供给的变化可能会影响这一过程的实现路

径，但不会改变最终结果。我相信这是马克思的货币理论和诸多版本

的货币数量论之间的核心区别。[8]这也正是利润率均等化的标准代

数所暗示的含义，它简单地假设黄金部门参与了利润率均等化的过

程。[9]

关于可兑换代币的分析是围绕着上面两个问题展开的：（1）通过

众多商品个别利润率的均等化，构建一个商品的相对价格结构，而且



这些商品的价格是能够灵活变化的；（2）就这些同样的商品构建一个

特定的绝对价格水平，这个价格能够使它们共同的利润率和价格固定

下黄金部门的利润率相等。那么，在不可兑换代币体系中，又会如何

呢？

5.4.2 不可兑换代币下相对价格的决定

在不可兑换的黄金代币（即一种法定货币方式，在这种情况下，

货币商品仍然是直接或间接的定价工具）情况下，黄金具有一个灵活

的可变动价格。黄金市场价格的纯粹增长意味着每单位代币黄金含量

的减少，这会增加商品的货币价格，但是不改变用黄金表示的商品价

格。这无异于周期性地调整特定的黄金代币价格的锚定值。相反，在

黄金价格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如果商品的价格都上升了相同的程度，

那么所有商品用黄金表示的价格也都会上升。如果黄金不是生产其他

商品的投入品，那么商品的利润率也不会随着商品价格的上升而同比

改变。但只要黄金进入了生产过程，商品的平均利润率就会更高，这

是因为商品的货币价格上涨了，而黄金的货币价格没有改变。同时，

黄金的利润率会因黄金投入品的货币成本上升而下降。如前所述，只

要黄金的价格不改变，竞争会调整普通商品的价格，直到它们的利润

率与黄金的利润率相等。因此，与可兑换代币有着相同的因果关系，

总的价格水平是由以下两项的乘积决定的：一是用黄金表示的普通商

品的平均价格（p′），二是黄金代币价格的变化（pG）。如方程

（5.9）和方程（5.10）所体现的，这正是马克思论点中的要害之处。

5.4.3 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对于上述问题的领会使我们得以提出第二个迫切问题：当货币商

品不再能够有效执行定价工具的职能时会发生什么？答案是，价格水

平会直接由宏观因素决定。相对价格由利润率均等化调节，这反过来



为如图5.5和图5.6所示的用黄金表示的商品价格所呈现出来的持续存

在的长波提供了基础（Marcuzzo and Rosselli 1990，53）。我们也

可以始终如方程（5.9）所示的，把总价格水平表达为用黄金表示的商

品价格和黄金的货币价格的乘积。而且，我们依然可以把黄金的数量

定义为如方程（5.11）所示的与流通中的纸币量相等的量。但现在，

因果关系是不同的，而且最重要的是，价格水平变得有了路径依赖：

不再存在一种起着基础作用的“正常”价格水平了。

对纯粹的法定货币而言，像在不可兑换代币情况下一样，黄金具

有一个自由波动的价格。但当黄金不再能够执行定价工具职能时，黄

金市场价格的上升就不再对普通商品的一般价格水平有特殊的影响

了。[10]黄金的价格上升，当然会使自身的利润率上升，但是由于金

价有弹性，由竞争决定的调整压力又落回金价本身。另外，在黄金价

格不变的情况下，如果普通商品的价格经历了不同程度的上升，竞争

压力将会在不改变它们平均价格水平的情况下对它们进行重新布局，

并改变黄金的价格，使黄金的利润率和一般利润率相适应。就由竞争

决定的价格而言，一旦黄金失去了它作为最终定价工具的地位，那么

它就和其他商品没有任何区别。但这并不意味着黄金已经失去了它作

为安全工具的职能——该职能基于黄金是世界商品之首。在每一次形

成总体性经济危机的过程中，黄金价格相对于其他商品价格的上涨都

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建议读者再看看图5.1，它涵盖了最近的历史事

件，例如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以及当前正在发生的21世纪的（第

一次）大萧条。

如果纯粹的法定货币在不同规则下运行，我们应当从何处着手分

析呢？我们已经注意到，如果想完全理解内生货币的概念，就需要解

决货币供求和长期产出水平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反过来，对不可兑

换代币的分析则要求我们把这些因素和黄金本身的价格联系起来。在

法定货币情况下，我们也需要探讨货币、信用、有效需求、增长、价

格水平之间的联系。这些是宏观经济分析中常见的主题，也会在本书



的第三部分提及。然而，因为我们的目标是建构一个对于这些问题的

现代的古典回答，所以从现在开始讨论的某些主题会在后面继续。古

典理论的要点在于是利润率驱动了资本积累。作为结果的总资本的增

长推动潜在供给的增长，同时，总投资的增长推动私人总需求的增

长。这是哈罗德的观点（Shaikh 2009）。法定货币和现代信用制度的

美妙之处在于，它们可以提供动力，使对商品总需求的增长远远超过

潜在供给的任何可能的增长。于是问题变为：商品潜在供给增长的限

制是什么？古典的答案（它由马克思发展而来，然后被冯·诺伊曼再

次发现）是：在任何一个自我的再生产系统中，最大的增长率等于利

润率（Kurz and Salvadori 1995，383-384）。劳动力的供给不是限

制，因为系统自身创造并保持着一个未雇用的工人的储备池（马克思

的劳动后备军）。从这一观点来看，现代通货膨胀可以用两个基本变

量来解释：（1）供给方面受到的阻力，它可以用实际增长率接近利润

率的程度来衡量；（2）需求的拉动力，用总超额需求的多少来衡量。

第15章表明，这个框架能够解释现代通货膨胀和恶性通货膨胀，也能

够解决20世纪70年代著名的凯恩斯主义困境，即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

同时上涨。该章还批判了货币和私人银行及央行问题中的国家货币理

论与新国家货币理论研究方法。

读者可能已经注意到了，利润率在上述讨论的各个阶段均发挥了

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微观水平上，它是相对价格确立的核心；在宏观

水平上，它不仅仅是积累的动机，还是长期增长的极限。但是，总利

润从何而来，又是什么决定了平均利润率的水平？这些是下一章要讨

论的核心问题。

[1] 在矿产品如铜和黄金的案例中，还存在第三种要素，和生产边界（最后开采或耕作

的矿产或土地，简称耕作边界或生产边界。——译者注）与生产成本之间的相互关系有关。

铜价上升提高了铜的利润率，但是其他商品利润率的上升会提高铜的生产成本，进而降低铜

的利润率。因此，两个方向相反的运动何者更能影响产出，我们并不清楚（Bordo 1992，3

text and n. 8）。此外，开采量的变化并不意味着生产效率一定会改变，因为效率不变时

矿产开采量本身有一定的波动范围。马克思在分析地租理论时反复提到这一点，例如，在他



总结自己的地租理论时，曾提到有着特定质量的土地，可生产“百万夸脱的小麦”（Marx

1967c，653）。而恰恰是新古典的分析将（土地或矿藏不同品质的）每一“层”都压缩为一

个无穷小的点，以至产出的提高不仅仅被等同于效率的改变，实际上还等同于效率的下降。

这个问题在前面第4章分析成本曲线的时候讨论过，并将在第7章的开头部分再次提及。

[2] 这意味着在黄金市场上金条贵而英镑贱，这会吸引人们用英镑在官方窗口购买黄

金，在市场上出售金条牟利，这一收益可称为“溢价”。——译者注

[3] 套利总是有成本的。在此案例中，成本包括熔化和售卖首饰与金银器皿的成本，以

及运输和售卖金条的成本。

[4] 因为套利有成本，所以吸引套利行为的市场兑换比率与官方兑换比率的差额有一个

极限值，在此范围之内，套利将无利可图。——译者注

[5] 比如最后开采的金矿。——译者注

[6] 一般而言，任何特定的生产边界都是在总产出范围内有着不变效率的“一个矿层”

（见n. 35）。当黄金价格有弹性时，产量增加会使价格降低，于是需求会决定在这一层的边

界上，储量在多大程度上被开采。当黄金价格固定时，这个限制就被移除了。这一层生产边

界是由这一事实决定的，即在任何给定投入品价格下都会产生一个正常利润率，并且因为金

价是固定的，所以这一层的生产边界会得到充分的利用。正如莫斯利所认为的，在黄金生产

过程中出现的利润率均等化并不是仅仅通过效率的调整实现的。莫斯利否认其他商品的价格

变化会影响黄金的生产成本，因此，黄金的利润率依然保持不变，这就使得改变生产边界加

以调节成为唯一的可能（Moseley 2005，198 text and n. 195）。在我看来，这些都属于

次等重要的因素。

[7] 在本段开始就设定了讨论的前提，即“维持特定的兑换比率”。——译者注

[8] 尽管价格是固定的，但是黄金部门的利润率均等化并不意味着垄断部门的利润率会

与一般利润率相等。垄断力量存在的全部要义在于保持该部门利润率高于一般利润率。垄断

行业能在成本价格下跌的情况下仍保持价格恒定，当成本价格上涨时又提高成品价格。因

此，垄断部门的价格不会是固定的。这也是为什么垄断部门普遍有固定的成本加成，这也意

味着价格随成本上下波动（Ebelling 1999，472）。更为一般的对缺乏垄断力量或普遍存在

垄断力量的研究将在本书第二部分的第8章和第9章展开。

[9] 代数文献中也倾向于将“计价单位”概念和货币商品混淆在一起。因为在没有货币

的商品交换体系中，竞争决定的利润率均等化仅仅建立了一套特定的相对价格结构，而在代

数学中，选择它们中的任何一种商品作为便捷的“计价单位”都是可能的。具体的代数技巧

是，令计价单位的价格为一（Sweezy 1942，117-118; Sraffa 1960，5）。然而，这不能

告诉我们被选中的计价商品的价格在利润均等化的过程中是如何变化的。另外，当一种商品

作为直接货币（金币）时，或者和可兑换代币之间有固定的兑换比率时，人们必须了解货币

商品的利润率和其他商品的利润率相比大小如何。这不是一个代数上便捷与否的问题。

[10] 当黄金进入其他商品的生产过程中，成为那些商品的成本时，黄金价格的上升会在

现有价格水平下降低这些商品的利润率。这会改变普通商品利润率的离散状况，引起资本流



动，而资本流动将会重建一套新的相对价格，在这一套新的相对价格中，商品大体有相同的

利润率。在古典传统里没有假定这种由竞争引起的相对价格结构的变化需要改变这些价格的

平均水平。价格的成本加成理论，例如在后凯恩斯理论中的那些，则通常假定竞争是不充分

的（即在每一个行业都存在一定程度的垄断）。我将在第7章和第8章批判性地阐释这一特

征。



6

资本与利润

无利润的销售是毫无意义的。

（Braham 2001）



6.1 引言

利润驱动着资本主义运行。如果公司没有实现利润，那么它将陷

入恐慌，其资本也会开始萎缩。经济理论和工商业界的情绪反应在这

一点上完全达成了共识。那么，什么是资本呢？

资本是在赚取利润的过程中所用的一种东西。正如凯恩斯赞同地

指出的那样，马克思关于资本循环M-C-M′的见解提供了一种特别有效

的辨识资本的方法（Marx1977，ch.4; Ishikura 2004，84–85）。为

了收回更多的货币（M′），货币被投资于凝结了劳动力、原材料、工

厂和设备的商品（C）上。这个过程的每一个阶段都代表了资本循环过

程中资本的某一特定形态：最初的货币资本被转化为商品资本（C），

然后，商品资本被卖出，以换取最终的货币资本。中间的商品（C）是

作为资本行使功能的，因为它们是作为资本而被使用的：帮助生产出

商品、卖出商品、以货币的形式进行交易，所有这一切的目的都是赚

取更多的货币。在所有这些情形中，利润都是最重要的事：如果整个

运营想要被认为是成功的，M′就必须大于M。而收入循环C-M-C则截然

不同。例如，一个雇员从具有劳动力（C）开始，他出卖劳动力以获取

相应的货币工资（M），然后他用这笔钱购买消费品和金融资产

（C）。在资本循环（M-C-M′）中，最初用于投资的货币以更多的货

币返回到投资者手中。在收入循环（C-M-C）中，货币被支出并离开消

费者（Marx1967a，ch.4）。这两个循环过程是相互作用的，因为雇员

获得的工资是公司资本支出的一部分，而雇员购买的消费品和金融资

产又是基于利润驱动的公司销售的一部分（见附录4.1）。[1]

因此，不是事物的性质，而是它在其中运作的过程使它成为资

本。这种差异在其他领域中是很常见的。一把刀，在厨房中是做饭的

工具；但是握在凶残的暴怒者手中，刀就成了致命的武器。这恰恰是

目的决定了功能。类似地，用于个人消费的货币与投资为资本的货币



是不同的，即使购买的物品相同：购买水果用于食用不同于购买水果

用以出售盈利。前一情形下，货币和水果均是收入循环的一部分；后

一情形下，货币和水果则均是资本循环的一部分。对用作消费的水果

而言，口味是至关重要的，然而对于资本而言，水果的可盈利性才是

核心，口味仅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从这个看似细微的差别中，迸

发出一系列商品，它们一方面有着显而易见的好处，但也同时包裹着

有毒的内核。[2]尽管新古典经济学不遗余力地将二者混为一谈，但

私人收入并不等同于社会利益。[3]

我们已经在第4章指出，劳动过程，即生产国民商品和服务的过

程，具有显著的社会性。在第5章我们看到一个商品的价格是其价值量

的货币表示，而价格和货币都属于社会建构。资本主义关系为其增加

了另一个维度，因为在资本的掌控下，劳动过程和商品价格都变成实

现利润的手段。在这种劳动过程中，会产生出这样的驱动力，它会将

日工作时长和工作强度增加到社会的极限，还会持续地沿着从资本的

角度看越来越“理性”的方向重新塑造生产过程。这种强制性是资本

主义通过把生产过程程序化，把人的活动简化为重复性的、自动化的

操作，以及持续地用实际的机器代替现在这种机器般的人类劳动，从

而发挥其历史性革命作用（把生产率提高到它的巅峰）的源泉。在早

期的生产方式中，工具是劳动的附属，而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却是劳

动者成了机器的附属。工业革命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结果，而不是

其前兆（Marx 1967a，pts. III-IV）。

并非所有的劳动活动或生产资料都作为资本行使功能。一个自我

雇用的技工可以使用工具来谋生，用他的收入购买并装修一套房子，

并通过上大学来提高自己的技能。他的工具和家具都是个人财富的一

部分，而教育则是他的能力的一部分。以上这些都不是资本。但如果

他在一个维修店作为雇员工作，他的劳动是为了让他的老板获得利

润。那么他的工资（工资水平和他的技能水平部分相关）以及他所使

用的工具、器械都是老板的资本的一部分。



资本不是由耐久性定义的。就资本本身的分类而言，流动资本与

固定资本的差别取决于某一特定资本与它运行于其中的生产周期之间

的关系，而不是其经济生命的长度与某个任意规定的时间段（比如说

一年）之间的关系。因此一个粘土模具如果在一个生产周期内就被用

尽，那么它就是流动资本；塑料模具和金属模具如果能使用超过一个

生产周期，那么它们就是固定资本。尽管一个塑料模具也许不能使用

长于（比如说）6个月的时间，而金属模具也许能用好几年。如果我们

以月为基准期，那么塑料模具和金属模具都可以被归为耐久品；如果

我们以年为基准期，则只有后者可以被归为耐久品；若要以10为基准

期，那么，这三个模具都将被归为损耗品。但这些都不会改变粘土模

具是流动资本，而塑料模具和金属模具从始至终都是固定资本的事

实。这种区分是依据功能而非时间长短而划分的（Shaikh and Tonak

1994，13-17）。在资本主义经济中，非金融资本存量包括诸如存货、

工厂和设备在内的工商业资产，而非金融财富存量则包括土地、国家

资源和政府建筑、设备（公共财富）以及私人房屋和其他耐久性消费

品（个人财富）。

古典经济学有时会混淆财富和资本的差别。[4]然而，通过简单

地把资本定义为耐久性超过一年的财富，新古典经济学总是将这两者

混为一谈（Alchian and Allen 1969，261）。这样定义的资本包括工

商业资本、私人和公共财富以及“无形财富”，例如知识和技能

（“人力资本”），它们的共性是耐久性。现代国民账户体现了新古

典经济学的方法：任何耐久的东西都被算作资本，而工资、分红、利

润被平等地当作收入（所以收入循环和资本循环被混在一起）。这里

诞生了将所有流量计入“收入”账户，而将所有存量追加都计入“资

本”账户的会计惯例（见附录4.1）。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或多或少也采

用了相同的模式。

[1] 马克思（Marx 1967a，151-152）论述了收入循环C-M-C和资本循环M-C-M′二者间

差别的更深刻含义，即“储蓄”在这两种循环中具有不同的目的。在适用于家庭支出的收入



循环中，储蓄是用于扩张金融资产储备的工具。这是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理论关注的

方面，这一方面旨在强调家庭的储蓄决策独立于工商企业的投资决策。但在适用于工商企业

运行的资本循环中，储蓄是用于扩张资本的工具。在这种情况下，工商业储蓄不能独立于工

商业投资。我们将会在第13章看到，这个区别在古典增长理论中至关重要。

[2] 显而易见的好处是指资本生产商品满足社会需求的方面，即为了实现资本增殖，把

商品顺利销售出去，资本循环生产出来的商品必须具备恰当的使用价值，满足特定的社会功

能。而有毒的内核是指由资本循环的终极目的——价值增殖，所导致的背离社会需求及伤害

消费者的各种潜在可能性，例如众所周知的假冒伪劣品、唯利是图、见利忘义等。——译者

注

[3] 新古典经济学一个独有的伎俩是在一开始假定私人收入与社会利益间的所有矛盾都

不存在，然后，在整个理论体系已经在此基础上被艰辛地搭建完毕之后，又在“外部性”题

目之下承认这二者之间存在某些差异。比如，在范里安“被高度称赞和广泛接受”的微观经

济学教科书（Varian 1993，引自该书书封）中，外部性的概念在该书非常靠后的第31和第

34章才出现。

[4] 例如，李嘉图（1951b，23）说，被斯密早先粗糙地称为“资本”的生产资料，在

他这里被确认为是“耐久性工具”。



6.2 总利润的两个来源

没有任何单个资本可以确保获得利润。事实上，在不间断的竞争

战中总是有很多伤亡。美国普查数据显示，超过70%的新公司在10年后

都不复存在，它们中的大多数只是失败破产了（Shane 2008）。甚至

在像2005年这样总利润很高的不错年景，超过41%的美国公司税前利润

为负（IRS 2008，19，table 1）。而在像1932—1933年这样的坏年

景，总利润本身就是负的（BEA 2009）。

古典经济学家很清楚这些模式。他们理解利润率较低的公司之间

是存在差别的，有的公司是因为不能生产出足够多的产品（生产问

题），有的公司则是因为不能将其生产的产品销售出去（实现问

题）。然而，他们同样意识到，通常情况下公司能够将生产调整到意

愿水平，进而使供给适应市场的需求。因此，古典经济学家通常从这

样一个更基本的问题入手：在工商企业可以卖掉其集体生产出来的全

部商品（即在总供给等于总需求）的条件下，什么决定了总利润的大

小？

正是在这里，我们发现了詹姆斯·斯图亚特爵士的有趣论断：总

利润实际上有两个来源。

绝对利润对谁都不意味着亏损；它是劳动、勤勉或技能的增进

的结果，它能引起社会财富的扩大或增加……

相对利润对有的人意味着亏损；它表示财富的天平在有关双方

之间的摆动，但并不意味着总基金的任何增加……混合利润很容易

理解：这种利润……一部分是相对的，一部分是绝对的…… 二者

能够不可分割地存在于同一交易中。[1]



斯图亚特认为“绝对利润”是一个能增加“社会财富”的过程，

而“相对利润”是一个导致已有财富存量“摆动”（转移）的过程。

请注意，这里的讨论是相对诸如社会财富和总存量这样的总量而言

的。斯图亚特还认为，实际总利润是这两种基本类型的利润的混合。

他的这个观念，即绝对利润源自财富的增加，对后来古典经济学的以

下观点具有极大的启示作用：基于生产的总利润的增加依托于总剩余

产品的创造，前者对于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至关重要（Meek 1967，

19）。马克思在他自己的论述中，把对绝对利润的解释置于首要（中

心）地位，而将被他称作“让渡利润”（相对利润）的分析留在了靠

后的阶段。我们会很快讨论这一问题。然而，现在我们要思考相对利

润这一非同寻常的观念所引起的问题：在总存量或流量都没有改变，

并且每一笔收益都有对应的损失予以抵销的前提下，已有财富或者收

入的转移是如何产生总利润的（Shaikh 1987d）？

考虑如下你可能非常熟悉的情节。你下班回到家，发现你贵重的

大屏幕电视被偷了。在冰冷的会计视角下，你的家庭财富减少了500美

元。与此同时，盗窃犯把你的电视转卖给一个店主，店主以500美元再

卖给最终的购买者，并给盗窃犯支付200美元，从而将剩下的300美元

当作自己的净利润。通过财富的“摆动”，总利润现在上升了300美

元。请注意此时你的家庭总财富也恰好减少了300美元：你丢了一台价

值500美元的电视，盗窃犯得到200美元现金，最终的购买者以500美元

现金换取了等价的商品。重点是，家庭财富的损失被记录在了收入循

环中，而资本利得则被计入资本循环中。在总账户核算中，而非在利

润所处的商业账户中，两者相互抵销。仅仅是收入循环和资本循环之

间的一次“摆动”，便在总存量没有增加的同时，引起了总利润的增

加（Shaikh and Tonak 1994，35-37，56，220）。

如果盗窃犯决定自己保留你的电视，那么总利润将不会受到影

响，因为这种转移属于家庭部门内部的转移。他个人财富的增加会和

你的损失在同一个领域相抵销，而事情就会在此结束。换种方式，如

果一台价值500美元的电视从一家公司的办公室被偷走，并且被另一家



公司以同样的金额再次卖掉，那么总利润同样不会改变。第一家公司

会把丢失的电视（它花500美元买来的）记作折旧和损耗费用的增加，

从而引起它的净利润减少500美元。另外，第二家公司会把销售这台电

视所获得的500美元记作其净利润。所以这种在资本循环内部的转移，

即从一家公司转移到另一家，也不影响总利润。

资本循环内部的转移似乎遵循不同的逻辑。设想生产部门将其营

业盈余中的80单位支付给银行作为利息。那么生产利润下降80单位，

而银行利润则上升80单位（如果我们把银行成本抽象处理）：总利润

不变，但利润分配发生了变化。如果我们考虑银行成本，那么银行的

收入将分为50单位的成本和30单位的利润。总体上的原则是一样的：

生产利润中损失的部分（80单位）转移后，重现为银行成本（50单

位）和银行利润（30单位）。剩余的再分配改变了剩余存在的形式，

将其从纯粹的生产利润转变为总利润和成本的混合，因此生产利润减

少的数量恰好被银行成本所吸收。显然，如果生产剩余被划分为利润

和租金，而后者被划分为成本和土地利润或建筑租赁公司的利润时，

会得到相同的结果。税收和转移也会吸收掉一部分营业剩余。尽管这

里没有任何神秘之处，我们会在6.4节看到，只要交易同时涉及现行成

本账户与资本成本账户，那么资本循环内部的转移也可以增加或减少

总利润。至于不同循环之间的转移，考察如下的简单例子：生产部门

有300单位的工资和400单位的利润（剩余）。设想小镇中新开的一家

银行借给了工人一些钱，随后他们需要偿还18单位的净利息（因贷款

支付的20单位减去因存款收到的2单位）。后者是银行收入，如果将12

单位分配为银行成本，那么剩下的6单位就是银行的新利润。生产利润

仍然是400单位，但现在总利润提高为406单位。从工人收入循环到银

行资本循环的转移使得总利润增加了6单位。如果以红利形式支付给资

本家家庭的利润部分进一步以18单位的净利息的形式支付给银行，结

果依然不变。由于划分为红利和留存收益的400单位生产利润位于总生

产利润的下游，故而它仍保持为400单位，但总利润会升高到406单



位，这是因为6单位的新的银行利润只是在剩余没改变的情况下，从收

入的再循环中形成的。

对于斯图亚特所谓的绝对利润和相对利润，马克思分别改写为

“让渡利润”和“基于剩余价值生产的利润”。让渡利润最重要的特

征是它源于利润转移。生产利润是产业利润的一般形式，“以利润形

式存在的利润”，才是工业资本主义的引擎，而非其被进一步划分为

租金和利息的混合形式。根据马克思的说法，如果相对利润是资本主

义利润唯一的源头，那么当“一切商品都按它的价值出卖，那就不会

有任何利润了”[2]（Marx 1963，42）。[3]马克思本人关注的焦点

则是相反的情形：即使当所有商品都以它们的价值卖出（即当存在

“等价交换”并且所有产品的价值都在交换中得到实现）时，绝对产

业利润仍然存在。其目的在于表明，转移和不平等交换都不是产业利

润产生的核心。显而易见的是，如果一些产品未被卖出，实现了的利

润会低于正常利润，如果售价低于成本，实现利润甚至会为负值。问

题在于：什么决定了正常利润？整个《资本论》第一卷第五章的内容

都在致力于讨论这一重大问题（Marx 1967a，ch.5，166 text and n.

161）。尽管如此，马克思仍然谨慎地说，相对利润在其他领域中确实

具有重要的作用。首先，相对利润对于“考察剩余价值在不同阶级之

间按利润、利息、地租这些不同项目进行的分配，有重要的意义”

（Marx 1963，42）[4]——这恰恰是我之前所论述的重点。其次，在

资本的“洪水期前的形态”中它起到关键性作用，这些资本的“洪水

期前的形态”包括：通过“为贵卖而买”获得利润的商业资本，以及

通过收回的钱比借出的钱更多的方式谋利的高利贷资本（Marx

1967a，163）[5]。像货币一样，商业资本和借贷资本都早于工业资

本，并由让渡利润所驱动（Meek 1975，24）。而且像货币一样，它们

也都延续进入了工业资本主义。我们会看到利润转移在金融业的利润

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见6.5节）。不幸的是，马克思没能在生前就这

些主题进一步出版任何作品。特别是我们所看到的《资本论》第三卷

中关于剩余价值分配的内容，本身就是恩格斯在马克思死后根据他的



各种笔记和未完成的手稿整理而来的。在马克思已出版的著作中，他

对于前工业化时代商业资本的利润理论，除了强调它们是基于本质上

源自不平等交换的“让渡利润”之外，几乎没有更多的相关分析

[6]。对马克思利润理论进行研究的大量文献，似乎都没有注意到让

渡利润一定是解决“转形问题”的关键，因为“转形问题”涉及剩余

价值的转移，而这种转移是由价格偏离劳动价值引发的——马克思意

义上的不平等交换。类似地，以下事实也几乎不被注意，即当我们转

而考察价格偏离生产价格，如市场价格或垄断价格这样的情况时，完

全相同的问题会再次出现：[7]在剩余产品不变时，利润却一直可以

变动（见6.5节）。这就是被波特凯维茨和斯拉法的追随者们所忽视的

问题：在生产价格本身中，就内在地包含着“转形问题”（见6.7

节）。从6.3.4小节开始，我们将会回到这一贯穿整章的问题。但是我

们需要首先确认决定生产利润的因素是什么。

[1] Sir James Steuart，quoted in Marx 1963，41. 中文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第26卷（I），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1页。——译者注

[2] 中文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I），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3

页。——译者注

[3] 马克思认为，即使在价格与价值相等时，也应该能够解释绝对总利润的来源。这么

说是对的。（这里暗含的意思是，有的人用“价格与价值”的不相等，即低买高卖、不等价

交换、垄断高价或垄断低价等因素解释利润的来源，但马克思认为，虽然这种情况确实存

在，但若要认识作为经济发展规律的绝对总利润的来源，就应该假设价格与价值相等。——

译者注）但是马克思所说的“价值”，指的是不变资本加活劳动时间（c+l），这与成本加与

剩余劳动时间成比例的利润（c+v）+s是一回事。另外，斯图亚特所说的商品的“实际价值”

取决于已完成的劳动量、工人工资以及工具和原料的成本（Marx 1963，42）。前两个要素

的结果是劳动力成本，再加上第三个就可以得到生产成本。所以，斯图亚特所说的“实际价

值”指的就是生产成本（c+v）（Akhtar 1979，9-10）。因此，马克思认为斯图亚特的观点

与自己的观点不一致这种看法是错误的：他认为，斯图亚特要求价格必须高于“实际价值”

（p>c+v）利润才会存在，而他自己则宣称，即使在价格等于“价值”（p=c+v+s）时，绝对

利润仍然存在，所以，他与斯图亚特是不一致的。另外，马克思认为斯图亚特没有一个关于

绝对利润的理论这一观点是对的（Marx 1963，41-42）。

[4] 中文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I），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3

页。——译者注



[5] 中文转引自《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91页。——译者注

[6] “因为商人资本的运动是M-C-M′，所以商人的利润，第一，是通过只在流通过程

中发生的行为获得的，也就是说，是通过买和卖这两个行为获得的；第二，它是在后一种行

为即卖中实现的。因此，这是让渡利润。乍一看来，只要产品按照它们的价值出售。纯粹

的、独立的商业利润好像是不可能的。贱买贵卖，是商业的规律。也就是说，不是等价交换

（Marx 1967c，ch.20，329）。（中文转引自《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

版，第367页。——译者注）

[7] 一个重要的持异议者是米克（1975，286），他明确提出“让渡利润”可以是一种

“保持和扩大利润”的手段，在这种情况下，“再假定被资本家雇用的工人的剩余劳动是利

润的唯一来源”就不再合理。多布（1973，84）是另一个持异议者，因为他指出，仅仅通过

相对价格的变动就可能改变对总生产的量度。



6.3 生产、劳动时间和利润

本书4.2节强调了日工作时长和工作强度是生产过程的核心：在微

观经济层面上，技术类型、每日轮班的数量以及每班的长度和强度，

共同决定着任何给定工厂的盈利能力。技术的演进及其运作都是由社

会决定的。这里将考察斯图亚特提出的问题的第二个部分：是什么决

定了总绝对利润？

这部分的核心结论是，没有剩余劳动时间就没有绝对利润。然

而，即使在剩余产品不变时，商品相对价格的变化仍然能引发总利润

的变化。这似乎会使人们对经济利润和剩余劳动时间之间的关系感到

困惑：利润依旧是剩余劳动的反映，但现在，流通之镜似乎发生了弯

曲。货币利润对相对价格的这种部分依赖性完全是普遍存在的。这一

结论适用于新古典经济学、斯拉法和马克思的价格理论：在每个学派

的思想中，都存在一个“转形问题”。意识到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

但这还不够，因为我们仍然需要思考如何以及为何利润可以独立于任

何现实产量的变化而变动。答案在于这一事实：商品相对价格的变化

通常会对资本循环和收入循环产生不同的影响，所以即使流通中的总

货币价值保持不变，商品相对价格的变化也会引起价值在这两种循环

之间的转移。最后，正如斯图亚特所主张的那样，总利润包含绝对利

润和相对利润两个部分。

有关相对价格对总利润影响之谜的讨论将会在下一章进行。现在

我将重点讨论居于核心地位的总利润和剩余劳动时间的关系，并且用

两部门的数值实例阐明这一点。附录6.1利用数学式子推导出了一般多

部门情形下的全部结果。

令cn代表玉米，ir代表铁，N代表工人数量，方程（6.1）借用了

斯拉法书中的一个数字例子。产品被分解为不同的组成部分，以便清

楚地表明对劳动时间的依赖性，同时对铁部门的产出稍稍做了改变，



符号“+”表示“和”的意思。[1]所描述的初始流量是：日工作时长

为4小时，实际工资由4单位玉米和1单位铁组成。如果在工人数量给定

的情况下将日工作时长加倍至8小时，那么，这就会在不改变每个部门

的雇工数量和实际工资的情况下，使该部门的投入和产出都翻一番。

如4.2.2小节所述，将劳动强度提高一倍也会得到同样的效果。工人出

卖的是他们的工作能力和劳动力，而工人的劳动力是否被尽可能地榨

取，则取决于雇主。

接下来，我会把这些流量映射到投入-产出框架结构中，其中每一

列代表一个行业，每一行代表某一特定产品的使用量。关于投入和产

出这两个集合之间在数学式子上的一一对应关系可参见附录6.1。

6.3.1 没有剩余劳动就没有总利润

如果有效日工作时长为4小时，实际工资是由4单位玉米和1单位铁

组成的一篮子商品，我们可以在表6.1中发现，此时不存在剩余产品：

如阴影部分所示，作为原料投入品的玉米和铁的总用量为：

（250cn+90cn）+（12ir+3ir）=340cn+15ir，总产出是用黑体表示的

400单位玉米和30单位铁（400cn+30ir）。因此，净产品，即总产出超

出总投入的部分，是60cn+15ir。但是，支付给每个工人的实际工资为

4cn+1ir，又因为一共有15个工人，所以总工资支出是60cn+15ir，这

恰好等于净产品。事实上，每个工人都需要4小时的劳动时间才能生产

出劳动力自身共同所需要的生活资料。马克思将这一时间长度称作必

要劳动时间，这是工人只是再生产出来他们共同的生活资料而必须工



作的时间长度。只有在这个时间点之后，他们才开始从事绝对剩余劳

动，从而生产出绝对剩余产品。在实践中，无论何时，只要工人消极

怠工或者罢工，这种联系就会展露无疑。如表6.1所示，在日工作时长

为4小时的条件下，不存在剩余劳动或者剩余产品。请注意，作为投入

品的玉米、铁和劳动力可以被加总，在最后一列中形成加总项，因为

每一行都代表了同一类给定的事物。但是产出行是没有加总项的，因

为我们无法把玉米和铁加在一起。

表6.1 4小时日工作时长下剩余产品为零（每日工资wr=4cn+1ir）

显然，如果将同样的一系列价格应用于投入、产出和一篮子工

资，当前情形中不存在总利润。总成本是总的商品投入集和实际工资

的货币价值（340cn+15ir）+（60cn+15ir），总销售额是商品产出集

的货币价值（400cn+30ir），总利润是后者与前者的货币价值之差。

在日工作时长为4小时的情况下，前后两个商品集相等，所以没有总利

润。这和一些部门的正利润被其他部门的负利润抵销的情形完全一

致。表格6.2描述了玉米价格pcn=0.7，铁价格pir=5.25时的情形。



表6.2 剩余产品为零时没有总利润，其中pcn=0.7，pir=5.25

尽管应用其他价格集会得出不同的部门利润，但只要没有剩余劳

动，总利润将始终相同（为零）。斯拉法论证了在这种条件下，只存

在唯一一个价格集使得各个部门的利润都为零（Sraffa 1960，3-

5）。在我们修改后的例子中，这要求（pcn/pir）=1/5，可以写成

pcn=0.795，pir=3.977。正如我们将在6.3.4小节中看到的，这些价格

有着特别的含义。表6.3刻画了相关的货币流量。显然，价格翻番会对

总投入和总产出的货币价值产生相同程度的影响，所以总利润依然为

零。

表6.3 剩余产品为零时没有总利润，其中pcn=0.795，pir=3.977



在剩余产品为零的例子中，如果销售价格比购买价格高会发生什

么呢？答案是：尽管此时名义总利润为正，但由于当前销售价格的提

高导致了再生产成本的上升，因此实际总利润会仍然为零。这告诉我

们，在量度有效的工商业利润，即运营中的企业利润时，扣除的一定

要是维持业务所需的同期成本：经济利润应该通过对投入品和产出品

采用相同的价格来量度。在商业文献中，这被叫作现行会计成本

（Lovell 1978，772; Mohun and Veneziani 2007，143），并且从波

特凯维茨的时代起，它就被纳入竞争性价格的代数形式中（Sweezy

1942，ch.7，109-130）。重要的是要意识到，用同样的价格对投入品

和产出品进行整合，是量度经济利润的一个必要程序。这不需要实际

价格保持不变，或者处在均衡之中[2]。表6.4描绘了销售价格翻一番

时的情况，并用阴影将受到价格影响的行凸显出来。

表6.4 剩余产品为零时的总利润，其中销售价格（pcn=1.591，pir=7.955）高于购买价格
（pcn=0.795，pir=3.977）



6.3.2 绝对利润需要剩余劳动

现在考虑剩余劳动为正的情形。如果我们从每个产品的剩余劳动

都为零的工作日着手，延长日工作时长，那么正的剩余产品就会出

现，首先出现在一个部门，继而在其他部门出现。在当前情形中，如

表6.5所示，我们考虑在不改变雇工数量和实际工资水平的情况下将日

工作时长增至到8小时。提升劳动强度会产生相同的结果。为了重点考

虑日工作时长对剩余产品的影响，支付给每个工人的实际工资保持不

变，但由于日工作时长的增加产生了更多的净产品，因此此时剩余产

品为正。表6.6描述了在初始价格为pcn=0.7，pir=5.25时相应的货币

流量。如前所述，我们在这里关心的是在供需均衡时对总利润进行解

释。

表6.5 8小时日工作时长下的总剩余产品（每日工资wr=4cn+1ir）



表6.6 剩余产品为正的总利润，其中pcn=0.7，pir=5.25

在之前的例子中，每个工人每天的工资被视为是给定的（在现实

中通常也是如此），所以随着日工作时长的延长或者工作强度的增

加，单位小时工资降低，当单位小时工资降低到单位小时净产出之下

时，剩余产品就会出现。如果实际工资是按小时支付而不是按天支

付，那么，为了使每一小时都有剩余产品产生，单位小时工资也必须

低于单位小时净产出。请注意，这个必要条件与给定每日工资的情形



是一样的，它可以通过在单位小时工资以及劳动强度上讨价还价达

成，而不一定必须通过每日工资和日工作时长/工作强度的某种组合而

达成。无论在哪种情形下，剩余劳动时间与必要劳动时间的比率都被

马克思称为剥削率。

将价格翻番为pcn=1.4，pie=10.50，并将其应用于原料、劳动投

入以及产出上，这使得所有的成本和销售额都会翻番，于是，与之前

的200美元相比，货币利润会上升到400美元。但是，在所有的价格都

翻番的情况下，较高名义利润水平下的购买力将和之前一样，所以实

际利润仍然为200美元。推导出实际利润的标准步骤是将基期价格

（pcn=0.7，pir=5.25）应用于实物流量，这会给出和表6.6相同的流

量。

最后，如果购买价格维持不变pcn=0.7，pir=5.25，而销售价格翻

番为pcn=1.4，pie=10.5，那么名义利润会迅速升高，因为此时成本保

持不变，而售价变为了原来的二倍（见表6.7）。如果工人因为无法提

高货币工资来匹配更高的物价水平，从而无法维持实际工资不变，那

么他们实际工资的下降会扩大下一轮生产过程中的剩余产品。当通货

膨胀被用于降低实际工资的时候，这一点在实际生活中会非常重要。

但我们现在关心的是实际工资给定的情形，在这种情况下，原料投入

和劳动力的新的成本也会翻番。经济利润将会是考虑到这些企业更高

的再生产成本后所余留的部分。但即使是这样，相比旧的销售价格下

的利润（120.75美元），总经济利润仍然会翻番（241.5美元）。但

是，由于所有商品的价格都翻番，新利润的购买力与之前（120.75美

元）相同。这就是说，经通货膨胀调整后的实际利润不变。

表6.7 剩余产品为正时的总利润，销售价格（pcn=1.4，pir=10.5）高于购买价格（pcn=0.7，
pir=5.25）



6.3.3 量度实际经济利润的一般规则

之前的练习使我们可以得到一条量度经济利润的简单规则。首

先，把相同的当期价格应用于原料、劳动投入以及产出，由此得到名

义经济利润。其次，用一般价格指数对名义利润进行平减，得到实际

经济利润，其中价格指数本身取决于所选的基期。在之前的例子中，

如果初始价格是基期价格，那么过去利润的平减指数是1，而当期利润

的则是2；反过来，如果当期价格是基期价格，那么之前的利润减半，

而当期利润的平减指数为1。在任何一种情形中，两个时期的实际利润

总额都是相同的，尽管其具体水平要取决于所选的基期。在分析层面

上看，通过对投入和产出使用相同的价格，以及保持产品的总货币价



值（“价格总和”）不变，这两条规则可以被结合在一起。这些恰恰

就是体现在标准价格理论模型中的那些会计原则，并且我们会在后文

中加以遵守。如前所述，这些调整意在区分实际经济利润和名义经济

利润。它们不需要价格在不同时期保持相同，或者处于均衡之中。这

样一来，在给定技术条件下，以及在任何一套给定的相对价格水平

下，实际利润将会是剩余劳动时间的正函数。这就是古典绝对利润理

论的精髓（Dobb 1973， ch.4， sec.4; Morishima 1973; Shaikh

1984b，59-62）。然而，正如我们在接下来将会看到的，这并不意味

着总利润只能在剩余劳动时间变化的时候才发生变化。

6.3.4 相对价格对总利润影响之谜

在表6.1~表6.7中，我们已经在剩余劳动时间为正的情况下，对绝

对利润进行了一些分析，分析的基础条件包括：存在不同价格水平，

但价格比保持不变，在我们的例子中是pcn/pir=0.7/5.25=1/7.5。我

们发现，并且随后会用数学式子证明，对于任何一组给定的相对价格

以及给定的生产条件而言，由于总利润永远等于剩余产品的货币价

值，因此在实际经济利润和剩余劳动时间之间存在着一一对应关系。

如果我们将所有的产品都当成一个单一的商品进行处理，就像在

李嘉图的谷物-谷物模型中（Sraffa 1962，xxxii-xxxiii），或者在

标准的宏观经济学分析中所做的那样，那么就不会有相对价格变化的

问题。然而，多部门情形却显示总利润可以纯粹只因相对价格的变化

而发生改变。从代数的角度看，相对价格的变化会改变剩余产品中不

同成分的货币价值，从而改变它们在给定价格水平下的货币价值总

量。接下来，我们将考虑对现有两部门数值实例的拓展。考察三组不

同的相对价格，将其同时应用于投入品和产出品，并用产生出相同的

产品总货币价值（总价格水平）的方式进行缩放。这样一来，依据我

们之前得出的规则，在所有的情况下，由此得到的利润都是实际利



润。但是它们彼此完全不同。表6.8列出了三组相对价格，表6.9~表

6.11为相应的货币流量和总利润。

表6.8 三组相对价格

我们要如何理解实际利润和剩余劳动时间之间的关系依赖于相对

价格这一事实？一个可能的答案是由于其对应的相对价格比其他的相

对价格都更加基础，因此某一组利润要比其他利润都更加“真实”。

比如，价格集D恰好代表着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成正比的价格，我将其

称作直接价格。这一点可以从部门利润和其所对应的部门工资成比例

中看出。在表6.9中，相应的实际利润的量度（107.39美元）是剩余价

值的货币形式，它和剩余劳动时间成正比。这是马克思在《资本论》

第三卷中，在著名的能带来均等利润率的价格（生产价格）的推导过

程中所采用的利润的量度。既然剩余价值是利润的一个必要条件，那

么，有人就可能会说，对利润真正的量度就是如价格集D所展示的，与

剩余价值成比例的那一个。但这样一来，人们会想当然地认为从其他

价格中获得的利润，包括从真实存在的市场价格中获得的事实利润，

都或多或少地不那么真实。对于古典经济学家、马克思或者任何对解

释这个体系的真实特征有兴趣的人来说，这恐怕都难以成为一个可行

的选项。

表6.9 使用价格集D时的总利润表



6.10 使用价格集C时的总利润



表6.11 使用价格集M时的总利润



价格集C是一组竞争性价格，它使得每个部门的利润率都相同。这

一点可以通过计算表6.10中每个部门的利润与生产成本（工资和投入

成本的总和）的比值看出：

这是波特凯维茨–斯拉法价格（Sweezy 1942，115-125; Sraffa

1960，11）。如果有人假定这样的价格能够调节真实存在的市场价格

的平均水平，那么，就可以认为这个实际总利润量（106.12美元）是

对利润的基础量度，因为这是事实利润的引力中心。从这个观点来

看，从市场价格中获得的事实利润可以被忽略，因为它们太过短暂。

同理，与剩余价值成比例的利润（价格集D）也可以被认为是无关紧要

的，因为它不符合竞争性利润，因而无法直接调节市场利润。[3]



但这是一种逃避。首先，即使市场利润并非永远与竞争利润不

同，任何诸如此类的差异也都需要科学的解释。在利润来自特定价格

（即系统性地不同于竞争性价格的价格）的情形中，这种解释的必要

性甚至更加迫切，例如之前提到的价格集M，相比于竞争性条件下的价

格（价格集C），其中玉米的价格更高，而铁的价格更低。这或许是因

为玉米部门的垄断势力允许它提升相对价格和利润率：

这也可能是不同水平的税率或关税的结果。当我们对比表6.11和

表6.10时，我们会发现：在这一特定的例子中，非均等利润率的存在

使得此时的总利润低于竞争时的水平（103.95美元<106.12美元），并

且也使平均利润率低于“同一的”竞争性利润率（

=0.135<0.138）。与之不同的数值例证会产生高于竞争性利润的总

“垄断”利润。像这样的结果当然值得我们做更多分析，而不仅仅是

逃避。

其次，一旦我们考虑到一个行业内部同时存在着多种不同的生产

方法，那么此时会有多个生产价格存在，但是其中仅有一个将调节市

场价格。这个问题在地租理论中是众所周知的，因为不同的土地质量

会产生不同的生产价格。但是它同样适用于行业内同时存在着不同的

生产方法的情况。所以，我们可以说在任何一个给定的行业内，生产

的调节价格一般都不同于该行业的平均价格。由于市场价格以调节资

本的生产价格为中心，因此非调节资本的利润率会高于或低于正常利

润率。这反过来意味着：一个行业的平均利润率以及整个经济体的平

均利润率都将不同于正常水平。当然，我们可以将所有与正常利润的

差异标记为或正或负的“租金”，这种“租金”源于生产成本的差

异，但是这不会改变总利润与正常总利润不同的事实。也不可能用这

种假设加以逃避，即所有的方法在“长期中”都是一样的，因为连续



不断地引入新方法以及连续不断地退废旧方法，会导致一个行业中同

时存在着一系列生产成本和生产价格都不相同的方法。正如我们将在

第7章分析真实竞争时所看到的，这一问题是普遍的。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认为基于直接价格的总利润（即表6.9中和剩

余价值成比例的利润）是对利润的基础量度。斯拉法主义经济学家将

这一头衔给了表6.10中反映同一利润率的总利润。但是不论是在哪种

情况下，都存在着这样一个普遍的问题：无论我们采用哪一组价格作

为基础，另一组与其不同的相对价格总会产生不同于基础利润的总利

润。三组价格在给定的总货币价值水平上使给定的实物产品流通，使

得流通作为一个总体既不创造也不毁灭总价值。但不同的相对价格似

乎创造或者破灭了利润。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

需要更详细地考虑斯图亚特关于相对利润的概念。

[1] 斯拉法的例子说的是小麦和铁，这在这里变成了玉米和铁。为了便于说明，我还把铁

部门的产出从25改为了30。因为工人的消费资料被纳入一般“投入品”的范畴之中，所以他的

第一个例子中没有剩余，也没有对劳动流量的准确描述。在给定相同的原料和劳动投入的组合

条件下，他在第二个例子中通过简单地增加产出的方式，引入了仅在第一部门出现剩余的情

况。这使得剩余产品看似纯粹是技术进步导致生产率上升的结果。他明确规定了日工作时长，

于是，很显然，在第二个例子中（实际工资保持不变），生产率的提高就意味着工作日中必要

劳动部分的下降，结果便是在日工作时长给定的情况下，剩余劳动时间出现（Sraffa 1960，

3-11）。于是，这将引出这样一个问题，即工人是怎样以及为什么会持续劳动，一直到超出必

要的劳动时间，也即工人怎样以及为什么会在生产出他们自己共同的消费资料之后，还会继续

劳动。这是一个社会问题，而不是一个技术问题。当工人们选择罢工或者消极怠工时，它的这

种社会属性就会立刻变得明显起来。

[2] 均衡价格有相同的性质，但是在会计上，在两侧使用相同的价格矢量并不需要均衡假

设。

[3] 在斯蒂德曼的《斯拉法之后的马克思》（Marx after Sraffa）一书中，他

（Steedman 1977，20）坚定地说：“市场价格从来都无须考虑。”然而，在讨论利润率的时

候，他却这样说：“正是货币率……是趋于均等化的”（30）。这里提到的不相等利润率就暗

含着引入了市场价格和总市场利润。但是，他很快又回到了“这个”事实利润率和理论上假设

的同一利润率是同一物的假定。



6.4 总利润和价值转移：普遍存在的“转形问题”的
一般性解决方案

让我们从之前在6.2节中提到的关于商品转手与总利润关系的例子

出发。假设一个电脑商店销售了两台电脑显示器，每台价值500美元，

一台卖给了一个家庭，另一台卖给了一家企业。每笔交易都为电脑商

店赚得它通常会获得的利润。

如果卖给家庭的显示器后来被偷，并且以500美元的价格被重新卖

出去。那么家庭财富减少500美元，而总利润上升500美元——尽管并

没有生产额外的剩余产品。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财富从收入循环

（家庭）到资本循环（企业）的转移，可以独立于实物产品的任何变

化而导致总利润增加（见表6.12）。

表6.12 收入循环和资本循环之间转移形成的新利润

假设是企业的价值500美元的显示器从办公室被偷，并且被另一家

企业以相同的价格再次卖出。在这个例子中，第一家企业会把显示器

的损失（以500美元的支付价格）计入折旧和损耗账户，这会使其净利

润减少500美元。而第二家企业会因销售显示器而簿记500美元的净利

润。这样一来，财富在资本循环内部从一家企业到另一家的转移，没

有影响总利润。



第三种可能是，显示器在等待出售的产成品库存中被偷了。假设

显示器的生产成本为350美元。那么在没有被偷时，将它按照500美元

的价格出售会获得150美元的生产利润。但现在，因为显示器已经从产

成品库存中被偷走，并被另一家企业卖掉，所以承受被盗损失的企业

只能不情愿地放弃这个物品的销售收入，并且仍然得考虑其生产成

本。因此它的利润会减少350美元。另一方面，对于获得显示器的企业

而言，如果没有获取成本，则销售这台显示器将会带来500美元的簿记

净利润。这时的总利润与显示器没有被盗时的水平相同，但是利润的

分配发生了变化。当然，如果在这起涉嫌脏物非法交易事件中，获得

显示器的企业确实付出了获取和销售成本，那么此时总利润会低于之

前的水平，少的数值就是企业所付出的成本。

如果故事中存在一个中间人，上述基本规则也丝毫不会改变。在

家庭财富被盗的情况下，如果盗窃犯以200美元把显示器卖给了另一家

企业，而这家企业以500美元的价格再次卖出，那么，这家企业利润的

净收益是300美元。这恰好对应着家庭财富的净变化，即显示器被偷家

庭的-500美元和盗窃犯家庭的200美元之和。再一次，净“利润的摆

动”对应着净财富从收入循环到资本循环的转移。

在企业办公室的显示器被偷的情况下（即这一产品最初被卖给企

业时就已经实现了其生产利润），第一家企业因为损耗费用的增加仍

然要簿记负500美元的利润变化。但现在，第二家企业簿记了一笔300

美元的净利润，这是显示器500美元的销售收入和200美元的获取成本

之间的差值，而后者支付给了作为中间人的盗窃犯。这样一来，总利

润的变化为负200美元，恰好被家庭财富净增加200美元（通过盗窃犯

的财富变化）平衡。

最后，如果显示器在等待出售的产成品库存中被偷了，这家企业

损失了销售收入，却仍需要考虑350美元的生产成本，所以会簿记负

350美元的利润变化。另外，收到显示器的企业会获得500美元的销售

收入，在减去支付给盗窃犯的200美元获取成本后，企业的净利润为

300美元。因此总利润的变化量是负50美元（第一家企业为负350美



元，第二家企业为300美元）。但是我们已经看到隐含在商品中的生产

利润是150美元。所以，这些不当交易所导致的总利润净变化量实际上

是负200美元。当然，这恰恰对应着盗窃犯家庭财富的增加，这200美

元是他改变销售和利润方向所获得的劳务收入。最后这种情况提醒我

们，正如在表6.15和之前的6.2节中所描述的利息流的例子那样，两种

循环之间的转移也可以减少总利润。

能够获得一个商品却不用支付是真正的“低买高卖”。但是这种

双方彼此需要的快乐巧合并不是必须的。实际上，所有的财富转移情

形的关键都在于同一件商品购买和销售价格的不同（即进行不平等交

换）。另外，如表6.13和表6.14所示，只要财富的转移仅仅发生在资

本流动循环内部，就不会产生新利润，而且如果转移的一部分作为成

本被吸收，利润还会下降。最后，在财富的转移同时涉及资本循环和

收入循环的情况下，如表6.15所示，总利润便可能升高或降低至生产

所产生的利润之上或之下。在所有的情形中，家庭财富的变动和企业

的新增利润之和为零：没有新的价值被创造或者摧毁，只有如上所说

的转移。我相信，这正是斯图亚特本人对于摆动利润和生产利润的区

分——马克思赞同地引用了这种区分，并将其吸纳为自己的理论词

汇。

表6.13 情形1：资本循环内部的转移不存在新增利润表

6.14 情形2：资本循环内部的转移不存在新增利润



表6.15 资本循环和收入循环间的转移存在总利润的净减少

6.4.1 因相对价格的变化产生的价值转移

在之前所有的例子中，价值转移要么通过实体层面的商品转手，

要么通过利润和收入的转移实现。但是仅仅通过商品价格的差异也可

以实现价值转移。这恰恰是解答在比较两组不同的相对价格时所产生

的一般性“转形问题”的关键：马克思提出的直接价格和波特凯维茨



–斯拉法价格的比较，斯拉法价格和各种垄断价格的比较，以及这些

价格中的任一种和无限范围的市场价格之间的比较。

一旦我们开始比较这些不同的价格集，就会遇到一个问题: 哪一

个价格集代表最基本的价值？对马克思而言，是直接价格（即与劳动

价值成比例的价格）；对斯拉法而言，是生产价格（即体现同一利润

率的价格）。对于我们当前的目的而言，设立最基本的价值只是定义

了基础价格集，用以和其他价格进行比较。因此，如果我们像马克思

那样，从直接价格出发再转向生产价格，那么价值转移就是相对于直

接价格量度的。另外，我们也可以同等地将生产价格视为基础价格

集，用以和其他价格，如直接价格或垄断价格做比较。重点是，任何

一对比较都会产生转形问题。如果我们比较表6.9~表6.11中的任意一

对，这一点就会非常明显。

要明白是什么问题涉及其中，注意到总生产利润等于剩余产品的

价格是很有用的。利润是总产品价格和生产这些产品所需的原料与工

资品价格的差值。而商品的总产出向量和商品的原料与工资品向量之

间的差值恰好是剩余产品。由此断定，利润是剩余产品的总价格。在

先前的三个表格中，剩余产品已在表6.5中的最后一列显示：

60cn+15ir，并且总利润已经用这些剩余产品的总价格来表示。表6.16

对这一重点做了总结，附录6.1用数学式子对其进行了推导。表6.8中

的任一给定价格集下剩余产品的货币价值和表6.9~表6.11中与之相应

的同一给定价格集下的总利润之间的比较清楚地表明，这两者是一致

的。

表6.16 作为剩余产品的价格形式的总利润



从附录4.1可知，在这种抽象水平上，剩余产品总是可以根据用途

被写为两个组成部分之和：资本家的消费和投资（表现为固定资本、

原料和在产品存货）。如表6.17所示，为了简化文字解释，我假设这

两个组成部分中的每一种都分别是一种不同的商品。虽然现在并没有

假设增长是平衡的，但只要投资是正值，就一定会有某种程度的增

长。

表6.17 剩余产品的使用

在表6.16中，三组连续的价格集恰好呈现出了这样的变化趋势：

资本家的消费品（玉米）的价格越来越高，投资品（铁）的价格越来

越低。这些构成剩余产品组成部分的商品的价格之所以呈现方向相反

的运动，是由于这样的事实：为了分离出相对价格的变化对总利润的

影响（见表6.9~表6.11），这两种产出品价格的总和需要保持不变，

结果就是，一种商品价格的任何变化一定会伴随着所有其他商品总体

价格的相反变化。在6.5节中我们将会看到，这一模式使我们能够有力

地洞悉到相对价格变化对整体利润的影响。但就目前而言，这两种价



格的相反运动对于我们进行解释分析已经十分有用了，因为它们使得

我们能够区分资本家的消费品的价格变化（上升）和投资品的价格变

化（下降）对总利润的相反的影响。就像上文提到过的波特凯维茨和

斯拉法一样，我们只关心在一组实物流量给定的情况下，价格变化对

总利润的影响。

资本家的消费品价格的上升会增加消费品部门的利润。另外，这

也会提高资本家在给定的玉米消费量上所需的玉米支出，而这意味着

资本家的家庭最终留有更低的货币余额。所以这种商业利润的增加对

应着资本家个人财富的减少：资本家的消费品价格的上升引起了财富

从收入循环到资本循环的转移，这就是总利润上升的原因。

另一种不同类型的转移会随着投资品（铁）价格的变化而发挥作

用。铁价格的下降减少了铁部门的利润，同时也降低了给定投资量所

需要的成本。但从本质上来说，投资是一种资本成本，而非现行成

本，因此铁部门利润的减少并没有带来现行收益，所以总利润整体减

少了。这一特殊的价值转移看起来直接否定了之前的定律，即资本循

环内部的价值转移不影响总利润。但如果我们考虑到，当资本资产被

用完时，资本成本会被转移到现行成本中，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一

定律并没有真正被违背——它仅仅在时间上被延长了。比如，如果对

铁的投资是为了提供扩大生产所需要的额外原料，那么在接下来的一

个生产周期中，铁价格的下降会表现为单位成本的下降，与之相伴的

是单位总利润的上升[1]。从另一极端来说，如果对铁的投资代表着固

定资本的增加，那么铁价格的降低意味着在产品的使用寿命内（如超

过10个生产周期）折旧费用的减少。在任一情况下，投资品价格下降

导致的当期利润下降都正好被未来将增加的利润流抵销。就像之前在

从收入循环到资本循环的转移中，价值在空间上守恒一样，在这里，

价值在时间上守恒。

如此一来，由相对价格的变化引起的总利润的变化完全可以用两

种价值转移来解释：收入循环和资本循环之间的价值转移，以及那些



在资本循环内部的价值转移，后者以未来利润为代价或好处而改变了

当期利润。由于这两个基本原则适用于任何一对相对价格集，因此它

们可以同时解释马克思主义和斯拉法主义的转形问题之谜。

令人震惊的是，这一解法的所有元素都隐含在马克思的著作中：

对斯图亚特有关转移利润与生产利润的区分的采用（Marx 1963，

ch.1）；他本人对收入循环与资本循环的区分，这一点为价值转移的

一般原则提供了基础（Marx 1964a，ch.4）；他对再生产图式内不同

循环间相互交换过程的详细论述，这在商品与货币的存量与流量之间

建立起了联系（Marx 1967b，ch.20，sec.3-5，and ch.21）。马克思

数量众多的笔记中的很多部分都有待翻译（Hecker 2010），所以我们

不知道马克思自己是否曾设法将这些元素都整合起来作为对价格和利

润的进一步分析的组成部分。然而我们可以说的是，必要的工具一直

都在那里。

6.4.2 产出比例对价值转移与总利润的影响

在表6.16中我们可以注意到相对价格的变化对总利润有相互抵消

的影响。由于我们为了分离出相对价格对总利润的影响（见表6.9~表

6.11）而保持总产出的货币价值（价格总和）不变，因此玉米价格的

任何变化都必定伴随着铁价格向相反方向的变化。在我们接下来的阐

释中，剩余产品恰好由这两种商品组成，因此玉米（资本家的消费

品）价格上升产生的对总利润的影响，会部分地被铁（投资品）价格

下降所带来的影响抵消。这立刻提醒我们，如果剩余产品恰巧与总产

品有相同的比例，那么相对价格对总利润就没有影响：于是总利润就

会完全不受相对价格变化的影响。

马克思的作品也预示了这一结果。在他对扩大再生产（即资本的

平衡积累）图式的分析中，他确立了增长率规律，即增长率等于利润

率乘以被用作再投资的剩余价值的比例（Marx 1967c，ch.21，

489）。当全部剩余价值都用于再投资时，平衡积累达到上限，此时资



本增长率等于利润率[2]。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两点结论。第一，没有任

何一部分剩余价值被用于消费，所以投资是剩余产品的唯一组成部

分。第二，由于平衡增长要求每种商品的生产都以相同的速度增长，

在这一情形下等于利润率（比如说是20%）。这意味着，剩余产品中每

一种商品的数量都必须是先前生产中被用作社会投入品（原料或工资

品）的同一种商品数量的20%。由于总产品是被用作社会投入品的产品

和剩余产品的总和，因而总产出的每一部分都必须是总投入的120%。

这意味着，当系统处于最大扩大再生产状态时，剩余产品向量与总产

出向量成比例。那么，当我们保持产出价格的总和恒定时，我们就必

然使利润总和保持恒定了（Shaikh 1973，142-147）。这是因为，由

于玉米和铁在生产资料中所占的比重与它们在总产品中所占的比重相

同，因此此时剩余产品（在最大扩大再生产状态下都被用作投资）由

这两种商品构成。但是如果保持这一产品的货币价值恒定，那么总产

品中任一给定部分的货币价值也会如此，比如最大扩大再生产状态下

的剩余产品。在价格总和保持恒定时，以未来更高的玉米投入成本以

及利润下降为代价，玉米价格的上升将会创造更高的当期利润；相

反，铁价格的降低将导致当期利润下降，但预示着更低的铁投入成本

会在未来带来更高的利润。因为剩余产品与总产品（总价格保持恒

定）成比例，所以这两种立刻发生的效果将恰好在总量中相互抵消，

这反过来意味着未来的总利润也是不变的：在最大扩大再生产状态

下，资本循环与收入循环之间没有总价值转移，并且资本循环内部也

没有流量与存量之间的总价值转移。只有直接源自剩余劳动时间的生

产利润。

如果我们意识到可以将最大扩大再生产所对应的产出比例看作各

个行业的产出被重新调整后达到的水平，那么我们就可以将前面的分

析向前推进一步。这些重新调整因子可被视为赋予各个行业可观察到

的生产水平的权重，这样一来，最大扩大再生产的产出向量也可以被

认为代表了一个“合成行业”，它由各行业可观察到的产出水平加权

后的值构成。这是与斯拉法的标准商品相等价的马克思的解决方案



（Sraffa 1960，ch. 4）：它是转形问题的引力中心，正是在这个特

殊的“平均”行业中，剩余价值和货币利润之间的关系变得完全透明

（shaikh 1984b，60-61）。尽管马克思从未正式推导这一点，但在讨

论从价值到生产价格的转形时，他确实谈及“一部分生产部门所使用

的资本具有中等构成或平均构成，也就是说，这部分生产部门的构成

完全是或接近于社会平均资本的构成”，其利润率是其他行业调整的

目标。（Marx 1967c，273）。[3]

表6.18阐释了这一结果。玉米和铁的所需比例是1.2272∶1，我们

可以自由选择很多与这一比例相一致的乘数。但如果我们想要让合成

行业总产出的货币价值与之前所有例子中的数值保持一致，就必须选

择能产生这一结果的特定乘数。因此，玉米部门的这一特定乘数是

1.0532，铁部门是0.8582，这两个乘数可以产生与初始产出系统相同

的直接价格总和。当我们采用之前表6.5所列出的初始生产结构时，就

产生了表6.18所示的合成行业。

表6.18 马克思合成行业的生产结构（玉米行业乘数=1.0532，铁行业乘数=0.8582）

为了使我们关于相对价格的比较是完备的，我们现在需要重新调

整价格幅度（而不是价格比例）以保持价格总和恒定。通过采用表6.8



中的直接价格水平，新的产出水平已经被标准化，从而使得最大扩大

再生产的直接价格总和与实际的直接价格总和（875美元）相等。但

是，当之前的生产价格水平和垄断价格水平被用于新的产出向量时，

将会产生某种与875美元不同的价格总和。届时，相应的总利润将会是

产出变化以及总体价格水平上涨或下降的结果。为了使三组相对价格

集中的价格水平保持一致，我们将不得不调节生产价格集和垄断价格

集，使得它们相应的价格的总和也等于875美元——当然是在不改变定

义这些价格集的价格比例的前提下。表6.19描绘了每一种价格集的新

的价格水平：与劳动价值成正比的价格（价格集D）、包含同一利润率

的竞争性价格（价格集C）和垄断或市场价格（价格集M）。

表6.19 三组相对价格

在表6.18所描述的合成行业中，玉米与铁的行业产出比为

16.362（842.535/51.493），这与剩余产品中玉米和铁的比例相同

（102.18/6.24）。在这种情况下，任意一种保持产出的总货币价值恒

定的价格集，都可以保持剩余产品的总货币价值（即总利润）恒定。

表6.20~表6.22描述了与马克思合成行业相关的货币流量。现在我们可

以看出，在任意给定价格水平下，如作为例子给出的给定的价格总

和，无论如何相对价格对总利润都没有任何影响（Shaikh 1984b，

60）。

表6.20 马克思合成行业中使用价格集D的总利润



表6.21 马克思合成行业中使用价格集C的总利润

表6.22 马克思合成行业中使用价格集M的总利润

[1] 对原料与劳动力的投资将会导致下一生产周期中原料与工资品物质使用量的增加。这

将改变生产规模，但不会改变单位成本，除非这些商品的价格上升。



[2] 利润率是利润与资本的比率，而积累率是投资与资本的比率。因此当所有剩余价值都

被用于再投资时，增长率等于利润率。这一关系在第15章古典通货膨胀理论中也发挥了重要作

用。

[3] 中文转引自《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93页。——译者注



6.5 金融利润和利润转移

金融利润的存在产生了有关部门间（利润）转移的影响的问题，

比如非金融部门向金融部门支付的净利息，以及独立于部门之间财富

转移的资本收益问题。就前一个问题而言，在6.2节中已经证明，如果

生产部门将自己剩余的一部分（80单位）作为利息支付给金融部门，

其利润的变化量（-80单位）仅会部分地由金融部门利润的增加（30单

位）抵销，其余则被金融部门的成本（50单位）吸收，所以总利润会

减少50单位。另外，如果取而代之的是家庭收入的一部分（它由工资

和来自生产部门或金融部门的分红构成）作为支付给银行的净利息

（18单位）进行再循环，那么总利润会增加6单位，剩下的（12单位）

则被银行成本吸收。所有变化的总和仍然为0，不过此时家庭收入的减

少发生在收入循环中，银行成本和利润的增加则发生在资本循环中。

资本收益为金融利润增加了一个新的维度。考虑一个价格上升的

资产，例如建筑物、股票或者债券。资产所有者会簿记一笔资本收

益。尽管没有货币易手，但经济中资产的名义价值总额增加了。如果

这一被重新估值的资产由家庭持有，那么随着它的价格上升，家庭资

产总额的名义价值增加。如果这个资产最初是以10万美元的价格购买

的，但现在估值为12万美元，那么家庭的名义财富增加了2万美元，并

且这笔收益将记入初始持有者的财富账户中。

如果这一家庭随后将这一资产卖给其他家庭，那么这一家庭将从

这一以10万美元购买的资产中获得12万美元的货币，从而使其账面收

益变成真实的收入。同时，买入的家庭以12万美元的货币换来了据称

价值12万美元的资产。如果购买者最初在手头上就持有这一笔现金，

那么购买者的家庭财富没有变化，但是其形式从货币变成了资产：当

前的货币已经被交换为具有预期收益的资产。如果一部分货币是通过

新的银行信贷获得的，那么这部分货币是以借款人承诺一定还本付息



为前提（即在货币未来会净减少的条件下），由银行创造的。有关通

过银行信贷与还款回流创造购买力这一问题的深入讨论，将推后到本

书第三部分的第13章和第14章中。目前重要的是要认清，尽管资本收

益对于第一个所有者来说已经实现，但对于第二个所有者来说，资本

收益仍然以潜在的形式存在着——如果资产价格随后下降，那么这种

潜在收益可能被证明是一个幻想。

如果被重新估值的资产的所有者是一家金融公司，也会得到相似

的结果。资产价格的上升提高了原公司和整个工商业部门的资本存

量，但随后的销售对双方都不会产生进一步的影响，因为在那之后的

任何交易都仅仅涉及价值12万美元的资产和等量现金之间的交换。

[1]但是在这一情况下，资本收益的变现被记为公司的利润，因此也

被记为整个经济的额外利润。尽管这看似是一个全新的结果，但事实

并非如此。总利润的增长源自这样一个事实，即同一个商品以某一价

格买入，并以更高的价格卖出。在表6.14中我们可以看出，销售价格

高于买入价格可以增加名义利润，但不能增加实际利润。通常情况

下，国民账户在量度国民产出及其组成部分（包括总利润）的时候，

会将资本收益及损失排除在外。因为严格说来，“它们源于现存资产

的重新估值与销售，而非当前的生产”（BEA 2006，5n16）。另一方

面，国家将它们作为个人或工商业收入并相应地对其征税（BEA

2006，11-12）。

“创始人利润”是得到实现的资本收益的一个特别引人注目的例

子。考虑一家刚起步的私有公司，它会设法使市场相信它会在未来盈

利。如果这家公司的创建人决定上市，他们可以将公司的一部分以

“股份”的形式卖给公众。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将所持有的资本的潜

在收益变现。如果他们设法将公司卖给另一家公司，也会得到同样的

结果。到目前为止，所说的一切都同样适用于资本损失，包括“创始

人损失”。资产也可以贬值，事实上很多公司确实都完全倒闭了：即

使是在好的年景，新公司发展的典型模式也是第一年有25%的新公司倒



闭，第四年有50%的公司闭，第十年有70%的公司倒闭（Shane

2008）。

这就涉及一个问题，但在这里我们只能顺便说一下。在资本主义

经济中，大多数资产的价格来源于从它们身上可获得的潜在收益。因

此，土地的价格基于它可能提供的租金，并且就像李嘉图很早之前表

明的，租金本身就是以使用土地所可能获得的利润为基础的。类似

地，股权的价格和发行公司未来的利润紧密相关。在这种意义上，这

一类资产是实物资本的初级衍生品，是购买者对它的未来结果所做的

赌注。从这一角度看，所谓的“金融衍生品”是资本的次级衍生品。

它们是一种工具，其价值基于某一标的资产的预期未来价格（比如某

一商品或者货币的未来价格）。这些资产可以表现为抵抗意外风险的

保险，或是对未来收益或损失的赌注等形式。它们也可以通过以衍生

品为基础创造衍生品的方式金字塔化（即资本的第三、第四级衍生品

等）。金融演算有很多层次。最后的结果是倒金字塔型的，以真实利

润为基石，其上堆积着大量急速扩张的金融资产。

期货、对冲和不同种类的赌注已经存在了数个世纪。但最近，它

们还是激增到了令人惊异的程度，尽管它们已经成了对越来越不可能

实现的结果的越来越复杂的赌注。据估计，2007年开始的全球危机在

两年之内就抹去了3.4亿美元的资产价值。然而，即使在这次危机的三

年后，据估计，金融衍生品的存量仍然有1 400亿美元，是世界GDP总

价值的23倍。这些名义价值建立在“未知的未知数”的基础上，这不

仅仅是因为许多衍生品的细节是其特有的，还因为估值所基于的现在

和将来的结果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未来的历史中还会发生更多这样

的事情。

[1] 如果被重新估值的资产被原公司卖给另一家公司，前者获得12万美元现金，后者获

得价值12万美元的资产，这对整个工商业部门的总资本存量没有影响。如果这份资产被卖给

一个家庭而不是一家公司，原公司售卖资产换得现金，因此原公司以及整个工商业部门的资



本存量不变。另一边，家庭部门用现金交易等价的资产，所以家庭的总财富不变。因此，个

人财富与工商业资本之和的唯一收益来自初始资产价格的上升。



6.6 各种不同学派的总利润理论

斯图亚特于1767年提出的观点认为利润有两个来源——生产和转

移。但仅仅9年之后，自从斯密的《国富论》面世，这一洞见实际上就

不再出现于文献中。从那以后，人们的关注点几乎完全集中在源于生

产的利润上。在斯密以后的40年中，李嘉图一直遵循着这一原则。李

嘉图之后大约40年，马克思对斯图亚特利润转移（让渡利润）的观点

表示赞赏，并且指出它在“剩余价值在利润、利息、地租这些不同项

目中进行分配”发挥了重要作用（Marx 1963，42）[1]。这正是生产

部门向金融部门支付利息的例子所关注的（问题），并且对我而言十

分明显的是马克思对这一问题的理解十分透彻。但是，在恩格斯为

《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选取的材料中，没有出现相应的讨论，这

个想法随后便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词汇中消失了。反而是坚持以交换

为适当的出发点的新古典经济学重新发现了这一概念，并将其用作论

证纯粹源于交易过程的利润的合理性的一种手段。但是这一短暂的发

展埋没在了总生产函数的瞩目崛起中——就像斯密对生产利润的关注

埋没了斯图亚特对利润摆动的洞见。我们可以看到，尽管他们与新古

典经济学在生产水平的决定上有争议，但在总利润的解释问题上凯恩

斯和卡莱茨基坚定地站在了生产阵营。后凯恩斯主义和其他后来的作

者都没有偏离这一常见路径。

在更进一步讨论之前，有两件事情需要强调。第一，这里的关注

点是总利润的来源（划分成租金和利息的总额），而不是其合理性。

隐藏在这一背景中的是在6.3节中提出的观点，如果没有剩余劳动和随

之而来的剩余产品，就没有生产利润——价格诡计在这里不会起作

用。从这一角度看，追溯不同的学派在解释总利润时如何明确地或者

隐晦地依赖剩余产品的存在是很有趣的。第二，当总产品被视为一篮

子异质商品时，相对价格便会自行产生。在这种情况下，一旦相对价



格不同于基础价格，总利润便会与它所对应的“基础”利润不同。已

经证明这种差异来自价值在资本循环内部或是资本循环与收入循环之

间的转移。只要全部产品被卖出，交换便没有创造或摧毁价值，这恰

好就是利润不同于其基础水平的原因：经济利润等于生产利润加上或

减去资本循环内部在不同的现行成本账户之间转移的价值。另外，显

而易见的是如果部分产品没有卖出，那么总利润会低于基础水平，甚

至为负值（就像在大萧条中那样）。最后，我们可以看出，如果总利

润中的一部分被作为租金和利息转移出去，那么总利润会低于生产剩

余的货币价值；如果租金和利息作为一部分收入形成总利润，那么总

利润会高于生产剩余的货币价值。没有生产剩余，所有这些利润的次

级形式都会崩溃，因为那时将既不存在工商业基础，也不存在家庭收

入（它本身来源于工资和红利）来维持次一级的流量。所有能留下来

的，将只会是利润的古老形式，即来自区域间转移的纯商业利润。

斯密区分了净产品的生产——“劳动的全部产品”，与它被划分

成的不同组成部分。特别是，一旦资本出场，“劳动的全部产品便并

不总是属于劳动者了。大多数情形下，他不得不与雇用他的资本所有

者共享它们”，并且“地主，就像其他所有人一样，喜欢在他们从未

播种的地方收割并且要求租金，而［劳动者］……最后不得不屈服于

他们”（Smith 1937，ch. 6，151–153）。就利润和租金源自不归劳

动所有的那部分净产品而言，这当然与“剩余产品”理论相一致

（Marx 1963，82–86; Dobb 1973，45–46）。李嘉图也主张，“可

能用于支付工资的比例是利润问题中最为重要的部分；因为从中可以

立刻看出，利润是高还是低，这恰好是与工资的高低成比例的”。将

租金引入李嘉图的分析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以上关于工资与利润关系

的论断同样适用于分析利润和租金之和，而且现在有了更深的理解，

即净产品中的租金份额可以以利润的减少为代价扩大（根据这一点，

他建立了自己有关利润率随时间下降趋势的分析）（Ricardo 1951a，

27，48–51; Sraffa 1962，xxxiii; Dobb 1973，71–72）。马克思

标志性的贡献之一是认为在决定剩余产品时，日工作时长和劳动强度



与实际工资水平一样重要。他所关心的是证明在所有的生产方式中，

剩余产品都是剩余劳动时间的物质反映，并且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中，剩余产品是剩余价值的物质反映。我们已经详细地分析过了这一

联系。

新古典理论实际上有两种不同的利润理论。它的传统出发点是

“纯”交换理论。其积极意义是，由于交换只能在不同商品间进行，

这就必然将商品的异质性纳入了理论之中。其消极意义是，由于讨论

中的商品必须先于交换存在，人们会希望有关的分析始于它们之前的

生产环节。但这样一来，它们的生产成本就不得不进入分析视野中，

这会摧毁“纯”交换理论的虚假简化性。通过假设每个参与交换过程

的个体在最初都有一些正的商品“初始禀赋”，这个问题被避开了。

阿尔奇安和艾伦在他们战后早期极具影响力的教材中提供了一种关于

新古典对转移利润的推导的特别具有启示性的说明。他们的故事，最

初写于1964年，始于“古巴和匈牙利避难者暂时居住的一个营地”。

每周每位住客都会收到一个装着20根香烟和20份巧克力的礼物包裹。

同时在这个营地中有“一位来自于不明国家且没有礼物包裹的新的避

难者”。这个新的避难者“聪明并对人性很了解”，而且不像其他

人，他极具企业家精神。他知道粗鲁的匈牙利人希望得到更多的香

烟，而爱玩乐的古巴人希望得到更多的巧克力。因此这位熟悉情况的

新来者提出为匈牙利人提供更多的香烟以换取他们手中的部分巧克

力，为古巴人提供更多的巧克力以换取部分香烟。一旦双方一致同意

的条款达成，他便忠实地履行交易。这样，每个国家的人都获得了比

最初愚蠢的平等主义更为满意的分配结果。阿尔奇安和艾伦指出“令

人惊讶的”事实是，有企业家精神的中间人在每一次的协商交易中都

为自己保留了两根香烟（Alchain and Allen 1969，39-41）。古巴人

和匈牙利人因为都达到了更高的满意度而情况更好，同时这个中间人

也因获得了利润而境况更好。此外，在每周到达营地的稳定的商品流

量的保障下，只要古巴人和匈牙利人没有发现，中间人就可以继续每

周获得利润。当然，这些商品需要每周都在某个地方生产出来，并且



以通常的利润水平卖给营地暗中的经营商。因此，通过财富从营地住

客的收入循环到具有企业家精神的秘密中间人的资本循环的纯粹转

移，中间人的利润增加了总生产利润。

更为人熟知的新古典主义对总利润的推导植根于生产，并且抽象

掉了个体商品的异质性。假定存在所谓的表现良好的总生产函数，将

实际净产出（YR）和资本投入（KR）、劳动投入（L）联系起来：

YR=f（KR，L）。对此必须加上以下这一会计恒等式，实际净产出等于

实际工资总额（WR=wrL，其中wr=单位劳动的实际工资）和实际利润总

额之和（PR=rKR，其中r=资本利润率）：YR≡wrL+rKR。为了使新古典

主义的论述依据充足，还需要以下三个假设。首先，假定的生产函数

是一阶齐次的，所以满足条件 。其次，劳动的

边际总产品等于实际工资（ ），或者资本的边际总产品等于

利润率（ ）。这些条件仅需满足其一，因为会计恒等式和一阶

齐次假设的结合保证了一个条件能推出另一个。最后，两者的边际产

品均为正。最后一个条件实际上非常关键，并且一般都是通过以下假

设来实现的，即均衡条件下边际产品等于相应的“要素价格”，并且

这些要素价格本身都是正值（Varian 1993，331）。在会计恒等式

中，总利润率没有必要为正：实际上，在1932—1933年的大萧条期

间，会计恒等式同样适用，但总利润实际为负。但是，一旦要求两个

边际产品都是正值，那么由于KR和L为正，边际产品等于对应的“要素

价格”就意味着实际工资低于劳动的平均产品。定义 平均生

产率， 实际资本-劳动比，我们可以根据一阶齐次条件对两

边同除以L，得到 ，在这种情况下，资

本边际产品为正，确保了wr<yr。这是剩余劳动时间存在的一般条件

（见附录6.1.1）。由于存在着大量可能的生产水平都符合这一条件，

因此需要更进一步来确定任何特定的均衡水平。所以新古典进一步假

设，灵活的实际工资确保了所有可用劳动力完全就业，这意味着产出



的均衡水平是可以确保劳动力完全就业的水平，而利润的均衡水平就

是完全就业下的利润水平。

凯恩斯敏锐地意识到了利润是“驱动企业的引擎”（Keynes

1976，148）。所以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正式内容中

没有明确分析总利润水平是有些令人惊讶的。实际上，根据他的著名

传记作者斯基德尔斯基勋爵所言，凯恩斯甚至没有“关于什么决定

了……实物资本的回报率的理论”，尽管他自己的投资理论，其中投

资通过乘数过程决定均衡产出水平，恰好依赖于这一回报率

（Skidelsky 1992，326）。所以最终，凯恩斯隐晦地假设了总利润存

在的必要条件。

卡莱茨基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出版之前就建立了自身的

有效需求理论，他在此方面似乎做得更好。他提出了一种寡头理论，

其中每个公司通过在自身的直接成本（原材料和劳动力）上加价来设

定销售价格，加价的大小取决于公司的垄断力量。那么行业价格也是

在行业直接生产成本上加价得到的，它在总量水平上转化为一个特定

的利润份额，进而转化为一个特定的工资份额（Sawyer 1985，27）。

隐含的假定是工资份额为正并且小于1（即wr<yr），这一情形下，剩

余劳动时间和相应的剩余产品也被隐含地假定存在。卡莱茨基主张加

价决定着工资份额，这一主张基于这样一个观念：工人获得并接受低

于生产率的实际工资，而这是由公司的定价政策所决定的：假定工人

为货币工资议价，公司实质上通过在单位劳动力成本（因为原料成本

和折旧本身就是一揽子特定商品的价格）上进行垄断加价来产生价

格，由此产生的价格水平决定实际工资（Sawyer 1985，15，108-

113）。由此的结论是：“工会只有能够影响垄断程度，才能影响实际

工资相对于生产率的高低”（110-111）。正如一位重要的后凯恩斯主

义者所指出的，“尽管引入了阶级，但［卡莱茨基的方法］并没有提

到表现为劳工斗争的阶级矛盾”（Palley 2003，183）。在任何情况

下，一旦假定了正的利润份额，利润水平就由产出水平所决定。在

此，凯恩斯主义者和后凯恩斯主义者都类似地认为，正是自主的总需



求水平决定了特定的产出和可能低于完全就业的就业水平。最后，和

新古典经济学一样，后凯恩斯主义理论通过以下两步对自己的观点进

行了论证：“行业产品中的利润份额由总利润加成水平决定，而每年

的利润流量总额取决于［通过乘数形成的总产出水平］资本家在投资

和消费上的支出的总流量”（Robinson 1977，13-14）。循环理论通

过强调银行信贷是货币的纯粹形式而使自己区别于后凯恩斯主义，但

就利润理论而言二者没有区别：假定工资谈判以货币形式进行，利润

份额由通过在成本之上加价而形成的价格决定，总利润水平由总产出

水平决定，而总产出水平由总需求中的自主部分决定（Realfonzo

2003，63-64）。[2]

除非存在剩余产品，否则以上这些理论都不成立。正如在6.2节和

6.3节中所指出的，当产出等于总投入时，所有的价格集产生的总利润

都为零。因此，如果一些部门利润为正，其他部门的利润一定为负

（见表6.2~表6.4）。这告诉我们，在没有剩余产品时，我们无法随意

地规定所有的加价都为正。相对地，如果我们确实规定了这一点，那

么我们就在隐晦地假设剩余产品为正。就此而言，布朗芬布伦纳很久

以前就指出，当卡莱茨基垄断加价为0时，总利润也会变成0（Sawyer

1985，34-35）。这或者意味着竞争性资本主义不能产生利润（这肯定

是一个新奇的观点），或者意味着直接生产成本已经包括了预付资本

的竞争性利润率（其存在需要单独解释）。无论怎样，就像之前在相

对价格对现存剩余产品影响的分析中所表明的，垄断加价主要是为了

再分配现存的总利润，而非创造总利润（见表6.11）。

有一个与卡莱茨基和卡尔多有关的总利润理论的版本，看起来摆

脱了这些限制，因为它是直接针对总体水平提出的。根据这一理论，

总需求是个人（工人和资本家）消费需求和企业投资需求的总和，而

供给可以表示为工资和利润的总和。如果工人消费掉他们的全部收入

（工资），而资本家家庭只消费他们的部分收入（作为分红支付的利

润），那么均衡中，来自总利润的储蓄（S）一定等于投资



（I）:S≡sp·P=I，这里sp是利润收入的平均储蓄倾向。但是“由于I

可以由谨慎的工商业企业决策决定（I…… 由食利者决定）而P不

行，所以因果关系的方向必然是从I……和 指向P”（Webster

2003，299）。如果利润份额为正所需的条件已经确立，那么这不过就

是标准后凯恩斯主义利润理论的论证过程中的第二步的一个实例，即

需求水平决定产出水平，并且在利润份额给定的情况下，产出水平决

定总利润水平。另外，如果没有利润，那么这个版本的卡莱茨基-卡尔

多主义的故事就无法成立，因为没有总利润就没有总储蓄，所以均衡

条件S≡sp·P=I无法成立。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在这里只有一种均衡

利润的故事，即利润份额为正的均衡故事。

但是，即使剩余产品为0，也可能存在非均衡总利润。假设工人选

择怠工，使得他们的生产率等于他们的实际工资wr=yr。那么既没有剩

余劳动时间，也没有剩余劳动产品。进一步，由于实际工资支出

WR=wr·L，实际产出水平YR=yr·L，那么YR=WR时，实际总利润PR=0。

如果工人花费了他们的全部收入，总的净产品会被他们的消费需求吸

收。但是资本家也需要进食，而公司需要投资，所以这两种额外的需

求来源也可能出现在市场中（由于没有当期利润而依靠赤字融资）。

在工人消费了所有净产品的情况下，这些额外需求只能通过以下两种

方式满足：销售价格上升和/或销售库存。前一种情况已经在表6.4中

分析了：价格将会上升到生产前购买投入品和劳动力的价格水平之

上，从而产生名义利润。但是如果根据现行投入成本变动和一般价格

水平的变化对这些名义利润进行调整，那么实际利润仍然恰好为0。另

一种可能是，超额需求是通过销售最终产品的库存来满足的，那么销

售多于生产，这意味着销售利润高于生产利润。由于后者为0，这意味

着销售利润将为正值，这正是因为库存变化是负值，把两者相加得到

生产利润，也就是0。所有这些都是提醒我们不能混淆国民收入会计恒

等式 和均衡条件 ，其中投资项（I）包括由供

需差异所引起的非意愿的库存变化，Y*代表均衡产出， 和 分别代

表均衡消费需求、均衡投资需求与存货需求。



斯拉法的利润理论显然是古典经济学式的。他从证明如下观点出

发：当一个社会“产出刚好足以维持自身需求”，即没有剩余产品

时，不存在任何利润。他在这一过程中表明，只有这样的被市场所采

纳的价格集才意味着每个部门的利润为零，从而总利润为零——这个

价格集要能“恢复初始的产品分配，并使这一过程的重复进行成为可

能”（Sraffa 1960，3-5）。我们在对表6.2和表6.3的讨论中指出，

这些价格与剩余劳动时间为零时的劳动价值成比例。但是，斯拉法的

每一部门利润都为零的限制条件对于总利润为零来说并非必要，因为

任一价格集都能使总利润为零：如果不存在剩余产品，那么总成本等

于总价格，所以即使单个部门利润非零（或正或负），总利润仍为

零。换言之，总利润是剩余产品的货币价值，当后者为零时前者就为

零（见6.3.1小节）。

斯拉法还证明了剩余产品是正的同一利润率（因而是总利润）存

在的必要条件。再一次，这个证明也仅限于生产价格体系。就此而

言，有两点引人注目。首先，“社会剩余的出现”被有意变得看似是

技术上的事情，因为它表现为产出变化但投入没有变化（Sraffa

1960，7）。相比之下，在马克思的分析中，是社会决定的日工作时长

在必要劳动时间之外的延长部分产生社会剩余[3]。其次，通过在整

本书中将注意力只集中于生产价格，他回避了自己的分析中内在固有

的转形问题：对应于任一给定价格集的平均利润率将和同一利润率不

同，并且在任何给定的总价格水平下的利润总额也会和“正常”利润

不同（见表6.9~表6.11）。

正是多布发现斯拉法证明了相对价格的轻微变化可能改变对总产

品的量度这一事实：“我们再次感谢斯拉法先生揭露了李嘉图问题的

真正性质。他已经证明困扰李嘉图的问题是，当阶级之间的产品分配

发生变化时，国民产品的规模似乎也在变化。即使 ［实际产品］的总

量规模什么都没改变，仅仅是量度的变化仍然可能引起明显的变化。

这要被归结为以下事实：量度是基于［货币］价值进行的，并且相对



价值［即相对价格］已经因工资和利润分配的变化而发生了改变

（Dobb 1973，84，quoting from Sraffa’s Introduction to Works

and Correspondence of David Ricardo）。多布深刻的评论似乎在新

李嘉图学派的文献中被忽视了。

重要的是，不要将对总利润的解释与对其合理性的证明混为一

谈。斯密将利润和租金解释为对劳动的净产品的扣除，但并不怀疑资

本家和地主有权拥有这些流量（Smith 1937，151–153; Dobb 1973，

46）。李嘉图显然持有相同观点。马克思认为利润建立在剩余劳动时

间上，但是显然资本家和地主（正如所有统治阶级）在他们的生产方

式下有“权利”榨取利润（Dobb 1973，146）——就如工人有权利抵

制一样。这些都未能阻止三位伟大的思想家对统治阶级的批判。斯密

曾论及那些无处不在的压低工资和抬高价格的雇主，“喜欢在他们从

未播种的地方收割并且要求租金，而［劳动者］……最后不得不屈服

于他们”的地主，还有那些“通常对欺骗和压迫公众有兴趣”的交易

者（Smith 1937，ch. 6，151–153，232，358-359）。李嘉图尤其将

资本主义发展中利润率下降的内在原因指向土地的私有性质，也将导

致最后发展停滞的原因指向在这一过程中最大的受益人——“土地的

拥有者和什一税及税收的接受者”（Dobb，1973，88-89）。马克思将

资本家称作“人格化的资本，他的灵魂就是资本的灵魂……资本［因

而］是死劳动，它像吸血鬼一样，只有吮吸活劳动才有生命，吮吸的

活劳动越多，它的生命就越旺盛，就需要吸食更多的劳动”（Marx

1967a，ch. 10，233）[4]。

在新古典理论中，对利润的解释通常被掩盖在将其合理化的企图

下。不同于斯密把交易者描述为乐在“欺骗和压迫公众”的人，阿尔

奇安和艾伦将他们描述为充分信息下极为诚实的隐秘行为人。同样

地，斯密警告说，“依靠利润生存的人”的利益与整个社会的利益截

然不同，相比之下，新古典理论则变为被动地不断调整自己的资本家

的利润仅仅是对其对于社会生产（边际）贡献的奖励。在这一方面，



奥地利学派做得更好，因为他们将资本主义描述为动态的，将竞争描

述为一个过程，并将非均衡当作事情的正常状态。但是最后，他们也

更关心把利润描述为对节俭、节欲和企业家精神的一种合理奖励

（Machovec 1995，ch. 2，14–49）。

[1] 中文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I），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1

页。这里的引文出自《剩余价值理论》（《资本论》第四卷），由于现已出版的《马克思恩

格斯全集》第二版尚未收录《剩余价值理论》，因此相关译文均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一版。——译者注

[2] 循环理论还宣称已经发现公司不可能在筹集到他们所需要的全部支出（原料、工资

和投资）后，还能够为这笔钱支付利息（Realfonzo 2003，64）。这一结论源于这样一个基

本错误：忽视了生产中时间的作用。公司为筹集总投资支出而借贷M，在随后的一段时间里，

总产品以M′的价格被卖出，如果后者包含了能够被分配为利润、租金和利息的剩余产品，那

么M确实是可以被偿还的。

[3] 斯拉法举例说明了在其他任何数量都不变的情况下，小麦部门的产出会出现纯增长

（Sraffa 1960，7）。但是，即使在实际工资不变的情况下，日工作时长的延长也会改变需

要加工处理的投入品的数量，而不仅仅是产出量。而且，如果这是一种普遍现象的话，这将

会改变两个部门的产出。

[4] 中文转引自《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69页。——译者注



6.7 对相对价格影响总利润相关文献的批判性综述

斯密创立了一个规则，即在“原始而早期的阶段”，价格和总劳

动时间成比例，他还指出这个定价规则将不会因为货币价值增加值以

工资、利润和租金的形式按比例分配而改变。他没有继续思考偏离这

一规则的相对价格所产生的影响，虽然有关的思考也许一直隐于他后

来回归的价格形成的“加总”理论之后（即价格是工资、利润和租金

这三种主要成分的加总这一观点）（Dobb 1973，46–47）。李嘉图也

始于这样一种观点：即使价值增加值在这三个阶级之间分配，价格也

仍然和劳动时间成比例。这使得他能够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即并非

资本的存在或者甚至是利润率的均等化，而是不相等的资本-劳动比的

存在，导致价格偏离这一规则。因此，他的注意力集中于这种不相等

对相对价格的影响。众所周知，李嘉图认为这种影响很小（Ricardo

1951b，36）。诸如此类的问题将会在第9章中在理论上和经验上进行

详细讨论，除此以外，我们将会发现李嘉图在这一点上是正确的。

马克思将注意力从利润率和其均等化对相对价格的影响转向了总

利润率本身的决定上，而剩余劳动时间对此意义非凡。他也是首先从

证明这一点出发，即当所有的货币价值增加值都以劳动收入的形式存

在，销售价格因竞争而均等化，以及每单位劳动收入因劳动力具有流

动性而均等化时，价格和劳动价值成比例。在他的理论中，这是分析

的第一步，他将其称为“简单商品生产”，而不是指某一种理想化的

过去（Dobb 1973，147n142 and 149，n141）。这使得他能够在《资

本论》第一卷中介绍货币、价格、竞争、劳动力的流动性，以及随后

的剩余劳动、总利润以及失业；在第二卷中介绍周转时间、有效需求

和增长；在第三卷中介绍均等的利润率以及它们对于相对价格的影

响。如我们所知，这里的问题是，马克思在生前只完成了《资本论》

第一卷，剩下两卷是由恩格斯根据大量笔记、部分完成和未完成的手

稿整理而成的。所以，尽管我们对马克思关于生产价格的工作有一定



的认识；但关于他本来会如何超越恩格斯整理的材料，我们仅仅有一

些粗略的感知。

当价格和劳动价值（直接价格）成比例并且工资率相等时，利润

与各个部门的劳动量成比例。但是由于利润率是利润和预付资本的比

值，这意味着相比相应的社会平均资本-劳动比，那些资本-劳动比较

高的部门利润率更低，而资本-劳动比较低的部门利润率更高。形成均

等利润率的第一步是要求第一类部门价格上升以至高于其直接价格，

第二类部门价格则下降以至低于其直接价格。◎因此，就均等利润率下

的正常利润而言，第一类部门的正常利润将高于该部门生产的剩余价

值（直接利润），而第二类部门的正常利润则会低于该部门生产的剩

余价值。这意味着，一般而言，一个部门的利润是该部门生产的剩余

价值和那些转入或者转出的价值的总和。马克思指出，唯一的例外是

具有平均资本-劳动比的部门，由于其利润率就是平均利润率，所以没

有任何外力推动其生产价格发生变化（Marx 1967c，ch. 9，154–

159; ch. 10，173–175）。在第7章和第8章，我们将回到关于“平

均”部门在理论和经验上的重要性的讨论。

到目前为止，马克思的分析过程涉及改变作为产出的商品的销售

价格，而不涉及改变作为投入或者工资品的同样商品的价格。他把后

者称为“成本价格”，并把这一过程称为“剩余价值最初转化为利

润”（Marx 1967c，ch. 9，169）[1]。他指出，这一过程是不完备

的，因为更完整的处理需要成本价格也做相似的调整[2]。接着是这些

致命的话语：“对我们现在的研究来说，这一点没有进一步考察的必

要”（Marx and Engels 1975，ch. 9，165）[3]。不幸的是，在恩格

斯仔细挑选的用于出版《资本论》第三卷的材料中，没有任何对这一

点的后续考察。但是我们确实知道，马克思意识到接下来的任务是分

析“过去阐述的而现在仍然有效的价值规律和剩余价值规律现在在价

值转化为生产价格以后所采取的那种改变了的表现形式”（Marx and

Engels 1975，letter to Engels，April 30，1868）[4]。



为了将注意力集中到利润再分配的影响上，马克思使总产出的货

币价值总额（价格总和）保持不变；并且由于成本不变，因此利润的

再分配也不会改变利润的总和。但是，一旦成本反映了一系列新的相

对价格，正如从表6.9中直接价格转向表6.10中生产价格的分析，利润

的总和也将发生变动。这一现象正是与马克思“转形问题”相关的大

量文献的出发点。

我已经在本章说明这一问题是普遍的，因为它包含在每一个明确

处理总利润问题的思想流派中。真正的问题是总利润有两大来源——

生产利润和转移利润，并且只有二者的结合才能解释这一特定现象

（而其他的文献则几乎从未提及）。这是斯图亚特的重要洞见，而马

克思明确地将其整合进他用来区分源于剩余价值的利润和让渡利润的

理论中。这种二重性在（后来的）文献中消失了，仅仅留下了一个看

似棘手的难题：总利润的货币价值，或者实际上是净产出的货币价值

总额，会随相对价格的变化而变化。

有关马克思自己的转形问题，可以确定有三种不同的反应：完

善、拒绝和修正。“完善”一派始于波特凯维茨，他是第一个参与思

考转形问题的人。正是他首先证明，可以把这一问题当作同时解决适

用于成本和产出的生产价格的办法。但是，如果为了维持价格水平不

变而使后者保持不变，那么新的利润总和将不同于直接利润总和。波

特凯维茨自己并不认为这和古典理论中将总利润视为“从劳动产品中

减去的那部分”的观点相矛盾（Sweezy 1942，ch. 7，109–125，

quote on 124）。森岛和谢克证明了马克思的“第一步”可以被当作

最终完全收敛于波特凯维茨解的迭代过程的第一步。两人也证明从完

整的转形过程中推导得出的同一利润率可以被证明是剩余价值率的函

数（即相对剩余劳动时间率的函数）（Morishima 1973; Shaikh

1973，146–147; 1984b，59–62）。当然，斯拉法的分析是建立在正

常利润需要剩余产品的存在这一观点的基础上的（Sraffa 1960，chs.

1–2，3–11）。最后，谢克（1984b，52–56）发展出如下的思想，



即价值转移是相对价格变化时总利润变动的来源，这成为本章6.4节内

容的基础。

“拒绝”一派表现为两种形式。广为人知的是，来自右派的萨缪

尔森给马克思贴上了“后李嘉图主义者的少数派”的标签（Samuelson

1957，911）。鉴于萨缪尔森随后证明新古典总生产函数合理性的努

力，反而证明了其需要一个简单到会被李嘉图断然拒绝的劳动价值

论，更不用说马克思了，此处的标签极具讽刺意味（Garegnani

1970）。当这一点被指出时，萨缪尔森放弃了对此的建构，退回到一

般均衡的丛林中。不难想象马克思对这件事鞭辟入里的评价。斯拉法

的工作原本是为了对新古典理论进行“内部”批判。内部意味着接纳

新古典中有关完全竞争、不需要劳动时间的生产、最优化标准、生产

可以在不同技术之间轻松且无成本地进行转换，以及连续的均衡等观

念（Shaikh 1973，83–84）。从这一点看，斯拉法价格理论的显著特

征是在代数上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即相对生产价格的复杂变动使得

资本-劳动比和利润率之间的反比关系被破坏。这种关系是总生产函数

这一概念的核心，因为它似乎支持将利润率当作一种稀缺价格这一观

念——一个在资本变得相对丰富的时候下降的量。虽然这没有打动新

古典主义者，但它确实占据了斯拉法主义者的大量时间——尽管逐渐

增加的经验证据表明所需的价格模式极为特殊。来自左派的斯蒂德曼

使用斯拉法的理论框架来拒绝马克思的价值理论（Steedman 1977，48

–49）。由于我已经在别处详细讨论过这些问题（Shaikh 1981，

1982，1984b），并且将在第7章讨论斯拉法的相对价格理论，因此这

里我们集中于手边的主题——相对价格对总利润的影响。就此而言，

斯蒂德曼强调完整的转形“并未削弱剥削是利润来源的想法”，反而

证明了“当且仅当存在剩余价值，即存在资本主义剥削时，利润为

正”，并且澄清了“决定利润率的因素恰恰是决定剩余价值率的因

素……即每日工资、日工作时长以及生产工资商品的条件”。关于如

何以及为何总利润会随着相对价格变化而变化的问题，他只说“均衡

解仅仅是第一步，需要发展一套关于非均衡利润和价格的理论”



（Steedman 1977，33–35）。所以当斯蒂德曼责难“愚昧的”马克思

捍卫者没能充分解决剩余价值和完全转形后的利润之间的差异时，他

自己却恰恰回避了斯拉法理论中的利润和市场或者垄断利润之间的差

别所造成的完全相同的问题。

对转形问题的第三种反应是修正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从而确保总

利润和剩余价值完全相等。由于总利润已被定义，这一方法需要重新

定义剩余价值以使其等于某一已存利润。关于这一尝试的文献很多，

并有着显著差异。这里我将重点考察迪梅尼和福利的所谓的“新解

释”（NI），因为它被一些人称为“在过去20年中最引人注目的马克

思主义者价值理论的发展”（Fine，Lapavitsas and Saad-Filho

2004，3）。

在马克思那里，剩余劳动时间，即剩余价值（S），是总的工作日

（L）超出必要劳动时间（劳动力的价值V）的部分，后者被定义为构

成社会和历史上已经实现的工人生活标准的一篮子物品的劳动价

值：，皆以劳动时间为单位。另一方面，总利润（P）是净产出（Y）

的货币价值超出工资支出（W）的部分：Y=W+P，皆以货币为单位。比

较它们的第一步是使它们具有相同的单位。如果μ是某个用单位劳动

时间的货币量单位来表达的未定义变量，那么，我们就可以用它将货

币价值转化为劳动时间。于是，我们就得到两个以劳动时间为单位的

会计恒等式。

马克思定义μ为价格总和与劳动价值总和的比值，即总产品的货

币价值（在投入-产出的意义上为总产出）与相应的劳动价值的比值。

如果这被用来对总产品的货币价值进行平减从而得到换算后所需的劳

动总和，那么如果全部产品都被卖出，后者就等于生产过程所创造出



的劳动价值总和。这符合如下观念：成功的产品流通只转移价值。但

是，之后表现为总利润的劳动（即货币利润转化为以劳动为单位）一

般不等于总剩余价值——这是转形问题的核心问题。新解释采取的第

一步是，通过将劳动时间的货币等价物（MELT）重新定义为净产品的

货币价值和活劳动时间的总和（劳动价值增加值）的比值，将注意力

从总产品转移到净产品，并用它来重写国民账户恒等式（6.4）。

这给了我们对总劳动时间（L）的两种不同表达：等式（6.3）

中，L是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的总和；等式（6.6）中，L是换

算为货币工资和实际利润的净劳动时间的总和。将两者结合将使我们

得到一个关于两组变量的单一会计关系： 。注意到马克思

将V定义为工人消费的劳动价值， ，所以 。对劳动时间的货

币等价物μ'的重新定义使得两边相等，但是并没有令一边的单个组成

项等于另一边的相对应部分。但是如果还把劳动力价值重新定义为表

现为货币工资的净劳动时间（ ），那么就会同时把剩余劳动时间

（剩余价值）重新定义为由事实利润所表现的劳动（Shaikh and

Tonak 1994，178–179）[5]。



这是对转形问题的纯会计“解法”，仅仅简单地将标准国民账户

恒等式写为不同的单位，并给各组成部分重新贴上标签。这些所谓的

价值范畴V'、S'仅仅是对其所对应的货币价值的反映。在马克思那

里，剩余价值是利润的根基。在“新解释”那里，剩余价值仅仅是利

润的一种形式（Shaikh and Tonak 1994，179）。恒等式 适用于

任何总利润理论，事实上，这一恒等式适用于任何总利润水平，包括

在大萧条中所经历的负的总利润（此时这不得不被解读为一个负“剩

余价值”的例子）。对于基于任一基础价格集（劳动价值或者生产价

格）的利润和基于例如市场或者垄断价格等其他价格集的利润间关系

的普遍问题，都是通过抛弃前者解决的[6]。例如，比较竞争价格和垄

断价格时（分别见表6.17和表6.18），可以将μ定义为两者对应的货

币价值总和的比率，用它来重新调整第二个，然后将第二个价格集所

对应的工资重新定义为正常工资的“市场价值”，从而将“正常”利

润重新定义为等于垄断利润。

之前的讨论与相对价格对于总利润的影响的理论争论有关。在这

方面，不妨指出相对价格在经验上对总利润的影响实际上非常小

（Ochoa 1984，215; Shaikh 1984b，57）。确实，在斯拉法未出版的

笔记中，他自己说道：“马克思的命题基于这一假设，即任何一个大

的商品总量（工资、利润、不变资本）的组成都包含某种随机选择，

因此不论是以‘价值’还是以对应于任何剩余价值率的生产价格量

度，它们的总量之间的比值（剩余价值率、利润率）大体上都是一样

的……这显然是正确的”[7]（Bellofiore 2001，369）。我将会在本

书第9章中回到这一问题。同时，附录6.1用数学式子对这里所描述的

命题进行了推导；附录6.2论证了当利润率按照现期价格计算时，得到

的是一个实际利润率（即经过通货膨胀调整），正如本章的表6.7所

示；附录6.3区分了将资本作为总存量的工商业处理方式以及将资本作

为净存量的新古典处理方式；附录6.4表明将固定资本当作联合商品的

处理方式有两种不同的形式：一种由马克思采用，另一种则由斯拉法

采用。研究表明这两种资本概念分别具有不同的理论和经验意义。



[1] 中文转引自《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90页。——译者注

[2] “我们原先假定，一个商品的成本价格，等于该商品生产时所消费的各种商品的［劳

动］价值。但一个商品的生产价格，对它的买者来说，就是成本价格，并且可以作为成本价格

加入另一个商品的价格形成。因为生产价格可以偏离商品的价值，所以，一个商品的包含另一

个商品的这个生产价格在内的成本价格，可以高于或低于它的总价值中由加到它里面的生产资

料的价值构成的部分。必须记住成本价格这个修改了的意义，因此，必须记住，如果在一个特

殊生产部门把商品的成本价格看作和生产该商品时所消费的生产资料的价值相等，那就总可能

有误差”（Marx 1967c，ch. 9，164–165）。（中文转引自《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

社，2004年版，第184—185页。——译者注）

[3] 中文转引自《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85页。——译者注

[4] 中文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74页。——

译者注

[5] 正如谢克和托纳克（1994，178–179）所说明的，所谓新解释的双重定义方法被马

赫（1963）首次使用。随后是法恩以及其他人在他们论文的早期草稿中做出明确阐述

（Fine，Lapavitsas，and Saad-Filho 2004，5n3），之后由新解释学派的作者自己做出

（Duménil and Lévy 2000; Foley 2000）。

[6] 事实上，新解释源于由谢克和托纳克（1994，179）首先提出的定义和概念。法恩等

人随后提及了包括他们自己在内的对同一结果的证明。他们指出“新解释并不涉及转形问题的

解法”，它由于“在数学式子方面的内容是一种同义反复”，而“与任何价格方程都兼容”。

他们引用迪梅尼和福利以便达到相同的效果。尽管事实上他们认为这是“在过去20年中最引人

注目的马克思主义者价值理论的发展”，但他们仍继续以各种理由批判它（Fine，

Lapavitsas，and Saad-Filho 2004，3，5，16–18）。

[7] 在引用斯拉法时，我采用了一些缩写，例如“M.”代表马克思，“aggr”代表总

量，等等。感谢伯特伦·施弗尔德和富兰克林·塞拉诺指出这里的引用。



6.8 利润和资本的量度[1]

对利润和资本的经验量度和其所对应的理论一样复杂，不过出于

不同的原因。这一章的讨论证明了通常所说的经济利润是总产出的货

币价值和材料、折旧及劳动力的现期成本之间的差值（见6.3.3小

节）。正如在第4章的附录4.1中所证明的，这一数值在国民账户中被

记作净营业盈余（NOS）。这种会计定义的一个必然结果是，对相应的

资本存量的量度是基于资本的现期成本，而不是历史成本进行的。那

么，经济利润率就是现期经济利润与预付资本的现期成本的比值。以

这种方式计算得出的经济利润率也是实际利润率，因为以现期价格计

算的分子和分母自动调整了通胀因素。如果我们以同样的价格指数同

时对分子分母进行平减，这一性质仍会保留，例如，如果我们利用资

本品的价格指数平减现期资本成本来得出实际资本存量，那么为了得

到用其对资本品的购买力来表示的实际利润，我们就必须用同样的价

格指数同时平减现期利润。（见附录6.2）。

构建工厂和设备的资本存量（我们很快就会讨论存货）的过程展

示了源于永续盘存法（PIM）的困难和缺陷的全新挑战，按照这一方

法，投资于设备和建筑中的投资流量被累计记为资本存量[2]（见附录

6.5.1~附录6.5.2）。我们需要考虑对价格指数和数量指数进行“质量

调整”的意义和影响，以及这一调整对量度技术变革的重要影响。意

识到如下这一点很重要，即自从将质量调整应用于量度资本存量之

后，经过质量调整的实际产出与实际资本的比值，就不再是反映技术

变革趋势的指数了。这是因为官方采用质量调整的目标是使得“实

际”资本的数值和“实际”利润成比例，而后者是资本质量的核心。

在实践中，实际的价值增加值趋向于取代实际利润，所以质量调整趋

向于使实际产出与实际资本的比值稳定。而且，当然，由于所有方法

上的修正都是在数据允许的范围内进行的，所以，自20世纪80年代中



期以来公布的账户数据和之后公布的数据表现出完全不同的趋势（见

附录6.5.3~附录6.5.5）。将这一变化解释为“资本主义的一个新阶

段”将会是一个彻底的错误。这反过来又将我们带到因为链式加权指

数的使用而引起的明显棘手的总量问题上。官方对资本存量的量度通

常是在非常细节的水平上进行计算，随后汇总到子类别中。早期的方

法采用固定权重指数，其中总量与个体的量度结果均遵循相同的永续

盘存法规则。然后，可以通过改变其中某个基础性假设得到对总量的

另一种量度结果。由于现代方法是建立在链式加权指数基础上的，以

及由此产生的总量不再遵循永续盘存法规则，因此似乎不可能得到对

总量的另一种量度结果。例如，在官方方法中的一个关键假设是：一

个给定类型的资本品的废弃率不受例如商业周期、石油冲击甚至大萧

条等经济事件（当然包括当前的“大衰退”）的影响。但是众所周

知，繁荣和萧条确实对于设备和工厂的废弃有巨大影响，甚至我们有

可能估计出这些事件对于总资本存量平均使用寿命的影响。但是由于

现代所有的对资本存量的量度结果都依赖于链式加权指数，因此，似

乎不可能将这些信息整合到对新的总量量度结果的计算中。通过提出

一个不同的问题，这个戈尔迪乌姆之结[3]可以被解开：即使根据链式

加权指数量度出的总资本存量结果不服从永续盘存法规则，他们是否

服从某一其他规则？我将证明，确实可以推导出一套新的、根据链式

加权指数量度出的总资本存量确实遵循的广义永续盘存法规则，并用

以提供对资本存量及利润率的正确的量度结果（见附录6.5.5）。

产能利用率提出了另一系列的理论挑战，因为我们知道实际产能

利用率通常围绕某一正常产能利用率水平波动。我已经说明，通过将

实际产能当作实际产出中由实际资本存量的运动和长期技术变革所创

造出的部分，可以得到对产能，从而对产能利用率的新的量度结果。

应该这样说，产能和资本存量是共生一体的东西，它们共同受到表示

产能-资本比变化路径的时间趋势的制约（见附录6.6）。特别重要的

事实是，产出和资本必须按相同的单位进行量度，因此实际产出和实

际资本必须通过用某一共同的价格指数对相应的根据现期价格量度出



来的结果进行平减得出。在古典理论中，资本存量的价格指数是一个

合适的平减指数，因为这样一来，实际产出代表着对资本品的购买

力，而由此定义的实际产出和实际资本存量的比值代表着最大利润率

（见附录6.2.2）。由此得到的对产能的估算结果使得我们能够建构一

种对产能利用率的量度（实际产出和实际产能之比）。利润率可以被

分解为两部分：结构性的部分代表了在正常产能利用率水平下获得的

正常利润率；周期性的部分则源于实际产出在产能产出（即实际利用

率在正常利用率水平）附近的波动。正常利润率才是斯密、李嘉图、

穆勒、马克思、瓦尔拉斯、杰文斯、克拉克、凯恩斯和熊彼特等人的

利润率在长期趋于下降理论的重点（Dobb 1973，52，72，89，157–

158; Tsoulfidis 2010，37–40，118–120，191，252–256）。另一

方面，周期性的部分是商业周期理论所关注的核心。通过对产能利用

率引起的波动进行调整，我们能够评估出技术变化对于产能-产出比的

影响（现期成本下的最大正常利润率）。例如，哈罗德中性技术变革

意味着产能-资本比保持稳定，而偏向于资本的技术变革则意味着这一

数值下降（Michl 2002，278）。在美国战后的数据中，后者表现得非

常明显。技术变革在理论上的决定因素将在7.7节中讨论。

接下来是对利润和资本的经验量度（见附录6.7）。量度利润的第

一步是在国民收入和生产账户（NIPA）中区分国内营利性工商业部门

和政府，非营利性工商业和被称作房主自用住房的虚拟部门（OOH），

其中房主被当作自己租用自己房屋的企业（见附录6.7.1.1）。之后，

我们还需要根据以下事实对利润的量度结果进行修正，即在国民收入

和生产账户中，非公司企业的所有营业盈余都被视为所有者和合伙人

的个人收入，而不是被划分为所有者和合伙人的工资等价物以及非公

司企业的有效利润（见附录6.7.1.2）。一旦纠正了这一疏忽，公司和

非公司企业的利润率将会非常相似（见图6.1）。这意味着我们可以使

用公司企业的利润率，它因为不需要用工资等价物作为一般利润率的

代理量而更加便于计算。



图6.1 公司和非公司企业利润率

量度利润的最后一步是对进入国民账户的虚假估算的利息费用进

行修正。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任务，因为这些估算的结构很复杂。在古

典账户中，实际上也在某些国民账户中，支付给银行的净利息被当作

来自家庭和工商业企业净收入的转移。但是，国民收入和生产账户坚

持将银行当作“银行服务”的生产者，因此它最后将各种估算的利息

量加到家庭、非金融企业和银行的账户中。建构这种估算的目的是使

国民收入和生产账户对利润的量度（扣除实际支付的净利息）保持不

变，但是它们确实影响了对价值增加值和营业盈余的量度。移除这些

估算量将使净营业盈余重新变为实际支付的净货币利息与国民收入和

生产账户利润的总和，就像在古典账户和工商业账户中那样。这对工

商业企业和公司企业的价值增加值的量度结果影响很小（2009年增加

了1%~2%），但是对相应的营业盈余的量度结果有很大的影响（2009年

大约增加了10%）。对估算的利息进行修正本身提高了净营业盈余在价

值增加值中所量度出的份额，但不对产出-资本比造成实质影响。对公



司企业部门而言，这是对其利润量度结果的唯一影响，但是对非公司

企业部门而言，之前讨论过的对工资等价物的调整已经将估算的所有

者及合伙人的工资等价物转移到非公司企业的工资支出中，并且极大

地降低了量度出的盈余，因而这两种修正的综合效果使2009年的工商

业营业盈余总额降低了大约30%。再一次，关注公司企业部门特别有

用，因为在量度其利润时仅仅需要对虚拟估算的利息值进行调整，而

这种调整是非常容易的（见附录6.7.4和附录表6.7.11）。

在资本方面，我们需要量度总资本存量（即工厂、设备、库

存）。在国民账户中，仅仅国内工商业这些要素的数据是可得的（即

那些在国内运营的，国内所有或者国外所有）。这是为何在之前的章

节中相应的对价值增加值、净营业盈余以及利润的量度都集中于国内

行业。由于对任何使用链式加权指数量度出的资本存量的重新估计都

必须根据之前提出的广义永续盘存法规则进行，因此第一步就是论证

这种估计技术在为已有资本存量总量生成代理量的时候是99.5%准确的

（见附录6.7.5.1）。利用广义永续盘存法规则，我们可以评估不同的

初值点（1925）和不同的折旧与退废规则对在不同假设下量度出的资

本存量结果的影响（见附录6.7.5.2~附录6.7.5.3）。广义永续盘存法

规则还允许我们根据大萧条对退废率的影响调整对公司企业的资本存

量的量度结果，这种影响可以通过美国国税局的公司企业负债表数据

估计得出。仅仅对这一影响进行修正的结果是，按现期成本计算的固

定资本在1947年开始时比官方的美国经济分析局的量度结果低28%，但

是二者沿着或多或少相同的路径结束于1977年（见附录6.7.5.4）。将

大萧条的影响和之前推导出的退废率与折旧率的量度结果结合起来，

将会得出对固定资本（工厂和设备）的净资本存量以及总资本存量的

最 终 估 计 。 相 比 官 方 美 国 经 济 分 析 局 的 净 固 定 资 本 存 量

（KNCcorpbea），对净存量的新的量度结果（KNCcorp）在开始的1947

年较低，但随后因为增加得更快而缩小了与官方数据之间的差距。对

总存量的新的量度结果在（KGCcorp）开始时高于官方美国经济分析局

的净存量，之后仍然比官方指标增长更快（见附录6.7.5.5）。



资本存量方面剩下的步骤是估计公司企业的库存。国民收入和生

产账户有私营企业的产业数据（NIPA table 5.8.5），但并不是按照

企业的法律形式列出的。联邦储备委员会（FRB）的资金流量账户

（FOF）有基于现期成本量度的公司企业的库存和资本存量数据，但是

仅限于非金融公司企业。[4]不过，美国国税局发布了从1926年开始的

公司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其中包括库存数据，此外还有1990—2011年

的基于历史成本量度的净资本存量的数据。由于美国国税局的数据是

基于样本的，我们不能将其直接应用于国民收入和生产账户的公司企

业部门。因而我们必须分两步进行：首先，估计1947—2011年整个时

期内的库存与基于历史成本量度的固定资本之比；其次，通过将之前

的库存乘以调整后的基于历史成本量度的固定资本存量与基于现期成

本量度的固定资本存量之比，将隐含的库存水平按规模调整至与附录

6.7.5.5中修正后的资本存量相匹配的水平。由于美国国税局提供的库

存数据是基于历史成本（先进先出法）得到的估值和基于现期成本

（后进先出法）得到的估值这两者的混合，因此将它们与基于现期成

本量度的固定资本进行加总——这是量度的最终目标会包含一定程度

的估计误差。然而，由于库存周转相比固定资本的周转是非常迅速

的，在和后者相比时，甚至是库存中最早的、根据先进先出法量度的

那一部分都是按照相当临近的价格估计的，因此总的库存存量可以被

认为是基于相当现期的成本进行量度的。

这些历程的最终结果是一个扩大的利润量度结果（净营业盈余，

即国民收入和生产账户的利润加上实际净货币利息与转移）和扩大的

资本量度结果（固定资本加上库存）。扩大的净利润量度结果与总量

在工商业企业和它们的债权人之间的分配方式无关，并且对应于工商

业会计核算结果中所谓的营业收入或者息税前收入（Brigham and

Houston 1998，76; Mead，Moulton，and Petrick 2004，3–4）。对

古典方法和凯恩斯的方法而言，这都是一个恰当的对利润的量度结

果，因为它们的投资理论都以利润率和利率之间的差异为基础（见第

13章和第16章），这要求前者在支付实际利息之前就被定义。相反，



国民收入和生产账户利润是扣除实际利息支付和转移之后的值。如果

利息费用所占比例相对增加，那么需要支付更高净利息的公司看上去

盈利能力将更低，其利润率也会不断下降——正如在20世纪70年代开

始时的情况那样（见图6.2）。国民收入和生产账户利润在本质上与工

商业企业的“净收入”相似，尽管两者在短期可能差别显著，因为前

者反映的是国家经济核算的概念，而后者反映的是金融核算的概念

（Hodge 2011）。

方程（6.8）~方程（6.10）展示了包含修正后的公司企业的利润

与资本量度结果在内的基础会计核算关系。令VA=价值增加值，NOS=净

营业盈余，P=国民收入和生产账户利润，NMINT=支付的净货币利息，

EC=雇员所得，KGC=基于现期成本量度的总固定资本（工厂和设备存

量），INV=库存，KTC=KGC+INV=总资本存量，R=最大利润率，σP=扩

大的利润（净营业盈余）在价值增加值中所占的份额，r=平均利润

率。那么很明显，在价值增加值中，净营业盈余的份额与相应的雇员

所得的份额是此消彼长的对偶值［方程（6.9）］，而国民收入和生产

账户利润在其中的份额也取决于因支付净利息而被“咬走”的那一部

分。

图6.2展示了对公司企业的盈利能力的新量度结果与相应的国民收

入和生产账户数据，前者中对价值增加值和利润的量度结果都根据虚

拟估算的利息进行了调整，同时库存包含在资本存量中。在图的顶

部，我们可以看见修正后的最大利润率（价值增加值超过总资本存



量）相比国民收入和生产账户数据下降得更多，且下降地更加持续。

由于对估算利息所做的修正对于价值增加值只有很小的影响（小于

2%），并且由于库存与资本存量之比相对稳定，因此这种差异主要是

由对总固定资本的新量度方式引起的。在图的中间，我们看到修正后

的公司企业利润在价值增加值中的份额高于其所对应的国民收入和生

产账户数据所占的份额，这是因为对估算利息的调整对净营业盈余的

影响（提高了大约10%）大于其对价值增加值的影响。我们也发现修正

后的结果更加稳定：它在劳动者的“黄金时代”小幅下降，直到20世

纪80年代初期，然后由于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实施而小幅上升。另外，

国民收入和生产账户利润是除去净利息后的数据，从20世纪60年代中

期到20世纪80年代早期，国民收入和生产账户利润份额下降过半，这

主要是因为当利率从3%剧烈上升到14%时，净营业盈余中更多的份额被

净利息吸收。20世纪80年代后期国民收入和生产账户利润份额上升则

是由于这一时期债务负担的不断上升被利率从14%急剧下跌到接近零的

水平抵销，导致净营业盈余中净利息份额比例下降（见图16.6）。我

们将在第16章看到，工资份额也在后一时期下降，这导致了净营业盈

余份额（σp=profshcorp）一定程度的上升，并进一步推动了国民收

入和生产账户利润份额（profshcorpnipa）上升。最后，修正后的利

润率与国民收入和生产账户利润率都在1974—1982年大幅下降。此

后，由于工资份额的下降提升了净营业盈余的份额，修正后的利润率

保持稳定，而国民收入和生产账户利润率则由于之前所讨论过的利率

下降对传统利润份额的影响而略有上升。



图6.2 用估算利息和库存修正后的公司企业利润率指标与常规国民收入和生产账户指标的对比

修正后的量度结果和传统量度结果之间的区别在于以下三个因

素：（1）推导了一个新的总固定资本量度结果（KGC）；（2）包含支

付的净货币利息在内的总利润；（3）在总资本中包括了库存

（INV）。令 为国民收入和生产账户利润率，那么修正后

的利润率（r）与国民收入和生产账户利润率通过三个变量x1、x2、x3

相关联，它们分别代表净货币利息与国民收入和生产账户利润比、库

存与国民收入和生产账户净固定资本存量比，以及修正后的固定资本

存量量度结果与国民收入和生产账户净固定资本存量比。



图6.3展示了以上所说的每个比值的变化路径。货币利息与国民收

入和生产账户利润比率x1在前半时期随着利率的上升而大幅上升，之

后由于剧烈下降的利率与上升的债务负担相互抵销而变得稳定。库存

与国民收入和生产账户净固定资本存量比x2相当稳定，因此x1/x2的变

动是由利息与国民收入和生产账户利润比的变动所控制的。另外，因

为对资本存量的新的量度结果相对于传统美国经济分析局的量度结果

上升，所以x3稳定下降。因此，（x1/x2）x3，即对利润率的新的量度

结果与传统利润率量度结果之比呈下降的趋势，并伴随着净利息流量

对国民收入和生产账户利润的影响而波动（P=NOS-NMINT）。



图6.3 用以解释修正后利润率与常规利润率差别的组成比例

图6.2所显示的对事实盈利能力的量度结果是将盈利能力的短期波

动和其在正常产能利用率下的长期结构模式相结合所获得的。相应

地，图6.4展示了对产能利用率的新的量度结果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

的量度结果，后者仅能提供1967年以后的数据（见附录6.7.6）。新的

量度结果背后的直观想法是，经济产能可被当作产出的一个方面，其

与资本存量长期一致，并遵循资本-产能比的一个未知的时间趋势，这

一趋势的大小和方向可从数据中估计得到。新的量度结果不仅显示出

了短期波动，还包括两个长达25年的显著波动。



图6.4 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产能利润率对比的新的产能利用率

利润率可以被分解为结构性因素和周期性因素。令Yn代表正常产

能净产出；μk=Y/Yn=产能利用率，正常水平为1； =产能-资本

比，是斯拉法所说的结构性最大利润率； =正常利润份额（即

它的结构性组成部分）。有了这些，我们可以将事实利润率和正常利

率写为如下形式：



图6.5展示了根据对产能利用率的新的量度结果进行调整的、修正

后的最大利润率与平均利润率，与相应的根据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

产能利用率进行调整的国民收入和生产账户/美国经济分析局量度结

果。正常最大利润率持续下降，这有力地支持了技术变革持续减少产

出-资本比这一观点：按新古典的术语，它降低了资本的平均生产率；

按马克思主义的术语，它提升了不变资本与活劳动之比的货币等价物

的值（Shaikh 1987a）；按斯拉法主义的术语，它降低了最大利润率

（Sraffa 1960，16–17）。正常利润份额，也就是图6.2中所展示的

修正后的利润份额的平滑版本，在所谓的劳动者的“黄金年代”小幅

下降，并在随后的新自由主义时代彻底找回了失地。正常平均利润率

是前两项数据之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它的下降速度比正常

最大利润率的下降速度要快；在那之后，由于针对劳动者及相关机构

的攻击取得了成功，工资份额大幅下降，正常平均利润率最终趋于平

缓（见14.2节和16.2.2~16.2.3小节）。正如我们将在第14和第16章所

看到的，人们可能会说这就是那些攻击劳动者的行动的全部意义。传

统的国民收入和生产账户量度结果则有完全不同的表现：因为美国联

邦储备委员会仅提供了1967年以后的产能利用率数据，所以我们只能

说正常最大利润率在1967—1982年下降，并在之后趋于稳定。正常的

国民收入和生产账户利润份额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20世纪80年代早

期大幅下降，这是由工资份额的上升和净营业盈余被净利息支付吸收

了更多的份额共同造成的。因此，1967—1982年，经产能调整后的国

民收入和生产账户利润率在最大利润率下降和传统利润份额◎下降的共

同影响下迅速下降，仅在随后的时期才大幅回升。表6.23总结了1947

—1982年以及随后属于新自由主义时代的1982—2011年这些变量的变

化模式。请读者注意的是，传统的量度结果是基于新古典资本存量和

估算利息的概念建构出来的（见附录6.7）。这些并不是工商业企业的

经验。相反，修正后的量度结果才更接近工商业的结果。



图6.5 正常产能下的公司企业利润率（修正后的指标与常规指标）

表6.23 美国公司企业利润率及其构成平均变动率的分解



利润率新的量度结果和传统的量度结果之间的最终差别可以被分

成两系列变量的影响：资本存量的新的量度结果和产能利用率的新量

度结果，二者影响利润率的变化趋势和平滑性；根据估算利息和库存

进行的调整，其比例影响波动，而对整体趋势影响不大（见图6.3）。

只要我们有资本存量和产出的信息，甚至在产业一级，就可以构建出

第一系列变量的数据，而这一般适用于工业数据、经合组织总量和部

门数据。第二系列变量的数据通常无法从国际间的比较中（如经合组

织跨部门数据库）和按产业分类的部门账户中得到（例如美国经济分

析局按行业划分的GDP数据[5]）。图6.6表明第一系列变量十分重要：

Rcorpn、rcorpn代表考虑两系列变量进行修正后的量度结果，

Rcorp'n、rcorp'n代表仅仅考虑第一类变量进行修正后的量度结果。修

正后的量度结果与代理结果非常相似，这意味着对于长期分析而言，

根据资本存量和产能利用率对量度结果进行修正十分关键。



图6.6 正常产能下的公司企业利润率代理量

我们从中可以学到一些普遍性的经验。对于分析一个国家内部整

体利润率的变化趋势而言，我们至少应该使用修正后的资本存量和产

能利用率的量度结果（见第16章）。对于产业间的比较而言，使用的

数据是否经过修正可能并不重要，因为一个国家内的所有行业都具有

相似的变化趋势（见第7章和第9章）。这就剩下了最后一个问题：这

些因素是如何影响新资本（投资）的利润率，而不是平均资本的利润

率？由于产业间利润率的均等化是通过资本在产业间的流动实现的，

因此重要的不是包含了陈旧过时的资本和最先进资本的平均资本的利

润率，而是新资本的回报率。

我将会在7.6.5小节中论证，新资本的利润率可以很好地用投资的

增量收益率来近似，它被定义为总净营业盈余变动与包括固定资本和

库存在内的现期总投资之间的比值[6]。分子可以通过基于现期成本量

度的折旧和之前计算的已经根据估算利息进行调整后的净营业盈余的

变动相加得到，分母可以通过估计的库存变化和美国经济分析局的固

定资本总投资数据相加得到。但是，此时会进一步出现另一个问题。

正如之前指出的，如果平均利润率是基于现期价格计算的（即考虑现

期价格对折旧和库存的影响而进行调整的基于现期成本量度的利润，

除以基于现期成本量度的资本存量），那么它就是一个已经反映了现

期价格的实际比率（见图7.6和附录6.2）。类似地，如果我们可以直

接量度新资本的现期利润及它们的现期资本价值，那么这二者之间的

比值，即新资本的利润率，也会是一个实际比率。但作为代理量的增

量利润率是不同的，因为现期价格水平的变动会引起分子上的总利润

的名义变动，以及分母上基于现期价格计算的总投资成本的名义变

动。因此，为了使增量利润率和平均利润率以及（无法观测到的）新

资本的利润率之间是可比的，我们必须将其构成表示为基于现期价格

的项。出于这一原因，我将其称为现期增量利润率，同时要意识到到

它在数值上与传统的实际比率相等：将所有变量转换为以现年价格计



算的量，与将它们转化为以基准年的价格计算的量会给出相同的数值

结果，因为对应的组成部分在两种计算中仅仅有一个常数的差别，而

这消失在它们的比值中（见7.6.5小节）。

计算增量利润率使其以现期价格为单位，与新古典根据利率对利

润率进行修正以使其成为实际利润率是不同的。我们将会在第10章看

到，利润率在实体部门和金融部门的均等化意味着，在任何给定的利

润率（它本身随时间变化）下，货币利率将会和价格水平成比例。货

币利率和价格水平在现实中存在的对应关系已经得到如此充分的证明

（见图10.6），以至凯恩斯（1976，2: 198）激动地称之为经济学中

“最完全成立的经验事实之一”。相反地，新古典经济学假设在任何

给定的利润率下，利率都和预期价格变动率（预期通胀率）紧密相

连。在理性预期条件下，预期的通货膨胀率和实际的通货膨胀率随机

相同，而在有效市场假设下，预期利润率是不随时间变化的常数，因

此我们最终得到了教科书中的假设，利息率（i）反映了实际通胀率

（π），即实际利率（i-π）是常量（Shiller 2001，260n224）。古

典和新古典的假设是相互矛盾的。

图6.7做了两类比较。第一张图比较了公司企业的名义增量利润率

（ iropcorp ） 与 其 等 价 的 国 民 收 入 和 生 产 账 户 量 度 结 果

（iropcorpnipa），公司企业的名义增量利润率是用经过修正的名义

总营业盈余的变动与在固定资本上的名义总投资和名义总库存变动之

和的比值而计算出的，等价的国民收入和生产账户量度结果是利用名

义总国民收入和生产账户利润的变动（实际净利润和基于现期成本量

度的折旧总和的变动）与名义总固定资本投资的比值计算的。这是对

修正分子与分母所造成的影响的检验，并且很有趣的是，两种量度结

果基本相同：相比更简单的国民收入和生产账户的量度结果，修正后

的增量利润率的平均值与其基本相同，标准差较其更低。第二张图比

较了修正后的公司企业的实际增量利润率（iroprcorp）与相应的国民

收入和生产账户实际利润率（iroprcorpnipa），这两者的计算方法与

名义增量利润率的计算方法相同，除了计算时用的是实际变量而非名



义变量。这里，修正后的量度结果的均值稍微偏高，但标准差更低

（见表6.24）。这些发现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很容易对跨国家和跨时

间的国民收入和生产账户量度结果进行估计。随后我们将看到美国公

司企业的国民收入和生产账户名义增量利润率与实际增量利润率和相

应的美国公司企业的股票回报率表现得非常相似——这直接证明了古

典经济学预期部门间利润率均等化的正确性，也证明了非学术的股票

市场分析师重视企业盈利这一原则的有效性（见第10章）。





图6.7 修正后的公司企业增量利润率与国民收入和生产账户的代理量指标（数值上，现期比率
=实际比率）

表6.24 修正后的增量利润率与国民收入和生产账户利润率（名义成本和现行成本）

[1] measurement在物理学中，测算表达相关指标的特征时，可以通过直接的测量得出，

故称“测量”。但在经济学中，很多指标都不无法直接测量，而是需要某些替代、推测和计

算，所以在本书中将measurement译为量度。——译者注

[2] 永续盘存法是根据现有的总投资流量（IGR）以及估计的实际损耗（ZR，在计算总存

量时为资本报废，在计算净存量时为资本折旧）来构建对实际资本存量的量度。在旧的使用固

定加权指数进行量度的方法中，每个个体资本品的存量和实际总存量的量度结果都服从这一规

则，因而可以通过对损耗做出各种不同的假设来估算出相应的总存量的量度结果。但是在使用

链式加权指数进行量度时，尽管个体资本品的存量是基于这个规则产生的，但由此得到的总量

会偏离这一规则很远（Whelan 2000，16）。进一步的细节参见附录6.5.5。

[3] 用以指代难以处理的问题，出自古希腊传说——译者注

[4] 基于现期成本的非金融公司企业的库存不包括存货估值调整，系列名称

=FL105015205.A。固定资本=基于现期成本的设备（FL105015205.A）+基于现期成本的居民

住宅（FL105015205.A）+基于现期成本的非住宅建筑物（FL105015205.A）。

[5] http://www.bea.gov/industry/index.htm#annual.

[6] 由于增量利润率是由过去投资所带来的的利润变化近似得到的，因此所有变量必须以

现期货币作为单位，这要求过去的流量换算为当前时期值的等价形式。这和将所有流量换算为

基期的等价形式是一样的（即变为采用了共同价格指数的真实项）（见7.6.5小节）。





7

真实竞争理论



7.1 引言

资本是财富的一种特有的社会形式，具有追求利润的动机。伴随

着这一动机，资本扩张的动机、资本转化为更多资本的动机，以及利

润转化为更多利润的动机都如影而至。每一个个体资本都在这个命令

规则的支配下展开运动，并与其他同样在这一命令规则支配下运作的

资本相互竞争，有时能够成功，有时只能幸存，有时则一败涂地。这

就是真实竞争，从其内在本质而言具有对抗性，而在运作过程中表现

为动荡无序的竞争。真实竞争和所谓的完全竞争之间的差异，就像战

争和芭蕾之间的差异一样巨大。

流动是资本内在固有的存在形式。当资本作为劳动力、厂房、机

器设备和存货这些实物资本的形态存在时，它被“固定”了下来，为

了能够有一个“新的化身”，它必须被消耗殆尽或廉价出清。但新的

货币资本，不管是借贷所得还是利润所得，在人们做出投资决定以前

总是仔细研究它所有可能转化的“化身”清单。在任何情况下，都是

追求利润的动机在支配着资本运动。

真实竞争是资本主义的核心调节机制。行业内竞争迫使个体生产

者根据市场需求定价，同样也迫使其不断努力削减成本，从而降低价

格并扩大市场份额。削减成本既可以通过压低工资、延长日工作时长

或提高劳动强度实现，又可以通过技术创新实现。从长远来看，后者

——技术创新成为削减成本的主要手段。

在这样的背景下，个体资本是在面临着就其本质而言不确定的未

来（一个还未被构建出来的未来）的情况下，基于个人判断做出了自

己的决策。竞争使卖家和卖家、卖家和买家、买家和买家相互竞争。

它使资本和资本、资本和劳动力、劳动力和劳动力相互对抗。竞争不

仅影响价格和利润，而且会影响工资和租金。利润是价格超出生产费

用的部分，没有任何资本可以保证其利润，更不必说“正常”利润率



了。事实上，所有的资本在某些时刻都会遭受损失，并且在每一个给

定的时期都会有某些资本深陷赤字。因此，将“正常利润”算作生产

费用一部分的观点是完全不合理的。同样地，将利息算作生产费用的

一部分也是不恰当的。债务和权益资产的划分决定了净生产剩余在利

息和利润之间的分配。利率也可以作为利润率的一个较低的基准，表

明资金用作积极投资和消极投资时收益率的差别。无论在哪一种情况

下，利息都是评价利润是否足够高，而不是决定利润的一种因素——

当然，除非利息负担变得过于繁重以至完全熄灭了资本积累的热情。

我们还会在第10章谈及利率问题，在第16章讨论付息后净利润的重要

性。

真实竞争产生了一系列它自身特有的模式。不同卖家制定的价格

被大致地均等化，因为每一个卖家都试图尽力获得超出他人的优势。

在稍微更长的时期内，新投资的利润率也被大致地均等化。这两个过

程都导致了围绕着各种不断移动的“引力中心”的永恒经济波动。这

就是古典经济学的动荡均衡概念，与将均衡视为静态的传统概念非常

不同（Mueller 1986，8; 1990，1-3; Shaikh 1998b）。供给和需求

是现实经济“故事”的一部分，但它们的作用不是决定性的，因为二

者都会随着赢利机会的变化而改变（Sraffa 1926，538-539）。

将竞争视为一种战争形式的概念具有重要含义。战术、战略和由

此带来的增长前景是竞争性企业主要的关注点。相应地，相关利润必

须在中期具有防御性，这完全不同于新古典理论强调的短期利润最大

化的概念。在真实竞争的战争中，资本流动是从一个地带向另一个地

带的行军，科技的发展和运用是军备竞赛，追求利润增长和市场份额

的斗争就是战争本身（Shaikh 1979，2）。

卖家之间的竞争导致的价格均等化以及投资者之间的竞争导致的

利润率均等化，总是会带来意料之外的结果，理解这一点很重要。因

为买家总是受到最低价格的吸引，所以价格趋于均等化，这迫使其他

卖家调整自己的价格。类似地，因为投资者总是涌向具有更高回报率



的领域，所以利润率也趋于均等化。这使得受到（投资者）垂青的行

业的供给相对于需求增长更快，并最终拉低价格和利润。对财富的趋

之若鹜消除了最初激励这些行为人蜂拥而至的财富缺口，同时又开启

了驱使新一轮套利活动的财富缺口。价格和利润率的动荡均等化是典

型的涌现特质。接下来，7.2节分析了价格均等化趋势，7.3节分析了

利润均等化趋势。7.4节介绍了调节资本的概念，它统一了价格竞争和

利润竞争这两个竞争环节。7.5节详细列出了与真实竞争相关的典型模

式。7.6节先展示了企业行为与真实竞争理论相一致的证据，尤其强调

了牛津经济研究会的发现，以及霍尔、希契、安德鲁斯、布伦纳和哈

罗德的阐释。7.6.2小节研究了生产成本和企业规模之间的关系，索尔

特的经典研究和一些学者的较新研究对此进行了详细阐释。7.6.4小节

研究及利润率和企业规模之间的相应关系。这个经验研究与真实竞争

理论相一致，但很不支持完全竞争理论。7.6.5小节着手于对调节资本

利润率的经验研究。新投资一般将目标放在最佳生产方法（即调节性

生产条件）上，并且增量利润率是对新投资回报率的一个很好的近

似。美国和经合组织成员诸多行业的增量利润率表现出了实质性的交

叉重合，正如真实竞争理论所预期的那样。

7.7节研究的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即调节资本本身究竟如何在

竞争的战争中被选中。首先，实际决策是就市场价格而非生产价格而

言的。虽然市场价格的确是围绕着生产价格而变化的，但这并不意味

着二者是相近的，因此我们不能用后者代替前者。其次，为了与真实

竞争中的价格设定和成本削减行为保持一致，企业被迫选择成本最低

的生产条件，该条件由可复制生产条件决定，后者包括技术、日工作

时长和劳动强度及实际工资等，这里定义的成本是一般商业意义上的

单位折旧、原料和工资成本的总和。结果显示，一旦我们将固定成本

考虑在内，单位成本最低的技术就不同于利润率最高的技术

（Shaikh1978，1980d）。此外，基于企业面临的是波动的市场价格和

不确定的未来这一事实，所有的选择在面对成本、价格和利润率的正

常波动依然有效这一意义上，都必须是“稳健的”。因此，技术选择



的恰当的方法论是随机论，而非决定论（Duménil and Lévy 1995a，

1999; Foley 1999; Park 2001）。在这样的框架里，如果技术变革的

主要特征是通过提高单位资本成本（资本偏向的技术变革）降低单位

生产成本，那么对利润率的总体影响则取决于哪一种竞争理论在其中

起基础作用。如果把竞争视为完全竞争，那么传统的（置盐）选择标

准就是利润率最高，这意味着只有在工资份额足够高的条件下平均利

润率才会下降。另外，依据真实竞争的概念，起作用的标准是单位成

本最低，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实际工资是给定的，利润率也会下降。



7.2 行业内的真实竞争

行业内的企业为了吸引消费者而开战。价格是它们的武器，广告

是它们的宣传工具，地方商会是它们的礼拜堂，利润是它们至高无上

的天神。价格和广告宣传有两项重要的功能：吸引消费者离开其他的

企业，吸引新的消费者进入整个行业市场。因为价格最终受限于成

本，所以削减成本成为企业关注的焦点。相应地，因为成本取决于日

工作时长和劳动强度、支付给工人的工资和使用的技术，所以在利润

的驱动下，资本和劳动力围绕工资与工作条件开展的斗争是无所不在

的。因此，以降低成本为主要目的的永无止境的技术革新也无处不

在。

企业为了吸引消费者、打击竞争对手而设定试行价格。消费者向

售价更低的销售商的扩散，迫使企业在考虑成本（如交通运输成本）

和当地税收的前提下调整彼此的价格，使之保持在一个可攻击的近距

离范围之内。我将这个结果称为相关价格定律（LCP）（Shaikh

1980c），以区别于新古典的一价定律（LOP）概念，后者认为行业内

所有企业的价格都因“完全竞争”而恰好相等。当我们讨论“不完全

竞争”理论和关于定价的经验研究时，这种区别会变得非常重要。

区别资本的数量（即运行中厂房的数量）和企业的数量很重要

（Harrod 1952，144）。一个行业的总产能取决于资本的数量，这个

数量可以通过现有企业规模的改变或者现有企业数量的改变而改变。

重点在于赢利机会不仅激励新企业进入行业，而且会刺激现有企业扩

大其资本规模。企业和资本之间的区别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设定价格

的是企业，而决定成本的是资本的生产条件。

在任何给定时间的给定行业内，总是有一系列资本在运行。因为

技术在不断发展，所以即使所有资本的工资和工作条件相同，这些资

本（厂房和设备）的成本结构依然不同。新资本总是被创造出来，大



多数情况下这些资本使用了成本更低的生产方法。同时，较旧的资本

总是被闲置或废弃，因为它们单位产出的利润量太低。因此，现有的

技术和成本条件总是表现为一个水平各异的系列。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行业内竞争使单位产出利润量和利润率

趋于差异化。这是行业内竞争导致的第二个显著结果，因为它使销售

价格趋于均等化。表7.1阐明了行业内竞争的两个主要结果。其中资本

（厂房和设备）是按照正常产能下单位生产成本递减的顺序列举出来

的。它让人回想起4.5节中经济产能被定义为平均总成本曲线的最低

点。

表7.1 行业内竞争使价格均等化、使利润率差异化

为了强调价格均等化导致利润率差异化这一点，表7.1中的销售价

格被假定为完全相等。我们将在7.6.2小节分析更具体的因素造成的价

格差异。一般而言，为了得到更低的成本，需要采用更大规模的资

本，为了与这一研究结果保持一致，具有较低生产成本的企业在表中

被描述为具有更大的生产规模（产能、资本），以及更大的资本密集

度（单位产能的预付资本）。因为利润率是单位产出利润与资本密集

度的比值，单位成本和资本密集度之间的负相关关系会使利润率的离



差小于单位利润的离差。[1]事实上，在这个特殊的例子中，具有最低

成本的生产方法（D）的利润率反而低于成本第二低的生产方法

（C）。

在表7.1描述的情况中，传统的分析认为方法D不会被采用，因为

在现行价格等于100的条件下，它的利润率低于方法C。这个结论与新

古典的完全竞争假设相一致，在新古典理论中，所有的企业都被假定

为价格接受者。但是，在真实竞争理论中，价格设定和价格削减行为

对企业而言都必不可少。如果一个企业具有更低的单位成本，它总是

通过将价格削减至某一点（在这一点上，竞争对手的利润率将低于它

们自己的利润率）将竞争对手逐出市场。例如，正如表7.2所示，当价

格降至临界价格89.5美元时，方法D和方法C的利润率相同。任何低于

89.5美元的价格都将使方法D成为所有方法中利润率最高的一个。在削

减价格的过程中，使用方法D的企业在一段时间内降低了自身的利润

率，但它使竞争对手的利润率降得更低，并使其明白它们胜利无望

——这非常有利于获胜企业的未来利润（Darlin 2006，C1）。这些是

战争的有效规则：袭击者总是尽力给其对手造成更大的损失。我们将

会发现这种行为是商业世界的准则。由此我们得出结论：一般而言，

在价格削减行为假定下可持续的最高利润，不同于完全竞争理论和不

完全竞争理论中消极价格假定下所获得的利润。[2]我将会在7.5.1小

节讨论真实企业的行为时，以及在7.7节讨论关于所谓的技术选择的学

术争论时再回到这个问题。

总而言之，个体企业设定了它们认为可以据此排挤竞争对手的价

格。但是，来自其他企业的竞争会使这些价格在受制于交通运输成

本、税收和消费者搜寻成本的情况下被绑定在一起。这会在每个行业

内都形成一个平均价格。同时，围绕着这个平均价格存在一个特定的

价格分布。然而，持续的技术变革意味着每家企业的成本都不同，这

反映了不同资本具有不同的相对使用年限。[3]因此，使价格均等化的

过程也同样使单位产出利润量和利润率差异化。在这场争夺市场份额

的永恒竞争中，只有具有最低成本的企业才具有竞争优势。



在更低的单位成本与更大的企业规模（产出、资本）和/或资本密

集度相关联的情况下，如表7.1所示，行业内的价格均等化过程将会使

单位产出利润量（单位产出带来的利润量）与产出、资本和/或资本密

集度呈正相关关系。这是技术变革内生条件下行业内竞争带来的必然

结果。然而，我们会发现在传统理论中，这样一种相关关系被视为

“不完全”竞争的证据。这个问题的根源在于无所不在的“完全”竞

争观念（见8.1.3小节和8.1.4小节）。

表7.2 被普遍接受的价格削减对相对利润率的影响

[1] 对第i个资本而言，uci=单位产出的直接生产成本（其内涵与直接成本相同，主要指

包括原料和工资在内的流动资本，与之对应的是加上了厂房、设备、管理费用等的总资本），

Κi=单位产出的资本，p=行业共同价格。单位产出的利润为mi=p-uci，利润率为ri=mi/

Κi=（p-uci）/Κi。如果厂房的成本更低，那么单位利润会更高，而不同厂房之间的利润率

一般不同。

[2] 在完全竞争理论中，假定企业仅仅在某个共同的“给定”价格条件（p=mc）下选择

其特定的使利润最大化的产出。在不完全竞争理论中，假定企业会选择特定的价格-产出组

合，以使其获得最高的利润（mr=mc），却不考虑竞争对手制定的价格水平。后凯恩斯主义理

论通过假定企业具有稳定的超出成本的单位产出利润量将后一种理论简化了（见8.1.8小节和

8.1.9小节）。

[3] 原文“vintage”在此处译为“相对使用年限”。通常情况下，“vintage”指葡萄

酒的年份，本书中借指厂房和设备的相对使用年限。“最新使用年限”意味着最新类型的设

备，“较早使用年限”意味着旧一些的设备。折旧、单位成本、原价、现价等均与之有关。不



存在可以自动套用的公式，它取决于不同的历史和理论。例如，一台2000年的设备原价是10

万美元，在2010年可能值4万美元，因此在过去这些年，累积起来的折旧为6万美元。参见附

录表6.3.1关于折旧和年龄的例子。即使在2000—2010年未发生技术变革，实际情况也并非如

此的情况下，一台在2010年用了10年的设备也很可能比一台比如用了2年的设备有更高的单位

成本。如果这是事实的话，那么更旧的机器就很可能有更低的单位产出利润量。当一台机器的

单位成本与它的产品价格很接近的时候，也就是说，当单位产出利润量接近零的时候，它就有

可能被废弃。来自作者电子邮件中对“vintage”的进一步解释。——译者注



7.3 行业间的真实竞争

行业内真实竞争形成一个平均价格，以及不同企业和不同资本之

间相应的利润率分布。然而，竞争的这一方面并不涉及对行业间平均

价格或利润率所处的特定水平的分析。对此，我们需要分析竞争的另

一个主要原理：跨行业的资本流动以及作为结果的利润率均等化。

古典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原理是投资者受到更高回报率的吸引。在

当前语境中，这意味着新增投资会更快地流向具有更高利润率的行

业。资本主义经济通常在不断增长，这意味着大多数行业里都已经存

在持续不断的新投资，以与相应的需求增长保持一致。因此，资本流

动意味着在利润率更高的行业，新增投资相对于需求增长更快；而在

利润率更低的行业，新增投资相对于需求则增长更慢。[1]所有这些

是相对于需求而言的，这个条件很重要。在利润率更高的行业，如果

新增资本的流入不能使供给的增长快于需求，那么利润率将会上升得

更高，这会刺激新增资本以更快的速度进入该行业。最后，在利润率

较高的行业，资本相对（于需求）的更快扩张将使供给相对于需求提

高，从而降低相对价格和利润。在利润率较低的行业，情况则正好相

反。这并不要求需求曲线本身在这个过程中保持固定不变（见安德鲁

斯和布伦纳在7.6.1小节的讨论）。因此，资本为了追求更高回报率的

流入和流出，使新增投资的利润率均等化。值得注意的是，正是新增

投资的回报率，而非所有相对使用年限的资本的平均利润率，与资本

流动有关。[2]

分析至此，我们遇到一个问题：在行业内竞争因使销售价格均等

化而导致利润率差异化的同时，行业间竞争却因推动资本对利润率的

差异做出反应而在行业间流入和流出，导致利润率均等化。这两种趋

势是如何可能共存的呢？答案在于这一事实，即只有行业内特定资本

的利润率才可能成为新增投资的“目标”。因此，行业内竞争使个别



资本的利润率差异化，而行业间竞争使每个行业内一系列特定资本的

利润率与其他行业中处于相似地位的资本的利润率均等化。

[1] 在单个行业里，新增投资会直接扩大供给，但对自身产品的需求仅有次要影响，因

此新增投资的增加总是能相对于需求更快地扩大供给。

[2] 正如图7.1所示，不同资本的利润率会因单位生产成本和资本成本的影响而不同，

但也会因资本品的相对使用年限不同而不同，因为一种特定的资本品快要报废的时候，其单

位产出利润量最终会下降。正如附录6.3和附录6.4所指出的，斯拉法构建净资本的概念是为

了使净资本价值的利润率在全部相对使用年限上都相等。但是，在马克思的总资本概念中，

这种定价方法仅仅将总资本价值分为折旧和使用过的机器的价值，因此它对每一相对使用年

限上总资本价值的利润率没有影响。后者的下降才准确地反映出更陈旧资本品的经济可行性

是逐渐降低的。



7.4 真实竞争和调节资本概念

在任何给定时间的给定行业内，总是存在一系列资本代表那个行

业最优的且通常可以被其他资本复制的生产条件。我将这些生产条件

称为调节性生产条件——在这种可复制的生产条件下，能够生产出该

行业（质量调整后）成本最低的产品（Shaikh 1979，3; Botwinick

1993，152-153; Tsoulfidis and Tsaliki 2005，13）。

可复制性很重要，因为新增投资必须能够复制这些特殊资本的生

产条件。这些调节资本的利润率将成为新增投资关注的焦点。当这些

调节资本的利润率高于其他行业调节资本的利润率时，流入该行业的

新增投资将会增加；当其利润率低于其他行业调节资本的利润率时，

新增投资将减少。这样，通过“丰瘠之年的循环交替”，行业间竞争

将使调节资本的利润率在动荡中实现均等化（Marx 1967c，208;

Mueller 1990，1-3; Botwinick 1993，ch.5; Shaikh 1998b）。

调节性生产条件的形式可以是多样化的。最简单的一种可能是，

平均生产条件即为调节性生产条件，这可能是因为（行业内）在用的

只有一种或几种大致相同的生产条件（类型A1）。图7.1描述了这种情

况。其中，纵轴表示单位成本，横轴表示总产出。就此而言，回想起

下面这一点很重要，即上述单位成本代表的是平均成本曲线的最低

点，正如之前在第4章，具体是在4.3.3小节的图4.16和图4.17中讨论

过的那样。中间加粗的曲线代表平均单位成本，围绕这条线的阴影区

域用以提醒我们：依据诸如机器的相对使用年限、工人和老板的运气

及技能等更具体的因素的不同，任何给定组合的生产条件都可以形成

一种生产成本分布——围绕在平均成本周围的生产成本分布。虚线表

示在这些生产条件通行的条件下未来扩张的路径。这条路径是开放

的，因为总是有建造新的厂房和设备的可能。



图7.1 行业A的成本结构（只有一种或几种大致相同的生产条件）

另一种可能是，可复制性生产条件是在用生产条件中成本最高

的，如图7.2中的B3。例如，在农业和矿业中，最好的矿山和土地可能

已经都被开发完了，第二等的也可能已经都被开发完了，等等。随着

成本阶梯向上移动，在任何时间，最后开采或耕作的矿产或土地都将

是这样一系列矿产或土地（以下简称“耕作边界”），即在其特定的

生产价格上，其产出对满足随时产生的总需求是必需的。耕作边界是

农业的调节性生产条件，是新增投资进入的条件。那么，由其成本和

正常利润率定义的生产价格，将成为农业商品市场价格的“引力中

心”。在这里要注意三个问题。第一，这个观点不像新古典理论所通

常假设的那样，表明调节性生产条件是一个“趋于无限小的量”。相

反，在给定质量的土地和矿产上进行扩展式生产是一个普遍规则。[1]

第二，如前文中表7.1所示，既然生产者之间的竞争将形成一个共同价

格，那么具有更低成本的生产者倾向于具有更高的单位产出利润量和



更高的利润率。这意味着更好的土地和矿产将仅仅因它们的生产条件

不可复制而获取超额利润。这种超额利润是经济租金。如果企业经营

的土地归自己所有，那么它将享有这项超额利润；如果企业和地主是

两个不同的主体，那么这项超额利润可能会被企业主和地主分享，或

者如果地主有权力将土地租用给出价最高的企业，超额利润甚至可能

被地主全部占有。古典经济学地租理论的典型假设是土地的使用者和

所有者是两个不同的主体，并且后者能够攫取所有超额利润作为租金

（Ricardo 1951b，ch.2）。马克思严谨地补充道，这只有在历史后期

才是真实的，在这一时期地主仅仅是拥有土地的资本家（Marx1967a，

643-647）。第三，在投入成本的变化或新技术的出现对生产成本有不

同影响的情况下，多种类型的土地和矿产的成本排序会随着时间的推

移而变化（Marx and Engels 1975，60-63，Marx to Engels 67，

1851）。图7.2阐释了农业或矿业（行业B）的情况。B1和B2代表已经

被开发完了的生产条件，而B3代表耕作边界——最优可复制性生产条

件（即调节性生产条件），其单位成本是这一特殊行业内调节性生产

价格的基础。

最后，调节性生产条件也可能是生产成本最低的资本，如图7.3所

示的行业C3。这可能是因为更高的生产成本代表了更旧的生产方法，

这些生产方法依然被应用在生产中，但不再具有竞争力。尽管较旧类

型资本的再生产不存在技术限制，但它们不具有竞争力。因此，C3类

型的资本体现了这一行业的调节性生产条件。[2]



图7.2 行业B的成本结构（农业或矿业）

图7.3 行业C的成本结构（较旧与较新的技术）



[1] 新古典地租理论通常假设，从一类土地的地租到另一类土地的地租的跨度无穷小，因

而根据肥沃程度做出的土地等级曲线是一条平滑的曲线。该注释和正文修正皆来自作者电子邮

件的解释和补充。——译者注

[2] 应该显而易见的是，调节资本的概念不同于施泰因德尔边际资本的概念。与新古典理

论一致，他的边际资本总是那些成本最高的资本。同样与新古典理论一致，他假定成本包含正

常利润率，因此在均衡中的边际资本赚取的净利润为零（即“它们仅覆盖了成本”）

（Steindl 1976，39）。



7.5 真实竞争导致的普遍现象

正如图7.4所描述的，在行业内部，真实竞争的第一个普遍影响是

导致利润率差异化，它来自行业内竞争导致的销售价格均等化。[1]结

果就是在每个行业内部，利润率围绕着某个特定的平均利润率（ ）

排列出一个分布区间。不同行业的利润率分布范围不同，行业间的平

均利润率也不一定相等。

在真实竞争中，企业根据市场条件和竞争结果设定价格，为了获

得相对于现有竞争者的优势以及把潜在的竞争者排除在外而削减价

格。如果不是亏本抛售，价格削减最终受限于成本（Andrews 1949，

87）。然而，如果企业不能扩大其正常的生产水平，以更低的价格将

更多的消费者吸引至门前其实无甚裨益。因此，优势存在于具有最低

成本的可复制性生产条件（即调节性生产条件）。因而，调节资本也

成为行业的价格领导者。它们的价格成为市场价格的基准。这样一

来，非调节资本就成为价格的追随者，并且因为它们必须调整自己的

售价以适应价格领导者，所以它们的利润是余量[2]：非调节资本的利

润量和利润率取决于它们自身的成本。它们可能像图7.2中的土地B1和

B2，有着高于相应的调节资本的利润量和利润率；或者也可能像图7.3

中的企业C1和C2，有着低于相应的调节资本的利润量和利润率。尽管

如此，它们仍然都是余量。



图7.4 行业内竞争对利润率的影响

真实竞争的第二个结果是，资本流动导致每个行业内具有最优可

复制生产条件（调节性条件）的资本的利润率均等化。图7.5用r*表示

这些均等化的调节利润率。行业A代表平均生产条件具有可复制性的情

况，因此平均利润率也等于调节利润率（ ）；行业B代表生产成

本最高的条件为调节性条件的情况，因此B3类型的土地或矿产的利润

率为调节利润率（ ）；行业C代表调节性条件为生产成本最低的



生产条件的情况（ ）。（利润率）均等化过程是动荡的、永无

止境的：它是一种引力过程，而非一种均衡状态。

图7.5 行业间竞争对利润率的影响

图7.5描绘了不同调节资本利润率均等化的平均结果。上述这个过

程是动荡的，是在“丰瘠之年的循环交替”中运行的，如图7.6描绘的

那样，认识到这一点很重要。因此，即使是调节利润率在任何给定的



一年，以及每一年和每一年之间，也都各不相同。我们需要考虑的不

是（调节资本利润率的）相等，而是它们的“交汇点”。

由上述分析可以推知，不同行业间的平均利润率通常并不相等，

这可以从图7.6中 这一事实明显看出来。不同国家之间的利

润率一般也不相等。例如，如果资本在不同国家间的分布恰如图7.7所

示，那么很显然不同国家的利润率会存在持续差异。相反，为了使不

同国家的调节资本的利润率均等化，进而使不同国家的利润率均等

化，（不同国家）给定行业的资本必须完全相同。任何特定资本、平

均资本和调节资本之间都不存在差别。那样的话，行业间调节利润率

的均等化也会使所有单个资本的利润率实现均等化。这正是标准经济

学理论的明确假设。不幸的是，这也正是非正统经济学理论暗指的损

害该理论的地方（Shaikh 2008，167-171）。我将会在7.6.4小节和

7.6.5小节再谈论这些问题。

图7.6 “丰瘠之年的循环交替”中的利润率均等化

调节利润率的均等化有两个引申的含义。利润率是利润（P）和资

本（K）的比率，也可以表示为单位产出利润量（m≡P/X）和资本密集



度（κ≡K/X）的比率，其中X代表总产出。

因此，调节利润率的均等化意味着对调节资本而言，如果该行业

的资本-产出比更高，那么其利润量也将更高。只要行业中的平均变量

与调节变量是紧密相关的，我们就可以预期相似的关系也适用于平均

变量。这是真实竞争的必然结果。然而，我们会发现这种模式通常被

视为不完全竞争（即垄断权力）的证据，仅仅因为完全竞争理论缺失

对该模式的分析。



图7.7 竞争导致国家间利润率的持续差异

最后，在真实竞争中，如果行业的初始投资成本更高，那么其进

入成本和退出成本也会更高，这将会使进入和退出非常具有“黏

性”。这意味着这些行业的现存企业将倾向于更多地通过改变已有产

能，而更少地通过进入和退出承受价格波动。这样，行业间真实竞争

意味着“大规模”的行业倾向于具有更大的储备产能变化范围（正常

储备的范围更大），以及更稳定的价格。然而，在基于完全竞争理论

的传统分析中，这被误认为是垄断或寡头权力的证据（见8.5.9小



节）。那么，我们如何区分竞争性行业和垄断行业呢？垄断行业的调

节利润率必须持续高于平均调节利润率。我们将会发现这个区分垄断

权力的标准和从完全竞争理论中推出来的标准非常不同。

表7.3 真实竞争特征的总结





[1] 这是因为不同企业的生产条件和生产成本各不相同，所以当市场价格趋于均等化的时

候，行业内的利润率必然是各不相同的。——译者注

[2] 在由调节资本指定的价格支配了市场价格之后，对非调节资本而言，其利润量就等于

市场价格减去其自身成本之后所剩下的部分，故称余量。——译者注



7.6 真实竞争理论的经验证据

现在我们介绍有关的经验证据，包括一般情况下企业的实际行

为，以及给定行业内不同企业和不同厂房的成本、价格和利润。7.6.1

小节回顾了真实竞争企业理论的发展，其核心特征归功于安德鲁斯，

其次为罗伊·哈罗德对不完全竞争理论的再考察。由此描绘的关于企

业行为的图景在商业文献中很常见。7.6.2小节研究了生产成本和企业

规模之间的关系，生产成本被定义为原料、工资和折旧的实际支出。

这里，索尔特是一个关键人物。7.6.3小节对实际定价行为和企业成本

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经验研究，并将这种关系和技术选择问题联系起

来。再一次，经验研究和真实竞争的预期保持一致。7.6.4小节研究了

利润率和企业规模之间的相应关系。如果完全竞争理论在经验上是正

确的，那么所有的企业都应该具有相同的利润率：行业内企业都具有

相同的利润率，因为它们都是完全相同的，并且行业间竞争将使利润

率均等化。经验证据总是和这些新古典的预期相冲突。然而，同样的

证据却与真实竞争理论完全一致。7.6.5小节研究了关键问题：什么与

调节资本利润率的经验证据有关。从理论角度而言，行业间竞争使增

量资本而不是包括所有已投资本的平均资本的收益率均等化。我认为

增量利润率是对新增投资收益率的一个很好的近似，并且正如真实竞

争理论所预测的那样，运用这种方法量度的利润率的确在动荡中实现

了均等化。

7.6.1 企业行为

7.6.1.1 牛津经济学家研究团队、霍尔和希契

20世纪30年代，包括罗伊·哈罗德和安德鲁斯[1]在内的牛津经济

学家研究团队（OERG）系统地研究了实际的商业实践。[2]他们的扩展



研究揭示了某些普遍存在的模式，这对许多学院经济学家而言都是一

个冲击（Harrod 1952，ix）。霍尔和希契研究认为，企业是根据它们

认为的“全成本”来设定价格的，该成本被定义为平均成本（直接成

本加间接成本）和某个惯例性的净利润量之和。[3]个体企业的生产成

本不同，但是在竞争压力下它们的价格必须与价格领导者保持一致。

因此，价格追随者的净利润量集合仅仅是用以使其销售价格（与价格

领导者）保持一致。霍尔和希契（1939，33）也认为全成本定价对

“温和或暂时的需求的变化”反应不大。不过，这不会阻碍价格和利

润量在需求大幅超过供给时上升，或者在相反的情况下下降（19）。

因此，只有从长期来看，企业家才会相信，对相当有效率的企业而

言，市场价格“通常……能够涵盖企业的全部平均成本，并带来适当

的净利润”（Andrews 1964，34）。所有这些经验研究都非常不同于

这种观点：净利润量是固定的，不受竞争压力和市场条件的影响。

大多数企业家解释称他们实际上的确是基于全成本制定价格

的，少数企业家承认在需求特别高时他们的定价会更高，更多的企

业家则承认在需求特别低时他们的定价会更低。那么，“竞争”的

影响是什么？基本上，竞争促使企业去调整加至直接成本和间接成

本上的利润量，这样，相似的产品具有大约相同的价格这一规则，

将会在竞争性生产者“群体”中起支配作用。一个共同的程序就是

一个强大的企业基于自己的全成本水平制定价格，其他竞争性厂商

群体接受这个价格；另一个共同的程序是通过尽管无意识但实际上

属于协议的方式达成一个价格水平，其中竞争性群体的所有厂商都

遵循“全成本”定价原则，最终各自达到一个相似的结果。（Hall

and Hitch 1939，19）

霍尔和希契发现，企业间的价格竞争意味着价格追随者的净利润

量是内生的，并且价格领导者的实际销售价格在短期内是因情况而定

的，但长期而言，其基准（全成本）价格将会为有效率的企业提供

“适当的净利润”。这样来理解的话，霍尔和希契的“全成本定价”



观念仅仅是真实竞争的证据。企业制定试行价格，并根据供给和需求

对其进行调整。企业间的竞争使这些价格与价格领导者保持一致。并

且，从长期来看，市场价格与这样的价格保持一致，它可以保证“相

当有效率的企业”（比如调节资本的生产价格）获得“适当的净利

润”。因此，牛津经济学家研究团队的发现原本可用于重建一种现实

主义的竞争理论，但事实上它并没有。

持完全竞争观点的理论家攻击道，（牛津经济学家研究团队）观

察到的企业定价实践仅仅是“定价的老习惯和老规矩”，它与追求利

润最大化的企业的眼界视角相矛盾。在完全竞争中，企业应该接受一

个共同的价格，这个价格由市场供给和需求“给定”，企业根据价格

等于边际产量（p=mc）这一条件选择其产出。价格反过来应该随着市

场需求相对于市场供给的变化而上升和下降。即使在不完全竞争中，

企业也被假定为面临斜向下的需求曲线，利润最大化对应的产出也被

边际收入等于边际成本（mr=mc）的条件决定。然后，每家企业应该设

定一个特定的价格，以保证其能够销售特定的利润最大化产出，并且

其价格随着需求而上升和下降。坚持完全竞争理论和不完全竞争理论

的两方都将牛津经济学家研究团队的发现视为异端邪说，从而拒绝接

受它，他们认为该发现等同于这样一种观点：企业对最大利润不感兴

趣（Brunner 1952a，511）。

7.6.1.2 安德鲁斯和布伦纳

安德鲁斯和布伦纳为其打抱不平，坚称牛津经济学家研究团队的

发现描述了竞争性的、由利润驱动的企业行为（Brunner 1952a，

511）。商家认为自己身陷竞争性的斗争。它们明白，来自现存生产者

的竞争制约其不能以更高或更低的价格销售商品。它们的定价也受制

于来自外部的“入侵对手”的威胁（Andrews 1949，54，82-89;

1951，147; Brunner 1952a，517-518; 1952b，733，741）。它们不

断通过削价争夺空间，以扩大市场份额。[4]因为这些策略最终受限于



其成本，所以它们不断致力于创造和采用具有更低成本的生产条件

（Brunner 1952b，738）。在竞争战中，价格领导者成为具有最低成

本的企业。除非亏本销售，否则价格削减最终受限于成本

（Andrews1949，87; 1951，131; Brunner 1952a，517-518; 1952b，

733，741）。

行业内竞争迫使每家企业制定的价格大体上与价格领导者相同，

这一事实意味着价格追随者超出成本的利润量是其各自成本的余量

（Andrews 1951，147 and n.129）。另外，价格领导者本身的利润

量，从长期而言取决于基于正常成本的正常利润。最后这句话涉及两

部分：正常成本的定义和正常利润的定义。

安德鲁斯和布伦纳认为平均成本（ac）随着产出的增加而下降，

因为平均成本的其中一个组成部分（平均固定资本）随着产出的增加

而稳定下降，而其他部分（平均原料和劳动力成本）倾向于保持不变

（见4.4.3小节）。因此，产出越多，平均成本越低。但是，企业可以

维持的产出有一个确定的限度，尽管在短期内它可以通过延长劳动时

间突破这个限度。[5]通常情况下，企业的生产计划要刚好小于这个限

度，以使意愿储备产能能够适应产出的波动（Andrews 1949，56-65，

74，81）。反过来，意愿储备产能与实际超额储备产能大不相同，只

有当产出降至正常水平以下时后者才会出现。这样，正常运营的企业

将处于平均成本曲线下降的部分，它所在的特定的点要稍微小于可持

续生产的限度。有效最小平均成本这个点既定义了一个特定企业的正

常平均成本，又定义了其正常产出水平，如图7.8所示（Andrews

1951，146-147）。[6]这和第4章图4.15中固定系数理论的假设本质上

相同。



图7.8 安德鲁斯和布伦纳的成本曲线

资料来源：改编自Andrews 1951，61，diagram I。

行业的市场价格由价格领导者所设定的价格调节。从长期来看，

这个调节价格是由价格领导者的正常成本加上一个因情况而定的利润

量构成的。从古典经济学角度而言，增加以下内容从而完善这一叙述

会更合乎情理，即指出正是资本的进入和退出迫使价格领导者的利润

量趋于这样的水平——一个能使其获得一般（调节）利润率的水平。

安德鲁斯的确这样说过一两次，不过他的主要任务通常又将其引至其

他问题上。

安德鲁斯和布伦纳更关注反对标准理论而不是完善他们自己的理

论。在1926年斯拉法抨击马歇尔的理论之后，大家“开始认识到无论

就短期还是长期而言，成本下降都是许多制造业的正常特征，这些行

业被马歇尔视为有竞争性的行业”（Andrews 1951，139，142）。那

么问题就出现了：是什么定义了企业在短期和长期的正常产出？为了

挽救消极的利润最大化企业这一传统观念，正统经济学发现“有必要

为每家企业虚构一条下降的需求曲线”。那么相应的边际收益（mr）

曲线就是向下方倾斜的，这样一来，即使在直接成本保持不变因而边

际成本（mc）也不变的情况下，也有可能在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相等



（mr=mc）的那一点上决定一个特定的利润最大化生产水平。通过用推

定的长期需求和成本曲线来代替短期需求和成本曲线的方法，这一分

析被拓展至长期（Andrews，1964，21-25）。

安德鲁斯和布伦纳强烈反对这个理论建构。安德鲁斯注意到，对

个体企业而言，假定的需求曲线不能从传统的消费者偏好理论推导出

来，因为它仅适用于总体商品：效用理论完全没有分析消费者需求在

任何给定行业的不同企业之间的分配。事实上，任何企业特有的需求

曲线，都是这家企业在该行业总需求中所占的一定份额，这受到其自

身供给和其他企业供给的影响。那么，需求便不能被视为独立于供给

的变量，这就推翻了需求-供给分析的传统基础。第二个反驳理由是，

即使是市场需求曲线本身（个体企业的需求曲线被认为是由它推导而

来的）从长期来看也不能被视为给定的，因为通常情况下，消费者的

偏好和收入在任何一个这样的时期中都会改变。第三，新厂房的进

入，无论它是已有企业还是新企业所建，不仅会移动推定的个体企业

的需求曲线，而且通常也会改变它们的形状（Andrews 1964，42，56-

57，60，68）。第四，所有企业层面的需求曲线也都必须反映这样一

种不对称，这种不对称是企业现行价格与无数竞争者价格之间的任何

差距所固有的：如果企业的现行价格高于其他竞争者，那么其市场份

额会迅速下降；反之，如果企业的现行价格低于其他竞争者，那么其

市场份额会迅速上升。不过任何一条这样“弯曲”的需求曲线，都只

是根据企业的每一价格水平与竞争者价格的偏离来定义的（Andrews

1951，137，144）。

安德鲁斯的明确目标是提供一个竞争性企业理论，它既要与经验

研究保持一致，又不能陷于“静态均衡分析方法”的泥淖，因为静态

均衡是支撑完全竞争、不完全竞争和垄断竞争的理论基础。他将自己

的工作视为这样一种努力：“复兴马歇尔的竞争理论，为马歇尔的正

常价格观点进行辩护。”（Andrews 1949，quote from 54; Andrews

1951，125）[7]他反对完全竞争理论的两个关键性假设。首先，他拒

绝了企业的边际成本不断上升的假设，依据的理由是：面对产出的变



化，单位直接成本是不变的，因而边际成本是不变的。其次，竞争性

企业想销售多少就能销售多少的假设遭到否定，理由是：企业可以销

售的产出取决于它所制定的特定的价格，而这一价格又与它的竞争者

所提供的价格密切相关（Andrews 1964，1-5）。我们注意到，他还否

定了不完全竞争理论两个相应的关键性特征：在个体企业层面，存在

着稳定的斜向下的需求曲线和边际收益曲线；不同的企业根据各自利

润最大化的需要，对相同的商品制定不同的价格。

安德鲁斯选择用在直接（原料和劳动力）成本之上增加一个总利

润量的方式来刻画企业制定价格的特征（Andrews 1964，33）。这使

其不幸地偏离了霍尔和希契的全成本定价原则，该原则有赖于在平均

成本之上增加一个净利润量。平均成本包括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这

使得净利润量与（净）利润率直接相关。于是，行业内有效率的企业

的长期净利润量和其他行业中调节资本的一般利润率之间的联系就变

得一目了然。但安德鲁斯关注直接成本（avc）的动机在于他相信后者

在有效的产出范围内是保持不变的，因此边际成本也是保持不变的。

这为他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经验依据来抨击新古典理论的基础。

如同霍尔和希契一样，安德鲁斯认为，竞争迫使大多数企业将自

己的价格与价格领导者企业制定的价格相绑定。因此，对价格追随者

而言，安德鲁斯自己的定价原则所解释的是总利润量，而不是销售价

格[8]（Andrews 1951，147，153）。这使价格领导者的总利润量成为

真正的问题。他注意到，在短期内，这是极其视情况而定的，因为它

可以依照行业供需情况而上升和下降。因此，对安德鲁斯的价格理论

而言，核心的问题产生了：什么决定了价格领导者的长期总利润量？

安德鲁斯通常认为总利润量由“竞争”决定，并长期趋于稳定

（Andrews 1949，85，88）。布伦纳也持相似的观点，她说，“竞争

通过直接限制各个行业可得的总利润量的规模起作用”（Brunner

1952b，733）。但之后，安德鲁斯突然在某处清楚地阐明了这个问

题。



然而，经验表明，长期力量的确重新调整了利润量的大小。竞

争的浪潮也许会导致少量不正常利润的产生，但最终所有的不正常

利润都趋于消失。一般而言，行业经验的确表明，当企业家将总利

润量和价格视为由竞争决定时，他的决策是正确的……他加入价格

中的总利润量将依赖竞争，因此依赖效率最高的竞争者的直接成本

水平。（Andrews 1949，88-89）

这些描述完善了安德鲁斯的竞争理论。任何行业的市场价格都依

赖效率最高企业的直接成本和总利润量。从长期来看，竞争会消除总

利润量中的任何不正常利润——将总利润量降至这样一个水平，它在

本质上反映了“有效率”生产者的正常利润率（Moudud 2010，42-

43）。于是，由此产生的价格领导者的正常价格决定了非领导者在各

自特有成本下的利润量。的确，他在之后将自己的理论用于“教学分

析”时设想了一个行业，这个行业只生产一种产品，所有生产者的销

售价格都相等。他明确表示“这里讨论的企业理论与马歇尔对一个行

业长期均衡的描述相当一致”（Andrews 1951，154-155）。但我们知

道，马歇尔的长期正常价格正是对应于每个行业的“正常利润率”

（Panio and Petri 1987，238-239）。所以，尽管不是非常公开，但

安德鲁斯在这里似乎是说，有效率的生产者的长期总利润量是由正常

利润率决定的。

尽管安德鲁斯取得了突破，但是他自己更关注于总利润量的稳定

性而非其长期水平，因为这样可以使他宣称销售价格通常不随着产出

的变化而变化。竞争性价格面对产出变化的稳定性，驳斥了新古典理

论将价格视为稀缺指数的概念，也使其只有提高价格才会增加供给的

相应论断成为无稽之谈。于是，我们不能再将观测到的价格或利润量

的经验稳定性视为垄断的依据（Andrews 1949，81，88，89），也不

能将价格和直接成本之间的差异（即竞争决定的总利润量）视为垄断

权力的指数（Brunner 1952b，741），行业内竞争程度与企业数量负

相关的论断同样是不合理的。根据安德鲁斯的观点，对竞争性企业的



恰当定义是“它允许新的竞争者进入”。因此，即使一个行业仅有一

家企业，它也可能是竞争性的（Andrews 1964，16）。这些都是开创

性观点，它们本应为真实竞争理论的创立开辟道路，但事实上并没

有。

7.6.1.3 哈罗德对不完全竞争理论的修正

将牛津经济学家研究团队的发现纳入新古典经济学的其中一种方

法，是将它们作为不完全竞争或垄断竞争（即每家企业根据边际收益

等于边际成本mr=mc的原则来决定价格和产出）中利润最大化行为的证

据。这种方法既保留了标准理论的利润最大化企业，又考虑到了个体

企业的定价行为（但不包括价格削减行为）。安德鲁斯反对任何这样

的尝试，他的理论驳斥了企业斜向下的需求曲线和相应的边际收益曲

线。罗伊·哈罗德——牛津经济学家研究团队的另一名关键成员，也

是边际收益曲线的创造者（Eltis 1987，595）以及对不完全竞争理论

进行经典论述的作者（Harrod 1934），最终采取了与安德鲁斯相反的

策略。哈罗德试图将牛津经济学家研究团队的发现作为证据纳入垄断

竞争理论的修正版本中。他解释了实际的商业行为如何与长期的利润

最大化行为保持一致，从而比霍尔和希契以及安德鲁斯和布伦纳向前

迈了一步。但是，与其他人相比，他在两个方面倒退了。他保留了新

古典经济学的成本包括预付资本和正常利润的原则，并且他坚持新古

典经济学关于不完全竞争的观点，认为企业根据（修订过概念后）边

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原则制定价格，但不会基于成本削价，价格削

减隐含于价格领导者和价格追随者的区别中。而这一区别在哈罗德的

案例中并不存在，因为哈罗德坚持了传统的假设，即所有企业都具有

相同的生产条件。

古典经济学和商业实践将成本定义为实际支出：直接成本（原料

和工资支出）和固定成本（固定资本的折旧支出）。但新古典经济学

理论将据说是企业家“权利”的正常利润也包括在内（Liebhafsky

and Liebhafsky 1968，266-267）。正常利润一般可以通过将某个会



计意义上的正常的、经济范围的利润率应用于固定资本存量计算出来

（Varian 1993，203）。正常利润之所以可以被加入固定资本，是因

为这样的断言：正常利润率可以被视为企业给定的机会成本。换言

之，新古典经济学假定平均成本包含直接成本和正常总利润量。这改

变了新古典经济学对总成本和平均成本的量度，但没有改变平均可变

成本（直接成本）和边际成本，因为它们都不依赖固定成本。新古典

经济学中加入利润后的平均成本等同于古典经济学的生产价格，因为

新古典经济学的平均成本包含了基于预付资本的正常利润率。在4.3.1

小节，我将平均成本标记为p*，以此将它和古典理论的以及商业的定

义（平均成本）区分开来。那么，新古典理论的长期均衡与p=p*的任

何一点都保持一致。

即使在新古典理论中，也存在两个这样的点：在完全竞争中，企

业的自由进入和退出迫使每家企业的（水平的）需求曲线与生产价格

曲线的最低点相切，这个点是长期均衡点，在这个点上，

p=mcLR=p
*
min（Varian 1993，346-359）；在垄断竞争中，每家企业

的需求曲线是斜向下的，企业的自由进入和退出将使长期需求曲线和

生产价格曲线（新古典意义上的平均成本曲线）的切点处于产出更低

而价格更高的点，这个点就是长期均衡点，在这个点上，pm=DLR=p
*。

传统观点这样来为后一种结果辩护，他们认为企业在这个点上获得了

更高的利润，高于在生产价格曲线上的其他任何点上所获得的利润，

包括生产价格曲线上的最低点p*min（Varian 1993，431）。哈罗德洞

察到这个辩护包含重要的矛盾。传统的平均成本曲线表明了针对任何

一个给定产出水平的相应平均成本。新古典理论的平均成本曲线加入

了正常利润，因此它代表的是在每一个产出水平上可以获得相同收益

率的生产价格p*。因此，从传统的不完全竞争理论中推导出来的切点pm

和最低点p*min获得相同的利润率。但最低点是最低的正常价格，它可

以以低于其他所有价格的价格出售，包括与传统的垄断竞争理论相联



系的切点。因此，只有p*min从长期来看才是可持续的：企业的自由进

入和退出将改变一般企业的平均需求曲线，以使其下降至和p*min相交

的点。因此，我们现在有了三种不同的观点：完全竞争观点，认为企

业的平均长期需求曲线与价格曲线在最低生产价格p*min点上相切；传

统的垄断竞争观点，认为企业的平均长期需求曲线与价格曲线在更高

的价格pm点上相切；哈罗德的长期竞争理论，认为企业的平均需求曲

线与价格曲线在p*min点上相交。图7.9展示了这三种不同的观点。[9]

图7.9 哈罗德长期均衡与垄断竞争

在修正后的不完全竞争理论中，哈罗德首先指出存在广泛的证据

表明企业设定其价格，企业面临斜向下的需求曲线（他将这种情形称

为不完全竞争）[10]，以及如果生产某种商品的现有企业定价过高，

它也会表现出“对新进入者入侵的真实恐惧”（Harrod 1952，144，

158-160）。因此，哈罗德提出分析“不完全但自由的竞争”的逻辑，

其中定价企业面临斜向下的需求曲线，而且拥有相同技术的其他企业

可以自由进入和退出（187）。

像安德鲁斯一样，哈罗德认为传统的平均总成本（ac）先下降一

段时期，然后在某一点开始上升。加入利润的平均成本（即生产价格

p*）表现出相同的一般模式——除非生产价格的最低点对应的产出高



于实际平均成本的最低点（见4.3.1小节）。有效的最低价格点先于绝

对最低点出现，因为必须为正常储备产能留出浮动空间（Harrod

1952，154，165 text and n.1; Moudud 2010，4-5）。这定义了在其

预期寿命中企业依据计划确定的每年正常产出（Harrod 1952，

150），正是在这一点上，企业可以维持自己的市场份额，因为新进入

的企业难以（在相同的技术条件下）达到更低的正常价格。的确，对

依赖在更高的正常价格点上运营企业的企业家而言，可以意识到来自

其他竞争者的压力将会侵蚀其长期的任何剩余利润，“这无疑是一种

精神分裂的征兆”（149）。因此，哈罗德总结道，在自由进入和退出

的条件下，企业意愿的产出（防御性产出）对应的是有效的最低正常

价格点，而不是传统上长期需求曲线和正常价格曲线相切获得的（不

可持续的）最大利润产出的点（150-151，161-162）。企业根据防御

性产出来确定价格，而企业的自由进入和退出确保从长期来看销售价

格和最低正常价格相等，从而使新厂房和设备获得正常利润率。

哈罗德对厂房和企业进入市场以及退出市场进行了重要的区别。

正如他所指出的，现存企业可以通过增加新的厂房“进入”市场，也

可以通过废弃旧的厂房“退出”市场（Harrod 1952，144）。如果现

存企业的定价所对应的销售量低于有效最低成本条件下的产出，那么

价格将会下降，并且（或者）一些厂房会被废弃，从而使剩余资本的

平均需求曲线向外移动，直至销售和可持续产出相等。反之，如果销

售量超过可持续产出，那么价格将会提高，并且（或者）现存企业或

新企业建立的新厂房将会进入市场，使平均需求曲线向内移动，从而

使销售恢复至和可持续产出相等的水平，同时使市场价格回到最低正

常价格（159-160，162-163）。[11]我们可以发现，正是资本的进入

和退出所导致的产能变化，促使一般企业的需求曲线向内或向外移

动。哈罗德强调所有这些都通过试错实现，因为企业家“并不清楚需

求，只能尽自己所能进行预测”，而只有“市场证明他的预测是正确

的时候”，他才能获得净利润量（160-161）。



哈罗德对比了战略型利润最大化和作为标准假设的目光短浅型利

润最大化的概念。哈罗德认为二者的区别不在于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

益（mc=mr）的条件，而在于对长期边际成本和长期边际收益的定义

（Harrod 1952，179）。根据哈罗德的观点，长期边际成本包括间接

成本和正常利润，因为这些因素从长期来看也是可变的。因此，长期

边际成本曲线即是正常价格曲线p*。就长期边际收益曲线而言，他注

意到，一方面说企业在投资新厂房时考虑到其整个生命周期，另一方

面却在不展望未来的条件下决定其产能利用率，这二者是矛盾的

（149-152，161-162）。战略型利润最大化必须将这种情况考虑在

内，即如果定价过高以至其他竞争者可以以更低价出售，那么必须从

定价很高的直接收益中减去由市场份额减少导致的潜在收益损失

（150-151）。因此，长期边际收益曲线和需求曲线D相同。那么长期

利润最大化的点mcLR=mrLR正是一般企业的需求曲线和正常价格（加入

利润的平均成本）曲线相交的点D=p*，正如图7.9中第三张图所示。

就调节过程而言，有两个重要因素决定了一般企业的状况，注意

到这一点是有益的：价格和市场份额。调节过程也导致了两个意义重

大的结果：正常产能利用、行业调节利润率和一般利润率的均等化。

资本的进入和退出将会改变调节资本的市场份额，而这会在某个特定

的价格水平上建立行业的调节利润率。如果这个利润率持续地不同于

一般利润率在不同时间的平均值，那么该行业的价格和产能将会在动

荡中调整，直至给定行业的平均资本获得正常的产能利用率和正常利

润率。这就是哈罗德对以下两种观念的综合：全成本定价和行业的长

期支配性价格必须反映一般利润率（Harrod 1952，157-158，179，

187）。

首先，霍尔和希契刻画的全成本概念指的是一种基准价格，它包

括（商业意义上的）平均成本和惯例上的净利润量（Moudud 2010，6-

7）。只有从长期来看，只有对有效率的企业而言，这个净利润量才是

由正常利润率调节的。根据哈罗德的观点，净利润量处于长期均衡水



平，因此全成本和起初的生产价格是同义的。其次，霍尔和希契、安

德鲁斯和布伦纳强调企业不仅设定价格，而且只要可能的话也会削

价。不完全竞争理论也假定了企业在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的意义上

设定价格，并且哈罗德接受了企业定价行为这一特有的概念。但在他

的论述中，并不认为存在企业削价这样的事情。相反，企业将自己想

制定的价格与在其他企业自由进入和退出的压力下必须制定的价格之

间进行对比。这两种观点可以说是一个内部的对话。假如企业恰好选

择了目光短浅型利润最大化的价格，由此而来的超额利润会刺激新资

本的进入，从而扩大供给，并将市场价格降到全成本水平之下（144，

155-161，174，179）。在这里，所缺失的不过是如下的观念，即企业

可能为了在市场上夺取空间而主动削价，并在这个过程中自愿接受低

于正常水平的利润甚至承担亏损。[12]然而，这种类型的价格削减行

为在实际竞争中广泛存在。

7.6.1.4 商业文献中的价格削减行为和新企业的进入

格罗斯基（1990，20-21）对国际利润率的研究确认了这样一些重

要的模式：行业内的超额利润会刺激已有企业（局内人）和外来企业

（局外人）采用最好的生产方法；它也会刺激新企业进入，并且新进

入企业制定的价格可能会低于已有企业制定的价格；新企业进入的威

胁就足以促使已有企业扩张自己相对于需求的产能；所有这些（对超

额利润的）反应导致了价格下降的压力，这将消除超额利润。同样

地，达兰（2006，C1）在《纽约时报》上刊登的一篇商业文章《当成

本差异很大时，价格削减行为是竞争的特征》中写道：“戴尔急剧削

减了电脑的价格。这个策略非常传统，即降低价格。虽然利润量会暂

时下降，但因为企业可以获得市场份额，并在未来享受收益的增长，

所以这项举措将会打击竞争对手，使对手的状况更糟。”正如作者所

注意到的，这项策略只有在成本差异巨大的条件下才会起作用。“戴

尔在2000年实施这项措施并取得了成功。”这是非常清楚的：只有成



本更低的企业才能削价并从竞争者那里夺取市场份额，它们知道如果

获得了成功，那么利润量的“暂时下降”将会伴随未来收益的增长。

布赖斯和戴尔（2007）主持了一项为期4年的研究“1990—2000年

赢利最多的行业——由已有企业资产收益率衡量”。他们的结论是清

晰且明确的。“4年的研究让我们确信：货币吸引货币。[13]在我们调

查的10年间，进入赢利最多行业的企业数量是平均行业的5倍。”总的

来说，进入最具吸引力的市场中的新企业最初赚取的回报比其他行业

的新企业少30%。“然而，当热门行业的新企业开始赢利的时候，它们

的利润率非常高。它们的回报几乎是顶级行业所有进入者的7倍，是吸

引力较低的市场中赢利企业的4倍。”这样，在那些已有企业的利润持

续高于其他行业企业的行业中，新的进入者就像蜜蜂被蜜罐吸引一

样，不断被吸引着进入那些市场。而且，“无一例外地，挑战者都从

军事手册中效仿谋略”。例如，当“维珍可乐在美国发行时，维珍集

团的首席执行官理查德·布兰森驾驶一辆英国坦克冲进纽约时代广

场，碾过一道由可乐罐垒成的围墙，以此来象征他想要对竞争对手发

起的战争”。与此相反，红牛则是秘密行动。1997年，它带着一款新

鲜别致的利基产品进入美国软包装饮料市场：一种碳酸能量饮料，一

罐8.3盎司（245毫升），零售价2美元。如果购买一罐可口可乐或百事

可乐，你需要支付两倍的价钱。起初，红牛通过非传统批发商销售。

比如，在酒吧，调酒师将其和酒精混合起来；在夜店，20多岁的年轻

人大口喝下富含咖啡因的饮料从而可以整夜跳舞。在获得忠诚的消费

者之后，红牛在高利润量的推动下挤进了住宅区附近的商店，现在它

端坐于冷柜里，与可口可乐及百事可乐不到一臂之遥。在美国，2005

年红牛在6.5亿美元的能量饮料市场中占有65%的份额，它的销售额每

年增长35%。

当然，除了正统经济学家外，每个人都知道竞争仅仅是另一种形

式的战争。秉持这一精神，吉拉德（2009）承诺要为那些在此之前已

经支付了高额费用的公司揭示作战模拟中的各种技术。这本书的广告

语是这样的：



在一个全球化、复杂的和充满竞争的世界中，制订一项计划而

不检验其市场反应无异于盲目地走入雷区。作战模拟对企业而言是

金属探测器。然而，大型咨询公司所经营的作战模拟是秘密且耗费

巨大的。这本书第一次使每一个产品和品牌经理、项目领导者、市

场营销人员和规划师，不论企业大小，都可以获得这些作战模拟技

术。这本书是使你领先于竞争对手的“圣经”。不要把它忘在家

里 。 （ http:

//www.amazon.com/exec/obidos/ASIN/1601630301/ossnet-20）

7.6.2 关于厂房直接生产成本的经验证据：索尔特

真实竞争理论意味着在不同的企业之间，成本和利润存在着系统

性差异。在第4章，我们对固定成本、可变成本和总平均成本如何随着

给定厂房产能利用水平的变化而变化进行了经验研究，现在我们考虑

生产成本如何随着企业规模的变化而变化。请注意，成本在这里是按

照通常情况下商业意义上的成本被定义的：指在原料、工资和折旧上

的实际支出。关于数据来源、研究方法的信息和相关数据表格见附录

7.1。

新增投资是发展新技术的主要载体（Salter 1969，65），资本

（厂房、设备和相关的生产条件）持续的进入和退出使行业内持续存

在着一个不间断的技术分布范围。既然销售价格受制于竞争，那么生

产条件的分布范围会相应地反映为单位成本、利润量和利润率的分布

范围。当更新的厂房规模更大时，单位成本与企业规模负相关，而利

润量与企业规模正相关。需要注意的是，后一个命题并不是必然的，

因为如果企业能够设定（较高的）价格，使成本优势得不到发挥，那

么利润量就可能与企业规模无关，甚至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而下降。

最后，从某种程度而言，规模更大的厂房具有更高的资本密集度，利

润率的增加将小于利润量，甚至随着规模的扩大而下降。事实上，我

们将很快看到“大多数研究……发现利润率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而下

降”（Dhawan 2001，270n.1）。



安德鲁斯在分析商业模式时注意到，规模更大的企业似乎具有更

低的单位成本，对规模确实很小的那些企业而言，其规模增加会使得

平均成本急剧下降……就一个行业的稳定结构而言，平均成本下降的

速度很快会随着企业规模的增长而放缓（Andrews 1964，82）。这意

味着图7.10描述的关系能够与k=Ae–b·Scale （即存在log（ k）

=log（A）–b·Scale）这种形式的指数关系兼容，见图中虚线。当我

们对可获得数据进行计量经济学分析时，这种简单的形式很重要。

索尔特（1969）对企业间的成本差异进行了经典的研究。他的第

一个结论是任何一个给定的行业都有一个技术分布范围，因为新的生

产方法总是在投入运营，而旧的总是不断被废弃（4-6，48-49，62-

63，95-99）。“总投资是发展新技术的载体”（65），并且“在任何

时间内存在的厂房，实际上都是自它们建立之日以来技术发展的凝固

的历史——资本存量像化石编年史那样展示着刚刚过去的资本技术

史”（52）。即使在给定技术下生产率也会出现重大差异，因为仅仅

是厂房老化就会使劳动生产率变得更低。表7.4基于索尔特对美国1933

—1935年甜菜制糖行业和1935年水泥行业的调查数据阐明了这个观

点：较新厂房的劳动生产率比最旧的高出35%~66%。

图7.10 安德鲁斯对单位成本和厂房规模之间相关性的经验研究

如果机器老化是不同厂房的生产率出现差异的唯一根源，没有企

业会占据持续性优势，因为每个厂房都必须经历相同的生命周期。但



企业之间的差别还在于技术类型，“最优方法”就是“每个时期可获

得的最新技术”（Salter 1969，6）。这与调节资本相同，如果我们

将“可获得的”理解为“可复制的”。最优方法技术“体现于新建的

厂房中”，并且一般具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25）。“相对使用年限

更久的机器……体现了过去被废弃的技术，因此不能达到当前最优方

法的效率标准”（52）。索尔特表明：1911—1926年，美国高炉炼铁

行业最优方法技术的劳动生产率是平均劳动生产率的约两倍（6）；在

制鞋行业，生产每双中级固特异沿条牛津鞋[14]的最优方法所要求的

劳动量，从1850年的超过15个小时缩短至1936年的不到1小时。平均劳

动生产率总是更低并且“落后”（6，25-26）。表7.5比较了1946年美

国棉花纺纱和织布行业中不同生产阶段最优方法和平均方法单位工时

能够加工的棉花量。

表7.4 现存厂房的厂龄和劳动生产率

资料来源：Salter 1969，98，table 9.



索尔特（1969）从中得出了几点理论性结论。我们必须抛弃技术

变革是一个“一次性完成”的过程的观念，取而代之的是：技术变革

是不间断的变化过程。上述观点的一个推论就是：并不存在类似于传

统的长期均衡这样的东西，因为长期均衡的必要假设是单一技术，而

这与由技术变革带来的长期存在的技术分布范围不一致（6-7）。因

此，“作为一种存在状态的长期均衡从来都不曾实现过”（59）。尽

管如此，认识到以下两种决策的区别依然很重要：一方面是涉及技

术、投资和（厂房、设备）重置的长期决策，……其中，体现在资本

设备上的这种重置会将其影响扩展至长期”；另一方面是涉及产能利

用率变化的短期决策。

表7.5 最优技术与平均技术的生产率差异

资料来源：Salter 1SD969，97，table 10.

就行业整体水平而言，索尔特比较了英国1924—1950年的情况，

发现生产率的巨大提高与产出和就业的大幅增长，以及相对直接成本

和相对价格的大幅下降都存在相关性。他将生产率增长视为驱动力：



因为工资率在一般劳动力市场上已经被决定，相对工资变化不大，所

以单位劳动力成本随着劳动生产率的上升而下降；同时，相对原料成

本与单位劳动力成本同时下降。因此，劳动生产率较高的行业，总体

直接成本会系统下降。另外，在具有更低单位成本的行业中，其总利

润量不会更高，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下降的成本会导致价格下跌

（Salter 1969，109-24，figs. 14-16，21）。结果，1924—1950年

相对价格变化中的77%（就纯粹统计意义而言）可以由劳动生产率的差

异化运动来解释（119-120，fig. 17）。反过来，劳动生产率好像在

很大程度上由内在的技术变革驱动，因为劳动力-原料、劳动力-资本

的相对价格变化导致的“要素替代”好像没有很大影响（132，144-

145）。索尔特自己没有比较相对价格和相对单位劳动力成本的变化，

但在他的书中可以获得另外两个数据系列的必要信息（164，table

28; 197，table 33）。[15]图7.11和图7.12分别通过比较美国1923—

1950年的数据和英国1954—1963年的数据（后者见该书补遗，是索尔

特1963年英年早逝后由W. B.雷德韦提供的）展现了这种显著关系。我

们将在第9章看到，这个模式体现了相对价格有效且更一般的性质的一

个方面。



图7.11 1923—1950年美国销售价格的变化与单位劳动力成本的变化（每个变量1950年的值
与1923年的值的比率）

资料来源：Salter 1969，197，table33.

尽管索尔特反对传统的技术静态假设，但不像安德鲁斯，他依然

保留了对完全竞争和不完全竞争的传统区别。因此，他继续将竞争性

企业视为价格接受者，而将削减企业视为寡头垄断者。尽管如此，他

提出一个重要观点，即一个真正的垄断者会不断扩大产出“直至其所

有的投资仅仅获得竞争收益率”，因此“其新建厂房的利润率将是正

常收益率”（1969，90n1，91）。他还主张企业的削价行为可能会降

低新增产能的利润率，从而降低正常利润率，因此“垄断者可能发现

通过直接进攻获得市场控制权的成本太高；相反，他将试图通过新增

产能攫取一切新增市场，从而相对于其竞争对手实现增长”（93）。

索尔特后来主张新增产能将会扩大相对于需求的供给，这将拉低市场

价格，有可能吸引新消费者进入市场，直至新增产能被吸收以及一些

旧的产能随着价格的下降而无利可图（55）。



图7.12 1954—1963年英国销售价格的变化与单位劳动力成本的变化（每个变量1963年的值
与1954年的值的比率）

资料来源：Salter 1969，164，table 28.

最优方法厂商的成本低于平均成本的事实，意味着在任何与其他

企业相同的价格上，它们的利润量更高。但如果它们的资本成本也更

高，则它们在支配性市场价格上（在价格削减之前）具有更低的利润

率也是可能的。索尔特自己没有关于行业资本存量或单位资本成本的

数据，因此他不得不从总利润量的数据中推断资本成本的模式。他谨

慎地指出，“总利润量不能很好地量度单位资本成本”，因为前者不

仅包括单位折旧（与单位资本成本成比例），而且包括单位净利润、

租金和利息（Salter 1969，131）。尽管如此，因为他已经注意到单

位劳动力成本更低的行业的总利润量不一定更高（117，fig. 16），

所以他被（暂且）引向去驳斥效率更高的厂房有更高单位资本成本的

假设。他的这部分论证是混乱的，因为他也可以推断不同的厂房有相

似的总利润量，因为更高的资本成本往往与更低的净利润量相关。无



论如何，他都转向了新古典的理论观点，即无论如何，如果更低的劳

动力成本伴随着更高的资本成本，那么这肯定是因为由工资相对于资

本品价格上升导致的“资本替代”。在这里，同样是因为没有资本品

价格的数据，所以他被迫转而依赖相对于劳动力成本的原料成本变

动。因为这两种成本并列上升，他最终驳斥了单位资本成本更高的假

设。我们将在稍后分析包含资本成本的数据时再讨论这个问题。

最后，索尔特指出新方法“只有在有可能获得超额利润时才会被

采用”。于是，由行业内外的企业家引入的这类厂房将会“相对于需

求条件”不断扩张产出，直至超额利润消失（即新厂商的收益率等于

正常水平）。因此，最后“最优方法技术仅能获得正常利润”

（Salter 1969，55）。这里出现了三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第一，像安

德鲁斯和布伦纳一样，索尔特支持古典的观点，即调节资本从长期来

看仅能获得正常利润率；第二，索尔特宣称新生产方法只有在获得超

额利润率时才会被采用；第三，他解释道，引入更低成本的生产方法

将会通过扩大相对于需求的供给导致价格下降。后两个命题潜在地建

立在新古典完全竞争理论的基础上，其中企业进行决策时视市场价格

为给定的，并且市场价格反过来只能通过供需改变。索尔特依然认为

价格削减行为存在于市场竞争领域之外（即作为寡头垄断行为）。另

外，安德鲁斯则坚持认为竞争性企业是一个既能制定价格又能削减价

格的主体，它在竞争战中的成功取决于其成本优势。

7.6.3 对比价格接受和价格削减情境下的技术选择

本章开始部分的表7.1展现了一个数值实例，其中单位生产成本更

低的方法具有更高的单位资本成本。在任何主导性价格水平下，成本

更低的生产方法总是具有更高的净利润量。我们认为效率更高的企业

资本成本更高，折旧成本也更高，所以总利润量也会更高。尽管如

此，效率最高的企业的利润率（D）低于最接近它的竞争者（C）。根

据索尔特基于以下观念的（正统）标准，即市场价格不受企业控制，



方法D将不会被采用。但是，如果我们反过来接受安德鲁斯和布伦纳的

观点，我们会看到方法D的成本优势使其有能力削减价格，然后销售者

之间的竞争将迫使其他企业跟着它削减价格。表7.2表明价格仅仅下降

10%将使方法D和方法C的利润率相同，并且任何低于这一水平的价格都

会使D成为利润率最高的生产方法。两种不同的结果产生于竞争观念的

根本差异。只有真实竞争理论意味着，在主导性市场价格下利润率更

低的潜在方法，将会因其成本优势而成为市场中的支配方法。因为新

的具有更低成本的方法需要时间来拉低市场价格，所以只有真实竞争

理论意味着新的（规模更大的）方法可能具有更低的利润率。我们很

快将会看到商业文献已经普遍观察到了利润率和企业规模之间的负相

关关系。我们将会在7.7节看到在这两种竞争之下起基础作用的观念的

对立，正是有关技术选择的学术争论的核心（Shaikh 1978，

1980d）。

面对成本差异的价格削减行为，带来了进一步的可能，即价格差

异与成本差异相关。当具有更低成本的新企业试图通过为给定质量的

商品制定更低的价格挤入市场时，现存企业必须做出反应。如果选择

忽视价格下降，它们将会随着消费者的逐渐离开而损失利润。另一个

选择是如果与新价格保持一致，那么它们将会直接减少自身的利润

量。具有更旧厂房的企业可能会更多地考虑第一种选择，因为它们在

不久的将来将要进行厂房替换，而具有更新厂房的企业将会通过降低

价格进行更有力的回击。因此，在每个行业观测到的成本差异的分

布，将伴随着相应的价格差异的分布。此外，这意味着企业间的生产

率差异会比其收入差异更大，因为具有更高生产率的企业倾向于制定

更低的价格。这恰恰是经验证据所表明的现象。

对生产率的量度通常是用行业内的价格平减指数对销售收入进行

平减得到的，但这种量度是误导性的，因为销售收入同时反映了物质

生产率和价格。在大多数行业的研究中，不同企业间产品结构的变化

使我们很难直接观察到价格差异。一个间接的方法是用收入数据估计

企业层面的生产函数，然后用相应的生产率估计值去推测价格水平。



此外，这要求我们相信企业层面的新古典生产函数，但并没有来自现

实的证据支持该生产函数（见4.2.2小节）。一个更加直接的方法就是

聚焦于只生产一种同质产品的行业。福斯特等人对11种不同产品的生

产商建立了共计17 669个机构层面的观察值，跨期5年（Foster，

Haltiwanger，and Syverson 2005，1，17）。他们的发现增加了“相

当［有体量］的证据，即生产率更高的企业取代了生产率更低的企

业”。具有更低成本的企业发展更快，且更有可能存活，这表明“选

择机制在起作用”（1）。但是，存活和生产率之间的联系是间接的，

因为“选择取决于利润率而非生产率”，而后者只是影响前者的诸多

因素中的其中一个。在每个行业中，单位工人的物质生产率和收入都

存在巨大而持续的差异。但是，后者的离差更小，“因为新进入的企

业制定的价格比已有企业更低”（1）。物质生产率更高的企业制定的

更低价格，甚至可以抵消生产率的差异到这种程度——使新企业和已

有企业单位工人的收入更低：因此，物质生产率与价格负相关，而基

于收入的生产率与价格正相关（abstract，1，4）。就其本身而言，

低物质生产率与退出的高概率相关联，但低价也与之相关联。这乍看

起来令人迷惑，因为低价与新企业有关，而新企业具有更高的生产

率。但如果我们回想到新进入者具有高退出率，并且成功者的概率更

小而失败者的概率更大，以及实力更弱的企业为了清除存货而进行停

业大甩卖，那么低价与退出概率存在部分相关性就说得通了（Andrews

1949，87-88; Brunner 1952b，738; Bryce and Dyer 2007）。

表7.6阐释了上述模式。对规模更大且生产率更高的资本而言其销

售价格更低，且价格可以如此之低，以至这些生产率更高的资本的单

位工人收入、利润量和利润率在其发展初期实际上会更低。这可以用

来提醒我们新企业为了之后进入行业阶梯的顶端，一般愿意在初期承

受利润率的下降（Darlin 2006，C1）。

7.6.4 关于企业层面的成本、资本密集度和利润的经
验证据



如果完全竞争理论在经验上是合理的，那么行业内所有企业的成

本和利润率将大体相同，因此一般企业即调节资本。那么，资本的跨

行业流动将使行业的平均利润率均等化。既然行业内的企业相似，这

也将会使不同企业的利润率均等化。那么，在任何时刻从所有行业中

抽出的企业合并样本的利润率可能依然不同，但是企业层面的利润率

的时间平均值必须相等。这是大多数关于企业层面利润率研究的预

期，但总是被证伪。这里的问题在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表7.6 局部价格削减对相对利润率的影响

注：其中单位工人收入等于销售价格乘以物质生产率，除以基年价格（假定为100）。

梅尼亚注意到利润率不同的问题“也许是行业组织中的基本问

题”。为了解释持续存在的利润率差异，早期研究接受了不完全竞争

的观点，其中市场权力、同谋和进入障碍被认为是导致完全竞争不能

实现的主要因素。随后的研究也考虑了效率的差异。尽管如此，一些

人仍然试图将差异归结于对利润和资本存量的不恰当量度——尤其是

不能量度与广告和研发有关的“无形资本”。但这种解释并不成功

（Megna and Mueller 1991，631）。



沃尔顿（1987，x，xii-xx）研究了4个主要部门（制造业、批发

业、零售业和服务业）中企业的利润率。他发现所有企业中有50%的企

业的利润率处于29%~45%这一狭窄的范围，并且在95%的置信区间内，

前三个部门的平均利润率大致相等，且利润率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而

下降，因此小企业的利润率比大企业更高。后一种结果相当普遍，正

如达万（2001，270n271）注意到“大多数研究……发现利润率随着企

业规模的扩大而下降”，尽管少数研究发现了相反的结果。另外，他

指出企业规模越大，风险水平明显越低（存活率越高），并且融资成

本越低。他运用标准普尔公司保有的电子计算机会计数据库文件开展

这项研究，数据库包括1970—1989年美国股票市场上7 000家公开交易

的企业。为了建构出一个指标用以量度价值增加值，他需要存货和劳

务支出的数据，因此他自己的样本减少至935个。他将资产的账面价值

转化为市场价值，然后用GDP平减指数将所有变量转化为1982年的美元

值。最后，他基于之前研究中所用样本的平均资产范围将样本分为

小、中、大和特大规模的企业群体：小企业是在数据集中，跨期平均

资产持有量（扣除物价因素后的实际值）低于0.25亿美元的企业；中

等企业是该指标为0.25亿~2.5亿美元的企业；大企业是该指标为2.5亿

~10亿美元的企业；特大企业是该指标为10亿美元以上的企业

（283）。表7.7列出了他的主要发现：平均利润率随着企业规模的扩

大而下降，但风险和破产率也随之下降。事实上，如果将平均利润率

乘以存活率，那么风险调整后的利润率并不存在很大差异。

达万（2001，270-271）假设大企业的利润率更低是因为其劳动生

产率更低，他用估算出的企业层面的生产函数验证其假设。其论点的

这个方面因以下几点原因而显得古怪。第一，正如表7.7最后一列所列

出的，达万自己证明利润的大部分差异可以由风险来解释。第二，令

人感到奇怪的是，他没有为单位销售额成本和企业规模之间的关系建

立一张类似的表，而这可以很容易地从他的数据库中计算出来。第

三，我们已经看到技术变革促使企业生产规模更大，而且使新企业的

单位成本更低。这意味着一个与达万相反的假设：更大的企业具有更



高而非更低的成本效率。那么，大企业较低的利润率只能由足够高的

资本密集度来解释，而就像之前的索尔特一样，达万没有对此进行研

究。

表7.7 不同规模企业的利润率和风险（1970—1989年）

注：其中规模指企业在样本时期中实际总资产的平均值；利润率指单位总资产中折旧后的营业
利润；清除率指因清算、破产或停止运营而被清除出样本的企业比例；调整后的利润率指平均
利润率乘以生存概率（即1减去失败率）。
资料来源：Dhawan 2001，283，table2.

直接解决所有的这些问题是可能的。标准普尔公司的计算机会计

数据库分类文件提供了1976—2009年美国所有公开交易企业的信息。

[16]美国编制了企业的总成本、销售额、利润（销售额减去成本）和

资产的数据，所有的变量都通过资本品的价格指数转化为2005年美元

的不变价格。为了建构一个面板数据，每个国家每一年的企业分类数

据都被加总并被赋予唯一的身份（ID）号码。带有负企业销售额、成

本和资产的无意义项被清除，并且因为我们关注的是存活企业的技

术，所以样本被进一步限制为利润为正（销售额大于成本）的企业，

此外，一个上报利润率为5 000%的样本被清除。最后，因为无法恰当

量度金融资本，所以金融部门被排除在外。[17]这些步骤将样本规模

从58 408个减至38 948个。

正如在达万（2001）的文章中所写的，企业规模被定义为不变美

元价格的资产规模。考虑到销售额、成本、利润和资产都为正，我们



很容易对这些变量进行对数回归。对数形式与安德鲁斯对成本和企业

规模间关系的观察是一致的，正如图7.10所示，结果表明对数形式一

般优于绝对水平形式，仅仅用一个单独的估计的系数就方便地总结了

变量相对于企业规模的弹性。在面板数据中，销售额、成本和利润对

资产进行对数回归[18]使用了跨区域的固定效应（在一个给定的国

家，每家企业的截距不同），并且残差是I（0）。[19]表7.8中的回归

结果可以用来推导出相应的单位销售额成本（成本/销售额）、单位销

售额资本（资产/销售额）及利润率（利润/资产）三者相对于企业规

模（资产）的弹性，如表7.9所示。[20]

表7.9中的弹性估计表明单位销售额资本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而上

升，但单位销售额成本几乎保持不变。后一种结果初看令人震惊，因

为我们已经证明单位产出的成本随着厂房规模的扩大而下降（Andrews

1964，82）。那么，如果更大的企业拥有更大的厂房，我们可以预期

企业也存在同样的相关性，即单位产出的成本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而

下降。然而，我们知道具有更低成本的企业倾向于制定更低的价格，

价格可以低至使单位销售额成本保持不变，或者甚至随着企业规模的

扩大而上升。这样，观察到的不同规模企业的单位销售额成本保持不

变，就与之前表7.6所示更大企业具有更低的单位产出成本并行不悖。

最后，利润率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而下降，或多或少与单位销售额资

本的上升成比例。因为更大规模的企业可能制定更低的价格，所以我

们不能将资本密度（单位产出的资本）与销售价格的变化对利润率的

影响区分开，也不能将单位销售额成本及单位销售额资本的影响区分

开来。尽管如此，我们可以说资本密集度与单位成本之比随着企业规

模的扩大而上升。假设X=产出， =p·X=销售额，uc=单位成本=成本/

产出，ucs=单位销售额成本=成本/销售额=单位成本/价格，κ=资本密

集度=资本/产出，κ’=单位销售额资本=资本/销售额=资本密集度/价

格，那么，资本密集度/单位成本=单位销售额资本/单位销售额成本，

这个比率一定会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而上升。这个简单的事实最终对

价格削减行为下的利润率路径有深刻影响（见7.7节）。以上全部发现



与安德鲁斯和索尔特的观点以及达万关于利润率的主要发现非常一

致。

表7.8 对非金融企业的基本回归（变量以2005年美元为单位）





注：方法为面板数据最小二乘法。样本为19762009 IF SALE>0 AND COST>0 AND AT>0
AND（NAICS<520 000 OR NAICS>530 000）AND（ROA>0 AND ROA<25）。包含的时期=34，截面
数据=6 773。总面板（不平衡的）观测值=38 948。效应说明：界面固定（哑变量）。

表7.9 对成本、利润和企业规模进行基本回归的含义

7.6.5 调节利润率均等化的经验证据

利润率均等化思想在所有竞争理论中都处于核心地位，但不同理

论对其根本过程和结果的刻画基本上不同。真实竞争理论认为利润率

均等化是一个动态的动荡过程。潜在预期收益率激发新投资流入某行

业，这种潜在新投资体现在可复制的最佳在用生产条件（即调节资

本）上（Cohen，Zinbarg and Zeikel 1987，387）。具有更高成本的

生产方法（通常以旧技术为代表）被排除在外，因为后者即使可以复



制也缺乏竞争力。另外，依赖特殊位置等的生产方法也被淘汰，因为

它们不可复制。竞争不断淘汰具有更高成本的资本，不断将新资本投

入战斗（Shaikh 1978，240-241）。正如索尔特所提醒的，行业内个

体资本一般体现了不同的生产条件（Salter 1969，4-6，48-49，62-

63，95-99）。

对潜在利润率进行评估的是一系列异质的投资者。任何一个给定

的行业都不存在唯一一个预期利润率，而是一系列各不相同的根据实

际结果不断修正的预期收益率。[21]因此，古典经济学通常关注的是

实际的结果，而非由实际结果激发的各种各样的预期。

在不断增长的经济体中，新增资本流入一般为正。然而，如果给

定行业内调节资本的利润率高于经济整体的平均调节利润率，那么该

行业的生产将会增加，直至该行业的供给比需求增长得更快。不断增

加的过量供给反过来将压低行业的相对价格，从而降低其调节利润

率。后者很可能降至低于一般利润率，然后导致供给比需求增长更

慢。应该注意的是，驱动这个过程的生产增长率的变化，首先是由现

存产能利用率的变化引起的，只有在后来，如果必要的话，才会由产

能增长率本身的变化引起。最后的结果是新增投资的实际利润率在一

些“丰瘠之年”期间实现了动荡的均等化，而这个“丰瘠之年”的精

确长度取决于所分析行业的不同（Mueller 1986，8; 1990，1-3;

Botwinick 1993，ch.5; Shaikh 1998b）。只有通过追踪调节资本在

足够长的时期内的运动，我们才能评判这些（风险调整后的）利润率

是否在实践中实现了均等化。

新古典理论在一个静态的、完美主义的框架中运行（Mueller

1990，4）。它假定资本可以自由进入和退出行业，以确保在任何给定

行业内的企业都运用相同的（最高效的）生产方法，以及所有企业都

生产相同的（同质的）产品。在任何一个行业里，短期内的竞争都会

产生唯一一个共同价格，并且因为这些企业都完全相同，所以竞争也

使每个企业的利润率都相等。另外，从长期（这个概念像“短期”一



样，奇怪地不受时间影响）来看，行业间的竞争使每个行业的利润率

都相等。因为行业内所有企业的利润率都相等，所有行业的利润率也

都相等，所以所有企业的利润率都相等。这是新古典理论关于竞争的

基本假设。

斯拉法的理论在这方面与其非常相似，因为它通常有三个关键假

设。第一，所有利润率都完全相等，这意味着行业间不存在任何利润

率差异。[22]第二，在任何给定行业中仅存在一种生产条件，因此调

节条件也就是平均条件。[23]这意味着行业内不存在任何利润率差

异。租金理论是个例外，其中只有零地租的生产条件才是调节条件

（即参与利润率均等化的那些生产条件）（Ricardo 1951b，ch.2;

Sraffa，1960，ch.11）。因此，各种类型的更多样化的特权资本被视

为地租理论的一般化。第三，相对使用年限更短的机器的资本价值被

这样分配，它可以使利润率恰好与最新的机器相等。甚至在新古典理

论中，这也被视为量度净资本存量的理想方法（Gordon 1993，

103）。那么，在这样的条件下，因为所有资本的利润率相等，所以行

业内总资本的平均利润率与新资本的利润率相等。正如在新古典理论

的情况中一样，斯拉法的理论在评判利润率差异的时候不必区分企业

和行业。

奥地利学派强调竞争是一个过程而非某个永恒的状态，这向前跨

进了一大步。竞争被视为这样一个过程：“受超额利润吸引，进入的

力量强大且迅猛，……并且它们之间的竞争会使这些利润迅速消

失。”（Mueller 1986，4）暗含之意是：这个迅速的过程也是稳定

的。因此，验证新古典的理论是要看利润率是否在任何时候都大致相

等，而验证奥地利学派的竞争理论是要看“市场是否稳定而灵敏”

（Geroski 1990，28）。熊彼特学派经济学强调技术的持续创新、应

用和替换，这和索尔特很相像，但熊彼特学派对跨期利润率的差异言

之甚少。演化经济学同样强调创新和适应，但也有缺乏特殊性这一缺

陷。缪勒（1990，3-4）将二者都归入一般的奥地利学派研究方法，其



经验分析包括估计实际利润率的长期引力中心，检验风险调整后的利

润率是否相等（检验其风险调整后的相等性），以及估算调整速度。

除了没有区分调节资本和非调节资本外，奥地利学派的一般化竞

争模型与古典马克思主义有很多共同特征。因此，对奥地利学派而

言，原假设是“所有个体公司的利润率都收敛至一个单一的竞争性水

平”（Mueller 1986，13）。结果表明，可以在经验上观察到企业层

面的利润率存在持续差异，这被视为非竞争条件的表面证据（Mueller

1986，9-12，31-33，130）。这与古典观点非常不同，后者认为：利

润率在任何时间都不同是相当正常的，只有调节利润率才可能在足够

长的时间内动荡地实现均等化。

在现实实践中，行业间的利润率各不相同，在任何给定行业都同

时存在多样化的生产方式，而且机器几乎不可能被估值为“理想”水

平。的确，资本存量通常是无法直接量度的，因此它们是基于对服务

寿命和报废模式的高度简化假设，从可观测到的总投资流量中建构出

来的。[24]这导致对长期利润率的估计会出现未知且可能较大的误

差。因此，如果我们要从古典理论的角度考虑利润率均等化问题，就

必须找到一种可以量度调节资本收益率的方法。

7.6.5.1 平均利润率和调节利润率量度方法的界定

即使在一家单独的企业中，我们也必须区分总资本的利润率和最

新投资的利润率。较旧的资本和较新的资本之间存在的成本差异，意

味着它们有不同的单位销售额利润量，而且，如果我们根据每种资本

的初始预付资本[25]（根据通货膨胀率进行恰当的调整后），即根据

总资本存量的概念（OECD 2001，31）来估算其利润率的话，其利润率

一般也不相同。这意味着我们不能将企业的平均利润率作为其调节利

润率的量度指标。在行业层面也存在类似的问题。[26]在这两种情况

下，对行业间竞争进行量度有意义的指标都是最新投资的利润率。



总资本的利润率是指总利润和资本存量的现行成本价值之间的比

率。运用资本的现行成本价值可以确保这个比率是实际收益率（即根

据通货膨胀率调整过的），因为分子和分母都是现值（见附录

6.2.2）。如果我们将分子和分母同时除以一个共同的价格指数，上述

观点就可以很明显地表示出来。

总资本的利润率本身就是所有资本存量中不同类型资本的现价利

润率的平均值，包括最新投资（即调节资本）的利润率。后者是有意

义的比率，因为它代表了最新投资的现价利润率（r ），即凯恩斯所

说的“资本的边际效率”（Kaldor 1957，592）。定义P =最新投资的

现价利润，K =新投资的现价成本。那么新投资的利润率为：

现在，问题变为估计新投资的现价利润和现价成本。在任何给定

的时间，企业赚取的现价利润（pt）都是最新投资的现价利润（P ）

和所有更早投资的现价利润（ ）之和，后者是在不存在最新投资时

It-1已经能够获取的利润[27]。

需要注意的是方程（7.4）中的两项都是以现价货币为单位的。令

pt和pt–1分别代表当前时期和上一时期的共同价格指数。于是，被转

化为现价货币单位的上一时期的利润是 ，因此我们可以重写方

程（7.4），将新投资的利润表示为以现价表示的总利润的增量与一个



调整项之和，其中后者包含了价格、工资、效率、规模和产能利用率

的变化对上一年存活资本（即与当前情况相比“更旧的”资本）的影

响： 。类似地，把上一期投资流It–1转化

为现价单位，得到新资本的现行成本价值 。那么新投资的利

润率为：

其中， =实际利润， =滞后期的实际

投资，等等。因此，对新投资现价利润的测算可以归结为估算更旧资

本存量的现价实际利润与同一组资本品在上一期获得的实际利润的比

值 ， 即 估 计 的 大 小 。 假 设

分别表示实际产出、实际工资、间

接企业税率、就业率和生产率。和以前一样，与当前时期的旧资本相

关的变量都标注为 等。将经济产能和相应的就业率、生

产率表示为 等，其中经济产能指在长期竞争中经济

上合意的生产点（Kurz 1986）。最后，假设 =产能利

用率。因为实际利润等于实际价值增加值扣除间接商业税和实际工资



之后的差额，所以我们可以将更旧资本的相对利润写为以下三项的乘

积，正如之后将讨论的，每一项的一般性影响都可以通过上方的符号

表示出来。

在方程（7.6）的右边，第一项是较旧资本本年度和上一年的产能

利用率的比率。如果本年度较旧资本和较新资本的利用率大致相同的

话，那么这个比率就是总的产能利用率（ ）的变化率，后者

在战后的平均值仅为1.002。中间一项是旧资本当前的实际产能与上一

年实际产能的比率，因为战后平均退废率约为每年0.04（见附录

6.7.2.2.2），所以这个比率在0.96这个数量级上。因为机器的退废是

由老旧资本的利润量下降引起的，所以表达式中的最后一项（实际利

润额比率）可能也在同样的数量级比如0.96上。那么这三项的乘积可

能接近1，因此 ，则方程（7.5）表示的新投资的利润率可

以简化为实际利润的变化与上一期实际投资的比率，即为实际增量利

润率。为了避免资本存量量度中众所周知的固有困难，我将使用可以

直接观测到的实际总投资（IGR）和实际总营业盈余（GOSR）来取代相

应的净值，前者调整为包括存货的（投资的）变化，后者扩展为包括

净货币利息支付的盈余（见6.8节，图6.7）。



增量利润率有两个主要优点。首先，它很容易量度，因为它的两

个组成部分——总利润和总投资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时期都可以广泛获

得：总利润被定义为总营业盈余，而总投资可以直接观测到，不像计

算平均利润率那样需要费力建构资本存量的量度。其次，倘若我们明

白，像所有的真实的“边际”一样，增量利润率是动荡的、分布曲线

存在尖峰且是非连续的——正如4.4.3小节中图4.19—图4.22所显示的

汽车厂房的实际边际成本曲线那样，它就可以直接被视为资本的“边

际”收益率（Elton and Gruber 1991， 454; Damodaran 2001，

695）。[28]

当然，总产能利用率会在较短时期内经历大量变化。在本章中这

更不成问题，因为所有参与比较的各不相同的行业的增量利润率都加

入了这个共同的总波动。在第10章，当我们将新公司企业资本的增量

利润率与股票市场的收益率相比较时，这一点同样成立，因为后者也

是增量利润率（Shaikh 1998b，397）。然而，当我们像在第16章那样

比较平均利润率和增量利润率时，会遇到这样的困难，即前者受产能

利用水平的影响，而后者则受到产能利用变化的影响。一个解决方法

是像克里斯托杜洛普洛斯（1995）在本章所做的这样，在计算增量利

润率之前，先将实际利润和实际投资水平进行平滑处理。另一个简单

的方法可以得出几乎完全相同的结果，正如在第16章所做的，通过HP

滤波法对增量利润率本身进行平滑处理。

在我们转向经验证据之前，需要谈到最后一点。6.8节已经确立，

对利润的恰当量度在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传统中都是净营业盈余

（NOS），并用应付利息（即国民收入和生产账户利润和支付的货币净

利息之和）的虚构量做了调整。这里的应付利息，是在将资本进一步



分割为净利息并支付给借贷者之前，对资本在各种用途中具有的全部

“效率”的一种量度。这正是商业文献所称的息税前利润。对资本的

相应量度是将固定资本（厂房和设备）和存货加总。1947—2011年，

用应付利息所做的调整，使作为利润率分子的公司企业净营业盈余增

加了10%（见附录表6.8.1.3），而存货的加入将作为利润率分母的公

司企业资本提升了15%。于是，两项调整很大程度上相互抵销，所以我

们可以将理论上正确的利润率近似地表示为国民收入和生产账户中的

公司企业净营业盈余与附录6.7.2推导出来的新的公司企业固定资本存

量总额量度值之间的比率。后一种量度值对总利润率趋势的分析必不

可少（见第6章，图6.2和图6.5），但对部门间的比较而言，传统的净

资本存量的量度值就可以满足。最后，就理论而言，对增量利润率的

恰当量度，可以通过国民收入和生产账户中的对等指标得到相当好的

近似，因此我们在这里甚至将应付利息和存货的调整都省了（见第6

章，图6.7）。

下一部分研究的数据搜集自多个可获得数据库。克里斯托杜洛普

洛斯（1995）使用了经合组织成员1994年国际部门数据库（ISDB），

该数据库提供了行业总营业盈余、总资本存量和总投资的数据。谢克

（2008）使用了美国国民收入和生产账户的部门数据，重点在于以营

利为目的的行业，并调整出了经营者和合伙人的工资等价物以及存

货。楚尔菲迪斯和察利基（2005，14）用总利润的变化与总投资之比

来表示增量利润率，而我用的是在如图7.21所示的用总营业盈余变化

与总投资之比来表示增量利润率数据（见附录7.1）。我们将看到，尽

管在精确的量度中存在一些差异，但结果显著一致：增量利润率实现

了均等化，而平均利润率通常没有。

7.6.5.2 经合组织成员的经验证据

1994年的国际部门数据（ISDB）（OECD 1994）包含年度数据，现

在数据不再继续更新了，我们有可能从中推导出经合组织成员的以下

量度值：总利润［总营业盈余，即GDP减去间接工商业税（净补贴）和



雇员报酬］、总资本存量和总投资。克里斯托杜普洛斯（1995）用这

些数据推导出了世界行业平均利润率和增量利润率。[29]为了使不同

国家和不同行业的数据具有可比性和一致性，我们对1970—1990年8个

国家（美国、日本、加拿大、德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和挪威）

的八大制造业（食品、纺织、造纸、化工、矿业、金属和金属制品、

机械设备和其他制造业）的利润率进行了分析。我们计算了每个行业

在世界范围内的总利润、总资本存量和总投资之和，然后运用购买力

平价指数将所有单位都转变为美元。这些数据之后被用于计算世界层

面每个行业的平均利润率和增量利润率（appendix l in shaikh

2008）。

图7.13的第一幅图中的数据展示了1970—1990年世界制造业总资

本的平均利润率，用三年中心移动平均值的平滑数据加以表现。正如

通常情况下的平均利润率，大多数集群分布在一个共同水平的周围，

但是还有剩下的一些持续地高于或低于共同水平。考虑到资本存量的

量度存在很多问题（见6.8节和附录6.5），很难将实际差异和统计的

人为因素区分开来。第二幅图中的数据展示的是相应的增量利润率的

三年中心移动平均值。现在，我们看到了非常不同的模式，增量利润

率反复交叉，正如古典利润率均等化理论所预期的那样。



图7.13 世界制造业的平均利润率和增量利润率（1970—1989年）

图7.14运用相同的数据库描绘了美国制造业的年度总利润率和增

量利润率，这次没有对数据进行平滑处理。正如上一张图一样，总资



本的利润率表现出一些持续的差异，而增量利润率则出现相当多的交

叉。





图7.14 美国制造业的平均利润率和增量利润率（1960—1989年）

更近时期1987—2005年的数据可以从美国国民收入和生产账户中

推导出来。这里介绍4项重要创新。第一，因为总营业盈余将所有经营

者以及合伙人的收入视为利润，所以对总利润的更好量度就是减去估

算的经营者和合伙人的工资等价物（WEQ）。[30]这种调整降低了量度

的所有部门的长期利润率，对那些拥有大量个体经营者的行业影响最

大。例如，对建筑业而言，量度的利润率从90.5%降至20.7%。第二，

因为之前在7.1节中讨论过的原因，我扣除了国民收入和生产账户中对

总利润、总投资和资本存量的虚假量度，因为国民收入和生产账户将

房产持有者视为将房子租住给自己的交易者（Shaikh and Tonak

1994，253-254，267; Mayerhauser and Reinsdorf 2007）。在1988

—2005年的房地产行业，由此估算总营业盈余达到相应行业总值的

55.5%，资本存量则达到相应行业总值的76%。第三，如果可能的话，

对固定资本存量的量度要加入估计的正常存货，对固定投资流量的量

度要加入估计的正常存货投资。这些量度均基于国民收入和生产账

户，包括制造业和零售批发贸易数据、建筑行业的部分普查数据，以

及为了说明正常准备金而用到的保险及银行业的资金流数据（Panico

1983，182）。将准备金包括在内使银行金融行业的资本存量提高了几

乎50%，和工资等价物调整的效应结合起来，这将测算的行业利润率从

41.8%降至17.7%。第四，在关注那些主要由利润驱动型企业构成，因

此被认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行业花费了特别的力气。这使我们依据以

下三个理由之一排除了原有61个私有行业中的31个：因为在艺术、博

物馆、教育服务和社会服务行业，占支配地位的都是非营利性活动或

企业；因为我们缺乏足够的数据来恰当地量度法律、医学和计算机服

务领域的经营者和合伙人的工资；或者因为讨论中的行业在国际上不

具有竞争性，因为它们的投资利润率不是潜在的调节利润率，如纺

织、采矿和国内石油生产（appendix 2 in shaikh 2008）。



图7.15展现了1987—2005年美国30个行业的平均利润率证据。很

明显，之前提到过的模式再次出现：总资本的利润率集群分布于某个

集中趋势，但还有大量的利润率持续地高于或低于平均利润率（由所

有行业包括私有行业的总利润率定义）。这在图7.16中更清楚，该图

展现了个别部门的利润率与平均利润率的偏差。行业的利润率与平均

利润率的交叉具有或正或负的偏差，正如相应的表中所显示的，这些

偏差与零基准线的交叉证明了这一点。在样本中的30个行业中，18个

行业表现出了这种趋势而12个没有（7个持续高于平均利润率，5个持

续低于平均利润率）。一些行业的利润率与平均利润率的偏差具有高

度趋势化倾向，如非金属矿业、机械行业、印刷业、租赁业，它们的

跨期平均偏差不能恰当地量度运用计量方法估算的长期值，即使它们

的偏差的确与零基准线交叉了至少一次，注意到这一点是有益的。

图7.15 美国各行业的平均利润率（1987—2005年）

资料来源：Shaikh 2008.



图7.16 美国各行业利润率与平均利润率的差异

资料来源：Shaikh 2008.



图7.17和图7.18以同样的方法考察了增量利润率。图7.17表明：

与平均利润率不同，增量利润率的确出现了很多交叉。这在图7.18中

非常明显，它展现了个体企业的增量利润率与总体平均利润率的偏

差。在每一种情况下，个体企业的增量利润率与平均增量利润率反复

交叉：交叉数量最少的是4次（金属制造），最多的是12次（广播）。

同样的样本呈现出了与平均利润率截然不同的一幅画面。

图7.17 美国各行业的增量利润率（1987—2005年）

资料来源：Shaikh 2008.



图7.18 美国各行业增量利润率与平均利润率的差异

资料来源：Shaikh 2008.



楚尔菲迪斯和察利基对20个希腊制造业利润率的研究几乎得出了

完全相同的结果。就图7.19展示的平均利润率而言，他们发现对图的

肉眼观察不能有力地支持这一点，即这些跨度32年的利润率数据存在

等化趋势（Tsoulfidis and Tsaliki 2005，19）。另外，他们发现图

7.20为增量利润率的长期均等化提供了有力的支持（29）。我稍后将

会介绍他们的计量研究。

图7.19 希腊制造业利润率与平均利润率的差异（1962—1991年）



资料来源：Tsoulfidis and Tsaliki 2011，19，fig. 4.

最后，更新的经合组织数据可以用来拓展早期的研究。虽然缺乏

足够的数据来计算经合组织整体的平均利润率，但计算相应的增量利

润率是可能的（见附录7.1）。图7.21表示了增量利润率与多个行业总

体平均增量利润率的偏差。展现出来的模式与上一种情况相同：增量

利润率出现了多次反复交叉。

图7.20 希腊制造业的增量利润率与平均增量利润率的差异（1962—1991年）

资料来源：Tsoulfidis and Tsaliki 2011，19，fig. 5.



图7.21 经合组织成员行业增量利润率与平均增量利润率的差异（使用购买力平价汇率）

7.6.5.3 对利润率均等化的计量检验

利润率均等化问题也可以用计量方法处理。就平均利润率而言，

缪勒做出了经典的研究（1986，1990）。在其早期著作中，缪勒对

1950年1 000个最大的制造业企业进行了研究，这些企业代表了“在资

本主义曾经创造的最繁荣的10年间，在最具竞争性的市场经济中的那

些最大的企业”（Mueller 1986，2-3）。他的理论基准是标准的新古

典模型，因为行业内的所有企业具有相同的技术，收取同样的价格，

所以它们的利润率都相等，而资本的流动使所有行业的利润率均等

化。因此，他预期所有企业从长期来看具有相同的利润率。于是，利

润率长期的持续性差异乍一看便成为非竞争性条件的表面证据

（Mueller 1986，9-12）。所以，缪勒的目标一直就是检验这个“竞



争性环境的假设，即所有个体企业的利润率收敛至单一的竞争性水

平”。

缪勒的分析始于一个包含竞争性条件和非竞争性条件的长期模

型。定义 代表第i个企业在t年的利润率，rt为相应的样本平均利润

率。一般化的模型假定个体利润率等于某个长期的利润率水平 与某

个未知的结构性溢价γi之和。

定义 ，[31]那么方程（7.8）的一般化模型意味着

应该在长期收敛于零。检验这个假设需要一个实际动态调整过

程模型，其中一个简单的例子是：

缪勒在运行上述回归之后确定了每个行业的两个结构变量：调整

速度ψ和γi，后者是第i个企业的长期利润率与样本平均值的偏差。

标准的竞争性假设是每一个γi都应该为零，但这被彻底否决了

（Mueller 1986，13，31-33，130）。这反过来意味着非竞争性条件

占据主要地位，因此缪勒继续研究他估计的利润变量与企业规模、风

险、增长和垄断权力多样化的指数之间的关系（131-133，138-141，

153）。我们将在下一章再讨论这些问题。

现在，回想起这一点很重要，即企业的平均利润率是指其具有不

同使用年限和技术折旧的厂房的平均收益率，而调节利润率指其可复

制的最优厂房的收益率。因此，不足为奇的是，调节利润率的均等化

并不意味着平均利润率的均等化。在新古典和斯拉法的完全竞争世界

中，这种差异消失了，因为利润率仅仅根据净资本存量来计算，所有



更旧的厂房都被估价为可以与新厂房获得同样的收益率（见第6章，附

录6.3和附录6.4），所有企业都被假定拥有效率相同的新厂房——它

们要么具有单一的生产方法，要么具有几种因利润率完全相等而可以

在竞争性均衡中共存的生产方法（Sraffa 1960，38-39）。那么，从

长期来看所有的企业当然都将获得相同的收益率。

但在现实世界中，多样化生产方法的共存是普遍存在的，因此长

期平均利润率和增量利润率不可能相等。因此，缪勒发现的长期平均

利润率的持续差异与调节利润率的均等化并不矛盾。后者需要直观地

反映在图表上，也需要用计量方法来证明。楚尔菲迪斯和察利基

（2005；2011）承担了这两项任务。他们关于希腊制造业平均利润率

和增量利润率的图示体现在之前的图7.19和图7.20中。在计量方法

上，他们使用了与缪勒相似的架构。[32]就平均利润率而言，他们的

发现为长期利润率均等化的观点提供了一些支持：在20个行业中，有

14个行业的长期利润率与总体平均值的偏差在统计意义上等于零，还

有4个行业的长期偏差为正，2个为负。另外，就增量利润率而言，所

有估算的长期偏差从统计意义上来说都等于零，为调节利润率的均等

化提供了有力的支持（Tsoulfidis and Tsaliki 2011，20，32，

33）。巴赫切和埃雷斯（2012）在一篇同样优秀的论文中展示了以土

耳其为例的相似结果。

[1] 我很感谢杰密·穆杜德为我指出了安德鲁斯、布伦纳和哈罗德在企业理论问题上的重

要篇章，以及多年间许多对我有帮助的讨论。

[2] 令人沮丧的是，“1939年二战爆发的时候，因为担心纳粹侵略和保密问题，哈罗德

和安德鲁斯将包含该团队所有会议记录的文件烧毁于基督教会学院的锅炉里”（Arena

2006，5）。

[3] “绝大多数企业家认为基于全部平均成本（包括惯例容许的利润）的价格是‘正确

的’价格，是企业应该制定的价格……不同企业运用的全成本计算公式具体而言是不同的……

但是计算程序可以合理地一般化为如下步骤：单位产出的直接（生产）成本（或直接成本）被

视为基础，在此之上增加一个包含管理费用（或“外加成本”“间接成本”）的百分比，然后

再增加一个依照惯例可保留的利润（通常为10%）”（Hall 1939，19）。



[4] 因为更低的成本（暗指价格领导者）而采取的正常削价行为，应该与危机中的削价行

为相区别，危机中的企业竭力吸引消费者进入市场，并从其他企业争夺消费者是为了求得生存

（Andrews 1949，87-88; Brunner 952b，738）。

[5] 尽管考虑到了非正常情况下的加班，但安德鲁斯潜在的假定是单一的正常班制

（Andrews 1949，diagram I）。

[6] 有效最低平均成本点定义了个体厂房的产出水平。如果企业只有一个厂房，那么这也

就是关于企业产出的理论。但安德鲁斯完全意识到每家企业一般拥有很多厂房。这意味着还需

要其他因素来解释企业的规模（即企业的厂房数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特定的卖方，为了满

足市场对产品的需求而需要运营的厂房数量）。正是出于这一背景，他接着说，“只要个体企

业之间保持充分的竞争，一家企业的总产出是由其商誉决定的”（Andrews 1964，83）。

[7] 安德鲁斯认为，马歇尔的分析非常不同于完全竞争，尽管他的确承认在马歇尔的著作

中存在这样的章节，其中充满了“个体企业能够在某种意义上决定自己的产出的观念，但是，

我们应该忽视以任何方式表现出来的与马歇尔其他分析不一致的思想”（Andrews 1951，

137）。“马歇尔的分析……是就一家代表性企业展开的，于是，这家代表性企业的规模和机

会可能被受到吸引的新进入者视为努力的目标”，“市场价格……将由这家‘代表性’企业的

成本决定，而新的进入者正是以这一成本为基础发生的”，这家企业的长期价格“是［马歇尔

的］行业长期供给价格”。因此，“马歇尔对长期价格的阐述是就代表性企业的正常成本而言

的，在任何给定的时间点，这种长期价格都是实际存在的”（131）。马歇尔“不要求给定行

业的所有企业都能幸存，即使是在长期均衡中”（129）。事实上，马歇尔认为“很大比例的

新企业可能不能赚取正常水平的利润……并且相当大比例的企业从长期来看可能会失败”

（129）。对马歇尔的这种解读将“代表性”企业和调节企业等同起来。麦克纳尔蒂支持马歇

尔的这种观点，认为“他关于竞争的观点相当现实主义”（McNulty 1967，648n5），并引用

了施蒂格勒的观点，大意是“马歇尔关于竞争的观点更接近于亚当·斯密而非其同时代的人”

（649n5）。然而，在完整地展现了竞争理论的梗概之后，安德鲁斯倒退了回去，“呈现在我

面前的是：代表性企业可以作为一个总结了与长期竞争相关的因素的概念，被有用地纳入到分

析之中。其他人可能喜欢使用它……但对我而言，没它似乎也是可能的”（156）。

[8] 当价格追随者把自己的价格与价格领导者企业制定的价格相绑定时，价格制定的问题

便只是价格领导者的事情，由价格领导者的长期成本或利润预期决定。而对价格追随者而言，

它的成本与价格领导者企业的价格之间的差额决定的是价格追随者企业能够获取的总利润量。

故称安德鲁斯的这种定价原则解释的是总利润量，而不是销售价格。——译者注

[9] 哈罗德实际上假定边际成本曲线有很长一部分是水平的，因为平均可变成本有相似的

形状。我将这个细节略去不考虑，是为了强调两种竞争观点之间的差异不依赖这种性质。图

7.9中的曲线是标准的教科书插图（Varian 1993，402，fig. 23.21）。

[10] 安德鲁斯驳斥了哈罗德对不完全竞争的修正，因为修正后的理论依然认为特定企业

的需求曲线是斜向下的（Andrews 1964，55-57）。

[11] 哈罗德的观点意味着一个行业的企业只有在给定的正常产能利用率水平上才能处于

均衡，给定的正常产能利用率包含某种程度的适度储备产能。因为行业调整过程涉及进入和退



出，所以行业的稳定性要求潜在供给的任何扩张（收缩）必须不能引致行业需求进行同样的扩

张或更大规模的扩张。在单一行业的情况下，这看似是非常合理的，但从经济整体而言，问题

将会截然不同。正如哈罗德本人所示，在一个增长的经济体中，产能（即资本存量）的扩张或

收缩似乎会导致不稳定的过程。这就是哈罗德著名的宏观经济“不稳定性原则”。13.2.7小

节表明，哈罗德在这个问题上是错误的，因为整体动态过程是显著稳定的（Shaikh 1991，

1992b，2009）。

[12] 安德鲁斯对哈罗德修正过的不完全竞争理论做出了以下富有洞察力的评论：“正如

哈罗德在与我的私人通信中所明确指出的那样……他是在深思熟虑的情况下写出那些不得不说

的话的，即对较早期的不完全竞争分析的方法论进行更正和调整。此外，他感到不得不保留早

期论文中所使用的那些术语的定义……即使他肯定对其中的一些感到不满意。（我认为这解释

了他在处理与正常利润相关的问题，以及在那之前谈到成本问题时所得出的一些结论上似乎会

遇到的一些困难）”（Andrews 1964，54）。

[13] 前一个货币指超额利润率，后一个货币指进入该行业的新增投资。——译者注

[14] 固特异沿条工艺是一种世界顶级鞋履的独特制作工艺。因发明“固特异沿条结构制

鞋技术”的查尔斯·固特异爵士而得名。——译者注

[15] 索尔特的“总价格”指销售价格（Salter 1969，105）。

[16] 感谢简·凯尔帮我收集这个数据库，感谢真纳罗·泽扎在计量经济学方面的帮助。

[17] 保险和银行企业以准备金的形式持有其资本相当大的比例，这一项应该加入固定资

本和库存中（Shaikh 2008，189-190）。

[18] log（利润）和log（资产）之间的关系必须分别估计，因为log（利润）=log（销

售额减去成本）不能以销售额和成本的对数形式表示出来。在任何给定的时期内，资本存量是

给定的，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是资产“导致”了成本、销售额和利润的变化（即后三个变量是因

变量）。

[19] 还构建了误差矫正模型，用以检验并估计长期系数，发现该系数与表7.8提供的信

息非常相似。

[20] 所有的回归方程都是这种形式：log（y）=a+b·log（K）。其中y为成本或销售

额，K为资产，这样一来，因变量y关于企业规模的弹性就是贝塔系数b，该弹性量度的是企业

规模变化1%所导致的y变化的百分比。第一个回归方程log（销售额）=a1+b1·log（K）可以

推导出资本密集度（K/销售额）和企业规模（K）之间的关系，因为log（K/销售额）

=log（K）–log（销售额）=-a1+（1–b1）·log（K）。第二个回归方程log（成本）

=a2+b2·log（K）与第一个回归方程联立得到单位销售额成本（成本/销售额）和企业规模之

间的关系：log（成本/销售额）=log（成本）–log（销售额）=（a2–a1）+（b2–b1）

·log （ K ） 。 最 后 ， 利 润 回 归 log （ 利 润 ） =a3+b3·log （ K ） 可 用 以 推 导

。在所有这些方程中，弹性都是有意义的贝塔系

数b。



[21] 传统金融理论关注的重点在于预期收益率，它被定义为隐含在任何预期的未来现金

流中保持不变的内在收益率（IRR）。因为异质的投资者对任何给定的项目都有不同的估值，

所以不可能存在所谓的“预期收益率”（Lutz 1968，218）。最后，投资间套利（即利润率

均等化）的假设便出现了。

[22] 库尔茨和萨尔瓦多里为统一利润率进行辩护，他们认为，如果市场价格的运动趋势

可以被理解为市场“利润率彼此间从来不会偏离太多”这样的观念，那么我们也许就可以将下

面的做法合理化：“从一个统一利润率这样的‘典型事实’出发，也就是说，采纳长期（分

析）的方法”（Kurz and Salvadori 1995，20）。

[23] 另一种情况是，如果在某个给定的实际工资水平上，一件给定的商品有两种并存的

生产方法，那么就假定只有这两种方法的利润率相等时，它们才能在竞争均衡中存在

（Sraffa 1960，38-39）。

[24] 尽管这些假设的有效性已经被广泛质疑，但由于计算上的极大便利性，它们依然在

大多数国家中被继续使用（OECD 2001，ch.8，75-81）。第6章和相关附录详细讨论了这个问

题。

[25] 资本的相对使用年限和技术类型是两个不同的问题。每种资本可以有不同的相对使

用年限，这取决于它已经运转了多长时间。

[26] 此外，因为行业本身可能是全球化的，所以对给定行业而言，调节利润率在世界范

围内的均等化可以与平均利润率在国家范围内的持续差异共存（见7.4节）。

[27] 即如果没有新投资，之前的老投资已经能够获取的利润。——译者注

[28] 增量利润率的均等化不等同于具有不同相对使用年限的所有资本的平均利润率的均

等化。考虑简单的静态情况（为便于展示可以使用差分形式），所有商品i=1，…，n的增量利

润率都等于一个固定比率：（dpi/dki）=rI。那么Pi=rIKi+Ci，其中Ci为积分的第i个常数。

因此ri≡Pi/Ki=rI+Ci/Ki，即使增量利润率均等化，平均利润率也不相等，除非所有的平均利

润率恰好都等于增量利润率——这恰好是争论的焦点。

[29] 感谢克里斯托杜普洛斯为我提供数据并详述相关的步骤，参见谢克（2008）附录

1。

[30] 更好的处理程序可能是使用公司企业所在行业的利润-工资比，将经营者和合伙人

的收入分为利润和工资等价物，正如6.8节和附录6.1.2中的总数据所做的那样。但这在行业

层面不可能实现，因为没有区分企业的这两种类型。因此，这里使用的方法是谢克和托纳克

（1994，110-113）的方法，最近欧盟委员会负责经济和金融事务的总局将这种方法纳入了年

度 宏 观 经 济 数 据 库 （ AMECO ） ， 参 见

http：//europa.eu.int/comm/economy_finance/indicators/annual_macro_economic_d

atabase/ameco_contents.htm.

[31] 缪勒（1986，13，equation 2.9）实际上将利润率的偏差定义为百分比形式，无

论是哪种定义结果都是相同的。当利润率恰好接近零的时候，运用绝对差异来衡量利润率偏差

的方法更好。



[32] 他们构建了一个自回归形式的模型 ，从中得到估计的长期利润

率偏差 （Tsoulfidis and Tsaliki 2011，16）。



7.7 关于竞争、技术选择和利润率的争论

我们现在回到这个问题：调节资本如何在竞争中获胜？这涉及两

个关键问题：对成本的定义和对销售价格的决定。这二者之间存在着

内在的联系，因为有竞争力的企业是价格削减者，而最成功的有竞争

力的企业是具有最低成本的企业（Shaikh 1979; 1980d）。

我一直在强调，古典经济学与企业一样关注的是实际成本。另

外，新古典经济学将正常利润包括在实际成本中，它们认为企业“有

权利”拥有这项利润（25%的企业每年都要遭受损失，这个主张肯定会

让它们感到震惊）。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在价格问题上也存在

相似的分歧。真实竞争将企业视为主动的价格削减者。而新古典经济

学将企业视为完全竞争条件下的价格接受者和不完全竞争条件下消极

的价格制定者。无论在哪种情况下，企业都消极地力求满足标准的利

润最大化条件。安德鲁斯接受了成本和价格削减的商业概念，这使他

可以归为古典经济学的阵营。而哈罗德虽然努力要推翻他自己曾帮助

发现的传统的不完全竞争理论，但依然深陷于新古典经济学的成本和

定价概念的泥淖中。斯拉法和他的追随者则一只脚踏在古典经济学，

另一只留在新古典经济学：他们接受了成本的古典经济学和商业概

念，然而通常将企业的生产价格（成本加正常利润）视为给定的，这

与完全竞争中的企业毫无二致（见8.1.10小节）。

现在的问题是：企业是主动的价格削减者还是消极的价格接受者

对新生产方法的选择有什么影响？我们在之前讨论表7.1和表7.2时已

经提出了这个问题，并且详细地解决了这个问题。现在，我们要将现

有的调节资本C与两个可能的竞争者D1和D2加以比较，后者在主导性投

入品价格和工资上具有更低的单位成本，D1的利润率较高，D2的利润

率较低。请注意，单位销售额利润量之间的差异是稳健的，约为10%。

为了使论证尽可能地与关于这个主题的标准文献保持一致，我将假定



现有的调节资本为了减少市场份额的损失，将会接受任何一个竞争者

对价格的削减。这意味着随着新厂房占有了旧厂房的市场份额，新、

旧生产方法各自拥有的总厂房数量会发生变化。我们在前文7.6.2小节

中的表7.6讨论过价格差异在这种调整的中间阶段所产生的影响。

在表7.10中，当主导性价格为100美元时，D1的单位成本更低、利

润率更高，那么不管D1是价格接受者还是价格削减者，它都将取代C。

在标准的价格接受的情境中，鉴于主导性价格下D1具有更高的利润

率，企业将会采用D1的生产方法，而更高的利润率会吸引更多的进入

者，直至持续增加的供给使价格水平降至仅可以获得正常利润率的水

平（例如C之前的利润率16%）。在价格削减的情境中，采用生产方法

D1的企业通过削减价格为自己开辟市场空间。当价格为89.75美元时，

D1的利润率与一般利润率16%相等，而C的利润率降至15.1%——这给C

发出了信号：你前景黯淡、胜利无望！但竞争没有理由在这里停止。

毕竟，重点是首先获得市场份额，“急剧降低价格”是核心手段：

“策略就是传统的……降低价格。利润量虽然会暂时性下降，但这一

行动对竞争者的伤害更大，而你会获得市场份额并在未来几年里享受

收益的增长”（Darlin 2006，C1）。事实上，D1一定会削减价格使其

利润率低于一般水平，并且新品促销价格甚至可能低于D1的成本。在

任何一场这样的战斗中，具有最低成本的资本将占据优势地位。当

然，一旦新的调节资本D1迫使原有的调节资本C出局，它可以提高价格

以弥补进入市场时的损失。只要价格高于98.375美元，D1的利润率就

会高于之前的一般利润率（16%）。在丰瘠之年的循环交替中，实际或

者甚至是预期的新进入者，都将或早或晚地将价格降至与获得一般利

润率相符的水平。在这个新的平均主导价格上，D1将既拥有更低的成

本又拥有更高的利润率。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对D1这样的资本而

言，两种不同的竞争概念最终形成了一致的结果，但是竞争过程和随

后的价格路径大不相同。

表7.10 初始主导价格为100美元时的两个竞争者C和D1



在表7.11所示的第二种情况中，两种竞争观念甚至在结果上都是

不同的。D2的成本稍微低于D1，但它的资本密集度更高（见表7.10和

表7.11中的阴影区域）。这足以使D2的利润率在100美元主导性价格的

条件下低于C。根据新古典和斯拉法的理论，任何企业都不会选择D2这

种生产方法，因为C的利润率更高，所以前者即C将一直保持调节资本

的地位。

然而，从真实竞争的角度而言，市场价格并非给定的，因为具有

最低成本的企业会将价格降至某一点，以使其自身的优势可以显现出

来。表7.12表明，当价格为84美元时，C和D2的利润率都低于一般利润

率16%，但D2的利润率更高。这正是稍后会被详加论述的一个非常一般

化的观点：当成本不同时，总会存在一系列价格使成本较低的企业具

有较高的利润率。这并不意味着D2必须将价格降至这一水平，它只需

要把信息传递给它的竞争者——未来就在眼前。

表7.11 初始主导价格为100美元时的两个竞争者C和D2



表7.12 销售价格为84美元时竞争者C、D1和D2中D2的利润率最高

当D2成为新的价格领导者时，它必须将价格提升至101.3美元，以

使其利润率与正常利润率16%相等。在这个新的价格水平下，C将再次

具有更高的利润率（16.22%），但鉴于它已经失去了成本优势，它的

规模肯定大为收缩了。

请注意，在以上两种价格削减的情境中，首先是价格下降，同时

新的调节资本将旧的挤到一边，其次是价格上升到某个水平，与之并

存的是调节资本生产规模的扩大。不同阶段的价格之所以不同，是因

为为了获得市场份额而削减价格不同于根据行业供需来制定价格。在

上述两种情况下，新的调节资本都是具有更低成本的资本，因为竞争

是一个选择过程，其中更低的成本是生存和增长的主要手段

（Foster，Haltiwanger，and Syverson 2005，1）。在D1的情况下，



生产价格与其他价格相比相对下降，而在D2的情况下则相对上升。我

们将会看到，后一种结果对新古典经济学和斯拉法经济学而言像是一

种诅咒。标准方法含蓄地坚持认为具有更高成本的生产方法只要其生

产价格更低就可以占据主导地位。

认为生产方法C之所以不可行是因为它具有更高成本的观点，看似

与哈罗德的以下观点相似，即总利润最大化时边际利润等于边际成本

（mr=mc）的点是不可行的，因为它在平均成本曲线上代表了一个比最

低点更高的“成本”（Harrod 1952，150-151）。然而，哈罗德对成

本的新古典定义包含了正常利润，因此它的成本曲线事实上是所有可

能产出水平下的生产价格曲线。哈罗德的真正观点是具有最低生产价

格的产出水平会被选择，而这不同于以下观点，即处于平均成本曲线

（商业意义上定义的平均成本）最低点、具有最低生产成本的生产方

法会被选择。哈罗德的观点实际上排除了生产方法D2。

7.7.1 竞争性价格的可行范围

我们现在来讨论竞争性价格的可行范围问题（Shaikh 1999，120-

125）。假设p=单位价格，ucs=单位直接成本（原料和劳动力成本），

к=单位资本（正常产能下的资本-产出比），d= к=单位固定成本

（折旧），其中 =折旧率，uc=ucs+d=单位平均成本。对行业内任何

给定投入品价格和工资率的厂房而言，其成本变量都是给定的。因为

会计恒等式单位利润=价格-单位成本，单位利润除以单位资本就是利

润率（r），所以单位利润≡rк≡p-uc。这意味着在给定成本的条件

下，给定厂房的利润率是销售价格的线性方程，斜率为 ，与代表p

的坐标轴的交点为uc，与代表r的坐标轴的交点为 。[1]



在之前的表中，新厂房（D1，D2）的单位成本都比C低，ucD1=76

美元，ucD2=75美元<ucC=78美元，因此前两个与代表p的坐标轴的交点

数值比C小。但кD2=157.89美元>кD1=142.31美元>кC=137.50美元，

因此D2的利润率曲线的斜率比D1小，而D1比C小。运用这些特定的值，

我们可以算出 =-0.48，因此相应曲线与

代表r的坐标轴的交点数值依次更小。因此，正如图7.22所示，在所有

价格都低于初始主导价格100美元的条件下，D1的利润率一直都高于

C。另外，当价格低于85美元时，D2的利润率由低于D1到开始转变为高

于D1。正如已经指出的，实际价格不必降至这一水平来向另一方传达

手里有更好的牌这样的信息：在真实的价格战中，D1和D2都将在与C的

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相反，坚持消极价格竞争的传统概念则认为C将

在与D2的竞争中占据优势，这意味着具有更高成本的生产方法将成为

主导性生产方法。



图7.22 利润率是销售价格的函数

7.7.2 技术选择对整体经济的影响

技术变革主要通过采用新技术实现（Salter 1969，65）。截至目

前，讨论主要局限于给定投入品价格和货币工资的单一行业。现在我

们转而讨论技术变革对整体经济的影响。从完全竞争理论推导出的标

准的价格接受观点断言，任何一种新的生产方法都会将利润率提高到

与任何给定实际工资相一致的水平。这是所有正统经济学家和几乎所

有非正统经济学家的观点（Shaikh 1978，1980d）。但在马克思、安

德鲁斯的著作和商业文献中发现的价格削减真实竞争这一观念摧毁了

上述断言的有效性。



对单独一个行业的一家企业而言，货币工资、其他行业的价格和

一般利润率之前都被假定为给定的，但如果该行业的商品直接或间接

地构成实际工资篮子的价格，那么该行业销售价格的下降将会降低实

际工资篮子的价格。这也将改变其他商品相对于该行业商品的相对价

格。因此，它将改变其他行业的利润率。这样的话，我们必须考虑如

果在给定实际工资的条件下形成了新的一般利润率，相对价格将会出

现什么样的变化。换言之，我们关心的是技术变革对价格和利润的纯

影响。正如前文一样，我将举例说明在主导性生产方法和具有更低成

本的生产方法之间的选择。在情境1中，我们是在主导性生产方法和第

1种替代方法之间进行选择。在情境2中，我们是在主导性生产方法和

第2种替代方法之间进行选择。无论在哪种情况下，替代方法的生产成

本都低于现有企业，但只有在情境1中替代方法也具有更高的利润率。

因此，在主导性价格给定的标准技术选择规则下，只有情境1才能引起

生产方法的变化。相反，在坚持削价行为的古典规则下，这两种情境

都将导致技术变革。正如构造的模型所示，替代方法1优于替代方法

2，因为两者的投入结构相同，但后者的固定资本比重较大。但这里的

重点是考察每一种替代方法和现有方法之间的选择，从而以最简单的

方式来揭示不同的竞争性技术变革理论间的显著差异。

请考虑两种商品，即玉米和铁，二者都是生产这两种商品的投入

品，都进入工人的工资篮子和固定资本存量（作为存货和机器）。正

如前文一样，cn=玉米，ir=铁，N=工人数量，表中所示的流量对应于8

小时的日工作时长。我将运用斯拉法的生产价格形式而非古典形式来

阐明结果：在斯拉法体系中预付资本不包括工资，而古典体系中包

括。之所以运用斯拉法的体系，是因为这样可以表明真正的差异在于

对竞争的不同理解。初始物质流量与第6章中的表6.10相同，但价格稍

微不同，因为将工资排除在了预付资本之外。

我们已经发现，价格接受行为和价格削减行为的不同结果产生于

单位生产成本和单位资本成本之间的反向运动。但因为资本成本的存

货部分也出现在生产成本中，所以真正的问题在于流动资本和固定资



本之间的差异（Shaikh 1978，242-246）。固定资本增加了整个预付

资本存量和折旧。总生产流量包括作为投入品的玉米和铁、工资品和

折旧（固定资本的一部分），而总资本存量包括存货（在数量上等于

消耗的投入品）和固定资本。部门的工资篮子由第6章表6.5中的流量

推导出来：每个工人的工资篮子包括4单位玉米和1单位铁，这适用于

玉米行业的10个工人和铁行业的5个工人。表7.13描述了来自第6章的

没有固定资本因此没有折旧的初始物质流量。表7.14将每个行业的流

量除以最后一列所示的每个行业相应的产出，从而将这些流量转变为

系数形式。这样我们就可以计算出单位价格和一般利润率。[2]与在第

6章一样，价格被标准化为875美元，即令总产出的货币价值（总价

格）为875美元。表7.15展示了每个部门的单位成本、资本成本、利润

率和生产价格（生产成本加利润，利润等于利润率乘以单位资本成

本）。

现在，我们根据表7.16中列举的系数考虑铁的两种替代生产方

法。每种替代生产方法都使用更少的工人和更少的投入：25单位玉米

和1单位铁，并且第一种替代生产方法使用140单位玉米和8单位铁作为

固定资本，而第二种使用180单位玉米和12单位铁，比第一种多一点

儿。正如已经指出的，这里的重点是比较标准方法和古典方法从不同

角度对新生产方法所面临的竞争压力的理解。

表7.13 初始流动资本情况下的总存量和流量

表7.14 初始流动资本情况下存量和流量的系数形式



表7.15 初始流动资本情况下的部门成本、价格和利润率

表7.17比较了在现有价格条件下竞争者和现存企业的生产成本与

利润。替代生产方法1在现有价格条件下具有更低的成本和更高的利润

率，因此两个学派都认为它优于现存生产方法。替代生产方法2的生产

成本也比现有企业低，但是它的利润率也更低。正是在这里产生了分

歧：在价格削减的情境中，替代生产方法2优于现存生产方法，而在价

格接受的情境中，它却不如现存生产方法。

表7.16 铁的替代生产方法的系数形式



表7.17 铁的替代生产方法在已有价格下的部门成本、价格和利润率

然而，上述差异导致了另一个差异。如果替代生产方法1在相同的

实际工资水平上代替了现存生产方法，一般利润率将会上升。在已有

价格体系下替代生产方法1的利润率高于一般利润率（即17.6%对比

16%），这意味着新生产方法将把一个更高的利润率加入形成一般利润

率的利润率池中，这反过来将使一般利润率从16.0%提高至16.5%。这

是置盐定理的一个例子：如果新生产方法在现有价格体系下具有更高

的利润率，那么它的引入将提高一般利润率（Okishio 1961）。这和

萨缪尔森、斯拉法的方法相同。[3]表7.18展示了这种引入替代生产方

法1后的新情形。新的主导性生产价格建立在表7.16第一部分系数的基

础上。请注意，在新价格条件下，新生产方法（替代生产方法1）依然



比旧生产方法具有更低的成本（1单位铁2.998美元对比1单位铁3.393

美元），并且更有利可图（16.5%对比14.2%）。

表7.18 使用替代生产方法1的部门成本、生产价格和一般利润率

在实际工资给定的条件下，如果用替代生产方法2代替现有的铁的

生产方法，那么相反的结果依然适用：如果将替代生产方法2更低的利

润率考虑进去，一般利润率将从16%降至15.2%。表7.19展示了对应于

表7.16第二部分系数的新生产价格。替代生产方法2比旧生产方法具有

更低的成本（1单位铁3.067美元对比1单位铁3.385美元），并在新价

格体系下比旧方法具有更低的利润率。但是，因为替代生产方法2的生

产成本仍然更低，所以它在真实竞争中会比旧生产方法继续占据优

势。

表7.19 使用替代生产方法2的部门成本、生产价格和一般利润率



纵览关于这个主题的传统经济学文献，所有的比较都是就主导性

生产价格而言的。但是，实际市场价格总是与主导价格不同，并且企

业也总是根据实际和预期的市场价格做出实际的选择。这意味着新生

产方法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才被采用，即市场主体预期它们的成本优

势足够大，以至可以在销售价格、工资率和投入价格的正常波动中幸

存下来。就企业层面而言，只有技术变革的收益稳健时，它们才会采

用新技术。但是，就行业和部门层面而言，这种不连续的转变依然可

能仅导致平均投入-产出系数相对较小的变化。将这种区别谨记在心非

常重要。

7.7.3 技术选择对一般利润率时间路径的影响

标准的价格接受理论认为，如果某种生产方法的利润更高，那么

即使它的单位生产成本更高也会被选择。因此，它预测在给定实际工

资不变的条件下，技术变革总是会提高平均利润率。这种观点的一个

推论就是只有实际工资增至某个点以至逆转了技术变革的纯粹收益

时，平均利润率才会下降。换种不同的说法，即只有实际工资的“过

度”上升才会导致一般利润率下降。因此，问题可以联系到来自工人

的过分需求，因为资本家总是偏好在最低工资水平上雇用额外的劳动

力。因此，任何利润率的下降都被归因于工资挤压。长期以来，这已

经成为参与争论的斯拉法主义者和几乎所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试

金石（Sraffa 1960，85-86; Okishio 1961; Steedman 1977，124-

129; Kurz and Salvadori 1995，402）。

真实竞争理论认为所有（稳健地）具有更低成本的生产方法都是

可行的。如果替代生产方法的利润率更高和更低这两种情况具有同等

概率，那么在任何给定的实际工资水平上，技术变革都不会改变平均

利润率。实际工资的任何上升在这一意义上都是“过度的”，即它总

是会导致一般利润率下降。我们就会处于这样一个世界中：即使技术

在持续进步，利润率也仅仅是实际工资的反函数。考虑到实际工资一



般而言的确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上升，我们可以预期正常产能下的

利润率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下降。这完全兼容于实际工资的增长比生产

率慢的观点（即实际单位劳动力成本不断下降）。用马克思的话说，

这对应于伴随着剩余价值率上升的利润率下降。另外，如果两种类型

的结果并不以同等概率出现，那么在给定实际工资条件下，真实竞争

将会展现出利润率或上升或下降的趋势，或者上升和下降的时期交替

出现。因此，这个问题变成了：是什么决定了两种类型技术变革的概

率？我们注意到这是真实竞争特有的问题，因为在完全竞争条件下技

术变革总是会提高利润率。帕克（2001）之前在一篇优秀的论文中运

用迪梅尼、莱维和福利（DLF）发展出来的框架分析了这个问题

（Duménil and Lévy 1995b，1999; Foley 1999; Foley and Michl

1999）。帕克（2001，103）发现：“（i）假定实际工资率（或低工

资份额）保持不变，置盐信雄的标准不会引致……［上升的资本劳动

率和］下降的利润率，而谢克的标准引致了［上述两种结果］……

（ii）当假定一个高的工资份额时，两种技术选择的标准都会引致

［不断上升的资本劳动率和］下降的利润率。”接下来，我将运用我

本人首先发展的方法论（Shaikh，1999，123-125），在修订过的DLF

框架范围内解决这个同样的问题。[4]这使我可以推导出利润率随着时

间的推移变化的确定的路径。

利润率的路径取决于两个因素之间的互动：（1）创新的性质，即

在任何给定的时间内企业可以选择的替代生产方法的范围；（2）采纳

新生产方法的标准。创新和成本利润率之间的联系可由方程（7.11）

表 示 ： ， 现 在 uc'=uc/p= 单 位 销 售 额 成 本 ，

κ'=κ/p=单位销售额资本，即每单位产出货币价值的资本。单位销售

额成本uc'是实际单位劳动力成本和实际原料成本之和。接下来，我们

将把实际工资和相对价格的变化抽象掉，因此只有在劳动需求下降

（劳动生产率上升）和/或实际投入品需求下降时uc'才会改变。更低

的成本提高潜在利润率，而更高的单位销售额资本降低潜在利润率。



这使我们可以通过Δuc'和Δr之间的关系将任何创新的可能性集合

Δuc'、Δκ'与相应的单位销售额成本-利润率集合联系起来。[5]

从这个角度而言，我们可以重新比较现存铁的生产方法与表7.19

中列出的另外两种替代方法，首先将生产成本与资本成本除以现行铁

的单位价格3.837美元，接着考虑由此导致的替代生产方法和现存生产

方法的单位销售额成本与单位销售额资本的差异。然后，从表7.20中

可以很容易地看到，在完全竞争的假设条件下，替代生产方法1将会被

选择，因为它具有最高的利润率，而在真实竞争的假设下，替代生产

方法2将会被选择，因为它的单位成本削减最多。[6]

表7.20 创新的可能性和技术选择

描述创新可能性集合的最简单的方法是假定Δuc'、Δκ'的分布是

中性的，即两个变量的正值和负值的概率分布范围相等。这样描述的

一种集合的界限大概是圆形的，因为所有的组合都是同等概率（Park

2001，92-93）。图7.23描述了真实竞争条件下的一种集合，定义为成

本削减型技术变革（即阴影区域Δκ'<0）。在时间t，特定的组合

Δuc'、Δκ'出现在水平轴上。如果落在可行性区域内，这种生产方法



会被采用，否则现存的技术会维持下去。在下一个时期t+1，另一种可

能性出现了，然后被评估，等等。这个过程充满了阴影中的可行性区

域。因为后者构成了一个半圆形，在真实竞争条件下导致的长期平均

结果将会处于这样的点，即 ，从方程（7.12）中我们

可以推出 。因此，当技术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是中性时，那么

在给定真实工资的条件下，真实竞争获得了不断上升的利润率——置

盐定理在完全竞争条件下也获得了相同的结果。

图7.23 在中性创新可能性空间中真实竞争的技术选择

然而，马克思争论道，削减价格要付出很高的代价，因为这与资

本成本的增加有关（见8.5.2小节）。换言之，Δκ'和Δuc'存在负相

关关系，因为更低的生产成本与更高的资本成本相关（Shaikh 1979，

1980d）。事实上，这就是我们在对表7.9中电子计算机会计数据库进

行经验分析时发现的结果：单位销售额成本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而下

降，而单位销售额资本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而上升，因此更低的成本

与更高的资本密集度有关。所以，创新可能性集合将在负的Δuc'上斜

向上，而在正的Δuc'上斜向下（Foley 1999; Park 2001），正如图



7.24所示。然后，我们很容易看到代表真实竞争可行性集合的阴影区

域将会具有相对于中性集合的斜向上的平均价值：当资本成本和生产

成本平衡之后为负时，长期的平均结果意味着 。

现在，我们可以轻易推导出真实竞争、平均产出对利润率路径的

影响。对某些小于1的正常数a和b，令， ，

以使两个变量都按照之前指定的方向变化。[7]那么：

图7.24 在定向创新可能性空间中真实竞争的技术选择

在这个表达式中，因为0<（1–a）<1意味着 ，所以分子

中 这一项在不断增加。但因为 ，所以分母中的项



增加更快。因此，增加更快的分母将会占支配地位：利润率要么先上

升后下降，要么会立即下降。[8]需要注意的是，即使生产成本的下降

比资本成本的上升更快（即a>b），上述推论依然成立。主要原因就是

生产成本是有界限的，在0~1之间变动，而资本成本从原则上而言可以

无限上升。图7.25描绘了真实竞争中当企业一般通过更高的资本密集

度获得更低的成本时，利润率变化的两种可能的路径（Shaikh

1984a，1992a）。这些模式从本质上而言与帕克（2001，fig. 7，

charts b and d，102）通过仿真模拟推导出来的一样。应该补充的

是，因为主要变量如单位成本和资本密集度的变化在任何给定的一年

都很小，所以利润率的下降将会在长期体现出来（Marx 1967c，239）

[9]。本书第6章、附录6.7分析了经验问题，图6.2和图6.5展现了一般

模式。第16章将会介绍它对增长以及2007年危机的影响。

图7.25 利润率的两种可能路径

[1] 当r=（p–uc）/uc=0时，直线与代表p的坐标轴相交，这意味着p=uc；当p=0时，直

线与代表r的坐标轴相交，这意味着r=–uc/κ。

[2] 用标准符号表示，p=1×n为价格列向量，A=n×n为投入产出矩阵，KR=n×n为资本系

数矩阵， = ·KR=n×n为退废矩阵（折旧）。为简单起见，假定 为标量（1/10），r=标

量一般利润率，wr=n×1为行向量，代表实际工资篮子4单位玉米和1单位铁，每个工人的实际



工资都相同，l=1×n为劳动系数的列向量，w=p·wr＝货币工资。斯拉法的生产价格可以从以

下方程得到：p=p（WB+A+ ）+r·p（A+Kf）=wr·l+p（A+ ）+r·p（A+Kf）.。

[3] 萨缪尔森在评判马克思的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时，支持的是和置盐信雄相同的原则。

在萨缪尔森的案例中，论证的理由是具有更高利润率的技术选择可以使“劳动拥有‘资本’，

资本可以维持现行的利润率，而劳动可以通过更高的实际工资将超额利润据为己有”

（894）。相反，资本家可以在现行实际工资水平下雇用劳动力而将超额利润据为己有

（894n10）。无论怎样，具有更高利润率的技术都会更受青睐。萨缪尔森注意到（并无讥讽

之意）“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中，谁雇用谁真的并不重要”（894）。斯拉法（1960，81）将更

受青睐的生产方法定义为在主导利润率水平下具有最低生产价格的方法，与单位成本更低的方

法截然相反。这意味着在给定实际工资水平下，具有更高利润率的技术将被选择。斯拉法自己

的图表仅仅阐释了“纯粹流动资本”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不需要区分（相对于成本的）单

位产出利润量◎和利润率这两种标准的差别。

[4] DLF框架是在没有原料投入的简单模型中，关注单位工人的产出增长率和单位资本的

产出（Park 2001，89-94）。我自己的框架聚焦于单位生产成本（包括原料）和单位资本成

本，这与马克思的讨论及表7.9分析的电子计算机会计数据库的数据直接联系起来。

[5] 将利润率方程写为rκ'=1–uc'，可得Δrκ'+rΔκ'+ΔrΔκ'=–Δuc'。鉴于

Δr'Δκ'可能很小，我们可得到方程（7.12）。

[6] 替代生产方法1和替代生产方法2分别与现存生产方法比较。——译者注

[7] 我们之所以假定 ，是因为它可以保证成本边际在下降时保持为正。

[8] 利 润 率 的 路 径 取 决 于 第 一 个 步 骤 。 根 据 方 程 （ 7.13 ） ，

， 因 此 随 着 ，

。

[9] “引起一般利润率下降的同一些原因又会产生反作用，阻碍、延缓并且部分地抵销这

种下降。这些原因不会取消这个规律，但是会减弱它的作用……所以……它的作用，只有在一

定情况下，并且经过一个长的时期，才会清楚地显示出来。”（Marx 1967a，239）（中文转

引自《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66页。——译者注）参见第16章对美国

战后这个问题的经验分析。



8

关于完全竞争和不完全竞争的争论



8.1 理论观点

本章分为理论和经验两部分，理论部分分析了从古典主义到后凯

恩斯主义多种可选的竞争理论（见8.1节），经验部分则考察了关于定

价和利润率的经验证据（见8.2节）。8.1节先介绍斯密、李嘉图（见

8.1.1小节）和马克思（见8.1.2小节）的竞争理论。他们三个人都一

致同意，竞争使工资率和利润率趋于均等化，从而使得市场价格围绕

着自然价格（生产价格）上下波动，但又与它保持不同。马克思的分

析最为复杂深刻。他坚持认为市场价格围绕着生产价格的波动是一种

“动荡运动”。他还将李嘉图的调节资本概念从农业部门拓展至所有

行业。更重要的是，他认为竞争性企业是主动的价格制定者和有攻击

性的成本削减者（不同于完全竞争所假设的企业是消极的价格接受

者），并且创造具有更低生产成本的技术，通常需要更高的单位固定

资本投资。这些特征在他对技术选择和利润率变化的时间路径的讨论

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一般而言，后古典经济学放弃了对实际资本主义的分析，而遁入

了对资本主义理想形式的分析（见8.1.3小节）。在竞争领域，价格制

定和成本削减型企业被消极的价格接受者取代，市场价格围绕着生产

价格的动荡运动，被均衡状态下二者的完全相等取代。正是基于这样

的设定，这样的竞争观念广为流行，即市场中只有大量小规模企业，

每一个都无视他人利益而只追逐自己的眼前利益。在1873—1893年的

漫长萧条期间，杰文斯和瓦尔拉斯构建起一个关于完美的市场社会的

故事（虽然瓦尔拉斯自认为该模型描绘的是有国家干预的市场）。这

一视角支配着当代经济学，并成为证明资本主义是最优社会和有效经

济的基础。

8.1.4小节指出完全竞争理论是自相矛盾的。更准确地说，它依赖

非理性预期。依照所给定的传统假设，如果所有企业完全相同，那么



显然其中任何一家企业采取的行动肯定也将被其他所有的企业采取。

任何一家企业产出的增加都伴随着其他所有企业产出的相似增加，从

而使得市场供给显著提高、价格下降。此时，如果完全竞争企业还

“预期”它可以在任何现行价格下想出售多少就出售多少，那么它是

十分非理性的。然而，这种非理性预期对完全竞争理论和宏观经济学

而言都必不可少。这就意味着关于理性预期的任何理论都不能建立在

完全竞争理论的基础上。反过来，如果我们认为企业的预期是合理

的，那么完全竞争理论就不成立。在更普遍的情况下，即使是掌握适

度信息的公司，也势必会意识到它们在竞争环境中面临的是斜向下的

需求曲线。这一理解为斯拉法（1926）对正统经济学的批判，凯恩斯

对企业的处理，甚至是帕廷金试图绕开这一问题的尝试，都提供了有

趣的阐释。

8.1.5小节和8.1.6小节分别讨论了熊彼特和奥地利学派的观点。

熊彼特认为，瓦尔拉斯有关企业是价格接受者和个人是追求最大化的

经济人的模型是经济学的“大宪章”，但他也同时提到，这一理论的

静态性质不能与新方法和新商品被持续创造的现实相容。最后，他建

议通过引入扰动拓展完全竞争模型：创新可以带来暂时的垄断利润，

但竞争最终会使其消失。正如奥地利经济学家丹尼斯·缪勒所说，这

一竞争“图景”几乎没有涉及价格和利润的任何特定模式。奥地利经

济学全然拒绝了完全竞争这一概念，反对它对完全知识的隐含假设，

反对它将竞争看作一个状态而非一个过程，以及将企业描述成消极的

价格接受者而非主动的创新者。奥地利经济学强调竞争是一个不断蚕

食超额利润的过程，这与古典经济学的真实竞争理论有诸多相似之

处。但奥地利经济学并不区分调节资本和非调节资本，还明确假设利

润率将迅速实现均等化，这与真实竞争中的动荡均等化也非常不同。

更重要的是，奥地利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一样，都认为企业是消费

者的有效服务者，工会活动和政府干预是对市场过程的横加入侵。

8.1.7小节、8.1.8小节和8.1.9小节分别讨论了垄断资本、不完全

竞争和卡莱茨基以及后凯恩斯学派的价格理论。它们都极为重视这样



的事实：资本主义生产规模和所有权的集中度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

断上升。考虑到它们都或含蓄或明确地将竞争与完全竞争联系起来，

因此它们认为这一历史趋势意味着资本主义将越来越以垄断权力为特

征。希法亭第一个提出，到19世纪末，资本集聚和资本集中已经创造

出资本主义的一个新阶段——垄断资本主义，但正是列宁的正式认可

才使其成为官方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有人认为，垄断利润对本部门的

再投资会扩大供给，并压低价格和利润，这驱使垄断资本向其他部门

或其他国家外流。斯威齐、巴兰、曼德尔、贝拉米·福斯特和很多其

他人都在各个不同的方向发展了这一理论，他们强调，（垄断理论）

比竞争理论（一般来说，他们将竞争与完全竞争混为一谈）更“基于

现实”。斯威齐遵循希法亭的理论而明确提出，试图建立一个垄断价

格理论是没用的，因为任何一个特定的定价决策都受到太多偶然因素

的影响。另外，巴兰和斯威齐随后采纳了卡莱茨基的垄断加成价格理

论，该理论也已成为大多数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基础。

在经济学正统中，不完全竞争理论的提出也是为了使标准理论更

加符合现实。这一理论放松了完全竞争理论的一个或多个假设：假定

不完全的知识关注未来的不确定性和非决定性，假定规模效应不容忽

视以证明进入壁垒观念的合理性，假定没有足够多的消费者和企业以

证明价格接受是合理的，接受报酬递减以证明平坦的成本曲线是合理

的，承认不同结果之间的相互作用以说明消费和生产的外部性。但总

的说来，对利润最大化的关注通常被保留下来了，只是将p=mc的条件

替换为mr=mc。斯拉法在1926的文章中首次对这一做法表示赞赏，然后

张伯伦和罗宾逊夫人在处理不完全竞争问题时也采用了同样的做法。

最后，这一努力被正统理论接纳，在通常情况下它是以一系列旁白的

形式出现的。

卡莱茨基一生都在不断完善其价格理论，但中心思想一直很清

楚：价格由企业制定，即使是相对同质的商品，价格也可能会不同，

成本较低的企业收取更低的价格。这些特征也可以从真实竞争的古典

概念中推导出来（见第7章）。卡莱茨基理论的特别之处在于他的这一



观念，即价格是通过在成本之上增加一个稳定的垄断加成得到的，这

个加成的规模在某种程度上受制于竞争对手价格竞争的威胁，即使在

价格领导者之间，它们的长期利润率也有所不同。这些主题在庞大而

多样的后凯恩斯主义文献中反复出现。与垄断资本主义理论和不完全

竞争理论一样，一般而言，“竞争”也被认为等同于完全竞争——一

个早已被安稳地埋葬在遥远的过去的事物[1]。达特（1987，1995）提

出了一个重要的例外，他明确地试图引入利润率均等化对部门间资本

流动的影响。

一般而言，现代古典经济学（见8.1.10小节）认为竞争始终在资

本主义经济中扮演着核心角色，市场价格依然受到生产价格的调节，

因为不同部门之间的利润率仍旧被大体地均等化。它也同意市场价格

围绕着生产价格上下波动，所以它们两者是不一样的。尽管如此，占

支配地位的研究方法仍然认为它们二者足够接近以至能够被视为相等

的。第二种观点则坚持认为市场价格在引力过程中波动的幅度很大，

所以不能将这二者视作相等。于是，实际决策总是依据不断波动、不

确定的市场价格而做出，因此生产价格只能作为一种参考。第三种观

点走得更远，认为完全可以不考虑竞争，因而也无须考虑生产价格。

替代的选择是从统计力学的角度将价格和利润率看成随机变量。值得

注意的是，如果把关注的焦点放在价格和利润率对其调节中心的偏离

上，那么第三种方法与第二种方法是完全一致的。

在现代古典经济学内部，最后的争论涉及企业行为。在处理竞争

性企业的问题上，几乎所有的现代古典经济学家都采取了和新古典理

论一样的方式，将竞争性企业视为价格接受者。那些认为市场价格与

生产价格相近，以及企业是价格接受者的学者，其竞争图景以及相应

的技术选择分析，最终在观念上都与完全竞争紧密联系在一起。这

样，他们就将重点放在了再转换和类似现象上。另外，有一些人（包

括我自己）则认为：竞争性企业设定价格并致力于削减价格，竞争是

一个充满对抗性和破坏性的过程，在这样的条件下，技术选择对利润

率的时间路径具有大不相同的含义。



8.1.1 古典主义视角

8.1.1.1 斯密

正如熊彼特所说，斯密的政治经济学的中心思想是理解到“个人

的自由互动产生的不是无序的混乱而是有序的模式”（Dobb 1973，

39）。竞争之所以成为核心调节机制，是因为它促使市场工资、租金

和利润围绕着它们各自的“自然”水平上下波动。当不存在无法克服

的障碍时，如果市场变量高于其自然水平，那么供给相对于需求上

升；反之，供给相对于需求下降。这就使得实际工资、利润率和租金

率大致实现均等化。而自然工资就是这个均等化的比率，自然利润和

自然租金也是那些获得相应的自然比率的利润和租金水平。

不同的劳动和资本用途的利害，总的说来，在同一地方内，必

然完全相等，或不断趋于相等。在同一地方内，假若某一用途，明

显地比其他用途更有利或更不利，就会有许多人离去比较不利的用

途，而挤进比较有利的用途。这样，这种用途的利益，不久便再和

其他各种用途相等。至少，在各事物都听任其自然发展的社会，即

在一切都听其自由，各个人都能自由选择自己认为适当的职业，并

能随时自由改业的社会，情况确是如此。各人的利害关系必然会促

使他寻求有利的用途，避开不利的用途。

诚然，欧洲各地的货币工资及货币利润，都随劳动和资本用途

的不同而大不相同，但这种不相同，部分起因于各种用途本身情

况，这些情况，实际上，至少在一般人想象上，对某些职业的微薄

货币得利有所补偿，而对另一些职业的优厚货币得利有所抵销；部

分因为欧洲各国的政策都不让事物完全自由地发展。[2]（Smith

1973，201-202）

因为商品的市场价格中包含了市场工资、利润和租金，所以这些

变量趋于自然水平等同于市场价格趋于其自然水平（157-159）。



商品通常出卖的实际价格，叫作它的市场价格。商品的市场价

格，有时高于它的自然价格，有时低于它的自然价格，有时和它的

自然价格完全相同。……自然价格可以说是中心价格，一切商品价

格都不断受其吸引。各种意外的事件，固然有时会把商品价格抬高

到这中心价格之上，有时会把商品价格强抑到这中心价格以下。可

是，尽管有各种障碍使得商品价格不能固定在这恒固的中心，但商

品价格时时刻刻都向着这个中心。[3]（Smith 1973，158，160-

101）

我们应该如何理解斯密提出的引力概念？传统的做法是将其解读

为每个市场价格都最终达到其长期均衡水平、其“恒固的中心”。斯

密的大部分分析中对自然工资、利润和价格特征的关注无疑支持了这

一看法。但斯密真正想说的其实是，尽管存在各种因素使市场价格高

于或低于其自然价格，但竞争总会驱使前者回到（甚至越过）后者。

市场价格围绕着自然价格“不断上下波动”（Kurz and Salvadori

1995，5）。考虑到自然价格本身也在随着技术变革和社会产品分配的

变化而变化，这一点应该是很显然的（Smith 1973，165-166）。

市场上任何一个商品的供售量，如果不够满足这商品的有效需

求……竞争便在需求者中间发生。而市场价格便或多或少地上升到

自然价格之上。……这能在同样富有和同样奢侈的竞争者间引起竞

争。……所以，在都市被封锁或发生饥馑场合，生活必需品的价格

总是非常昂贵。

反之，如果市场上这种商品的供售量超过了它的有效需求……

它的市场价格，便或多或少地降到自然价格以下。……超过程度尽

管相同，易腐败的商品输入过多比耐久性商品输入过多能引起卖方

更大的竞争。[4]（Smith 1973，159）



最后，斯密还特别区分了成本与利润。成本包括“原料的价格和

工人的工资”，而利润是价格和成本之差（151）。虽然实际利润在长

期中受自然利润的动荡调节，但这并不意味着将利润视为一种成本。

直到很久之后，一些经济学家才开始将利润看作一种成本，而把自然

价格看作商品的“生产成本”——目前这已成为常规做法。

8.1.1.2 李嘉图

李嘉图对竞争的观点与斯密相似。竞争使工资、利润率和租金趋

于均等化，并驱使市场价格围绕着自然价格上下波动。

当每一个人都可以随意把自己的资本爱用到什么地方就用到什

么地方的时候，他自然会寻找那种最有利的行业。如果把资本转移

一下可以得到15%的利润，他自然不会满足于10%的利润。所有使用

资本的人都希望放弃比较不利的行业而趋向比较有利的行业。这种

孜孜不息的要求具有一种强烈的趋势，使得大家的利润率都平均

化，或者使之成为一种比例，以致在有关方面的估计中，可以抵销

这一方面所具有或看起来会具有的超过另一方面的利益。[5]

（Ricardo 1951b，88-89）

……

劳动的市场价格不论能与其自然价格有多大的背离，它也还是

与其他商品一样，具有符合自然价格的倾向。[6]（94）

但是这一均等化过程并不意味着市场价格等于自然价格。相反，

在一般情况下，没有一种商品能长期继续恰好按照人类的需要

和愿望所要求的数量得到供给，所以也没有一种商品能免除价格上

偶然的和暂时的变动。[7]（88）

……



所以，正是每一个资本家都要把资金从利润较低的行业转移到

利润较高的行业的这种愿望，使商品的市场价格不致长期继续大大

超过或大大低于其自然价格。[8]（91）

请注意，李嘉图只说市场价格不会持续地在“长期”“大大超过

或大大低于其自然价格”。这与说在短期内存在较大的偏离是完全一

致的。李嘉图甚至比斯密更关注自然工资、利润、租金和价格的决

定。和斯密一样，李嘉图严格区分了原料、劳动力、折旧成本和附加

在这些成本之上的利润。这在他所列举的数值实例中显示得尤其清

楚，他从中推导出著名的有关相对价格的“93%”假说（Ricardo

1951b，33-43），我们在第9章还将重谈这一点。

李嘉图对竞争理论的其中一个重要贡献是在其对地租（“因使用

了土地原始的、不可破坏的能力而付给地主的部分土地产品”）的分

析中区分了平均生产条件和调节性生产条件（Ricardo 1951b，67）。

李嘉图首先分析了可以轻易获得肥沃土地的情况。人们将首先耕种最

好的土地（B1，见7.4节，图7.2），它的成本和对资本的需求将决定

农产品（谷物）的主导性自然价格。在这一阶段，最好的、唯一使用

的土地同时代表着谷物的平均生产条件和调节性生产条件。在经济增

长过程中，人们对谷物的需求会增加，这将提高土地B1的耕种量直到

其被充分利用。此时，谷物的市场价格会上升，直到可以覆盖使用较

低质量的土地（B2）所带来的更高的自然价格。一旦后一种土地被投

入使用，调节性条件将会从B1变为B2，相应地，市场价格也将围绕着

一个新的更高的引力中心上下波动。因为两种土地对应的谷物价格相

等，而新的价格比土地B1的自然价格高，所以耕种B1土地的生产者将

得到比正常水平更高的利润。这种结构性的超额利润就是李嘉图所谓

的地租，他通常假定土地所有者能从使用该土地的农业资本家手中完

全榨取这部分利润。即使资本家和地主是同一个人，也是其中一种身

份得到正常利润，而另一种身份得到地租。李嘉图假设随着时间的推

移，这一过程会不断拓展到质量更差的土地上，导致谷物价格（相



对）更高（67-75）。因此，平均条件和调节性条件之间的差距随之扩

大。李嘉图认为，因为地租在总剩余中所占份额的不断增加会降低利

润份额，所以他从这一相同的过程推导出一般利润率从长期来看趋于

下降的理论（Ricardo 1951b，chs.2，6）。

8.1.2 马克思

马克思对竞争的分析比前人更加复杂，并且因为他的著作没有全

部写完，所以也令人更难理解。尽管如此，大部分的要点还是清楚

的。

首先，企业设定它们所提供的商品的价格。“因此，商品监护人

为了向外界表明商品的价格，必须……给它们挂上一张纸条。”

（Marx 1967a，95）其次，为了打败竞争对手，企业会不断尝试削减

价格。资本的唯一目标便是投资货币以获得更多的货币。这是一个具

有内在扩张性的过程，它导致了不同资本在同一行业内部和不同行业

之间互相冲突。从这一点来说，竞争，这种“许多资本施加于彼此的

行为”（Marx and Engels 1975，97），“不过是资本的内在本性，

是作为许多资本彼此间的相互作用而表现出来并得到实现的资本的本

质规定，不过是作为外在必然性表现出来的内在趋势”（Marx 1973，

414）。[9]这些冲突具有内在的对抗性：竞争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

的战争”（Marx 1967a，356）。在其不断的斗争中，“单个资本尽最

大努力尽可能多地占据市场份额，取代它的竞争对手并将它们挤出市

场——这就是资本的竞争”（Marx 1968，484）。削价建立在成本下

降的基础上，因此企业被迫不断努力削减成本。

其次，如果一个人用较便宜的费用进行生产，用低于现有市场

价格或市场价值出售商品的办法，能售出更多的商品，在市场上夺

取一个更大的地盘，他就会这样去做，并且开始起这样的作用，即



逐渐迫使别人也采用更便宜的生产方法，把社会必要劳动减少到新

的更低的标准。[10]（Marx 1967c，194）

……

竞争斗争是通过使商品便宜来进行的。[11]（626）

从古典的及商业的角度，马克思将成本定义为原料、折旧和劳动

力成本的总和。利润和利息都没有计入生产成本（Marx 1967a，

ch.8）。[12]关于利润，没有哪一个资本能保证自己一定能获得利

润，更不用说平均利润率中所隐含的一个“正常水平”的利润了。事

实上，亏损是很常见的，竞争的“结果总是许多较小的资本家垮台”

[13]（Marx 1967a，626）。相反，“利息率……是每天固定的事实，

这个事实对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来说，甚至是它们从事活动时计算上

的前提和项目”[14]（Marx 1967c，368-369）。利率作为一个基准，

把总利润划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代表“资本所有权本身”收益的

利息等价物；另一个被称作“企业主收入”的部分，则好像是资本家

“用资本所执行的职能的果实”[15]（374）。请注意，利息等价物有

别于实际支付的利息，后者取决于企业在多大程度上依赖借贷资金

（杠杆）。

同一行业内不同资本间的竞争，迫使同一种产品的不同生产者以

相同的价格出售其商品。另外，为了寻求更高的利润，资本从一个行

业转移到另一个行业，这就使得不同行业间的利润率趋于均等化。因

此，这一过程就使得行业内由竞争带来的共同的销售价格转化为该行

业的生产价格。

竞争首先在一个部门内实现的，是使商品的不同的个别价值形

成一个相同的市场价值和市场价格。但只有不同部门的资本的竞

争，才能形成那种使不同部门之间的利润率平均化的生产价格。这



后一过程同前一过程相比，要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更高的发展。
[16]（Marx 1967c，180）

……

资本的这种运动首先总是由市场价格的状况引起的，市场价格

在这里把利润提高到一般的平均水平以上，在那里又把它压低到这

个水平以下。[17]（208）

……

资本会从利润率较低的部门抽走，投入利润率较高的其他部

门。通过这种不断的流出和流入……供求之间就会形成这样一种比

例，使不同的生产部门都有相同的平均利润。[18]（180）

正是在这里，马克思对后来霍尔、希契和安德鲁斯所赞同的“全

成本定价”假说做了评论（见8.6.1小节）。

经验还表明，一个产业部门……如果在一个时期利润特别高，

那么，在另一个时期利润就会特别低，甚至会亏损，因此，在一个

若干年的周期中，它的平均利润会和其他部门大致相同。而资本很

快就懂得了要考虑到这个经验。[19]（208）

……

一旦资本主义生产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各个部门的不同利润率

平均化为一般利润率，也就绝不只是通过市场价格对资本的吸引作

用和排斥作用来实现了。在平均价格和与之相适应的市场价格确立

一段时期之后，各个资本家意识到，在这种平均化中某些差别会互

相抵消，因此，他们会立即把这些差别包括在他们的互相计算中。

这些差别存在于资本家的观念中，并被他们作为补偿理由加入计

算。[20]（209）



市场需求不断对价格做出反应：

就需求来说……需求按照和价格相反的方向变动，如果价格跌

落，需求就增加，反之，价格提高，需求就减少。[21]（Marx

1967c，191）

一旦确立了利润率均等化的趋势，企业就会开始将其对长期平均

利润的估计纳入制定的价格中。但需求与供给继续发挥作用。当然，

被企业认作“正常”的利润率，是不断根据一般条件的变化而修正

的。最后，主观设定的市场价格不停围绕着客观决定的生产价格上下

波动。在这个过程中，绝不会出现所有的利润率都等于某个“统一”

利润率的情况。

［市场］价格由生产［价格］决定这一点，不应当理解成像经

济学家们所理解的那种意见。经济学家们说，商品的平均价格等于

生产［价格］；在他们看来，这是一个规律。价格的上涨被价格的

下降所抵消，而下降则被上涨所抵消，只有在这种波动的进程中，

［市场］价格才是由生产［价格］决定的；我们细加分析时就可以

看出，这种波动起着极可怕的破坏作用，并像地震一样震撼资产阶

级社会的基础。这种无秩序状态的总运动就是它的秩序。[22]

（Marx 1847，174-175）

……

竞争使不同生产部门的利润率平均化为平均利润率……通过资

本从一个部门不断地转移到利润暂时高于平均利润的另一个部门来

实现的；可是，这里还要考虑到一定产业部门在一定时期内同收益

少的年份和收益多的年份的更替结合在一起的利润波动。[23]

（Marx 1967c，208）

……



市场价格有时高于价值或自然价格和有时低于……自然价格的

这种变动，是以供给和需求的变动为转移……市场价格的变动达到

互相补偿所要经历的平均时期，对不同种类的商品来说是不相同

的，因为供给适合于需求这一点对某种商品来说比较容易，而对另

一种商品来说则比较困难。[24]（Marx and Engels 1970，208）

……

我们看到，所有这一切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运动，这里要考察

的，不仅有每个特殊领域的市场价格、不同商品的比较费用价格、

每个领域的供求状况，而且有不同领域的资本家的竞争；此外，平

均化的快慢在这里取决于资本的特殊有机构成（例如，固定资本多

还是流动资本多）和它们的商品的特殊性质，就是说，要看商品作

为使用价值的性质是否易于允许按照市场价格的状况把它们较快地

撤出市场、减少或增加它们的供给。……这就是为什么一般利润率

同固定的利息率相比，表现为模糊不清的景象的一些理由。[25]

（Marx 1971，464-465）

……

一般利润率只是不断地作为一种趋势，作为一种使各种特殊利

润率平均化的运动而存在。[26]（Marx 1967c，366）

8.1.2.1 调节资本

李嘉图对级差地租的分析，建立在对农业生产中平均条件和调节

条件的区分之上。马克思采纳了这一理论创新[27]，并将其拓展到所

有行业中级差利润率的分析。他对不间断的技术变革的强调，暗含着

在任何一个给定的行业，“个别（劳动）价值”与单位成本之间都存

在持续的差异。在《资本论》第一卷和第二卷，马克思通常抽象了这

些差异的影响，在第三卷，他最初用同样的方式发展了生产价格理论

（Marx 1967c，ch.9）。



但在紧接着的下一章，他就开始研究一个行业内不同生产条件之

间的差异所可能造成的影响。他从平均生产条件调节市场价格的情形

入手，讨论了较差条件、中等条件和较好条件下的生产者如何针对需

求的变化对供给做出相应的改变。如果所有三种条件的生产者都能将

其供给比例调整到同一个水平，那么平均生产条件将继续调节市场价

格。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平均生产条件本身可能根据三种不同生产

条件所占的比重在一定范围内发生变化。一种极端的情况便是，需求

的上升最终由最差的差条件调节。[28]产能利用率与生产效率呈负相

关是有道理的。那么，如果需求上升得足够多，在大量的闲置产能

中，首先被利用起来的是最好条件，接着是中等条件，最后是最差的

条件。在这种情况下，就有可能轮到效率最低的生产者的单位生产成

本调节市场价格。反过来，如果需求下降得足够多，最高效的条件也

可能调节平均生产条件和市场价格，这是另一种极端情况（Marx

1967c，ch.10）。

如果这个［供给］量［相对于需求来说］过小，市场价值就总

是由最坏条件下生产的商品来调节，如果这个量过大，市场价值就

总是由最好条件下生产的商品来调节。[29]（185）

在马克思对地租的分析中，调节条件是最大的亮点。他通过对比

“用蒸汽机推动的”和“用自然瀑布推动的”的两种工厂来说明这个

问题[30]（640）。后者的成本更低，“因为他们的商品是在特别有利

的条件下，即在优于这个部门占统治地位的平均水平的条件下生产出

来的，或者说，因为他们的资本是在这种特别有利的条件下执行职能

的”[31]（641）。但他们的生产价格并不决定市场价格，因为瀑布所

蕴含的自然力“不像蒸汽的压力那样，在同一生产部门可供一切资本

自由支配”，所以它“不是相关生产部门的一般条件，也不是该生产

部门一般都能创造的条件”[32]（645）。因此，成为“起调节作用的



市场价格”的是在一般而言可复制的生产条件（蒸汽能量）下运行的

资本的生产价格（641）。

在第三卷，马克思接下来用了近200页来详细分析地租问题。这些

极其丰富、富有洞见的章节却鲜少被马克思主义文献提及，更不用说

被理解了。但他的观点是很清楚的：在对竞争的分析中，调节条件扮

演着核心角色（Shaikh 1979，3; 2008，167）。

8.1.2.2 技术选择

“打响商业竞争战役依靠更廉价的商品”，成本较低的方法会战

胜成本较高的方法，这些事实立刻引出一个问题：成本较低的方法必

然对应着更低的生产价格吗？这里暂且使用马克思自己的处理方法，

生产成本=（c+v），而生产价格=（c+v）+r·C，其中，c=单位产出对

应的原料价格和折旧，v=单位劳动力成本，r=一般利润率，C=单位产

出总预付资本的价值量。马克思用与劳动价值（即直接价格）成比例

的价格来量度这些组成部分，但是这些细节不影响基本结论。请考虑

一种潜在的新生产方法，它的生产成本和资本成本都更低，从而它也

有一个更低的生产价格。但是，另一种可能的情形是，这种方法的成

本更低，但它的资本成本足够高以至使其生产价格更高。最后，新生

产方法可能成本更高但生产价格更低。如果竞争选择的是成本较低的

生产方法，那么第一种和第二种生产方法都具有可行性，尽管后者有

更高的生产价格。另外，如果竞争选择的是生产价格较低的生产方

法，那么第二种方法就不具有可行性。这里，比较的关键是：现存方

法与一个生产规模更大、成本更低但利润率也更低的潜在新方法，孰

优孰劣？

马克思直到《资本论》第三卷第九章才引入生产价格的概念。众

所周知，马克思逝世十几年之后，恩格斯才从“极不完整的初稿”的

素材中编纂整理出第三卷，在这些手稿中，“有许多提示，表示这些

地方留待以后阐述，可是这些诺言并没有全部兑现”[33]（Engels



1967，2-3）。因此，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我们几乎找不到他关于成本

和生产价格之间可能存在差异的论述材料。

然而，我们的确知道了马克思的分析逻辑。他清楚地表明生产价

格不同于成本，而竞争将选择成本更低的方法。他将这一过程描述得

非常详细：“如果一个人用较便宜的费用进行生产，用低于现有市场

价格或市场价值出售商品的办法，能售出更多的商品……他就会这样

去做，并且开始起这样的作用，即逐渐迫使别人也采用更便宜的生产

方法。”[34]（Marx 1967c，194）因此，新的进入者会削减价格，从

而不仅降低所有现存生产者的利润率，而且也降低他们自己的利润

率。[35]第一个这样做的人将迫使其他人屈服，并最终转变生产方

式。这就是竞争的黄金定律：先下手为强。了解了这一点之后，我们

转而发现，在人们广泛引用的第三卷的一个片段中，马克思处理的似

乎就是这个问题：

一种新的生产方式，不管它的生产效率有多高，或者它使剩余

价值率提高多少，只要它会降低利润率，就没有一个资本家愿意采

用。但每一种这样的新生产方式都会使商品便宜。[36]（Marx

1967c，264-265）

我们如何理解这两句话？新的生产方式“使商品便宜”（即降低

它们的生产成本）。在前几章，他刚刚告诉我们具有更低成本的新进

入者会削减价格以获得市场份额，这意味着他们降低了自己的利润

率。尽管没有哪个资本家会“自愿”降低他或她的利润率，但是竞争

强迫他们在每一个可能的场合都这样做（Shaikh 1978，245-246;

1979; 1980d，81-82）。

紧接着引用段落的下一句，马克思说道：“资本家最初会高于商

品的生产价格出售商品，也许还会高于商品的价值出售商品。”[37]

这句话的前后两个部分说的是不同的事情：高于生产价格出售商品与



高于价值出售商品不是一回事。如果新的进入者把自己的价格降至现

行市场价格以下，那么如果他们的生产价格低于当前占支配地位的生

产价格，他们也只能按着“高于它们［自己］的生产价格”的价格出

售商品。我们已经看到，成本较低的方法可能满足不了这进一步的要

求，因为它们可能具有更高的生产价格。另外，生产价格较低的方法

可能具有更高的成本，从而不能使商品“变便宜”。保证“成本”和

生产价格都较低的唯一方法，是将正常利润视作一种成本，而这恰恰

是马克思曾非常正确地否定的。前面句子的第二部分说明，新的进入

者“也许还会以高于商品的价值”出售他们的商品。这里，我们处于

某种更加坚实的基础之上，因为在第三卷的抽象水平上，成本是用与

劳动价值成比例的价格来量度的，假定所有行业的剩余价值率（s/v）

都一样，那么更低的成本（c+v）必然对应着更低的劳动价值

（c+v+s）。因此，至少成本较低的企业有可能削减价格、降低利润

率，且“最初”仍在直接价格之上出售它们的商品。但即使如此，它

也无法作为普遍规则起到太大的作用，因为马克思自己也知道，实际

采取的竞争策略常常包含了这样的价格削减行为，即它会在一开始的

时候降低新进入者的利润，甚至使其利润为负。最后，我们可以这样

说：这段话的第一部分与马克思对竞争的整体分析比较一致，但第二

部分与他自己对生产价格的处理不完全一致。第三句话通过强调成本

差异这一关键因素重新回到他的整体逻辑上：“他会得到他的商品的

生产费用和按照较高的生产费用生产出来的其他商品的市场价格之间

的差额。”

为什么我们要花费这么大的力气考察这些细节呢？因为这个问题

关系到马克思对一般利润率随时间的推移而下降趋势的讨论：它表

明，对一般利润率而言，选择成本较低的方法与选择生产价格较低的

方法相比，会形成完全不同的两种轨迹。确实如此，讨论完技术选择

问题之后，马克思继续说道：



竞争会使他的生产方法普遍化并使它服从一般规律。于是，利

润率就下降——也许首先就是在这个生产部门下降，然后与别的生

产部门相平衡——这丝毫不以资本家的意志为转移。[38]（Marx

1967c，265）

我们将看到，在给定实际工资水平时，选择生产价格较低的方法

总是会提高一般利润率，而选择成本较低的方法则可能降低利润率，

这取决于生产成本与资本成本，以及单位成本与资本密集度之间的关

系。在后一种情况下，关注的焦点转向技术变革的类型。

8.1.2.3 技术变革的有偏性

这把我们带到马克思的如下论点：较低的生产成本往往与规模更

大、资本更密集的厂房联系在一起。固定资本以计提年度折旧（摊

销）的方式计入生产成本：如果机器的使用年限为10年、成本为100万

美元，厂房每年的正常产出是10 000单位产品，那么年平均资本密集

度便是每单位产出100美元，而年度计提折旧则是每单位产出10美元

（对“联合产品”折旧的处理见附录6.4）。用现代术语来说，一个资

本密集度更高的厂房，只有在它降低的单位直接（原料和劳动力）成

本多于它提高的平均固定成本，从而使平均总成本下降时，才会在竞

争中具有可行性。

比较分析一下手工业或工场手工业生产的商品的价格和机器生

产的同种商品的价格，一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机器产品中，

由劳动资料转来的价值组成部分……同产品（如一磅棉纱）的总价

值相比较的量是增大了。[39]（Marx 1967a，390）

……

在其他条件不变时，商品的便宜取决于劳动生产率，而劳动生

产率又取决于生产规模。因此，较大的资本战胜较小的资本。[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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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模式在实际应用中如此常见，以至在一些细致的经验研究甚

至管理学教科书中代表着技术变革的“正常”形式（Pratten 1971，

306-307; Weston and Brigham 1982，145-147）。的确，这里隐含的

生产成本与企业规模、资本密集度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在7.6.4小节所

分析的企业层面的数据中得到有力支持，并在表7.8中予以总结。上一

小节的最后一部分证明，当行业中存在削减价格、削减成本的行为

时，即使实际工资不变，生产成本与资本成本之间的权衡替代也会使

一般利润率趋于下降。从这一点来说，实际工资上升仅仅加剧了利润

率趋于下降的固有趋势。我认为，这一点是马克思利润率趋于下降理

论的核心。

8.1.3 完全竞争理论

8.1.3.1 完全竞争和完美资本主义观点的兴起

斯密之前的政治经济学家认识到竞争会使利润率趋于均等化（即

市场价格由生产价格调节）。斯密的贡献在于，他将“竞争提升为经

济社会的基本组织原则”（McNulty 1967，396）。李嘉图和马克思都

在这一基础之上构建起自己的理论体系。由此引申出作为真实竞争的

竞争概念，它始终是动荡的，偶尔甚至翻天覆地。

后古典正统经济理论从分析资本主义转变为粉饰资本主义。对竞

争的分析是在这一巨变中遭遇重创的诸多事项之一。企业从原本进攻

性的成本削减者被重塑成消极的价格接受者，原本“无序就是秩序本

身”（Marx 1847，174-175）的市场波动被极度喜乐的均衡替代。

尽管早期的数理经济学家试图美化资本主义，但他们是打着“雅

致精练分析”的旗号来从事这一工作的。古诺（1838）首次将生产者

行为简化为追求利润最大化，也首次在假设单个生产者视市场价格为



给定的条件下（即假设“企业面对的需求曲线是水平的”）成功“求

解”出了这一问题。为了证明这一点的合理性，他不得不假设每一个

生产者对整个市场的贡献小到可以忽略不计，他为此辩解道：这是在

“竞争者的数量接近无穷大时”的一种极限情形（Stigler 1957，

5）。伴随着价格接受行为的假设，这成为向现代的“竞争数量论”迈

出的第一步。下一小节将会分析这一逻辑的致命错误所导致的后果。

19世纪70年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遭受了一场以周期性经济衰

退、崩溃和恐慌为特征的总体性经济危机的打击。“在整个时期”，

明显的复苏迹象一次次地失败，导致了普遍的“沮丧、紧张、没有保

障和焦虑。对经济的悲观无望既根深蒂固又难以消除。商人们，无论

大小，都在抱怨经济恢复的时间短，而再度衰退的时间长，他们大声

地抱怨‘商业瘫痪’‘糟透了的贸易状况’‘连续不断的危难’，以

及‘灰心、乏味和单调’是市场的普遍状态。执着且不厌其烦地，他

们把问题指向无利可图的商业，以及它们对公共福利造成的负面影

响，指向他们在为生存而挣扎的过程中不得不面对的巨大风险”。当

然，“随着股票市场的衰落，反犹太主义得以兴盛”。这一不幸的时

期持续了如此长的一段时间，以至在历史的记忆中被人们铭记为1873

—1896年的长期萧条（Rosenberg 1943，59，60，64）。

还有比这更好的时机以培育出完美资本主义的美景幻象吗？[41]

杰文斯（1871）首先开启了这一进程，他的做法是：把竞争定义为在

“完全市场”中存在的一种情形，在其中“所有的交易者都对供求状

况具有完全知识”，有着“完全自由的竞争”，而且，隐晦地假设市

场上存在着大量的销售者（Stigler 1957，6）。10年后，在1873年的

大萧条中，埃奇沃思（1881）发表文章，列举出完全竞争需要满足的

一系列条件，包括大量的参与者、无穷可分的商品，以及不受限制的

“追逐私利的行为”（Stigler 1957，7）。但对资本主义本身进行最

完全理想化的任务落到了同时代的列昂·瓦尔拉斯（1874，1877）身

上。瓦尔拉斯强烈反对马克思，他对“自由竞争市场”所做的独特的

数理化表达具有明显的政治议程色彩（Cirillo 1980，297）。



8.1.3.2 瓦尔拉斯和一般均衡

瓦尔拉斯将已有的完全信息和价格接受行为编织成静态一般均衡

模型，直至目前，该模型仍然主导着正统微观经济学及宏观经济学。

[42]偏好、技术，以及资本品和劳动力的初始存量都被视为“给定”

的。所有的行为人被假定在一个特定的拍卖市场从事交易，而这个市

场由一个无所不知的拍卖人来管理。交易始于一个被公布的市场价格

——该价格与假定的个体参与者效用最大化行为相一致，再由这个价

格引出对单个商品和劳动力所意愿购买或销售的数量。如果给定市场

价格下产生的总需求数量不等于提供的总供给，这个价格就会相应地

上升或下降。价格的改变反过来会引出新一轮意愿购买或销售的数

量，直到每一个市场都“试探”出一个某一特定价位上的平衡。当

然，如果某些市场未能处于平衡，那么在它们不断“试探”的过程

中，其他的市场都会受到影响。最终，停止下来的可能的状态只有一

个，那就是所有的市场同时达到平衡，即一般均衡（Hicks 1934，

342; Walker 1987，854-861）。

瓦尔拉斯的故事的时间维度从一开始就是一个问题，因为探索叫

价的过程需要时间。所以，任何行为人在这一调整过程所采取的行动

都是基于非均衡的价格，从而可能导致未知或不好的结果（Hicks

1934，342-343）。瓦尔拉斯用数理经济学家惯用的方法回避了这一问

题：他只是假定行为人只有在他们愿意提供的数量被拍卖人接受时才

会行动；反过来，拍卖人只有在所有的市场上所有愿意提供的数量都

达到均衡时才赐予他们祝福。[43]这样一来，就不存在不确定性、投

机、失误和反悔的机会。因此，不需要也确实无处容纳货币。别担

心，上帝会提供。根据瓦尔拉斯的说法，他的模型是特地“为理解经

济实际……而设计的”（Walker 1987，854，860）。在现代正统的微

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分析中，它仍然被认为是研究资本主义经济中

“复杂交互关系本质的最佳手段”和有价值的“教学及分析”工具

（Kuenne 1954，324）。



熊彼特赞美瓦尔拉斯的建构是“经济学的大宪章”（Kuenne

1954，324），颂扬它描绘了“资本主义如何管理现存结构”的图景

（Makowski and Ostroy 2001，485）。其他人却不这么友善，认为它

“本质上缺乏实际意义”，作为对实际资本主义经济的描述具有“重

大缺陷”（Kuenne 1954，324），它“与过去或现在的任何经济体是

如此不同，以致即使是作为对经济行为的高度抽象的分析也毫无用

处”（Walker 1987，860）。把自己视为一个社会主义者的瓦尔拉

斯，将自己的模型看作一个工具，可以帮助“政策制定者理解那些阻

碍经济体趋向理想完美的自由竞争制度的力量”。在他看来，“在合

适的条件和国家恰当的引导下”，他的这一工具在实践中是可行的

（Cirillo 1980，301-302）。这位自称法国社会主义者的学者最终成

为英美公司资本主义拥趸的守护神，这实在是历史的天大讽刺

（Friedman 1955，900，908-909）。

8.1.3.3 瓦尔拉斯和马歇尔

在19世纪的英语国家，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论几乎无人知晓，

他的著作直到1954年才被翻译成英语。彼时，马歇尔的理论占据了支

配地位。瓦尔拉斯和马歇尔都回应了古诺对发展数理经济学的呼吁，

二人都在引入生产之前先从交换理论入手。根据熊彼特的介绍，马歇

尔甚至发展出了一般均衡体系的核心理论。马歇尔最初对竞争的处理

遵循的是古典主义逻辑，在这一阶段他明确拒绝完全竞争的观念。事

实上，他在《经济学原理》的头两版中假设企业面临着斜向下的需求

曲线。但是到第三版（1895）的时候，他开始转向水平的需求曲线和

价格接受行为设定（Stigler 1957，9-10）。无论怎样，马歇尔对局

部均衡和特定市场的关注，都最终被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分析击败

（Hicks 1934，338-339，342-343; Kuenne 1954，323）。

8.1.3.4 瓦尔拉斯和新古典经济学



现代新古典经济学中的基本要素在瓦尔拉斯的分析中都可以找

到。一是它的主动力——将资本主义和竞争理想化（Makowski and

Ostroy 2001，479）。二是瓦尔拉斯的“个人主义方法论”和“经济

主观主义”，认为“解释经济现象的唯一方法是追溯到个体的选择行

为”（Hicks 1934，347-348）。三是他（和杰文斯）“将从土地和农

业中抽象出来的稀缺原则与集约（生产）的报酬递减概念，推广到包

括劳动力和资本在内的所有生产要素与所有生产领域”（Kurz 2006，

22）。四是将“成本”一词转化为包含一个正常的利润率，这样一

来，均衡条件下市场价格和成本的相等便意味着前者与生产价格相等

（Hicks 1934; Kurz and Salvadori 1995，24）。五是将动态的观念

理解为一个“不断移动的均衡，它只要受到扰动就会自动重建均衡”

（Harrod 1956，316）。六是假设只有在均衡条件下才会有经济行

为，因为所有的行为人都“保证”只在均衡实现时才采取行动。七是

推论充分就业总能实现，因为实际雇用只在均衡时才发生，而这个均

衡点恰恰是在均衡工资条件下劳动者愿意提供的工作量与雇主愿意雇

用的劳动者人数相互匹配的状态（Harrod 1956，313）。八是所有的

行为人都是消极的价格接受者的观念。这最后一点需要展开细说。

8.1.3.5 价格接受行为的关键作用

价格接受行为在瓦尔拉斯理论中的重要作用表现为以下几个方

面。在试探叫价的过程中，个体行为人只能就数量做出决策，因为他

们被假设为接受给定的价格。这一行为假设在推导个体需求和供给函

数时十分重要，基于这些函数才有了将一般均衡定义为使所有市场中

的供给量等于需求量的一系列价格。为了得到这一点，必须假设即使

在价格不是均衡价格时，个体行为人也必须将其视为给定的。这样一

来，“个人就无须为市场达到均衡而负责（这不是一个最优化决策问

题）”。于是，当供求不相等时，我们就必须求助于某种不知其谁的

“市场力量”作为改变价格的调节机制。这就是为什么瓦尔拉斯需要

求助于一个超级代理人，“一个外生存在的、仁慈的‘瓦尔拉斯拍卖



者’来调整价格直至市场出清”（Makowski and Ostroy 2001，

484）。价格接受行为对瓦尔拉斯边际主义故事的基础也至关重要，在

这一故事中，个体被描述为做出最优选择的行为人，而选择的依据是

边际效用、边际替代率和边际转化率之间的关系。从这一点来说，被

动的价格接受行为是“边际主义的奴仆”，也是追求个人利益将带来

经济效率这一论断的核心（480，483）。

对占据支配地位的瓦尔拉斯范式的批评，可以从完全竞争理论这

一层面着手，也可以从以完全竞争为基础的一般均衡理论着手。在这

里，我们用前一种方式来处理，到了本书第三部分的第12章、第13

章，我们用后一种方式来处理。

8.1.3.6 对完全竞争批判

新古典经济学作者将完全竞争和一般均衡理论的发展描绘成使分

析向着更精准、更严格的方向迈进的运动，数学则在其中起到决定性

作用（Stigler 1957，5）。但他们最终描绘出的资本主义是一个拙劣

的仿制品，剔除了所有黑暗和具有破坏性的东西，将如战争一般残酷

的竞争简化为一场梦幻的芭蕾。这里的问题不在于数学，而在于教学

被如何应用。将人类的行为简化为线性思维的效用最大化，将企业行

为简化为被动的利润最大化，将不时孕育灾难的动荡竞争简化为一种

极乐静止状态，还怎么可能进行“严谨”的分析呢？分析均衡的属性

是一回事，正如马克思在他的再生产体系中以及斯拉法在他的定价体

系中曾做的。但是，将这些均衡条件看作实际存在的状态就是另一回

事了。我们在前文中已经提到过，数学方法可以用来将不同的分析视

角公式化，后文中会列举更多示例。但是，数学方法不能超越它所试

图（常常也未能）描述的分析视角本身。

新古典理论还进一步宣称追逐个人利益可以使资本主义成为资源

有效配置的理想模型（Makowski and Ostriy 2001，480，483）。但

可惜的是，对这一主张的证明是通过藏身于完全竞争和一般均衡这一



幻想世界完成的。马克思也曾强调过资本主义的历史优越性，但是在

他的表述中，其优越性源于真实竞争的残酷压力，它惩罚弱者而奖励

强者。

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

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

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

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

一个世界。[44]（Marx and Engels 2005，11）

一些批评者早已指出，完全竞争中包含有很少的真实竞争元素

（Makowski and Ostroy 2001，484）。哈耶克注意到所谓的完全竞争

不过是一种以“不存在所有竞争性活动”为特征的虚构状态（McNulty

1967，399）。即使是新古典主义理论的重要支持者弗兰克·奈特也曾

质疑完全竞争完全回避了所有“有关心理竞争、模仿和对抗”的设定

——与充满争执的古典竞争过程截然相反，后者的“本质便是在市场

中积极主动地抛售自己的商品以打败对手”（McNulty 1967，397-

398）。

在完全竞争中，企业视市场价格为给定的。当供求不相等时，

“市场”被假定为会自行调节价格。但是，如果没有了神秘的拍卖

者，就再也没有其他行为人能完成这一调节任务了。因此，“大家广

为接受的完全竞争理论……对价格形成完全没有清晰的解释”

（Roberts 1987，838）。与之相反，在古典竞争中，企业自己设定价

格并根据供求变化进行调整。正如斯密很久以前所提出的，当供给超

过需求的时候，“必然有一部分商品会销售给那些出价较低的买

者……市场价格会或多或少地降至自然价格以下，下降的幅度取决于

供给过剩加剧卖者之间竞争的程度，以及企业是否急于出售自己的产

品”（Smith 1973，159）。我们已经提到，马克思和安德鲁斯在这一

点上观点高度一致。



8.1.3.7 外部性和科斯定理

对完全竞争的另一个批判是它没有考虑外部性。在完全竞争中，

所有的行为人都被假设在做自己的经济“决策时可以不考虑其他行为

人的情况”。因此，完全竞争市场成了一个人们之间没有直接互动的

市场。这样一来，一个人所产生的噪声对其他人愉悦度的负面影响就

表现为一个理论难题，单个企业造成的污染对其他企业利润的影响也

是一样。标准的方法是将这一类影响看成寻找交易市场的“商品”：

“只有当外部性没有合适的市场可以进行交易的时候，问题才会产

生。”（Varian 1993，546）当不存在外部性时，市场具有“帕累托

有效性”，因此理想的解决方案是使所有行为人都拥有自己私人领地

的产权。如果实行了这一方法，经济将恢复帕累托最优。科斯定理正

式将这一想法规范化，即如果所有的产权都能被明确定义，且不存在

交易成本，那么“市场总能有效地将所有外部性内部化”（Makowski

and Ostroy 2001，490）。如果这一方法不可行，一个替代性方案便

是设立“其他社会机构，例如法律机构和政府……让它们在一定程度

上‘模仿’市场机制以实现帕累托有效”（490）。在本书第3章，我

已经评论了标准体系中匮乏的理论基础。有趣的是，这里对所谓外部

性的处理其实正是马克思所提出的商品拜物教观念的一个经典案例：

人的互动只有完全以物为中介时，才被认为是“完全的”。[45]

8.1.4 完全竞争需要非理性预期

我是现代的少将的楷模，

我知道蔬菜、动物和矿产，

我知道英格兰的国王，我记得

从曼哈顿到滑铁卢的历史战役，以正确的顺序；

我也非常博学，对于数学问题，



我知道等式，简单的和平方的，

对于二项式定理我知道很多，

我知道三角形斜边平方的许多令人惊叹的事实！

我擅长积分和微分学；

我知道微积分学的许多术语；

总而言之，在蔬菜、动物和矿石方面，

我是一个现代化的少将。

（Major-General's song from The Pirates of Penzance by

W.S. Gilbert and Arthur Sullivan，1879）

8.1.4.1 完全信息与完全竞争相矛盾

完全竞争理论假设所有的企业都是同质的，并且像现代化的少将

一样，对所有相关经济情况都具有完全信息（Stigler 1957，6，11-

12）。这两条假设实际上相互矛盾，结果就是：一方面，价格接受行

为要求企业具有非理性预期；另一方面，即使企业在形成预期时稍微

掌握一点信息，就不可能是价格接受者（Shaikh 1999，120n25）。

人们可能认为瓦尔拉斯寓言代表了一种特殊的（虚构的）能对价

格接受行为做出合理解释的制度框架，因为寓言中有拍卖商来决定和

调整所有的价格。这正是兰格（1938）和勒纳（1944）将瓦尔拉斯的

模型理解为由中央决策者扮演拍卖者角色的社会主义模型时所提出的

问题。但是，在实际的资本主义市场中，并不存在这幕后的巫师。那

么，到底该如何证明企业的价格接受行为是合理的呢？从古诺

（1838）开始，传统的答案便是假设某一行业内的所有企业都完全一

样，以相同的价格出售相同的产品，当企业的数量不断增加时，任一

企业的额外供给对市场价格的影响就会越来越小。在极限情况下，这

一额外供给带来的影响可忽略不计（Stigler 1957，5-14）。这样一



来，就可以合理地假设每个企业都能在市场任意现行价格下出售其期

望数量的商品：个体的需求曲线是水平的。这一竞争数量论是完全竞

争理论的基石。

这一传统论证实际上包含了若干假设：所有企业都是相同的，并

且都设定同样的价格；当任何一个这样完全相同的企业做出生产决策

时，都是根据自己对市场需求的预期——根据“它所感知到的需求曲

线”；相信自己的供给对市场价格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意味着它所

感知到的需求曲线具有无限弹性（即是水平的）（Negeshi 1987，

535）；同时，完全知识假设确保这样的感知（在随机的情况下）是正

确的。

这里的困难是，第一条假设和最后一条假设是相互矛盾的。如果

所有的企业都是相同的，即使它们只具有少量的信息，也必然会知道

它们是相同的。这样一来，它们也肯定知道，当它们自己对某些市场

信号做出反应时，其他所有企业也会在同一时间做出相同的反应。所

以，每家企业都肯定知道，当它提高产量时，其他所有企业也都会提

高产量，市场价格将随之下降。因此，在完全竞争条件下，每家企业

都肯定知道它面临着一条斜向下的需求曲线。因此，任何一个认为需

求曲线是水平的企业都是完全非理性的。完全竞争理论是自相矛盾

的，因为它要求企业拥有非理性预期。相反，如果假设企业持有内在

逻辑相一致的预期，那么完全竞争理论就会崩塌。这直接意味着理性

预期的概念不能建立在完全竞争理论的基础上。我们会在本书的第三

部分继续讨论这个问题。

8.1.4.2 竞争数量论的破产

完全竞争理论中的价格接受行为提出，在某个共同的市场价格p，

第i个企业会根据p=mc（Xi）来决定产量。“于是竞争性企业的边际成

本曲线恰好就是它的供给曲线。”（Varian 1996，366）。一旦竞争

性企业意识到自己面临的是斜向下的需求曲线，新古典的利润最大化



行为就要求第i个厂商选择使mr（Xi）=mc（Xi）而非p=mc（Xi）的最

优产量Xi。如此一来，单个企业的边际成本曲线就不是它的供给计

划，市场供给曲线也不是所有企业边际成本曲线之和。事实上，由于

所有企业都是同质的，整体结果应是由mr（X）=mc（X）决定的总产量

X=∑iXi。这与完全垄断的情形相同。也就是说，逻辑一致的预期意味

着竞争和垄断对应的市场价格与产量完全一样！竞争数量论崩塌了。

8.1.4.3 竞争性企业需要考虑需求

这些讨论进一步引申出关于竞争性企业行为的一系列结论。首

先，竞争性企业必须将产品需求纳入考虑范围。我们将会在13.2节看

到，它回到了凯恩斯关于“竞争性企业是需求驱动的”这一想法。

[46]其次，企业一般而言面临的是斜向下的需求曲线，这一点最初由

斯拉法（1926，543）和哈罗德（1952，144，158-160）提出。马尔库

佐（2001，86-88）提出，斯拉法最初提出由面临向下倾斜的需求曲线

的企业自行设定的市场价格与垄断者所设定的价格是相同的。卡恩不

同意斯拉法的提法，理由是不完全竞争性企业会考虑对手的行为，所

以它们的预期需求曲线没有垄断企业的那么陡峭。我在这里想说明的

是，当竞争性企业考虑到整体行为时，斯拉法的想法是完全正确的。

最后，我们已经知道斜向下的需求曲线不依赖消费者的效用最大化，

也不依赖生产者的利润最大化。相反，它们可以直接从实际消费者行

为中推导出来（见第3章），也与安德鲁斯和哈罗德等古典与现代作者

所确认的竞争性定价行为及成本削减行为紧密相连（见7.6.1小节）。

8.1.4.4 凯恩斯与卡莱茨基论（完全竞争与非理性预期）的宏观经济

学含义

竞争性企业必须考虑需求，这一事实让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

货币通论》中的观点变得有趣。我们知道，凯恩斯把他在《就业、利

息和货币通论》中的分析建立在“原子式竞争”的存在这一基础之



上。他“坚决反对”将持续性失业解释为工资刚性、“‘垄断企

业’、工会、最低工资法或其他对个体交易者的效用最大化行为施加

制度性限制的理论”。宣称恢复竞争“就能解决失业问题”的主张是

他最讨厌的论调，因为他认为即使是“原子式竞争”也会导致持续性

失业（Leijonhufvud 1967，403）。戴维森（2000，11）认为凯恩斯

的有效需求理论不依赖“不完全”市场，而克莱斯勒（2002，624-

625）指出，甚至卡莱茨基的有效需求理论最初也基于“自由竞争”这

一假设。

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凯恩斯强调，“不论是对单个

企业和单个行业而言，还是就市场总体而言”，（利润最大化下的）

产出量和就业量“都取决于企业家从相应产出中预期取得的收益量”

（Keynes 1964，24）。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出版之后，他明

确指出单个企业会努力预测需求。

企业家必须预测需求。他们不能始终严重误判均衡的位置，但

这是非常复杂的，因此他们不是一蹴而就，而是尽力用试错的方式

靠近正确的位置。当他们生产过多时就收缩规模，在相反的情况下

扩张生产。这与买方与卖方在市场上通过讨价还价找到供求的真实

位置是一样的道理。（Dutt 1991-1992，210）

凯恩斯对自己理论的微观基础的阐述，与其所假设的企业在行事

时具有需求意识行为不完全一致。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

他仍然停留在“古典就业理论”传统的“第一公理”上，即利润最大

化行为意味着实际工资等于劳动的边际产量（即w/p=mpl）（Keynes

1964，5，17）。它由我们熟知的p=mc=w/mpl推导得出，但是这个条件

只有在假设企业不考虑需求时才成立，因为只有在此时它们才会认为

自己想卖多少就能卖多少。相反，如果他确实相信自己关于个体企业

必须考虑需求的假设，那么售价就不能被视为给定的，他必须抛弃第

一公理。如果他保留利润最大化行为的标准模型，适用条件就会变成



mr=mc，于是就出现了类似不完全竞争均衡状态时的p>mc——这恰恰是

他明确反对的。但是，如果他像哈罗德（1952，150-151）一样采用古

典设定，认为竞争性生产由成本最低点决定，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凯恩斯对家庭问题的讨论建立在多少更扎实一些的基础之上，因为他

明确反对从传统的效用最大化行为推导得出的“第二公理”。但即使

是在这一问题上，他的基本理论也是含混不清的（Clower 1965，103-

125）。

8.1.4.5 帕廷金论（完全竞争与非理性预期）的宏观经济学含义

帕廷金（1989），典型的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家，几乎快要承

认市场经验会促使企业在做出供给决策时考虑需求。在他具有深远影

响的著作中非常靠后的地方，帕廷金考虑了这样一种情境，即需求下

降会导致非自愿失业，因为价格和利率的调整达不到马上恢复完全就

业的程度（Patinkin 1989，318）。他提醒读者，在此之前，所有的

结论都建立在企业“相信它们可以在支配性市场价格下将自己所有的

产品……都销售出去”（319）。他还提到，当消费者的需求降低时，

所有建立在这种假设之上的产出计划都会失败，这“必然驱使企业放

弃……对无限市场的假设”（319）。现在，需求的上限突然进入企业

的算计之中，而且，在这一认知之下，它们会减少自己的生产计划和

雇用数量——于是就带来了工人的非自愿失业（319-324）。帕廷金假

设企业会减少自己的生产直到所有产出都能在市场中售出（321）——

这自然意味着现在它们突然拥有了一种能力，即能正确估算市场需求

吸纳其产品的能力。这样一来，最终就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境：供给等

于需求，但是存在失业和过剩产能。根据他的分析，过剩产能会“促

使企业降价以增加销售量”——也就是说，企业现在变成了价格制定

者。悄声低息地，我们得到了关于竞争行为的古典见解：当市场中存

在过剩供给时，企业会降低自己的产出以适应需求；当市场中存在过

剩产能时，企业会降低自己的价格以扩大需求。帕廷金表示，企业的

后一种行为会使市场重新回到最大产能和充分就业的均衡状态



（323），而这一点恰恰是凯恩斯和卡莱茨基反对的。这个问题的讨论

凸显了竞争功能在宏观经济分析中的重要作用，本书的第三部分会再

次回到这一问题。

8.1.5 熊彼特的观点

熊彼特的观点尤为引人注目。他赞美瓦尔拉斯以价格接受和最大

化行为为中心的模型是经济理论的“大宪章”。但是他接着又表明，

这一理论的静态特性与现实世界的“创造性破坏”不相符合。

人们通常描述的问题是资本主义如何管理其现有结构，但是人

们真正需要关注的问题是资本主义如何创造出这些结构，然后又破

坏了这些结构。如果研究者未能注意到这一点，那么他所做的研究

就没有意义。只要他们意识到这一点，他们对于资本主义行为方式

及其所引起的社会结果的观点就会产生很大改变。第一个需要改变

的是关于参与竞争的方式的传统观点。经济学家现在终于慢慢开始

不再只关注价格竞争……但是与教科书中所描绘的不同，在现实的

资本主义中发挥作用的不是这种类型的竞争，而是来自新产品、新

技术、新的供应源、新型组织架构（比如控制单元的最大规模）的

竞争，这种竞争伴有明显的成本或品质优势，它不是从价格的边缘

或者现有的产出下手，而是直接与企业的根基和生命竞争。这种类

型的竞争比前一种竞争更有效，就好比炸开一扇门与强行推开它的

差别。此时，连传统意义上的竞争是否存在都变得无关紧要。长期

扩大产出和压低价格的强大杠杆无论如何都是由其他因素（而非前

一种竞争）构成的。（ Schumpeter 1950 ， 1984 ， cited in

Makowski and Ostroy 2001，485-486）

完全竞争意味着企业能够自由进入任何一个行业。……如果我

们的经济世界由一些业已成形的行业组成，在这些行业中企业总是

用同一种方式生产类似的产品，当有更多的劳动力和资金时也只会

用它们来建立更多类似的生产线，那么阻碍他们进入任何他们想进

入的行业都会对这个社区造成损失。但是，一个完全没有进入障碍



的行业可能反而是难以进入的。在完全竞争下，引进新生产方法和

新产品从一开始就是难以想象的。这意味着我们称之为经济进步的

很大一部分也与它不相容。（Schumpeter 1950，1104-1105，

cited in Makowski and Ostroy 2001，486）

听起来这几乎与马克思的观点一样，尽管我们很难想象马克思会

赞扬瓦尔拉斯的资本主义观（就此事而言，或社会主义观）。但熊彼

特接着说，“事实上，无论何时，任何新东西一旦被引进——无论是

自发产生的还是被有意设计引进的，完全竞争都会宣告暂停或者暂时

性地宣告停止，即使本来是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所以，最后熊彼

特的确没有反对完全竞争，而只是把基于创新的爆发式出现而产生的

扰动当作例外，以修补完全竞争。这些扰动为创新者“制造出暂时的

垄断利润”，但模仿者很快会将超额利润全部抵销。新一轮的创新重

新开始，这一过程如此循环下去。[47]熊彼特的这一拓展并不能告诉

我们价格和利润率的变化模式，他的观点“只是一种理解竞争特性的

视角而不是关于竞争过程的模型”（Mueller 1990，3）。[48]

8.1.6 奥地利学派的观点

8.1.6.1 哈耶克

尽管熊彼特是奥地利人，但相比奥地利学派的哈耶克、冯·米塞

斯、科兹那和缪勒，他的观点更接近瓦尔拉斯学派。在哈耶克看来：

竞争本质上是一个观点形成的过程：通过传播信息，它赋予我

们视为同一个市场的经济体制以统一性和连贯性。它使人们拥有关

于什么是最好和什么是最便宜的看法。也是因为它，人们才知道了

他们所知道的关于可能性和概率的知识。这是一个数据持续改变的

过程，因此把它当成常数的理论都完全没有意识到它有多重要。

（Hayek 1948，106; High 2001，355）



哈耶克认为完全竞争这个概念无益于描述实际竞争，甚至也不能

作为建设性地评价商业行为的有效基准。完全竞争是建立在无效假设

之上的静态虚构，而实际的“竞争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其本质特

征都被基于静态分析的假设抹除了”（Hayek 1948，94; High 2001，

343）。关于完全知识的标准假设是有害的，因为“当真正的问题在于

分析尽可能地运用可获得的知识会带来怎样的影响时，我们假定每个

人都无所不知这一条件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答案在于对这一问题

的回答，即“默默无闻的大众拥有用于完成某种特定任务的特定知

识，需要怎样的制度安排使其最有可能受到这项任务的吸引”（High

2001，343-344）。对商业来说，这意味着鼓励和奖赏创业者的制度安

排；对消费者来说，这意味着诸如广告的活动和其他传递市场信息的

功能（343-345）。在任何特定时刻，通常“仅有一个生产者可以用最

低的成本生产某种产品，它的售价事实上可能低于仅次于它的最成功

的竞争者的成本。但是，它在不断试图扩大市场时，通常被其他某个

生产者打败，打倒它的生产者反过来又将被另一个生产者打败，使其

不能占据整个市场，等等”（Hayek 1948，102，cited in High

2001，351）。这一连串充分竞争的事件并不能被简化成由完全竞争代

表的那种死气沉沉的状态。

8.1.6.2 冯·米塞斯

米塞斯的角度有所不同。他的核心观点是所有的社会体系都存在

一定形式的社会竞争。“在极权社会，竞争体现为人们为了设法得到

当权者的青睐所付出的努力。在市场经济中，竞争体现为这样的事

实，即卖方必须提供更好或更便宜的商品和服务来打败其他对手，买

方也必须提出更高的价格以超过其他买方。”（High 2001，381）在

市场社会中，消费者掌握着主导权：“他们的买或不买在决定每个个

体的社会地位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并不会被授

予生产者个人的特权损害”（275）。因此，“贸易壁垒、特权、卡特

尔、政府垄断和工会都只是经济历史的一个数据”（279）。



8.1.6.3 科兹那

和熊彼特一样，科兹那强调奥地利学派竞争观点中企业家发挥的

关键作用。新古典主义的竞争性均衡视角基于完全知识，这与企业家

的行为完全不兼容，因为后者取决于非均衡和不完全知识所提供的机

会。“均衡中并没有企业家存在的空间。如果所有市场参与者的决策

都完全吻合，以至每个参与者都正确地预测到其他参与者制订的相应

计划，并且不可能存在相关参与者同时偏爱某个改动过的计划，那么

就没有什么事情需要企业家来做了”（Makowski and Ostroy 2001，

486）。

8.1.6.4 缪勒

缪勒在分析完全竞争理论这一核心命题的经验价值和意义方面做

出了杰出贡献。一价定律假设所有同质的商品都会以相同的价格销

售，并假设企业可以在不同行业间自由进出，以使所有的企业都获得

最高效的技术。因为企业同质且都以同样的价格出售它们的产品，所

以特定行业里的所有企业在短期内都将得到相同的利润率。从长期来

看，整个行业的利润率也将在行业间实现均等化。因此，从长期来

看，所有企业，无论它们处于哪一个行业，都会有相同的利润率。缪

勒由此推出了他的无效假设：从长期来看，所有企业的利润率都会趋

同于某个共同的利润率。这样一来，如果企业的长期利润率存在持续

差异，那么它就会成为证明存在非竞争情况的表面证据，而这正是缪

勒所发现的（Mueller 1986，1-12，31-33，130）。之后，在本章讨

论有关寡头理论的经验证据时，我们将介绍他的研究的其他方面。

8.1.6.5 对奥地利学派的总体评价

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坚决反对完全竞争理论。他们拒绝关于完

全知识的潜在假设（Makowski and Ostroy 2001，480）。他们反对将



竞争看成“一种‘状态’而不是一个过程”的观点，也反对将企业描

述为“温和的”价格接受者，这使“经济行为中更富有企业家创业精

神的方面”不可能存在（Kirzner 2001，357-358; Makowski and

Ostroy 2001，483）。为了取代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将均衡看成一种静

止状态的观点，奥地利学派强调“竞争是一个过程，其中进入的力量

迅猛地追逐超额利润……并使这些利润迅速消失”。在奥地利学派的

竞争理论中，一个重要的假设为“市场是稳定且迅速的”（Geroski

1990，28）。我已经在7.6.5小节讨论过，奥地利学派的一般竞争模型

与古典理论中的真实竞争有许多共同特征。

但它们之间也存在显著差异。奥地利学派并没有区分调节资本与

非调节资本。奥地利学派假设利润率能够迅速实现均等化，这完全不

同于在“丰瘠之年”的动荡周期中进行的利润率均等化过程。奥地利

学派的观点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也有几个共同的核心特征。它们都认

为企业是消费者的仆人，通常认为工会活动和政府干预是对市场过程

的擅自入侵，并且其理论中当然都不存在任何阶级或阶级斗争的蛛丝

马迹。我们很难想象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会发出亚当·斯密不断提出

的重要警告，让人们警惕到处串通以压低工资并抬高价格的工厂主、

不劳而获的地主和其普遍利益在于“欺骗和压迫大众”的商人（Smith

1937，ch. 6，151-153，232，358-359）。

8.1.7 马克思主义的垄断资本主义理论

马克思主义垄断资本学派建立在马克思如下观点的基础上，即资

本的生产规模、资本密集度和所有权的集中会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

提高。该学派认为，这一过程会导致不断增强的资本垄断，以至在19

世纪末的某个时间点垄断会取代竞争，引领资本主义进入新阶段。当

竞争不再占据主导地位时，有关价格和利润率的客观规律将让位于由

权力驱动的结果。因此，有人认为马克思关于资本积累和资本集中的

观点最终否定了他自己对竞争的价值规律的分析。希法亭最先提出了



这一看法，但正是列宁的认可使希法亭的看法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相关

论述的核心（Sweezy 1981，258，298; Hilferding 1985，228，

235）。

希法亭认为，生产规模和资本密集度的不断上升会使资本进入或

离开某些产业部门变得更难，这阻碍了资本流动，导致利润率无法实

现均等化。他强调，在竞争性条件下，大规模行业和小规模行业的利

润率都低于平均水平：前者是因为很难放弃大规模投资，企业在利润

率较低的情况下依旧坚持运营；后者则是因为小规模行业的进入门槛

较低，这倾向于拉低利润率。但是，大资本家可以通过卡特尔、联

合、联营、兼并和垂直整合等手段抑制竞争，提高自己的利润率。这

些大资本家往往也与大银行关系密切，大银行可以为他们提供大规模

投资所需的信贷支持，提升这些客户的垄断势力正符合这些银行的利

益。最终，大银行甚至控制了它们所提供资金的垄断行业，这就是希

法亭将其称为金融资本阶段的原因（Sweezy 1981，258，298;

Hilferding 1985，228，235）。

有学者认为卡特尔化行业可以通过提高价格、限制供给增长实现

更高的利润率。但根据希法亭的理论，我们不能确切地判断卡特尔是

如何进行定价和缩减供给的，因为这些行为取决于许多主观因素。我

们可以确定的是，卡特尔有着“非常巨大的利润”却仍需要限制供给

的增长……这“使得资本输出成为当务之急”（Hilferding 1985，

233-234; Zoninsein 1990，19–20）。

列宁深受希法亭的影响，他将自己的帝国主义理论建立在垄断资

本主义阶段日益增长的资本输出的基础之上。巴兰和斯威齐也很赞赏

希法亭的理论，他们的研究课题就是将此论点扩展到20世纪。他们注

意到，受希法亭和列宁的影响，“马克思主义者已经广泛接受了如下

信条，即截至19世纪末，资本积累和资本集中已经到达这样一个点，

它使资本主义从马克思一直关注的竞争性阶段转变为一个新的阶段，

即金融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或垄断资本主义阶段”（Sweezy 1981，



60）。他们还指出了后来卡莱茨基和施泰因德尔（稍后会再来论述）

在推进这一观点的发展方面所起的作用（Zoninsein 1990，3）。

斯威齐接受了希法亭的这一观点，即生产规模、资本密集度和资

本集中程度的不断提高会使经济从“自由竞争”走向垄断（Sweezy

1942，254）。但他认为大银行在早期占据统治地位只是一个“过渡阶

段”。根据斯威齐的说法，重点是垄断的兴起，这也是为什么他更倾

向于使用“垄断资本”这一术语而非希法亭的“金融资本”（266-

269）。尽管如此，希法亭的中心论点仍被认为是正确的：竞争的客观

规律已被由垄断力量的不同程度所产生的偶然结果取代（258）。垄断

者有权力限制供给并因此抬升价格，但是“试图建立一个有关垄断价

格的理论是没用的”，因为“有太多不同的因素参与决定了给定的

［垄断］价格，这导致我们几乎不可能建立一个精确的理论”（270-

271）。最终，垄断者以牺牲竞争性行业为代价获取了更高的利润，这

将刺激竞争性行业出现垄断，使得垄断进一步扩散（273）。在纯粹抽

象的层面，可以想见如果所有行业都拥有相同程度的垄断，那么利润

率将大致实现均等化。但是，垄断总是不均匀分布的，因此在现实世

界，我们将看到利润率呈层级制分布，垄断程度最高（大规模）的行

业对应着最高的利润率，竞争程度最高（小规模）的行业对应着最低

的利润率（Sweezy 1942，273-274; 1981，302）。

垄断者可以通过放缓其产能的扩张“维持更高的利润率”

（Sweezy 1981，302），结果是“资本涌入竞争性更强的领域”

（Sweezy 1942，285）。这也会强化资本对劳动节约型技术变革的偏

爱。“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垄断资本主义环境下的收入和就业

水平将低于竞争性更强的资本主义环境”（Sweezy 1981，285，

302）。在世界范围内，垄断会阻碍国家间的利润率均等化。但利润率

较低的国家可以向利润率较高的国家输出资本，从而使“利润率趋于

同一个水平，这里总是要考虑必要的风险溢价”（291-292）。我们不

得不说，斯威齐对垄断效应的分析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他告诉我

们，在任何一个国家的内部，资本从高利润率的垄断性行业流向竞争



性行业会拉低后者的利润率（285）；另一方面，在不同国家之间，资

本从低利润率的国家流向高利润率的国家却被认为可以带来利润率均

等化（293）。

曼德尔也认为，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促使竞争性资本主义在19世

纪末过渡到垄断性资本主义（Mandel 1968，2∶400）。垄断的最主要

目的是通过控制资本的自由流动和消除竞争“保障和提高利润率”

（2∶419）。但是，如果垄断性行业和竞争性行业之间的利润率差距

达到使后者“濒临破产”的程度，那么竞争性行业将不得不设法打破

前者的垄断。“这些尝试会让竞争再次兴起”，也会缩小两种行业间

的利润率差距（2∶424）。同时，垄断者周期性地处于相互斗争的状

态，尽管这种斗争很少以降价的方式进行（2∶435）。最终，在发达

国家内部，“自由的竞争性资本时代”让位于“垄断资本”时代，

“少数企业完全占据了各个市场，银行资本日益与产业资本合并为金

融资本，少数大型金融集团主导着各个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这些垄

断巨头共同瓜分重点商品的世界市场，帝国主义势力将全球划分为殖

民帝国或半殖民地的势力范围”（Mandel 1975，62-65，595）。

马克思主义垄断资本学派的所有分支都承认一个重要前提，即竞

争会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经营的多样化和数量的减少而被削弱。这

是它们立论的基础。但是，在完全竞争理论中，一个行业只有满足这

样的条件才被认为是完全竞争，即行业中的商业都是极小的价格接受

者，拥有相同的成本结构且数量无限多。在古典的真实竞争理论中并

不存在这样的要求，在那里企业总是价格制定者，并且扩大规模是竞

争性斗争中削减成本的固有方式（见7.5节）。虽然分析的视角稍有不

同，但安德鲁斯和布伦纳也明确反对这样的观点，即将企业的规模视

为竞争力缺乏的指标，将行业内的竞争程度与企业数量视为负相关关

系（Brunner 1952b，741）。令人震惊的是，这一学派竟然与主流的

竞争概念如此相得益彰，而对自身理论应有的出发点——马克思的竞

争理论却一无所知（Zoninsein 1990，6，21-22）。



马克思主义垄断资本学派的一个近期观点使得这些基础变得明

确。它首先声称新古典的竞争理论不是其他人而正是米尔顿·弗里德

曼所描述的理论，是经济学中关于竞争的典范性观念。竞争被明确等

同为“企业的大数量和小规模……其中典型的商业单位对价格、产量

和投资都不具有显著的控制力……［正如］新古典主义纯粹的完全竞

争理论一样……［这］适用于所有经济。这就是经济中竞争的主要含

义”（Foster，McChesney，and Jonna 2011）。[49]此外，

如弗里德曼所言，当企业有“显著的”垄断力量，能够影响其

运营市场内的价格、产量、投资和其他因素，从而实现垄断收益

时，可以说存在垄断。这样的企业很有可能与其他企业之间存在寡

头垄断的竞争性关系。因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如弗里德曼所

强调的那样垄断其实“更接近”“通常的竞争概念”。（Foster，

McChesney，and Jonna 2011）

如果这些作者知道马克思的竞争理论，他们可能还会补充道，他

们自己的垄断概念也与马克思的企业间毫不妥协进行对抗的竞争概念

“更接近”。当然，区别在于，根据马克思的观点，恰恰是这些设定

价格、削减成本、扩大规模和争夺市场的企业行为推动了竞争规律的

实现。

该学派反对竞争概念的一个标志性原因是，对资本主义的经济

辩护以竞争性市场的普及为前提，此时可以实现稀缺资源的合理配

置，并赋予现有的收入分配以合理性。对资本主义的政治辩护是经

济权力往往是分散的，因此这些经济权力很难被集中在一起对民主

国家造成不当影响。但是，如果是垄断而非竞争主宰经济的话，那

么这些关于资本主义的核心论点都将被推翻。（Foster，

McChesney，and Jonna 2011）



尽管他们的目标令人钦佩，但其靶心并不完全准确。他们再一次

暴露了自己对新古典完全竞争理论的依附。在马克思看来，真实竞争

带来的是永恒的波动，其“无秩序状态的总运动就是它的秩序”，是

一场“价格的上涨被价格的下降抵销，而价格的下降则被价格的上涨

抵销的无序运动，［这场运动］……起着极可怕的破坏作用，并像地

震一样震撼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50]（Marx 1847，174-175）。当

然，这一切都发生在一个生产资料集中于统治阶级手中的社会。这绝

不是一个关于普遍最优和分散化经济权力的故事。

最后，还有一种标准说法，即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

的情况建立在19世纪市场条件的基础之上”，而希法亭-列宁-斯威齐

的分析则是“基于现实的社会科学”，发现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

垄断倾向”。这是马克思主义垄断资本主义理论（和后凯恩斯主义经

济学，我们接下来会看到）中的一个典型的理论替代，认为竞争只适

用于虚构的19世纪时代而不适用于后来的时期。熊彼特早在1947年已

指出，这种说法“包含着这样的创造，即一个彻底虚构的完全竞争的

黄金时代不知在什么时候就变形为垄断竞争，但是我们都很清楚，完

全竞争现在不存在，在过去的任何时代也不是一种现实”

（Schumpeter 1969，40）。马克思主义垄断资本学派所承诺的竞争愿

景从来都不合理，以前不合理，现在也不合理（Duménil and Lévy

1994，21），但是他们似乎完全忽略了这一事实。

从实证方面来看，这个学派包含着两种垄断定价理论：一方面，

希法亭和斯威齐明确提出垄断定价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因此“人们没

有发现合理的一般性垄断定价规律，因为它根本就不存在”（Sweezy

1942，271）；另一方面，巴兰和斯威齐随后又提出（Baran and

Sweezy 1966），人们可以“［采用］卡莱茨基的……垄断程度这一概

念（即企业在直接成本之上施加一个价格加成的权力），发展出一

种‘本质上是马克思主义（或新马克思主义）的……”垄断定价理论

（Foster，McChesney，and Jonna 2011）。卡莱茨基的垄断加成理论

也是很多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理论的基础。我们稍后将对此进行讨



论。但是，首先我们需要回顾正统经济学内部产生的对完全竞争理论

的反叛——不完全竞争理论。

8.1.8 不完全竞争理论的兴起

在真实竞争中，需求对企业设定价格和削减成本的决策起着重要

作用。在完全竞争中，一般认为企业作为价格接受者没有必要考虑需

求。人们可能会认为完全竞争理论的许多理论性和经验性缺陷本应促

使经济学家去探寻一个更完善的竞争理论，譬如安德鲁斯（1964）创

立的理论。事实却并非如此。相反，从马克思主义的传统框架中产生

的是垄断资本理论，而从正统的框架中出现的是垄断、寡头垄断，换

言之是“不完全”竞争理论。这些观点在某一段时间看起来最终驱逐

了完全竞争理论。但是，一到战后时期，完全竞争又重新恢复了权威

地位（Tsoulfidis 2009，43）。

8.1.8.1 从完全竞争到不完全竞争

不完全竞争理论源于并依赖完全竞争理论。接下来我将集中讨论

有关定价和利润的一般理论。因此，这里不涉及演化经济学、博弈论

以及相关理论。演化模型通常采用仿真模拟的技术以得到与（一些）

观察到的现象相似的模式，但是这些模型很少能解决“单个企业和单

个行业的利润率所具有的跨期模式”问题（Mueller 1990，4）。相

反，它们通常关注行业内和行业间的成本差异、市场份额与创新率等

问题（Mazzucato 2000）。博弈论通常使用瓦尔拉斯范式和完全竞争

理论，并试图通过放松其中关于个人行为和制度影响的某些假设条件

充实这些理论（Bowles 2004，prologue，ch.1）。

不完全竞争也产生于放松完全竞争理论的一个或几个假设条件：

完全知识、消费者和企业的最大化行为、劳动和资本的完全流动（完

全进入和退出）、大量的消费者和企业（以满足价格接受）、从某处



开始的报酬递减从而产生U形平均成本曲线，以及不存在消费或生产的

外部性。但这里主要关注的是它们对价格和利润率的影响。

8.1.8.2 斯拉法对企业理论的早期批判

斯拉法1926年的文章最先对人们广为接受的理论产生了影响。他

首先指出，报酬递减（成本上升）不可能长期存在，因为跨越这一界

限之后，任何不变的要素都是可以被复制的。另外，报酬递增（成本

无限下降）与新古典主义的均衡概念不相容。因此，唯一前后一致的

长期生产条件是成本保持不变，此时mc=ac。从长期来看，假设的水平

需求曲线必须经过ac曲线的最低点。因为后者是平的，所以需求曲线p

必须沿着ac曲线，因而也沿着mc曲线。因此，在整个mc曲线上都有

p=mc。这意味着利润最大化的条件p=mc适用于所有生产规模：生产规

模就变得无法确定（Sraffa 1926，539-541）。斯拉法继续说道，日

常经验表明，大多数生产者只在收益递增（成本递减）的条件下进行

生产，因此限制其产量的“不是生产成本”。相反，每个企业都面临

着一条个体的“斜向下的需求曲线”，因此它们必须降低价格以销售

大量产品（543）。对给定的企业来说，斜向下的需求曲线就意味着它

在特定市场上拥有局部垄断权力（545-547），斯拉法因此总结道，我

们必须“放弃自由竞争的道路并转向其相反的方向，即转向垄断”

（542）。

8.1.8.3 张伯伦和罗宾逊夫人

张伯伦在1927年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就采取了这一方法，这篇论文

随后以《垄断竞争理论》为名出版（Chamberlin 1933）。罗宾逊夫人

也一样，她在《不完全竞争经济学》一书中明确表示她的灵感来自斯

拉法（Robinson 1933）。这些都是20世纪30年代垄断竞争革命中的经

典著作，它们在本质上都得到了相同的企业行为模型。二者都使用了

标准的U形成本曲线，都假设平均成本中包含正常利润，假定企业的目



标是实现短期的利润最大化。罗宾逊夫人明确引入边际收益曲线和边

际成本曲线以确定生产的短期利润最大化点。我们在第7章讨论哈罗德

时分析过，这一点意味着企业的定价行为。张伯伦并不太重视边际分

析，而是认为企业通过试错法设定、调整价格，以使其实现短期利润

最大化。两位作者都认为，如果价格高于短期平均成本（这意味着超

额利润，因为平均成本中包含着正常利润），那么新进入的企业将拉

低企业的平均需求曲线，直到其利润最大化的价格降至与平均成本曲

线相切。在这一点上，p=ac，因而将不存在超额利润（Tsoulfidis

2009，33-38）。这正是图7.9在比较完全竞争、垄断竞争和哈罗德

“修正的”垄断竞争所对应的长期均衡时中间那幅图所描述的情形。

8.1.8.4 新古典主义的反击

从1929年的大萧条开始，为了反对想象中的对竞争的偏离，对垄

断权力的责难变成了对政府干预合法性证明（Tsoulfidis 2009，

33）。这里存在着一个本质的问题，即从一开始，竞争就被视为“完

全”竞争的同义词。于是，一些被认为是由“不完全”竞争造成的经

济后果，都是通过相应的“完全”竞争来量度的。在这样的方法下，

完全竞争理论就变成了实用的“评估市场产出”的基准，……以及就

“政府干预”的理论基础和可能的“界限”为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

提供信息的基准（Tsoulfidis 2009，43）。从最开始，不完全竞争理

论就是被植入完全竞争理论之中的。像施蒂格勒和弗里德曼[51]这样

的完全竞争主义者领导了这次反击，他们反对感受到的不完全竞争主

义者对自由市场的敌意，反对后者以逃避倾向，即“从为了确保完全

竞争令人满意且有用所需的艰苦思考处逃避，反对后者针对各种特殊

情况构建各种特设模型的倾向，以及其理论未被整合进入任何一个特

定宏观经济学理论的事实（Tsoulfidis 2009，41-43）。最终，反对

者力图推翻的理论却被提升到了新的高度。在最现代的教科书中，不

完全竞争理论已被简化为低声私语。[52]



8.1.9 卡莱茨基和后凯恩斯主义的观点

8.1.9.1 卡莱茨基的价格理论

最初，卡莱茨基基于“自由竞争”这一术语提出了他的有效需求

理论，[53]但他很快便放弃了这个出发点，理由是自由竞争仅仅是一

个“方便省事的模型”，它从来都不适用于任何实际的资本主义经

济。相反，他相信“竞争总是……极不完全的”（Kriesler 2002，

624-625）。卡莱茨基将实际竞争与完全竞争混为一谈，这显著表明了

完全竞争方法拥有的霸权。

卡莱茨基区分了原料价格和制造品价格。原料价格由需求决定，

因为行业供给在短期内相对缺乏弹性。而制造品价格则由成本决定，

因为制造业部门之间存在“不完全竞争”，并且企业往往拥有过剩产

能，这使得产出可以轻易地对需求做出反应。卡莱茨基的定价理论侧

重于分析后一种价格，尽管他的定价方程的具体形式在其研究生涯内

不断变化（Kriesler 1988，11，108-109，128）。

卡莱茨基的价格理论反映了他工程师的一面。[54]他注意到企业

可以设定价格，即使是相对同质的产品，其价格也随着销售者的不同

而变化，成本较低的企业则收取更低的价格。我在第7章论述道，古典

价格竞争理论中也蕴含着这些现象。如果行业内的竞争可以使具有不

同成本的各个企业之间的销售价格完全均等化，那么个体企业的销售

价格与其成本事实上就不存在什么关系。但是，一旦我们考虑到成本

较高的企业只能部分地回应成本较低的企业所发起的价格削减，那么

我们就能预见销售价格和生产成本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由于技术变

革是一个持续进行的过程，因此我们应该预计到行业内的真实竞争将

会带来一个持续存在的、与成本区间相关的价格区间。这一点正是表

7.6所描述的情况，已为经验研究所证实（Foster，Haltiwanger，and

Syverson 2005，1）。正如图7.6所示，这种行业内的价格分散与长期

来看不同行业间的调节资本的利润率均等化相一致。



卡莱茨基1938年的价格理论围绕着勒纳指数m"≡（p–mc）/p展

开。这一衡量垄断权力的方法是从完全竞争理论中推导出来的，其中

价格接受和利润最大化行为意味着p=mc（即m"=0）。卡莱茨基将m"理解

成由“集中度、运输成本与价格的关系、价格的标准化程度、商品交

换的组织形式等”决定的“垄断加成”（Kriesler 1988，111），推

导出一个早期的定价公式 （110）。1939—1940年，他试

图将“纯粹的不完全竞争”定义为利润最大化企业和短期均衡条件

mr=mc。在1939—1940年和1941年的论文中，他试图进一步运用正统的

微观经济分析工具，但最终放弃了这些尝试（117-121）。直到后来，

在1943年、1954年和1971年他才发展出“卡莱茨基近似”，假设直接

成本avc不变，从而有mc=avc也不变（121）。这样一来，销售价格便

取决于在直接成本之上的加成（“不完全市场和寡头垄断的状态”）

和平均价格（竞争程度）（122-125）。如果用卡莱茨基自己的符号，

我们就得到了常见的决定第i个企业价格pi的公式，其中包含了直接成

本ui、垄断权力系数mi（决定了企业的价格对直接成本的反应），以

及竞争威胁系数ni（决定企业对其竞争者平均价格p所做出的价格反

应）（123）。[55]由上可推知，平均价格自身也必须遵循相同的规

则。

卡莱茨基的垄断加成（ ）理论有三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根据定

义，单位市场价格是单位原料和单位劳动力成本（直接成本）、单位

折旧（ κ，其中 是折旧率，κ是实际资本产出率）以及单位利润

（rκ，其中r是观察到的利润率）的总和。因此，经验加成



将反映毛利润 与直接成本的比率。

[56]第一个问题是，除非在特殊的负利润时期，经验加成将大于1。因

此，卡莱茨基主义文献中不得不增加m>1和0<n<1的限制，使理论加成

（Kriesler 1988，123）。第二个问题是，如果这一理

论是正确的，那么垄断加成必须大于竞争性加成，即 ，其中

为竞争性“加成”，r*是竞争性利润率，кC是正

常产能利用率条件下的资本-产出比。因此，只有存在持续的正超额加

成 – *=（r–r*），才能说明一个产业存在垄断权力。当然，这

正是古典经济学对垄断的评价标准。所以，像卡莱茨基一样将所有价

格加成都视为垄断权力的衡量指标是不正确的（Kalecki 1968，12-

20）——这就是为什么卡尔多、希埃瑟、爱德华兹、西洛斯·拉比

尼、艾希纳和李将加成分成“正常（或最少）利润……和准入门槛带

来的另一些利润”两个部分的原因（Eichner and Kregel 1975，

1306; Lee 1999，120-121，162，175）。最后，相关的利润率r*是调

节资本在正常产能水平获得的回报率，而不是所有资本在观测到的产

能利用率水平上的回报率的平均值。在这里我们已经观察到，调节资

本的利润率确实如古典的竞争理论所预测的那样在动荡中实现均等化

（见7.6.5小节）。由于卡莱茨基理论将所有正的利润量都看作垄断加

成，因此就可能错误地总结称连那些低于竞争性利润量的企业也具有

一定程度的“垄断”权力。在8.3节讨论关于竞争和垄断的经验证据

时，这些问题将非常重要。

8.1.9.2 后凯恩斯主义价格理论

有关后凯恩斯主义价格理论的文献卷帙浩繁，包括著名经济学家

戈德利、泰勒、艾希纳、克雷格尔、李、达特和拉沃的作品（Eichner

and Kregel 1975; Blecker 2011，216-217）。大家都承认，后凯恩

斯主义理论源于完全竞争理论，它努力修正这一理论以使其更“现



实”（Downward and Lee 2001，465; Lavoie 2006，20-22）。就其

目前的状态来看，后凯恩斯主义理论特别地折中。有人谴责它缺乏一

致性，而另一些人称赞它体现了“方法和理论的多元主义”

（Downward and Lee 2001，472; Lavoie 2006，18-20）。

其中一个决定性要素是“所有后凯恩斯主义模型都依赖成本加成

定价”（Lavoie 2006，44）。大多数作者认为成本指的是平均可变成

本（avc），但有些作者认为它是正常的产能利用率下的全成本（ac，

即正常成本）（Kenyon 1978，40-43; Godley and Ceipps 1983，

187，191，214; Lee 1986，400，404; Steindl 1993，121; Lavoie

2006，44-46）。许多人遵循卡莱茨基的观点，认为加成取决于垄断权

力、集中度、新进入者的风险，甚至工人的反抗（“阶级斗争”）

（Eichner and Kregel， 1975， 1305-1309; Skott 1989， 46-60;

Shapiro 2000，990）。但也有人遵循施泰因德尔、兰齐洛蒂、伍兹和

艾希纳的主张，认为加成基于目标回报率，而后者适应于企业意愿增

长率所需要的融资（Lavoie 2006， 46-48， 50-51; Godley and

Lavoie 2007，264-265，272-276）。还有一些人认为，严格意义上的

后凯恩斯主义价格理论应该以成本为基础，但不是由成本决定的，因

为加成和成本的确切分配在很大程度上都视情况而定，会根据“企业

的需求和机会”而改变（Shapiro and Sawyer 2003，356）。这里涉

及相当复杂的因素，包括前瞻性行为和战略性行为，所以即使它们可

识别，“其取值也无法预测”。从这个角度来看，由此得到的价格理

论在概念上是确定的，但是难以明确说明（Shapiro and Sawyer

2003，364）。我们将发现，这实际上复兴了更早的马克思主义垄断资

本学派中希法亭和斯威齐提出的观点：影响垄断定价决策的因素的多

样性，导致“建立一个垄断价格［精确］理论的探索毫无用处”

（Sweezy 1942，270-271; Hilferding 1985，233-234）。

这里有必要着重讨论各种形式的后凯恩斯价格理论与古典竞争性

价格理论之间的关系。在卡莱茨基的理论中，每家企业根据自主选择

的加成水平设定自己的价格。因此，价格不对市场供求做出反应，也



不会在不同企业间实现均等化，利润率在不同行业间也没有实现均等

化，且不存在正常产能利用率的概念。可以认识到，不同企业的成本

不同，但并不存在调节资本的概念。依赖正常成本定价的后凯恩斯主

义理论版本，最接近古典的生产价格概念，当然，这里并不包括利润

率在（寡头）行业间的均等化（Kenyon 1978，34，39，40-43）。安

德鲁斯和牛津经济学家研究团队是检验这一点的试金石，因为他们都

注意到实际的商业行为、正常成本定价、目标回报率、企业之间的技

术差异、价格领导者与价格追随者之间的区别（Lee 1999，103-105，

200–210，408-409; Rothschild 2000，F215; Lavoie 2006，35）。

对后凯恩斯主义学者来说，竞争性定价和加成定价的核心区别在

于寡头垄断企业自己设定价格。因此，拉沃（2006，46-48）认为古典

的生产价格是后凯恩斯主义价格的“理想化”版本，其中所有的目标

回报率都恰好是相等的，所有的产能利用率也恰好都等于正常水平。

但我们也有理由认为拉沃没有考虑为适应长期市场压力调整价格加成

的实际过程，达特（1987）解决了这个问题。在他的论文中，他认为

行业集中度并不意味着垄断这一古典论点是正确的，“企业利润率倾

向于均等化——通过金融资本寻求最高回报率的倾向——（甚至）在

具有大企业的经济中也是如此”（Dutt 1987，62）。与此同时，他保

留了企业根据给定的加成设定价格的概念。这样一来，只有产能利用

率恰好调整为正常水平才能使利润率均等化（Glick and Campbell

1995，125-131）[57]。有批评者随即指出，达特的说法意味着企业不

根据实际产能利用率与正常产能利用率之间的持续性差异来调整自己

的投资，也意味着假定企业在面对新进入的企业时不会通过降价保护

其市场份额——这两种假设与证据充分的企业行为直接相矛盾

（ Duménil and Lévy 1995a ， 139; Glick and Campbell 1995 ，

132）。如果抛开这些假设，那么在利润率和产能利用率差异引致资本

流动的影响下，短期价格将围绕着古典的生产价格上下波动（Duménil

and Lévy 1995a，140）。短期和长期的调整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冲突，



它们始终发挥作用，只是以不同的速度进行着（Shaikh1991，351-

353; Dulnenil and Lévy 1995a，140）。

对此，达特承认“当企业发现自己的产能利用率不符合其意愿

时，它们会改变自身的行为”，但他仍坚持认为企业对意愿产能利用

率水平不会设定某个精确的目标，而是有着“一个可接受的产能利用

率范围”，在这个范围内它们不会调整自己的投资（Dutt 1995，

151）。这在纯粹的形式意义上是正确的，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所有变量

在一个特定区间内实际上都是相同的。没有哪一个古典经济学家会认

为只要调节利润率比正常利润率稍高一点，企业就会加速进入某一个

行业，或者企业仅因为其产能利用率略低于正常水平就会破产。但

是，在动荡的资本主义的动态现实世界中，所有行业都在不断扩张或

收缩，恰恰是因为这些有限的范围在不断被突破。此外，根据市场不

确定性的程度和建立新厂房的成本的不同，对市场供求无反应的实际

区间在不同企业和不同行业间都不同。我在7.5节提到，在真实竞争

中，具有较高初始投资成本的行业在企业进入和退出方面都将更具

“黏性”，因此这些行业里已有企业的储备产能的范围就会更广。只

有以完全竞争中虚构的静态为潜在参照物，人们才会将这种门槛效应

理解为垄断权力的征兆。最后，值得注意的是，在行业和整体层面，

平均产能利用率和平均投资率都是对应分布的均值，因此即使单个企

业是在一定取值范围内运营，其均值也可能表现为平滑的（非线性

的）形式。这是总体涌现特质的一个显著因素（见3.4节）。

有些更进一步的论点在这里很重要。第一，在真实竞争中，企业

总是设定价格。只有完全竞争理论中——后凯恩斯主义学者几乎总是

以此确定自己的方向，价格设定才是垄断权力的症状（见第7章）。第

二，古典的定价方式的确会对供求变化做出反应，尽管不是以完全竞

争中所描绘的市场出清方式。因此，固定价格与市场出清价格之间的

典型对立（Shapiro 2000，990）是不存在的，它完全根植于对新古典

理论的固执坚持。第三，即使是最优秀的后凯恩斯主义代表者安德鲁

斯（Lee 1999，103-105）也没有详细说明其（怯生生不自信的）观



点，即从长期来看，价格领导者的利润量会发生调整以得到正常的利

润率（见7.6.1小节）。第四，最关键的是，这个调整过程由永无止境

的竞争战驱动，也由企业价格设定与成本削减的战术和战略驱动，这

些战术和战略都是企业根据它们在自己的互动中所创造出来的不停转

化的优势和劣势而采取的。第五，实际产能利用率与正常产能利用率

（后者考虑了备用产能后由最低平均成本定义）之间相差很大时，会

引发由利润驱动的行业产能的加速扩张或收缩。除了在危机时期，这

将使行业产能利用率在正常范围内波动。

最后，以下两个核心主张将真实竞争与后凯恩斯主义的价格理论

区分开来：价格领导者长期回报率的动荡均等化和实际产能利用率围

绕着正常产能利用率的上下波动。

8.1.10 现代古典理论

现代古典经济学认为，竞争在调节资本主义经济中总是发挥核心

作用，利润率继续在部门间趋于均等化，市场价格也继续由生产价格

调节。现代古典经济学家普遍认为市场价格围绕着生产价格上下波

动，而不是直接维持在生产价格水平。事实上，引力概念在20世纪20

年代之前都还是经济学的常见概念（Kurz and Salvador 1995，19-

20）。因此，虽然研究生产价格的性质很重要，但同时我们也必须认

识到，所有的实际决策参考的都是市场价格。生产价格就其本身而言

从来都不存在：它们是看不见的中心，其影响仅体现在市场价格调整

过高和调整不足的不停交替中。

8.1.10.1 关于市场价格与生产价格之间关系的基本观点

针对市场价格和生产价格之间的关系，有三个基本观点。其中一

个占支配地位的观点是市场价格等于或至少相当接近生产价格。斯拉

法（1960，9）和斯蒂德曼（1977，13n11）直接分析的是生产价格而

没有“涉及市场价格”，他们的潜在假设就是二者是相等的。这从瓦



尔拉斯开始便已成为正统经济学的方法论（Kurz and Salvador

1995，23，32-35），也被斯拉法以来的大部分现代古典文献采用

（Sraffa 1960，ch.12，81-87）。米尔盖特（Milgate 1982，30）认

为，“当我们将长期正常条件的应用作为分析目标时，唯一需要的条

件即为趋向均等化利润率的竞争性趋势”。但这并不正确，因为即使

市场价格围绕着生产价格波动，它们之间的平均绝对偏差也可能很

大。这就是为什么库尔茨和萨尔瓦多里在他们的古典文章中谨慎地表

明自己所使用的标准方法论是基于这样的潜在假设，即市场价格充分

接近生产价格，因而在长期可以被看成资本主义经济的实际状态

（Kurz and Salvador，1995，20）。正如前文所述，这个假设以及另

一个隐含的利润率均等化过程非常迅速的假设，对于他们从李嘉图的

这一陈述，即市场价格“在任意长度的时间内都不会远远高于或远远

低于其自然价格”，得出其立场是必要的（Ricardo 1951 b，88-

89）。

第二个观点认为，市场价格在其引力过程中会出现大幅波动，因

此生产价格只是参照点，而不是实际存在的实体（Garegnani 1976;

Roncaglia 1977; Shaikh 1977 ， 116; 1978 ， 233-234; Eatwell

1981; Semmler 1984， 10; Foley 1986， 93; Franke 1988， 260;

Duinénil and Lévy 1990，265，275; Mueller 1986，8; 1990，1-3;

Botwinick 1993，ch. 5; Shaikh 1998b）。这类似于马克思的观点，

市场价格在“丰瘠之年”的循环交替中受生产价格的调节，利润率的

均等化“只是一个趋势”（Marx 1847，174-175; 1967c，208;

1971，464-465）。实际企业总是依据波动和不确定的市场价格进行运

营。于是，所有的经济决策在这样的意义上应该是“稳健”的，即它

们对正常范围内的价格、工资、利润率和收入是继续有效的。在这些

情况下，边际分析被抛至九霄云外，因为在边际上做出的决定简直太

脆弱了。此外，其他一些问题比如技术选择可以由迪梅尼、莱维和福

利首创的随机方法得到更好的解决（Duménil and Lévy 1995b，1999;



Foley 1999; Foley and Michl 1999），7.7节的末尾用到了这一方

法。

第三个观点则产生于（直接和间接的）总劳动时间（马克思的劳

动价值）与生产价格、市场价格之间关系的古典争论。对李嘉图和马

克思来说，理论推导的逻辑如下：总劳动时间→与总劳动时间存在系

统性差异的生产价格→围绕生产价格波动的市场价格。[58]因此，人

们通常认为生产价格与市场价格之间的差距会小于总劳动时间与市场

价格之间的差距。我们将在第10章看到，尽管市场价格与总劳动时间

和生产价格都很接近，但它们似乎更接近总劳动时间。这一发现引起

了两种反应。法尔容和马霍弗（1983）拒绝了竞争的概念，因为给定

商品的价格在给定行业内不会实现均等化，利润率在行业间也并不均

等化。但是，我在7.4节中指出，古典的真实竞争对此有非常不同的预

期：行业内销售价格只会实现近似的均等化，在高成本和低成本的企

业之间可能出现系统性差异；只有调节资本的利润率才会在行业间实

现动荡均等化。但是，与希法亭、张伯伦、罗宾逊、（早期的）哈罗

德、卡莱茨基、斯威齐、罗兰、施泰因德尔以及许多后凯恩斯主义者

一样，法尔容和马霍弗基于的是新古典主义的完全竞争概念（Farjoun

and Machover 1983，52-53）。[59]这让他们一遇到与实际模式的冲

突便放弃了完全竞争的概念，也完全放弃了竞争的概念。他们建议用

统计力学来解决这些问题，将价格和利润率都视为随机变量，相关的

均衡概念也应该为随机平衡，也就是说，价格和利润率遵循一个稳定

的分布（Farjoun and Machover 1983，39-40，47-49）。抛弃了利润

率均等化过程因而也抛弃了生产价格之后，相关关系就存在于价格和

劳动力价值之间。可惜他们仍被困于新古典主义的竞争概念，因为这

让他们拒绝了任何关于价格或利润率套利的概念。从真实竞争的角度

来看，他们的整个论证可以很容易地重新理解为销售价格和利润率对

价格领导者（即调节资本）的偏离。这样我们就同时得到了分配理论

和中心趋势理论（见17.2节）。



弗拉舍尔使用了更具有细微差别的分析路径，但最终得到了相同

的结果。尽管他花费了很多时间分析生产价格的特性（Flaschel

2010，Part II，chs. 8-12），但他很担心它们的理论价值，因为它

们的稳定性并不明确。他也很担心这些特征的经验意义，因为“具有

新李嘉图主义传统的学者几乎没有证据表明生产价格是市场价格的引

力中心，利润率均等化是资本主义早期或晚期阶段的趋势”

（Flaschel 2010，viii）。他总结道，生产价格“可能与资本主义中

实际的技术选择无关”，因为它们可能不接近市场价格（Flaschel

2010，vii，x），并且无论如何，在具有大型厂房和设备以及联合生

产的“现实世界”中，我们在个体层面和总体层面都没有发现利润率

均等化趋势（Flaschel 2010，225）。这些因素最终促使他接受了法

尔容和马霍弗（1983）的观点，拒绝了将生产价格视为媒介概念，而

支持劳动价值与市场价格之间存在直接联系（Flaschel 2010，225-

226）。

8.1.10.2 价格接受与价格设定

第二个主要问题与企业行为有关。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完全竞争

中，企业被假设为价格接受者。于是，观察到的价格设定行为便被理

解为竞争中存在“不完全”竞争的象征。本章前面三小节已经提过，

这一（错误的）看法在正统经济学的不完全竞争理论、马克思主义垄

断资本理论和后凯恩斯主义寡头垄断理论中都很常见。几乎所有的现

代古典经济学家也都从同样的视角来分析竞争性企业，因为这是“普

遍认可的视角”，“它的应用往往暗含着类似于完全竞争的假设”

（Armstrong and Glyn 1980，69）。那些既将长期均衡看成一种存在

状态又假设企业的价格接受行为的学者，最终得到的竞争理论版本与

完全竞争理论并无二致。这样一来，他们的批判就只能关注可能的内

部矛盾，例如技术再转换（见第9章），或者宏观经济问题，例如尝试

将古典的竞争理论与凯恩斯主义或卡莱茨基主义的总需求分析结合起

来（Serrano 1995）。第三部分的第12章、第13章将对此加以论述。



另外，在现代古典学派中，也有一些人（包括我自己）认为竞争

性企业自己设定价格并积极进行价格削减，竞争过程类似于战争，极

具对抗性和破坏性（Serrano 1977，116; 1978，233-234; 1980d;

Semmler 1984 ， 43; Duménil and Lévy 1993 ， 76-77; Brenner

1998，25）。这一看法的内涵已经在本章和前面几章深入探讨过了。

8.1.10.3 企业规模和竞争程度

最后，现代古典学派认为，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实际上加剧了真

实竞争。这种说法与马克思关于竞争形式的历史发展观点类似。克利

夫顿（1977，145-150; 1983，29-32，36）认为，大公司的崛起增强

了资本的流动性，因为它们对资本的多样化运用有更好的宏观了解，

并且对运营范围内任何一家分公司的依赖性都更低。巨头公司的总部

总会无情地裁撤那些利润率不足的地方分公司、产品部门，这表明了

其作为资本一般的视角。随着大公司的出现，“资本终于使其自身摆

脱了资本家”（Clifton 1983，35）。

[1] 后凯恩斯主义理论总的认为在早期的资本主义社会存在较为理想的完全竞争，而现代

资本主义已被不那么理想的非完全竞争取代。——译者注

[2] 中文转引自郭大力、王亚南译：《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

1983年版，第91页。——译者注

[3] 中文转引自郭大力、王亚南译：《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

1983年版，第50、52页。——译者注

[4] 中文转引自郭大力、王亚南译：《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

1983年版，第51页。——译者注

[5] 中文转引自郭大力、王亚南译：《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商务印书馆，1962年

版，第73—74页。——译者注

[6] 中文转引自郭大力、王亚南译：《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商务印书馆，1962年

版，第78页。——译者注

[7] 中文转引自郭大力、王亚南译：《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商务印书馆，1962年

版，第73页。——译者注



[8] 中文转引自郭大力、王亚南译：《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商务印书馆，1962年

版，第76页。——译者注

[9] 中文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97—398

页。——译者注

[10] 中文转引自《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16页。——译者注

[11] 中文转引自《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722页。——译者注

[12] 这适用于非金融资本。银行的情况稍有不同，因为它们投入的是存款，其成本是吸

收存款所支付的利息，而融资的“供给价格”则是发放贷款所收取的利息（见10.2节）。

[13] 中文转引自《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722页。——译者注

[14] 中文转引自《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12—413页。——译者

注

[15] 中文转引自《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19—420页。——译者

注

[16] 中文转引自《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01页。——译者注

[17] 中文转引自《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31页。——译者注

[18] 中文转引自《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18页。——译者注

[19] 中文转引自《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31页。——译者注

[20] 中文转引自《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32页。——译者注

[21] 中文转引自《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12页。——译者注

[22] 中文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37页。——

译者注

[23] 中文转引自《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30页。——译者注

[24] 中文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42页。

——译者注

[25] 中文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14—315

页。——译者注

[26] 中文转引自《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11页。——译者注

[27] 但是，马克思既从理论上也从经验上反驳了李嘉图的如下观点，即经济发展会导致

人们使用越来越贫瘠的土地（Marx and Engels 1975，60-63，Marx to Engels，January

7，1851）。

[28] 这是指当需求上升得足够猛烈、足够高，以至即使最差生产条件所生产出来的商品

也能在市场上顺利销售时，决定市场价格的条件调节便是最差的生产条件。——译者注



[29] 中文转引自《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06页。——译者注

[30] 中文转引自《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721页。——译者注

[31] 中文转引自《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722页。——译者注

[32] 中文转引自《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727页。——译者注

[33] 中文转引自《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7页。——译者注

[34] 中文转引自《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16页。——译者注

[35] 事实上，即使在撰写《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时，马克思依然在发展他的理论

（Mandel 1971，83，101-102）。他集中研究了自动印刷出版社（平版印刷）与手动印刷出

版社相对抗的例子。新的印刷方法有着更低的成本，可是它的售价（假定等于它的价值）更低

以至拉低了利润率。所以，虽然旧方法能带来更高的利润率，但它的“情况很糟，因为它卖得

太贵了”（Marx 1973，384）。（中文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第357页。——译者注）

[36] 中文转引自《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94页。——译者注

[37] 中文转引自《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94页。——译者注

[38] 中文转引自《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94页。

[39] 中文转引自《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48页。——译者注

[40] 中文转引自《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722页。——译者注

[41] 在60年之后的20世纪30年代，在被混乱和灾难统治的欧洲，门格尔、摩根斯坦和冯

·诺伊曼坐在维也纳的沙龙中，成功发展出在“概率可知”的条件下现代理性选择和博弈论的

基础（Becchio 2009，23-27）。在一篇题为《错乱时代的精确思想：卡尔·门格尔和他的维

也纳数学讨论会》的文章中，戈兰和西格蒙德断言，“回顾往事，30年代似乎是最不适合

将‘社会逻辑’应用于伦理学的时期，将其应用于经济学似乎容易接受得多”（Golland and

Sigmund 2000，41）。

[42] 与他的后古典前辈和新古典主义继承人一样，瓦尔拉斯从分析纯粹交换入手。正如

马克思所评论的，这一领域“确实是天赋人权的真正伊甸园。那里占统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

等、所有权和边沁。自由！因为商品例如劳动力的买者和卖者，只取决于自己的自由意志。他

们是作为自由的、在法律上平等的人缔结契约的。契约是他们的意志借以得到共同的法律表现

的最后结果。平等！因为他们彼此只是作为商品占有者发生关系，用等价物交换等价物。所有

权！因为每一个人都只支配自己的东西。边沁！因为双方都只顾自己。使他们连在一起并发生

关系的唯一力量，是他们的利己心，是他们的特殊利益，是他们的私人利益。正因为人人只顾

自己，谁也不管别人，所以大家都是在事物的前定和谐下，或者说，在全能的神的保佑下，完

成着互惠互利、共同有益、全体有利的事业。”一离开这个商品交换领域进入生产领域，我们

会突然遇到一个不同的世界。“原来的货币占有者作为资本家，昂首前行；劳动力占有者作为

他的工人，尾随于后。一个笑容满面，雄心勃勃；一个战战兢兢，畏缩不前，像在市场上出卖



了自己的皮一样，只有一个前途——让人家来鞣。”（Marx 1967a，ch.b，176）（中文转引

自《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04—205页。——译者注）

[43] 还存在另一个与时间维度有关的困难，即投资意味着生产新资本品，这反过来会改

变个体行为人的禀赋。瓦尔拉斯通过假定在试探阶段不使用新资本品，从而也回避了这个问

题。只有在均衡已经实现之后，新的更高水平的禀赋才被允许使用，以使新一轮的探索得以开

始并找到均衡（Walker 1987，859）。

[44] 中文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04页。——

译者注

[45] “这只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它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

形式。”（Marx 1976a，72）（中文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

1972年版，第98页。——编者注）

[46] 凯恩斯也明确地说“每家企业所做的决策都受到其他企业决策的预期结果的影

响”，这完全不同于完全竞争企业所具有的孤僻行为（Keynes，Collected Writing，

Vol.29，98-99，cited in Sardoni 1987，91）。

[47] 熊彼特在他的商业周期理论中也遵循了非常相同的程序：“熊彼特将他的商业周期

理论建立在富有企业家精神的创新者之上，他们会周期性地打破标准模型平滑的循环流。标准

模型被用来区分什么是常规且稳定的，什么是动态且富有创新的。由企业家释放出的创造性能

量的爆发，导致循环流被暂时性打破，直到标准模型花费时间加以调整和适应，而这只是为了

接受新一轮创新的再次冲击”（Makowski and Ostroy 2001，489）。

[48] 感谢安德烈斯·古兹曼引导我关注奥地利学派关于竞争的观点。

[49] 很遗憾，这篇网络文章没有标注页码。

[50] 中文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37页。——

译者注

[51] 弗里德曼依据他独特的F扭曲（见3.2.1小节）证明，判断一个模型的优劣应该看它

所能预测的内容，而不是它的假设的现实性。在这个基础上，他宣称完全竞争对行业的预测与

不完全竞争相似，甚至对存在垄断竞争的行业也是如此（Tsoulfidis 2009，41）。

[52] 在范里安（1993）那本被广泛使用的经济学教科书中，前398页都在阐述完全竞

争，接下来有6页关于垄断竞争，有28页关于寡头理论。

[53] 卡莱茨基的有效需求理论并不取决于不完全竞争的存在，因为它一开始依据的就是

自由竞争。甚至在他之后的作品中，卡莱茨基也像凯恩斯一样，认为不完全竞争不是造成失业

的原因（Kriesler 2002，625）。

[54] 在卡莱茨基被迫中断学业以赡养家庭之前，他学的是工程学。他自学了经济学，包

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Sawyer 1985，3-4）。

[55] 在最后的论文里，卡莱茨基再一次修改了他定义的成本加成（ ）取决于竞争的

程度（pi/p）： i≡（pi-avci）/avci=f（p/pi），其中f是（p/pi）的增函数。那么



pi≡（1+ i）avci=［1+f（p/pi）］avci（Kriesler 1988，126-127）。

[56] 卡莱茨基（1971，51）后来承认如果管理成本增加，加成也可能增加（Lavoie

1996a，62）。

[57] 正如文中所指出的，经验性加成为m=p/avc=1+（d+r）κ/avc。在达特的假设下，

这个加成是固定的。那么在正常的资本产出比κ由技术决定，折旧率d由会计规则决定的情况

下，只有产能利用率以一种特殊的形式不相等时，才能得到相等的利润率r＝r*。那么，具有

较高加成的行业将具有相对较低的产能使用率，尽管这个关系并没有表明它们将会比正常值更

低。

[58] 李嘉图论证了生产价格与总劳动时间仅仅相差大约7%，因此在初始阶段几乎可以把

市场价格当成直接由总劳动时间调控（Ricardo 1951b，ch.1，section 4）。这与生产价格

比劳动时间更接近市场价格这一一般性预期并不矛盾。

[59] 法尔容和马霍弗嘲笑“经济学家所做出的”认为利润率“恰好相同的假设”，因为

从他们与热力学的类比可知，这表明“所有的粒子都以相同的速度移动”，违反了热力学第二

定律（即熵定律）。他们只是简单地宣称这个法则适用于利润率，认为唯一的稳定均衡是一个

具有最大熵（最动荡）的点。因此，即使所有的粒子一开始都以相同的速度运动（即所有的利

润率相同），它们彼此间的碰撞和与容器壁的碰撞也“将很快打破这种秩序”，同时重新建立

起利润率的一个稳定分布（Farjoun and Machover 1983，49-53）。遗憾的是，他们只理解

统计力学，却并不了解“经济学家”对竞争的分析。



8.2 关于竞争与垄断的经验证据

8.2.1 引言

关于垄断和竞争的经验争论主要由这样一种观念主导，那就是竞

争与完全竞争是同义词。于是，反对后者的证据被认为证明了寡头垄

断和垄断权力的存在。正如之前的讨论所述，这种策略在所有不完全

竞争理论中都很常见，无论是正统经济学、马克思主义垄断资本学派

还是后凯恩斯主义。然而，真实竞争理论与这其中任何一个理论都截

然不同。因此，在我们进行经验分析之前，有必要比较一下这三种理

论的理论预测，其中的内容主要取自第7章的表7.3和8.1节。本节会介

绍数据来源和方法，附录8.1描述了图表中所使用的数据和表格。

完全竞争理论描绘的是大量小企业在同一个行业中所进行的竞

争，这些企业具有相同的规模和成本结构，面临着相同的水平需求曲

线。它们被假定为消极地接受给定的价格和技术。（统一）价格因此

被假定为能对市场供求迅速做出反应，以与其作为衡量稀缺性指标的

特征保持一致（Semmler 1984，56）。由于假设企业都是同质的，因

此它们的利润量和利润率都相同，是服从独立同分布（i.i.d.）的随

机变量。由于这些变量在企业间不存在差异，因此企业的利润率与其

规模就不具有相关性。

不完全竞争理论从这一视角分析现实世界，发现经验图景看起来

与完全竞争非常不同。但它并没有放弃将后者作为一种竞争模型，而

是总结得出现实世界不具备竞争性。完全竞争理论因此仍然作为其基

准和理想，它的地位得到了辩护，以此来（消极地）理解事实。因

此，那些企业数量不是很多、进入门槛的规模不那么小、价格不那么

灵活、价格和成本不那么统一或面对着斜向下的需求曲线的行业都被

认为不具备竞争性。类似地，企业设定价格并领导价格的事实也被认



为是垄断权力的标志，垄断权力的程度通常与资本存量规模、产出和/

或资本密集度联系起来。

相比之下，在真实竞争中，竞争性斗争的强度不取决于企业的数

量、规模或行业“集中”度。价格设定、成本削减和技术变革都是竞

争所固有的。真实竞争认为给定产品的市场价格也应该在一定的限度

内存在差异，并且通过周期性调整而非平滑的灵活性对供求做出反应

（Lee 1999，209，222 text and n.223）。

如7.6.2小节和表7.6所示，新企业倾向于具有更大的规模和更低

的成本，倾向于通过削减价格扩大自己的市场。老企业会尽其所能对

此做出反应，但并不总是能与新价格完全一致。因此，在真实竞争

中，我们可以预期销售价格与单位成本正相关，这两者与企业规模和

资本密集度负相关。一旦我们考虑到这样的削价行为，大企业的利润

量和利润率就可能相同或更低 ——这正是大多数研究所发现的结果

（见表7.9）。

行业间的竞争也包含着类似的对立。完全竞争假设所有企业都是

一样的，因此在给定行业的每家企业都是调节资本，有着与行业平均

水平相等的利润率。在这个理想世界里，企业可以卖掉它们所生产的

全部产品（它们的需求曲线是水平的），并且没有必要持有储备产

能。尽管不同行业是在不同技术条件下生产不同产品，但行业间竞争

会使不同行业的利润率趋于均等化，这意味着所有企业，无论它们的

行业地位如何，都将具有相同的利润率。由于利润率是单位产出利润

量与资本密集度之比，因此利润率均等化意味着资本密集度较高的行

业的单位产出利润也会更高。在完全竞争理论中，一个关键性的检验

便是样本中所有企业的利润率是否围绕同一长期水平波动（Mueller

1986，13）。因此，企业层次利润率的持久差异可以作为不完全竞争

存在的证据，储备产能、（超额）利润量与企业规模或资本密集度之

间的相关性也是如此[1]（Mueller 1986，9-12，31-33，130）。在真

实竞争理论中，上述这些模式都没有什么问题。最后，重要的是不同



行业调节资本的利润率是否实现了均等化。表8.1总结了各种对立观点

的预测。

表8.1 竞争理论的比较





8.2.2 衡量寡头垄断和垄断权力的传统指标

行业内的完全竞争需要大量同质的小企业，每一家企业都只占有

很小的市场份额。因此，从一开始，对寡头垄断和垄断的惯例经验研

究都集中于企业的数量、规模和资本密集度以及给定行业内市场份额

的不均衡分布。希法亭首先因这个研究思路而成名，但是自那以后许

多人也追随了他的脚步（或至少重新使用了他发现的方法）。

在完全竞争中，每家企业都拥有趋于零的很小的市场份额。因

此，如果将行业集中度定义为规模最大的前4家企业所占的市场份额

（即CR4）或前8家企业所占的总市场份额（即CR8），那么完全竞争行

业的集中度应该接近零。[2]相似地，考虑到完全竞争要求所有企业都

同质、规模很小且销售完全相同的产品，企业所具备的实际特征（诸

如产出或资本的准入壁垒、成本差异或产品差异）都被视为准入壁垒

（Semmler 1984，106-108; Moudud 2010，31-32）。不完全竞争理论

的核心任务就是证明这些指标的某种组合与非竞争性结果相关。考虑

到效率更高的企业往往规模更大、资本密集程度更高，行业集中度与

所谓的准入壁垒高度相关并不让人感到惊讶（Semmler 1984，97）。

问题是：高集中度和高准入壁垒的行业是否具有高于正常水平的利润

率？关于实际共谋会给共谋者带来较高利润的证据是另一个问题，我

们将在最后讨论它。

8.2.3 价格刚性与垄断权力

由于完全竞争中的价格能够迅速响应市场条件的变化，因此实际

的定价行为成为第一个被怀疑的因素。1934年，制度经济学家加德纳

·米恩斯发明了“管制价格”一词，用以指代那些不符合新古典主义

理想的价格（Lee 1999，56; Rothschild 2000，F215）。他严谨地注

意到，不仅某些垄断行业存在管制价格，许多竞争激烈的行业也是如

此（Clifton 1983，24; Semmler 1984，90）。鲁弗斯·塔克随后被



二十世纪基金组织任命来调查如下观点，即价格设定行为和罕见的价

格变化是垄断权力的象征。塔克详细的经验研究发现，较大企业的利

润率较低（这是之前在7.6.4小节讨论过的一个常见的发现），而大公

司会通过设定价格提高利润率，二者是相互矛盾的。他还发现，在大

规模企业兴起之前，“自19世纪3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中既存在价格

经常变化的情况，又有价格鲜少变化的情况”。塔克得出结论“管制

价格与竞争条件兼容……当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企业试图向同一群购买

者出售自己的商品时，积极的竞争就会出现……竞争程度不是通过竞

争对手的数量或规模衡量，而是主要反映在竞争企业之间的市场份额

和利润率随时间推移的变化。即使大企业存在于集中度高的行业，根

据市场管控自己的价格，它们也极具竞争性”（Lee 1999，71-73）。

与不完全竞争主义者不同，塔克相当正确地提出，将实际企业行为与

正统经济预测相调和的困难在于完全竞争这一概念本身，他认为完全

竞争“事实上是胡说”，它是由“那些不学无术、缺乏经验的书斋里

的理论家凭空想象”出来的（Lee 1999，73n77，quoting Tucker）。

艾希纳（1973，1187）分析了集中性行业和竞争性行业的平均价

格数据，如图8.1所示，认为这是说明寡头垄断权力对定价行为产生影

响的证据。但这并不能够证明集中性行业更平稳的价格与更高的利润

率或更高的增长趋势相关。我们知道衡量行业集中度的指标与行业的

进入规模和资本密集度高度相关，因此艾希纳这里分析的集中性行业

最有可能代表了那些进入成本较高的行业。但是，我们已经说明，在

真实竞争中，准入（和退出）门槛更高的行业之所以具有更平稳的价

格，是因为它们更有可能通过改变现有的产能利用而非通过价格吸收

需求的波动（表7.3的最后一项）。因此，艾希纳的数据体现了真实竞

争环境中更高的进入成本所产生的影响。



图8.1 集中性行业和非集中性行业的价格路径

资料来源：Eichner 1973，1187.

泽姆勒（1984，92-93，table 3.1）总结了6项关于价格弹性与成

本、行业集中度之间关系的主要研究结果，涵盖了20世纪50—60年代

的18个时间段。所有与集中度相关的系数都很小，大多数是负的（这

与垄断权力假说相矛盾），大多数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具有统计显著

性。其中有三种情况对所有成本和集中度都具统计显著性，其中有一

个关于集中度的系数为负（Semmler 1984，93-94）。如果只考虑足够

高的集中度系数，则可以获得稍微好一些的结果——我们将在下一节

更详细地讨论这一步骤。根据管制价格假设，高集中度行业在经济衰

退时应该抑制价格下跌，从而相对价格会上升，同样它在经济扩张时

应该抑制价格上涨，从而相对价格会下降。因此，这一系数在经济衰

退时应该显著为正，而在扩张时中应该显著为负（Semmler 1984，



91，94）。但是，即使如此，结果也不明确。在泽姆勒（1984，95，

table 3.2）展示的韦斯顿等人（1974）的研究中，第一次经济衰退

（1957年7月—1958年4月）时相对价格上涨与行业集中度之间具有正

相关关系，第二次经济衰退（1960年1月—1961年1月）时两者存在负

相关关系，第三次经济衰退（1969年11月—1970年11月）时则两者基

本上没有关系。图8.2描述了这一模式。

图8.2 经济衰退时价格上升或不下降的百分比与集中率的关系

8.2.4 利润率与垄断权力

在完全竞争理论中，平均“成本”的定义中包括一部分足以确保

正常回报率的利润，长期均衡的定义是价格等于最低平均成本的点。

这个长期均衡价格是生产价格，相应的利润率是正常（平均）利润

率，利润量也是正常利润量。换句话说，在长期均衡中，超额利润率

和超额利润量都等于零。这里利润率和单位产出利润量出现了重要的

区别。一方面，如果超额利润率为零，那么不同行业的实际利润率将



相等，从而与行业的资本密集度无关；另一方面，如果超额单位产出

利润量为零，那么实际单位产出利润量将与资本密集度成反比。众所

周知，因为所谓的行业集中度与资本密集度高度相关（Scherer

1980，279; Schmalensee 1989，993），因此竞争均衡意味着实际利

润率与行业集中度不相关，而实际单位产出利润量将与行业集中度呈

正相关。从这个角度来看，可以把实际利润率与行业集中度的正相关

性看成存在垄断权力的证据，但它并不适用于实际单位产出利润量与

行业集中度的相关性：这里应该只有超额单位产出利润量才能恰当地

量度垄断权力（Mueller 1990，5）。结构-绩效方面的文献往往掩盖

了实际单位产出利润量和超额单位产出利润量之间的区别

（Schmalensee 1989，960-965）。因此，接下来我将分别讨论利润率

和单位产出利润量的研究。[3]

8.2.5 利润率与垄断权力的经验证据

贝恩试图证明持续的超额利润率与垄断权力有关。由于他可获得

的数据是股权利润率，即实际利润总额相对于净值（资产减去负债）

的比率，他含蓄地假定不同行业的负债与资产的比率相同（即存在相

同程度的金融杠杆）。[4]他的核心假设是，在长期集中性行业中，利

润率明显更高（Bain 1951，294-296）。他精心搜集了1936—1940年

包括335家公司的42个行业的股权收益率和集中度CR8（310）。图8.3

绘制了股权收益率与CR8的周期平均值，数据来自他文中的表I（309，

312）。他的核心困难立刻显现出来：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在行业集中

度与利润率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例如，股权收益率对行业集中度

CR8的简单线性回归得到回归系数β=0.0521和R2=0.0781。虽然贝恩本

人没有进行这一步，但是将因变量CR8写成二次方程形式再做一次回

归，可产生一个更好的U形拟合，对应的R2=0.1896。这一曲线意味着

提高集中度最初降低了利润率，因此只有在超过某个临界上限之后，



集中度的提高才能带来更高的利润率。从该回归的系数可计算得出，

这一临界水平将是CR8*=49.24。[5]

图8.3 42个行业的股权收益率与CR8

资料来源：Bain 1951，312，table I.

图8.4 分组数据的股权收益率与CR8

资料来源：Bain 1951，Table I，313.



贝恩以不同的方式得出了同样的论点。他基于对他文中表II最初

所列数据进行的调整（Demsetz 1973b，12），将CR8数据按照十分位

值进行分组，如图8.4所示（Bain 1951，313）。但是，他仍然只得到

一个非常弱的正线性关系（校正后的数据得到的R2=0.033），他正确

地放弃了这一结果，因为“回归结果如此之差，以至无法对集中度与

利润率之间的关系进行线性或其他形式的合理推断”。他指出，即使

在分组数据中，这一关系似乎也呈U形：低集中度对应着高股权收益率

（4家公司），中等集中度对应着低股权收益率（16家公司），高集中

度再次对应高股权收益率（22家公司）（313）。此外，在修正后的数

据中，集中度较低的行业对应的平均股权收益率为12.2%（图8.4左边

圈内的三个点），而集中度较高的行业为13.2%（右边圈内的三个

点）。尽管如此，贝恩仍然说：

这里确实显露出正面的结论：在集中度为70%的线上，平均利

润率出现明显的断层，在这条线上下的行业平均利润率 ［在统计

学意义上］显著不同。在所选样本中，22个行业中的八大企业占据

70%或以上市场份额，其平均利润率的简单平均值为12.1%；另外20

个行业中八大企业占据的市场份额低于70%，其平均利润率的计算

结果是6.9%。[6]以单个行业的平均利润率为单位观察值，对这两

组样本进行费希尔z检验，我们发现这种差异由随机因素造成的概

率不到千分之一。因此，这里可以得到一个初步结论，就平均利润

率而言，至少在1936—1940年间，八大企业的集中度高于70%的行

业要高于集中度低于70%的行业。现有的证据除了可以证明这一二

分性质之外并不能说明其他问题。（314）

贝恩很谨慎地指出，他的结论容易受到选择公司和行业的方法的

影响。例如，如果他重新考虑最初因数据少于三家公司而被排除的34

个行业，那么对于CR8 <70的行业，平均股权收益率为9.6%，而对

CR8>70的行业而言，平均股权收益率为10.6%，二者并不存在显著差异

（315，316，table III）。正如他所说，临界集中度的概念是“一个



暂时的和试探性的假设，有待进一步检验”（324）。不足为奇的是，

他随后修改了最初的假设，提出企业只有将集中度与“生产规模的准

入门槛、资本投入需求量、产品差异和成本差异”组合起来，才能得

到更高的利润率（Bain 1956，201）。曼扩大并拓展了贝恩的数据，

宣称自己发现高集中度（CR8> 70）和高准入门槛的行业具有更高的平

均资产利润率（Mann 1966，299-300，table 1-2）。但曼自己的数据

显示，具有高准入门槛的所有行业（包括集中性行业和非集中性行

业）的利润率与集中性行业的收益率完全相同（299，table 2），如

表8.2所示。与贝恩的假设相反，这里的关键变量似乎是准入门槛，而

不是集中度。

表8.2 根据集中度和准入门槛划分的股权收益率

资料来源：Mann 1966，299-300，table 2-3.

我们知道集中度和所谓的准入门槛高度相关（Schmalensee

1989，978，993）。从真实竞争的角度来看，具有高进入（和退出）

成本的行业将具有更稳定的价格和利润率（回想8.2.3小节列举的艾希

纳的数据），但不具有更高的长期利润率。施蒂格勒（1963，68，

table 17）在挑战用寡头垄断理论来描述数据时，提出的正是这一

点。他计算了1939—1956年集中性行业和非集中性行业的资产利润率

（理论上适当的量度标准），如图8.5所示。我们看到，虽然集中性行

业的资产利润率确实变化较小（Stigler 1963，70），但两组利润率

一起变动，且具有相同的平均水平：集中性行业是7.1%，非集中性行

业是6.9%。



图8.5 资产利润率（%）

布罗曾（1971，502）进一步发展了竞争学派的观点。他表明，当

贝恩、施蒂格勒和曼的样本量不断增加，涵盖的时间段不断延长时，

在每个给定的样本中，集中性行业的平均利润率都将收敛于总平均值

（Scherer 1980，278）（见表8.3）。这正是真实竞争理论的预测。

表8.3 在贝恩、施蒂格勒和曼的样本中收敛至平均利润率

资料来源：Brozen 1971，502.



最后，德姆塞茨（1973b，table 4，19）分析了1963年和1969年

不同集中度（CR4）对应的利润率数据。如图8.6所示，他发现，尽管

在第一年利润率与集中度之间存在弱的正相关关系，但在第二年两者

呈现弱的负相关关系。这种在集中度与利润率之间缺乏时间相关性的

现象是真实竞争理论的又一个预测。

前面的例子说明了这样的事实，即关于利润率的截面研究并没有

显示出其与集中度有任何稳定的相关关系。在持有这一论断的调查研

究所做出的大量文献中，会计收益率之间的差异都太小，不足以证明

关于垄断权力的论断，并且“任何在集中度与利润率之间可观察到的

相关性在统计学意义上都不显著……且在时间和空间上不稳定，而且

在许多变量研究中会消失”。另外，持续的利润率差异确实存在，且

似乎不能由风险解释（Schmalensee 1989，970-973）。之前我们在

7.6.5小节讨论缪勒（1986; 1990，3）的成果时曾分析过这一问题，

缪勒一再发现平均利润率不会围绕着统一的平均值上下波动。然而，

在同一小节中我们也表明，增量利润率恰恰会围绕着统一的平均值上

下波动。



图8.6 1963年和1969年的收益率与集中度（CR4）

8.2.6 关于单位销售额利润量和垄断权力的经验证据

单位销售额利润量是一个不同的问题。在文献中，通常认为如下

结果是“稳健”的，即价格-单位产出的成本与集中率正相关，尽管

“很多相关性非常弱，并且也会出现相反的结果”（Scherer 1980，

278-279）。德姆塞茨（1973a）认为，较高的利润量反映了规模较大

的企业具有更高的效率（更低的成本）（Scherer 1980，280-282，

284）。现代“经验研究未能找到决定性证据以支持市场权力或效率假

说”，因为两个关键的解释变量（集中度和企业规模）高度相关（Lee

and Mahmood 2009，352）。

根据真实竞争理论，单位产出利润量涉及两个不同的问题。在一

个或多或少有着统一售价的行业中，具有较低成本的企业将具有较高



的单位产出利润量。由于大企业倾向于具有更低的成本，因此我们可

以预期市场份额和单位产出利润量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在更动态的

情况下，新的低成本企业不断削减价格以扩大自己的市场，而老企业

只能部分地与这些降价行为保持一致，因此我们仍然可以预期在单位

产出的价格-单位产出的成本与市场份额之间存在正的（尽管是更弱

的）相关关系（见表7.6）。事实上，佩尔茨曼（1977）通过仿真模拟

表明，如果企业进行“成本节约型创新”能够获得更高的利润和更大

的市场份额，那么我们可以发现，随着集中度的提高，单位成本会下

降（Scherer 1980，289）。我们预期不同行业间调节资本的利润率应

该大致均等化。利润率是单位销售额的利润量与单位销售额的资本

（资本密集度）之间的比率，因此我们可以预期调节资本的价格-单位

产出的成本[7]与资本密集度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由于资本密集度、

生产规模的准入门槛和集中度往往呈正相关（Schmalensee 1989，

978），因此我们也预期调节价格的价格-成本利润量与集中度正相

关，价格-单位产出的成本与集中度也很有可能呈相似但更弱的正相关

关系。

于是，实际利润量和集中度之间的正相关性不能作为垄断权力的

依据，因为它们是竞争性条件的直接结果。我们需要研究的是超额利

润量（即高过竞争性利润量的那部分）。考虑到企业的竞争性利润量

由其规模（市场份额）和资本密集度决定，解决这一问题的其中一种

方法是考虑集中度将如何进一步增加这一经济叙事的解释力。不幸的

是，针对这一假设有一个“典型事实”，即“在包含市场份额的回归

中，集中系数一般而言都是负的或不显著的”（Schmalensee 1989，

984）。因此，最近一篇论文中出现这样的总结不足为奇：“尽管对此

已经研究了几十年，我们仍然对［利润量］在不同行业的截面变

化……知之甚少。虽然大多数人都认同有一部分结果已经成为产业组

织中的‘普遍真理’，但我们仍不知道如何处理它们（Peltzman

1991，213）。相反，经济学家普遍放弃了跨行业研究，而是集中关注



布雷斯纳汉（1989）所称的‘个体行业的重要特质’问题。”

（Gisser and Sauer 2000，229）

伊塞尔和索尔（2000，235-243）所做的模拟是这一趋势下的有趣

例外。他们假设每个行业都有两类公司：竞争性的价格接受者和一群

价格领导者。他们建构了三种价格领导者模型：第一种是它们和其他

企业一样是价格接受者，第二种是它们自己设定价格并彼此竞争，第

三种是它们是瓜分式垄断的共谋者。伊塞尔和索尔根据现有文献选择

了一系列需求弹性的估计值，又广泛地选择了一系列供应弹性值来进

行模拟，然后他们把自己得到的利润量与集中度之间的回归系数分布

和经验研究得到的范围进行对比。竞争性（伯特兰）模型产生的回归

系数的中位数远远低于观察到的结果，共谋模型产生的回归系数的中

位数远远高于经验结果的范围，而竞争性价格领导者的古诺模型则完

全正确：它产生的范围和中位数与观察数据相同，即使单个价格领导

者具有不同的市场份额。“这些对比表明在整体层面企业共谋理论很

难成立，但是大部分关于利润-集中度的研究都使用了这一设定。当价

格领导者进行古诺竞争时，文献的经验估计值将处于我们的模型所预

测的范围。这一基于利润-集中度之间相关性的发现与贝恩及其追随者

的初始解释形成鲜明对比。同样，这些结果也表明，既不需要测量问

题也不需要动态调整叙事来使这种相关性的存在与非垄断行为相调

和。”作者认为这一结果与“寡头垄断的基准模型……完全兼容”

（244）。但是，当然，它也能兼容于真实竞争，唯一的区别是，每个

行业的价格领导者（调节资本）的利润率都将与所有价格领导者的利

润率实现动荡均等化（见7.5节）。

8.2.7 共谋与利润率

即使在当代资本主义中，竞争也是核心的调节机制，这种观点并

不排除真实的垄断权力或共谋的可能性。事实上，提出集中度假设的

最初动力，是人们感到“集中性行业会为共谋提供便利，从而产生不



正常的利润”（Gisser and Sauer 2000，230）。虽然这个假设没有

经受住时间的考验，但是我们可以直接分析共谋的情形。博洛托娃

（2009，324-325）研究了几百个国际卡特尔组织，有些可以一直追溯

到18世纪，它们的很多行为在过去是合法的，但如今已经变得不合

法，她总结道，“卡特尔可以成功提高市场价格，它们中的很多也确

实长期这样做。结果显示，定价带来的平均收益约占销售价格的20%

……进行非法操作的卡特尔收取的超额价格与合法卡特尔相同……在

现代国际卡特尔的样本中……其收取的超额价格的中位数大约是销售

价格的28%”（Bolotova 2009，338）。这对利润率的影响并不明显，

因为销售价格的上升通常会导致销售量下降。事实上，如果行业集中

确实带来更多的共谋，那么我们可以说，共谋并没有提高利润率，尽

管这可能使利润率的波动性更小（Stigler 1963，70）。另外，在真

实竞争理论中，较小的波动性也是固定成本较高行业的一个特征（见

表7.3）。

[1] 回想一下，正统理论假设“成本”包括正常利润，因此只有超过这个部分的持续利润

才是竞争中存在不完全因素的指标。因此，如7.1.9小节所述，学者如卡尔多、希埃瑟、爱德

华兹、西洛斯-拉比尼、艾希纳和李都将加成相应地区分为正常利润和超额利润两个部分。

[2] 如果有100万家相同的公司，前（和后）8家公司的市场份额将是8/1 000

000=0.0008%。

[3] 施马兰西（1989，960-962）认为对营业利润率的适当衡量应是资产的税后收益率，

但人们常常使用资产的税前收益率，甚至是股权的税前收益率，如贝恩（1951）。类似地，即

使只有超额单位产出利润量才是研究垄断权力的恰当变量，但由于很难估计正常利润量，因此

人们通常也使用实际利润量。

[4] 贝恩在这个问题上的论点有些混乱。他一开始注意到，长期竞争均衡应该与较低的超

额利润量（即具有大致正常的实际利润量）相关（Bain 1951，294，n.4）。但由于他可获得

的数据衡量的是股权利润率，因此他只能把这个作为超额利润量（销售利润）的指标，假定不

同的行业具有相同的股权-销售比率（他确实这样假设）和相同的资产-销售比率（他没有提

到）。为了说明这一点，令r=正常利润率，P=实际利润，K=资产，δ=销售额，LB=负债，

EQ=K–LB=股权，那么，理论上意愿的量度方式是超额利润量=（P–r·k）/δ，而可获得的

量度数据则是股权收益率=P/EQ［（P–r·k）/δ+rK/δ］/（EQ/δ），要使股权收益率

P/EQ能够作为超额利润量的指标，就必须要求EQ/δ和K/δ在各个行业中大致相等。另外，要

使股权收益率作为资产收益率P/K的指标，只需要不同行业具有相同的杠杆率LB/K就足够了。



[5] 将ROE和CR8表示为百分比，回归ROE=13.867–0.2659CR8+0.0027CR82意味着集中

度必须高于CR8*=49.24。

[6] 校正后的数据得出CR8> 70的股权收益率为11.8%，CR8 <70的股权收益率为7.5%

（Demsetz 1973b，11-12）。

[7] 利润率=利润/资本=（单位销售额的利润）/（单位销售额的资本）。但利润=销售

额-成本，所以利润/销售额=1-成本/销售额=1-1/（销售额/成本）。因此，利润/销售额与销

售额/成本正相关，后者又等于价格/单位产出的成本。



9

竞争和行业间的相对价格



9.1 引言

古典经济学的相对价格理论是高度结构化的逻辑分析。一个行业

的平均市场价格围绕调节生产价格上下波动。具有更低成本的新调节

资本会通过削减价格在市场上占据一席之地，而现有资本也会对此做

出反应，将它们的价格降低到至少可以减缓调节资本对其市场份额的

必然侵蚀。因此，在任何一个时刻，行业内都存在一个与相应成本区

间相应的销售价格区间（见第7章）。于是，行业之间的相对价格也主

要根据相对成本的变动而相应地涨跌。

古典经济学家进一步说明，实际相对成本（因而实际相对价格）

的时间路径是由相对总劳动需求量决定的。一个给定行业的总劳动生

产率（单位劳动的总产出）是其总劳动需求量的倒数。因此，技术进

步是相对价格随时间推移而变化的主要驱动力，即在给定的产品质量

下，如果部门相对生产率提高，那么其相对价格倾向于降低（见附录

6.5.3.1中关于质量调整的表述）。李嘉图第一个表明相对生产价格与

相对总劳动时间之间存在系统性差异。但他也有个著名的观点，认为

这个差异是十分有限的，大约是7%。他认为实际价格围绕生产价格波

动，这意味着实际价格也可能非常接近总劳动时间。马克思坚信生产

价格和在平均熟练程度下的总劳动时间（劳动价值）之间的系统性差

异很重要，但反对它们的平均值之间存在系统性差异。尽管如此，和

在他之前的斯密和李嘉图一样，马克思也明确认为相对生产价格和相

对市场价格随时间推移的变化是由相对总劳动时间（劳动价值）的变

化驱动的。

不管价格是怎样调节的……价值规律支配着价格的运动，生产

上所需要的劳动时间的减少或增加，会使生产价格降低或提高。正

是在这个意义上李嘉图（他当然感到了，他的生产价格是同商品价



值偏离的）说，他“希望引起读者注意的这个研究，涉及的是商品

相对价值的变动的影响，而不是商品绝对价值的变动的影响”。
[1]（Max 1967c，179）

因此，我们不得不处理如下两个古典命题：一个是认为生产价格

与总劳动时间之间的系统性偏差较小的截面假说，另一个是认为相对

生产价格的变动是由根本的总劳动时间决定的时间序列假说。鉴于市

场价格围绕生产价格波动，实际价格也被认为有着类似的模式，但在

某种程度上偏差会稍微大点儿。应该说，时间序列假说不需要截面假

说成立，因为即使截面上的偏差很大，只要偏差随着时间的推移保持

稳定，两者就可以一起变动。

不同于大多数现代学者，古典经济学家并不满足于仅仅描述代数

性质：他们首先关心的是相对价格的含义和根本结构。出于这个原

因，他们往往从竞争性交换开始分析，以解释生产价格的古典基础

（见9.9.9小节）。本章论述的所有观点都在附录中用更公式化的方式

加以阐述。

[1] 中文转引自《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00页。——译者注



9.2 简单商品生产

生产价格是竞争性相对价格，由三个至关重要的结果产生：销售

者之间的销售价格均等化（见第7章）、工人之间的劳动收入均等化和

调节资本之间的利润率均等化，且这些均等化过程都在动荡中进行。

古典经济学家认为劳动收入的均等化不同于利润率的均等化，因为对

利润的解释要先于利润率的均等化（见第6章）。因此，古典传统一般

先考察劳动收入的均等化过程，接着考察利润的来源，在这之后才考

虑利润率的均等化。这样一条分析路径有助于揭示价格和总劳动时间

之间的根本联系。

为了探究这样做的原因和方法，我们先分析个体经营者的例子，

他们在竞争性市场上购买生产投入品并销售其产品，而且会为了追求

更高的收入在不同行业之间进行转移。尽管斯密将这样的关系不恰当

地设想为史前的“早期野蛮状态”，但马克思明确表明这是分析的起

点，它使我们可以将商品生产的一般属性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特殊

属性区分开来（见9.11节）。我们会看到，这样开展研究能清楚地揭

示相对生产价格与相对总劳动时间之间存在的偏差，就其本身而言，

它并非来源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正利润的存在或利润率的均等化。

相反，它们主要取决于利润率均等化过程中不同行业的垂直整合资本-

劳动比之间的差异。我们可以看到斯密的理论中已经隐含了这一观

点，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分析这种偏差的潜在大小的方法。

如果所有生产者都是个体经营者，那么其产品的销售价格和投入

成本（原料和折旧）之间的差额就是个人收入，这也可以转化为特定

水平的小时收入。这种收入不是工资收入，因为生产者并不为其他人

工作。小时收入较高的行业将会比那些小时收入较低的行业更快地吸

引进入者，直到前者的供给开始超过需求并拉低销售价格，而小时收

入较低的行业则发生相反的情况。这一过程会趋向于建立一个能使直



接劳动的小时收入实现均等化的市场价格水平，也就是说，它将使销

售价格和成本之间的差额与直接劳动成比例。但因为投入成本本身是

投入品的市场价格（即间接劳动产品的市场价格），所以小时收入的

均等化就意味着一种商品对应的价格将与生产它所需的总（直接和间

接的）劳动时间成正比，这一不变的比例系数就对应着每小时的均等

化收入。换句话说，在简单商品生产中，竞争性相对价格等于总劳动

时间（劳动价值）。

之前6.3.2小节分析了简单的两部门情况，表9.1列出了这个例子

中的单位直接劳动时间、间接劳动时间和总劳动时间。方程（9.1）描

述了先前改编自斯拉法的数值实例，其中cn代表玉米，ir代表铁，N代

表工人数量。

首先计算每单位产出的直接劳动时间、间接劳动时间和总劳动时

间[1]，具体参见表9.1的第一部分。然后我们可以用这些单位总劳动

时间计算各行业实际的间接劳动时间（例如在玉米行业中为

vcn·500cn+vir·24ir=275.556）、直接劳动时间（在玉米行业中为

80小时）和总劳动时间（为前两者之和=355.556=vcn·800cn）。

表9.1 直接劳动时间和总劳动时间



简单商品生产包括市场、竞争、劳动力、生产资料（原料、机

器）和劳动力在部门间的流动，但不包括资本或利润，因为所有生产

者都是个体经营者。如表9.2所示，在某个任意给定的市场价格组合

下，如pcn=0.82，pir=3.65，pir/pcn=4.451（价格组合M），两个行

业的小时收入水平不相等。相反，如果劳动的流动使每小时收入均等

化，那么最终的价格会是pcn=0.795，pir=3.9773，pir/pcn=5（价格

组 合 D ） ， 从 而 有 相 对 价 格 等 于 相 对 总 劳 动 时 间

vir/vcn=2.222/0.444=5，并且每个行业的竞争性绝对价格等于其总劳

动 时 间 乘 以 （ 均 等 化 的 ） 小 时 收 入 （ y ） 。 换 句 话 说 ，

pcn/vcn=0.795/0.444=pir/vir=3.9773/2.222=1.79美元。

表9.2 任意选择的一组市场价格下的简单商品生产



注：pcn=0.820，pir=3.65，（pir/pcn）=4.451。

在这之后，斯密才考虑存在资本家的情况。在简单商品生产的设

定下，生产者同时也是其生产资料（这些生产资料并没有被用于创造

利润，因而不是资本）的所有者。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兴起意

味着生产者与生产资料所有者的分离，前者现在成为雇佣劳动者，而

后者成为资本主义雇主，现在他们的生产资料开始作为资本发挥作用

（Marx 1963，ch 3，74-80; Smith 1973，151）。在这些新的条件

下，先前属于个体经营者的净收入“……分为两个部分，其中一部分

用于支付劳动者的工资，另一部分成为雇主的利润”。因此，“劳动

的全部生产物未必都属于劳动者，大都须与雇用他的资本所有者共

分”。所以，斯密将利润描述为“工人对原增加的价值”的扣除。他

接着注意到，在工资率和利润率都实现均等化的竞争性条件下，不同

行业之间的工资额将与其雇用的劳动力数量成正比，而不同行业之间

的利润量将与其使用的资本价值成正比。正如斯密所言，这意味着与

工资额相比，利润额将受“完全不同的规律调节”（Smith 1973，

150-153）。[2]



如果工资率实现了均等化，小时工资（wh）将是原来小时收入

（yh）的一部分，所以每个行业的工资额将与它雇用的劳动力数量成

正比。只要剩余的部分被归于利润，相对价格就没有理由偏离相对劳

动时间。所以我们已经可以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存在和正利润的

存在都不会导致竞争价格偏离总劳动时间的比例。进一步来说，如果

每个行业的资本-劳动比都相等，那么即使利润率的均等化也不是产生

这些偏离的原因。因此，生产价格与劳动时间的偏离完全取决于利润

率均等化的交互过程中不同行业之间资本-劳动比的差异，而后者可追

溯到两个行业中每劳动小时的投入比例不同：玉米生产行业为

6.25cn∶0.30ir，铁生产行业为4.50cn∶0.15ir（Sraffa 1960，12-

13）。假定现在生产价格是pcn=0.8045，pir=3.8564（这正是第6章中

的价格组合C），在这个特定例子中它们的比率（pir/pcn）=4.794与

相对总劳动时间vir/vcn=5的偏差只有4.1%。◎基于这组价格，我们可

以由人均每日的实际工资篮4cn、1ir得到每天7.075美元的货币工资，

即每小时0.88美元（每天8小时工作时间）。在表9.4中，由这些价格

所带来的净收入可分成两个部分：在这个工资率下的工资额和作为余

额的利润。这意味着每个行业的利润率都为13.80%。

表9.3 小时收入相等的简单商品生产



注：pcn=0.795，pir=3.9773，（pir/pcn）=5。

现在我们知道，相对生产价格与相对总劳动时间之间的偏离并不

是起因于竞争、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劳动收入的均等化、资本主义生

产关系和与之相伴的利润的存在，甚至也不是起因于利润率的均等化

过程。相反，它仅仅是因为在利润率均等化过程中，行业间的资本-劳

动比不同。我已经在第6章中解决了与后一种组合相关的谜团和表面的

神秘。在表9.4中，另一个难题产生了：铁行业的资本-劳动比低于玉

米行业28.1%，而铁/玉米的相对价格仅比对应的总劳动时间比率低

4.1%——大致是前者的1/7。在把资本-劳动比的变化映射为价格-劳动

时间比的变化中涉及哪些因素？变化幅度减小[3]是这种映射的正常特

征吗？再一次，斯密为解决该问题提供了一种方法，它可以适用于任

何类型的价格：竞争性价格、垄断性价格和市场价格。我称之为价格

基本方程。

表9.4 工资、利润率和生产价格都均等化条件下的资本主义商品生产



注：pcn=0.8045，pir=3.8564，（pir/pcn）=4.451。

[1] 如表9.1所示，每单位产量的直接劳动时间（小时）被定义为行业小时数与行业产量

之比。假定技术水平给定，计算总劳动时间的最简单的方法是求解共时方程体系。每单位的间

接劳动时间可通过总劳动时间和直接劳动时间之间的差额来计算。我们最好利用矩阵代数来处

理，我们将在9.3节再分析这一点：

vcn·500cn+vir·24ir+80hr=vcn·800cn ［玉米生产］

vcn·180cn+vir·6ir+40hr=vir·60ir［铁生产］

[2] 斯密还阐明了一个类似的观点，即土地私有制的存在使得地主可以获得价值增加值的

一个份额，而先前我们假定价值增加值全部属于简单商品生产者。在竞争性资本主义中，它意

味着每亩土地的地租将相等，而这个原则不同于先前分析的每美元资本所获得的利润量相等

（Smith 1973，152-153）。这里我将主要关注后一个问题，因为它是现有文献争论的核心。



[3] 指较大的资本-劳动比的差别转化为较小的价格-劳动时间比的差别。——译者注



9.3 价格基本方程：亚当·斯密的推导

9.3.1 适用于所有价格的基本方程

以下分析适用于包括市场价格在内的所有价格（Shaikh 1984b，

64-71）。因为一个行业的总利润是销售收入与成本（劳动、原料和折

旧）之差，所以我们总是可以把总销售收入表示为成本和利润之和。

这是一个会计恒等式。如果我们把各部分都除以总产量（X），就可以

把恒等式改写成单位价格是单位成本和单位利润之和。令p、ulc、m和

a分别为给定商品的单位价格、单位劳动力成本（w·l，其中w=工资

率，l=每单位产量所需劳动量）、单位产量的利润（P/X）和投入成本

（单位原料和折旧）。那么按照定义有：

其中ulc=w·l。然而，单位投入成本（a）本身由两个部分构成：

行业所使用的原料组合的价格和用于投入品生产的相应资本品的单位

折旧成本。反过来，单位投入成本可以分解成单位劳动力成本、利润

和初始投入品的单位投入成本三个部分。然后，我们将这种分解投入

成本的方法重复用于全套投入品本身，以此类推，使得在第n次分解中

的剩余项a（n）总是它的前一次a（n-1）的一个组成部分，并在极限时趋

于零。这样，我们就可以把亚当·斯密的价格以公式的形式分解为：



接下来，我将用（垂直）“整合”这一术语来表示任何一个变量

的直接和间接组成部分之和。那么，垂直整合的单位劳动力成本即所

有 直 接 和 间 接 单 位 劳 动 力 成 本 的 总 和 ， 为

vulc=ulc+ulc（1）+ulc（2）+ulc（3）+…，垂直整合的单位利润即所有

直接和间接单位利润的总和，为vm=m+m（1）+m（2）+m（3）+…，从而

有：

其中w为垂直整合的平均工资，σPW为垂直整合的利润-工资比。

因为这是从会计恒等式中推导得出的，所以它适用于任何价格。因

此，我们总是可以把任意两个行业i和j的相对价格相应地表示为方程

（9.5）。

9.3.2 相对价格的基本方程

当应用于生产价格时，方程（9.5）成为李嘉图截面假说的基础：

如果偏差项xij很小，那么相对生产价格接近于相对整合单位劳动力成

本。这一方程还可以推导出时间序列表达式，其中相对生产价格变化

的百分比（用符号“∧”表示）等于相对整合单位劳动力成本变化的

百分比加上偏差项变化的百分比。这个逻辑也同样可以用于分析市场

价格围绕生产价格波动的程度。



现在我们可以从等式中看到马克思的观点，即如果利润-工资比在

行业间的分布是稳定的，也就是说，如果各行业的比率倾向于同时上

升或下降，从而使比率 的变化幅度很小，那么相对价格的变动

将主要受垂直整合的单位劳动力成本的影响。这并不像李嘉图的截面

假说一样要求的取值xij很小。

价格的基本方程表明任意两种商品的相对价格只取决于两个相乘

的项：相对整合单位劳动力成本和相对整合利润-工资比。第二项是无

量纲的，因为利润-工资比［$/$］是无量纲的。但第一项有单位

，其中X代表一个行业的总产出。我们不能对两边同时取

对数以推导出对数线性关系，因为只有无量纲的数才能运用对数运算

（Fröhlich 2010a; Matta，Massa，Gubskaya，and Knoll 2010）。

我们很快会分析它的影响。现在我们需要注意的是，每个行业的整合

利润-工资比是它自己的利润-工资比以及所有通过投入需求直接或间

接地与它相关的行业的利润–工资比的平均值。因此，相较于直接利

润-工资比，各个行业的整合利润-工资比更为相似，也就是说，它们

的离差将会更小（Shaikh 1984b，71-79）。这样一来，我们可以将

xij这一项看成相对整合单位劳动力成本之比（vulci/vulcj）的“扰

动”项。

在劳动收入实现均等化的简单商品生产中，任何行业都没有利润

（ ），所以对于所有行业i和j，都有xij=1，而且如表9.3

所示，相对价格正好等于相对总劳动时间。但即使是在简单商品生产

中，市场价格也可能与竞争性价格不同，在这种情况下，一些行业的

收入将高于竞争性水平，而另一些行业则低于竞争性水平——如表9.2

所示，在这种情况下 。[1]



更一般地，如果偏差项恰好接近于1，那么我们可以从基本方程中

得到相对价格基本上取决于相对整合单位劳动力成本。为了了解其中

的原理，我们需要注意到战后发达国家的利润-工资比率在25%~30%之

间变动（见表9.5）。假设有两个行业，第二个行业的整合利润-工资

比（0.40）是第一个行业（0.20）的两倍。考虑到整合比率本身是直

接比率的平均值这一事实，如此大的离差可能只是个例外，而非通常

情 况 。 但 即 使 在 这 个 例 子 中 ， 也 有 “ 扰 动 ” 项

。这说明，即使不同行业之间的整合利

润-工资比相差100%，它导致相对价格与相应的相对整合单位劳动力成

本之间的差距也只有16.7%——是前者的1/6。

表9.5 发达国家的利润-工资比

资料来源：AMECO数据库，净营业盈余/职工薪酬。

9.3.3 垂直整合的减振效应

在现代经济中，不同行业之间的联系非常紧密，因此我们很自然

地会发现垂直整合显著降低了利润-工资比之间的离差。接下来考察美

国1998年包含65个行业的投入-产出表。正如表9.6所示，虽然垂直整

合几乎对平均利润-工资比没有什么影响（与我们所预想的一致），但

它使标准差从而也使变异系数（标准差与平均值之比）降低了2/3。垂

直整合带来的减振效应在所有可得年份里都相似。

表9.6 1998年美国直接和整合的利润-工资比分布



资料来源：作者的计算。

对（比如）65个行业而言，我们可以比较每个行业的价格（pi）

与所有行业的平均值（p），从而得到一个65维的偏差项向量

。偏差项的变化性和平均“大小”可以用来衡量价格水平不与整体单

位劳动力成本成比例的程度，而对相对价格的变化率来说， 才是关

键。但在考察经验证据之前，我们必须先解决量度这两个向量之间的

关系时所涉及的理论问题。

[1] 铁和玉米的相对总劳动时间之比（vulc这一比例中将不包含共同劳动收入）就是表

9.3中的竞争性价格之比，等于5。表9.2中的市场价格之比为4.451，所以根据方程有

。



9.4 量度相对价格与其调节水平之间的距离

我们可以像在回归分析中一样，比较两个向量的距离或协方差。

这里的关键问题是计量单位的变化（比如从每吨产量的价格和劳动时

间转变为每千克产量对应的值）或比例尺的变化（比如从每单位产量

的价格pi转变为总销售收入pi·Xi）会影响两个向量间的关系。

9.4.1 数值实例：计量单位变化的影响

我们可以利用一个简单的数值实例来阐明问题。考虑三个行业，

其中价格、工资、整合单位劳动力需求和单位劳动力成本、偏差项与

总产出分别为pi、wi、vi、vulci、 和Xi。表9.7的上半部

分表示了所有变量的初始值。假设我们现在改变每件商品的产出单

位，以使得在新的产出单位下整合单位劳动时间vi=1。例如，行业1的

产出X1=70吨商品1，而它的整合劳动时间为v1=2.56小时/吨。现在我

们重新定义产量为“包”，其中规定每2.56包为1吨。那么如表9.7下

半部分的第一行所示，在新的计量单位下，行业1的产量为

70×2.56=179包。初始价格为2美元/吨，现在它变成了（2美元/吨）/

（2.56包/吨）=0.78美元/包。所有用每单位产出来量度的变量都会产

生 相 同 的 变 化 ， 例 如 vi= ［ 小 时 / 吨 ］ ，

，它们每个实际上都要除

以 2.56 ： ， 。 很 明

显，这一计量单位的变换过程相当于用初始的pi、vi、vulci除以初始

的vi，而用初始产出Xi乘以初始的vi（阴影列表示变换后的变量）。

可见，比率pi/vi、pi/vulci和总量pi·Xi、vi·Xi、vulci·Xi都不

会受到影响：它们的取值独立于计量单位的变化。



9.4.2 截面回归分析的缺陷

计量单位变化对回归分析的影响取决于所涉及的变量是否具有相

同的单位。这是量纲分析的一个定理，即所有方程两边必须使用相同

的单位（Fröhlich 2010a，3; Matta，Massa，Gubskaya，and Knoll

2010，67）。在价格的基本方程 中，利

润-工资比σPW是无量纲的，而p和vulc=w·v的计量单位相同

（$/X）。因此，货币单位或单个行业产出的任何变换都不会改变p和

vulc之间的关系，因为它们对二者的影响方式相同。但整合劳动量v

［hrs/Xi］与前面两个变量的计量单位不同，所以单位变化可能会改

变v、p和vulc之间的关系。

表9.7 计量单位变化对回归和距离量度的影响



表9.7上半部分所显示的初始产出单位中，pi和vi呈高度正相关，

它们的相关系数为0.977。当单位变化成表下半部分时（见阴影区

域），不同行业的pi依然互不相同，但由于vi不再具有类似的差异，

现在变量之间完全不相关了。相反地，pi·Xi、vi·Xi、vulci·Xi之

间的回归没有发生变化，因为总量不受单位变化的影响。这就需要解

释下面的问题。在初始单位中，pi对vi的回归对应的R2=0.936，而

pi·Xi对vi·Xi的回归对应的R2=0.963，这看上去好像是pi和vi之间

的相关性已经很强，而总产量Xi只是又增加了一点解释力，但使用新



的 单 位 使 得 所 有 时 ， 对 的 回 归 得 到 的 R2=0 ， 而

对的回归得到的仍然是R2=0.963，这里又看上去好像是

总产量Xi提供了所有解释力。由于只有无量纲变量才能定义其对数形

式（Fröhlich 2010a，5），因此如果我们将相同的变量转换成无量纲

的形式如 以取其对数，那么对数回归中也可以得到相同的结

果。不管是使用绝对值还是对数值，都可能会出现在一组计量单位下

总产量似乎只贡献了非常小的解释力，而在另一组计量单位下好像又

贡献了所有的解释力（Shaikh 1998a，233; Díaz and Osuna 2009，

438; Fröhlich 2010a，8）。这一点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基于投入-产

出表的经验计算只能估计 这两个比率的取值，我们需要将其

乘以观测到的货币总产量pi·Xi，以得到总量vi·Xi、vulci·Xi。因

此，如果变量的计量单位不相同，并且我们在使用总量时也不能将单

位变量的贡献与相关总产量的贡献区分开，那么截面回归分析的结果

就会受到单位变化的影响（Díaz and Osuna，2009）。我们很快会看

到回归分析仍然适用于时间序列分析。

9.4.3 定义恰当的偏差量度

截面比较还有更进一步的问题，那就是即使是总量pi·Xi、

vi·Xi和vulci·Xi也会受到由计价单位的选择带来的比例尺变化的影

响。例如，我们可以重新调整价格和劳动时间，将它们分别除以各自

的总量得到 。这样一来，重新定义的行业总量

等都是无量纲的，从而可以用于对数回

归。但不论是新的总价格 还是比率 都会随着比例

尺的变化（比如除以某个标量μ）而变化。

幸运的是，有很多方法可以量度两个变量之间的距离，使其不受

单位或比例尺变化的影响。例如，两个向量之间的夹角θ，可以直接



根据经验估计的比率 计算出来，而不需要像在回归分析中那

样根据总水平对其大小进行相应缩放（Steedman and Tomkins 1998，

392; Fröhlich 2010a，6）。斯蒂德曼和汤姆金斯提出可以使用变异

系数CV=tanθ来量度距离，而马里奥利斯提出可以使用欧几里得距离

（Steedman and Tomkins 1998; Fröhlich 2010a，6;

Mariolis and Soklis 2010）。

所有这些距离量度都使用了向量的“大小”。对一个向量q来说，

我们可以将它的“大小”定义为一个满足某些基本性质的正数（标

量）（Lutkepohl 1996，101）。两种常见的量度方式是11范数和12范

数，前者是向量元素的绝对值之和（闵可夫斯基范数p=1），后者是元

素平方和的平方根（Lutkepohl 1996，103）。

一个所有元素都是正数的向量，如 ，其平均值

，所以可以用 来标准化元素qi从而消除比例尺的影响。

这样一来，上述两种距离量度可表示为：



CV和δe在某些方面是相似的，因为它们都是从偏差的平方和的平

方根推导出来的，而且都是未加权的。然而，随着两个向量之间的夹

角增大，它们变化的程度很不一样。当两个向量平行即θ=0时，

cosθ=1，tanθ=0，所以δe=CV=0。但随着两个向量接近正交时，

δ→π/2，cosθ→0，此时，δe→√2，而CV≡tanθ→∞。因此，随

着两个向量夹角的增大，CV与欧几里得距离的差异会越来越大。

方程（9.9）和方程（9.10）揭示了上述两种量度方式独立于计量

单位和比例尺的秘密：它们的形式都类似于标准化向量q/‖q‖（其

中，‖q‖是标量），从而都独立于计量单位和比例尺。但是，由于两

种量度都依赖未加权的偏差平方和，一个有较大偏差的小行业就可能

对总体量度产生很大的影响。我们因此考虑使用另一种基于标准化向

量的量度方式。它应该具有以下三种性质：一般不受计量单位和向量

比例尺变化的影响；应是加权的，以使小行业中较大的偏差也不会对

平均水平产生过大的影响；应有一些便于理解的性质和直观的含义。

其中一种具有这些性质的量度方式可以直接追溯到马克思。我们

先将向量p和vulc除以它们的l1范数‖p1‖和‖vulc1‖，从而得到标

准化的向量 。因为比率 有正元素，

我们可以按照马克思的想法将li范数 理解为价格总和，

代表平均工资，

代表劳动价值之和（Marx 1967c，ch.9，154-160）。这样一来，我们

可以将标准化的比率qi和标准化偏差的百分比q'i=qi-1定义为：



其中， 总劳动时间的货币等价物， 第i个行业的

相对工资， ＝直接价格（与整合的单位劳动成本成比例的

价格）。我们可以用一种简单而常见的情况来阐述qi项的意义。考虑

所有工资与利润率都相等的竞争性情况。此时， 与

劳动力价值成比例的价格，所以 代表第i种商品的价格与相应

的和劳动力价值成比例的价格之间的百分比偏差。那么方程（9.12）

的更一般的表达就可以包含工资不同的情况。

既然q'i是标准化价格和vulc向量之间的百分比差异，那么它的简

单平均值就是对pi和 i之间距离的无计量单位与比例尺的量度。但使

用权重 对其进行加权平均会更好，因为它考虑了行业的规

模。在构造权重的过程中，价格pi可以是观测到的市场价格、生产价

格、直接价格或者垄断价格。总量Xi可以是观测到的产出或与斯拉法

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标准商品相关的参照产出。不同的价格或总量组

合会通过它们对权重的间接影响对最终的量度结果造成影响，但在经

验层面上这种影响很小。基于此，我们可以构造一种古典的距离量度



根据表9.6的数值实例，表9.8列出了权重为

时的δc-量度、变异系数CV和欧几里得距离δe的计算结果。

最后，我们应当注意到，δc-量度是向量的11范数，其中向量的

元素只取决于标准化的比率 。就这点而言，它独

立于向量的比例尺。那么，我们如何把它也写成类似于方程（9.12）

的形式，该方程通过总劳动时间的货币等价物 将直接价格定义

为与整合劳动时间成比例？答案是μ在这个意义上是内生的，即它由

我们所选取的价格类型决定。如果我们考虑的是市场价格，那么μ就

是观测到的总劳动时间的货币等价物，其定义为市场价格之和与总劳

动时间之和的比率。但当我们考虑生产价格时，选择这样的计价标准

就需要特定的μ，它等于生产价格之和与总劳动时间之和的比率。在

下一节我们会看到斯拉法选择他所谓的标准商品作为计价标准，它相

当于在所有的利润率水平下都将标准净产出向量的价格之和固定为其

整合劳动时间之和。这反过来意味着观测到的产出的生产价格之和与

相应的总劳动时间之和的比率会随利润率的不同而不同，也就是说，

对应于生产价格的μ本身成为利润率的函数。[1]由此我们可以得出，

之前讨论的距离量度，例如根据市场价格之和来确定μ的按百分比加

权 的 平 均 绝 对 加 权 偏 差 （ Ochoa 1984; Shaikh 1984b; Ochoa

1989），在市场价格下与古典的距离指标量度（δc）等价，而在生产

价格下彼此不同（见表9.9）。但是，在经验层面二者的差异将会很小

（见表9.9～表9.12）。

表9.8 价格和直接价格间距离的不同量度





[1] 如谢克（1998a，226-229）所言，如果我们选择马克思的标准商品而不是斯拉法的

标准商品作为基准价格，结论依然成立，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产量的价格总和也会随着利

润率的变化而变化。



9.5 关于市场价格与直接价格之间关系的证据

9.5.1 截面证据

图9.1和图9.2对比了以对数形式表示的65个行业的标准化总市场

价格和相应的总直接价格。标准化使每个价格组合都具有单位长度，

因为它用它们各自的范数除以初始价格向量。这使得两组的平均值相

同，所以我们可以在图中使用45度的虚线作为视觉参考（这不是一条

拟合回归线）。这两组数据具有明显的高度相关性（α在统计上不显

著，β=1.01且高度显著，R2=0.973）。然而，正如上一节所讨论的，

在截面分析中，统计回归不能将单位价格的贡献与总量的贡献区分

开。因此，我们转而关注前面讨论过的三种独立于计量单位和比例尺

的价格与vulc之间的距离量度。比率pi/vulci的标准化指标等价于价

格与直接价格的比率pi/ i，其中，通过内生标量μ，我们可以把直接

价格定义为与整合的总劳动时间成比例，μ的值取决于价格类型。在

市场价格下，μ是总市场价格之和与总整合劳动时间之和的比率。这

正是早期文献（Ochoa 1984; Shaikh 1984b; Ochoa 1989）采用的方

法，它意味着在市场价格下，它们的平均加权偏差百分比（%MAWD）等

同于无尺度的古典量度（δc）。然而，在生产价格下，给定观测到的

利润率，引用的研究仍然使用了市场价格条件下的μ，而没有把它调

整到反映生产价格，所以一般而言，早期的量度与古典的距离量度不

一致。斯蒂德曼和汤姆金斯（1998）正确地指出早期的量度

如%MAWD[1]一般不独立于比例尺，但他们漏掉了这一点，即通过恰当

地定义总劳动时间的货币含量，就可以很容易地把这些指标调整到与

比例尺相独立。此外，正如本书数据所示，他们偏好的CV和δ量度大

约比绝对价值量度（384）高出1/3左右。在这一节中，我将会列出早

期的%MAWD和三种无比例尺的量度δc、CV、δe。



图9.1 标准化总市场价格与总直接价格（美国）



图9.2 市场价格-直接价格比（71个行业）

图9.1展示了美国1998年（65个行业）和1972年（71个行业）的投

入-产出数据。表9.9列出了两种无权重的距离量度CV和δe以及两种有

权重的距离量度%MAWD和δc（当比较市场价格和直接价格时，两种有

权重的量度相同）。还应补充的是，因为实际市场价格包含折旧成

本，对整合单位劳动力成本的估计也必须考虑这一点。之前的经验研

究常常在后者的计算中忽略了折旧，扭曲了不同价格组合之间的真实

关系。在经验层面上，在计算中纳入折旧会减少一些量度下的距离，

而增加另一些量度下的距离。所有进一步的细节都在附录9.2中进行了

说明。

我们可以将前面的结论视为对李嘉图截面假说的市场价格版本的

验证，即方程（9.5）中的“扰动”项xij接近于1。在1947—1998年超

过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市场价格包含所有非竞争性和非均衡因素，而

它与直接价格在两种平均绝对偏差量度下仅相差15%左右，在两种均方

根量度下则相差18%左右（在实际数据中后两种量度的取值显著更

高）。这里的重要之处在于，图9.1和图9.2所显示的直观结果被证实

了：在截面数据中，实际市场价格非常接近于直接价格。

表9.9 美国经济中的市场价格和直接价格（1947—1998年）



9.5.2 时间序列的证据

李嘉图的时间序列假说提出方程（9.6）中扰动比率 的取值很

小。这里有趣的第一点是，在时间序列比较中回归分析现在变为可行

的了。这是因为我们在不同的时间段里比较的是标准化的比率

。不同于截面分析，产量在这里没有起直接作

用。我们接着面临以下两个问题。首先，在两个不同的时间段里价格

与直接价格之比的相关性是怎样的？这种相关性如何随着时间段长度

的变化而变化？这等于是要确定在某个时间段内静态扰动项之间的相

关性程度。其次，随着时间的变化，价格与直接价格之比变化的百分

比平均是多大？它如何随着选择的间隔长度的不同而变化？这等于是

要测量动态扰动项 的大小。

图9.2对比了1972年与始自1967年并向前推至1947年连续数年间的

pi/ i。表9.10列出了与此相关的相关性和距离量度，以及1967年与之

前的时期、1963年与之前的时期等类似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到5年后

（1967—1972年），甚至9年后（1963—1972年）的价格比率高度相

关。相较而言，14年后（1958—1972年）的相关性较弱，25年后

（1947—1972年）的则更弱。表9.10表明即使选取9年的间隔（大致上



为10年的经典周期），如阴影部分所示，结果都还非常稳健[2]：调整

后的R2的取值范围为0.82~0.87，平均偏差量度δc取值范围为4%~6%，

而均方根偏差量度CV和δ的取值范围为7%~8%。这些范围全都位于李嘉

图假定的区间之中！

表9.10 美国经济中不同间隔年份市场价格与直接价格之比的变化

9.5.3 李嘉图时间序列假说的施瓦茨-普提检验

我们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来研究李嘉图的时间序列假说。20世纪60

年代，美国杰出的数学家、计算机科学家雅各布·施瓦茨（1961，

43）实施了一项非常简单而巧妙的检验。假设任何一组相对价格都可

以表示为 ，其中 ，我们预期相对整合劳动时间 中

所反映的结构因素在短期内不会发生太大的变化。另外，在一段从波

峰到波谷的短而动荡的经济周期内，行业产出、工资和利润会经历很



大的波动，这个周期通常短于一年。因此，从波峰到波谷的运动就为

检验相对价格对工资和利润的敏感性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而这恰恰是

李嘉图所关心的（Petrovic 1987，197，200）。施瓦茨分析了1919—

1938年之间包含大萧条在内的4个经济周期中相对价格的运动。他发现

各行业产出的变化率为30%~60%，购房合同和工资的变化率为40%。然

而，相对行业价格的变化率平均只有7.33%！表9.11列出了施瓦茨的估

算结果。

普提（2007）将施瓦茨的检验扩展到1856—1969年间的31个美国

经济周期，并将行业价格处理为相对于批发价格指数的价格水平。他

不仅考察了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基于整体经济确定的经济周期的波峰

和波谷，而且考察了在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确定的日期附近的局部波

峰和波谷。由于他的数据范围包含了大萧条时期，他使用了两种方法

来估计总量和价格的波动，其中一种排除了大萧条这一灾难性事件，

另一种则没有排除。当大萧条被排除在外时，平均的产出变化显著减

少了，但这几乎不影响相对价格。对季节变化进行调整也没有什么影

响。如表9.12所示，普提的结果有力地支持了施瓦茨的最初发现：在

31个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确定的经济周期内产出总量的变化率为

22.2%，而在个别行业周期内变化率为30.6%；另外，尽管包含大萧条

使从波峰到波谷的经济周期更动荡，但平均相对市场价格在美国国家

经济研究局确定的经济周期内只变化了8.45%，在局部周期内也只变化

了9.22%。考虑到市场价格一般比生产价格波动更大，这些结果为几乎

是两个世纪以前提出的李嘉图假说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古典主义者显

然非常熟悉实际市场行为。

表9.11 美国4个商业周期内产出、报酬和相对价格的变化（1919—1938年）



表9.12 美国31个商业周期内的产出和相对价格（1856—1969年）



资料来源：Puty 2007，appendix table 3.



[1] 就标注而言， ，其中 被固定为市场价格总和与

总劳动时间总和的比率。如前所述，这是对μ在市场价格情况下的恰当测量，但在生产价格下

则不是。

[2] 相关性和距离量度并不规律地随着间隔长度的拉长而变弱。如果我们意识到市场价格

体现了与二战结束、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等相关的波动，那么这一点就不那么奇怪了。



9.6 生产价格、直接价格和市场价格

9.6.1 理论议题

因为市场价格围绕（调节）生产价格上下波动，问题的关键就变

成了对后者的分析。李嘉图和马克思很久以前证明过生产价格与整合

劳动时间之间的差额取决于工资和利润的分配情况。所以，我们需要

回答的问题是：生产价格究竟如何随着工资和利润的分配而变化？

斯拉法为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非常简洁而深刻的分析思路。回想

一下我们在6.3.3小节中提到，量度经济利润的一般准则要求我们计算

投入和产出时使用相同的价格水平。这样一来，生产价格就形成了一

个共时方程体系。出于可比性的考虑，我将按照斯拉法的思路，在计

算总预付资本时不考虑工资，先只关注流动资本（见附录6.4中列出的

另一种考虑固定资本的方法），但我沿用了列昂惕夫对投入-产出矩阵

和向量的符号标注（见附录6.1）。令aij为行业j中第i种商品的投入

量，则pi·aij为行业j中投入的第i种商品的成本；设lj为行业j中每

单位产量所需的直接劳动量，则w·lj为该行业的单位直接劳动力成

本。斯拉法在这一步骤中省略了固定资本，并假设所有流动资本的周

转时间均为一个时期，所以用于支付原料的预付资本存量等同于投入

成本的流量。那么，根据会计恒等式，成本加利润等于（比说）行业1

的价格，即为基于共同工资率计算的单位劳动力成本w·li加上单位原

料成本总额（p1·a11+p2·a21），再加上基于正常利润率计算的预付

资本的利润r（p1·a11+p2·a21），等于商品的单位价格p1。这样一

来，一般价格体系就可以写出如下方程组，这里以三种商品为例：



一般价格体系中有N种商品（例子中N=3）、N+2个未知量（N个价

格、w和r）。如果我们选择某个特定的价格或价格组合pk作为基准价

格，从而使其他所有价格和工资率用它来表示，那么我们会得到含有N

个方程的方程组，其中有N+1个未知量，包括N-1个相对价格 、实际

工资 和利润率r。斯拉法指出选取一个特定的实际工资，即不把它看

成一个未知量，那么相对价格和利润率的水平会随之决定（Sraffa

1960，11）。他也指出不管哪种商品成为计量标准，选择更高的实际

工资必然会带来更低的利润率。既然这种反比关系适用于以任何给定

商品为计价单位的实际工资，那么它也应该适用于传统意义上的实际

工资，即货币工资与某个特定的一篮子商品的价格之比，以及根据货

币工资与单位劳动的国民净收入（即单位劳动的净产品价格）之比计

算得出的工资份额。这样一来，斯拉法就将实际工资和利润率反向运

动这一古典命题一般化了，因此前者的下降意味着后者的上升

（Sraffa 1960，40）。

还有一个问题同样重要，即相对价格怎样随着分配的变化而变

化。考察方程（9.16），存在一个特定的实际工资或工资份额使r=0。

在这种情况下，在每个行业中整合的利润-工资比 将会为

零，相对价格将恰好等于相对整合劳动时间。在某个更低的实际工资

水平下，对应的利润将为正数。然而，如果所有行业都有着相同的整

合资本-劳动比 ，那么相对价格仍会等于相对劳动时间。因此，

“由实际工资变动引起的相对（生产）价格变动的关键在于不同行业



中所使用的劳动和生产资料之比互不相同”（Sraffa 1960，12）。反

过来，如果不同行业之间的这一比例互不相同，那么相对价格一定会

随着分配的变化而变化（13）。这很明显与9.2节中所概述的古典方法

紧密相关。

现在，又出现了一个进一步的古典难题。如果相对价格发生改

变，其中有多少是由所考虑的商品的价格引起的，又有多少是由计价

单位的选择引起的？这种不确定性“使得这一研究由分配变动引起的

价格变化变得更复杂了。我们无法判断任一给定的价格波动是由被量

度的商品的特性引起的，还是由量度标准的特殊性引起的”（Sraffa

1960，18）。不过，如果我们能找到一种单一的或合成的商品，它的

价格“不必”随着分配的变化而变化（16），那么它将成为分配问题

中理想的标准品，因为它能确保某种特定商品的相对价格仅仅因商品

本身的特性而随着w、r的变化而变化。

所以，我们开始分析为什么任何商品的价格都不得不随着分配的

变化而变化。这里我们考虑均等化工资从w下降到w'而均等化利润率相

应地从r上升到r'的情况。在所有行业中，工资下降会在当前价格水平

下创造更高的利润。假设存在某个“标准”行业，其资本-劳动比的取

值使得由工资降低带来的更高的利润量恰好足够使该行业赚到新的竞

争利润率r'，那么它的价格就不需要为了实现该利润率而改变。但在

其他有着不同资本-劳动比的行业，它们的价格仍然需要发生变动以达

到相等的利润率，并且只要这些价格变动影响了标准行业生产资料的

货币价值，那么后者的价格也不得不发生改变以在一个新的资本存量

水平下保持竞争性利润率r'。这里有一个例外，即这个标准行业的生

产资料及其生产资料对应的生产资料等以此类推得到的斯密序列全都

恰好由某些有着相同的标准资本-劳动比的合成行业生产出来。一个行

业只有满足上述“循环”特征，才能充当不受分配影响的标准品。只

有这时，它的总生产资料的货币价值才不随着价格的变动而变动，从



而使得实际工资的改变直接产生一个新的竞争性利润率，而不会改变

其商品价格（Sraffa 1960，12-16）。

斯拉法表明，我们总是可以建构一个独有的合成标准行业，使它

满足这种循环特征，因而它的价格也将不会随着分配的变化而变化。

选择这个价格作为计价单位，就会使这个标准行业内存在的实际工资

和利润率之间的反比关系直接显现出来。的确，在斯拉法关于工资不

属于预付资本这一假设下，这种反比关系还会是线性的。[1]

现在，有了这种商品作为标准品，w就表示标准行业净产出的工资

份额。在分配范围的顶端，工资会占据人均标准产品的全部货币价

值，所以工资份额w=1，而r=0。在另一端，利润会占据净产品价值的

全部，所以w=0，而r=R。这里R是最高利润率，也正好是标准行业的

“循环性”净产出-资本比（Sraffa 1960，17）。

更引人注意的是，斯拉法表明，只需将线性的工资-利润关系作为

另一个方程添加到生产价格体系中，就相当于选择人均标准净产出的

价格作为理想的计价单位，“而不需要定义其具体的构成，因为其他

任何计价单位都不能满足这一比例原则”（Sraffa 1960，31）。由

此，我们可以将方程（9.15）中的工资-利润关系添加到方程（9.14）

的价格体系中，并且回到我们最初的问题上，即面对工资-利润分配的

变动时单个商品的价格路径——因为现在每种商品的价格路径仅仅取

决于它自身的特征。在均等化工资和均等化利润率的条件下，方程

（9.4）中的基本价格关系简化为：



其中，在每个行业中w、r现在是相同的。为了使标准商品作为选

价 值 计 量 标 准 ， 将 w=1-r/R 添 加 到 这 个 方 程 中 可 以 给 出

，进而导出：

其中， 行业i的整合产出-资本比，R=构造的标准行业

中整合产出-资本比，其不受分配的影响。这个公式的巧妙之处在于，

它告诉我们，一个行业的标准价格偏离其整合劳动时间的程度，完全

取决于该行业的整合产出-资本比相对于（恒定的）标准产出-资本比R

的变化。它还告诉我们，当r=0时，标准价格等于整合的劳动时间（马

克思的劳动价值）。

在这种情况下，行业的整合产出-资本比完全根据整合的劳动时间

求得， 代表马克思以劳动量度的“资本的物质构成”的垂

直整合等价物。[2]在w=0，r=R的另一个极端，方程（9.16）中的第i

个价格可以简化为 。此时，所有行业都有相同的产出-

资本比且与标准行业相等： （Sraffa 1960，16-17）。

[3]另外，既然标准产出-资本比不随分配的变化而变化，它的取值就

等于r=0时的值，此时，标准价格等于整合的劳动时间。所以，R就是

在马克思意义下标准行业的劳动价值构成。由此可知，随着r的改变，



当r=0时，关键项 始于行业特有的比率 ，即特定行业的

整合价值构成VR(0)i相对于标准行业的比值VR(0)i，直到r=R时，它最

终将等于一个共同比率 。不幸的是，即使我们知道 的

起点和终点，也无法确切地知道这些比率从一个点到达另一个点的具

体路径。而这又非常重要，因为单个标准价格的路径可能很平缓，也

可能会根据它们的整合资本密集率 随分配的变化而“上下波

动”。

此外，实际工资或工资份额的路径也与此相关，其中前者根据某

个具有代表性的一篮子消费商品进行定义，后者则根据在实际经济中

的人均净产量进行定义。即使单个标准价格存在波动，大量商品的价

格也可能随着利润率的变化而平缓变化，因为单个价格的波动倾向于

相互抵销。那么，如此定义的工资就成为线性项w=1-r/R与平滑的合成

价格之比。由于分子和分母都是用相同的（标准）基准价格来表示

的，因此这个基准价格就会相互抵销。这样一来，不管基准价格是多

少，该比率的取值都不变。但考虑基准价格的路径能使我们了解它何

以会不变，这是因为我们总是可以把任何比率如pi/pj或w/pj的变化分

解为围绕着一个固定中心变化的几个部分。我们会看到这在关于技术

转换和再转换的争论中非常重要。

9.6.2 数值实例

在这里，考虑运用方程（9.14）中的三行业体系来进行数值分析

会有助于我们的理解，工资率w像方程（9.15）中一样确定为w=1-

r/R。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将所有投入系数aij表示为矩阵A，将所有每单

位产出的直接劳动量lj表示为向量l，具体数值如下：



那么，对在区间w=0，…，1内任意给定的w而言，我们可以解方程

并得出相应的利润率r和三个标准价格 。如前所

述，当r=0时，这些标准价格p（r）j等于整合劳动时间vj，且随着r的

增大增至最大值R，这些价格的变化轨迹由它们的关键比值 的路

径决定（见附录9.1）。既然所有价格p（r）j都在r=0时从vj开始，用

价格与劳动时间之比 p（r）来研究会比较方便，因为该比率

总在r/R=0时从1开始，随着r/R接近1，它们沿着图9.7显示的路径移

动。图9.3的第一部分表明在这个数值实例中关键比值 都遵循近

似线性的路径，而图中第二部分则表明单个标准价格与劳动时间之比

也遵循同样的路径。我们在9.7节中会看到，如果关键比值具有线性，

那么标准价格也具有线性。



图9.3 三行业的数值实例

在图9.3中，对于行业1~3，价格-劳动时间的百分数偏差（价格-

马克思价值的偏差）从r=0时的0移动到r=R时的22%、12%和-48%。相应

的距离量度参见图中第三部分。请注意，在这个例子中CV<δc<δe。

在由垂直虚线表示的观测到的利润份额（见表9.6）下，三种距离量度

都落在李嘉图的r区间内。[4]所以李嘉图的这一观点是正确的，即平

均生产价格倾向于接近整合劳动时间。另外，马克思在这一点上也同

样是正确的，即个体的偏差可能很大，因而不该被忽视。

线性的标准价格是否具有现实性呢？它们当然是诸如马克思的再

生产体系和萨缪尔森-加雷尼亚尼模型这样的经典理论模型的特征（见



9.10节）。另外，斯拉法认为，一般而言，随着利润率的上升，相对

价格p（r）i/p（r）j可以多次上升和下降（Sraffa 1960，14-15）。

这意味着单个标准价格p（r）i和p（r）j不可能是近似线性的，因为

如果它们是近似线性，那么相应的价格比率不会显示出“波动”。我

很快会回到这个问题上。但首先，在理论讨论中，我总是认为考虑经

验证据会有所帮助。

[1] 斯拉法草草抛弃了“古典经济学家的工资由资本‘预付’这一观点”，而没有给出任

何正当的理由（Sraffa 1960，10）。直到后来，我们才意识到这使他可以把工资和利润之间

的反比关系描述为线性关系（如果工资是预付资本的一部分，它会是曲线形的）。虽然这种处

理更简单，但我们几乎没有必要这样做（Shaikh 1998a，226-229）。

[2] 马克思将资本的物质构成定义为 L/C，即活劳动 L与死劳动C之比（Shaikh

1987c）。

[3] 斯拉法提出所有行业的直接产出-资本比在r=R时都相等。但如果所有的直接比率都

相等，那么所有的垂直整合比率也会相等，因为后者仅仅是前者的平均值（见9.3.1小节）。

[4] 从直接的或整合的角度来看，都有R=Y/K＝标准行业中的净产出/资本，因为标准行

业自始至终都具有相同的比率（循环）。所以r/R=r·K/Y=标准行业中的利润份额，而且我们

会看到它接近平均行业（即整体经济）中的利润份额。



9.7 作为利润率函数的生产价格与直接价格、市场价
格之间关系的证据

生产价格理论模型往往开始的时候只考虑流动资本，然后再加上

固定资本的影响。在分析经验证据时，我也会采用这样的步骤，因为

这样我们就可以评价将固定资本引入经验估计所产生的影响。任何对

理论价格和实际市场价格所进行的合理检验，都应当纳入固定资本和

折旧，因为市场价格中已经包含了这两者。

9.7.1 流动资本模型

图9.4展现了运用美国1998年的数据所得到的单个行业相对于标准

行业（VRR≡R）的整合产出-资本比的路径。显然，单个行业的产出-

资本比VR(r)j的路径一般而言遵循非常平缓且近似线性的路径。但

是，65个行业中有4个在r/R最高的取值区域出现了稍微复杂一些的变

动。图9.5聚焦于以下行业：石油与天然气开采，广播与电子通信，基

金、信托和其他金融工具，以及餐饮服务。图9.5中的第一张图覆盖了

r/R的整个区间（0，1），我们看到即使在这几个特殊的行业中，整合

比率 在大部分区间都变动得非常平缓，而所有的波动都限于

r/R>0.75的区间。第二张图放大了r/R的较高范围，我们可以看到，正

如斯拉法所暗示的那样，这些比率的确可以转变方向。但这些转变仅

限于其最终值（对所有行业而言都是1）±1%这一很小的区间内。从有

利的理论视角来看，它们可以被视为对斯拉法论点的证明。但在实际

层面上，这种变化比数据中可能出现的测量误差还要小。





图9.4 美国1998年相对于标准行业的整合产出-资本比（流动资本模型）

图9.5 4个例外行业的整合产出-资本比（流动资本模型）

注：行业3=石油、天然气开采；行业39=广播、电子通信；行业44=基金、信托和其他金融工
具；行业60=餐饮服务。

9.7.2 线性产出-资本比的含义

如果单个行业的整合产出-资本比VR(r)j是关于r的完全线性函

数，那么：

这是一个线性函数，且必然经过两个端点：在w=1，r=0处，有

VR(0)j≡VR0j＝第 j个行业的劳动价值构成；在w=0，r=R处，有

VR(R)j=R，即标准行业的劳动价值构成。那么，单个商品相应的标准

价格格p(r)j也会是完全线性函数。为了表明这一点，我们把前面的表

达式改写为VR(r)j–r=w(r)·VR0j，将其与方程（9.17）联立可以得

到作为r/R的线性函数的价格-劳动时间比。



图9.4表明流动资本情况下的经验比率 非常近似于线

性，但并非完全线性。因此，图9.6中相应计算出的标准价格也最终是

近似线性的，只有少数行业更接近于二次函数。65个行业中只有4个行

业的标准价格显示出价格-价值偏差方向的（单一的）逆转，且它们恰

好是图9.5所示的那4个行业，其产出-资本比在非常高的标准利润份额

r/R>0.75（是所观测到的利润份额0.33的两倍多）时出现了方向转

换。图9.6展现了一般模式，它们常见于美国的表格，包括新近可获得

的涵盖1997—2009年的美国经济分析局投入-产出数据和更早期的1947

—1973年的数据（Shaikh 1998a）。图9.7集中分析了表现出方向转换

的4个行业，结果是其标准价格始终都接近于劳动时间（10%以内），

并且所有的转换也都只发生在观测范围之外的非常高的利润份额区

间。





图9.6 美国1998年的标准价格-劳动比（流动资本模型）

图9.7 美国1998年4个例外行业的标准价格（流动资本模型）

注：行业3=石油、天然气开采；行业39=广播、电子通信；行业44=基金、信托和其他金融工
具；行业60=餐饮服务。

前面提到的单个行业的模式直接表明：总工资-利润曲线是两个关

于利润率的线性函数的比率。正如9.6节中所提到的，我们可以量度实

际工资或工资份额，这取决于我们是根据实际经济中一揽子消费品的

价格还是根据一揽子人均净产出的价格来对标准工资进行平减。在这

两种情况下，如果单个标准价格近似线性，那么任何一揽子商品的价

格都将近似完全线性。这样一来，实际工资或工资份额都会是平滑的

曲线（直角双曲线），即为线性标准工资w（r）=1-r/R与线性合成标

准价格之比。图9.8展现了计算得出的1998年美国经济中的工资份额和

标准工资份额（w），前者［δW(r)t］是关于利润率的函数。之前的

预期都完全实现了。

9.7.3 固定资本模型



现在我们将固定资本纳入计算过程中，以使成本包括折旧，预付

资本包括固定资本存量（见附录9.1和附录9.2）。固定资本的引入产

生了显著的影响，它使整合产出-资本比因而使标准价格都实际上变成

了线性函数（Shaikh 1998a）。图9.9展示了相对于标准行业的相对整

合产出-资本比的路径 ，图9.10展现了标准行业价格的路

径，而图9.11则集中展现了在流动资本情况下显示出方向转换的4个行

业的比率和价格。我们马上发现，在固定资本的影响下，所有变量的

路径都被拉直了。这些模式与谢克（1998a，93; 2012a，238-242）的

研究相一致，并且在我可以构造出固定资本矩阵的所有5个美国表格中

都是通用的。

图9.8 美国1998年的实际工资-利润曲线（流动资本模型）





图9.9 美国1998年相对于标准行业的整合产出-资本比（固定资本模型）





图9.10 美国1998年的标准价格-劳动比（固定资本模型）

图9.12描绘了1998年固定资本模型中的工资份额曲线以及线性的

标准工资曲线。虽然经验工资份额曲线在流动资本模型中是凹向原点

的（见图9.8），但在固定资本模型中是凸函数。在这两种情况下，工

资份额曲线都是标准工资曲线（我们将其构造为完全线性的）与实质

上线性的净产出价格之比，所以在这两种情况下实际工资份额都是直

角双曲线。但在流动资本情况下，根据整合劳动时间量度的平均整合

产出-资本比（即在r=0处）高于相应的标准比率R，而对固定资本模型

而言，情况正好相反。考虑到诸如净产出或工人一揽子消费品的线性

性质，我们可以从那个简单的规则中推断出工资-利润曲线的形状。

图9.11 美国1998年4个例外行业的整合产出-资本比和标准价格（固定资本模型）

注：行业3=石油、天然气开采；行业39=广播、电子通信；行业44=基金、信托和其他金融工
具；行业60=餐饮服务。



图9.12 美国1998年的实际工资-利润曲线（固定资本模型）



9.8 经验性距离量度

我们可以利用三个基本指标中的任意一个来计算出作为利润率函

数的生产价格与整合劳动时间之间的距离。图9.13首先展现了美国

1998年的经验流动资本模型的距离量度值，然后是经验固定资本模型

的距离量度值。两个坐标轴都使用了对数比例尺，因为这样会显示出

数据的显著特征：在流动资本模型和固定资本模型中，所有距离量度

的对数-对数路径一开始都是具有单一斜率的直线，不过在末端处，流

动资本量度的斜率有所上升，而固定资本量度的斜率则有所下降。

事实上，这也是李嘉图所假设的。在他对生产价格的分析中，他

假设利润率1%的变动会导致相对生产价格大约1%的变动，换言之，相

对价格与利润率之间的弹性为单位1。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他总结道，

相对价格的变动不会超过7%，因为资本家绝不会忍受实际工资的增加

使利润率下降超过7%（Ricardo 1951b，36; Petrovic 1987，197）。

经过这一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近似统一的弹性一定与标准价格的近似

线性相关。假设标准价格如方程（9.20）那样是完全线性的。那么我

们可以写出：

这表明线性标准价格的价格-劳动偏差的百分比与其资本的整合劳

动价值构成相对于标准行业的偏差百分比成比例。那么价格-劳动偏差

的百分比对r/R的弹性恰好等于1，[1]尽管变化的方向取决于资本密集

度偏差 的符号。距离量度本质上是在测量偏差的绝对值（而不

考虑偏差的符号），并且很显然如果价格是完全线性的，那么它们也



将获得单位弹性。因为绝对值是正数，所以我们可以对它取对数，从

而得到 ，它是一条斜率为1的直线。当然，实际

价格不是完全线性的。流动资本模型得到的价格曲率（见图9.4～图

9.6）比固定资本模型（见图9.9~图9.10）的稍微大一点，且一般而

言，在更高的r/R下，价格倾向于具有更大一点的曲率。因此，我们可

以预期距离量度的弹性最初近似于1，而随着r/R趋于1，它也会偏离

1。这正是我们在图9.14中所展现的距离量度弹性中发现的情况。在流

动资本情况下，所有三种量度的弹性都会上升，而在固定资本情况下

它们都会下降。

图9.13 美国1998年标准价格-劳动时间偏差的距离量度（流动资本模型和固定资本模型）



图9.14 美国1998年距离量度的弹性、标准生产价格-劳动时间的偏差（流动资本模型和固定资
本模型）

在这里，尤其有趣的是，当观测到的r/R=0.286时，流动资本模型

的所有三种量度值的弹性都大约为1.1，而在固定资本模型中当观测到

的r/R=0.172时，我们得到的弹性值大约为0.90。由于在给定的生产条

件下R不会改变，因此固定资本模型的结果意味着利润率10%的变动将

使得生产价格与劳动时间之间的距离变动约9%——这实质上正是李嘉



图宣称的观点！所有年份的数据基本上都得到了相同的结果。除了雅

各布·施瓦茨（1961）和彼得罗维奇（1987）之外，大部分数理经济

学家都没有费心去研究这方面的理论。

[1] 方程（9.21）具有如下形式：y=a·x，其中 。如果因一个

行业的整合构成正好与标准行业一致而有a=0，那么不管如何进行分配，它的价格都等于整合

劳动时间。对于 的情况，因为y=a·x，所以弹性 。



9.9 观测到的利润率水平下生产价格与直接价格、市
场价格之间关系的经验证据

上述分析侧重于讨论当利润率在其理论范围0~R之间变动时生产价

格的经验性质。现在我们分析观测到的利润率水平下生产价格与直接

价格、市场价格之间的经验关系，首先分析截面数据，其次分析时间

序列数据。

9.9.1 截面数据

在任一时刻，经济中都存在实际劳动时间、市场价格和观测到的

利润率以及相应的计算出来的一组生产价格。对1998年的美国来说，

流动资本模型中观测到的r/R=0.286，而固定资本模型中的这一数值为

0.172（见附录9.2）。图9.15展现了生产价格与直接价格之间的关

系，流动资本模型的数据来自1998年，而固定资本模型的数据来自

1998年和1972年。表9.13列出了1947—1998年三个无比例尺的距离量

度，以及之前提出的另一个量度（%MAWD），它具有比例尺但具有非常

相似的取值。古典量度m得到的距离为13%（%MAWD实际上更高，为

15%），而另外两个均值平方根得到的距离为18%。

图9.16和表9.14用同样的方法处理了市场价格，以与生产价格进

行比较。这里，%MAWD和δc得到的距离为15%，而CV和δe得到的距离

为20%。



图9.15 生产价格与直接价格

表9.13 美国1947—1998年观测到的利润率水平下的生产价格和直接价格（固定资本模型）



图9.16 生产价格与市场价格



表9.14 美国1947—1998年市场价格和观测到的利润率水平下的生产价格（固定资本模型）

9.9.2 解决市场价格与生产价格、直接价格之间距离
的难题

现在我们来分析市场价格和生产价格之间的距离问题。鉴于前者

围绕着后者波动，而后者反过来与直接价格之间存在系统性偏离，我

们通常假设市场价格-直接价格之间的距离大于生产价格-直接价格之

间的距离（Zachariah 2006; Flaschel 2010，225-226; Fröhlich

2010b，11）。这个观点似乎来源于这样一个代数事实，即市场价格

（pm）和直接价格之间的距离，可以分解为生产价格和直接价格之间

的距离与市场价格和生产价格之间的距离这两部分：pmi-

i≡（p（r）i- i）+（pmi-p（r）i）。但是，代数分解并不适用于距

离量度。假设p（r）i=92， i=85，市场价格在两个连续的例子中分别

取值91和88。表9.15表明，尽管在这三个变量之间存在这样一个恒等

式，但是市场价格与直接价格之间的绝对百分比偏差（或其平方）的

加总值完全有可能低于生产价格与直接价格之间相应的加总值。事实

上，对所有距离量度而言，都存在这种普遍的可能性。[1]



表9.15 解决市场价格-直接价格距离的难题

记住这一点之后，表9.16汇总了表9.9~表9.11中1947—1998年所

有三组价格偏离的距离量度。我们看到，市场价格-直接价格之间的距

离大于古典量度意义下的生产价格-直接价格之间的距离，这正是通常

的预测结果。但是，根据CV和δe的量度，前者和后者大致相等，而这

似乎与我们的预测相反：市场价格似乎更接近于直接价格，这似乎与

生产价格偏离直接价格而市场价格围绕着生产价格上下波动的古典假

设相矛盾。

表9.16 美国1947—1998年市场价格、观测到的利润率水平下的生产价格与直接价格之间的平
均距离（固定资本模型）

对这种模式的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在估算直接价格或更有可能在

估算生产价格时存在误差，特别是考虑到投入-产出数据仅能得到平均

生产价格而非调节生产价格。但更深层次的问题是古典假说并未能转

化为通常的预测结果。我们可以用9.6节中产生的三部门数值实例市场



价格来证明这一点。假设每个行业的市场价格随着生产价格随机波

动，那么我们可以把市场价格写成：

其中ηjt是均值为1的随机变量［即log(ηjt)具有零均值］，并

且是时间的函数，因为即使在给定的利润率下它也会发生波动。由于

市场价格围绕着生产价格上下波动，且后者是利润率的函数，所以市

场价格通过其与生产价格的关系成为利润率的函数，并通过其与随时

间的推移而变动的误差项ηjt的关系成为时间的函数。因为生产价格

系统地偏离于直接价格，所以市场价格也将如此，尽管是以更动荡的

形式。图9.17中的第一个图展现了每个行业的市场价格–直接价格比

率（实线）和相应的生产价格-直接价格比率（虚线），第二个图画出

了市场价格与直接价格、生产价格与直接价格的欧几里得距离。在

r/R=0附近，生产价格基本上等于直接价格，所以误差项决定了市场价

格。但随着r/R越来越接近1，生产价格逐渐偏离直接价格，市场价格-

直接价格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多地取决于生产价格与直接价格之间的结

构性偏差。因此，在某一点之后，这两个距离是相似的，甚至还有可

能出现市场价格-直接价格之间的距离小于生产价格-直接价格之间的

距离的情况。

9.9.3 时间序列证据

在9.5节中，我们从李嘉图的截面假设和时间序列假设入手，研究

了观察到的市场价格与计算得到的直接价格之间的截面关系和时间序

列关系。但李嘉图自己的假设还包含生产价格与直接价格之间的关

系。如表9.16所示，古典量度的平均距离为13%，而另外两个量度的为

18%。这里我们考虑相应的时间序列关系。我们现在可以使用回归分析

的方法了，因为这里比较的是跨越两个连续时间段的标准化比率



。图9.18依次比较了1972年与1967年、1972年与

1958年、1972年与1947年的生产价格-直接价格之比。相应的相关性和

距离量度参见表9.17。这些模式与表9.10中市场价格所呈现的特征非

常相似，除了在连续的阶段之间相关性更强、距离更小。在这个意义

上，生产价格的确比市场价格更接近于直接价格。我们再一次发现，

4~5年的间隔得到的相关性最强、距离最小，尽管9年间隔的结果也完

全处于李嘉图区间之内：调整后的R2约为0.90，平均偏差的均值在

2%~5%，偏差的均值平方根则在5%~9%。因此，马克思的观点也非常正

确：“价值规律支配着价格的运动，生产上所需要的劳动时间的减少

或增加，会使生产价格降低或提高。”[2]（Marx 1967c，179）





图9.17 数值实例（生产价格-直接价格与市场价格-直接价格）

图9.18 生产价格与直接价格之比（71个行业）

表9.17 美国经济中不同间隔年份生产价格与直接价格之比的变动



[1] 这是范数的一般性质，当向量z=x+y时，必然有‖z‖≦‖x‖+‖y‖（Lutkepohl

1996，101），这一三角不等式意味着‖z‖-‖x‖﹤‖y‖。

[2] 中文转引自《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00页。——译者注



9.10 工资-利润曲线（1947—1998年）

任何给定年份的实际工资-利润曲线，都被定义为工资在由生产价

格衡量的单位工人净产出价值中所占的份额。为了进行跨时间的比

较，我们有必要根据每个工人的实际净产出随时间推移的变化来进行

调整。如果我们将每个工人的净产出的货币价值（y）看作其产品的价

格指数（p）和其数量指数（yr）的乘积，那么在给定利润率下的工资

份额就变为 。这样一来，根据某个参照年份单位工人的净

产出yr0计算得到的意愿实际工资曲线为：

换言之，我们可以通过将每年的实际工资份额乘以生产率指数得

到实际工资曲线。图9.19展示了1947—1998年根据固定资本模型得到

的实际工资曲线，其中每条曲线绘制的横坐标轴都是由自己的最大利

润率决定的利润率范围。我们发现了几个显著特征。首先，所有曲线

都稍稍向外凸，近似线性但不像克雷尔（1977，306，fig. 9）和奥乔

亚（1989，424，fig. 1）所展现的那样显著。其次，我们可以明显看

到由技术变革带来的生产率增长所产生的强烈影响，它让曲线在工资

轴上的截距逐年上升。最后，如表9.18所示，尽管如此，不同的曲线

相交，这是因为（根据产能调整过后的）最大利润率在1947—1972年

下降，然后基本保持稳定。这里投入-产出最大利润率的路径类似于

6.8节中图6.2所示的在可比期间的国民收入和生产账户企业最大利润

率。应该指出的是，这些是在不同年份观测到的曲线，而不是在给定

年份使用不同方法计算得到的。当我在9.11节讨论再转换及其与新古

典分配理论的关系时，我会再讨论这些曲线的含义。



图9.19 实际工资-利润曲线（1947—1972年）

表9.18 美国标准正常产能下的最大利润率（1947—1998年）

最后，表9.19比较了观测到的产出-资本比和标准比率（R），它

们都根据相同的年度指标进行了产能利用率的调整（从而它们的比率

不再受此调整的影响）。这两组数据之间的差距基本上保持在10%以

内。根据附录6.5.4的分析，这意味着我们可以将观测到的产能-产出

比的时间趋势作为技术变革方向的合理指数。但是在这里，我们还需

要纠正传统的资本存量量度所具有的主要缺陷（见6.8节）。

表9.19 美国实际正常产能和标准正常产能下的最大利润率（1947—1998年）





9.11 古典相对价格理论的起源和发展

9.11.1 古典起源

这一切都要从举世无双的亚当·斯密开始说起。他区分了收入驱

动的竞争和利润驱动的竞争，以说明当不存在利润时，收入驱动的竞

争会促使每个商品生产者获得相同的收入，促使商品价格与其整合劳

动时间成比例。他由此提出，无论是将净价值增加值分析性地分解为

工资和利润两个部分，还是利润率的均等化过程，都不必然使竞争性

价格偏离于劳动时间的比例。只有进一步存在资本-劳动比的差异时才

需要修正之前的定价规则（Smith 1973，150-153）。[1]同时（153-

157），斯密还提出任何商品的价格总是可以分解为9.3节所阐述的整

合工资、利润和地租三个部分。这正是价格的基本方程背后的逻辑

（Shaikh 1984b，65-71）。[2]

李嘉图首次利用一个巧妙而极富见地的数值实例展示了整合劳动

时间的计算过程。他证明了相对生产价格系统性地不同于相对整合劳

动时间，这仅仅是因为行业间的资本-劳动比和周转时间不同。他还表

明实际工资上涨会导致利润率出现普遍下降。这使他提出了一个著名

的假设，即相对生产价格不会受到分配变化的很大影响，因为工资和

利润的反向变动倾向于相互抵销。他总结道，相对价格的时序变化基

本上受相对整合劳动时间变化的调节（Ricardo 1951b，ch.1）。

关于相对价格理论，李嘉图用了一个章节进行说明。而马克思是

将其嵌入一个更宏大、更深刻的涉及价值形式、货币的起源和意义、

一般化商品交换的社会影响，以及最重要的利润的社会和阶级根源的

框架中进行讨论。二者在“价值量”这一问题上的主要步骤相似。在

《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之前不久，马克思撰写了重要的评论性文稿

《剩余价值理论》以作为《资本论》第四卷的草稿，其中马克思特别



赞扬了斯密对价格和利润的处理，并称赞其为剩余价值的发现者。

“亚当·斯密完全正确地从商品以及商品交换出发，从而生产者最初

只是作为商品所有者——商品的卖者和买者——相互对立”[3]，这使

得相对竞争性价格和相对劳动价值相等（Marx 1963，ch.3）。

马克思遵循了斯密的分析思路，他评价道，“资本主义生产是在

劳动条件归一个阶级所有，而另一个阶级仅仅支配劳动能力的时刻开

始的。劳动和劳动条件的这种分离成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前提”[4]

（Marx 1963，78）。但是，“商品A和商品B按它们所包含的劳动时间

的比例进行交换，这丝毫不会由于产品A或产品B的生产者相互之间分

配产品A和产品B（或者确切些说，分配它们的价值）的比例而受到破

坏。如果产品A的一部分归土地所有者，第二部分归资本家，第三部分

归工人，那么，无论他们所得的份额是多少，丝毫也不会改变A本身是

按其价值同B相交换的情况。A和B这两种商品所包含的劳动时间的比

例，完全不因A或B所包含的劳动时间由不同的人怎样占有而受到影

响”[5]（74）。在这种情况下，“工人加到材料上的价值即劳动量分

成两部分。一部分支付工人的工资……另一部分构成资本家的利

润……这样一来，亚当·斯密自己就驳倒了这样的看法：即当工人的

全部劳动产品不再属于工人自己，他不得不同资本所有者分享这种产

品或产品价值的时候，商品相互交换的比例即商品的交换价值决定于

物化在商品中的劳动时间量这一规律就会失效”[6]（79-80）。

这就说明，行业利润的存在与商品按照其劳动价值进行销售完全

兼容：它不是源于“商品高于它的价值出售而产生的，它不是‘让渡

利润’”[7]（79）。“不如说正是他自己从资本家对加到商品上的一

部分劳动没有支付过代价，从而他的利润是在出售商品时产生这一事

实中，引申出资本家的利润……斯密这样就认识到了剩余价值的真正

起源”[8]（79-80）。此外，由于他明确将土地的地租、税收和利息

定义为价值增加值的扣除部分（82-84），“亚当·斯密把剩余价值，

即剩余劳动——已经完成并实现在商品中的劳动超过有酬劳动即超过



以工资形式取得自己等价物的劳动的余额——理解为一般范畴”[9]

（82）。

马克思将斯密的简单商品生产看作一种分析手段。恩格斯试图将

其拓展回溯至历史上存在的一个阶段（Dobb 1973，146-147n142;

Meek 1975，180-181）。的确，在《剩余价值理论》发表之前，马克

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提到了“前斯密式”的粗鲁和早期状态，

将其理解为是在推测“市民阶级的失乐园，人们还没有以资本家、雇

佣工人、土地所有者、租地农场主、高利贷者等身份互相对立，而是

以简单的商品生产者和商品交换者的身份互相对立”[10]（Marx

1970，59）。《资本论》第一卷也遵循斯密的思路，先分析结构、交

换、货币和劳动分工等一般性问题，再讨论利润问题。在此之后，马

克思才指出他想证明生产中的利润并非源于不平等交换，也就是证明

生产的利润不同于异化的利润（Marx 1967a，ch.5），因此“货币转

化为资本，必须根据商品交换的内在规律来加以说明，因此等价物的

交换应该是起点”[11]（166）。与他之前的李嘉图一样，马克思非常

清楚，“平均价格并不……直接与商品的价值量相一致”[12]

（166n1），他自己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对该现象的证明在其将这些

话写进第一卷之前便完成了（Engels 1967，3）。但在他表明利润率

的均等化如何创造了生产价格（以及因而平均市场价格）和劳动价值

之间的系统性差异之前，他必须先解释利润。马克思是在《资本论》

第三卷1 340页之后才开始写到前面这个问题（Marx 1967c，ch.9）。

这一漫长的过程自然使得一些非常认真的学者也错误地总结道：马克

思在其所有关于生产的字里行间都“假设存在一个统一的‘资本有机

构成’……［以此来］避免仅仅出现在第三卷的著名的‘转形问

题’”（Bhaduri 1969，537）。

马克思也对李嘉图表示赞赏。尽管他认为事实上，李嘉图的“研

究只限于价值量……他至少感觉到……价值规律的充分发展，要以大

工业生产和自由竞争的社会，即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为前提”[13]



（Marx 1970，60）。在这个领域，“大卫·李嘉图与亚当·斯密相

反，他十分清楚地做出了商品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这一规定，并且指

出，这个规律也支配着似乎同它矛盾最大的资产阶级生产关系”[14]

（60）。李嘉图具有“对理论的敏锐”，赋予“古典政治经济学以最

终的形态”（61）。在马克思看来，李嘉图的核心论点是，尽管生产

价格和劳动价值在量上存在必然差异，但是“价值规律支配着价格的

运动，生产上所需要的劳动时间的减少或增加，会促使生产价格降低

或提高”[15]（Marx 1967c，179）。

9.11.2 现代相对价格理论的发展

9.11.2.1 斯拉法

斯拉法的经典著作《用商品生产商品》（Sraffa 1960）复兴了对

相对价格的古典分析。因为我已经在本章以及附录6.1～附录6.4、附

录9.1中详细阐述过这本书，所以我在这里只进行额外的简短评论。

斯拉法说，他正在重拾“从亚当·斯密到大卫·李嘉图的古典经

济学家的理论出发点”，即致力于分析“经济系统中独立于生产规模

或生产要素比例变化的特征”（Sraffa 1960，v）——当然，这并不

妨碍他考虑其他比例组合。从这个角度而言，他首先考察了这样一个

经济体系，其中劳动消费是给定的，不存在剩余。他认为，在这种情

况下，存在这样“一个独一无二的交换价值组合，即如果市场采用它

进行交换就能重新回到产品的初始分配，并使该过程可以重复进行”

（3）。我们可以使用本书所采用的术语以最好地理解这个模糊的表

述：当剩余不存在时，总利润必然为零。这样一来，不同的价格组合

就会在不同行业产生不同的利润和利润率（ch.6，tables 6.8-

6.11），其中只有一个价格组合可以使所有的利润率都相等——在这

种情况下，它们当然也必然等于零。斯拉法随后表明，这一个使利润

率实现均等化的价格组合与整合劳动时间成比例（12）。由此可知，



斯拉法这里提到的“使该过程可以重复进行”的价格组合就是被称为

零利润水平下生产价格的劳动价值。不得不说，这种对劳动价值的解

释很奇怪，考虑到斯密、李嘉图和马克思都曾竭尽全力证明劳动价值

与由部门资本-劳动比的差异造成的范围广泛的利润率相一致。实际

上，斯拉法的“价格”概念仅限于生产价格。他随后阐明了这一点，

提到“诸如‘必要价格’‘自然价格’‘生产价格’这样的古典概

念，也将适用于……目前所讨论的这种情况（即尚未涉及市场价格的

情况）”（9）。

斯拉法还以非古典的方式引入利润，将其与技术变革带来的剩余

联系起来：从初始无剩余变为存在正剩余的过程中，一个重要的因素

是在“所有其他数量都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一个行业的产出增加了

（Sraffa 1960，4，6）。我们可以将斯拉法的方法与斯密和马克思进

行对比，后两者认为剩余产生于特定的社会条件下，即工资率被压低

到低于工人的价值增加值（即存在剩余劳动时）。这一观点尤其为马

克思所珍视，他强调剩余劳动与日工作时长和围绕着生产条件展开的

阶级斗争之间的关系（见第4章和第6章），而这两种关系在斯拉法的

框架中都消失了。斯拉法将古典经济学关于劳动的观点视为“劳动是

同质的”，或者“劳动之前已经被简化为仅在数量上存在同等差异”

并且质量调整后的劳动具有统一工资率（10）。另外，斯拉法也没有

解释为什么他放弃了“古典经济学家关于工资作为预付资本一部分”

的想法，而采用了“工资是后付的年产品的一部分”的假设（10）。

我们后来才发现，使用这个假设是为了使标准工资-利润曲线呈线性

（22）。这是一个代数步骤，而不是分析的策略，这个假设要求工人

拥有足够的资金存量，以便支撑自己在整个生产和销售阶段不依靠工

资生存下去。

在其他方面，斯拉法引入了基本品和非基本品这一重要的区分，

他对标准商品的分析很有见地，对产出价格和生产资料价格之间关系

的分析也极具开创性（Sraffa 1960，chs.3-5）。他将价格简化为已

投入劳动数量的做法让人联想到斯密的处理方式，尽管斯拉法将其仅



局限于对标准生产价格的分析（34-35）。最后，他的书中还有著名的

一章，讨论行业中两种不同的生产方法（技术）之间出现再转换的可

能，这引发了“剑桥资本争论”（Roncaglia 1991，191）。正如我在

9.7节和附录9.1中所说的那样，斯拉法强调反馈效应可以改变投入与

产出的价格比率，这是正确的。但是，在经验层面上，这种反馈比他

指出的要简单得多，因为这些比率本身基本上就是利润率的线性函

数。这样一来，加总的工资利润曲线倾向于是近线性的，这破坏了他

的暗含论断，即认为技术再转换问题是一种一般性质。

9.11.2.2 斯拉法主义流派

斯拉法的小册子有一个副书名，叫“经济理论批判绪论”。就如

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这里的“批判”可以解释为一个声

明——为一种完全不同的分析模式奠定基础的声明。这正是帕西内

蒂、加雷尼亚尼和西洛斯·拉比尼在他们各自尝试重建李嘉图、马克

思和斯密的分析时所使用的方法（Roncaglia 1991，198-212）。我当

然也属于这个方法论阵营。但是，斯拉法学派的大部分文献都走向了

另一个方向，强调技术再转换和逆向资本深化凸显了“［标准］理论

中通常使用的‘资本’概念所暗含的”……“所有逻辑难题”

（Chiodi and Ditta 2008，9），宣称“对资本概念的批评必须建立

在唯一合乎逻辑的理由上才是有效且有说服力的”。于是，问题的焦

点便变成分配的边际生产力理论所需要的新古典主义资本概念是否具

有内部一致性（Chiodi and Ditta 2008，10-11）。为了解决这一问

题，大部分采用斯拉法传统的文献都选择接受新古典理论中的大多数

核心命题，包括没有时间维度的生产、完全竞争、均衡结果和最优选

择。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些与资本主义现实毫无关系的建构根本

不重要（Chiodi and Ditta 2008，5，11）。这种强调对新古典主义

理论进行“消极批判”的做法，“实际上几乎将斯拉法学派的全部贡

献‘压缩成’……一个单一的话题，且只是从一个单一的视角亦即从



严格的、逻辑的视角分析‘资本’的概念及其难题”（Chiodi and

Ditta 2008，10）。

9.11.2.3 关于相对价格理论的争论

本书第7章讨论了非正统经济学家将竞争理论与完全竞争理论混合

在一起的普遍倾向，第8章分析了相应的关于利润和定价的经验研究文

献。在这里，我会集中讨论古典传统下对相对价格的处理。早期斯拉

法学派的分析使相对价格的复杂运动看起来好像是“完全正常的”

（Robinson 1970，30）。舍福尔德最初认为，“关于再转换的争论清

晰地表明，价格一般而言是利润率的复杂函数”（Schefold 1976，

21）。确实，如果利润率函数中的“［价格向量］产生了一条复杂弯

曲的曲线”，那么这个系统被标记为“合乎规律就只考虑了数学角度

的规律”（26）。相反，没有表现出这种行为的体系就会被认为在数

学上是“不合乎规律的”。舍福尔德很谨慎地说，“没有任何经济原

因可以解释为什么实际系统不应该合乎规律，不合乎规律的系统为什

么应该在现实中存在；不合乎规律只是一个偶然”（26-27）。但是，

当越来越多的经验证据表明“不合乎规律”才是正常的，而“合乎规

律”绝对不正常时，作为一名科学家的舍福尔德改变了他的看法，这

是非常值得赞扬的。

弯曲价格曲线的观点直接产生了两个相关的可能性：技术再转换

的可能性和资本逆转的可能性（Roncaglia 1991，190）。假设一个经

济中存在N个行业，每个行业都使用一种特定的生产方式，那么这一整

套生产方式被称为一种整体经济的技术。如果我们进一步假定所有行

业的工资和利润率都完全相同，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工资-利润曲线表

征任何一种技术。现在假设在一个特定的行业，比如制铁业，出现了

一种新的生产方法。在一些确定的标准性假设基础上，单个资本家

“对生产方法的选择”可以被简化为一种“技术选择”：如果我们假

设资本家总是选择给定价格下具有更高利润率的生产方法，正如人们

在完全竞争理论和斯拉法学派文献中通常所假设的那样，这就相当于



最终被选择的技术将是在现行工资率下利润率最高的技术（或是在现

行利润率下实际工资更高的技术）。那么，如果我们假设在N个行业中

每一个行业都存在非常多的替代生产方式，那么每个可能的技术组合

都对应着一条工资-利润曲线。对于任何一个给定的利润率，都会存在

一个最大的工资值，于是，当我们考虑不同的利润率水平时，就能找

到所有工资－利润曲线集合的边界（包络）。

不过，我之前已经相当详细地讨论过，真实竞争包含削价行为，

而且真实的技术选择使在动荡条件和不确定前景下押注成本更低的生

产方法成为必然。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我采取一种完全不同的方法来

分析技术选择问题（见第7章，特别是7.7节）。其含义包括：单个的

变化将是动荡起伏的，因为资本家只会做出“稳健”的选择（即只有

成本差异大到足以弥补变化的风险），这时技术变革可以在给定实际

工资水平下降低利润率，整个系统一般而言也不会位于工资-利润边界

上。但是，斯拉法经济学采纳了新古典主义的假设，认为所有选择都

是平滑而无成本的，所有新方法都可以在任何给定的实际工资水平下

提高利润率，以及竞争性资本主义总是处于工资-利润边界上

（Steedman 1977，106，127）。斯拉法与新古典主义者之间的争论始

终围绕着这个边界的具体形状而展开，因为他们认为这是新古典分配

理论（在工资和利润之间）的关键，也是其自动实现充分就业理论的

关键。

9.11.2.4 新古典主义的分配和就业理论

在分配问题上，新古典主义理论希望证明，在总体层面，“在自

然规律作用下，一个特定社会阶层所得到的恰好是其对社会整体产出

所做出的贡献”（Clark 1891，313）。在微观层面，这一因果关系是

倒置的，因为一个新古典企业视实际工资为给定的，会调整劳动的边

际产量使其等于实际工资以实现利润最大化。宏观经济学的任务就是

说明因果关系的次序会在总体层面出现逆转。这正是提出总生产函数

这一概念的目的。



新古典主义的资本理论拥有一个共同的起点，那就是萨缪尔

森/索洛/斯旺式的单一产品总体生产函数：Q=f（K，L），其中这

个单一的产出品（Q）可以直接被消费或储备起来用作资本品

（K）。基于一些常见的假设，比如外生给定的资源和技术、规模

报酬不变、边际生产力递减和竞争性均衡，这个简单的模型展现出

了萨缪尔森（1962）所描述的三个关键“比喻”：（1）资本的实

际回报率……由资本边际生产率递减的技术特性决定；（2）资本

数量的增加会使额外资本的边际产量下降，从而降低［利润］率，

而且同样的反向单调关系也存在于资本/产出比与［利润］率之

间、人均可持续消费与［利润］率之间；（3）在劳动者和资本家

之间进行的收入分配可以通过相对要素稀缺/供给和边际产量解释

（Samuelson 1962）。资本服务的价格（利润率）由总资本的相对

稀缺性和边际生产率决定，而劳动服务的价格（工资率）由劳动力

（L）的相对稀缺性和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决定。单一产品模型的三

个比喻依赖对资本（和劳动）的物质定义，以使其满足单向因果关

系——要素数量的改变导致要素价格的反向变化，从而使像第二个

比喻那样强大而明确的预测成为可能。

第二个比喻声称，如果其他条件包括劳动力的数量和产出保持不

变，更多的资本必然导致资本边际产量下降，从而降低利润率。这就

要求在最优选择边界上，较高的资本-劳动比与较低的利润率相关。斯

拉法学派专注于这一点，认为当存在异质商品时，一种反向联系，即

一种“要素逆转”至少在逻辑上是可能的。其分析策略是将所有行业

的所有可能生产方式看成一本巨大的“蓝图书”，为每个行业挑选一

种方法，计算得出总体工资-利润曲线，对所有可能的方法组合重复进

行该计算，从而构建出工资-利润边界（所有可能的工资曲线的外部包

络）。如前所述，为了专注于进行纯粹的内部批判，斯拉法学派选择

接受新古典主义的竞争概念、最优选择，以及无成本和无时间的技术

转换等设定。



斯拉法的书出版后不久，作为对罗宾逊夫人（1961）的批判的回

应，萨缪尔森说明了新古典主义的比喻如何能在斯拉法的框架内得到

重新确立。根据国民会计恒等式，单位工人的实际价值增加值（yr）

等于单位工人的实际工资（wr）加上单位工人的实际利润（r·kr，其

中r=资本的利润率，kr=KR/L=单位工人的实际资本），我们可以将这

一工资-利润曲线表示为：

假设这一曲线在wr-r空间内是线性的，那么在wr轴上的截距

（yr）和斜率（kr）必须是常数（即独立于wr、r）。定义在wr=0处的

r轴上的截距将是rmax=R=yr/kr。现在考虑另一条劳动生产率（yr）更

高而“资本生产率”（yr/kr=R）更低的曲线。这样，两条曲线必然会

在某一点相交，如图9.20中的第一张图所示。由于两条曲线在交（转

换）点处的工资和利润率相等，因此单位工人净产出的差异将等于其

资本-劳动比的差异：∆yr=r·∆kr，因此增量利润率将与利润率相等。

此时，工资-利润边界是图中颜色较深的线（为了在视觉上表现得

更清楚，这条线与底层曲线略有分离）。那么随着r的增加，边界资

本-劳动比最初将对应于技术A资本-劳动比更高的点，直到达到转换

点，之后它将对应于技术B资本-劳动比较低的点。因此，沿着工资-利

润率边界，像第二个比喻所说的那样，资本-劳动比与利润率之间将存

在一个负相关关系：更大的相对资本数量似乎导致收益率更低，如图

9.20中第二张图所示。这一相关关系在新古典就业理论中也起着至关

重要的作用。在“资本禀赋”给定的情况下，失业会降低实际工资、

提高利润率。在每一步，企业都可以迅速而无成本地沿着边界转换到



新的具有更低资本-劳动比的恰当的技术上。新古典主义理论假设个人

资本总是能得到充分利用，而总资本总是以某种独立于分配的方式给

定，所以技术转换仅影响雇用劳动力的数量。于是，给定的资本禀赋

所提供的就业就会不断增加——直到最终恢复到充分就业状态

（Roncaglia 1991，190）。





图9.20 两条线性工资-利润曲线

萨缪尔森进一步假设存在无限数量的彼此相交的线性曲线。这样

一来，转换点就会变得越来越近，当其趋于极限时，资本的增量产品

成为其边际产量。与此同时，较高的利润率和较低的资本-劳动比之间

存在的反向相关关系趋于一条平滑曲线。图9.21描绘了存在大量相交

的线性曲线的情况。

图9.21 萨缪尔森的替代生产函数和工资利润边界

萨缪尔森的替代生产函数有一些引人注目的属性。一方面，只有

所有行业在给定技术下都具有相同的资本-劳动比（即如果在马克思意

义上的资本有机构成都相等）时，其假设的线性工资-利润曲线才成

立。但是这样的话，由于相对生产价格等于相对劳动价值，简单的劳

动价值理论也必然成立（Garegnani 1970）！另一方面，技术总是相

交的假设，也需要那些劳动生产率更高的技术具有更低的产出–资本

比。[16]这让人联想到马克思关于技术变革总体趋势的论述（见7.8

节），而这已经是为人熟知的“马克思偏向”的技术变革了。所有这



一切对萨缪尔森来说都太过分了，因此他后来在面对潮水般涌来的批

评时立即放弃了这一建构（Pasinetti 1969; Garegnani 1970）。

意识到下面的问题很重要，即如果价格与劳动价值成正比，技术

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是资本偏向的，方程（9.25）中伪边际产量与利润

率之间的等价并不意味着前者导致了后者。相反，由于这一等式关系

在两种技术之间的任何转换点都成立，所以它与古典的因果关系完全

兼容，即从社会决定的实际工资到利润率，再到与之关联的伪边际产

量（Bhaduri 1969）。但是，如果我们决定回归古典，那么我们就几

乎没有任何理由继续保留完全竞争、最优选择和无成本的技术转换。

比如，罗宾逊夫人（1975）就认为技术再转换是“不重要的”，因为

她拒绝接受主导这场争论的整个框架。但是，大多数斯拉法主义学者

仍然选择留在正统范式内以对其进行进一步的内部批判。在此，他们

选择的武器是资本逆转和技术再转换问题。假设个体工资-利润曲线是

显著非线性的，如图9.22中的第一张图所示，那么这两条曲线可能会

相交两次，而且边界资本-劳动比可能在新古典主义意义上不会“表现

很好”：它可能并不是随着利润率的上升而下降，而是会先下降后上

升而后再一次下降，如图9.22中的第二张图所示。[17]面对这种逻辑

上的可能性，有人认为，新古典主义者将不得不承认其分配理论和自

动实现充分就业理论是不充分的。但是，40年过去了，很显然这样的

事情并没有发生。相反，内部批判并“没有给当时支配性经济理论的

范式带来任何重大的或根本的改变”（Chiodi and Ditta 2008，

9）。





图9.22 两条非线性工资-利润曲线

9.11.3 现代经验证据

“弯曲”的价格曲线和技术再转换在理论上的可能性，不可避免

地带来了其经验相关性的问题。有趣的是，即使在理论文献中，数值

实例产生的平均偏差往往也很小。李嘉图的数值实例对应的偏差为

10%，而马克思著名的转形表对应的偏差为12%，尽管个体偏差的取值

范围为从低值+2.2%到高值+85%。鲍特凯维茨提出的著名例子批判马克

思的转形步骤是不完整的，但其对应的偏差也为典型的10%（Shaikh

1984b，64-65）。即使是斯蒂德曼（1977，38-45）为了说明马克思的

转形步骤的不合理而设计出的例子，得到的斯拉法价格与马克思的转

形价格之间无比例尺的平均距离（CV）也仅为1.6%！[18]这里重要的

是，如果平均绝对偏差的规模适度，则在大多数加总情况下，这些带

符号的差异将倾向于互相抵消。由于实际工资-利润曲线总是可以表示

为线性标准工资曲线与标准价格的总量度标准之比，所以实际工资曲

线将倾向于近似线性——这就倾向于在经验上排除再转换出现的可能

性。因此，价格-劳动时间偏差的平均大小与再转换发生的概率密切相

关。

关于实际市场模式最早的经验证据可以在列昂惕夫（1953）著名

的《悖论》一文的附录中找到。在那里，他提供了192个行业直接的和

整合的劳动需求量、资本需求量，从中我们可以建立相应的资本-劳动

比。直接资本比的CV为1.14，而整合资本比的CV为0.60，这表明整合

操作为CV带来大约50%的减幅。他的数据还包括整合劳动时间-市场价

格比。将这些比率乘以根据市场价格计算的行业总产值得到的是行业

总劳动时间，比较这两者得到一个典型的偏差量度约为20%（Shaikh

1984b，74-76）。如前所述，数学家雅各布·施瓦茨（1961，43）表

明，当产出从商业周期的高峰到低谷出现大幅变化时，相对价格的变

化幅度仅为7%（Shaikh 1984b，77-79）。我们在9.5节看到，普提



（2007）发现一个大为扩展的样本也得到了几乎相同的结果。马尔齐

和瓦里（1977）分析了基于1959年和1967年意大利经济的25个行业投

入-产出表，从中发现生产价格和整合劳动时间的平均偏差为

17%~19%，相对价格相对于相对劳动时间的时序变化（此时相对性系数

是一个合理的量度）对应的R2=0.915（72）。与此同时，克雷尔

（1977，305-311）发现，基于1958年、1960年、1962年和1964年德国

经济的固定资本模型，得到的工资-利润曲线近似线性（具有凸性但只

是略微有一些弯曲）。在一项开创性的研究中，奥乔亚（1984，128，

143，151，162，205，214; Ochoa 1989，420-424 and tables 1-3）

发现，在美国，市场价格-直接价格之间的偏差平均约为12%，而在固

定资本模型中斯拉法的生产价格与直接价格的偏差约为15%，而且这三

组数据的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高度相关，工资-利润曲线是凸的但接

近线性。彼得罗维奇（1987，197，200）分析了李嘉图关于生产价格

和利润率之间具有统一弹性的假说（进一步数值例子见9.8节）。他发

现基于1976年和1978年南斯拉夫数据的固定资本模型中，47个行业中

有32个符合这一假设，10~12个（各年稍有差别）满足2%的规律（203-

204）。奇尔科特（1997，274-276）研究美国和其他9个经合组织成

员，发现在固定资本模型下，市场价格与直接价格之间的平均绝对加

权偏差（%MAWD）为10%~16%，而市场价格、生产价格的变动率与直接

价格的变动率高度相关。许多其他研究也在很多国家发现了类似的结

果（Petrovic 1987; Bienenfeld 1988; Cockshott and Cottrell，

1997 ， 1998; Tsoulfidis and Maniatis 2002; Cockshott and

Cottrell 2005; Zachariah 2006; Tsoulfidis and Maniatis 2007;

Tsoulfidis 2008; Cockshott 2009; Fröhlich 2010a，1; 2010b）。

在一项较早的工作中（Shaikh 1998a，231-232），我着手分析个

别标准价格的问题。我发现它们可以分解为三项之和：一个为李嘉图

项，它仅等于整合劳动时间；一项为马克思价格-价值偏差的整合等

价，它仅取决于r/R和每个行业自身的整合有机构成相对于标准行业

（R）偏差的百分比；一项为维克塞尔-斯拉法效应，包括价格-劳动时



间偏差对投入和资本成本的“反馈”效应。使用奥乔亚的美国1947—

1972年投入-产出数据，并利用标准总产出调整价格总额，在观测到的

利润率下，生产价格与直接价格之间的偏差平均为4.4%，生产价格与

市场价格之间的偏差平均为8.2%，市场价格与直接价格之间的偏差平

均为9.2%（234，table 15.1）。生产价格与直接价格之间较小的偏差

意味着李嘉图项可以解释生产价格的95.6%，我们还发现马克思“转形

价值”的整合版本可以解释98%（237）。这使得人们大肆宣传的维克

塞尔-斯拉法项仅能解释剩下的2%。我还发现，个体标准价格在利润率

的整个取值范围内基本上都是利润率的线性函数。由于个别行业显示

出相当大的偏差，因此我指出，这并不是因为生产价格一直接近于直

接价格。的确，如果我们不考虑固定资本，个别价格就会变得有些弯

曲，尽管没有“波动”。这表明固定资本矩阵结构的某些性质增强了

标准价格的线性性质（244）。

在随后的一篇论文中，我继续讨论价格曲线的路径问题。根据斯

拉法（1960，12-15）的观点，个别生产价格的潜在复杂性根植于产出

价格相对于投入价格的变动：产出-资本比的运动是关键（Shaikh

2012a，89-90）。斯拉法表明，每个行业的产出-资本比始于r=0时马

克思意义上的行业整合有机构成，结束于r=R时的标准有机构成。我发

现如果将流动资本模型应用于美国从1998年开始的投入-产出数据，那

么最终得到的路径近似于线性。在1998年，65个部门中只有4个表现出

方向的逆转，并且只是在接近最大利润率且远离任何可观测到的利润

率的水平上逆转了一次（94）。我表明，完全线性的产出-资本路径意

味着线性标准价格，等于马克思意义上的整合“转形价值”，即恰好

为零的维克塞尔-斯拉法效应（Shaikh 2012a，92）。因此，即使在流

动资本模型中，观测到的产出-资本比的近似线性也是观测到的标准价

格具有近似线性的原因。本章采用了这种分析方式，并扩展了这些结

果。

关于工资-利润经验曲线的“不断累积的证据”（Petri 2012，

380）开始摧毁斯拉法学派关于价格曲线复杂性和技术再转换可能性的



信心。早些时候，帕西内蒂还愿意指出，“在大多数情况下”，生产

价格与整合劳动时间偏差的方向取决于行业的资本密集度（Pasinetti

1977，84）。尽管如此，他在回应关于工资-利润的经验曲线是近似线

性的证据（Krelle 1977）时，却认为这不能“证明或驳斥‘再转

换’”，因为后者涉及另一种技术的形状，而这些形状“尚未被观察

到”（Pasinetti 1979，639）。克雷尔（1979）对此的反驳是，他的

1960年和1962年的曲线在时间上足够接近1964年的曲线，“从而可以

代表1964年的那组已知技术”，所以它们确实为再转换的经验可能性

提供了一些证据。但是之后，他又立即回到了“内在主义”的立场，

认为“总之，我们必须抛弃新古典主义理论，特别是生产函数，因为

数值实例表明了技术再转换［在逻辑上］的可能性”。在我看来，这

里忽略了可能性和概率之间的主要区别，因为如果所有观察到的曲线

都是近似线性的，那么我们没有观察到的曲线也很有可能都是相同的

——在这种情况下，技术再转换发生的概率很小。

奥乔亚（1989）和比嫩费尔德（1988）提出的经验证据促使斯蒂

德曼（1997，284）进行了一项有趣的理论研究，分析“相对价格随着

利润率的变化会变化多少…… ［因为］这种敏感程度……在决定再转

换发生的概率，运用‘马克思的价值’来估算产出的误差大小方

面……很重要”[19]。他表明生产价格必须全部落在由单位产出的整

合资本需求矩阵的“［各列］定义的凸多面体锥体内部”。不幸的

是，我们必须假设这一矩阵的具体形式才能获得更精确的结果（286-

289）。

韩和舍福尔德（2006）分析了没有观测到的技术问题，他们利用

经合组织成员多年内32个投入-产出表的所有可能组合来构建技术。他

们首先重申了再转换（特定技术在工资-利润边界上的多次出现）和反

向资本深化（与更高的利润率相关的更高的资本-劳动比）之间的区

别。前者暗含着后者，但反之则不然。二者都与新古典主义的预期相

反（740）。他们只找到“一个包络……具有再转换现象”，并且仅在

约3.65%的测试案例中观察到了逆向资本深化”（abstract，737）。



他们总结道，这些结果可以用来支持争论的任何一方。对斯拉法学派

来说，这证实了再转换是可能的，“这足以摧毁资本概念作为可变生

产形式中单一要素的合法性：因此不可能基于这一概念构建价值和分

配的一般分析方法”（Petri 2012，404）。另外，对新古典主义者而

言，这些现象如此少见的事实也支持了索洛的观点，即尽管总生产函

数是一个在理论层面“不存在的关系”，但是对宏观计量建模是方便

的，“用确定的矛盾心理来描述当前估算和使用总生产函数的状态，

是最好不过了。我们都这样做，我们在这样做的时候也都惴惴不

安……一个或多个总生产函数是每一个完整的宏观计量模型的重要组

成部分……这似乎是不可避免的……看起来我们并没有其他可行的选

择…… ［然而］没有人会认为经济中确实存在着这样一个‘真实

的’总生产函数。使用一个不存在的关系进行估计势必会使人感到不

舒服”（Solow 1987，15）。令人遗憾的是，对于索洛所感受到的不

安，似乎并未有其他大量的正统学者和非正统学者有同感，他们在使

用总生产函数时没有丝毫的不安。

最后，我们可以说在“剑桥资本争论”中双方都存在着“确定的

矛盾心理”。斯拉法学派一方现在已经承认再转换在经验上是罕见

的，但仍然坚持这样的立场，即认为只要再转换存在便足以推翻新古

典理论中宏观经济学的核心命题。新古典一方现在也承认，总生产函

数这一隐喻不能被严谨地定义，但是他们继续认为其是对现实关系的

良好经验近似。在所有这一切中所缺失的是，双方都仍然停留在同一

个框架之内，即由完全竞争、均衡价格、最优选择以及从一种技术到

另一种技术的无成本和无时间转换所定义的框架。而我则明显地反对

这个共同的基础。

[1] 在简单商品生产中，生产者每小时的收入实现了均等化（yi=yj=y），价格等于共同

小时收入乘以整合劳动时间：pi=y·vi。于是，该价格的购得劳动就等于生产商品所需的整合

劳动时间pi/y=vi。但是，随着资本主义关系的出现，工资w<y，从而有商品价格的购得劳动大

于生产所需的劳动pi/w > vi。斯密提出可以将购得劳动作为商品实际价值的适当衡量指标

（Smith 1973，153），因为购得劳动的比例总是等于相对价格（只要工资实现了均等化）。



但随着竞争性货币工资相对于价格上涨（即实际工资上涨），购得劳动的绝对规模会下降。正

是基于这个原因，李嘉图拒绝使用购得劳动这一概念（Ricardo 1951b，13-20; Dobb

1973，47-50）。

[2] 斯密（1973，153-155）指出，价格可以“分解”为三大不同阶级的收入“来源”

（工资、利润和地租）的总和。但这并不意味着价格是由这些数量的总和决定的。在19世纪，

后一种表述与斯密联系起来，并被标记为斯密的价格“加总”理论而成为教科书中的重要部分

（Dobb 1973，46-47）。马克思将愤怒指向了斯密进一步的推论，即间接工资、利润和地租

在同一时间，与直接工资一样作为收入出现，因此它们原则上都是可消费的（Marx 1963，

ch.3，sec.8）。

[3] 中文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8页。——

译者注

[4] 中文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4页。——

译者注

[5] 中文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9页。——

译者注

[6] 中文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5-56页。

——译者注

[7] 中文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5页。——

译者注

[8] 中文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6页。——

译者注

[9] 中文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9页。——

译者注

[10] 中文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53页。

——译者注

[11] 中文转引自《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93页。——译者注

[12] 中文转引自《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94页。——译者注

[13] 中文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54页。

——译者注

[14] 中文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54页。

——译者注

[15] 中文转引自《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00页。——译者注

[16] 萨尔瓦多里和斯蒂德曼（1988）提到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认为如果所有的技术都

是线性的，那么它们中的一个必然成为主导技术，这样一来边界就变成了相对价格等于相对劳



动价值的单一线性体系。

[17] 每一条非线性曲线的建立都满足以下要求：wr=yr–r·k和产出-资本比在r=0时始

于 某 个 不 等 于 特 定 R 的 初 始 值 ， 在 r=R 时 等 于 R 。 虚 线 满 足

， 而 实 线 为

。

[18] 斯蒂德曼（1977，38-45）列出了产出、劳动价值、转形价格和相对于金价（设定

为1）的生产价格。但是，劳动价值和转形价格以工时为单位，而生产价格则以黄金盎司为单

位，因此它们不能直接进行比较。不过，我们可以将金价转化为工时或者反过来将工时表示为

其等价货币以使这三组变量具有可比性。对所有独立于量度单位的量度来说，最终三个无标尺

测量值得到的结果都是一样的，包括斯蒂德曼偏好的CV变量（Steedman and Tomkins

1998）。他自己也确实比较了金价总和与劳动价值总和，他说前者“大约等于178”，而后者

等于192（46），尽管这两者的单位不同。

[19] 斯蒂德曼（1997，284）典型地将马克思与这一观念联系起来，即生产价格必须等

于劳动价值从而对利润率不敏感，而认为斯拉法价格对利润率是敏感的。但是，这种看法无非

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马克思清楚地了解生产价格是利润率的函数。事实上，后者自己的转

形价格便是价值利润率的线性函数，而价值利润率又可以表示为斯拉法利润率的单调函数

（Shaikh 1981，288-291; 1984b，59-62）。因此，马克思的价格与斯拉法价格之间的真正

区别在于其对利润率的敏感度差异。



9.12 古典相对价格理论的总结与启示

古典相对价格理论首先分析市场价格围绕着运动的生产价格动荡

地波动，后者如同前者看不见的引力中心。但是生产价格从来都不真

实存在，所有的实际决定都是具有不同预期的异质行为者根据市场价

格做出的。企业根据其是否具有较低的生产成本来评估一种技术，因

为这样做有助于实施削价行为，这是真实竞争的必要条件。如果一种

新生产方法接近于现有方法，那么仅仅是未来所具有的不确定性就足

以使企业不采用它。这些顾虑都会使技术选择“偏离”工资-利润边界

（见7.7节）。

第二个关键点是，给定技术下的生产价格是两个结构性因素的共

同产物：将特定行业与其所在的生产网络相联系的整合单位劳动时

间，以及将特定行业与标准行业相区分的整合资本密集度。这里重要

的是，给定行业的整合资本密集度是其自身密集度以及所有直接或间

接参与该行业生产资料生产的行业的加权平均数。纵向整合产生的相

当大的减幅（见表9.6）可以解释直接价格和生产价格在观测到的利润

率下非常接近市场价格，彼此也非常接近这一事实。在这个方面，9.4

节表明，除了传统的未加权均方根的距离量度，比如变异系数（CV）

和欧几里得距离（δe）外，我们还可以构建一个基于绝对值的加权距

离量度（δc），它同样是没有量度单位且无比例尺的，并且可以简单

地代表任何两组价格之间偏差的平均百分比。我们已经证明后一种量

度具有直接的古典根源。

前文已经介绍了所有三种距离量度，在此我将集中讨论古典的无

比例尺的量度（δc）。使用这个量度标准，市场价格和直接价格之间

的距离约为15%，观测到的利润率下的生产价格与整合劳动时间之间的

距离约为13%，而市场价格和观测到的利润率下的生产价格之间的距离

约为15%（见表9.14）。考虑到市场价格围绕着生产价格上下波动，而



后者则系统性地偏离直接价格，市场价格和直接价格之间的距离与市

场价格和生产价格之间的距离几乎一样这一事实看似是一个难题。事

实上，我们可以将市场价格和直接价格之间的差异在代数上分解为生

产价格和直接价格之间的距离以及市场价格和生产价格之间的距离的

加总：pmi– i≡［p（r）i– i］+［pmi–p（r）i］。但是，代数

分解并不适用于距离量度，如表9.15中的数例和三部门模型所阐释

的，其中在三部门模型中，市场价格被建构为围绕着斯拉法式生产价

格随机波动，后者以常见的方式随着利润率的变化而变化。显而易见

的是，尽管市场价格围绕着生产价格随机波动，但是随着利润率的变

化，市场价格和直接价格之间的距离等于甚至小于生产价格和直接价

格之间的距离（见图9.17）。

标准市场价格、生产价格与直接价格在时间序列上的变化同样接

近。此时，由于我们处理的是不同价格集合之间偏差的百分比，所以

单位和比例尺都将互相抵消。这就意味着除了距离量度外，我们还可

以使用统计回归来检验古典假设的时间序列版本。在可获得的最小时

间间隔4~5年，我们发现了最高的相关性和最小的距离。但即使在年份

区间为9年的情况下，市场价格变动与直接价格变动之间的关系仍然非

常显著：R2=0.82~0.87，δc=4%~6%，CV和δe=7%~8%（见表9.10）。

另一种检验相对价格对分配和市场变化的敏感性的方法，即衡量它们

在连续的商业周期内从高峰到低谷的变化。在这里我们也发现市场价

格与直接价格偏离的平均变化范围在7%~8%，这完全落在李嘉图的著名

假设所对应的范围内（见表9.11和表9.12）。比较直接价格和观测到

的利润率下的生产价格的变动，我们也得到了类似的结果：在固定资

本模型中，即使在9年的年份区间下，仍然有R2=0.89~0.90，

δc=2%~5%，平均CV和δe=5% ~ 9%（见表9.14）。

最后，我研究了个别斯拉法标准价格的经验性质，发现这些价格

曲线在流动资本模型中具有轻微的弯曲，而在固定资本模型中则完全

是线性的。在这两种情况下，相应的工资-利润曲线都是近似线性的



（见图9.8和图9.12）。斯拉法告诉我们，个别生产价格的潜在复杂性

源于行业产出-资本比的复杂运动（Shaikh 2012a，89-90）。但基于

美国的经验数据显示，这些比率仍然是近似线性的，这也是标准价格

和工资-利润曲线都表现为近似线性的原因。于是，出于所有实用的目

的，斯拉法的标准价格成为马克思的转形价值的整合版本。如果标准

价格自始至终都是线性的，则生产价格与直接价格之间的距离对利润

率变化的弹性值为1。在经验上估算出来的弹性值为1.1，即在观测到

的利润率水平下与线性情况相差10%（见图9.14）。这基本上正是李嘉

图在他著名的7%观点中所假设的（Ricardo 1951b，36; Petrovic

1987，197）。

本章的结果为古典相对价格理论提供了有力的支持。标准生产价

格的近似线性大大简化了对分配和技术变化影响的分析，其经验稳健

性也使其具有很高的实际价值。它们与我们观察到的（轻微）曲线性

工资-利润曲线一致，因此它们并不能排除再转换或资本逆转的逻辑可

能性（尽管它们确实意味着这两种情况非常罕见）。

在整体层面，这些问题不太重要，因为当我们对商品进行加总

时，它们之间的差异会被抵消，所以出于经验目的，货币和劳动价值

总量很可能“几乎不能区分”（Shaikh 1984b，58）。事实上，斯拉

法本人指出了这一点，他在笔记中指出，“马克思提出的命题基于这

一假设，即任何对商品（工资、利润、不变资本）的大数加总的构成

都包含着随机选择，因此其总量之间的比例（剩余价值率、利润

率），不论是以‘价值’还是以与任何剩余价值率相对应的生产价格

来 衡 量 ， 都 几 乎 是 一 样 的 …… 这 显 然 是 正 确 的 ”[1],[2]

（Bellofiore 2001，369）。

另外，我和其他人都强调，对于总生产函数的明显的经验支持都

可以由以下事实解释，即无论基础的微观经济关系如何，总产出、劳

动力和资本都通过会计恒等式联系在一起（见3.2.2小节）。线性标准

价格将通过工资-利润曲线的近似线性为总体伪生产函数提供一个不同



的理论基础，即使关于每种技术都有着固定生产系数的基本假设完全

不同于新古典微观经济学。无论如何，总产出（Y）和资本（K）在任

何时候都是价格量纲，并且给定个别标准价格的性质，在任何给定技

术下Y和K都是利润率的线性函数。即使人们接受我不愿意接受的关于

工资-利润边界是分析技术选择的合适工具的假设，在每个转换点上伪

边际产量与利润率的相等也并不意味着资本的货币价值量决定利润

率。事实上，正如斯拉法和其他人已经清楚表明的，资本的货币价值

还需要一个独立的工资率或利润率理论才能完成这一叙事。在第14章

所采用的古典因果关系是从车间中个人的工资斗争到一般利润率。

工资-利润曲线的近似线性也不必然能重建新古典充分就业理论。

新古典的主张是灵活的实际工资将自动导致充分就业。但是，正如古

德温对这一机制的开创性、公式化研究所证明的，马克思关于资本主

义创造并维持着一个持续性存在的失业劳动力储备池的论点，也取决

于灵活的实际工资（Goodwin 1967; Marx 1967b，ch.25; Shaikh

2003a）。本书第三部分第13~14章讨论了这一论点的宏观内涵。

还存在一个令人着迷的问题，即在经验层面，有哪些因素能够解

释线性的标准价格。我们可以看出，如果纵向整合的资本系数矩阵H的

次占优特征值都为零，则完全线性的标准价格就存在（见附录9.1）。

对此一个可能的解释可由随机矩阵理论推导得出。在使用随机生成的

矩阵进行均衡计算时，布罗迪（1997）注意到收敛到均衡的速度随着

矩阵规模的扩张而加快。由于第二特征值相对于第一特征值的大小决

定收敛速度，所以布罗迪推测随着随机矩阵的不断增加，该相对大小

的值将趋于下降。虽然这并不适用于我们观察到的投入-产出矩阵

（Mariolis and Tsoulfidis 2012，table 1，6），但是比达尔和沙

特曼（2001）证明，在满足独立同分布条件的随机矩阵中，收敛速度

与矩阵的规模呈正相关，当矩阵大小趋于无穷大时，所有次占优特征

值的相对大小均趋于零。舍福尔德（2010）则表明，次占优特征值为

零意味着工资曲线是线性的。



这一随机矩阵假设可以理解为，随着投入-产出矩阵A的扩大，所

有列元素都变成是从相同总体中随机抽取的变量。这样一来，它们均

值的期望将是一样的。值得注意的是，这只适用于投入-产出矩阵的货

币形式，它所具有的要素都是无量纲的，因为每个条目都代表一个投

入相对于行业产出的货币价值。这里不能使用实物形态的矩阵，因为

每个要素的单位不同（例如，在生产一台机器中使用的钢铁的吨数与

在制作一块面包中使用的面粉的包数等）。由于投入系数的列平均值

仅仅是行业的资本-产出比，完全随机生成的A就意味着当我们开始分

析加总程度更小的矩阵时，资本-产出比将趋于相等。然而，由于各个

部门的劳动系数依然有所不同，因此资本-劳动比也各不相等，生产价

格仍将偏离于直接价格。随机矩阵假说解释了为什么马克思的转形方

法中标准价格基本上是线性的。

舍福尔德指出，关于随机矩阵的最新成果已经表明，即使矩阵的

每列（每组行业技术系数）都有自己的平均值，次占优特征值也将变

为零，“结果表明，次占优特征值不仅在所有元素都具有共同平均值

的随机矩阵中倾向于为零，而且它也满足（给定其他假设）每一

［列］都有自己的均值”（Schefold 2010，20）。

我自己的计算发现了另一个问题。当我们从经验流动资本模型转

向固定资本模型时，会对标准价格产生一个显著的“拉直”效应（对

比图9.6和图9.10）。对投资和固定资本矩阵的审视揭示了这样一个令

人惊讶的事实，即只有非常少数的商品作为资本品而存在。在1998年

的投资和资本矩阵中，65行中有38行完全为零（占比为58%），因为这

些商品不是资本品。由此我们得知，KT=K（I-A）-1也将有38个零行，

从而有38个完全为零的次占优特征值。我们可以想象，这会对减少平

均次占优特征值的相对大小产生显著的影响，这是标准价格表现为线

性的关键因素。这样一来，即使是标准价格的线性性质也是结构性的

——恰恰是根源于资本品与其他商品之间的真实差异。可以想象，非



资本品的相对数量，即零行的百分比将随着矩阵的细化而增加，这是

矩阵规模与非常小的次占优特征值的支配地位之间的另一个联系。

这些分析都提出了这样一个有趣的问题，即经济的一个小的“代

表性”模型由哪些要素构成。在寻找价格复杂性的逻辑可能性过程

中，斯拉法学派长期建构小矩阵例子，其中工资-利润曲线表现出足够

的复杂性，产生了再转换问题。我提出应该以相反的方式来分析这个

问题，即先考察观察到的模式，再考察代表性模型。从这个角度来

看，最小的代表性模型将是一个三部门模型，它有三种不同功能的商

品：一种是物质投入品（基本品），进入所有的生产过程；一种是消

费品；一种是资本品（机器）。这样一来，投入-产出矩阵A将具有对

应于消费品和资本品的两个零行，因为它们都不作为投入品进入生

产；而资本品矩阵K也将有两个零行，在这种情况中，对应于物质投入

和消费品，这两者都不能作为资本品。由于KT=K（I–A）-1的次占优

特征值都为零，所以很容易表明这样一个系统将具有线性的标准价

格。了解情况的读者将马上意识到，马克思很久以前就已在他的再生

产体系中发展出了这样一个模型（Marx 1967b，chs.20-21）。

[1] 在引用斯拉法的笔记内容时，我补全了一些缩写，如“M.”代表马克思，“aggr”

代表总量，等等。感谢伯特伦·舍福尔德和富兰克林·塞拉诺指出这里的引用。

[2] 中文转引自斯拉法的笔记。——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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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金融和利率



10.1 引言

10.1.1 利率

利率是融资的价格。在资本主义经济中，金融企业提供融资，以

赚取尽可能多的利润。来自其他金融资本的竞争使得调节性金融资本

的利润率围绕着一般利润率上下波动。因此，将竞争性利率看作融资

的“生产价格”就十分自然（Panico 1988）。这意味着利率以和其他

竞争性价格一样的方式与一般利润率相联系。对非金融企业而言，利

率是被动地存在银行中的资本的基准回报率，而非主动地投资有风险

的资本主义企业的资本回报率。因此，正是利润率超过利率的部分才

调节着资本的扩张。在凯恩斯的理论中，这一部分代表着投资的边际

效率与利率之间的差异，而在马克思的理论中，这被称为企业的利

润。我将其称为净利润率。

10.1.2 净利润率

本章将致力于探讨利率的竞争性决定问题。利率对资本扩张、通

货膨胀等的影响将会在本书第三部分的第15章中阐述。当然，我们知

道，央行体系的兴起与使利率和汇率偏离市场水平的操作紧密相连

（后者将在下一章中讨论）。这一任务的难易程度取决于央行期望达

到的水平和市场水平之间的差距，这是我们需要首先理解市场水平如

何决定的原因。

10.1.3 期限结构

在抽象层面，我们谈论的是“泛指的”利率。在更为具体的层

面，我们也必须解释利率的期限结构（即这样的事实，长期利率一般



而言高于短期利率）。通过将古典的利润率均等化理论与希克关于利

率期限结构产生于金融中介成本的论点结合在一起，这一点也可以从

古典的利润率均等化理论中推导出来。

10.1.4 利率的正统理论与非正统理论

引人注目的是，新古典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的利率理论都将提供融

资看作一个既没有运行成本又没有预付资本的非资本主义活动。一旦

将成本和资本从这幅图景中删除，在金融行业中就不可能存在生产价

格。于是，我们就只能将利率的决定归因于偏好结构和期望。帕尼科

的开创性研究恢复了古典经济学对银行利率的分析，古典理论以银行

业资本参与利润率均等化过程的事实为基础，将银行利率视为基于成

本的竞争性价格（Panico 1983，179-183）。一些后凯恩斯主义者也

将银行利率看作银行成本之上的加成，只是他们的重点当然是垄断权

力。[1]但其他学者放弃了任何关于市场决定的观念，而是认为利率

完全由惯例决定（Rogers 1989，268）。

10.1.5 债券价格

由于债券是一种对贷款偿本付息的承诺，因此利率理论很自然地

会引出债券价格理论（Harrod 1969，179; Francis 1993，289）。现

代债券也是可转让的，因此它们的初始持有者和后来的购买者通常能

够在债券市场上再次出售它们。统一公债与债券承诺定期支付涵盖本

金和永续年金的固定总额（息票）。这种债券是在英格兰银行被视为

和大英帝国一样会永远存在下去的时候出现的。就像奥兹曼迪亚斯

[2]一样，二者都已经不复存在了。尽管如此，统一公债因其期限内

的利率等于其票面利息除以价格这一简单事实而在教科书中仍然十分

流行。在另一个极端，零息债券按其票面利率折价出售（比如，票面

价格为1 000美元的可赎式债券售价为900美元），这二者之间的差异



就是预付的利息额。零息债券也有着便于分析的属性，这使它们很受

教科书的欢迎。在统一公债和零息债券之间存在着大量其他债券。平

价债券按照票面价值出售（按惯例为100美元），在一定期限内支付利

息直至被赎回（O' Brien 1991，27）。这些会出现在教科书更高级的

篇章中，以带领我们进入精彩的复利世界。在实际操作中，债券体系

是基本类型债券的多样化组合，甚至一个企业都可以发行多种债券

（Reilly and Wright 2000，157）。债券可以一直持有至到期，在这

种情况下，持有者获得与债券承诺的利率相对应的定期付款之和。这

是很多家庭和机构持有者所关注的方面。但对那些为了追求利润而买

卖债券的专业投资者而言，重要的是债券的单期回报率即其利息（如

果有的话）和它相对于初始价格的价格变化之和。从专业角度来看，

“传统的收益量度方法如到期收益和赎回收益并不能让我们深入了解

债券的潜在回报”（Fabozzi 2000a，75）。接下来，我会关注零息债

券和统一公债（后者代表长期债券）这两种基本类型的债券，以表明

一旦我们有了利率期限结构理论，我们就可以推导出债券价格和回报

率的相应理论。

10.1.6 股权价格

股权（股票）代表对一个公司企业的所有权份额。债券明确地承

诺为其购买者支付利息收益，而股票则仅承诺努力为其持有者创造利

润（Weston and Brigham 1982，314）。在一段时期内股票回报率是

其所分得的股息与股票价格相对于其初期价格的增值（资本所得）之

和。从古典理论的角度来看，股票回报率将与新增投资的一般利润率

均等化。由于后者取决于行业的利润，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从业者通

常将股票价格与公司企业的每股收入联系起来。我们将看到，利润率

套利意味着这方面的特定联系。

10.1.7 金融套利



新古典主义和斯拉法主义的固定资本理论假定，较旧资本的竞争

性价格会调整至使其回报率与新增资本相等。因此，所有资本，无论

它们的相对使用年限是多久，其利润率都应该等于平均利润率。我已

经在理论基础上反对过这种资本估值理论（附录6.4）。此外，无论是

企业还是国民账户都不会按照上述方法对单个资本进行估值，因此，

观测到的平均利润率就和新增投资的回报率（后者代表着恰当的竞争

性水平）十分不同（见7.4节）。跨部门的资本流动（即新增投资）以

每个行业的调节资本为目标，竞争使其回报率实现均等化。因此，平

均利润率是有着新的相对使用年限的资本和有较旧相对使用年限的资

本的回报率的混合物，而较旧资本的回报率取决于随着单个资本的老

化其成本上升和利润量下降的方式。

这引出了金融业本身固有的第二个重要问题：金融企业的利润率

和诸如债券、股票这样的金融工具的回报率之间的区别。参与金融工

具买卖的企业从各种显性费用和隐性费用[3]中获取利润，银行从其

贷款利率中获取利润，等等。所有企业都努力追求利润，而其回报率

最终将由竞争调节。在所有情况下，这种企业所从事的活动之一就是

努力从各种不同领域间回报率的差异中获利。比如，投机者从具有较

低利率的市场借入资金，并希求在具有更高利率的市场上贷出。证券

经纪人“为自己的账户购买有价证券，并希望［以］能够获取到希求

利润的更高价格迅速地再出售”（Ritter，Silber and Udell 2000，

256）。这些举动有助于消除差异（即使不同放款人之间的利率均等

化，也使各种金融资产的回报率均等化）。可是，他们做的不止于

此，因为如果金融投机的回报率系统性地高于产业活动的回报率，资

本就会加速流入金融业。尽管这最初有可能提高资产价格和投机利

润，进一步拉大投机利润率和产业利润率之间的差距，但当这个过程

进行到某种程度时，泡沫就会破裂，投机利润就会暴跌。索罗斯提出

的自反性理论产生于其在金融领域的丰富从业经验，该理论为分析这

类事件提供了一个框架。他提出了三个基本命题：（1）预期影响实际

价格；（2）实际价格会影响基本面；（3）预期反过来受到实际价格



和基本面价格的影响。最终的结果是实际价格会围绕其引力中心值动

荡地波动。预期能够导致被拉长的非均衡周期，而在这一周期之中，

繁荣会最终让位于萧条（Soros 2009，50-75，105-106）。由于预期

能够影响基本面，引力中心本身也可能存在路径依赖（Arthur 1994;

David 2001）。[4]所以，未来并不是对过去的随机反映，因而整个

系统是非遍历性的（Davidson 1991）。[5]被拉长的非均衡过程的存

在证明了效率市场假说是错误的，同时，基本面对于实际结果的依赖

也证明了理性预期的错误（Soros 2009，58，216-222）。最后，认识

到这一点很重要，即尽管预期可以影响实际结果，但它们并不能简单

地创造出使其得到确证的现实（40-44）。相反，诸如一般利润率这样

的引力中心会对实际结果继续发挥其调节作用，这恰恰是繁荣让位于

萧条的原因。

因此，我们应当记住以下两个区别：平均资本利润率与新增资本

利润率之间的区别，金融企业的利润率和金融投机的回报率之间的区

别。其中的关键在于，无论这些新增资本被运用于何种领域，竞争都

会使其回报率趋于均等化。这种均等化过程总是动荡的，但在投机活

动中它尤其如此，因为泡沫会在其中增添艰辛和麻烦。在后面关于效

率市场假说和席勒提出的相反假设“非理性繁荣”的讨论中，这一点

被证明非常重要（见10.8节）。

最后，股票市场套利观念完全兼容于这样的事实，即股票市场包

含各种类型的投资者，其投资准则涵盖了从个人的到专业的范围。对

套利行为而言，重要的是存在着整群的投资者，被资本的各种竞争性

运用之间回报率的差异激励。正是这群人“去除”了投资市场间的差

异，因而保持了回报率之间动荡的均等化。

[1] 后凯恩斯主义理论一般假设央行设定基准利率（在美国是联邦基金利率），而长期

利率由于银行的成本及利润的原因，会高于短期利率，银行通过在基准利率之上附加一个加

成来设定长期利率（Moore 1988，258; Fontana 2003，9，14）。

[2] 奥兹曼迪亚斯，即古埃及第十九王朝法老拉美西斯二世。——编者注



[3] 隐性费用包括证券交易者报价和出价之差（Ritter，Silber and Udell 2000，

95）。

[4] 路径依赖意味着一个变量的引力中心本身就部分依赖这个变量呈现的特定的历史路

径。

[5] 随机遍历过程是指其中“由过去观测值计算出的平均值不会持续地不同于未来结果

的时间平均值”的一个过程。萨缪尔森（1969）“使对‘遍历假说’的接受成为经济学科学

方法的必要条件”（Davidson 1991，132-133）。



10.2 竞争与利率

行业内竞争导致给定类型商品的价格大致相同，行业间竞争使每

个行业中调节资本的生产价格都获得大致相同的利润率。同样的过程

也适用于利率：金融行业内部的竞争使给定类型的金融工具的利率实

现均等化，而行业间竞争则建构一个使金融调节资本获得正常利润率

的利率水平。就此而言，从最古老的金融工具——银行贷款[1]开始讨

论将有所裨益。

10.2.1 竞争与银行业

假设存在一系列银行彼此相互竞争来吸引活期存款和提供贷款。

活期存款因本质上与现金的流动性相同而并不能赚取任何利息。但

是，它们一般而言比现金更加安全，而且在某些支付类型上比现金更

加方便。因此，银行会努力通过提供各种便捷服务吸引并留住储户

（Moore 1988; Hicks 1989，55-56）。从借方来看，银行彼此相互竞

争，争相为企业和家庭提供贷款，竞争使不同银行提供的贷款利率实

现均等化。这正是竞争在银行业出现时首先产生的结果，它也产生了

一个必须低于一般利润率从而使工商业贷款可以维系的共同贷款利

率。（Hicks 1965，285; Marx 1967c，378-379）。

10.2.2 企业的利润率（r-i）

方程（10.1）的条件可以理解为这样的要求，即为了使企业可以

生存下去，货币利润率与货币利率之差（r-i）必须为正。如果货币利



润率r=P/K用经现行成本调整后的利润与用现行成本表示的资本之比来

量度，那么它就会是一个纯数（附录6.2.2）。由于货币利率也是一个

纯数，斯拉法（1960，32-33）将其与利润率联系起来。对任意现行成

本的资本存量K而言，它对应的现行利润是P=r·K，而相应的潜在现行

利息流为i·K。这两个现金流之差即为企业利润PE=P–i·K=（r–i）

·K，它量度了资本家相对于消极投资用于主动投资的积极程度。于是

企业的利润率为

贷款利率通过其作为量度一般利润率的基准的角色直接调节着资

本积累，但它也决定银行利润率本身。银行收入包括其发放贷款的利

息收入，为i· ，其中 为总贷款存量，银行利润PB为银行收

入与运行成本之差。银行的预付资本是其运行现金和金融资产之和，

后者本质上代表着银行准备金 和现行成本的固定成本KBf，并且银

行的平均利润率是银行利润与银行资本之比（Panico 1983，182）。

我们随即再一次遇到平均银行资本利润率与新增资本利润率之间的区

别问题。正如总银行资本是新旧相对使用年限资本的总和一样，总银

行利息收入也是当前和过去发放的贷款所产生的利息之和。如果利率

都是可变比率，那么平均利率就会与新增贷款的利率相等。在另一个

极端，如果利率都是固定的，那么平均利率和现行利率将会因贷款相

对年限的影响而出现偏离。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平均利润率和调节利

润率都会因资本相对使用年限的进一步影响而有所不同。结果是，当

我们讨论银行利润率的均等化时，就必须针对新增贷款的现行利率和

新增银行资本利润率而言。将这一点警告谨记在心后，那么银行利润

和资本就分别是：



银行利润率是银行利润与银行资本之比。由于银行主要通过发放

贷款获取利润，因此它们就有很强的动机最大化贷款/存款比（最小化

存款-贷款比），这受限于其维持适当的准备金以确保其可信性的需

要。这是银行业固有的需要，无论它是否受到国家监督（见5.2节）。

贷款最初在放贷银行被记为存款，但是一旦贷款收入被花费，存款和

储备金就从放贷银行流向了地区、区域、国家，甚至整个世界的其他

银行。因此，单个银行就总是被迫在贷款、存款、准备金三者间维持

谨慎的比率——这远早于国家介入并建立起强制的最低比例：准备金

与存款之比 = / 是量度存款安全性的指标，而存贷比

= / “则是量度银行流动性的……一种传统指标”（Ritter

and Silber 1986，128-129）。如果我们暂时抽象掉银行成本和固定

资本，那么银行利润就等于银行收益，银行的预付资本就等于准备

金。因此，银行利润率就可以简化为：

其中， · = / ，为准备金与贷款之比。

更低的准备金-贷款比会提高银行的利润率，但同时也会增加银行

破产的风险。即使是在政府调控的“约束之手”下，平衡点也经常通

过银行破产的方式显示出来——这就是“看不见的手”淘汰失败者的

方式。无论如何，在给定意愿准备金和存贷比的情况下，银行的利润

率由利率驱动。当银行间相互竞争时，一些银行可能会比其他银行经

营得更好。在这些经营得更好的银行中，在一般具有可复制性条件下

经营的银行将会成为银行业的调节资本。根据竞争的第二个阶段，行

业间的资本流动将会使得银行业与其他行业中调节资本的利润率（即

与一般调节利润率）实现动荡的均等化。为了与其他经济学理论进行

比较，我将暂时抽象掉调节资本和非调节资本的差别，从而我可能只

提到“泛指的”正常利润率（r）。这里的关键在于，利润率均等化颠



倒了利润率和利率之间的因果关系，因为银行业的正常利润率决定了

经济中的正常利率。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利用利润率均等化条件

rB=r，其中r是一般利润率，与方程（10.5）联立，就得到了长期竞争

性利率。

10.2.3 利率与价格水平、利润率的关系

前述对利率最简单的表述是将其视为“供给价格”，即商品生产

价格的金融等价物。它告诉我们，当我们抽象掉银行的运行成本和固

定资本时，竞争性利率就和正常调节利润率成正比。这本质上正是斯

密、李嘉图和穆勒看待这一问题的观点（Panico 1983，167）。注

意，这里的比例系数是准备金-贷款比（ / = ·d ），它

可以随着其组成部分的变化而变化。银行作为信贷提供者为了具有经

济可行性，必须尽可能多倍地借出存款以使得d = / <1，同

时维持一个尽可能低的准备金-存款比以使得 <1。于是，对调节性

银行而言， / = ·d <1，这一结果确保了方程（10.1）

中均衡的竞争性利率低于利润率。因此，在这种抽象水平上，假定其

他条件不变，银行的企业利润率r–i=（1– ·d ）·r就被结构性

地决定了，它本身与利润率成比例并随着后者的增加而增加。在正统

经济学中，r–i被解释为积极投资的风险溢价。但在古典理论中，这

一差异是一种结构性因素。它同时也是一个倍乘因子，因为根据方程

（10.6），r=i（1+ϑ），其中ϑ=（1– ·d ）/ ·d >0，因为

·d <1。当然，我们也可以将风险作为导致任何两个部门间的利

润率存在持续差异的一个因素引入古典理论。但是，这要求不同部门

的风险确实存在差异，可以根据（比如）实体部门增量收益率和金融

部门增量回报率的相对波动性对风险进行量度。我们可以从图10.1和

图10.11中看到，这一假设并没有经验基础。



在这种抽象水平上，利率看起来好像具有仅由结构性因素和利润

率决定的“自然”水平。一旦我们考虑银行的运行成本和固定资本，

结果就会改变。金融中介的一个独特特征便是其“产出”是货币数

量，这在银行情况中即为总（新增）贷款数量（ ）。因此，银行

的物质“投入-产出系数”就是每1美元贷款的物质投入数量。[2]于

是，在正常产能运行条件下，使银行的贷款数量翻番就需要大致两倍

的纸张、计算机、办公空间和劳动时间的投入。接下来，我会将这些

不同的投入表示为实际变量（即用名义成本除以价格指数）。10.4节

末尾将会给出一个结果相同但更加详细的物质投入-产出表达。令ucr

、ucr 、 κrfB分别代表单位存款的实际成本、单位贷款的实际成本

（扣除服务费用）、在正常产能下单位贷款的实际固定资本。如果p是

物价水平指数，那么相应的名义成本就变为p·ucr ，p·ucr ，

p·κrfB。我们暂时仅考虑通常不支付利息的活期存款，那么正常产

能下的银行利润率就可以表示为：

正如最抽象的情况一样，当其他条件不变时，利率的上升会提高

银行利润率。但现在，价格水平的提高将通过提高运行成本和固定资

本成本降低银行的利润率。当我们考虑银行的利润率与正常产能下的

一般利润率均等化这一更长期的情形时，后面这一点就会变得很重

要。此时，贷款利率就行使着银行业名义上的“生产价格”这一功能

（Panico 1998，186-190），它取决于一般利润率以及通过银行运行

成本和资本成本发挥影响的一般价格水平。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将

公式（10.7）与利润率均等化条件rB=r联立，以得到用一般利润率



（r）、价格水平（p）以及和银行业相关的几种投入-产出系数表示的

竞争性贷款利率（i）。

之前方程（10.6）中的抽象公式说明利率具有由正常利润率决定

的“自然”水平。方程（10.8）中更加具体的表达式表明情况并非如

此，因为利率也取决于一般价格水平，所以在每一个不同的价格水平

上都存在一个不同的长期利率。[3]可行的利率依然必须低于利润率

［方程（10.1）］，企业的正常利润率也仍然为正，并随着利润率的

增长而增长。但此时，价格水平的增长将会提高正常利率，并降低企

业的利润率。[4]这本身就证明了货币对实际结果很重要。

利率与价格水平之间的联系为著称“吉布森悖论”的经验关联提

供了一个直接的解释，它甚至还产生了更加具体的假设，即当银行业

的实际成本降低以及/或者当一般利润率下降的时候，利率的增长将会

低于价格水平的提高。与标准理论不同的是，这里并没有区分期限结

构理论与利率水平理论（Conard 1959，288-289，298）。我认为可以

表明竞争性利润率的均等化将既决定收益率曲线水平，也决定其（正

常的）向上倾斜的形状。风险在这里发挥了作用，但仅是通过银行的

相关成本产生影响。

这一部分所提出的观点解决了马克思的利率理论中的一个表面上

的矛盾。马克思强烈反对斯密和李嘉图的理论中所提出的“自然利率

水平”与一般利润率成比例的观点（Ahiakpor 1995，444）。他非常

熟知图克的经验发现，即利息随着价格水平的变化而变化，因此并非

结构性地与利润率相关。同时，马克思自己的理论逻辑表明，部门间

竞争将会使得银行利润率和一般利润率实现均等化，并由此将利率与

利润率联系起来（ Panico 1988 ， 87-88; Itoh and Lapavitsas

1999，70，95-96）。他在这一问题上零散发表的著作并没有调和这两



方面，所以之后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得不在二者之中进行抉择（见10.7

节）。然而，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两方面是可以被调和的，因为无

论是斯密-李嘉图关于利率与利润率相联系的观点，还是图克-吉布森

关于利率与价格水平相联系的观点，都可以从利润率均等化中推导出

来。

10.2.4 古典利率理论的含义

方程（10.8）表明竞争性名义利率因而市场利率和价格水平正相

关。在1838年的《价格史和货币流通状况（1793—1837年）》一书

中，图克和纽马奇（1928）注意到，利率和价格水平倾向于一起变动

（Panico 1988，323，439; Itoh and Lapavitsas 1999，29）。马克

思对这一经验证据十分熟悉，并且特别引用了图克关于利率的研究

（Marx 1967c，ch.23，370）。在图克的成果发表近一个世纪之后，

吉布森（1923）再次发现了这一相同的模式，凯恩斯还指出，“利率

和价格水平之间的关系是整个数量经济学领域中已确立的最完整的经

验事实之一”（Keynes 1976，2∶198）。然而，凯恩斯将其称为吉布

森“悖论”，因为它与标准的货币假说相矛盾，这一假说认为利率应

当随着价格的变化率而变化，即随着实际或预期通货膨胀率而非价格

水平的变化而变化（McCulloch 1982，47-49）。这里还可以推导出另

外三种含义。首先，假定名义利率是融资的价格，融资的相对价格i/p

是一个关于利润率和实际银行成本的函数。其次，如果后者中的任何

一个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下降，那么名义利率就会相对于价格水平而下

降。最后，我们知道央行在某些时期会进行明确的经济干预以改变利

率趋势。例如，在格林斯潘时期的美国，短期国库券利率从1981年的

14.03%降至2006年的4.74%，现在维持在0.1%。为了将“看不见的手”

的影响与政策影响区分开，我们必须首先有一个关于竞争性利率水平

自身的理论——正如方程（10.8）所示。政策本身可以没有理论支

撑，但关于政策的理论一定要有理论基础。我会在10.7节中的图10.6~

图10.8再讨论这一问题。



10.2.5 收益率曲线的结构理论

作为一种普遍规则，金融机构使自己的资产（贷款）与负债（储

蓄）的到期日相互匹配是有好处的，因为这会最小化与利率波动相关

的风险（ Lutz 1968 ， 225; Ritter ， Silber and Udell 2000 ，

212）。由于活期存款能够随意取出，因此利用活期存款来发放贷款的

银行或者银行部门最擅长的是发放短期贷款。我们可以把这些银行看

作吸收零期存款，并按照单期利率（i）发放单期贷款。现在假设存在

两期贷款的市场，它可能是由另一个银行或者银行部门提供的。对吸

纳零期存款的银行而言，发放两期贷款将会比发放单期贷款需要更长

的资金保证期，因此需要更多准备金和更高的存贷比。它们也会因更

长的时间期限所具有的更大的不确定性而需要承担更大的风险。[5]从

短期来看，单期利率和两期利率都由相应贷款类型的供给与需求决

定，并且，一般来说，这两类银行的利润率不同。但从长期来看，竞

争会使得正常产能下的利润率大致均等化。根据方程（10.8）可知，

两期贷款更高的成本将会要求银行提供更高的利率以使其利润率与单

期贷款相同。换言之，收益率曲线[6]因为结构性的原因一般向上倾

斜。请注意，这一期限结构出现的必要条件是银行业务有着相同的利

润率。银行业这一共同的利润率与一般利润率的进一步均等化将会改

变利率水平，但不会改变利率的期限结构。因此，我们得到了双重结

果：短期利率水平取决于银行业利润率与一般利润率的均等化，利率

的期限结构取决于不同银行间利润率的均等化。

在注意到两期贷款的部分高成本可以通过匹配存贷款的到期期限

支付这一点之后，我们便可以更深入地讨论这一问题（Ritter，

Silber and Udell 2000，212）。通过吸收定期存款发放两期贷款的

银行将具有发放两期贷款的优势，因为它的成本比基于活期存款发放

两期贷款的银行（或部门）更低。于是，套利将确保银行所提供的单

期定期存款利率和单期贷款利率（i）相同。用希克斯的措辞来说，两

期贷款的“借出”利率（i2）现在也会取决于单期定期存款的“借



入”利率（Hicks 1965，284-290）。银行业内部、两种银行之间的利

润率均等化，将决定收益率曲线的（正的）斜率，而金融部门和实体

部门之间的利润率均等化将会决定这条曲线的水平。正如短期贷款情

况一样，如果企业想获得两期贷款，（其支付的）利率一定低于一般

利润率。如果我们将意愿两期存款与贷款之比定义为d 2=（ 2/

2），那么两期长期贷款的利率将由方程（10.9）决定，其中，

单期利率是通过定期存款的单位成本i·dl2表现出来的“借入”利

率，而两期利率是“借出”利率。

这一分析可以明显扩展至包含所有利率范围的情况，其中收益率

曲线通常向上倾斜，因为期限更长（即流动性更差）的银行资产的成

本一般更高。记住，这只适用于由利润率均等化决定的正常利率。在

短期中，市场利率将取决于不同类型贷款的供给和需求，因而收益率

曲线可以具有多样化形状。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两期利率现在取

决于单期利率，因为后者构成该银行部门投入成本的一部分。非金融

企业在这一点上不同于银行，因为它们的生产投入不包括具有不同时

间期限的存款。银行和非金融企业都将利率视为其企业利润率的基

准，并且都用总利润中的一部分来支付其特定贷款的利息，但只有银

行同时还将存款作为投入（见附录6.7.4）。

综上所述，古典利率理论有5个主要含义。从短期来看，不同期限

的货币利率取决于不同类型的贷款和存款的供给与需求，并会因周期

性和偶然性环境因素（包括风险的急剧变动）而发生变化。因此，从

短期来看，收益率曲线会呈现多样化的可能形状。然而，从中期来

看，不同银行业务之间的利润率均等化将会产生通常是向上倾斜的收

益率曲线的形状。这一框架向我们提供了一个关于收益率曲线的结构

性决定机制，与标准理论中收益率曲线取决于期望和流动性偏好的主

观决定机制相反。从长期来看，银行业利润率和一般利润率之间的均



等化将会决定银行利率的整体范围水平（即银行收益率曲线的水

平）。

如果基准利率（i*）上升，那么更长期限的利率也会向上移动，

这就使利率看似是被银行通过垄断权力对基准利率进行成本加成“设

定的”（Moore 1988，258; Fontana 2003，9，14）——尽管事实是

基准利率和更长期限的利率都完全通过竞争决定。最后，不同期限贷

款的成本之中已经包含了风险，因此没有必要再进一步包含风险溢

价。总之，利率将由以下因素决定：一般利润率、一般价格水平、与

所提供贷款的到期期限和风险相对应的不同的特定成本。

下一部分将拓展古典理论的应用范围，首先用其来分析股票，其

次分析债券，推导出针对二者的完全不同的模式。在银行贷款和等价

债券之间的套利将会使两种工具的收益率在某一低于利润率的水平上

均等化，否则企业没有能力借贷。由于债券收益率直接（并且反方向

地）与债券价格相联系，这一过程也会同时将债券的回报率固定在一

个通常低于一般利润率的水平上。可以说，投机者已经没有进一步的

套利空间可以使债券的回报率和实体投资的利润率均等化。另外，由

于股息和股票价格是独立变量，存在空间使得股票回报率（股息收益

率加上股票价格的变动率）与利润率均等化。这些差异直接导致股票

回报率系统性地高于债券回报率。这一众所周知并且长期存在的经验

模式已经如此困惑了主流经济学理论以至被称为“股权溢价之谜”

（Mehra and Prescott 1985; Mehra 2003）。但是，从古典理论出

发，它显得如此理所当然。

[1] 出于存放安全和支付便捷的原因，人们将钱存在货币交易商那里，这是银行业本身的

起源。货币交易商很快就发现，他们可以将这些存款中的一部分借贷出去以获得利息

（Morgan 1965，60-61）。债券出现得更晚一些，最初作为政府和工商业借款的特定形式而

出现（Galbraith 1975，92，142-143）。股票出现得更晚，伴随着股份公司的诞生而出

现。

[2] 在（比如）面包的生产中，机器的物质投入产生出以单位机器/面包片衡量的物质投

入-产出比例。但对银行而言，相应的系数则是单位机器/美元。处理后者的一个标准方法是使



用货币的“价格”，它总被假定为p=1美元（Sweezy 1942，118）。那么本质上，货币数量的

“物质数量”，如存款 '= /p、贷款 '＝ /p就会和它们的货币价值大小相

等但没有单位。问题在于，这样一来，贷款就有了两个价格：它作为货币的“价格”p和它作

为融资价格的利率（i）。而实际上，由于货币是价格的量度单位，它本身是没有价格的，就

像尺子被设计成1米（或者1英寸，或者1拃）一样，因为它只是长度的量度单位，它自身并没

有长度。

[3] 此处与凯恩斯关于自然利率的论述有类似之处。新古典理论认为，在一个无风险的模

型中，利率等于对应于充分就业产出下的利润率（Panico 1988，140）。在《货币论》中，

凯恩斯将自然利率定义为使储蓄与充分就业产出下的投资相等的利率水平。但是，他在随后只

将自然利率定义为对应于使储蓄和投资相等的水平，而在这种情况下，每一个给定的就业水平

都有一个对应的自然利率（Panico 1988，127-127）。

[4] 方程（10.8）表明，对于任一给定的价格水平，利率都会是利润率的一个线性函

数，该函数截距为p（ucr ·d +ucr ），斜率为（p·κrfB+ ·d ）（为确保存在可行

性利率i<r，其必须小于1）。纵轴代表利率，横轴代表利润率，可以画出一条起始于原点、斜

率小于1的直线，而绘制利润率关于自身的曲线，将会得到一条45°的线，它会在某一点从下

方与利率曲线相交。所有处于交点以下的利率都将得到正利润率。价格水平的上升将会使利率

曲线向上移动，缩小它与利润率曲线之间的距离，从而在所有利润率水平下降低企业利润率

（见13.2.10小节和13.3.5小节）。

[5] 要预测的时间越长，不确定性就越大。因此，违约风险（信用风险）就会随着不确定

性的增大而增加，就像未预期到的利率变动的风险那样（Ritter，Silber and Udell

2000，212）。

[6] 收益率曲线是一个纵轴为收益率，横轴为债务到期日的曲线。如果更长期的银行贷款

或债券有更高的收益率，那么收益率曲线将会是向上倾斜的。



10.3 竞争与股票市场

股票回报率的计算方式和债券相同：它是所支付的股息与股票价

格变动（资本所得）之和相对于初始价格的比率。就像债券一样，一

些股票支付股息，另一些则不支付。这是股票和债券存在差异的地

方。债券是一种承诺支付利息的凭证，它们的到期收益率是对其承诺

的履行。债券的类型并不重要，因为利率的套利将会使得N期贴现债券

（零息债券）和N期附息债券有着相同的收益率。

对股票而言，它并不承诺支付任何总数或者实现任何收益率。事

实上，对于这一问题的标准定理认为，股息和留存收益的分离完全与

企业总资产的均衡货币价值或其资金成本无关（Miller and

Modigliani 1961）。企业决定其股息和再投资政策，而市场决定其股

票价格。这些价格同采用的特别的股息或者再投资政策共同决定了股

票回报率。并且，正如套利使得金融产品的利率均等化一样，它也使

得股票之间的回报率以及股票市场与实体部门之间的回报率均等化。

一定时期内股票回报率（req）是资本收益或损失（peqt-peqt-1）加

上所支付的股息（dvt）与其初始价格的比值。

对债券而言，它的到期收益率和相应的利率会实现均等化，并且

这一过程决定了债券的长期价格，从而也就决定了其长期回报率。于

是，债券回报率就无法与一般利润率相等。另外，股票的长期价格水

平取决于股票市场与实体经济二者回报率的均等化以及每股股息，其

中，股息收益率（股息/价格水平）与任何利率水平都不相等。实际

上，这两种比率的相等（reqt=rt）决定了股票均衡价格路径与现行股



息政策一致。注意，如果没有股息的话，股票市场上的回报率将仅由

资本收益构成，因而相应的实际股票价格就一定会以和实体经济回报

率相同的速度增长。毋庸置疑，这并不意味着所有企业（无论它们是

否提供股息）都会在竞争中取得成功。

由于股票在企业生存期间都是有效的，所以股票收益曾被比作可

变息票的长期债券（Lutz 1968，300）。但债券的息票仅仅是确保债

券可以实现承诺的到期收益率的其中一种方式。而对股票而言，不存

在这样的承诺或压力。私人股票持有者很可能会认为股息流与股票价

格变动不同，但在套利市场上，重要的仅仅是总体回报率（扣除交易

成本）。因此，新资本会更迅速地流入有着更高预期回报率的股票，

而更缓慢地流入购买其他股票。这些资本流动将会使个体对证券投资

组合的不同选择都没有差别，使不同的股票（对风险进行调整的）回

报率相等。并且，由于新资本也可以同样流向其他行业，同一过程也

会使股票市场和实体商品行业的回报率实现均等化。方程（10.2）~方

程（10.13）总结了债券和股票市场二者之间的巨大差异。



10.4 竞争与债券市场

债券是一种在t时刻以价格pBt出售的金融工具，作为回报，持有

者将会在债券到期时被支付以最终的债券票面价值FB，并且有可能在

债券生命期限内获得一些定期付款（息票）cpt。由于定期的息票利息

构成的利息流高于债券购买价格，因此附息债券就能够以高于、等于

甚至低于其票面价值的价格出售。统一公债是一种没有到期日的附息

债券，因而只支付永续年金，因永远不会被偿付而不具有票面价值。

[1]由于统一公债是长期债券的极限情形，因而它在概念上十分有用。

在另一种极端情形下，零息债券不支付任何利息，因而购买者在债券

到期日只获得其票面价值。因此，零息债券必须低于票面价值出售，

购买价格和票面价格之差就构成了所支付利息的总和。[2]单期零息债

券等同于定期存款，因为这种类型债券的购买者在直到债券到期之前

都会锁定货币，在到期时支付其票面价值的回报总和高于购买价格。

[3]给定零息债券的现行价格pb0t，它的利率取决于这一价格低于其票

面价值的程度。统一公债和单期零息债券都有着简单的代数性质，这

就是它们在分析上受到人们钟爱的原因（Conard 1959; Lutz 1968;

Patinkin 1989）。

给定债券的市场价格，任何一种债券的货币利率（到期收益率）

都被定义为这样的固定比率，即它使所支付现金流的贴现后现行价值

与观测到的债券市场价格相等。正如席勒所指出的那样，将货币利率

限制为固定比率并不必要（Shiller 1981，430; 2001，260n24）。无

论怎样，出于我们研究的目的而言，考虑对单期零息债券和20年或者

更长期的长期债券这两种完全极端情形的标准处理方法就足够了，其

中长期债券的收益率大致可以由统一公债的公式给出（Mishkin

1992，78，83）。对于任何给定的票面价值和观测到的债券价格，这



两种类型债券的利率由如下方程定义。通常来说，债券价格的上涨会

降低其潜在利率。

注意到以下一点很重要，即息票的大小和变化路径对债券套利没

有重要影响。这在具有不同到期期限的零息债券情况下十分明显。但

它同样也对任何类型的附息债券成立。对债券来说，竞争使有着相同

风险、到期期限和还款日的工具的到期收益率（利率）均等化，即使

它们支付的息票不同。[4]支付的息票通常在发行日因外生于套利过程

的多样化因素而被设定下来。[5]这就意味着等值息票债券的价格将会

抵销支付的息票之间的差异，从而使不同的债券获得相同的收益率。

[6]

与债券在其生命期限内的收益率相比，其单期回报率可定义为该

时期内支付的息票和资本所得或资本损失的总和与其初始价格之比：

。对零息债券而言， ，而对息票给定的

长期债券来说， 。[7]于是，回报率与相应的利率直接联系起

来，因此其中一个的确定也会确定另一个。



我们现在已经准备好将债券纳入利率理论中了。在等价债券和银

行贷款之间的套利会使其利率均等化。因此，单期债券和单期贷款的

利率相等（ ），长期债券和长期贷款的利率相等（ ）。因

此，债券利率将和银行利率有着相同的性质：它们都将低于利润率

［方程（10.1）］，都将随着利润率的提高而提高，随着价格水平和

基准贷款利率（本身由利润率的均等化过程决定）的提高而提高。

但如果如方程（10.18）和方程（10.19）所示，银行利率决定了

债券收益率，那么它们也通过方程（10.16）和方程（10.17）决定了

债券回报率。零息债券的回报率将直接等于短期银行利率，因而有

。另一端，长期债券的回报率会低于、等于或者高于银行的

长期贷款利率，根据这些利率是上升（债券价格下降）、保持稳定还

是下降（债券价格上涨）。[8]由于利率一般低于利润率，因此前面的

分析表明长期债券的回报率一般也将低于利润率，尽管它们在某些条

件下可能等于甚至高于后者。这正是我们在经验层面发现的结果（见

10.6节）。



[1] 在实际中，统一公债指英国政府债券，其中只有少量依然还存在（Homer and Sylla

1996，159-162）。

[2] 传统的债券融资理论是就附息债券而言的，但现代融资理论则是基于零息债券的理

论。正常的附息债券总是能够被简化为零息债券的组合（O' Brien 1991，4）。

[3] 对于某一个定期存款，你存了95美元并且在到期日得到（比如）100美元，这100美

元是你的本金加上利息。这等同于以95美元的市场价格购买一个票面价值为100美元的单期零

息债券。

[4] 风险、到期期限、还款日都相同的债券具有相同的收益率（Altman and McKinney

1986，12-24）。

[5] 标准的附息债券都会有一个在发行期就固定下来的息票。零息债券则根本就没有息

票。浮动利率债券会阶段性地根据金融指数或价格指数来重新设定息票。大多数浮动利率债券

的息票会随着指数的上升而上升，但是反向浮动利率债券的息票则会随着指数的上升而下降

（它们被当作对冲的金融工具）。最后，延期附息债券在一定年限内不支付息票（Fabozzi

2000b，3-4）。平价债券按其票面价值出售，所以pbt=FB。因此，为使新债券和利率变动保

持一致，新平价债券的息票就必须与所要求的利率成比例。在这种情况下，息票可变而债券价

格固定，因此只有一个自由度。

[6] 因此，如果一个两年期的债券以1 000美元的票面价格、60美元的息票出售，那么它

就有着6%的到期收益率。但是，如果在其生命期限内的第二年市场利率上升至7%，那么一个新

的两年期平价债券在发行时的息票就必须大致提高到70美元。另外，之前已经发行、现在已经

有一年期限的债券就必须以990美元的价格出售，以将其60美元的固定利息换算成新的7%的到

期收益率。结果是，较旧债券的持有者会遭受资金损失（Ritter and Silber 1986，

455）。

[7] 在n期附息债券的一般情况下，它包含了两种极端，货币利率（到期收益率）由以下

隐含关系定义。设定所有息票支付都等于零可以获得零息债券的利率，而令FB=0并将股息流拓

至无穷期可以获得统一公债的利率（因为统一公债永远不会偿付），在后一种情况下，无穷股

息流的贴现值为 ，因为 。

[8] 根据方程（10.17） ，由于 ，所以 。因此，当利率

稳定时，就有 。



10.5 古典金融理论总结

古典金融理论建立在4个主要命题上。第一，为了使积累可以持续

进行，货币利率必须低于货币利润率［方程（10.1）］。第二，银行

业的调节利润率与一般利润率均等化，因此银行贷款的利率就代表着

银行业的“生产价格”［方程（10.8）］。第三，债券收益率与同等

（期限）银行贷款的利率均等化。这反过来决定了债券回报率通常不

同于一般回报率［方程（10.16）~方程（10.19）］。如果像方程

（10.11）所示的那样，股票市场的回报率与一般利润率均等化，那么

股票价格就取决于股息政策（它不必使股息收益率与任何利率相

等）。

标准金融理论中很多耳熟能详的结论都可以视作特殊情况，通过

假设变量不变（稳态）推导出来。方程（10.8）告诉我们如果价格水

平（p）、利润率（r）保持不变，并且实际成本不变（从而实际工资

不变并且也不存在技术进步），那么银行利率水平（i）就会随时间的

推移保持不变。由于债券收益率和银行利率相等［方程（10.9）］，

所以附息债券利率（ib）也随时间的推移保持不变，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息票利率（c）不变，那么债券价格（pb）就会保持不变［方程

（10.15）］。这反过来表明债券的回报率（c）将保持不变［方程

（10.16）］。最后，方程（10.11）告诉我们在存在一个固定利润率

的情况下，如果每股红利（dv）不变，那么股票价格也会保持不变，

在 这 种 情 况 下 ， 股 票 的 回 报 率 （ req ） 将 和 股 息 收 益 率

（yeq≡dv/peq）相等［方程（10.10）］，反过来，它也会因套利而

与利润率相等［方程（10.12）］。[1]方程（10.20）汇总了这一系列

特殊条件。



以上所述条件都是标准的教科书式理论。一旦我们关注实际的经

验模式，它们所具有的独特特征就会显现出来，因此下一部分的经验

分析将不会以此为基础。然而，即使是在这些特殊条件下，只要正常

利率低于正常利润率，即r < i◎［方程（10.1）］，那么债券回报率

将低于利润率，并且由于股票回报率与利润率相等，正常股票回报率

就会高于正常债券回报率。即使在最抽象的理论层次，“股票溢价”

也是古典利率理论的一个基本结果。

最后，方程（10.20）中稳态股票价格的条件可以被转变为：

现在来考虑托宾Q值，即企业部门的股票价值与其资本存量（K）

之比。令Neq=未偿付的所有股份，EQ=peq·Neq=未偿付股票的总价

值，每股收益eps≡P/Neq。于是， ，其中标准

条件即均衡时的Q=1意味着每股股息与每股收益相等（即所有的利润都

被分配出去了）。



标准理论的关键步骤是，通过将利率必须低于利润率这一关键的

古典假设替换为在完全无风险的世界中二者相等的假设，消除了债券

市场和股票市场的所有差异（Lutz 1968，226-227）。必须指出，由

于资本主义主动扰乱它遇到的所有东西，因此假设世界是不变的、无

风险的，等于假设资本主义本身不存在。无论怎样，方程（10.20）~

方程（10.22）得到了我们熟悉的结果，即利率等于所有市场上的回报

率。而方程（10.23）表明股票价格因而等于无限期股息流按照现行利

率（利润率）进行折现后的现值，给定托宾Q值=1，即股息等于股票收

益，它也意味着股票价格等于每股收益与利率之比（即股票价格就是

将所得收益看作无限期现金流进行折现后的现行价值）。后一个假设

构成了股票市场估值中被广泛使用的FED模型（美联储估值模型）的基

础（Bronson 2007）。众所周知，大多数金融参与者都关注资本利

得，而不关注股息（Elton，Gruber，Brown，and Goetzmann 2003，

450-459）。

方程（10.26）中的表达式看似是标准理论中的现金流折现

（DCF）模型，但其实二者是不同的。古典结果代表的是股票价格、股

息和利润率都不变这一特殊情形下动荡的实际利润率均等化过程的现

行结果。反过来，利润率均等化过程又是单个企业为增加其利润而产

生的并非初衷的后果——企业采取的这些行动建立在不同的预期基础

之上，其中许多预期会被证明是不正确的。钓鱼和捕到鱼并不相同。

新古典的结果是从这个假设推导出来的，即某个“代表性”投资人主



观而正确地将股票价格估计为基于固定预期利率对固定预期股息流在

无限期内进行折现后的现值。这个逻辑链条的第一步是假定唯一一个

代表性行为人估计到了表现为预期现金流贴现值的“那个”正确的股

票价格。在经过一个持有期之后，该投资者将正确价格定义为预期在

到期时能获得的股息贴现值与在到期出售时预期股票价格的贴现值之

和。

当然，这一计算需要我们首先估计股票未来价格（ ），根据

假设的行为，它将取决于两期后对股息、股票价格和利率的预期：

。将其代入现行股票价格估计的方程（10.28），得到

，然而这需要首先对三期后的股票价格

进行估计，以此类推。最终，通过现金流折现来进行估值的观念需要

代表性行为人独自对“无限期的未来”的股息和贴现率进行预测

（Elton et al. 2003，446）。在一般情况下，这两个变量都会以十

分复杂的方式随时间的推移而变动。因此，为了使表达式“易于处

理”，学术文献开始关注于其所承认的贴现率保持不变这一“不可能

的特殊情况”（Campbell 1991，158）。此外，如果预期的股息在整

个期间也被认为是固定不变的，那么这一表达式就可以简化为方程

（10.26）中常见的现金流折现模型（Shaikh 1998b; Elton et al.

2003，444-448）。或者，再一次出于易处理性而非现实主义的考虑，

如果我们假设股息按照低于贴现率（在这里是利率）的不变比率（g）

增长，那么我们就得到了股票价格的戈登模型（Elton et al. 2003，

447-448）。在所有这些模型之中，只有假设存在唯一的代表性行为

人，才能得到唯一一个估算价格。而且，这一行为人必须永远都能够



预见未来，以使估算价格成为实际价格。这些观念我在前文3.2节中都

已经探讨过。

[1] 如果股息收益率（ ）等于利润率（r），并且二者都固定不变，方程

（10.11）中的股票价格将会采取如下形式： ，这意味着股票价格将

保持不变。



10.6 经验证据

为了便于和其他理论进行比较，我还没有研究一般（调节）利润

率和用增量利润率代表的调节资本的利润率二者之间的差异（见6.8节

和7.6.5小节）。

10.6.1 银行业调节利润率的均等化

古典理论认为银行业的调节利润率就像其他所有部门一样，与一

般利润率均等化。我在前文7.6.5小节阐释过，银行业的调节利润率是

所考察的一系列一般行业的一部分。我也已经表明，尽管平均利润率

通常并不均等化（见图7.15和图7.16），但调节利润率的确会实现均

等化（见图7.17和图7.18）。图10.1提取了银行业的增量收益率，并

表明它与所有的私有行业相比，的确受限于动荡的均等化过程。[1]



图10.1 银行业与所有私有行业的增量利润率（1988—2005年）

10.6.2 银行贷款利率和公司企业债券收益率的均等
化

第二个命题是，银行的贷款利率与具有同等期限贷款的债券收益

率均等化。图10.2很明显地展示出银行的优惠利率（提供给优质企业

客户的利率）和AAA级企业的债券收益率（高评级公司为其在债券市场

的借贷所支付的利率）的内在联系。数据来源、方法和数据表格参见

附录10.1。

10.6.3 类似金融资产的利率均等化

如果忽略运输成本和质量差异，那么行业内竞争会使相似产品的

销售价格均等化。对金融行业而言，如果忽略因质量（风险）不同而



产生的溢价，那么相似的金融产品的利率会均等化。比如，特许银行

可以通过在贴现窗口向政府借款或者在隔夜拆借市场向其他银行借

款，抑或通过吸引储户进行短期定期储蓄（如定期存单）补充自身的

准备金。从长期来看，放贷人可以购买高评级的市政债券，也可以购

买AAA级企业债券（在本次金融危机之前，前者的回报率和感知风险通

常都更低）。图10.3展示出了这5种利率在1940—2011年的取值。我们

可以看到，利率倾向于一起变动，而更长期的利率也通常高于短期利

率，正如通常向上倾斜的收益率曲线所预期的一样，但有时候这个排

序也会颠倒过来：动荡是市场过程的正常特征。

图10.2 银行贷款利率和公司企业债券收益率



图10.3 美国的短期利率和长期利率

10.6.4 利率不是对基准利率的固定加成

后凯恩斯主义文献的一个共同观点是，基准利率由国家决定，而

其他利率则在该基准利率基础之上附加由银行决定的稳定的垄断加成

率（Moore 1988，258; Fontana 2003，9，14）。图10.4刻画了4类利

率与贴现率之比。即使将样本限制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的

“正常”时段，我们也会立即发现稳定的或稳态的银行加成概念是站

不住脚的。



图10.4 美国短期利率和长期利率与贴现率之比

10.6.5 利润率与利率

图10.5展示了银行的优惠利率，即银行提供给它的最佳企业客户

的利率和工商业部门的平均利润率之间的关系（之前在附录6.7.2中推

导出来）。我们看到，正如理论上所预期的那样，利率确实通常低于

利润率。考虑到平均利润率是对强弱企业、新旧厂房混合计算的结

果，借款利率高于平均利润率就意味着企业破产和厂房关闭加速。如

果这种状况持续下去的话，对工商业贷款的需求就会暴跌，从而迫使

利率回降。但是r>i的准则只适用于中期，而非每一个单独的年份。实

际上，在1967—1982年大滞胀的后14年里，该规则确实被违反了，在

此期间，迅速上升的物价推动了利率的上升，直到货币政策迫使后者

在之后下降（见10.6节）。



图10.5 企业利润率和银行优惠利率

10.6.6 利率和价格

图克和吉布森很早以前就记录道，市场利率随着价格水平的变动

而变动。图10.6表明，1857—2011年，长期债券收益率指数基本上与

生产价格指数同向变动，除了1861—1863年这一较短时期、1932—

1947年从大萧条的深渊到二战的一个稍微更长的时间段，以及1982—

2007年由格林斯潘设计、本·伯南克维持的著名的政策引致型利率下

降时期外。在本书的倒数第二章中，我将说明后面这一干预政策刺激

了1982—2007年的实际经济繁荣以及与之相伴随的金融泡沫，从而为

两者最终的崩溃埋下了伏笔。这些事件提醒我们注意两点重要的相关

事实：在现代法定货币条件下，利率，就像汇率一样，可以被引导至

远远背离其基本水平，但这样做会导致一系列后果。图10.7刻画了金

融的相对价格（i/p），其中两个变量现在都已经以1947年为基年进行



了指数化。作为供给的相对价格，我们预期这个指标从本质上反映如

方程（10.8）中所示的融资的实际成本。1857—1927年，这一比率保

持相对稳定，即使是在1873—1893年的大萧条时期也如此，它随后在

19世纪20年代初缓和的下降趋势也与迅速的金融创新相一致。对一般

规则的主要背离发生在利率下降而物价上涨的大萧条时期和大滞胀时

期。当格林斯潘出任美联储主席的时候，利率与价格的这一市场联系

被打断了，他的继任者则将这种例外变成了一般规则。在这一新的时

期，物价持续上升，而利率则因积极货币政策的作用而稳定下降。

图10.6 利率和物价水平（1857—2011年）

吉布森关于名义利率与价格水平之间呈正相关关系的发现与标准

理论相矛盾。欧文·费雪宣称，预期实际利率，即名义利率与通货膨

胀率之差，与实体（即非金融）部门的收益率相等，而这一收益率反

过 来 被 认 为 是 固 定 的 （ McCulloch 1982 ， 47-49; Ciocca and

Nardozzi 1996，34）。如果进一步假设预期通常是准确的，则实际利



率，即名义利率和价格实际变化率之差，就会随时间的推移保持稳

定。针对吉布森关于利率和价格水平呈正相关的发现，费雪解释称，

当物价水平上升时，人们会预期通货膨胀率上涨（即他们会预期物价

加速上涨），在这种情形之下，名义利率就会上升以使实际利率保持

稳定。这一解决方案的问题在于，预期是不可观测的。因此，费雪进

一步假设可以利用过去通货膨胀率的滞后值来代表预期通货膨胀率。

为了得到名义通货膨胀率和（过去）物价水平变动之间必要的高度相

关性，他不得不依赖20~28年的滞后值（Cooray 2002，4）。毫无疑

问，凯恩斯明显对这种处理方法不以为然，他认为费雪拯救主流经济

学的尝试完全是一种逃避策略（Fongemie 2005，621）。后凯恩斯主

义者则完全放弃了市场决定的机制，转而依靠（基准）利率“由货币

机构外生决定”的假设（Moore 1988）。尽管如此，费雪的假设仍然

统治着标准理论，并且催生出大量仍在不断增加的计量经济学文献

（Cooray 2002）。图10.8绘制出了实际长期债券的实际利率及其HP滤

波值（参数=3），在任何有意义的时期内它都不是稳定的。事实上，

它甚至在数十年内都是高度不稳定的——这是一个完全违背标准理论

关于行为人理性和市场效率基本假设的事实。滤波值通常被认为代表

一个变量的长期趋势，它从1874年的10%降至1917年的3%，到1928年增

至8.3%，但在1946年又降至-4.6%，等等。在古典理论中，利率与价格

水平相关，而不是与价格水平的变化率相关，并且融资的相对价格

（i/p）是关于实际银行成本与一般利润率的函数［见方程（10.8）和

图10.7］。



图10.7 融资的相对价格（1857—2011年）



图10.8 实际利率及其HP滤波值（1857—2011年）

本章的之前部分从我的观点中推导出了两个重要结论：债券回报

率不会和调节利润率实现均等化，因为债券收益率与相应的银行利率

相等［方程（10.12）］；相反，股票收益率不与债券收益率实现均等

化，因为股票收益率等于调节利润率［方程（10.3）］。这就表明，

债券回报率一般会低于股票收益率［方程（10.22）］，这一被大量讨

论的事实以“股权溢价之谜”为人所熟知。图10.9表明，股票的股息

收益率通常与长期债券的收益率（其与银行优惠利率相同）相差很

远。[2]图10.10展示了1926—2010年平均股票市场、公司企业和政府

债券的年均收益率，这些一般都大不相同（Ibbotson 2004，30-31，

table 2-2）。上述都是名义利率，但是将它们都减去一个相同的通货

膨胀率从而将其转变为实际利率，显然也不会改变三组数据之间明显

的差距。表10.1表明，公司企业债券和政府长期债券的平均回报率是

大型企业股票收益率的一半（小型企业拥有更高的收益率，但风险也



更高）。新古典金融理论预测道，如果忽略风险溢价，那么股票和债

券收益相等。这个谜团还包含以下事实，即该框架无法合理解释股票

和债券之间存在100%的“风险溢价”。

图10.9 股息收益率与债券收益率（1857—2011年）



图10.10 股票和债券的回报率（1926—2010年）

表10.1 1926—2010年平均年化总回报率（%）

资料来源：Ibbotson Associates，SBBI Valuation Edition 2004 Yearbook，30-31，table
2-2.

这使我们关注到古典理论的一般预测：方程（10.10）中的股票回

报率 将会与新的公司企业投资的收益率在动荡中实现均

等化，后者可以由公司企业的增量利润率 以及国民

收入和生产账户近似值 来代表。由于这三个比率都包



含滞后变量，所以它们必须被计算为现值，这等价于按实际变量对其

进行计算（见6.8节）。结果证明，正如现行比率一样，这些相应的名

义比率也都很接近。为了与理论保持一致，我将关注后者。图10.11的

第一张图比较了1947—2011年现行的股票实际回报率和调整后的公司

企业新增收益率，第二张图比较了现行的股票市场回报率与国民收入

和生产账户的企业实际回报增长率。现行的股票实际回报率和调整后

的公司企业新增收益率的均值分别为9.83%和9.50%，协方差分别为

1.71和1.39。因此，股票市场上较高的回报率均值对应着较高的波动

性。与现行股票收益率相比，国民收入和生产账户近似值具有便于计

算的优点，对应着较低的均值（9.83%对8.49%）和本质上相同的协方

差（1.71对1.68）（见表10.2）。股票市场回报率和企业利润率实现

均等化的过程从本质而言是动荡的，并且也必然包括二者差异扩大的

时期。例如，在图10.11中，1996—2011年这一信息技术泡沫时期，资

产回报率一直大幅高于企业利润率。尽管如此，考虑到这两种比率的

均值和协方差有着高度的一致性，席勒认为投资者的“非理性繁荣”

会使股票市场回报率出现“过度波动”的观点（Shiller 1989，726-

728）也就没有了基础。

席勒之所以会得出“过度波动”的结论，是因为他将流行的效率

市场假说（EMH）作为比较的基准。标准理论认为股票价格是由固定贴

现率决定的股息流的现值［方程（10.31）］。





图10.11 股票现行回报率与调整后的国民收入和生产账户企业现行增量利润率（1948—2011
年）

表10.2 股票市场和企业部门的风险与回报（1948—2011年）

［贴现率］随时间的推移不变的假设对应着效率市场假说，这

一假说认为股票市场的预期回报随时间的推移不变，并且就可预测

的回报来说，进入股票市场的时间并没有优劣之分。一些更为复杂

的效率市场假说版本允许［贴现率］随时间的推移而变动，但这些

版本仍暗示股票市场的回报是可预测的。这里计算的简单现值与效

率市场模型中流传最广且最为重要的版本相关（Shiller 2001，

260n24）。[3]

在这一基础上，席勒令“固定贴现率等于1871年1月—1999年6月

月度实际收益率的历史平均值，或者说等于每月0.6%”（260n24）。

[4]

根据标准理论，计算得到的贴现现值代表了“那一年度股票市场

的实际基本价值”。基于效率市场假说所需要的固定贴现率，基本价

值必然是平滑的，而实际股票价格则会“剧烈波动”（Shiller

2001，185-186，187，fig9.1）。由于基本价值已经包含了股息的未



来变动，因此对席勒而言很显然，“之后股息的实际运动并没有证实

这些大的股票市场运动（187）”。效率市场假说无疑破产了。问题不

在于股票市场会遭受“偶然出现的泡沫”（233），而在于股息-贴现

模型所代表的行为不能证明股票价格如此大的波动性（187，fig.

9.1; 2014，14，fig. 12）。席勒在估算股票价格的实际价值的众多

尝试中，使用了以下指标来代表不变贴现率：1870—1979年的“平均

股息除以平均价格”（Shiller 1981，424），“1871年1月—1999年6

月股票市场月度实际回报率的历史几何平均值，或每月0.6%”

（Shiller 2001，260n24），最后“不变实际贴现率为每年r=7.6%，

等于从1871年开始［股票市场］实际回报率的历史平均值”（Shiller

2014，10）。所有这些情况下都存在过度波动的问题。

如果我们反过来思考这个问题，这一根本困境就瞬间变得十分清

晰了。席勒自称“效率市场假说［意味着］股票市场的预期回报率不

随时间的推移而改变，就可预测的回报率来说，进入股票市场的时间

没有优劣之分”（Shiller 2001，260n24）。这恰恰是问题所在，因

为如果我们将波动的实际股票市场回报率和任一固定比率如席勒最新

使用的贴现率7.6%或者随时间的推移而变动的平均利润率进行对比，

那么股票市场的回报率总是显示出相当大的“过度波动”。在图10.12

中，平均利润率从高于16%降至低于6%，而席勒的贴现率则在7.6%保持

不变。但是，股票市场回报率所经历的更大的波动就使这两者相比之

下看起来是稳定的（并且比它们的实际情况更接近）。在图10.11中股

票回报率和增量利润率之间的紧密对应关系以及在图10.12中前者和固

定贴现率或者平均利润率之间紧密关系的缺乏都清楚地表明：问题存

在于对股票市场调节因素的特殊假定（Shaikh 1998b）。



图10.12 现行股票回报率和企业平均利润率以及席勒2014年的实际贴现率

席勒的方法论导致了另一个重要问题。如果股票市场的回报率是

由某个外生比率（rt）调节的，那么长期股票价格水平必然满足这一

关系 ，如果股票实际收益率等于随时间的推移而变动

的企业新增投资实际收益率（ ），那么我们可以从方程（10.11）中

关于“有保证的”实际股票价格（ ）的路径中推导出这一关系。问

题在于，如果没有一些进一步的假设，那么我们就无法计算出有保证

的股票价格。

席勒（1981，245）选择将其效率市场假说下“理性的”股票价格

的终点等于“样本内去趋势之后的实际价格的平均值”。这相当于假

设从长期来看实际价格围绕效率市场价格而呈均值回归。古典理论也



假设实际价格围绕有保证的价格呈现均值回归趋势（受冲击的影

响），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股票市场的外生调节利润率即为观测到的

企业增量回报率，因此我们可以直接在多期内检验实际比率与调节比

率之间的紧密关系。其中一种方法是使用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或潜变

量模型来估算这两个比率之间的长期关系，并用它来确定有保证的股

票价格水平。除此之外，由于两个实际比率在1948—2011年的整个时

期内都具有相同的均值（表10.2），因此我们可以使用这个间隔作为

正常化的时间间隔。[5]这种决定有保证的价格水平的方法基本与席勒

一样，因此二者之间唯一的区别便产生于假设用于调节股票市场回报

率的特定比率：在古典理论中是增量利润率，而在效率市场假说中是

固定贴现率。图10.13中的第一张图比较了真实的实际股票价格和估算

的理性价格[6]，后者的平滑性正是席勒担忧效率市场假说的根源。图

10.13的第二个图展现了真实的实际股票价格和古典的有保证的价格。

◎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具有长尾的动荡均等化过程，它与古典理论，特

别是与索罗斯的自反性概念保持一致，后者本身就是对效率市场假说

的批判（Soros 2009，50-75，105-106）：在20世纪50—60年代“黄

金时代”的长期繁荣之后，紧接着是20世纪70—80年代大滞胀的长期

萧条，这段时期股票市场的实际水平急剧下降；然后是20世纪90年代

中期到21世纪中叶的信息泡沫；国际金融危机开始时真实的实际价格

和合理的实际价格同时出现急剧但短暂的下跌，紧接着是其在失业遍

布全球的情况下迅速恢复。这最后一段时期致敬了货币机构力保大企

业和金融市场的不遗余力。“非传统的货币政策并没有向实体经济中

输送信用，而是通常增加了最富裕阶级——资产再膨胀的主要受益人

的财富。但现在再膨胀可能正在创造资产价格泡沫，并且寄希望于审

慎的宏观政策来阻止泡沫破裂到目前为止仅仅是——过度信任罢了”

（Roubini 2014）。





图10.13 真实的实际股票价格、效率市场假说下的价格和古典有保证的价格

[1] 将每一个名义利率减去通货膨胀率就会得到相应的实际利率，这当然不会改变二者之

间的关系。

[2] 股息收益率与债券收益率二者之间缺乏联系是金融文献中的另一个谜团。对其进行解

释的其中一个尝试认为，近年来股息越来越多地以股票回购和股票期权的方式进行支付，但是

这不足以用来解释1985—2001年后两者数据的巨大差距（Dittmar and Dittmar 2004，41，

fig.41）。

[3] 席勒在他1981年的论文中指出，如果我们“允许实际贴现率无限制地随时间的推移

而变动的话，那么这个模型就变得不可检验了”（Shiller 1981，430）。这是因为股票价格

的实际路径定义了一组随时间的推移而变动的回报率，所以我们也就不能用这些比率来预测股

票价格。

[4] 考虑到计算给定年份的股票现值需要未来股息流的相关信息，他这样推测1999年数

据截止时间以后的实际股息，假设“这一实际股息分红将会从1999年12月数值的1.25倍开

始，按照1871年1月—1999年12月的历史平均增长率即每月0.1%进行增长。他说，由于近年股

息支付率是历史平均支付率的80%（股息作为10年移动平均收入的一部分），因此1.25这一因

子就可以对这一事实进行粗略的修正”（260n24）。

[5] 我选择的有保证的股票价格的初始值使其与这段时间内股票价格的均值相等。

[6] 这里列出的所有实际价格都经过了美国经济分析局总投资价格指数的调整。因为席勒

的实际理性价格是基于消费者价格指数进行平减，我用他的消费者价格指数将其结果转换成了

名义量，后又按总投资价格指数进行平减。



10.7 对利率理论的批判性研究

10.7.1 利率理论有两个维度

利率理论有两个维度：（1）“那个”利率理论；（2）利率期限

结构的理论。我在本章提出，这两个方面都可以从相同的统一原则中

推导得出。金融业内部的竞争使债券和可比类型的银行贷款之间存在

套利，这有助于实现利率的均等化，而金融资本和非金融资本之间的

竞争又使它们的调节回报率实现均等化。这两个原则的结合就产生了

有关利率、债券价格和股票价格的水平与结构的理论。接下来我将首

先分析第一个维度，即个别利率的理论。这里在利率和利润率之间存

在着两种类型的联系。自上而下的理论将利率和新增投资回报率联系

起来，后者要么取决于古典理论中由社会决定的实际工资，要么是新

古典理论中实现充分就业的实际工资（Lutz 1968，226-227，289，

300）。另外，自下而上的理论首先分析了由流动性偏好、惯例或国家

干预决定的利率，并通过它确定了利润率（Moore 1988，258，261;

Rogers 1989; Pivetti 1991，26-27，128-129）。[1]斯拉法在其阐

述中一般采取自上而下的方法，但是在他随口评论称利润率也可能取

决于“由银行或证券交易所设定的利率”时，又转向了自下而上的方

法（Sraffa 1960，33）。[2]

10.7.2 斯密、李嘉图和穆勒

斯密估计，在英国惯例利率大约是利润率的一半，不过他也谨慎

地指出，在短期内，“通常的利率应当与惯常的利润率保持适当的比

例，这个比例有必要随着利润的高低而变化”，“利息和惯常利润之

间的比例，在那些普通利润率低很多或高很多的国家之间可能是不一

样的”（Smith 1937，200）。李嘉图也提到，自由市场的利率最终由



“其使用的资本所能创造的利润率调节”（Ricardo 1951b，363），

尽管在短期内市场利率也受到货币数量、价格水平以及对商品和资金

供需的影响。不幸的是，“在所有国家，政府都曾基于错误的政策理

念进行干预，以阻止自由而公平的市场利率的形成”。因此，我们并

不必然可以利用观测到的利率路径来估算利润率的路径（296-297，

363-364）。事实上，即使市场利率是自由的，“在相当长的时间间隔

内也可能出现低利率与高利润率并存的情况”（Ricardo 1951-1973，

7∶199，Cited in Panico 1988，1919）。

穆勒通常遵守古典的公理，认为经济中存在一个由利润率决定并

调节市场利率的“自然”利率（Ahiakpor 1995，444）。但是，他也

试图“减弱人们基于利率的证据推导出与利润率相关的推论时所表现

出的自信，并说明尽管利润率是决定利率的众多因素中的一个，但是

后者也会受一些本身所特有的因素的影响，即使一般利润率保持不

变，利率仍然可能暂时地或者永久地上升或下降”（Mill 1968，

essay IV“On Profits，and Interest，”90-119）。因此，假定利

率与利润率之间的比例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保持不变是错误的，“几乎

没有人试图对该比例进行定义”。于是，我们就不能通过利率数据判

断利润率的水平和趋势（106-107）。穆勒强调，利润率与利率之间的

差距决定了“监督工资”，即利率必须小于利润率才能使资本家的活

动有利可图（107-109）。最后，他注意到，银行也是追求利润的企

业，因此竞争会使其利润率水平等于一般利润率，这又使“利率”可

能呈现一些进一步的异常现象（114），对此穆勒尝试去解决但没有成

功。[3]这最后一步至关重要，因为银行利润率与一般利润率之间的均

等化为作为银行贷款价格的利率与利润率之间建立起了直接的联系。

穆勒要处理的问题是将这种联系与他自己关于二者之间的比例通常并

不稳定的观点进行调和。

10.7.3 马克思



马克思认为，除了在商业周期中的某些阶段外，利率通常低于利

润率（Itoh and Lapavitsas 1999，70-71）。但在此之外，他的论点

存在很明显的歧义。马克思在1861—1863年撰写了《剩余价值理论》

为三卷本《资本论》做准备，他在此从古典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这两

个变量。“利息率（货币的市场价格）……在货币市场上正像其他一

切商品的市场价格一样，是由买者和卖者之间的竞争，是由需求和供

给决定的”[4]（Marx 1971，addenda，509）。从概念上看，“一般

利息率当然是和一般利润率相适应的”（461），在这方面，“值得注

意的是，像穆勒这样的经济学家，他们依赖“利息”和“产业利润”

的形式以将“产业利润”转化为监督劳动的工资，同时他们与斯密、

李嘉图和所有其他值得一提的经济学家一样，承认平均利息率由平均

利润率决定”（505）。这使得他用公式建立了利率和利润率之间的联

系，“如果利润率给定，则利息率的相对水平取决于利润划分为利息

和产业利润这两个部分之间的比率。如果这一分配比率给定，则利息

率的绝对水平（即利息与资本之间的比率）取决于利润率”（471）。

1863—1867年，在完成《剩余价值理论》 4年之后，马克思完成

了用以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并准备了第二、第三卷的初稿

（Engel 1967，3-4）。在第三卷的初稿中，他在第四部分讨论了由商

业资本（批发、零售）和货币资本共同构成的商人资本（Marx 1967，

267，301，323）。他指出，虽然这两种资本都不参与生产，但它们都

能赚取利润，也都参与利润率的均等化过程（279，285，322）。在这

个部分，他将货币交易商的资本简化为其储备金，并假设他们通过为

其（货币交易）活动收取费用赚钱（Panico 1988，181）。

人们会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第五部分这一紧接着的

部分中明确讨论的利息、利润、企业利润（利润扣除利息的部分）将

会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确，马克思在第五部分中提到了银行，并将

其利润率与借款利息率和贷款利息率之间的差异联系在一起（Marx

1967c，ch.25，402-403; Panico 1988，182）。这里关于“进”

“出”利息率之间（在希克斯意义上）的区别已经构成了前面的评论



所提到的初期期限结构理论，即“利息率本身随着借款人提供的担保

的种类不同，随着借款时间的长短不同，也经常会有所不同”[5]

（Marx 1967c，365）。这都与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和《资本

论》第三卷第四部分中的分析一致。如果对此进行自然的拓展，就该

分析银行业利润率的均等化对利率的影响。但是，在一个表面上专门

用以分析利息和利润之间关系的章节中，这一问题根本没有得以解

决。《资本论》的其他部分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相反，除了上述关

于利率和银行利润的内容外，第五部分的绝大多数内容都专注于说明

利率并不由利润率均等化决定。[6]

我们需要认识到，第五部分并不属于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草

稿的一部分。恩格斯谨慎地告诉我们，正当马克思准备写这个部分

时，他被“严重的疾病压垮了。于是，这里不是他已经完成的草稿，

而只是一个更为详细的分析工作的开端——常常只是一堆杂乱无序的

笔记、评论和摘录”。在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说，他反复尝试了三

次去试图填补上他认为会属于马克思的论点，但都失败了，他也因此

最终放弃了这个努力，只是“尽可能有序地整理所有可得的材料”

（Engels 1967，3-4）。[7]因此，第三卷的利率部分实际上是由恩格

斯组织的。我们无法推断其中涉及的不同手稿的写作日期、其中有多

少材料会在第三卷第一稿中得到保留，也无法得知其中的论点将如何

与同一卷之前章节以及《剩余价值理论》中的内容调和起来。

无论怎样，马克思在这一节中坚持认为：

一个国家中占统治地位的平均利息率，不同于不断变动的市场

利率，不能由任何规律决定。在这方面，像经济学家所说的自然利

润率和自然工资率那样的自然利息率，是没有的。……没有任何理

由可以说明，为什么中等的竞争条件，贷出者和借入者之间的均

衡，会使贷出者得到他的资本的3%、4%、5%等等的利息率，或得到

总利润的一定的百分比部分，例如20%或50%。当竞争本身在这里起

决定作用时，这种决定本身就是偶然的，纯粹经验的，只有自命博



学或想入非非的人，才会试图把这种偶然性说成必然的东西。……

在中等利息率不仅作为平均数，而且作为现实的量存在时，习惯和

法律传统等等都和竞争本身一样，对它的决定发生作用。……根据

以上所述可以得出结论，并没有什么“自然”利率[8]（Marx

1967c，362-364）。

马克思继续解释为什么只靠竞争并不能决定利率和利润率之间的

关系。“如果有人进一步问，为什么中等利息率的界限不能从一般规

律得出来，那么答复很简单：由于利息的性质。利息不过是平均利润

的一部分。同一资本在这里有双重规定：在贷出者手中，它是作为借

贷资本；在执行职能的资本家手中，它是作为产业或商业资本。但它

只执行一次职能，也只生产一次利润。在生产过程本身中，资本作为

借贷资本的性质不起任何作用。”[9]（364）如果马克思将此纳入最

终的草稿，那么这个解释就会显得格格不入，因为他自己在第四部分

曾提到货币资本的确参与利润率的均等化过程，尽管它们都不直接参

与生产过程。

如果我们从马克思在这一部分所采用的视角来分析这个问题，利

润中利息所占的份额就可以写成（利息/利润）=（i· /r·K），

从而利率与利润率之间的关系可以以利息在利润中的份额和银行债务

与资本的比例（杠杆）为中介：

马克思很正确地指出，除了利率低于利润率的条件外，并不能从

利息在利润中的份额和企业杠杆程度中推导出一般性规律。习俗、法

律传统和制度当然会在此发挥重要作用。因此，如果我们抽象掉货币

交易和银行业务的成本，那么利率就只能取决于决定资金供求的因

素。这样一来，就没有充分的理由使“平均竞争条件、贷款人和借款



人之间的平衡”一定会产生特定水平的利息/利润或杠杆比率。但是，

如果我们将生产成本抽象掉的话，同样的说法也适用于其他任何商品

的价格，正如新古典经济学在其关于资本主义的初始表述中惯常所做

的一样，将其看作一个纯粹的交换体系：如果不存在生产成本和资本

投资，那么商品价格只能取决于供求关系。然而，马克思和古典主义

者都强调生产价格调节市场价格，因为生产确实需要成本，也确实需

要资本。令人震惊的是，恩格斯组织起来的章节并非建立在马克思先

前的观点之上（当然这并不是他本身的错），即货币资本（包括银行

业）都有成本，也都受利润驱动，且都参与利润率的均等化过程

（Panico 1988，61）。

这里还有三个进一步的问题很重要。首先，为了尽力调和马克思

文本中存在的明显歧义，这样做看起来是吸引人的，基准利率是一系

列因素共同决定的，而更长期的“出借”利率取决于银行的成本和利

润。希克斯（1989，106-107）在回应凯恩斯利率理论中存在的类似问

题时所采取的正是这种方法。但我认为这是一种内在不一致的混合

体，因为它将短期“货币市场”中货币交易商的成本抽象掉了，同时

假设货币交易商的成本决定更长期限的利率。这也是我自己在进行论

证时将基准利率本身视为生产价格的原因。其次，马克思了解了图克

关于利率也与价格水平相关的发现，这意味着利率和利润率之间不可

能存在一个固定的斯密式比例。的确，正如马克思所知道的，李嘉图

和穆勒在弥合斯密式比例与经验证据之间的差异时感到很棘手。但

是，一旦我们考虑到这样的事实，即利率本身也取决于提供融资的成

本，从而也取决于一般价格水平［方程（10.7）］，这个困难就可以

迎刃而解。最后，即使当利率是利润率和价格水平的函数［i=f（r，

p）］时，马克思提出利息/利润比=［f（r，p）/r］（ /K）会随

着国家的不同和时间的推移而不同的观点也依然是正确的，因为杠杆

的规模（ /K）、利润率和价格水平可能会发生变化。换句话说，

利润率决定利率并不意味着经济中存在着一个“自然”的利率水平，

因此马克思拒绝接受后者也是正确的。



10.7.4 新古典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的利率水平理论

10.7.4.1 套利使回报率均等化

新古典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的利率理论的秘密在于它们抽象掉了货

币交易者的成本。因此，虽然长期的商品价格取决于生产成本，但是

长期利率必须由其他方式来解释。起点是这样的观念，即套利使所有

期限结构的金融资产的单期收益率实现均等化，[10]因而所有这样的

收益率都基本相等。这种套利过程由“投机者”进行，因为大多数其

他的参与者都会关注不同金融资产的更安全的到期收益率（Lutz

1968，257）。但是，如之前方程（10.16）所指出的，单期零息债券

（贴现），如国库券的回报率等于其利率（到期收益率）。因此，套

利会使整个回报率集合都等于一个单一水平的利率，这就是我们称其

为“那个”利率的原因（Conard 1959，288-289，298）。最后，如之

前方程（10.17）所示，单期收益率通常与到期收益率不同，因此前者

的均等化意味着虽然同等期限金融资产的利率彼此相等，但不同类型

的金融资产仍然存在差别（Altman and McKinney 1986，12-24）。

10.7.4.2 两个进一步的问题：利率水平和期限结构

于是出现了两个问题。金融资产回报率的均等化并不足以决定其

共同水平，因此标准方法还需要“那个”利率的理论。由于回报率的

均等化并不意味着利率的均等化，因此这种方法也需要期限结构理

论。

10.7.4.3 关于利率水平的新古典理论

针对第一个问题，新古典理论将利率（金融资产的共同回报率）

与实体部门的利润率相等（Lutz 1968，226-227）。实际上，卢茨明

确将实体部门的利润率定义为“新增投资的边际回报率”，并表示在



静态均衡中，利率等于充分就业均衡下的这一实体部门利润率（Lutz

289，300; Panico 1988，3）。

10.7.4.4 凯恩斯主义和希克斯主义的利率水平理论

凯恩斯主义一方针对利率理论存在很大的分歧。凯恩斯自己认

为，由于套利使单期回报率实现均等化，因此所有资产都是等价的，

在相对于彼此的流动性上是相同的，在相对于货币的非流动性上是相

同的。在这种情况下，唯一一个实际选择是在以下两者之间做出的：

为了流动性而持有流动资金，投资金融资产（每一种金融资产的均衡

回报率都等于“那个”利率）。人们将比较货币的流动性优点与投资

金融资产的回报，利率越高，意愿货币余额就越小。这被认为决定了

随着利率的上升而下降的货币需求。在任何给定的货币供给和产出水

平下，利率在货币市场中被决定为使货币需求与货币供给相等的这样

一种水平（Modigliani 1951，199-200; Harrod 1969，182）。将货

币和利息联系起来的流动货币（LM）供给直接产生了希克斯著名的IS-

LM模型（Moore 1988，248）。在流动货币曲线上，任何给定水平的利

率都对应着特定水平的投资需求（因为投资取决于投资回报率与利率

之间的差异，即企业的利润率水平），它通过乘数效应决定了足以使

储蓄等于投资的产出水平。利率会受到产出对货币需求的影响，而产

出又受到利率对投资的影响。在标准假设下，利率和产出水平都是被

唯一决定的。最后，对凯恩斯的传统解读认为利率决定投资回报率

（投资的边际效率），尽管关于这一点也存在争议（Moore 1988，

261; Panico 1988，146-156）。[11]作为IS-LM模型的提出者，希克

斯肯定是以凯恩斯的方法开始研究的。他随后将利率的期限结构视为

金融中介“进”和“出”利率的问题（Hicks 1965，ch.23）。我稍后

将会分析这个问题。但不久之后他便结束了这个循环，认为整个结构

取决于基准利率，即银行的存款利率，该利率由银行对准备金的需求



和货币持有者的流动性偏好之间的相互作用共同决定。基准利率成了

“这个理论体系中的关键因素”（Hicks 1989，106-107）。

这些论点中似乎没有哪一个意味着这些私人市场运作可以确保充

分就业的实现。凯恩斯主义版本将这一问题留给国家这一“看得见的

手”，或者通过财政政策移动IS曲线，或者通过货币政策移动LM曲

线，纠正“看不见的手”运行时的所有缺陷，以获得适当的产出和就

业水平（Ritter，Silber，and Udell 2000，ch.25）。对新古典主义

者来说，这当然是不能接受的，他们在不久之后便对IS-LM模型进行了

适当的调整以确保充分就业的自动实现。如果经济中存在失业，货币

工资水平就会下降，这会降低价格水平。消费者实际收入保持不变，

因此在LM曲线上对货币的实际需求也是一样的。总利润不会发生改变

（较低的销售额将被较低的成本抵销），因此投资需求也保持不变。

但现在的货币供应量会因价格下跌而增加，因为它现在代表更高的潜

在实际财富。因此，实际货币供给上升，LM曲线上利率必须下降以促

使人们持有更大（实际）数量的货币。利润率不变而利率下降，这将

提高企业的利润，从而提高投资，因而将提高IS曲线上的产出和就

业。这个过程将会持续至充分就业的实现。因此，凯恩斯最初用来解

释自由市场如何产生持续失业的框架最终变成了自由市场如何必然导

致充分就业的标准解释（Ritter，Silber，and Udell 2000，503-

505）。继续使用IS-LM模型的凯恩斯主义者不可避免地被迫诉诸这样

的观点，即“市场的不完美”，比如“工资和价格水平的黏性”，将

会使任何趋于充分就业的进程都非常缓慢，因此依靠国家引致的总需

求增加来加快这一进程具有社会意义。此外，有人认为，随着利息水

平的下降，货币需求的响应程度可能会逐渐变得越来越不灵敏，当后

者变得足够低时，实际货币供给的任何进一步增加都不会产生什么影

响（469-472）。许多代宏观经济学家都接受了这种训练。我将在本书

的第三部分再分析这些问题。

10.7.4.5 后凯恩斯主义的利率水平理论



新古典理论对IS-LM模型的接收迫使凯恩斯的追随者走向多个其他

方向。雷认为“流动性偏好理论是后凯恩斯主义方法中……的一个关

键要素”（Wray 1990，156）。帕尼科（1988，103）认为，凯恩斯的

流动性偏好理论“并不能决定平均利率。它只描述了使该比率进行自

我实现的市场机制”。根据帕尼科的解读，凯恩斯最终提出了“决定

这个利率的历史传统特征的理论”，它最终“取决于市场对其预期

的‘普遍观点’”（128）。他指出，这与马克思的论点，至少与恩格

斯编纂的《资本论》第三卷中的版本具有可比性（Engels 47，

141）。类似地，罗杰斯（1989，268）认为，长期利率是系统的关

键，因为它决定了投资水平，从而也（借由乘数效应）决定了产出水

平和就业水平。但是，一旦我们认识到利率是“期望性的、主观的、

心理层面的和不确定的”，就会认识到投资和产出也具有其同等的条

件，这意味着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并不存在将利率……与完全就业下的

产出水平相联系的机制”（270）。另外，摩尔（1988，246）则认为

如果凯恩斯认识到“央行设定的是利率而不是货币供应量”，那么其

利率理论的困难就会得到解决。标准的流动货币机制取决于随着利率

的上升而下降的货币余额（储备）需求与国家决定的固定货币供给之

间的互动。于是，对于任何给定的产出水平，只有特定的利率才能使

货币需求与货币供给相匹配。但是，给定货币供给的概念建立在这样

的基础上，即国家直接向家庭和企业提供部分货币，并通过向银行业

提供准备金间接提供剩余的货币。后者决定了银行在满足法定准备金

要求（贷款创建存款，而存款需要准备金）下所能提供的贷款的最大

额度。在新古典观点中，正是国家引致的货币供给与私人资金需求之

间的这种对抗决定了利率（Ritter，Silber，and Udell 2000，21-

22）。如果反过来国家试图固定利率，那么国家就必须调整银行的准

备金需求以使货币供给在意愿利率下等于货币需求。拉沃（2006，57-

59）和雷（1990，187）确认这是目前后凯恩斯经济学的共识。当然，

这回避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当央行的利率遵循市场利率时，[12]或者

说当央行还不存在时，利率是由什么因素决定的。



10.7.5 新古典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的利率期限结构理
论

新古典理论在建立利率期限结构的理论基础时遭遇了巨大的困

难。套利应该使所有金融资产的单期回报率都相等，从而使它们的到

期日没有理由在这个方面产生重要影响。此外，在具有稳定债券价格

且没有风险的标准新古典框架中，回报率等于利率［方程（10.14）~

方程（10.17）］，所以套利也会使后者实现均等化。于是，可以不存

在期限结构回报（Lutz 1968，219; Ritter and Silber 1986，453-

454）。我们不能诉诸金融资产之间的流动性差异来为收益率曲线奠定

基础，因为在假定完全确定性和正确预期的条件下，“所有到期日都

具有相同的流动性，因为它们都可以在可预测的价格水平下出售，并

且给定时间段内的［回报率］也都相等。在这种情况下，收益率曲线

的形状不能反映不同期限证券的流动性程度”（Conard 1959，

326）。当考虑风险时也会出现同样的问题：如果对所有资产的评估都

在单期内进行，那么就没有理由认为期限更长的债券（如投资资产）

具有更高的风险，也没有理由认为从当前开始的一个时段内短期债券

和长期债券的违约风险有什么不同。引入流动性偏好也不能解决问

题。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前提是，金融流动的不确定性使持有货币具有

必要性，而新古典的理论前提是所有金融资产在未来一期都具有相同

的回报率，这一回报率水平要么是确定的，要么至少具有相同程度的

不确定性（Hicks 1965，284）。虽然这可能为人们在货币和一般金融

资产之间进行权衡提供了基础，但它并不改变这一事实，即回报套利

会使所有金融资产都具有相同的流动性。请注意，如果不同金融资产

之间的回报率实现了均等化，投资收益率可能确实会有所不同，但没

有任何理由认为期限更长的资产具有更高的投资回报率。考虑单期零

息债券和长期债券具有相同回报率的情况，如方程（10.16）和方程

（10.17）所示： 。这显然与长期回报率高于、

等于或者低于短期回报率的情况都兼容。



同样的观点也适用于对资产价格的标准期望分析方法（卢茨-康纳

德-希克斯）（Modigliani 1951，200）。假设代表性行为人可以在今

天以8%的回报率购买一年期的短期国库券，并（正确地）预期到这个

比率会在明年上涨到10%，那么这个行为人可以在今天购买一年期的短

期国库券，并在明年再次购买平均回报率约为9%的一年期的短期国库

券，也可以现在购买两年期的短期国库券。根据新古典的论点，一个

两年期的证券与两个连续一年期的证券回报相同（即约为9%）。在这

种情况下，期限更长的证券具有更高的收益率。相反，如果人们预期

明年的短期利率会下降，期限更长的证券将具有更低的收益率

（Ritter Silber，and Udell，2000，77-78）。根据期望假设，长期

资产的现行收益率是预期短期收益率路径的乘法平均值。因此，我们

并没有理由认为收益曲线会向上倾斜，但这是人们最常观察到的情况

（75）。期望假设也意味着短期收益率和长期收益率可以朝着相反的

方向运动，但是在实际中它们往往朝着相同的方向移动（见图

10.4）。解决这个问题的其中一种方法是假设预期短期收益率的不确

定性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上升，此时短期收益率的短期波动将支配长期

收益率的变动。虽然这促使两组收益率朝着相同的方向移动，但这仍

然不会产生向上倾斜的收益曲线（Conard 1959，312-313）。解决这

一问题的最后一种可能依赖这样一个事实，即给定到期收益率的变

化，长期债券的价格比短期债券的价格波动更剧烈，从而长期债券会

产生更大的资本收益或资本损失。假设代表性投资者是厌恶风险的，

那么我们可以预期长期资产的收益率一般会较高。这通常被称为期望

方法的流动性溢价修正，尽管它实际上是风险溢价修正（Ritter，

Silber，and Udell 2000，60，79）。上述论点基于这样一个概念，

即期限更长的资产的收益是基于“那个”短期收益率所得收益的几何

平均值。但是，由于套利使所有资产都变得相似，所以我们完全可以

将上述论述颠倒过来，转而从长期收益率的预期路径中推导出短期收

益率的路径（Ford and Stark，1967，17）。于是，如果后者与利润

率相关联，那么期望方法将意味着所有利率的路径都为利润率的预期

路径所驱动。最后，所有的标准期望理论都面临这样的棘手难题，即



它们都必须建立在市场“对预期利率有统一观点”这一假设的基础

上。“无论在什么程度上的多样化预期，都被假定不存在”（Dodds

and Ford 1992，178）。勒基特（1959）很久以前曾指出，重要的不

是个人对短期收益率未来路径的预期，而是个人对市场预期的预期。

卢茨（1968，218）承认，“如果我们遵循这个逻辑，那么我们必须放

弃期望理论”。我们也确实应该这样做。

10.7.5.1 凯恩斯和希克斯的期限结构理论

在《货币论》中，凯恩斯通常采用期望方法来构建期限结构理

论，指出短期收益率对长期收益率的影响。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

论》中，他引入了对商品投机套利的持有成本和不同程度的销售困难

带来的流动性溢价这两个概念，以补充之前的理论。因此，套利将使

基于持有成本和流动性程度而不同的金融资产回报率实现均等化

（Panico 1988，160-163）。希克斯反而依赖预期的异质性来论证即

使在确定性情况下利率也会有所不同。他“遵循凯恩斯关于商品期货

市场的想法……推导出其期限结构理论”（Dodds and Ford 1992，

173）。希克斯认为，作为放债人的债券购入者将偏好短期债券，因为

未来是不确定的，并且他们厌恶风险，而作为借款人的债券卖出者则

偏好长期债券。面对这种假定的不对称性，即假设“金融市场在长期

的确存在本质性缺陷”，只有通过流动性溢价才能促使债券买家进行

长期放贷（Dodds and Ford 1992，174，quote from 179）。凯恩斯

也明确假定市场中存在发散的预期（即既存在牛市又存在熊市的预

期），因此经济中总会有一些人希望保持自己的流动性（Dodds and

Ford，178）。最有趣的是，希克斯随后根据凯恩斯初始论点中的“持

有成本”部分构建起自己的期限结构理论，在这里可以被理解为银行

业和金融中介的运行成本（Hicks 1965，284-292）。关键是金融中介

的生存需要存款利率低于贷款利率、贷款利率低于客户的（预期）利

润率。在这一阶段，他只提到存款利率由金融体系的特定结构决定

（289）。如前所述，他随后认为，存款利率是整个利率结构的“关键



因素”，它由银行设定，以吸引支持银行放贷要求所需的存款（Hicks

1989，107）。我自己关于期限结构的分析基本上以希克斯的理论为基

础，只不过在我的框架中，即使是存款利率也是从利润率均等化过程

中推导得出的。

10.7.5.2 后凯恩斯主义的期限结构理论

后凯恩斯主义的期限结构理论与其基准利率理论一样具有多样

性。后凯恩斯经济学的共识是，基准利率由央行决定，利率的期限结

构则由银行业的成本和利润的加总决定。与后凯恩斯主义的传统一

致，利润水平由垄断权力决定。因此，如果成本和利润是稳定的，那

么所有的利率都取决于基于基准利率的稳定加成（Rousseas 1985;

Moore 1988，283; Fontana 2003，9，14）。帕利（1996）基于银行

的利润最大化行为，推导出贷款利率在外生给定的基准利率之上的灵

活加成。另外，雷（1990，198）认为，投机套利建立的“利率‘期限

结构’并不具有什么客观基础”，最终由经验法则和行为规范决定。

10.7.6 帕尼科对古典主义和凯恩斯主义方法的综合

帕尼科的巨大贡献在于他认真地分析了古典主义、马克思和凯恩

斯的理论中利率与利润率之间的关系。[13]对此极具启发性的分析构

成了他的著作的大部分内容，我从中受益匪浅。在这项工作的最后，

他提出可以将马克思的理论和凯恩斯的理论整合进单一的模型中。他

从马克思的理论中借鉴了这样的概念，即银行是参与利润率均等化过

程的资本家企业。他从凯恩斯的理论中借鉴了这样的概念，即套利会

使金融回报率均等化，都等于某个外生给定的“非流动性”溢价

（Panico 1988，184-186）。银行短期贷款利率（i）通过非流动性溢

价（ϑ0）与存款利率（i0）联系在一起。利润率（r）也通过另一个流

动性溢价（ϑK）与存款利率相关。[14]我接下来会分析帕尼科没有区

分活期存款和定期存款这个问题。



这样来解读以上方程是吸引人的，即它们根据某个给定的存款

（基准）率决定了贷款规模和利润率。但是，帕尼科并没有打算这样

做，因为他的方程也将用于决定存款利率。然而，我们已经发现了一

个小问题，因为将两个方程进行联立会得到i=r–（ϑK–ϑ0）。这样一

来，利率可能大于利润率，否则我们必须增加一个限制条件ϑK>ϑ0来确

保上述情况不会发生。

在其关于非金融部门的公式化表达中，帕尼科修改了斯拉法的方

程以将净利息支付（贷款利息减去存款利息）考虑在内。这对应于国

民收入账户中对利润的定义，意味着利润率均等化只作用于利润超过

净利息的部分。因此，生产价格取决于企业的债务和存款决策

（Panico 1988，186，equation 6.4）。如果所有企业在每个方面都

是同质的，那么代表性企业的净负债越高，它的竞争性价格也就越

高。如果企业彼此不同，那么净债务最少的企业很可能将扮演调节资

本的角色，因此没有债务的企业将决定生产价格——这回到了标准生

产价格的方程，其中净负债不起作用，利润率均等化作用于调节资本

的所有利润实现。我认为这事实上是正确的结果，因为利润率的均等

化作用于所有利润，从而企业的财务杠杆只能将一部分利润转移给金

融家。任何资本为其银行贷款所支付的净利息都只是利润的一部分，

而不构成投入成本。这进一步意味着银行为自己的净债务（即自己的

贷款和存款）所支付的净利息也是其利润的一部分，而不是成本。但

是，对银行业而言，它们为客户存款所支付的利息属于“投入成

本”，而针对客户贷款所收取的利息则是“销售”的一部分［方程

（10.17）］。帕尼科确实遵循了这最后一个惯例。这最后一个设定，

但那也只是因为他忽视了银行本身的净债务。最后，他还假设货币工

资是给定的。



至此，他提出了一个具有n+4个方程的流动资本模型：n个生产方

程、一个银行方程、两个利息-利润关系方程和一个货币工资方程。其

中有n+4个变量：n个价格、一个利润率水平、一个货币工资、两个利

率水平。令p、a和l分别代表价格向量、生产-投入矩阵和劳动向量，

w、r分别表示标量工资和利润率。帕尼科还在生产行业的成本之上增

加了一个净利息项（i· –i0·dp），其中第一项表示贷款利率

（i）应用于单位产出的贷款向量（ ），第二项表示存款利率（i0）

应用于单位产出的存款向量（dp）。对单个银行部门而言，他将为存

款支付的利息（i0· ）看作银行的投入成本，而将银行贷款所获

得的利息看作银行的收入。在此之上，再增加两个方程，通过外生给

定的非流动性溢价将存款利率、贷款利率和利润率联系起来，并增加

第三个方程，代表外生给定的名义工资（w*）。

帕尼科的模型得到了所有变量的绝对水平，包括价格。正如他自

己所说，这是因为他的模型受外生给定的“非流动性贴现”ϑ0、ϑK的
驱动。他认为，货币政策可以改变这些溢价，而这不仅会影响利率的

期限结构，而且会影响利润率和价格水平。例如，限制性货币政策可

能会推高这两种溢价，提高利润率、价格水平和所有利率。请注意，

在这种情况下，至少名义利率将随着价格水平的上升而上升，这为图

克和吉布森的发现提供了解释。由于货币工资是外生给定的，这一政

策调整也会降低实际工资（Panico 1988，187）。另外，给定的实际

工资只有在“兼容的货币政策”下才是可能的（Panico 1988，187-



188）。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些仅仅是随口的评论，并没有对该模型的

性质及其传播机制进行进一步分析。

我自己的分析截然不同。首先，我并未把企业为净债务所支付的

净利息看作一种生产成本，而是将其看作总利润的支出。这同样适用

于银行业。不同的是，在后一种情况下，还存在银行特有的由客户存

款构成的投入，所以为这些特定存款所支付的利息构成投入成本。因

此，在我的模型中，生产系统的总体价格包括生产部门的标准斯拉法

价格，并由银行部门补充，对后者来说，单位产出中为客户存款所支

付的利息是投入成本的一部分。为了与帕尼科的结果具有可比性，我

将关注流动资本模型。生产体系与斯拉法相同，外生给定的实际工资

决定了利润率和相对价格水平。绝对价格水平的确定则属于宏观经济

分析领域，正如之前在第5章和接下来本书第三部分第15章所讨论的。

银行部门的投入向量uc，包括存款活动（按存款-贷款比加权）和贷款

活动的物质投入。这些在之前都由单个系数ucr 、ucr 表示，分别代

表单位存款的实际成本和单位贷款的实际成本，因此银行业中单位产

出（即单位贷款）的平均成本变为 ，

其中 。同样的逻辑显然也适用于多种商品投入的情况。因为

活期存款不支付利息，所以对任何给定的价格水平而言，贷款利率

（i）取决于利润率。给定实际工资，利润率是给定的且不受价格水平

的影响。另外，利率直接随着价格水平的上升而上升，这是我自己解

决吉布森“悖论”［方程（10.8）］的方法。如前所述，经济中并不

存在自然利率，因为在每个价格水平上都对应着一个竞争性利率。我

们也很容易看出可以在模型中增加另一个方程来确定下一个更长期的

利率（i2），它取决于基准利率（i）、利润率和价格水平［方程

（10.9）］。这样我们就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推导得出竞争性利率的期

限结构，而且只要更长期的承诺需要更高的成本，它就往往是向上倾

斜的。但是，由于市场利率可能与竞争性利率有所不同，所以在任何

一个时刻期限结构都可能颠倒过来。



[1] 皮维蒂（1991，26-27，128-129）认为，“那个”利率由惯例和政策决定，于是每

个行业的正常利润率便等于在利率水平之上叠加一个按照惯例和风险设定的行业特定溢价。因

此，各行业的利润率因其风险程度不同而不同。这意味着行业利润率即使在其风险程度相同时

也会因其惯例溢价构成不同而不同。

[2] 这个“随口评论”引起了一些争议。斯拉法在后来给加雷尼亚尼的一封信中澄清了他

的观点，他说他的主要观点是利润率以及因而不同阶级之间的收入分配可以独立于新古典的资

本和劳动力稀缺概念而决定（Panico 1971，301-302）。从积极的角度来看，他“并没有看

到基于受控的或根据惯例得到的利率来决定利润率时的困难”（302，quoting Sraffa）。但

是，他也不想“过分坚持其关于货币利率的随口评论”（Bellofiore 2001，366，quoting

Sraffa）。帕尼科（1988，7-9）指出，根据利率来确定利润率将使斯拉法成为这种传统的一

分子，其中“实际工资……作为余量变量而被决定”，在此由货币政策决定。

[3] 穆勒考虑了银行业利润率大于一般利润率的情况。他提到，这将刺激资金流入银行

业，进而提高银行业的成本，从而降低其利润率。或者，它也可能刺激银行家对存款的需求，

从而提高存款利率。但他并没有讨论其中的核心机制，即资本流入银行部门从而拉低贷款利率

的情况（Panico 1988，96-97）。

[4] 中文转引自《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2013

年版，第370页。——译者注

[5] 中文转引自《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10页。——译者注

[6] 伊藤诚和拉帕维查斯（1999，70，95-96）注意到，根据马克思的论述，银行资本参

与利润率的均等化过程。他们也强调马克思曾提到，利率不能由任何“规律”决定，因为资本

既构成可贷资金的需求，也构成其供给（72，97-98，267-268）。他们试图调和这两个明显

相互冲突的说法，提出生息资本不参与利润率的均等化过程，因为这种资本“是从资本主义积

累中的扣除”（61，70）。

[7] 恩格斯继续说道，关于利率与利润率关系的第21—24章，“大体上是完整的”。从

他之前的言论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他的意思是他（恩格斯）能够比较容易地从马克思无序

的大量笔记中编纂出这些章节。

[8] 中文转引自《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06—408页。——编者

注

[9] 中文转引自《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08页。——译者注

[10] 科纳尔称这些单期回报率为“有效收益率”，以使其区别于到期收益率（Conard

1959，29，326）。



[11] 在完全竞争和真实竞争中，企业都可以在不改变其利润率的条件下扩大其资本存

量。因此，我们没有理由认为投资回报率必然随着投资规模的扩大而下降（Panico 1988，

152）。

[12] 在一些国家，央行利率持续高于市场利率，以确保银行只有在真正需要的时候才向

央行借款。在美国，央行利率低于国库券的收益率，但存在监督以确保私人银行不会滥用这种

特权。在这两种情况下，央行利率往往跟随市场利率，而不是引导市场利率（Mehrling

2011，39）。

[13] 我要感谢杰密·穆杜德对帕尼科工作的许多富有洞见的讨论。我自己对这个问题的

兴趣始于1983年，受福利（1988）一篇非常有趣的分析竞争性货币市场和银行业的微观经济

学的文章启发。这使我注意到帕尼科的工作，并在2000年试图与穆杜德基于谢克和托纳克

（1994，53-56，351-355）的成果提供一个与帕尼科不同的模型。我们都遇到了推导基准利

率的挑战，这反过来促使我注意到希克斯的分析，并最终得出我现在的分析框架。

[14] 他也引入了通过另一个给定的流动性溢价与存款利率联系起来的长期贷款利率，但

他并没有在后来的分析中用到这一关系（Panico 1988，186）。



10.8 股票市场理论

《华尔街日报》发表了金融经济学家马修·罗思曼的一则声明，

其中他对金融市场经历了一系列“万年难得一见”的事件表示惊讶。

随文章附上的罗思曼先生的肖像照显示，他显然没有到一万岁这么

老，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他不是基于自己的经验，而是基于一些理论模

型——这些模型产生了罕见事件的风险，或者他所认为的罕见事件的

风险，做出了这样的推断（Taleb 2007）。

10.8.1 套利与现代金融理论

大部分现代金融理论都建立在这个假设的基础上，即资本的流动

性使风险调整后的回报率实现均等化（Cohen，Zinbarg，and Zeikel

1987，131-148; Dybvig and Ross 1992，48），这包括马科维茨的回

报-风险权衡、在资产定价和套利定价理论模型中风险调整后的回报大

致相等，以及有效市场理论中预期回报和实际回报的随机相等。后者

还基于这样的假设，即资产的价格肯定充分反映了所有可获得的信

息，因为不这样的话经济中就存在吸引投机资本的利润机会（Dybvig

and Ross 1992，48）。假设套利能消除实际价格与根据可获得信息预

期的价格之间的差异，那么实际回报与预期回报之间的偏差也应该是

随机的——平均而言它们应该为零，且与市场上可获得的信息不相关

（Tease 1993，43）。

10.8.2 套利与股票估值



评估股票价值时被使用得最广泛的方法也是基于同样的假设。当

它应用于股票市场时，直接推导出最常见的股息-贴现模型，其中股票

的均衡价格被认为等于其预期股息流的贴现值。10.3节指出，在古典

理论中，实际股票市场回报率与新增投资的正常利润率相等，这将使

股票价格遵循特定的路径［方程（10.11）］。这种均等化过程可能是

动荡的，并不需要正确的预期，并且可以包含泡沫（见图10.12）。正

统理论假设如果忽视随机的误差项，那么现行预期的股票单期资产收

益率与一般利润率相等——这意味着预期基本上是正确的。它也意味

着经济中只存在一个唯一的行为人，否则我们不能直接分析“那个”

预期回报率（Lutz 1968，218）。下一期期末的预期股票市场总回报

率 等于下一期的预期股息加上期末的股价，二者都除以

当前的股价。如果根据假设忽视随机误差项，那么这基本上等于下一

期期末预期的正常总利润率，我们可以将当前的股票价格写成以下关

于预期变量的公式。

如果我们还假设两个时期之后的现行预期回报率也等于两个时期

之后的现行预期利润率，那么下一期的现行预期股票价格又可以写成

，以此类推，直到无穷，从而有：



这个过程中包含着很多预期，但是这并没有多大帮助，除非我们

分析出有关股息和利润（折现）率的预期路径的一些特征。不出所

料，“人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去寻找估算普通股股

价的‘正确’方式，或者甚至只是一种有效可行的方式”（Elton et

al. 2003，444）。在学术界，这种努力采取了这样的形式，即简化假

设以得到“易于处理的”模型（Campbell 1991，158）：假定预期利

润率（贴现率）是固定的，并假定每股预期股息以0 ≤g<r的某个速率

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得到了常见的股息-贴现模型（Elton et

al. 2003，444-450）。请注意，在g=0对应的固定股息情况下，股票

价格 。在新古典理论的标准无风险框架中，我们也有r=i，从

而得出在每股股息不变的条件下，均衡股价 ，这类似于一种协

议价格。当股息以一个固定速率g增加时，我们有：

大多数其他的股息-贴现模型都建立在这个框架的基础上。固定的

股息增长可能可以解释为留存（股息/收入）比率和不变的收入增长率

的结果；股息增长率在第二期内可能会发生改变，之后保持不变；贴

现率也可能被视为与某个现行利率成正比（但在无穷的未来仍然是不

变的）；等等。

最后，虽然一些分析师采用这种模型，但大多数从业者关注的重

点都是收入而不是股息。譬如，基于基准市盈率的数以百计的模型



（Elton et al. 2003，450-459），其中特别受欢迎的是美联储估值

模型，它假设收入-价格比等于某个基准利率［方程（10.27）］。这

些模型中没有一个在经验层面有很好的表现，但这不过是在发牢骚：

重要的是它们忠实于标准理论（Taleb 2007; Thompson，Baggett，

Wojciechowski，and Williams 2006; Bronson 2007）。



11

国际竞争和汇率理论



11.1 引言

我之前强调过，关于真实竞争的古典主义理论与关于完全竞争的

新古典主义理论截然不同。因此，真实的国际竞争理论（即真实的国

际贸易理论）自然也与主流的自由贸易理论不同。

11.1.1 贸易理论是关于全球化成本效益问题争论的
关键部分

国际贸易理论是关于生产和金融全球化成本收益的现代争论的关

键部分。世界受到普遍贫困和持续不平等的困扰。最富有国家的人均

GDP超过3万美元，而最贫穷国家的人均GDP低于1 000美元。但即使是

后一种情况也具有一定的误导性，因为较贫穷国家的收入分配差异更

加令人震惊。据世界银行估计，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开始时，近全球

人口一半的21亿人每天的生活费不到2美元，8.8亿人每天的生活费不

到1美元（World Bank 2008）。一些发展中国家尽管面临这些困难，

仍在经济上取得了明显的进展，可是另一些发展中国家却没有，而且

还有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当前的全球经济危机中受到重创。发达国家和

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在过去的30

年间向世界提出的解决方案一直是扩大自由贸易的范围（Agosin and

Tussie 1993，25; Rodrik 2001，5，10）。世界贸易组织前负责人迈

克·摩尔表示：“帮助穷人最可靠的方法便是继续开放市场”

（Agosin and Tussie，9）。在实践中，这意味着降低关税壁垒和非

关税壁垒，减少或取消补贴，坚持世界贸易组织知识产权规则、海关

手续、卫生标准、对外来投资者的待遇，改革现有税收结构和劳动力

市场规则（Rodrik 2001，24）。



11.1.2 新自由主义理论与实践

新自由主义将市场描绘为可以进行自我调节的社会结构，它能最

优地适应所有经济需要，有效利用所有的经济资源，并自动为所有真

正想要工作的人创造就业机会。新自由主义还声称世界上的贫穷、失

业和周期性经济危机之所以存在，都是因为市场受到工会、国家与许

多根植于文化和历史的社会实践的制约。因此，为了消除贫困，我们

需要在较贫穷的国家创造“市场友好型”社会结构，并在较富裕国家

加强其现有结构。这涉及削减工会实力从而使雇主可以随意雇用和解

聘他们所选择的人，私有化国有企业使其工人处于国内资本的控制范

围之内，并向外国资本和外国商品开放国内市场（Friedman 2002）。

国际机构自称自己的任务是监督这一过程以守护这个世界的利益，特

别是穷人的利益。[1]

新自由主义式的全球化成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总体策略，并在

90年代逐渐兴盛起来。然而，在大多数国家，后一个时期伴随的是贫

困和饥饿的增加（UNDP 2003，5-8，40）。在1990年人均GDP最低的50

个国家中，23个国家的经济出现了衰退，其他27个国家仅有非常微弱

的增长，其增长速度之慢导致它们至少要花80年的时间才能达到希腊

这一最贫穷的欧盟成员国在当下危机使其开始衰落之前的水平

（Friedman 2002，1）。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1960—1980年

的20年间，人均GDP增长了75%，而在实行新自由主义后的20年间这一

增长率只有7%。非洲的人均GDP在前一个时期一共增长了34%，而在第

二个时期下降了15%（Weisbrot 2002，1）。只有一些亚洲国家借由政

府引导市场机制而不是完全遵从市场的命令摆脱了这一命运。最后，

在实行新自由主义的近20年来，国际上的不平等程度也有所上升：

1980年，最富有国家的收入中位数是最贫穷国家的77倍，但到1999

年，这一不平等差距增长至122∶1（Weller and Hersh 2002，1）。

11.1.3 新自由主义的支持者



我们应该注意到，关于全球化的争论一般而言不是讨论是否需要

利用国际资源来减少全球范围内的贫困，而主要是讨论各种资源被使

用的方式。新自由主义的支持者提出了各种观点。他们指出这样一个

无可争议的事实，即富国作为市场经济国家，都是在世界市场上并借

助世界市场实现发展的（Norberg 2003，1）。他们借鉴标准的经济理

论，指出“经济学家之间存在着这样一种虚拟的共识，即无论其在其

他问题上有着怎样的意识形态偏好，都会支持国际自由贸易最符合贸

易国家和整个世界的整体利益”（Friedman and Friedman 2004，

1）。这种看法在主流经济学家中普遍存在（Bhagwati 2002，3-4;

Winters，McCulloch，and McKay 2004，72，78，106）。他们引用经

验证据说明，全球范围内的贫穷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现了减少，贸

易自由化通过促进经济增长减少了贫困（Winters，McCulloch，and

McKay 2004，106-107）。[2]他们认为，如果一些发展中国家发展得

没有像他们所预测的那样好，主要是因为它们没有充分落实市场友好

型政策（Norberg 2003，2）。

11.1.4 新自由主义的批评者

新自由主义的批评者挑战所有这些说法。他们注意到，富裕的国

家，从西方传统的富裕国家到亚洲新兴的富裕国家，都严重依赖贸易

保护主义和国家干预政策取得发展，而且直到现在它们仍然继续这样

做（Agosin and Tussie 1993; Rodrik 2001; Chang 2002a）。例

如，早在14—15世纪，英国就曾通过对出口给竞争对手的羊毛原料征

收关税，并引导工人不要买竞争对手的商品推动其主导行业羊毛制造

业的发展。在18世纪初至19世纪中叶这一英国发展的全盛时期，它采

用的贸易政策和工业政策与日本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以及韩国在二战

后所采取的政策相似。直到英国成为发达世界的领头羊之后，它才开

始争取推行自由贸易。其竞争对手德国和美国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后

起国家一个突出的发展思路便是要保护新兴工业。事实上，即使英国



在1860年以后宣扬自由贸易，美国“实际上仍是世界上受保护最多的

经济体”，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二战结束。在这样做的时候，“美国

人清楚地知道这个游戏是怎么玩的。他们知道英国通过保护主义和财

政补贴达到其发展的巅峰，因此在进入其他任何市场时，他们也都需

要这样做……美国1868—1876年的总统和内战英雄尤利西斯·格兰

特，批评英国向自己的国家传播自由贸易理念，并反驳道，‘200年之

后，在美国获得了贸易保护所能提供的所有好处之后，我们也会采取

自由贸易’”（Chang 2002b）。事实上，事情也正是这样发展的。

在其余的大多数发达国家，包括德国、瑞典、日本和韩国，都可

以看到类似保护主义和国家干预的事实。像荷兰和瑞士这样的国家之

所以在18世纪末采取自由贸易，是因为它们当时已经是世界市场上的

主要竞争者。即便如此，“为了建立其在海上和商业领域的霸主地

位，荷兰在17世纪之前始终都采取令人印象深刻的干预措施……尽管

在国际上存在着种种压力，瑞士和荷兰在1907年和1912年之前都曾分

别拒绝引入专利法，［从而使它们能够自由引进］国外的技术”

（Chang 2002b）。以前的全球化历史不仅仅是借由保护主义和国家支

持来实现西方国家的发展，还包含殖民、武力、掠夺、奴役、大量屠

杀原住民、蓄意破坏潜在竞争对手生计等种种问题。“许多人是

在‘枪口下’被迫接受全球化的，许多人甚至真的为此而遭受毒打”

（Milanovic 2003，5-6）。西方国家在处理日本、突尼斯、埃及、桑

给巴尔和中国问题时一个至关重要的方针便是武力外交。世界各地的

种植园都曾经历过奴隶制和近乎奴隶制，数百万人因此遭受苦难。据

最近的保守估计，1865—1930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掠夺了……

印度尼西亚年国民收入的7.4%~10.3%”（6）。我们还可以引用许多其

他类似的例子。

现代增长也不与自由贸易挂钩。较高的制造业增长率通常与较高

的出口增长率相关（主要在GDP总值中进出口比例增加的国家），但这

两个增长率与贸易限制程度在统计上的关系都不显著。相反，几乎所

有成功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都来自选择性贸易和工业化政策。为了



实现成功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稳定的汇率和国家价格水平似乎比

进口政策重要得多（Agosin and Tussie 1993，26，30，31）。相

反，“几乎没有国家在实现全面自由化政策之后还能保持强劲的产出

和出口增长”（26; Rodrik 2001，7）。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都是

利用“高度选择性贸易政策”成功发展的典型案例。另外，智利

（1974—1979年）、墨西哥（1985—1988年）和阿根廷（1991年）确

实推行了全面的自由化，但这在扫除了其本身处于弱势的行业的同

时，也削弱了其具有巨大潜力的行业，导致它们往往在很长一段时间

内都在为此付出巨大的社会代价。智利经济在1973—1989年的人均增

长率不足1%。墨西哥也遭受了类似的挫折和经济放缓。阿根廷在2002

年还被盛赞为优秀的“全球化者”（Milanovic 2003，30n29），最终

也陷入了深层次的危机之中，后来恰恰是因为它不遵守（贸易自由

的）规则才使经济恢复正常。在收入分配保持稳定的国家中，经济增

长与贫困减少相关，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不幸的是，发展中国家的

收入分配一般不会保持稳定，所以增长并不一定能减少贫困。反之，

减少贫困通常都会对增长有好处。因此，经济增长与贫困减少之间的

高度相关性并不能表明二者存在因果关系，当然也不能确保前者必然

能够带来后者（Rodrik 2001，12）。

从一开始就有相当多的证据表明，在金融自由化下“实际汇率任

由变化无常的短期资本流动摆布”，这使“贸易和资本流动方向上的

微小变化都可以在实际中产生较大的汇率波动”。它也将国内利率与

国际资本市场的利率挂钩，从而使国家很难把利率当成内部的发展政

策变量（Rodrik 2001，23）。当然，目前的全球危机所到之处均留下

了一系列的经济灾难，而危机的根源就在于属于新自由主义政策一部

分的全球金融化。

现代全球化的批评者认为，发展中国家实施贸易自由化实际上导

致了经济增长放缓、不平等现象加剧、全球范围内贫困加重、金融和

经济危机卷土重来等一系列问题。他们批评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在面对这种种灾难时的残酷与无动于衷



（Friedman 2002，3-4; Stiglitz 2002，1; McCartney 2004）。甚

至在推动主流议程的主要机构中，类似的情绪也开始显现。斯蒂格利

茨（2002）对世界贸易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采取政策的谴责与

批评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振聋发聩。最终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自己也不

得不承认，它在系统地考察了经验证据之后“清醒”地发现，与其理

论模型的乐观预测相反，在发展中国家“没有发现数据可以证明金融

全球化有利于其增长”（Prasad，Rogoff，Wei，and Ayhan Kose

2002，5-6）。

11.1.5 争论似乎集中于完全竞争和不完全竞争

最后，批评者普遍认为，新自由主义所依据的主流自由贸易理论

是无意义的，因为即使在富有国家自由竞争也并不普遍存在，更不用

说贫穷国家了。我之前（第7—8章）曾提到过，这最后一点是大多数

非主流理论的标准做法[3]，它们认为竞争是完全竞争的同义词，因

此被迫在缺乏竞争（如不完全竞争和垄断势力）的情形下构建自己的

理论。

11.1.6 真实竞争并不意味着比较成本：对该争论的
重新定位

本章的目的是证明自由贸易的传统（李嘉图）理论对于国际竞争

进行了错误的假设，这恰恰是因为真实竞争与完全竞争截然不同。从

这个角度来看，并不是因为真实世界达不到传统理论的要求而“不完

美”。相反，是标准理论尚不足以解释它想要解释的世界。事实上，

从关于“竞争优势”的古典理论来看，全球化一直都在像人们预想的

那样展开——它普遍有利于发达国家而不利于发展中国家，有利于富

人而不利于穷人。



[1] 实际上，世界贸易组织“是一个让各国可以就市场准入机制进行讨价还价的机

构”，而不是致力于减少贫困的机构。事实上，它的真实议程“一方面受先进工业国家中

（占主导地位）的出口商和跨国企业之间拔河比赛的影响，另一方面受进口国（通常是但也

不仅仅是关于劳动的）竞争的影响。我们在这个背景下最好理解为什么世界贸易组织是美国

或欧洲特定出口集团激烈游说的产物，也是这些团体与其他国内团体之间进行具体妥协的产

物”（Rodrik，2001，34）。

[2] 他们的调查还发现，“关于贸易自由化和贫困问题，我们的知识中还存在……一些

惊人的漏洞”（Winters，McCulloch，and McKay 2004，107）。

[3] 伊曼纽尔指出，关于比较成本的标准理论是对自由贸易的有效描述，即使“马克思

主义或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也这么认为（Emmanuel 1972，275）。



11.2 传统贸易政策的理论基础

11.2.1 传统的自由贸易理论

传统经济理论认为，贸易和金融自由化将促使贸易增长加快、经

济增长加快、技术变革提速，国家资源配置会得到显著提升，从无效

率的进口替代品转向更有效的可出口商品——所有结论都源于新古典

主义理论的基础结构。新古典主义理论承认，这些进程最初可能会产

生负面影响，如导致特殊行业失业率上升。但是，所有类似的消极后

果都被视为仅仅是暂时性的问题，可以通过适当的社会政策得以解

决，直到自由贸易的好处开始显现。从政策的角度来看，这意味着经

济发展的最佳途径就是开放国家，加入世界市场：消除贸易保护、开

放金融市场和私有化国有企业。

11.2.2 两个关键前提：比较成本和充分就业

以上一系列有力的断言都基于两个关键的前提：（1）自由贸易受

比较成本原则的调控；（2）自由竞争在每个国家都会带来充分就业。

11.2.3 比较成本

人们如此熟悉比较成本原则以至它开始被视作一种真理。关于比

较成本原则最常见的表述是认为只要一个“国家”出口一些在国内生

产成本相对较低的商品，以换取在其他国家生产成本相对较低的商

品，它就总是能够从贸易中获利。因此，人们认为一个国家应该专注

于生产和出口在国内生产成本较低的商品。这一结论中隐含的假设是

市场可以确保出口能够换来相当数量的进口，以保持贸易的平衡

（Dernburg 1989，3）。在此，比较成本概念指的是相对成本，而不



是绝对成本。我们应该注意到，李嘉图文献中所使用的“成本”一词

指代的是生产价格（即以成本为基础的竞争性价格）。新古典主义理

论将正常利润率建立在平均成本上，所以它也就代表生产价格（见7.1

节）。另外，斯密和马克思区分了单位成本（单位工资、原料和折

旧）与生产价格，因为他们认为没有资本能够确保自己可以获得正常

的利润率。当我们在11.5节转而分析真实竞争的国际表现时，这一点

就变得重要，因为价格领导者即调节资本对应的单位成本最低，所以

我们被迫区分价格和成本。鉴于诸如比较成本和绝对成本等术语的广

泛使用，我在这里只能提醒读者，在国际贸易文献中，它指的是生产

价格。

仅仅提出贸易应与（基于价格的）比较成本相一致的规范性主张

并没有什么意义，除非我们能够证明市场经济体之间的自由贸易能够

确保这一规则的实际运作。毕竟，在世界市场上，并不是“国家”卖

出某些货物以买入其他货物，[1]而是不同国家的无数企业为了追逐

利润而进行交易，所有这些都是为了从不断变化类型的商品进出口中

赚得利润。因此，当（如果）传统的贸易理论尝试更贴近现实，它将

转向第二个论证阶段，提出一个完全不同的实证主张来代替之前的规

范性论点。这时的观点是，自由贸易会不断改变一个国家的贸易条

件，直到它达到进出口价值相等的那一点。因此，即使国际贸易中的

实际行为人是大量的逐利企业，最终的结果也同每个国家直接进行用

一定数量的出口换取等价值的进口的物物交换一样（Dornbusch

1988，3）。因为这一规律同时适用于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所

有的国家都不需要恐惧贸易，担心自己会缺乏国际竞争力。最终，自

由贸易将使每个国家在世界市场上都具有同等的竞争力（Arndt and

Richardson 1987，12）。为了使上述论点从关注国家应该怎么做的规

范性主张过渡到关注自由贸易实际上会怎么样的实证主张，人们发现

自己有必要声称，只要一个国家出现贸易赤字，其贸易条件就会下

降，而在贸易条件下降的时候，贸易赤字将会减少——贸易盈余的情

况则相反。



11.2.4 充分就业

最后，为了完善关于自由贸易好处的标准论证，我们还有必要假

设充分就业是拥有竞争性市场的国家的一般情况。没有这个额外的假

设，即使贸易能够实现自动平衡也不一定会使整个国家从中获益。毕

竟，如果平衡的贸易是以持续失业为代价的，谁能断言它一定对应着

“收益”呢？

比较优势理论以比较成本（价格）理论为基础。由于人们常常混

淆这些比较成本和比较优势，因此我们需要额外关注它们之间的差

异。我们注意到，比较成本原则声称每个国家的贸易条件都会自动调

整至实现国际贸易平衡的情况。在这个过程中，每个国家都会发现其

生产成本最低的商品，即其应该专攻的领域，恰好是其相对（即比

较）成本最低的商品。例如，如果在工资相同但技术差距很大的两个

国家之间开放贸易，那么比较成本理论会认为，即使一个国家在生产

所有商品方面都具有绝对优势，但是它最终能在国际上压低价格的只

是那些它相对（比较）而言技术最先进的行业。相反，在所有行业都

具有绝对劣势的国家最终会压低那些它相对而言不那么落后行业的价

格。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最终调控自由贸易的是比较效率，而不是

绝对效率。如果我们同时假设贸易受比较成本的调控而充分就业也总

是能实现，那么赫克歇尔-俄林-萨缪尔森比较优势模型表明，国家比

较成本之间的差异将取决于各国在土地、劳动力和资本方面“禀赋”

的差异。与之前一样，这一论证一般以“完全竞争、生产函数和生产

要素的国际同质性、要素强度的不可逆性、偏好在国际上的相似性，

［以及］不变的规模收益”为通常假设（Johnson 1970，10-11）。这

里出现了两个被广泛宣传的结论。首先，在自由贸易体系内，要素禀

赋为资本密集型国家在资本密集型商品的生产中比较成本更低，因此

它们在生产这些商品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并将倾向于专攻这些商

品。其次，国际贸易本身不需要直接的劳动力和资本流动，就可以实

现各国实际工资和利润率的均等化（要素价格均衡定理）。



11.2.5 对标准贸易理论的总结

总而言之，在整个标准贸易理论体系中，有三个命题至关重要：

（1）当一个国家面临贸易逆差时，其贸易条件会下降；（2）当其贸

易条件下降时，贸易差额会有所改善；（3）任何这些调整不会产生总

体失业。人们假定所有这些机制都可以在足够短的一段时间内实现，

使其具有社会意义。麻烦的是，标准贸易理论中的这三个基本命题都

曾因其理论和经验上的缺陷而受到广泛的批评。我们将从后往前依次

考察这三个命题，因为只有反过来分析才能更好地理解它们的具体含

义。

11.2.6 标准贸易理论中存在的问题

让我们从分析充分就业是竞争性市场的自然结果这一命题开始。

国际劳工组织的报告称，世界上30亿劳动力中失业或非充分就业的占

1/3（ILO 2001，1）。即使在当前危机发生之前的发达国家，各国的

失业率也在3%~25%之间。当然，发展中国家的情况更糟，在21世纪初

有13亿失业或非充分就业的人口，其中许多人终其一生都找不到合适

的工作。我们并不需要进行太多思考就能认识到持续的失业与棘手的

贫困之间存在联系。认识到这一点，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仍然有一大批

分析师认为即使在发达国家也不存在自动实现充分就业的机制。事实

上，这一直都是凯恩斯主义和卡莱茨基主义的基础。

被人们称为J曲线的命题，即贸易条件下降至少在初期的负面影响

之后将提高贸易差额，同样存在问题（Isard 1995，95）。这个命题

根植于长期受到争议的著名议题“弹性问题”。这里的难点在于，意

味着出口相对于进口减少的贸易条件下降具有两个相互矛盾的效应。

较低的相对出口价格意味着该国单位出口的收入较低。但由于出口品

对外国人来说更便宜，出口数量应该会上升，这就意味着出口品的价

值可能会下降、保持不变或上升，最终取决于两种效应的相对力量大



小。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进口品。因此，贸易差额对贸易条件下降的

总体反应将取决于这两种效应（即出口和进口各自的价格弹性）的组

合。

我们终于来到了所有命题中最重要的那一个，即贸易条件可以自

动改变以消除贸易失衡。如前所述，这一假说要求存在贸易逆差时贸

易条件会持续下降，存在贸易顺差时贸易条件会持续改善，直到实现

“贸易平衡，即出口的价值等于进口的价值”（Dernburg 1989，

3）。换句话说，这个特定的实际汇率将会调整至使所有自由贸易国

家，无论其发展水平或技术水平如何，都具有相同的竞争力。在经验

层面，这意味着人们预期“平均而言，10多年来，竞争‘优势’在不

同时间点和经济体之间的起伏看起来是随机产生的”（Arndt and

Richardson 1987，12）。

这个命题从未在经验中得到证实：不适用于发展中国家，也不适

用于发达国家；不适用于固定汇率的情况，也不适用于浮动汇率的情

况。相反，持续的不平衡是国际贸易的必要条件。对熟悉发展中国家

历史的人来说，这并不奇怪。但在发达国家同样如此。例如，在战后

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都存在贸易逆差，而日本都存在贸易顺差

（Arndt and Richardson，1987，12）。大多数其他经合组织成员也

有类似的模式（见11.6节）。

由于赫克歇尔-俄林-萨缪尔森理论依赖比较成本假设，因此它很

自然地在经验层面遇到了严重的困难（Johnson 1970，13-18）。除了

它从比较成本理论中继承的经验层面的困难外，它还遭遇了另一个问

题，即它在一半的时期内都不能正确地预测贸易模式，各国的技术差

异仍然显著，而即使是在发达国家间，不平等的实际工资也一直持续

存在。正如马吉（1980，xiv）所说，“战后国际贸易的理论史一直试

图修补李嘉图［比较成本］模型或者赫克歇尔-俄林模型，使其与我们

所知道的事实一致”。专家们已经认识到，标准贸易理论在根本命题



上的持续失败严重削弱了其整体结构的可信度（ Arndt and

Richardson 1987，12）。

[1] 即使是在其他场合都持怀疑态度的研究者在此也很可能会从分析贸易实际如何运作

逐渐转变成分析贸易“应该”如何运作，这一点令人感到惊讶。表现出这种倾向的一个典型

事例是马吉（1980，ch.2）介绍原始绝对优势时使用的李嘉图实例。其中每个国家生产两种

商品，但一个国家（美国）在生产这两种产品时都比另一个国家（加拿大）成本更低。李嘉

图自己指出，在这种情况下，效率更高的国家在初步平衡中将享有贸易顺差，而效率更低的

国家在初步平衡中将遭受贸易逆差。这是因为加拿大的消费者将从购买更便宜的美国商品中

获益，美国的企业也将从出口中获益。李嘉图随后声称贸易不平衡会改变实际汇率，以提高

美国商品在外国的价格，并降低加拿大商品在外国的价格，直到某一时刻两个国家都在某一

个商品上获得成本优势。在整个过程中，消费者和企业的动机都保持不变，但美国的绝对成

本优势和相应的加拿大的绝对成本劣势都转化为两国的比较成本优势，从而最终实现了其贸

易的平衡。马吉跳过了所有的中间步骤，只是断言“李嘉图的重要贡献之一是揭露了绝对优

势的谜团，即美国应该同时生产这两种商品而不从事国际贸易”，仅仅因为“它”可以在国

内以更低的价格获得这两种商品。由此，他迅速提出，美国消费者应该从事国际贸易，并将

其理解为一种以比较成本为基础的物物交换模式（Magee 1980，19）。所有这一切都出自一

位曾经声称比较成本理论被“高估”的作者之口（xiv）。



11.3 对标准贸易理论存在问题的回应

鉴于标准理论存在许多缺陷，我们自然会提问：这一理论错在哪

里？我们该如何纠正它呢？人们普遍使用两种一般性方法，我将对其

进行重点介绍。但在下一节中，我将回到该问题的根源，即李嘉图推

导比较成本原则的过程。这将使我们可以提出一个基于古典主义绝对

成本概念的替代性国际贸易理论，它的极大优点是与经验事实相契

合。

11.3.1 对标准理论问题的第一种回应：缓慢的调整

对标准理论存在问题的第一种回应集中于这一事实，即比较成本

理论和/或购买力平价理论的基本预测被普遍认为是要长期成立的。麻

烦的是，它可能需要70年或更长时间的数据跨度，才能区分平稳的实

际汇率的情况和由单位根过程产生的路径依赖汇率的情况（Froot and

Rogoff 1995，1657，1662; Rogoff 1996，647）。凯恩斯关于长期的

精辟评论用在这里显得非常自然。这样的时间范围给相对于基本原则

的偏离留下了相当大的空间，经济学家已经开始高兴地提出大量的短

期模型来弥补其间存在的差距（Isard 1995; Stein 1995; Harvey

1996）。不幸的是，这些模型往往彼此矛盾，更不用说它们还与自己

声称要解释的现实相矛盾了。即使对标准理论的支持者来说，“评

价…… ［这些］当代模型……的过程说明了为什么经济学家对它们解

释汇率和资本流动决定过程的能力非常失望”（Stein 1995，182）。

标准理论所遭遇的困难已经变得非常严峻，以至“新古典经济学家对

它们未能解释汇率波动这一点开始变得越来越失望……尽管事实上这

是该学科研究最多的领域之一，但是没有哪一个模型或理论能经得起

检验。结果如此令人沮丧，以至主流经济学家开始很轻易地便承认了

自己的失败”（Harvey 1996，567）。但是，“比较优势概念继续主



导经济学家的思考”（Milberg 1994，224）。这些失败的模型“继续

被当作对汇率决定机制的……主要解释，［即使］大多数学者都意识

到了这些模型的缺陷”（Stein 1995，185）。最糟糕的是，这些模型

继续对经济政策产生重大影响，长期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

的政策提供理论基础（Frenkel and Khan 1993）。

11.3.2 对标准理论问题的第二种回应：引入不完全
竞争

对标准理论经验困难的另一个主要回应是修改一个或多个关于完

全竞争、要素流动和规模收益的假设。例如，“新贸易理论”认为标

准理论的关键弱点在于实际的竞争甚至现实世界本身都是“不完美

的”。因此这一理论在“不完全竞争”框架中分析该问题，试图通过

将寡头垄断、规模收益递增和各种战略因素纳入标准分析弥补理论与

经验证据之间的差距（Milberg 1993，1）。新贸易理论与标准理论一

样认为开放贸易一般而言是有益的，但它也承认情况并不总是如此。

因此，分析的重点变成确定开放贸易可以产生实际收益并作为增长引

擎的特定条件。它们的任务是解释为什么实际情况与标准理论相反，

为什么“大多数贸易发生在资源禀赋相似的国家之间，基本上都在行

业内进行，且在［高度］垄断的市场条件下，主要交易的是中间品而

不是最终商品，并没有出现显著的资源重新配置或收入分配效应”

（UNDP 2003，ch.2）。为了解释这些现象，它们在传统的赫克歇尔-

俄林-萨缪尔森框架中引入了规模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假设，[1]目

的是使比较优势法则与商品的专业化而不是整个行业的专业化一致。

因此，最终国家可能出口一种汽车，同时进口另一种汽车，使其国际

贸易在行业内展开。同样，更大市场所对应的规模经济效应也可能会

推翻赫克歇尔-俄林-萨缪尔森模型关于自由贸易将有助于平衡国际要

素价格（实际工资和利润率）的预测。此外，贸易的构成，而非仅仅

是其规模，开始变得重要，因为它可能带来显著的影响，比如需求弹



性差异（普雷维什-辛格假说）[2]或技术转移差异。最后，知识（包

括技术）的差异也会改变标准（理论）的结果。一旦我们将“要素禀

赋”的概念扩展到包括累积和/或制度化的人类知识，就会改变有关比

较优势的预测模式、贸易收益和国际增长率（Romer 1987; Lucas

1993）。所有这些都带来了标准（理论）结果之外的一些可能的特

例，进而在某些战略部门和某些战略活动（如研究开发）中为国家干

预提供了（有限的）空间（UNDP 2003，ch.2）。但是，“即使只引入

几个新因素，新贸易理论的模型结果也会变得非常复杂——可能会产

生多个均衡和复杂的调整模式”（Deraniyagala and Fine 2000，

11）。所以，这个理论最终几乎没有得出“明确的结论”（4）。我认

为这些困难的出现也根植于其模型所依据的李嘉图的比较成本原则，

因此我们必须回到其理论基础。

[1] 比如，货币工资可能具有黏性，即使它在存在贸易逆差时进行了部分下调，收入不

平等也会加剧，可能会导致社会动荡（Milberg 2002，242），并导致任何与产能过剩相关

的问题恶化。

[2] 普雷维什-辛格假说（Prebisch 1950; Singer 1950）提出了三个观点。第一，自

由贸易使发展中国家专门从事初级品的生产而发达国家专门从事产成品的生产。第二，初级

品的需求弹性较低，而产成品的需求弹性较高。第三，商品和劳动力市场在中心国家内部存

在不完全竞争，但在外围国家内部可能竞争激烈。因此，中心国家的生产者能够保持较高的

价格，工人能够通过不断上涨的工资获得技术变革的好处；而外围国家的企业可能面临由其

他生产者的竞争压力导致的价格下降，外围国家的劳动者也会面临由大量的失业引起的工资

停滞或下降。因此，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会在长期中恶化，这将破坏它们的发展进程。



11.4 李嘉图的比较成本原则

11.4.1 真实竞争

在一个国家内部的真实竞争过程中，企业会持续寻求降低成本以

压低价格，进而把自己的竞争对手从市场上排挤出去。这个过程充满

不确定性，并且失败也是经常发生的。运营成本（单位工资、原料成

本和折旧）更低的企业更常成为竞争的胜利者，而运营成本更高的企

业则会更常成为失败者。这就是资本主义竞争的主要筛选机制。亚当

·斯密把这种原则扩展到了对国际贸易的分析中，他认为那些具有更

高效的生产方式和/或更低薪的劳动力的国家，相较于那些生产条件相

反的国家，其资本会更容易在国际领域获得成功。换言之，绝对成本

优势原则[1]同样适用于国际资本间的竞争和国内资本间的竞争，无论

其中涉及商品的绝对廉价程度是由“自然的还是后天获得的”优势决

定的（Allen 1967，53-56; Dosi，Soete，and Pavitt 1990，29-30;

Shaikh 1995，6667）。斯密强调资本在选择投入的方向时考虑的关键

因素是对利润的追求：“对个人利润的追求是决定任何资本持有者是

把自己的资本投入农业、制造业、批发行业的某个分支还是零售贸易

的关键动力”（Smith 1973，474）。这个原则同样适用于针对国内使

用和针对国外使用的生产。问题的关键在于，国际贸易的参与主体是

受利润驱动的出口商和进口商，而不是“国家”（Emmanuel 1972，

240）。

11.4.2 李嘉图的研究同样始于逐利的企业

李嘉图对此理解得非常清楚。像斯密一样，他试图解释国家贸易

模式是如何从不同国家单个的逐利资本行为中产生的。实际上，李嘉

图甚至是从一个斯密式的优势开始分析的。他在展开自己的论证时考



察了两个国家——英国和葡萄牙。葡萄牙的资本被假定为比英国的资

本更加发达（一个隐藏的玩笑——这是因为李嘉图是一个葡萄牙裔英

国人），所以它们最初足以在国际商品贸易中胜过英国资本。在国家

层面，更高效的葡萄牙资本最初使葡萄牙成为一个净出口国，而英国

成为一个净进口国，因而前者存在贸易盈余，而后者存在贸易赤字。

11.4.3 李嘉图对不平衡贸易宏观经济结果的分析

接下来，李嘉图开始考察不平衡国际贸易的宏观经济后果。因为

葡萄牙的资本更高效，葡萄牙的出口收入会超过其进口的消费支出，

这促使资金净流入葡萄牙，从而使葡萄牙的资金供给上升。而英国的

情况正好相反，其资本缺乏效率，因而资金供给减少。李嘉图是货币

数量论的支持者（见5.3.1小节）。基于他的理论，葡萄牙的资金供给

上升会提高葡萄牙的物价和成本，而英国的资金供给下降会使英国的

物价和成本下降。葡萄牙资本成本的相对上升会侵蚀它们的竞争优势

并减少其贸易盈余。对应的英国的资本成本相对下降会缓和英国的劣

势并减少其贸易赤字。因此，葡萄牙最初的成本优势会逐步被其早期

成功的宏观经济结果吞噬，而与此同时英国最初的劣势则会逐渐被其

早期失败的后果弥补。随着这个过程的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葡萄牙

资本会落入失败者的行列，而越来越多的英国资本会成为竞争中的胜

利者。李嘉图指出，只要贸易是非平衡的，这个过程就将持续进行，

因为正是贸易的不平衡导致资金在国家之间的流动。因此，如果两个

国家保持自由贸易，它们最终都会达到均衡贸易的状态。换言之，即

使两个国家有持续的资本效率上的差异，两国最终也会在国际贸易领

域具有相同的竞争力。它的直接含义就是，如果欠发达国家信任自由

贸易并等待其发挥作用，它们是没有必要努力实现现代化的（Shaikh

1980c，204）。如果像新古典理论一样在上述论述之上再假设充分就

业会自动实现，那么甚至任何潜在的调节问题都会消失：在竞争中失

败的部门的工人会轻松地在胜利部门中重新找到工作。我们可以明白

为何这个故事已经演变成了对新自由主义的颂歌。



11.4.4 固定汇率与浮动汇率

李嘉图自己假定葡萄牙与英国之间的汇率是固定的（因为在他的

案例中，两个国家都被假定将自己的货币与黄金挂钩），但是他的论

证也适用于浮动汇率制度下的情形（Emmanuel 1972，240-243）。起

初葡萄牙的贸易盈余意味着葡萄牙的出口商通过出口积累的英镑超过

了他们的同胞购买英国商品所需的英镑。这种外汇市场上英镑的超额

供给会使英镑相对于葡萄牙货币埃斯库多的价格下跌。贸易盈余国

（葡萄牙）的货币升值，使得葡萄牙的商品在英国本土更加昂贵，因

此侵蚀了葡萄牙的贸易盈余。英国则会发生相反的情况。固定汇率制

度下也会出现相同的结果：在固定汇率之下，国内价格水平的变化使

不同国家在国际贸易中趋同，而在浮动汇率之下则是汇率的变化完成

了这项工作。在两种情况下，贸易盈余国家的贸易条件（即用公共货

币衡量的出口价格相对于进口价格的比率）会上升，而贸易赤字国家

的贸易条件会下降，直至贸易实现平衡，因此收支也实现平衡。

11.4.5 从绝对成本原则向比较成本原则的转化

为了引出其论证背后的朴素逻辑，李嘉图在论述的一开始假定葡

萄牙的资本最初在所有的商品中都有着更低的基于成本的价格，所以

它们支配了英国和葡萄牙的市场。但是接下来，随着资金从英国流向

葡萄牙，葡萄牙的成本和价格上升而英国的成本和价格下降。我们可

以想象，随着葡萄牙的商品变得更加昂贵，英国的商品变得更加便

宜，那些相对于英国商品有着最小优势的葡萄牙商品会最先退出胜利

者的行列，成为失败者。从英国的角度来看，则是那些具有最小劣势

的商品最先从失败者转变为成功者。除非贸易已经达到均衡，否则这

个过程将持续进行下去，葡萄牙具有第二小优势的商品（英国具有第

二小劣势的商品）会交换地位，以此类推。所有这些过程都是通过两

个国家中逐利的单个企业的行动和反应完成的。



11.4.6 李嘉图从资本经营的贸易到国家整体经营的
贸易的转变

在上述李嘉图式贸易过程结束之后，葡萄牙看似最终选择了专注

于生产那些具有“比较成本优势”的商品，并用它们去交换具有相同

货币价值的英国具有比较成本优势的商品（因为贸易已经处于均衡状

态）。这促使李嘉图可以从之前的论点——单个逐利企业的行为将导

致比较成本原则，转向宣布国家应该按照比较成本来决定它们的贸易

模式：“贸易是有益的，只要在经济效率上处于全方位劣势的国家能

够专注于生产自己具有最小劣势的商品，而那些具有全方位优势的国

家则专注于生产自己具有最大优势的商品”（Yeager 1966，4）[2]。

在新古典经济学中，这种转化的实现主要依赖将国际贸易过程抽象成

两个叫作“英国”和“葡萄牙”的单个个体之间的交换过程，并且认

为这两个个体参与贸易都是为了“得到”一些东西。这个论述过程还

有一个附加的特点，它灌输了一种错误的思想，即自由贸易最主要的

目的是惠及所有国家，而不是为各国自己的生意赚得利润。

李嘉图的隐含观点——将收支差额简化为贸易差额，对他整个理

论体系的建立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一个国家的国际收支结构是指净

流入该国的资金总量：出口减去进口（贸易差额）、外国人在本国的

直接投资减去本国人在外国的直接投资、由外国人购买的私人或者企

业证券产生的短期资本流入（即外国人提供给本国人的贷款）减去本

国人在外国进行的相同类型的金融交易金额等。李嘉图的论述似乎把

商品贸易资金流完全独立于金融贸易资金流，因此贸易差额就与收支

差额是同义词。在他的论述中，货币以流通工具的身份出现，但从来

不被当作金融资本。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是极其古怪的，因为金融资

本的进口和出口（即国际借贷）本质上和由商品进出口引起的货币资

金流动相关。更重要的是，从理论的角度来看这也是相当古怪的，因

为这种观点实际上意味着货币和金融完全互不相关。马克思和哈罗德



都看到了这一点，而且我们将会看到他们在理论中重建这两种流动的

联系，推翻了李嘉图通向其最终结论的关键一步（见11.5节）。

李嘉图的论证解决了任何贸易理论都必须解决的三个不同的问

题。第一，它详细说明了（贸易的）行为人。在李嘉图的理论体系

中，这被很好地界定为受最低成本生产原则支配的逐利资本。第二，

它详细说明了单个贸易主体的行为是怎样决定总体上的贸易差额的。

在李嘉图的论述中，贸易实现了进出口相等的静态。第三，它明确了

只有当贸易平衡实现时收支平衡才能实现。这些问题都很重要，因为

我们将会看到古典贸易理论也解决了这三个问题，但是得出了相反的

结论：绝对成本决定贸易，资本竞争力较弱的国家将忍受被长期外债

掩盖的长期贸易赤字，而这一切都是由自由贸易本身产生的。但是，

我们必须先从细节上考察李嘉图的贸易过程。

11.4.7 李嘉图贸易调整过程的数学实例

我们从李嘉图自己所举的例子开始。英国和葡萄牙各自都能生产

两种商品——布和酒，但是因为葡萄牙更加发达，它具有更低的生产

价格（即基于成本的竞争性价格）。为了强调这个逻辑过程不仅限于

固定汇率制度或金本位制度，我会假定英镑（£）和葡萄牙埃斯库多

（由现在欧元的国际标志€表示）之间有着浮动汇率。葡萄牙的最初

汇率是e=1£/€，并且所有的国际价格都用英镑来衡量。因为英镑是国

际标准货币，所以葡萄牙商品的国际价格就会随着汇率的波动而变

动，而英国商品的国际价格和国内价格相一致。最后，在任何一个汇

率水平上，任何商品的最低价格（即其调节价格）会很快地确定出

来。表11.1刻画了葡萄牙的资本在两种商品的生产上都具有绝对成本

优势时的情形。

表11.1 葡萄牙具有绝对优势的最初情况



在上述情形中，葡萄牙资本在国内和国外都可以以更低廉的价格

卖出商品。因为消费者会拒绝更加昂贵的英国商品，葡萄牙会获得贸

易盈余，而英国则会因其国民都去寻求更为廉价的葡萄牙商品而出现

贸易赤字。根据李嘉图的逻辑，葡萄牙的汇率（e）会因葡萄牙的贸易

盈余而上升（英国的汇率1/e会因英国的贸易赤字而下降）。在最初的

情形中，葡萄牙资本在布的生产上具有11%的价格优势［（£90-

£100）/ £90］，在酒的生产上具有50%的价格优势［（£80-£120）/

£80］。现在很清楚的是，如果英国资本想要在布上获得价格优势，以

便重新加入竞争，那么汇率必须提高超过11%。同时，汇率又不能提高

超过50%，因为那样的话绝对价格优势会完全倒向英国一边。在那种情

况下，葡萄牙会处于贸易赤字的状态，汇率又会回落。由此得出的结

论就是，可行的汇率必须让两个国家都有一种出口的商品，因为只有

这样，贸易才能达到平衡并使汇率保持稳定。在当前的例子中，这意

味着汇率比初始的汇率要高出10%~33.33%，也就是说，新汇率在

e=1.11£/€和e=1.50£/€之间。要注意到，初始情况下的汇率是不重

要的，因为可行的汇率必须总是处于布的国内货币相对价格比率

£100/€90=1.11£/€和酒的国内货币相对价格比率£120/€80=1.5£/

€之间。这是李嘉图的中心观点。表11.2刻画了汇率水平e=1.33£/

€的情形，它正好落在可行范围内，从而使英国资本在布的生产上有

价格优势，而葡萄牙的资本则在酒的生产上有价格优势。

表11.2 通过浮动汇率的李嘉图调整



在固定利率的情况下，李嘉图指出因葡萄牙最初的贸易盈余而流

入葡萄牙的资金会增加葡萄牙国内的货币供给并提升其价格水平，而

英国则发生相反的情况。这些价格水平的变动会侵蚀葡萄牙资本的优

势而减轻英国资本的劣势，直到每个国家都有一种能在更低价格下生

产的商品。很清楚的是，为了达成后面的均衡结果，葡萄牙相对于英

国的价格水平必须上涨超过11%且低于50%——与给定国内价格水平但

采用浮动汇率制度时的限制是相同的。表11.3刻画了当葡萄牙的价格

上升15%而英国的价格下跌14%，即葡萄牙商品的相对价格上升33.33%

时的情形。选取这些特定的数字是为了得到和之前相同的葡萄牙的相

对价格：对商品布而言，£103.5/£86=£120/£100=1.20，而对商品酒而

言，则是£92/£103.2=£107/£120=0.89。

表11.3 通过国内价格水平变动的李嘉图调整

贸易的方向由比较价格优势决定，但是贸易的数额则依赖其他因

素。李嘉图本人并不关心贸易能够达到均衡的具体汇率和贸易数量。

现在传统的结论会认为对两种商品的需求取决于商品的相对价格（新

古典主义经济学强调的关系）和各个国家的收入水平（凯恩斯主义强

调的关系），以及代表两个国家消费者和商业的偏好结构的相关函数



参数。重要的是利率和/或价格水平会处在李嘉图给定的范围中，并且

无论贸易参与国的需求、收入或者发展水平有着怎样的差异，自由贸

易都会使每个国家在世界范围内变得有竞争力（从实现贸易平衡的意

义上来说）。

李嘉图的逻辑中关键的一点是，任何一个比较价格（例如在葡萄

牙布的英镑价格相对于在英国布的英镑价格）都会随着汇率和/或国内

价格水平向着合适的方向变动而稳定调整。因为这两个变动过程在逻

辑上是等价的，所以我将重点讨论前者。我们从表11.1和表11.2中可

以发现，随着汇率的提高，葡萄牙的布和酒以英镑计价的国际价格也

相应提高，而英国的价格则保持不变——因为它们本身就是以英镑计

价的。因此，葡萄牙的商品价格相对于它们的英国竞争者是稳定地提

高了（也就是说，葡萄牙商品的比较价格提高了，因而葡萄牙资本的

价格优势被侵蚀了）。但是，只要汇率保持在e<1.11£/€的范围内，

葡萄牙资本依然在两种商品的生产上都具有绝对优势，因而国际上布

对酒的价格比率由葡萄牙内部的价格比率决定。后者实际上也就是由

葡萄牙的技术和实际工资水平决定的生产价格比率。因此，当汇率

e<1.11£/€时，国际相对价格受葡萄牙自身生产价格的调控。当汇率

e>1.5£/€时，英国的资本在两种商品的生产上都具有绝对价格优势，

国际相对价格就由英国的生产成本决定。只有在李嘉图给定的汇率范

围1.11£/€<e<1.5£/€内，国际的相对价格才会和两个国家的成本结

构无关。因此，只有当汇率处在这个范围内的时候，国际价格比率才

能由贸易平衡这一要求决定。图11.1展示了李嘉图理论的这个本质特

征，在这个理论中，比较商品价格是平滑变动的，但除非汇率处在李

嘉图给定的范围之内，否则国际价格的决定都受到成本的限制。在第

一张图中我们可以看到，葡萄牙生产者相对于英国生产者的比较价格

随着利率的变化而平滑地变动，并且在汇率e<1.11£/€的情况下，两

种商品的比较价格都小于1，因而葡萄牙控制了两个国际贸易的行业；

在汇率范围为1.11£/€<e<1.5£/€的情况下，葡萄牙的布的比较价格

大于1（即英国的比较价格小于1），而酒的比较价格仍然小于1，因而



英国控制了布的生产而葡萄牙保持对酒生产的控制；在汇率e>1.5£/

€的情况下，葡萄牙两种商品的比较价格都达到了1以上，因而英国的

资本统治了这两个行业。在第二张图中，我们可以看到当处在比较成

本范围之外时，国际市场的相对价格根本不会发生变化。我们将会发

现，这种二元性产生于李嘉图的阐述和他之前的古典理论基础不一致

的地方。纠正这个错误就会消除二元性。但是如果这样做，李嘉图关

于自由贸易会使绝对价格优势转变为比较价格优势的断言也会失效。



图11.1 李嘉图的二元世界

因为真实世界无法达到理论假定的竞争条件，有些人认为实际国

际贸易有所不同。但即使对那些人而言，李嘉图的自由贸易理论也被

奉为现代经济学的“神圣的信条”（Krugman 1987，131）。但是，我

们还会看到，在对不完全竞争的齐声叫好之外仍然存在一些有分量的

例外者：亚当·斯密、马克思、凯恩斯和哈罗德。为了确定古典替代

理论与标准理论的关系，我们需要回到一个基本的问题：竞争在国际

范围内是怎么运行的？

[1] 我们可以通过比较在一个货币区域生产同一商品的所有方式来测算绝对成本，这本质

上就是用于分析国内竞争时所使用的原则。

[2] 我们已经提到，李嘉图自己关于贸易所得的实例完全基于劳动力的储蓄不会转化成失

业这一假设。



11.5 真实竞争意味着绝对成本优势

11.5.1 引言

李嘉图的理论主要讨论国际调节资本的决定过程。当贸易开始

时，葡萄牙和英国都同时生产酒与布，所以每一种商品都有两个不同

的生产者。尽管葡萄牙在最初对于两种商品都有更低的基于成本的价

格，但是比较成本理论认为国际竞争最终会选择英国的企业作为生产

布的调节资本，而葡萄牙的企业只作为生产酒的调节资本。

11.5.2 第一个困难：从价格到成本的反馈

在真实竞争理论之中，任何一个行业中的价格领导者（调节资

本）都是单位运营成本最低的的企业，“成本”这一概念在合适的商

业意义下可以被定义为单位工资、原料价格和折旧的总和。李嘉图理

论的第一个困难是，商品国际相对价格的波动也会影响这种商品的相

对成本。这是斯拉法的中心观点即成本和价格无可避免地相互联系在

一起的逻辑延伸（见9.11节）。那么，当我们允许这种反馈效应存在

时，比较成本对于实际汇率（名义汇率和/或相对国内价格水平）的变

化可能根本没有任何反应，因而葡萄牙的资本（调节资本）在两种商

品上将始终保持着更低的比较成本。即使比较成本确实对实际汇率的

变化做出了反应，该反应也未必充分到足以把葡萄牙资本的领导地位

抵消。李嘉图的理论遇到的最严峻的困难是，比较价格的变化也许会

沿着“错误”的方向进行（也就是说，这种改变可能会使葡萄牙的绝

对成本优势更加明显）。这意味着即使像李嘉图所论述的那样，实际

汇率确实随着贸易差额的变化而自动变化，只要实际成本（实际工资

和生产力）是在国家水平上决定的，比较成本就不会依照李嘉图设定

的路径前进。



11.5.3 第二个困难：贸易不平衡和收支差额

李嘉图理论存在的第二个问题是，当存在贸易不平衡时，实际汇

率完全不需要做出调整。李嘉图的理论让货币供给的变化看起来只影

响国家的价格水平，从而忽略了收支差额和贸易差额之间的区别。他

认为一个有着贸易盈余的国家会引致资本的净流入，这就意味着它会

有收支盈余。根据货币数量论，他进一步断言，增加的货币供给会使

价格水平上升，而这将减少这个国家生产者的成本优势。这正是马克

思的理论不同于李嘉图的地方。根据马克思的逻辑，贸易盈余的国家

会拥有更多的流动性，这将降低其利率水平；而贸易赤字的国家则会

经历流动性紧缩，因而利率水平会上升。这些变化都是通过资本市场

正常的功能实现的。由贸易产生的利率变化会催生出从贸易盈余国向

贸易赤字国的短期（因而是相对迅速的）资本流出。事实上，具有竞

争优势的国家会享受贸易盈余，并成为国际贸易中的贷方，而具有竞

争劣势的国家则会遭受贸易赤字并成为借方。这些是直到今天的国际

贸易历史中非常常见的模式。正如哈罗德所言，我们不可能像李嘉图

那样认为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是分开的：二者不可避免地通过货币供

给相互关联（Harrod 1957，115）。但是，随着资本流入抵销了贸易

差额，收支差额的净效应会取决于这两种效应的相对大小：汇率可能

根本不会发生变化，即使发生变化，它也可能朝着“错误”的方向变

化——贸易盈余国家的汇率可能会下降，而不是上升。

11.5.4 古典自由贸易理论

关于国际价格对成本的反馈效应的讨论引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即

如果国际贸易的竞争者之间具有结构性差异，自由贸易会产生持续的

贸易不平衡；而关于贸易不平衡与国际金融流动性之间存在联系的讨

论又表明，通过对冲短期资本流动，持续的贸易差额和收支差额是可

以共存的。把这两种说法结合起来看，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关于自由



贸易的古典分析，这种分析与标准的分析截然不同，且和经验证据一

致。我将在下文中依次考察这些论点。

11.5.5 国际范围内的调节资本

第一个问题关注国际价格对每个行业的单位成本的反馈效应。一

旦竞争变成国际性的，在一个国家生产特定商品的厂商就会和其他国

家生产相同商品的厂商进行竞争：行业是超越国界的。就像行业内部

真实竞争常常表现出来的那样，（和竞争结果直接）相关的变量是单

位成本，因为最低的成本决定了调节资本，也就决定了调节生产价格

（见第7章）。

11.5.5.1 贸易发生之前的生产价格

我们首先采用标准的斯拉法流动资本生产价格体系，这个体系中

包含两个独立的国家（A和B），这两个国家生产两种不同的商品（1和

2），但是并未进行国际贸易。这里所用的符号与9.6节一致。每个国

家的实际工资wr用商品2来表示，在这里我们把商品2定义为消费品，

因此我们可以将货币工资w替换为p2·wr。为了和大多数的经济学传统

保持一致，价格水平p≡（p1·xr1+p2·xr2），在这里xr1和xr2是两

种商品的参考量。价格水平p由宏观经济决定（见第5章和第15章）。

那么，在这两个国家都自给自足的情况下，每个国家都对应着三个方

程（每个行业各有一个方程，还有一个关于国家给定价格水平的方

程），其中含有三个未知量（p1，p2，r），所以每一个自给自足的系

统都由行业价格水平决定。



11.5.5.2 比较成本

一旦开始出现国际竞争，每种商品都会通过常见的动荡过程，拥

有一个用某种给定货币衡量的共同的国际市场价格，这个价格受到运

输成本、关税、税收以及诸如此类的因素的限制。这和在给定国家内

部进行的行业内竞争遵循相同的原则。令p1*和p2*代表用某种通用货

币表示的国际市场价格。我们将会在后文研究在短期内调控这些价格

的力量，但现在我们可以充分假定其存在。为了使不同国家在某给定

商品上的生产成本可比较，这些成本必须以一种通用货币来表示，并

且必须以支配性国际价格来评估。这样的比较很重要，因为在古典理

论的分析中，对于特定商品拥有更低生产成本的国家将会成为调节资

本，因此也就更容易成为该商品的出口者。记国家A和国家B的货币单

位分别为€和£，因此国家A的汇率单位为£/€。那么从方程（11.1）

中，我们可以将这两个国家中用这个通用货币表示的每种商品的比较

单位生产成本写为：



当我们注意到比较生产成本只取决于实际工资和相对国际价格

（p*=p1*/p2*）时，我们就可以进一步简化上述表述。

我们现在可以考察李嘉图自己的研究起点，在该情况下国家A（葡

萄牙）相较于国家B（英国）在所有的行业都有绝对的成本优势。如果

葡萄牙最初拥有两种商品上的绝对成本优势，那么其国内的生产价格

就会成为支配性国际市场价格，该国也将获得贸易盈余。李嘉图认为

葡萄牙的国内价格水平和/或汇率会上升，进而促使葡萄牙国内两种商

品的国际价格都上升。在李嘉图自己的论述中，只要葡萄牙的资本依

旧在国际市场上占据统治地位，相对国际价格p*就会始终等于葡萄牙

的生产价格比率。但是，从方程（11.3）中我们可以看出，只要实际

工资水平是给定的，葡萄牙的比较成本优势就不会改变。因此，我们

就发现了李嘉图理论中最核心的问题：除非国际相对价格发生变化，

否则葡萄牙的比较成本优势就不会改变；除非葡萄牙失去其比较成本

优势，否则国际相对价格根本不会变化。因此，即使当葡萄牙出现贸



易盈余使葡萄牙的价格水平和/或汇率上升时，李嘉图的理论也不成

立。

11.5.5.4 技术构成相同但效率不同的基准情形

这种困难不能够通过假定货币工资具有黏性得以解决，因为即使

在这种情形中，国际价格的上涨也会使葡萄牙和英国的实际工资下降

到同一水平上。考虑到不同系数的具体取值，这很可能会降低葡萄牙

的相对成本，并且使其绝对成本优势更大。通过考虑一种基准情况，

即相同商品的生产者有着相同的技术构成却有着不同的生产效率，我

们能够更加细致地探究最后一点，这是很有用的。假定国家A行业1的

劳动力和原料的系数成比例地小于国家B行业1的系数。比如，对于某

一个相对效率因子， ，

且，我们就能从方程（11.3）中推导得到，在每个行业中葡萄牙相对

于英国商品的比较成本为：

11.5.5.5 在基准情况下比较成本和相对价格完全独立

如果葡萄牙的实际工资与英国相同，括号中的表达式就和方程

（11.4）中各表达式的分子与分母完全相同，因此比较成本完全取决

于效率：



在这种情况下，绝对优势和绝对劣势完全产生于效率优势，并且

都将和国际相对价格（p）的变化完全无关。此外，只要国家的实际工

资水平保持相等，这两者还和实际工资水平的变化（由于黏性实际工

资调整）无关。那么，英国资本要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唯一方法就是它

们能比自己的竞争对手更快地提升效率（当然，与此同时，葡萄牙资

本也会被驱动去做相同的事情）。这正是李嘉图的理论中没有考虑的

一点，因为他认为自由贸易会使国家在国际竞争中具有相同的竞争

力，它们甚至不需要在技术水平上保持一致。

另一种在李嘉图理论中被当作不必要因而被忽略的可能性是，英

国的资本可能会努力使英国的实际工资增速慢于葡萄牙的实际工资增

速。尽管技术变革是每个企业和劳动力之间的局部互动，实际工资的

增长却是涉及资本、劳动力、利润率、人口增长以及整体技术变革率

的宏观经济现象（见第三部分第14章）。

11.5.5.6 一般情况

在技术构成不同和实际工资不等的一般情况下，我们可以从方程

（11.3）中看出，当给定每个国家的实际工资时，任意行业的比较成

本就是相对价格的两个线性函数之比，并且会随着相关系数的分布而

与相对价格一起上升或者下降。此外，正如方程（11.4）和方程

（11.5）所示，这种变化自身的范围又受生产的相对结构限制。这些

考察结果表明，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与效率、实际工资和技术构成的差

异相关，而且自由贸易本身并不能消除绝对成本优势或绝对成本劣

势。



11.5.5.7 斯密分解

我们在9.3节建立的斯密价格分解对解释这个问题非常有帮助。我

们已经看到任何第j种商品的价格都可以写作 ，在这

里w·vj是整合单位劳动力成本（vulc），而 是行业j的整合利润-

工资比。那么，对任意两个国家A和B而言，行业j用通用货币衡量的整

合相对单位劳动力成本是：

这看上去提供了一个直接导向李嘉图理论的方法。如果葡萄牙在

两个行业的比较成本都要低于英国，那么葡萄牙就会因其贸易盈余而

获得收支盈余。因而根据李嘉图的理论，在固定汇率情况下葡萄牙的

国内价格就会随着货币供给的增加而上涨。◎李嘉图自己认为，实际工

资与一种“主要由人们的习惯和习俗”决定的生活标准相联系

（Ricardo 1951b，96-97; Dobb 1973，91-92，152）。那么，葡萄牙

的货币工资就会上涨，其绝对优势就会因此被侵蚀，贸易盈余也会下

降。只要贸易依旧是不均衡的，这个过程就会持续下去，所以最后贸

易一定会达到平衡。如果货币供给的增加只是提高了葡萄牙的汇率，

相同的影响依旧存在，因为这也会使其比较成本上升，并且只要贸易

依旧不平衡它就会持续上升。在任何一种情况下，自由贸易似乎都会

带来贸易平衡。

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在固定汇率的情况下，葡萄牙价格水平

的上涨会提高其国内价格和国际价格，因为只要葡萄牙在两个行业都

具有绝对优势，葡萄牙的价格就是调节价格，那么英国的工人就会经

历和葡萄牙工人一样的价格上涨。接下来的结论就是，如果两个国家

的工人都想要保持自己的实际工资不变，那么两个国家的名义工资就



必须上涨到相同的程度——在这种情况下方程（11.6）中的比较成本

可能根本就不会变化。如果情况与此相反，葡萄牙的价格水平保持稳

定而汇率上升，葡萄牙的名义工资就会在任何给定的实际工资值下保

持恒定。而在英国，支配性价格水平会以与汇率上升水平相同的幅度

上涨，以使英国的实际工资保持不变。在方程（11.6）中，wA会保持

恒定，e会上升，而wB会上升到同一水平，使比较成本再一次保持不

变。

在任何一种情况下，李嘉图的错误都在于没有把支配性价格水平

对成本的影响考虑进去。这个影响可以很容易地公式化。令实际工资

，在这里pc是某些共同的消费品篮子的价格。接下来，我们可

以将商品j的相对整合实际单位劳动力成本写成：

11.5.5.8 实际整合相对成本

在李嘉图的抽象层面，所有的商品交易都是在国际范围进行的

（不可贸易商品将在后文讨论），并且遵从一价定律。也就是说，如

果用某种给定的货币来衡量的话，任何相同的商品篮子都会具有相同

的价格，即 。请注意，这个步骤中包含了国际价格水平对于

整合成本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对于古典理论非常重要。接下来，两个

国家中某种确定商品用通用货币表示的实际整合相对单位劳动力成本

就只取决于相对国家实际工资和相对国家整合单位劳动力使用率（后

者是整合生产力的倒数）。



只要实际工资在每个国家是由社会决定的，那么比较成本优势就

只有在相对实际工资或相对整合生产力发生改变时才会变化。那么李

嘉图的理论就没有解释力，除非自由贸易会使这些变量中的一个按照

贸易自动实现平衡的方向移动。例如，即使相对实际工资的确会在更

具竞争力的国家上升（正如中国最近的情况一样），这也只会导致其

成本优势减少，而并不一定会彻底倾覆其成本优势。要想使其成本优

势彻底消失，就必须使其实际工资持续上涨，直到贸易达成平衡。标

准的自由贸易理论因此隐含地要求相对实际工资由贸易平衡的要求内

生决定（例如，国家的实际工资水平成为国际贸易市场出清的变

量）。这样的要求与李嘉图支持的古典观点即实际工资由社会决定相

矛盾，也和新古典经济学中实际工资会促使每个国家内部的劳动力市

场出清（即实现充分就业）的理论相矛盾。说实际工资可能会被国际

结果影响是相当合理的，但它与以下说法完全不是一回事，即实际工

资将由贸易平衡的要求决定。因此，斯密是正确的，而李嘉图是错误

的：自由贸易会给那些拥有更低成本资本的国家带来持续的贸易盈

余，而会给那些拥有更高成本资本的国家带来持续的贸易赤字。

11.5.5.9 在古典2×2情况下可能出现的三种结果

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足以假定国际上每个行业内部的竞争都会

建立一系列的国际市场价格。我们现在可以转向这些价格的决定上

去。在这个包含两种商品和两个国家的实例中，国际竞争会有三种可

能的结果。一种可能的结果是两个行业的调节资本都在国家A，因为

（国家A）两个行业的生产者都具有绝对成本优势，在这种情况下国际

调节价格由国家A的生产价格决定。反之则两个行业的调节资本都在国

家B。由于这两种情况是对称的，我们只需要分析第一种情况就够了。

以欧元表示的生产价格 会在国家A决定并与其实际工资和一般

价格水平相一致［见方程（11.1）］，这会转换成国家B以英镑表示的

价格 、 。货币工资w=p2·wr，在这里wr是实际工资，而p2则

是消费品的价格水平。调节资本在这里以粗体字列出（因此在这里不



需要使用向量或者矩阵）。国家A的两个行业都会得到一般利润率，但

是在国家B，每个行业在面对国际价格时都会根据其效率和实际工资得

到一个不同的利润率。这也是非调节资本的常见情况（见7.4节）。

尽管国家B以英镑表示的价格和成本水平取决于汇率水平，但是两

国的比较成本水平并不取决于汇率水平，因为它们的元素必须以通用

货币（如英镑）表示，因此汇率在分子和分母之间抵销了。



剩下的一种可能的结果就是两个国家各在一个行业占据绝对优势

地位，比如国家A在商品1上占据绝对优势，而国家B在商品2上占据绝

对优势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国际范围内的调节资本之间会实现利润

率均等化，从而得出在某个给定国际价格水平上的通用货币国际生产

价格水平。在方程组（11.11）中，两种调节资本和由加粗字体列出的

给定国际价格水平形成了一个由包含三个变量（ ）的三个方程

组成的决定体系。这些相同的国际价格会决定各个国家的非调节（进

口竞争）资本各自的利润率（ ）。这使我们想起，即使利润率在

不同调节资本之间实现了均衡化，平均利润率在不同国家也可能是不

同的（见图7.7）。请注意这里的变量都是以国际货币表示的。



11.5.5.10 中间情形即是一般情形

方程（11.11）中的中间情形实际上就是一般情形。在具体层面，

国家A和一系列贸易伙伴之间出口和进口众多的商品，我们可以把这些

贸易伙伴设定为国家B。接下来我们可以很安全地假定每个这样的“国

家”都有一系列的出口商品和进口商品。我们已经从斯拉法那里了解

到，在任何给定的技术水平下，利润率和所有的相对价格都取决于给

定的实际工资。在方程（11.11）中，相对国际价格水平 现在

也是国家A的贸易条件（它的出口价格与进口价格之比，以通用货币表

示）。关键的问题在于贸易条件由国家的实际工资水平和生产结构决

定。因此，贸易条件也不能通过移动内生地使贸易实现平衡。作为国

际贸易标准理论的根基，李嘉图关于比较成本和自动贸易平衡的理论

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11.5.5.11 可贸易商品和不可贸易商品



我们也可以把前面的分析延伸到不可贸易商品（商品3）。该商品

进入生产时，它的价格会影响投入成本；当这种商品作为消费商品

c2、c3进入更大的工资篮子时，它还会影响货币工资。在后一种情况

下，可以将消费品的平均国际价格定义为 ，因此我们

可以将货币工资表达为w=wr·P*c。请注意，给定的国际价格水平p*决

定了单个价格的绝对水平，而平均的消费品价格P*c正是由这些单个价

格决定的。最后，虽然不可贸易商品并不直接参与国际竞争，但是有

些参与不可贸易商品生产的资本是当地的调节资本，并且与国内与国

际贸易商品的国内资本和调节资本一样受到国内投资流的影响。因

此，不可贸易商品的价格和调节资本受到同样的利润率调节。非调节

资本，无论是可贸易的还是不可贸易的，都与此不同，因为它们的低

利润率正是它们在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的体现，因而也是它们在新资

本流动中有限价值的体现。这正是为什么它们往往会被大多数的竞争

分析忽略掉。一旦在理论研究中被忽略，它们就会在方方面面都被遗

忘。于是，它们的真实存在似乎就成了竞争“不完全”的一种反映，

而实际上它们的真实存在表明了从抽象到具体的一种过快的运动——

这更多的是理论家的不完美而不是理论的不完全。如前所述，所有的

变量都是以国际货币（英镑）表示的。



由 粗 体 字 列 出 的 7 个 方 程 组 成 了 一 个 由 7 个 变 量 （

）构成的决定系统。像之前一样，剩下的两个方程

用来决定非调节资本的利润率（ ）。现在每个国家的（以国际通

用货币表示的）货币工资都反映了不可贸易商品的当地价格。请注

意，国家A将会成为其拥有绝对成本优势的商品1的出口者，而国家B将

会成为商品2的出口者。

11.5.5.12 购买力平价理论和一价定律

国际行业内部的竞争使单个可贸易商品以国际通用货币表示的价

格均等化。这是一价定律的假说。当这个假说被应用到两个不同国家

的加总一篮子商品时，它又被称作购买力平价理论。



在真实竞争中，一价定律包括运输成本、税收和关税。在一国内

的竞争中，拥有新的更低成本资本的企业可以降价，但是原有的企业

只能部分地匹配这种降价幅度，因而总有一个价格的差异化分布（见

7.6.1小节）。相同的情况也发生在国际竞争之中。在固定汇率制度

下，这个过程和一国之内发生的情况非常相似。而在浮动汇率制度

下，企业面临着更加复杂的情况，因为它们自己商品的国际价格可能

仅因汇率的变化而变化。这两种情况的差距并不像看上去那么大，因

为所谓的固定汇率总是可以被人为改变。国际价格变化反映汇率变化

的程度被称作“传递”比率（Goldberg and Knetter 1997）。无论汇

率是有条件的固定汇率制度还是开放的浮动汇率制度，基本的原则都

是一致的：企业必须调整自己的价格以适应其竞争对手的变化，从而

保持自己的市场份额。在实践中，一价定律因此只是在大体上成立，

并且需要一定的时间来完成调整过程。

在总量水平上，价格均等化的期望被称作购买力平价假说。因为

购买力平价理论正是一价定律的总量版本，它本身并不意味着国家价

格和汇率水平之间存在某种特定的因果关系（Isard 1995，59-60）。

但是，购买力平价理论要成立，两个条件是必要的：（1）不同国家之

间货物篮子的组成必须是相同的；（2）不可贸易商品与可贸易商品之

间的价格比率在两个国家之间是相同的。如果记通用的权重为（ 1,

2, 3），那么这里国家A和国家B的通用货币价格指数是加权几何

平均数（对于趋势化的数据更加合适）[1]。

在每一个价格指数上，前两项表示的是可贸易商品的部分，而第

三项代表不可贸易商品的部分。也就是说，购买力平价（即以通用货

币表示的价格指数相等）也要求两个国家之间两部分的比率相同。



检验购买力平价假说的主要问题在于用于构建国内价格指数的商

品篮子在各个国家之间并不是相同的。生产者价格指数包括由国内生

产的消费品和生产所用的商品，但是不包括服务和进口。消费者价格

指数不包括生产所用的商品和出口，但是包括国内的服务以及进口的

服务和消费品。[2]在这两个指数中，商品篮子的组成都不仅限于可贸

易商品。总体篮子的组成在不同国家之间也不相同。因此，毫不意外

的是，即使是在较长的数据跨度内，基于生产者价格指数或者消费者

价格指数的价格得到的实际汇率也不是静止不变的。事实上，它们更

多地反映的是趋势（Isard 1995，64，fig. 64.61），这也是“购买

力平价困局”长期存在的又一个问题（MacDonald and Ricci 2001，

6）。

作为对一价定律的整体检验，购买力平价理论要求国家价格指数

篮子的构成相同。考虑到实际上商品篮子是不相同的，合适的购买力

平价检验要求对于下面的问题有一个肯定的答案：一旦我们在每个国

家价格指数中调整了结构和不可贸易商品/可贸易商品的价格影响，剩

余部分的比率就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保持不变吗？在这里斯密分解就

变得非常有用。因为第j个商品的价格由相应的调节价格决定，我们总

是 可 以 写 出 ， 在 这 里

是调节整合单位劳动力成本，p*c代表消费品

价格指数，wr*是调节实际工资， 是主要的干扰项。

那么，我们可以将方程（11.13）中的价格替换为相应的调节成本

和扰动项的产物。很明显，这个替换不会改变两个国家价格指数之间

的关系。记住这一点，我们就可以说，在古典理论中，实际利率由其

调节项决定。



每个国家的消费品价格指数可以表示为 ，其中

pt是两个国家相同的一篮子可贸易商品的价格［见方程（11.12）中的

商品2］。那么，一价定律就意味着 。为了和第9章的经验

结果保持一致［见方程（9.5）］，我们也可以假定扰动项相对而言很

小，因而 。那么，古典理论就意味着实际汇率由两个因素决

定：相对实际调节成本和不可贸易商品/可贸易商品的比率。

11.5.5.13 购买力平价理论和实际汇率的组成成分

方程（11.3）说明，如果两个国家的价格指数具有相同的总体组

成，也就是说有着相同的商品组成和相同的不可贸易商品与可贸易商

品价格比，那么如果一价定律在个体水平上成立，这两个指数就会成

比例。它们的比率，也就是实际汇率，也应该是稳定的，因而购买力

平价理论成立。相反，如果组成的影响显著，即使一价定律成立，实

际汇率也不会是稳定不变的。

11.5.5.14 作为调节成本代理变量的实际成本

实际上，我们仅有实际成本的数据。但是，斯密分解同样适用于

实际价格、成本和利润，因为利润本身就是价格与成本之差。因此，



我们也可以将第j个商品的价格写作 ，在这里w·vj

是实际整合单位劳动力成本，而 是行业j的实际整合利润-工资

比。如果这个行业是支配性的，那么实际变量就会等于调节变量。在

方程（11.12）中，这适用于国家A的行业1和行业3，因为国家A是行业

1商品的出口国，而行业3的不可贸易商品在国内具有竞争力。另外，

它并不适用于国家A在行业2的情形，因为国家A在这个行业不具有支配

地位，所以其成本就会高于调节成本，并且整合利润-工资比就相应地

较低。但是，只有当其成本落在调节成本附近的时候，一个进口的竞

争性行业才能存活：这两个成本一定不能差别太大。那么，实际成本

就会和调节成本有着相似的趋势，因此我们可以把后者写为前者的函

数。

接下来，我们需要分析不可贸易商品/可贸易商品因素的代替物

。考虑到生产者价格指数（p）比消费者价格指数（pc）和GDP

平减指数（pGDP）包含更多的可贸易商品，我们可以采用后面两种指

数的任一种与前一指数的比率。因为不可贸易商品/可贸易商品价格比

被发现与实际人均GDP（RGDPpc）相关，我们又可以将后者作为前者的

代替物。这产生了在通用函数形式h（·）下三种可能的公式表达：

将方程（11.16）和方程（11.18）联立，就得到了一般经验形

式：



虽然我们还是没有得出任何关于f (·)和h(·)具体函数形式的信

息，但是已经有两种人们广泛使用的可能形式：f(x)=a·x或者

f(x)=a·xb，这样就有log(f(x))=log(a)+b·log(x)，其中a和b是未

知参数。通过用实际成本代替调节成本，用消费者价格指数或者GDP平

减指数相对于生产者价格指数的实际比率代替不可贸易商品/可贸易商

品价格比，前者可以直接在方程（11.16）中得到应用。[3]存在未知

常量在这个问题中不重要，因为它们不会改变实际汇率的稳定性或者

不稳定性。另外，我们可以只通过回归利用对数线性函数形式，在回

归中可以估计参数值。11.6节的经验分析就是从前一个假设开始并逐

渐转移到后一个假设上的。

11.5.6 贸易平衡、资本流动和收支平衡

这就把我们带向了第二个问题：如果自由贸易会带来持续的贸易

不平衡，收支平衡何以得以保持呢？最初由马克思提出但是由哈罗德

完善的答案就是：由不平衡收支创造的国际货币的流动会降低贸易盈

余国家的利率，提高贸易赤字国家的利率，[4]这个利率的差异最终会

使金融资本从前者流向后者，直到收支达到平衡。考虑到实际成本之

间的差异会产生贸易不平衡，当贸易盈余国家将自己的盈余在国际资

金市场上贷出，贸易赤字国家通过在国际资金市场上借入以弥补赤字

的时候，总体收支就会达到平衡。这所有的过程都是通过自由贸易和

自由金融市场的运作实现的。



李嘉图通过货币数量论论证由贸易盈余带来的货币资金内流会提

高贸易盈余国家的价格水平。马克思则对货币数量论持强烈的批评态

度（见5.3.2小节），并且他对于李嘉图论述中这个步骤的回应非常深

刻（Shaikh 1980a，34）。

说什么现有金量的变动，在它增加或减少国内的流通手段量

时，必然会使该国范围内商品价格上涨或下跌，这实际上已经是陈

词滥调了。如果金被输出，那么，按照这个通货理论，输入金的国

家的商品价格就必然会提高，从而在金输入国的市场上，金输出国

的出口品价值将提高；相反地，在金输出国的市场上，金输入国的

出口品价值将降低，而在这些出口品的原产地金输入国，它们的价

值将提高。事实上，金量的减少只会提高利率，而金量的增加则降

低利率。如果不是因为在成本价格的确定上或需求和供给的决定

上，要考虑到利率的这种变动，商品的价格是完全不会受这种变动

影响的。（Marx 1967c，ch.34，551）[5]

我们并不知道马克思是否深入研究了这个问题。我们只知道除此

之外没有更多马克思的具体论述出现在恩格斯编纂的《资本论》第三

卷中。但是，我们的确知道哈罗德在差不多一个世纪之后得出了相同

的结论，并记录在了他自己的《国际经济学》第三版中（Harrod

1957，ch. 4，sec. 5，and chs. 7–8）。他说，古典理论倾向于将

国际资本的流动看作与贸易流动毫不相干。但是，短期内的资本变动

可能产生于汇率变动和/或利率差异（96，115 text and n.1）。由收

支盈余引起的资金流动会降低国家内部的流动性，而不是提高其价格

水平。这倾向于降低国内利率，[6]并刺激资本外流，而不一定影响贸

易平衡。在国内投资对利率有回应的范围内，这可能会刺激产出水平

并通过凯恩斯式的途径增加进口。这可能会降低贸易盈余，但并不会

使其彻底消失（130，131-133，135，139）。重要的一点在于，贸易

不平衡和短期资本流动具有内在联系：“一个国家的资本家可能会正



因为贸易差额带来的影响……而倾向于在国外投资（或者借款）。”

（115）

哈罗德认为他的收支差额调节理论“是古典的，因为它要求一种

自我修正机制发挥作用……［但是］它将自我修正效应归因于资本的

引致运动，而不是商品均衡的变化”（Harrod 1957，132）。在固定

汇率情况下，同样的效应也可以部分或者全部地产生于收支赤字国的

央行为引进抵销赤字所需的资本流入所采取的提高利率的行为。这对

于防止可能会发生的准备金耗尽是必要的。这时，央行就做了在浮动

汇率制度下市场本应该做的事情（85-86）。最终，由收支不平衡引起

的短期资本流动会消除引致不平衡的利率差异，因而国际利率水平倾

向于均等化（116）。

哈罗德还得出了其他一些重要的论点。可贸易商品的价格在不同

国家之间实现均等化，而不可贸易商品则不然（Harrod 1957，54-

56，62-63）。实际工资在不同国家之间也不是均等化的（63）。[7]

并且，在浮动汇率制度下，均衡汇率由收支差额等于零的条件决定。

这意味着收支的不平衡可能不仅能够改变流动性和影响利率水平，而

且可以溢出到国外汇率市场上。最后，他认为比较成本定律经常被表

示为“解释贸易应该采取的方向，或者类似的表述，即国家应该采用

的处置生产性资源的方法”（39）。但是，真实的国际贸易由逐利的

企业来进行，而这些企业唯一关心的问题就是它们能否“得到一个有

利可图的价格”（70）。“出口者或进口者对比较成本一无所知，他

知道的仅有国内和国外的价格”（73）。因此，真正的问题不是贸易

应该怎样进行，而是贸易实际上是怎样进行的。

11.5.7 自由贸易理论古典方法的总结

前面的分析提出了一些研究主题。第一，行业的比较成本和贸易

条件由相对实际工资、相对调节资本的生产力以及不可贸易商品/可贸

易商品的效应决定［见方程（11.3）、（11.8）、（11.11）、



（11.12）、（11.16）］。第二，一个国家贸易平衡的方向由绝对成

本优势或劣势决定（古典路径），而它的规模也取决于相对国家收入

（凯恩斯主义路径）。后者的变化会影响贸易平衡，但除非该变化足

以转变比较成本，否则不会使结果由盈余永久性地变为赤字。第三，

贸易不平衡会创造收支不平衡，而收支不平衡又会影响利率，进而引

起短期的国际资本流动（古典路径），并且有可能也会通过影响投资

改变国内收入（凯恩斯主义路径）。最终结果是拥有绝对成本优势的

国家将会通过国际放贷回收利用自己的贸易盈余，而拥有绝对成本劣

势的国家则会借入国际资金来弥补自己的赤字。这些过程都会通过自

由贸易和自由金融流动实现，尽管政策也会产生类似的效应（Harrod

1957，85-86）。

[1] 在存在趋势的时间序列中，变量的值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上升或者下降。在序列1、

2、4、8中，变量以稳定的百分比变动。该变量的算术平均值则会以一个逐渐上升的百分比增

加，因为更近的数据会绝对比之前的数据大。而几何平均数（n个数值相乘的n方根）则会以稳

定的比率增长。

[2] 美国劳动数据署的网址：http://www.bl.gov/dolfaq/bls_ques16.htm。

[3] 如果f (x)=a·x，那么在指数变量中参数a就会抵消掉，因为这些指数根据t时刻的

f（x）与基年f (x)的比率而定义。

[4] 很有趣的一点是，即使是弗里德曼也接受了货币供给增加首先会降低利率的观点

（Ciocca and Nardozzi 1996，8n2）。

[5] 中文转引自《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25页。——译者注

[6] 黄金的流入会使国家具有更多的流动性。“如果银行完全抵销了黄金流入，那么它们

自己就会变得更具流动性，而如果它们不这么做的话，公众手中就会有更多的流动性。”即使

银行因为“黄金集中在央行手中”而对自身增加的流动性无动于衷，它最后还是只会持有黄金

作为准备金，从而“失去维生的手段”。

[7] 哈罗德实际上认为“要素价格”在国家之间是不相等的，也就是说工资和利润率在国

家之间是不相等的（Harrod 1957，63）。但是，他同时认为通过短期资本的流动，利率在不

同国家之间是相等的（60，116）。我在7.6.5小节中已经说明了增加利润率在不同国家之间

也是相等的。



11.6 经验证据

在经验层面，标准和古典的自由贸易理论关于贸易差额与实际汇

率的预期有所差别。针对第一个问题，比较优势假说认为实际汇率会

变动以确保贸易在变化的环境中保持平衡：实际汇率的自动调整会确

保“贸易平衡，因而出口商品的价值会等于进口商品的价值”

（Dernburg 1989，3）。这个假说使人们产生了一种经验上的期待，

即使“一个经济体的国际竞争力可能在中期内上升或下降……平均来

看，在超过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跨度上，衰退和竞争‘优势’的转换

会在不同时间与不同经济体之间随机出现”（Arndt and Richardson

1987，12）。米尔贝格（1994，224）注意到“比较优势概念持续支配

着经济学家的思考”。就此而言，一个非常好的证据是克鲁格曼

（1991）坚持认为，如果能让比较优势自由发挥，它会继续在现代世

界发挥作用，也会自动地使国家之间实现贸易平衡。即使是强调寡头

垄断、规模报酬递增以及不同的策略行为的新国际经济学派的理论家

也会从这样的前提出发，即在这种“不完全竞争”条件缺失的情况

下，比较优势仍将保持（Milberg 1993，1）。正是从这个角度，克鲁

格曼和奥布斯特费尔德（1994，20）抨击了那些认为“只有当你的国

家产能强大到能够在国际竞争中站稳脚跟的时候，自由贸易才有好

处”的人。古典论证却恰恰推导出为他们所遗弃的结论：竞争力的不

同源于实际成本（产量和实际工资）的不同，而实际成本的不同会产

生持续的贸易失衡。

经验证据很大程度上支持古典假说而与李嘉图-新古典的假说相

悖。在战后时期，竞争优势和贸易平衡都不服从空间和时间上的随机

分布。相反，“像日本一样具有持续且显著竞争优势的国家和像美国

一样具有显著竞争劣势的国家的出现”，以及“日本长期显著的贸易

盈余和美国长期显著的贸易赤字”是战后大多数时期的重要特征

（Arndt and Richardson 1987，12）。无论是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固



定汇率制度下，还是在始于1973年的高度自由灵活的汇率制度下，这

个令人不快的事实都没有发生改变。图11.2展示了1960—2009年15个

主要国家的贸易差额。这些结果都是用通用货币计算的出口-进口比

率，所以当比率大于1时，意味着贸易盈余；当比率小于1时，则意味

着贸易赤字。半个世纪以来，第一张图中的芬兰、日本、韩国、挪威

和瑞典都从贸易赤字转向贸易盈余。韩国从巨大的贸易赤字向适量的

贸易盈余转变的过程非常引人注目，挪威朝同样方向的稳步变化也是

如此。第二张图中展示了相似的从贸易赤字向贸易盈余的稳步转变，

包括丹麦、意大利和荷兰。第三张图中包含4个状态“稳定”的国家，

德国和加拿大具有持续的贸易盈余，而法国和西班牙分别长期具有少

量和大量持续的贸易赤字。在第四张图中，有3个国家具有普遍上涨的

贸易赤字，包括美国和澳大利亚。澳大利亚在1960—2009年的50年中

有43年存在贸易赤字，有48年存在货币账户赤字（Mason 2010）！

我们现在考虑标准和古典的实际汇率理论所具有的经验含义。标

准理论认为贸易条件会改变以使贸易自动实现平衡，而古典理论则认

为贸易条件由实际成本决定，因此贸易往往是不平衡的。关于持续的

贸易不平衡的经验证据很明显支持古典理论。但是，这两种理论都使

用了一价定律，尽管是以不同的方式。而一价定律进一步意味着当货

物篮子构成相同时能够得到购买力平价理论。相反，在货物篮子在不

同国家之间存在差别或者一价定律从一开始就失效的情况下，购买力

平价理论可能不再成立。在前文中我们提到，当购买力平价理论失效

的时候，可以通过对于两个国家货物篮子实际成本（经过可贸易商品/

不可贸易商品的调整）的经验估计来区分第一种原因和第二种原因

［见方程（11.6）］。同时，这也将用于解释另一个替代性假说，即

竞争过程会使国家之间的单位成本均等化（Officer 1976，10-12）。



图11.2 1960—2009年主要国家的贸易均衡（出口/进口）

购买力平价理论要求实际汇率在长期保持稳定。[1]大量的经验文

献提出了购买力平价理论中与实际汇率有关的“困扰”。首先，无论

使用什么样的一般价格指数，实际汇率在短期内都不是保持不变的

（Israd 1995，63-65）。其次，尽管实际汇率可能在超过10年乃至20

年的期间展现出“目标水平”上的回归，但是“我们的目标水平并不

是购买力平价值”，因为它并不平稳（Engel 1999，21）。再次，人

们已经证实了标准的计量经济学检验在区分单位根和平稳过程时效果

不显著（20-22），而这也产生了非常不同的观点。有些人认为，“购

买力平价理论可能根本不成立”（MacDonald and Ricci 2001，5），

另一些人依旧认为实际汇率水平存在一定的趋势，但是这种趋势也许

只能通过可贸易商品相对不可贸易商品的相对价格解释（Engels



1999，22），尽管有关于此的经验证据是混乱的（Rogoff 1996，660-

662）。最后，即使存在围绕着不稳定均值的回归，相对于理论预测而

言“其收敛速度也是非常慢的”。标准理论要求其朝向稳定的汇率中

心调整的速度非常快，因为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人们认为一价定律会

立刻实现（Isard 1995，60-61），而且新古典理论假定“货币冲击会

被价格水平和汇率水平以两年左右的时滞吸收”（MacDonald and

Ricci 2001，5）。后一种条件则要求实际利率以1/3年的半衰期收敛

到其（平稳的）均值。[2]但是“在研究中发现的典型半衰期在3~4

年”（MacDonald and Ricci 2001，5），大约是理论预测值的10倍

多。毫无意外，这使经济学家开始研究对实际汇率变化的替代性解

释：宏观经济因素，可贸易商品/不可贸易商品的价格（哈罗德-巴拉

萨-萨缪尔森效应），实际利率差异，资产组合平衡效应，出口商的定

价行为，贸易波动条件指数，运输的成本、关税和税收，以及商品和

服务分配的成本（MacDonald and Ricci 2001，5-7）。

在这里，区分收敛速度和重力中心问题很重要。新古典理论要求

收敛非常迅速，而古典理论只要求收敛具有“丰瘠年”的周期形式，

比如7~11年即可。后者意味着半衰期大约是一年半（也就是说均值回

归速度是6年左右）。因布斯等（2005，1-2）认为，如果考虑到价格

指数中不同组成部分有着不同的调整速度，平均的半衰期“可能会下

降至11个月，显著低于人们达成‘共识’的3~5年（36~60个月）”。

类似地，新古典理论仅仅承认可贸易商品相对于不可贸易商品的效应

是偏离稳定水平的来源，而古典理论还允许实际单位劳动力成本之间

存在差异。

图11.3刻画了美国和日本基于生产者价格的实际有效汇率。非常

明显的是，它们无论在短期还是在长期都不是恒定不变的。这也是非

常一般的模式，我们马上就能够看到为什么“依据总价格指数的检验

总是排斥购买力平价是一个短期中存在的关系”（Rogoff 1996，

647），以及为什么在长达50年的战后期间，没有什么证据能支持“实

际汇率在某些假定的长期中是平稳不变的”这一观点。正是这个困难



迫使某些购买力平价理论的支持者声称任何可能存在的收敛过程都必

须“极度缓慢”（647）——需要可能是75~100年的数据来将其与随机

游走区分开（Froot and Rogoff 1995，1657，1662）。

图11.3 1960—2009年美国和日本的实际有效汇率（基于购买力平价理论）

资料来源：BLS和作者计算。

我们也可以根据相对变量变化率来重构购买力平价理论，此时这

个假说意味着名义汇率会和通货膨胀同比例地下降（以此保持稳定的

实际汇率）。图11.3也清楚地说明了为什么这个（相对变量）版本的

购买力平价理论也不被普遍的经验证据支持。但是，正如表11.4中所

显示的那样，在特定的高通货膨胀率情形下，（相对）购买力平价理

论看上去的确是成立的（Froot and Rogoff 1995，1651; Isard

1995，62）。这成了非常重要的证据，因为古典的贸易理论预测到了

图11.3中实际汇率的趋势特性，而且也预测到了在高相对通货膨胀率

情形下的名义汇率和通货膨胀率之间的关联（Shaikh 1995，73-

74）。其中的原因很简单。我们可以从方程（11.20）中看出，名义汇



率变化率等于相对实际成本函数的变化率加上不可贸易商品/可贸易商

品价格函数的变化率再减去相对通货膨胀率。前两个元素应该是较小

的，因为国际相对实际工资和相对生产力在不同年份之间变化不大。

那么，如果相对通货膨胀率也很小，它就不会起决定性作用，因而相

对购买力平价理论也就不成立了。但是，当相对通货膨胀率很大因而

起决定性作用时，名义汇率的变化会大致和相对通货膨胀率的变化相

一致，因而相对购买力平价理论看上去似乎成立了。这正是巴罗

（1984，542，table20.24）经验层面的发现，只不过他认为这个证据

支持了购买力平价假说。

表11.4 高通货膨胀率国家的汇率变化和相对价格水平

资料来源：Barro1984，542，table 20.4：与美国相比，1955—1980年每年的百分比变化。



11.6.1 经验脆弱的理论模型持续作为政策指导

主流汇率理论的失败产生了三种不同的反应：正如前文提过的，

有些人把关注的重心放在那些可能解释实际汇率的缓慢收敛和不稳定

性的因素上面；有些人则排斥汇率被任何深层次的经济因素决定的观

点（Harvey 1996，581）；还有一些人，比如新国际经济学家，坚持

比较优势原则，但是通过引进诸如寡头垄断、规模经济以及其他策略

因素的“不完美因素”修正其结论。

尽管存在这样的问题，购买力平价理论和比较优势假说都仍继续

被广泛地应用于经济模型中（Isard 1995，59，73; Krugman 1995，

63）。斯坦（1995，185）认为，尽管“大多数学者都意识到了这些模

型的缺点，专家们依旧全部或部分地使用这种模型，因为他们没有一

个逻辑上令人满意的替代品”。更重要的是，这些模型持续显著地影

响着经济政策。例如，购买力平价理论经常被用作政策的经验法则，

因为当“一个国家建立或调整自己的钉住汇率制时，它普遍依赖某种

类型的数量化框架——例如购买力平价理论，以帮助其估测新的合适

的平价水平”（Israd 1995，70）。相似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

界银行的很多现代新自由主义政策也是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即没有阻

碍的实际汇率会自动地使所有的贸易国家具有相同的竞争力，无论它

们的技术水平和发展水平差异多大（Frankel and Khan 1993）。

上面所引述的经验和政策含义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古典的

自由贸易理论会推导出完全不同的结论。首先，一个国家的实际汇率

会遵从其相对实际单位成本的时间路径。因为相对实际单位成本可能

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上升或者下降，所以实际汇率也会普遍不稳定。这

与图11.3中的证据一致。此外，生产的相对实际单位成本倾向于在任

何时间维度内相对缓慢变化，因为它们反映了相对工资和相对生产力

的变化。因此，相应的实际汇率的长期变化（也就是名义汇率的变化

率和相对国内价格之间的差额）也会较小。这意味着，当某个国家在

任意给定年份有相对较高的通货膨胀率时，该国的名义汇率水平必须



以大致相同的水平减少才能使实际汇率水平和实际单位成本的趋势变

化率相一致［方程（11.21）］。这解释了为什么无论是绝对购买力平

价理论还是相对购买力平价理论都在通货膨胀率很低时不成立（正如

图11.3所示的趋势），也解释了为什么相对购买力平价理论在通货膨

胀率相对较高时成立，正如表11.4所示。

11.6.2 实际汇率和实际成本之间关系的经验证据

我们现在转向基于谢克和安东诺普洛斯（2012）近期报告的结

果，对前述的古典假说进行经验检验。第一个检验是像方程（11.20）

推导的一样，直接比较美国和日本的实际利率与假定的基本值。在计

量经济学层面，这两个变量都会与调整速度协同变化，而这些调整速

度都在统计上显著且具有正确的符号，如表11.5和表11.6所示。这个

证据支持了古典假说，即实际汇率的长期变化由经过可贸易商品/不可

贸易商品调整的实际单位劳动力成本调节。

表11.5 1962—2008年日本的误差修正模型结果（因变量=LRXRIJP）

表11.6 1962—2008年美国的误差修正模型结果（因变量=LRXRIUS）



实际汇率和其基本值之间的偏离取决于一个国家内部或外部相结

合的综合因素。这些因素包括政策变化和市场因素。因为对于实际深

层因素的任何组合，贸易不平衡都倾向于持续存在，所以整体均衡要

求存在一个事前的零支付均衡。自发的国外资本流动可以改变收支差

额，也可以改变名义和实际的汇率与利率。反过来，实际利率的自发

变化会引致国外的资本流入并降低利率水平。因此，美国在20世纪80

年代初的高利率水平吸引了大量的资本流入，进而引起汇率上升和利

率差的下降。在更近的一段时间内，欧洲的危机已经引起了资本从南

欧向德国外逃，使前一个地区的利率上升而后一个地区的利率下降

（Castle 2011，B4）。但是，因为德国现在处于欧盟之中，像这样的

内部资本流动对于欧元并没有直接影响。这些事例清楚地说明，即使

是在最好的理论假设下，实际汇率同其基本值之间的偏离也只有一部

分可能与利率差异相关。尽管如此，由于缺少包含相关因素的更加充

分完善的模型，我引入了国内实际利率和国外利率的贸易加权平均值

的实际利率差（i－i*），作为短期偏离的潜在解释变量。

方程（11.16）中包含的理论假说表明，相对通用货币价格（实际

汇率） 会受其重力中心 的调控，这个中心是通

过不可贸易商品/可贸易商品效应的调整相应地调节（最佳实践条件）

垂直整合单位劳动力成本。所有的国家变量都相对于一个主要贸易国

家集合（除去它们自身）来进行衡量，因为在国际竞争中所有国家都

在同一个联盟中相互竞争。考虑到国际资本流动，这种处理在经验层

面也是适当的，因为资本会流向很多地区，并且也从很多不同的地方

流入。出于这个原因，任何关于美国和日本之间双边关系的结论都必

须从它们与竞争对手以及贸易伙伴之间各自多边的关系中得出。

构建必要变量的经验测度最主要的困难来自对最优生产垂直整合

单位劳动力成本的估计。首先，因为给定国家的可贸易商品可能在其

他的一些国家有着相应的最佳生产技术，我们可能会利用这些国家的

单位劳动力来构建一个可贸易商品集合的整体最优平均生产成本。反

过来，我们也可以假定任何给定国家都是它的出口品的最佳生产者之



一，那么如果我们基于通用货币出口价格（出口价格除以实际汇率）

来进行分析，就不再需要专门估计一个给定国家出口部门的单位劳动

力成本。但不幸的是，由于缺乏恰当的数据，上述方法都很难实现。

现在的研究使用生产者价格指数来构建贸易加权的有效实际汇率，使

用制造业实际直接单位劳动力成本[3]来代表相应的整合实际单位劳动

力成本，因为估算后者需要所有的国家在一个足够长的时间段的投入-

产出表，从而能够构建充足的时间序列。最后，所有消费品与可贸易

消费品的价格之比被消费者价格指数相对于生产者价格指数的比率取

代，因为后者相对于前者包括了更多的可贸易商品（Harberger

2004，10）。消费者价格指数没有包括某些可贸易商品，例如生产所

用的原料等，而包括了一些不可贸易的服务。相反，生产者价格指数

则包括了所有可出口的商品但是排除了所有的服务，这两点都使生产

者价格指数更多地包含着可贸易商品的信息。消费者价格指数和生产

者价格指数对直接单位劳动力成本的依赖还有另一个重要的优点，即

所有的经合组织成员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有关于这些变量的可得数

据。更多的细节参见附录11.1。

尽管存在这些经验上的近似，但是最终的结果仍然非常显著。根

据图11.4和图11.5可知，美国和日本的实际有效汇率确实在相应的真

实单位劳动力成本（根据可贸易商品/不可贸易商品效应进行了调整）

附近做引力运动，两个变量都被定义为相对于被考察国家的贸易伙伴

的水平。考虑到价格数据包含了指数数值，而后者的大小完全由基年

决定（2002=100），我们重新调整了实际单位劳动力成本变量的标

尺，使其和实际汇率具有相同的期间均值。这样有助于二者之间的视

觉比较，当然并不会影响计量经济学检验。



图11.4 美国的实际有效汇率和调整过的实际单位劳动力成本

古典的动荡引力中心观念，与实际汇率围绕着更缓慢变化的实际

单位劳动力成本上下波动的情况完美兼容。实际汇率的起伏可以和名

义汇率的变化以及相对国家价格水平的变化相联系。在相对价格水平

下，1973年和1979年的两次石油冲击是很明显的解释因素，因为这两

个事件可能会对更多依赖能源进口的国家产生更大的影响。在名义汇

率下，国际短期资本流动的变化也是可能的解释因素。在美国，实际

汇率在1980—1987年以及1997—2003年相对于其基准水平有着很大程

度的偏离，但是接下来又回归到其基准水平。以往的文献已经充分讨

论过第一个阶段，并对其背后原因进行了大量争论。其中一个突出的

解释是美国和其贸易伙伴之间利率差的急剧增长导致了巨额短期资本

的流入，而这种资本流入进而逐渐压制了利率差值（Friedman

1991）。第二个阶段则与从1990年末到2000年初的资产价格泡沫相联

系。在这里，相关的变量可能是股票市场回报率的差异，而不是利率

差异。尽管如此，考虑到缺乏经合组织股票市场回报率的长期数据，

我们还是会用后者来代替前者。在日本，这个问题因某些众所周知的

短期外汇市场干预而变得更加复杂。最明显的干预发生在1976—1978

年、1985—1988年（《广场协议》）、1992—1996年以及1998—2004



年（Nanto 2007，CRS-4）。了解这个情况之后，我们检验利率差异是

否仍在解释日本实际汇率与其基准的偏离上发挥作用。

图11.5 日本的实际有效汇率和调整过的实际单位劳动力成本

这使我们重新回到了一价定律的有效性这一问题上来。我之前已

经说明，即使一价定律在个体价格层面成立，购买力平价理论在总量

层面也是不成立的，除非两个国家采用相同的货物篮子且不可贸易商

品/可贸易商品的相对价格完全相同。相反，如果一价定律成立，而后

面这些因素在国家间不同，那么实际汇率将会围绕着方程（11.16）推

导出的调整后的实际单位劳动力成本水平做引力运动。因此，在合适

的总量水平上进行一价定律检验就要考察实际汇率与其基准的偏离程

度。图11.6展示了美国和日本的这个比率。考虑到存在前面讨论过的

数据限制和不同寻常的1980—1987年这一时期的巨大影响，这个比率

长期保持非常稳定这一事实就变得更加引人注意。这个测度为我们提

供了一个关于可持续的实际汇率水平的稳健的政策规则，这个规则显

然优于人们普遍采用的购买力平价假说（可以回顾图11.3）。



图11.6 美国和日本在总量层面的一价定律（1960—2009年）

接下来还需要用计量经济学检验我们的一般假说，即实际汇率水

平在长期由实际单位劳动力成本决定，而实际利率差异是短期偏离的

可能解释变量。为了检测实际汇率水平和相对单位劳动力成本之间的

长期关系是否存在，我们采用计量经济学软件Microfit 5.0的ARDL方

法（Pesaran，Shin，and Smith 2001）。这个检验方法的主要优势在

于它并不需要预先的单位根检验。ARDL包括两个主要步骤。在第一步

中，使用F-检验来考察一个误差修正模型中不同变量之间存在关联的

可能性。基于两个国家计算得到的F-值证明了确实存在这样的长期关

系，并且其中的因果关系是从实际单位劳动力成本到实际利率上。一

旦建立起长期关系，我们就可以从深层的ARDL关系以及相联系的纠错

机制的纠错系数来估算长期系数。这个ARDL关系合适的滞后长度的选

择基于赤池信息原则。最终的结果显示，实际单位劳动力成本和实际

汇率之间存在一个长期而强稳定的关系，这种关系的调整速度适中。

每种情况下的因变量是实际汇率的对数，而自变量则是由可贸易商品/

不可贸易商品调整后的（直接）实际单位劳动力成本的对数。实际的

利率差被当成实际汇率短期波动的决定性因素参与检验，我们发现它



在美国的数据中是统计上显著的，而在日本的数据则不是。更多的细

节参见附录11.1.4。

11.6.3 古典长期汇率方法的含义

前面的结果可以推导出一些实践层面的含义。第一，我们可以得

到一个关于（实际和名义）汇率变化的实践政策规则：可持续的实际

汇率水平是适合国家相对竞争形势的水平，就像相对实际单位劳动力

成本所衡量的那样。第二，它告诉我们因为实际汇率是（通过竞争）

被实际单位成本和其他因素钉住的，它并不能通过自由调整来消除贸

易的不平衡。实际上，这样的不平衡将会是持续性的，并且必须通过

相应的直接支付和/或资本内流（国外债务）抵销。也就是说，货币贬

值本身不会消除贸易赤字。相反，货币贬值只能通过影响实际单位成

本（通过实际工资）和/或不可贸易商品/可贸易商品的消费品价格比

成功扭转贸易赤字（Shaikh 1995，72）。并且，这还取决于工人和消

费者抵抗该效应的能力。[4]第三，前面的结果还告诉我们，在其他条

件相同的条件下，当一个国家的相对竞争形势好转时，该国的实际汇

率倾向于下降。与一国之内的竞争情况一样，具有更低生产成本的行

业能压低价格，那么在国际竞争中，当一个国家的相对实际生产成本

降低时，该国商品以通用货币衡量的出口价格就会下降。我们还应该

注意到，基于成本的商品价格下降和基于行业衰退的价格下降非常不

同，所以货币竞争性贬值和基于经济危机的货币贬值也是完全不同

的。第四，两个国家之间的实际汇率只有在这两个国家的相对竞争形

势和相对开放程度保持不变的时候才有可能保持不变。当这些特殊的

条件不成立时，实际汇率就不会是不变的，也就是说，一般而言，购

买力平价理论不成立（见图11.3）。第五，相对实际单位劳动力成本

在给定的年份只能适当地改变，同样的情况也可能适用于实际汇率的

长期趋势（短期的因素将在后面讨论）。例如，如果一个国家的相对

实际单位劳动力成本在某个时间段之内上涨了3%，那么40%的相对通货



膨胀率将会产生约37%的名义贬值。在这种情况下，（相对）购买力平

价理论将会是对高通货膨胀率国家这一特殊情形的很好的估计（见表

11.4）。第六，只有当一个国家强大到足以在国际竞争中立足的时

候，自由贸易才是有益的。这也正是像克鲁格曼和奥布斯特费尔德这

样的主流经济学家拒绝接受的“谜团”（Krugman and Obstfeld

1994，20）。最后，还有一点对政策制定很有实践重要性，即古典理

论使我们可以区分两种增强国家竞争力的基本手段：（1）持续提高国

家生产力的上策；（2）试图压低实际工资，并将调整的负担都转嫁到

工人身上的下策。这里的关键在于，只要出口行业的整体成本低到足

以维持绝对优势，提高生产力就与提升实际工资相契合，即使在后者

的增长速度比前者更快的极端的情形下也是如此。

从实际汇率理论到贸易平衡理论的路径还涉及一些进一步的步

骤，在这里只能粗略地加以说明。请考虑以下事实：在过去30年中，

日本始终存在贸易盈余，而美国存在不断增加的贸易赤字（见图

11.2）。但是，在这个相同的时间段内，日本的实际汇率是上升的，

而美国的实际汇率则略有下降（见图11.3）。我们已经表明这些特征

都受相对实际单位劳动力成本相应变化的影响（见图12.6和图

12.7）。那么，我们怎么解释日本在自己的竞争形势逐步恶化的情况

下始终保持贸易盈余，而美国尽管竞争形势改善了却依然具有大量贸

易赤字呢？

首先需要注意到的事情是，实际汇率［和方程（11.16）另一端的

相对实际单位劳动力成本］是基于价格指数计算出来的，因而它们不

能提供这些变量相对水平的证据。因此，我们只能分析每个国家竞争

优势的发展趋势，而不能分析其具体水平。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一个

国家的竞争力会自然地包含一系列竞争优势与劣势，并且如果没有与

成本相关的信息，我们根本无法分析其绝对大小。比如，很明显，中

国的生产成本要低于美国。但是由于中国始于最低点，相对于美国具

有生产成本上升的空间（就像已经发生的那样），而且能使其生产成

本依旧显著地低于美国。其次，总进出口额也取决于一个国家相对于



其贸易伙伴的收入情况，并且我们知道一个国家的相对收入上升时其

贸易差额通常会恶化，因为增加的国内收入会带来更多的进口。鉴于

数据的限制，我们只能预测一个国家实际汇率水平降低时该国的贸易

差额会得到改善，而相对收入水平提升时其贸易差额则会恶化

（Shaikh 2000/2001）。图11.7展示出了美国的主要变量，我们可以

看到实际汇率水平和相对GDP的确沿着相反的方向拉扯。这意味着观察

到的美国贸易差额的恶化与观察到的平均竞争水平的提升一致。

图11.7 1960—2009年美国贸易差额、实际汇率以及相对GDP

最后一点与此尤为相关。美国在过去30年出现的大量贸易赤字已

经使一大批评论家试图责备美国的贸易伙伴，尤其是中国，就像在更

早一些时候其他人针对日本和德国一样。他们认为问题不是出在美国

国际竞争力的降低，而是在于其更成功的贸易伙伴对汇率的操纵上。

这种言论没有任何直接的经验证据，更多的是来自标准国际贸易理论



的推论。因为后者预测自由贸易最终会自动导致贸易均衡，那么美国

持续和巨大的贸易赤字一定来自阻碍自由贸易的努力。像中国一样具

有巨大贸易盈余的贸易伙伴很自然地就成了被责备的对象。当然，如

果标准理论不正确，这个推论就站不住脚了。从古典理论来看，自由

贸易不会自动消除贸易不平衡，相反，它将会体现国际上竞争力的不

平衡。

在最近一篇关于中国的文章中，戴维·伦哈特（2010）写道：

“中国货币被低估是毋庸置疑的”，因为“对于中国商品的巨大需求

应该提升其货币的价格”。因为中国的大量贸易盈余还没有提升其汇

率，他认为“中国政府在积极干预，以防止这件事情的发生”。可以

注意到，他的逻辑明显依赖标准理论。伦哈特也引用了一些估计，说

中国的汇率被低估了。但是，所有这样的估计也是由基于标准理论的

模型推导出的。克鲁格曼也持有相同的立场，指责中国干涉了国际贸

易的“自动机制”，这一机制本可以带来自动的贸易平衡（Krugman

2007，2010a，b，c）。作为著名的贸易理论家，克鲁格曼明确地将自

己的推断与一个潜在的预期联系在一起，即自由贸易会自动导向贸易

均衡——在另一个地方他将其称为标准理论的“神圣信条”。

古典贸易理论实际上反对的正是这一“神圣信条”。贸易不平衡

才是正常的情况，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经验上。这并不排除中国的

确通过干预将其自身汇率降低到自由市场水平以下的可能，只是说明

我们不能简单地从中国具有对美国的贸易盈余这一事实就推断出这一

点。在真实的国际竞争中，总有赢家和输家。

[1] 如果p为国内价格水平，pf为国外价格水平。而e为名义汇率水平（国外货币与国内货

币单位之比），那么（绝对）购买力平价假说是p·e=pf。如果存在恒定比例的交通成本、税

费以及诸如此类的成本，那么我们会得到相对购买力平价假说p·e=a·pf，其中a是某个常

数。后者等价于真实汇率（p·e/pf）是固定的说法。同样地，这表明名义汇率改变的比率会

抵消通货膨胀的相对比率（Isard 1995，58-59）

[2] 当半衰期是0.35年时，95%的冲击会在约两年之后消失。



[3]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计算了一个以相对于其贸易伙伴的名义单位劳动力成本为基础的有

效汇率水平（Harberger 2004，14），但我们需要的是每个国家基于其贸易伙伴的实际相对

单位劳动力成本的数据，两边都不包含汇率。因此，我采用了美国劳工统计局的单位劳动力成

本和每个国家的消费者价格指数数据来计算实际单位劳动力成本。

[4] 克鲁格曼认为货币贬值的好处在于它至少可以在短时间内通过提高进口商品的价格降

低实际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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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兴衰



12.1 引言

古典理论始于以下理解：利润同时是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

中心。本书第二部分论证了企业是积极的利润追求者，而非消极的利

润最大化者。它们创造出新产品并不断改造生产过程以降低成本，从

而能够降低价格和领先别人一步。它们在自己行动所创造的冲突和不

确定性条件下经营。竞争实际上就是以这种方式存在的，其中利润动

机驱动了定价、生产、技术变革、相对价格、利率、金融资产价格和

汇率。第7章强调个体资本不断试图通过削减成本和降低价格实现扩

张。增长源于细胞层面，而且一家企业的利润既是其成功与否的衡量

标准，也是它进一步增长的动力。生产（流动）投资规模的扩张和产

能（固定投资）的扩张都是由不同时间跨度的净利润率（r-i）驱动

的。前面第二部分的第10章已经讨论了利润率对利率的决定作用，稍

后我们将再次讨论这个问题。

本书这部分内容将分析这些相同的力量在宏观经济层面表现出来

的方式。这一章集中于宏观经济学的兴起——始于凯恩斯打破他那个

时代占支配地位的正统学说的尝试，终于复苏的新瓦尔拉斯正统宏观

经济学的重获失地。第13章将为一个分析利润、增长、有效需求和失

业之间关系的古典方法奠定基础。第14章将分析古典的持续性失业概

念，并将其含义与传统的持续性（“自然”）失业概念加以比较：前

者源于竞争本身，而后者源于假定的不完全竞争。第15章把通货膨胀

理论从古典观点扩展到现代法定货币制度下。第16章将追踪利润率、

利率和战后长波之间的具体联系，它们引起了20世纪70年代的大滞

胀、20世纪80年代的大繁荣，并且导致当前国际经济危机的最终泡沫

破灭。一如既往地，我们讨论了可供选择的理论，并检查了经验证

据。第17章将总结本书的结构，并指出一些深层次的含义，包括反复

出现的普遍危机与长波的关系，工资、利润率的动荡均等化与相应的

工资、财产性收入分配的关系，以及新自由主义时代利润-工资比的极



大上升（见第14章）与皮凯蒂（2014）详细描述的不平等急剧增加的

关系。

12.1.1 作为个体行动总体结果的宏观经济学

宏观经济学是关于个体行动的总体结果的学说。这些结果通常并

不会模拟个体行为或遵循个体意愿。相反，经济理论总是在强调：许

多基本结果完全是个体无意识的产物。劳动力为寻求更高的收入而不

断流动，最终使工资率动荡均等化；资本为寻求更高的利润率而不断

流动，其结果是利润率的动荡均等化；企业为了获得更高利润而采用

的低成本生产方法可能会降低平均利润率；等等。这些“看不见的

手”的重要特征当然不会是有意为之的。一如既往地，我用“古典”

指代斯密、李嘉图、马尔萨斯、穆勒和马克思的思想，用“新古典”

和“新瓦尔拉斯”指代从前凯恩斯主义正统思想到最近的新古典综合

的所有变体。

12.1.2 核心趋势与理想化世界

古典政治经济学试图透过资本主义冲突不断的表面，识别这个真

实存在的制度的核心趋势。新古典经济学采取了相反的策略。从一开

始，它就把重点放在这一任务之上：构建一个最优的、有效率的和完

全理想化的完美资本主义景象——所有这一切都打着“雅致精炼分

析”的幌子。真实竞争被完全竞争取代，作为积极的成本削减者的企

业被转化为消极的价格接受者，实际市场的动荡运动被替换为极乐均

衡的平稳路径。在1873—1896年大萧条期间，当杰文斯（1871）和埃

奇沃思（1881）还在完善“完全竞争”必要条件的列表的时候，瓦尔

拉斯（1874，1877）已经开始将这些要素编织为现在仍然支配正统宏

观经济学的一般均衡模型了。特别具有历史讽刺意义的是，瓦尔拉斯

这个期待向政府寻求“恰当的指导”以便创造和维持“自由竞争”的

法国社会主义者，居然成为捍卫公司资本主义和斥责政府的保守主义



者的守护神（Friedman 1955，900，908-909）。我们将会看到，即使

是那些试图回归分析真实的资本主义制度任务的人，为了引入那些从

这里或那里挑选出来的“不完全”，通常也是从瓦尔拉斯的框架开始

的。

多么奇怪的处理方式！首先，发明一个虚拟的理想化世界，一个

名副其实的伊甸园，在那里即使是稀缺的毒蛇也为大众谋利益。其

次，大部分努力都致力于解释这座伊甸园的性质，尽管有的时候有必

要应付门外喧嚣的群众。于是，需要人们动脑解决的问题就变成了设

想出一些特别的“不完全”，可用于说明一些不这样就无法解释的顽

固群众的行为。这就是凯恩斯以后所有正统经济学的一贯做法，不同

学派之间的差别仅在于对“不完全”的特殊属性存在异议。采用这种

处理方式可以保证正统理论永远不会被视为错误的：问题只是在于寻

找恰当的“不完全”的组合，用以解释对理想状态的每一次特殊的

“偏离”。我不赞成这样的处理程序，因为我排斥的正是它的出发

点。我将论证，真实宏观动力学和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的差异，与古典

真实竞争理论和完全竞争理论的差异一样大。古典方法和新古典方法

的差别不在于抽象本身，而在于抽象的方法。“抽象典型特征”始于

真实世界，目的在于辨识出典型的代表性模式以及模式之下起基础作

用的驱动力；“抽象理想状态”则始于理想世界，不可避免地终会将

真实世界视为一个“不完全”条目的大聚合（见第17章）。

12.1.3 宏观经济学、涌现特质和动荡规律

尽管凯恩斯也许始创了宏观经济学的现代形式（Snowdon and

Vane 2005，698），但它所涉及的问题要古老得多。与凯恩斯一样，

古典经济学家明白需求和供给、产出和产能、人口和就业、出口和进

口之间的总体关系有它们自己的相对自主性。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坚持

认为总体结果能够也必须直接模拟个体行为。在古典和凯恩斯主义宏

观经济学中，总体关系建立在个体行为的基础上，但并不模拟它：



“平均行为人”通常并不采取任何单个“代表性”行为人的行为方

式。我在3.2节详细论证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断言建立在一个根本的方

法论错误之上，因为个体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使总体具有了不同于其

构成要素的性质（Delli Gatti，Gaffeo，Gallegati，Giulioni，and

Palestrini 2008，63）。总体是个体的稳健转形，加总极具变革性！

现在人们日益普遍认识到，对总体“涌现特质”的承认以某种方式与

量子力学的兴起联系在一起。但事实并非如此。每个时代的每个文化

在理论与实践上都知道，一个相互联系的总体可能大于其部分之和。

更有意思的是这个现代观念：“宏观经济均衡是由大量相反方向的转

换维持的”（Feller 1957，cited in Delli et al. 2008，63）。作

为一个概念，它能与动荡均等化和非均等化的纯粹动荡两者完美兼

容，因为两者都暗含了一个结果的稳定分布。我在8.1.10小节已经论

证，真实竞争与利润率的稳定分布完全一致，法乔恩和麦奇欧文

（1983，39-40，47-49，52-53）等学者看不到均等化与某种分布结果

的一致性，因为他们持有的传统观念把均衡视作一种均等状态。另

外，第17章将详细说明，基于统计热力学的最新现代工具，可以为我

们考察所观察到的模式提供强有力的手段（Yakovenko 2007; Delli

et al. 2008）。

12.1.4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代表性行为人

通过消除一切可能性，新古典宏观经济学避开了总体的相对自主

性问题。所有消费者都被假定为等同的，所以只有一名有效的个体消

费者。企业也是这样。资本和劳动力也被假定为相同的东西。那么仅

有的宏观经济相互作用就发生在一个单一的代表性消费者和一个单一

的代表性企业之间，两者都具有无限的远见和理性预期。第3章的大部

分内容都致力于批判将超理性视为实际行为的代表，甚至视为一种行

为规范（Sen 1977，336）。超理性概念的真正作用是为将资本主义描

绘为有效、最优的制度奠定基础。当然，个体会做出选择，激励是非

常重要的，他们的决策会对个人与社会产生影响。但同样正确的是，



个体居于社会之中，由他们的国籍、性别、种族、阶层、收入和财富

塑造，并受到相应的限制；他们沿着各自的生活道路前行，有时保持

平行，有时则会碰撞。一个中心含义是，可观察到的模式无须借助超

理性就能得到解释，因为塑形结构（如预算约束和社会影响）在产生

总体模式中发挥了决定作用。从这样的基础出发，我们得到的是现实

性和相关性。我们失去的只是市场崇拜，这只对空想家来说才是一种

损失。

12.1.5 宏观经济分析中的10个关键问题

上述考虑产生了宏观经济分析中的10个关键问题。

12.1.5.1 微观经济特征无须传递到总体层面

相互作用和由社会建构的异质行为人的存在，意味着诸如格兰杰

因果、变量协整、过度识别约束，甚至一些特殊的动态属性等微观经

济特征都无须推广到总体层面。

出于同样的原因，适合的总函数也不必与微观经济层面假定的函

数形式相匹配。尽管从微观层面过渡到宏观层面时函数形式可能发生

变化，但是一些关键变量通常确实能够传递过去。例如，在第3章介绍

的4种不同的微观经济消费行为模型中，收入、价格和必需品的最低消

费水平在总体层面仍然发挥重要作用，而其他社会因素则通过它们对

总体参数的影响表现出来。

12.1.5.2 宏观经济学通常都将自身建立在微观行为的基础上

从这个角度看，很明显，宏观经济学通常将自身建立在个体行为

模型的基础之上，而没有将宏观关系与微观关系混为一谈。凯恩斯、

卡莱茨基和弗里德曼是运用这种方法的杰出榜样。在微观经济层面，

凯恩斯明确承认个人收入、大量个人主客观因素以及制度、组织结构



对储蓄和消费决策的影响。然而，在宏观层面，总消费函数简化为一

个总实际收入的函数，其边际消费倾向小于1。卡莱茨基的价格理论遵

循了一条类似的从微观到宏观的路径。他一开始就对微观经济做了详

细的说明：个体企业的价格取决于它的相对规模、促销机构和雇员工

会的力量，但是行业的价格具有不同的函数形式，取决于一组简化了

的变量集合，包括行业的平均单位成本和平均垄断程度。弗里德曼也

遵循了这条路径。在微观层面，货币需求取决于个人偏好、财富、利

率和预期通货膨胀率，但在总体层面，这表现为货币总需求、实际余

额和实际利率之间的一个稳定关系（Snowdon and Vane 2005，166-

169）。在斯密、马克思、熊彼特和许多其他伟大的宏观经济学家那里

也能找到类似的转变。在偏离到超理性代表性行为人的死胡同以前很

久，宏观经济学就已经是严密的了。

12.1.5.3 许多微观基础与某个给定的宏观模式相一致

对于某个给定的宏观经济模式，通常有许多微观基础与其保持一

致，因此某个总体形式的经验支持并不必然能证明相关微观基础有

效。要验证互相竞争的微观经济方法的有效性，就必须考察它们之间

差异的含义，考察这些差异是来自宏观经济还是来自微观经济。卢卡

斯本人指出，短期宏观经济预测模型无须具备选择理论的基础就能完

美运行（Snowdon and Vane 2005，287）。当然，如果一个人想从

（比如）总收入的增加中得出其社会或政策含义，就必须将人们对以

下事项的感觉和行为方式模型化，这些事项包括国家层面所有经济变

量的变化，他们自己的收益或损失变化，他们的朋友、敌人和其他国

家收益或损失的变化，等等。不过，无论如何都没有理由在系统性歪

曲人类行为的基础上得出政策含义。

12.1.5.4 动荡均等化的观念需要相应的工具



把均衡视为一个动荡过程的古典观念，需要一套兼容的数学和计

量经济学工具。动荡引力意味着平衡只能通过反复出现和相互抵消的

不平衡实现，因此均衡过程本质上具有周期性和动荡性，受到具有不

同振幅和持续时间的“自我重复波动”的限制。这样的过程通常会产

生出结果的稳定分布，而非单个的点（见第3章和第17章）。

12.1.5.5 时间维度不同：快过程和慢过程

一旦承认均衡过程并不产生安静的状态，我们就必须考察本质上

动荡的路径通常所涉及的时间长度。快过程和慢过程同时存在，但运

行速度不同。凯恩斯主义者通常认为数量调整快于价格调整，货币主

义者的观点则相反，新古典主义者则认为两者都能迅速调整，从而可

以将市场看作持续处于均衡之中。不同类型的生产过程花费的时间不

同，由于创造商品通常比创造金融资产花费更多的时间，所以商品价

格的调整速度一般慢于金融价格和外汇的调整速度（Gandolfo 1997，

533-535）。多恩布什著名的汇率超调模型就建立在这种差别的基础上

（Dornbusch 1976; Snowdon and Vane 2005，377）。总需求和总供

给调节时间的差别，以及总产出和总产能调节时间的差别，也产生了

一个类似的问题：生产周期通常比厂房设备的寿命短，因此前者的反

应要快于后者。调整快的变量与调整慢的变量之间的差别对于稳定性

分析非常重要，因为它使我们能每次只分析一个变量的调整。在“快

时间”的情形中，调整慢的变量可能被看作给定的，如新古典主义分

析中的资本存量或凯恩斯主义分析中的投资水平。相反，在“慢时

间”的情形中，调整快的变量（如需求和供给）可以被视为（大致）

处于平衡之中，从而对稳定性的分析转移到了调整慢的情形。特别是

在非线性方程的情形中，这是一种重要的方法论工具（Gandolfo

1997，533-535）。从古典角度看，时间差异是现实特征。就特定理论

对这个事实仍有疑问来说，当然这个理论是不完美的。

12.1.5.6 增长是正常状态



增长是事情常态。这个说法与以下错误习惯相悖，即将“长期”

视为一些“短期”所无法达到的未来状态，以及认为变量水平的确定

独立于其增长路径。进一步来说，一旦承认增长是常态，我们就必须

处理增长率或投资倾向、消费倾向等比率（投资或消费与净产出的比

率）。

12.1.5.7 预期、现实和基本面自反性地相互关联

认识到这一点很重要：预期、现实结果和它们的调节引力中心之

间的相互作用能影响中心本身。这是索罗斯的自反性理论的主题，它

明确否认基本面独立于预期和现实结果的变化。他提出了三个命题：

（1）预期影响现实；（2）现实能影响基本面；（3）预期反过来又受

现实行为和基本面的影响。最终将产生这样一个过程：现实数量围绕

其引力值剧烈振荡。预期能引起长期的不均衡周期，一段繁荣最终会

破灭（Soros 2009，50-75，105-106）。由于预期能够影响基本面，

引力中心本身就具有路径依赖（Arthur 1994; David 2001）。[1]未

来并不是一个对过去的随机反射，总体系统是非遍历的（Davidson

1991）。[2]引用拉姆齐的话，“将未来进行贴现……在伦理上是站不

住脚的，仅仅产生于想象力的缺陷”（Frank Ramsey，cited in

Ragupathy and Velupillai 2011，4）。长期不均衡过程的存在使有

效市场假说失效，而基本面对现实结果的依赖也使理性预期概念失效

（Soros 2009，58，216-222）。认识到下面这一点也很重要：尽管预

期能够影响现实结果，它们并不能简单地创造出一个证明预期有效的

现实（40-44）。相反，引力中心仍然是现实结果的调节者，这正是每

次繁荣最终都会破灭的原因（Shaikh 2010）。

在那些重要的预期中，没有比对利润的预期更重要的了。凯恩斯

强调“企业家感兴趣的并不是产品数量，而是最终会归他所有的货币

数量。只有当预期货币利润增加的时候，他才会增加产出，尽管这些

利润与以前相比代表了更少的产品数量”（Keynes，cited in



Sardoni 1987，75）。资本主义的经济活动是由“对货币利润的寻

求”驱动的，而且“除非保证组织生产的人能获得一份货币利润，否

则自然资源就得不到开发，机器设备就不会被提供，工业技能就得不

到运用”（Mitchell 1941，preface）。

12.1.5.8 真实竞争意味着斜向下的需求曲线

我在第7章和第8章指出，个体企业在真实竞争中面临斜向下的需

求曲线，它们制定价格，且具有不同的成本，低成本生产者成为调节

性资本，其生产价格成为行业的调节性价格，而且利润率只在调节性

资本之间均等化。因此，完全竞争是宏观经济学唯一“可接受的微观

基础”这一传统断言是完全错误的（Snowdon and Vane 2005，

361）。相反，正如我在8.1.4小节中所指出的，完全竞争是一个完全

不可接受的微观基础，因为它是内在不一致的。如果所有企业都相似

且信息充分，它们就必定知道它们是相似的，而且如果一个企业对某

个市场信号做出反应，所有企业都会在相同的时间采取完全相同的措

施。在这种情形下，一个企业增加产出就是所有企业增加产出，这将

会降低市场价格。这意味着在完全竞争条件下，每个企业都必然知道

它面临一条斜向下的需求曲线。反过来，假定完全竞争企业认为自己

的需求曲线是水平的就是假定它们的预期是非理性的。完全竞争理论

是内在不一致的，因为它要求企业持有不理性的预期。其内含的意思

是，理性预期不能建立在完全竞争理论的基础上。这个问题将在批判

基于瓦尔拉斯的宏观经济学的各种形式中发挥重要作用。

12.1.5.9 真实竞争并不意味着连续的市场出清

在完全竞争中，企业被假定为消极地接受给定的市场价格。因

此，当需求和供给不平衡时，“市场”被假定为修改价格。问题在于

并没有进行这种调整的当事人，因此“被接受的完全竞争理论……并

没有对价格形成提供合理解释”（Roberts 1987，838）。相反，在古



典竞争理论中，是企业根据其个体需求和供给条件确定价格与调整数

量。市场确实会出清，但通常只以动荡的方式实现，受到个别部门生

产周期的限制。因此以下断言是错误的：竞争要求连续市场出清，市

场非出清是价格或工资刚性或其他“不完全”的表现——新凯恩斯主

义和后凯恩斯主义都经常这样声称（Snowdon and Vane 2005，

360）。

12.1.5.10 萨伊定律和古典传统在外生需求与货币中性上的分裂

现代宏观经济学中一些显著的分裂源自古典传统理论本身的一个

分裂。如5.3.1小节中所讨论的，李嘉图支持货币数量论，马克思则强

烈反对。一个同样根本的分裂发生在萨伊定律上，李嘉图支持它，马

克思则反对它。这两个分裂都延续到了现代宏观经济学领域：新古典

经济学的所有变体都建立在数量论和萨伊定律的基础上，而凯恩斯及

其追随者则否定两者。

有4个命题与萨伊定律联系在一起。有一种论断是：总供给会创造

出足够的总需求，用以买回所有的供给，因此“‘普遍过剩’是不可

能的”。如果人们假定采用物物交换，货币就成为一层面纱，将不会

发挥独立的作用。而如果供给能创造它自己的需求，生产的限制就只

能来自外部给定投入品（劳动力、土地）的可获得性。最后，尽管人

们承认部门之间的供给与需求可能会失衡，但它被认为可以通过相对

价格的变动和资本流动自动纠正（Shoul 1957，615）。

李嘉图指出：“一个国家内并没有得不到利用的资本，因为需求

仅受生产的限制。”每个人“通过生产……必然要么成为他自己产品

的消费者，要么成为别人生产的产品的购买者和消费者……（因为）

他不断生产一种没有需求的产品是不可能的……因此，一个国家内所

有资本都会得到生产性应用，直到必需品价格上升使工资上升得如此

之高，以至资本存量的利润变得很少，积累的动机最终会停止”

（Ricardo 1951，290; Shoul 1957，615）。



尤其有趣的是他的这个断言：总需求的一个外部输入对总供给没

有影响，因为后者已经由一个充分利用的资本存量决定了。1819年3月

24日，他在上议院做证时被问道：“您的意思是不是说，对国内商品

的额外需求不会使其制造品有任何增加？”他的回答很坚定：“对于

认为会增加的观点，我深表怀疑……所生产商品的数量和价值总是受

它所使用的资本量限制的，因此，国外贸易可以改变所生产商品的种

别，但是不能增加其总值。”提问者坚持提出与之相关的问题——新

信贷所创造的新购买力的影响：“您难道不知道当我国的制造品需要

量很大的时候，由此引起的信贷，就可以使制造商在其制造品的生产

中扩大对其资本的使用吗？”李嘉图并没有让步：“我不明白信贷对

商品的生产会产生什么效用。商品只能用劳动、机器和原料来生产。

这些事物必须从这一方撤出，才能使用于别一方。”（Ricardo 1951-

1973，5: 434-436）[3]由此断定，货币数量的增加只会提高价格水平

而不会产生任何实际效果。货币是中性的。

李嘉图非常清楚现实世界确实会发生危机，但他认为危机会使工

资与价格迅速下降，直到“消费者购买过剩的产品”。他公开表示

1815年危机很快就会结束，随后的每一年都肯定这个判断，直到1820

年。斯蒂格勒指出，李嘉图在这个问题上“连续犯错”（Stigler，

cited in Davis 2005，32-35，39）。

马克思特别反对供给会创造它自己的需求的观点。他指出在货币

经济中商品首先与货币进行交换，这就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即售

卖得到的货币不被用于购买，从而打断了再生产过程。[4]“没有人

买，也就没有人能卖。但谁也不会因为自己已经卖，就得马上买……

当内部不独立（因为互相补充）的过程的外部独立化达到一定程度

时，统一就要强制地通过危机显示出来。”[5]（Shoul 1957，621;

Marx 1967a，113-114）

马克思还指出，从李嘉图主义的角度看资本也从未得到充分利

用。在M-C… P… C'-M'循环中，总资本的一部分总是以货币形式存在



（M），寻找新的商品去投资；一些以机器、原料和劳动力（C）的形

式存在，等待用于生产；一些用于生产（P）本身，一些以产成品

（C'）的形式存在，寻求丰厚的报酬（M'）。正常的生产也涉及现有

资本存量的经济利用率问题，因此正常劳动强度下一个工作时长8小时

内正常的一班倒或两班倒产出，距三班倒和高强度工作日的工程产能

很远（见第4章）。“把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这两个规定理解为资本一

般的形式规定，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否则就无法理解……新的需求

的影响；甚至新生产金银的国家对一般生产的影响……如果不是资本

的本性决定了它决不能全部被使用……那么，任何刺激都不能驱使它

更多地生产……经济学家们（甚至包括李嘉图在内）陷入了荒谬的矛

盾之中，他们假定，资本始终是全部被使用的，因而他们仅仅用新资

本的创造来解释生产的增大。”[6]（Marx 1973，623）进一步来说，

厂房、设备和原料本身是生产出来的产品，因此即使一个对生产的刺

激首先是通过加强对现有固定资本存量的利用调节的，这个存量本身

也是能够增加的。此外，劳动力并非最终限制，因为资本主义创造并

维持了一个失业劳动者大军。最后，马克思赞同斯密和李嘉图（以及

凯恩斯）的观点，即利润是生产的最终限制；他也赞同凯恩斯的观

点，即资本主义确实会对新购买力刺激做出反应，确实会经历“普遍

过剩”。货币并非中性的，它有实际作用。本书12.3节以及第13章、

第14章会更详细地论述这些问题。

新古典经济学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利用萨伊定律。它从以下命题出

发，即生产在短期内是按充分就业水平决定的，而需求则通过实际利

率的变动自动地与这个特定的供给相适应（Snowdon and Vane 2005，

38-49）。在这个版本的萨伊定律中，一个给定的总供给据称总是由一

个充分的总需求满足。一个直接的含义是，一个外生的购买力的增加

（比如通过货币供给的增加）将只会推动价格上涨，而不会影响实际

经济。这是李嘉图的回归。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否认所有这些核心的新古典断言：产出通常并

不位于充分就业水平；供给适应需求，而不是需求适应供给；一个外



生的购买力的增加，比如通过增加货币供给（政府赤字支出），通常

会增加产出和就业（Snowdon and Vane 2005，59-63）。货币绝不是

中性的。凯恩斯和马尔萨斯的相似之处经常被人们提及，但是凯恩斯

与马克思的相似之处并不同样为人所知（13，49-50，69）。我稍后会

回到这些问题，但首先建立一个包含商品市场中总需求、总供给和总

产能之间关系的核算框架是有用的。

12.1.6 总需求、总供给和总产能核算

12.1.6.1 三个事前余额

对国内可利用的最终产品的总需求（D）是以下几项之和：消费

（C）、意愿固定资本存量与存货投资（I）、政府需求（G）和出口需

求（EX）。国内可获得最终产品的供给（Y）是国内供给（Y）与进口

（IM）之和。令T=私人部门（家庭和企业）总税收，那么在任何时

期，总超额需求（ED）就是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差额。这反过来可以用

三个部门对超额需求的贡献来表示：私人部门赤字，即其支出与可支

配（即税后）收入的差额［（C+I）–（Y–T）］；政府赤字［G–

T］；其贸易伙伴的贸易赤字，也即它自己的外贸盈余［EX–IM］。

有必要指出一点，私人部门赤字可以用总私人储蓄与总私人投资

的差额来表示。私人可支配收入超出消费支出的部分是私人储蓄（Y–

T）–C=S，可以写为家庭储蓄（SH）与企业储蓄（SB）之和，后者即

留存收益（RE）。我们得到：



其中［I–S］=（I–RE）–SH。

12.1.6.2 事后余额

这些事前的关系并不要求三个余额相加为零。如果总需求在给定

价格下超过了总供给，那么没有通过价格变化调节的超额需求会导致

计划外的存货变动：ED=–△INVu。生产新的产出需要花费时间，因此

数量方面的“冲击”往往首先发生在非意愿的存货变动上。国民账户

将计划外的存货变动纳入“投资”，并将投资重新定义为意愿固定投

资与（意愿和计划外）存货变动之和。◎这种核算方法将方程（12.2）

中非零的事前余额转化为零余额的事后恒等式。

12.1.6.3 均衡余额

问题在于一个事后的核算恒等式并不是一个约束条件：三个部门

余额的任意总和都可以在方程（12.3）中得到满足。因此，理论经济

学家暗含或明确地增加了一个补充条件：总需求和总供给在被称为

“短期”的一段时间内彼此吸引，趋向对方变动。加入这个均衡条件

使方程（12.2）中的三个余额恒等式转化为在某个假定的“短期”中

发挥作用的约束条件。

12.1.6.4 时间维度



上述假定的短期是多久？新古典学者典型地假定均衡是瞬时的和

连续的。凯恩斯通常集中于比较静态，所以时间消失在他的视野之

中，但他在其他地方确实承认生产从而乘数作用的发挥需要时间。在

其阐述中，凯恩斯倾向于在两个时间范围内来回切换：既要足够短使

他能够考察乘数的运行，又要足够长使乘数的作用能够发挥出来从而

达到短期均衡（Asimakopulos 1991，52，67-68）。现代宏观经济学

通过简单地假定供给和需求能足够快地实现平衡而略过了这些问题，

允许我们将观察到的数据（宏观经济学中通常为季度数据）当作均衡

结果的代表（Pugno 1998，155; Godley and Lavoie 2007，65）。戈

德利和克里普斯含蓄地做了同样的事情——通过将恒等式视为一个由

可用数据界定的年度或季度时间周期内的“预算约束”（Godley and

Cripps 1983，33，60-61）。另外，从瓦尔拉斯定律的角度看，总需

求和总供给之间的相互调整，与货币供给与货币需求之间的调整联系

在一起。一个对后者的估计得出，其两个季度收敛50%，因此完成99%

的调整大约需要12个季度的时间（McCulloch 1982，27）。最后，考

虑到超额需求是通过计划外存货变动表示的，有必要注意这一点——

我们现在所称的“商业周期”指的是3~5年（12~20个季度）的存货周

期（van Duijn 1983，7-8）。连续平衡与一个3~5年的动荡调整之间

的差别，对宏观经济学理论和政策具有显著的影响。

12.1.6.5 基本的储蓄-投资关系

在下面的分析中，方程（12.2）中的超额需求关系是关键。由于

我并不假定私人储蓄倾向是外生给定的——正统经济学、凯恩斯主

义、卡莱茨基主义和后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通常都假定其是外生

的，方程（12.2）所代表的短期均衡路径将会影响方程（12.5）所描

绘的均衡位置的产出水平：即使我们将短期投资水平看作给定的，如

果不知道如何得到它们，我们就无法确定产出水平。如果通过假定［G

–T］=0，［EX–IM］=0，将政府和对外贸易余额抽象掉，本质问题就



非常清楚了，因为私人投资作为需求和产出的根本动力的重要作用开

始崭露头角。

12.1.6.6 产出与产能

除了需求与供给，我们也必须考虑产能。在凯恩斯主义的框架

中，投资在短期内通常被视为外生的，尽管会变动。哈罗德指出这种

处理方式是不充分的。常见的做法是指出投资受所考察的新厂房和设

备的预期利润的刺激。然而，隐含在任何此类关系中的是一个预期的

新资本的意愿利用率（Garegnani 1992，150-151）：给定需求的某个

预期增长[7]和新技术的资本密集度，合适的投资数量取决于经济上的

意愿利用率。

回顾第4章的讨论，我们将正常产能实际产出YRn定义为与现有资

本存量的意愿利用率（即一个给定的企业在成本最低的位置运行的利

用率）相对应的正常（潜在）实际产出。在此需要指出三点。第一，

这个正常产能产出通常与工程产能（YRmax）差别很大，后者是一个给

定的厂房和设备结构的最大可持续产出。在工程产能的界限内，生产

可以扩大或收缩——通过改变日工作时长（加班、增加班次等），或

者通过改变强度（生产加速等）。因此，任意给定的资本存量都意味

着一个可变的利用率，从而意味着一个可变的产出区间。然而，由于

单位成本随利用率的变化而变化，并非所有利用率水平都同样有利可

图，其中成本最低的点界定了经济产能。正是这个点决定了实际或预

期的产能是否使用不足或使用过度（Harrod 1952，150-151; Foss

1963，25; Kurz 1986，37-38，43-44; Shapiro 1989，184）。因

此，这个点充当了产能（即投资本身）变化的重要调节器。



为了说明这些观点，考察一个工程产能YRmax=45的平均厂房，它

可能按两个相等的班次运行，每个班次生产20单位的产出。假定我们

采用常见的假设——在一个给定的班次中单位主要成本（平均可变成

本avc）在所有产出水平上都保持不变（Andrews 1949，80; Lavoie，

Rodriguez，and Seccareccia 2004，129）。第一个班次的间接费用

=100，单位主要成本=20，而第二个班次的这两项费用都比它高30%。

所产生的平均固定成本（afc）、平均可变成本（avc）和平均成本

（ac）曲线都用实线描绘在了图12.1中。在假定的成本结构中，平均

成本最低点位于第一个班次的最后面，它决定了长期的经济产能，也

就是正常产出水平（YRn=20），当然在不同的成本曲线中它同样可能

位于第二个甚至第三个班次的最后面（见4.5节）。假定实际产出

YR=22，那么产能的实际利用率uK=YR/YRn=22/20=110%，产能的正常利

用 率 uKn=YRn/YRn=100% ， 产 能 的 物 理 最 大 利 用 率

uKmax=YRmax/YRn=45/20=225%。

正常产能利用率可以低于其工程利用率，这一事实告诉我们企业

通常有大量短期剩余产能。资本绝不能全部被使用，但从其本身来

看，这并不是产能持续过剩的证据，因为“一个最优数量（的剩余产

能）会存在，并且它取决于经济成本”（Winston 1974，1301）。在

古典的竞争观点中，重要的是产能利用率中成本最低的那一点。例

如，如果需求恰好超过了正常产能，平均企业短期中总能转向第二个

班次。但由于生产者之间的竞争对那些成本低的企业有利，相对于需

求而言，企业理所当然要扩大自己的产能，以回到生产成本最低的那

一点。如果所产生的宏观经济过程是稳定的（Shaikh 2009），正常产

能的增长将快于需求的增长，而且产能利用率将会回落至正常水平。

因此，长期来看，产能利用率将围绕正常利用率不断波动。在一个更

具体的层面，与正常产能利用率相对应的产出将包含某个期望的储备

产能水平，以满足需求波动的需要，在与竞争者的竞争中生存下去，

因此正常竞争性利用率水平可能多少低于准确的“理想”的那一点

（Winston 1974; Kurz 1986）。我们从图12.1可以看到，左边的YRn



部分中成本曲线低的部分优于右边成本高的部分。正的储备产能的存

在并不必然意味着产能过剩，正如正的货币持有的存在并不必然意味

着货币供给过剩。真正的产能过剩只有当实际产能利用率低于合意的

利用率时才会产生（即当实际储备量大于意愿储备量的时候）。

我们刚才看到，正常利用率是由企业的（实际）成本结构决定

的，那么问题就变成：实际利用率的变化能否影响正常利用率，比如

通过对实际工资从而对（实际）主要成本的影响？图12.1用虚线说明

了这种可能性：每个班次中新的平均可变成本高（比如）25%（即第一

个班次高25%，第二个班次高32.5%），这反过来将平均成本曲线向上

移动了。然而，图12.1明显表明，这一需求无论如何都影响不到正常

产能利用率，因为即使成本变化后，成本最低的点仍然为YRn=20。如

果第二个班次的产出（Y=40）反而是成本最低点，比如由于第二个班

次的成本增加得足够小使得存在这种情况，我们能得到同样的结果。

无论哪种情形，成本最低的产能利用率都基本不受实际产能利用率变

化的影响，尽管它从长期来看可能变化，但这是由于生产的资本密集

度、工作周等发生了变化。



图12.1 产出、成本和正常产能

12.1.6.7 正常产能利用率并不意味着萨伊定律成立

最后，正常产能与需求之间的引力性平衡并不意味着萨伊定律成

立。如前所述，萨伊定律等同于以下断言：任意供给都会产生与之匹

配的需求，因此只有对供给的限制才重要——如充分就业时劳动的可

得性（Foley 1985; Sowell 1987）。另外，古典的和哈罗德的正常产

能利用率概念指出，正常产能和需求将相互调整以达到某种平衡，而

且内生的技术变革创造和维持了一个“正常的”失业劳动者大军——

所以劳动力供给通常并不是一个约束条件（见第14章）。考虑到这些

因素，我们将实际和正常产能利用率定义为：



变量uK–uKn=uK–1是一家企业投资的重要内在指示器。显然，正

常产能利用率代表了这样一点——建立在长期产出预期基础上的实际

资本存量与实际产出一致。同样地，当实际产出-资本比与意愿的产

出-资本比相等时，正常产能利用率才存在。因此，正常产能利用率是

一种非常重要的存量-流量一致的形式。

[1] 路径依赖意味着一个变量的引力中心本身取决于变量的历史路径。

[2] 在一个遍历随机过程中，“从过去观察结果计算出来的平均值，不会持续差异于未来

结果的时间均值”。萨缪尔森（1969）“使接受‘遍历性假设’不再是经济学科学方法的必要

条件”（Davidson 1991，132-133）。

[3] 中文转引自《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五卷，斯拉法主编，蔡受百译，商务印书馆，

1983年版，第410—411页。——译者注

[4] 人们通常认为一个物物交换经济并不存在这种分离，因为用一种商品交换另一种商品

同时实现了双方的交换价值（Davis 2005，32）。然而，物物交换会产生比较受欢迎的商

品，货币就从中产生（见第5章）。因此，如果我用我的鱼子酱交换盐，就有可能产生这样的

情形，即我也许选择持有盐一段时间，而非再用它交换（比如）玉米。如果这种反应是普遍

的，那么其他商品的卖者将面临普遍的需求短缺。

[5] 中文转引自《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35页。——译者注

[6] 中文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0页。——

译者注

[7] 对一家企业产品的新需求可以来自其竞争者的消费者以及（或）来自整个市场的扩

大。



12.2 前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

12.2.1 新古典经济学对古典经济学的取代

新古典经济学以一个虚拟的、理想化的体系取代了对现实资本主

义的分析。它用完全竞争取代了真实竞争，将斯密动荡的“看不见的

手”的观念转变为一般均衡的神话，通过欣然接受萨伊定律将总需求

对总产出的影响搁置一边，且通过接受货币数量论将价格水平简化为

对货币供给的反应。最后两个假定都来自李嘉图，巩固了它们对其古

典基础的主张——这个主张在意识形态上如此成功，以至凯恩斯都认

为“古典”经济学家（如斯密、李嘉图、穆勒、马歇尔和庇古）“在

他们对……自然市场调整机制作为维持充分就业均衡的手段的极大信

心方面都非常相似”（Snowdon and Vane 2005，36）。直到今天，明

智的观察者如斯诺登和文仍然声称在“亚当·斯密著名的《国富论》

中……其主要观点……是在竞争性条件下行动的理性经济行为人的利

润和效用最大化行为，将会通过‘看不见的手’机制把无数个体的活

动转化为一个社会最优状态”（Snowdon and Vane 2005，13）。

12.2.2 新古典经济学的瓦尔拉斯根源

持续支配正统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一般均衡框架（Snowdon

and Vane 2005，222）可以追溯到瓦尔拉斯，他的框架依赖完全信息

概念和需求无差异行为。偏好、技术以及初始的资本和劳动力存量都

被视为给定的，而且所有行为人都被假定为在特定商品的拍卖市场上

行动，这个市场由仁慈、无所不知的拍卖者主持，他们成功地指挥着

反复摸索的过程，直到价格使所有市场都实现平衡。真实的交易被禁

止，除非它以能使所有市场同时出清的价格进行，从而使真实的出售

和购买总是发生在一般均衡上（Hicks 1934，342; Walker 1987，



854-861）。考虑到除非求职人数与工作数量在某个合适的工资上相匹

配，实际就业情况总是充分就业，否则人们并不会采取实际行动

（Harrod 1956，313）。对这个幻象的鸦片般的影响的一个确切的证

据是，就连其批评者也将现实世界的交易说成是“虚假的交易”，将

现实世界的结果说成是因“行为人对错误（虚假）的价格信号做出反

应”而产生的“协调失败”（Snowdon and Vane 2005，72）。

价格接受行为人被假定为在进行自己的计算时无视需求因素。这

对瓦尔拉斯主义的故事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在反复摸索过程中，个体

行为人仅被要求对所宣布的价格做出反应，决定他们想要提供或获得

的数量，而无须考虑所有这些行动的可行性。因此，“个人并不负责

让市场实现均衡”。这就是为什么瓦尔拉斯被迫引入某个超级代理人

作为“市场力量”的化身，这个代理人将修改价格，直到所有市场的

需求和供给都达到平衡（Makowski and Ostroy 2001，480-484）。个

体行为人从而能自由地专注于从伊甸园的水果中选出最优的那个（当

然，那棵特殊的树上的除外）。

瓦尔拉斯主义的寓言代表了一个特殊的（虚构的）制度框架，用

来支撑以下假设：个体在构建自己想象的供给曲线时无视需求因素。

理论上的困难在于必须在不同的环境中，在一个由资本主义企业和家

庭构成的理论世界中证明这种行为的正当性。这就是（完全）竞争的

数量论所发挥的作用。我在前面指出完全竞争是内在不一致的，因为

它要求企业持有非理性预期。相反，即使是消息不太灵通的企业也明

白它们各自面临斜向下的需求曲线（Shaikh 1999，120-125）。因

此，理性预期理论与完全竞争不兼容，反之亦然。

12.2.3 前凯恩斯主义新古典正统学说

12.2.3.1 凯恩斯所攻击的正统学说的核心命题



凯恩斯将矛头对准了某些他归为自己那个时代正统学说的核心命

题，尽管在他攻击完之后这些概念只被适当地形式化了（Snowdon and

Vane 2005，37，96）。正统模型假定理性最大化行为人具有完全知

识、处于完全竞争之中并对未来具有稳定的预期。市场（包括劳动市

场）被假定为总是处于出清状态，而且当受到扰动时会快速、有效地

回到均衡状态。因此，充分就业被看作“事情常态”。可利用的劳动

力供给的充分就业决定了总产出的水平，实际利率自动调整产生了一

个与之匹配的总需求数量，从而萨伊定律得到了维持，而且货币数量

论决定了一般价格水平。“古典两分法”被假定成立，所以实际变量

（包括由实际利润率决定的实际利率）在商品和劳动市场中被决定，

货币数量只通过一般价格水平决定这些变量的名义价值。货币是中性

的，因为它不影响实际变量的均衡价值。不足为奇的是，政府干预

“既不必要，也不令人满意”（37-39）。

12.2.3.2 新古典主义关于充分就业供给的论点

这个论点的构成要素已经众所周知。在假定的完全竞争条件下，

第i个个体企业通过生产YRi数量的产出来实现利润最大化，使其边际

成本与占支配地位的市场价格相等：mci≡w/mpli=p，这意味着

w/p=mpli。轻率地跳过所有加总问题（见3.2.2小节），这个条件被转

化为一个等同的总体条件（w/p）=mpl。个体企业的生产函数也以同样

的方式按比例放大后产生一个短期总生产函数YR= ·F（ ，L），

其中实际产出（YR）是用一个给定的实际资本存量（ ）和一定劳

动数量（L）生产的最大实际产出（见第4章）。在资本存量和技术水

平（用参数 表示）给定的条件下，短期总产出只是劳动力投入的函

数。曲线的形状被假定为斜率（d YR/d L）随着劳动投入的增加而下

降。由于劳动是唯一可变投入，斜率（d YR/dL）也是劳动的边际产量

mpl≡ 。边际报酬递减规律保证了更大的就业量与更低的劳动边际

产出联系在一起，而且考虑到（w/p）=mpl，实际工资wr≡（w/p）必



须足够低以支持更大的就业量。在术语符号下面加一个标记来表示其

上升所产生的影响，上述内容就被转化为以下观点：（w/p）上升使劳

动更加昂贵后，对劳动的需求Ld(w/_p)下降了。另外，个体家庭被假

定为最大化“他们的”效用，在劳动和闲暇之间进行取舍。实际工资

上升会使闲暇与所放弃的收入相比变得更加昂贵，因此劳动供给会增

加（替代效应），但它也使劳动收入增加，从而工人能购买更多闲暇

（收入效应）。新古典理论再一次跳过了加总问题，假定替代效应大

于收入效应，从而实际工资上升使总劳动供给增加： 。劳动

市场的均衡就决定了一个特殊的市场出清实际工资及与之对应的充分

就业水平（它把在不同工作之间切换所花费的时间包含在摩擦性失业

中）。如图12.2所示，劳动供给的充分就业在生产函数中有一个相应

的产出水平：从下面那张图中劳动市场均衡的实际工资（w/p）*和就

业量L*出发，移动到上面那张图中的生产函数，找到与之对应的充分

就业产出（YR*）。劳动供给增加会提高就业量，但实际工资会降低。

反过来，工会和政府企图使实际工资提高到市场（均衡）水平之上的

做法只会导致失业，正如图12.2中高于（w/p）* 的实际工资所对应的

劳动需求小于劳动供给（Snowdon and Vane，45）。





图12.2 新古典主义充分就业的结果

12.2.3.3关于总需求和利率的新古典论点

只有产出能够售卖出去，充分就业才是可持续的，这要求有充足

的总需求。为了理解基本新古典模型的逻辑，考察方程（12.6）中总

超额需求ED=［I–S］的表达式是有用的。新古典理论假定私人投资和

私人储蓄分别是实际利率（ir）的负函数和正函数。同时，私人投资

和私人储蓄分别被看作对可贷资金的需求与供给，如图12.3所示。那

么，商品市场上存在超额需求（ED>0）就意味着资金市场上对可贷资

金存在超额需求。后者会推高利率、抑制投资和增加储蓄，直到ED=0

——在这种情形下，总需求等于总供给。由于总供给固定在充分就业

水平上，总需求通过实际利率的作用承担了所有的调整工作。这是萨

伊定律的一个版本。如果家庭决定减少储蓄（即消费更多），其储蓄

曲线将向内移动，从而会提高利率和降低投资，直到超额需求重新回

到0。但由于在整个过程中总商品供给仍然停留在充分就业水平，这只

能意味着家庭所增加的消费需求恰好由企业减少的投资需求抵销。[1]

最后，这个系统快速、有效地形成一个能提供充分就业的产出总量，

同时产生了一个足以实现这些产出的总需求（Snowdon and Vane，39-

54）。



图12.3 新古典主义的储蓄-投资调整

总需求减少会导致价格水平下降的观点非常重要，因为它意味着

就业会迅速回到其正常的充分就业水平。按照这个逻辑，就连大萧条

这样的事件“都该放任它自由发展”，因为它很快就能自我纠正

（Snowdon and Vane 2005，14）。政府干预被看作适得其反，因为它

干预了市场的有效运行（55）。这些都是凯恩斯那个时代正统宏观经

济学的基本结论，今天仍然是正统经济学的核心。

[1] 帕金廷（1972，10）细心地指出储蓄和投资之间有价值的区分出现在“充分就

业”。



12.3 凯恩斯的突破

12.3.1 凯恩斯在一战后的实践经验

在一战毁灭性的余波中，凯恩斯已经提出通过大规模政府支出使

欧洲走出大范围失业的泥潭。大约10年后，大萧条爆发。大约15年

后，他开始写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当大萧条到来的时候，

他强烈倡导通过大规模政府赤字为必要的支出融资（Wapshott 2011，

32，57，135-137）。凯恩斯甚至一度明确“提出……全世界的财政部

部长应当同时印刷货币……［作为］重新恢复在经济崩溃下已经冻结

了的世界市场信心的手段”（136）。关键在于他们应当往经济中“注

入额外的购买力”（Keynes，cited in Wapshott 2011，135）。[1]

在实践方面，希特勒1933年的“大规模重整军备计划”已经证明这些

公众支出可以非常成功。“在一年之内，一战后一直饱受大规模失业

困扰的德国享受到了充分就业”（189）。

因此，凯恩斯已经坚信，现实市场并不以正统经济学描绘的方式

运行。尽管如此，他还是需要努力识别瓦尔拉斯主义视角的重要缺陷

（Snowdon and Vane 2005，72; Tsoulfidis 2010，242）。

12.3.2 凯恩斯的新构想

最后，凯恩斯将矛头对准了正统论点的两个核心主张：实际利率

会自动变化，使总需求与生产出来的任意数量的产出吻合（萨伊定

律）；实际工资会迅速变化，将劳动维持在充分就业水平。

12.3.2.1 生产需要花费时间，因此受预期利润支配



凯恩斯首先指出，由于生产需要花费时间，企业必须在预期需求

的基础上进行生产，其关键因素是利润，而非只是销售量（Davidson

2005，455，462）。

12.3.2.2 总需求的构成中具有自主需求的部分

另外，实际的总需求包含两部分：取决于当前生产所产生的收入

的引致消费，以及独立于当前生产所产生的收入的自主消费与投资。

并没有理由相信来自千千万万消费者和企业的实际总需求恰好等于千

千万万个企业所预期的需求。确实，实际总需求中的投资部分本身受

到对现存的无数资本长期利润率预期的支配，而且众所周知这些各种

各样的预期是变幻莫测的，受到短期内占主导的“非理性的乐观和悲

观潮流”的制约（Snowdon and Vane 2005，59）。[2]通过将投资看

作短期内给定的，但从一个短期到另一个短期时能迅速变化，凯恩斯

提出了他在这方面的论点（Asimakopulos 1991，39）。总供给受到无

数个体企业对其最终产品销售额的短期利润的预期支配，总需求则受

到无数个体企业对其新投入使用的固定资本长期利润的预期支配。事

情的常态将是两边的不平衡（即商品市场存在正的或负的总超额需

求）。

12.3.2.3 储蓄适应投资

由于凯恩斯假定投资在短期内是“给定的”，储蓄就必须进行调

整。然而，储蓄与消费之间存在对偶关系，消费则与生产创造的收入

成正比。因此，最后生产必须进行调整，以使储蓄与投资相等（即总

供给与总需求相等）。这就是凯恩斯定律，是他对萨伊定律的回应。

12.3.2.4 对投资-储蓄关系和乘数的推导

通过一个稳定的（边际）消费倾向，凯恩斯特别地假定消费的引

致部分与家庭收入成正比。这意味着通过一个稳定的边际储蓄倾向，



储蓄同样与当前收入成正比。那么，如果不断变化的投资增加了，商

品市场均衡的恢复就要求存下的那部分收入（储蓄）必须与投资增加

相同数量。结果，收入本身及产生收入的产出都必须按投资增量的一

个倍数增加，这个倍数为储蓄率的倒数。这就是著名的卡恩-凯恩斯乘

数（Snowdon and Vane 2005，60-62）。消费被假定为拥有一个自主

的部分（Ca）及一个引致的部分，后者通过给定的边际消费倾向（c）

与收入成正比。投资由新资本的预期利润率（“资本的边际效率”）

与利率的差额决定，两者短期内都被视为给定的。最后，在短期均衡

中，超额需求必须等于零：ED=I–S=0。从方程（12.9）~方程

（12.11）可以推断，均衡水平的产出（Y*）是驱动它的投资的倍数。

这反过来能确定与之对应的劳动投入的数量，并不能保证这个数量足

以使所有可获得的劳动力都实现充分就业。确实，如果对利润的预期

低迷，持续的失业状态就可能接着出现。其进一步的含义是，储蓄率

下降、消费倾向增加会提高均衡产出水平。因此，著名的凯恩斯节约

悖论为：短期内预期利润率（re）和利息率（i）都暂时给定，低储蓄

率能提振经济（Lavoie 2006，94）。令c=边际消费倾向，s≡1–c=边

际储蓄倾向。那么

12.3.2.5 利润率和利率对产出水平的影响

这带来了两个关键问题：什么决定了利润率，什么决定了利率？

在凯恩斯的框架中，方程（12.10）描绘的均衡产出水平与预期利润率



保持同向变动，与利率保持反向变动。投资-储蓄（IS）关系意味着预

期利润率的上升和/或利率的下降原则上能将产出和就业提高到充分就

业那一点。

在实际利润率问题上，凯恩斯清楚地意识到实际工资与利润率之

间的反向关系是“古典”理论的核心。确实，他承认持续性失业不仅

会侵蚀货币，而且将侵蚀实际工资（Bhattacharjea 1987，276-

279），以至最终利润率、投资、产出从而就业率都会提高。凯恩斯试

图为这个反馈机制设置一系列障碍。需求下降会引起失业，也会导致

价格下降，促使在任何给定的货币工资上，仍被雇用的那些人的实际

工资可能会上升——在这种情形中，自由市场通过让工人在工作机会

短缺时变得更加昂贵，使事情进一步恶化。其次，工人和雇主之间的

谈判是关于货币工资的，因此失业至多会对货币工资造成压力。在一

个以分散化的工资谈判为特征的社会，工资的每一次削减都必须在局

部的层面展开斗争，这将导致无法在社会基础上证实其合理性的“浪

费性和灾难性斗争”（Keynes，cited in Snowdon and Vane 2005，

66）。低工资也可能通过降低消费需求导致事情进一步恶化。通过削

减成本，它们可能引起价格进一步下降，这会否定甚至逆转所需要的

实际工资效应。价格下降也可能侵蚀商业信心，使对利润的预期进一

步恶化（Snowdon and Vane 2005，68）。因此，凯恩斯论证，在一场

危机中，政府通过财政政策直接增加总需求和就业会使情况大大改

善。即使价格由于某种原因上升并引起就业工人的实际工资下降，这

也不大可能引起工人的反抗，因为所有工人都在同一条船上，而且无

论如何总就业的增加能提供补偿（Snowdon and Vane 2005，66-

68）。最后，他反驳了失业会自愈的传统断言——指出至少在危机时

期，必要的调整将花费很长时间，这对社会来说是灾难性的。凯恩斯

对失业、实际工资和利润率之间的传统联系的关注，已经潜在地承认

预期和实际利润率之间必定存在关联。

对于利率，他当然意识到政府确实有时会确定利率（Rousseas

1985; Moore 1988，283; Fontana 2003，9，14），但他关心的是自



由市场的一般理论，而且考虑到利率在新古典论证中发挥的关键作

用，他知道自己必须正面回应这个问题。[3]

凯恩斯因而将矛头对准了以下新古典断言：利率在短期内由可贷

资金的供给和需求决定，在长期则由利润率（资本的边际产量）决定

（Garegnani 1988，205-206，213）。凯恩斯说情况并非如此。利率

由 对 货 币 余 额 的 需 求 和 供 给 决 定 。 货 币 供 给 由 政 府 决 定

（Asimakopulos 1991，86，94，117）。在需求方面，利率不是对推

迟消费的回报，而是对放弃流动性的回报（即对放弃持有一部分货币

的回报）。人们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持有货币：为了应付不时之需，

为了便利交易，还可能是为了以后的投资（谨慎性、交易性和投机性

需求）。在所有这些方面，未来的信心状态都发挥了关键作用。这就

是为什么危机引起的信心崩溃导致金融资产流向现金，从而使利率在

最该下降的时候反而上升了。与新古典主义者所设想的这会促进经济

复苏不同，自由市场导致情况进一步恶化。凯恩斯提出了另一个反驳

的论点。即使总需求下降和名义工资削减确实降低了价格水平，并从

而增加了实际货币供给，降低了利率和刺激了投资，如果经济陷入人

们不愿进一步减少货币持有量的状态，利率效应就不会太大（一个流

动性陷阱）。投资也可能对利率的变化不太敏感。在这种情形中，即

便是旨在增加货币供给和降低利率的货币政策也会失效（Snowdon and

Vane 2005，62-63，68-69）。最重要的是，利率是由货币供求而非融

资缺口（I–S）决定的这一事实，意味着储蓄并不能通过利率的自动

变化与投资相等（Snowdon and Vane 2005，69）。凯恩斯的流动性偏

好货币供给（LM）理论因而似乎有效阻断了新古典主义通向萨伊定律

的短期路径。在一个长期视角中，凯恩斯试图通过论证利率决定了最

后一笔投资的回报率（即边际投资的边际效率），推翻了古典和新古

典的论点（Asimakopulos 1991，76; Tsoulfidis 2010，258-259），

尽管这个论证的有效性甚至在凯恩斯主义传统中都存在争议（Moore

1988，261; Panico 1988，146-156）。[4]



12.3.3 希克斯主义IS–LM所表达的凯恩斯主义经济
学

在1933年的演讲中，也就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面世前三

年，甚至在该书的初稿中，凯恩斯本人用一组IS–LM方程来总结他的

论点（Snowdon and Vane 2005，113）。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

论》出版一年后的1937年的一场会议中，哈罗德和希克斯都提交了用

一个联立方程组表示凯恩斯理论的论文。凯恩斯对希克斯的论文表示

了谨慎的赞同，尽管他确实抱怨希克斯低估了预期的重要性。哈罗德

的方程和希克斯的类似，但受到了凯恩斯更加热情的认可。希克斯在

写自己论文之前看过哈罗德的方程并听取了米德的介绍，他在论文中

增加了一张示意图，后来这张图在短期内受到广泛关注（Dimand

2000，121-122）。希克斯的阐释也更接近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模型，

它后来被新瓦尔拉斯同行普遍接受就证明了这一点的重要性（Nevile

2000，138-141）。

抛开自主消费不谈，方程（12.12）中的凯恩斯乘数关系简化为

，Y和I都是名义值，预期利润率的波动发挥了决定性作

用。通过引证凯恩斯本人的论点——投资会进行到最后一笔投资的利

润率等于利率，希克斯将预期利润率完全剔除。因此，投资从而任意

给定储蓄率下的产出成为利率的一个简单负函数（Nevile 2000，

139）。希克斯的LM关系也是名义上的，同样低估了预期在决定预防性

和投机性货币持有的可能变动中的重要作用（Asimakopulos 1991，

95）。他将货币需求简化为当前（而非预期）收入的一个稳定正函

数，以及利率（因为金融资产的高利率将吸引人们持有更少的闲置货

币余额）的一个负函数。货币供给被视为给定的，由政府决定，均衡

时货币需求等于货币供给： d（Y，i）= s。高收入水平会增加货

币需求，如果总需求仍然与给定的货币供给相等，这就需要一个高利

率与之抵消，以降低对货币的需求。因此，在（Y，i）坐标空间中，

LM曲线向上倾斜，因为高收入水平与高利率水平联系在一起（Snowdon



and Vane 2005，104）。如图12.4所示，IS曲线和LM曲线的交点同时

决定了均衡的产出水平和利率水平。从凯恩斯主义视角来看，其关键

之处在于均衡产出Y*可以完全不同于充分就业产出YFE。

图12.4 希克斯IS-LM模型对凯恩斯核心论点的总结

希克斯的阐述可以很容易地扩展到将政府需求和出口需求也纳入

进来，作为IS部分投资需求的补充。扩张性财政政策使IS曲线向上移

动，这将提高均衡产出水平，其代价是更高的（名义）利率。另外，

扩张性货币政策会在一个给定的价格水平上增加货币供给，将LM曲线

向外移动，从而增加产出，但会降低利率。从这个角度看，政府总能

采取某些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组合，使产出达到充分就业水平（见图

12.4中描绘的YFE），而不会影响利率甚至价格水平（Snowdon and

Vane 2005，61，106）。“政府会弥补市场结果的缺陷”这个结论是



凯恩斯主义视角的核心。应当指出，在一个给定的投资水平上，储蓄

率下降会使IS曲线向上移动，这会提高产出水平（节约悖论），但也

会提高均衡利率，利率的上升会降低但不能取消其初始效果。因此，

希克斯的框架仍然保留了凯恩斯主义的节约悖论，尽管因所导致的利

率上升而形式有所减弱。最后，IS-LM模型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仍然

位于宏观理论和政策的中心。弗里德曼的反革命就是从这一点开始

的，而且它各种各样的变体仍然支配着大多数中级宏观经济学教科书

（Nevile 2000，133; Snowdon and Vane 2005，102，113，169，

174）。

一些凯恩斯主义者正确地指出，用稳定函数表示IS-LM倾向于掩盖

凯恩斯本人对两种组成关系的变动性的强调（Asimakopulos 1991，

95）。一种更合适的表示方法是，作为对预期变化的反应，两种曲线

不断波动，而且有时在信心变化时同步变动。例如，商业信心的增强

使IS曲线向上移动和产出增加，但它同时可能会减少对闲置资金的需

求，从而使LM曲线向外移动并降低与给定产出水平相对应的利率。那

么，一场繁荣可能起初伴随着产出增加及利率稳定或下降，直到各种

限制开始出现。在某一时刻，信心可能会崩溃，导致IS曲线剧烈下降

——由于预期利润率下降，以及LM曲线剧烈内移，持有闲置货币成为

更具吸引力的选择。

12.3.4 凯恩斯主义理论与政策的兴衰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阵痛中兴起，因为它

能解释当时的事件。它在理论与政策方面占据了30多年的支配地位，

直到因无法解释20世纪70年代大滞胀中的事件而被击垮。

大萧条和二战爆发后，发达资本主义世界的各国政府做出了维持

高就业水平和不断提高收入水平的坚强承诺——至少在中心国家如

此。从这个角度看，1950—1973年这段时间可被视为一个由凯恩斯主

义政策维持的黄金时代（Snowdon and Vane 2005，15-17）。



12.3.5 IS-LM/菲利普斯曲线模型的兴衰

希克斯的IS-LM模型支配了这个时代的宏观经济分析。投资方面的

利润预期及货币持有方面的预防性和投机性预期被剔除之后，凯恩斯

观点的这个被驯服了的版本成为标准工具。在理论层面，充分就业实

现之前的需求增加被假定为能提高实际产出和增加就业，充分就业实

现之后需求的进一步增加只会提高价格（见图12.4）。罗宾逊夫人已

经在理论层面提出，价格在充分就业实现之前就被预期开始略微上升

（Backhouse 2003，460-461），这一观点通过将一个价格版本的菲利

普斯曲线添加到基本的凯恩斯主义工具箱中得到了贯彻（Snowdon and

Vane 2005，23）。

菲利普斯的原始发现是货币工资在失业低于某个临界水平时以一

种非线性的方式上升，在其高于这个水平时以一种相似的方式下降。

利普西（1960）从对劳动的超额需求的角度为名义工资变化率和失业

水平之间的初始菲利普斯关系提供了一种解释。劳动供给是就业与失

业数量之和（Ls=L+UL），而劳动需求是就业与空缺数量之和

（Ld=L+VC）。那么，劳动的相对超额需求就是相对劳动空缺和失业率

之间的差额：eDL=（VC–UL）/Ls=vC–uL。通过假定价格与边际成本

或平均成本（前者为边际劳动力成本）联系在一起，初始的菲利普斯

工资膨胀-失业曲线被转化为一个价格膨胀-失业曲线。通过假定失业

率与空缺率成比例（uL=vc/ ），其中 为“劳动市场摩擦”系数，

汉森（1970）为菲利普斯曲线推导出一个特殊的方程（Snowdon and

Vane 2005，139-142）。最终结果为一个理论曲线，其中失业下降时

通货膨胀上升得更快。一开始，经验证据似乎为这个理论提供了充足

的证据。图12.5描绘了美国1955—1970年两种变量之间的实际关系及

其拟合曲线（虚线），与后面的图使用了相同比例。注意，延伸后的

拟合曲线表明我们可以在7%左右的失业率（图12.5中的A点）上实现零

通货膨胀（即稳定的价格）。从凯恩斯主义导向的政策制定者的角度

来看，这个曲线也表明如果人们愿意忍受3%左右的温和通货膨胀率的



话，这个体系能维持更低的4%左右的失业率。这种通货膨胀率-失业率

之间的替代关系在政策辩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附录12.1提供了其资

料来源和方法，附录12.2提供了本章使用的通货膨胀和失业数据。

图12.5 1955—1970年美国的菲利普斯曲线

20世纪60年代初，一切似乎都步入正轨。然而，到70年代，由于

凯恩斯主义理论疲于应付无法摆脱的大滞胀事实，事情开始恶化

（Snowdon and Vane 2005，23）。菲利普斯曲线假定失业率上升时通

货膨胀率会下降，1970年之前的数据似乎也支持这个假设。从70年代

开始，失业率上升了，这时通货膨胀率本应该下降，但如图12.6所

示，通货膨胀率也上升了，这与标准的假设直接矛盾：失业率比之前

的水平提高了46%，但通货膨胀率与之前相比提高了142%。图12.7与图

12.5使用了相同的比例，显示了相同变量后10年的数据：菲利普斯曲



线消失了。为防止有人质疑摒弃这一理论构想的理由，图12.8提供了

1950—2010年的数据。所有主要国家都出现了相似的模式逆转。“综

合”凯恩斯主义触到了礁石，货币主义者和新古典反革命正在积蓄力

量（Snowdon and Vane 2005，23）。我将在第14章表明确实存在一个

稳定的菲利普斯类型的曲线，只是没有采取货币工资或价格变化率的

形式。

图12.6 1955—1970年及1971—1986年美国的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



图12.7 1971—1981年美国的菲利普斯曲线



图12.8 1955—2010年美国的菲利普斯曲线

[1] 严格说来，在一个凯恩斯主义框架中，将富裕家庭的钱转移给贫困家庭也能为经济注

入一些净购买力，因为后者的收入花费得多、储蓄得少。那么，即使政府没有产生赤字，这一

类预算平衡的转移也会将一部分支出从金融资产转移到商品上。当然，如果政府印刷货币并将

它花出去（即产生赤字），其直接效果会更大。

[2] 事实上，凯恩斯从预期利润率波动的角度解释了商业周期（Snowdon and Vane

2005，59）。

[3] 卡莱茨基指出短期利率由银行信贷的供给和需求决定，长期利率由对未来短期利率的

预期决定（Sawyer 1985，17，88，98-101）。这是一种综合，因为这个短期理论可以看作

对可贷资金理论的扩展，而长期理论则是标准的正统理论（见10.7节）。

[4] 由于企业总是能够在不改变正常产能利润率的情况下扩大它们的资本存量，投资回报

率就没有理由随投资规模的缩小而下降（Panico 1988，152）。



12.4 新瓦尔拉斯经济学的回归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在20世纪30年代开始成为主流，这是由于新古

典经济理论在解释大萧条事件中的无力。凯恩斯称其理论为“通

论”，新古典理论则只适用于充分就业的特殊情形。新古典理论在20

世纪70年代重新占据上风，这是由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在解释大滞胀

事件中的无力。现在轮到新古典主义宣布自己为一般理论，而将凯恩

斯主义经济学降为源于工资和价格“刚性”的特殊情形了。雪上加霜

的是，大滞胀本身被视为凯恩斯主义政策的一个直接后果——由于它

们干预了市场的正常运行（Snowdon and Vane 2005， 18， 23;

Tsoulfidis 2010，301-302）。

反革命力量实际上在20世纪50—60年代就开始形成。产生了巨大

影响的萨缪尔森用（马歇尔）数学术语对经济学的重新表述支配了这

一领域（Canterbery 2001，243-244）。“最大化、最优化，决不让

稀缺性离开你的视线！”[1]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将斜向下的刚

性货币工资引入新古典框架可以解释凯恩斯主义的结果已经成为一个

确定的观点。凯恩斯本人曾提出过类似的观点，而且凯恩斯主义政策

仍然被广泛使用，因此工资刚性假设实际上成为正统理论解释现行干

预主义政策合理性的依据。另外，在理论层面，这一方法恢复了工资

和价格灵活能自动带来充分就业的前凯恩斯主义观点——这恰是凯恩

斯着手推翻的命题（Snowdon and Vane 2005，122-123，145）。萨缪

尔森的反革命反过来为以下断言奠定了基础：新瓦尔拉斯经济学自己

就具备了凯恩斯主义理论被认为并不具备的“严密的微观基础”

（Snowdon and Vane 2005，299）。

我已经在第3章、第7章和12.1.1~12.1.5小节驳斥了新古典经济学

的微观基础断言，我将在第13章对宏观经济学的一个古典方法的阐释

中进一步展开论证。在我看来，凯恩斯的研究计划可以更好地建立在



真实竞争理论基础上，其中积极制定价格的企业面临斜向下的需求曲

线，而且资本运动将每个行业调节性资本的利润率均等化。行为人、

预期、行动、策略和结果的异质性都位于“看不见的手”实际调节过

程的中心。这正是宏观结果不同于微观过程的原因——古典主义者、

凯恩斯、卡莱茨基甚至弗里德曼都充分理解这一点。另外，建立在超

理性、完全竞争、完全信息、需求无差异企业及直接体现微观过程的

总代表性行为人基础上的瓦尔拉斯理想化世界，是绝对不严密的。它

也绝对不符合实际，并非由于它是抽象的，而是因为它建立在错误的

抽象基础上。这个一直存在的困难的症状是，这一套“不完全”必须

被纳入基本模型中，以使它能模拟现实的核心特征。从20世纪60年代

的原始“共识”发展出来的各式各样的新瓦尔拉斯学派都遵从瓦尔拉

斯范式，差别只在于它们所支持的特定“不完全”。货币主义第一个

发起了进攻。

12.4.1 货币主义

12.4.1.1 旧货币数量论

货币数量论可以追溯到休谟和18世纪的其他学者。在其原始形式

中，通过假定货币流通速度（v）短期中稳定，核算方式 ·v=p·YR

被转化为一个因果关系（见5.3.1小节）。那么，货币供给（ ）的

一个变化就被转化为名义产出（p·YR）的一个相等的变化。然而，我

们仍需区分其对实际产出和对价格的影响。暗含在原始理论中的是以

下古典观点：实际产出增长由利润率驱动（Ricardo 1951b，120-122;

Ahiakpor 1995，438，450）。因此，在古典版本的货币数量论中，价

格水平只有当货币数量比利润决定的产出水平上升得快的时候才会上

升，也就是价格只有当（ /YR）上升时才会上升。这是一种长期效

应，因为人们充分认识到短期内货币供给的增加会影响价格、工资、

利率、利润和产出水平（Ebeling 1999，472）。更重要的是，古典论

点并不要求利润驱动的产出等于充分就业产出。



12.4.1.2 新货币数量论

现代数量论者，如布伦纳、梅茨勒、施瓦茨及最重要的弗里德

曼，是新古典经济学家。弗里德曼一开始是一名社会主义者，后来成

为一名凯恩斯主义者，接着又成为一名伟大的传统捍卫者和同样伟大

的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推动者（Wapshott 2011，247-248）。他的第

一个主要贡献是在做出一些关键修改后，从凯恩斯的货币需求和货币

供给的角度对货币数量论进行重新定位。在微观层面，实际货币需求

（ d/P）被假定为以下变量的函数：个人实际收入、持有货币的各

种金融替代品的回报率、制度因素以及各种各样的个人偏好

（Friedman 1956）。在宏观层面，弗里德曼和所有优秀的宏观经济学

家一样转向一种不同的函数形式并抛弃了个人偏好等变量，货币需求-

供给关系被转化为一个对历史事件和制度变化做出反应的流通速度方

程。在后来的经验研究著作中，他明确区分了货币流通速度的短期和

长期变化，指出货币供给变化在短期内能够影响产出和就业，也指出

了流通速度的短期顺周期变化和长期下降的现象（Friedman 1959;

Friedman and Schwartz 1963; Lothian 2009，4-7）。尽管流通速度

的变化可能会吸收一些影响，货币存量的变化仍被视为决定名义收入

变化的主要因素（Moore 1988，6）。换句话说，新的货币数量论要求

与名义收入相对的货币需求是少数几个变量的一个稳定函数（Snowdon

and Vane 2005，168）。

到目前为止，弗里德曼的理论焦点为从货币需求和供给的角度重

新阐释货币流通速度。他与施瓦茨（1963）的经验研究著作集中于人

均货币供给，后者被视为人均货币需求的一个代表。他的论点是相对

货币供给的增加将主要通过名义人均收入的增加表现出来。考虑到政

府可以控制货币供给，原则上名义收入可以被控制。然而，由于二者

之间的滞后是“长期的和变化的”，对这个过程进行微调的努力可能

会失败。因此，他的政策建议是保持货币供给的固定增长，以维持名

义收入的稳定增长（Snowdon and Vane 2005，173）。



12.4.1.3 弗里德曼关于大萧条的观点

弗里德曼对资本主义根本稳定性的坚定信念要求他对大萧条重新

做出解释。凯恩斯将其归因于引发银行破产狂潮和总需求灾难性崩溃

的泡沫破灭。弗里德曼指责美联储在20世纪20年代和1931年提高贴现

率的做法将一场正常的衰退转变为一场大萧条（Snowdon and Vane

2005，163-165，171）。

弗里德曼提出了一个货币增长规则，作为维持价格稳定的手段，

但他由于并未解释为什么名义收入增长来自价格水平的变化而不是来

自实际产出的变化被指责（Snowdon and Vane 2005，170，174）。他

随后指出“总实际产出可以被视为不变的”（Friedman 1966，77）。

为寻找依据，他转向新古典主义“弹性价格充分就业”版本的希克斯

IS-LM模型，其中实际产出由劳动供给决定且实际利率独立于货币因素

——从而对于货币供给的变化，价格完成了所有调整工作（Friedman

1966，79-80; Snowdon and Vane 2005，169，174）。

新的货币数量论仍需进一步解决4个问题。第一，私人信用的存在

倾向于侵蚀政府控制货币供给的观点。弗里德曼避开了这个问题，通

过想象政府印刷货币并通过直升机投掷给一群心怀感激的人——这一

机制被恰当地称为“直升机撒钱”（Canterbery 2001，283）。一个

更正式的论点是，政府决定银行储备，这是通过扩张信用充分实现

的，直到达到储备要求（其本身由政府决定）的界限。这被称为垂直

主义观点，因为据说政府既决定了流通现金，也决定了总授信规模。

在相反的一极，水平主义的观点是银行部门提供了私人部门所需的信

用，政府则提供了维持系统运行所需的储备（Moore 1988，ch. 1）。

我将在下一章重新回到这个问题上来。

第二个难题源自前面提到的假设——实际产出处于充分就业水平

且短期内固定。这意味着价格只有在充分就业实现后才会上升。凯恩

斯主义理论本质上提出了相同的论点，差别在于凯恩斯主义集中于实

现充分就业，而货币主义宣称经济通常已经实现了充分就业。



第三个难题是货币数量论的逻辑意味着在产出固定于充分就业水

平（YRFE）的条件下，货币供给的增加只能提高价格水平。为了解释

通货膨胀（即价格持续上升），就必须假定货币供给持续增加，也就

是 /YRFE持续上升。即使充分就业产出本身不断增长，通货膨胀也

只能来自 /YRFE的不断上升。在他后来对自然失业率的讨论中，弗

里德曼明确假定“名义总需求中存在一个未预料到的加速”

（Friedman 1977，456）。

第四个问题被证明是最棘手的一个。本杰明·弗里德曼（1988，

51-53）指出，到1979年的时候，米尔顿·弗里德曼提出的货币供给和

价格水平之间的稳定关系“已经彻底崩溃”，尽管存在通过修改货币

的定义挽救它的各种各样的努力。所有发达世界都面临这个难题

（Snowdon and Vane 2005，169）。因此，货币数量论最终持续的时

间并不比它试图取代的凯恩斯主义理论更久。

12.4.2 自然失业率和适应性预期下的通货膨胀率

12.4.2.1 宏观经济理论在20世纪70年代面临的问题

20世纪70年代，所有宏观经济理论都面临解释失业率上升与通货

膨胀率上升（而非下降）同时发生的难题。如前所述，与1955—1970

年这段时间相比，后15年（1971—1986年）的平均失业率上升了46%，

而平均通货膨胀率实际上升了142%（见图12.6）。

12.4.2.2 凯恩斯主义理论和新古典理论中的摩擦性失业

凯恩斯主义理论已经认识到，所测量的失业中包括一部分由于处

在工作变换过程中而失业的人。这种情况被称为摩擦性失业。但似乎

很明显的是，失业大军是那些想要工作却找不到工作的人（即非自愿

失业）。从凯恩斯主义的角度看，摩擦性失业仅仅反映了行动需要时

间这个事实，问题在于解释非摩擦性（即非自愿）失业的持续存在。



从新古典主义的角度看，事情并非如此。在完全竞争下，正统理论宣

称实际工资会进行调整，直到系统达到正常失业率，也就是零失业：

所有想工作的工人都能在这个实际工资下找到工作；相反，那些不工

作的人是自己选择了不工作，所以他们是自愿失业。由于这个理论抽

象掉了所有生产和消费行为所花费的时间（尽管储蓄被假定为涉及并

不花时间的考虑时间），持续性失业就只能源自实际行为需要花费时

间这个“不完全”。

12.4.2.3 自然就业率和自然失业率

费尔普斯（1967，1968）和弗里德曼（1968）都意识到，通过扩

大被归为“不完全”的实际行为的名单，现有的基于不完全的经济学

（IBE）可以扩展到将非自愿失业纳入进来。如前所述，基于不完全的

经济学是一个可以无限扩展的领域，因为其出发点一开始就与现实不

符。不是去质疑这个不可信的基础，它试图为其提供保护——通过将

其包裹在一个不断扩大的对理想的偏离名单中。从这个角度看，它们

遵循了一条由罗宾逊夫人、张伯伦和卡莱茨基所开辟的道路，当代后

凯恩主义经济学就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见8.1.8~8.1.9小节）。

弗里德曼将基于不完全的经济学的失业率称为“自然失业率”

uL
*。他将之定义为“只要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方程组中含有劳动市场和

商品市场实际的结构性特征，包括市场的不完善性、需求和供给的随

机可变性、收集工作空缺和劳动可获得性信息的成本、转换工作的成

本等，那么‘自然失业率’就是一种可以通过精心计算瓦尔拉斯一般

均衡方程组而得出来的失业水平”。[2]弗里德曼不遗余力地表明瓦尔

拉斯一般均衡体系确实能完成这项任务，而且他的这个断言并非没有

受到挑战。[3]尽管如此，自然失业率调节着实际失业率的观点被证明

非常成功（Snowdon and Vane 2005，186）。关键之处在于，自然失

业率只取决于“与货币因素相对的‘实际’因素——劳动市场的有效

性、竞争或垄断程度、对从事不同职业的阻碍或鼓励等”。由于实际



利率也是在实际部门决定的，货币在长期中为中性的：它不会永久地

影响实际因素（Friedman 1977，469）。

自然失业率在面临结构变化时本身也可能随时间的推移而变化：

“非固定”工人（如妇女、少年和兼职工作者）参与率提高可能会增

加摩擦性失业；高水平的收入补助和失业救济会增加暂时失业的时

间；而且一个动态增长的经济中工作机会的持续变动会吸引人们更频

繁地变换工作（Friedman 1977，459）。在所有这些情形中，自然失

业劳动力储备池中要么是那些正在换工作的人，要么是偏向不劳而获

而选择不工作的人（Blanchard and Katz 1997，53-54）。因此，所

有的自然失业都是自愿的。弗里德曼后来强调了这一点——当谈到他

对自然失业率的定义与凯恩斯对充分就业的定义相同时，“其中愿意

在当前工资下工作的人都有工作”（Snowdon and Vane 2005，

205）。当然，凯恩斯不大可能接受以下断言：实际失业从这个角度看

是“自然”的。

费尔普斯对自然失业的定义与非自愿失业有关。关键之处是信息

不完全产生了一个包含下面这些人的失业劳动率储备池：“（在现行

实际工资率下）没有工作但积极寻找工作的人，以及（在现行实际工

资率下）没有工作且愿意接受任何他们所知的工作机会的人”

（Phelps 1968，684）。费尔普斯进一步提出了一个假设，即自然失

业率是取决于大量实际影响因素的内生变量，如“技术、社会价值观

和制度”，包括社会权利、石油冲击以及最重要的20世纪70年代中期

后实际利率的上升——这个利率上升“降低了资本积累动机，且在给

定的实际工资下降低了对劳动的需求”（Snowdon and Vane 2005，

407-408）。最终结果是“大量非自愿失业”，其功能是阻止工人太容

易或太频繁地辞职并将其经培训获得的技能带向其他工作，以及阻止

企业为留住工人而不得不尝试“争相支付更多报酬”（Phelps 2007，

545）。[4]最后一点由古德温（1967）正式化，与马克思的论点有着

惊人的呼应——资本主义制度产生了一个持续存在的失业劳动者大

军，这个失业大军被用于规训劳动者和“抑制现役劳动军的要求”



（Marx 1967a，ch. 25，sec. 3，638）[5]。我将在第14章重新回到

对费尔普斯、古德温和马克思三者的比较中来。到现在为止，我们可

以充分指出弗里德曼-费尔普斯的自然失业率来自所假定的完全竞争的

不完全，而对马克思和古德温来说，它来自真实竞争本身。

12.4.2.4 总需求变化的短期和长期影响

这两个人的论证接下来要解释为什么总需求增加能提高产出和就

业（也就是把失业率降到自然水平以下）。两位学者都依赖这个观点

——对“自然失业率”的偏离是由短期错觉造成的（Phelps 2007，

549）。在完全竞争中，只有当其产品的相对价格变化时，企业才会改

变其利润最大化水平的产出。这当然是基于以下假设：在完全竞争

下，所有企业都相信自己面对水平的需求曲线。我已经论证，所有这

样的信念都是非理性的，在真实竞争中企业必然面对斜向下的需求曲

线。那么，总需求的增加将向上移动平均需求曲线，即使企业相信相

对价格不变也会扩大产出。无论哪种情形，从自然失业率下的有效充

分就业出发，如果总需求的增加被认为会同步提高所有价格和货币工

资，那么每家企业都没有增加产出的动机，因为其名义成本将与其货

币价格以相同比例提升。从这个角度看，如果竞争性企业在总需求增

加时确实提高了产出，这只能是由于企业误认为需求增加对自己有

利，使自己的产品价格比别人提高得多。这些都是典型的基于不完全

的经济学的论点。对弗里德曼来说，这种反应进一步要求需求的增加

是未预期到的，否则企业早已做出了反应。“只有未预料到的才有

用”（Friedman 1977，456）。应当补充一点，在弗里德曼的情形中

失业减少“是一个对竞争性均衡并不受欢迎的偏离”，而在费尔普斯

的情形中它是一个“通过降低非自愿失业而实际上使事情变好”的受

欢迎的推动（Phelps 2007，549）。尽管如此，两种情形中的短期影

响都是不可持续的。随着认识到实际上发生的是总需求的普遍上涨，

企业将削减其错误的产出增加，就业会下降，失业率也将回到自然水

平（Friedman 1977，457）。



12.4.2.5 与通货膨胀的联系

最后一步是将前面的论点与通货膨胀联系起来。在“对自然失业

率的偏离是暂时的”这个假设基础上，试图维持一个低失业率的凯恩

斯主义政策，不得不通过未预期到的总需求增加不断刺激这个系统。

这明显隐含着一个通货膨胀理论。任何一个这样的理论都必须解释为

什么通货膨胀率似乎随时间的推移而上升，尽管所观察到的失业率也

上升了（Friedman 1977，455-456）。正如前文所述，从货币数量论

来解释要求货币供给相对于与自然失业率联系在一起的实际产出不断

增加，而且还需要进一步解释为什么这个自然失业率随时间的推移而

上升。费尔普斯并不是一名货币主义者，弗里德曼是一名货币主义

者，但两人得到了相似的结论——预期在通货膨胀中发挥了关键作

用，而且结构变化能够解释自然失业率的变化。

第一，工人关心实际工资，所以需要根据价格变化对名义工资变

化进行评估。由此断定，实际工资下降可能是由于货币工资下降或价

格上升。这对任何古典经济学家来说都是完全合理的。那么，在任意

给定的失业程度上，高通货膨胀率意味着高名义工资变化率：换句话

说，初始的菲利普斯曲线会随通货膨胀率的变化而移动。如果名义工

资谈判是根据预期通货膨胀进行的，那么菲利普斯曲线将根据工人预

期的通货膨胀率的变化而移动。随之产生的附加预期的菲利普斯曲

线，起始似乎是凯恩斯主义理论的福音，结果却是它的特洛伊木马。

第二，一组新的“不完全”被用于解释为什么实际劳动市场并不

像理想中那样运行。弗里德曼将长期劳动合约的存在解释为源于雇主

获取雇员信息的成本，费尔普斯则将其归因于雇主的工资谈判成本。

这两种成本都是不完全，因为在完全竞争中所有这类行为都被假定为

零成本。长期合约的存在意味着市场不能只通过价格变化就立即实现

出清，而是也通过滞后的价格和数量调整。第三，不完全再一次出现

在我们面前，不过这次是在工人这边——他们关于当前和未来价格变



化的不完全信息，使其至少将一部分名义工资变化误认为是实际工资

的变化（Phelps 1968，697; Friedman 1977，455-456）。

由此，所产生的基于不完全的经济学论点通过图12.9得到了说

明，该图现已成为经典。在一个具有不变价格水平的静态经济中，初

始的均衡位于自然失业率及与之对应的固定货币工资的位置，就是名

义工资变化率为零的位置，即初始菲利普斯曲线上的A点（Snowdon

and Vane 2005，175-180）。根据弗里德曼的观点，货币供给加速倾

向于提高所有市场上的所有价格。如果企业正确认识到所有价格都按

比例提高了，它们就知道自己的相对价格未变，从而不会改变供给。

如果工人也这样认为，他们就会知道自己的名义工资现在必须与这个

更高的目标通货膨胀率按相同速度增长，在这种情形下菲利普斯曲线

直接跳到E点。那么货币供给增加的影响仅仅是在相同的自然失业率下

提高了通货膨胀率。我们看到这恰是卢卡斯在理性预期基础上所提出

的观点。

然而，弗里德曼假定，企业倾向于将名义产品价格上升误认为局

部需求增加导致的它们相对价格的部分上升，所以它们会一定程度上

增加产出和就业，从而使失业降到图中B点。另外，工人起初错误地预

期价格仍然不变，所以初始菲利普斯曲线仍然有效。因此，失业率下

降推动名义工资增长，使经济移动到C点。然而，随着企业认识到其成

本增加（投入品价格和名义工资提高）大于开始的预期，它们就减少

产出和雇工数量，失业率开始朝自然水平移动。同时，工人也认识到

了价格上涨的现实，他们提高了通货膨胀率预期，使菲利普斯曲线向

上移动。最终结果是移动到了D点。这个过程持续进行，直到两边都完

全认识到了更高的通货膨胀率的现实——直到菲利普斯曲线移动到与

穿过A、E两点的垂线相交。因此，短期内货币并非中性的，因为未预

期到的货币供给增加会产生实际影响；它从长期来看是中性的，因为

总需求增加的最终影响是通货膨胀率提高，产出则不变（Friedman

1977，469-470）。长期菲利普斯曲线因而是垂直的，如穿过A、E两点

的直线所示（Snowdon and Vane 2005，176-181）。由此可以得出结



论：“任何试图将失业率维持在自然水平以下的努力都会引起加速的

通货膨胀，并且要求当局不断加快货币扩张速度……（最终）导致恶

性通货膨胀……相反，如果失业持续高于自然水平，加速的通货紧缩

也会发生。”反过来，自然失业率本身可以通过“旨在改善劳动市场

和产业结构与运行的供给管理政策”降低（Snowdon and Vane 2005，

181–182，186）。

图12.9 短期和长期附加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

费尔普斯用不同的方法得到了相同的结论。他论证中的初始刺激

是总需求的增加（这不必等同于货币供给的增加，因为他不是一名货

币主义者），而且他认为企业和工人是不完全竞争实体。错觉再次发

挥了关键作用。每家企业都稍微提高一点儿价格与工资，因为它没有

意识到其他企业也会这么做（即其成本也会上升）。这种对利润率的

错误估计导致了产出和就业的扩大，所以就业率上升了。同时，工人



将工资增加误认为是相对工资的提高，这降低了离职率。这两种作用

都降低了失业率。一段时间过后，企业认识到其价格和工资提高得并

不够，所以它同时提高二者；工人也意识到他们的相对工资实际上增

加得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多，所以他们的离职率开始回升。最终，系统

重新回到自然失业率，但是具有了更高的价格和名义工资（Phelps

2007，546-547）。

费尔普斯的自然失业率是使预期通货膨胀率等于实际通货膨胀率

的失业率。他假定“价格与边际成本或平均成本联系在一起”

（Phelps 1968，680-681），名义工资增长是由劳动市场的超额需求

和预期通货膨胀率驱动的。在失业率是超额需求的代表这个进一步假

设基础上，产生了方程（12.13）中附加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其中在

uL=u
*
L上，f（uL–u*L）=0，这使得对于任何给定的决定曲线形状的结

构性因素，稳定的预期价格水平与稳定的工资水平保持一致。那么，

如果实际价格与工资率成正比［方程（12.14）］，预期通货膨胀率和

实际通货膨胀率之间的一个均衡就产生了一个独立于实际通货膨胀率

的自然率（Phelps 1968，680-685）。

将方程（12.13）~方程（12.15）结合起来能推出，均衡失业率等

于结构性决定的自然率。



12.4.2.6 非加速通货膨胀失业率

弗里德曼和费尔普斯都假定预期逐渐适应实际结果。这随后产生

了非加速通货膨胀失业率（NAIRU）的观点——自然失业率是通货膨胀

稳定时的失业率（见第15章）。相反，如果实际失业率由于任何原因

而低于自然失业率，通货膨胀率就会一直螺旋上升为恶性通货膨胀

（Phelps 1968，682）。在最简单的情形中，适应性预期可以表示为

以下假设：通货膨胀预期的变化与实际通货膨胀率和预期通货膨胀率

之差成正比。这个调整机制替代了前面方程（12.15）中通货膨胀预期

能赶上实际通货膨胀的假设。将方程（12.13）和方程（12.14）结合

起来产生了方程（12.18）中的动态过程。如果实际失业率低于自然失

业率，从而 ，通货膨胀预期不断提高，这反过来持续提高

了名义工资，并因此提高了实际价格。和弗里德曼一样，费尔普斯得

出结论：“除了其自然水平外，货币需求管理并不能操控达到一个任

意的失业率而避免迟早会产生的持续的非均衡——这个非均衡通过高

涨的通货膨胀或不断加剧的通货紧缩表现出来，然后崩溃。”

（Phelps 1995，15）在正统经济学看来，凯恩斯主义类型的政策注定

会失败。

12.4.3 理性预期和新古典主义理论



12.4.3.1 弗里德曼和费尔普斯关于预期的作用

弗里德曼和费尔普斯提出了资本主义经济的长期均衡位于某个自

然失业率上的观点。他们接下来的任务是表明凯恩斯主义需求拉动政

策如何以及为何能确实增加产出和就业，即使只是暂时性的。他们的

观点是，尽管需求增加实际上提高了所有的名义价格，从而使实际工

资和所有的相对产出价格保持不变，工人和企业一开始都误以为实际

工资和每个企业的相对价格实际上都上升了。这些效应一开始会在初

始的菲利普斯曲线上降低失业率（图12.9中的C点），但随着双方逐渐

调整预期，菲利普斯曲线会一直向上移动直到穿过真正的均衡点，在

这点上预期通货膨胀率等于实际通货膨胀率且失业重新回到了自然水

平（E点）。弗里德曼本人指出，只有未预期到的需求增加才能产生这

种“错觉”，也就是“只有未预料到的才有用”（Friedman 1977，

456），因此他倡导系统性的货币政策建立在公开宣布货币总量增长变

化的基础上，避免相机抉择的政策，包括操纵利率和汇率（Saayman

2011，3）。

12.4.3.2 在此框架基础上的新古典主义

新古典主义从这个框架出发。它们坚持自然失业率的观点，坚持

认为只有未预料到的经济政策才能带来对自然失业率的偏离，坚持认

为所有这些偏离都必定是暂时性的。然而，它们由忠于马歇尔变为忠

于瓦尔拉斯——通过明确假定存在普遍的完全竞争，价格、工资和利

率充分灵活，完全套利，连续市场出清，不存在货币幻觉（所以只有

相对价格对行为人的决策重要）。而且，它们带来了一个新武器：理

性预期概念（Snowdon and Vane 2005，223）。

12.4.3.3 超理性预期



所有重要的经济思想家都指出预期对人类行为非常重要。例如，

马克思和凯恩斯都强调积累是由对利润率的预期驱动的。[6]将理性预

期与其他预期区分开来的是一套特殊的根植于新古典假设的观点：所

有行为人都掌握现在和将来的完备知识，并以一种超理性的方式使用

这些知识来实现他们的目标。穆斯（1961，330）指出模型中的理论主

体必须被假定为“知道”他们所在模型的结构，并有效地利用这个信

息。穆斯的“理性预期假设”（REH）断定平均行为人的预期一定是随

机准确的，因为它们是“对未来事件有根据的预测……（从而）与相

关经济理论做出的预测本质上是一样的”。这要求“结果的主观概率

分布……对相同的信息集来说，等于理论的预测（或结果的‘客

观’概率分布）”（316-317）。以标准的方式，穆斯宣称理性预期假

设“唯一真正的检验标准”是它“能否比替代性理论更好地解释所观

察到的现象”（330）。正如我在3.4节中指出的，它忽视了以下事

实，即通过检验假设本身来区分不同理论是非常合适的，因为微观行

为就是可检验现象的一部分。穆斯还指出，在这一假设下，一个已宣

布的政策变化对经济结果没有实质影响，因为它已经被纳入预期考虑

因素之中：只有预期不到（弗里德曼的“未预料”）的政策才有效。

他进一步提出，“动态过程中的角色通常对事件实际进程中影响预期

的方式非常敏感”（315）。当然，人们一直知道预期在决定商业投资

特别是投机性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人们同样知道对战争这样的重

大事件的普遍预期会影响消费行为。但正如我在第3章中论证的，大多

数总体结果都对微观行为的细节“高度不敏感”，因为结构性因素倾

向于起支配作用。对实际投资和投机性投资来说，我将在第13章中论

证，索罗斯的自反性预期能更好地刻画这些过程。

沃尔特斯（1971）的许多观点和穆斯相同。他强调预期必须基于

当前信息，而非只基于过去的结果。基于这一点，他将“一致预期”

定义为与模型预测一致的预期，鉴于模型中的行为人被假定为接受相

关经济理论，将其特定参数用于自己的计算，最终他们的预期随机准

确（Walters 1971，275）。他指出，要使实际结果偏离预期结果，就



必定有“随机或无法预测的因素在模型之中”。和穆斯一样，他认为

预期将影响模型的实际参数。穆斯本人支持将超理性行为作为基本情

形，我们随后可以引入各种各样的不完全，比如“系统性偏差、信息

不完全或错误、记忆力差等”（Muth 1961，330）。沃尔特斯则指

出，尽管一致预期必须与理论一致，但它们不必是理性的（Walters

1971，273n271）。一致预期和超理性预期的差别非常重要，因为一个

实际结果高于或低于均衡的模型是内在一致的——如果其行为人被假

定为知道这些模式确实存在，而不必清楚什么时候进入或退出，因为

客观的转折点本身受主观态度的影响。这是索罗斯反射预期概念的中

心主题之一：对股票价格上涨的预期可以将其实际价格提高到基本面

之上，甚至可能提高基本面本身，但随着现实和基本面之间的差距扩

大（即随着泡沫增长），对价格进一步提高的预期变得越来越脆弱，

直到在某一点上积极的预期让位于与之对应的消极方面。在他的“选

美比赛比喻”中，凯恩斯指出行为人必须用他们的“智慧来预测大众

观点本身对大众观点的预测是什么”，实际结果取决于这些参加者之

间相互作用的变动不居（Keynes 1964，156）。因此，结果的一些特

征是根本不确定的，用戴维森（1991）的话来说就是“世界是非遍历

的”，而且“使用理性预期假设的模型得出的结论是无用的”

（Snowdon and Vane 2005，228-229）。与建立在基于不完全的经济

学要素（如获取信息的成本或评估相互冲突的预测的成本）基础上的

反对相比，这是对理性预期假设更为根本的驳斥。

12.4.3.4 卢卡斯

卢卡斯将自然失业率假设与同样是超理性的模型一致预期概念结

合起来。与弗里德曼和费尔普斯一样，名义产出由总需求决定，而且

不完全发挥了关键作用。但这里主要的不完全是工人和企业缺乏一些

决策相关的价格信息，而不是对一些可用信息的错觉。个体行为人会

因信息不完全而犯错，但在超理性预期假设下，代表性行为人仍对不

可观测的价格做出了最优（理性）的推断，其被证明是准确的，存在



随机从而无法预测的误差（Lucas 1973，326，328）。系统性误差和

序列相关误差都被明确排除在外，理由是代表性行为人会从错误模式

中学习并将之清除（Snowdon and Vane 2005，226-227）。

由此断定，只有未预期到（未预料）的政策变化才能改变经济结

果（Snowdon and Vane 2005，226）。以图12.9中附加预期的菲利普

斯曲线为例，一个预料到的总需求加速将产生同弗里德曼、费尔普斯

一样的结果：它只会提高通货膨胀率，而不能改变实际产出或就业水

平，所以经济将沿垂直的长期菲利普斯曲线从A点移动到E点。当总需

求加速未被预料到时，它的初始效果与弗里德曼和费尔普斯也一样。

企业缺乏足够的信息来区分价格的普遍上涨与它们自己相对价格的上

涨，所以它们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产出。这降低了失业率并引起货币

工资变化率的上升，因此经济从初始菲利普斯曲线上的A点移动到C

点。然而，一旦信息集得到更新，行为人将立即推断出真实结果。企

业意识到相对价格并未变化，所以产出回到与自然失业率相关的水

平。工人意识到通货膨胀率更高了，所以他们立即（以某种方式）增

加相应数量的货币工资，这将使菲利普斯曲线移动到与穿过自然失业

率的垂直线相交的那点。因此，经济会从C点跳跃到E点。与弗里德曼

和费尔普斯不同的是，在卢卡斯那里未预料到的政策没有扩大的影

响：失业短暂降低后，经济直接移动到长期菲利普斯曲线

（Tsoulfidis 2010，334-335）。费尔普斯说他发现这并没有什么说

服力，因为在一个动态、变化的经济中，对于尚待充分确定的未来存

在多种预期，“所以理性预期概念并不适用”（Phelps 2007，547-

548）。尽管如此，卢卡斯的观点迅速成为新的信条。

未预料到的政策能产生虽大打折扣但暂时性的影响，这个观点使

新古典理论能为某些观察到的经验上的宏观相关性提供一个解释。卢

卡斯和拉宾（1969，737，748）提出用以下假设解释高失业率和低实

际工资水平的联系：那些报告自己刚刚失业的人实际上表明他们更加

偏向于不工作，也就是他们偏向于享受闲暇而非劳动，因为实际工资

已经降到他们认为的正常水平之下。他们因而是自愿性失业（Snowdon



and Vane 2005，233）。卢卡斯（1973）也使用了“未预料”假设来

论证，一个通货膨胀稳定的国家（如美国）采用的提高名义收入的政

策与一个通货膨胀率不断上升的国家（如阿根廷）相比对实际产出和

就业的初始影响更大，因为前者中未预料到的要素更大（对于阿根廷

通货膨胀的不同表现，见15.5节及图15.12~图15.16）。未预料假设也

被用于解释货币供给增加与实际GDP增加之间的经验相关性，如图12.9

中从A点移动到C点，以及随后从C点移动到E点时失业增加和通货膨胀

率上升之间的相关性。关键结论是，传统凯恩斯主义将失业率降到自

然水平之下的努力只会导致通货膨胀加速。抛开论证的“跳跃”部

分，这些论断与弗里德曼和费尔普斯的观点类似（Snowdon and Vane

2005，234-235，266）。

新古典论证的一个更突出的特征是卢卡斯采纳了穆斯和沃尔特斯

的以下论点：宏观经济的“结构”本身是代表性行为人动态最优化的

结果，因此当行为人为适应政策变化而调整其行为时它必然会发生变

化。这个卢卡斯批判并没有找到经验层面的有力证据支持（Snowdon

and Vane 2005，266-267）。我已经在理论基础上为一种替代性假设

提供支持，即总体通常对个体行为的细节“高度不敏感”，正如我用4

种不同的微观基础模型所说明的（见3.3节）。

12.4.4 真实经济周期理论

考虑到新古典的连续市场出清和工资、价格充分灵活的假设，面

对预料之外情况时的暂时性错觉成为解释经济周期中需求、通货膨

胀、实际产出和就业之间正向联系的关键（Snowdon and Vane 2005，

236-240）。到20世纪80年代初，日益增加的反对预料之外货币政策和

“信息混淆”假设的证据使它们“被普遍认为是不恰当的”（Snowdon

and Vane 2005，268）。

一条出路是抛弃连续市场出清的观点。这是后来所谓的新凯恩斯

主义所走的道路。新古典理论的分支真实经济周期理论（RBCT）反而



选择保留理性预期和连续市场出清假设。纳尔逊和普洛瑟（1982）表

明所观察到的实际产出的路径可以被视为一个带漂移项的随机游走，

这带来了一个过程的随机成分来源的性质问题（见13.2.9小节）。基

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Kydland 1990）提出基于随机技术的生产率冲

击，即使在新古典假设下也能产生模仿真实波动的总体波动。为了与

这种方法相适应，行为人被假定为在具备连续市场出清和工资、价格

充分灵活的完全竞争中行动的超理性最优化者，“从而使均衡总能占

上风”。行为人具有理性预期，总体经济仍然被看作一个代表性企业

和一个代表性家庭之间的相互作用。商业周期被视为由生产率冲击驱

动的均衡现象。但不同于卢卡斯模型中的价格信号提取问题，行为人

现在必须区分生产率的暂时变化和永久变化。技术冲击通过家庭的消

费平滑反应、企业的投资反应（“建造时间”）与劳动和闲暇的跨期

替代得到扩散。充分就业总能实现，所以失业的任何下降都只是由于

工人更愿意享受闲暇而非劳动。在这样一个框架中，货币政策被排除

在外，因为它无法影响实际变量。最后，“短期和长期的区分……被

抛弃”，因为所有现象都处于连续均衡之中且波动与趋势不可分割

（Snowdon and Vane 2005，307-309）。

12.4.4.1 真实经济周期理论模型的分析结构

真实经济周期理论模型从一个新古典总生产函数

（KRt，Lt）出发，其中技术变革转换参数 受到随机

冲击εt。由于0<α<1，技术变革过程并没有单位根。一个单独的代表

性行为人（“鲁滨逊·克鲁索”）被假定为将生产作为实现消费的间

接途径，通过最大化“一个无限时间中当前和未来效用的预期贴现总

额”在消费和闲暇之间进行选择，受到的约束为消费与投资之和低于

总生产，而且一天中用于劳动和闲暇的比例之和小于一。一个暂时的

生产率的正向冲击（比如好天气）吸引这个代表性行为人在一生中生

产更多产出——通过现在工作更多时间，以便在生产率下降的时候也

许减少些工作时间。那么，工时将会增加，就业将是顺周期的。这个



反应是最优的，即使存在波动，经济也仍然是帕累托有效率的。随机

冲击结束后，经济回到正常状态，但是产出和就业水平比以前提高

了，因为这种冲击促使资本存量上升到一个新的更高水平（Snowdon

and Vane 2005，309-311）。

和前面的方法一样，第一项任务是解释为什么经济低迷时就业下

降。如果代表性行为人的实际收入下降，劳动就变得相对便宜，行为

人将会倾向于选择闲暇（即工作得相对较少）。实际收入的上升则会

引诱他“消费”更少的闲暇（即工作得相对更多）。真实经济周期理

论认为，如果生产率冲击是暂时性的，替代效应会占主导，因此经济

低迷与就业的自愿减少联系在一起，而如果生产率冲击是永久的，收

入效应会占主导，自愿就业将会增加。其他人指出，如果实际利率下

降，代表性行为人现在会提供更少的劳动，因为劳动收入在未来的复

利终值会更低。这将强化替代效应。最后，由于商业周期的证据表明

就业较大的变化与实际工资相对较小的变化联系在一起，真实经济周

期理论模型中的自愿就业必须对代表性行为人实际收入的变化高度敏

感：实际收入的小幅下降必定引起闲暇对劳动的大幅跨期替代。以下

断言并没有获得经验证据的支持并受到了应有的质疑：所观察到的就

业在繁荣与萧条中的变化是完全自愿的（Snowdon and Vane 2005，

312-313，328）。

第二项任务是解释所观察到的商业周期中货币供给和实际产出之

间的正相关性。货币和金融变量被假定为并没有实际影响，因为整个

故事是用效用和实际变量讲述的。因此，真实经济周期理论被迫从货

币主义主张的货币冲击引起实际产出短期变化的观点转向一个内生货

币方法，其中计划的实际产出增加引起了先前的信用扩张，因为需要

后者来使前者成为可能。这当然就是银行学派早在19世纪中叶就提出

来的观点，而且一直以来都是后凯恩斯主义理论的核心（Snowdon and

Vane 2005，311，323）。

12.4.4.2 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的政策含义



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的主要政策含义很简单：鉴于所观察到的经济

波动被视为超理性代表性行为人在一个包括劳动市场（因此持续充分

就业）在内的所有市场持续均衡的环境中，对随机的生产率冲击做出

的帕累托最优反应，政府税收和支出政策就只有害处。通常，具体的

政策问题是通过动态博弈的方式处理的，产生了承诺、可信性、声誉

等问题（Snowdon and Vane 2005，297，331-332）。

12.4.4.3 对一些实际模式的模拟校准和计量检验

试图解释一些（但只有一些）实际模式一直以来都是新古典宏观

经济计划的中心。一个典型例子就是以下拟经验的断言：所观察到的

就业变化完全是自愿的。通过避开计量检验，支持对经济模型进行模

拟，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家将这个计划推进到了新的维度。选择参数来

使模型模拟（一些）观察到的模式，然后改变参数以考察假定的政策

和结构变化的影响。最终结果是产生了一堆相互矛盾的模型，这些模

型相对避免了经验检验的约束（Snowdon and Vane 2005，321-

322）。

12.4.4.4 对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经验证据有效性的进一步思考

真实经济周期理论依赖一个单独的“鲁滨逊·克鲁索”式代表性

行为人，这已经被恰当地批判为彻底回避了加总和协调问题——这些

问题与无数异质性个人和企业的存在联系在一起（Snowdon and Vane

2005，336）。总生产函数是另一个关键假设，索罗余值是技术变革的

一个指标，这也是一个关键假设。我已经在3.2.2小节中论证，总生产

函数并不是可行的理论构造，所谓的索罗余值也只不过是工资和利润

率变化率的加权平均。从这个角度看，这个余值可能与产出增长相

关，因为后者与产能利用率和实际工资存在顺周期的联系。经验证据

似乎表明“实际工资温和地顺周期”；囤积劳动力使经济衰退时就业

比产出下降得少，从而提高了测算的生产率；资本利用率下降得比资



本存量多，这反过来提高了测算的资本生产率（Snowdon and Vane

2005，333）。

微观经济调查表明，真实经济周期理论所基于的劳动自愿替代闲

暇的观点太薄弱，不足以解释所观察到的经济周期中的变化。进一步

来说，由于技术变革扩散缓慢，经验证据并不支持生产率冲击大到足

以驱动商业周期的观点。也没有证据支持真实经济周期理论所需的解

释商业周期衰退的技术退步。真实经济周期理论认为经济衰退（即使

和大萧条一样严重）中的就业变化应当被看作自愿性的，这个观点招

致了大量批评。最终，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建立在薄弱的经验基础之上

（Snowdon and Vane 2005，336）。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

支持者远离了商业周期是由实际力量而非货币力量驱动的假设，他们

开始强调这项工作在方法论上的贡献”，也就是真实经济周期模型代

表了“阿罗-德布鲁一般均衡模型特殊、动态的例子”。从这个角度

看，真实经济周期理论明显的经验薄弱性并不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从

货币主义到新古典理论再到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的整个转变使“宏观经

济学领域……日益严密且日益与微观经济学的工具联系在一起”

（Mankiw 2006，34）。很明显，我们不能让现实性妨碍严密性。

12.4.5 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

新古典主义的本能总是认为，“以需求为导向的凯恩斯主义模型

显然无法充分说明失业高涨与通货膨胀加速同时存在的问题……解决

方案是不断将研究精力投入构建供给侧有一致微观基础的宏观经济理

论中去”（Snowdon and Vane 2005，299）。真实经济周期理论代表

了随之发生的逃避现实的顶点，对于这个现实，供给学派经济学起初

宣称比凯恩斯主义理论解释得好。不可避免地，面对“新古典主义假

设明显缺乏现实性”的情况，人们一致要求更具经验相关性的模型

——只要它们仍受到新古典主义理论“严密性”的一般约束（Mankiw

2006，38）。



新凯恩斯主义者接受了标准的微观基础及其所嵌入的一般均衡框

架，他们大部分都保留了理性预期假设（Snowdon and Vane 2005，

365）。他们向现实大方向的艰苦跋涉是由承认这一点激发的：如果抛

弃连续市场出清假设，那么可以表明名义扰动（如货币供给增加）能

够影响产出、就业等实际变量，即使行为人具有理性预期。因此，理

性预期假设本身并不足以证明政策无效性命题，后一个命题也不再为

人们所喜爱（Snowdon and Vane 2005，268）。新凯恩斯主义者否认

完全信息、完全竞争、零交易成本以及所有东西都存在市场的假设，

支持“信息不对称、异质性行为人及市场不完全或不完善”。连续市

场出清被拒，因为价格和工资具有黏性，这为大量的数量效应留下了

空间。完全竞争也被拒斥，所以企业可以被视为价格制定者。在其最

新进展中，“新新古典综合派”将理性预期、代表性行为人的跨期最

优化、高成本的价格调整与商品、劳动和信用市场的不完全竞争结合

起来（Snowdon and Vane 2005，29）。

其关键点是用现实世界的各种特征（当然被视为“不完全”）解

释（一些）所观察到的模式，总体目标是通过向“平稳运行的新古典

范式中撒入大量真正的砂砾”为“刚性的合理性”提供证据（Snowdon

and Vane 2005，365）。考虑到基本理论的严重不足，有大量潜在的

不完全可供选择。因此，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现在包含‘眼花缭

乱’的理论……(它们)对微观基础‘宗教般’的坚持已经成为一种弊

病”（Snowdon and Vane 2005，343，360-364，429）。

12.4.6 传统的行为经济学

阿克洛夫一直认为新古典主义和新凯恩斯主义所基于的新古典微

观基础并不充分。他的目标是构造符合现实并“遵循凯恩斯《就业、

利息和货币通论》原始精神的行为宏观经济学”，从而“重建新古典

经济学所破坏的微观基础”（Akerlof 2002，411，413）。在这方

面，他强调将信息不对称、信贷配给、群体公平准则、不完全竞争、



经验法则行为和特定文化的缺陷（“基于身份的劣势理论”）等因素

纳入标准框架中（Akerlof 2002，412-421）：“在最简单的情形中，

我们假定一个人选择行动来最大化他的效用，给定他的身份、准则和

社会类型。他平衡自己的……标准的（商品）效用和……身份效用”

（Akerlof and Kranton 2010，18）。我将论证这个标准框架本身就

是中心问题。如果像他说的那样，现代行为经济学的目标是发现“宏

观经济行为狂野的一面”（Akerlof 2002，428），那么第一步就是要

抛弃所有这样的理想化的出发点。

当然也有其他方法。后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一直依赖不完全竞

争和凯恩斯-卡莱茨基主义有效需求理论二者的综合，而奥地利学派一

直使自己区别于新古典主义理论。我已经在第8章讨论了二者的微观基

础。最后，根植于基于主体的模拟和/或统计力学的微观基础引起了人

们的浓厚兴趣，它们的重要贡献是表明大量的特性倾向于对微观细节

“高度不敏感”。尽管如此，个体意图、希望和预期仍然对理解个体

行动及其社会、政治含义非常重要（见第3章）。

在当前这个节骨眼上，正统观点仍然支配着学术领域和公共讨

论。引用布林德的话，许多经济学家继续“摆弄帕累托最优衰退理论

——这个业余爱好也许被称为尼禄古典经济学”。当前的全球危机至

少已经动摇了公众对正统经济学的看法，如保罗·克鲁格曼所正确指

出的，它们的宏观经济学“在最好的情况下是极其无用的，在最坏的

情况下则肯定有害”（Krugman，2009）。我将在下一章提出一种不同

的理论构造，它建立在一个凯恩斯和古典理论综合的基础之上。

[1] 我对盗用了汤姆·莱勒《罗巴切夫斯基》中的不朽歌词表示歉意（《罗巴切夫斯基》

由汤姆·莱勒作词和作曲，PhysicsSongs.org）。

[2] 转引自《弗里德曼文萃》，米尔顿·弗里德曼著，胡雪峰、武玉宁译，首都经济贸易

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59页。——译者注

[3] 托宾在一场访谈中评论道，“弗里德曼说自然失业率是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方程解的失

业数量——据我所知，这个命题并没有得到他本人和任何其他人的证实——完全是一种推测。

我的意思是，为什么瓦尔拉斯方程的解中就一定包含失业？……这样确定自然失业率完全说不



通，当然也是错误的。莫迪利亚尼和其他人开始讨论非加速通货膨胀失业率的时候，他们更多

地是在谈论一种实用主义的实证思想”（Tobin，cited in Snowdon and Vane 2005，

154）。韦卢皮莱（2014，8-9）指出“瓦尔拉斯均衡方程体系的所有形式化表达都既不具有

建设性，也不具备可计算性”，不管有没有必要的不完全，在这种情况下都无法为某个自然失

业率“拼凑出一个解来”。

[4] 费尔普斯（和马克思）指出，一个非自愿失业劳动者大军的持续存在能够抑制工人，

对企业有利；弗里德曼指出，竞争能够抑制企业，对工人有利。“对大多数人来说，只有存在

较多的可能雇主，他们才能得到最可靠和最有效的保护。如前文所言，当一个人只有一位可能

雇主时，他基本上是得不到保护的。保护工人的是那些愿意雇用工人的雇主。对工人劳务的需

求，使雇主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而向工人支付合理的工资，因为如果他不这样做，就会有别

人这样做。所以，真正保护工人利益的是竞争——争夺工人劳动成果的竞争。……其他雇主的

存在保护了工人免受其雇主的伤害，因为他可以到别处干活。”（Friedman and Friedman

1980，246）（转引自《自由选择》，米尔顿·弗里德曼、罗丝·弗里德曼著，张琦译，机械

工业出版社，2008年版，第245—246页。——译者注）当然，这意味着充分就业已经实现

了，否则的话与潜在的雇员相比雇主是短缺的。马克思关于竞争的作用的观点极为不同。“资

本是根本不关心工人的健康和寿命的，除非社会迫使它去关心。人们为体力和智力的衰退、夭

折、过度劳动的折磨而愤愤不平，资本却回答说：既然这种痛苦会增加我们的快乐（利润），

我们又何必为此苦恼呢？不过总的说来，这也并不取决于个别资本家的善意或恶意。自由竞争

使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规律作为外在的强制规律对每个资本家起作用。正常工作日的规定，是

几个世纪以来资本家和工人之间斗争的结果。”（Marx 1967，269-270）（中文转引自《资

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11—312页。——译者注）。我在此要感谢霍华

德·博特威尼克让我注意到这两段话。

[5] 中文转引自《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736页。——译者注

[6] 凯恩斯在短期中将预期利润率（资本的边际效率）看作外生的。这与长期中实际利润

率发挥调节作用的观点一致，马克思也提到了这一点。



12.5 卡莱茨基

卡莱茨基的宏观经济学理论与凯恩斯的有明显的相似之处。在短

期中，总需求被假定为包含一个自主部分（投资）和一个对收入做出

反应的引致部分（消费）。他采纳了凯恩斯的观点——从长期来看投

资与“预期利润率和利率之差”正相关（Kalecki 1937，85）。利率

由货币因素决定（Sawyer 1985，98），利润率由工资份额和产能利用

率决定（后文会讨论）。应当指出，卡莱茨基随后将当前投资与过去

投资、当前利润与过去利润联系起来，其方式与以下观点完全一致

——投资由新投资的回报率（大约为增量利润率）（见7.6.4小节）。

[1]

与凯恩斯不同，卡莱茨基通过把总收入分为劳动收入和财产收

入，将阶级纳入自己的分析之中。在最简单的情形中，工人被假定为

花光所有收入，所以总储蓄只来自总利润。卡莱茨基（1968，96-99）

确实说过投资受企业内部融资（储蓄）的巨大影响，而且商业储蓄的

性质与资本主义家庭的储蓄不同。然而，他最终将两种类型的储蓄合

并到了一个类别，这个类别通过一个总体固定的（边际）储蓄倾向与

总利润联系在一起（59）。通过这么做，他抛弃了自己的以下观点：

商业储蓄数量与其计划投资数量联系在一起。13.2.3小节将讨论他这

个失误的意义。就目前来说，关键的一点是在卡莱茨基的理论中，平

均储蓄倾向是外生给定的工资、利润储蓄倾向sw、sp的收入份额加权

平均。那么总储蓄S=sw·W+sp·P，由于增加值Y=W+P， P/Y=1–

（W/Y），所以平均储蓄率为：



考虑到零超额需求均衡条件，也就是方程（12.11）中的储蓄等于

投资，卡莱茨基的乘数关系Y*=［Ca+I（re–i）］/s与方程（12.12）

中的凯恩斯主义乘数一样，除了现在净收入的总储蓄倾向取决于阶级

收入分配。

卡莱茨基最初关于有效需求的论证是从“自由竞争”的角度进行

的（Kriesler 2002，624-625），这使其与凯恩斯更加一致。但将阶

级纳入进来引入了一个需要进一步解释的变量，这也是为什么卡莱茨

基后来转向不完全竞争对他的宏观经济学来说是恰当的。个体企业据

说通过一个垄断因子在主要成本基础上加成，以确定它们的价格。考

虑到主要成本是单位工资和原料成本之和，总工资份额及与之相对的

总利润份额就“由垄断力量程度和原料账单与工资账单的比率决定”

（Kalecki 1968，16-18，28-29）。因此，对于任意给定的生产率水

平，实际工资也以相同的方式确定（Sawyer 1985，108-109）。

对于给定的单位原料成本、生产率和垄断程度，货币价格与货币

工资成正比（Sawyer 1985，109）。因此，通货膨胀根植于货币工资

的增加（见第15章）。加成定价之所以对战后寻找一个实用的通货膨

胀理论的凯恩斯主义理论如此重要，正是由于这个特征。它使与货币

工资变化率联系在一起的初始菲利普斯曲线能够转变为通货膨胀率与

失业率之间的关系（见12.3.5小节）。但即使你接受了初始的货币工

资菲利普斯曲线，卡莱茨基的论证意味着只要垄断程度不受影响，实

际工资和工资份额就不受失业率的影响。在这种情形下，劳动市场紧

缩引起的货币工资上升一开始有可能提高给定价格与生产率水平下的

实际工资和工资份额，但随着价格的调整，这两个变量会回到其初始

水平。我们发现，后来弗里德曼和费尔普斯的论证有可能从这里获得

了灵感。如果真是这样，这意味着工人阶级甚至没有力量改变他们的

实际工资，更不用说工资份额了。卡莱茨基避开了这个结论，因为历

史记录表明货币工资的增长倾向于与实际工资的增长同时发生，有时

候甚至与工资份额的提高同时发生。因此，他提出了这种可能——工

资增长能够降低垄断程度（Sawyer 1985，111-112）。[2]那么，失业



率降低带来了更高的货币工资水平，也能带来更高的实际工资和工资

份额。因此，卡莱茨基修正后的理论承认了三种类型的菲利普斯曲线

的可能性，第14章将进一步考察它们的理论与经验基础。

菲利普斯类型的关系关注失业对工资的影响，与之对应是工资对

失业的逆向影响。新古典主义理论强调高实际工资倾向于提高失业率

（见14.2节），但是卡莱茨基在经验的基础上确信，高工资不会在任

意特定方向上影响失业率（Sawyer 1985，112）。所以，和凯恩斯一

样，卡莱茨基提出了一系列反对标准观点的论点，最重要的一条是实

际工资增加的初始效果是增加总需求。这是因为高工资直接提高了工

人的消费倾向，而投资的反应较慢，因为它是在前期决策的基础上进

行的。因此，即使利润率（加成）受到负面影响，其初始效果仍将是

提高总就业和产能利用率。因此，利润率受到两种相互冲突的压力：

工资份额提高降低了正常产能利润率，而产能利用率上升则提高了实

际利润率。后一种效果的发挥要求每当产能利用率上升时平均成本不

会提高太多。正如4.3~4.4节所讨论的，后凯恩斯主义通常论证主要成

本自始至终保持不变，因此平均固定成本下降导致平均总成本下降。

我很快就会回到这个问题上来。

卡莱茨基认为失业和产能过剩都是资本主义经济的正常特征，而

且政府有消除二者的技术能力（Sawyer 1985，115）。赤字支出将直

接增加总购买力，而且能自筹资金，因为由乘数产生的产出与收入增

加将创造出足以抵销投资和预算赤字金额的新储蓄。[3]利率上涨的压

力可以由适当的货币政策抵消，而且如果需要的话甚至能降低利率，

以激发私人投资需求。通过避免超出充分就业和产能充分利用的界

限，通货膨胀可以得到控制。将富人的收入重新分配给穷人也能提高

平均消费倾向和增加消费需求。最后，通过向个人和商业资产征税，

国债的利息支付负担可以得到控制（Sawyer 1985，125-135）。

尽管如此，卡莱茨基对维持充分就业的政治可能性仍持悲观态

度。他正确地认识到这将会削弱资产阶级的力量——通过消除作为工



人阶级约束机制的持续失业，通过侵占以前由私人资本控制的领域，

以及通过逐渐侵蚀利己主义是社会生活的必要条件这个观念（Sawyer

1985，136-142）。这个态度反映了卡莱茨基著作中存在一点基本的模

糊性：工资份额由总垄断加成决定，但由于个体企业在其他企业的竞

争压力下确定它们的加成，工会组织强行提高公司层面工资（从而劳

动力成本）水平的力量“鼓励采取了一种低利润边际的政策”。最

终，垄断程度有可能与工会组织的力量负相关（Kalecki 1968，12，

18; Rugitsky 2013）。因此，工资份额和失业率之间有可能存在反向

联系：高失业率侵蚀了劳动力量，提高了垄断加成，从而降低了工资

份额。这个问题是第14章的核心。

[1] 卡莱茨基（1968，96-98）指出，总投资正向取决于可用资金（在他的情形中与当前

总利润成正比）和利润变化，负向取决于资本存量的变化（在任意给定的由总需求创造的利润

水平下，它倾向于降低利润率）。这暗含着一个一般的投资函数形式： 。

请注意，这与以下命题相似——投资占利润的份额取决于新投资的回报率，后者由增量利润率

代表： ，其中（ ）为增量利润率。卡莱茨基以线性形式表示了

这个方程，这是他那个时代数学和统计分析的普遍做法，但这不应该模糊两种表达方式的根本

相似性（Shaikh 1998b，399-401）。

[2] 索耶（1985，112-113）指出，在卡莱茨基的微观经济论证中，来自高垄断程度的高

利润边际鼓励工会推高工资，这反过来使企业提高价格以维持利润边际，等等。因此，在卡莱

茨基的逻辑中根本不清楚为什么双方最终会退步，而非沿着工资-价格螺旋继续前进。

[3] 抽象掉贸易赤字，方程（12.2）中的超额需求变为ED≡［I–S］+［G–T］，因此短

期均衡条件ED=0意味着S=s·Y=I+（G–T），在卡莱茨基的理论中s=sp·（P/Y），而且利润

份额取决于给定的垄断程度。那么，只要来自利润率的储蓄率（sp）独立于投融资的需要，预

算赤字增加将会提高产出，直到储蓄增加到足以吸收来自政府赤字的新购买力。对这个论点的

一个批判性视角将在13.2.4小节展开。



12.6 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

12.6.1 引言

后凯恩斯主义传统包括凯恩斯主义和卡莱茨基主义两个派别。它

们都有4个核心信念：总需求驱动总产出，货币由银行系统内生创造，

产能持续过剩和失业是市场过程的正常结果，政府能够在可以忍受的

通货膨胀水平下实现（有效）充分就业。在这几点之外，后凯恩斯主

义传统差异较大，我在这里只能提到其主要特征。

12.6.2 戴维森

戴维森是凯恩斯主义派别的主要代表。他将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

家分为两类：一类是主要为美国人的阵营，包括奇克、明斯基、艾希

纳、克雷格尔、穆尔、温特劳布和他自己，他们高度强调货币和金融

过程的重要性；另一类是主要为欧洲人的阵营，包括哈考特、卡恩、

卡尔多、卡莱茨基、罗宾逊夫人以及各种各样的追随斯拉法的凯恩斯

主义者，他们“仍然坚守古典经济学的各种变体”，因为他们集中于

“现实经济的行为与运行，而忽视或至少低估了货币和金融的影响”

（Davidson 2005，541-452）。

根据戴维森的观点，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建立在4个命题的基础

上。第一，需求在短期中有一个自主部分，这种自主性源于信用支出

可以不受当前资金的限制。投资是典型的自主变量，因为它在预期净

回报所支撑的任何水平上都能筹措到资金（Davidson 2005，454，

459）。第二，资本主义经济是由货币驱动的。企业为了赚取更多货币

而将货币投入劳动、原料和机器中，整个过程是通过现在和将来交付

的货币合约进行的（462）。虽然戴维森并没有这样说，但这就是凯恩



斯曾赞许地引用的马克思的M–C–M'资本循环观点（Marx 1977，ch.

4; Ishikura 2004，84-85）。第三，货币是内生的，因为它是信用驱

动的，而且它对生产、增长和就业有实际影响。例如，由信用驱动的

投资品购买力的增加创造出了货币，“被用于为可生产商品的需求增

加提供资金，其结果是提高了就业水平”。因此，与新古典经济学家

所声称的不同，“货币不可能为中性”。货币的非中性与行为人所遭

受的一些想象的“货币幻觉”无关。相反，它根植于货币能产生实际

影响的事实（Davidson 2005，459-460）。

第四，并不能保证预期结果就会实现，因为未来是根本不确定

（非遍历）的。这个意义上的不确定性意味着未来有许多无法预测的

结果，人们无法科学地指定它们发生的概率。这不同于正统理论所界

定的“风险”概念，其结果是已知的且可以与概率联系起来。理性预

期要想成立，未来必须是遍历的（未来结果的时间均值不会持续差异

于过去结果的时间均值），而且未来结果的主观分布必须等于其客观

分布。非遍历过程在现实世界中占主导，因此我们甚至不能形成理性

预期（Davidson 2005，460-465）。未来的根本不确定性是流动性资

产如此重要的原因，也是当“对不确定未来的恐惧增加”时对流动性

的需求增加的原因（Davidson 2005，471）。戴维森赞成维持“充分

就业和合理的价格稳定性”的政策，而且试图使市场更加有效和更加

倾向于社会利益（473）。

12.6.3 后凯恩斯主义理论中的卡莱茨基-结构主义派
别

卡莱茨基曾经挖苦地指出“经济学是令人困惑的具备流量的存量

科学”（ Kalecki’s verbal statement circa 1936 ， cited in

Robinson 1982; Godley and Lavoie 2007，1）。戈德利和泰勒属于

后凯恩斯主义传统的卡莱茨基-结构主义派别，他们特别强调存量-流

量一致的核算，尽管泰勒曾细心地指出核算一致性与大多数思想流派



兼容（Taylor 2008，641）。戈德利和泰勒将这一要求看作后凯恩斯

主义的，并且将许多细微和复杂的要素纳入他们各种各样的模型之

中。作为这个学派的成员，他们都相信总需求驱动总供给，并且价格

通过垄断加成反映成本（Godley and Lavoie 2007，17; Taylor

2008，649）。戈德利一直以来的兴趣都是构造“小型”的宏观经济模

拟模型，他指的是包含30~90个方程的模型（Godley 2007，312-313，

379-466）。泰勒则更关注其与后凯恩斯主义理论基础的明显联系，以

及与正统宏观经济学的直接对比。戈德利关注的焦点是英国和美国，

泰勒则是经济发展理论与实践辩论中后凯恩斯主义的主要发声者。我

无法在这里阐述他们的众多重要贡献，因为我现在主要关注他们的理

论基础。

12.6.3.1 戈德利

戈德利一开始就将加成定价纳入进来，他偏好的版本是正常成本

（按正常产能利用率计算的成本）基础上的加成，遵循了霍尔和希契

的传统（见7.6.1小节）。由于原料和折旧本身是一组产品的成本，这

不可避免地变成对单位劳动力成本的一个加成。在戈德利的情形中，

加成也正向取决于实际利率，因为后者被视为成本的一个要素，图克

也采用了这种方式（Godley and Lavoie 2007，274-275）。这使戈德

利（和图克一样）能够解释价格水平和利率之间后者驱动前者的正向

联系（Taylor 2008，643，650-652，659）。我已经论证了二者之间

相反的因果关系，其中利润率均等化将利率降为资金的“供给价

格”，一般价格水平则通过影响名义经营和资本成本影响名义利率

——包括利率在内的所有生产价格都基于名义经营和资本成本（见

10.2节）。为了与现代后凯恩斯主义传统保持一致，戈德利通常将名

义利率和汇率看作由政府确定的（Taylor 2008，643，649，650-

652，659）。



加成定价很自然地转变为一个工资驱动的通货膨胀理论。在戈德

利的手里，这变成一个冲突性的通货膨胀理论。价格由单位劳动力成

本基础上的加成决定，于是价格就决定了工资份额，从而完全决定了

国民收入的阶级分配。[1]这是一个典型的卡莱茨基主义的结果，它

意味着只要加成固定，实际工资的增长就与生产率的提高成正比。然

而，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所产生的实际工资低于工人的目标实际工

资，名义工资就有可能上升，这反过来可能引起价格上升，等等。因

此，通货膨胀有可能产生于企业目标加成与工人目标实际工资之间的

冲突（Godley and Lavoie 2007，275，302-304）。这并不意味着失

业水平降低时通货膨胀率升高，也不意味着当实际失业水平低于某个

有效充分就业水平时会加速通货膨胀。戈德利因而甚至不接受（价

格）菲利普斯曲线，更不必说讲述弗里德曼-费尔普斯-非加速通货膨

胀失业率故事所需要的垂直曲线了（Godley and Lavoie 2007，275，

302-304，341-342）。

和大部分后凯恩斯主义学者一样，戈德利将产能利用率看作自由

变量，这是就实际产能利用率通常被假定为不同于正常产能利用率而

言的（Godley and Lavoie 2007，269-270）。这与价格是按正常产能

利用率成本制定的这一假设相矛盾，因为如果实际产出与正常产能产

出没有关联，这些成本就毫不相关。戈德利和拉沃提出的一个解决途

径是允许加成发生变化——“如果实际成本和正常成本长期偏离的

话”。但这并不会使实际利用率围绕正常利用率震荡，所以矛盾依然

存在。确实，这个矛盾不可能得到解决，因为一些基本的后凯恩斯主

义命题（如节约悖论和成本悖论）要求产能利用率不同于任何正常水

平（见12.6.4小节）。

戈德利的标志性理论贡献之一是他发展的三个平衡框架（见

12.1.6小节），其中需求与收入之间的国民收入核算关系可以用三个

部门与GDP相对的支出和收入之间的差额来表示。我在那部分直接扩展

了他的核心框架。在20世纪70—80年代，大部分发达国家的私人部门



余额倾向于较小且稳定。这最初使戈德利和他的合作者提出了新剑桥

假设——对外贸易赤字反映了政府赤字。为了寻找对这种现象的可能

解释，戈德利和克里普斯（1983）提出了以下理论假设：私人部门净

金融资产与私人可支配收入之间存在一个稳定的合意的标准。20世纪

90年代，债务推动的家庭支出的挥霍使私人部门余额深陷负值区域，

使其不能再被视为“较小”（Papadimitriou，Shaikh，Dos Santos，

and Zezza 2002，1，3）。然而，随后10年发生的经济危机迫使这个

余额急剧回到正值区域，这是因为削减债务成为最重要的事情。因

此，当然有可能发生的是相对的私人部门余额再次停留在某个可持续

的水平上，使我们重新回到新剑桥假设所内含的“姊妹赤字”中去。

那么，自由主义开出的通过持续扩张预算赤字提高就业的经济处方将

导致更大的贸易赤字，而保守主义削减赤字的处方将导致更小的贸易

赤字，但是失业率会更高（Shaikh 2012b，132-135）。

存量-流量一致准则的概念是戈德利一项重要却被忽视的贡献

（Godley and Cripps 1983，22，40，43-44，61; Taylor 2008，

644-646; Shaikh 2012b，129-131）。戈德利和克里普斯假定私人储

蓄被用于维持净金融资产存量和收入流量之间的一个特定的合意比

率。由于国民收入在一个静态系统中位于特定水平，当净金融资产存

量的实际水平等于意愿水平时，就不需要进一步储蓄。在一个增长的

系统中，储蓄必须足以产生意愿的净金融资产存量的增量。这意味着

在均衡时，私人部门储蓄率与产出增长率成正比（即储蓄率是内生

的）。由于产出增长是由需求增长驱动的，而后者反过来是由外生给

定的投资驱动的，均衡储蓄率适应投资的需要（Shaikh 2012b，126，

134）。戈德利这方面的著作在后凯恩斯主义传统中很少被人提及，他

们反而偏好依赖标准的凯恩斯主义和卡莱茨基主义的固定储蓄倾向假

设。尽管我将以不同的方式得出这一点，内生和适应性储蓄率的观点

仍在古典宏观动态的讨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见3.2.1~3.2.4小节）。

12.6.3.2 泰勒



泰勒是后凯恩斯主义结构主义传统的杰出代表，特别关注经济发

展问题（这超出了本书的范围）。在他看来，结构主义的目标是在制

度背景下，根据典型事实对行为人之间的相互作用进行模型分析。产

出被看作由总需求决定，总需求则是由外生的投资、政府支出和出口

驱动的。◎每一种阶级收入的储蓄率都是给定的，这也是为什么产出

被假定为承担了使总储蓄等于总投资的所有调整任务。利率通常也被

视为给定的。社会核算矩阵（SAMs）是大多数模型的典型特征，而且

产能利用率通常被当作一个自由变量（Baghirathan，Rada，and

Taylor 2004，305-311，313，323）。最后，投资一般与利润率正相

关，而且在一些版本中投资是由“取决于利率和利润率等变量的……

动物精神”驱动的。泰勒在这里使用了利润率与利率的比率（r/i）作

为关键指标，他把明斯基联系起来（315）。这当然也是凯恩斯和马克

思的基本论点（见13.3节），而且卡莱茨基至少曾阐述过一次

（Sawyer 1985，98）。

在最抽象的结构主义层面，工资斗争无法影响实际工资，因为货

币工资增加使货币价格成比例增加。然而，当我们考察冲突驱动的工

资-价格过程时，这会发生一些变化。工人们依据一个想要的目标实际

工资进行名义工资谈判。企业依据一个想要的利润份额确定加成，所

产生的价格决定了实际工资，它可能不同于工人想要的。那么，名义

工资开始调整，这改变了利润份额，企业对此的反应是提高价格。只

要这些都发生在局部范围内，局部工资上升就会引起局部价格提高。

但如果存在工资指数化，那么其他工资会自动提高，这也会提高其他

价格。因此，工资指数化能导致价格不断上升（311-312）。同样地，

它也能导致恶性通货紧缩，只是这个方面并未引起重视。无论哪种情

形，在一个更具体的层面，实际工资从而工资份额（它也取决于生产

率）产生于描述“货币-工资通货膨胀、货币-价格通货膨胀和生产率

增长”的关系之中（Taylor 2004，5）。



这产生了一个中心问题：工资份额的变化如何影响增长？更低的

工资份额有两个效应：更低的工人消费需求和更高的利润份额，后者

意味着更高的投资和更高的资产阶级消费需求。

根据泰勒的观点，净效应可以偏向任何方向。如果增长和利润份

额同方向变化，就可以看作利润导向的；如果增长和工资份额同方向

变化（在这个例子中与工资份额一起下降），它就是工资导向的。一

种额外的复杂情况是增长率提高会引起产能利用率上升，这反过来加

快了生产率增长速度。总效应仍是模糊不清的，因为更快的增长速度

对工资份额的增加幅度可能大于生产率增长对它的降低幅度。如果增

长对利润份额的总体效应是正向的，其结果将是利润挤压，至少在经

济周期的顶端是这样的。例如，巴尔博萨-菲尔奥和泰勒（2006）发现

“美国经济的特征是具有利润导向的需求和利润挤压的分配动态”

（313）。汇率贬值的效应也被看作模糊不清。通过提高进口商品价

格、降低实际工资和降低工人的消费需求，它对实际产出和就业的影

响可能是矛盾性的。此外，由于实际工资下降会提高利润份额、刺激

投资和其他与利润相关的需求，最终效应可能同样是扩张性的

（311）。

泰勒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观点，实际工资增长率、生产率和产能利

用率之间的相互作用可以用类似于古德温（1967）的马克思劳动后备

军模型的方式表示。古德温假定了一个实际工资菲利普斯曲线，其中

实际工资变化率与就业率同向变动（与失业率反向变动），而且生产

率增长是外生的，因此工资份额变化率与就业率同向变动。此外，古

德温假定产能-资本比不随时间的推移发生变化，产出等于产能，因此

产能利用率位于某个正常水平，而且资本增长率是利润率的一个函

数。由于产能与资本成正比且产出等于产能，所以产出增长率是利润

率的一个函数。后备军动态来自以下事实：就业率上升会提高工资份

额，降低利润份额，从而降低增长率，这反过来倾向于拉低就业率和

工资份额。



古德温周期潜在地代表了一个长期过程，由于产出被假定为等于

产能，所以产能利用率停留在某个正常水平。通过允许产能利用率对

增长波动做出反应，泰勒将它转变为一个短期周期过程。产能利用率

的增长率是产出增长率与产能增长率（它被假定为等于资本增长率）

之差。在某些特定的假设下，如利润导向的增长和一个动态环境中凯

恩斯主义乘数的存在，泰勒最终得出了一个关系——产能利用率的增

长率与它自己的水平及工资份额水平负相关（即在后一种情形中与利

润率正相关）。此外，根据他自己的叙述，工资份额的增长率更加

“纠缠不清”。实际工资的增长被看作与产能利用率和工资份额水平

正相关，[2]而且生产率增长率被假定为和产出增长率一起提高，后

者本身与产能利用率正相关。工资份额增长率是实际工资增长率与生

产率增长率之差，它最终可能与产能利用率正相关或负相关：在前一

种情形中，代表工资份额与产能利用率均衡值的那一点是稳定的；在

后一种情形中，它是不稳定的。无论哪一种情形，调节过程都涉及逆

时针环路，工资份额在垂直轴上，产能利用率在水平轴上（Taylor

2004，284-286）。泰勒用美国实际数据展示了这些环路，并估计了一

个计量模型来对它们进行说明（286-292）。

并没有特定原因使实际产出等于经济产能，泰勒在这个意义上将

产能利用率看作一个自由变量，指出这一点非常重要。确实，在他的

模型的稳定版本中，均衡点是一个特殊的工资份额和产能利用率，实

际值以此为趋势中心（286，fig. 9.2）。进一步，一个正向的需求冲

击可以引起长期劳动份额和产能利用率的永久增加（292）。但在实施

的时候，后者不必与企业意愿的正常利用率相对应。这个结果是后凯

恩斯主义方法的特征。

泰勒强调了他的研究方法与正统传统方法的差异。正统理论是演

绎的，而“结构主义从观察到的现象（外在的东西）出发，向后行进

形成理论”。结构主义拒斥存在一个一般理论的观点，他们认为这会

产生“通用的政策处方”（318-319，323）。例如，正统经济学将通



货膨胀看作货币驱动的，而结构主义将之视为成本驱动的，但是通货

膨胀典型地与一定程度的货币供给增长同时发生。结构主义的理论因

而能“被裁剪以适应一个经济的特殊制度……每个经济的通货膨胀都

是独一无二和具有特殊背景的。两种方法的某种混合被设计出来与当

前状况相适应”（317-318）。

在这里有两点是相关的。第一，“一般理论”不需要用“一刀

切”的方法来处理经验现象或政策结论。相反，核心是从强调基本过

程的抽象层面移动到随后更具体的层面，其中其他要素作为由一般动

态塑造和限制的对抗性力量发挥了自己的作用。人们也许会正确地指

出，万有引力定律将所有物质向下牵引，而且它们在真空中以相同的

速度下降，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物体在流体（如空气）中都以相同的

速度下降。现在每个物体的形状和重量都发挥了作用，而且可以根据

它们的具体性质将其归入不同类别。确实，如果比空气还轻的话，一

些物体甚至可能会上升。没有人认为这是对万有引力定律一般性的否

定。以类似的方式，本书第7章从两个一般原则出发：行业内的价格均

等化和行业间的利润率均等化。它们之间的交叉引起了对调节性资本

和非调节性资本的进一步区分，这反过来意味着同一行业内和不同行

业间不同企业的成本与利润边际将以确定的方式变化。这样我们就具

体体现了真实竞争背后的一般过程，这个真实竞争的现象与垄断权力

理论类似，但也有区别。11.6节和表11.4表明一个类似构造的实际汇

率一般理论如何能够解释为什么购买力平价假设不能在低通货膨胀率

上成立，以及为什么它在高通货膨胀率时确实大致成立。

第二，尽管社会结构和制度确实在泰勒及其合作者所引用的李嘉

图、马克思、凡勃仑、凯恩斯、熊彼特、辛格、刘易斯、默达尔等人

的著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Baghirathan，Rada，and Taylor 2004，

308），但同样极为正确的是这些学者在一些基本问题上的看法各不相

同。泰勒比后凯恩斯主义传统中的任何人都更敏锐地意识到了其他理

论传统的贡献，并且通过大量与特殊问题和环境相适应的特定模型对

这些贡献进行了利用。我将论证一个不同的方法，其中后凯恩斯主义



对宏观动态的关注可以得到解决，而不必抛弃正常产能利用率的概念

（后凯恩斯主义传统普遍这样做），也不必抛弃投资所需的资金将企

业的储蓄率与其投资率捆绑在一起的概念。

12.6.4 后凯恩主义理论的一般主题

拉沃是后凯恩斯主义的主要代表，他总结了将后凯恩斯主义和其

他非正统学派区分开来的特征。他细心地指出后凯恩斯主义理论内容

丰富，所以我们最多只能描述其中适用于大多数情况的一般观点

（Lavoie 2006，18-24）。

首先且最重要的是，人们认为总需求驱动了生产。这要求“投资

本质上独立于储蓄”，不只是在短期中，从长期来看也是这样

（Lavoie 2006，12-13）。其次是我们熟悉的观点：货币供给是由私

人银行信用内生驱动的；价格是通过成本之上的垄断加成形成的；通

货膨胀是由彼此冲突的主张造成的；“现代经济”中的基准利率由央

行决定，私人银行利率为此基础上的加成；就业量由外生需求要素决

定；通过适当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政府能够创造和维持充分就业

（Lavoie 2006，44-53，54-58，59-64，129-130，131-132）。

所假定的投资的独立性是两个关键的后凯恩斯主义论点的基础。

节约悖论产生于标准的凯恩斯主义-卡莱茨基主义乘数［方程

（12.12）］，其中如果储蓄倾向提高（即平均节约程度提高），均衡

产出v将相对于其趋势值下降。成本悖论产生于同一论点的卡莱茨基版

本，其中总体储蓄率是两个阶级储蓄率的收入加权平均值［方程

（12.19）］，工人被假定为具有更低的储蓄率（Lavoie 2006，91-

95，117-111）。工资占总增加值的份额等于实际单位劳动力成本，也

就是实际（产品）工资与人均生产率的比率，[3]实际单位劳动力成

本上升意味着收入的更大份额归劳动所有，也意味着平均储蓄率下

降，后者引起了节约悖论。



拉沃基于两个可能的理由证明投资独立于当前结果这个断言的合

理性：凯恩斯主义的假设，即投资是由“企业家的长期预期”激发

的；卡莱茨基主义的假设，即投资“取决于滞后的已实现利润”。我

将论证，一旦我们探究当前结果（如已实现利润）与投资发生时的预

期利润相比如何，甚至与之前最后修改预期的某个时期的预期利润相

比如何，这两种论点就都站不住脚。说实际结果经常不同于预期结果

是完全合理的，但是说预期不受这种错误的影响就没什么道理。过去

的预期所决定的行动产生了当前的结果，当前的结果改变了当前的预

期从而塑造了未来的结果。当前并不独立于过去，正如未来不独立于

当前。正统理论诉诸理性预期“解决”这个问题，而后凯恩斯主义理

论经常试图绕过它。

还有一个原因使投资无法独立于当前结果。想一下标准的后凯恩

斯主义论点——产能利用率甚至从长期来看也是一个“自由变量”，

也就是它可以一直不同于正常水平（Lavoie 2006，114）。[4]总需

求相对于其预期趋势的增加在短期内将会提高产能利用率，这样说是

合理的。但正如哈罗德（1939）几十年前所指出的，投资也对实际产

能利用率和正常产能利用率之差做出反应（见7.6.2小节）。当产能利

用率高于正常水平时，投资将会加速，产能比需求上升得快，这将会

降低产能利用率。当产能利用率低于正常水平时相反的过程会发生。

因此，在一系列的短期中，产能利用率将与其正常水平联系在一起，

实际产出将围绕正常产能产出波动，而且它们共同的增长率将由积累

率驱动。3.2.5小节已经确定了哈罗德路径的稳定性。应当指出，一个

正常产能利用率与一个永久性的非自愿失业率是完全一致的（见第14

章）。

后凯恩斯主义传统基本忽视了哈罗德的观点。这很奇怪，因为它

代表了一种与单纯的核算一致相对的存量-流量理论一致的重要形式

（Shaikh 2009，462）。面对针对产能利用率的“自由变量”观点的

严厉批评（Kurz 1986; Auerbach and Skott 1988; Palumbo and



Trezzini 2003，112），为了解决后凯恩斯主义长期均衡产能利用率

与相应的“正常”产能利用率不符的情况，一些学者试图假定后者适

应前者（Amadeo 1986; Lavoie 1995; Dutt 1997），那么实际产能利

用率就仍然足够灵活以产生节约悖论，而同时实际产能利用率和正常

产能利用率从长期来看相等。然而，这种结果产生于对“正常”产能

利用率定义的一个关键修改。我们在12.1.6小节和图12.2中看到，古

典主义和哈罗德对正常产能的定义都提到了单位成本最低的那一点，

而且实际产能利用率变化（也就是在商业周期中）时它根本不需要变

化。我们可以将之称为“竞争性成本下的正常”产能利用率。此外，

后凯恩斯主义学者用一个不同的概念“正常环境中的”产能利用率代

替，后者据说适应实际产能利用率。[5]从古典主义和哈罗德的观点

来看，企业的“意愿”开工率取决于它们碰巧达到的状态这个断言，

[6]并不能处理以下断言：实际产能利用率可以位于任意的不同于成

本最低点的水平（它包括经济上必要的储备）。不足为奇，试图这样

取代问题也招致了严厉的批评（Palumbo and Trezzini 2003，114;

Flaschel and Skott 2006，318n13）。

12.6.4.1 工资导向和利润导向的增长：交替的短期结果还是连续的长

期阶段？

对于正常产能利用率的成本竞争力概念，相关的问题是实际工资

提高在现有的就业水平下对工人消费产生了积极影响，对正常产能利

润率产生了负面影响。那么，即使在短期内第一个效应超过了第二个

效应，正如后凯恩斯主义学者所认为的那样，[7]向正常产能利用率

的递归将使正常产能利润率下降成为长期的显著特征。工资导向和利

润导向的增长在后凯恩斯主义文献中表现为两种可能的结果，而且拉

沃（2006，122-123）承认在后者的情形中，“成本悖论不再是不可避

免的，它只是一种可能性”。但如果直接的或需求引致的工资增长造

成了正常产能利润率的下降，那么工资导向的增长之后将会是利润导



向的衰退：二者将是一个时间序列的阶段。卡莱茨基曾担忧资产阶级

可能会反对需求管理政策，这里为理解这一点提供了不同的角度。如

果推高产出水平能降低正常产能利润率和减缓增长速度，那么以产出

水平和就业形式获得的收益随后会付出增长速度放缓的代价。因此，

非常关键的是要弄清楚实际工资提升造成正常产能利润率下降的条件

（见第14章）。

12.6.4.2 长期增长限制

后凯恩斯主义者坚决“拒绝接受长期无论如何都受到供给限制的

观点。因此，对（他们来说），有效需求原则总是中肯的，在短期内

和从长期来看都是如此”（Lavoie 2006，13）。但是，如果需求导向

的增长率恰好不同于有效劳动供给的增长率，也就是不同于哈罗德的

“自然增长率”——它是劳动力增长率与生产力增长率之和，失业率

就会无限制地上升或下降。因此，从后凯恩斯主义的角度看，有必要

假定自然增长率适应有效需求的增长：劳动力增长可能通过提高参与

率和/或通过移民进行调整，而且生产力增长率也许随产出增长而提高

——这是由于技术创新加速和/或扩散加速（119-122）。有必要注意

的一点是：古典理论也存在一个类似的问题——即使产能利用率被吸

引到某个正常水平附近（所以它不是一个自由变量）且产出增长由利

润率而非外部需求调节，区别在于这里并不是有效需求的自主性问

题，而是劳动斗争对工资份额的影响问题（见14.3节）。

12.6.4.3 适当的政策能够消除失业

凯恩斯主义、卡莱茨基主义和后凯恩斯主义方法的最后一个特征

是以下信念：通过适当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能够消除持久的非自愿

失业。这正是20世纪70年代从弗里德曼和费尔普斯开始的新古典经济

学家所挑战的观点，他们的观点是推高就业的努力将只会产生加速的

通货膨胀。他们的做法是坚持认为所观察到的通货膨胀是结构性的，



因为它产生于不完全和对市场过程的干预；认为与之对应的“自然”

失业率会重新存在，即便有人试图消灭它；认为要想遏制这个自然失

业率就需要不断增加的需求刺激从而产生不断提高的通货膨胀率（见

12.4.2小节）。惊人的是，在古典方法中，马克思和古德温也论证了

资本主义产生并维持了一个“正常”失业率。和凯恩斯的观点一样，

这个失业率是非自愿的且产生于（实际）竞争本身。第14章致力于分

析正常失业率，以及比较它和“正常”失业率的含义。这并不意味着

低于正常水平的失业率会触发通货膨胀，更不用说加速的通货膨胀

了。通货膨胀本身将在第15章得到阐释。

我在本书第7章和第8章中指出，古典的真实竞争概念不必依赖不

完全竞争理论，就能够解释后凯恩斯主义传统所关注的定价模式。关

键是仔细、系统地从抽象论点移动到其具体表现上去。从本章开始的

第三部分意图遵循一条相似的宏观经济学之路，目标是在一个框架中

解释对凯恩斯主义和后凯恩斯主义如此重要的总需求的积极影响。这

个框架还能解释哈罗德所认为的正常产能利用率的存在，以及解释工

资份额和利润份额的负向反馈——它驱动了古典增长理论，并产生了

一个持续的非自愿失业率。

[1] 单位劳动力成本=ulc=wr·L/YR，其中wr为实际工资，L为就业，YR为实际国民产

值。那么，如果价格水平由p=m·ulc=m（wr·L/YR）给定，其中m为垄断加成，实际工资份

额就是（wr·L）/（p·YR）=1/m。

[2] 泰勒（2004，136，293）通常以实际工资变化率和产能利用率水平二者关系表示工

资类型的菲利普斯曲线，而不是用与初始菲利普斯曲线对应的就业率。

[3] ，分子是按产品价格计算的实际工资，分母是人均生产

率，w、p、Y、L分别为人均货币工资、价格水平、净国民收入和总就业。

[4] 卡莱茨基（1941）明确了这一点。他投稿给《经济学杂志》的论文的一个版本被拒

收了，因为凯恩斯质疑卡莱茨基的“一个以产能过剩为特征的长期分析”这一假设（Sawyer

1985，69n65）。凯恩斯的反应表明出于两个原因他不同于后凯恩斯主义者：他反对将不完

全竞争作为基础（见8.1.4.4小节），而且他并不相信产能利用率从长期来看是一个自由变

量。



[5] 两种论点都假定实际产能利用率适应正常产能利用率，其区分在于后者是否也适应

于前者。

[6] 拉沃（1996b，120，127–128）观察到企业持有不同程度的过剩产能，他从中得出

结论：意愿的产能利用率（这里用us表示，以区别于古典主义和哈罗德的正常产能利用率

uKn）是“主观上正常”和“惯常的”。他进一步提出当实际产能利用率高于正常产能利用率

时，这个意愿产能利用率会上升。达特（1997，247）得到了相同的模式——通过假定每当

预期进入率比当前高时，当前企业就会降低它们的意愿产能利用率，以增加其防御性储备

（Lavoie 1996b，139n25）。进入率被假定为与积累率成正比，由于gK（rn）被视为代表了

预期积累率，这意味着当gK（rn）> gK时，企业降低us。鉴于标准的后凯恩斯主义积累函数

为gK=gK（rn）+α·（u–uKn），对于一定的参数α，这等于说当u>us时，us上升，和拉沃的

情形一样。

[7] 拉沃（2006，122–123）指出，“后凯恩斯主义和激进学者们之间的共识现在看来

似乎是……实际上，正常利润率下降的负面影响在某种程度上由销售量和生产者现金流增加

的积极影响所补偿……后者与更高的产能利用率联系在一起”。



13

古典宏观动力学



13.1 引言

新瓦尔拉斯宏观经济学建立在三个重要前提之上：（1）基于需求

无差别行为人的完全竞争理论；（2）总需求会自动调节以实现任意给

定的总供给的论断（萨伊定律）；（3）灵活的实际工资会自动带来充

分就业的观念。本书第二部分致力于批判完全竞争理论，构建真实竞

争理论，并对这两种理论进行经验验证；第三部分的讨论则由第12章

对正统宏观经济学的分析与批评开启。本章的目标是构建一个古典宏

观动力学的框架，后面几章将把重点放在就业与失业、通货膨胀和危

机等问题上。

古典方法的核心观念在于：资本增长率是由预期净利润率（即预

期利润率与利率之差）驱动的。相同的命题对于凯恩斯主义的有效需

求理论（见12.3节）和卡莱茨基（1937，85）的理论也很重要。不同

之处在于：在古典经济学传统中，预期利润率与实际利润率是紧密相

连的，这与索罗斯的自反性理论类似；而在凯恩斯主义理论中，预期

利润率是“悬在空中的”——它总是脱离于凯恩斯所关注的短期经

济。所以我们从重新审视有效需求理论开始。



13.2 对有效需求理论的再思考

面对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形势，凯恩斯急于将《就业、利息和货

币通论》出版，因此在他的书稿中出现自相矛盾的论述并不奇怪

（Asimakopulos 1991，55-59）。哈罗德和卡莱茨基在许多相同的问

题上也纠缠不清，而对这些问题的再思考将会带来构建有效需求理论

的不同方法。

13.2.1 有效需求的微观基础

凯恩斯对有效需求的处理是从这里开始的：他注意到由于生产需

要时间，所以企业必须基于预期收益进行生产（Asimakopulos 1991，

40-41）。然后，他转向了完全竞争企业的观点，即完全竞争的企业接

受预期的市场价格（pe），并选择与之对应的使利润最大化的产量

（X*）（Asimakopulos 1991，40-42）。于是，总供给价格（即“预

期收入”）pe·X*等于完全竞争企业利润最大化产量下的预期市场价

值。根据假设，这样的一家企业并不考虑市场需求，因为它相信它能

在任何给定的价格下卖掉它所有的产品。类似地，他接受了新古典就

业理论传统的“第一假定”，即利润最大化条件下的p=mc意味着实际

工资等于劳动的边际产量——这同样是建立在需求独立企业的概念上

（Asimakopulos 1991，42，55，57）。[1]

此外，当凯恩斯考察总需求函数时，他假设的是个体企业实际上

会考虑消费者对它们产品的需求，阿西马科普洛斯对此的评论是：这

是“一种不支持……［完全］竞争企业的关系”（1991，43）。因

此，在需求侧，单个企业被假定为面对的是向下倾斜的需求曲线——

这与凯恩斯在供给侧所做的完全竞争企业的假设是直接冲突的

（Asimakopulos 1991，45 text and n. 17）。在《就业、利息和货



币通论》发表后所写的另外两篇文章中，凯恩斯进一步深化了这一难

题，他明确指出，“企业家必须尽可能地预测需求……通过尝试和犯

错，他们尽可能地接近那真实需求之所在。当他们发现产量高于市场

需求时，缩小生产规模；当情况相反时，则扩大生产规模。这恰好对

应着市场中的讨价还价，正是通过这个办法，买卖双方尽可能地发现

那真实的供求均衡之所在”（Asimakopulos 1991，48）。这当然是古

典的动荡均衡观念：“在犯错中并且通过犯错”实现的平衡，而不是

新古典式的“作为静止状态”的均衡。

在斯诺登和文（2005，376）对现代宏观经济学的权威调查中，他

们对凯恩斯为什么会“采纳古典/新古典理论的完全竞争市场假设”而

不是基于不完全竞争理论感到奇怪，而不完全竞争理论正在被他的后

继者如卡恩和罗宾逊夫人发展出来。他们声称，如果凯恩斯遵循了后

一条道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可能会大不相同——会更接近

卡莱茨基和后凯恩斯主义传统（Snowdon and Vane 2005，376）。这

一观点也得到了坎特伯雷（2001，267）的呼应，他推断说：“如果凯

恩斯活在今天……他最有可能是一名后凯恩斯主义者。”而我的观点

与其不同，我认为凯恩斯会拒绝不完全竞争市场的说法，因为他试图

表达的是一个与古典真实竞争观念相近的观念。他在《就业、利息和

货币通论》中的论述是建立在“原子般的竞争”的存在之上的，因为

他声称竞争本身将会造成持续性失业。的确，我们知道，他坚决反对

那些从刚性工资、“‘垄断’、工会、最低工资法或其他制度性约束

（指通过制度建设对个体交易者追求效用最大化的行为进行限制）中

推导出失业的理论”（Leijonhufvud 1967，403）。戴维森（2000，

11）正确地坚称，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不依赖市场的“不完全”。

克莱斯勒（2002，624-625）也指出，即使是卡莱茨基的有效需求理论

也是建立在“自由竞争”的假设之上的，因此它也不需要不完全竞

争。所以，至少有效需求理论的建立者似乎并不相信资本主义失业是

由所谓的不完全竞争导致的。但凯恩斯的批评者以及凯恩斯和卡莱茨

基的追随者坚持把有效需求理论建立在各种各样的“不完全”之上，



这是因为他们所知道的唯一的竞争概念是完全竞争。我已在第7章和第

8章中指出过，完全竞争理论是一个不自洽的理论，因为它假定企业知

道所有的事情，却不知道这样一个事实——当它们主动增加产出时，

与它们同质的企业也会做同样的事情，从而压低市场价格。相反，在

真实竞争中，个体企业依据来自实践的知识（即每家企业都面对一条

向下倾斜的需求曲线）来设置价格。因此，当凯恩斯说个体企业必须

具备需求意识时，他是完全正确的。正如我在7.6节中指出的，安德鲁

斯、布伦纳和哈罗德在本质上都得出了相同的结论，而卡莱茨基则完

全回避了企业层面的需求问题，只关注于成本加成定价（见8.1.9小

节）。

13.2.2 乘数序列的时间含义

在方程（12.2）中，凯恩斯和卡莱茨基的乘数被表述成一种均衡

关系，但乘数的实现过程本身其实是一个序列。假设我们从某个短期

均衡开始，此时总需求等于总供给，从而总投资等于总储蓄，超额需

求 ED=I–S=I–s·Y=0 ， 均 衡 产 出 Y*=I/s 。 现 假 设 总 投 资 增 至

I'=I+ΔI，此时总投资大于总储蓄。之前我们已经注意到，凯恩斯和

卡莱茨基假设资金缺口完全由银行信贷来满足，相应的购买力的注入

会创造超额需求ED'=I'–S=ΔI。按照标准表达，这会促进产出和收入

的增加以满足超额需求，从而使ΔY'=ΔI。此时，总需求和总供给在

新的更高的水平上达到相等。但是，收入的增加会促进消费需求增加

c·ΔY'=c·ΔI［方程（12.9）］，这带来相匹配的收入增加

ΔY"=c·ΔY' ＝ c·ΔI ， 以 及 相 应 的 继 续 引 发 的 消 费 增 加

c·ΔY"=c2·ΔI。我们可以看到，在连续进行的一轮一轮的过程中，

均衡产出的整个变化将如下所示：



方程（13.1）描述的是标准版本的乘数过程，其最终结果便是方

程（12.12）中的均衡乘数（Snowdon and Vane 2005，60）。这个表

述包含了一个隐含假定，即在任意给定时间段内所有的（无论是正的

还是负的）超额需求都会由同一时间段名义产出的等量增加（或减

少）来满足。但同样我们也可以假定，在一个时间段内，产出只是部

分地（0<ζ<1，ζ为响应参数）响应超额需求，从而更一般的凯恩斯

主义的调节过程可写作作ΔYt=ζ(It−s·Yt−1)。。再把投资的不稳

定性考虑进来，我们便可以将凯恩斯的产出路径表达为方程（13.2）

的形式，其中投资水平为 为随机误差，表示投资在其静

止水平I附近的波动。由此容易推出，对于给定水平的投资，这个过程

在凯恩斯均衡Y*=I/s附近是稳定的，其中 （推导过程见附录

13.1.1）。

在凯恩斯的论述中，如果预期净利润率永久性地提高，投资也会

永久性地提高。相反，如果这个变量先提高，然后降至原来的水平

（比如在一个典型的商业周期中），那么开始和结束时投资的最终均

衡值将会是一样的。图13.1和图13.2分别描绘了产出对暂时性和永久

性投资增加的响应，虚线和实线分别代表了不存在随机冲击和存在随

机冲击时的调节路径。



第二个时间相关的问题也体现在图13.1和图13.2中。即便在响应

参数较高（ζ=0.8）的情况下，也需要大约24个时间段来使系统达到

新的均衡值，这便带来了乘数过程在时间维度上的问题。凯恩斯非常

清楚，产出对投资变化的响应是具有时间维度的，因为生产对需求变

化的响应和消费对收入变化的响应是要花费时间的（Asimakopulos

1991，47，52）。然而，他的表述在两种时间段中来回转换：一种是

给定的观察性时间段，这个时间段只是完成乘数需要花费时间的一小

部分；另一种是运作性时间段，这个时间段必须长到足以达到短期均

衡。即使在他的思考中，这也变成了一个“有力的错误根源”，并有

可能导致他不能区分国民账户方式中的事后储蓄与投资和与之相当不

同的事前短期均衡中的储蓄与投资（见12.1.6小节）。另一个困难在

于，凯恩斯的运作性时间段必须足够长以使乘数能够完成其运作过

程，但又要足够短以使产能的扩张相对当前产能较小，从而投资可以

被看作给定的。凯恩斯似乎相信乘数运作得相当快，但因为他通常关

注的是比较静态问题（不同静态之间的比较），所以他能够在理论层

面避开这个问题。尽管如此，在现实中，乘数的时间维度仍然是一个

相当重要的议题（Asimakopulos 1991，67-69）。



图13.1 投资暂时性增长下的凯恩斯乘数过程



图13.2 投资永久性增长下的凯恩斯乘数过程

13.2.3 以信贷为动力、以债务为结果的乘数

凯恩斯主义和卡莱茨基主义理论假定，总投资与总储蓄是独立

的。但总投资支出怎么能大于总储蓄呢？多出的资金从哪里来呢？新

古典主义理论始终认为是通过家庭购买股票和工商业债券的方式，由

储蓄为投资提供资金。在此观点下，投资与储蓄不会彼此“独立”，

除非货币余额发生暂时性的变化（Ahiakpor 1995，25）。[2]但凯恩

斯和卡莱茨基都持相反看法。只是在他们发表了各自的主要著作后，

他们才分别承认自己之前隐含的假定是：投融资和可获得储蓄之间的

缺口只能以当时的利率通过“可自由获得的”银行信贷满足

（Asimakopulos 1983，222-227; Sawyer 1985，93; Shaikh 1989，

69）。因此，乘数的真实基础，从而节约悖论的基础，竟然是给定利

率下自动扩张的银行信贷创造出来的想当然的新注入购买力。相同的



注入购买力原则也适用于凯恩斯主义对政府赤字支出和贸易逆差的处

理。

方程（13.2）所表达的乘数序列是一个为人所熟知的结果。较少

被注意到的含义是，这个过程的每一轮都是由银行信贷所注入的新购

买力激发产生的，因为在任何一轮中超过储蓄的过度投资都假设是由

银行信贷提供资金的。这便回答了乘数究竟从哪里产生的问题，但这

同时意味着每一轮产出的变化恰好都是这一轮企业银行债务的变化。

由此可知，有关乘数的故事是建立在这样的假设之上的：工商业债务

的总增加恰好等于产出的总增加。

乘数故事隐含了这样的假定：所有的储蓄（包括企业的留存收

益）都被用作投融资，而任何剩下的资金缺口都是由新的银行信贷来

填补的。但既然银行信贷意味着利息与分期偿还，我们便陷入了一个

困境：如果一部分的留存收益不用作投资，而用作还债，那么下一轮

投融资的空缺即新一轮投资所需的银行信贷会因这一部分留存收益的

缺失而变得更大；或者，如果所有的工商业储蓄都用于投资，那么便

需要新的信贷以填补之前欠下的债务。对于两种情况中的任何一种，

标准的乘数故事都需要用到庞氏融资以应对投资需求的变化。我们将

会看到，投资增长时，收入从而储蓄也会以相同的速率增长，在这种

情况下，庞氏融资适用于对这一趋势的偏离（即适用于正的或负的超

额需求情况）。问题来自关于工商业储蓄率独立于企业资金需求这样

一暗含的假定。相反，正如俄林很久以前就注意到的，允许还债就意

味着一个可变的储蓄率（Ohlin 1937，239-240）。

13.2.4 凯恩斯主义理论中储蓄率不变的重要性



乘数过程决定性地依赖这样一个假设：储蓄率是独立于投资与储

蓄间的资金缺口的。如果投资增加而储蓄率不变，那么收入就必须比

原来扩大数倍，直到储蓄再次等于投资。让我们考虑一个相反的情

形，在这里，总投资与总储蓄之间的差额会引发一个足以填补资金缺

口的储蓄率的提高。假设Y=100，I=20，s=0.18，从而S=18<I=20，资

金缺口I–S=2>0。此时，若储蓄率增至s'=0.20，那么资金缺口就能完

全被填补，从而不需要通过收入（从而产出）的增加（使储蓄与投资

达到平衡），乘数将会是零。当投资和储蓄之间的缺口导致储蓄率发

生变化，从而降低了乘数的范围区间时，就会出现介于完全乘数和零

乘数之间的中间情形。这个问题将会在下一节对古典理论（它是凯恩

斯乘数理论的一个替代品）的分析中凸显。我将会指出，储蓄率中的

工商业部分（即利润中作为留存收益的部分）不可能独立于工商业投

资率，因为这两者的决策是由同一个企业做出的。因此，即使家庭储

蓄与工商业资金需求是完全独立的，总的储蓄率也会对资金缺口做出

一定的响应，因为它的工商业部分会做出响应。凯恩斯和卡莱茨基都

没有注意到这个关键点，因为他们接受了新古典的假定，即企业将它

们所有的净收入都分配给家庭，从而所有的储蓄都是由后者来完成的

（Godley and Shaikh 2002，425，431）。在这个意义下，储蓄和投

资的决策似乎是由动机根本不同的群体做出的。我们会看到，古典理

论与之不同，它的出发点便是工商业储蓄和投资都是由企业自己决定

的，因此从一开始，储蓄率和投融资之间的内在联系就被置于首位，

进而在考察家庭储蓄时，便无须改变储蓄率根本上的内生性。

显然，对乘数故事的一般化处理，便是允许部分内生的储蓄率具

有存在的可能。在接下来的简单模型中，既包括对应于完全乘数的储

蓄率固定的情形，也包括对应于零乘数的储蓄率完全内生的情形。在

每 一 轮 中 ， 产 出 对 上 一 轮 的 超 额 需 求

EDt−1=It−1−St−1=It−1−st−1·Yt−1做出响应（参数a），而储蓄

率对考虑投资问题时存在的相对资金缺口（相对于收入，因为储蓄率

也是相对于收入而言的） 做出响应



（参数b）。于是b=0（储蓄率固定）导致完全乘数，而b=1（完全适应

性的储蓄率）导致零乘数。对0<b<1的情况而言，最终的产出有赖于产

出对超额需求的响应和储蓄率对资金缺口的响应（即有赖于参数a和参

数b）。

其中，当b=0（储蓄率固定）时，结果与凯恩斯在图13.1和图13.2

中的完全乘数情形一样。而当b=1时，储蓄率则是完全内生的，因此不

会有乘数，这即是古典的情形。图13.3和图13.4展示了在任何给定时

间段内产出部分响应超额需求（a=0.3）和储蓄率部分响应资金缺口

（b=0.5）的一般情形。图13.3描绘的是投资水平暂时性提高的情形，

图13.4描绘的则是投资水平永久性提高的情形。两张图的比例尺是相

同的，从而两张图中乘数效应的强度和持续时间都可以直接比较。很

明显，当储蓄率具有内生性时，乘数效应被削弱了，因为超额需求所

造成的刺激有一部分被储蓄率的上升吸收了。对一般化乘数过程的分

析性质的深入讨论见附录13.1.2。



图13.3 投资暂时性增长下的一般化乘数过程



图13.4 投资永久性增长下的一般化乘数过程

13.2.5 实际产能利用率与正常产能利用率的关系

传统静态凯恩斯主义的观点意味着产能利用率会持续下降。在凯

恩斯主义理论中，给定的预期净利润率（re–i）意味着给定水平的投

资I(re–i)，从而也意味着给定水平的均衡产出Y*=I(re–i)/s。问题

在于，投资会扩大资本存量，从而扩大产能。若均衡产出给定而产能

不断提高，产能利用率必定持续下降，因此这种静态观点存量-流量不

一致。

罗宾逊夫人（1962）弥补了这个缺陷，方法是将积累率

（gk≡I/K）而不是投资水平（I）转变成预期净利润率函数：

gK≡gK(r
e−i)。这恰好是古典主义的观点。此时，特定水平的预期利

润率（“动物精神”）意味着特定的资本增长率，从而也意味着稳定



的产能利用率。至此，至少产能利用率持续下降的问题得到了解决。

为了看清这一点，我们把均衡积累率和第12章中的产能利用率uk=YR /

YRn)联系起来，把方程（12.7）和短期均衡条件I=s·Y联系起来。后

者在传统意义上是名义变量，但作为一个比率，我们可以通过将分

子、分母同时除以实际资本的价格指数，把它写成实际量——在这种

情况下，最大利润率是一个流动比率（见6.8节和附录6.2）。

其中， 正常产能-资本比。可以看到，在储蓄率固

定、决定Rn的生产条件给定的情况下，任何特定的积累率都会有一个

对应的产能利用率。在动态凯恩斯主义的观点中，给定的预期利润率

决定某个特定的积累率gK（re–i），从而决定某个特定的产能利用

率：其间的因果关系是从预期净利润率到实际产能利用率。

没有理由认为，由特定状态的“动物精神”导致的产出水平应该

与正常产能下的产出相对应。因此，实际产能利用率一般不等于其正

常水平（uKn=1）。哈罗德（1939）仅仅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发表三年之后，就展示了只有某个特定的积累率 （他称之为“有

保证的”积累率）是与正常产能利用率相一致的。如果我们要求产能

利用率是正常的，那么方程（13.7）告诉我们，有保证的积累率完全

是由储蓄倾向和生产条件决定的，其中生产条件规定了正常产能资本

比率Rn和正常产能利用率uKn。



这样一来，我们陷入了一个僵局。[3]如果积累是由预期利润率驱

动的（正如古典理论和凯恩斯所认为的），那么产能利用率通常不同

于正常水平。相反，如果积累的目的是维持正常的产能利用率（正如

古典理论和哈罗德所认为的），那么积累率则是由储蓄率和生产条件

来确定的。这便是之前讨论的储蓄率内生性在另一层面的体现：它既

允许积累由预期利润率来驱动，又允许产能利用率长期处于正常水平

（Shaikh 2009，476-482）。

13.2.6 预期结果和实际结果的关系

在凯恩斯和卡莱茨基的理论中，投资严格地依赖预期利润率与利

率之间的差额（re– i）（Harrod 1969，186，193-194; Sawyer

1985，98; Snowdon and Vane 2005，59）。卡莱茨基并没有建立起预

期利润率和实际利润率之间的关系。凯恩斯建立起来了，但他对这两

个变量的处理方式是出了名的含糊不清的（Asimakopulos 1991，70-

84）。凯恩斯指出，预期利润率，即资本的边际效率，是（企业）内

部的收益率，它等于在当前的市场价格下，在给定投资的整个生命周

期中平均可得的预期利润流。这个预期收益率不需要和当前已实现的

收益率相等。的确，预期收益和已实现收益之间的差别对实际的经济

结果可以是一个强有力的影响因素。一次繁荣正是开始于预期利润率

上升至高于当前水平的时候，而崩溃则是相反的情形。因此，当前投

资的驱动力对实际利润率而言具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性（Tsoulfidis

2010，251-252）。



但是，当前的收益率是投资开始进行时曾被预期而现在已经实现

的值。如果先前的预期被证明是错误的（正如通常会发生的那样），

这个错误一定会影响当前对未来收益率的预期。同时，既然预期是向

前看的，那么设想中的未来也会起部分作用。在经济理论中，适应性

预期理论依赖一个假设，即只有过去的错误才会修改预期，而理性预

期理论则通过假设预期在有随机误差的意义下总是正确的，因此不能

被预测，从而跳过了这个问题（见12.4.3小节）。[4]索罗斯的自反性

理论则假设预期可以影响实际，而前者可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高

于后者，直到它开始向最低点坠落为止。在这个意义上，自反性预期

意味着预期利润率会影响实际利润率，反之亦然，从而这两者以一种

动荡的方式围绕着一个互相构建的引力中心波动。这显然是马克思和

凯恩斯的一般性假设。

13.2.7 动态情境下的调节过程

一种动态的观点引导我们重新考察短期和长期的调节过程。通常

情况下，当需求变化时，乘数过程必定围绕着一个移动的趋势运行。

在这种情况下，乘数过程需要用比值和增长率来表达。抽象掉政府和

外国部门，我们可以将相对超额需求写作ed=ED/Y=(D-Y)/Y=d-1，其中

d≡(D/Y)。这里的要害在于，一般来说，需求是一个移动目标，而经

验告诉我们，要想击中一个移动目标，必须追踪它的路径并瞄准它预

期应当出现之处，并根据超过或不足的偏差来修正准心。那么，方程

（13.2）的乘数过程可以被重新表述为两个分开的过程：第一步，在

考虑到当前存在的超额需求的情况下，企业根据预期需求的增长

（ΔDe / De-1）安排产出的增长（ΔY/Y−1）；第二步，就动荡调节

的意义而言，预期是大致正确的，即最多存在一定的误差项 。当凯

恩斯论及以下观点时，这两个命题都被他明确提出：企业根据预期收

益进行生产，而大部分企业“在预测需求的不懈努力中通常不会对均

衡点做出过分错误的预测”（Asimakopulos 1991，48）。通过详细说



明预期影响实际的方式，以及实际影响预期的方式，自反性理论向前

迈进了一步，但其一般结论未变：两者在某个典型的动荡过程中围绕

彼此运动。

由于相对需求 ，联立方程（13.11）和方

程（13.12）可得：

很明显，短期动态调节过程是完全稳定的，因为，d>0，ζ>0。若

dt-1>1，方程（13.13）意味着dt会减小，从而向1靠近；若dt-1<1，

方程（13.13）意味着dt会增大，从而也向1靠近。所以，均衡位置为

d*t=1，即相对超额需求edt=0，这与方程（12.12）中的Y*t=It/s是一

致的。这便是希克斯的存量-流量调节原则的公式化表达（Hicks

1985，ch. 10，97-107）。储蓄率具有内生性或者外生性在这里无关

紧要，关键因素在于预期和实际变量的互相响应。

希克斯的调节原则同样可以较好地用于证明哈罗德的产出产能调

节的稳定性（Shaikh 2009，464-467）。产能（从而资本存量）的调

节是一个更缓慢的过程，其中计划产能以预期产量（就短期调节而

言，预期产量成功指向实际需求）为目标，而反馈误差（uk-1）为实

际产能利用率与正常产能利用率之差。这再一次成为一个完美的一般



原则，同样很好地适用于目标值稳定不变的情形。由于uk≡Y/Yn，对

小的变化而言， ，因此长期过程同样

是绝对稳定的。在哈罗德的有保证的增长路径上，不会有失控不稳的

“刀锋”存在。

13.2.8 哈罗德系统中的外生需求和所谓的斯拉法超
级乘数

在传统凯恩斯主义的故事中，投资是外生的，储蓄率是给定的，

而对应的均衡产出水平是由乘数关系决定的。在这种观点下，产出增

长源自外生需求的增长。哈罗德推翻了这一论断。他注意到，尽管投

资需求在短期来看是外生的，但从长期来看它实际上是内生的，因为

它会自我调整以消除实际产能利用率与正常产能利用率之间的差距，

所以资本主义的增长是内生而不是外生驱动的。哈罗德的有保证的路

径中最引人注目的特征之一便是储蓄率下降的短期效应是通过乘数提

高产出水平，但长期效应是降低内生的（有保证的）增长率［方程

（13.9）］。



如果我们再加入外生的不断增长的政府需求和出口需求，哈罗德

系统会发生什么呢？对于给定的储蓄（s）、税收（t）和进口倾向

（im），乘数关系就变为：[5]

其中 自主性（外生）需求，即政府需求与出口需

求之和，而s′≡s+t+im。但是，产出也（大致）等于产能，因为投资

会自动调节以维持正常水平的产能利用率。既然Rn≡(Yn/K)，

It=ΔKt=资本存量的变化，那么在有保证的路径上，Yt≈Yn=K·Rn，

因此 ，其中s′≡s+t+im。忽略二阶微分

项[6]，有保证的（正常产能下）产出增长率 通过下面的

方程给出：

其中 “纯粹的”有保证的产出增长率， 这

一项捕捉了税收（t）和进口倾向（im）以及外生需求 的综合效

果，而变量ε则捕捉了需求与供给、产出与产能之间动荡平衡的效

果。这里，ε在长期中围绕零波动，虽然它可能不一定有零均值，因

为波动可以是不对称的。在哈罗德体系中，引入（真实）外生需求会

对增长产生两个互相冲突的长期影响。方程（13.18）右边方括号内

（t+im）这一项表明总储蓄率s′≡s+t+im的扩展部分对有保证的增长

率产生正面影响，因为在哈罗德的增长理论中储蓄率是最终驱动力；

此外，在同一个方括号中，外生需求与资本存量之比作为负项存在，

从而意味着更低的有保证的增长率。让问题变得更复杂的是，方程



（13.18）的左右两边是不独立的，因为方程左边的有保证的增长率

对正常产出 的路径是有影响的，而 是方程右边方

括号中最后一项的分母。于是，外生的政府需求和出口需求对产出增

长的影响，取决于总外生需求的增长率与当前有保证的增长率 产生

联系的方式：如果外生需求的增长率低于已有的有保证的增长率，它

将促进长期产出的增长；如果外生需求的增长率高于已有的有保证的

增长率，则会降低总的增长率（Shaikh 2009，sec. 7，469-471，

appendix B，486-490）。在前一种情况下，外生需求的份额将会持续

下降，因为产出增长得更快；在后一种情况下，这个份额会持续上

升。只有当外生需求的增长率等于已有的有保证的增长率时，才能得

到稳定的份额（489-490）。在任何情况下，产能利用率都保持在正常

水平。

为了理解这些结果的意义，考虑 的初始情形，从而一

个“纯粹的”有保证的增长率 。既然方括号中的项仅仅

是预算剩余与贸易逆差之和占净产出的份额

[7]，那么当这两项余额相互抵消时，即（比如）当我们有预算赤字

（Gt–Tt）和贸易逆差（IMt–EXt）相等的双赤字时，就能得到“纯

粹的”增长率。这与戈德利等的新剑桥假说相一致（Fetherston and

Godley 1978; Godley 2000）。现假设外生需求增长率开始高于现有

的增长率，那么短期效应是产出水平相比原先的趋势路径会提高，但

总的产出增长率则会下降。短期内得到的会在长期中失去。相反，如

果外生需求增长率开始低于纯粹的有保证的增长率，那么产出水平的

路径会降低，但与此同时它的增长率会提高（Shaikh 2009，470-

471，figs. 3-4，and 472 text）。由此可见，提高产出水平而不改

变增长速度的唯一方法，便是在提高外生需求路径水平的同时，使增

长率等于有保证的增长率。既然人们不能在提高一个变量水平的同时

不改变它的初始增长率，便意味着需要先提高外生需求的增长率，使

产出增长率高于纯粹的有保证的增长率，直到产出达到新的水平，然



后再降低外生需求的增长率，使产出增长率回到纯粹的有保证的增长

率水平。

上述结果关系到围绕所谓的斯拉法超级乘数的争论。[8]赛拉诺

（1995，71-72）指出，当“在长期总需求中存在一个正的自主性支

出”，且产能利用率保持在正常水平时，整个经济可以被看作“需求

导向”的，且对应的“有效需求水平……会是这个自主性支出的数

倍”。就需求导向的观点而言，我们已经看到，“纯粹的”哈罗德系

统不完全是需求导向的，因为投资是内生的。于是，外生需求要么改

变有保证的增长率，要么使它保持不变。若外生需求的增长率高于纯

粹的有保证的增长率，它会对产出水平产生正的推动，而对增长率产

生负的推动。反过来，若它的增长率低于纯粹的有保证的增长率，则

它会产生相反的推动作用。若它的增长率恰好等于纯粹的有保证的增

长率，则它会对产出水平和增长率都不造成影响。所以我们可以说，

产出的增长永远都不是需求导向的：它至多是需求修正的，在这种情

况下，产出增长率改变的方向与外生需求所推动的方向是相反的。

相反，只有在作为基础的外生需求本身的增长调整并适应了纯粹

的有保证的增长率时，正常的产能产出水平才可能通过短期冲击成为

需求导向的。此时， ，只有在这种情况下，

才显得好像是产出完全由外生需求驱动（Trezzini 1998，57）。最

后，由于哈罗德系统依赖外生给定的储蓄率，所以当产出-资本比

（Rn）为常数时，纯粹的有保证的增长率 也是常数。一些作者

指出，外生需求增长率与纯粹的有保证的增长率不同，与正常产能利

用率也不一致，因此真正的需求导向的增长需要产能利用率在一般情

况下与正常产能利用率有所不同（Trezzini 1998，57-58; Palumbo

and Trezzini 2003，116-117，135）。这显然是标准的后凯恩斯主义

的结论（见12.6.4小节）。我们已经看到在目前情况下这是不对的，

因为即使在纯粹的有保证的增长率是常数的情况下，方程（13.18）中

总的有保证的增长率也会随着外生需求增长率的变化而变化。但是，



哈罗德主义和后凯恩斯主义的框架之间更深层次的分歧在于，（哈罗

德主义认为）积累是由预期净利润率决定的，而储蓄率是内生的（见

13.2.4小节）。

13.2.9 确定性趋势与随机性趋势

现在我们考察一种特殊的情形，即预期净利润率（re−i））随时

间推移而动荡地增长。在凯恩斯主义理论中，投资水平是预期净利润

率的函数，从而投资 和均衡产出 具有相关的时间

路径。允许一定程度的随机波动Ɛt存在，我们可以写出：

这里，无论储蓄率是固定的还是变化的，正如方程（13.20）所

示，产出的对数都有一个确定性的时间趋势f(t)。这是因为在凯恩斯

主义框架里，投资水平（It）会响应预期净利润率，所以如果后者具

有一个时间趋势，那么投资和产出也会有。由此产生的路径不可能带

来一个稳定的正的或负的投资增长率，因为利润率有它的上下边界，

最大利润率（Rn）是它的上界，零是它的下界。◎的确，如果

（re−i）是不变的，那么根据凯恩斯主义理论，投资、产出和就业也

必定是不变的。

我们已经看到，古典经济学家和罗宾逊夫人、哈罗德等经济学家

都指出，是积累率（ ）而非投资-资本比对预期净利润率

做出反应。 [9]但是，即使 只是围绕着某个常数α波动，即



，这也立刻意味着 ，

结果，lnKt具有了随机趋势，因为这是一个单位根过程（Nelson and

Plosser 1982; Enders 2004，186-187; Shaikh 2009，473）。[10]

在图13.1和图13.2中所描绘的凯恩斯主义乘数图景中，预期利润率的

暂时增加只对产出和就业水平产生暂时的影响，但在以方程（13.20）

的形式表达的古典主义情形中，预期净利润率的暂时增加会通过暂时

改变产出和就业的增长速度永久地改变这两者的水平。这是一个激动

人心的重大差别。13.3.4小节会详细考察它的含义。

13.2.10 货币供给内生性对利率理论的影响

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凯恩斯假定货币供给是由货币

当局决定的（Asimakopulos 1991，86-95，117）。但在之前的著作

《货币论》中，他强调银行信贷是以借款人和贷款人的私人决策为基

础的。此外，我们正好注意到，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发表之

后，凯恩斯承认，他已经假定储蓄和投资之间的任何缺口都将由任意

给定利率下的银行信贷来满足。在这种情况下，货币供给会直接随着

对信贷需求的变化而变化，而这便使前者成为内生的。卡莱茨基对货

币和金融的看法是零碎的，但他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把货币看作信用货

币，把货币供给看作内生的（Sawyer 1985，17，88，93-94）。

在凯恩斯那里，货币供给的内生性与他构建LM理论的基础是互相

冲突的，因为一旦货币供给是内生的，流动性偏好便不足以决定利

率。我们需要一些其他的解决方式。后凯恩斯主义的解决方案是声称

央行固定一个基础利率，而私人银行在这个基础利率之上通过垄断加

成得到市场利率。但这对凯恩斯的初始问题（竞争性市场如何决定利

率）并不具有指导意义。我在10.2节中已经指出，竞争性市场通过金

融部门调节资本利润率的均等化决定所有的利率，包括基础利率。这

可以当作凯恩斯关心的其中一个主要问题的替代性解决方案，它表



明，竞争性利率并不能自由波动以使总需求等于充分就业状态下的总

供给。

13.2.11 总需求与价格水平

在凯恩斯的框架中，非自愿性失业存在的直接后果是：总需求的

增加会首先增加产出和就业，而只有在充分就业状态附近时，价格才

会受到冲击（Snowdon and Vane 2005，61，142）。这便将他置于古

典货币数量论的对立面，后者声称，由货币供给的增加带来的有效需

求的增加只会提高价格水平。在凯恩斯看来，货币数量论（与新古典

经济学的其他方面一样）只适用于充分就业的情形（Snowdon and

Vane 2005，70），而即便在充分就业的状态下，新古典理论也不一定

适用，因为预防性和投机性的货币持有取决于预期与信心的状态，所

以货币需求可能会剧烈波动（Snowdon and Vane 2005，70），这与货

币数量论的中心要求（即货币需求是关于收入和利率的稳定函数）是

直接冲突的（见12.4节）。

菲利普斯曲线允许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解释为什么价格会在充分

就业状态到达之前就开始上涨。原初的菲利普斯关系，即名义工资变

化率和失业率之间的关系，假设价格由成本加成来设定，而成本最终

被还原为劳动力成本，由此转化出一种通货膨胀率-失业率曲线。这一

切似乎都没问题，直到菲利普斯曲线在20世纪70年代的大滞胀中崩

溃。弗里德曼和费尔普斯发动了新古典主义反革命，并从中生出了新

古典理论、真实商业周期理论和最终的新凯恩斯主义理论（见12.4

节）。指出以下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与反革命经济

学的所有变种都有一个关键的共同点：两者都假设只有当总需求超过

充分就业状态下的总供给时价格才开始上升。

但看待这个问题还有另一种方式。在古典增长理论看来，一个经

济体系的最高增长率是将剩余产品全部用于再投资（即资本积累率等

于利润率）时达到的。这个极限值在李嘉图的谷物模型和马克思的扩



大再生产模型中是隐含的，而在冯·诺伊曼和罗宾逊夫人[11]处理增

长问题时被明确指出来了。从这个角度来说，实际积累率和利润率的

比值可被看作衡量一个经济体增长潜力利用程度的指数。这个比例其

实就是投资占利润的份额σ'=gK/r=（I/K）/（P/K）=（I/P）。它的

决定因素会在后文中推导。我将在第15章中以此构建一个关于通货膨

胀的古典理论，它能够解释大滞胀时期的事件，也能解释许多国家的

通货膨胀路径。

13.2.12 作为正常现象的资源未充分利用

凯恩斯对资本主义保持高度的敬意，并尊重他所处时代正统经济

学的理论基础，但现实世界中的经历使他确信，即使在短期内资本主

义也总是有能力进行扩张，而非自愿性失业是无管制资本主义经济事

务的正常状态（Snowdon and Vane 2005，65）。他还进一步表明，

“一旦这个主要的缺陷被消除，充分就业得以恢复”，新古典理论便

变得完全适用了，对如下所述的“［新］古典主义分析方法是不存在

异议的”：由个人的自利来决定生产何种特定的物品，用什么样比例

组合的生产要素来生产，以及如何将最终产品的价值在要素之间加以

分配”（Keynes，cited in Snowdon and Vane 2005，21）。他把自

己的理论表述为通用的，而把新古典理论当作仅适用于充分就业状态

的特殊情形。凯恩斯的自负是有理由的，他的目标是拯救新古典理论

和资本主义本身。不幸的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经济政策在他1946年

去世后仅仅20年便失效了。当弗里德曼、费尔普斯和卢卡斯将持续性

失业纳入正统理论，并将其与工会和政府的行动联系在一起时，凯恩

斯本人对新古典理论曾经做过的事情，现在报复性地掉过头来被施加

到他自己身上。此后，新古典理论的完全竞争状态被视为一般情形，

而凯恩斯式的结果被看作源自工资和价格刚性的特殊情形（见12.4

节）。我将会在第14章中提出相反的命题：通过一种竞争性制度的运

作，资本主义会保持住一定数量的“正常的”非自愿性失业，在这个



制度中，实际工资是具有完全弹性的。我们的任务将是说明正常的失

业率与“自然的”和“非加速通货膨胀的”失业率有何不同以及为什

么不同。

[1] 但是，当凯恩斯研究个体消费者的行为时，他明确拒绝了基于传统的效用最大化行为

的“第二假定”，尽管他自己的理论阐述并不清晰（Clower 1965，103-125）。

[2] 阿希亚克波尔（1995. 24 text and n.30）指出，对储蓄的古典定义是对金融资产

的购买，这和货币的贮藏是不一样的。若是那样，储蓄和投资之间的不平衡将会对资本市场产

生冲击，从而影响利率。他同时指出，古典理论在接受至少在短期内贮藏的增加会减少总需求

这个观点上不会有困难。他批评凯恩斯把“储蓄和投资需求与利率的决定”分开，把利率的决

定替换为流动性偏好，并注意到《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发表三年之后，凯恩斯在一篇文章

中事实上已经说道，“储蓄的增加会降低利率”（Ahiakpor 1995，22-24，30-31）。

[3] 此外，既然哈罗德的有保证的增长率是由给定的储蓄率决定的，那么面对劳动供给的

增加，有保证的增长率似乎不会与“自然增长率”，即与充分就业（或者说事实上任何恒定的

失业率）相符合的增长率相适应。卡尔多-帕西内蒂的解决方案是将工资和利润收入纳入储蓄

率，从而收入分布必须加以调整以使有保证的增长率与自然增长率和谐一致（Kaldor 1957;

Pasinetti 1962）。在这个框架下，工人（的行动）对他们自己的生活水平没有影响（见

14.2节）。

[4] 罗宾逊夫人（1962）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将预期利润率和实际利润率联系起来。在给

定利率之下，每一个预期利润率决定了一个特定的积累率 ，从而生成一个特定的产能利

用率，这个产能利用率与某个特定的已实现的利润率相对应。为使预期是自我一致的，在固定

利息率下必须使re=r，而这只对某些利润率的值是可能的。这在她著名的“香蕉图”中被展示

出来（Backhouse 2003，457-461; Lavoie 2006，108-109）。不幸的是，她的利润-预期

均衡意味着实际产能利用率在通常情况下与正常比率不同，并且没有任何可能的修正机制——

这是后凯恩斯主义传统存在的特有困难（Shaikh 2009，472-476）。

[5] 根据第12章方程（12.5），短期内宏观经济均衡条件为ED≡[I–S]+[G–T]+[EX–

IM]≈0,，其中S=s·Y=储蓄，T=t·Y=税收，IM=im·Y=进口，s、t和im分别是外生给定的私

人储蓄、税收和进口倾向。因此，如果产出等于产能，我们得到方程（13.17）。

[6] 根据 我们得到方程（13.18）中的 。

[7] 根据 ，以及上文所说的 ，分母打通，合并分子，可

得 ，这就是预算剩余与贸易逆差之和占净产出的份额。——译者注

[8] 赛拉诺（1995，67n61）从希克斯的理论中抽取了“超级乘数”的术语，并加上“斯

拉法”作为前缀，因为在斯拉法-古典框架中，产品价格与正常的产能利用率相对应。他谨慎

地指出，他“并不是在说在斯拉法的著作中能够找到某种像超级乘数的东西，也不是说他同意

这一观点”。他其实可以更好地称之为李嘉图超级乘数。



[9] 凯恩斯假设投资水平是预期净利润率的函数 。在这种情况下，积累率

与大不相同。

[10] 若 ， 其 中 为 一 平 稳 过 程 ， 且

，这里s=0，1，2，...。文中的单位根过程是一个带α漂

移量的单位根过程。——译者注

[11] 罗宾逊夫人特地引用“可用剩余”作为该体系扩张的极限（Backhouse 2003）。



13.3 利润中心的现代古典经济学

“驱动企业的引擎是……利润。”（Keynes 1976，148）

13.3.1 利润同时调节供给和需求

利润在宏观经济学中处于中心地位。没有利润，就不会有生产，

不会有劳动收入或财产性收入，从而不会有作为消费需求基础的家庭

收入与作为投资需求基础的前景和期望。由于生产需要时间，资本对

原料和劳动力的支出必须在先，而实际产出要在之后的某个时间才能

得到，因此生产总是以预期利润为基础开始的，而预期利润率则是受

实际利润率控制的。依据预期的强烈程度，生产可能在比过去更高或

更低的水平上进行。这些可能性可以用这样一句话来概括：循环周转

的流动投资（用于改变投入品和劳动力的额外资本，见第4章）既可能

为正又可能为负，这取决于对利润的估计[1]。相应地，固定投资也可

能扩张或收缩产能，这同样取决于在一个更长的时间范围内个体对利

润的预期。在任意时刻，一些企业会扩张，而另一些企业则会收缩，

这取决于它们各自不同的预期与时运。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家庭收入

和支出。在宏观经济层面，有效供给和有效需求都是通过不同的渠道

由预期利润控制的。正因为控制渠道不同，所以没有理由认为供给侧

和需求侧会自动达到平衡。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是供给侧经济学，因为

它宣称，在短期内，产出水平是由以下两点决定的：一是资本存量使

用上的利润最大化，二是劳动力存量上的充分就业。如果劳动力供给

增加，那么从长期来看，产出和资本也会适应劳动力的增长率。在同

样水平的抽象下，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是需求侧经济学，因为它认

为短期产出（从而资本的利用和劳动力的就业）是受总需求中相对自

主的那一部分（自主消费和投资）控制的。因此，产出的增长源于自

主性需求的增长，而自主性需求可能足以也可能不足以维持产能的充



分利用和/或劳动力的充分就业。古典宏观经济学既不是供给侧也不是

需求侧的，它是“利润侧”的。利润同时作用于供给和需求的水平与

增长路径。

13.3.2 工商业储蓄率的内生性

利润对总供求平衡的调节作用还有第二层含义。马克思在《资本

论》第二卷中关于再生产理论的开创性体系表明，无论是在静止的还

是在增长的经济中，总供给的增加都能创造出相应的需求的增加。[2]

问题不在于各部门间适当的比例，因为如果我们像凯恩斯主义或新古

典经济学那样在纯粹的宏观层面研究问题，部门之间的问题便不存在

了。在马克思描述的情形中，关键点在于储蓄率与投资不是彼此独立

的，因为工商业储蓄和工商业投资是由同一个主体来完成的。企业不

仅投资，还拿出自己的利润来为投资提供部分必要的资金支持。为了

彻底阐明这个观点，马克思在一开始抽离了银行信贷（它能够提供独

立于当前资金储备的资金来源）以及家庭储蓄向工商业投资贷出的资

金。从而，对企业总体而言[3]，唯一能增加投资的方式便是留存更多

它们自己的总利润。[4]假设企业增加了100单位的劳动力和原料（即

用于循环周转的流动投资）的投入，其中60单位用于雇用新的劳动

力，40单位用于采购更多的原料。前者直接增加60单位对劳动力的需

求，后者直接增加40单位对商品（原料）的需求。在纯粹内部融资的

假设下，总投资的资金筹集是通过增加100单位的留存收益实现的，而

这会导致分给企业主的利润减少100单位，从而减少100单位的家庭总

收入。此外，新雇用劳动力的收入会增加60单位。在简单再生产条件

下[5]，净效应便是减少了40单位的消费需求。最终结果是，在原料上

新增的40单位需求将会被在消费品上减少的40单位需求抵消。[6]如果

在每一个部门中实际产出都与需求相适应，那么产出比例将会由消费

品转向原料，但总需求不会发生改变（Marx 1967b，506-507; Shaikh

1989，85n2）。



在这种限定情况下，乘数为零：总投资的增加并不会带来总需求

或总产出的增加，因为储蓄率会调整以适应投资率。如果企业整体选

择只用工商业储蓄为投资提供部分资金，那么剩下的部分就必须能向

银行借款。这时才会有乘数，但它是一个可变的值。将固定资本考虑

进来不会改变这一整体结论。

总储蓄率的内生性在戈德利和克里普斯（1983）、拉格尔斯夫妇

（1992）的论述中也起到重要作用。英国的韦恩·戈德利等观察到这

样一个现象，即在发达国家中，私人部门的（货币）余额往往量少且

比较稳定，从而得出结论：贸易逆差往往可以反映政府赤字，正如方

程（12.1）所示。这便是新剑桥学派的双赤字假说。戈德利和克利普

斯在他们1983年的著作中假定私人部门的余额由私人净金融资产与可

支配收入之间稳定的常态关系驱动，并努力为他们的经验发现提供理

论基础。当投资由利润率决定，而收入被分发给个人或企业时，总私

人储蓄率必定会调整，以使金融资产和收入的实际比例等于意愿值。

美国的拉格尔斯夫妇遵循同样的证据线索，得到了一组不同的结论。

当他们将家庭储蓄和工商业储蓄的经验证据仔细分解开来时，发现在

战后时期，家庭可支配收入超出非耐用消费品支出的部分（这便是他

们对储蓄的定义）大致等于家庭耐用消费品支出。类似地，工商业储

蓄（留存收益）也大致等于工商业对新厂房和设备的支出。这使他们

提出这样的假设：每个部门都由共同的行为原则驱动，即储蓄的目的

是为“资本的形成”提供资金。请注意，从凯恩斯主义的视角来看，

储蓄是通过可支配收入超出所有消费支出的差额定义的。于是，拉格

尔斯夫妇的发现意味着，（在凯恩斯主义的定义下）家庭储蓄率为

零，而工商业储蓄率等于投资占利润的份额（Shaikh 2012b）。

以上两个学派都得出一个观点，即储蓄率会适应投资的需要。储

蓄率的内生性具有的内在含义与有效需求理论是矛盾的。一方面，它

缩小了乘数理论的适用范围。在标准的凯恩斯主义情形中，任何投资

与储蓄之间的缺口都会由产出的改变填充，因为储蓄率被看作不变，

而在储蓄率会自动调节以填充缺口的条件下，乘数会减小（见13.2.4



小节）。在拉格尔斯的情形中，同时是基本的古典理论情形中，家庭

不会储蓄，而企业则储蓄它们需要用于投资的部分。在这种情况下，

乘数是一个暂时的变量，它的持续时间取决于工商业储蓄适应投资需

求所需的时间。此外，储蓄率的内生性允许我们在保留哈罗德所认同

的从长期来看实际产能利用率会围绕它的正常水平上下波动的观念的

同时，重申马克思、凯恩斯和卡莱茨基所认同的观念，即增长是由预

期的投资利润率所支配的（Shaikh 2009）。更近些时候，数名作者已

经论证工商业储蓄率不必独立于工商业投资（Ruggles and Ruggles

1992，119，157-162; Blecker 1997，187-188，223-224; Gordon

1997，97，107-108; Pollin 1997）。正如布勒克尔（1997，188）所

注意到的，如果工商业储蓄率确实与它们的投资决策相关联，那么

“［经验观察到的］储蓄-投资相关性的政策含义将彻底改变”。

重点在于，工商业储蓄和投资决策不能被看作相互独立。事实

上，在全球危机爆发之前的2007年，美国公司企业总投资额的100.5%

是由内部资金提供的。而当2007年危机爆发时，由于投资崩溃，这一

数字上升至567%。[7]在二战后至危机之前的1947—2006年，作为一个

整体的非金融企业（包括公司和非公司企业），总储蓄与总投资之比

平均为110%；而在2007—2011年危机期间，由于企业加强了它们的流

动性，这一比值上升至140%。[8]这告诉我们，在经济正常时期，工商

业储蓄率会紧密跟随工商业投资率。但是，理论模型通常都假设总储

蓄率是“给定的”，从而与投资需求是完全独立的。例如，卡莱茨基

（1966，96-99）开始时正确地指出，投资决策与投资资金的筹备是在

实际投资开始之前完成的。他甚至强调，投资决策强烈依赖企业的内

部资金（即储蓄）。但随后，他便未经考虑地将“企业储蓄”归入

“总私人储蓄”，并通过工资和利润两者固定的（边际）储蓄倾向，

将“总私人储蓄”与工资和利润联系起来（59）。通过这一步，他切

断了工商业储蓄率和投资率之间的联系，从而也切断了总储蓄率和投

资率之间的联系。罗宾逊夫人明确讨论了工商业储蓄，但她将其与企

业的折旧和分红政策联系在一起，而没有将其与投资联系在一起



（Asimakopulos 1991，170）。标准的凯恩斯主义模型往往更进一

步，假设储蓄完全由家庭按照一个恒定的储蓄率来进行，而这个储蓄

率与投资率完全无关。这便意味着企业先分配掉它所有的利润，然后

飞快地借回它们需要为总投资筹资的部分——当然是在支付利息的前

提下。在这种模型中，企业需要向贷款人支付的相应利息和分期还款

通常是被忽略的（Godley and Shaikh 2002）。

13.3.3 利润、投融资与增长

下面我将从一个没有银行信贷或股票市场（从而没有股份公司）

的封闭的私有经济出发，逐个引入要素，构建一个古典的宏观动力学

解释。

13.3.3.1 每家企业的投资都完全依靠内部融资

所有人和合伙人（之后若不做说明，通称为所有人）支付企业的

运作成本，包括原料成本、折旧费、工人和经理的工资。销售额中剩

下的部分便是利润。利润可以分配给所有人作为个人收入，可以增加

企业的货币余额，也可以留存下来作为投资资金。假设企业之间并不

互相借债，从而所有的投资资金都是由企业内部提供的，那么就不会

有针对投资的资金市场，从而也不会有相关的利率。除了先前存在的

货币余额可以提供有限的灵活性外，每家企业的实际投资占当前利润

的份额（投资份额）将受制于企业最大储蓄额，即当前利润超出分给

个人收入和维持货币余额最低值的剩余部分。在这个限制之下，更高

的投资份额一般要求利润中更多的部分被用于为投资提供资金。这个

根本要求可以用这样一条原则来表述：工商业储蓄率会对当前储蓄率

与投资份额之间的缺口做出响应（Shaikh 2009，476-482）。当前的

讨论建立在下面两个条件基础上：（1）在当前情况下只考虑工商业储

蓄；（2）抽象掉价格变化，从而名义比率与实际比率相等。令S=储

蓄，P=利润，I=投资，ơ'=I/P=投资份额，sp=S/P=储蓄占利润的比



重，s=dsp/dt储蓄率随时间推移的变化率（以微分变元的形式表

达），“f”为一般的函数形式。

既然投资等于资本存量的变化（ ），那么投资份额（这个概

念将在第15章的通货膨胀理论中扮演重要角色）可以表达为资本增长

率（积累率）gk≡I/K与利润率（r≡P/K）的比值。在一般古典理论

中，积累率是由预期的企业利润率（re-i）驱动的，其中re=投资整个

生命周期中的预期利润率，i=当前的名义利率。请注意，利率在这里

只是一个与投资预期利润率相比较的参照基准。这一说法与凯恩斯的

以下说法相类似，即投资水平取决于资本边际效率超出当前利率的水

平（Asimakopulos 1991，72-74），只不过在这里，对预期净利润率

做出反应的，是投资与资本存量之比（积累率），而不是投资的绝对

量。

采用名义利率（i）而非费雪实际利率（ir≡i-π，其中π＝通货

膨胀率）的原因在10.2节中讨论过了。首先，古典理论中对利润的量

度包含了利息和税收，这与实际商业核算中“息税前利润”的量度是

一致的。其次，在附录6.2.2中指出，斯拉法的利润率为 ，

其中利润P为剩余产品向量Ω的当前价格，资本量K为行业资本存量向

量（k）的当前价格。显然，这是实际利润率，因为分子和分母除以相

同的价格指数不会改变r的值。现在考虑被占用资本的利息等价量INT

＝i·K，其中i=当前名义利率，K同样是资本品存量的当前总成本价。

于是，我们可以定义名义的企业总利润流[9]PE≡P−i·K，以及相对

应的企业利润率re=PE/K。又一次，分子和分母除以相同的价格指数并

不会导致比例的变化，因此re也是一个实际比率。而正确衡量企业实

际利润率的公式应该是现行利润率减去现行利率。



最后，很显然，方程（13.22）中，若r和i同时减掉通货膨胀率，

我们会得到完全相同的企业利润率，它现在可以被表达为费雪利润率

与利率之差。接下来，我说的企业利润量是指企业净利润，相应地，

利润率是指净利润率。

回到我们的主题。投资份额等于积累率与利润率之比。接下来，

实际积累率是企业预期利润率的函数，也是企业对供求之差和正常产

能利用率与实际产能利用率之差的反应（Shaikh 2009，476-482，

490-492）。注意到这一点是重要的，即由净利润率决定正常产能情况

下的资本存量增长率，并不排斥其他因素的作用。假设净利润率低到

使积累率为零，此时，资本存量、产能和产出都为常数。现在假设在

正常净利润率不变的情况下，某些外生因素使需求增至一个新的较高

的常数，于是，产出增加，产能利用率提高。这便会刺激资本存量的

增加，直到产能利用率回归正常水平止。即使已实现净利润在其间曾

经提高，它还是会回落到原先的正常水平（在此例中为零）。最终的

结果便是，产出、资本存量和产能都永久性地提高了，但它们的正常

增长率仍然保持不变。

这些议题会在下一节和下一章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不过现在，我

先抽象掉它们，以把注意力集中在预期利润率上。



方程（13.21）~方程（13.25）描述的动态过程的关键之处在于，

对任意给定的预期利润率，积累率都是利率的减函数，只是在这里，

储蓄率会调整，从而填补储蓄与投资之间的任何缺口。如同凯恩斯所

指出的，在短期内，预期利润率可以与实际利润率不同；正如在第11

章中已经得出的，利率也可以与正常利率不同。

在目前阶段的讨论中，没有投资资金的借贷，从而也没有利率。

足够低的预期利润率会导致零积累率和零投资份额，因此均衡工商业

储蓄率也为零：所有的利润都作为企业主的财产性收入被支付出去，

增加货币余额是不必要的，因为整个系统将是静态的。这是一个静态

的系统，就像马克思的简单再生产模型（Marx 1967a，ch.20）。这个

系统是由预期利润率所驱动的，正如马克思和凯恩斯所论述的那样。

13.3.3.2 工商业部门作为一个整体在内部为投资提供总资金

下一步是允许企业之间的资金转让。意愿投资份额超出其手中自

由资金的企业，可以向情况相反的企业借钱。这意味着一个有相应利

率的可贷资金市场。作为债务人的企业必须向作为债权人的企业分期

偿还本金和支付利息，但就总体而言，这些会相互抵销，从而总的工

商业储蓄等于总的工商业投资。若可贷资金的需求大于供给，短期利

率会上升，这会倾向于使资金从企业的货币余额和企业所有人的个人

收入转化为可贷资金。在目前假设没有家庭储蓄的情况下，所有的家

庭收入（工资、薪水和财产性收入）都被用于消费。因此，利率的上

升一般来说会减少工商企业对闲置货币余额的需求，这正是凯恩斯出

了名所坚持的观点，但这也会增加工商业储蓄率本身，而这也是前凯

恩斯正统理论所宣称的。因此，一旦我们引入可贷资金，就会有以下

两方面的正向反应：利率对资金缺口做出正向响应，同时，储蓄率对

资金缺口和利率的变化率（ ）做出正向响应。由此可得出结论：是资

金缺口始终调节着工商业的储蓄率。



13.3.3.3 总内部融资的稳定性

调整过程的稳定性是简单明确的。从一个平衡点开始，预期利润

率的上升会提高积累率，从而投资份额会超过储蓄率。由方程

（13.27）可知，这会直接导致储蓄率的上升；同时，由方程

（13.26）可知，这也会导致利率的上升，从而根据方程（13.25），

导致积累率的下降。最终，最初的资金缺口会从两头补上。这个过程

要以自反性的方式去理解。在商业周期的繁荣阶段，或许是受到预期

利润率上升的激励，对资金的需求相对供给而言会提高，从而导致利

率上升和劳动力市场紧张，而后者导致实际利润率下降。但预期利润

率可能会继续上升一段时间，从而预期净利润率即使在实际净利润率

下降时也在上升。直到某一个时间点，实际利润率对预期利润率的影

响生效，从而上升趋势会转化为下降趋势，利率的轨迹也会朝相反的

方向变化。因此，如果“我们考察一下现代工业在其中运动的周转周

期——沉寂状态、逐渐活跃、繁荣、生产过剩、崩溃、停滞、沉寂状

态等等……我们就会发现，低利率多数与繁荣时期或有额外利润的时

期相适应，利息的提高与繁荣转向急转直下的阶段相适应，而达到高

利贷极限程度的最高利息则与危机相适应”[10]（Marx 1967c，

ch.22，360）。凯恩斯的商业周期理论大致说了同样的事情：资本边

际效率的提高引发了一次繁荣，并最终导致利率的上升和成本的上

升。在某一个时间点，“某个催化剂，通常本身很小，却导致了市场

预期的转向，从而引起了一场下行运动……［其中发生了］资本边际

效率的锐减”（Asimakopulos 1991，132）。



看上去似乎是利率的灵活性在保证储蓄与投资之间的（动荡）平

衡中起了关键作用。的确，如果工商业投资率和储蓄率只对利率做出

反应，这便是事实。预期利润率的上升会造成一个资金缺口，从而导

致利率的上升，这会进一步引发另外两个效应：降低积累率，因而方

程（13.26）中的投资份额也会降低，这将通过方程（13.27）提高储

蓄率。此两者都会缩小资金缺口，直到在某个利率的均衡点上储蓄率

等于积累率。这便是我在12.2.3小节中讨论过的前凯恩斯主义对可贷

资金的论述。这里所论述的利率故事即使在储蓄率既不对资金缺口也

不对利率做出反应时（即储蓄率是固定的）仍然成立，于是，调节任

务便完全落在积累率上。但是，如果利率被可贷资金供求之外的因素

决定，那么通过利率调节储蓄与投资之间的平衡就不可能了。正是这

一点驱使凯恩斯将利率理论重新置于可贷资金市场之外，并假定储蓄

率是固定的。在第一个问题上，凯恩斯指出，利率是由对货币存量而

非可贷资金的供给和需求决定的（LM），因此它也不能调节总储蓄和

总投资之间的平衡。在第二个问题上，把储蓄率看作常数的假定允许

他提出，必须通过收入水平的调节才能使储蓄与投资保持一致（IS）

（见13.3节）。

13.3.3.4 利率不是关键的调节变量

我的观点不同。假设利率是给定的，那么一个特定的预期利润率

将会产生出一个对应的投资份额和资金缺口。但即使是在利率给定的

情况下（正如在前面两节讨论过的），储蓄率也将会加以调整以填补

这个资金缺口。因此，利率对资金缺口的响应就不是本质的了。在

10.2节中已经讨论过，一旦我们意识到资本主义货币市场[11]的参与

者本身是有着成本和利润的货币借贷企业，那么任意给定价格水平下

的正常利率都将会产生一个调节金融资本的正常利润率[12]——这个

利润率需要服从于利率小于利润率（即净利润率大于零）的制约，否

则就不会有企业对资金的净需求。[13]因此，从长期来看，利率确实

在某种特定的意义下是“给定的”。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由于uc'和κB都是名义变量，因此它们也都

依赖总体价格水平p ［见第10章和方程（10.8）以获取更多细节］。◎

正如凯恩斯所说，正常利率是由当前可贷资金供求之外的力量决定

的。但与凯恩斯的不同之处在于，储蓄率不能被看作与积累率无关的

变量。

13.3.3.5 净利润率随着一般利润率的上升而上升

现在，我们可以说明正常净利润率本身会随着正常利润率的上升

而上升。方程（13.28）表明：对任意给定的实际成本结构和价格水

平，利率是利润率的线性函数，且有正截距项uc′和正斜率 （该斜

率必须小于1，以使金融资本能够给出行得通的小于利润率的利率，即

i<r）。做出利率关于利润率的函数图（纵轴代表利率，横轴代表利润

率），并将其与倾角为45度的直线相比较（此时纵轴代表利润率），

我们可以发现，净利润率总是随着一般利润率的上升而上升，但仅当

后者高于某个最小值时才为正（即图中利率为实线的区域）。更高的

价格水平并不影响利润率，因为售价、运营成本和资本成本也都会达

到一个更高的水平（见10.2节）。此外，价格水平的提高会使利率曲

线的截距和斜率都增加，而两者都会在任意给定的利润率下降低企业

利润率。[14]实际运营成本的降低和资金需求的减少则会产生相反的

效果。



图13.5 正常利润率、利息和企业利润

13.3.3.6 修正后的利率的调整过程

引入利率中的正常利率，并将其视作市场利率的引力中心，要求

对利率的调整过程加以修正。就像任意其他商品的情况一样，资金的

供给和需求围绕着某个本身就在移动的平衡点波动，而这个平衡点是

由金融部门贷款合同中的“价格条款”限定的。为了在模型中捕捉这

一点，我们可以引入利率的调整过程来刻画市场利率在正常利率周围

的波动，即把方程（13.26）中的 替换为（ ）来得到一个利

率调整过程的重新表达，即方程（13.29）。

13.3.3.7 家庭储蓄



现在我们引入家庭储蓄。前凯恩斯主义的正统理论认为家庭储蓄

取决于利率（即更高的利率会促使人们将给定收入中更多的部分用于

储蓄）。凯恩斯主义正统理论则假定总的家庭储蓄率（即消费率的另

一面）是外生给定的，且不受利率的影响。利率只影响储蓄构成中货

币余额和金融资产的比重。在当前阶段的分析中，只有一种金融资

产，即货币市场账户中的存款。根据前凯恩斯主义理论，家庭储蓄率

会随着利率的上升而上升，而凯恩斯主义不这么认为。但对古典理论

而言，这些争论并不真正重要，因为当所需的投资份额不等于总储蓄

率时，总储蓄率中的工商业部分会调整，这就使得总储蓄率在任何情

况下都是内生的。

现在，用净产出Y而不是利润来重新表述储蓄率和投资份额的关系

是有用的。根据国民收入和生产核算会计恒等式，Y=净产出=W+P，其

中W=工资，P=利润，并且P=PropInc+DV+NINT+RE=所有人收入+股票分

红+工商业部门支付的净利息+留存收益（工商业储蓄）。总家庭收入

是以下几项之和：工资、薪金、所有人收入、分红和工商业部门支付

给家庭的净利息（因为工商业部门间互相支付的利息会在整体上被互

相抵销），因此它是工商业增加值与留存收益之差。总储蓄S=SH+SB=

家庭储蓄（sH）+工商业储蓄（RE），它可以用对应的储蓄率S≡S/Y表

达为sH≡SH/YH和sB≡（SB/P）=（RE/P）。应当指出，当积累率为零

（即当利率等于利润率）的时候，既不会有对可贷资金的需求，也不

会有家庭向工商业部门的净贷款。[15]



13.3.3.8 家庭储蓄率的利率敏感性不会改变总的动态过程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首先，对古典动力机制而言，家庭储蓄率无

论对利息敏感，还是属于外生的固定变量，实际上都不会带来本质的

差别。在第一种情况下，家庭储蓄率会随着利率的变化而变化，而在

第二种情况下它不会变化。但因为工商业储蓄率已经随着利率的变化

而变化，所以在任意一种情况下，在总储蓄率中都会包含利率产生的

效应。其次，对任意给定的价格水平而言，即使在家庭直接给货币市

场提供资金的情况下，长期利率也仍是由利润率决定的，因此利率并

不会自动使投资与储蓄一致。最后，每当股票售卖和借贷资金所提供

的总资金不等于投资时，工商业储蓄率（从而总储蓄率）仍然会进行

调整，而且正是这种响应使投资与储蓄达到一致。当前情形与先前情

形之间的唯一区别在于，利润份额（P/Y）现在也会起作用。

13.3.3.9 私人银行信用

在封闭经济中，储蓄仅仅是在个体企业、个体家庭和/或家庭与工

商业部门之间转移资金。因此，总投资能够超过总储蓄的部分仅限于

个体的货币余额所能允许的程度。[16]总购买力的任何增加都会放松

上述限制。自从银行部分准备金制度被发明的那一天起，私人银行信

用就已经能够创造新的购买力，从而允许投资增长快于储蓄增长，消



费增长快于收入增长。在货币仍以商品为基础的早些时候，随着19世

纪40年代从加利福尼亚州金矿开采出的如洪水般的新黄金由新大陆向

旧大陆扩散，全球消费力水平提高了，全球产出也增加了（Rist

1966，242-245，288; Marx 1973，623）。当然，在17世纪，已经企

业家化的美国殖民者发明的印钞机，以及这些印钞机在随后的美国独

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中的积极应用，都大大扩张了贸易。这也最终造

成了令人目眩的价格水平的上升（Galbraith 1975，46-59，62-

66）。我会在第15章重回这一论题。在法定货币时代，大部分政府都

可以发行货币，尽管这样的行为受到一定的限制，这些限制来源于增

发货币对货币的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产生的影响，以及央行所受到的

政治约束。

私人银行信用是这套制度的一种内在机制，通过它能够使当前支

出超过当前收入：银行能创造新的购买力，从而允许投资增长快于储

蓄增长，消费增长快于收入增长。但是，从银行获得的贷款必须连本

带息加以归还，因为银行是逐利企业。银行贷款向借款人注入了新的

购买力，同时就贷款的整个生命周期而言，当借款人还本付息的时

候，也会创造出相应的购买力的漏出：为创造100单位的新需求而发生

的100单位的银行贷款，需要通过分期付款偿还。例如，每个时间段偿

还20单位，分5个时间段还清，再加上每个时间段偿还5单位的利息，

便是每个时间段偿还25单位。从购买力和货币存量的角度来看，在这

些 连 续 的 时 间 段 内 注 入 / 漏 出 的 模 式 为

100、-20、-20、-20、-20、-20，如果债务被还清了，则它们加起来

刚好为0。此外，25单位的总利息支付构成了货币从借款人向银行方向

的净转移，因此这不会改变总购买力或货币存量。这便是银行信用的

回流法则（Rist 1966，56，197-198）。若是在第二个时间段进行新

一轮（比如）100单位的借款，则将会创造一个75单位的净新购买力注

入，但显然，在随后的各个时期，将会创造出更大规模的系列漏出，

于是，现在的模式[17]变成了100、75、-50、-50、-50、-50、-25。

由此可知，只有新的净注入才能延缓回流法则。由此造成的债务对系



统来说是否过于繁重，这取决于这些注入对产出、就业和价格产生的

影响。

13.3.3.10 银行信用为经济周期提供基础

银行信用引发了三个重要问题：它如何影响周期、生产规模和生

产趋势？在整个周期中，它使繁荣更繁荣，也使萧条更萧条。它是工

商业周期的真实基础。生产需要花费时间，因此个体企业必须在预期

销售的基础上做出生产决策。再生产的决策引起对原料和劳动力的需

求，而这些进一步刺激其他生产决策。这样的效果像涟漪一样，以一

种已被充分研究过的方式扩散到整个经济。在正向预期的大环境中，

当银行信用能够促使需求超过当前供给时（即当它允许实际投资超过

当前储蓄时），工商业和银行（它们必须确信自己放出的贷款确实能

带着丰厚的利润重新回到自己手中）“动物精神”的爆发会创造出一

轮经济繁荣。如果企业的意愿投资超过当前储蓄，企业会有如下选

项：提高它们自己的储蓄率，引导家庭购买更多的债券和股票，或向

银行贷款。只要资金缺口的一部分是由工商业储蓄的增加来填补的，

那么总储蓄率就会继续是内生的。然后，产能利用率的提高和超过当

前供给的销售（通过消耗库存实现）会使已实现的利润率超过正常水

平。投资会带来新的生产方式，从而改变技术条件。与此同时，劳动

力需求的增加会提高实际工资，从而降低正常利润率。实际利润率可

能会在一段时间内继续高于正常水平，但实际利润率与正常利润率之

间这种不断扩大的鸿沟的存在会破坏人们的预期，直到在某个时间点

上，上行方向发生逆转，改为下行。

在某一点，热忱让位于焦虑，超额需求转变为超额供给。这种繁

荣之后是萧条的序列过程，恰恰就是总需求和总供给保持平衡、预期

利润率围绕正常水平上下波动的方式。但一旦尘埃落定，无论是实际

工资还是技术水平都不需要回到它们原先的状态。[18]在这之后，正

常利润率本身可能发生改变：它可以是路径依赖的。在循环的终点，



生产规模可以是不同的，即使不存在总的趋势。而且，如果在背后起

基础作用的因素不能回到它们的初始值，那么趋势本身也会发生改

变。又一次（这是索罗斯的观点）在商业周期史上，它为人熟知，但

在经济理论中太过经常地被忽视。

13.3.3.11 政府赤字和国外需求

类似的考虑也出现在政府赤字的情况下。当它们通过向私人（非

银行）部门出售债券筹得资金时，就涉及购买力在部门间的转移。例

如，政府商品支出增加所需的资金，可以用大于政府债券正常趋势

的、增大的政府债券供给的销售来获得。这会降低债券价格，提高它

们的利率，创造出需求向政府债券的相对转移。但长期看来，利率会

恢复到由利润率和价格水平决定的正常路径上，只是现在私人投资组

合中政府债券占更大的份额而已。在法定货币情形下，政府债券也可

能由央行本身来购买。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政府赤字所需的资金是

由国内公共信用来提供的——通过发行法定货币，用“走后门”的方

式把政府债务货币化（Ritter，Silber，and Udell 2000，412）。国

外信贷显然也是类似的。它的即刻效应和私人银行信贷相同：新购买

力的注入创造新的需求，从而使产出高于它的正常路径。不同之处在

于，在法定货币体系下，作为借款人的政府可以借助相同的机制为它

偿还债务提供资金。这个过程所受的限制通过以下两个方面表现出

来：一是政府支出和货币创造对产出、就业、汇率和通货膨胀（见第

14~15章）产生的影响，二是国内外贷款人是否愿意继续参与这样一个

螺旋式过程。此外，还存在这样一个事实，即国内需求的某些部分是

指向国外商品的，还有一部分对国内商品的需求是源于外国人的。因

而，净出口（EX–IM）是总购买力注入或漏出的另一个潜在来源。

最后，就我们所考察的对总产出和就业的影响而言，重要的是信

贷中用于商品支出的数量，而不是用于金融市场、投机活动的数量，



以及就央行的行为而言，用于修补私人和公共部门资产负债表的数

量。[19]更多的细节分析将在15.6节中展开。

13.3.4 古典动力学总结

在价格水平和盈利能力（利润率和利润份额）给定的条件下，古

典系统的方程（13.25）~方程（13.32）体现了在预期利润率与实际利

润率、需求与供给、产出与产能、实际利率与正常利率之间的一系列

自反关系。利润率是整个系统的关键，我们将在第16章中研究它的经

验模式。

在一个增长的系统中，当需求超过供给时，名义产出会加速增长

（即名义产出的增长率会提高）；当产出超过产能时，资本存量会加

速增长。而当实际利率高于正常水平时，资本会更迅速地向金融部门

流动。因此，需求与供给在短期过程中处于动荡平衡，同时，产出与

产能以及实际利率与正常利率在长期过程中也处于动荡平衡。这也意

味着在更长的时间段内，实际利润率和利润份额会对正常的产能水平

做出响应（到目前为止，我们认为产能水平是给定的）。最后，预期

利润率在某个自反的时间段内会对正常利润率做出响应。请注意，我

们在这里重拾了各种流派中的以下重要思想：凯恩斯主义关于积累由

预期净利润率驱动的思想；古典理论关于预期利润率受正常利润率调

控的思想；凯恩斯主义关于因为有新注入的购买力，所以需求可以是

相对自主的观念；哈罗德主义关于实际产能利用率受正常产能利用率

调节的观念。



上述方式中的动荡均等化过程可被简化为一个单一的干扰项ε，

它以一种自反的方式围绕零波动。波动不必是对称的，因此ε并不一

定均值为零。此外，一旦我们引入诸如消费者债务、政府赤字和出口

剩余等持续性影响因素，ε就可能成为一个包含系统性的因素。现

在，我们暂时抽象掉名义产出与实际产出的区别，在存在着外生的政

府需求和出口需求的哈罗德系统中，方程（13.18）中的总增长率为

，其中 由外生给定的私人储蓄率s驱

动的“纯粹的”有保证的增长率，而变量η代表了在需求-供给和产

出-产能之间的动荡平衡效应。

在积累由净利润率驱动且储蓄率内生的古典系统中，类似的对积

累的表达包含了一个用于解释预期和需求-供给的驱动项εK。

现在，变量ε包括来自预期、需求-供给和产能利用率的动荡波

动，而波动是由如下因素驱动的：来自消费者债务的购买力注入、政

府赤字和出口剩余等。这一关系会将在第14章中起到核心作用。

回到积累率上。正常情况下，εK会围绕零上下波动，因为需求会

围绕供给上下波动，供给会围绕产能上下波动，而每一层波动都有自

己内在的周期。从而，积累从本质上来说是由逐利的动机驱动的。但

如果存在一个系统性的组成部分εK，那么在更长的周期中，实际积累

可能就会与纯粹由利润驱动的积累不同了。我们在第15章将会看到，

通过持续增加净购买力来为经济打气——相当于提高εK，将会提高工



资份额并降低净利润率（rn-in），在这种情况下，积累率的两个组成

部分便不能被视作独立的。但目前，正常净利润率暂且被视作给定

的。

从长期来看，投资占产出的份额为 ，因此方程

（13.36）定义了资本的路径，且由于Rn≡Yn/K，我们可以以此推导出

产能的路径。从而，对于给定的价格水平和正常利润率，古典系统中

长期均衡的路径便由方程（13.38）~方程（13.41）给出。

13.3.4.1 古典均衡

13.3.4.2 古典均衡的属性

总体而言，所有变量都是时间的函数，但对给定的rn、Rn（从而

gRn=0）和强迫项，图13.6中简单的图形展示使我们可以处理每个变量

水平变化产生的影响。方程（13.38）中的均衡投资份额曲线在第一象

限中作为利率的负函数给出。在图13.5中，给定的正常利润率定义了

一个正常利率。而在图13.6中，从第一象限的纵轴出发，每个利率在

曲线上对应一个投资份额。将其向下移动到第四象限中倾角为45度的

直线上，得到一点，对应s轴上一个（内生的）储蓄率sn＝σn。在给

定的正常储蓄率sn下继续向左移动到第三象限中的产能增长率曲线，

从而得到正常增长率 。后者得到的结果与哈罗德



著名的有保证的路径关系有着相同的形式（见13.2.5小节）。只是在

哈罗德的系统中，储蓄率是给定的，且增长率受储蓄率支配；而在这

里，增长率受净利润率支配，而储蓄率是内生的（Shaikh 2009，

464）。价格水平的提高（对此的分析会推迟到第15章）将会提高名义

利率，降低积累率、储蓄率和产出增长率。银行实际成本的下降将会

产生相反的影响。

图13.6 古典理论中的积累过程

利率的提高会降低投资份额、储蓄率和正常增长率。产能-资本比

Rn的提高会使投资份额曲线向下移动，这和利率的提高有相似的效

果。正常利润率的降低也会使投资份额曲线向下移动，但我们从图



13.5中得知，这同时会使利率降低，只是降低幅度小于净利润率的降

低幅度，因此投资份额、储蓄率和正常增长率也会降低。表13.1总结

了这些效果。

表13.1 基本变量变化对利润率和经济增长的影响

记住以下这一点很重要，即投资份额曲线会随着εk短期和长期的

变化而移动，而后者的变化是由动物精神、总购买力和决定市场利率

与正常利率差别的各种各样的因素的变化引起的。所以，在短期内，

这条曲线会上下跳动，这正如凯恩斯在回应希克斯的IS-LM公式时所强

调的那样（Dimand 2000，121-122）。当这些因素致使εk长期围绕零

波动时，图13.6中的曲线则代表了一系列短期曲线在长期波动中的平

均值。

上述均衡比率意味着储蓄和投资的水平既依赖利率，又依赖产出

水平——正如传统宏观分析所指出的那样。不同之处在于，此时的利

率不再是个自由变量，而储蓄率则与投资率绑定在一起。此外，这里

描绘的均衡路径体现的是供给与需求相等（传统的短期均衡）以及产

出与产能相等（传统的长期均衡）的状态。

我所强调的是，均衡路径并不代表实际结果，而只是被观察变量

在动荡中向其趋近或围绕其波动的引力中心。首先，需求和供给围绕

着彼此波动，这涉及需求平均水平与产出平均水平的相互适应和调

节。当销售不等于产出时，需求缺口先通过最终商品库存与意愿库存

水平的差异体现出来。我曾经指出，需求和供给的摇摆跳跃是通过库



存周期表现出来的，这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商业周期”。这便意

味着古典理论中的“短期”为3~5年。其次，与给定资本存量（工厂、

设备和库存）相关的正常产出水平（经济产能），是通过平均成本曲

线中的最低点定义的，如12.1.6小节指出的那样。实际产出，从而实

际产能利用率，一般来说会与正常水平不同。任何这样的差别都会带

来资本增长率的变化，从而带来需求、产出和产能的变化，因此只有

在某个中期过程中，后两者才会处于动荡平衡。我会倾向于这样说，

这个更慢一些的运作过程所需的时间长度，恰恰是在更早些时候被称

作“商业周期”的时间长度。从而，古典理论中的“长期”为10~12

年。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快过程和慢过程都是在每分每秒时刻进行着

的。它们的速度不同，因为产出的调节一般来说比工厂和设备的调节

更快。最后，短期内实际需求和供给的波动，与后者围绕着产能的长

期波动一般都发生在一个增长的背景下。因此，尽管说在短期内销售

的平均水平等于产出的平均水平是有道理的，但不能在短期内把资本

存量看作“给定的”。一旦我们把短期当作一个过程而非一个（马歇

尔式的）状态，很明显，经济的增长便意味着资本存量的增长。确

实，即使经济没有增长，经济状况的改变通常也会引发投资或撤资，

从而改变资本存量。同样的考虑也适用于在长期过程中起作用的甚至

更多的力量，而这里的长期意味着平均已实现产出与平均产能是大致

相等的。

13.3.4.3 产出水平

利用如下的近似，我们可以得到：对任意变量，小幅的增长率可

被表达为 ，在考虑到如下事实的情况下，即

实际产出（Y）围绕着正常产能产出（Yn）上下波动，我们可以根据方

程（13.37）得到：



其中 ◎，且强迫项εt可能会呈现出由暂

时或持续冲击造成的跳跃，也可能因为实际产出围绕着正常产能产出

的自反性波动呈现出重大的序列相关性（这里没有理性预期！）。

[20]

现在考虑f(t）=α=常数的特殊情形。从某个初始净产出Y0开始，

我们有 ，等

等，从而：

如果方程（13.42）中的误差项εt只是单纯的白噪声，那么方程

（13.43）中的路径则是带漂移的随机游走，即一个单位根过程

（Nelson and Plosser 1982; Enders 2004，186）。在这种情况下，

lnYt具有一个线性的决定性趋势lnY0+α·t和一个随机趋势 。

在长时间的跨度中，决定性趋势会在整个路径中起主导作用（Enders

2004，186-187）。我们可以用另一种方式得到这个结论，因为根据古

典理论的命题，lnYt会围绕趋势项lnY0+α·t上下波动，这一趋势项

代表了经济产能的路径，从而ηt是由调整过程决定的。即使方程

（13.42）中εt确实为白噪声， 也意味着

ηt=ηt–1+εt——方程（13.43）中的误差项会呈现一阶序列相关

性。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决定性趋势 会随着时

间推移而改变，而误差项可能呈现更高阶的序列相关性，但中心命题

是不变的：如果实际产出的增长率围绕均衡点上下波动，那么产出会

有决定性趋势和随机趋势两个组成部分。

由于lnYt路径的斜率是产出的增长率，因此增长率为常数便意味

着斜率为常数（即路径为一条直线）。图13.7描绘了实际产出的对数

围绕着一个均衡路径波动的情形。如图所示，所有与虚线平行的点线

都有相同的斜率，这意味着相同的增长率。那么，是什么决定了实际



起作用的均衡路径呢？从代数学的角度来说，答案是每个不同的初始

产出Y0都会生成一条不同的平行路径。但真正的问题在于，是什么经

济因素决定了这条实际产出所围绕的均衡路径？图13.8描绘了由净利

润率永久性下降和/或产能-资本比的下降导致的增长率下降［方程

（13.41）和方程（13.42）］ 带来的效果。这将改变产出变化的趋

势，但问题仍未得到解决：为什么是这些路径水平而不是其他的？

图13.7 实际产出路径和均衡产出路径



13.8 利润率永久性下降的影响

当我们考虑增长率的暂时性提高时，有关路径水平的决定性因素

的第一个线索浮现出来。图13.9描绘了增长率f（t）+εt=a+εt只在

很少的几个时间段内提高的情形，因为净利润率和/或εt中的非随机

组成部分先提高，然后回落到其初始水平。结果是产出路径被永久性

地提高了，因为增长率的提高提升了产出水平，而增长率向初始水平

的回落使产出水平得以维持。图中的点线代表lnYt在没有外来冲击时

的初始路径，虚线代表净利润率和/或εt中非随机组成部分发生变化

后，但没有外来冲击时的理论路径，而实线则是加上外来冲击后的实

际路径。这便是凯恩斯主义乘数在古典理论中的对应物。在13.2.2小

节中我们已经指出，在凯恩斯主义框架中，投资水平（It）响应预期

净利润率，从而如果后者是静止的，那么投资从而均衡产出Y*＝I/s也



是静止的。在这种情况下，正如图13.1和图13.2所示，预期利润率的

暂时性提高只会带来产出和就业的暂时性提高。而在古典假设下，响

应预期净利润率的是积累率（gkt=It/Kt-1），在这种情况下，净利润

率即使是对乐观预期和/或购买力加速注入做出暂时的反应而提高，也

会带来资本存量、产出和就业水平的永久性提高。即使是在利润率先

提高到初始水平之上，然后下降到初始水平之下的情形中，只要前一

阶段的分量超过后一阶段，这一结论便依然成立。

图13.9 利润率或购买力暂时上升的影响

所有这些都把我们带回到这样一点——预期利润率re是积累率直

接且易变的驱动力［方程（13.25）］，而预期利润率只在自反时间过

程中的某些阶段才受实际利润率的控制［方程（13.34）］。在这个意

义下，即使由信用驱动的“动物精神”的涌现使预期利润率在短期内



超过实际利润率，也会带来更高水平的产出路径。私人、公共或国外

新注入的购买力会在商品市场中创造额外需求，从而也会产生相同的

效果。我们暂不考虑对价格水平的影响，上述这些刺激因素会提高产

出和产能利用率。由于任何变量（即使它是静态的）的水平变化都只

能由其增长率的局部变化◎产生，所以uK必定呈现正的增长率，这意味

着εt中的非随机部分必定是正的。当需求、供给和产能回到动荡平衡

状态时，εt又一次回到围绕零上下波动的状态。从这个角度看，在方

程（13.43）给出的产出路径中，短期增长来自f（t）+εt中的第一项

还是第二项并不重要。因此，一段时间的购买力的注入也会带来更高

水平的产出路径，正如图13.9所示。

由此可见，即使增长率不受路径变化的影响，路径水平也会存在

时滞。但增长率当然有可能会受到影响。如果产出路径提高到了新的

水平，那么就业率也可能上升。这会提高实际工资的路径而降低利润

率的路径，因此产出增长会更慢。此时，我们会面对这样一种可能

性：动物精神和额外需求在提高产出路径的同时，也会降低产出的增

长率。这正是商业周期到达最高点时的标准情形，但它同样能运用于

长期趋势。就后者而言，如图13.10所示，它是图13.8和图13.9的结

合：繁荣提升了产出路径的水平，使其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但同时降

低了由加粗的虚线表达的趋势。通过比较，点线描绘的是初始路径的

斜率。应当指出，如果（例如）劳动力的短缺导致工人的大量涌入，

且（或）生产率的提高不只是抵消劳动力市场的压力，相反的情况也

可能会出现。



图13.10 持续的超额需求对产出水平和产出趋势的影响

13.3.5 古典增长理论的总结

以上所述都建立在如下的观念之上：资本主义增长由积累的净利

润率调节，而积累的提高是通过注入总购买力实现的。就后者而言，

重要之处在于总的新购买力的创造，而不是诸如财政赤字或贸易顺差

等某些特定的购买力来源。但是，债务与贷款是一对共生之物，即使

现代信用制度和法定货币制度可以将其推迟很长时间，由借债融资进

行的支出也是有限度的。家庭和非银行工商业债务的限度，取决于借

方偿还债务的能力和贷方持续扩大放贷规模的意愿。反过来，银行受

到的来自其流动性的限制范围更大一些，而如果政府愿意并能够不断

修补其资产负债表的缺口，流动性就可以被大大提高。地方政府在借

款上也有类似的限度，这取决于它们的债务水平和对它们获取中央政

府援助的前景。最后，中央政府也有自己的限度，这取决于国内和国



外对其主权债务水平的反应，以及由债务引起的诸如通货膨胀、汇率

贬值等经济后果（见第15章）。

以增长的视角可以很自然地看到决定性时间趋势与随机性时间趋

势的区别。从纳尔逊和普洛瑟（1982）开始，理论经济学和计量经济

学文献就已经很好地建立起了如下观念，即许多经济学的时间序列都

可以用单位根过程更好地描述。在此之前，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货币

主义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都倾向于认为产出可以被描述成一个光滑

的、决定性的时间趋势，而它的水平与围绕它的波动是独立的

（Snowdon and Vane 2005，300-302）。货币主义经济学和新古典经

济学都把这些波动看作短暂的、自我修正的，从而政府干预是不必要

的，而在政府干预行为与其结果之间潜在的时间差给定的情况下，政

府干预也是无用的。把产出视作一个单位根过程造就了这样一种可

能：漂移项在短期内的增加会永久性地提高产出水平（Snowdon and

Vane 2005，308-309，320）。但在正统模型中，对任意给定的生产率

水平，实际均衡产出是固定在充分就业水平的；又假定货币是中性

的，则总需求的冲击不对实际产出产生持续影响。在这样的观点下，

唯一的对供给侧的持续影响来自对生产率增长趋势的冲击的改变

（Snowdon and Vane 2005，303-304）。

凯恩斯主义者总是强调对充分就业的偏离“可能是严重和持久

的，因此证明矫正行为的合法性”，而且“需求方的政策可能对产出

具有持续的效应”（Snowdon and Vane 2005，300，335）。这里的重

点是通过政策刺激需求。我先前概述的古典模型将凯恩斯主义的论点

一般化：私人的、公共的和国外的购买力注入可以将系统推向新的高

度，直到诸如增长的债务、可能的工资和价格的上涨等后果使系统螺

旋式下降。如果不会对企业利润造成抵消性挤压，财政政策当然会对

经济系统产生刺激。在后一种情况下，政府可以通过降低实际工资

（相对于生产率）或直接降低利率支持企业。这些政策与以信用为基

础的刺激相结合，可以使繁荣持续很长一段时间。随着利润率的下

降，利率降至最低限度，私人债务和公共债务的负担成了关键要素。



当它们达到极限时，整个系统将会颤抖，其各个组成部分会脱落。

2007年的全球性危机正是这个反复出现的问题的最近实例（见第16

章）。

但首先，我们在下一章将转向对工资、利润率和就业之间反馈关

系的分析。

[1] 每一次商品销售之后，都可以看作对原料投入品和劳动力的投资循环周转了一次。对

利润的预期会改变下一轮生产规模。乐观的预期导致产出增加，对原料投入品和劳动力的新增

投资就是正的，反之，产出下降，新增流动投资则为负。——译者注

[2] 这里增加的总供给导致总需求的增加关注点在增加上面，比如为了增加自行车的生产

和供给而雇用工人，于是新增工人的工资就会相应地增加总需求，这与萨伊定律认为总需求自

动等于总供给的总量均衡观念不是一回事。——译者注

[3] 即把社会所有的企业视为一个整体，也即暂不考虑企业之间的资金借贷。——译者注

[4] 罗宾逊夫人也注意到，如果“资本家和经理留存的利润率量等于他们的投资所需的数

量”，那么工商业储蓄率就完全是内生的（Robinson 1965）。

[5] 简单再生产意味着资本家的利润全部用于消费，因此企业主的家庭收入减少多少，消

费需求也就减少多少。当企业主减少100单位消费，新雇用劳动力增加60单位消费时，净消费

需求便降低了40单位。——译者注

[6] 这里默认的前提是：利润是企业主的家庭收入，而劳动力家庭和企业主家庭的收入都

被用作消费。——译者注

[7] 内部资金是投资额的5.67倍，说明大部分资金没被用于投资。——译者注。

[8] Federal Reserve Flow of Funds Table F102，Nonfinancial corporations，

Nonfinancial business; gross investment divided by Nonfinancial business;

gross saving less net capital transfers paid

(http://www.federalreserve.gov/releases/z1/Current/).

[9] 国民收入和生产账户量度的利润被定义为息税前收益中超出实际支付净利息的部分，

它可被写作PNIPA=P–i·LB，其中LB=总负债（债务），相应的利润率为

。

[10] 中文转引自《资本论》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04页。——译者注

[11] “货币市场”这一术语在这里指代实际存在的短期金融市场，这和该术语的传统使

用方法大不相同。在传统使用方法中，它用以描述货币需求与货币供给之间的关系，其中，货

币需求指的是持有货币不持有金融资产的决策。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市场”存在（Baren

2000）。正是不被持有的货币才会在短期或长期金融市场上出现。



[12] 如果生产玉米的利润率高于正常水平，重新进入生产领域的部分现存资本就会向玉

米生产倾斜，现存储蓄中的一部分也会向玉米生产倾斜。这会给玉米生产者提供扩大玉米供给

的手段。同样的效果也适用于金融业：为金融业提供了扩大本部门资本的手段，这包括扩大可

贷资本的资金供给，并驱使利率下降。

[13] 对货币借贷企业即金融资本（如银行）而言，实际上存在两个利率，一个是作为成

本支付给储户的存款利率，另一个是作为收益来自借款企业的贷款利率。对前者而言，存款利

率必须小于货币借贷企业的利润率。对后者而言，则是这里的“利率小于利润率”，即如果贷

款利率高于企业的利润率，就不会有企业对资金的净需求。——译者注

[14] 企业利润率是指产业资本的利润率，等于一般利润率减去利率。——译者注

[15] 家庭之间可能仍会以低于利润率的利率互相借款，但不会有从家庭流向工商业部门

的净储蓄。

[16] 如果企业减少自己的货币余额来为其投资支出提供部分资金，这可能会扩大其他企

业甚至家庭的货币余额，而不一定会改变货币余额的总量。

[17] 这次是站在借方的视角。——译者注

[18] 例如，在分析增长和失业的动态过程时，马克思（1967c，ch.25，619）指出，在

繁荣时期，随着失业率的降低，实际工资增加，利润率会降低，从而到了某一点，“利润的刺

激变得迟钝了……积累减少了”。然后，随着失业率的路径发生逆转，实际工资“重新降到适

合资本增殖需要的水平，而不管这个水平现在是低于、高于还是等于工资提高前的正常水平”

（中文转引自《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715页。——译者注）。换句话

说，正常的实际工资（从而正常的利润率本身）可能都受到繁荣萧条这一路径的影响。

[19] 这引入了储蓄（与贮藏相对）和消费的区别的问题。收入由富人向穷人的转移，会

对金融资产需求带来一个直接的净的负冲击，因为大部分储蓄都进入了对金融资产的需求，而

对商品需求带来一个直接的净的正冲击。但一般来说，这不会直接提高对商品和金融资产的总

购买力。

[20] 令D=实际需求（销售额），Y=实际产出，D/Yn＝d·uK，其中d＝（D/Y）＝超额需

求程度，uK＝（D/Yn）＝产能利用率，则误差项中的非随机组成部分为 ，

此项捕捉了超额需求和产能利用率的变化率。正是这一组成部分对购买力的加速做出反应，而

后者是由私人和公共预算赤字以及经常账户余额提供动力的。



14

工资和失业理论



14.1 引言

前一章的古典模型表明，私人、公共和国外购买力的注入会影响

产出和就业的水平，也会影响利润率和增长率。第一组和第二组变量

之间的联系取决于就业和工资之间的相互作用。与之前一样，中间变

量是净利润率。

古典理论从一开始便认为，失业会对工资施加下行压力。李嘉图

最初认为工人被机械化技术取代只是暂时的，但是他后来也承认，尽

管通过提高利润率和/或提高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更低的生产成本会激

励积累，从而抵消对失业和工资水平的某些影响，但机械化仍然会降

低劳动力的国内需求和实际工资水平（Tsoulfidis 2010，72-75）。

机械化、失业和实际工资的联系在马克思的理论中也起到关键性作

用，即资本主义会催生并持续地保有一个（非自愿的）失业工人的储

备池，这些即服从积累需要、名副其实的“劳动力后备军”（Marx

1967，ch.25）。但是出于以下两个原因，名义工资和实际工资的区别

并不是古典理论论述的核心。首先，在理论层面，古典理论中的一般

价格水平不由货币工资水平或其他成本因素决定（见5.3~5.4节）。其

次，尽管在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期间发生了举世闻名的恶性通

货膨胀事件，但广义的持续性通货膨胀仍然是一个相对较新的现象。

我们从图5.3和图5.4中可以看到，1780—1940年，美国和英国的价格

水平呈现出没有总体性趋势的长波形式，直到1940年之后，价格才开

始持续攀升。即便如此，通货膨胀率的大幅上升也仅发生在20世纪60

年代末和80年代末之间，其间还相悖地出现了失业率的上升（见图

12.5~图12.8）。

本章关注就业和工资之间的相互作用，其中一个结果便是持续存

在的非自愿失业率。正因为非自愿失业是常态，劳动力供给才不构成

对生产的最终限制。在这里，我也将着重考虑通货膨胀对实际工资和



名义工资的影响。至于通货膨胀产生的原因，我会在第15章从以下两

个角度分别阐述：一是以信用为动力的需求拉动，二是以利润率为基

础的供给抵抗。



14.2 经济学理论中的工资和失业

在古典理论中，任意给定行业内的企业设定自己的价格，而竞争

迫使同类商品的价格大致相当。为了确定这种一般价格的具体水平，

我们不得不考虑由行业间资本流动带来的利润率均等化过程。工资率

的分析遵循同样的逻辑：对于同类型的劳动力，竞争使其具有大致相

等的工资（见第17章中对由此产生的工资分布的讨论）。但是，现在

劳动力和其他商品之间的区别就显得极为重要。一件普通的商品既由

资本生产，也被资本使用，所以会有一个反映生产过程正常利润率的

特定价格。工人的劳动能力被资本使用，却不由资本生产。此外，它

是有着生机、活力和主体性的工人的一种能力和属性。因此，实际工

资的具体水平取决于雇主和雇员之间的斗争，而这一斗争又引起了在

每个企业内部对可获得价值增殖的特定分割（见第4章）。资本向下推

动这条分割线，而工人则向上推动。在总体层面，工资斗争受制于它

们对就业水平的反馈。

14.2.1 新古典和后哈罗德工资理论

相比之下，新古典理论假定所有的行为主体都是“价格接受

者”。就劳动力市场而言，工人被假定为根据有望获得的各种不同

（工资）价格水平来被动地提供劳动小时数计划表，与此对应，企业

（也根据不同价格水平）提供相应的雇用小时数计划表。在瓦尔拉斯

式寓言中，假想了一个虚构的拍卖商能够在瞬间改变价格以使需求量

和供给量相匹配，而这些供需报价本身则来自不变的供给和需求的工

资表。除了在均衡报价之下，其他交易都被禁止发生，这是一条即使

是真正的独裁者也不敢贸然强制执行的法令。而在完全竞争的情况

下，连这个幽灵般存在的拍卖商也消失了，价格现在由“市场”来设

定，整个过程成了一个没有行为人参与其中的活动（Robert 1987，



838），但是瓦尔拉斯法则仍然有效：价格必须仅受需求和供给之间差

异的影响，相应的工资表必须保持不变，直到需求量等于供给量，而

且严格禁止“错误”交易的发生（Snowdon and Vane 2005，72）。因

此，竞争性相对价格仅仅只有一种性质：它们是使市场出清的变量。

这个单一性质也适用于劳动力市场，因此竞争性实际工资也被认为仅

仅是使劳动力市场出清的变量，其唯一的功能便是维持充分就业。诚

然，工人们会为了达到一定的生活水平而就实际工资与企业讨价还

价，但最终他们得到的生活标准仅仅能确保他们自己实现充分就业。

在完全竞争经济中，劳动和资本之间的斗争并不影响均衡实际工资的

决定（Shaikh 2003a，7-10）。

凯恩斯也以竞争性市场为理论前提，但在他的理论中，工资协商

和劳动斗争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很清楚新古典主义的论调，即失业

会降低实际工资，提高企业的利润率，从而使整个系统恢复到充分就

业水平。他提出各种论据反驳这背后的基础论点，即失业会降低实际

工 资 ， 但 最 终 还 是 承 认 持 续 的 失 业 的 确 会 产 生 这 种 影 响

（Bhattacharjea 1987，276-279）。他感觉到这将是一个缓慢的调整

过程，而在高失业率情况下，它的社会后果是灾难性的。因此，在这

样的时代，他开出的药方是国家干预，直接增加总需求和就业（见

12.3.2小节）。言下之意，凯恩斯认为实际工资和失业率之间存在的

负相关关系会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这里没有理性预期的“快速移

动”！当然，后来出现了菲利普斯曲线，但即使我们认为它适用于凯

恩斯的理论，它也将是一条非常缓慢的实际工资菲利普斯曲线（见

14.7节）。凯恩斯似乎本会意识到，任何此类曲线的形状都会反映潜

在的制度结构，而且在特定的情况下它也会发生改变。

由于增长由给定的储蓄率和产能-资本比决定，所以实际工资和利

润率在哈罗德的理论中不起什么直接作用（见13.2.5小节）。这就带

来了一个问题，因为有保证的（正常产能）增长率通常会不同于充分

就业对应的增长率，即哈罗德所称的经济“自然”增长率［ 见方程

（14.9）中马克思-古德温方程的等价形式］。走出该困境的其中一个



办法是将平均储蓄率看成一个变量，认为它会调整到使有保证的增长

率等于自然增长率的水平。卡尔多-帕西内蒂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假设工

人和资本家有不同的储蓄倾向，在这种情况下，总储蓄率取决于价值

增殖在工资和利润之间的分割（Kaldor 1957; Pasinetti 1962）。但

这样一来，均衡储蓄率便意味着存在一个特定的工资份额，也即存在

着一个相应的特定的利润份额［见方程（12.19）］。正如新古典理论

所言，工人并不能影响他们的实际工资，实际工资完全由给定生产力

水平下的充分就业条件决定（Shaikh 2003a，135-137）。[1]

14.2.2 卡莱茨基和后凯恩斯主义工资理论

在卡莱茨基的理论中，在商品的单位原料成本、生产率和垄断程

度给定的情况下，商品的货币价格和货币工资成正比。因此，在一般

情况下，实际工资和工资份额是由垄断程度决定的。但是，卡莱茨基

对其中暗含的工人阶级无力决定自己实际工资的推论感到不安。因

此，他随后修正了自己的理论，允许存在工人通过提高工资削弱垄断

势力的可能性。这样一来，失业率的降低允许工人要求更高的工资水

平，从而可以带来更高的工资份额。卡莱茨基后来的理论也因此和引

入工资份额变化率的菲利普斯型曲线相一致（见14.4节）。

后凯恩斯主义理论是很明显的折中主义，但几乎所有的后凯恩斯

模型都依赖某种形式的垄断成本加成定价（Lavoie 2006，44）。这里

的问题不是定价问题——虽然它也是古典真实竞争理论的典型特征，

这里的问题是利润的决定：在后凯恩斯主义理论中，个体以及总体的

企业被假设为能够决定它们的利润占总成本的份额。这样一来，它们

也能设定工资份额，以及在生产率水平给定的情况下设定实际工资。

于是，如果失业确如卡莱茨基所说影响了垄断的价格加成，以及（或

者）确如马上就要讨论的后古德温模型所说影响了生产率增长的话，

那么失业就只能影响工资份额。



戈德利（2007，274-275，302-304，341-342）的观点是这样一个

纯粹后凯恩斯主义观点的典范，他认为工资份额由平均垄断加成决

定。他明确反对通货膨胀取决于就业水平的观念，因此他也拒绝接受

任何一种形式的货币价格菲利普斯曲线，更不用说自然失业率理论家

提出的垂直曲线了。因为他的价格由货币工资之上的价格加成决定，

所以他也含蓄地反对原初的货币工资菲利普斯曲线，以及任何实际工

资和工资份额的菲利普斯曲线（见12.6.3小节）。

14.2.3 古德温和后古德温方法

古德温开创性的增长周期模型（1967）使马克思的以下观点得以

公式化，即工资、利润和失业率之间的相互作用保持了一个持续性存

在的失业劳动力储备池（产业后备军）。他的模型成为关于这一话题

的现代古典理论和后凯恩斯主义理论的源泉，并衍生出大量文献

（Desai，Henrya，Mosleya，and Pemberton 2006，2662; Harvie，

Kelmanson，and Knapp 2006，53-54）。本章会详细讨论古德温自己

的模型，而后来提出的理论和经验文献数量过于庞大，这里便不再赘

述。因此，我自己的评论将限定在三个关键主题上：（1）工资和失业

之间的关系；（2）积累和利润率之间的关系；（3）对技术变革和劳

动力供给增长的处理。

古德温的模型建立在4个要素之上。假设储蓄只来源于利润，而所

有的利润都被留存，那么储蓄和投资（需求和供给）的短期对等意味

着积累率等于利润率，也暗含着产能利用率处于正常水平。值得注意

的是，最后两个假设使这个模型成为遵循卡尔多-帕西内蒂传统的储蓄

驱动模型的一个特殊情形。在古德温的模型中，工人的储蓄率为0，而

资本家的储蓄率为1，这使积累率等于利润率。利润率（因此也是积累

率）就通过实际工资菲利普斯曲线与就业相关联，其中实际工资变化

率随着就业率高于或低于某一个临界水平而上升或下降。最后，生产

率和劳动力增长率都被假定为外生给定的常数。由于工资份额的变化



率等于实际工资的变化率减去生产率的变化率，所以古德温关于实际

工资菲利普斯曲线的假设意味着存在一个形状相同的工资份额菲利普

斯曲线，只不过后者因不变的生产率增长率而向下移动了。古德温模

型的优美之处在于其中的捕食-被捕食动态过程，这一过程产生了工资

份额和就业率的复发式循环（围绕一个动态中心）。以时间为第三维

度，图14.9描绘出了这样一种螺旋式的变化过程。与卡尔多-帕西内蒂

对哈罗德理论所做的延伸一样，这里工资份额完全由均衡失业率的条

件决定。因此，我们有了一个马克思意义上的持续存在的劳动力后备

军。此外，劳工斗争在工资份额的决定中不起作用。事实上，在这

里，劳工力量的增强表现为实际工资菲利普斯曲线的上移，这只会降

低均衡就业率，即提高均衡失业率（Shaikh 2003a，137-138）。

解决这一困难的一个方法是将自然增长率视为完全或部分内生的

变量。这样，通过劳动参与率和/或移民率的提高，积累率的增加可能

会促使劳动力的增长速度加快，而通过技术变革的加速和/或新技术的

加速扩散，积累率的增加可能会促使生产率的增长速度也加快

（Sheikh 2003a，119-122）。在极端情况下，自然增长率不断调整以

维持一个给定的利润率和相应的积累率。这和一些后凯恩斯主义者提

出的解决方案类似，即自然增长率适应于外生给定的有效需求增长率

（见12.6.4小节）。但在古典理论中，产能利用率围绕着某个正常水

平上下波动，产出增长率受正常净利润率的调节，此时将自然增长率

看成部分内生的就足够了（就像之前为了解释正常产能利用率的趋势

而将储蓄看成部分内生的一样）。我们将看到自然增长率内生性的具

体形式很重要（见12.3节）。

14.2.3.1 后古德温、后凯恩斯主义模型

接下来，我将这些后古德温模型进行分类，主要根据如下：它们

是像后凯恩斯主义理论一样将长期产能利用率视为一个自由变量，还

是像古典理论和哈罗德理论一样认为它围绕着正常产能利用率上下波



动。因为凯恩斯批判卡莱茨基的文章，认为其对长期产能过剩的假设

不合理（Sawyer 1985），所以我们可以把凯恩斯看成属于后一个阵

营。

在后凯恩斯阵营里，沃夫斯岱特（1982）通过附加一个政府部门

并将产能利用率视为自由变量，用他自己的实际工资菲利普斯曲线修

正了古德温模型，从而使“产出由需求决定”（376）。他对模型所进

行的凯恩斯式延伸包括工资份额、就业率和产能利用率三个维度，它

们可以是稳定的，也可以是不稳定的。

韦卢皮莱（1983）较早地对古典观点和后凯恩斯观点进行了一个

复杂的整合。货币工资受到附加了通货膨胀的菲利普斯曲线的驱动，

均衡价格由单位成本加价决定，观测到的价格根据均衡价格进行调

整，生产率增长通过卡尔多式技术进步函数与资本-劳动比的增长相关

联，产能与资本成正比暗示着正常产能-资本比Rn是一个常数（456-

457）。后凯恩斯主义关于“只要就业低于充分就业水平，未利用的产

能就为正”的假设尤为重要。失业率一般不为零，这意味着从长期来

看产能利用率一般比正常水平低（459）。整个模型可以推导出一个具

有简化形式的关系，其中工资份额变化率既是工资份额的函数，又是

就业率的函数。而在古德温模型中，工资份额变化率仅仅是后者的函

数。就业率变化率最终也成为这两个变量的函数。这里出现了两个惊

人的特征：和古德温模型不同，并不存在一个临界就业水平使工资份

额围绕它上升或下降；也不需要关于劳动力自然增长性质的假设，因

为生产率增长率的内生性足以使哈罗德的“自然增长率”内生化，后

者是劳动力增长率和生产率增长率的总和（460-464）。最后，“还存

在一个凯恩斯式的假设，即工资份额上升会通过需求效应刺激投

资”，以至在现代术语中，经济增长是“工资拉动的”，且生产率的

增长也受工资份额增长的刺激（461-463）。由此得到4种情况：高工

资/高就业（很多社会民主政府似乎将此作为其政治目标）、高工资/

低就业、低工资/高就业、低工资/低就业（469）。



格洛姆博夫斯基和克鲁格（1988，427，431-435）保留了实际工

资菲利普斯曲线，也保留了正常产能-资本比不变、生产率和劳动力供

给增长是外生变量的假设，但他们允许不同工资收入和财产性收入的

人具有不同的储蓄率，还遵循后凯恩斯传统，视产能利用率为自由变

量。由此产生的模型具有周期性，均衡工资份额只取决于储蓄率和利

润中的投资份额，而不受“阶级斗争”的影响。工人阶级力量增强

（表现为实际工资菲利普斯曲线向外移动）也不会降低均衡就业率。

泰勒（2004，284-292）假设价格由工资成本加成决定。在最抽象

的层面，这意味着工资份额完全取决于企业的垄断力量，但他对具体

调整过程的阐释衍生出更多可能的结果。工人在就货币工资讨价还价

时，心中其实已经有了一个实际工资目标；企业在制定价格时，心中

也有一个利润份额目标。各方都会根据实际的结果进行目标的调整。

这个持续的过程会使得货币工资、实际工资和工资份额具有特定的路

径。泰勒用修改后的古德温增长周期模型表示短期循环过程，明确地

将实际工资增长率、生产率和产能利用率之间的关系模型化。在某些

特定的假设下，如利润驱动增长和存在一个动态凯恩斯乘数，泰勒最

终得出一种关系：工资份额增长率可能与产能利用率水平同向变化，

也可能与其反向变化。二者同向变化时，它类似于一条用产能利用率

代替就业率（而不是失业率）的工资份额菲利普斯曲线；二者反向变

化时，它与菲利普斯曲线的倾斜方向相反。[2]

泰勒版本的菲利普斯型曲线大体描述了在短期内实际工资增长和

产能利用率之间的关系（Taylor 2004，136，293）。在短期内，可能

存在产能利用率与就业利用率（即就业率）正相关，从而与失业率负

相关的情况。这意味着泰勒提出的两种可能关系中，至少有一个看上

去会像古德温增长周期模型中所设想的标准实际工资菲利普斯曲线。

但是，古德温假设产能利用率固定为正常水平，而泰勒和后凯恩斯主

义理论一般把产能利用率看作一个自由变量，不与任何正常水平相关

（见12.4.3小节）。



14.2.3.2 后古德温经典模型

沙阿和德赛（1981）对古德温模型进行了极具影响力的扩展，保

留了其中的实际工资菲利普斯曲线、资本家储蓄率为1的储蓄驱动型积

累、固定在正常水平的产能利用率和以固定速率不断增长的劳动供

给，但是他们假设技术会随着单位劳动力成本（工资份额）的改变而

改变，因而产能-资本比变为内生变量。最优技术选择遵循成本最低原

则，这促使产能-资本比在不均衡动态中发生变化，而在均衡状态下保

持不变，同时产能-资本比也不随时间推移而改变（哈罗德中性的技术

变革）。技术系数的灵活性使该模型在均衡点附近局部稳定（1006-

1008）。正如他们所提出的，原初的古德温模型建立在“这样的隐含

假设上，即阶级斗争的双方都只有一件武器——工人可以用［他们

的］就业优势来讨价还价，而资本家可以通过他们的投资决策决定就

业的增长。现在我们让资本家拥有另一件武器——沿着技术变革前沿

选择引致的技术变革速率”（1008-1009）。范德普勒格（1987，2-

4，10）将储蓄率差异引入沙阿和德赛的模型，修正了实际工资菲利普

斯曲线，允许生产率增长部分地影响实际工资变化率，最后得到的是

一个工资份额、就业率和最小成本下的产出-资本比的三维模型。如果

工人储蓄和生产率增长的效应足够大的话，这个模型会产生一个稳定

的极限环，使其从这个极限环吸引域的任何一个初始点出发，最终都

可以收敛到均衡点附近的单一稳定轨道上。

斯波尔泰利（1995，40-44）保留了生产率和劳动力供给增长速度

不变、正常产能-资本比不变的假设，但是他采用了菲利普斯曲线

（Phillips 1958，283-285）的原始规定，认为货币工资的变化率非

线性地取决于失业的水平和变化率。他论述道，“在商业活动兴盛时

期，由于劳动力需求不断增加，企业更容易接受工会的工资要求。相

反地，在同一个失业率水平下，如果商业活动萎靡，对劳动力的需求

不断降低，企业就更难接受工资上涨，工会在压制企业影响工资方面

处于弱势地位”（Sportelli 1995，42-43）。假定实际工资在一定程



度上对单位劳动力成本做出反应，则实际工资的变化率取决于工人货

币工资响应失业的程度和资本家定价响应单位劳动力成本改变的程

度。假设积累取决于过往需求变动的加权平均值，而需求变动又受两

方面影响——产出-资本比和由就业水平决定的劳动力成本预期，那么

“就业增加会提高劳动力成本预期并降低利润预期”（44），这将反

过来减少积累。该模型简化为描述一个广义上的捕食与被捕食关系，

在这个关系中，决定价格对成本敏感度的参数取某些值时能够得到一

个稳定的极限环（46，52-56）。该模型关于长期正常产能利用率的假

设遵循古典传统，而关于加成定价的假设则遵循后凯恩斯主义传统，

因此它属于混合型模型。

最后，两篇具有创新性的最新论文还强调了这一事实，即古德温

模型能够产生超出可行的0~1经济边界的工资份额和/或就业率。德

赛、亨里亚、莫斯勒亚和彭伯顿（2006）首先将实际工资菲利普斯曲

线写成非线性形式，古德温在为简化分析而将之线性化之前也构想去

这样做。随后，他们修改了关于积累的假设，认为其取决于实际利润

率和某个期望（保留）利润率之差（Desai et al. 2006，2665-

2667）。如果基准是正常利润率，且我们要从两边减去利率（可以是

实际利率，也可以是正常利率），这将等同于假设积累取决于实际净

利润率和正常净利润率之差。无论如何，这一假设都意味着积累正如

马克思和凯恩斯所言是由利润驱动的，而不是哈罗德和古德温提出的

由储蓄驱动的。哈维、克尔曼森和克纳普（2006）也提到了越界问题

以及与之相关的一个难题，即古德温模型的波动是对称的，而经验证

据揭示的实际商业周期波动都是非对称的。古德温模型可简化为两组

非线性动态关系：工资份额变化率与就业率偏离某个临界值之间的关

系、就业变化率与工资份额变化率之间的关系。哈维等在每一类关系

中引入“障碍函数”，以确保相关数值始终在经济边界内，随后“调

整”这些函数的形式以产生不对称性。假设生产率增长和劳动供给增

长在均衡状态下是恒定的，但可以在不同周期之间发生变化（68）。



与原初的古德温模型一样，由此产生的均衡是一个全局非线性中心

（60-61，65）。

14.2.3.3 本章的目标

为了允许积累由利润驱动以及产出由需求决定，凯恩斯模型和后

凯恩斯模型倾向于把产能利用率视为一个自由变量。相反，那些追随

哈罗德和古德温观点的人假设产能利用率处于正常水平，最终得出积

累由储蓄驱动的结论。这种僵局来自一个共同的假设，即不同类型收

入的储蓄率是外生给定的。我在前文已经说明，单个企业从利润中抽

取的储蓄和它们正进行的投资密切相关。这意味着储蓄率是内生的，

此时利润驱动型积累和围绕某个正常水平上下波动的产能利用率也可

以共存。

实际工资和利润率之间的联系是各方都关注的问题。在新古典理

论中，工人获得的是能够确保自身充分就业的实际工资。在凯恩斯看

来，工人围绕着货币工资展开斗争，得到的是在通货膨胀和失业面前

可以维持生计的实际工资。卡莱茨基从雇主的垄断加价定价出发，使

工人得到确定的工资份额，但是之后又通过工人限制价格加成的权利

允许工人有了某种程度上的工资决定权。[3]对由储蓄率驱动的积累

而言，哈罗德没有明确指出工资所起的作用，但是卡尔多和帕西内蒂

扩展了哈罗德的理论，使正常产能（有保证的）增长率能够调整，以

达到实现充分就业下的（自然）增长率水平。该调整取决于总储蓄率

依赖的价值增殖在工资和利润之间的分割，从而它需要一个特定的工

资份额来决定一个特定的储蓄率，该储蓄率将使有保证的增长率向自

然增长率看齐。最后，充分就业条件决定特定的工资份额和实际工

资。后凯恩斯主义理论拒绝将充分就业看成一个必然的联系，但由于

工人被假定仅仅得到企业不当作垄断价格加成的那部分产出份额，因

此，在后凯恩斯主义理论中，工人的力量便只是被当作困难和问题。

[4]古德温继承了马克思的观点，论证实际工资、利润率和就业之间



的反馈循环会产生一个大体低于充分就业率的特定就业率。但是，在

卡尔多-帕西内蒂的理论中，这又对应着一个特定的工资份额，它使总

储蓄率能够确保增长率与自然率一致。工人的力量对实际工资和工资

份额不起任何决定性作用。事实上，增加劳工力量只会产生更多的失

业。

我的目标是表明，人们可以利用以上要素发展出一个将古典经济

学的认识与凯恩斯主义、后凯恩斯主义的理解囊括在内的理论框架。

凯恩斯主义、后凯恩斯主义的理解包括积累受利润率驱动，以及总需

求对产出和就业具有关键性的影响；古典经济学的认识包括劳工斗争

在决定实际工资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以及积累将保持一个正常的产能

利用率和一个持续存在的失业劳动力储备池。为了把重点集中在理论

分析和可观测经验模式之间的基本对应关系上，我将努力用最简明的

方式阐释其中的机理。

[1] 因为工资份额（实际工资与生产力之比）由完全就业条件决定，所以工人只能通过

提高生产力提高他们的实际工资（比如更努力地工作和协助加快机械化的步伐）。

[2] 当横轴为失业率时，菲利普斯曲线向下倾斜。因此，如果我们把横轴设为就业率

（即1 −失业率），曲线就会向上倾斜。

[3] 工人限制价格加成的权利是指作为消费主体，工人可以通过市场需求决定雇主的价

格加成能否在事实上得以实现，从而影响商品的实际定价。由于商品价格是在以工资为主体

的成本之上的价格加成，所以在工资份额给定的情况下，工人对雇主商品定价的影响权就是

对工人自己工资的某种决定权。——译者注

[4] 由于后凯恩斯主义信奉价格加成，而工人的工资作为成本是价格加成的基础，所

以，如果工人有力量讨价还价，“人为”抬高工资水平，那么被增加的商品价格便成为不利

于竞争的“困难和问题”。——译者注



14.3 工资份额、失业率和哈罗德“自然增长率”之间
的动态交互作用

14.3.1 实际工资理论：从随机微观到宏观

古典经济学家始终认为实际工资中包含着社会和历史的成分

（Dobb 1973，91-92，152-153）。工人围绕着工资和工作条件斗争的

历史无疑证明了这一点（见4.4节）。劳资之间的冲突在企业获得的货

币价值增加值上带来了一个特定的分割。一方面，资本对劳动施加压

力，使工资降至其所能达到的最低限度，即由历史因素决定的最低工

资水平；另一方面，劳动反向施压，力图使工资趋向它的最高极限，

这一极限取决于工资对利润和企业生存能力所产生的影响 [1]

（Botwinick 1993）。在抽象层面，实际工资的上限是每个工人创造

的实际增加值，也就是劳动者的生产率（yrt）。社会可实现的产品工

资（wrt
*），即用产品价格量度的实际工资，位于工资的上限和下限

之间。尽管工人的生活标准取决于货币工资相对于消费品的购买力

（货币工资与消费者物价指数之比），但与企业相关的是生产率和货

币工资之间的关系，二者之差就是每个工人创造的实际利润。

在3.3节中，我们发展出来一些微观层面的研究方法，推导出诸如

向下倾斜的需求曲线、恩格尔曲线和总消费函数等市场法则。同样用

这种方法，我们可以得到可实现实际工资和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在当

前情况下，平均企业（不一定是“代表性的”企业）中每个工人的实

际增加值，意味着在每个工人可能的实际工资（wr）和其创造的利润

（ml）之间存在着一个斯拉法式的权衡。



从这个角度来看，生产率构成了实际工资的抽象上限，而某种一

般性的最低实际工资（wrmint）构成了其下限。如方程（14.2）所

示，后者本身与历史决定的生产率挂钩。能够想起来的是，生产率不

仅仅取决于技术的历史路径，也取决于劳动时长和劳动强度。

其中αt为历史性决定的关系，0<αt<1。

图14.1描绘了平均企业的工资-利润权衡，以及处于工资上限和下

限之间的可行实际工资范围（用加黑线表示）。我们可以假设存在很

多不同类型的工人和企业，他们有着不同的策略和不同的成功率，二

者持续的互动产生了一个稳定的分布，其中每个劳动者特定的平均正

常实际工资和其创造的平均利润落在可行范围内，如点A。正如3.3节

中所述，A点可以描述平均可支配工资和最大可支配实际工资二者的比

率。

从而，0 <a't<1。



图14.1 每个工人的平均实际工资

将这一点与最低工资的表达式结合起来会得到平均实际工资和生

产率之间的关系。实际上，特定社会环境中个体层面的劳资斗争会使

二者之间形成一个特定的比率（βt）。从第3章中，我们可以很明显

地看到关于工人和雇主之间关系的很多不同的微观模型都与该宏观结

果相容。只要该过程产生稳定的结果分布，那么总体结果就“稳健地

独立”于微观细节。

14.3.2 劳工力量对失业的反应



方程（14.4）中，在任一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给定劳工力量

βt将使实际工资随着生产力的提高而不断上涨。失业程度反过来调节

事实的实际工资和可持续的实际工资之间的关系。当劳动力市场活

跃、失业率较低时，工人有望相对于生产力提高自己的实际工资。反

之，实际工资落后于生产力的增长。通过假设方程（14.4）中联系系

数βt的变化率在劳动力市场“收紧”（也就是失业率 低于某个临

界失业率 ）时上升，在劳动力市场“宽松”时下降，我们就能够很

好地描述上述作用关系。

14.3.3 古典曲线

如果我们将工资份额定义为σW=wr/yr，方程（14.6）意味着工资

份额的变化率是失业率的负相关函数。该古典曲线如图14.2所示。这

条曲线就像古德温将马克思的劳动力后备军理论模型化时提出的两组

动态关系之一。正如在14.2节中所讨论的，古德温自己的推导基于以

下两个假设：一个实际工资菲利普斯曲线，外加一个恒定的生产率增

长率（Goodwin 1967，55）。我们还注意到一个有趣的地方，这暗含

着一个满足对数线性的总“工资曲线”，与布兰奇弗劳尔和奥斯瓦尔

德（1994）的设想相似，而且很好地得到大量经验证据的支持（Card

1995）。[2]

图14.2中的古典曲线表明在失业率u*L下存在一个稳定的工资份

额，这一失业率通常不同于与有效充分就业率 相对应的失业率。



请注意，由于任何给定的失业水平都会引起实际工资相对于生产率更

缓慢的增长，因而该曲线的下移意味着劳动力“反应强度”的降低。

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曲线的逆时针旋转，此时该曲线与水平轴的交点

取值减小了。这两种情况都会降低中心失业率。但是，我们可以从方

程（14.4）中看出，这样的一个失业率可以与相对于生产率更高或更

低的实际工资并存，也就是说，在这一维度下，它可以与一个更强的

或更弱的劳工力量并存。工资份额的水平和劳动力的反应强度是劳工

力量的两个不同维度。我在后文讨论经验证据时将会回到这个话题

（见14.5节）。目前，应当注意到，如果在一定时期内，实际工资份

额因总需求的增加削减了失业而提高，那么对应的将会是经济沿着古

典曲线上移。随后出现的需求减少也会相应地使经济沿着曲线下移。

我们将看到1960—1968年越南战争的爆发和随后出现的1969—1973年

经济的下滑就对应着美国战后历史13年的经济徘徊。同样地，1993—

2003年的互联网泡沫和随后出现的通货紧缩也带来了一个为期10年的

经济徘徊。这些事件突出了经济沿着曲线进行调整的速度的重要性，

与之相关的其他经验证据将会在14.6节中予以说明。

图14.2 古典曲线



14.3.4 失业率的决定因素

古典曲线展现了实际工资相对于生产率的变化率（即工资份额的

变化率）和失业率之间的关系。后者的决定因素因而十分重要。[3]令

L为就业人数，LF为劳动力（劳动供给量和参与率的乘积），YR为实际

产出，yr=YR/L为正常产能下的生产率水平，那么失业率和失业率的变

化率可写为：

其中，gN≡gLF+gyr，gN即为哈罗德的“自然”增长率。我们可以

看到，只要产出增长率等于自然增长率（gN=gYR），失业率就保持不

变（ ）。由于哈罗德隐含地假设经济可以实现充分就业，因此相

应地，他假设失业率 。但是，如图14.2所示，在马克思和古德

温的理论中，恒定的失业率往往大于有效充分就业率： 。无论

在哪种情况下，实际增长率和自然增长率相等都决定了一个特定水平

的正常失业率。

如13.3.3小节中的方程（13.37）所示，古典产出增长可表示为

，这里第一项代表正常净利润率（也是驱动积累

的因素）的影响，第二项代表了预期和实际、需求和供给、产出和产

能平衡各条件下的一系列因素，它们都会受消费者负债、政府赤字和

出口剩余这些购买力注入的影响，也会受作用于利率的内外部因素的

影响。该方程让我们能够区分影响正常净利润率路径的因素与那些使

该路径在附近出现上升和下降的因素。在任一给定的产能-资本比下，

利润率是工资份额σW=wr/yr（利润份额的对偶）的函数，所以正常利



润率为为rn=(1−σW)·Rn。正常利率本身也是正常利润率的函数，我

们可以将产出增长率写为：

14.3.5 生产率和劳动力增长所产生的影响

为了简化论述，我将首先抽象出产能-资本比的变化。在第13章

中，我们分析了在不变的正常净利润率下，刺激项ε对产出增长的一

般影响，只在最后的图13.10中考虑了刺激对净利润率的反馈作用。而

我们现在集中讨论这一刺激的反馈作用。我们将从静止的系统开始研

究，即gYR=0，因为（rn–in）=0，ε=0。现在假设需求受政府支出

和/或投资支出的刺激而出现暂时的上升，这使得ε先上升而后降为

零。从13.3.4小节中我们可以看到，只要正常净利润率不受影响，这

种需求上升会使产出水平出现永久性上升，而不改变增长率。因此，

就业水平会上升，失业率会下降。根据方程（14.7）中描绘的古典反

馈循环可知，失业率的下降会提高实际工资相对于生产率的比率，因

而单位劳动力成本也会上升。

在这一点之后会发生什么取决于其对生产率和劳动力的后续影

响。单位劳动力成本的上涨会给企业一个强激励，促使其提高生产

力，并通过引入移民和/或提高劳动参与率增加劳动力。因此，考虑两

种极端的情况是有益处的。一种极端情况是企业完全无法抵消实际工

资上涨带来的影响，导致工资份额上涨和利润率下降，这会降低产出

的增长率，因而可能会减轻甚至最终消除起初扩张性刺激的效果。这

正是图13.10所描述的情形。另一种极端情况是企业能够完全抵消实际

工资上涨带来的负面影响，从而使利润率最终保持不变。这里存在两

种可能的结果。一种可能是，如果生产率提高到足够抵消实际工资的

上涨，那么工资份额和利润率都会保持不变。这时，尽管总需求的增

加只是暂时的，但其仍会提高产出和就业，降低失业率，提高实际工



资，而使工资份额、利润率和正常增长率都保持不变。另一种可能

是，如果企业能够增加劳动力以使失业率回到初始水平，那么尽管对

总需求的最初刺激将会提高产出和就业水平，但不会改变失业率、实

际工资、工资份额和利润率。显而易见的是，生产率改变和劳动力改

变的综合反应会促进产量、就业和实际工资的增加，并带来更低的失

业率，而不改变工资份额、利润率或者增长率的值（见表14.1）。

表14.1 应对总需求暂时增加的几种充分调整反应

情形B和情形D的假设是，对需求刺激的潜在反应允许产出和就业

上升，而通过阻止工资份额的提高保持利润份额和利润率不变。从某

种意义上来说，所有这些结果都会有益于总资本，因为既定利润份额

下实际产出的增加意味着实际利润会增加。它对劳动力也有好处，因

为就业和实际劳动收入（wr·L）均出现上涨。情形B中，生产率提高

到足以抵消实际工资任何程度的上涨。由于就业水平上升、实际工资

增加、失业率下降，所以从总劳动力的角度看该情形是最有利的。情

形C中，新涌入的劳动力填补了劳动力需求的增加。由于总就业上升，

实际工资保持不变，总劳动收入会再一次上涨，所以它对劳工来说是

次优的情形。这两种情形中，每一类工人都有强烈的动机抵制工作提



速和机械化带来的生产率提高，并抵制工人涌入带来的劳动力供给增

加。请注意，所有这些结果都视产能-资本比Rn为恒定的。从长期来

看，这个变量本身遵循的路径由新的成本更低的生产方法的发明和使

用决定（见7.7节）。

前面的分析过程凸显了生产率和劳动力增长中哪怕是部分内生性

都可能会产生的影响。它提醒我们，假设这两个关键变量会在一定程

度上对单位劳动力成本（工资份额）的上涨和/或对表现为失业率下降

的劳动力市场的收紧做出积极的反应是多么明智。生产率和劳动力增

长会对经济刺激做出反应并不是什么新观点，但这里不同的是，这些

反应使自然增长率（生产率与劳动力增长率的总和）具有一定形式的

内生性。这和一些后凯恩斯主义者的论点不同，他们认为自然增长率

仅仅适应于一些外生给定的需求增长率的变化（Lavoie 2006，120-

121）。这里所有的互动都是双向的。方程（14.11）和方程（14.12）

总结了上述反应，变量下面的符号表示影响的方向。辅之以方程

（14.7）描绘的古典工资曲线、方程（14.9）描绘的失业反应规律和

方程（14.10）描绘的产出增长规律，我们会得到一个一般的古典动态

系统。由于哈罗德意义下的自然增长率是劳动力增长率与生产率增长

率的总和，它的调整具有同样的一般形式，我们可以在整体动态系统

把其替换成二者中的任意一个，比如劳动力增长。要记住，实际增长

率和自然增长率相等会将失业水平固定下来。

为了进行更深入的分析，我们需要给出前面三个方程的具体函数

形式。最简单的情况便是f、fYR、fLF、fyr都是线性函数，我称之为



简单古典模型。与古德温的古典捕食-被捕食模型（Goodwin 1967）一

致，由于方程（14.7）、方程（14.9）和方程（14.10）之间的相互作

用，整体动态系统是非线性的，它的一般形式类似于古德温的模型。

事实上，后者是一个特殊情形，即生产率和劳动力增长都不对单位劳

动力成本的上升或者劳动力市场的收紧做出任何一点反应。在这两个

模型中，增长都是正常结果。对于任何一个偏离均衡的点，古德温模

型推导出工资份额和失业率围绕着均衡点运动的无限轨道，而简单古

典模型则推导出螺旋式接近均衡点的情况。当受到随机冲击时，两个

模型都具有持续的内生增长周期，但是古德温模型在结构上不稳定。

并且在这两个模型中，失业率的均衡值都给定为 ，这个点也就

是图14.2中曲线与水平轴的交点。对于任何给定的劳动反应强度，这

一“正常”失业率往往和有效充分失业率 不同。正常失业率u*L为

非自愿失业的一种，与弗里德曼提出的“自然率”即真正的有效充分

就业率不同。正如古德温模型所示，为了降低正常失业率，必须减弱

劳工组织的力量。这在图中表现为曲线向内移动（即在任何给定失业

率下，工人相对于生产率提高实际工资的能力减弱）。这一事实具有

重大的现实和历史意义。

古德温模型和古典模型之间存在一个主要的区别。在古德温模型

中，实际工资的增长路径和工资份额的水平与劳工力量完全独立，因

为它们仅仅由积累和外生给定的自然增长率的参数决定。在新古典理

论和卡尔多-帕西内蒂的凯恩斯式长期模型中也有同样的结果。在所有

这些模型中，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结果都是因为假设了自然增长率不受

单位劳动力成本或者劳动力市场状况变化的影响。相反，在古典模型

中，即使是由国家财政赤字、出口繁荣或者受动物精神的影响增加投

资支出等因素带来的暂时的总需求增长，都会永久性地提高产出、就

业、生产力和实际工资的增长路径，而不影响工资份额、利润率或者

增长率。此外，在古典模型中，如果需求持续增加的速率比基于（rn

–in）的长期均衡增长率高（也就是说ε始终为正），这将会持续带

来更高的增长率和工资份额：即使更高的工资份额会降低正常产能利



润率，这对增长的负面影响也会被ε上升的影响所抵消——只要后者

能够保持不变。最后，利率降低会通过提高净利润率提高积累率，但

后一种影响会被这样一个事实削弱，即更低的利率提高了均衡工资份

额并因而降低了均衡利润率（见附录14.1）。所有这些影响都与反映

某一特定劳工力量的古典工资份额曲线即方程（14.7）一致。因此，

通过降低劳工力量使曲线下移的因素足以抑制工资份额的任何上涨，

并因此维持利润率不变甚至提高利润率。我们将看到，这正是始于20

世纪8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时期所发生的情况。

古典模型的显著特征之一是，工资份额与工资份额和失业率的初

始值呈正相关，而与生产率和劳动力增长的初始值呈负相关。因此，

工资份额的自发上涨会提高均衡工资份额——它是自我繁殖的。就业

率的自发上涨也会提高均衡工资份额。这两种影响提到了劳工力量的

另一维度，它不同于方程（14.7）和图14.2中体现的劳动力反应强

度。此外，生产率或劳动力增长的自发上升会降低均衡工资份额。换

句话说，提高当前工资份额或就业率的局部活动会提高长期工资份

额，而提高生产率或劳动力增长的局部活动会有相反的效果。因此，

考虑到局部活动的确长期发挥作用，劳动力和资本的诉求都是合理

的。然而，其中的任何一点都不会影响均衡就业率。附录14.1推导了

简单古典模型和古德温模型的这些及其他通有性质。



图14.3 暂时的需求增加对工资份额、失业率和正常产能利润率的影响



图14.4 暂时的需求增加对增长率的影响

图14.3显示了总需求的暂时增加最初会提高工资份额，降低正常

产能利润率（尽管已实现的利润率会因需求过剩而在一段时间内上

升），并降低失业率。但是最终，所有这三个变量都会回到其正常

值。图14.4显示，在同样的情形下，尽管相应的需求旺盛会使利润率

在最初出现下降，产出增长最初还是会上升。我们还看到，工资份额

上涨和最初失业率下降的综合效应会提高生产率和活跃劳动力的增长

率，从而使自然增长率也上升。最后，产出、增长和自然增长率彼此

大致保持一致，也就是说，失业率会回到一个稳定的水平。产出增长

和生产率增长的相互调整会使二者之间具有一个正相关关系，这后来

被称为凡登定律（McCombie and Thirwall 1994，155-226; Lavoie

2006，121）。最后，图14.5显示，尽管暂时的需求增加仅仅引起了产



出、实际工资和生产率增长率的暂时上升，但是相对于没有发生冲击

时的基准情况，它还是使这些变量的路径水平出现了永久性提高。

图14.5 暂时的需求增加对产出、就业、实际工资和生产率水平与基准值比率的影响

在外生需求持续增长情形下模式则完全不同。现在我们来看图

14.6，工资份额长期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利润率则相应地下降。

与之前的情形相比，失业率下跌的时间更长，但是最后仍然回到方程

（14.7）所描绘的每条古典曲线下的正常水平。图14.7指出，产出

[4]、生产力和劳动力的增长率（自然增长率是后两者之和）都上升到

新的水平。我们又一次发现与凡登定律一致的相互关系。图14.8描绘

了最出人意料的结果，即由于新购买力的刺激引起过剩需求的持续增

加，实际工资和生产率的水平及其各自的增长率均出现上升。工资份

额和就业增长率的上升可以理解为是凯恩斯式财政政策真正的成功之



处，而利润率的下降则可以理解为工商业阶层对该政策怀有敌意的真

正原因。在这样的背景下，持续性“正常”失业率的顽强逆转将会是

凯恩斯主义者所必须面对的一个难题，而这也似乎为弗里德曼-费尔普

斯的“自然”失业率提供了理论基础——只不过这里的正常（失业）

率来自竞争的存在而非其缺位。

在现实中，我们很难区分总需求的“暂时”增长和“永久”增

长。这里重要的是，产出增长率 受一系列因素的

刺激而使预期净利润率不同于正常产能净利润率，这些因素包括内生

的和自发的购买力注入，甚至是为了降低市场利率而进行的国家干

预。因此，这些刺激可以提高产出、就业和实际工资的路径，甚至在

正常净利润率降低的情况下提高整体增长率——只要刺激是可持续

的。这就是凯恩斯主义理论和后凯恩斯主义理论的现实基础，它们认

为恰当的政策能够中止利润驱动型增长。问题是这样一来，限制条件

就会开始发挥作用。



图14.6 持续的需求增长对工资份额、失业和正常产能利润率的影响

图14.7 持续需求增长对增长率的影响



图14.8 持续需求增长对产出、就业、实际工资和生产率与基准值比率的影响

在前面的图中，为了展现驱动变量ε的系统性变化造成的影响，

我抽象掉了随机波动的影响。加入随机噪声会使各种路径与图13.7~图

13.10中已经显示的那些路径类似。在这里，我们需要看一看面对需求

的暂时性高涨，工资份额和就业率随着时间推移的变化（纵轴）所呈

现出来的典型的理论路径的三维图（见图14.9），其中暂时性需求高

涨的影响已经在之前的图14.3~图14.5中加以描述，并在此处用某些加

入的噪声来展现。[5]由此产生的路径是一个在x、y、t三维空间里顺

时针螺旋向上的运动轨迹，这里x轴为工资份额，y轴为失业率，t轴为

时间（Flaschel 2010，435，448）。下一节将会检验实际数据。



图14.9 工资份额相对于失业率的理论路径

这里还需要注意两个要点。第一，系统的动态变化意味着

，总会计恒等式告诉我们净产出等于工资与利润之

和，因而yr≡wr+r·kr。当存在一个稳定的工资份额时，该恒等式可

以被看作得出了一个拟生产函数 ，这里所谓的“索洛剩

余” 仅仅是一个实际工资率和利润率随着时间推移

的变化率的加权平均数。[6]虽然这看起来很像劳动边际产量β等于工

资份额σW的柯布-道格拉斯总量生产函数，但它事实上仅仅是为了得

到稳定工资份额而进行的人为建构。这里暗含的是一个代数定律，而

不是一个生产法则。我先前已经分析过，即使背后的技术不是新古典

主义的，但只要实际数据显现出大致不变的工资份额，人们还是可以



构建一个总量生产函数，得出一个预测系数等于要素份额的完美拟

合，并能得到平稳的技术变革和良好的残差。此外，人们还能够产生

无穷多类似的拟合，其中每一个都对应着关于技术变化率的不同解

读，从而能得到，即使总量生产函数看起来好像在经验层面“成

立”，它们也不能为新古典主义的总生产和分配理论提供支持。相

反，最好的拟合也完全可能误读真实的生产、分配、技术变革和增长

的内在机制（Shaikh 1974，1980b，1987b，2005）。

第二，事实是持续的刺激提高积累率并降低利润率，这意味着它

提高了gK/r的比率，即正常产能利润σ′中的投资份额◎。我在

13.2.11小节中已经指出，正常利润率是可持续积累率的最大值，因此

实际积累率与利润率之比可以用来衡量经济增长潜力的利用程度。除

了传统的劳动利用率（就业人数除以劳动力规模）和传统的产能利用

率（产出除以产能）外，我们现在又有了另一个增长-利用率。如果经

济创造并维持了一个失业劳动力的储备池，那么劳动力供给约束就不

会长期是紧的。由于我们可以随时扩大或缩小产能，产能利用率约束

也不会长期是紧的。我们就只剩下增长-利用率约束，其中利润率作为

积累的决定因素出现在分子中，同时又作为积累的限制出现在分母

中。第15章将会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通货膨胀的古典理论。在目前的

情况下，注意到以下问题是重要的：在其他条件（如旨在刺激过剩需

求的购买力注入拉动需求的程度）不变的情况下，持续的刺激倾向于

提高增长-利用率，从增长的角度来看，这会使经济变得更“紧”，因

而更容易出现通货膨胀。

[1] 工资对利润和企业生存能力所产生的影响，指当工资高到使利润消失、资本无利可图

的程度，或者工资高到使企业没有足够的留利进行积累和技术创新，从而使企业丧失发展潜能

和生命力的时候，就可以认为工资已经达到它的上限。——译者注

[2] 由于一个变量UL的百分比变化率量度其对数的变化，因此方程（14.6）中的关系意

味着 ，其中c是积分常数，可以理解为对失业压力的一种负累积效应的量

度。有了这些，方程（14.4）就变成一个对数线性的总“工资曲线”。



[3] 我使用微分方程表示法有两点原因：第一，为了便于与古德温（1967）关于劳动力

后备军理论的著名的增长周期模型进行直接比较；第二，由于古德温模型中的差分方程模拟不

稳定，而稳定的模拟又不具备明确的经济学意义（Potts 1982，661-664）。非常感谢库马拉

斯瓦来·韦卢皮莱引导我发现了第二点原因。

[4] 应该说方程（14.10）中ε的单侧影响被夸大了，因为它对增长率的影响并不以利润

率为中介。只有当新增需求能确保带来新增利润时，它才是有效的，否则就不存在扩大生产的

激励。这意味着外生需求增长导致的利润率的任何下降都会削弱后者的影响，并且可能在某些

情况下完全消除其影响。平均利润率出现下降意味着一些以前盈利的公司将失败。因此，完全

有可能在某个时点出现持续性刺激导致整体增长率下降的情况。

[5] 在方程（14.7）和方程（14.9）中引入噪声得到的细粒模拟数据以“周”为单位，

本书将其人为转换为年度数据，并使用HP滤波法进行轻微滤波（参数为3）。此转换过程旨在

模拟本章经验部分使用的实际季度数据。

[6] 从恒等式yr=wr+r·kr可以推出 ，因此，若

，我们对公式两边同时进行积分，得到 ，因此 ，其中

。



14.4 正常失业率与“自然”失业率

古典观点认为工资份额、利润率和增长率之间的反馈作用产生了

一个正常失业率。这是马克思和古德温理论的核心。在古德温理论

中，如果劳资力量对比偏向于劳工的话，正常失业率会降低。与凯恩

斯一致而与弗里德曼和费尔普斯的观点相反，这是由（真实）竞争本

身引起的非自愿失业，而不是由于对所谓的完全竞争的限制或者竞争

的不完全性。然而，与新古典主义一致而与凯恩斯的观点相反，提高

总需求并不会简单地消除现存失业，因为即使面对着对总需求增长的

持续刺激，也存在着内在机制使失业率恢复到某种正常水平。

由此可见，要维持失业率低于正常失业率的水平，需要对增长不

断进行规模日益扩大的刺激。当然，这构成了弗里德曼-费尔普斯理论

的基础，他们认为任何试图维持失业率低于其“自然水平”的努力都

会导致通货膨胀加速（见12.4节）。现代宏观经济学已经欣然接纳了

这一观点。但是，古典理论则与此不同。第一，失业是真实的，因为

除了那些处于换工作的过渡阶段的失业者外，其他失业者遭受的都是

非自愿失业。第二，在古典情形下，生产率和劳动力增长的内生性意

味着产出增长能上升至对需求增长进行持续刺激的程度。因此，虽然

正常失业率在特定劳资力量对比下可能是给定的，但产出增长率不

是。第三，虽然失业率当然还是可以通过影响工资份额和利润率继续

影响增长，但是生产率和劳动力增长的内生性将积累从可用劳动力供

给的限制中释放出来。请注意，经济刺激会提高雇佣工人的总数，这

在政治上具有重要意义，尽管它也通过劳动参与率、移民和技术替代

等的综合改变提升了劳工力量。表14.2比较了构建失业理论的三种主

要理论方法。

表14.2 构建失业理论的三种方法



一旦我们接受了是内在的力量创造并维持一个非自愿失业工人的

储备池且生产率增长率是部分内生的这两个设定，产出增长的极限必

然会超出自然增长率。之前对增长-利用率的确认，使我们可以从增长

的视角来解释经济体如何能够在失业率上升时仍然会日趋收紧。这将

为我们提供另一个有关通货膨胀的解释，其不依赖新古典主义和凯恩

斯主义共同的假设，即通货膨胀在有效充分就业附近发生。恰恰是包

含于菲利普斯曲线中的这一假设在20世纪80年代的滞胀时期摧毁了凯

恩斯主义理论，并让新古典理论一举夺走了“通论”的光环（见12.4

节）。



14.5 古典工资曲线与菲利普斯曲线的关系

原初的菲利普斯曲线讨论的是工资，而不是价格。在这样的背景

下，我们必须区分菲利普斯提出的一般性问题和他给出的特定答案。

菲利普斯提出的问题是失业对工资的影响，他本人的答案是从失业对

货币工资变化率的影响出发的。这与凯恩斯的货币工资观点高度一

致，只不过凯恩斯关注的是短期，而菲利普斯曲线几乎横跨一个世

纪。

弗里德曼和费尔普斯正确地指出，工人是为他们的生活水平（即

为实际工资而非货币工资）而奋争。从他们的角度来看，正确的“菲

利普斯型”关系要从相对于预期通货膨胀的货币工资（即预期实际工

资）出发。

在古典传统中，众所周知，实际工资的斗争是在总发展水平（即

相对于生产率水平）的背景下展开的。这意味着古典的“菲利普斯

型”关系曲线应该从相对于通货膨胀和生产率增长的名义工资变化率

出发。另一个问题出现在失业一方。菲利普斯本人提出，我们还需要

在关系中引入失业的变化率，因为它显示了失业率的变化方向

（Phillips 1958，283-284）。我认为，由于失业的平均持续时间刻

画了失业路径的积累效应，所以最好将其作为第二变量。在经验层

面，这一变量将发挥重要作用。还有一个问题是，菲利普斯曲线本身

描绘的是一个结构性关系。为了消除周期性影响，菲利普斯仅基于不

同失业区间内的6个货币工资变化率的平均值拟合其著名曲线，使用的

是1861—1913年的数据，失业区间为0~2%、2%~4%等（285，298）。

[1]

14.5.1 一般菲利普斯曲线



根据上述讨论，我们可以将一般菲利普斯曲线定义如下：它是经

过周期调整的名义工资变化率（ ）、价格和生产率三者之间的某

种结构性关系，同时将失业率和失业的持续时间纳入考虑之内。失业

率（uL）是未受雇工数量与劳动力规模之比。失业持续时间是典型失

业工人失业的周数，它可以被转化为一个持续率（ ），即失业时间

与某个基年失业持续时间（被选定为代表正常失业持续时间）之比。

这样一来，这两个比率的乘积就有了一个简单的含义：失业工人失业

持续的总月数与即使全部劳动力都被雇用时也存在的预期正常失业月

数之比。我称之为失业强度（ ）。经过这样的修改，一般菲利普斯

曲线可写为：

因此，面对通货膨胀和生产率增长的结构性变化，我们可以预期

菲利普斯曲线会移动。事实上，菲利普斯本人也讨论了这一可能性，

即货币工资增长可能无法完全解释价格的快速上涨，这表明通货膨胀

在工资斗争中发挥了作用（Phillips 1958，283-284）。他还指出

1893—1897年经济危机产生的影响与失业率有关，因为这次危机导致

工资增长慢于正常水平（292）。

14.5.2 对菲利普斯初始问题的三种回答

如果一般曲线是名义价值增加值变化率（即通货膨胀率与生产率

变化率之和）的齐次函数，那么我们会得到之前推导出的古典曲线，

其中工资份额的变化率仅仅是失业强度的函数。如果一般曲线是通货

膨胀率的齐次函数，而生产率增长随着时间的推移保持稳定，那么我



们会得到实际工资菲利普斯曲线，该曲线在古德温那里清楚而明确

（Goodwin 1967），而在菲利普斯那里则是隐晦的。如果通货膨胀率

和生产率的变化率在我们考察的时间内都保持稳定，那么我们可以得

到仅与失业强度有关的初始菲利普斯曲线。应该理解的是，在每一种

情形下，具体的函数形式“f”可能是不一样的。

因此，我们最终得到了对于菲利普斯问题三个互相矛盾的答案，

它们都取决于具体的制度条件和历史环境。如果古典曲线适用于某一

特定时期，那么当生产率增长改变其趋势时，实际工资曲线也会发生

移动；如果通货膨胀率发生重大变化，（传统）名义工资曲线会进一

步移动。我们将看到，这正是初始菲利普斯曲线在始于20世纪70年代

的滞胀危机期间崩溃的原因。前文已经说明，如果劳资力量对比出现

重大改变，那么曲线的形状也会发生变化。现在，我们转向经验证

据。

[1] 菲利普斯希望能使用一种非线性的函数形式y=a+b·xc来对其6个平均点进行拟合。

但鉴于当时线性回归技术的限制，他不得不使用对数线性回归的方式来拟合，其中系数a是在

不断进行试错的过程中得到的，目的是使曲线尽可能近地通过最后两个平均点（Phillips

1958，290）。



14.6 关于经济增长、失业和工资的经验证据

本章所使用的数据来源和处理方法详见附录14.1。在下文中，

HP（n）表示利用霍德里克-普雷斯科特滤波法处理过的数据，对应的

拟合参数为n（其中n为某个具体的数，如n=100）。图14.10显示的是

1948—2011年美国经济名义产出的实际增长率（总需求的一个代理变

量）和工资份额水平，以及二者各自的HP滤波值。显然，二者的变化

趋势基本一致。图14.11展示了失业率、失业持续时间指数（1948—

1951年等于100）、失业强度（根据前文定义等于失业率和失业持续时

间指数的乘积），以及它们各自的HP值。在此期间，失业率大约上升

至原来的两倍，但失业持续时间指数增至原来的4倍，二者的乘积失业

强度更是上升至原先数值的10倍。接下来我将论证，失业强度能更好

地衡量失业对工资变化施加的下行压力。[1]



图14.10 1948—2011年美国名义GDP增长与工资份额水平



图14.11 衡量1948—2011年美国失业的不同指标

工资份额与失业率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是古典研究中的关键问

题：更高的工资份额带来更低的利润率，从而降低经济增长率，提高

失业率；更高的失业率会反过来降低工资份额，从而提高利润率和增

长率，降低失业率。在出现暂时的购买力提高时，该理论预测会出现

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路径，正如图14.9所示。图14.12描绘出了其在经验

层面的表现，依据的是美国1948—2011年工资份额和失业强度经过

HP（100）过滤后的季度数据。该经验结果与古典模型的理论路径惊人

地相似，尽管存在20世纪60年代的越南战争“热潮”、70年代的“滞

胀”、80年代新自由主义的反劳工运动、90年代的互联网泡沫和始于

2006年的全球危机等重要“干扰”。[2]



图14.12 1948—2011年美国工资份额与失业强度的经验路径

工资份额与失业之间的不同关系直接导出了三条可能的菲利普斯

型曲线，参见方程（14.15）~方程（14.17）。图14.13为工资份额变

化率与失业强度之间的散点图。与图12.8中传统意义上的名义工资菲

利普斯曲线不同，这里工资份额曲线的斜率明显是负值。于是我们就

要问：如何从各种噪声中提取出我们想要的有用信息呢？



图14.13 1949—2011年美国的工资份额变化率与失业强度

菲利普斯型曲线描述的是一种结构关系，菲利普斯本人将1861—

1913年的数据分解为6个平均点，然后拟合出了这条著名的曲线。此

后，其他学者用计量方法对原始数据进行处理，也得到了类似的曲线

（Desai 1975; Gilbert 1976）。特别是吉尔伯特，他尝试了各种不

同的函数形式，发现使用与菲利普斯一致的函数得到的离散型形式

［见方程（14.17）］，可以很好地近似出菲利普斯自己估计的回归系

数（Gilbert 1976，56）。但是，吉尔伯特的其他估计得到了不同的

结果，其关键在于区分了结构性变化和（非结构性）波动。进入现

代，诸如卡尔曼滤波法和HP滤波法等各种技术都易于实现。后者是在

分离趋势与周期中得到广泛使用的技术。研究表明，当波动（周期）

和趋势的二阶导数的均值为零、方差为常数，且两者的方差值都已知

的情形下，HP滤波法是最优的（Reeves，Blyth，Triggs，and Small



2000，4-5）。严格来说，只有线性趋势才会出现二阶导数为零的情

况。因此，对于图14.13所示的工资份额散点图，如果其背后的结构曲

线不是明显非线性的话，则使用HP滤波法就是合适的。将一个简单的

HP（100）滤波法应用于图14.13的散点数据之上，其所产生的显著影

响如图14.14所示。图中箭头指示运动方向，两条虚线则分别对应着在

1949—1982年和1994—2011年这两组不同数据之上采用菲利普斯[3]的

函数形式所拟合出的曲线。

图14.14 1949—2011年美国工资份额变化率与失业强度的HP（100）滤波值

在前文图中观察到的趋势与14.2节中提到的古典学派观点完全一

致。在1949年，美国经济逐渐失去了二战带来的巨大需求推动，经济

开始稳步运行于拟合曲线的下方。但在1960—1968年越南战争爆发时

期，经济形势又逐渐转好，回到了这一条曲线上。随着越南战争时期



的繁荣让位于始于20世纪60年代末的滞胀，经济又一次降至曲线以

下，直到1977年工资份额达到稳定点。14.2节中的理论说明如果没有

进一步的“冲击”，工资份额将在该点附近运动。但在20世纪70年代

末，经济处于滞胀的旋涡中，遭受失业率不断上升的痛苦（见图

14.11），因此经济在曲线之下持续运动了好几年。与此同时，罗纳德

·里根和乔治·布什积极地开启了新自由主义的全新时代，工会数量

急剧减少，劳动保障机制也被系统性地废除。我们将在第16章中看到

净利润率在此阶段大幅上升，这是由于较低的工资份额稳住了先前一

直下降的利润率，同时利率的持续下降使净利润率（r-i）不断提高。

由此产生的繁荣将经济拉回了平衡点，但不再沿着原来的曲线，因为

曲线本身已经因劳工力量的减弱而出现下移。这一点可以从1984—

1993年原曲线向1993年经济着陆时位置更低的新曲线的过渡中看得很

清楚。与20世纪90年代伴随网络时代的到来而出现的信贷繁荣相一

致，经济首先随着泡沫的不断膨胀而上移至一条新曲线，1999年之后

开始回落，直到2003年泡沫破碎。而在那之后，始于2007—2008年的

全球危机就爆发了。

在这6个10年的模式中，我们可以注意到以下几点。第一，在整个

时期中只有两种菲利普斯型工资份额曲线。第二，正如1960—1973年

和1993—2003年的经济形势所示，繁荣会使经济上升至曲线之上，萧

条又会使经济下滑回原有曲线，这与我们在14.2节和图14.3~图14.8中

进行的理论分析非常一致。第三，对劳工保障制度的成功打击会使曲

线向下移动，并且在任何给定的失业强度下降低相应的“正常”工资

份额变化率：在第一条曲线中，如1977年曲线与横轴的交点所示，临

界失业强度约为9%；在第二条较低的曲线中，临界失业强度更低，为

5%~6%。如14.2节中所述，这与方程（14.7）对应的工资份额曲线在理

论上相一致。失业强度与失业率之间不存在直接的映射关系，前者是

实际失业率与实际失业持续时间指数的乘积。我们从图14.11中可以看

出，两个临界点中的每一个都对应多个不同的失业率。但是，如果我

们假设稳定的工资份额对应着较短的失业持续时间，那么我们就可以



提取出每一个临界点对应的最低失业率。于是，第一条曲线的临界失

业率为5.9%，而第二条曲线的临界失业率为4.2%——二者大部分都是

非自愿失业。这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即使在一些最好的情况下政策干

预也是有必要的。

第四，经济朝这些临界点的移动过程通常非常缓慢，而且还常常

由于历史因素不断被迫向相反的方向运动：1949年经济中的失业强度

为4%，到1977年才达到临界失业强度9%。即使剔除1960—1973年越南

战争时期13年的循环，也需要16年的时间才能使经济中的失业强度从

5%上升至9%。而若将其转化为相应的实际失业率，则（HP滤波处理后

的）失业率需要16年的时间才能从4.3%上升至6.9%——平均每年上升

0.16%！

因此，马克思和古德温正确地坚持认为失业率有一个不同于有效

充分就业水平的正常引力中心。凯恩斯同样正确地认为仅依靠市场力

量的作用使经济从高失业率调整到低失业率的过程太缓慢了（Snowdon

and Vane 2005，66-68）。双方都正确地认识到缺乏调控的资本主义

一般伴随着非自愿失业。他们之间重要的区别在于二者对正常失业人

群的解释：古典学派认为正常失业率是内在决定的，但可以通过削弱

劳工力量降低；凯恩斯则认为失业很可能无法避免，但可以通过合理

的政府干预对其进行很大程度的控制，即使这意味着劳工力量的增

强。在这样的背景下，弗里德曼和费尔普斯坚持认为正常失业率可以

通过削弱劳工力量降低也是正确的。这一点其实隐含在马克思和古德

温的观点中，因为工资对失业的反应程度取决于劳资力量的相对关

系。弗里德曼和费尔普斯观点的精妙之处在于他们将观察到的失业解

释为自愿失业，认为它们是由于工资高于市场出清率和/或由于制度提

供了一些鼓励人不工作的激励机制（Blanchard and Katz 1997，53-

54）。这使他们能够将持续性（伪）失业纳入正统理论之中，并正确

地预测到削弱劳工力量将降低正常失业率（59）。他们自己也认识到

调整过程需要时间，虽然他们也许并未意识到这一调整的实际速度有

多缓慢。无论如何，随后卢卡斯发起的“理性预期革命”在理论上将



调整时间压缩为一眨眼的工夫，从而彻底从理论上抹去了时间这一维

度。

工资份额是实际工资与生产率水平之比，实际工资则是名义工资

与一般价格水平之比。因此，工资份额的变化率可在代数上分解为实

际工资变化率（古德温项）加上生产率增长率，而实际工资变化率可

以进一步分解为名义工资变化率（菲利普斯项）加上一般价格水平的

变化率。

图14.15描绘出了1948年以来通货膨胀和生产率水平的路径，图

14.16和图14.17描绘出了相应的HP（100）滤波处理后的实际工资和名

义工资菲利普斯曲线。鉴于古典曲线在经验上得到了充分的验证，很

显然只有当生产率增长水平保持稳定时，方程（14.18）代表的实际工

资曲线才会与古典工资份额曲线的两个组成部分平行。但我们从图

14.15中可以看出，生产率增长率从1960年到20世纪70年代末不断下

降，到2000年前后才逐渐回升至原先水平。这正是为什么图14.16中得

到的实际工资曲线从1960年开始偏离原先拟合的1948—1982年工资份

额函数，直到1999年才最终回归基于1994—2011年工资份额数据的新

拟合函数之上。于是，方程（14.19）代表的名义工资菲利普斯曲线因

生产率的增长水平下降而出现下移，因图14.15所示的通货膨胀率上升

而出现上移。起初通货膨胀率上升的程度大于生产率增长水平下降的

程度，因此在1960—1977年净效应表现为使名义工资菲利普斯曲线高

于一开始拟合出的第一条函数曲线。然而，当通货膨胀率下降，生产

率增长水平上升时，名义工资菲利普斯曲线开始下降，直至二者之和



恢复至20世纪50年代的初始水平，而且自1999年起该曲线开始与第二

条拟合函数曲线平行。这解释了图14.17中名义工资菲利普斯曲线的形

状。

图14.15 1948—2011年美国的通货膨胀率与生产力增长率



图14.16 1949—2011年美国实际工资变化率与失业强度的HP（100）滤波值

弗里德曼和费尔普斯对通货膨胀菲利普斯型曲线的重构，使其从

表征失业率与价格变化率之间的关系转化为表征前者与预期实际工资

（即相对于预期通货膨胀的货币工资）变化率之间的关系。由于预期

通货膨胀率是一个无法观测的变量，这就为解释可观测的名义工资路

径提供了很大的想象空间。在弗里德曼著名的理论框架中，名义工资

菲利普斯曲线逐渐向上移动直至预期通货膨胀率赶上未预期到的通货

膨胀率的变化（见12.4.2小节和图12.9）。因此，当实际通货膨胀以

未预期到的方式发生变化时，名义工资应该低于实际通货膨胀。而卢

卡斯认为名义工资变动十分迅速，这使相应的菲利普斯曲线基本上是

一跃而至新的正确水平。在古典学派中，实际工资对通货膨胀和生产

率增长的反应程度取决于劳工与雇主之间的相对力量，因此削弱劳工

力量可能会削弱这两种反应。我们可以将超额货币工资增长，即实际



货币工资增长率（的HP滤波值）超出由失业强度拟合函数预测出的货

币工资增长率的部分，对通货膨胀和生产率增长进行回归来检验这些

不同的推论。由表14.3可知（括号里的数表示标准误差），通货膨胀

和生产率增长的回归系数均为高度显著。特别引人注意的是，在包括

20世纪70年代滞胀的1948—1982年，第一阶段的通货膨胀的回归系数

只比1小一点，这表示在此期间名义工资变化基本与通货膨胀变化完全

一致。此外，这一阶段生产率增长的回归系数为0.82，这意味着相对

于生产率增长而言，名义工资的增长出现大幅下滑（即单位劳动力成

本随时间的推移持续下降）。在经济良好的情况下，这两种现象都可

能被认为是正常反应。但在第二阶段1999—2011年，劳工力量不断减

弱，名义工资增长开始落后于通货膨胀和生产率增长。相关回归细节

详见附录14.2。

图14.17 1949—2011年美国名义工资变化率与失业强度的HP（100）滤波值

表14.3 通货膨胀与生产率增长对名义工资菲利普斯曲线的影响



如果菲利普斯从古典理论而不是凯恩斯主义理论出发（即通过工

资份额的关系而非名义工资的关系）回答自己的问题，那么在20世纪

70—80年代的经济滞胀时期也许就不会出现关于“菲利普斯曲线”的

理论危机。凯恩斯主义理论仍需要解释通货膨胀，即使其保留了基于

名义工资的通货膨胀加成理论，基础的名义工资曲线的移动也可以很

容易得到解释（见图14.17）。这样一来，凯恩斯主义理论一边可能就

不会出现相同的理论混乱，也就不会在随后为新古典主义攻击凯恩斯

主义政策大开方便之门。当然，旨在削弱劳工力量、提高利润份额的

政治进攻很有可能在任何情况下都能获得胜利。

[1] 一个更好的衡量方法是使用BLS U-6或者U-7等广义失业变量（包括部分失业者和丧

失信心的工人），以及相应的一些衡量失业持续时间的变量。广义失业法得到的失业水平远高

于官方失业率，但二者的趋势一致。但上述变量只有1994年以后的数据（BLS 2001，ln1）。

此外，对国际竞争压力的某些直接衡量也会很有用。

[2] 失业强度的季度数据不可得。经过HP滤波的年度数据也呈顺时针螺旋变化，但它更

加平滑，没有季度数据中包含的各种锯齿状变动。

[3] 菲利普斯（1958，283，290-291）最后使用的是 来拟合曲线

（Gilbert 1976，52-53）。



14.7 古典宏观动力学的总结和含义

本章发展起来的古典模型有几个典型特征。第一，预期净利润率

（即新投资的预期利润率与利率之差）驱动资本增长率，这一点在马

克思和凯恩斯的理论中占有重要地位。第二，产能增长率由资本增长

率驱动，受产能-资本比Rn的变化趋势影响。在短期内，许多因素导致

预期净利润率与实际净利润率不同、实际产能利用率又与正常产能利

用率不同，正是这些因素使实际产出增长偏离产能增长。这些因素包

括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情绪的爆发、私人和公共部门购买力的注入，

以及政府对市场利率的干预。这里的要点在于：即使这些变量的增长

率仅仅受到暂时的影响，总需求的突然增加也会改变产出和就业水

平。第三，从长期来看，通过产能与需求的互相调整，实际产能利用

率在正常水平附近波动：在这里并不需要萨伊定律或凯恩斯定律◎。

是这样一个事实对此起到了关键作用，即工商业储蓄与商业投资是内

在地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总储蓄率是内生的（乘数也因而受到抑

制）。这就是在产能利用率受其正常水平调节时，利润率仍能推动积

累的原因。与之相对，后凯恩斯主义理论则坚持认为储蓄倾向是恒定

的，而产能利用率则是一个自由变量。

第四，实际产能利用率在其正常值附近上下波动说明实际利润率

也会围绕其正常值上下波动。因此，即使工资率的自主上涨能够拉动

总需求，甚至可能在短期内提高实际利润率（工资拉动型增长），当

产能利用率回到正常水平时，这种效应还是会逐渐消失，而增长也将

再一次转变为利润拉动型。这一点可以从图14.14中清楚地看出，1960

—1968年工资份额曲线先向上而后向下移动，1993—1999年再次出现

类似的变动——前者与越南战争有关，后者与互联网泡沫有关。后凯

恩斯主义将这两个结果看成相互替代的两种可能情形，但在古典理论

中，它们则是同一个时序过程中的两个不同阶段。第五，货币工资与



利润率之间的关系取决于在给定生产条件下前者影响工资份额的方

式。在古典理论中，价格水平由宏观经济因素决定（见第5章和第15

章），因此在给定价格水平下，货币工资的上涨一般等同于实际工资

的上涨。当价格水平发生变动时，若货币工资的斗争能成功将通货膨

胀也考虑进去，同样会出现类似的结果。这样一来，实际工资斗争就

受到相对目标的驱动（即实际工资相对于生产率的比率，后者取决于

技术水平以及日工作时长和劳动强度）。实际工资真实水平的最大值

取决于生产率，其历史性决定的最小值也与生产率相关。工人以特定

的社会环境为背景在每个车间所展开的斗争，都对应着实际工资和生

产率之间的一个特定比率。很多不同的有关工人斗争的微观模型都与

实际工资和生产率之间的稳定关系相一致。第六，将总体实际工资与

生产率水平相连的参数自身也会对中期失业率做出反应。这会推导出

一个工资份额菲利普斯曲线，其具体形状取决于社会历史条件和制度

因素：失业低于某个临界值时，工资份额变化率会上升；反之则下

降。总需求的扩大将减少失业，提高工资份额，从而表现为经济沿着

曲线上移。随后发生的总需求减小则得出相反的路径。需要记住的

是，当劳资的相对力量发生较大改变时，曲线也会发生移动。因此，

当生产率增长出现趋势性变动时，一般而言，我们无法得到一条稳定

的实际工资菲利普斯曲线；当生产率增长和/或通货膨胀出现趋势性变

动时，我们也不会得到一条稳定的名义工资菲利普斯曲线（原初的菲

利普斯曲线）。

第七，工资份额变化会通过其对利润率的作用影响增长，而给定

生产率和劳动力的增长，这又会反过来影响失业率。但上述两个数值

并不是恒定的，因为当工资份额（单位劳动力成本）升高和/或劳动力

市场收紧（失业减少）时，雇主会有动力加速生产率增长。出于同样

的原因，他们也会受到激励去促进劳工参与率和/或移民率的增加。因

此，我们可以将自然增长率（即生产率增长率与劳动力增长率之和）

表示为受单位劳动力成本上升和劳动力短缺的影响。也就是说，自然

增长率是部分内生的。第八，先前的因素使总需求发生变动时可能产



生两种不同的反应。总需求的暂时增加会暂时性地降低失业率，永久

性地提高产出、就业、生产率水平和实际工资的路径水平，而不影响

长期工资份额、利润率或增长率。此外，当总需求增长率永久性提

高，到达正常净利润率决定的长期均衡增长率之上时，这也会使实际

增长率持续扩大，至少直到利润率的下降抵消了需求增长率扩大的刺

激效应。因此，产出水平、实际工资、生产率和就业水平将会在原路

径上方持续运行一段时间。工资份额将上升，正常利润率将相应地下

降。失业的下降趋势将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但伴随着更高的生产率

增长率和劳动力增长率，失业最终还是会回到“正常”水平。一般而

言，经济从高产出增长率过渡到高工资份额，再转变成高生产率增长

率的过程，自动产生了产出增长率与生产率增长率之间的正向关系，

这就是凡登定律。

第九，在古典理论体系中，持续失业很大程度上是非自愿的，它

产生于（真实）竞争本身，而并非出于某些对所谓完全竞争的限制或

竞争的不完全性。凯恩斯主义者相信失业率能维持在社会期望的最低

水平，而古典主义者则认为当劳资力量对比不变时，正常失业率会不

断自我实现，因此只有当二者的力量对比发生改变时，正常失业率才

会发生变化。弗里德曼和费尔普斯持类似的观点，他们认为刺激总需

求不会永久性地消除失业，因为经济中存在自动补充失业人群的内在

机制。因此，维持失业率低于其正常水平有赖于持续的增长刺激。但

在古典理论中，长期增长率并不直接与正常失业率挂钩，因为自然增

长率的内生性意味着可以通过加速产出实现对总需求的持续刺激。第

十，由于正常利润率是可持续积累率的最大值，因此实际积累率与利

润率的比值就可以用来量度经济增长潜力的利用程度，即增长-利用

率。这样一来，持续性刺激提高积累率而降低正常利润率的事实就意

味着，从增长的角度看，经济存在“收紧”的倾向，因此更容易出现

通货膨胀。这看起来与弗里德曼-费尔普斯和非加速通货膨胀失业率的

观点类似，即持续性刺激带来通货膨胀。但二者还是有所不同的，因

为持续性需求刺激与实际通货膨胀之间并不存在自动的联系，后者也



取决于信贷拉动的过剩需求。这种供给阻力/需求拉力的分析方法还意

味着，利润率下降能够减缓经济增长从而提高失业率，但若积累率下

降得比利润率慢得多，它仍然可以使经济收紧（见第15章）。于是，

通货膨胀和失业可能同时上升，正如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现象，该现

象曾经一度使凯恩斯主义者和新古典主义者都感到困惑（见12.3.5小

节和12.4.2小节）。

上述观点在经验层面得到了广泛支持。工资份额的趋势明显随着

总需求增长率（用名义GDP增长来代表）的趋势而上升。相对于失业强

度（失业率和失业持续时间指数的乘积）的工资份额的现实时间路径

类似于理论预期的螺旋式路径。最重要的是，工资份额变化率与失业

强度的HP滤波值呈现出两条显著而清晰的菲利普斯型曲线：其中一条

对应着1949—1983年的“劳资妥协”时代；在经过1984—1993年里根

和布什政府的过渡时期之后，又出现了另一条更低的新曲线，对应着

1993—2011年的新自由主义时期。1949年年初，美国经济刚刚开始失

去二战带来的巨大需求推动，因此经济一开始位于第一条曲线的高

处。在接下来的11年间，经济沿着同一条曲线平稳下行，直到约翰逊

时期“伟大社会”的繁荣推动其在1960—1968年沿着曲线上升。随着

繁荣逐渐消退，经济转而进入滞胀时期，继续沿着同一条曲线下降，

直到1973年，经济已经回到了两次动荡发生之前1960年的水平。彼

时，经济已然陷入滞胀的深渊，曲线持续下移，甚至一度通过1977年

工资份额保持不变的临界点，经济进入工资份额负增长的阶段（即实

际工资增长慢于生产率增长）。工会和劳动保障制度受到沉重打击。

工人输掉了这场战役，1983—1993年，经济最终下移至另一条更低的

新曲线。1993—1999年的互联网信贷繁荣使经济沿着新曲线上移，直

至2003年在失业率不断上升的影响下出现泡沫破灭，经济又开始回

落，2007年全球危机的爆发使经济回落的速度变得更快了。这一切模

式都非常符合古典学派的理论预期。

给定劳资力量，工资份额菲利普斯曲线的经验稳定性可以解释为

什么生产率增长大幅变动时实际工资曲线会发生移动，以及为什么通



货膨胀率变动时货币工资曲线移动的幅度变得更大了。因此，我们完

全能够解释在战后初期的“劳资妥协”阶段和之后的新自由主义时

期，名义工资菲利普斯曲线出现的结构性移动。在前一阶段（1948—

1982年），货币工资菲利普斯曲线的移动是由于预期的变化，我们发

现只要将失业强度和生产率增长水平纳入考虑范围，名义工资几乎能

完全跟上价格水平变动的步伐。在后一阶段（1994—2011年），同样

考虑这两个因素之后，我们发现货币工资因社会力量的改变而显著滞

后于实际通货膨胀和生产率增长。我们不需要假设存在一条基于预期

的名义价格菲利普斯曲线，也无法推导出这样一条曲线，因为价格水

平并不由货币工资决定。

最后，曲线下移至更低的位置降低了正常失业强度（使工资份额

保持稳定的水平）。在第一条曲线中，正常失业强度约为9%，但在第

二条更低的曲线中，正常失业强度略高于5%。如果我们假定稳定的工

资份额也对应着与失业强度相应的失业持续时间最小值，那么第一条

曲线的临界失业率为5.9%，第二条则为4.2%。这二者都超出了早期凯

恩斯主义政策制定者可以接受的范围。很显然，经济沿着这些曲线移

动的速度相当慢。如果不考虑越南战争时期的上下波动，失业率的年

均变化率为0.16%。

因此，凯恩斯相当正确地指出了市场反应慢到超出了社会所能容

忍的程度，但这并不能证明他关于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可以显著减少

失业的观点是合理的。不过，政府确实可以对宏观经济结果产生重要

的积极影响。首先，即使只是暂时性的需求扩张也会永久性地增加产

出和提高就业水平，抬高实际工资的时间路径。这对任何政府来说都

具有重大意义。其次，加速生产率增长的政府干预能抬高生产率路

径。如果生产率对此的反应足够显著，单位劳动力成本（工资份额）

甚至可能下降，从而提高企业在国内的利润率和在国际上的竞争力。

这会产生重要影响，使抬高实际工资路径成为可能。再次，政府可以

对金融市场进行干预，以降低利率相对于利润率的水平，从而相对于

正常市场路径，甚至可能相对于过往的水平，提高净利润率。不过，



这种情况也存在一个明显的限制，即利率不能降低至零以下（见第16

章）。最后，限制货币工资相对于通货膨胀和生产率的增长能有效促

使工资份额曲线下移，从而降低正常利润率。政府可以通过积极拓宽

国内资本与国外廉价劳动力的对接渠道做到这一点，也可以使用其他

更粗暴的方式，比如像早期的日本和韩国一样抑制与压榨劳动力，像

智利和印度尼西亚一样采取专制独裁，像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和英国

一样毁掉业已建成的劳动制度的成果。或者，政府也可以协助构建一

种“瑞典式”协定：通过提供就业培训和就业保障，确保实际工资与

生产率的同步增长（Valocchi 1992; Chang 2002a，xx）。

所有这些形式的国家干预都在历史上广为人知，并能为国内资本

和劳动力提供不同程度的好处。在理论和政治层面，保守经济学家宣

称大多数社会干预都会导致经济“无效率”，但这一结果建立在他们

对近乎完美的市场和近乎理想的社会结果的非理性信仰之上。在具体

实践中，他们显得更加实用主义，迫使政府剥夺劳动成果而支持各种

资本利得。在这场激烈的战争中，政府几乎从来都不是社会中立的。

我们需要认识到，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确实可以产生积极的影响，但

其仅仅能在一定限度内发挥作用，其中一个限制便是人们对未来通货

膨胀的预期。我们接下来会分析这一点。



15

现代货币与通货膨胀



15.1 货币、市场与政府

货币缓慢孕育于正常的交易过程之中，从私人货币过渡至国家货

币的历史过程痛苦而漫长。最初，交换起源于人们的社会交往。无论

何时何地，只要交换的范围足够大，其组织结构便需要立法进行规

范。而货币的产生正是这种需求的物质表现。并不是政府发明了货

币、铸币、付款义务或债务。恰恰相反，是人们自己不断发明与再发

明出交易、货币、铸币、信用、银行乃至政府本身。从一般等价物到

铸币、可兑换与不可兑换的代币、银行信用，直至最后的法定货币，

这条历史演进道路可谓相当复杂（见第5章）。

一旦货币体系得以确立，国家便可将其立身之本从以劳动或实物

缴纳的税赋推广到以货币形式缴纳的税赋。政府往往强制推行人头

税、财产税、商品税、进出口税、通行费、停泊费，以及出现不久的

所得税。除此之外，它们还凭借销售公有土地，向囚犯收取保释金，

以及扣留外国船只、商品和财宝来获取收入。向私人部门强制借款在

战时或紧急关头格外有效，因为政府可以人为制定低利率，之后可以

用贬值了的通货来偿还，甚至直接一笔勾销（Morgan 1965，17，59，

104-105）。这一有着悠久历史的做法提醒我们：债务不过是一个还款

承诺，它就像其他许多承诺一样，可以轻易被打破。主权债务违约早

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了。

在较近的某个历史阶段，国家垄断了铸币和代币的创造与发行，

这仅是原本由私人部门承担的职能的简单易手，而私人银行仍旧继续

创造出大量的流通工具和支付手段。政府也开始对银行业施加某种程

度的控制，而这种控制的固有局限在反复爆发的金融危机中不断暴露

出来。21世纪初的全球危机便是对“左翼”和“右翼”教科书式幻想

的尖锐驳斥，他们以为，睿智且乐善好施的政府掌控着货币和金融，



使其为大众利益服务。历史已然足够清楚地证明，在这个不算美好的

世界上，没有什么是“最好的”。

国家对税收的垄断与其对特定种类货币的最终垄断权相适应。税

收是国家对一部分私人收入的强制性占有，私人部门进行纳税便是对

该强制义务的偿付。税收是付款义务，而非“债务”，就像餐厅老板

向黑手党缴纳的保护费算不上债务一样：除了使你暂时免于威胁外，

它并不承诺任何其他反馈。债务是一种交易，你承诺为你将得到的东

西进行某种支付：这是一种还款义务。历史事实表明，政府索取税收

并不总是奏效，它即使可行也受到一定条件的制约。暴力，或者说至

少威胁要使用暴力，非常有效，但也并不总是管用。

法定货币，即强制推行的不可兑换的代币，是现代货币的一种特

有形式。北美的英格兰殖民者之所以发明法定货币，正是因为各州无

力向其易怒的民众征税。而发行法定货币便成了替政府开支融资、支

付政府债务以及最终为美国独立战争自身筹措资金的一种替代方式。

法国、俄国和中国等国的革命均积极引入了这一创造性地使用印刷机

的方法（Galbraith 1975，46，51-53，62-66）。

早期美洲的法定货币以其可与金银兑换的承诺为后盾，按照票面

价值流通了20余年。它也成为包括纳税在内的交易的法定货币，尽管

当时还鲜有敢于征收税款的政府。

随着钞票发行得越来越多、偿还（日期）一再推迟，用纸币表示

的商品价格开始上升，金和银的票面价格也开始不断上涨。50年后，

殖民地钞票仅值其最初许诺的黄金价值的1/10（Galbraith 1975，46-

52）。然而，这些货币替代物仍继续广泛流通。

为什么在几乎无法得到偿还的事实已经昭然若揭之后，这些不可

兑换的代币仍然能够继续流通呢？货币史提醒我们，是私人流通导致

了货币代币的产生，所以只要这些代币被认为能够履行货币的某些职

能，人们便愿意接受它们。通过不断的商业往来，新的铸币成了铸币

自身虚幻的代替品，但这些劣币在一定范围内继续与比它们分量更足



的同伴共同发挥作用。在一定的交易范围之内，政府指定它们是法定

货币（强制可兑换代币），加强了它们的这种使用效力，却无法彻底

打破它们本身的使用界限。法定货币为人们所接受并非毫无条件，它

取决于转换的成本、使用的地域和领域，当然也取决于商业之轮不停

歇的运转。后来，由金店开出的存款收据逐渐开始履行支付手段的职

能，它们的可用性基于持票人和金店银行家的信用。再晚些时候，少

量银行开始发放被称为“银行券”的存款收据。这些货币代币之所以

为人们所接受，是因为人们认为它们可以兑换成具有更高的一般性的

货币：人们接受地方银行的银行券是因为它们可以兑换成城市银行的

银行券、国家银行的银行券甚至黄金；人们接受城市银行的银行券是

因为它们可以兑换为国家银行的银行券或黄金；人们接受国家银行的

银行券是因为它可以兑换为黄金（直接兑换或通过外国通货）。在所

有这些情况下，代币都是以更高等级的某种货币作为后盾的。

认识到这一点至关重要：可兑换性不过是一种信念，而信念在不

遭受重大考验的时候才能最好地发挥作用。对实行部分准备金制度的

私人银行或公共银行而言，大部分货币不在银行里是个公开的秘密。

资本主义规律性爆发的金融危机的重要作用之一，便是提醒我们注意

这一客观事实，并在突然之间揭示出那些本应可兑换的代币事实上是

不可兑换的。这实际上表明，曾经许诺的代币与更高级货币之间的固

定兑换比例，已经让位于另一种迅速变动的比例：人们对城市银行银

行券的渴望使它们比地方银行的银行券更值钱，而人们对黄金的渴望

使之比城市银行的银行券更值钱，以此类推。

法定货币，即国家发行并强制推行的不可兑换代币，把在某一给

定兑换率下的可兑换性变成了按市场价格变化的可兑换性。人们接受

不可兑换代币的原因与人们接受可兑换代币的原因是一样的：他们相

信，他们能够像使用货币一样继续使用这些代币。只要经济运行尚

佳，可兑换性和法定货币法律会强化这种信念。至于作为纸币后盾的

所谓“国家尊严与主权完整”，历史已经显示它们是“极端不可靠的

资产”（Galbraith 1975，46）。当流通之轮遭遇经济衰退的阻碍，



或通货膨胀使之旋转得过快时，信念便开始动摇，此时人们便会以飞

涨的比率将国家法定货币兑换成更加安全的外国通货或超国家资产

（如黄金）。

从这个角度来看，制定法定货币法律可能对于确立某一货币的地

位有帮助，对持有外国通货和黄金施加法律限制，也可能有助于抑制

除法定货币之外的替代性货币资源，但它们并不能阻止私人行为人寻

求更安全的货币形式。1880年，英国殖民者对尼日利亚南部的控制达

到历史高峰，殖民地政府企图推动英国货币统治当地市场。为达成这

个目的，他们花费了近半个世纪。殖民前的尼日利亚是一个汇集本地

产品、跨区域贸易和跨国贸易的熙熙攘攘的贸易集散地。当地生产者

不但与远及加勒比海、美洲及欧洲的市场紧密相连，而且与扩展延伸

的区域贸易成为一体。当地已然有了自己的资本市场，职业银行家和

放贷者迎合商人的资金需求，还存在一个主要远途贸易商品的期货市

场。当地家庭持有大量马尼拉青铜币、黄铜棒和贝壳等地方货币作为

储蓄。在墨西哥币、秘鲁币、巴西币和智利币与金沙、金块一道自由

流通的同时，英国、西班牙、南美洲、美国及法国的金银铸币都被用

作外币汇回母国。即使“［政府］已［采取］一些强制手段，‘鼓

励’当地居民接受英国通货”，直到1896年，在英镑名义上成为尼日

利亚法定货币的16年之后，在当地起支配地位的货币仍然是贝壳

（Ofonagoro 1979，623，633）。与殖民政府统一铸造并分发的英国

通货不同，尼日利亚的地方通货由私人提供，具有本土性，而且不受

英国人的直接控制。

真正令人惊愕的是，在英国掌控政权的情况下，尼日利亚虽然已

有种类纷繁的货币、贸易和银行系统在运行着，但多数殖民官员仍将

这些经济活动视为物物交换，“故而他们坚信，这个国家并不存在自

己的货币，因此他们推行英国货币的举措不过是对之前基于物物交换

的原始经济进行改进罢了”（Ofonagoro 1979，636）。这些殖民者只

看到他们需要看到的事物，也只说他们需要说的话。英国的殖民政府

不断尝试将当地通货和其他与之竞争的外国通货驱逐出势力范围，这



遭到了当地人民或积极或消极的抵抗。为了“鼓励”英国通货的使

用，他们不断推出各种法令，施加各种惩罚。然而“当地人民压根儿

不把英国的钱币当作货币”（Ofonagoro 1979，648）。纸币在一战期

间被引入尼日利亚，但它为人们所接受的进程就像那场战争一样进展

缓慢。最终，资本家霸主耗费了50年的不断努力，终于使之前尼日利

亚的本土货币大幅贬值，在此过程中也摧毁了许多尼日利亚家庭和企

业的财产。

与美洲殖民者的法定货币并存的还有许多其他形式的货币，如黄

金、白银、外国钱币、烟草和贝壳串。跨区域贸易和跨国贸易从一开

始便存在。法定货币从它被发明出来开始便是众多货币中的一员，它

为人们所接纳肯定不是为了缴纳在当时并不存在的税金，甚至不是因

为它与诸如烟草、大米、谷物、牲畜、威士忌和白兰地等曾在不同时

点出现的货币一起被宣布为法定货币（Galbraith 1975，48-50）。最

后，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黑市货币交易所焕发的生命力都说明了这

一事实：任何业已存在的货币永远都有替代物，即使这一替代物当前

尚不存在，须待未来发明。例如，在二战后的德国，纸币的总量较战

前水平增加了4倍，而战争已经大大消耗了国家的年度货物供应。为了

遏制最初的通货膨胀，政府实行了价格控制，这意味着商品持有者不

得不按人为制定的低价进行销售，而这往往是他们不愿意接受的。

“货币基本上不再履行其支付手段的职能”，因此私人商品开始与其

他商品直接进行交换，其中香烟崛起成为广泛流通的支付手段。私人

商品货币再一次出现并取代了国家授权的货币。旧货币体系崩溃了，

对此政府所能采取的唯一补救措施便是在1948年推行一种新的货币取

而代之（Morgan 1965，30-31）。最终，货币得以行使其职责是因为

它在实际中可兑换。倘若一种货币无法实现这一目的，就必然会出现

另一种货币。所谓“不可或缺”的货币，仅仅存在于我们的教科书

中。



15.2 国家货币理论和新国家货币理论中关于货币的观
点

现存对货币历史发展的解释，有时会将礼物馈赠和物物交换（简

单交换）、付款义务和债务以及债务和货币混为一谈。这种错误带来

的一个直接后果便是：“货币”似乎自人类社会之初便已存在。例

如，戴维斯（2002）在他广受好评的介绍货币悠久的跨文化历史的书

中，大力赞扬了爱因齐格对原始货币的描述，称之为“最权威的……

［最］振奋人心的且［最］详尽的描述”，他自己亦“从中获益匪

浅”。然而，戴维斯认为爱因齐格将货币定义为一般等价物的做法过

于“复杂”，并提议代之以更简单的分类法。戴维斯将所有先于铸币

的事物都划为“原始货币”。由于他将血债血偿、以身抵债以及所有

的礼物馈赠都视为“交换”[1]，交换便变得像人类社会一样古老。

由于他将所有用于此类活动的物品一律视为原始货币，货币亦被认为

存在于人类社会诞生伊始（Davies 2002，11，14-15，23-24）[2]。

当然，这种推论与新古典主义看待经济的方式不谋而合，正如戴维斯

自己所解释的那样，“经济学……就是研究稀缺资源的使用逻辑，货

币则是这种逻辑发挥作用的主要方式”（34）。第5章的全部意义便在

于证明这并不是看待货币的合理视角。

15.2.1 货币、银行与古巴比伦

如人们所知，借贷关系存在于许多农业文明中，并在公元前3000

年的巴比伦变得尤为复杂（Morgan 1965，57）。戴维斯相信，古巴比

伦的证据证明当时已出现“高度复杂的银行系统，可将最早的铸币向

前推进数千年”（Davies 2002，23）。他得出这种结论，是基于在古

巴比伦现存的文物中几乎没有被认为属于“铸币”的物体。但他谨慎



地注意到，关于古巴比伦本身的证据还很少，因而“可以对如何解释

哪怕看起来最不容置疑的事实提出合法的质疑”。他进一步表示，正

如“琼·奥茨所承认的那样，‘现在关于古巴比伦文明的一切研究都

是（也将继续是）粗略真相、误解和蒙昧的混合体’”（49）。

从其他史料中我们可以得知，整体而言，商品货币的出现远早于

金属货币，私人铸造的货币在此之后出现，国家铸造的货币则更晚一

些。戴维斯（2002，34）自己也注意到，在货币史记录完备的英国，

铸币的出现较商品货币晚几千年，而银行的出现较铸币晚1 000年。戴

维斯（2002）认为，人类驯化牲畜的历史可追溯至公元前9000—前

6000年，在许多社会中，牲畜也是最早的货币形式之一。戴维斯

（2002，44）亦提到在美索不达米亚，牲畜曾被用作货币，但他并未

提供确切的时间点。但摩根（1965，11）指出，“古巴比伦的文献

（约公元前3000年）表明了‘可交换商品’和‘不可交换商品’之间

存在法律层面的区别：前者可随意转让，而后者则需要正式的转让许

可。可交换商品包括黄金、白银、铅、黄铜和紫铜，蜂蜜、芝麻、

油、葡萄酒、啤酒和酵母，羊毛、皮革，纸莎草卷和武器，所有这些

商品可能在不同程度上都履行支付手段的职能”。尽管缺乏古巴比伦

存在铸币的证据，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否认商品货币（从牲畜到“可

交换商品”）的发展远早于古巴比伦的银行系统。正如食盐之于许多

地区，5 000年前烟草和贝壳串之于美洲殖民地，倘若谷物、蜂蜜、芝

麻、油或者酵母扮演着货币的角色，那么我们便无法明确区分它们作

为有用物品和货币物品的两种存在方式。纵使是金属也经历了漫长的

时期才成为国家发行的铸币。最后，戴维斯自己对原始货币的定义表

明，在他的定义中，包括血债血偿和以身抵债中涉及的所有物品，商

品货币从一开始便已存在，故而即使在古巴比伦也远早于银行和铸

币。就此而言，往好了说，古巴比伦的证据资料与对货币发展的两种

可能解释是一致的：一种是从商品货币到铸币再到银行，这正像我们

已有详细资料记载的许多其他社会一样；另一种是从商品货币到银行



再到铸币，这如同戴维斯的结论。无论采用哪一种解读方式，即使是

在古巴比伦，商品货币的出现都远早于银行业。

15.2.2 英尼斯

戴维斯对货币历史发展的深入研究与国家货币理论形成鲜明对

比。英尼斯（1913）首先否定了以下几点：货币缘起于物物交换，铸

币初见于私人部门，而国家只不过在后来接管了铸币权而已。他轻蔑

地表示，关于上述看法只有“少得可怜的历史证据”。相反，“商品

历史和钱币学领域的现代研究，特别是近期巴比伦地区的发现，已揭

示了大量前人无法获得的新证据，有了这些，我们大致可以认为这些

理论无一具有坚实的理论根基——事实上它们都是错误的”（Innes

1913，1）。如果我们不钦佩他在历史观察上的敏锐，就只好欣赏他的

自信了。那些贯穿多个社会多个时期的大量关于货币的证据被贬低为

“少得可怜”，而来自古巴比伦的证据（那才真是少得可怜！）却被

认为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就后者而言，无论如何解读，都证明商品货

币的出现是先于银行业的。

然而，英尼斯引用古巴比伦的证据仍然具有启发意义。这里真正

的难点在于，他对于货币史的研究显示出“货币单位和任何金属之间

均不存在固定联系”（Innes 1913，1）。用同一种金属制成的铸币即

使重量不一，也可作为等价物流通；用贱金属制成的铸币似乎也能履

行同样的职能；随着时间的流逝，某一特定［货币］面额如第纳尔、

里弗或索尔的白银含量越来越少，但这似乎并不妨碍它们执行货币职

能；尽管“政府付出了极大努力欲以法律的形式予以禁止”，但贵金

属的货币“价格”仍持续上涨；“政府不断抵制私人金属代币的广泛

使用，但收效甚微”。当然，这是对货币发展史的正确介绍，但在其

他学者能够辨识出发挥作用的特定经济规律的地方（见5.2.2小节），

英尼斯只看到了困惑。他认为将货币视为交换工具的观点“过于笨

拙”，经不起推敲。在他看来，将货币视为支付手段可以更好地解释



货币的本质。在他所处的时代，信用系统占据主导地位，因此英尼斯

简单地将借贷关系应用至人类社会之初。“购买行为让我们成为债务

人，销售行为让我们成为债权人。”与真实世界的债务关系不同，他

的设想不需要硬通货来清算余额。相反，如果有人借进来的钱多于他

贷出去的钱，“其债权人所发放贷款的实际价值将会下降，直至其总

借款等于总贷款”（5）。这就是为什么古巴比伦的银行体系对英尼斯

来说至关重要。缺少古巴比伦时期存在铸币的证据，在他看来，就是

当时没有货币。于是，古巴比伦的银行业大约也不能用现金来结清净

债务余额，因此贷款和借款之间必需的平衡必然只能用其他机制来解

释——英尼斯很体贴地替我们完成了这项任务。自不必说，他并没有

为自己的推论提供任何证据。

英尼斯混淆了货币与铸币、私人铸币与国家铸币、付款义务与偿

债义务，还把所有交易都看成借贷关系。我们知道在古印度，如果一

个人对他人造成伤害，他必须赔偿100头奶牛（Quiggin 1949，7）。

这是一种付款义务而并非交换，受害方获得100头奶牛，这是对他们遭

受不当行为的补偿，而非因为其提供了另一种使用价值。这也不是一

种债务，因为100头奶牛并不是对之前借得的某种物品的偿还。但是，

倘若这些古代人相信英尼斯的理论，那么受害方将简单地增记一笔贷

款，而加害方则增记等额的一笔借款。根据英尼斯的逻辑，后者同样

可以将一张第三方向自己写的贷款欠条交给前者，第三方也可以做同

样的事，以此类推。但关键是，最终要赔偿的是奶牛！于是到最后，

总得有人交出100头奶牛，作为使用价值（或者，倘若奶牛在当时恰好

是货币，那就是用活生生的“现金”）来结清这笔账，否则受害方受

到的伤害将只能根据古老的传统（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得到偿还。

此时，不只是他的债务票据，加害方自己也将遭受“贬值”。物物交

换在英尼斯的逻辑中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因为到最后双方都必须以

等价的使用价值进行清算。

更重要的是，英尼斯将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看成对货币的不同定

义，而不是其并存的两种功能。马克思指出，货币购买与信贷交易是



不同的，前者是交出去货币（M）得到一件商品（C），后者是“交易

的两极在时间上彼此分离”。后一种形式是从前一种形式中“自发演

变”而来的。在信贷交易中，货币发挥支付手段的职能；在货币交易

中，货币发挥购买手段（流通手段）的职能。反过来，单纯的信用会

“在商品所有者之间带来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关系……即使信用制度尚

未诞生，这种关系也能得到充分发展”。这种演变导致“货币越来越

多地发挥支付手段职能，这会有损于其购买手段职能，对其贮藏手段

职能的危害更大”（Marx 1970，142-143）。由此衍生出的货币仅仅

是支付手段的说法其实是一种幻觉（Arnon 1984，566），当“购买手

段和支付手段之间的差别变得十分明显，以及在令人不快的商业危机

爆发之时”（Marx 1970，141），这种幻觉就会被无情驱散。英尼斯

不曾停下来考虑过这些细节，因为他最关心的是推翻货币需要任何后

盾予以支撑的观点。倘若货币只是一笔会计账目，而账目可以轻易地

互相抵销，那么货币和商品关系的漫长历史便只是场“诡异的错

妄”，也是对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Innes 1913，10）。从这个角度

而言，法定货币得以成为理想货币，正是因为它不需要任何支持物。

这反之引出了他自己论述中的一个关键问题：为什么人们愿意接受没

有任何支持物的法定货币？英尼斯表示这是因为政府强制他们用这些

法定货币纳税（7），但对此他没有做出详细说明。

15.2.3 克纳普

克纳普（1924）同样仅关注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Rist

1966，358-359）。“在当今文明社会”，他说道，支付行为只能用他

称之为“查尔塔”[3]的代币来进行。因此，文明社会的货币就是名

义上的代币。充当货币的可以是铸币、银行券或纸币，但是“它们的

有效性都来源于政府公告”。的确，文明社会的“货币总是强调其名

义上的支付手段职能，把所有的支付手段都称为货币。于是，货币的

定义就是名义上的支付手段”。更进一步，赋予货币有效性的特定立



法行为，也是通过定义什么是“政府机关可接受的支付手段”定义货

币的。如果国家接受铸币和银行券作为对它有效的支付手段，那么它

们同样是名义上的代币。“国家接受与否给货币系统划定了界限”

（Wray 1988，24-25，all quotes are from Knapp）。[4]这就是国

家货币理论[5]。货币被定义成任何为国家所接受的能够支付税金、

罚款和费用的物品。因此，货币由国家创造出来。

我们很容易便能理解为什么学富五车的货币历史学家看到这种三

段论的推理会感到恼火。里斯特（1966，355-356，quote on 359）评

论道，当国家不时改变其称重体系（如从英制改为公制）时，重量单

位在名义上发生了变化但其内容（质量）不曾改变。货币则不同，货

币的名称虽然可以保持不变，但其内容（购买力）已经改变了。这是

因为国家进行货币体系调整的重要原因之一便是加强其偿还债务的能

力。请设想一下，他挖苦道，一个国家的债权人对这样的解释会做何

反应：“当你以法郎立下合约时，你没有意识到，这份合约是以观念

上的法郎立下的；你承诺接受还给你的也是观念上的法郎，而不在乎

用这些法郎（黄金、商品或外国汇票）能买到什么东西。”里斯特

（1966，355-356）补充道，相比货币的价值，克纳普更关注货币的有

效性，而他对货币进行的精细而复杂的分类法，对解释现实中的货币

现象意义不大。克纳普在其著作中提到货币供给不影响货币的购买

力，而购买力发生改变这一事实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及“国家赋予货币

的灵魂”重要。坎南（1925，216，213）对此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坎

南认为，该观点“天真得近乎可爱”，但也让人有些迷惑——因为在

实践中克纳普显然更偏好金本位制而不是法定货币制。最后，戴维斯

（2002，26）指出，尽管许多经济学家追溯了国家在推广特定货币使

用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但无论是古代货币还是现代银行业，都不曾被

看作“仅仅是国家的发明”。他接着说，克纳普“将国家货币理论推

到了一个荒谬的极端”。戴维斯提道，当面对此类批评时，克纳普为

自己辩解的方式是声称“我们必须将一个理论推向极端，否则它便毫

无价值”。



英尼斯和克纳普都紧紧抓住大量这样的例子：政府在保持铸币或

纸币名称不变的情况下，改变其所包含的贵金属重量，直到政府的支

持和信用完全被人们遗弃。但他们未能认识到，货币在市场中总是可

自由兑换的，因此可兑换代币意味着货币和黄金之间有固定的兑换比

例（不时会有调整），而不可兑换代币意味着完全自由浮动的兑换比

例。他们也未能认识到，降低货币的金属含量或使其贬值总是让债务

人得利，而纵观历史，政府正是依靠这一能力维持其运作的。相反，

他们却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尽管货币的形式（如白银、黄金、纸币以

及会计账目）时常改变，但它永远是国家创造出来的抽象单位（Rist

1966，355-356）。最后，他们还将私人行为人置于令人难以置信的被

动地位，仿佛后者对于货币形式或他们所能接受的形式完全没有什么

发言权。冯·米塞斯将国家货币理论称为货币理论的国家主义（Von

Mises 1971，63）。若是马克思，可能会称其为国家拜物教。

15.2.4 现代国家货币理论

国家货币理论大力吹捧国家控制经济的力量，凯恩斯主义者也有

这样的倾向。新古典主义者主张资本主义经济将自动趋向于实现充分

就业，因此他们认为，理想的政府不应当干预经济。凯恩斯主义者则

主张，只有依靠明智的政府干预才能实现充分就业。这就不难理解为

什么凯恩斯主义者可能被国家货币理论的一些观点吸引，比如：货币

永远是国家创造出来的；健全的货币无须贵金属的支撑；无论国家发

行多少法定货币，人们都必须接受它们；物价水平最终取决于工资与

收入，而不是货币的数量。的确，凯恩斯明确赞同克纳普的货币定

义，把“国家货币”定义为一切可被国家接受的支付手段。从这个角

度来看，只要国家愿意接受，那么金币、可兑换代币和法定货币就都

成了国家货币。事实上，数千年来国家也确实都是这么做的，但这与

私人部门发明和再发明出货币并不矛盾，国家有时也允许这种行为

（如金条、银行券等）发生。与克纳普不同的是，凯恩斯并未主张国



家创造了货币，他只是说，国家发明了法定货币[6]（Schefold

1987，54）。凯恩斯也并未试图将货币的职能限制于计价货币。相

反，他只是说，在充分发达的信用制度下，计价货币成了货币的“主

要”职能。正如他所指出的，信贷余额仍然需要通过除它自身之外的

其他东西结清，这种“东西”就发挥了货币的职能（Wray 1998，29-

31; 2003b，94）。在大多数情况下，凯恩斯的观点更接近马克思而非

克纳普的观点。

新国家货币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其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对

立之上。古德哈特（2003）的论著始于一个纯新古典主义的货币描

述，他称之为M理论（金属货币论），并将该理论归于杰文斯和门格

尔。理性行为人在预算约束和货币（这里主要指其交换手段职能）的

制约下做出最优选择，货币通过降低成本促进贸易。在M理论中，“货

币是市场的创造物”，国家的作用只是确保货币的质量，健全的货币

需要贵金属的支持，而经济作为一个整体，“通常具有自我稳定的机

制，以维持在最优水平上下”。与M理论相对的是C理论（国家货币理

论）。如克纳普所说，“货币是国家的创造物”，国家为了满足其购

买需要而发行货币，私人部门为了纳税而接受它。和凯恩斯主义（还

有古典主义！）一致，资本主义被看作不断在繁荣与衰退之间周期性

循环。因此，需要财政政策来稳定这套系统，因为货币政策（被定义

为稳定利率）在危机中不大可能解决问题。实质性问题被集中在法定

货币上，如果政府足够强大，而且政权的连续性能得到保证，那么法

定货币就被认为是有效的（Bell and Nell 2003，x-xii; Goodhart

2003，1）。

古德哈特的观点包含了国家货币理论为人所熟知的一些特征。他

说，“总的来说，国家在货币的演变和使用中发挥了核心作用”。但

由于他在区分“通货”和“货币”的时候，将后者定义为国家发行的

铸币或货币工具，所以国家在（国家）货币中起作用的说法便成了同

义反复（Goodhart 2003，1）。古德哈特并未宣称国家发明了货币，



[7]他明确承认金属货币和银行券最早发源于私人部门，部分铸币厂

甚至整个货币体系也是如此（5-9）。他指出，在货币的发行政府不参

与甚至反对的情况下，某些主权货币就已经发挥了国际货币职能。他

甚至说，倘若国家愿意放弃发行货币的权力，私人部门很快便能填补

这个空缺。他论证道，人们之所以接受从金属货币到法定货币的转

变，是因为法定货币由国家发行，且与税收挂钩（Goodhart 2003）。

他认为税收增加了对国家货币的需求，当然这也意味着还有其他接受

国家货币的理由。然而，当他考虑前工业化社会的问题时，却倒退回

殖民幻想之中，认为前工业化社会是无货币的，因而以货币形式缴纳

税费，能够帮助带领无货币居民“进入与资本主义经济的货币联系之

中”。

雷和贝尔（1998）在为反对新古典理论以及反对保守的健全财政

观念努力寻找理论根基时，也倒退回了国家货币理论。作为凯恩斯主

义者，他们坚信在不受管制的资本主义经济中，不充分就业是常态。

因此，为了维持社会合意的就业率，持续性的财政赤字在通常情况下

是必要的。[8]他们建议政府直接按照固定的货币工资雇用所有私人

部门无法吸纳的劳动者。这个“最后雇主”项目将会带来价格稳定下

的有效充分就业（Wray 1998，8-9，13，108; Bell 2000; 2001;

Wray 2003b）。由于他们的这部分论述主要取决于法定货币的属性，

因此我将其推迟至15.3节再做进一步的讨论。

然而，上述观点还有几个方面应该在此处讨论。首先，他们总是

试图回到英尼斯和克纳普关于货币史中的国家货币理论。继古德哈特

之后，贝尔（2001）再一次将货币史简单地描述为（庸俗的）货币金

属论和（复杂的）国家货币理论之间的对立（即M理论和C理论的对

立）。凯恩斯主义者这样做的动机在于，在前者中国家只扮演了次要

角色，但在后者中国家发挥了核心作用（Bell 2001，151-155）。雷

表示，他不过是想“在众所周知的故事里添加一些与货币起源和演变

相关的逸闻与替代性解释”。他承认，仅仅讨论法定货币或许便已足



够，但他选择不这么做，因为“如凯恩斯所言，‘名目（国家）货

币’已经有至少4 000年的历史，我们有责任使本书中的分析结论不仅

适用于［20］世纪末的美国这一‘特例’，而且适用于整个‘名目

（国家）货币’时代”（Wray 1998，40）。贝尔（2001，1，preface

and text）认为，国家货币理论可以作为一种“货币的一般理论而被

令人信服地运用到整个国家货币时代”，其中包括“国家货币位于首

位”的货币等级论。他们错误地试图将关于现代法定货币的分析运用

到其他时代，这最终导致他们的核心论点落入英尼斯和克纳普破绽百

出的理论窠臼之中：“几乎从远古时代开始的所有的‘商业贸易’都

建立在信用和债务的基础上”；货币（铸币）从信贷关系中产生；货

币的核心在于“国家向其国民强制征收税收之债的能力”[9]（Wray

1998，46）。他们以一种典型的国家货币理论逻辑，混淆了付款义务

与负债。血债血偿和以身抵债甚至税收都成了债务。这么说来，债务

才是问题的关键。在国家取得铸币权后，国家货币也被当作债务的一

种形式。

为了支持国家货币理论关于人们接受货币是为了缴纳税款的观

点，雷求助于一个关于简单经济的寓言故事，在这样简单的经济中，

家庭（我们必须将其解读为“原住民”）起初既没有市场也没有货币

（Bell 2001，149-156; Rochon and Vernengo 2003，65；Wray，

2003b，92-96）。[10]随后政府自发出现，为了受益民众的利益征收

货币税款，并发行法定货币。这里的法定货币是政府代表人民的意愿

发行的，目的是让人们为了获取法定货币而努力工作。由于这是法定

货币，因此政府可以随意支取，而征税的唯一目的是让原住民为自身

的发展而工作。最后，原住民接受任何国家发行的货币，承担赋税的

义务，还因此受益。这真是最能显示真相的梦幻之想：顺从的人民、

没有阶级分化、乐善好施且中立的国家，而且无论是货币还是税收，

其推行都是为了公共利益。然而，我们知道，国家的产生晚于货币，

它从来不曾是中立的，也鲜有乐善好施的时候，而税收更是在每一个

历史时期都遭到抵制（Mehrling 2000，402）——不仅仅是在反抗殖



民政权的美洲和尼日利亚南部，也在每一个未被殖民的国家。在雷的

寓言故事中，国家最开始是唯一的购买者，是它引导人民生产用作销

售的商品，因此它可以随意设定商品的价格，从而设定国家物价水

平。雷承认，引入独立的私有经济会使事情变得更加复杂，因为那时

政府的购买决策就只能影响（而不再能决定）通货的购买力（Wray

1998，155-175；Rochon and Vernengo 2003，63-64）。这整个缺乏

说服力的论调让人十分困惑，直至我们想起来原来雷正试图将他下面

的这个特别主张扩展回溯到4 000年前，即现代法定货币发行国家可以

决定一国的物价水平，因为它可以通过最后雇主政策设定货币工资

（Wray 1998，40）。而事实是，即使是对现代情况的分析，也关键性

地取决于以下论断：政府要能够固定私人部门的货币工资（即私人工

资包括一个在最后雇主工资之上的固定的增加额），而且物价水平得

是货币工资（而不是供给和需求）的函数。即使是在凯恩斯主义传统

中，这些说法也是颇具争议的。

明显是为了两面下注，试图避免受到质疑和攻击，雷又在其他地

方承认，税收是一种“非自愿支付”，是一种没有犯任何过错也需缴

纳的“罚金”。他也承认，国家法定货币的存在并不能“提供任何关

于货币起源的信息”。事实上，一些国家甚至没有建立自己本国的记

账单位，而是“选择直接使用他国通货作为自己的记账单位”。最

后，他提到，凯恩斯并不至于“声称货币起源于国家制定的记账货

币”（Wray 2003b，93-94，98，104）。如果剥去国家货币理论的外

衣，雷的观点其实是，为最后雇主服务的财政赤字无须带来通货膨胀

或抬高利率。这一点需要对法定货币的运行机制做更加细致的讨论，

接下来我们就做这件事。

[1] 戴维斯还把夸富宴称为“互换”，说它与“交换”十分不同（Davies 2002，

11），但他没有对这一重要区别做进一步解释。

[2] 戴维斯明确反对仅仅由于其不能履行很多职能就认为“职能范围相对狭窄的原始物

品”不是货币的做法，他认为这将会“排除掉货币长期演进过程中的绝大部分内容”



（Davies 2002，25），但这就意味着将始于部落间的支付义务和礼物馈赠的演进过程也被

看作货币历史的一部分，而不是最终导致货币诞生的历史的一部分！

[3] “查尔塔”（Charta）为拉丁语，代表代币或票据。—— 译者注

[4] 克纳普对货币的定义包括铸币、国家发行的纸币，以及在能被国家接受范围内的银

行券。他将这些称为“币值”。这给可能被用于私人交易的其他货币提供了可能性，他把后

者称为辅助货币。他写道，这种货币并不十分重要，而且常具有自我调节的能力（Wray

1998，26）。需要注意的是，币值和辅助货币之间的区别与现代高能货币和银行券之间的区

别并不相同。币值包括铸币、国家发行的纸币和银行券，而高能货币则由现金和银行准备金

组成。

[5] 国家货币理论也被译为货币名目论。该理论认为货币起源于国家直接指导经济的企

图，而不是自发地起源于物物交换中存在的困难和不便，或者是表示债务的工具。该理论也

认为，法定货币在交换中具有价值，因为国家有最高权力对经济活动征税，使它们发行的货

币有了可支付性。来自维基百科。——译者注

[6] “凯恩斯……相信，法定货币必须在国家货币理论的基础上加以解释，但鲜有证据

表明他对更早的货币起源抱有何种观点”（Goodhart 2003，19n8）。

[7] 古德哈特确实试图像国家货币理论那样将货币与国家联系在一起。与戴维斯

（2002，11，14-15，23-24）一样，他将所有血债血偿、以身抵债以及礼物馈赠都看成“作

为支付手段的货币”。与此同时，他持有这样一个“假设”，即社会规则需要一个治理结

构，反过来他又将治理结构等同于国家。于是，货币和国家在人类社会伊始便已存在，两者

的出现均早于市场（Goodhart 2003，5-9，quote from 6）。

[8] 标准的新古典主义和凯恩斯主义论证都是在静态经济体中进行的。在发展的经济体

中，必须对这些理论做根本性的修正（Shaikh 2009）。

[9] 因为把货币的本质理解为一种债务，所以把国家印刷法定货币看成向国民强制征收

的一种税收之债。——译者注

[10] 通常情况下，税收是用银行存款而不是用国家创造的法定货币缴纳的。由于雷采用

了国家货币理论对国家货币的定义，即国家接受的所有货币都是国家货币，也由于国家直接

创造的只有法定货币，所以他被迫主张是法定货币驱动了银行信贷（Gnos and Rochon

2002，44-45，48; Rochon and Vernengo 2003，61）。



15.3 现代政府的财政融资

法定货币带来了将国家从预算约束中解放出来的可能性，它曾成

功地为美国、法国、中国和其他国家的革命提供支持，但也导致一些

主权货币崩溃。后一类事件和现代社会的类似事件对货币理论与实践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结果是现在大多数发达国家的财政部都禁止用印

钞的方式为财政融资，即为它们超出税收和借款的超额支出筹措资金

（Ritter，Silber，and Udell 2000，347-350），但这并不意味着财

政部要花钱必须先借钱或征税。相反，即使是个体的行为人，只要手

头有货币存量（现金、银行存款），就总能够不依赖未来的收入进行

消费。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可以以先减少货币再重新补足的方式为消

费融资，重新补足货币存量的方式可以是获取收入和/或借款。在这一

点上，财政部也一样，它们可以用其在央行的储备为支出提供资金，

之后再用税收和更多的借款来补足。因此，无论在私人领域还是在公

共领域，以下说法在形式上总是正确的：在大部分情况下，当前的消

费都不直接来自当前的收入或借款。

为了维持一种想要的生活方式，个体行为人也可以向朋友、亲戚

和可信任的陌生人借钱，但是这样做只是转移了支付的负担，所以总

的私人支出最终仍需与收入挂钩。银行债务看起来似乎有所不同，但

实际上它也要与当前和未来的收入挂钩。因此，私人支出实际上最终

仍受收入的约束。这正是现代国家的财政部与众不同之处：它碰巧与

能够“点石成金”、任意创造货币的央行有特殊的亲戚关系。在法定

货币发展早期的飘飘然陶醉状态下，确实有一些国家曾经随意滥印钞

票（Galbraith 1975，67）。现代国家甚至拥有更强的（印钞）能

力，因为创造任意数量货币的指令只需按按键盘就能实现。因此，央

行通过购买财政部发行的债券，将这些新创造出来的钱转移到财政

部，从而为政府支出提供新生资金。也就是说，政府的一个部门可以



创造货币，然后把它借给另一个部门花，即通过将政府债券货币化，

用“后门”印钱为政府支出融资（Ritter，Silber，and Udell

2000，412）。正是由于现代央行有能力像政府财政的印钞机那样行

事，所以出于政治的考虑，通常要限制它们这么做。因此，央行从财

政部接收到的只是一个表面不同的指令（Ritter，Silber，and Udell

2000，347-350）。之前已经提到早期法定货币的历史，但即使是现代

的法定货币也提供了充分的证据，说明了不注意货币创造的数量限制

会造成怎样的后果。央行能为政府支出融资的事实，并不意味着这种

融资方式是必然发生的结果（Ritter and Silber 1986，215-216，

268-269）。甚至印刷机也需要有调速器。

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末，阿根廷政府发现在公开市场上借钱变

得越来越难。于是，阿根廷的央行开始用印钞的方式偿还利息，后来

甚至以此方式偿还政府债务的本金（Beckerman 1995，665-673）。随

着流通中的货币量激增，通货膨胀率从1988年的385%上升到1989年的3

000%以上，在1990年又落回到2 000%以上的水平（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阿根廷国民对此的自然反应是将本币换成美元和黄金。美元成

为人们选择的货币和真正的安全工具，用阿根廷原来的货币单位奥斯

特拉尔表示的金价也扶摇直上。阿根廷政府被迫放弃钉住美元的官方

固定汇率。到1991年，奥斯特拉尔以大幅下调了的汇率重新与美元挂

钩，其国民则被保证：如果他们选择这样做的话，可以用美元从银行

提现（以低得微不足道的新汇率）。阿根廷经济“美元化”的目的是

将现有的实践法律化，以暂时阻止货币问题的进一步恶化。它的目的

还在于重申央行的权力和职责，即关注它在诸如利率、汇率、通货膨

胀率等关键性货币变量上行使权力所产生的影响。随后，阿根廷政府

的经常账户赤字和不断扩大的预算赤字再次促使其国民将本币比索兑

换成美元，并存至国外账户，这导致了银行挤兑。截至2001年，阿根

廷的经济重新陷入全面危机。

在自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始于2007年的全球危机

中，很多国家出现了类似的事件。2009年5月，美国联邦储备银行（以



下简称美联储）宣布，通过将美国长期国债货币化的方式，再向经济

注入1.15万亿美元。一方面，“美联储履行了它的承诺——在职能范

围内采取一切行动应对危机……这有效地支持了经济……使事情没有

变得更糟”（Hilsenrath 2009）。另一方面，为了采取这一举措，美

联储内部进行了激烈的争论。“达拉斯联邦储备银行主席、美联储内

部重要的鹰派人士费学礼……强烈反对购买美国国债，担心这会模糊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之间的界限，甚至导致美国轻易退化成为不受控

制的支出融资的阿根廷模式”（Evans-Pritchard 2009）。

费学礼的担忧提醒我们，尽管现代国家能够在原则上创造任意数

量的货币，但鉴于央行与财政部的使命不同，仍然十分有必要对这种

行为进行约束。央行官员必须始终牢记阿根廷的教训。一旦意识到这

一点，那么很显然财政部在现实中仍会受到预算约束。在财政部现有

的资金存量限制内，它们的花费可以超过现期收入。当财政部不能从

央行“骗”[1]到资金的时候——其职责就是抵制财政部对资金的需

求，为了补充它们的资金，财政部必须向私人部门多借钱（出售债

券）或/和多征税（一部分税收可能只是来自政府赤字的乘数效应）

[2]。正是在这里，产生了第二个约束：从私人借款者借钱需要就还

款期限和借款数量征得他们的同意，正如阿根廷的案例所证实的；而

征税总会惹得纳税人不满，因为这相当于直接减少了他们的可支配收

入。每一个政府都知道只能在特定的限度内提高税收，一旦超出这一

限度，负责此项工作的官员就会面临不能再靠税收养活自己而必须从

事诚实劳动的风险。最后，历史还清楚地表明，政府支出会对价格、

利率和汇率产生消极影响。而对于在不产生这些消极影响的前提下，

政府支出可以扩大到什么程度这个问题，存在着很大的分歧。

这正是新国家货币理论者的核心主张引人注意之所在。标准的凯

恩斯主义理论认为，为了保持充分就业，需要刺激总需求和私人部门

的产出，直到私人部门雇用了所有愿意工作并能够工作的工人。风险

在于就在达到充分就业那一点到来之前，通货膨胀就可能会出现，甚



至可能加速。因此，现代国家货币理论者提出了另一种方法来达到相

同的目的。他们认为国家应该按照固定的工资水平直接雇用所有私人

部门不能吸收的劳动力。因此，国家作为最后雇主将会产生有效的充

分就业[3]。他们还认为，通过最后雇主将货币工资固定住，有助于

稳定地锚定国家价格水平，因而几乎不会有通货膨胀的风险（Wray

1998，8-9，13，108）。最后雇主是新国家货币理论者理论的驱动

力，而成本加成定价则是它的关键假设（Mehrling 2000，400）。

这遗留了一个问题，即应该怎样为维持最后雇主政策而产生的政

府财政赤字提供资金。标准理论认为增加的政府支出最终必须通过增

加税收或增加政府债务的方式得到资金。增税将会减少私人部门的收

入，从而减少私人支出，这会抵消政府支出增加带来的扩张效应（见

第12章和第13章对这两种效应相对规模的讨论）。增加政府债务将会

提高利率，从而“挤出”私人投资，也会增加货币供给，造成通货膨

胀（Wray 1998，74-75）。

雷和贝尔认为，如果国家遵守以下三条政策规则，则上述结果都

不会出现。第一，只要政府有新的资金需求就增印钞票；第二，只有

当政府希望严格控制私人支出时才增税；第三，只有当政府希望减少

货币供给时才向市场借钱（即出售政府债券）。请注意，这些规则是

相互影响的。如果政府需要大幅增加支出（这令人想到战争），但又

不希望过度刺激经济，它就可以通过增税减少私人部门的支出，以及

通过借钱减少货币供给。于是，这看起来就好像是国家在用税收和债

务为自己增加的支出提供部分或全部的资金，而实际上，税收和债务

是为了冷却经济而不是为政府融资。但他们认为，在为国家支出融资

和税收或债务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Wray 1998，75-77）。

在美国，政府支出是通过财政部在美联储的账户（TFA）进行的，

而政府来自税收和借款（出售债券）的收入存在财政部在商业银行的

税收和贷款账户（TLA）中。财政部可以从后者向前者转移资金以补足

前者中的花费（Ritter and Silber 1986，215-216）。为了使财政部



的支付能力不受这些账户的限制，美联储可以创造出新的货币购买国

债（原来的货币已经在个体行为人手中），从而为财政部提供新增购

买力。这与之前简单印钞的方式相似，只不过新创造的货币被记录为

政府对自身的部分负债——财政部带着正式的利息义务对美联储欠的

债（之所以说是正式的，是因为在实际中美联储会将自己超出支出的

全部收入都返还给财政部）。

雷和贝尔强调，财政部是从它在美联储的活期存款账户中提款，

并从私人部门购买产品与服务的。[4]假设政府以此方式多支出10亿

美元，当钱流入私人部门的银行账户时，商业银行的储备将会增加10

亿美元。由此带来的流动性增加，倾向于降低银行间的超额储备借贷

（隔夜拆借）利率。但由于财政部必须将其在美联储的账户维持在一

个或多或少的恒定水平上（Bell 2000，608），它必须将其在商业银

行的税收和贷款账户中的10亿美元转移到其在美联储的账户中以补足

差额。这会消除商业银行的过量储备，并将银行间隔夜拆借利率或多

或少地维持在某个期望水平（Ritter，Silber，and Udell 2000，

417-426）。但当然，财政部在商业银行的税收和贷款账户中的存款会

减少10亿美元。

现在，财政部不得不弥补其在商业银行的税收和贷款账户中的资

金缺口。如果财政部通过向私人部门出售新的国债达成目的，那么债

券供给增加将会降低债券的价格，从而提高国债利率。如果财政部能

说服央行购买这些债券（即进行债务货币化），那么财政部的新增债

券供给将会与美联储通过新增货币创造出的新增债券需求相匹配，因

此国债的价格将会保持不变，债券的利率也会比较稳定。

最初增加的10亿美元的政府支出是在固定货币工资水平下为最后

雇主项目筹资，这被认为是将会为价格水平提供一个稳定的锚。然

后，该论点被继续向前推进，认为这一支出将会与意愿的银行间隔夜

拆借利率（即意愿的商业银行流动性水平）以及意愿的国债利率（这

两者都可以通过其他的央行操作进行调整）相协调。它意味着在新国



家货币理论者的理论框架中，国家可以通过一个有适应能力的央行精

准地保持充分就业、稳定的价格水平和稳定的利率。[5]几乎不会有

什么经济过热的风险，因为当经济恰好达到稳定的充分就业时，以最

后雇主为基础的政府赤字就不再必要。

新国家货币理论的核心观点建立在几个关键的假设之上。第一，

国家可以通过固定最后雇主项目的工资设定私人部门的货币工资。这

意味着私人部门的工资等于最后雇主工资加上一个固定的价格加成。

第二，价格稳定性论点假设价格水平由私人部门的工资水平决定，这

意味着商品价格也是在成本之上增加一个固定比例的利润。第三，国

家可以将私人银行的流动性和国债的利率都维持在一个期望的水平，

其中隐含着某个关于不同利率间关系的理论（即收益曲线的决定因素

理论）。最后，它并未考虑产出和就业的总体路径，特别是其动态变

化。5.3节讨论了国内价格水平的古典理论，第10章讨论了利率理论，

第13章讨论了增长理论，第14章分析了工资和失业理论，本章则集中

用古典方式讨论法定货币下的通货膨胀。

[1] “骗”字双引号为译者所加。因为把借助央行购买国债理解为一种变相的发行货币

的“后门”，所以，当这条路被堵死的时候，作者戏称财政部不再能从央行“骗”到钱。

——译者注

[2] 标准的凯恩斯乘数故事认为，政府支出的增加ΔG会引起产出的成倍增加

ΔY=ΔG/s。在s=t+sY·(1−t)+im中，sY为总收入中的私人储蓄率，t为税率，im为进口倾

向。由于(t/s)<1，由此带来的税收增加ΔT=t·ΔY=(t/s)·ΔG<ΔG，因此增加的税收只能

部分抵销增加的支出（Shaikh 2009，458）。

[3] 马克思（1967a，chapter XXV）也认为，失业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是正常现象，但在

他的理论中，这是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中存在着创造和再创造出失业工人储备池的内在机

制。从这个角度看，最后雇主的功能将会是吸收劳动力后备军。但在这样做的同时，它会减

轻就业者与失业者之间的竞争，在抑制工人阶级的抱负上起到关键作用。这样一来，最后雇

主会对工商业部门造成威胁，因为它证明了利润驱动型就业的局限，并消除了失业强加于工

资需求的“惩戒”（见第14章）。

[4] 雷和贝尔（Wary 1998，34; Bell 2000，604-605，613-615；Wary 2003a，

147-149，157）做了大量研究，说明“政府不必预先进行增税或借款就能进行支出，不过这

与个体行为人不必先挣钱就能使用自己的活期账户进行消费没有太大区别”。



[5] 雷也强调浮动汇率是其政策规定中的必要组成部分，因为固定汇率可能要求对国内

利率与国际利率的关系施加约束（Wary 2003b，108）。



15.4 经济增长、利润率与价格水平

15.4.1 古典竞争理论只创立了相对价格

在真实竞争的古典理论中，企业根据它们对市场所能承受价格的

估计来设定价格。在正常的情况下，这样的价格能使大多数资本都获

得正利润，并且从长期来看，不同行业间的竞争使各行业的调节资本

都有大致相等的利润率。由此得到的成本之上的利润加成，即所谓的

“价格加成”，正是这一竞争过程的反映。此外，经济中总是存在一

些非调节资本，它们只能获得较低的甚至是负的利润率和利润量。在

特定行业的低迷期，此类资本可能很多。而当经济整体遭遇困难时，

总体利润率也可能为负，就像在大萧条中一样。企业负责计划，而市

场负责处置。

从这一点来看，利润率的均等化过程确定了相对价格。但绝对价

格水平是另一个问题。在以商品为基础的货币体系如金本位中，以黄

金表示的绝对价格水平由商品关于黄金的相对成本决定，而以当地货

币表示的绝对价格水平则由黄金与当地货币之间的兑换比率决定。反

过来，这个兑换比率既可以由国家通过周期性地修订固定的兑换率设

定（可兑换货币），也可以直接由黄金市场决定（不可兑换货币）。

但“可兑换”和“不可兑换”的标签完全是误导性的，因为行使功能

的货币总是可以被兑换成所选择的价格标准（如黄金），唯一的问题

是货币与黄金的兑换比率是固定的还是可变动的。而且即使在兑换比

例固定的情况下，当事实证明它已经不可维持时，也会被修订（见

5.3.3小节和5.4.1~5.4.2小节）。

15.4.2 古典理论、货币主义理论、凯恩斯主义理论
和后凯恩斯主义理论中的完全法定货币



在完全法定货币下，相对价格仍旧受到利润率均等化的调节，但

是现在，价格水平由总需求和总供给之间的关系决定。新增购买力会

刺激总需求增加（见13.3.3小节）。建立在法定货币基础上的现代信

用制度有一个显著特点，即总需求几乎可以无限增长——美洲殖民者

从一开始便是这么做的（见5.2.4小节），因此问题就变成了供给增长

的界限。

在古典货币数量论中，货币流通速度被认为是由制度决定的，而

价格水平则如方程（5.7）所示，被认为取决于货币存量相对于产出流

量的比例：p=（ /YR）·v。现代教科书中的货币数量论将真实产出

固定在充分就业水平上，从而从长期来看，货币存量增加最终会提高

价格水平。在一个增长的经济体中，这意味着当货币供给增长率超出

充分就业水平下的实际产出增长率时，就会出现通货膨胀（Brumm

2005，661）。这总是被看作一个长期命题，因为众所周知，在短期内

货币供给的增加会影响利率、利润和生产（Ebeling 1999，472）。早

期的货币数量论之所以吸引人，部分是因为它明显的一般性，因为它

被宣称适用于货币总量关系，独立于金币、存款和法定货币的任何混

合形式。在法定货币情况下，现代货币数量论的关键特点是假设通货

膨胀是充分就业下的现象，以及劳动力供给和生产率的增长决定产出

的增长，即哈罗德的自然增长率（14.2~14.3节）。弗里德曼-费尔普

斯的创新之处在于将现有的长期失业重新定义为有效的充分就业，将

相应的通货膨胀率定义为可以保持稳定的唯一通货膨胀率（非加速通

货膨胀失业率）。

在凯恩斯（以及马克思）的理论中，货币供给改变会影响利率而

不是价格水平（Harrod 1969，182）。所以，凯恩斯主义理论通常关

注需求流量与实际产出的比率，认为价格水平只有在总需求超过充分

就业下的产出时才会提高（Harrod 1969，166-167）。充分就业增长

要求实际经济增长率趋近于哈罗德的自然增长率。货币主义和凯恩斯

主义的方法都相信，在实际中，随着经济在就业方面变得越来越“紧

张”，即随着失业率的下降，价格将开始上升。下面的看法是正确



的：货币主义通常认为货币的供给由国家决定，而凯恩斯主义则强调

源于信用制度运作的货币的内生性。但二者间的这一区别是次要的，

因为两个学派的通货膨胀理论都以充分就业为中心。

后凯恩斯主义理论将自己定位在内生货币阵营之中，但它的通货

膨胀理论是成本驱动的：稳定的价格加成使成本的增加转移到价格增

加上。成本相应地包括货币工资、进口品价格和（至少对某些理论家

来说还包括）利率。加成理论带来的，不用说就是冲突的通货膨胀理

论，因为企业设置的加成决定了工人的实际工资，而工人可能会在实

际工资下降到他们的预期目标之下时提出进一步增加工资的需求。[1]

这将会降低实际的价格加成（利润份额），引发企业继而对此做出反

应，以此类推（见12.6.3小节）。

15.4.3 确定的价格水平和路径依赖的价格水平

在教科书上的货币主义故事中，价格水平由给定的货币存量、充

分就业下的产出和制度上给定的货币流通速度决定。当然，货币数量

可能不同，因此价格水平最终依赖货币供给的相对路径（Snowdon and

Vane 2005，51）。教科书上的凯恩斯主义故事则有些不同，因为给定

的需求水平决定了名义产出水平。如果实际产出低于充分就业下的产

出，则价格会保持在原来的水平；如果实际产出恰好等于充分就业水

平，超出充分就业产出名义价值的超额总需求会通过更高的价格水平

适应。因此，凯恩斯的价格理论依赖需求和实际产出路径（Snowdon

and Vane 2005，61）。一旦引入菲利普斯曲线，两种理论都接受了这

样的观念：价格水平会根据失业水平的某个临界值加速上升或加速下

降（即通货膨胀率会上升或下降）。只要后凯恩斯主义理论接受货币

工资菲利普斯曲线，它就会得出相同的结论，因为货币工资的变化率

会随着失业率的某一临界值上升或下降，而价格也会如法炮制（相应

跟随）。



15.4.4 最大增长率

在某种意义上，我个人的观点遵循了古典主义和凯恩斯主义传

统，即总需求是以新创造出来的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的购买力作为动

力的。当单个市场的需求大于相应的市场供给时，单个商品的价格会

一个市场一个市场地逐次上升。因此，法定货币制度下的价格具有路

径依赖。我与古典主义和凯恩斯主义传统关键的不同之处在于对产出

增长界限的认定。李嘉图的谷物-谷物模型已经说明：一个经济系统最

大的增长率是指这样一种情况，即全部的谷物剩余都用作种子投入品

和新增劳动力的消费，前者被用于土地耕作，后者被用于满足新增劳

动力的消费需求。由于谷物剩余与谷物预付资本之比就是利润率，因

此最大增长率等于利润率。马克思对再生产的分析也得到了类似的结

果。他使用了一个两部门模型：总的（现在是两部门的）剩余产品都

用于再投资时会实现最大规模的扩大再生产。马克思的推进清楚地表

明，增长率的极限适用于自我复制的可持续增长[2]路径，即平衡增长

（Shaikh 1973，142-147）。最后，同样的增长极限随后也出现在卡

尔多的理论以及冯·诺伊曼的多维平衡增长的一般化理论中

（Pasinetti 1974，104nl; Kurz and Salvadori 1995，383-384）。

15.4.5 劳动力不是约束

在之前的框架中，劳动力是唯一一个其再生产过程处于资本直接

控制之外的投入品。如果劳动力供给和技术变革是外生给定的，而且

存在一个确定的长期失业率（不能为零），那么供给增长将会完全由

哈罗德和古德温的自然增长率决定。但是，一旦自然增长率对单位劳

动力成本的提高做出反应，产出增长将不再受劳动力供给增长的限

制：通过引入移民或提高劳动力参与率增长，而生产力增长率的提高

可能使劳动力需求的增长放缓。于是，即使存在一个给定的失业率，

由产出水平决定的就业水平也可能是不同的（见14.4节）。



15.4.6 增长-利用率

由于利润率（r=P/K）是平衡增长率的最大值，所以只是作为利润

中的投资份额（σ′=I/P）的实际积累率（gK=I/K）就成为衡量经济

增长潜力利用率的一个指数[3]，即“增长-利用率”。请注意，如果

我们将所有项都除以资本价格pK，那么r、σ′保持不变，但增长率会

转化为实际资本的增长率：gK=IR/KR，其中IR≡I/pK，KR≡K/pK。这

立刻引出一个关键问题：假定积累率受净利润率驱动，那么这个积累

率是如何也被最大增长率限制的呢？答案是：与凯恩斯主义理论中实

际产出受充分就业限制的方式相同。在最抽象的凯恩斯主义情形中，

达到充分就业之前，实际产出由总需求决定；在达到充分就业后，实

际产出是固定的，超额需求只能提高价格水平。在最抽象的古典理论

中，达到最大增长率之前，实际产出的增长是利润驱动型；达到最大

增长率之后，进一步的增长会导致通货膨胀。当然，在实际中，实际

增长与通货膨胀之间并不存在明确的界限，所以我们可以说，当实际

增长率接近最大增长率时，也就是说，随着增长-利用率接近某个临界

值，经济变得更可能出现通货膨胀倾向。因此，现代通货膨胀是在新

增购买力带来的需求拉动与依赖利润率和增长利用水平的供给回应之

间的平衡。

接下来，我将首先分析需求拉动一侧的逻辑，其次移向供给回应

一侧，最后把两者融入一个通货膨胀理论中。下一节将会展现一些经

验证据，最后一节则将总结我的通货膨胀理论，并将其与现有文献中

占支配地位的非加速通货膨胀下的失业率模型进行对比。一如既往，

记住以下要点是有益的：我们研究的对象是实际的价格历史。图15.1

展示了1774—2012年美国消费者价格水平的真实路径，阴影部分对应

着1993年以后的情况，这段时期，据说美国已经在实际上停止了金本

位制，开始服从现代法定货币的经济规则（Jastram 1977，51）。类

似的模式存在于所有的发达国家之中。眼下的问题在于这些规则的本

质。



图15.1 1774—2011年美国消费者价格水平

15.4.7 实际资本增长率的决定因素

积累率取决于净利润率，即利润率与利率之差（见13.3.3小

节）。具体来说，相关的利润率是新增投资的回报率，近似于当前

（实际）新增利润率。新增投资产生的回报刺激投资跨部门流动，进

而使相应的回报率实现均等化（见7.3节和7.4.4小节）。

净收益率是新增投资的实际回报率与利率之差，我们需要对此进

行详细说明。记PGR为实际总利润，IGR为实际总投资，那么当前的新

增利润率为：



在第t年，名义总投资IGt–1是对当前新增资本的量度。那么对某

个利率i而言，相应的名义利息等价为i·IGt–1。对任意一个投资价

格指数PI而言，相应的真实利息等价为 。因此，实际新

增净利润率为：

[1] 因为通货膨胀导致实际工资下降，所以工人会有进一步增加工资的需求。——译者注

[2] 这里的自我复制的可持续增长，即通常所说的“简单再生产”。——译者注

[3] 经济增长潜力被实际利用的状态或比例。——译者注



15.5 需求拉动

15.5.1 超额需求和购买力的注入

方程（12.2）说明商品市场中的总超额需求可以用三个部门之间

的余额来表达：ED(I-S)+(G-T)+(EX-IM)。本章关注的是通过为这三个

余额融资所创造出来的总购买力的净增加量。从这一点来看，从资金

的来源和使用的角度分析相应的资金流向是有用的。我从假设所研究

的是一个封闭的经济体开始，所以EX=IM=0，且所有的物品和资源最初

都来自国内。家庭从家庭收入和银行贷款中获取资金，将它们用于消

费、增加货币余额和购买金融资产（从商业部门和政府部门中购买新

的股票与债券）。企业用私人银行贷款、留存收益、出售股票和企业

债券得到的资金进行投资与增加货币余额。政府用来自央行贷款、税

收收入和出售政府债券获得的资金进行政府支出与增加货币余额。在

一个正常情况下不断增长的经济中，这意味着货币供给会有某种程度

的相应的增长。

新增购买力问题可以从这三个总余额的角度来叙述。家庭储蓄

SH≡家庭收入-消费=购买的股票、企业债券和国债-超过家庭货币余额

增加量的家庭净债务增加量（新增贷款-现有贷款分期还款超过货币余

额增加的部分）。投资-企业存款（留存收益SB）=出售的股票和债券

+超过企业货币余额增加量的新增净银行贷款。政府支出-税收=出售的

国债+来自央行的新净政府信贷超过政府货币余额增加量的部分。前两

种关系加总得到（I-SH+SB）=（I–S），后者为（G–T）。如果我们

把它们统一起来，那么从一个（非金融）部门转移到另一个部门的资

金就会互相抵销，在货币供给给定的情况下，每个部门货币余额的改

变也会相互抵销。这样就还剩下来自私人银行和央行的新增净国内信

贷（Δ dom）。但是，这些贷款只有一部分会被用来购买新的产品



和服务、新的股票和债券，另一部分则被用来购买已有的金融资产、

房子、贵重物品等。由于我们此处关注的是新产品和服务的生产，所

以只有进行商品支出的新增国内信贷（Δ 'dom）是相关的。在一

个封闭经济体中，这一部分构成了新增购买力（ΔPP）：

在开放经济情况下，来自国外的净收入是家庭和企业收入的直接

补充（我认为这主要用于购买商品），而贸易余额是对商品市场购买

力的直接净注入。上述二者之和构成经常项目余额（CA）。除此之

外，家庭和企业会参与国外净借款、国外证券净购买、外国货币余额

净消耗，上述每一项都可能为正也可能为负。同样地，这些来自国外

的净资金流入将用于购买商品，而不是购买现有的金融资产和实物资

产。因此，商品市场上的总超额需求一般来自直接进行商品支出的新

增国外信贷，加上对外部门的经常项目余额。

凯恩斯主义理论一向认为，“［信贷］发放速度控制着有效需求

的增长”（Moore 1988，291）。但此处的“信贷”一词必须被理解成

包含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共同创造的购买力，即使在随后的案例中，

印刷（电子）钞票也被正式当作国家对自己的新增债务。重要的是，

私人银行早在法定货币出现之前就能在自己可承受的范围内创造出新

增总购买力了。法定货币将国家从技术约束中解放出来，不仅大大提

高了法定货币对新增购买力的贡献，而且为私人银行提供了增加购买

力的必要手段。斯拉法指出，在恶性通货膨胀的经典案例中，“货币

膨胀和银行信贷膨胀都能在商品数量没有相应增长时创造出新增购买

力。相反，当商品数量可能减少时，大幅的价格上涨也不足以重建总

购买力和可获得商品数量之间的平衡。事实上，在所有的国家，价格



水 平 的 上 涨 与 流 通 的 扩 张 是 大 体 成 正 比 的 ” （ Sraffa’s

dissertation，cited in de Cecco 1993，2）。

15.5.2 新增购买力和名义产出的改变

商品购买力增加会导致生产扩大、价格上升、库存减少和/或订单

积压。在需求和供给达到平衡后，库存的减少和订单的积压会相互抵

消。所以，我们假设名义产出的增长率gY≡Y/Y–1是相对新增购买力

pp≡ΔPP/Y–1的函数，[1]这也与货币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的理论一致

（Lucas 1973，326-327; Tsoulfidis 2010，308）。

[1] 严格来说，这应该是列昂惕夫意义下的总产出，即中间投入品与净产出之和。



15.6 供给反应

第13章强调，净利润率刺激资本的增长，资本增长反过来会调节

产能增长率，还会在更长的时期中调节实际产出的增长率。我们也已

证明，持续的超额需求可以在一定界限内提高增长率，这个界限来自

利润率可能产生的负反馈效应（见13.3.4小节）。

利润率是积累率的界限这一事实引出了进一步的讨论：随着实际

增长率接近最大值时，即增长-利用率（σ'＝I/P）接近某个临界值

时，利润率和超额需求对实际增长的影响可能会明显减弱。这与凯恩

斯的观点一致，即当就业率接近某个临界值时，新增需求对实际产出

的影响会加速减小，而对通货膨胀的影响会加速增加。

设当有效需求量再增加时，已无增加产量之作用，仅使成本单

位随有效需求作同比例上涨，此种情况，可称之为真正的通货膨

胀。到这点为止，货币膨胀之效果，只是程度问题，在改点以前，

我们找不出一点可以划一条清楚界线，宣称现在已到通货膨胀之

境。因为在该点以前货币数量每增加一次……其作用一部分在提高

单位成本，一部分在增加产量。[1]（Keynes 1964，ch.21，303）

同样的事情也出现增长问题中。马克思指出：“追加资本的生产

进行得非常快，由于追加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资本，就大大增加了对生

产资本的一切要素的需求，以致实际生产赶不上，因而加入资本形成

过程的一切商品涨价。”[2]（Marx 1968，ch.17，sec.6，494）◎埃

尔利赫（1967，609-610）用了一个数值例子来说明这一点：向更高增

长率的转变需要时间，并且“在拥有特别高的资本-产出比和较长调整

时期的行业”[3]，这一转化过程会遇到瓶颈。帕西内蒂（1977，208-

216）对这个问题进行了一个公式化的分析。[4]用矩阵B表示原料和



工资品的投入，X是一个特定的总产出向量，那么向量SP=X-B·X中

的每一个元素都代表第j个商品成为经济剩余产品的那部分，而向量

X-SP中的每个元素都代表第j个商品全部进入不同商品（包括它自

己）生产过程。接下来，我们可以为经济中的每个部门j定义一系列的

实物剩余率（208）。

在实际的增长中，增长当然通常是非均衡的，部门间的实物剩余

率也各不相同。“剩余率最低”的行业“代表了该系统的增长瓶颈：

它代表在所选择的比例关系给定时经济系统可以达到的最大增长率”

（Pasinetti 1977，212）。“通过改变经济系统的构成提高其增长潜

力”，从而改变瓶颈部门的实物剩余率是可能的，但这种剩余的重新

分配“意味着一个或［多个］其他部门实物剩余率的下降”（211）。

之前的瓶颈被移除，增长率会上升，但新条件集下的最低实物剩余率

现在又成了瓶颈。由于通过提高瓶颈部门的实物剩余率移除任何给定

瓶颈的做法会降低一个或多个其他部门的剩余率，“因此，系统中可

选的［剩余率］范围会加速缩小”。从而当增长率上升时，“所有剩

余率将会彼此接近。达到极限时，它们会全部相等……此时，经济系

统能……以最大增长率增长”。同时，经济系统离最大增长率越近，

可选的产出构成范围就越小，达到最大增长率时，“［产出］构成由

经济系统的技术水平严格决定”（211）。

因而，一般利润率是最高的可持续增长率。由此得出结论，随着

平均增长率朝着利润率的水平上升，即当增长－利用率（σ'＝I/P）

提高时，实际产出构成和实际增长率的变化会提高得越来越频繁，而

对应的构成比率和增长率范围则越来越小。换句话说，当实际增长率

接近理论最大值时，瓶颈会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因此，我们可以将增

长－利用率看作增长中的应变仪。这是一个与截面分析中的瓶颈问题



不相同的问题，后者关注的是从一种均衡增长状态向另一种均衡增长

状态转化时存在的瓶颈问题（Hagemann 1987，346）。[5]

当然，实际增长从来都不是均衡的。在短期内，单个行业可以通

过利用存货和进口或者提高工作强度和轮班次数实现增长。这允许它

们根据产品需求以不同的速度增长。但是，当库存减少、进口供给停

滞时，单个行业又会退回到“内在的”增长率（即由投入－产出限制

决定的增长率）。进口缓解了本地投入品的压力，但这当然也会增加

外地投入品的压力。从长期来看，技术变革会减少某些投入品的使

用，而增加其他投入品的使用。由于任何给定行业的增长都需要其投

入品同步增长，因此没有哪一个主要行业可以长期偏离其“内在的”

增长率。这在图15.2中是显而易见的，它展示了1987—2011年美国主

要部门实际产出的增长率，以及它们与总体经济平均增长率的对比。

[1] 感谢约翰·威克斯为我介绍了这篇文章。（中文转引自《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61页。——译者注）

[2] 中文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561页。——

译者注

[3] 埃尔利赫（1967，614）列出了前文对马克思的引用，但提供了一个错误的出处。

[4] 帕西内蒂将基础商品定义为原料、工厂、设备和实际工资中使劳动者得以维持基本生

存的部分（即最小实际工资）。

[5]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讨论简单再生产（均衡增长，gK=0）向扩大再生产（均

衡增长，gK>0）的转变时，展示了一个截面分析的早期例子。他提供了一个数值例子，其中产

出构成的单期变化和增长率能够推动经济从零增长转变为稳定增长（Marx 1967b，ch.2，sec

III，506-507）。当然，这只是一个理论说明，不是对实际增长的描述。



15.7 法定货币下的通货膨胀理论

之前的讨论说明实际产出的增长与净利润率[1]和新增购买力正相

关（只要它超过当前的产出增长），而与增长－利用率负相关，至少

在其超过某个临界水平时是这样。从逻辑上看，这些相互作用显然是

非线性的。

图15.2A 1987—2011年美国主要行业的实际产出增长率



图15.2B 1987—2011年美国主要行业的实际产出增长率

按照定义，通货膨胀率等于名义产出增长率和实际产出增长率之

差。

方程（15.5）假设名义产出的增长是新增购买力相对于产出的函

数，而方程（15.7）假设实际产出的增长是净利润率、新增购买力和

增长－利用率的函数。将两者结合会得到一个一般性的理论：法定货

币的通货膨胀率与新增购买力正相关，因为后者中没有被当前供给吸



收的部分推动了价格上升；法定货币的通货膨胀率与利润率负相关，

因为前者推动了实际产出增长，只要增长－利用率仍能吸收实际产出

增长，法定货币的通货膨胀率就与增长－利用率正相关。由于在法定

货币下通货膨胀率是被决定的，价格水平就变得有路径依赖：没有商

品货币的锚，就没有正常的价格水平。

增长－利用率在本质上类似于产能利用率和就业率（与失业率相

反）。为了与建立在失业率之上的菲利普斯曲线进行对比，我们可以

将上述公式改写为（1−σ′）。那么，如同在菲利普斯曲线中，当其

他条件不变时，更高的未利用增长能力（1−σ′）将会对应着更低的

通货膨胀率。当新增购买力的增长足够抵消下降的利润率的负效应

时，（π）和（1−σ′）两项之间就有了菲利普斯式的通货膨胀曲

线。由此可知，另外两项是潜在移动变量。

这将问题导向（1−σ′）和失业率uL之间的理论联系。由于σ'是

积累率与利润率的比值，因此利润率下降可能导致增长减缓，从而提

高失业率。但是，如果增长率比利润率下降得慢（比如因为新增购买

力的加速刺激），那么由于增长-利用率的提高，经济更有可能出现通

货膨胀。换句话说，通货膨胀上升与失业增加可能并存——如

12.3~12.4节所言，“滞胀”这一可怕现象直接推翻了凯恩斯主义理

论。

当净利润率和增长－利用率只能在一定范围内变化时，在法定货

币体系中就不会存在对新增购买力的上述约束。例如，在1944—1946



年的匈牙利通货膨胀时期，相比基准年1944年，1945年流通中的货币

量增加了3 000倍，1946年则增加了3 000亿倍。到1946年年底，为了

获得1英镑，需要1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辨戈（匈牙利以前的

货币单位）（Davies 2002，19）。当购买力新增速度较慢时，它与通

货膨胀之间不会有任何直接的联系，因为其他因素将更为重要。但当

新增购买力逐渐变大时，二者之间的联系便会显现，当购买力新增速

度非常快时，通货膨胀率就会与购买力新增速度大致相等。这类似于

理论上推导出来的一国的相对通货膨胀率和其名义汇率之间存在的非

线性关系。表11.4对此进行了经验分析。

最后，只要净利润和增长-利用率仍然正相关，就可以将后者看成

前者的代理变量，但这需要使方程（15.11）中的假设变得更严格。因

为这两个变量对通货膨胀的影响相反，所以在方程（15.11）中，的符

号实际上可正可负。现在我们将转而分析与主要假设和次要假设有关

的经验证据。

[1] rr'的符号实际上取决于以下两种效应之差：一种是在需求增长上产生的正效应，它

驱动名义产出的增长，因为潜在利润率刺激了新增私人商业活动的信贷需求；另一种是在实际

生产上产生的负效应，这完全由利润率驱动。后一种效应看起来似乎更强，因此净效应为负。



15.8 经验证据

15.8.1 美国

15.8.1.1 名义GDP增长作为相对新增购买力的函数

古典通货膨胀理论的第一个假设是：名义产出的增长是相对于GDP

的新增购买力的函数［方程（15.5）］。从私人银行创造的新增购买

力是对私人信贷需求的回应这一意义上而言，它与私人银行创造的新

增购买力是内生的这一观念完全一致。在这里，我们关注的是私人与

政府创造的新增购买力之和的影响，当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后者

不需要是内生的。根据图15.3和图15.4可知，名义GDP增长和新增购买

力之间的确存在很强的相关性（1951—1952年受朝鲜战争的影响），

表15.1证实了在这二者与朝鲜战争、沃尔克冲击（见16.2.5小节和图

16.6）和全球危机等哑变量之间存在着稳健的计量关系。[1]资料来源

和数据处理方法分别见附录15.1。



图15.3 名义GDP和相对新增购买力的增长（1950—2010年）

图15.4 名义GDP和相对新增购买力的增长



表15.1 名义GDP与相对新增购买力的增长

15.8.1.2 实际产出增长、利润率、购买力和增长-利用率



古典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理论的第二个关键假设是：购买

力、净利润率和增长－利用率会影响实际产出增长率［方程

（15.7）］。对净利润率恰当的测量方式是新增投资的实际净回报

率，其代理变量是实际净增量利润率。根据图15.5可知，实际产出增

长率和实际净增量回报率之间存在很强的正相关关系（0.65），后者

在很大程度上受图15.6中所展示的实际产出变化和的变化之间的相互

关系（0.46）驱动。我们预计会出现后一种相关关系，因为单个企业

对净利润率的增长所做的反应加总会同时提高实际产出和实际利润。

图15.5 实际产出增长和新增资本的实际净回报率

15.8.1.3 美国的通货膨胀

由于通货膨胀率是名义产出增长率与实际产出增长率之差，之前

的两个假设说明通货膨胀率是相对新增信贷、净利润率和未利用的增



长能力（1−σ′）的函数，最后一项能力本质上类似于失业率，因为

其取值较低时对应着一个较高水平的通货膨胀［方程（15.10）］。从

这一点来看，另外两项可以看成通货膨胀和未利用增长能力之间潜在

关系的混合调整变量。图15.7~图15.9描绘出了1951—2010年整个战后

时期、1951—1981年和1982—2010年通货膨胀与（1−σ′）之间的散

点图。为了进行对比，图中也画出了传统的基于失业率的菲利普斯曲

线。[2]

图15.6 实际产出变化和实际总利润变化

图中的差异是引人注目的。一方面，和理论分析所预期的相一

致，图15.7中上半部分的古典曲线展示出明确的向下倾斜趋势；另一

方面，即使我们允许沃尔克冲击和全球危机成为异常值，传统的散点

图也没有呈现出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之间的关系，甚至连弱的正相关

关系也没有，这正是标准菲利普斯曲线被抛弃的原因（见12.3.5小节



和表12.8）。我们现在只能猜测，如果在20世纪80年代凯恩斯主义者

和新古典主义者进行激烈辩论时可以看到古典的价格曲线（就像第14

章推导的古典工资份额曲线一样），它会在理论上和政治上产生什么

样的结果。





图15.7 古典和传统的菲利普斯曲线（1948—2010年）

当我们分别观察1948—1981年的前新自由主义时代和1982—2010

年的后新自由主义时代时，古典和传统菲利普斯曲线之间的对比实质

上会更加鲜明。为方便两个时代的对比，古典曲线的两张图使用的是

相同的比例尺，并叠加了一条45度线（不是回归线）。我们可以看

到，除了与朝鲜战争和后石油冲击时期相关的异常值外，早期的古典

曲线明显呈线性。相反地，传统曲线则呈现出与理论相反的正相关散

点分布。





图15.8 古典和传统的菲利普斯曲线（1948—1981年）





图15.9 古典和传统的菲利普斯曲线（1982—2010年）

在第二个时期，即使存在1982年这个可能的极值点，古典曲线仍

保持斜率向下，而且相对于前一个时期，这些点的位置有所下移。此

外，如果把一些明确的极值点去掉，传统的散点图就不会呈现出任何

形状；加入极值点，传统的散点图呈现出较弱的正（与理论相反）斜

率。

古典曲线图一个有趣的特征是：在1951—1981年的前新自由主义

时代，所有的点都在45度线的上方；在后新自由主义时代，大多数点

在这条参考线下方。实际上，给定水平的未利用增长潜力降低了第二

个时期的通货膨胀率。图15.10从不同的角度得到了相同的下降趋势，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与相应的标准化的增长－利用率对比，第二个

时期有相对较低的标准化通货膨胀率。[3]如何解释古典通货膨胀曲线

这种向下的移动呢？

1948—1981年，通货膨胀与（1−σ′）之间明显呈线性散点关系

（见图15.8），这说明至少在美国，方程（15.10）中关于一般通货膨

胀的假设 可以被有效地表示为线性关系，其中另外两

个变量构成“截距”移动项。

一方面，1948—1981年，相对新增购买力先上升而后稳定下来

（见图15.13），而实际净新增利润率的HP（100）值在同一时期先下

降后又上升（见图15.11）。这说明在第一个时期，这两种效应

对这一项的净影响为正。另一方面，在第二个时期pp下降，

n'I大体上升。这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这两种效应对截距的

净影响为负。基于此，如图15.8和图15.9所示，我们可以预计在第二



个时期的后半期，相应的点会下移。另外，我们知道其他条件并不是

保持不变的，因为第二个时期对应着里根开创的新自由主义时代。我

们从第14章中已经得知，对劳动力和福利国家的打压，降低了工资份

额菲利普斯曲线的截距，并使其斜率变得更平缓（见图14.14）。从计

量的视角来看，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对整个第二个时期的截距和斜率增

设哑变量。我们会在下一小节讨论汉德法斯（2012）的计量估计结

果。

图15.10 标准化通货膨胀率和标准化增长-利用率



图15.11 净新增利润率的HP（100）趋势

15.8.2 10个国家中的通货膨胀（汉德法斯）

我的理论的一个早期版本在阿尔贝托·汉德法斯（2012）具有突

破性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得到了发展和检验。他围绕着方程（15.11）中

的通货膨胀假设展开分析，并特别关注了增长－利用率可能的非线性

影响。如前所述，当σ′足够高时，它会开始抑制实际产出增长对新

增购买力和净利润率做出的反应。[4]经过理论推导后，汉德法斯得

出，一个足够低的σ′甚至可能引起通货紧缩：实际上，这会使新增

产出的增长率变得极为敏感，以至它可能超过相对新增购买力（51，

54，78-84）。最后，他假设经济中存在一个非线性的长期关系

（90）：



其中， ，所以即使新增购买力为正，也可能

存在σ′的取值F(σ′)<0使成立。汉德法斯使用自回归分布滞后

（ARDL）模型的误差修正形式检验了这个模型，并用来估计长期系

数。他构建了涵盖10个国家的年度数据库，包括7个经合组织成员（加

拿大、法国、德国、日本、韩国、英国和美国）和3个发展中国家（巴

西、墨西哥和南非，由于样本规模小，这些国家只是用于说明），以

及美国和法国的季度数据（91-99）。他对每个国家都进行了详细检

验，最终得到的通货膨胀预期值与实际值拟合度很高。在所有的经合

组织成员，这一长期关系都是显著的，且拟合度非常高，但是在巴西

和南非，拟合度并不高，墨西哥也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结果。他发现

了一个显著的特征：在所有的国家，F(σ′)的系数都表明，当σ′取

某些值时，对应U形函数可能会取到负值。在美国，σ′的平均值落在

其估计曲线的正值区域（通货膨胀区）。在日本，σ′的取值更高，

但落在估计曲线的负值区域（通货紧缩区）。最后，汉德法斯又检验

了基于其非线性设定，美国的产能利用率或就业率数据是否像增长－

利用率数据一样有如此稳健的结果，他发现这两个标准变量得到的结

果很差（165-177）。这当然也反映了在20世纪80年代，几乎所有主要

国家的经济运行都不再遵循通货膨胀菲利普斯曲线。表15.2引用了汉

德法斯的表5.1。他使用的是（我在早期的著作中也曾这样使用）的

“产能利用率”（τ），现在我称之为“增长－利用率”（σ′）

（165）。[5]

15.8.3 世界范围内的通货膨胀

还有另外一种方法用以观察古典通货膨胀假设中隐含的非线性关

系。由于净利润率和增长－利用率只在有限的范围内发生变化，而在

法定货币体系下，新增购买力的创造不受技术的限制，因此我们可以

预计当新增购买力相对较低时，通货膨胀与新增购买力之间没有明确

关系，因为在这种情形下，净利润率和增长－利用率的作用更为重



要。但当新增购买力不断增加时，我们预计它对通货膨胀的影响会扩

大。当购买力变得非常大时，我们预计两者的关系会很显著，即便新

增购买力的增加数量可能以货币外逃的形式流出本国。哈伯格

（1988，table 12.11，223）将通货膨胀解释为财政赤字引起的私人

和公共信贷增加的结果。为此，他搜集了1972—1988年从阿根廷到突

尼斯等29个国家的三个解释变量的值，并在不同时段内取平均值。在

他的变量中，与相对新增购买力最为接近的指标是“国内索款”（公

共和私人信贷）增长。参照他给出的三个通货膨胀范围，图15.12中的

阴影区域确实显示出了所预期的特征：当通货膨胀率大致低于20%时，

通货膨胀和总新增信贷之间没有关系；当通货膨胀率处于20%~40%的较

高阶段时，就出现了相关关系；当通货膨胀率超过40%时，信贷增加引

起通货膨胀大致同量级的增长。[6]图15.13是由拉马穆尔蒂（2014，

ch.3）得出的，将哈伯格的数据扩展至1988—2011年38个国家的最新

版本◎。[7]虽然图15.13中两个变量的上限比图15.12高出10倍，但是

这两张图仍然呈现出了非常相似的模式。

表15.2 汉德法斯基于通货膨胀古典模型的计量结果







注：在这张表中国家按其回归样本的数量进行排列。观察的次数越多，检验的结果就越可靠。
三个发展中国家（巴西、墨西哥和南非）的结果只能是说明性的，因为它们的样本量太小，不
能被认为是可靠的。
*巴西模型中的变量用乘以其方差（权重）的方式做了调整。
**由于墨西哥的ECM（模型1）系数不显著，所以不能确保理论预期的长期关系的客观存在，至
少对这里的小样本而言是如此。



图15.12 世界通货膨胀率与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总信贷的增长（1970—1988年）

资料来源：Harberger 1988，table12.1.



图15.13 世界通货膨胀率与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总信贷的增长（1988—2011年）

资料来源：Ramamurthy 2014.

15.8.4 阿根廷

1982—1984年，阿根廷以255%的平均通货膨胀率和312%的平均总

信贷增长率落在哈伯格样本分布的高处（1988，table12.1）。即便如

此，二者相较于阿根廷1989年5 380%的通货膨胀率和3 058%的总（公

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信贷增长率还是温和的。由于构建新增购买力所

需的经常账户数据并不连续，而官方报告的通货膨胀数据也仅截至

2006年。阿根廷的图中将1960—2006年的总信贷增长（哈伯格也使用

了这一数据）分别与名义GDP、通货膨胀和汇率（以每一美元可交换的

国内货币表示，因此该数值增长代表货币贬值）变动产生的货币贬值

率相比。在哈伯格数据中，1982—1984年出现的通货膨胀率飙升非常



明显，1989年又出现了更高的点。还有两个特征也十分引人注目。第

一，在图15.14和图15.15中名义GDP增长和价格水平的最高点大体上低

于总信贷增长。两者之间的差距可由购买力涌入导致资产价格上升以

及货币通过资本外逃流到国外这两个众所周知的趋势解释（Cohen

2012，13）。第二，从图15.16中，我们看到最高点处汇率的下降幅度

甚至超过了通货膨胀率，这与古典理论中通货膨胀对汇率的影响（见

11.6节和表11.4）和货币外逃产生的影响一致。

图15.14 阿根廷总信贷增长和名义GDP增长



图15.15 总信贷增长和通货膨胀



图15.16 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

[1] 由于这两个变量大致都是平稳的，因此可以使用OLS（普通最小二乘法）估计。

[2] 使用14.4~14.5节提出的失业强度而非失业率，并不会使传统菲利普斯曲线变得更

好。

[3] 标准化速率等于其相对于平均数的偏离除以标准差。

[4] 在表16.7~表16.9中，这意味着当（1-σ）处于最低水平时，存在一种不太明显的非

线性关系，这可能是因为美国的（1-σ）还不够低。

[5] 感谢汉德法斯让我使用他的数据和汇总表。

[6] 即使直接进入商品市场的新增购买力（ΔPP）与名义产出的等量改变（ΔY）相一

致，通货膨胀率也仍然可能高于或低于新增购买力的增长率。也就是说，图15.2中的极值点可

能 集 中 高 于 或 低 于 45 度 线 。 如 果 ΔY≈ΔPP ， 那 么

，其中PP为注入经济体的新增购买力的流通量

（累计私人和公共信贷与累计净国外需求）， 是累计购买力存量与净产出的比值。从

，我们得到 。如果 ，我们可以说通货膨胀率低于新增购

买力的增长率；如果 ，则通货膨胀率高于新增购买力的增长率。



[7] 这38个国家为阿尔及利亚、安哥拉、亚美尼亚、澳大利亚、阿塞拜疆、白俄罗斯、

巴西、加拿大、哥伦比亚、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加纳、海地、伊拉克、牙买加、哈萨

克斯坦、韩国、马来西亚、莫桑比克、缅甸、尼日利亚、挪威、巴拿马、巴拉圭、罗马尼亚、

俄罗斯、塞尔维亚、苏丹、苏里南、坦桑尼亚、泰国、土耳其、乌克兰、美国、乌拉圭、委内

瑞拉、赞比亚、津巴布韦。



15.9 总结及与非加速通货膨胀失业率的比较

古典通货膨胀理论来自三个假设。第一，名义GDP是由新增相对购

买力驱动的，后者是新增需求的主要来源。第二，净利润率和超额需

求促进实际产出增长，而增长－利用率对其产生负面影响。因为通货

膨胀率是名义产出增长率与实际产出增长率之差，我们可以得出方程

（15.9）中关于通货膨胀的假设 ，表15.2对此进行了计量

检验。由于净利润率与增长－利用率正相关，因此在方程（15.13）所

示的长期关系 中，可以将后者看成前者的代理变

量。此外，增长－利用率可能有非线性效应，如汉德法斯所使用的函

数形式 。请记住，π和1−σ′之之间的线性关系

对1948—1981年的情况拟合度很高（见图15.8），因此我们可以通过

将通货膨胀的古典假设写为如下形式，从而与标准的非加速通货膨胀

失业率模型进行对比。

此处，未利用增长潜力 与失业率相似，其临界水平 在代数上

（但并不在经济上）与自然失业率相似，方程（15.14）中的

项现在成了一个移动变量。



非加速通货膨胀失业率的假设主导了现代关于通货膨胀理论的讨

论。它基于弗里德曼－费尔普斯的观点，即通货膨胀预期会推动实际

通货膨胀改变，其最简单的形式是通货膨胀变化率（价格水平的加速

上升）是失业率低于“自然失业率” 的程度的正函数（见12.4.2小

节）。方程（15.15）中描述的简单版本假设实际通货膨胀会对预期通

货膨胀（可以过去实际通货膨胀为代理变量）和低于自然失业率的实

际失业率程度做出反应。我们可以构建更复杂的模型去引入滞后结

构、时变性系数等（Fair 2000，64; Ball and Mankiw 2002），但是

目前简单的公式已经够用了。

其中一个相似之处是这两个假设都将通货膨胀与其偏离 和uL某

一临界值的程度相联系。这两种情况显然都允许非线性形式的存在。

实际上，汉德法斯使用同一种非线性形式成功验证了增长－利用率、

就业率和产能利用率的重要性（Handfas 2012，165-177）。第二个相

似之处是这两种理论都预计经济会回到某个自然失业水平。但是，在

古典理论中，它是与通货膨胀率不直接相关的非自愿失业率（见第14

章）；在非加速通货膨胀失业率模型中，它对应着有效充分就业率。

从古典理论的视角来看，通过降低相对于生产力的工资降低自然失业

率是可能的，这既可以像新自由主义那样通过削弱劳动力降低实际工

资增长率，也可以像“瑞典”政策那样通过刺激生产力增长超过实际

工资增长实现（见14.7节）。

其他区别也同样重要。第一，临界增长－利用率并不是一个均衡

比率，因为并没有假设表明经济会维持在这一比率附近；在非加速通

货膨胀失业率假设中，自然失业率是不进行持续的降低失业率努力时

其必然会回归的那个比率。第二，在古典理论中，只要增长－利用率

和新增购买力的创造速度不是太快，通货膨胀率可能为零。在适当的

情况下，通货膨胀率甚至可能为负（即通货紧缩）。从这一点看，通



货膨胀率是确定的，但相应的价格水平则是路径依赖的（即存在滞后

效应）。相反，非加速通货膨胀失业率模型假设通货膨胀率在自然失

业率下会保持不变，但其具体取值是路径依赖的。因此，在非加速通

货膨胀失业率模型中，通货膨胀率是迟滞的恰恰构成如下政策结论的

基础，即在一定的时期内，必须通过把失业率维持在自然失业率之上

的方式“挤出”通货膨胀（Ball and Mankiw 2002，121）。

第三，在古典理论中，造成通货膨胀的最直接原因，是相对于利

润率的增长率下降和/或新增购买力的创造。当一个国家将后者运用到

极致时，经济中就会出现恶性通货膨胀，如同20世纪80年代末的阿根

廷一样。这也与有关恶性通货膨胀“看起来似乎是政府鲁莽地印刷钞

票和内战、社会不稳定带来的产出下降的共同产物”的历史记录一致

（Capie 1991，x）。在非加速通货膨胀失业率理论中，恶性通货膨胀

产生于政府不断将失业率维持在自然失业率之下的尝试，因为这导致

了预期的不稳定循环。这两种方法的一个不同之处在于：在古典理论

中，存在一个独立的f(rrI′,pp)项，以驱动古典的通货膨胀等式，而

在非加速通货膨胀失业率模型中，则没有这一项。

最后，通货膨胀的古典理论根植于真实竞争的实践中。而非加速

通货膨胀失业率模型的假设，像很多新自由主义和后凯恩斯主义的现

代宏观经济学假设一样，典型地基于完美竞争的缺失上，而后者则来

源于各种各样的“不完全竞争”（见12.4.2小节）。



16

增长、利润率与周期性危机

大萧条重演。

（Kindleberger 1973，20）



16.1 引言

2007年爆发的波及全球的经济危机[1]，是发生在21世纪的第一次

大萧条。它由美国的一场金融危机引起，但这场金融危机并不是这次

世界经济大危机产生的原因。恰恰相反，这次危机是长期存在并周期

性出现的资本主义积累模式的一个完全正常的阶段，在这种模式中，

一旦长期繁荣让位于长期下行，危机就会爆发。这种转化发生之后，

经济状况开始恶化，一个打击就能引发一场普遍性危机，正如2007年

次级贷款市场崩溃引发了危机，也如19世纪20年代和70年代、20世纪

30年代和70年代的普遍性危机，都是由之前的打击引发的。[2]约翰·

肯尼斯·加尔布雷斯在其名著《1929年大崩盘》中指出，虽然20世纪

30年代的大萧条以一系列疯狂的金融投机为先导，但从根本上说，正

是1929年不健康且脆弱的经济状况导致股票市场崩溃，进而引发经济

崩溃（Galbraith 1955，chs. 1－2，and 182，192）。既有当初，必

有近日（Norris 2010）。那些选择把每一次这样的插曲看作独立事

件，看作迄今为止一直纯洁无瑕的白天鹅群中随机出现的“黑天鹅”

的人（Smith 2007），已经忘记了他们要寻求解释的这一历史背后的

动因。而且，毫无疑问，他们还自然地忘记了——正是利润的逻辑驱

动着这种周期性的模式。

加尔布雷斯本人对再次发生类似1929年大萧条事件的可能性持有

矛盾态度。作为一名政策制定者，他希望从危机中吸取的经验教训被

用来预防下一次危机的发生。但是，作为一位历史学家，他深刻地意

识到金融“兴奋与恐慌的周期……大致与人们忘记上一次灾难所花的

时间相一致”（Galbraith 1975，21）。他指出：这些周期本身便是

“成千上万人自由选择与决定的产物”；尽管希望对上一次事件的记

忆可以（使人们）免疫（又一次投机），但“投机狂欢重演的机会相

当大”；“在下一次经济繁荣时期，一些新近被重新发现的自由企业



体制的精湛之处将被提及”；其中“率先接受这些合理化说法的人将

是一些本应负责调控……那时却会坚定地声称市场不需要控制的

人”；随着时间的推移，“监管机构，除了一些例外，要么成为它们

所管制的行业的帮手，要么成为年老无力的糊涂蛋”（Galbraith

1955，4–5，171，195–196）。他充满智慧的悲观看法的正确性被20

世纪70年代的大滞胀与随后的当代全球大危机证实。

资本主义积累是一个动荡的动态过程。它具备强有力的内在节

奏，这个节奏由相互关联的总和因素与特殊事件共同调制。因此，对

具体积累历史的分析，必须把它内在固有的模式与它在特殊历史时期

的表现区分开来。商业周期是资本主义内在固有的动态过程中最显著

的因素。一个短周期（3~5年存货）的发生源于总供给和总需求的无休

止震荡，一个中周期（7~10年固定资本）的发生则源于总产能和总供

给的缓慢波动（Shaikh 1987a; van Duijn 1983，chs.1–2）。但在

这些商业周期之下，起更基础作用的是一个由长期交替进行的加速积

累和减速积累所构成的更缓慢的节奏（Mandel 1975，126–127）。资

本主义历史总是在一个运动不止的舞台上上演。

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之后是70年代的滞胀危机。在后一种情况

下，潜在的危机被严重的通货膨胀掩盖，但还是出现了大量失业、股

票市场的指数实际价值剧烈下跌，以及企业和银行的大范围破产。在

那个时候，存在着关于经济和金融制度将一起崩溃的巨大担忧

（Shaikh 1987a，123）。就我们当前的目的而言，有必要指出在美国

和英国这样的国家中，20世纪70年代的危机导致了对劳动者和穷人的

打击，以及快速侵蚀实际工资和股票市场实际价值的通货膨胀。美国

工资份额曲线在20世纪80年代的移动便与这些事件直接相关（见图

14.14）。其他国家如日本采取保持低失业率和缓慢紧缩资产的对策，

这虽然拉长了危机持续的时间，但一度阻止危机恶化至英国和美国那

样的深度。

20世纪80年代，在所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一场由利率的剧烈下

降激发的新繁荣开始了。利率的剧烈下降大大提高了资本的净回报率



（即提高了利润率和利率之间的净差额）。下降的利率还加速了资本

在全球的扩散，诱使消费者债务大幅增长，刺激国际性金融和房地产

泡沫滋长。在许多国家，金融机构渴求放松对金融活动的管制，除了

像加拿大这样的少数国家外，这种努力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与此同

时，在美国和英国等国家对劳动者的打击空前高涨，表现为实际工资

增长率相对于生产率增长率的下降。一如既往，剥削率提高的直接好

处是净利润率大幅上涨。实际工资增长速度下降的副作用通常是实际

消费支出能力的停滞不前。但随着利率的下降和信贷的更易获得，消

费和其他支出都在一个日益上升的债务浪潮的支撑下继续上升。对资

本积累的所有限制似乎都被搁置起来，所有的运动规律似乎都被废

除。然后，利润率开始下降，整座大厦最终倾颓。美国的房贷危机只

是一个直接的导火索，深层次的问题是全球范围内利率的下降和债务

的上升，是它们强撑起已达到极限的繁荣（Krugman 2011，31）。

当前，危机还在继续。在所有主要的发达国家，大量货币已被创

造出来，并被注入商业部门以支撑局面，但这些货币在很大的程度上

并未流通起来。在高风险的环境中，银行没有增加贷款的意愿情有可

原，因为它可能无法以预期的足够的利润收回货币。像汽车产业这样

的商业部门也有类似的问题，它们正背负着大量存货积压的负担，即

使想扩大生产，也需要先把这些存货清仓。因此，大部分公民得不到

倾泻而下的巨额货币带来的直接好处，失业率依然长时间保持在高

位。与20世纪30年代罗斯福政府通过创造工作岗位扩大就业相比，现

在的无所作为令人震惊。

这使我们不得不思考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在资本主义制度演化的

过程中，其机构、规章制度和政治结构都已经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

化，为什么它还会展现出这种周期性的经济波动模式？答案蕴含在这

样的事实之中：这些特殊的模式均根植于利润动机，而利润动机在它

的整个演化过程中都保有这个制度核心调控者的地位。资本主义的外

形在持续改变，但其中的内核保持不变。接下来的分析将集中于美

国，因为它仍然是发达资本主义世界的中心，同时也是这次危机的发



源地。但必须说明，实际因危机而付出的代价是全球性的，大部分灾

难降临到了妇女、孩子和失业者身上。

16.1.1 危机重演

利润驱动增长，增长的过程充满波动、循环、长波与周期性危机

（van Duijn 1983，ch. 5）。跨越几个世纪的资本主义历史揭示了长

期繁荣和萧条的周期模式。在后一个领域，经济史学家谈论19世纪20

年代、40年代、70年代和20世纪30年代的危机，以及20世纪70年代的

滞胀危机，当然还有2007年爆发的全球危机。资本积累过程中长期发

展与衰退的假说与尼古拉·康德拉季耶夫（1984，39，chart 1）的研

究工作相关，其著名的图形揭示了国家价格水平中长波的存在。从图

5.3与图5.4中我们看出他的价格波动模式在1939年以后价格开始不停

上涨时不再成立。这一新模式的一个影响是降低了长波概念的可信

度。这很具讽刺意味，因为在康德拉季耶夫的数据中实际上有两种不

同的价格水平的表现形式：以国家通货为表现形式的价格水平，也是

他以图形方式展现的价格水平；以黄金为表现形式的价格水平，他选

择以表格形式列在书后（Kondratieff 1984，134–135，table 1）。

直到1925年，也就是他的数据结束的时候，两种价格表现形式都展示

出了相同的模式（见图5.5和图5.6）。但是1939年之后，只有黄金价

格系列继续呈现长波。如果康德拉耶夫转而选择绘制黄金价格长波，

他的论点可能会继续统治理论界。

图16.1记录了1790—2010年美国与英国商品的黄金价格的去趋势

变化路径[3]。叠加在这张图上的是各种普遍性危机与大萧条发生的时

间，这些危机通常在价格长期下行的过程中开始。读者将会注意到

2007年大萧条的到来十分准时。[4]每次普遍性危机都起源于富裕国

家，尽管随着全球化的扩展，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也被卷入其中。



图16.1 1786—2010年美国和英国的黄金价格长波（1930=100），对三次方时间趋势的偏离

16.1.2 被否认的萧条

资本主义的历史也是这样一种历史，它宣称每次危机都是一次性

事件，它将会马上结束，因为根本性的问题已经被解决，所以它在任

何情况下都不会重演。大卫·李嘉图，现代供给学派的守护神，在

1815年严峻的危机开始时表示，欧洲经济将会很快反弹，并在接下来

的每一年中都如此自信地表示，从而保持“持续的错误”（Stigler，

cited in Davis 2005，32–35，39）。1929年10月17日，股票市场崩

溃前不到两周，著名的耶鲁大学货币理论家欧文·费雪表示，他期待

“看到股市在未来几个月内比今天水平更高”，并且在大萧条开始的

一段时间内持续重复这一说法（McNally 2011，63）。1969年，就在

70年代滞胀危机开始之初，极具影响力的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与诺

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萨缪尔森声称商业周期已经是过去的事了

（Gordon 1986，1–2）。[5]而在2003年，即2007年全球危机的前几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与著名的理性预期倡导者罗伯特·卢卡斯



宣称，“预防萧条的核心问题已经解决”（Lucas 2003，1）。2004

年，当时只是联邦储备委员会一员的本·伯南克（2006—2014年任美

联储主席），“说……繁荣将是永恒的，因为国家与其央行已经完善

了调控商业周期并平滑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天然颠簸与摩擦的艺术”

（Stockman 2013，xv–xvi）。经济学正统理论直到今天依然固执己

见。2012年，危机之后的第5年，汇丰跨国银行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斯蒂

芬·金指出，当汇丰银行大规模聘任的新晋大学毕业生被问到在课堂

上多少时间用于研究金融危机时，“大多数人承认这个话题甚至从来

没有被提起过”（Davies 2012）。

16.1.3 本章内容简介

我已经在前文强调资本主义增长由净利润率（即利润率超过利率

的部分）推动。这是在第14~16章中分别提出的增长、失业与通货膨胀

理论的关键。在这里，我将继续沿用同样的原则来解释战后的两次危

机，即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危机与始于2007年的全球危机。由于现代

环比指数计算的产出与资本的时间序列数据回溯得并不够远，还不可

能产生覆盖大萧条之前几十年的参照数据，因此我将利用在第6章与附

录中提出的对总净产出、利润、资本存货、利润率与产能利用率的经

验量度，分析战后一般利润率的模式与决定因素。之后，我将讨论利

息、相应的净利润率、企业的实际利润总额与工资份额。新自由主义

在20世纪80年代对劳动者的攻击导致了工资份额曲线的结构性断裂

（见15.6节），这扭转了正常利润率的长期下降趋势。事实上，这正

是其目的。同时，利率的大规模政策诱导性下跌大幅提高了净利润

率，并使各方的债务融资支出极为便利。因此，随之而来的经济繁

荣，无论是实体还是金融，都从还可以发展一段时间的水平快速滑向

了不可避免的崩溃。应该强调的是，繁荣与危机都是全球性的。附录

16.1描述了资料来源与方法。



[1] 这场危机正式开始的时间是2007年的12月，“但在2007年年中之前，实体投资就开

始 了 持 续 且 迅 速 的 下 滑 ” （ 见

http://www.forbes.com/sites/johntharvey/2011/10/07/the-great-recession/）。

[2] 1825年的经济危机被认为是第一次真正的产业危机。1847年的经济危机是如此严

重，以至它点燃了遍及欧洲的革命之火（Flamant and Jeanne Singer-Kerel，1970）。术

语“1873—1893年长期萧条”引自卡皮和伍德（1997）。1929—1939年大萧条众所周知，无

须详细介绍。1967—1982年大滞胀的时间设定，来自谢克（1987a）。当前波及全球的经济危

机的最终名称和时间还有待讨论。

[3] 之前在图2.10、图5.5和图5.6中描述的实际路径遵循适度的时间趋势。图16.1所展

示的路径是对拟合三次方时间趋势的偏离。

[4] 从1897年开始的经过HP平滑处理的数据显示出了两个明显的长波：从波谷到波谷之

间衡量为1897—1939年（42年）和1939—1983年（44年）。一般的危机在每一个峰值之后的

8~9年出现并持续大约18年。从2003年开始的课堂与公开讲座中，我将平均波与当时可见的

2000年的峰值相结合，预测出下一次危机将在2008—2009年发生并持续到2018年。更多细节

详见图17.1。

[5] 萨缪尔森晚年的观点是周期将会始终伴随我们。



16.2 战后的利润率

16.2.1 正常利润率与事实利润率[1]

方程（6.12）与方程（6.13）指出，利润率可以被分解为结构性

因素与周期性因素。企业在现实中获得的利润率可以被写作利润份额

与产出－资本比的乘积，后者表现为产能－资本比与产能利用率的乘

积： 。其中σ＝P/Y=利润份额，Yn=正常

产能净产出，uK=Y/Yn=产能利用率，Rn=Yn/K=产能－资本比，也就是

斯拉法所说的结构性最大利润率。因为当产出在正常产能水平时，

uk=1，所以此时，正常利润率可以被写作正常利润份额σn（根据其HP

过滤趋势计算）与产能－资本比的乘积： 。所有的测量方

法我都曾在第6章和附录中阐述。

图16.2展示了最大利润率（R）、利润份额（σ）与平均利润率

（r）的事实值和正常值。所有的数据均以对数为单位，因此每条曲线

的斜率代表其增长率。一目了然的是，正常的最大利润率在整个战后

期间持续下降，也就是“技术变革始终是偏向于资本的”（见7.7

节）。正常的利润份额则是另一种情况：它在1947—1968年美国劳动

者的“黄金时代”基本稳定，在1969—1982年滞胀危机期间下降，在

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时代显著上升，然后在始于2007年的

全球危机期间保持较高水平。这与图14.14所示的工资份额菲利普斯曲

线相应下移，同时工资份额沿这条新曲线持续向下移动的经验数据一

致：即使在危机期间，持续下降的工资份额与巨额财政赤字的组合也

显著提高了利润份额。最终的结果是正常利润率在黄金时代下降，在

滞胀危机期间下降得更加迅速，之后在新自由主义时代开始变得平缓

直到当前危机。表16.1总结了每个变量的正常水平的增长率。很明显

的是在三个时期，技术变化都持续削弱正常利润率水平，只有在新自



由主义时代，一个不断增长的正常利润份额（持续下降的正常工资份

额）才能够抵消正常最大利润率持续下降的影响，并使正常利润率的

（下降）趋势消失。

图16.2 事实利润率与正常利润率以及利润份额

表16.1 公司企业的正常利润率与正常利润份额的增长率



牢记以下这一点非常重要：量度出的事实利润极易波动，而且在

短期内极易受特殊历史事件的影响。例如，在20世纪60年代，所有量

度结果的上扬反映了越南战争与约翰逊“伟大社会”带来的赤字融资

支出的影响。但从长远来看，结构性因素占据主导地位。这包括新自

由主义时代因劳工力量的结构性下降而引起的利润份额的长期增长

（见14.6节）。

16.2.2 生产率和实际工资

图16.3描述了1947—2008年美国企业部门每小时生产率和劳动者

每小时实际所得（实际工资）之间的关系。即使是在正常情况下，实

际工资的增长相对于生产率的增长也慢很多，但是从20世纪80年代里

根政府开始，实际工资增长明显减速。如果将实际工资从1980年开始

的事实存在的变动轨迹与若继续保持其与生产率之间战后比例关系而

产生的变动轨迹相比，这一变化尤为显著。这种对原有趋势的背离是

通过一个双管齐下的战略实现的：对支持劳动者的私人和公共机构的

攻击与全球化浪潮，后者使世界大规模廉价劳动力与发达国家的劳动

力市场展开了更直接的竞争。



图16.3 1947—2012年美国企业部门每小时实际工资和生产率（1992=100）

16.2.3 抑制实际工资增长对利润率的影响

图16.4描述了抑制实际工资增长对利润的有利影响。它展示了利

润率变动的事实路径和反事实路径，后者由企业的实际工资与生产率

继续保持战后的比例关系得到。始于里根时代的对劳动者的镇压明显

地扭转战后利润模式。

16.2.4 平均资本回报率与新投资回报率的对比

图16.5对公司企业的平均利润率（也是实际利润率）与经过HP平

滑处理过的公司企业当前（实际）增量利润率滞后值进行了对比。二

者遵循相似的路径：都在战后的几十年里下降，都从越南战争与“伟

大社会”的繁荣中受益匪浅（见附录图6.6.1描述的对产能利用率的影



响），都在此后下降并在新自由主义时期上升，尽管增量利润率对

1990年互联网泡沫带来的繁荣反应更强烈。

图16.4 1947—2011年美国公司企业的事实利润率以及估算的反事实利润率



图16.5 1947—2011年公司企业平均利润率与当前（实际）经过平滑处理的增量利润率

16.2.5 利率非同寻常的战后路径

战后平均利润率与增量利润率的长期下降在20世纪80年代通过实

际工资增速前所未有的减缓得以扭转，但是这只能部分解释随之而来

的巨大繁荣，与此同时，利率非同寻常的下降大大提高了净利润率。

图16.6展示了美国3月期国债利率的变动轨迹，虚线表示GDP平减指数

（右轴）。在1947—1981年的第一个阶段，利率从1947年的0.59%上升

到1981年的14.03%，上升了24倍。在始于1981年的第二个阶段，它以

同样剧烈的程度从14.03%下降到2011年的0.06%。请注意维持到20世纪

80年代的价格水平与利率之间的共同运动（吉布森定律），其联系在

11.6节中经理论推导得到并在图11.6中展示。这种关系一直持续到20

世纪80年代初，货币政策切断这种联系并迫使利率开始下降。



图16.6 1947—2011年美国利率（3月期国债）

“沃尔克冲击”的好处通常被认为是通过大幅提高短期利率“结

束”了通货膨胀：它将短期利率从1979年的10%大幅提高到1981年年中

14%的峰值（最优贷款利率从1979年的11.2%大幅提高到1981年年中20%

的峰值）。在这里，有4件事情是意义重大的。首先，我们可以从虚线

代表的价格水平中看出，利率冲击也许放缓了通货膨胀但并没有使其

结束。其次，虽然美联储主席沃尔克确实在短时间内大幅提高了利

率，但这些利率在前30年已经随着价格水平的上升而上升。再次，他

自己逆转了利率的发展方向，开始了利率的下降趋势并被其继任者延

续。最后，在大多数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利率在战后呈现出了同样的

长期涨落现象。图16.7显示了1960—2011年美国利润与经合组织主要

成员（美国的贸易伙伴）利率的加权平均值，这表明从20世纪80年代

起，政策引发的利率下降是整个资本主义中心国家的特征。随着短期

利率在零左右徘徊，这方面并不存在着进一步斡旋的空间。截至2011



年，美国利率为0.0006（即0.06%），美联储的注意力转向企图通过两

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QE1和QE2降低长期利率。考虑到长期利率与短期

利率之间的差额是银行部门盈利的基础（见10.2节），这种政策措施

被限定在银行的盈利范围内。

图16.7 1960—2011年美国与经合组织成员短期利率

16.2.6 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企业利润率和大繁荣

现在，我们可以把以上所有因素联系到一起。实际净利润率是资

本积累的核心驱动力，也是资本家“动物精神”活跃的物质基础；同

时，净新增购买力的注入在法币时代发挥着重要作用（见第15章）。

图16.5显示，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实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使实际工

资相对于生产率增速下降，提高了利润份额，从而使实际平均利润率



与增量利润率摆脱了长期下降趋势。图16.6和图16.7显示1982年之后

美国与全球利率剧烈下降。将二者结合可以得到图16.8所示的净利润

率。我们现在可以看出两件事情。首先，当平均利润率与增量利润率

均下降到前所未有的低点时，20世纪60年代末的滞胀危机就出现了。

经济制度的整个行为在此时发生变化：增长放缓，破产与企业倒闭大

量发生，失业率大幅上升，实际工资相对于生产率下降，股市的实际

价值下跌56%以上——与大萧条最糟糕时期的表现相同。在做出恰当的

符合凯恩斯主义理论的应对后，联邦预算赤字比战后前段时期的平均

水平增加了40倍（Shaikh 1987a，120-123）。其次，我们当然知道，

通货膨胀率的上涨与失业息息相关（见图12.6）。针对这场危机的历

史性的解决方案是对劳动者的打击与利率的大幅下降。这两者都大大

提高了利润率，使实际平均利润率与增量利润率大幅上升。这就是始

于20世纪80年代的大繁荣的真正的秘密：廉价化的劳动力与廉价化的

金融。



图16.8 1947—2011年美国公司企业净平均利润率与实际增量利润率

这次大繁荣就其本质而言具有内在矛盾。首先，利率的剧烈下降

带来无节制的借贷，各部门债务负担猛烈增长。为保持消费支出的增

长，那些实际收入一直受到实际工资增长率下降挤榨的家庭获得了更

廉价的借款。结果家庭负债与其可支配收入之比，如图16.9所示，在

20世纪80年代显著上升，进一步推动繁荣的发生。更高的债务负担通

常意味着更高的偿债（本金和利率）负担，但20年来持续下降的利率

抵消了持续上升的债务负担，因此，即使在2000年，家庭偿债率并不

高于1985年的数值（见图16.10）。然而，随着债务负担加速积累，偿

债率开始大幅上升。如图16.8所示，平均净利润率在2004—2007年下

降，净增量利润率（滞后一年显示）在2005—2009年下降得更为剧

烈。在此期间，2007年次级抵押贷款部门的崩溃引发了一场普遍性的

危机，并在业已脆弱的全球经济中迅速蔓延。此后债务负担开始下

降，在此前不断下降的利率继续下降的情况下，偿债率大幅下降（见

图16.10）。最后，令人惊讶的是，在全球性的严峻危机中，利润率上

升（见图16.5），净利润率上升幅度更大（见图16.8）。这不仅仅是

因为实际工资相对于生产率持续下降，还因为世界各国政府都在为银

行与企业注入数量惊人的新创造货币。



图16.9 1975—2011年美国家庭负债与可支配收入之比



图16.10 1980—2012年家庭偿债率

[1] 事实利润率指企业在现实中获得的利润率，不是通常所说的“实际利润率”，后者一

般指经过价格平减处理后不受通货膨胀影响的利润率。——译者注



16.3 当前危机的全球性影响

16.3.1 美国

这场全球性的危机令大部分学术界经济学家与央行感到震惊。在

美国，“美联储过去的业绩十分糟糕”（Eisinger 2013）。它主动扩

大了1982—2007年之间的信用泡沫（见图16.9），然后完全没有预料

到其后果。当它确实通过注入大量货币介入市场时，它主要关注的是

通过公共救助和零息贷款维持银行与大型企业的运转。商品价格的通

货膨胀被抑制，但资产价格的膨胀仍在持续快速上升。美国前7%家庭

的资产净值在经济复苏的前两年上升，而后93%家庭的资产净值下降。

失业率上升，收入中位数回落到1999年水平。此外，不出所料，“消

极的司法部门……使银行与高级管理人员免于处罚”（Eisinger

2013）。有人可能会说，这是在照顾企业运行。

不受约束与不被惩罚的金融市场自然而然地回到它们的老路上。

根据《纽约时报》最近的一篇报道，“华尔街的炼金师们又回来

了”。“在繁荣期间创造了高风险的抵押贷款与贷款混合物的银行

——在经济危机期间表现糟糕的那类银行，正在忙于修复许多人认为

已经消失的同类投资。华尔街再一次出现了如债务抵押债券般晦涩难

懂的金融产品。”随着超安全国债的利率接近零，投资者被风险资产

所承诺的较高回报吸引，因此银行“正在以与底线崩溃之前一样快或

更快的速度推出某些类型的结构产品”，被认为应该用来防止前一次

灾难重演的保护措施“已经在缩小，使得旧有的过度做法又偷偷溜回

市场”。由于对之前的违规者施加的惩罚不严厉，“商业参与者总的

来说又回归之前的做法……［而且］他们知道如何突破边界”

（Popper 2013）。



16.3.2 其他发达国家

像挪威和加拿大这样的国家对待金融市场一直很谨慎，因此避免

了某些相同的困境。但由于世界出口萎缩，它们仍然面临着失业问

题。危机之前加拿大的家庭负债率就已经很高，到2012年已经上升到

160%。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称，加拿大的经济前景“倾向下降”。

[1]冰岛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打击，因为其“银行家已经积累起

了数倍于国民收入的外债”。三大银行倒闭，货币与经济陷入衰退。

冰岛当时还没有进入欧元区，因此它可以通过使货币大幅贬值来增加

出口、减少进口，最重要的是它能够大幅削减实际工资（Krugman

2011）。最重要的是，通过让其银行违约，外国债权人承担巨大的损

失，“国家预算中删除了大量的外国债务”。因此，它在危机中表现

较好。与之相比，爱尔兰政府介入并保护银行，将银行债务转移给国

家并给国民带来负担（Krugman 2011）。爱尔兰失业人数从2007年第

三季度的106 100人上升到2012年的324 500人，失业家庭占比从15%上

升到22%，非充分就业人数从2006年的4 100人上升到2012年的145 800

人。爱尔兰贫困肆虐，到2010年有将近25%的家庭拖欠账单或者贷

款。[2]与冰岛不同的是，爱尔兰在欧元区之内，因此其无法通过货

币贬值缓解这一状况。[3]

英国曾加入欧盟，但保留了自己的货币。危机期间，其主权债务

占GDP的36%左右，到2012年已攀升至65%。英国经济在危机的第一年中

收缩了6%以上，4年后依然是“一个多世纪以来最长的低谷……比70年

代更差……比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更严重”。[4]英国的失业率从

5%多一点高涨至8%以上，并且维持在这一水平。消费者债务水平依然

很高，信用卡债务普遍存在。希腊、西班牙和塞浦路斯经历了更严重

的经济问题。欧元区的创立给予其成员平等地获得国际信贷的途径，

尽管它们的经济地位明显不平等。到“21世纪中叶……希腊债券、爱

尔兰债券、西班牙债券都在市场上进行交易，仿佛它们与德国债券一



样安全。信任的光环甚至延伸到了当时还没有进入欧元区但是有望在

不久的将来进入的国家：2005年时，希望在2008年之前采用欧元的拉

脱维亚可以与爱尔兰一样低成本地借钱。由于整个欧洲的利率趋于一

致，以前的高利率国家如预见般陷入了借贷狂潮，得到德国与其他传

统低利率国家银行的大量资助”。在爱尔兰，私人银行大量借款，而

在德国大借款人则是政府。在塞浦路斯，银行业也被允许超出比例地

扩张，为希腊提供大量贷款，并成为“俄罗斯热钱的避难所”。廉价

的债务导致了巨大的房地产繁荣，尤其是在爱尔兰与西班牙，钱甚至

“涌入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保加利亚与罗马尼亚”（Milne

2013）。反过来，20世纪90年代末实际处于低潮状态的德国经济经历

了“由欧洲邻国的支出狂潮驱动的出口繁荣”（Krugman 2011）。然

后，泡沫在2007年破灭。

失业率与贫困率在所有主要国家激增，政府减少了国家就业，并

削减了旨在帮助人们的项目，与此同时它们扩大了帮助银行与大型企

业的项目。“欧元区现已成为僵尸区……人们正在被银行、债券持有

人和公司企业劫持，后者决意要确保它们无须为自己所造成的危机付

出代价——他们也被政客劫持，政客认为迫使人们承担代价是自己的

职责”（Milne 2013）。索罗斯警告称，持续的危机“正在推动欧盟

陷入持续的萧条”。[5]在战后的日本，政府与大企业密切合作来实

现增长与增强国际竞争力。20世纪80年代，当西方资本主义经历滞胀

危机的冲击时，日本经济正在以几乎两倍的速度增长，但是它的利润

率在稳步下降（Shaikh 1999，110，fig.111），它的出口盈余激起了

美国的愤怒。1985年，在所谓的《广场协议》下，日本被迫接受了其

名义汇率的大幅升值（虽然这并没有对其实际汇率与出口盈余产生持

续的影响），从而日本释放了银行流动性的闸门。房地产价格飙升，

以至“在1991年达到峰值，日本——加州面积大小的一个国家，所有

的土地价值……几乎是美国当时所有房地产价值之和的4倍”

（Hackler 2005）。在这个过程中，日本企业的资产净值高于美国企

业的资产净值，日本股市也翻了一番。到20世纪90年代，泡沫开始缩



小（Harman 2010，211–216），但它并没有被允许破裂。相反，日本

的利率一直在稳步下降直至1998年的1%——直到5年后，美国才开始采

取同样的举措。日本经济从未崩溃，但也从未复苏。它仍然深陷债务

泥潭与停滞。日本央行在2013年年中宣布，计划推出“全球最强烈的

货币刺激计划……承诺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向经济注入1.4万亿美

元”，这被认为是一场“激进的赌博”（Kihara and White 2013）。

此外，还有印度和中国，它们的增长率与日本早期相似，只在商

品通货膨胀与房价泡沫的情况下放缓了增速。印度现在正与大幅放慢

的增长、高利率、疲软的就业市场和上升的价格做斗争（Bowler

2013）。中国在2008年采取了信贷刺激措施，现在正与不断上涨的价

格、快速扩张的信贷和房地产泡沫相抗争，具体表现为许多关键行业

中大量的过剩产能，“‘鬼城’、空置的公寓建筑与未被使用的会议

中心”（Chandrasekhar 2013）。此外，央行已经开始购买黄金，把

它作为抵消当前对美元依赖的一种方式。[6]事实上，诺贝尔经济学

奖得主与“欧元之父”罗伯特·蒙代尔已表示支持回归“一种布雷顿

森林体系式的金本位制，在这种金本位制下，对于央行来说，黄金的

价格是固定的，并且它们可以将黄金作为一种资产在彼此之间进行交

易”。[7]

16.3.3 全球范围

在新自由主义时代，廉价金融成为通过房地产繁荣、出口拉动型

增长、外国汇款增长等一系列与金融相关的活动扩大就业的一种方

式。这场危机结束了这一切。据估计，目前世界上有近2亿人没有工

作。青年失业率尤其高，2014年约有7 400万年轻人失业，失业率为

12.6%，预计还会上升。这些是官方的失业率，大大低估了真实的情

况，因为没有适当地考虑到兼职和因持续失业而放弃找工作的人。纠

正这一错误意味着真实的全球失业率接近23%。[8]最后，在世界范围

内有将近9亿工人生活在赤贫中（ILO 2013）。



[1] http://business.financialpost.com/2013/04/16/where-did-we-go-wrong-

canada-loses-status-aseconomic-superstar-imf/.

[2] http://www.irishtimes.com/news/social-affairs/irish-experience-

catastrophic-change-incircumstances-due-to-economic-crisis-1.1392709.

[3] 必须注意到，货币贬值只有在一个国家的贸易伙伴不效仿的情况下才能作为一种临

时手段生效（见第11章）。

[4] http://www.thisismoney.co.uk/money/news/article-1616085/Economy-

watch-How-longBritains-recession-last.html#ixzz2WK0IDLs5.

[5] http://business.financialpost.com/2012/10/15/eus-nightmare-crisis-

pushing-continent-intolasting-depression-soros/.

[6] http://www.telegraph.co.uk/finance/financialcrisis/9424793/Europe-

is-sleepwalking-towardsimminent-disaster-warn-top-economists.html.

[7] http://robertmundell.net/2011/06/the-emerging-new-monetarism-gold-

convertibility-to-savethe-euro/.

[8] 已经过季节性调整的2013年5月美国的官方失业率（U-3）为7.6%，当把兼职、边缘

就业和丧失信心工人考虑在内时，失业率（U-6 ）则为13.8% （即高1.82 倍）。

http://www.bls.gov/news.release/empsit.t15.htm.



16.4 政策教训与可能性：紧缩还是刺激

所有的发达国家都有自动稳定器，如失业补偿金和福利支出，这

些稳定器会在经济下行时生效，但这些都是针对衰退而不是萧条的。

因此，随着当前危机的加深，世界各国政府都一直忙于抢救即将破产

的银行和企业，并在这个过程中经常创造出数量惊人的货币。各国政

府对创造新的预算支出形式以直接帮助劳动者远没有那么热情。即使

在政府预算支出赤字这一问题上，在那些关注财政赤字的就业效应的

人和关注其（理论上）通货膨胀后果的人之间也存在着深刻的政策分

歧。在美国，就业效应是20世纪30年代政策的核心，而通货膨胀在20

世纪70年代成为政策核心。在德国，恶性通货膨胀于20世纪20年代率

先爆发，而在20世纪30年代希特勒开展大规模国家军备之后，就业机

会才随之增加。欧洲央行官员倾向于反对赤字开支，因为他们深刻而

清楚地记得20世纪20年代德国的恶性通货膨胀与其毁灭性的社会和政

治后果。

在2010年6月于多伦多举行的G20会议上，这些分歧是显而易见

的。一边是正统派推行“紧缩”政策的主张，该词成了削减健康、教

育、福利和其他支持劳动者及其家庭的政府支出的代名词。欧洲央行

行长让-克洛德·特里谢在会上说，“认为紧缩措施会引发停滞的想法

是错误的”。德国财政部部长沃尔夫冈·朔伊布勒说：“政府不应该

热衷于借款，把它作为刺激需求的快速修复法……赤字支出不能变成

事情的常态。”他们的理论立场根植于这样一个愿景，即近乎完美的

市场能够迅速从“打击”中恢复，并迅速向所有渴望就业的人提供就

业机会，而他们这么做的目的是保护大企业。在2007年之后，公司企

业的利润率不仅有所回升，甚至上升到新的高点。对一些投资银行而

言，货币就像墨西哥湾的石油一样，随手可得。2010年，高盛第一季

度的收入为33亿美元，是前一年同期的两倍。这是自1999年公开发售



股票以来高盛第二个盈利最多的季度。快乐的时光又一次到来。最

后，对欧洲资本而言，紧缩方案潜在的好处能不能兑现还面临着实践

上的问题。在新自由主义时代，与美国和英国的劳动者相比，欧洲劳

动者的待遇好得多，也就是说，他们的工资并没有被压低到同样的程

度。从这个角度看，全球危机为再一次推动欧洲通过削减单位劳动力

成本（工资份额）使其更具“竞争力”提供了完美的借口。如果紧缩

政策削弱了迄今为止仍在抵抗的劳工力量，那么即使它可能使大众境

遇恶化，这一风险也是可接受的。

在G20会议上，美国人表达了不同的忧虑。仅在美国，家庭财富已

经减少数亿美元，新房屋的销售已降至1981年的水平。而且，国际劳

工组织最近发出警告，一个“持久且严重”的全球性就业危机就要发

生——这对一个已经卷入多重战争并充当“世界警察”的帝国主义政

权而言，是必须极严肃对待的事情。最后，这还是一个关乎德国与美

国之间历史分歧的重大事件。奥巴马呼吁欧盟领导人重新考虑他们的

立场，认为他们应该“从过去严重的错误中学习，即刺激经济的政策

回撤太快会导致经济再一次陷入困难和衰退”。[1]奥巴马所指的

“严重的错误”与20世纪30年代的事件有关。1929年美国股票市场崩

溃引发的大萧条，导致1929—1932年产出的急剧下降和失业的急剧增

加，但随后4年，产出几乎增长了50%，失业率下降了1/3，政府支出几

乎增长了40%。事实上，到1936年，美国产出正在以惊人的13%的增长

率增长。问题在于，此时美国联邦政府的赤字攀升至GDP的约5%。于

是，1937年，在来自保守派的压力下，罗斯福政府提高了税收，并急

剧削减了政府支出。[2]美国的实际GDP迅速下跌，失业率再次升高。

美国政府意识到自己的错误，迅速掉头，并在1938年大幅提高政府支

出和预算赤字。到1939年，产出以8%的增长率增长。只有在此之后，

美国才开始为可能的战争进行军力建设，至1942年被完全卷入战争。

我们从这些事件中可以吸取一些教训。第一，在危机中削减政府

支出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这是奥巴马的观点。第二，很明显的



是，美国经济是从1933年开始恢复的，除了政府在1937年犯了削减政

府开支的错误之外，经济复苏一直持续到1939年美国为二战加强建

设，以及1942年美国完全参战（珍珠港事件发生在1941年12月7日）。

因此，将战争开始前9年就已经开始的复苏归因于战争本身是错误的。

战争进一步刺激了生产和就业。第三，尽管如此，美国政府在和平时

期的支出增加确实对加速复苏起了关键作用。第四，相关的美国政府

支出不只是用于购买商品和劳务，也用于直接雇用人员从事公共服

务。在美国，工程振兴管理局（WPA）自身就在公共工程、艺术、教育

和支持穷人的计划上雇用了上百万员工。在德国，希特勒的大规模重

整军备计划很快就实现了全面就业，实现的就业部分集中于军事就业

的大规模扩张◎（Wapshott 2011，189）。现在德国人和美国人都选

择忘记这些直接的就业措施。

我们知道政府支出能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大大刺激经济。这

在战争期间是显而易见的，因为此时最经常地伴随着靠赤字融资的巨

大政府支出。例如，在二战中，美国政府在1943—1945年的年均预算

赤字为GDP的25%，对比之下，2014年美国联邦政府的预算赤字不到

3%。重要的是，战争是社会动员的一种特殊形式，它可用来提高生产

和就业。在这种情况下，由此创造出来的就业一部分来自对武器与其

他支持性商品和劳务的需求，以及由此产生的其他派生需求；另一部

分则是在军队、政府行政管理、社会保障、公共及私人设施的保养和

维修部门等的直接就业。因此，即使在战争期间，我们也必须区分两

种形式的经济刺激：一种是政府的直接需求，在商业部门不紧握其大

部分货币或不用它还债的情况下，它能刺激就业；另一种是直接的政

府就业，在受雇者不把收入储存起来或用它还债的情况下，它能刺激

需求。

在和平时期抵御经济危机的社会动员中，两种增加支出的模式同

样适用。就第一种模式而言，政府支出被直接引向工商企业和银行，

有望使受益的企业增加就业。这是传统的战后模式——刺激工商企



业，使利益向下滴流至就业。就第二种模式而言，政府直接向在私人

部门找不到工作的人提供工作，当这些新的受雇者花费其收入的时

候，好处向上惠及企业和银行。得到的货币要重新花费出去这一条件

是至关重要的。近期，巨额的“紧急救助”已经被投向世界主要国家

的银行和非金融企业，但这些资金在大部分情况下以封存而告终：银

行需要用它们去支撑摇摇欲坠的资产组合，企业则需要用它们偿付债

务。确实如此，既然过去的“好钱”已成了坏账，在当前这样一种几

乎看不到足够回报的环境中，被“救助”者绝无再抛出“好钱”的必

要性。因此，尽管巨额的紧急救助已经支撑起了现有的结构，但并没

有向下滴流多少以创造额外的就业机会。如果采用第二种模式，事情

很可能就大不一样。那些之前失业的人不得不花费他们得到的收入，

因为他们必须生存。因此，第二种模式有两点好处：一是直接为那些

最需要就业的人创造就业，二是给那些为新就业者服务的企业带来很

大的向上惠及效应。

那么，是什么阻止政府创造直接就业项目呢？答案是：这类行动

使利润动机服从于社会目的，这被视为对正常的资本主义秩序的一个

威胁。直接雇用还将妨碍新自由主义的政治议程——通过实际降低失

业或威胁降低失业以减少相对于生产率的工资。从20世纪80年代到危

机时期，后一种压力一直是维持利润率水平的核心。当然，政府可以

通过干预促进生产率增长，从而努力维持就业与盈利之间的平衡。这

并不新鲜，因为任何发达国家的历史都会证明这一点（Chang

2002a）。但作为一种支持劳工的手段，它很可能会遭到来自国家资本

与国际机构（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有力抵制，这些机

构目前强烈反对“干预”企业的运行。

自由放任的传统位于当前可选择政策范围的另一端。例如，曾任

罗纳德·里根时期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任的戴维·斯托克曼认为：

“尽管美联储人为压低利率的持续行动可能推迟了清算的日子……但

是我们不可能永远逃避它。”根据斯托克曼的说法，廉价货币是现代

经济的“海洛因”，金融市场已成为债务驱动的投机引擎。在他看



来，大崩盘即将到来，因此投资者应该“撤出市场，躲起来”。斯托

克曼承认不受管制的市场容易出现周期性的“过度与错误”，但他认

为干预调节这些内在模式只会使事情变得更糟（Surowiecki 2013）。

他建议回归金本位制，因为它限制了央行的货币创造选择，同时他主

张实施两年期平衡预算并结束凯恩斯式的维持理想就业水平的努力。

在后一种情况下，“自由市场将负责创造就业”，“如果没有足够的

工作，工资率将会倾向下降直到有足够的工作来平衡供给和需求”。

请注意这里对正统经济学理论的明确支持。他还将取消最低工资，废

除医疗保险、社会保险、商业补贴和救助。此外，他还主张让政府保

持监视者的角色：一是监视恰当的银行系统（与投资银行完全分开，

后者将作为企业被置于自由市场上进行严酷的竞争），也监视“经济

状况调查安全网”……在这一网络中，任何想从国家获得援助的公民

都将受到严格的、侵入性手段的审查，包括某种最低水平上的资产花

销（Stockman 2013，706，712）。

对政策范围的讨论引出了某些关键性的问题。需求刺激可以永久

性地提高产出和就业水平，即使它们只是暂时提高增长率（见13.4

节）。它们也可能加速实际工资的增长。在正常情况下，单位劳动力

成本上升的压力会刺激雇主加速提升生产率、增加移民和提高劳动参

与率。因此，工资份额一般比实际工资上涨的幅度要小（见14.3

节）。但是，在危机时期，情况有所不同。对工人来说最重要的是有

报酬的工资，即使实际工资在一定程度上下降，而对企业来说最重要

的是有利可图的销售，即使利润量在一定程度上有所下降。斯托克曼

说市场最终会解决这些问题是正确的，但凯恩斯认为这不够好，因为

这个过程耗时太长，可能会具有极大的毁灭性，并且在任何情况下都

无法确保充分就业。后凯恩斯主义认为，在一个产能过剩的时期，额

外的需求可以提高就业和利润率，这一说法是正确的。因此，在危机

时期，政府需要对等式两边都进行支持：维持工商业结构与就业结

构。如果不干涉企业与工会的正常活动或不惩罚任何一方（当然包括



国家）的不当行为，那么任何事情都无法做成。不用说，这在政治上

是艰难的，但这并非不可能。事实上，这正是战争时期的典型做法。

正常情况下是不同的，因为此时产能利用率受其正常水平的调

节。工资份额与利润率的反向关系随之出现。这不仅仅是一个古典流

派的观点，因为即使是凯恩斯也否认产能利用率从长期来看可以是一

个自由变量的概念，并承认失业将会侵蚀实际工资（这一点恰好非常

重要，因为随之而来的利润上升会刺激经济增长并减少失业）。[3]

古典流派的观点与凯恩斯主义理论不同，前者认为在正常情况下，失

业率也不再是一个自由变量，而是由正常的非自愿失业率，即一个正

常规模的产业后备军调节。这源于竞争本身的运行，而不是新古典声

称的“不完全（竞争）”。

凯恩斯主义者认为失业率是一个可以达到社会期望水平的自由变

量，但是要以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为代价。古典流派则认为劳动力和

资本之间给定的权力结构平衡将带来某一正常的失业率。向经济中注

入总需求必然会降低实际失业率，但随着其下降到正常失业率之下，

工资份额将会开始上升，同时与最大利润率的变化趋势相比，利润率

将会下降。在某种程度上，这将减缓经济增长，失业率将再次上升，

因此经济增长刺激的力度要不增强，才能使失业率维持在正常失业率

水平之下（见15.7节）。这并不需要直接转化为通货膨胀，更不用说

恶性通货膨胀——其幽灵常萦绕在央行官员的心中。但它会倾向于提

高工资份额，降低利润率。积累率取决于利润率与利率之差。只要利

润率（即最大可持续增长率）与增长率相比下降了，增长-利用率就将

上升，此时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经济将变得更易发生通货膨

胀。而是否会真正引发通货膨胀则取决于新购买力的创造速度。最

后，正如20世纪80年代美国所做的那样，通过改变工资份额菲利普斯

曲线，正常失业率本身可以被降低。

因此，除了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等标准措施外，我们还可以增加

以下内容。首先，使利率相对于利润率下降的政策将会提高增长率，



降低失业率，同时通过降低增长-利用率减小通货膨胀的潜在可能性

——实际上，这正是滞胀危机以来的30多年中整个发达世界的央行所

采取的措施。当然，尽管它使通货膨胀率维持在低水平，但也引发了

全球金融泡沫。其次，工资份额的增加可以被持续抑制，这可以采取

抑制工资增长或提高生产率增长的形式，正如许多国家在它们的发展

进程中所做的那样。这种直接干预可能也会使工资曲线向正常失业率

更低的方向移动。另外，如美国与英国在20世纪80年代所做的，国家

主导的对劳动者的打击与加速的全球化相结合，也会产生同样的效

果，尽管其社会后果不尽相同。在这方面，人们可能会说国家在大萧

条时期支持劳工，却在大滞胀时期打击劳工。现在，这个问题再次浮

出水面。

萧条重演。同样的道理，复苏也会重演。因此，最后不妨思考一

下回归正常时期会造成的长期影响。我将本书的重点放在对发达国家

的动态分析上，并坚信这是分析世界范围内发展与欠发展状况的必要

起点。例如，对国际竞争分析提供了对后一个问题的直接的分析路

径，对增长、总需求、利润率和通货膨胀之间的宏观经济关系的分析

也是如此。失业理论尤其重要。我认为工资、生产率和利润率之间的

国家关系导致了持续的全国失业率。把该系统作为一个整体来看，这

些国家的失业工人加起来就成为全球性的产业后备军。企业始终知道

这一点。甚至在危机之前，据估计2005年全世界就有1.92亿人失业。

这是官方的量度数据，没有考虑到兼职，忽略了“不知出于什么原因

而不愿意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那些人”（ILO 2006，2 text and n.

4）。如前所述，基于美国的数据，并将丢失的部分考虑在内，调整之

后的数字会增加1.8倍，达到约3.5亿人。危机中经过类似调整的失业

人口总数为3.6亿，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与印度强劲的就业增长抵

消了西方就业放缓的影响。因此，问题演变为：经济复苏是否会大大

减少这个失业劳工群体？我认为不会，因为即使对劳动者的需求随产

出的增加而增加，它同时也会因生产率的持续增长而下降。问题的关

键在于单个资本必须提高生产率，以降低单位劳动力成本，从而有效



地竞争并继续增长。危机前的失业劳动者群体正是这一综合效应的证

明。

[1] 全部引言见网站 http://www.csmonitor.com/World/Europe/2010/0625/G20-

summit-an-economic-clash-of-civilizations。

[2] “罗斯福与当时的通货膨胀鹰派决定挤破他们认为的股市泡沫，将通货膨胀消灭在

萌芽状态。在这方面，平衡预算是重要的一步，但美联储向银行要求更高额准备金的政策也

大幅收紧了经济。……1937年，尽管经济活动明显下滑，罗斯福仍然继续推进财政紧缩。

1938财年的预算几乎是平衡的……结果便是一个巨大的经济倒退：GDP下降和失业率上升”

（Bartlett 2010）。

[3] 第12章指出，凯恩斯否认了卡莱茨基认为产能利用率即使从长期看也会与正常水平

不同的说法。12.3.3小节指出，凯恩斯承认持续的失业最终会侵蚀实际工资。



16.5 经济学理论的作用

在本章结束，我将回到本书的主题，即理论对理解经济来说是重

要的。现代正统理论与后凯恩斯主义非正统理论都运用了“不完全竞

争”的方法来研究资本主义的运行。正统经济学以完全竞争、萨伊定

律与充分就业为起点，随后通过向完全竞争机制中“倒入一桶沙”得

出货币和总需求的真实影响（Snowdon and Vane 2005，365）。后凯

恩斯主义直接从凯恩斯定律和不充分就业出发，以不完全竞争为理论

基础。我采取了不同的理论路径。我从真实竞争理论出发并将其作为

总需求理论与持续失业理论（利润率在微观与宏观层面皆起决定性作

用）的基础。我认为这实际上是凯恩斯主义理论的恰当的基础。在每

一步，我都努力处理相关经验证据，以便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个动荡并

持续运动的系统的真实模式上，而不是理论争辩上。



17

总结和结论



17.1 引言

我写本书的目的很简单，就是想向读者证明，即使不借用诸如超

理性、最优化、完全竞争、完全信息、代表性行为人或所谓的理性预

期等概念，也可以推导出经济分析中的许多关键命题，包括需求和供

给定律、工资和利润率的决定、技术变革、相对价格、利率、债券和

股票价格、汇率、贸易条件和贸易差额、经济增长、失业、通货膨胀

和以周期性复现的普遍性危机收尾的长期繁荣。在讨论每一个问题

时，本书都会把发展起来的理论应用于现代的经验性模式，并将其与

新古典主义、凯恩斯主义和后凯恩斯主义分析相同问题时所使用的方

法进行对比。本书的分析对象是资本主义经济学，与此相关的经济学

思想也是用上述方式处理的。我认为，这种研究方法与古典经济学家

以及凯恩斯和卡莱茨基解决此类问题所使用的方法一脉相承。

在凯恩斯所处的时代，正统经济学无法解释他所观察到的现实世

界，因此他致力于构建一个全新的宏观经济分析基础。然而，众所周

知，他拒绝将自己的有效需求理论建立在不完全竞争理论之上。卡莱

茨基率先在“纯”竞争的假设下发展了自己的总需求分析方法（见第

12章），但又在观察真实经济运行的基础上转向了一种与前者完全不

同的定价理论（见8.1.9小节）。在本书中，我坚持认为，有效需求理

论甚至是卡莱茨基的定价理论都应该建立在我称之为真实竞争的基础

之上才更妥当，因为正是真实竞争构成了本书所确认和检验的许多经

济模式背后的驱动力（见第13章）。这使我的分析与正统经济学和非

正统经济学中占支配地位的分析传统都不同，它们二者都严重依赖一

种有关经济系统的“不完全主义”视角。我对我的许多凯恩斯主义或

后凯恩斯主义朋友都建议道，我们应该抛弃完全竞争总是恰当的这一

论断，也应该拒绝将所观察到的现实现象归咎于特定历史条件下出现



的不完全（竞争）。资本主义的经济动力来源于竞争本身。这世上从

来没有什么“伊甸园”，我们当前的状况也不是它的缺失所造成的。

17.1.1 完全竞争与不完全竞争

类似的说法也适用于超理性理论。它作为对经济行为的描述是一

个奇怪的概念，作为一种文化理想则更是极具侮辱性。的确，家庭和

企业要进行选择，它们的选择也相当重要，但它们做出决策的依据是

千汇万状、变化多端的，受各种盘根错节的力量影响，这些力量往往

根植于性别、种族、国籍、社群、宗教和个人的过往经历，但又不局

限于此（见第3章）。行为经济学已经日益发展成探寻个体行为与超理

性理论相悖之处的沃土，正如早前不完全竞争理论不断发现完全竞争

理论不适用于真实的企业行为一样（见第8章）。如果我们突然意识到

狼实际上不与羊生活在一起，玫瑰确实是带着刺的，接下来会怎么

样？倘若我们要研究的是经济行为本身，而不是它与某种社会理想间

的距离，我们就应该马上接受它。这样一来，问题就变成我们怎样才

能更好地吸收这类全新的信息。我们可以试图修正和改善现有范式，

使之足以囊括相异事实，以此作为保全旧理论的手段。或者，我们也

可以转向一个完全不同的理论基础，使现实本身变成一个合理的存

在。现代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仍拘囿于第一种模式◎。

17.1.2 内部批判

正是基于这些原因，我相对而言没太关注对标准理论进行的纯粹

内部批判，比如资本理论中的再转换问题或那些将规模报酬递增引入

完全竞争理论的研究。尽管这些可能是非常重要的尝试，但是，为了

对它进行内部批判，人们必须首先接受一个理论的大部分内容，这样

才能集中精力攻击其中最薄弱的地方。即便这些尝试取得成功（也得

到正统经济学的承认，不过这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它们也无法告诉



我们：面对旧理论的一地瓦砾，我们如何才能建立起全新的理论大

厦？事实上，这样一种策略往往把我们束缚在正被批判的理论框架之

中，并纠缠于那些起初因为战略目的才接受的命题（Chiodi and

Ditta 2008，introduction，9-12）。



17.2 古典竞争理论的含义与应用

由于本书的基本理论已在引言部分做了总括，在此，我将评论本

书中无法详述的一些理论应用和拓展。

17.2.1 异质行为下的规律性模式

本书的一个重要发现是，尽管异质经济单位（个人或企业）采取

不断改变的行动策略，具备相互矛盾的预期，但规律性的模式仍会从

它们的互动中浮现，这是因为总体结果对微观细节“高度不敏感”。

在这个框架中，超理性概念不是必需的，因为没有它同样可以推导出

所观察到的模式，或者也可以说它是没用的，因为它没有抓住表象之

下的驱动力。举例来说，洛特卡－沃尔泰拉方程最早于20世纪初被提

出，描述的是动植物界捕食者与猎物之间的关系，它的变体后来也应

用于对驼鹿与狼以及很多其他物种的关系建模（Berryman 1992;

Jost，Devulder，Vucetich，Peterson，and Arditi 2005）。古德温

（1967）借用同样的方程来描绘马克思理论中工资、利润与失业相互

之间动态作用所产生的持续性失业（见第14章）。无论是植物、动物

还是相互竞争的社会阶级，也无论它们是否拥有理性预期，这些模型

都不曾假设它们进行了理性决策。即便如此，宾默尔（2007，2）仍主

张理性选择理论是合理的，他的理由是，哪怕是像“蜘蛛和鱼”这样

“不会思考的动物”，“最终也会仿佛有理性一样地行动”。但是，

如果我们无须做出任何此类假设也能构建出总体互动，如果我们同时

也深知个体行为并不遵循此类规则，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反过来

说，我们实际上并不需要这一假设呢？将从神经生物学到商业广告学

的各个不同学科的发现综合起来或许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但是从科学

研究的角度来看，只有这样做才是恰当的。与此同时，我们也确实知

道，很多常见的经济现象可以从其自身出发去理解（见第3章）。



在一篇颇具启发性的文章中，数学家、物理学家J.多因·法默针

对正统经济学与物理学之间的本质区别做了如下评述：

尽管人们常说经济学太像物理学了，但是对一名物理学家而

言，经济学与物理学一点儿也不像。二者之间的差异源于它们所使

用的科学方法不同：理论经济学的研究是自上而下的，假说和缜密

的数学推导比经验验证更为重要；物理学则恰恰相反，奉行的是牛

顿式的自下而上的“实验哲学”，首先从现象中推导出假说，而后

才归纳成为一般理论……如果经济学家真的想把经验验证作为评判

理论的终极手段……［这］将迫使他们不得不开始接受其他的研究

思路。（Farmer 2013，abstract）

古典方法以观察实际模式与结果为基础，而新古典传统则以它们

的理想化为基础。抽象的方法在两种学术流派中起着不同的作用：对

于前者，抽象化意味着典型化；对于后者，抽象化就是理想化。在古

典学说中，最终目标是通过逐步引入具体影响因素以使理论渐渐贴近

现实。但在新古典学说中，现实从一开始就被置于被告席上，并因无

法达到理想化的标准而被宣告有罪。具体化问题在科学领域也并不陌

生。在牛顿的理论中，所有质量体在真空中以同样的速度下落，但在

流体环境如空气中，它们以不同的速度下落，这取决于其形状、质量

及物质构成。万有引力定律的解释力在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中得到了

强化。诚然，在“理想的真空环境”中得到的结论更加简单，但它既

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也不是完美的。而且，从［自然］科学的角度而

言，比较炮弹与羽毛在空气中的运行轨迹的差异反倒是更有意思的问

题。

现在我们来讨论经济的长期波动。图17.1刻画了图16.1所展示的

长期数据，此处的数据已使用HP滤波法进行平滑处理。1897—1983

年，平滑数据显示了两条明显的长期波动曲线：1897—1939年（42

年）和1939—1983年（44年），均是从波谷到波谷。在每次波峰出现



之后的8~9年，普遍性危机便爆发一次，每一次影响都大致持续18年。

在2003年，我开始刻画两条波动曲线的平均值（虚线），它（平均

值）与在当时已显而易见的2000年的波峰相一致，从而我预测下一次

危机将于2008—2009年爆发，并将持续至2018年。这种方法尽管很粗

糙，但相当有效。我们所关心的是，如何用认为资本积累由利润率驱

动的古典经济学视角来解释这一长期波动中的时间间隔问题（Shaikh

1992）。

图17.1 从过去的长波看2007年全球危机

17.2.2 均等化倾向：稳定的工资率与利润率的分配
基础

古典理论假设，竞争使同类产品的价格、同类劳动的工资率和同

类风险的利润率在动荡中趋向均等化。以价格为例，在最大限度地抽

象化之后，技术选择使任何一个给定行业内部使用同样的生产方式，



而生产者之间的竞争使行业内部的价格大体上保持一致。这里有两点

需要注意。首先，即使在这些最简化的条件下，由于价格总是围绕着

它们的标准点上下波动，所以价格的均等化过程包含着持续的波动。

其次，这个假设中并没有给出一般价格的确切值，因此我们必须重新

研究不同行业之间的竞争：在每个行业中，资本的流动都引致了一个

特定价格。确保不同行业都有相同利润率的生产价格，则再一次成为

实际价格围绕其波动的引力中心。

一旦我们承认技术变革在持续进行，便很容易知道，旧技术的不

断退废和新技术的不断引进会产生一个不同企业之间的技术分布。拥

有新技术的企业将可以通过降价扩大市场份额，这迫使市场中使用现

有技术的其他企业做出回应：如果它们也降低价格至完全相同的水

平，它们的单位产出利润量将下降，但可以保住市场份额；如果它们

拒绝改变其价格，那么能够保持单位产出利润量不变，但将丧失其市

场份额。基于各自不同的具体情况，企业会做出不同的反应，从而产

生了一系列不同的销售价格。可以发现，更低的价格总是与更低的成

本相联系。既然不同企业的成本和价格有所不同，那么单位产出利润

量和利润率也会有所不同。在这种情况下，新进入某一行业的资本将

会流向现有条件下成本最低的生产方式。同时，行业间的资本流动也

会使这些生产实践中表现最佳的（调节）资本的利润率在动荡中趋向

均等化。尽管在最大限度地抽象化之后，竞争看起来在一个行业内导

致了相同的技术和相同的价格，或者说导致了每个变量成为一个单一

点，但在更具体的层面，竞争使每一个变量都拥有并保持着自己的分

布（见第7章）。

对工资率的分析也遵循相似的逻辑。如果真实工资在一些企业中

较高而在另一些企业中较低，那么寻找工作的劳动力供给就会对前者

增加，而对后者减少。这样抽象化处理之后，企业间的工资率将在动

荡中趋向均等化，因而不同行业间的工资率也将在动荡中趋于均等

化。就像商品的销售价格一样，我们只知道有一个一般的工资率，但

不知道其确切值。正是在这里，劳动力（可工作的人力资本）与其他



商品的差别变得尤为重要。对一般的商品而言，它们既被资本生产也

为资本使用，将拥有一个特定的价格，以确保其生产的正常利润率。

但对于劳动力，尽管它为资本使用，却不是资本所生产的。再者，这

种能力是一个有自主意识的主体（工人）的所有品。因此，为了获取

并利用这种能力，作为雇佣者的资本家必须采取一些资本主义生产之

外的手段，并总是需要应对工人们的反应甚至是偶尔的公开反抗（见

第4章）。

在更具体的层面，对于任意一个给定的职业，劳动力的流动都将

使工资率趋向均等化。由于不同企业涉及的职业不同，因此其平均工

资也不同。在每个企业内部，争取更高工资和更好工作条件的斗争，

都会带来货币价值增加值的某种特定分割，故而导致特定的利润水

平。在这个过程中，资本家试图压低工资而工人试图抬高工资。因

此，工资斗争受限于它们自己对利润率的总反馈，而利润率反过来影

响工人的就业水平（见第14章）。在具体层面，其他限制因素的相关

性也变得明显起来。工人受到其家庭住址、所在社群和所处文化的约

束，因而工资差异必须超过某一显著阈值，才能成功激励工人流动。

工人也必须将他们各自不同的风险和成本考虑在内。单单这一点，便

可以在特定的劳动类型中保持持续的工资差异。到了工厂车间的层

面，一系列不同的因素便开始发挥作用。博特威尼克（1993，chs. 6-

8）在他开创性的著作《持续的不公平：资本主义竞争下的工资差异》

中写道：真实竞争下的工资谈判受到具体情况的限制，从而产生持续

性的工资差异。他特别提到，由于不同行业间调节资本（价格领导

者）的利润率是均等化的，资本－劳动比较高的行业的调节资本就必

然有较高的单位产出利润量。这样一来，当竞争迫使其对较高成本做

出反应并调整相关价格以恢复相同利润率的时候，它们能够更容易地

消化工资增长带来的影响。资本密集型行业往往有更高的固定成本，

这导致这些行业对怠工和罢工的影响更为敏感。与此同时，由于劳动

力成本在总成本中占比相对较小，这些行业也更能够容忍工资增长。

仅在此基础上就可以得出，对任意给定的劳工组织的力量，资本密集



型行业的调节资本往往都有更高的工资率。非调节资本的价格由调节

资本的生产价格决定，因此非调节资本整体而言更为脆弱，劳动力成

本的增加将对它们的利润率造成更严重的影响，故而非调节资本的工

资率往往会更低。[1]这些讨论使我们进而探讨工资分布的形状和函数

形式。这在生物学与物理学领域是常见的问题，而自1897年帕累托对

财富和收入分布的研究之后，这也名副其实地成了经济学研究的一部

分（Pareto 1964，299-345; Johnson，Kotz，Balakrishnan 1994;

Kleiber and Kotz 2003）。

17.2.3 从工资与利润率分布到总体收入分布

在具体层面，就像不同企业的竞争性利润率因企业在行业内所处

的等级不同而存在差异一样，竞争性工资率因为特定的情境条件，在

不同职业之间甚至在同一职业内部都有所差异。持续存在于工资和利

润率之间的竞争差异进而直接影响了个人收入的分布。工资率是劳动

收入分布的基础，而利润率通过影响利率和股票与债券收益，成为财

产性收入分布的基础（Shaikh and Tonak 1994，35-37，56，220）。

对资本主义社会收入分配的研究可以追溯到1897年，当时帕累托

发现了基于财产的收入似乎符合幂数定律，我们如今称之为帕累托分

布。现代的证据证实了这一定律适用于收入分布的上侧尾部（即收入

最高的层级），但不适用于较低层级。物理学家雅科文科及其合著者

近期在该方面取得了开拓性进展，他们从经济物理学角度提出了收入

分配的“两阶级”理论（EPTC）。他们提出，理论上，劳动收入大致

上服从指数分布（或者热分布），而财产性收入服从帕累托分布（或

者超热分布）。当然，个体的个人收入可能同时包含上述两种类型，

但有理由认为，前者主导着较低层级的收入，而后者主导着最高层级

的收入。经济物理学“两阶级”团队搜集了充足的经验证据，证明美

国个人收入分布中的后97%~99%大致服从指数分布，而前1%~3%则大致

服从帕累托分布。他们同时提供了一种十分巧妙的方法将两种分布结



合在一起，从而得到了对总体收入分配的一个有效且高度相符的近似

（ Dragulescu and Yakovenko 2001 ， 358; Silva and Yakovenko

2004 ， 2; Yakovenko and Barkley Rosser 2009; Jagielski and

Kutner 2013）。

指数分布有这样的性质：其累积概率的自然对数与其面元大小呈

线性关系，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将前者取对数标尺，后者取算术标尺

来做图，那么将会得到一条直线。图17.2显示了经对数－线性标尺处

理过的2011年美国国税局（IRS）的个人收入数据，我们可以看到，收

入不超过200 000美元的后97%人口的收入情况接近理论假设的用虚线

表示的对数分布（数据见附录17.1）。[2]此外，帕累托分布有这样的

性质：其累积概率的自然对数与其面元大小的自然对数呈线性关系。

在图17.3中，在对数－对数标尺下，超过200 000美元部分的收入的确

符合一条线性轨迹。经济物理学“两阶级”团队表示，1983—2001年

中的每一年，美国的收入情况都符合同样的规律，在日本和英国也是

如此（Yakovenko 2007，13-15）。



图17.2 低于200 000美元的个人收入分布自上而下的累积概率

资料来源：美国2011年美国国税局数据：对数-线性标尺。

经济物理学“两阶级”的论证还得到其他一些惊人的结果。首

先，令y=个体收入的观测值， =收入分布的均值，那么，对于指数分

布，收入大于y的累积概率为 ，这使得该式中标准化收入的

表达式 是无参数的。[3]这样，所有年份的标准化劳动收入基本上

会落在同样的概率分布曲线Φ（y）上，这与得出的结果高度吻合

（Silva and Yakovenko 2004）。其次，指数分布的基尼系数为

0.50，事实证明，不同年份实际劳动收入分布的基尼系数都十分接近

这一理论值。事实上，图17.2所刻画的2011年美国国税局的数据的基

尼系数为0.492。最近，谢克、帕帕尼古拉乌和韦纳（2014）使用1996

—2008年美国按性别和种族分类的小组的劳动收入对经济物理学“两

阶级”的假说进行了检验。结果是，男性的平均收入比女性更高，白



人的平均收入比非裔美国人更高（BLS，2008）。众所周知，社会政策

会影响人们的收入差距。然而，我们惊奇地发现，每个小组内，所有

年份的税前劳动收入的分布竟都与指数分布相当接近。问题在于，这

是为什么？

图17.3 高于200 000美元的个人收入分布自上而下的累积概率

资料来源：2011年美国国税局数据，对数-对数标尺，见附录17.1。

雅科文科等提出，可以使用能量守恒定律下的粒子碰撞进行类

比，在商品服务交易的主体之间存在的货币交换导致了货币持有量的

指数分布（Yakovenko 2007，3-9）。尽管这种类比可能为处理社会再

生产过程中的货币存量问题提供了一种富有成效的方法，但它并不能

真实地反映劳动收入流量的分布。通过综合企业生产条件真实竞争的

影响以及工人工资和工作条件真实竞争的影响，我们可以发展出另一

种［解释］框架。在前一维度上，新兴企业拥有持续进行低成本生产



的生产条件，其产生的影响导致新企业和旧企业之间、调节资本和非

调节资本之间的持续差异（见7.5节）。在后一维度上，劳动力的流动

使任一给定职业中的工资率都动荡地趋向均等化。由于不同企业涉及

的职业不同，这种综合影响通过影响企业的利润率带来了企业间不同

的平均工资。如果我们建立一个工资率的矩阵，行代表职业，列代表

企业，那么任意给定的元素wij就代表第j种行业中第i种职业的货币工

资率◎。问题在于，是哪一些因素决定了这些工资率的分布？

为了和14.2.3小节的论述保持一致，我们可以通过一个联动参数

βijt将任意t时刻的wijt和相应的第i个企业的每一个工人的货币价值

增加值yit联系起来。βijt表示了劳动强度和职业特性的共同作用。

所有的变量都根据其在任意给定年份的平均值进行了标准化处理。通

过以上假设，我们可以得到不同时间的（相对）工资所对应的百分比

变动。

在以上方程中，wijt 、βijt 和yit 都取正值，同时，由于它们

都根据平均值标准化处理过，在每个时间段，各个变量都大致分布在1

周围。如果联动参数分布和价值增加值分布的变动都较为缓慢，那么

在方程（17.2）中，我们可有 ，其中ε1、

ε2表示零均值随机变量。或者，若不如此，我们可以在方程（17.3）

中有 。用ε表示两组随机变量其中任一组之和，联立方

程（17.2）和方程（17.3），我们可以得到：



众所周知，第一个关系式表明货币工资服从指数概率分布，第二

个关系式表明货币工资服从可用指数分布进行近似的伽马分布

（Yakovenko 2007，4-9，and figs. 1-7，5-13）。这两个关系式都

可以很容易地用电子表格模拟得出。[4]重要之处在于，这些结果可以

作为古典学派传统的总的结构性命题而推导出来。一个引人注目的经

验性证明来自美国劳工统计局统计的2013年819个细分行业的员工薪酬

数据，尽管这些数据已经是高度总体化的，但它们依然显示出一个基

尼 系 数 为 0.45 的 近 似 指 数 分 布 的 伽 马 分 布 ，

（http://www.bls.gov/pes/current/oes_nat.htm#00-0000）。这一

点相当重要，因为我们原本期望总体数据能够使不平等程度有所降

低，因为在极限情况下，在总体层面只有一个工资水平，因而没有任

何差异。

17.2.4 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和收入的阶级分布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收入不平等情况已严重恶化，在富裕国家

中，美国的情况最为严重。1982—2012年，美国收入最高的10%人口占

有的总收入份额已从35%升至51%，收入最高的1%人口占有的总收入份

额已从10%升至23%。换句话说，收入最高的10%人口的收入份额几乎增

加了50%，而收入最高的1%人口的收入份额增加了130%。在1993—2012

年的20年间，收入最高的1%人口的平均收入增长率比后99%人口的平均

收入增长率高13倍（Saez 2013，figs. 1-2，table 1）。更有甚者，

尽管对向上流动的呼吁在政坛广受欢迎，但“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

上一年收入处于最高1%的人下一年依然保持相同收入层级的概率很是

稳定”（5n6）。



高收入中包括利润、红利、利息、租金以及资本所得，似乎“此

类收入在20世纪70年代激增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高收入员工或者新兴

企业家［的］最高工资和薪金经历了爆炸式增长……”（Saez 2013，

2）。在这个薪级上，红利和股票期权扮演着重要角色（Seskin and

Parker 1998，M8），它们可被视为这些个体对其拥有或为之工作的企

业利润的收益权。因此，20世纪80年代利润－工资比的显著升高（见

第14章和第16章）为随后总体收入不平等的急剧恶化提供了物质基

础。

这实际上正是经济物理学“两阶级”的研究所暗指的。如果劳动

收入服从指数分布，那么它的基尼系数便必然固定在0.5。于是，总收

入分布基尼系数的提高便必然源于财产性收入相对于劳动收入的增

加。事实上，经济物理学“两阶级”团队明确将财产性收入的增加与

证券市场价格的提高相联系（Silva and Yakovenko 2004，3）。谢克

和拉杰卜（2007）论证了总体基尼系数（ ）仅仅由总收入中财产性

收入的占比（σPP）决定。收入不平等的总体程度最终取决于利润－

工资比，也就是说，取决于价值增加值的基础分配。这从根本上来说

是一个古典主义的结果。

[1] 这一点由博特威尼克从工种内工资差异中总结得出，尤其是在古典经济学对此的研究

方式与新古典“人力资本”理论相当不同的情况下，关于这一点进一步的分析很可能将取得丰

硕成果（Shaikh 1973，ch 4，sec. 4; Steedman 1977，ch. 7; Botwinick 1993，11–

13，67，266–267; Kurz and Salvadori 1995，322–334）。

[2] 美国国税局的原始数据未标准面元化，因此面元大小不是固定的（数据见附录

17.1）。

[3] 由于 ，我们可以通过对任意给定年份劳动收入分配的lnΦ(y)做关于y的

回归分析，从而得到 的估计值。

[4] 方程（17.4）表示累加误差的过程 ，方程（17.5）表示累乘误差的

过程 ，就算是在电子表格中，两者也可以容易地模拟得出：假设初始时有500

单位从0到1的标准化工资（例如使用相应约束下的均匀分布的随机变量），得到其初始分布；



以工资为正为约束，在每个连续时期，使用第i个零均值高斯误差修正之前第i时期的工资（也

就是说，如果递推出现了负值，就将这一期的收入设为正的收入最小值，该最小值本身也可以

是0到某种最小收入之间的随机值）。经过多次递推之后，累加误差的分布将逐渐稳定呈现指

数分布的形式，而累乘误差的分布将趋向类伽马分布的形式，而伽马分布可以由一个指数分布

进行近似，在两种情况下，累积概率的分布都近似于一条直线（见17.3节和图17.2）。



17.3 工资、税收和社会净工资

如果将国家纳入我们的考虑范畴，那么对收入分配的分析就将增

加一个全新的维度。国家可以直接干预资本与工人之间的力量对比，

正如在里根与撒切尔夫人开启的新自由主义时代，国家下手可是毫不

迟疑。这种干预遏制了实际工资的增长，从而降低了工资份额，同时

提高了利润所占的份额（见第14章）。通货膨胀同样会侵蚀实际工

资，如果工人的势力已被削弱，那么情况只会更加严重（见第15

章）。从另一方面来说，财政政策可以促进产出和就业大幅增长，但

紧缩的政策同样会使之萎缩（见第16章）。上述种种通过影响利润和

工资的绝对水平与相对水平，都会改变收入的分配情况。

我们知道，税收、转移支付与补贴都对税后收入的分配有直接影

响，但还有一点少有人提及——对工人生活水平的影响。工人们依照

某种生活水平的目标值，就名义工资与资本家讨价还价。税收会直接

减少工人的可支配收入，但只要社会支出为他们提供合意的产品和服

务，税收造成的损失就能被抵消。这是福利国家福利制度的一个重要

方面，关于福利国家的兴衰，我已在他处做了详细记录（Shaikh

2003b）。在此，我所关心的是，社会支出如何影响了工人的生活水

平。

工资和薪金的所得者（此处将其定义为不包括首席执行官等高层

管理人员的工人）所获得的社会福利包括对卫生、教育、福利金、住

房、交通、公园、娱乐等方面的社会支出和转移支付；税收包括该群

体直接缴纳的所得税、社会保障税、财产税和其他的直接税。社会支

出和税收之间的差额，我们称之为社会净工资。我们惊讶地发现，在

经合组织主要成员中，1960—1987年，每一年社会净收入的GDP占比总

是3%~6%。英国的平均值为5.4%，加拿大为4.8%，德国为3.9%，澳大利

亚为3.7%。作为福利国家代表的瑞士，其平均值仅有1.20%，而作为非



福利国家代表的美国，其平均值为-0.16%。平均而言，在这6个国家

中，社会净工资占GDP的比重只有1.8%，占员工薪资的比重只有2.2%。

这些惊人的结果告诉我们，即便是在最好的福利国家中，社会支出和

税收所发挥的作用，与其说是提高了平均水平，不如说是对工人的生

活水平做了再分配。总体而言，工人们支付了他们所得到的大部分社

会福利（Shaikh 2003b，543-545）。



17.4 托马斯·皮凯蒂

前面的分析为包括皮凯蒂颇具影响力的畅销书《21世纪资本论》

在内的对不平等的研究提供了理论框架。这里，我意在指出自己书中

的论述是如何解释皮凯蒂的问题的。对他著作更完整的探讨请见其他

相关著作。皮凯蒂的著作基于他本人、阿特金森、赛斯以及其他研究

人员的一项开创性的工作（Piketty 2014，17-18）。他们在世界顶级

收入数据库中提供的数据已经改变了我们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

（http://topincomes.g-mond.parisschoolofeconomics.eu/#）。他

们的研究代表了一种向传统的回归，即基于现实情况进行经济学分析

以发现资本主义的结构性特征。皮凯蒂本人反对对市场的盲目崇拜，

因为“价格体系既不考虑受到的限制，也不考虑道德因素”，他批判

正统经济学“不惜以牺牲历史研究为代价的对数学的幼稚激情，和纯

理论的往往高度理想化的推断”，这使“这个职业……甚至在不知道

要解释什么事实的情况下大量生产纯理论结果”（6，31-32）。我要

补充的是，这种问题并非出在对数学的使用本身，而在于经济学家出

于何种目的使用数学。

《21世纪资本论》从逻辑上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书中展示

了收入和财富分配方面的经验发现，进而引出中心论点：资本主义社

会存在加剧不平等的倾向，这一趋势仅仅在遭遇诸如世界大战、革

命、萧条之类的重大冲击时才有所中断。利润率超过增长率（r>g）的

趋势是导致这一点的关键机制，这是因为这种趋势使以财产性收入为

生的那群人积累财富的速度快于其他人，并进一步拉大了不同阶层的

差距。皮凯蒂谨慎地表示，他并没有谴责资本主义或不平等本身，而

是指出不可持续的不平等趋势正在削弱精英阶层的价值，这在他看来

对民主至关重要（Piketty 2014，26，31）。第二，书中从理论上论

述了背后的因果结构。在这里他很大程度上依赖正统经济学的理论，



包括总生产函数的概念、利润率取决于资本边际产量的相关观点，以

及资本存量增加则资本边际产量下降这一“明显”事实。[1]但于他

而言，关键问题在于如何处理利润占总产出的比重（他将其表示为

α）：由于我们已经将后者记作 ，因此似乎对他

来说，利润率的降低可以用资本－收入比（他记之为 ）的提高来

弥补，最后“一切都取决于变幻莫测的技术”（212-217）。第三，通

过他的理论视角解释的经验模式潜藏着一些政策含义，其中核心便是

“对全球资本实行累进税制，并确保较高的透明度”，这会帮助“民

主……重新取得对……全球化金融资本主义的控制权”（34-35，515-

521）。

从经验层面看，皮凯蒂所关心的是已实现的个人收入的最终分

配：劳动收入包括工资和薪金、失业补助和转移支付、分红和股票期

权等（Piketty 2014，477n9，602）；财产性收入包括租金、利息、

利润、资本收益、版税，以及来自土地、不动产、金融工具等的其他

收入（18，477n9，602）。我已经在17.2.3小节中指出，在发达经济

体中，个人收入中的工资和薪金的分布具有指数分布的特点，而财产

性收入则服从帕累托分布（后者在1897年由皮凯蒂的同胞维尔弗雷多

·帕累托对法国的研究中率先注意到），就像图17.2和图17.3分别所

示的美国2011年两者的情况。于是，收入不平等的总水平本质上取决

于财产性收入与劳动收入之比［见方程（17.6）］。[2]

从理论层面看，在古典经济学框架内，工资份额，故而利润份额

（ ），取决于失业程度以及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力量对比；资本－

产出比（ ）取决于单个企业间竞争引起的被迫降价所引致的技术

选择（见7.7节）；利润率（ ）则由上述两者共同决定。

如果有所谓总产出函数和“伪”边际产出，那么它们也不过是统计的

产物（见3.2.2小节）。在皮凯蒂的理论中，利润份额α≡r·β是利



润率和资本－收入比的乘积：因为随着资本存量的增加，资本的边际

产量减少，故而利润率随时间的推移而降低，那么，为了防止利润份

额被拉低，资本－收入比就必须上升；在古典经济学中，利润率是利

润份额和资本－产出比的比值，因此后者的增加是利润率下降的主要

原因（见6.8节）。最后，在古典经济学的观点中，利润率决定了利率

（见10.2节），而利润率和利率之差决定了增长率（见13.3节和14.7

节）。

皮凯蒂特别强调利润率r大于增长率g使财产性收入积累财富的速

度快于劳动收入，也使收入最高的10%和1%的阶层财富增长快于其他阶

层的事实。因此，不等式r>g是造成差距的根本力量（Piketty 2014，

26）。这一观点有两点古怪之处。第一点在于，古典经济学认为正常

利润率总比正常增长率高，其中，前者是剩余与资本存量的比率，后

者是剩余中再投资的部分与资本存量的比率（见15.4节和15.6节）。

那么，如果皮凯蒂的逻辑成立，资本主义将引发不断加剧的收入和财

富不平等。第二点在于皮凯蒂对利润率的经验性量度。他的数据表

明，尽管英国和法国的平均利润率在19世纪没有明显的长期趋势，但

在20世纪早期增长了一倍，在大萧条期间急剧上升，随后在1950年及

其后的大繁荣中同样急剧下降（202，figs. 6.3-6.4）。利润率是利

润份额（α）和资本－收入比（β）的比值，其中前者仅具有轻微的

下降趋势。因此，皮凯蒂所定义的利润率的剧烈波动显然是由资本－

收入比的剧烈波动导致的。我们可以预期，后者将在衰退中上升，这

是因为收入（以及利润）相对于现存的资本存量减少，故而降低了利

润率。同理，在繁荣时期会发生相反的情况。但皮凯蒂的数据与之恰

恰相反。

一旦我们意识到皮凯蒂对利润率的量度方式在逻辑上存在着不一

致，这些困惑就可以迎刃而解。他将利润定义为超过工资的价值增加

值（亦即净营业盈余），不包括来自土地和金融资产的资本收益，也

不包括被国民收入与生产账户视作“中间投入品”的实际利息支付和

租金支付。但是他对资本存量的衡量包括厂房、设备和土地、住宅不



动产、包括股票现值在内的净金融资产（Piketty 2014，41-43，48-

49，123）。他把资本视为“产生收入的资产”，这样一种对资本的量

度方法源自他跟踪财产性收入的直接来源的需要。但是，随后他未能

将这些资产的所有收益都计算在内，从而得到的是一个被急剧拉低了

的利润率水平。这也使利润率极易受到这些资产市场价值波动的影

响：在萧条期，此类资产贬值的速度快于固定资本，将明显提高利润

率，在繁荣时则与之相反。这就是皮凯蒂的利润率在大萧条时上升而

在20世纪下半叶的大繁荣中反而下降的原因。皮凯蒂似乎也对这个问

题有所认识，他表示，如果能将一些要素成功分离出来，他本可以将

对资本存量的统计口径缩小至设备和基础设施（47）。然而，他并没

有说明无法做到这一点会带来多么严重的后果。

从政治层面看，皮凯蒂建议对国际资本流动进行跟踪并征税，这

样全球资本就有可能被重新置于“民主”的统治之下。显然，他的关

注点仅仅局限在税后收入上。我们知道，在实践中，在战后时期的前

半段，由于工资份额的上升，总的税前收入不平等有所缓和；而在始

于20世纪8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时期，由于劳动者丧失了阵地，不平等

重新加剧［见方程（17.6）］。就此而论，总税前收入的不平等显然

对社会过程有反应，因而从这里开始政策分析是恰当的。另一个引人

注目的地方是，他表达了对某些政治制度的期待，希望“它们有可能

对如今全球承袭的资本主义进行公正而有效的调节”（Piketty

2014，471）。我们可以很轻易地反驳道，全球范围内的不平等和民主

缺失问题，就是由这些政治制度与承袭资本主义既得的“民主”利益

协助和教唆的。

[1] 但在另一处，皮凯蒂谈到“边际生产力幻觉”，他质疑最高层级薪酬的“爆炸性增

长”是否真的能被解释为顶端决策者边际生产力的激增（Piketty 2014，330-333）。

[2] 皮凯蒂（2014，266）计算税后及转移支付后的劳动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20~0.40，

这大大小于经济物理学“两阶级”团队所计算的税前劳动收入的基尼系数0.50（Dragulescu

and Yakovenko 2001，587）。但这是因为皮凯蒂将“重置收入”（退休金和失业补贴）和

转移支付都包括在劳动收入之中，这样做大大降低了“成年人劳动收入的不公平”的测量



值。他在书中提过，这些转移支付很大程度上来自劳动收入所缴纳的税款（475，477 text

and n.9，602）。在这种情况下，他应当先将税收排除——这样所计算的不平等程度就能和

经济物理学“两阶级”团队所计算的保持一致了。



17.5 发达与不发达

当我们考虑全球经济时，所有的具体因素都得到加强。在商品与

资本流动方面，运输成本、税收和关税的影响更加显著；在劳动力流

动方面，历史、文化和国家的制约也发挥着更加重要的作用。出现这

种现象的环境和背景本身十分重要。对于原住民的殖民、掠夺、奴役

和屠杀，对潜在竞争者的有目的的摧毁，以及财富向富裕国家的大规

模转移，都涵括于全球化的概念之中。

正统经济学及其在国际机构中的同盟向人们宣扬完全竞争的愿景

和理想化的宏观经济学结果，以证明对市场产生更大依赖的合理性，

通过限制工会、增强雇主权力提升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的合理

性，使国有企业更加私有化以使其资产和员工能为国内外资本所用的

合理性，以及向外国资本和商品开放国内市场的合理性（Friedman

2002）。作为反击，在通常情况下，非正统经济学则认为，自由竞争

早已不复存在，因此新自由主义据此所推断的自由贸易理论已失去意

义。在指出正统经济学理论和经济现实之间的不符之时，非正统经济

学犯了一个错误，它们认为完全竞争和比较优势理论“曾经”适用。

我已详细论证，通过引入各种不完全竞争修正完全竞争，只会将非正

统经济学拘囿在它意图抛弃的理论框架之内。没有完全竞争，就没有

不完全竞争，而在这个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完全竞争（见第7~8章和

第11章）。

加入世界市场已经变成一个日益显著的经济发展的特征：1965—

2006年，发展中国家的出口额占世界贸易额的比重从14.1%增至

34.1%，其进口额的比重从14.1%上升至29.4%，这两项指标都高于发展

中国家占世界GDP的比重（Nayyar 2009，14）。与此同时，发展中国

家占世界工业总产出的比重也大幅上升，在2005年已是1970年的三

倍。但这并非“市场的魔法”，而应该说：



在后殖民时代的那些工业化后进国家中，是发展战略和经济政

策起到了重要作用，它们创造了发展的初始条件，并奠定了发展的

必备基础。饱受诟病的进口替代驱动型工业化战略，在这个赶超过

程中做出了关键性贡献……在这个过程中，国家的作用是至关重要

的。工业化并非设定合理的价格，而是让国家合理地干预。事实

上，即使是在那些被称为成功典范的东亚小国中，国家“看得见的

手”也比市场“看不见的手”发挥了更大的作用。此外，在工业化

赶超中起到基础作用的还有以下因素：技术引进、强力的学习过

程、个人管理才能和企业科技能力的创造、在各种不同的工商企业

中培育企业家和企业等。（Nayyar 2009，22-23）

从这个角度而言，现代国家成功发展的路径与早前的模式十分相

似，在当时，现在的发达国家也正是通过贸易保护主义和国家干预手

段支持自身的崛起的（Agosim and Tussie 1993; Rodrikk 2001;

Chang 2002a）。

此处需要注意的是，只有最终创造出有国际竞争力的生产者，贸

易保护和国家干预才能在世界市场上取得成功（Amsden 1992;

Chibber 2003）。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就必须明确，国际竞争在很大

程度上与国内竞争有相同的作用机制：绝对成本优势最为重要，因为

国际竞争所青睐的是低成本生产者（见第11章）。工资和利润之间的

反向相关关系（见第14章）是寻求低工资和廉价资源的资本流动的原

因，也是资本不断向地方当局、亲缘和宗教网络甚至民族国家寻求优

待的原因。若没有全球竞争的引力场中所发出的竞争压力，所有这些

便都无关紧要了。如果我们未能理解这些资本主义背后普遍准则的具

体形式，就会产生对于发展进程的严重误解（Chibber 2003，chs.

5，6，9，11; Chatterjee 2013; Chibber 2014）。

有关发展文献的第二个主要分歧存在于正统的和非正统的宏观经

济理论中。面对充分就业理性预期模型的荒谬，转向需求约束型失业

的垄断加成模型便似乎有了其合理性（Baghirathan，Radar，and



Taylor 2004）。在后凯恩斯主义理论中，企业被免于竞争，并且单个

企业的需求压力能够通过适当的价格加成创造出人们希望有的利润。

总的结论便成了：政府可以通过适当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使就业接

近充分水平。但我们已经看到，即使是在发达国家中，此类政策也不

曾成功（见第12章）。事实上，古典主义的观点是，竞争创造并保持

了一个“正常的”失业工人的储备池，因此为了消除失业而刺激经济

的努力不会成功——除非有如下政策的配合，即使生产率的提高快于

实际工资的提高，并以此抵消对利润率产生的任何负面影响，换句话

说，除非它们能阻止实际单位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见第14章）。国际

竞争的准则也是一样，只是在此处，单位劳动力成本整体上必须下降

得足够快，以持续领先于国际竞争对手——这恰恰是过去和现在成功

发展的经济体的经验。

这使得我们需要研究一个相关的问题。现代化的目的在于提高生

产力并降低成本，但它同时还有两种潜在的影响：借助廉价产品的市

场扩张和机械化对劳动力的取代。为了使现代化总体上有利于就业，

前一种影响必须强于后一种。在世界市场中占比相对较小的国家，比

如日本和后来的韩国，它们从出口的扩张中获益良多，因此即使生产

力发展迅速，它们也可以长期保持劳动力市场上的供不应求。但是，

对于占比较大的国家，比如中国和印度，国内市场的发展最终必须发

挥重要作用。在现代法定货币体制下，通过新创造的购买力，这一点

将会得到进一步强化，而购买力的创造基于国内和国外（公共部门和

私人部门）的债务，其中国际资本流动起到了重要作用。的确，借助

廉价融资取得发展已经成为新自由主义时代的标志（见第14~15章）。

但危机几乎终结了这一切，不仅仅是在发展中国家，甚至在一些核心

国家也是如此（见第16章）。印度如今面对着种种问题：通货膨胀、

增速放缓、高额利率和疲软的就业市场（Bowler 2013）。中国则面临

着物价上涨、信贷扩张等问题（Chandrasekhar 2013）。即使是作为

现代工业化化身的日本，也在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停滞中举步维艰

（Kihara and White 2013）。



官方对于失业的统计表明，即使不对兼职和丧失信心的劳动者数

量进行调整，当前世界上也有将近2亿劳动者处于失业状态，将近9亿

劳动者陷于极端贫困（ILO 2013）。就算资本主义能在危机之后迅速

复苏，它的增长速度又是否足以抵消机械化对所有种类人工劳动的逐

步蚕食呢？且不论现存的巨大的失业人口储备池，仅看人口增长所带

来的新增劳动力，资本主义能否将其完全吸纳呢？无论采用何种形

式，资本主义都将受到它所依存的真实竞争法则的永恒束缚。



附录



附录2.1 第2章的资料来源和计算方法

每一张图表的数据表均可在每一条资料来源和计算方法末尾所示

文件中获得。

图2.1 美国工业生产指数（1860—2010年）
所有行业1860—1959年（1913=100）的数据来自美国经济分析局

（1966，tableA15），1919—2010年（2007=100）的数据来自美国联

邦储备委员会，见http://www.federalreserve.gov/。这两段数据按

1958=100重新调整，并在1919年处拼合。

图2.2 美国实际投资指数（1832—2010年）
固定非住宅商业资本投资1832—1975年（1970=100）的数据来自

美国经济分析局（1977，tableB4），1901—2010年的数据来自BEA，

Wealth Table 4.8 ， line 1 ， 见

http://www.bea.gov/iTable/index_FA.cfm。这两段数据按1958=100

重新调整，并在1901年处拼合。

图2.3 美国实际人均GDP（1889—2010年）
1790—2010 年 的 数 据 来 自 Measuring Worth.com ， 见

http://measuring worth.com/usgdp/。该网站的链接文章《1790年至

今建设年度GDP的资源和技术》（Source and Techniques Used in

the Construction of Annual GDP，1790-Present）说明了其数据来

源和计算方法。

图2.4A 商业周期（1831—1866年）
图2.4B 商业周期（1867—1902年）
图2.4C 商业周期（1903—1939年）



来自艾尔斯（1939）。

图2.5 美国制造业生产率和生产工人实际所得
（1889—2010年，1889=100）

制造业生产率（yr）1860—1970年（1958=100）的数据来自美国

经济分析局（1966，Series A173），1950—2009年的数据来自美国劳

工统计局的国际数据，见http://www.bls.gov/fls/#productivity，

Table 1: Output per Hour in Manufacturing，19 Countries or

Areas（2007=100）。这两段数据按1889=100重新调整，并在1950年处

拼合。为了拼合的匹配，前一段数据有比例尺的调整。生产工人实际

所得1774—2010年的数据以下列数据为基础：制造业生产工人以美元

计价的小时名义所得（ec）；消费者价格指数1774—2010年的数据来

自Measuring Worth.com，后者的数据来源和计算方法分别在《生产工

人薪酬系列的特点》（Characteristics of the Production-Worker

Compensation Series）和《那时的消费者价格指数是多少？一项数据

研 究 》 （ What Was the Consumer Price Index Then? A Data

Study）中加以说明。实际所得用ec/CPI计算得出。

图2.6 美国制造业实际单位生产劳动力成本指数
（1889—2010年）

由上一张图中的制造业实际所得与生产率之比得出。

图2.7 美国的失业率（1890—2010年）
城镇失业率1860—1970年的数据来自美国经济分析局（1966，

Series B1-B2）， 1948—2010年的数据来自总统经济报告，见

http://www.gpo.gov/fdsys/browse/collection.action?

collectionCode=ERP，table b-40。

图2.8 美国和英国的批发价格指数（1780—2010
年，1930=100，对数值）



图2.9 美国和英国的批发价格指数（1780—1940
年，1930=100，对数值）

图2.10 美国和英国用盎司黄金表示的批发价格
（1780—2010年，1930=100，对数值）

1780—1785年的英国黄金价格来自雅斯特拉姆（1977），同一时

期的美国黄金价格用1786年美国和英国黄金价格之比计算得出（这一

比例直到1800年基本保持不变）。1786—2010年的美国黄金价格中，

1786—1790 年 的 官 方 黄 金 价 格 见 Measuring Worth.com ，

http://www.measuringworth.com/gold/，之后的为市场黄金价格。

1786—1949年的英国市场黄金价格同样可从该网站获取，之后的数据

用美元计价，所以后一段数据是用来自同一网站的美元-英镑汇率数据

转换得出的。1786—1945年的数据来源和计算方法分别见于劳伦斯

·H.奥菲瑟和塞缪尔·H.威廉森的《1257—2010年的黄金价格》（The

Price of Gold ， 1257-2010 ） ， 见

http://www.measuringworth.com/gold/，以及劳伦斯·H.奥菲瑟的

《1791年以来的美元-英镑汇率》（Dollar-Pound Exchange Rate

From 1791），见http://www.measuringworth.com/exchangepound/。

1560—1976年（1930=100）的英国批发价格指数（WPI）来源于雅斯特

拉姆（1977，table 2），其中1939—1945年的数据缺失，用美国国家

经济研究局每月公布的英国的生产者价格指数隐含的年增长率加以填

充 ， 所 有 商 品 的 变 量 ID=m04053.dat ， 见

http://www.nber.org/databases/macrohistory/rectdata/04/。1977

—2010年的数据用英国生产者价格指数的隐含增长率拓展而得，英国

生产者价格指数见http://www.statistics.gov.uk/statbase/，变量

名称为PLLU，英国制成品产出的价格指数。1800—1976年的美国批发

价格指数见雅斯特拉姆（1977，145-146，table 7）。1706—1799年

的数据用1800年批发价格指数/消费者价格指数的比值对美国消费者价

格指数（见图2.5的数据来源）进行比例尺调整的插值法得出。该序列

用美国生产价格指数隐含的增长率拓展至1977—2010年，美国生产价



格 指 数 数 据 来 自 美 国 劳 工 统 计 局 ， 变 量 为 WPS00000000 ， 见

http://www.bls.gov/ppi/data.htm#。用黄金表示的英国和美国的批

发价格指数由批发价格指数与黄金价格的比值（1930=100）算得。图

2.10展示的各次大萧条的时间范围在第16章引言中进行了讨论。

图2.11 美国的企业利润率（1947—2011年）
在第16章图16.2处讨论。

图2.12 美国制造业平均利润率（1960—1989年）
图2.13 美国制造业增量利润率（1960—1989年）
在第7章图7.14处讨论。

图2.14 1972年美国经标准化处理的生产利润的总
价格和总单位劳动力成本（71个行业）

在第9章图9.1处讨论。

图2.15 1990年世界各地区人均GDP（以国际元为
单位，对数值）

图2.16 最富裕4国和最贫穷4国的人均GDP（以国
际元为单位，对数值）

来自麦迪逊（2003，http://www.ggdc.net/maddison/maddison-

project/home.htm ， Per Capita GDP: PIB par habitant ， 1990

International Geary-khamis dollars）。1950年，当科威特、卡塔

尔等国出现时，其被剔除出最富裕4国，因为将其纳入会急剧夸大平均

水平。1980年，委内瑞拉也出现在最富裕4国中，但也由于与科威特类

似的原因被剔除在外，尽管它的影响很小。在没有单个国家的数据

时，本书使用诸如“16个亚洲国家”这样的地区名称。

附录表2.1.1 最富裕4国和最贫穷4国的人均GDP（1990年国际元）



资料来源：麦迪逊（2003）。诸如“15个拉丁美洲国家”或“16个亚洲国家”这类名目中的国
家列表来自麦迪逊。



附录4.1 国民账户中的生产流量与存量

附录4.1.1 一个计算生产流量与存量的框架

古典账户关注已完成的产品（Xp）（即产成品）。[1]传统账户关

注的是发起的产品（X），即产成品与半产成品之和。二者在总产品概

念上的区别进一步导致了对中间投入品、工资成本和价值增加值的量

度方式的差异，尽管二者最终对总利润的量度是相同的。接下来，我

们将在一个封闭的私有经济中说明古典账户和标准账户之间的映射关

系。在这个封闭的私有经济中只存在生产性劳动，因为正是在这里产

生了两种账户的根本差异。这一分析可以很容易地被拓展至包含政府

部门和对外部门。谢克和托纳克（1994）详细研究了包含非生产劳动

的情形。

从我们熟悉的标准的国民收入和生产账户（NIPA）的分类出发是

有帮助的。总产品被定义为总产出（X），即购买的中间投入品

（A）、最终产品的销售（XS）与存货变化（ΔINV）之和。存货变化

为 原 料 和 物 料 存 货 的 变 化 （ ΔINVA ） 、 在 产 品 的 存 货 变 化

（ΔINVWIP）与产成品和待转售商品的变化（ΔINVP）之和。应当注

意到，产成品包括原料，因为它们代表了原料生产者的产成品，而最

终产品指的是不会直接再次进入生产（即消费和投资）的产成品（BEA

2008，2-2，2-9，2-10）。[2]为了在二者之间进行区分，我会用下标

“P”表示产成品（即已被生产出来的商品），用下标“F”表示最终

产品。因此，在总产出的量度范围之内，前两项之和，即购买的中间

投入品与最终产品销量之和代表了产成品的总销量。最后，总价值增

加值（GVA）和GDP被定义为总产出减去中间投入品。由于总产出在来

源端总是可以被表达为其原料成本（A）、工资成本（W）与总利润之

和，所以总价值增加值便是工资成本与总利润之和。在使用端，总产



出是原料的销售（购买）（A）、消费品的最终销售（C）、固定投资

品的最终销售（If）与存货变化之和，所以GDP是如下三者之和：消

费、固定投资以及原料、在产品和最终产品存货的总变化。由于国民

收入和生产账户关注的是发起的产品，所以它对“最终”产品的量度

有着奇特的性质：它包含了原料存量的增加和部分是虚构的项目

（Shapiro 1966，26n11）。

为了转向古典分类，我们需要把有实质意义的分类提取到产成品

（即已被生产出来的商品）中去。我们注意到，在该附录的开头，产

成品的销售等于购买的中间投入品（A）与最终产品销售（FS）之和。

由于产成品增加了产成品存货，而产成品的销售减少了相应存货，所

以存货变动（ΔINVP）即总的产成品（XP）与产成品总销售（A+FS）

之差。这一关系可表述为



方程（4.1.1）、方程（4.1.2）和方程（4.1.6）告诉我们，标准

方法对发起产品的量度大于古典方法对产成品的量度，超过的部分为

原料存货和在产品的变动。

我们可以在总产品的原料和劳动力成本（A+W）与产成品相应的成

本之间进行类似的比较。产成品的原料成本（AP）等于当年发起的生

产的原料成本（A′P）加上上一年发起的生产的投入品成本（A"P）。

[3]类似地，产成品的劳动力成本（WP）等于当年发起的生产的劳动力

成本（W′P）加上上一年发起的生产的劳动力成本（W"P）。值得注意

的是，当年的总工资支出（W）是当年发起的生产的所有工资支出之

和，无论产成品（W′P）还是在产品（WWIP）。



原料和在产品存货的变动提供了传统和古典两种总成本量度方式

之间缺失的联系。原料存货的变动（ΔINVA）等于加在这些存货之上

的购入原料（A）与当年使用原料之差，其中当年使用原料包括当年发

起并完成的产品（A′P）和在产品（AWIP）使用的原料。在产品存货的

变动（ΔINVWIP）来自新增的以成本估值的在产品（AWIP+WWIP），以

及对以往年份发起但在当年完成并退出存货的商品（AWIP+WWIP）的扣

除。



我们现在已处在可以展示这两种生产成本量度方式之差异的位

置，即成本的差异量恰恰等于对应的两种方式所量度的总产品的差异

量。[4]由此立刻得知，在这两种情况下，对总利润的量度也是相同

的：标准方法对总营业盈余（GOS）的量度等于古典方法对总剩余价值

（GSV）的货币形式的量度。因此，总利润（PG）这一术语对两者皆适

用。

古典方法的总剩余量度在使用端有一个等价之物，即总剩余产品

（GSP）。这是总产成品（XP）与其成本（AP+WP）在使用端的等价物

之差。从方程（4.1.1）与方程（4.1.6）可知，总产成品在使用上的

形式是XP=A+C+If+ΔINVP；AP已经处在使用形式之中；在工人消费等

于其工资的假设之下，用于创造总产品的工人的工资可以表示为WP=W-

（W-WP）=CW-（W-WP），其中CW是工人的当期消费。所以经过移项可

得：



方程右边括号里的第一项是资本家的消费，即总消费与工人消费

之差。第二项是当年购买的投入品与最终产品生产使用的投入品（即

对原料的总投资）之差。第三项是当年购买的劳动力与产成品生产中

使用的劳动力（即对劳动力的总投资）之差。对原料与劳动力的投资

之和即为对流动资本（IC）的总投资。[5]由于生产需要花费时间，所

以产出只能先通过增加流动资本即投入品获得增长。此外，固定投资

（If）则可以增加产能。二者之间的区别对古典动力机制（第12~13

章）至关重要。于是，总剩余产品是以下各项的总和：资本家的消费

（CC）、流动资本投资、固定资本投资和最终产品存货变动。这与马

克思自己的再生产体系完全一致。[6]

现在，我们可以比较标准与古典对总价值增加值的量度了。[7]由

于它们都体现了相同的总利润的量度（GOS=GSV=PG），所以它们二者

的差异只能来自工资量度的不同。正如我们之前所注意到的，工资量

度上的差别（W-WP）只不过是对劳动力的投资。这正是都留重人

（1942，371-373）提出的观点，[8]尽管他的推导仅适用于均一生产

时期纯流动资本的特殊情形。



最后，可以证明，即使在国民收入和生产账户的总产品和GDP量度

方式之下，也可以清楚地确定流动资本投资。总产出为购入原料（A）

与GDP之和，而后者为消费（C）、固定投资（If）与存货变动

（ΔINV）之和。最后一项等于最终产品存货变动（ΔINVP）加原料耗

材和在产品存货变动（ΔINVA+ΔINVWIP）。但是，由方程（1.13）可

知，最后一项求和只不过是流动资本投资。

由方程（4.1.2）、方程（4.1.5）与方程（4.1.20）可知，我们

可将国民收入和生产账户GDP表示为

流动资本投资始终在那里，隐匿于最平常的视线之中。



[1] “要是我们只考察总生产基金，每年的再生产过程是容易理解的。但是生产的各个组

成部分都必须投入商品市场”（Marx 1967a，ch.24，sec.2，590）。（中文转引自《资本

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81页。——译者注）“成品，不管它们的物质形态

或使用价值如何，不管它们的效用如何，在这里都是商品资本”（Marx 1967b，ch.10，

205）。（中文转引自《资本论》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29页。——译者注）

[2] 最终销售是“行业销售给最终的使用者”，它等于个人消费支出、总私人固定投资、

政府消费支出和总投资与产品和服务净出口的总和（BEA 2008，2-10，12-12）。

[3] 如果价格发生变化，投入品的当前成本将不同于实际支付的成本，通常用存货估值调

整来处理这种情况（BEA 2008，2-8n19）。

[4] 联立方程（4.1.8）~方程（4.1.12）即可得（A+W）-（AP+WP）={[ΔINVA+

(A'P+AWIP)]+W"P+WWIP}–(A'P+A"P+W'P+W"P)=ΔINVA+[(AWIP+WWIP)–

(A"P+W"P)]=ΔINVA+ΔINVWIP。

[5] 马克思说，流动资本由工资以及在生产商品过程中消耗的原料及辅助原料构成。流动

资本投资即为它们数值的增加额（Marx，1967b，ch.12，231，236）。

[6] 在马克思的再生产体系中，在仅有流动资本情形中，按照马克思使用的符号，总剩余

价值的使用价值形式为S=Sc+Sac+Sav，其中S=净剩余价值，Sc=资本家消费，Sac=ΔC=流动

资本投资，Sav=ΔV=可变资本投资（Sweezy 1942，162-163）。当没有增长以至ΔC=ΔV=0

时即为简单再生产。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的剩余价值均进入资本家消费（S=Sc）。◎

[7] 谢克和托纳克（1994，ch.3）使用的总价值增加值与标准及古典符号略微不同。

[8] 都留还论证，工资的变动两次出现在传统方法对GDP的量度之中。理解这一点的最佳

方法是将它量度的项目分为三项：VANIPA=（Sc）+（V+Sav）+（Sac+Sav）。第一项是资本家

消费。第二项是工人消费：由于所有的生产均耗费一年的时间，所以产成品V的劳动力成本即

为上一年的工资支出，V+Sav=V+ΔV=当年工资支出，在给定的都留和马克思的假设下，即所

有的工资收入都在同期内消费完毕，后一项将等于当期工人的消费。第三项是总流动资本投

资，即由新增原料成本（Sac=ΔC）和新增劳动力（Sav=ΔV）成本所量度的在产品存货的净

增加。由此，VANIPA=总消费+总投资。实际上，工资支出的增长同时出现在当期工人消费和部

分在产品存货当期增加中。



附录4.2 图4.1~图4.18的数值计算

本附录提供了一个数值实例，用以说明日工作时长及劳动强度与

生产率及成本路径之间一般联系的数值实例。理论说明见4.1~4.3节，

公式化的说明见表4.1 ~表4.3，图示见图4.1 ~图4.18。

该部分所使用的符号及其对应的术语汇总如下：

XR=累积产出

H=累积劳动时间

xr≡XR/H=平均生产率

h=给定某班长度

=劳动强度，0 ≤  ≤ 1

l≡H/XR=劳动系数=1/xr

A=原料投入品

a≡A/XR=原料系数

MK=机器存量

mk≡MK/XR=机器系数

mpl=ΔXR/ΔH=劳动的边际产量

HMK=累积机器时间

mkn=MK/N=单位工人机器数量

l′≡N/XR=雇工数量系数

ulc=wh·l=按小时支付工资的单位劳动力成本

pa·a=平均原料成本



avc=ulc+平均原料成本

ac=afc+avc=平均（总）成本

=折旧率

pMK=机器价格

pa=原料价格

mkh=HMK/H=每劳动小时机器运转小时数

xr′=XR/N=单位工人的产出

mkh′=MK/H=每劳动小时机器数

wh=单位小时工资率

wN=单位工人的工资

p=产出价格

afc= ·pMK·MK/XR= ·pMK·mk=平均固定成本

ulc′=wN·l′=按人头支付工资的单位劳动力成本

tc=总成本=ac·XR（当XR > 0时），以及 ·pMK·MK（只有固定

成本）（当XR=0时）

mc=Δtc/ΔXR=边际成本

附录4.2.1 劳动时长、劳动强度和生产率（图4.1～

图4.4）

可以这么说，做生意的头等大事便是去考察在给定技术水平下生

产的可能性。每日生产时间的极限是机器可以运行的最长时间，为了

便于说明问题，我们将其设定为每天20小时。在没有劳动时间的情况

下，没有原料投入也没有产出，所以起始点总是零投入和零产出。即



便在这种状态下，也存在着与固定资本折旧对应的固定成本。对生产

率的建模方式与4.4节的经验证据相一致。我们假定其以一个不断减缓

的速度上升，在低于机器日运行时间上限20小时的某点处达到峰值。

为了允许生产率在某个劳动者疲惫点（在本例中为12个工作小时）之

后下降，我们用一个二次函数来表示生产率和工作小时数之间的关

系。简单起见，工作强度被视为生产率曲线的移位参数。由于XR=每日

累 积 产 出 ， H= 每 日 累 积 劳 动 小 时 数 ， h= 工 作 日 劳 动 时 长

（1≤h≤20）， =劳动强度（0≤ ≤1），参数a1、a2、a3＞0，平均

每小时生产率xr=XR/H由下式给出：

给定任意劳动强度，该函数的斜率是∂xr/∂h=h（a2-2a3·h） ，

且斜率在过度工作点 处等于零。在这一点之后，生产率随劳动

小时数的增长而下降。在单班制的情况下，工作日累积时长等同于该

班长度，所以H=h。生产率关系意味着总产出XR=h（a1+a2·h–

a3·h2） 。产出曲线在点 之后开始下行，也就是

说，由于工作日劳动时长绝对的延长过度，总产出开始下降。当0＜

h≤20且a1=2、a2=1.2、a3=0.05时，过度工作点（劳动者疲惫点）是

h*=12，绝对过度延长点是h**=17。最后，给定任意工作小时数，提升

劳动强度都会导致生产率的上升，因而使生产率和产出曲线向上移

动。



劳动系数（1=H/XR）是生产率的倒数。若原料为A，给定机器存量

MK=14，a≡A/XR=原料系数=0.3（假定为一个常数），mk≡MK/XR=机器

系数（随产出反向变动），mpl=ΔXR/ΔH=劳动的边际产量，我们得到

如下数据点和曲线。可以注意到，当日工作时长延长过多的时候（过

度疲劳造成伤害和破坏），劳动系数和机器系数曲线在某个点扭转，

因为产出实际上下降了。附录表4.2.1展示了最大工作强度=1时的数值

示例。其他工作强度下的相关数值没被列出，因为通过方程（4.2.1）

可将其轻易推导出来。图4.1~图4.4描绘了工作强度（ ）等于0、

0.2、0.4、0.6、1时的主要变量。

附录4.2.2 班次组合与生产可能性边界（图4.5～图

4.6）

根据定义，新古典的生产可能性曲线是产出关于可变投入（劳动

小时数）的边界曲线。这看起来像是图4.2所描绘的最大工作强度下产

出曲线的非递减部分（即曲线到达到峰值之前的部分）。由于机器的

充分运行时间是20小时，所以企业可以通过在第17个小时结束第一

班，然后再增加第二个时长为3小时的班次来增加日总产出，从而得到

一条新的单调的边界曲线。但这条新的17∶3曲线并非一条边界曲线。

的确，没有一种班次组合可以包含全部边界曲线，于是产出的边界将

会由变化的班次组合构成。即使是产生最高累积日产出的班次组合

（10∶10），也会低于在第一个10小时的劳动投入产出边界，因此不

会有“表现良好”的生产函数所要求的典型的单调形状（Varian

1993，307-308）。

通过计算最大劳动强度下各种不同班次组合的日产出，这些问题

可用图表加以说明。附录表4.2.1计算了一个单独的20小时班所对应的

产出水平。我们可以以这个班作为参照班，通过累计相继班次的产

出，建构出所有其他的总时长为20小时（机器运行时限）的班次组

合。这样一来，直到第17个小时之前，一个17∶3的班次组合和20小时



的参照班将会有相同的日累积产出。但在第18个小时里，增加产出将

来自第二个班次的第1个小时，因而会和参照班第1个小时产出相同。

毫无疑问，这同样的过程可以在任何给定的班次组合上重复。附录表

4.2.2算出了20∶0（参照班）、17∶3、3∶17、12∶8和10∶10（20小

时结束时有最大产出）班次组合下的数量关系（请特别注意每一个班

次转换点）。图4.5基于这些数据做出。我们还计算并使用10∶10班次

下劳动的平均产量和边际产量推导出了图4.6。

附录表4.2.1 =1时的生产率、产出和生产系数





附录4.2.3 生产函数图（图4.7～图4.8的数据）

新古典的生产函数图由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YR=MKα·H1-α推导

而来，其中YR=实际净产出=实际总产出-中间投入=XR-a·XR。总产出

由XR≡YR/（1-a）推导得来，图4.7给出了其随劳动小时数变化的曲

线，图4.8为机器存量MK=14，原料系数a=0.30，生产函数参数α=0.50

的情况下，每劳动小时的总产出xr=XR/H随机器小时-劳动小时比

mkh′=MK/H变化的曲线。

附录4.2.4 社会正常班次长度和劳动强度下的生产模
式（图4.9～图4.14）

如表4.1~表4.2发展出的模式一样，这一部分考察在2.5个标准班

（8小时）情况下，从作为参照的厂房设备在正常强度下充分利用（20

小时）时产生出的生产模式。机器存量MK=14，原料系数a=0.30，均与

前述示例相同，且假定每一台机器都需要一个固定编制的工人数

（N=1）。这样，日累积劳动小时数（H）即为消耗在相继班次上的累

积时间：第一个班次为1~8小时，第二个班次为9~16小时，最后一个班

次为17~20小时。机器累积运行小时数HMK=H·MK在14~280之间变化。

最后这些相继班次的累积日产出为XR=xr·H，其中xr是按照该附录中

方程（4.2.1）计算的正常劳动强度（i=0.80）下的生产率。然后可以

根据这些基本变量来计算xr=XR/N=单位工人产出，mkn=MK/N=单位工人

机器数，xr=XR/H=每劳动小时产出，mkh′=MK/H=每劳动小时机器数，

mkh=HMK/H=H·MK/H·N=MK/N= 每 劳 动 小 时 的 机 器 运 转 小 时 数 ，

mk≡MK/XR=机器系数，l′≡N/XR=雇工数量系数，1=H/XR=1/xr=劳动

小时系数。附录表4.2.3列出了这些数据并请特别注意每一个班次的起

始点。

附录4.2.5 成本曲线和利润（图4.16～图4.18）



附录表4.2.3使我们可以推导出两种不同情况下的成本曲线和利

润：（1）工资按人头支付；（2）工资按小时支付。除了之前使用的

MK和a的值外， =折旧率=0.05，pMK=机器价格=100，pa=原料价格

=10，wN=单位工人的工资=100，wh=小时工资率=12.5，p=产出价格

=7。附录表4.2.4中的产出（XR）取自附录表4.2.3。固定成本=机器存

量折旧= ·pMK·MK=70，由此可以计算出与任意正产出（即一旦第一

个班次开始）对应的平均固定成本afc= ·pMK·MK/XR= ·pMK·mk，

其中mk=附录表4.2.3中的机器系数。随后的计算也分为两种情形。按

人头支付工资时，单位劳动力成本ulc′=wN·N/XR=wN·l′，其中

l′=前表中的雇工人数系数。平均可变成本avc′=ulc′+paa，其中后

一项是单位原料成本，而平均（总）成本ac′=afc′+avc′。当没有

产出（阴影条目）时，总成本tc′仅等于固定成本，但若不是这种情

况，可以按tc′=ac′·XR进行计算。边际成本mc′=Δtc′/ΔXR。按

小时支付工资时，ulc=wH.H/XR=wH.l，其中l=之前在附录表4.2.3中推

导的劳动小时系数。其他相应成本的计算步骤与前一种情况一样。最

后，每一种工资支付方式下的总利润均可以通过总收入（p·XR）减去

相应的总成本（tc′或tc）得出。附录表4.2.4归纳了这些数据，图

4.16~图4.18则根据这些数据做出。

附录表4.2.2 最大劳动强度下（ =1）的生产可能性边界和班次组合





附录表4.2.3 社会正常班次时长和劳动强度下（ =0.80）的生产模式







附录表4.2.4 成本曲线和利润







附录5.1 马克思货币理论要点集锦

这些来自马克思著作的引文旨在强调其货币理论中的某些关键论

点。这些引文只使用了马克思较后期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

分册）》（1859年）以及《资本论》第1~3卷。[1]唯一例外的引文来

自《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涉及黄金供给的增加给

产出和就业水平带来的刺激作用，因为这一点在之后的两部作品中似

乎再没进行直接的讨论。[2]

这里汇集的论点是按照在第5章中的提及顺序排列的：认可“黄

金”是对一般货币商品的一种替代；马克思声称的他所研究的特定类

型的货币，以及被他排除的其他形式的货币（信用货币及法定货币的

某些类型），因为这些货币类型遵循不同的规律，属于在他讨论的较

后期阶段计划研究的内容（但他未能在生前完成）；流通过程本身产

生黄金代币的事实；关于伪造货币是流通过程本身内在趋势的进一步

发展的观点；基于商品的货币（内生、有不同的流通速率及不同的总

产出水平）的基本运作方式；代币为什么能被完全接受，而这之中又

暗含着怎样的限制的问题。

附录5.1.1 “黄金”被用于指代一般货币商品

“为简化起见，到处把金作为货币商品”（Marx 1970，64）（马

克思，1998，458）。

“为了简单起见，我在本书各处都假定金是货币商品”（Marx

1967a，94）（马克思，2004a，114）。

附录5.1.2 马克思货币理论的范围



附录5.1.2.1 分析不包含信用货币但包括由国家发行的某些形式的法

定货币

“在以下的研究中要把握住，我们所谈的只是从商品交换直接产

生出来的那些货币形式，而不是属于生产过程较高阶段的那些货币形

式，如信用货币”（Marx 1970，64）（马克思，1998，458）。

“国家发行强制通用的纸币（我们这里讲的只是这种纸币）”

（Marx 1970，119）（马克思，1998，513）。

之前引用中的“强制通用的效力”是指法定货币，即拥有“法定

存在”的代币（Marx 1970，116）（马克思，1998，510）。

“信用货币属于社会生产过程的较高阶段，它受完全不同的规律

支配”（Marx 1970，116）（马克思，1998，510）。

附录5.1.2.2 分析关注于代表着货币商品的代币

“执行铸币职能的价值符号，如纸片，是用金的铸币名称表示的

金量的符号，因此是金的符号……只就一定量的金作为对象化劳动时

间具有一定的价值量而言，金的符号代表价值”（Marx 1970，115）

（马克思，1998，509）。

附录5.1.2.3 代表着货币商品的代币直接是“价格的符号”

“价值符号直接地只是价格的符号，因而是金的符号，它间接地

才是商品价值的符号……价值符号起的作用，只是在过程内部对另一

个商品代表一个商品的价格，或对每个商品所有者代表金”（Marx

1970，115–116）（马克思，1998，510）。

很多种类的代币都是“单纯的价值符号”。这些代币包括“18世

纪初期至中期北美洲英国殖民地地方银行券”，以及“后来独立战争



中美国中央政府用法律强制流通的纸币（大陆纸币）”和“法国阿西

涅”（Marx 1970，169）（马克思，1998，564）。

附录5.1.2.4 即便是不可兑换纸币也可以是货币商品的代币

“纸币只有代表金量（金量同其他一切商品一样，也是价值

量），才是价值符号”（Marx 1967a，128）（马克思，2004a，

151）。

“国家发行强制通用的纸币（我们这里讲的只是这种纸币）这种

国家干预，似乎把［可兑换代币的］[3]经济规律废除了。过去国家

规定造币局价格只是［曾经］给金的一定重量起一个教名，而制造铸

币只是把自己的印记加在金上，现在国家似乎用自己的印记的魔术点

纸成金。因为纸票有强制通用的效力，所以谁也不能阻止国家任意把

大量纸票硬塞到流通中去，并在它们上面印上任意的铸币名称，如1

镑、5镑、20镑。纸票一进入流通，就不可能再抛出来，因为不仅国境

界碑阻止它们流出，而且它们在流通之外便失去一切价值，不论是使

用价值或交换价值。它们离开自己的职能存在，就变成一文不值的废

纸。可是，国家的这种权力纯粹是假象。国家固然可以把印有任意的

镑币名称的任意数量的纸票投入流通，可是国家的控制同这个机械行

为一起结束。价值符号或纸币一旦进入流通，就受流通的内在规律的

支配”（Marx 1970，119）（马克思，1998，513-514）。

附录5.1.2.5 不可兑换代币价值的过度发行只会使其相对于货币商品

贬值

“如果1 400万镑是商品流通所需要的金的数额，而国家把21 000

万张名义为一镑的纸票投入流通，那么这21 000万张纸票就变为1 400

万镑金的代表。这就好比国家用镑票来代表其价值只等于金的1/15的

另一种金属，或者用镑票来代表其重量只等于从前的1/15的金。除了

价格标准的命名改变外，什么也没有改变，而这种命名自然是约定俗



成的，无论它直接地由于铸币含金量改变而产生，或间接地由于按照

新的、较低的价格标准所需要的量增发纸票而产生。既然现

在‘镑’的名称是指只相当于以前1/15的金量，一切商品价格就会增

加到以前的15倍，于是21 000万张镑票事实上就会同以前的1 400万张

一样，全部是必需的。随着价值符号的总数的增加，每一符号所代表

的金量就按同一比例减少。价格的上涨不过是流通过程强制价值符号

去等于它们代替流通的金量而产生的反应”（Marx 1970，120）（马

克思，1998，514）。

附录5.1.3 流通本身创造了黄金代币

“然而，货币流通是外部的运动，索维林虽然没有臭味，却在复

杂的社会中周旋。铸币由于同各种各样的手、荷包、衣袋、褡裢、腰

包、匣子、箱子、柜子等摩擦而磨损，这里掉一个金原子，那里掉一

个金原子。它在尘世奔波中磨来磨去，越来越失去自己的含量。它因

使用而损耗”（Marx 1970，108）（马克思，1998，502-503）。

“要完全避免金索维林变成虚幻的金，是不可能的，但是立法想

在它的实体减轻到一定程度时把它收回，不准它再当铸币通用。例

如，按照英国的法律，1个索维林失去的重量超过0.747格令，它就不

再是合法的索维林。英格兰银行从1844—1848年间称过4 800万个金索

维林，用的是柯顿氏称量金的机器，它不仅辨别得出两个索维林之间

1/100格令的差别，而且像一个有理智的生物那样，把分量不足的索维

林立刻推上一块滑板，使它滑进另一架机器，这架机器就以东方式的

残酷无情把它锯碎”（Marx 1970，111）（马克思，1998，505）。

“由于流通过程本身，所有的金铸币或多或少地变成了自己的实

体的单纯符号或象征……因此，如果说能够作为价值尺度、因而作为

货币在一国之内发生作用的只有一种独特的商品，那么，当作铸币来

用的除金外可以有几种商品。这些辅助的流通手段，如银记号或铜记

号，在流通中代表金铸币的一定部分。因此，它们自己的含银量或含



铜量不是由银对金或铜对金之间的比价决定的，而是由法律任意确定

的”（Marx 1970，112）（马克思，1998，505-506）。

“银记号或铜记号的金属含量是由法律任意规定的。它们在流通

中比金币磨损得还要快。因此，它们的铸币职能实际上与它们的重量

完全无关，就是说，与价值完全无关。金的铸币存在同它的价值实体

完全分离了。因此，相对地说没有价值的东西，例如纸票，就能代替

金来执行铸币的职能。在金属货币记号上，这种纯粹的象征性质还在

一定程度上隐藏着。但在纸币上，这种性质就暴露无遗了。我们看

到，困难的只是第一步”（Marx 1967a，126–127）（马克思，

2004a，149）。

“我们的叙述已经表明，金的铸币存在，作为与金的实体本身脱

离的价值符号，是从流通过程本身中产生，而不是从协议或国家干预

中产生的”（Marx 1970，116）（马克思，1998，510）。

附录5.1.4 伪造货币

“在流通速度不变时，铸币流通得越久，或者在同一时间内它流

通得越活跃，它作为铸币的存在就越是同它的金银的存在脱节。余下

的是“一个伟大名字的影子”。铸币的肉体只是一个影子。它原来因

流通过程而加重，现在却因过程而减轻，但是在每一次单独的买或卖

中仍旧当作原来的金量起作用。索维林成了虚幻的索维林，成了虚幻

的金，但是仍然执行着法定金币的职能。其他物因为同外界接触而失

掉了自己的观念性，而铸币却因为实践反而观念化，变成了它的金体

或银体的单纯虚幻的存在。由流通过程本身所引起的金属货币的这第

二次观念化，或者说它们的名义含量和实际含量的分离，一方面被政

府、另一方面被私人冒险家利用来从事各式各样的铸币伪造活动”

（Marx 1970，109）（马克思，1998，503）。



“一旦相当多的索维林减少了金属含量，以致金的市场价格持续

地高于它的造币局价格，那么铸币的计算名称虽然不变，但是它今后

只会表示一个较小的金量。换句话说，货币的标准会改变，金今后会

按照这个新标准来铸造……这就说明了我们在前面提到过的现象：在

所有现代民族的历史上，金属含量本身不断减轻，但仍采用同一个货

币名称”（Marx 1970，110–111）（马克思，1998，504-505）。

附录5.1.5 基于商品的货币的基本运作方式

附录5.1.5.1 货币是内生的

“因此，如果流通速度已定，流通手段量就只是决定于商品的价

格。因此，价格的高或低，不是因为有较多或较少的货币在流通，相

反，有较多或较少的货币在流通，倒是因为价格高或低”（Marx

1970，105）（马克思，1998，500）。

“在考察简单货币流通时所得出的流通中的货币量的规律，因支

付手段的流通而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在一定的货币流通速度下，——

不论货币是作为流通手段或作为支付手段，——一定时期内流通中的

货币总量决定于待实现的商品价格总额，加上同一时期中到期的支付

总额，减去彼此抵销的支付”（Marx 1970，147）（马克思，1998，

542）。

“流通中的金的总量，一方面随着流通中的商品的时时变动的价

格总额或同时发生的商品形态变化的规模，另一方面随着商品形式变

换每次的速度，必然要不断地扩张或收缩；这一点只有在一国的货币

总量与流通中的货币量之比不断发生变动的条件下才有可能。这个条

件是靠货币贮藏来实现的”（Marx 1970，136）（马克思，1998，

530-531）。



“但在资产阶级发达的国家，［贮藏货币］就集中到银行的金库

中了”（Marx 1970，137）（马克思，1998，531）。

“不能把贮藏货币同铸币准备金混为一谈，铸币准备金本身是经

常处在流通中的货币总量的一个组成部分，而贮藏货币与流通手段的

能动的关系却以流通中的货币总量的减少或增加为前提”（Marx

1970，137）（马克思，1998，531）。

附录5.1.5.2 流通速度是可变的

“在信用活跃的时期，货币流通的速度比商品价格增加得快，而

在信用紧缩的时期，商品价格比流通速度降低得慢”（Marx 1967c，

448）（马克思，2004c，508）。

“至于资本转移所需要的通货，即资本家自身之间必需的通货，

那么，这个营业兴旺时期同时也就是信用最具弹性和最易获得的时

期。资本家和资本家之间的流通的速度，直接由信用调节，因而，支

付结算、甚至现金购买所需要的流通手段量，会相应地减少。绝对地

说，它可以增加；但相对地说，和再生产过程的扩大相比来说，它在

所有情况下都会减少。一方面，较大额的支付，无须货币介入就可以

了结；另一方面，在再生产过程非常活跃的时候，同量货币无论作为

购买手段还是作为支付手段都会以较快的速度运动。同量货币会对更

多单个资本的回流起中介作用”（Marx 1967c，447）（马克思，

2004c，507）。

附录5.1.5.3 产出量的数量同样是可变的

“把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这两个规定理解为资本一般的形式规

定，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否则就无法理解资产阶级经济的许多现

象，如与资本的一次周转时间有本质区别的经济周期的各时期；新的

需求的影响；甚至新生产金银的国家对一般生产的影响。谈论澳大利



亚金矿或新发现的市场所产生的刺激，是没有用的。如果不是资本的

本性决定了它决不能全部被使用，即总要有一部分资本固定起来，丧

失价值，不生产，那么，任何刺激都不能驱使它更多地生产。另一方

面，经济学家们（甚至包括李嘉图在内）陷入了荒谬的矛盾之中，他

们假定，资本始终是全部被使用的，因而他们仅仅用新资本的创造来

解释生产的增大。这样的话，生产的任何增大都要以生产的先行增大

或生产力的增长为前提”（Marx 1973，623）（马克思，1998，

10）。

附录5.1.6 关于代币的可接受性

附录5.1.6.1 代币只有在“得到商品所有者公认”时才能行使职能

“某种相对没有价值的东西，如一块皮、一片纸等等，最初由于

习惯变成货币材料的符号，可是，只有在它作为象征的存在得到商品

所有者公认的时候，就是说，只有在它取得法定存在而具有强制通用

的效力的时候，它才保持住作为货币材料的符号的地位”（Marx

1970，116）（马克思，1998，510）。

附录5.1.6.2 即便是法定货币在国外也必须获得自愿认可

“但是，货币符号本身需要得到客观的社会公认，而纸做的象征

是靠强制流通得到这种公认的。国家的这种强制行动，只有在一国范

围内或国内的流通领域内才有效，也只有在这个领域内，货币才完全

执行它的流通手段或铸币的职能，因而才能在纸币形式上取得一种同

它的金属实体在外部相脱离的并纯粹是职能的存在形式”（Marx

1967a，128–129）（马克思，2004a，152）。

[1] 本附录的全部引文转引自中央编译局1986年开始编译、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各著作具体出处如下：《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分册）》，《马克



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资本论》第1～3卷，人民出版社，2004

年版（其中2004a、2004b、2004c分别代表《资本论》第1、2、3卷）。引用格式及含义是：

马克思，1998，458，意指“中文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

年版，第458页”。——译者注

[2]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共有上、下两册，分别收录于《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

1998年版。引用格式同上。——译者注

[3] 本附录所有引文中的括号及内容都为作者所加。——译者注



附录5.2 第5章的资料来源和计算方法

1780—1785年的英国黄金价格来自雅斯特拉姆（1977）；同一时

期的美国黄金价格用1786年美国—英国黄金价格之比计算得出（这一

比例直到1800年基本保持不变）。1786—2010年的美国黄金价格中，

1786—1790年的是官方价格，获取自Mearuring Worth.com，见

http://www.measuringworth.com/gold/，之后则采用市场价格。此处

也可获取1786—1949年用英镑表示的英国黄金市场价格，以及此后用

美元表示的英国黄金市场价格，所以后一部分是用美元-英镑汇率换算

的用英镑表示的英国黄金价格，汇率出处同上。

1786—1945年的资料来源和计算方法分别见于罗伦斯·H.奥菲瑟

和 塞 缪 尔 ·H. 威 廉 森 的 《 1257—2010 年 的 黄 金 价 格 》 见

http://www.measuringworth.com/gold/，以及罗伦斯·H.奥菲瑟的

《 1791 年 以 来 的 美 元 - 英 镑 汇 率 》 ， 见

http://www.measuringworth.com/exchangepound/。除了1939—1945

年缺失的数据，1560—1976年（1930=100）的英国批发价格指数

（WPI）获取自雅斯特拉姆（1977，table2）。其中1939—1945年的缺

失数据则采用来自美国国家经济分析局每月公布的英国生产者价格指

数隐含的年均增长率计算得出。所有商品的变量ID=m04053.dat，见

http://www.nber.org/databases/macrohistory/rectdata/04/。1977

—2010年的数据则采用英国生产价格指数内含的增长率计算得出，见

http://www.statistics.gov.uk/statbase/，变量名为PLLU，英国制

成品产出价格指数。

1800—1976年的美国批发价格指数数据从雅斯特拉姆（1977，

145-146，table7）获得。1706—1799年的数据采用美国消费者价格指

数（见图2.5的资料来源），通过1800年批发价格指数/消费者价格指

数的比值重新调整得到。1977—2010年的数据通过美国生产价格指数



内含的增长率计算得到，数据来源自美国劳工统计局，变量为

WPS00000000，见http://www.bls.gov/ppi/data.htm#。用黄金表示的

英国和美国批发价格指数用批发价格指数与黄金价格的比值

（1930=100）表示。对各次大萧条时间测定的讨论见第16章引言。

图5.1 美国和英国的黄金价格（1930=100，对数
值）

图5.2 用英镑、美元和黄金盎司表示的英国批发价
格指数（1930=100，对数值）

图5.3 美国和英国的批发价格指数（1790—1940
年，1930=100，对数值）

图5.4 美国和英国的批发价格指数（1790—2010
年，1930=100，对数值）

图5.5 用黄金盎司表示的英国批发价格指数和黄金
的英镑价格（1790—2009年，1930=100，对数值）

图5.6 用黄金盎司表示的美国批发价格指数和黄金
的美元价格（1800—2009年，1930=100，对数值）

这些同样的数据被分别用于第16章和第17章展示的另外两张图

表：图16.1美国和英国的黄金长波，对三次方时间趋势的偏离（1786

—2010年，1930=100），与在图5.5和图5.6一样，现在是通过三次方

曲线拟合去除时间趋势；图17.1从过去的长波看2007年全球危机，通

过一个HP滤波进行平滑化处理（参数为100），将1897—1939年和1939

—1983年两个明显可见的长波平均化，之后将预测路径的平均值和预

计将在2008—2009年可能爆发的下一次危机放在后面的两个实际长波

之间。实际的全球危机爆发于2007—2008年。这些运算和处理过程从

2003年起就开始被应用于在课堂教学和公共演讲中。



每个国家经平滑处理后的数据都展示出两条长波：依照从波峰到

波峰、从波谷到波谷的年份计算，第一条是1897—1939年（42年），

第二条是1939—1983年（44年）。这4条波都被平均化，得到一条单独

的“代表性”波形线，平均化的波形线处于接下来从1983年开始的两

条实际波形线之间，其波峰正好处于与两条实际波形线的波峰相匹配

的位置（2000年）。

正如第16章引言曾提到的，总危机和大萧条通常开始于一个长期

衰退的中间部位。如图17.1所示，在之前1897—1983年的两个长波

中，大萧条在每一个波峰期的8~9年后出现。在此基础上，21世纪的第

一次大萧条预计应从2008—2009年开始。我最早在2003年开始展示这

些图表和预测，并在之后的每一年都重申。请注意是，最近的一次长

波按波峰-波峰、波谷-波谷计算1983—2007/2008年持续了44~45年，

与前一个从1897年开始、持续了42~44年的长波非常一致。如果过去的

那些长波的持续时间具有任何指示意义的话，即从波峰到波谷的平均

持续时间为18年（长波是不对称的），那么之后的低谷将会出现在

2018年。



附录6.1 关于利润和剩余劳动的代数

第6章讨论过的剩余劳动时间、剩余产品和利润之间的关系在这里

形式化地表示出来，首先分析单一构成商品的情况，其次扩展至多部

门的情况。

附录6.1.1 单一构成商品情况（玉米-玉米）

我们首先分析单位劳动时间的生产条件。正如接下来所示，这些

条件可以转化为投入-产出系数。

ah＝单位劳动时间种植的玉米种子

xrh＝单位劳动时间收获的玉米

l=1/xrh=收获单位玉米所需的劳动时间

yrh =xrh– ah =单位劳动时间的净产品

wrh·h=wr=每个工人每天以玉米计量的实际工资

h=强度调整后的日工作时长

N=每天的雇工数量

L=h·N=强度调整后的雇佣劳动日工作总时长

A=ah·L=每天种植的玉米种子的总量

XR=xrh·L=每天收获的玉米总量（实际总产出）

YR=XR–A=（xrh – ah）L=每天收获的玉米的实际净产出

那么每天的总剩余产品（Ω）直接随着每天的总雇佣劳动

（L=h·N），即强度调整后的日工作时长（h）和每天的雇工数量



（N）而变化。这可以用每天的实际工资（wr）或每小时的实际工资

（wrh）表示出来。

从方程（6.1.1）中我们可以看到剩余产品随着日工作时长的缩短

而下降，直至当日工作时长缩短至某个长度h0时，剩余产品减少为

零。因此，必要劳动时间可以由这样的条件来定义，即每天的净产品

等于每天的实际工资（yrH. h0=wr），或者等价于每小时的实际工资

等于每小时的实际净产品（wrh=yrh），正如表6.1所示。那么，剩余

劳动时间即为实际日工作时长与必要劳动时间之差，剩余产品直接随

从事的剩余劳动数量（hs）的变化而变化。与方程（6.1.1）结合起

来，上述命题可以转化为单位雇佣劳动的剩余产品直接随着剩余劳动

时间的变化而变化。

以货币为单位的生产总利润/损失指总产出与生产成本二者的货币

价值之差。假设p=给定的玉米价格，PR=每天实际利润，WR=每天实际

工资=wr·N，那么根据方程（6.1.1）~方程（6.1.4），我们可以发现

总生产利润即为总剩余产品的货币价值，并且给定生产条件（yrh）和

价格水平（p），总实际生产利润直接随着剩余劳动时间（hs·N）的



变化而变化。类似地，给定任意的相对价格集，总利润-工资比直接随

着剥削率即剩余劳动时间与必要劳动时间的比率（hs/h0）的变化而变

化。

因此，给定日工资，只有满足剩余劳动时间hs>0时，利润才为

正，根据方程（6.13），这要求小时工资低于小时净产品

在给定小时工资的情况下，这个条件可以直接应用：为了使剩余

劳动时间以及利润为正，小时实际工资必须低于小时净产品（否则雇

佣劳动就不会赢利）。如前所述，总生产利润因此随着总劳动时间

（L）的变化而变化。

附录6.1.2 映射为投入-产出形式

为了给多部门情况和这本书第二部分的后续分析做准备，我们需

要将之前的关系转化为投入-产出形式。第一步是注意到，在这种单一

商品的情况下，我们必须将每天的总流量除以每天的总产出，从而得

到单位产出的玉米和劳动投入系数。假定玉米的投入和产出都与日工

作时长成比例变化，那么它们的比率，即投入-产出系数将独立于h而

给定。但劳动系数和单位产出的工资并非如此，因为在给定的雇佣劳



动水平和实际工资水平上，这些变量与产出的比率将与产出水平负相

关，因此与日工作时长负相关。

然后，因为总雇佣劳动L=l·XR，实际净产出和剩余产品可以表示

为：

其中总投入系数b(h)≡a+wrh·1为实际生产成本（这里不考虑折

旧），是单位实际原料成本与单位实际劳动力成本（实际小时工资

与小时劳动系数l的乘积）之和。注意当给定日工资（wr）

时，实际小时工资与日工作时长呈负相关关系。方程（6.1.7）中的盈

利条件 等同于条件0<b(h)<1。

附录6.1.3 多部门情况

另一个步骤是将方程（6.1.13）和方程（6.1.14）中斯拉法类型

的数量和货币流量转化为投入-产出形式。用以举例说明的流量数据取

自正文，给定每天实际工资（wr），我们先描述以斯拉法形式表示的4

小时工作日的基本生产结构，之后再分析8小时工作日。在附录表



6.1.1和附录表6.1.2中，这些被映射为列昂惕夫类型的流量矩阵，其

中轻度阴影的区域包含标准交易矩阵。

4小时工作日

250cn+12ir+4hr ·10Ncn →400cn（玉米生产）

90cn+3ir+4hr ·5Nir →30ir（铁生产）

附录表6.1.1 投入-产出物质流量（4小时工作日）

附录表6.1.2 投入-产出物质流量（8小时工作日）

8小时工作日

500cn+24ir+8hr·10Ncn → 800cn（玉米生产）

180cn+6ir+8hr·5Nir → 60ir（铁生产）

wr=4cn+1ir



从两个表格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到投入流量与产出流量的比率不受

日工作时长的影响。将交易矩阵中的列（指那一列代表的行业使用的

每一种商品）除以行业的总产出，可以得到列昂惕夫的投入-产出系数

矩阵a。矩阵和向量用粗体表示以区别于标量，I为单位矩阵。

如果投入-产出系数是稳定的，改变日工作时长会同等比例地改变

投入和产出，因此投入-产出系数矩阵a不受影响。但在给定的雇佣劳

动水平和给定的日工资水平情况下，雇佣水平和工资篮子项与产出流

量的比率确实随着h的变化而变化。因为以小时计量的劳动时间系数不

随h的变化而变化，我们可以用简单的方式表征另外两个变量（劳动时

间系数向量和雇佣劳动系数向量），这反过来得到了剩余产品向量的

常见表达式。



其中 为单位劳动时间直接和间接需要的消

费品的矩阵。那么使剩余产品向量为零的条件就变为：

剩余产品为零的条件需要日工作时长达到某个特定的长度h0，它

是矩阵c(wrh)的正主特征值，以及与相应特征向量相关的一组特定的

严格为正的产出比率YR0。
[1]



对净产品向量 而言，所有这些也都直接成立，它与

严格为正的向量YR0的比率保持不变。现在假定YR'为半正定[2]向

量且大小不同，那么剩余产品可能包含零或负要素。尽管如此，我们

可以从方程（6.1.13）中发现延长日工作时长（即延长剩余劳动时

间）将会提高矩阵 的单个要素，因此也会提高剩余产品

的要素。

总利润是总产出与原料及劳动投入（在附录6.2中详细讨论了固定

资本）的货币价值之差。或者说，因为价值增加值是总产出与原料投

入的货币价值之差，所以利润也可以被视为价值增加值与劳动成本之

差。定义p为任一严格为正的价格向量（负价格没有意义），我们可以

看到总利润p为剩余产品的价格向量。

因此很显然，当剩余劳动时间和剩余产品为零时，总利润也将为

零。只有将日工作时长延长至超过必要劳动时间（即榨取剩余劳动时

间），才会形成与剩余劳动时间成正比的正的剩余产品和总利润。改



变净产出的比例将会改变利润水平，但不会改变它与剩余劳动时间的

正相关关系。[3]最后，我们已经在6.4节注意到，一旦存在剩余产

品，不同的相对价格将会获得不同数量的总利润。这是所有学派中

“转形问题”的基础。

[1] 为半正定矩阵是因为wrh·1以及列昂惕夫系数的倒数(I-a)-1都
为半正定矩阵。这意味着主特征值h0为正，主特征向量YR0严格为正（Pasinetti 1977，76-

77）。

[2] 斯拉法（1960，6，11）认为当部门净产出为半正定时，这个体系处于“自我更新”

的状态。

[3] ， 因 为

为半正定。



附录6.2 作为实际比率的利润率

资本理论是经济理论中最困难且最具争议性的领域之一。从卡尔

·马克思到剑桥争论，关于资本是什么以及如何测量资本的问题在经

济学家间一直存在争议。（Hulten 1990，119）

附录6.2.1 资本的概念

在6.1节我们注意到不同经济传统的资本概念非常不同。在古典经

济学传统中，资本是指那些能用以产生利润的东西。附录4.1表明，对

劳动力和原料的支出表现为国民账户中流动资本（原料和半成品）存

货的变化，对厂房和设备的支出表现为固定资本存量的变化。

个人的或公共的财富与资本不同。一个自雇的技工可能会使用工

具谋生，用他自己的收入去购买并装修房子，并且勤工俭学以增强技

能。他的工具和家具是其财富的一部分，他接受的教育是其能力的一

部分，他可以借助其获得收入。所有这些都不是资本。但如果他作为

雇员在修理店工作，他努力为老板赚取利润，那么他的工资（可能取

决于其技能）、工作时使用的工具和机器都是老板资本的一部分。

在资本本身的范畴中，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之间的区别取决于特

定项与其运行于其中的生产周期之间的关系，而非取决于其相比某个

任意时期如一年而言的经济寿命的长度。因此，如果一个黏土模具在

生产过程中被使用耗尽，那么它属于流动资本，而如果塑料模具和金

属模具能在多个生产周期中被使用，它们就属于固定资本。然而，塑

料模具持续的时间可能不长于（比如）6个月的生产周期，而金属模具

可能持续几年。如果我们将一个月作为基准期，塑料模具和金属模具

都可以被划分为耐久物；如果我们以一年为基准期，前者将被重新划

分为易耗品；如果以10年作为基准期，那么两者都将被划分为易耗



品。所有这些都不能改变这样的事实，即黏土模具依然为流动资本，

而塑料模具和金属模具自始至终都为固定资本。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

之间的区别在于其功能，而非持续时间长短（Shaikh and Tonak

1994，13-17）。

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资本包括诸如货币、存货、厂房和设备在内

的营业资产。而财富也包括土地、国家资源和政府建筑及设备（公共

财富），以及私人住宅和其他耐久消费品（私人财富）。新古典经济

学将财富和资本混为一谈，因为它简单地将“资本”定义为持续时间

超过一年的财富。这将营业资本、个人的和公共的财富，以及“无形

财富”如知识和技能（“人力资本”）都归入了资本的范畴。现代的

国民账户体现了新古典的方法：资本是所有耐久的东西，并且工资、

分红和利润都被视为同等的收入范畴（因此混淆了收入循环和资本循

环），由此产生了这样的会计惯例，即所有流量都是收入账户的一部

分，而所有存量的增加都是“资本”账户的一部分（见附录4.1）。凯

恩斯主义经济学依然没有摆脱这个传统框架。

我很大程度上基于斯拉法处理价格和利润率的方法，因为他的分

析完全聚焦于资本循环，因此没有必要区分财富和资本。他也展示了

一种非常复杂的方式来计算折旧费，这是量度资本存量的一个重要问

题。但在这样做的时候，他引入了正统经济学的三个常见概念：根据

耐久性定义的固定资本；[1]资本的“物质”定义，只有商品才属于资

本，而货币不包含在内；相应地将资本定义为净存量而非总存量，这

使其可以用一种特别的方法将固定资本视为联合产品。我已经反对过

斯拉法引入的前两个概念。在附录6.3中，我主张总存量是古典经济学

对资本的恰当量度，并且我表明这大大简化了将固定资本作为联合产

品的处理方法。但首先，我们关注斯拉法关于价格和利润理论的一个

巨大的优点，即将现行利润与现行资本的现行成本的比率定义为实际

利润率。

附录6.2.2 现行价格衡量的利润率是实际利润率



古典经济学通过生产价格体系定义利润率。[2]接下来，矩阵和向

量都用粗体表示。

其中p=1×n商品的现行价格的向量，a=n×n投入-产出系数矩

阵， =资本品折旧系数的对角矩阵，[3]κ=n×n资本系数矩阵（我们

将会在下一节对其进行更详细的规定），w=n×1每个工人的工资品向

量，l=1×n单位产出需要的劳动向量。这个体系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

统一利润率不取决于产出规模，尽管利润总量和总资本存量取决于总

产出。因此根据方程（6.2.1），我们可以写出：

假设X=nx1总产出向量，然后我们可以定义nx1净产出向量Y=X–
（a +  ·κ）X，剩余产品向量Ω=Y– b·l·X=X–（a + 

·κ+w·l）X，总资本存量为K=κ·X，剩余产品的货币价值p·Ω= P=

总利润（标量），根据方程（6.2.2），我们可以将统一利润率r写为

剩余产品的货币价值与资本存量的货币价值的比率。我们应该注意

到，尽管我们是从生产价格体系中推导出了这个结果，但我们也能够

用市场价格将其推出来。在后面的例子中，P代表经济中的总利润，r

代表相应的平均利润率。



上述表达式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相同的价格向量适用于所有的数

量。这意味着对利润率的恰当计算要求矩阵Ω和K的所有要素都以现行

价格计价。价格向量中的标量上升（纯粹的通货膨胀）对利润率的量

度没有影响，因为它会同等地影响分子和分母。利用任何共同的价格

指数平减分子和分母，利润率也不会受到影响。换言之，当资本存量

用现行价格表示时，利润率实际上为实际利润率。

后一点需要一些详细阐述。方程（6.2.3）中的现行价格利润率是

实际利润率，因为以现价美元计价的利润（P）除以的是以现行（即通

货膨胀调整后的）价格计价的资本存量（K）。但也有两种不同的方式

将这个现行价格量纲比率表示为实际量纲比率。

古典理论将利润视为资本价值的自我扩张。从这个角度而言，实

际利润是由其对资本品的购买力来量度的：PR=P/pk。因此，对某个资

本品价格指数pk而言，利润率可以表示为实际利润与实际资本的比

率。这是古典理论中的实际利润率。

新古典理论是从相反的角度来看待资本的。它将投资视为“被放

弃的消费”，因此资本是被放弃的消费的积累。[4]从这个角度来看，

实际资本是由其对消费品的购买力来量度的。如果pc为消费品的价格

指数，那么KR′=K/pc。同时，收入被视为用于潜在（现行或未来）消

费的基金。[5]

因为利润被视为资本所有者的要素收入，所以实际利润必须由其

对消费品的购买力来量度：：PR′=P / pc。这意味着新古典的实际利

润率为



方程（6.2.3）~方程（6.2.5）表示的三种实际利润率在量纲上是

相同的，[6]但它们的解释不同，并且两个版本中的利润率的单个部分

表现得非常不同。

附录6.2.3 利润率、利润份额和产出-资本比

利润率也可以用很多子比率来表示，其中理论再次发挥了关键的

作用。我们先将利润率表达式中的分子和分母分别除以现价美元净产

出（Y），将利润份额写为σP=（P/Y），将产出–资本比写为

R=（Y/K）。

我们可以运用国民收入恒方程Y=W+P来表示利润份额，因而也可以

用工资份额来表示利润率，其中W=工资总额=w·L，W=名义工资，

y=Y/L=单位工人现价美元的净产出，σW=(W / Y)=(w / y)=工资份

额。



假定我们将方程（6.2.6）右侧第一个表达式的所有项都用资本价

格指数（pk）进行平减，实际利润和实际资本的相应意义明显属于古

典传统。但（Y/K）这一项的意义可能是什么？答案包含在方程

（6.2.1）的生产价格体系中，因为当工资向量为0（w=0）时，利润

P=pΩ=p(Y−w·1·X) 变为Pmax=pY。所以，在古典体系里，净

产出的价值（Y）也可以代表最大利润（Pmax）。根据这种解读，

(P/Y)=(P/Pmax=实际利润与最大利润的比值，而(Y/K)=(Pmax/K)=R=利

润率的最大值（Sraffa 1960，17）。将所有项用资本价格进行平减，

我们可以得到古典的实际比率，正如以前一样，这些比率与相应的现

行价格比率相同。

从新古典角度而言，相应的方法是将方程（6.2.6）中的所有项都

用消费品价格指数（pc）进行平减。将资本视为被放弃的消费的积

累，收入（及其组成部分，如工资和利润）是潜在消费的基金，净产

出Y便代表最大的现行消费（Cmax）。这使我们可以得到实际利润率的

新古典分解。

之前的每一个转形之所以成立，是因为利润率表达式中的所有以

现行价格计价的项都除以了相同的平减指数。出于同样的原因，我们

不能将利润率仅表示为某个利润份额和传统的实际产出—实际资本

比。我们已经注意到，名义利润份额（P/Y）根据相关传统可以将分子

和分母都通过pk或pc进行平减。但如果我们将名义产出-资本比分解为



价格和“产量”（不变美元）部分，因此，(Y/K)=(pc/pk)·(YR/KR)

那么我们就不能排除相对价格项。[7]这是表明利润率中的产出-资本

比具有相同的单位而非不同物质数量的某个比率的另一种方法。

工资份额（w/y）也存在相似的问题，它是货币工资（w）与单位

工作小时的名义净产出（y）的比率。我们可以将这些项都用消费品价

格指数（pc）进行平减。得到的实际工资（w/pc）代表工资对消费品

数量或品质的购买力，而相应的单位工作小时的实际产出（y/pc）代

表给定技术条件下单位工作小时的最大实际消费。这是从工人角度对

工资份额进行分解。另一种方法是用产出价格指数（py）对两项进行

平减，我们可以相应得到“产品工资”（w/py）和生产率（y/py）的

量度。这是雇主的视角。在任何对工资谈判过程的一般分析中，这两

种观点都有重大意义，工资谈判都是就货币工资而言的，劳工一方关

心潜在购买力，而企业一方关心潜在成本。然而，如果我们试图用实

际工资（wr=w/pc）和生产率（yr=y/py）来表示工资份额，我们将会

再次在表达式中得到相对价格项（pc/py），这一项的不时出现提醒我

们正是现行价格的工资份额而非实际工资-生产率比，参与了对利润率

的决定。

[1] 斯拉法（1960，63）用一个只有物质投入的例子阐明了生产价格的性质，并将固定

资本定义为“耐久的生产工具”。

[2] 在任何一个价格体系中，单位利润都等于单位价格与单位成本之差。因为投入是在上

一（生产）期中进入生产，当用上一期主导价格来量度成本时，那么基于历史成本的单位利润



＝p–p–1· ，其中  =(a+ ·κ+w·l)。然而，用这种方式定义的利润并非真实的利润，因为

投入的再生产成本(p· )可能与其历史成本(p–1· )不同。在根据成本的变化对历史成本进行调

整之后，我们可以得到真实的单位利润＝p–p–1 –(p–p–1) =p–p· 。这才是方程

（6.2.1）中r ·p·κ一项代表的利润。

[3] 正如在托伦斯、李嘉图、马克思、冯·诺伊曼和斯拉法的理论中，当固定资本在生产

价格体系中被视为联合产品时，折旧系数是内生决定的，并且随着利润率和技术的变化而变

化。但在简化的例子中，我们可以在给定的生产条件下将其视为给定的，这足以满足我们当前

的目标。附录6.3分析了一般情况。

[4] “通过被放弃的消费来量度投资……为量度不变价格的投资和资本存量提供了一个有

效的方法，通常情况就是这样，人们的兴趣在于商业或整体经济中资本存量的总价值”

（Dension 1993，100）。为了实施这种方法，我们仅需要将相关变量除以消费者价格指数即

可（Gordon 1990，109）。

[5] 标准国民账户建立在这样的前提下，即“创造效用是所有经济活动的目的”

（Kendrick 1972，21）。那么，净产品就成为分析和量度的唯一焦点，因为它由消费品（效

用的直接来源）和投资品构成，后者具有“在未来生产产品（或效用）的力量”（Hicks

1974，308）。

[6] 斯拉法注意到统一利润率必须是一个纯粹的数字，即具有同样单位的数量的比率

（Sraffa 1960，22）。因此，我们不能将实际利润率建构为两个单位不一致的部分之间的比

率，例如 或者 。在第一种情况下，假定的实际利润率为

消费品的数量与资本品的数量的比率；在第二种情况下则相反。

[7] 如果我们将利润份额乘以这个价格，我们将会得到资本单位的实际利润与消费单位的

实际产出的比率，不论就哪一种传统而言，这都没有理论意义。



附录6.3 总资本存量和净资本存量

在6.1节中，我们已经注意到资本价值的概念与作为物质品的资本

概念非常不同。这种区别对资本存量的恰当量度有重要影响。考虑一

台价值2 000美元的电脑，它可以持续使用4年，假定4年期间每年的折

旧分别计算为700美元、505美元、432美元和365美元，我将会在后文

谈到折旧的计算方法，不过现在我们应该注意的是这些经过详细计算

的数据被四舍五入了，因此将它们相加得到的值可能与列出的数字稍

有出入。在4年期间，机器本身的年初资本分别为2 000美元、1 300美

元、796美元和365美元，而积累的折旧将分别为700美元、1 205美

元、1 635美元和2 000美元。在任何时间点，这两个系列中相应的流

量之和总是2 000美元。从持续进行的商业的角度来看，最初投资于厂

房和设备的资本价值（2 000美元）随着固定资产折旧将会逐渐回归其

货币形式，这也是马克思的观点。这些积累的折旧费可能以现金或金

融资产的形式持有，甚至用于再投资。但是，不管在哪种情况下，它

们都和机器的折旧价值一样，是总资本价值的一部分，因为只有补偿

二者之和才能维持企业的生存。因此，在机器寿命的每一年中，投资

其中的资本价值都为2 000美元。[1]

在国民账户中，这一概念被称为“总资本存量”。它与折旧费分

配的方式无关，这恰恰是其优点。正如在经合组织对资本存量进行估

算的手册中所注意到的，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品是根据“‘类新’价格

被估值的，即在其整个使用寿命中，根据同类型的新资产价格对其进

行估值”。这些“类新”价格是这样获得的，即通过使用相关类型资

产的价格指数对在更早时期获得的资产进行重新估价。这样得到的测

量数据“本身有几种分析用途……［因为它］作为一国的产能总指标

而被广泛使用……经常被与价值增加值相比以计算资本-产出比……



［并且被用于］量度一个部门或经济体的利润率”（OECD 2001，

31）。

此外，机器的折旧价值，对应于“净资本存量”。一般而言，由

于效率降低、维修更加频繁等原因，机器的单位价值增加值和单位利

润随着其使用年限的增加而降低。[2]假定在机器的使用期限内，总单

位价值增加值为1 200美元、900美元、700美元和500美元，单位利润

为1 000美元、700美元、550美元和420美元，[3]将这些数据中的每一

个减去折旧，就会得到相应的净产出和净利润，如附录表6.3.1所示。

第一行表示初始投资，在机器的整个使用期限都记录在账面上，因此

这是年初的总存量。第二行是折旧，我们将在后文谈到它的计算。第

三行是年初的净资本存量，它在第一年与总资本存量相等，在接下来

的年份中等于前一年的净资本存量减去前一年的折旧[4]（显示的数据

经过四舍五入，因此它们相加不完全等于显示的所有数字）。接下来

的两行是总价值增加值（产出减去原料成本）和总利润，即现金流

（总价值增加值减去劳动力成本）。余下的4行分别为总资本存量和净

资本存量的产出-资本比与利润率。

这个表阐述了这样一种情况，即其中总存量量度值的产出-资本比

和利润率随着机器使用年限的增加而下降。然而，相应的净存量量度

值的产出-资本比不断上升，而利润率保持不变（15%），因为在这个

例子中用以计算折旧的原则恰好可以使机器的净价值与利润量成正比

下降。这正是新古典理论和斯拉法理论中处理固定资本的方式。因

而，在单一资本品的整个使用期限内，净存量的产出-资本比和利润率

相比其总存量的对应值通常将会偏高。

新古典理论计算净资本存量（净资本存量的变化与利润率变化紧

密相关）的基本原理基于如下主张，即“假定均衡、完全竞争和完全

预见”（Harper 1982，38），任何资本品的价格都等于其未来收入流

的现值。[5]给定特定的利润流，机器的使用年限将由其利润降低为零

的时间来决定。资本品相应的内部回报率被定义为不变的“贴现



率”，它可以使利润流的现值与机器的生产价格相等。[6]这样，在表

6.3.1中，初始投资（2 000美元）和总利润（现金）流定义了不变的

内部回报率，使现金流的现值与初始投资相等。应该注意到完全没有

理由假定回报率不变。相反，如果我们在资产的使用期限内选定一种

特有的折旧方式（比如初始投资的一个不变的比例，正如商业会计中

经常假定的那样），那么结合给定的总利润流可以决定净利润和通常

变化的年回报率。有人可能争论说恰当的折旧模式能够揭示而非掩盖

随着使用时间变长资产生存能力不断下降。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当前

的例子中推定的不变内部回报率都恰好为15%。在这个条件下，我们可

以计算每年利润流的净现值，这是机器的净折旧值（即净资本存

量）。按照这种方式计算的第一年的净存量为2 000美元，仅仅因为

15%的内部回报率本身便是为了使第一年的现值与初始投资（初始总资

本存量2 000美元）相等而推导出的。最后，折旧被定义为第一年年初

的净资本存量（2 000美元）与第一年年底的净资本存量之差，后者与

第二年年初的净资本存量（1 300美元）相等，以此类推。注意，这里

折旧是内生的，源于连续的现值之间的差。在图表中，最大利润率和

实际利润率（净产出-总资本比和净利润率）随着机器使用时间的变长

而下降。然而，用净资本存量计算的话，同样的机器随着使用时间变

长，其净产出-资本比似乎不断上升，并且直至其废弃的那一刻，利润

率（内部回报率）都完全不变。

附录表6.3.1 总资本存量、净资本存量和利润率



注：总资本存量和净资本存量是就年初而言的。

[1] 偶然地，如果一些折旧费以生息资产的形式持有，这不会改变由使用电脑带来的利润

流，尽管它可能会提高贷款者的“其他收入”流，并降低借款者的“其他收入”流。因此，利

润率不会改变，尽管部分利润呈现的形式可能是（正或负的）净支付利息。企业对此非常了

解。

[2] 单位价值增加值=单位价格-单位原料成本，单位利润=单位价值增加值-单位劳动力

成本。因此，如果给定原料投入而物质产出下降，那么单位原料成本的增加将会挤压价值增加

值。如果给定类型的机器因成本节约型技术变化和/或面对新机器日益过时而单价下降时，也

将会出现同样的结果。单位利润将会因为同样的原因被挤压。在单位劳动力成本因为效率下降

和维修增加等原因也上升时，单位利润将比单位价值增加值下降得更快。

[3] 为了便于阐述，我们假定单一机器的价值增加值和利润的流量是可以确认的。但因为

这种区分在实践中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将“机器”视为机器的复合体甚至整个厂房更加恰

当。

[4] 同样地，现行净存量等于现行总存量减去积累的折旧（OECD2001，35）。

[5] 如果一种资产的销售价格看起来不能带来令人满意的回报率，这种资产不会有市场。

如果一种资产的销售价格可以带来一个非常高的回报率，那么对这种资产的需求会增加，并且

通过竞价使其价格提高直至其回报率降低至“正常”水平。在实践中，资本品的制造者将计算

资产可能赚得的回报率，他们不会生产那些不能产生足够高的回报率以确保其市场的资产……

[将资产价格的决定因素视为未来利润流的贴现值]因此可以被视为市场经济中资产价格如何被

决定的一个貌似合理的解释（OECD2001，17）。

[6] 使用期限L内总利润（现金流）流Pt的现值由 得到。给定初始投资K1，内

部回报率(r)被计算为假定的固定比率，使新机器满足PV=K1。那么，在接下来的每一年，就



用r和剩余的利润流来计算PV。



附录6.4 马克思和斯拉法将固定资本视为联合产品

斯拉法通过方程（6.2.1）所示的生产价格体系推导出了新机器的

价格，就像推导其他产品的价格一样。此外，斯拉法在继承托伦斯、

李嘉图、马尔萨斯和马克思的思想的基础上，对固定资本提出了一种

精致而一般的处理方法，将使用过的机器视为在任何给定年份内伴随

着产出出现的联合产品（Sraffa 1960，94; Varri 1987，380）。在

新古典传统中，同样将固定资本视为联合产品的处理方法被称为瓦尔

拉斯-希克斯-马林沃德的生产递归方法。[1]斯拉法清楚地表明他的程

序是“计算固定资产的折旧和利息的通常方法”的一般化（Sraffa

1960，64）。他说的“通常方法”正是指新古典经济学家使用的现值

（净资本存量）方法。接下来，我将指出马克思的对应于总资本存量

方法的资本价值概念，同样可以将固定资本视为联合产品。事实上，

斯拉法引用马克思作为他的一个文献来源。但这两种处理方法不同，

正是因为附录6.3中讨论过的原因。

为了阐明有关问题，我将使用斯拉法本身的例子和符号，尽管对

形式进行了细微的修改。[2]那么我们考虑行业G，其投入包括价格为

pMK、使用寿命为两年的新机器MK。正如在斯拉法的著作中一样，第g

个部门中总原料投入包括商品类型A，. . . ，N，第一年的成本为（

），第二年为（ ），相应的劳动力成本

为 ，产出价值为 。在年初机器MK的价格

为pMK。在第一年年底，它成了使用一年的机器MK(1)，价格为 。使

用过的机器MK(1)在第二年作为投入进入生产，因为它仅能持续两年，

它在第二年就被耗尽。折旧总是对机器价值减少程度的测量。因此，

在它使用寿命的第一年，机器的折旧为 ，而在第

二年，折旧就是MK(1)· ，因为这个机器在第二年就被废弃了。



因为要点是区分马克思和斯拉法将固定资本视为联合产品的差

异，所以我们首先分析一般体系，其中折旧（ ）和固定资本（

）的决定因素有待确定。

其中 ，因此在机器的两年寿

命中，总折旧为 新机器的总价值。

现在可以直接描述两种方法的差异。在马克思和斯拉法的方法

中，第一年的资本存量都为 新机器的价值。但在第二

年中，斯拉法遵循了通常方法，将资本存量列为净存量，因此

仅为使用过的机器的价值。将折旧和资本存量的表达

式代入方程（6.4.1），我们恰好得到斯拉法将固定资本视为联合产品

的方法。



相反，在马克思的方法中，第二年的资本存量为总资本价值，即

折 旧 后 的 机 器 与 以 金 融 形 式 持 有 的 积 累 的 总 折 旧 之 和 ：

。将折旧和这种形式的资本价值的表达式代入方程

（6.4.1）中，我们可以得到马克思将固定资本视为联合产品来处理资

本价值的方法。注意，决定新机器价格的第一个方程与斯拉法的相

同，但使用过的机器价格，从而折旧的内生模式，现在与斯拉法的不

同。

折旧模式的差异令人震惊。在斯拉法的方法中，甚至在效率不变

的情况下（即两年内的投入和产出相同），使用过的机器的价格也是

利润率的非线性方程（Sraffa 1960，68-72）。唯一的例外是当r=0

时，在这种情况下使用过的机器的价格“在它n年寿命中的每一年中都

将等间距地下降初始价值的 ”（Sraffa 1960，68）。因为讨论

中的间距代表其寿命中任何给定一年的折旧额，所以只有当没有利润

的时候，折旧才会遵循直线模式。

为了分析马克思的方法中折旧的相应模式，我们将方程（6.4.3）

中的第一行减去第二行。假定效率不变，所有的投入项和产出项在两

行中都是相同的，除了那些与机器的价值相关的项。因此，我们得到

，从中可以得到



这恰好是价值的线性下降，在效率不变的情况下，相应的折旧模

式也是线性的。但与斯拉法的方法不同，这种线性模式在任何利润率

条件下都成立，而不是仅在r=0时。

由第一个区别可以推断出第二个重要的区别。斯拉法表明在他的

方法中，即使在效率不变的情况下，“耐久的机器‘还原’为一系列

过去的劳动数量一般而言都是不成立的”（Sraffa 1960，67）。这在

马克思的方法中不是一个问题，因为如果我们将使用过的机器的价值

的表达式代入方程（6.4.2）中的第一行，就可以没有难度地得到直接

的表达式，其中新机器仅仅（一半）的价值出现，并且可以被“还

原”为一连串利润加权的直接劳动时间和间接劳动时间，就像之前为

流动资本提出的方法一样（Sraffa 1960，34-35）。当效率遵循另外

某种模式（比如“年龄—效率模式”）时，这个年龄-效率模式则将随

着利润率的变化而变化。为了认识这一点，请注意如果我们再次将方

程（6.4.2）中的第一行减去第二行，并且对方程中的项进行重新组

合，我们可以得到 ，其中代表两年的

总利润之差。如果效率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下降，，则意味着当我们将

这个表达式代入方程（6.4.2）的第一行并且将这些项移动至左边时，

我们仅仅有符号为正的项，使用过的机器的价格不会出现。与斯拉法

的方法（Sraffa 1960，67-68）不同，即使是在固定资本的情况下，

“还原”为直接劳动数量和间接劳动数量都不会出现任何问题。

第三，因为新机器的价格可以还原为仅仅有第一个机器的价值出

现的表达式，所以新机器的价格的推导可以与使用过的机器的价格无

关。在斯拉法的理论中并非如此，因为他表明在他的方程中，新资本

品和旧资本品的方程都将进入标准产品（Sraffa 1960，72-73）。

第四，在斯拉法的净资本概念中，老化的资本品是这样定价的，

即净资本价值的利润率对所有使用年限的机器而言都是相等的。而在

马克思的总资本概念中，对不同使用年限的机器的定价仅决定了总资

本价值分为折旧和使用过的机器的价值，因此不影响每一使用年限的



机器的利润率。马克思的方法反映了利润量随着资本品接近其经济寿

命的终点而下降，这个结束的点取决于效率随着机器老化的损失、原

料和工资的价格以及来自新生产方法的削价竞争（见7.1~7.2节）。

[1] “瓦尔拉斯-希克斯-马林沃德的生产递归方法”将企业视为“使用劳动和资本存量

去生产产出和更旧一年的资本”（Hulten 1990，136）。

[2] 我稍微改变了斯拉法的符号，令“N”而非“K”代表最后投入，因为我想将K用作资

本的符号。另外，与斯拉法特定的例子不同，现在没有必要假定单位原料成本或单位劳动力成

本在每一年都是相同的（Sraffa 1960，67）。出于这个原因，可以很方便地用上标

“（1）”来命名使用了一年的机器与它们相关的成本和产出流量。



附录6.5 量度资本存量

商品的物质存量和现行价格有时可以直接观察到。对进入国民生

产总值的大多数产品而言，情况恰好是如此，因为它们一般以现价出

现在市场上。但就存货和资本品而言，物质存量代表在不同的时间以

不同的价格获得的多项东西。即使我们知道当这些产品为新产品时的

初始购买价格，我们依然需要知道存量中单个项的相对使用年限，以

估计它们可能的现行市场价格——这反过来取决于关于隐含的已用资

产的竞争性价格的理论以及所推定的相关市场的竞争程度。

从原则上来说，可以通过国家调查或行政记录收集关于机器相对

使用年限的数据。例如，日本和韩国之前进行了“国民财富调查”，

这项调查涵盖固定资产、存货和国外净金融资产。但日本的调查在

1983年停止了，（可以说）只有韩国依然在进行。在其他国家，我们

一般仅有基于企业的关于存量的总历史成本（即存量中正在运行的机

器的历史成本之和）的信息。因为我们通常无法获得机器的日期和价

格，所以我们不能将企业的账面价值数据转化为现行价值或实际价

值。然而，正如附录6.7.5.4所示，我们可以利用账面价值去校正这些

其他价值。

附录6.5.1 永续盘存法的优点和缺陷

几乎所有国家都使用永续盘存法来估计资本存量。在关于资本

（总存量）退废或（净存量）折旧的某些特定的假定模式基础上，永

续盘存法是通过在不同时期可观察到的对这些资产项目的投资信息，

建立起一个过时的对资本状态的描述。相对而言，永续盘存法的成本

较低且比较容易实施，但这些优点伴随着重大的缺陷，因为其结果严

重依赖一系列公认的没有经验基础的假设（OECD 2001，ch.8，75-

81）。



实际资本存量的估计首先利用质量调整后的投资价格指数 将第

i种资本品的年度名义总投资（IGi）转化为不变价格等价物

（IGRi）。退废（RETRi）以某些假定模式为基础进行估计，从实际总

存量的某个初始估计值开始，加上每一时期的实际总投资，减去估计

的退废值，就可以得到接下来一年年底的存量（KGRi）（OECD 2001，

39）。同样地，任一给定时期实际总存量的变化都等于那一时期的实

际总投资与实际总退废之差。

将实际存量乘以投资价格指数可以得到现价总存量（KGi）（更多

细节见附录6.5.5.1）。

可以用两种不同的方法来估计个体净存量。传统方法是针对每种

类型的资产假定某种折旧模式。任何给定时期的总折旧等于依然处于

资本存量中的每项资产在这一期应付的折旧流量之和。然后净存量等

于总存量减去总折旧。这正是法国和大多数其他经合组织成员使用的

方法，美国直至1997年也使用这种方法（OECD 2001，43，97-99）。

另一种方法是忽视之前对总存量的估计，而是利用这样的事实，即一

旦我们确定任何给定资产的初始实际价值和折旧模式，就可以由此直

接推导出机器在其使用年限中任何时刻的净资本价值（见附录表

6.3.1）。最近，美国经济分析局也选择假定每种资本品在无限期间中

按照不变的几何率折旧，这是因为这种假设在理论上代数计算的方便

超过了其众所周知的经验局限性。[1]接受这种方法反过来使其不能计

算总存量，因为总存量取决于某种假定的退废模式，而如果每种资产

都永远存在，那么它永远都不会退废。这就是美国经济分析局现在仅

仅计算净存量的原因。

在美国，主要通过“两个珍贵的研究即温弗里（1935）的退废分

布和美国财政部关于资产寿命的公报F（1942）”（Cockburn and

Frank 1992，6）估计出众多种类资产的使用寿命。其他国家也依赖

“税务机构指定的资产寿命，以及企业账户、数据调查、行政记录、

专家意见和其他国家的估计”（OECD 2001，47）。鉴于信息缺乏，



“直觉认为永续盘存法的结果一定不准确是合理的……［此外］永续

盘存法的资本水平与‘真实’水平之间的差异是累计的，因此即使假

定的资产寿命与‘真实’寿命之间存在很小的差异，也会导致短期内

的资本存量水平出现大的差异”（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1998，2）。基础数据的这个缺陷是“资本量度中最严重的问题之一”

（Cockburn and Frank 1992，6）。

一个更进一步的困难出现了，因为我们一般仅有使用寿命的点估

计，这必须应用于样本数据前后的长间隔时间段的分析。[2]标准的永

续盘存法将这些使用寿命视为在所有时间都是给定的，这潜在地假定

机器的退废与实际成本的变化以及诸如战争、经济繁荣和衰退等大事

件无关（Powers 1988，27），但我们知道退废确实反映经济情况。资

本品即使在物质上仍然具有生产力的时候也会被退废（废弃或停

产），因为工资率或能源价格的上升提高了其成本，或因为来自更新

资本的竞争拉低了其市场价格。不管是哪种情况，相对于价格的成

本，即利润率才是关键（Powers 1988，29; Cockburn and Frank

1992，2-21; Fraumeni 1997，8）。因此，实际上，“退废对市场情

况的变化非常敏感”（Cockburn and Frank 1992，4）。所有这些在

国民账户对资本存量的估计中都被忽视了，甚至在诸如1929年大萧条

的情况下也是如此。

附录6.5.2 改进永续盘存法的假设

对现有方法的一个明显改进是使机器退废对经济波动有一定灵敏

度。例如，可以调整数据以使其反映出以下事实：在大萧条期间，厂

房和机器的废弃迅速上升，这反映了企业破产浪潮和对生产急剧下降

的预期，然后在二战期间，当生产变得活跃时，机器废弃又迅速下

降。然后我们可以评价对资本存量估计的水平和趋势是如何对假定的

服务寿命变化做出反应的（见附录6.7.5.2.2）。



问题是任何试图提供另一种资本存量估计的方法都将遇到明显难

以处理的困难，即似乎没有任何方法可以直接处理链式加权法计算的

总存量。正如之前注意到的，个体的实际存量通过永续盘存法获得，

其中实际存量水平是那一项的净投资（总投资减去退废）与过去的实

际存量水平之和。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总资本存量通过（定期调整

的）固定权重获得，正如个体部分一样，这些总量遵循同样的永续盘

存法准则。这意味着通过调整假定的平均服务寿命，我们可以直接得

到新的资本存量总量。然而，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资本存量总量

（计算方法变化后，一般会将数据修正到1925年）建立在个体实际存

量的链式加权的基础上（对此我们要说的更多）。困难在于个体存量

的链式加权总量不遵循永续盘存法准则。事实上，它们并不遵循任何

公认的规则。因此，追溯使用寿命变化影响的唯一方法就是重新估计

每一年每一种个体资本存量，然后利用这些庞大的个体存量数据得到

链式加权总量。这是一个即使是一国的国民核算机构也会觉得繁重的

任务，并且它一定会耗竭私人调查者的资源。在国际范围上，这的确

让人望而却步。

但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来看待这个问题：即使链式加权总量不遵循

永续盘存法，我们也可能发现它们遵循什么规则。那样的话，我们就

可以再次评估国民核算机构所应用的假设的特定变化会产生什么影

响。秘密在于现行成本计算的资本存量指标可以直接加总的事实。结

果表明，由此得到的现行成本总量遵循一种特定的规则，从中可以轻

易推导出相应的实际总量规则。这些广义永续盘存法（GPIM）规则的

发现打破了寻找另一种链式加权测量方法的僵局。在附录6.5.5中，我

推导出了这些新规则，并证明了其高度准确性。在附录6.7.2中，在关

于退废和折旧的更准确的假设下，我应用这些规则推导出了新的总资

本存量指标和净资本存量指标。结果表明，大萧条和二战的影响对战

后资本存量水平与趋势特别重要。

附录6.5.3 对资本存量指标进行质量调整的影响



在6.8节和附录6.2中，我们提出古典经济学的利润率，即现行利

润与现行资本价值的比率，为实际比率，即是“经通货膨胀调整

的”。总存量和净存量都是如此。关键在于资本品必须以现行价格来

量度。这个附录研究了广泛使用的“质量调整”对量度资本品价格和

实际存量的影响。现行成本的资本存量不受影响，因为它们可以直接

通过现行价格测量。但估算的质量变化的程度越高，相应的质量调整

后的价格上升越小（或下降越迅速），相应的（质量调整后的）实际

资本存量上升越高。

这种观点特别有趣，因为在新古典理论中，理论上对质量调整的

恰当量度是使实际利润率即实际利润与实际资本的比率恰好保持不

变。传统的实际利润率（pr/KR）可以写为产出中的实际利润份额

（PR/YR）和实际产出与实际资本的比率（YR/KR）即所谓的资本生产

率的乘积。因此，如果从新古典理论的角度而言质量调整被恰当地估

计了，那么当利润份额固定时，“资本生产率”也是固定的。这意味

着我们不能将实际产出与实际资本的比率视为对技术变革的量度指

标。出于这个原因，本文将论证对技术变革的恰当量度指标是现行GDP

与现行成本的资本存量的比率，即斯拉法所谓的最大利润率R。

为了理解这种资本估值方法涉及的问题，我们先考虑一种特定类

型的桌面电脑。在时期1，有两台这种类型的电脑，每一台价格为2

000美元，但在时期2，仅有1台电脑，价格为1 000美元。如果问题中

的电脑是资本品，那么时期1中存量的市场价值为4 000美元，时期2中

的为1 000美元。这些市场价值为资本存量的现行成本价值，[3]这和

相应的现行利润结合起来可以计算每一时期的古典利润率（Varri

1987）。

在附录6.2.3中，我们注意到用不变价格变量来表示这同样的利润

率有助于分析利润率的决定因素。建构价格指数和数量指数所依据的

理论在这里变得关键，因为价格指数的上升越迅速，数量指数的上升



就越缓慢。在这一部分中，我们将集中分析个体价格和数量的变化，

将总量指数留待下一部分讨论。

附录6.5.3.1 对比观测价格指数和质量调整价格指数

仅存在两种基本方法来处理个体的价格或数量变化：传统的观测

价格方法和最新的质量调整价格方法。它们具有完全不同的目的，将

得到非常不同的价格指数，也因而有非常不同的实际模式。

考察我们之前的例子，时期1中两台电脑每台价格为2 000美元，

时期2中同样类型的电脑每台价格为1 000美元。在观测价格方法中，

如果时期1被视为基期，那么2 000美元就是这种类型电脑的基期价

格。在任何一个时期内，这代表一台电脑的“实际价值”。因此，时

期1中资本存量的实际价值为4 000美元=2 000美元×2台电脑，而在时

期2中为2 000美元=2 000美元×1台电脑，都是用“时期1的美元”来

表示的实际测量值。

价格指数提供了可以获得相同结果的另一种方法。给定时期内电

脑的价格指数被定义为其现行的价格除以基期价格。[4]因此，时期1

中这种类型的电脑的价格指数为1.00=（2 000美元/2 000美元），而

在时期2中为0.50=（1 000美元/2 000美元）。时期1中存量的实际价

值为其现行价值除以价格指数。之前我们注意到，时期1中存量的现行

价值为4 000美元，时期2中的为1 000美元。将这些值除以相应的价格

指数恰好可以得到和之前的推导结果相同的实际存量的量度值：时期1

中实际存量价值为4 000美元=（4 000美元/1.00），时期2中实际存量

价值为2 000美元=（1 000美元/0.50）。正如丹尼森注意到的，这种

传统的方法论既是内在一致又是有用的（Denison 1993，99-101）。

这两种计算机器实际价值的方法是等价的，这可以容易地用符号

规范地表示出来。接下来，下标“i”指第i种资本品，pMK=一台“机

器”的观测价格（以美元计价），MK=机器的存量（数量），K=现行的

资本价值，KR=总存量的实际资本价值，下标t指时期。



那么，联立方程（6.5.1）和方程（6.5.2）就可以明显发现存量

的实际资本价值即为其数量乘以其基年价格。因此，基期价格方法和

价格指数方法对实际存量的量度是相同的：

附录6.5.3.2 对价格指数的质量调整

质量调整价格方法在国民账户中日益普遍，它具有完全不同的目

的：试图重新定义价格以使其所指的不是实际商品，而是与这些商品

相关的想象的“使用者效用”。在我们之前的例子中，较旧电脑的价

格由时期1的2 000美元降为时期2的1 000美元。假定时期2中也有一种

新类型的电脑，质量是较旧类型的2倍，[5]购得价格为2 000美元。如

果我们将较旧电脑的质量定义为1，较新电脑的为2，那么从使用者效

用的观点来看，我们有以下结果：在时期1，一台较旧的电脑代表一单

位的质量，价格为2 000美元，这表明每单位质量2 000美元；在时期

2，一台较旧的电脑代表一单位的质量，价格为1 000美元，而一台较

新的电脑代表2单位的质量，价格为2 000美元——因此在每种情况下

每单位质量的价格为1 000美元。[6]在时期1中，每台机器的价格和每

单位质量的价格为2 000美元，因为每台旧机器也代表一单位质量；而

在时期2中，每台机器的平均价格为1 500美元（每台旧机器的价格为1



000美元，每台新机器的价格为2 000美元），而每单位质量的平均价

格为1 000美元（Triplett 1990，223-224; 2004，19）。因此，两种

量度平均价格的方法对价格如何在不同时期变化给出了不同的估算结

果：每台机器的价格下降25%，而每单位质量的价格下降50%。

资本的现行成本不受质量调整的影响，因为我们可以直接通过市

场价格计算出来：时期1为4 000美元，代表两台较旧的机器，每台机

器的价格为2 000美元；时期2为3 000美元，代表一台较旧的机器和一

台较新的机器，价格分别为1 000美元和2 000美元。因为实际存量为

用现行成本计算的存量除以使用的特定类型的价格指数［方程

（6.5.3）］，所以质量调整价格指数比观测价格指数下降得更快（或

上升得更慢），[7]相应的（质量调整）实际资本存量指数将上升得更

快。[8]这两种方法对证据进行了不同的解读，因为它们对实际资本的

定义不同。观测价格方法将实际资本定义为以不变美元计价的机器存

量，而质量调整方法将实际资本定义为这些机器以不变美元计价的包

含质量的价值（Gordon 1990，55，59）。

这最后一点很重要，因为在新古典理论中，资本品的有意义的

“质量”是其实际利润：“资本的正确的理论概念是将两种可以产生

同样［实际总利润］的资本视为等价的，实际总利润定义为总收入减

去由一系列固定的产出和投入价格量度的可变运营成本”（Gordon

1993，103）。 [9] 在之前附录6.2中提出的方程（6.2.1）~方程

（6.2.3）所代表的古典生产价格体系之内，新古典方法因此相当于将

实际资本定义为与总剩余的现行价格成正比（总剩余产品向量

基于基期价格p0进行估值）：KR=βPR，其中

β=某个不变的比例， 。于是，如果新古典对实际资本的

定义可以普遍应用，那么得到的“实际”总利润率在不同时间都等于

常数β。此外，某种程度上实际利润与实际产出的比率在经验上是稳

定的，“实际”最大利润率（“实际”产出-资本比）看起来也是稳定

的。



这强调了之前所说的观点，即新古典与古典的量度方法对实际利

润率和最大利润率的定义就原则而言是不同的。古典的利润率被定义

为名义利润与资本现行价值的比率： 。为了对资本品的价

格进行必要的新古典调整，我们必须先推出实际利润的测量值，但这

只能通过资本品以外的商品价格推导出来，因为资本品的价格恰恰是

我们试图去建构的。因此，总名义利润必须通过某个价格指数（ ）

平减，这个指数不同于用以平减资本存量的现行价格（ ）。但正如

附录6.2.3已经注意到的，这样得到的实际利润与实际资本的比率仅仅

是利润率的一部分，还有另一部分是我们不能消除的相对价格。总利

润率不受这种分割的影响。这意味着如果我们将实际资本定义为与实

际利润成正比 ，其中β=某个不变的比例，那么利润率的所

有动态都被转化为价格比率的变化。

当实际产出被用于质量的指标时，同样的结论适用于实际产出-资

本比。不管这个比率的意义是什么，它都不能代表最大利润率。相

反，它仅仅有助于将最大利润率分割为两个部分，其中一个部分被建

构为常数，因此所有的动态变化都取决于另一个部分（剩下的价格比

率）。

斯拉法对已用资本品的处理产生了不同的问题（见附录6.4）。在

这种情况下，已用机器的现行资本价值（现行价格）是通过给定的统

一利润率从其现行的利润率中估算出来的。这造成已用机器的现行利



润率与新机器的利润率相等，但这不意味着这个共同的利润率因此是

一个常数。于是，任何试图使已用机器的实际资本价值与其实际利润

成正比平减程序都将遇到之前已提到的困难。

附录6.5.4 评价技术进步对利润率的影响

很显然，如果实际资本的定义使其与实际产出大约成正比（见附

录6.5.3），由此得出的实际产出-资本比不能被视为技术变革的指

数。它的不变仅仅是定义上的，而非（比如）真实的哈罗德中性技术

变革的证据。

那么，我们应该怎样评价技术变革的影响呢？假定我们考虑一个

生产价格体系，并且用工资份额和最大统一利润率来表示统一利润

率，如方程（6.2.8）： 。通过将方程（6.2.1）中的工资品

向量（w）设定为0，我们可以从统一利润率（r）的表达式中推出最

大统一利润率（R）。斯拉法（1960，29-31）证明，对任何给定的技

术而言，R是唯一的。他也表明这可以理解为标准的产出-资本比，也

就是标准产出比例下的产出-资本比（在给定技术条件下也是唯一

的），不管哪一个价格向量被应用于标准净产出和标准资本存量向

量。因此，给定技术水平，任何基期的价格向量都可以得到相同的比

率。因此我们可以将R的运动视为技术变革的指标。

因为R是最大统一利润率，所以在具有投入产出表和资本存量的年

份里，我们可以直接将其量度出来。然而，表9.19证明了用市场价格

量度的经验总产出-资本比是R的很好的近似——斯拉法本身在其未出

版的笔记中提出了这一点（Bellofiore 2001，369）。因此，在实践

中将现行价值比率作为技术变革的指标是合理的（见第16章）。

就工资份额（w/y）而言，我们在附录6.2.3末尾注意到，它可以

表示为两种有益的方式：一种表示为实际工资（w/pc）与每工作小时

的最大消费量（y/pc）的比率，这与工人很相关；另一种表示为



（w/py）与生产率（y/py）的比率，这是商业关注的核心。因此，现

在我们有两个不同的指标，每工作小时的最大消费量的变化与生产率

的变化，每一个指标都代表技术变革的一个特定方面。

附录6.5.5 克服链式加权总量的问题

试图去修正现代资本存量的数据会立即遇到棘手的问题，即好像

没有方法可以直接解决链式加权总存量的问题。个体实际存量是通过

永续盘存法得到的，其中实际存量水平是一项机器的净投资（总投资

减去退废）和过去实际存量水平的加总（见附录6.5）。在20世纪90年

代以前，总资本存量是通过（定期调整的）固定权数得到的，在那种

情况下，总量与其个体组成部分一样都遵循永续盘存法准则。这意味

着通过改变某个潜在的假设，比如假定的服务寿命，我们就可以直接

得到新的总资本存量估计值。

然而，在20世纪90年代初，资本存量总量（向前重新估计到1929

年）就已经建立在对个体实际存量进行链式加权的基础上。这里的困

难是链式加权总量不遵循永续盘存法准则。事实上，它并不遵循任何

公认的准则。即便如此，最终表明它们的确遵循我所谓的广义永续盘

存准则。秘密在于这样的事实，即现行成本的资本存量测量值可以直

接加总。

附录6.5.5.1 个体资本存量的存量-流量积累规则

实际建构对资本存量的估计值包含几个步骤。第一，通过质量调

整的投资价格指数（ ）将第i种资本品的名义总投资（IGi）的年度

观测数据转变为其不变价格等价物（IGRi）。第二，对这种资本品的

使用寿命进行一些假定，用以估计在任一给定时期内有多少在过去购

买的这种资本品将会退废（RETRi）。在最简单的情况下，如果第i种

资本品可以持续Li时期，那么在购买它Li时期后，它一定会从总存量



中退废（移除）。从某个初始的估计值开始，将每一期的实际总投资

相加并减去估计的退废可得期末的实际总存量（KGRi）（OECD 2001，

39）。同样地，在任一给定的时期内，实际总存量的变化可以计算为

这一时期实际总投资与退废之差。接下来，将实际存量乘以投资价格

指数可以得到现行价格总存量（KGi）。

个体净存量可以通过两种不同的方式估计。传统的方法是假定给

定类型的资产存在某种折旧模式。对每种资产而言，这意味着在其假

定的寿命内实行某种折旧流量模式。任何给定时期的总折旧都等于资

本存量中依然存在的所有使用期限的这种资产的到期折旧流量之和，

那么净存量等于总存量减去总折旧。这是法国和大多数经合组织成员

都使用的方法，美国在1997年之前也使用这种方法（OECD 2001，43，

97-99）。另一种方法是忽视之前对总存量的估计，而是利用这样的事

实，即一旦我们确定了任何给定资产的初始实际价值和折旧模式，我

们便可以直接在其使用寿命的任何时刻推导出净资本价值（见附录表

6.3.1）。

与永续盘存法不同的地方在于，我们总是可以将给定类型i的机器

在时间t的总物质存量（ ）写为存量的净变化（ ）与其过去

时期的价值之和。

传统方法是乘以这种机器在基期“0”的价格，以得到以实际形式

表示的相应关系，其中在时期t末存量的实际价值等于这种机器在这一

时期的实际净投资（ ）加上其存量的初始实际价值。

这里的净投资对应于机器存量的物质增量的价值（即总固定资产增加

值减去退废）。这是总资本存量背后的概念，但本部分推导的基本存

量-流量积累规则接下来将在附录6.5.5.3中被拓展应用于分析稍微不

同的净投资概念（总投资减去折旧），净投资是净资本存量的基础。



方程（6.5.9）是就第i种机器而言的永续盘存法“存量-流量积累

规则”（Liu，Hamalainen，and Wong 2003，34-36），这使我们可以

在给定某个估计的初始值条件下描绘出第i种资本品的总实际存量的时

间轨迹。然后第i种资本资产的现行存量是通过将每种个体实际存量乘

以实际或潜在的现行价格（即作为现行资本品的价格）估计的，这与

将第i种机器的数量乘以其现行价格是等价的。因为这是新购买机器

（新投资）必须支付的价格，我们将其定义为 ，相应的价格指数定

义为 。现行成本存量可以直接加总，因为它们都是用现行

货币单位来表示的。

正如方程（6.5.10）所示，在现行成本存量的个体水平上，新机

器的价格（投资）与总存量相同。我们将发现这个原则适用于固定权

数总量，但不适用于链式加权总量。在后一种情况下，由用现行成本

计算的总存量与实际总存量的比率定义的总资本的价格指数与总投资

的价格指数显著不同。因此，对链式加权总量而言，我们需要通过以

下关系分别标出总资本存量的价格指数。



附录6.5.5.2 固定权数总存量的存量-流量积累规则

当通过固定权数指数（权数为基年商品的相对价格）得到数量总

量时，总实际资本存量为个体实际资本存量之和（Whelan 2000，

4）。因为个体实际资本存量实际上是通过方程（6.5.9）的永续盘存

法准则估计的，所以固定权数总实际存量（用上角标“fw”表示）也

遵循永续盘存法准则（Whelan 2000，14; Liu，Hamalainen，and

Wong 2003，36，53）。

用固定权数程序计算总存量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总资本存量（帕

氏）价格指数必须等于总新投资的价格指数。这对个体资产而言是正

确的，因为给定类型机器的现行货币价格为新购买机器所必须支付的

价格（新投资）。对固定权数总量而言，这在总量水平上也恰好成

立。为了证明这一观点，到将方程（6.5.10）和方程（6.5.13）联立

起来可得：



在上述表达式中， 这一项即为投资品的帕氏价格指数（

），即由其实际资本存量在总实际存量中的份额加权的个体新机器

的价格（Diewert 1987，779）。此外，在固定权数指数的情况下，实

际存量之和 为总实际存量 ［方程（6.5.13）］。因此，上

述表达式中最后一系列项可以简化为 。那么，在固定权数

总量的情况下，投资的价格指数和资本存量的价格指数是相同的。

固定权数存量与个体存量遵循相同的规则这一事实意味着在估计

固定权数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直接利用总存量去估计潜在假设发生某

种变化的影响。例如，在方程（6.5.13）中，实际净投资项 为观

察到的实际总投资与某个估计的系列实际退废（在总存量的情况下）

或实际折旧（在净存量的情况下）之差。那么，可以直接通过使用永

续盘存法准则评价关于总退废或折旧的不同假设所产生的影响。问题

在于在大多数国民账户中已不再使用固定权数估计值了。

附录6.5.5.3 链式加权总存量的新永续盘存法准则

近几年，因为固定权数总量对总增长率的估计不可靠，许多国家

如美国和加拿大已经用链式加权总量对其进行了替代。[10]首先，链

式加权数量指数可以创建每一项的实际总增长率（如 ），

然后利用前一时期的价格作为权重将这些加总为某个合意的实际总增

长率（如 ）。因此，随着时期的改变，权重会自动修

正。其次，将某个特定的基期的“量”定义为100，然后通过之前推导

的总增长率计算（链式）从这一点开始向前或向后的其他量，将总增

长率转化为一种指数水平。重新调整基期的量，使其等于同一时期总

量的现行成本价值，由此可以得到实际水平。我们已经注意到现行成



本各项可以直接加总。最后，实际变量的价格指数，即其潜在的价格

平减指数，被定义为名义价值与实际价值的比率（如pk=K/KR）。这种

程序清楚地表明对基期的选择仅影响实际总量的水平而不影响其增长

率（Whelan 2000，6-7）。

增长率不随着基期的变化而变化是链式指数的主要优点。不幸的

是，这种程序也有很多缺陷。首先，链式加权总量实际水平的意义并

不清楚。在固定权数总量的情况下，基期决定了一系列参照价格，因

此（比如）t期实际资本存量水平代表了就这些特定价格而言的总成本

（即不变美元价值）。但在链式加权总量的情况下，参照价格是不断

变化的，并且基期仅仅为变量提供了一个任意的刻度。因此，链式加

权总量的实际水平没有特定的意义。其次，除了基期外，这些水平自

身是不可加的，[11]因此一般而言实际资本存量不等于个体实际资本

之和或实际设备存量与实际建筑存量之和。实际GDP也不是实际消费、

实际投资、实际政府支出与实际净出口之和。这种非可加性意味着从

总体中减去任何一个给定的子部分并不会使我们得到对剩余部分的正

确加总，相反地，这种正确估计要通过一种复杂的、迂回的方式得

到。最后，非可加性也意味着部分与总体的比率加起来不为1。那么，

任何给定的比率，比如实际投资/实际GDP或实际设备资本/实际总资

本，不能再被解释为“实际份额”（Liu，Hamalainen，and Wong

2003，9）。事实上，包含链式加权总量的比率通常是不可信的：例

如，“投资的链式加权总量可以无限地比资本存量的链式加权总量增

长更快，总实际投资水平比总实际资本存量变得更大是完全有可能

的”（Whelan 2000，16）。

因为链式加权总量不遵循永续盘存法或其他著名的准则，所以我

们好像只能通过在个体资本品层面操作，然后将这些修正后的估计值

进行链式加总才能得到对总存量的另一种估计。即使可以获得基础数

据，这样一种计算对单个国家而言也是困难的，在国际层面基本上是

不可能的。



然而，还有另一种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尽管链式加权总实际

存量和个体实际存量不遵循相同的积累规则，但它们依然有可能遵循

某种其他的积累规则，因此如果我们发现这个规则，我们就可以继续

自由前进。

沿着这个方法进行分析的第一步就是注意到，因为现行价格总量

如名义GDP或资本的现行价值是其相应的名义部分之和，所以它们总是

可以加总的，其部分与总体的比率事实上可以被阐述为份额。当处理

基于费雪理想指数[12]的链式加权总量时，这个性质是重要的，因为

任何这种实际变量的增长率都约等于其部分增长率的加权平均，权重

为相应的名义份额在现在和过去时期的平均值。这被称为对费雪指数

的托恩奎斯特近似（Whelan 2000，10），这使我们可以通过托恩奎斯

特指数估计链式加权总量。

首先，我们将方程（6.5.7）中第i种机器的物质积累规则与方程

（6.5.10）中对机器的现行成本价值的定义结合起来，推导出个体现

行成本资本存量的积累规则。得到的个体存量的规则表明给定类型机

器存量的现行价格是以下两项之和：（1）实际净投资，为实际总投资

与退废机器的现行价值之差；（2）年初的初始实际存量。[13]

将方程两边都除以基年价格（ ），并且考虑方程（6.5.8）和

方程（6.5.9）中的定义，实际资本存量 ，实际净投资

，第i种资本品价格指数为 ，并且比率

，其中 =价格指数的增长率，我们可得到：



方程（6.5.16）代表个体现行成本存量的一般积累规则。因为它

们以现行价格为单位，所以前三项式可以直接加总，由此我们得到总

量关系 。

上述表达式括号中的项是第i个价格指数变化率的加权平均值，权

重为前一时期中第i个现行价值存量在总量中的份额。正如结果所示，

当任何诸如实际资本存量的总量被建构为费雪理想指数时，相应的价

格指数 本身也是同样的类型（Whelan 2000，6-7n6）。但据托恩奎

斯特估计，个体价格变化率的加权总和可以很好地估计总价格指数的

变化率，权重为相应的现行价值资本存量在当前时期和过去时期的平

均值。这实质上与括号中的项相同，除了在我们的情况下名义份额时

滞了一个时期而非两个时期的平均值。因此，括号中的项很好地估计

了资本存量的总价格指数变化率 ，那么链式加权的

现行成本资本存量遵循的一般规则为：

在链式加权情况下，总投资的价格指数与总资本存量的价格指数

不同，因为一般而言 。运用实际总存量

［方程（6.5.12）］和实际总投资 的定义，我们可以

对方程（6.5.17）的现行成本存量使用链式加权积累规则，从而得到

针对实际存量的链式加权积累规则。



方程（6.5.18）证实链式加权总实际存量不遵循永续盘存法，因

为链式加权投资价格指数 与链式加权资本存量指数 不同。在固定

权数指数中，我们回想起这两个指数事实上是相等的［方程

（6.5.14）］，这正是固定权数总资本存量遵循永续盘存法准则的原

因［方程（6.5.13）］。然而，方程（6.5.18）也清楚地表明即使链

式加权实际存量不遵循永续盘存法，它们也的确遵循其简单的变形

版。这足以使我们直接处理链式加权总量，以得到对现行成本和实际

存量的另一种测量值，我们将在附录6.7的数据中对此进行分析。

在这时，我们有必要回想起名义净投资（IN）意味着两种不同的

事物：在总存量的情况下，它代表名义总投资（IG）与名义退废价值

（RET）之差；在净存量的情况下，它代表名义总投资与名义折旧（

）之差。因此，我们可以将净投资写为一般形式：

其中，Zt=存量消耗的总现行价值，在总存量的情况下Zt=RETt=退

废，在净存量的情况下Zt= t=折旧。

利用这个方程，我们可以将之前在方程（6.5.17）和方程

（6.5.18）中提到的总历史成本存量、总现行成本存量和总不变成本

存量遵循的广义永续盘存法积累准则表达为：



附录6.7.2应用了之前的讨论以提供对美国净资本存量和总资本存

量的新的量度值。

[1] 经验研究似乎表明在观察到的很多资产的使用寿命中，其效率的降低大约呈几何速度

（然而这并没有表明这些机器的寿命是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的）。有人认为，在这种情

况下，双曲线方程是恰当的，因为它不仅近似于观察到的模式，而且在使用寿命终结时截断

（Harper 1982，32，42）。尽管用于无限寿命的几何方程被一些学者认为是“经验上不合理

的”（Hulten 1990，125），并且会产生导致很多问题的“无限尾巴”（Harper 1982，

10，30），但因为其简便性，所以在阐述资本理论时被广泛使用。根据新古典理论的观点，用

于无限寿命的几何函数的巨大便利性在于随着资产寿命变老，其价格的下降与效率成正比（即

年龄-价格与年龄-效率模式是相同的）。因为资本品的“效率”是其利润率，这意味着随着机

器寿命变老，它的净资本价值与其利润成比例下降，所以其净资本价值的利润率保持不变。我

们可以回想起来这也是斯拉法采用的估值方法（见附录6.4）。

[2] 实践中，一种给定的商品被假定有固定的平均使用寿命，然而在该类型的个人资产中

可能根据某种死亡率函数分布，其中线性时滞函数和各种钟形函数如温弗瑞函数是最受欢迎的

（OECD 2001，58）。尽管如此，死亡率函数被认为是独立于经济因素和事件的。一些国家如

英国、德国和芬兰通过随时间的推移逐渐缩短平均使用寿命来进一步修正这个问题。

[3] 问题中的存量如果被视为总存量时代表的是资本价值。

[4] 传统而言，价格指数表示为基期=100的数字，因此价格比率1.5写为150。为了简化

文中的阐述，我们将沿用小数形式。

[5] 接下来的讨论将实际利润作为对资本品“质量”的恰当的量度尺度，为了与之进行比

较，这里的计算能力被视为绝对的测量值（如针对某项标准任务的每秒计算次数）。

[6] 为了更好地举例说明，假定同等数量的“质量”售价相同。



[7] 质量调整对量度通货膨胀、决定工资和退休金以及其他福利的生活成本的增加有重要

影响。包含在消费者价格指数内的质量调整取决于很多对新产品质量提高的主观判断，它们通

常也无法解释健康、安全和环境的恶化所导致的生活质量下降（Madrick 1997）。

[8] 如果一种新机器只在时期2才出现，那么时期1中就没有其基期价格用以计算其实际

资本价值。我们或者可以等到新机器出现一段时期以后再将其引入价格指数，或者可以通过估

计这种机器的应耗成本推定其基期的影子价格（Diewert 1987，779; Moulton 2001，1-

2）。

[9] 戈登将实际总利润定义为“总收入减去由一系列固定的产出和投入价格测量的可变运

营成本”（Gordon 1993，103）。因为剩余产品为产出与投入（原料和劳动消费品）之差，

正如在方程（6.13）（见附录6.1.1）中的价格体系，所以实际利润的定义蕴含着剩余产品的

价格指数。在个体机器的层面，假定整体生产构成的实际利润可以分割为其中的个体项，我们

必须将质量指数应用于计算每种电脑的实际利润（Gordon 1993，106）。戈登注意到将资本

品的使用者效用（质量）仅与其现行利润联系起来是一种简化，因为在新古典理论中，一种资

产的竞争性均衡价格等于其预期未来所有利润流的贴现值。但构建这样一种流量需要价格、投

入和劳动系数、工资率，而这是不切实际的。因此，使用现行的实际利润仅仅是一种合理的近

似（Gordon 1990，72-73）。

[10] 单个商品的实际增长率独立于基期，但总增长率依赖赋予这些个体增长率的权重。

在固定权重数量总量的情况下，权重是由基期的相对价格给定的。改变基期就改变了权重，因

而也就改变了总增长率（Liu，Hamalainen，and Wong，2003，annex I，46-48）。

[11] 名义总量如GDP与现行价格的资本存量，每年是可以加总的，因为它们就是通过将

其各名义部分相加得到的。因为实际链式数量是通过使其等于基期的名义相对量调整刻度的，

所以基期是唯一链式加权总量可以加总的一年。

[12] 美国经济分析局现在将变量的总经济增长率计算为拉氏数量指数和帕氏数量指数乘

积的平方根，这就是费雪“理想”指数（Whelan 2000，6，eq. 1）。

[13] 另一种方法是将机器的现行存量看作上一年幸存的机器（上一年的存量减去退废）

加上新购买的机器（总投资），所有这些项都用现行价格估值。



附录6.6 量度产能利用率

利润率的分析要求我们将结构趋势与来自周期和冲击的波动区分

开来。这里的关键步骤在于区分经济产能与经济产出，后者通过产能

利用率与前者联系起来。

先区分“工程产能”与“经济产能”很重要，前者是指某个间隔

期间可能的最大可持续产出，后者是指给定厂房和设备的合意产出水

平。例如，如果一台机器的工程产能为每周120小时，那么它每周运行

6天、每天运行20小时在物质上是可行的。但可能结果表明第二轮和第

三轮的换班成本更高，这使其最低的成本点为每周运行5天、每天单一

8小时轮班（即每周40小时）。这个最低的成本点被定义为经济产能，

也是企业的基准产出水平，在这个例子中代表工程产能利用率的33.3%

（见4.5节）。产出持续低于这个水平意味着需要放缓计划的产能增

长，而持续高于这个水平意味着需要加速产能增长（Foss 1963，25;

Kurz 1986，37-38，43-44; Shapiro 1989，184）。[1]它总是经济上

合意的产能利用率，这是关键所在。

经济产能也不同于“充分就业产出”。[2]因为这两种测量值都被

标记为“潜在产出”，所以将它们区别开来很重要。尽管标准的经济

学理论通常假定全产能和充分就业同时发生，但在实际实践中，没有

理由认为经济产能条件下的生产将充分雇用现有的劳动力。事实上，

在古典主义、凯恩斯主义和卡莱茨基主义的传统中，两者即使在理论

水平上也是有区别的（Garegnani 1979）。

附录6.6.1 产能利用率的传统量度方法

有人可能认为通过将后者视为实际产出的长期“趋势”，人们可

以区分实际产出与产能，但因为总量数据可能包含非对称冲击、多周



期甚至长“波”，所以确定任何这种趋势都变得困难。一种方法是将

这种趋势视为某个先验的时间函数，但几乎没有理由相信增长趋势独

立于实际增长率，也没有真正的理由去偏好某个时间函数而不是其他

函数。另一种方法是平滑数据（正如用HP滤波法）以使趋势显示出

来。在这里，人们必须对“刚度”的程度有种先验的偏好以给趋势赋

值（比如HP滤波参数的大小）。此外，一些平滑数据的方法会产生虚

假的长周期（Harvey and Jaeger 1993，234）。不管在哪种情况下，

选定的趋势都不一定代表正常产能利用率的路径，因此数据中余量的

波动可能是产能利用率的变化与正常产能路径本身变化的结合物。最

后，存在这样的问题，即由经济萧条、战争和多种其他重要失常事件

导致的波动一般不是对称的。平滑技术倾向于在“上升与下降”之间

平等地分离数据，这意味着它们通常会错误地表示与趋势的实际偏

离。例如，在大萧条的情况下，既有急剧崩溃，也有持久的低谷，这

种扭曲将会非常显著。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价格冲击也会带来类似的

困难。

另一种替代方法是试图直接估计经济产能。如果我们可以接受广

泛认可（新古典）的假设，即除了与短周期（3~5年）相关的经济衰退

外，资本主义经济通常在正常产能水平上运行，那么这将是一个相对

简单的问题。事实上，这是著名的沃顿方法的前提，它将产能定义为

每个商业周期或失常波动中达到的峰值产出。其隐含的假设就是产出

的所有短期峰值都代表产能利用率的同一水平（100%）（Hertzberg，

Jacobs，and Trevathan 1974; Schnader 1984），这样就自动排除了

产能利用率出现中长期变化的可能性。

第二组产能量度方法试图通过依赖对运行率的经济调查，如美国

经济分析局和美国人口普查局所做的那样，解决这个问题。这里，企

业通常被要求指出其现行的运行率（即它们现行的产能利用率）。这

种调查带来的难题在于它们没有详细说明产能的明确定义，因此回答

者可以在产能的多种测量值之间自由选择，使用这些数据的分析者可

以用与其理论假设相一致的方法来自由地阐释数据。其中一个典型的



例子就是广泛使用的美联储委员会对制造业产能利用率的量度。首

先，通过使用两种不同的调查方法——一是麦格劳-希尔进行的调查

（最近没有持续下去），二是美国人口普查局的调查，对产能进行一

个初步的估计。美联储首先以某种方式将它们结合起来，其中细节没

有公之于众。然而，它经常总结道：即使是从它们自己的角度来看，

由此得到的对产能利用率的估计也是不合理的，因此它进一步处理这

种结合得到的产能测量值，并对资本存量和时间数据进行回归以对数

据进行平滑（Shapiro 1989，185-187）。它们也做出了各种其他调

整，以“将产能估计从峰值的工程概念变为与其基础理论相一致的经

济概念”。这些调整的既定目标之一是，由此得到的产能利用率的测

量值不会“长期低于‘正常’产能利用率”（Shapiro 1989，187-

188）。换言之，正如沃顿方法一样，这里的核心前提是经济体系一般

在全产能水平上或接近全产能的水平上运行。

第三种方法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经合组织使用的方法，通过合

适的生产函数估计潜在产出。正如通常指出的那样，生产函数代表了

给定充分利用的资本和劳动投入条件下所能生产的最优产出（Fisher

1969）。因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假定实际资本和劳动被充分利用

（这个问题有待考查），所以这种方法需要对投入进行某种调整。这

样，劳动投入由自然失业率定义，资本投入由特定劳动投入下的全要

素生产率的趋势水平定义，然后再由此估计潜在产出（De Masi

1997）。不必说，这不仅需要对受到很多批判的总生产函数这一概念

（McCombie 2000-2001; Felipe and Fisher 2003; Shaikh 2005），

而且需要对自然失业率的存在具有理论信仰（见第12~14章中的批判观

点）。

第四种量度方法回避了内在于前两种方法中的因试图直接量度产

能利用率而造成的困难。在现在已成经典的一项研究中，福斯

（1963）表明通过测量用以驱动资本设备的电动机的利用率估计产能

利用率是可能的。福斯对选定年份的初始估计随后很快被乔根森和格

雷切斯（1967）发展为年度序列，然后由克里斯坦森和乔根森



（1969）进行了改善和拓展，以覆盖1929—1967年，谢克（1992）运

用这种方法将分析覆盖了1909—1928年。但将这个序列向前拓展存在

一个主要的障碍：电动机的装机容量数据对数据序列的建构很关键，

但这项数据在1963年普查之后就没有了。谢克（1987a）表明在其重叠

的时期内，从麦格劳-希尔得到的直接调查数据对产能利用率的测量与

运用电动机数据推导的测量值相似。这使他可以将两个序列拼接起

来，创造一个1947—1985年的完整的产能利用率序列，这与标准的美

联储测量值有显著不同（Shaikh 1987a），尤其是就长期模式而言，

比如20世纪60年代越南战争的逐步推进，以及从1982年往后的后里根

时代的利润繁荣。与美联储的测量值不同，谢克的测量值从长期来看

既不是对称的，也不是平稳的，它表现出了更大的波动。相反，由它

得出的产能-产出比相较由美联储测量值推导出来的具有更加平滑的趋

势。谢克的文章提供了进一步的细节（Shaikh 1987a，1992，

1999），更多讨论参见温斯顿（1974），加比什和洛伦茨（1989，26-

40），以及察利基和楚尔菲迪斯（1999）。

附录6.6.2 量度产能利用率的一种新方法

利润率r≡P/K可以写为利润份额（σP）和产出-资本比（R，观测

到的最大利润率）的乘积。[3]后者反过来可以表示为产能-产出比

（Rn=Yn/K，正常产能下的最大利润率）和产能利用率（uK=Y/Yn，实

际产出与正常产能条件下的产出之比）的乘积。正常利润率是正常利

润份额与产能-资本比的乘积，而实际利润率等于正常利润率乘以产能

利用率（Shaikh 1999，108）。[4]正如之前提到的，当r和R的分子和

分母都表示为相同的单位，即都是现行成本或都是通过相同的价格指

数转变的不变成本时，它们都是经通货膨胀调整过的测量值（见附录

6.2）。这在我们分别使用实际产出和实际资本存量时非常重要，如方

程（6.6.3）和方程（6.6.4）。



如果我们将其展开为方程（6.6.4）所示的构成部分，那么表示产

出-资本比的方程（6.6.2）向我们展示了一种估计产能利用率的简便

方法。鉴于产出和资本存量是已知的，问题就变成了两个变量Rn和uk

中难以观测到的组成部分。我们可以通过一个技术进步方程解开这个

模型，在技术进步方程中产能-资本比被视为时间的函数（代表自发的

技术进步）和资本存量受制于随机冲击εt的函数（代表内含的技术变

革）。方程（6.6.5）描述的方程形式包含哈罗德中性的技术进步

（b=c=0，因此Rn是平稳的）和资本有偏的技术进步（c<0，因此随着

资本存量的增长Rn下降）（Hahn and Matthews 1970，371-372;

Eltis 1984，280-285; Foly and Michl 1999，117-119）。在增长项

中，它使产能-资本比的变化率可能有自发项和取决于资本积累的内含

项。[5]将这些结合起来可以得到一个潜在的计量关系。

从古典观点来看，产出围绕正常产能波动，因此在某个长期过程

中uK≈1，lnuK≈1。这里所定义的经济产能指正常产能，而非工程产

能。



直观想法是从长期而言，经济产能是与资本存量协整的产出，受

制于由技术进步带来的资本-产能比的趋势。但现在通货膨胀问题变得

重要。价格上升将提高Y和K，给方程（6.6.6）两边都增加一个与它们

之间任何结构关系都无关的共同的成分。之前提到恰当的经济指标

R≡Y/K一定是没有单位的，因此它的分子和分母都以现行价格量度，

或通过共同的价格指数进行平减。如果以那种方式计算，它便是一个

实际测量值。同样的问题突然在方程（6.6.6）中出现了：为了摆脱通

货膨胀的影响，我们可以仅仅在方程两边都减去共同的价格指数（p）

的log值（即用共同的价格p平减Y和K），因为如果不这样的话，我们

会将假的相对价格项引入方程（见附录6.2.3）。因此，与利润率一致

的产能利用率估计方法可以总结如下。

一旦用共同价格项重新表达了产出和资本存量之后，如附录6.7.3

的数据所示，问题就可以通过时间序列方法轻易地解决。这种一般的

方法很容易应用，仅仅需要可广泛获得的实际产出和实际资本存量的

数据，并且二者都利用了相同的价格指数进行平减。这里提出的协整

模型使我们可以估计产能和产能利用率、产出和产能的调整速度与技

术进步的方向。例如，哈罗德中性的技术进步意味着不变的产能-资本

比，而资本有偏的技术进步意味着下降的产能-资本比（Michl 2002，

278）。我们将看到美国战后时期的重要特征即为资本有偏的技术进

步。当这种方法应用于美国制造业数据时，也近似地复制了之前提到

的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和调查数据建构的产能利用率的独立指标

（Shaikh 1987a，appendix B）。这种方法的另一个优点是它不需要

像非加速通货膨胀失业率或者其他假设那样，假设一个总生产函数或

某个自然失业率。



应该说，不需要对最大利润率与实际利润率进行一致处理，产能

利用率问题也可以得到解决。从这个角度看，实际产出与实际资本存

量之间存在着恰当的关系，每一个都用其价格指数定义。但接下来，

我们直接遇到了附录6.5.3中讨论过的质量调整问题。仅有两种基本的

方法来建构价格指数：（1）传统的观测价格方法；（2）最新的质量

调整的价格方法。它们的目的不同，因而结果非常不同。现行成本的

资本存量仅仅是一系列以现行市场价格估计的物质存量的资本品。在

观测价格方法中，我们通过资本品相对于其某个基年价格的价格指数

对其进行平减，因此传统方法量度的实际资本仅仅是用基年价格估值

的物质存量。更新的质量调整的价格方法致力于对价格进行重新定

义，以使它们指的不是实际商品而是与这些商品相关的纯粹的“使用

者效益”，因此我们最终得到的是对物质存量的“质量”的量度。因

此，观测价格方法将实际资本定义为机器存量的不变美元价值，而质

量调整方法将实际资本定义为内含于这些机器中的“质量”的不变美

元价值。问题在于，在新古典理论中，对资本品的“质量”的相关定

义是其实际利润：“资本的正确理论概念是如果两种资本品产生同样

的（实际总利润），就将其视为等价物。”（Gordon 1993，103）

因此，如果完全应用新古典的质量调整方法，得到的资本存量将

产生一个不变的实际利润率。此外，实际产出-资本比的任何变化都将

反映利润份额的变化：恰当地应用质量调整方法得到的资本品的价格

指数将抑制任何由技术进步带来的趋势，并且也将相应地扭曲对产能

利用率的量度。实际上质量调整并不完美，因此可能会出现一些技术

进步的方面。但将这些结果解读为技术进步和产能利用率的有效指标

是错误的，因为它们是质量调整的人工产品。

本书提出的与利润率一致的产能利用率测量方法的其中一个优点

就是它避免了这些问题。附录图6.6.1和图6.4相同，都展示了美国企

业的产能利用率测量值，这与常见的美联储工业产能利用率测量值的

趋势非常不同（见附录6.7.3）。在新测量值中，我们注意到20世纪60

年代约翰逊时代的越南战争繁荣以及20世纪80—90年代布什时代信贷



支撑的需求繁荣带来的巨大影响。在第12~16章中，我们最终发现这种

需求支撑的时期在理论上和经验上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附录图6.6.1 美国公司企业（1947—2011年）和美联储所有行业的产能利用率

[1] 在增长体系里，可以通过改变相对增长率进行调整。

[2] 短期的就业波动可能与产出的短期波动有关，因此就业率（就业与劳动供给之比）的

短期波动可能与产能利用率（产出与产能之比）的短期波动有关。但除非产能与劳动能够供给

的比率作为一种潜在的生产率恰好在不同时间内总是不变的，否则产能利用率在中长期内将偏

离就业率。

[3] 这种方法论最初由谢克提出。

[4] 产出-资本比是一个流量-存量比，可以直接表达为产能-资本比与产能利用率的乘

积。严格而言，我们也应该将利润份额分为正常部分（产能利用率调整后的）和周期部分的乘

积。然而，因为利润份额是流量-流量比，产能利用率的变化对两边都有影响，因此相对波动

非常小。我们可以用利润率的趋势作为其正常水平的近似值（见6.8节）。

[5] 对任何变量x而言，其变化的百分比率为 。因此根据方程（6.6.5），

。



附录6.7 经验方法和来源

国民账户[1]区分了在境内外运营的国内企业的总价值增加值和在

国内运营的所有企业（包括国内所有企业和国外所有企业）的总价值

增加值。前者被称为GNP（国民生产总值），后者被称为GDP（见附录

表6.7.1）。例如，美国GNP涵盖了所有在美国和其他国家运营的福特

企业，而GDP包括在美国运营的福特企业和丰田企业。前者可能与股票

市场上对福特的估值相关，而后者则与对国内就业和坐落在美国境内

的汽车产业的资本存量的分析有关。为了根据GNP得到GDP，我们必须

减去在国外运营的福特企业的总价值增加值，加上在美国运营的丰田

企业的总价值增加值。

附录表6.7.1 2009年美国的GDP和GNP

附录6.7.1 总生产剩余

我们主要考虑GDP及其构成部分，因为可得的就业和资本存量指标

都指的是国内经济。下一步就是将GDP分解为其相关的组成部分。国民

账户一般分别量度总产出（总价值增加值）和相应的总收入（工资加

上税收和总营业盈余）。从原则上而言二者应该相等，但实际上并非

如此。因为产品的量度值被认为是更加可靠的，所以通过在收入一边



加上被称为统计误差的二者之间的差值，就能实现两边相等。在国民

收入和生产账户的定义中，NOS=GDP-［SD+国内雇员所得+净间接企业

税-经济折旧，即以现行成本估价的资本品的折旧，被称为固定资本的

耗费（CFC）[2]］。注意到这一方法隐晦地将收入这边的测量错误分

配给了雇员所得和/或净税收之和，而非净营业盈余（NOS）。附录表

6.7.2阐释了这些计算。

附录表6.7.2 国内总营业盈余与净营业盈余的推导



尽管上述对净营业盈余的计算是标准的，但作为我关注的营利性

商业企业的净营业盈余的量度值，它存在三个主要缺陷：它没有去除

非营利部门，例如政府、服务家庭的非营利性组织和家庭；它没有解

释国民收入和生产账户对待企业和非企业存在的一个重要的非对称

性；它没有调整产生于国民收入和生产账户中包含虚构的（估算的）

利息流量的影响。

附录6.7.2 企业部门账户

GDP，因而总营业盈余与净营业盈余包括服务家庭的非营利组织

（NPISH）、所谓的家庭部门（HH）和政府。服务家庭的非营利组织包

含宗教、福利、社会服务、资助型基金会、政治组织、博物馆和图书

馆，一些公民组织和兄弟组织，医疗关怀机构、教育组织和研究组

织，娱乐组织、文化组织、公民组织和兄弟组织，工会组织、法律援

助组织和专业组织。然而，它不包括诸如商会、贸易协会和（个人独

资企业）所有人协会等非营利组织，因为这些组织被认为是服务商业

的。

此外，“企业”本身的定义包括了免税合作社、信用合作社、互

助金融组织和大学出版社（Mead，McCully，and Reinsdorf 2003，

13）。因此，去除服务家庭的非营利组织是虽不完整但重要的修正。



“家庭”也包括将其部分房子出租出去的人，我们可以将这一行为视

为非营利活动。一个完全虚构的（个人独资企业）所有人自住房屋部

门（OOH）出现了，因为国民收入和生产账户将私人房屋所有者视为将

自己的房子租给自己的“企业”。所有人自住房屋的原理在于“房屋

服务”的GDP部分应该与房子是由屋主居住还是出租出去无关。因此，

如果你居住在自己拥有的房子里，那么你将被视为将房子租给自己的

企业。即使你住在自己的房子里，将房子租出去获得的租金收入被视

为（个人独资企业）所有人自住房屋企业的收益。家庭部门的总营业

盈余通过减去屋主维护、修理、雇员所得、财产税与来自实际和假想

的个人所有房屋的租金收益的贷款利息推导出来。在总营业盈余和净

营业盈余的子分类“个人的租金收入”和“企业支付的净利息”下，

由此推导得到的净收入下降了（Ritter 2000，18n17; Mayerhauser

and Reinsdorf 2007，1）。[3]国民收入和生产账户定义的“企业”

部门排除了服务家庭的非营利组织、家庭部门和政府，劳工统计局也

正确地排除了政府企业，因为它们是非营利性的（Harper，Moulton，

Rosenthal and Wasshausen 2008，1and table A.1）。附录表6.7.3

展现了修正后的企业净营业盈余量度值，是相应的总价值的79%。

附录表6.7.3 企业部门的总营业盈余和净营业盈余（总营业盈余-家庭部门-服务家庭的非营利
组织-政府）



附录6.7.3 工资等价物、非公司企业和公司企业利润
率

第二个问题是国民收入和生产账户对企业流量的量度体现了一个

古怪的非对称性。考虑两家企业，一家为公司企业，另一家为非公司

企业（个人独资企业或合伙企业），每家企业的价值增加值为1亿美

元，其中每家企业支付5 000万美元给正式职员，记录1 000万美元为

折旧，每家企业剩余4 000万美元。在公司企业的案例中，国民收入和

生产账户将进一步将1 000万美元记录为工资、奖金和作为公司企业雇

员所得的一部分由公司管理人员持有的某种股票期权，[4]因此公司企

业的净营业盈余为3 000万美元。但在非公司企业的案例中，国民收入

和生产账户将所有超过正规雇员所得的价值增加值（如4 000万美元）

记录为（个人独资企业）所有人和合伙人的个人收入——被官方标记



为国内个人收入下在“（个人独资企业）所有人”收入名称下的一部

分（Seskin and Parker 1998，M-8），并没有考虑到这一事实，即这

个总和的某一部分实际上是非公司企业的利润。[5]事实上，根据这种

核算，非公司企业部门的利润为零。对此进行修正需要我们将（个人

独资企业）所有人的收入分为两部分：工资等价物和相应的利润。这

样做的一种方法是指定（个人独资企业）所有人和合伙人（“自我雇

用者”[6]）的收入为全职等效雇员的平均雇员所得（Shaikh and

Tonak 1994，112-113，304-305; Gomme and Rupert 2004，4-5），

这基于一个前提假设，即（个人独资企业）所有人和合伙人的收入至

少与私人全职雇员的收入一样多。这产生了工资等价物WEQ1。然而，

使用每个工人的平均私人工资率并不能反映20世纪70年代以来管理者

的薪资与工资的比率迅速变化。另一种方法是将个人独资企业的收入

按照公司企业部门的比例分为工资和利润，美国劳工统计局就使用这

种方法（Jorgenson and Landfld 2004，15）。公司企业雇员所得包

括公司企业管理者的薪资，而公司企业利润则不包括。但非公司企业

雇员所得不包括（个人独资企业）所有人和合伙人的所得，而（个人

独资企业）所有人的收入无疑包括（个人独资企业）所有人和合伙人

的所得。为了使部门间的量度相一致，我们需要将（个人独资企业）

所有人和合伙人的薪资加到其雇员的工资账单上，并将这些薪资从

（个人独资企业）所有人的收入中减去以得到非公司企业利润。

假定完整的工资/利润的份额在两个部门间是相同的，那么我们就

可以用这种使之相等的方法估计出工资等价物（WEQ2）。

附录表6.7.4阐释了这两种工资等价物量度值的计算。附录图

6.7.1给出了1947—2009年的数据。WEQ2最初低于WEQ1，但是上升得更

快。这并不令人惊奇。前者将平均私人雇员所得指定为每个（个人独

资企业）所有人和合伙人（自我雇用者）的收入，而后者考虑了20世

纪90年代起薪资与工资的比率上升的影响（Mishel 2006）。

附录表6.7.4 非公司企业工资等价物对利润的影响





附录表6.7.4还显示了对非公司企业利润和利润率的影响。附录图

6.7.2展示了两种非公司企业的利润率，rnoncorp1和rnoncorp分别对

应WEQ1和WEQ2，以及公司企业的利润率和整体企业部门的利润率。由

WEQ1得到的利润率在1947—1990年小于公司企业利润率的一半，在此

之后它迅速上升，在20世纪90年代是公司企业利润率的两倍多。此

外，由WEQ2得到的结果更加可信。它所对应的非公司企业利润率的轨

迹与公司企业的利润率相当接近，但是数值更小。导致这种差异的部



分原因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估计的非公司企业部门依然包含很多非

营利性企业，例如商会、贸易协会、（个人独资企业）所有人协会、

免税合作社等，这些组织的“利润率”非常低或者甚至为负，拉低了

平均非公司企业利润率。因为缺乏恰当的数据，所以很难将这些部门

排除。在所有接下来的计算中，我都将使用WEQ2。因此，附录表6.7.4

和附录图6.7.2所示的总体企业利润率被定义为公司企业利润与对应

WEQ2的非公司企业利润之和除以公司企业和非公司企业现行成本资本

存量之和。相似地，WEQ2是修正后的企业部门中非公司企业部分的基

础。

附录6.7.4 实际净利息和估算净利息

在估算完非公司企业工资等价物和利润之后，我们还要解决第三

个问题，其由国民收入和生产账户对利息支付的处理方法引起。这不

影响利润的量度，因为利润扣除了利息支付，但它的确影响对企业总

价值增加值、价值增加值和净营业盈余的量度。对一般的国民收入与

产品部门而言，净“利息支付一般被视为企业给予为其提供资金的投

资人的一部分收入，而不是对服务的支付”（Fixler，Reinsdorf，

and Villones 2010，347）。问题在于金融中介如银行获得的利息比

其支付的利息更多，因为这就是它们赚钱的方法。这意味着它们的净

利息“支付”是负的——它如此之大以至用传统方法计算其价值增加

值（雇员所得、税收、净利息支付与利润之和）倾向于获得一个负

数。在这种情况下，净营业盈余等于利润加上净利息支付，也倾向于

为负值。明显的解决方法就是意识到银行毕竟是这样一种金融中介，

即从它经手的货币流量中进行提成的中介（Shaikh and Tonak 1994，

260-267）。事实上，像这样的事情直到最近才被许多欧洲国家着手处

理（Fixler，Reinsdorf and Villones 2010，347n7）。然而，国民

收入和生产账户坚持将银行视为普通企业。并且因为一般的企业必须

具有正的价值增加值和正的总剩余，所以，“对银行生产的固有的金

融服务的估算包含在国民收入和生产账户内”，并且在净利息支付的



条目下（Fixler，Reinsdorf and Villones 2010，347）。因为银行

属于公司企业，所以公司企业的净利息最终很大程度上“由估算构

成”（Ritter 2000，18）。例如，2009年，在总国民收入和生产账户

净营业盈余中，总净利息为8 419亿美元，其中7 476亿美元是估算的

（NIPA table 7.12，lines 43，44）。

附录图6.7.1（个人独资企业）所有人收入的工资等价物部分



附录图6.7.2 工资等价物调整对部门利润率的影响

在正常情况下，非金融企业、家庭等将特定数额的货币作为净利

息支付给银行。这些货币构成了银行的净收益（贷款获得的利息减去

存款获得的利息），并被分为银行的成本和利润。为了实现其理想的

银行账户的转换，国民收入和生产账户对前述账户进行了两方面干

预：它创造了某些估算的数量以用于非金融企业、家庭等的账户；它

创造了一个不同的估算数量以用于银行账户。在非金融企业一方，这

个估算的数量减少了净营业盈余，并且通过加上一个被称为估算的净

利息支付的负项，总利息支付减少了同样的数量。因为根据定义，利

润=净营业盈余-总净利息支付，后两者减少了同样的数量，相互抵

销，所以非金融企业的利润不发生变化。在银行一方，第二个数值从

银行净营业盈余中被减去，同时被列为一个负项，称为银行总支付净

利息，因此银行利润也不变化。然后我们可以看出两点：调整减少了

国民收入和生产账户对非金融企业和银行的净营业盈余的量度值；我



们可以从国民收入和生产账户核算中去除这两个估计的数量以取消这

些影响，从而使非金融企业和银行的净营业盈余回到其恰当的（古典

的）水平。实际上，我们需要通过增加非金融企业估算的净利息增加

非金融企业的净营业盈余，通过增加银行的总支付净利息增加银行的

净营业盈余。那些希望略过下面非常详细的说明的读者可以直接跳到

最后的附录表6.7.10和附录表6.7.11。

为了理解精确的方法和它们的基本原理，我们可以阐释6.2.5节中

的例子，以此来阐明企业与国民收入和生产账户对净利息处理方法中

的不同，净利息的运行有两个步骤：生产部门向银行（金融）部门支

付利息；家庭部门向银行部门支付利息。

在第一种情况下，假定生产部门的净营业盈余为400，其中它支付

净利息70给银行（支付贷款利息80减去从银行存款获得的利息10），

余下330作为生产利润。就银行而言，它获得贷款的净利息为70[7]，

其中减去40作为总银行成本（中间投入成本14、折旧16、工资10），

余下的银行部门利润为30。在附录表6.7.5所示的古典账户中，生产剩

余400分为生产利润（330）和净利息支付（70），后者的一部分表现

为额外的银行利润（30）。

国民收入和生产账户坚持以与生产部门相同的方式处理银行，在

这种情况下银行获得的净货币利息（70）必须被记为以负的净货币利

息支付（-70）的形式出现的净营业盈余的一部分。为了平衡银行部门

账户以使银行利润不发生变化，国民收入和生产账户增加了多种估算

的收入和支出。因为银行的任何估算支出（收入）都必须表现为国民

收入和生产账户中其他地方的收入（支出），在现在的情况下，估算

也出现在生产部门——再次运用这种方式以使生产利润不变。这里所

涉及的步骤，委婉地说，有点儿复杂（Moulton and Seskin 2003;

Fixler，Reinsdorf and Villones 2010）。[8]

附录表6.7.5 古典账户，生产部门支付的净利息



第一步是认为，因为银行对贷款收取的利率高于在货币市场上收

取的利率（参考利率），借款者肯定从银行得到了他们愿意支付的其

他隐性服务。注意到这个经验核算方法依赖这样的理论假设，即每种

市场价格都是极其正确和有效的（这里不存在任何垄断权力或非对称

信息！）。以此为基础，生产部门支付的货币利息（80）被分为本可

以按照参照利率支付的更少的利息（32）和对银行提供的隐形“借贷

服务”的估算支付值（48）。第二步是认为，因为银行支付存款的利

率比参照利率低，生产部门获得的总存款利率（10）必须分为本可以

按照参照利率收到的更多利息（15）和由银行提供的免费的隐性“存

款者服务”，后者被记为生产部门的隐性支付，因此为负收入

（-5）。第三步是用相应的按照参照利率支付的利息（32）和收入的



利息（15）代替生产部门实际支付的货币利息（80）和获得的利息

（10）。注意到国民收入和生产账户对生产部门支付的利息的分解意

味着生产部门支付的参照利息（32）=实际支付的货币利息（80）–对

“借款者服务”的隐性支付（48），因此这种代替可以通过加上一个

负的估算支付利息（-48）完成。相似地，生产部门由于存款本应获得

的参照利息（15）=获得的货币利息（10）+估算的获得利息，后者表

现为免费的存款服务的形式［-（-5）=5］，加上前一个总和可以作为

估算的获得利息，它有助于完成必要的替代。净影响在于用一个新的

估算的净支付利息之和（-53）代替生产部门支付的现存净货币利息

（70），前者代表估算的支付利息（-48）减去估算的获得利息

（5）。那么总净支付利息，包括货币的和估算的支付利息为17：净货

币利息（70）加上净估算利息（-53），正如附录表6.7.6的生产部门

一列所总结的那样。

分别比较附录表6.7.5和附录表6.7.6中古典的与国民收入和生产

账户的处理方法，实际的生产部门支付的净货币利息70（=80-10）被

支付的参照净货币和估算利息17［=70+（-53）］代替，这样就将生产

部门所记录的净利息减少了A=53。这恰恰是银行可能提供的总服务，

它没有被明确的支付而是以借款者服务（48）和存款者服务（5）的形

式表现出来。因此，第四步是也将这些估算的对银行借款者和存款者

服务的购买视为生产部门的中间投入（A=53），也相应地作为银行的

总销售收入，即它们的总产出（53），如附录表6.7.6中的加灰区域所

示。就生产部门而言，投入成本增加了A=53，使总价值增加值、价值

增加值和净营业盈余降低了同样的数量，但因为净货币和估算的利息

已经降低了同样的数量，所以生产利润并不受影响。就银行而言，将

银行的实际净货币收入（获得的贷款利息80减去支付的存款利息10）

代替为估算的银行服务的销售（53），这减少了记录的银行总价值增

加值、价值增加值和净营业盈余，减小的值为二者之差B=17。但银行

支付的净利息现在为-B=-17，因为新记录的（货币的和估算的）生产

部门支付的净利息表现为银行一列支付的净利息-17（即净收入为



17）。这里的逻辑是生产部门列中每一个特定的利息支付必须被作为

收入记录在银行列中，反之亦然，因此总量的符号是相反的。因为银

行收入减少了B，银行净利息减少了相同的数量，所以国民收入和生产

账户量度的银行利润保持不变（见附录表6.7.6）。

正如6.2节中提到的，我们还必须考虑一种情况，即家庭部门从其

工资和股息收入（在这种抽象层次上收入本身来源于生产部门和银行

部门）中支付利息。假定家庭部门支付贷款利息20，获得存款利息2。

从古典经济学角度来看，因为这是来源于收入循环的净扣除，所以相

应地流入银行资本循环中引起了总企业收入的净增加18，这反过来又

被分为银行成本12与新的银行运营剩余和新利润6。因为这来源于家庭

部门的流量，所以生产部门的生产剩余和利润没有改变。因此，总净

营业盈余和利润增加了6。首先，国民收入和生产账户将家庭支付的货

币利息（20）分为支付的参照利息（7）和估算的对借款者服务的支付

（13），并且将家庭获得的货币利息分为获得的参照利息（3）和对潜

在存款者服务的支付，因此为负的估算利息收入（-1）。在现在的例

子中，家庭账户中参照利息替代了实际支付的净利息，因此它不影响

生产部门。银行部门的总产出现在为银行提供给家庭的借款者和存款

者服务的总销售14（=13+1），在减去成本12以后得到新的银行总生产

剩余为2。银行支付给家庭的总利息包括存款支付的净货币利息-18，

由支付存款的利息（2）减去贷款获得的利息构成。估算的银行支付的

利息因此为14，由表现为存款者服务估算的支付利息（1）减去估算的

由贷款服务获得的利息（-13）。总支付的净货币和估算利息因此现在

为-4（＝-18+14）。这一整套步骤将银行的实际净收入18（获得的货

币利息20减去支付的货币利息2）变为14，因为净减少C=4，这反过来

将总价值增加值、价值增加值和总生产剩余减少了4。同时，净货币和

估算的利息结果为-C=-4，因此银行利润=总生产剩余-净利息没有变

化。附录表6.7.7和附录表6.7.8记述了这第二种情况，首先是古典形

式，其次是国民收入和生产账户形式。

附录表6.7.6 国民收入和生产账户，生产部门支付的净利息



附录表6.7.7 古典账户，家庭部门支付的净利息



非金融企业和家庭支付的利息结合起来的情况在附录表6.7.9中表

现为古典账户，在附录表6.7.10中表现为国民收入和生产账户。

将附录表6.7.9中的古典账户与附录表6.7.10中相应的国民收入和

生产账户形式结合起来，二者之间的差异处于后者的列中，变化表示

在括号中。仅需要两项来解释这些差异：非金融企业支付的净估算利

息（-A=-53）和银行净（货币的和估算的）支付利息（-B-C=-17–

4=-21）。首先考虑生产部门一列：中间投入增加了A=53，这使总价值

增加值、价值增加值和总生产剩余降低了相同的数量，但是负的这一

相同的数量作为估算的支付净利息引入进来，因此利润没有变化。其

次考虑银行一列，净银行收入在附录表6.7.9中为88（获得的贷款利息

100-支付的存款利息12），在附录表6.7.10中为67，是-B-C=-21。这



使银行的总价值增加值、价值增加值、总生产剩余和净营业盈余改变

了相同的数量。然而，银行支付的净利息在附录表6.7.9中为0，现在

为-B-C=-21。记录的银行总生产剩余的减少量恰好与记录的银行净利

息（货币的和估算的）的减少量相等，因此银行利润没有变化。请注

意，在附录表6.7.10最后一列将修正值相加重新获得了古典的（和企

业的）加总：附录表6.7.9中总净营业盈余（436）=国民收入和生产账

户总净营业盈余（362）+附录表6.7.10中的调整项（-A-B=74）。[9]

附录表6.7.8 国民收入和生产账户，家庭部门支付的净利息

附录表6.7.9 古典账户，生产部门和家庭部门的净利息



相应的经验计算如附录表6.7.11所示。前两行展示了两个需要的

项，第三行展示了调整项。条目（4）~（7）代表国民收入和生产账户

对营利性企业的量度，接下来的4行展示了去除了估算利息影响之后的

量。条目（8）是非金融公司企业部门支付的估算净利息［适合所有企

业的公司企业等价物条目（2）］，条目（9）是总公司企业估算利息

调整项，为条目（8）与条目（1）（这对所有企业和公司企业的调整

而言都是共同的）的总和。在2009年，估算利息调整将企业和公司企

业的净价值增加值的测量值分别增加了仅1%和2%，但将企业和公司企

业的净营业盈余分别增加了7%和10%。但因为工资等价物转移给了（个

人独资企业）所有人和合伙人，非公司企业生产剩余也下降了，这超

过了估算利息调整的影响，所以总企业部门的净营业盈余下降了超过

30%。公司企业测量值没有这个问题，因为公司企业部门已经排除了非



营利性企业，不需要进行工资等价物的调整。这里的唯一影响就是净

货币利息重新成为总生产剩余/净营业盈余的一部分，这提高了这些测

量值，使其回到了企业水平。

附录表6.7.10 国民收入和生产账户，生产部门和家庭部门的净利息

附录表6.7.11 工资等价物和估算利息对企业部门账户的影响





资料来源：见附录表6.7.3。

关于利润率的量度有最后一个重要的问题。调整后的净营业盈余

包括对工商业债务支付的实际货币净利息，这为古典意义上的一般利

润率奠定了恰当的基础，一般利润率通过资本跨部门的流动实现动荡

的均等化。调整后的净营业盈余“在理论上也与金融核算上的利税之

前的收入相似”（Mead，Moulton，and Petrick 2004，3-4）。当我

们考虑到古典理论和凯恩斯主义理论的投资是由利润率与利率之差驱

动的观点时，这种量度变得很重要，因为如果我们比较利润率和利

率，我们就需要首先量度在支付实际净利息之前的利润率（即息税前

利润）。公司企业的量度是特别恰当的，因为非公司企业和公司企业

的利润率（见附录图6.7.2）的相似性使后者成为整体利润率的一个很

好的近似，并且公司企业利润率仅需要对估算利息进行简单的计算调

整。

附录6.7.5 资本存量



附录6.7.5.1 总链式加权存量遵循广义永续盘存法的经验准确性

我们现在可以证明之前在附录6.5.5中提出的链式加权总资本存量

的积累规则的准确性。在净存量的情况下，这是目前美国官方计算的

唯一量，参数zt代表平均折旧率，既表示名义形式也表示实际形式。

因为个体折旧费总是可以写为某个个体折旧率与相应的名义资本存量

的乘积，[10]所以我们可以得到：

其中权重为个体在过去的实际存量的再通货膨胀价值的份额。

顺带说一下，很有趣的是，文献没有对总折旧率的恰当概念明确

达成共识，因为迄今为止，“还没有找到方法”去解决链式加权总资

本存量的积累规则问题（Liu， Hamalainen， and Wong 2003，

37n12）。因此，很多特别的规则被提出来，最受欢迎的是名义折旧与

名义资本的比率，从本质上而言是个体折旧率的加权平均，其中名义

资本份额为权重（Whelan 2000，16; Liu，Hamalainen，and Wong

2003，37-39）：

但现在我们已经推导出了链式加权总存量的积累规则，我们也拥

有对折旧率的理论定义。惠兰-刘的量度值是对正确比率的近似，因为

它的权重基于过去实际存量的过去现行价值（ ）而非过去实际

存量的通货膨胀价值 。附录图6.7.3比较了惠兰-刘的量度值和

理论上恰当的折旧率，二者都是针对公司企业部门而言的。



附录图6.7.3 理论上的折旧率和共识的近似折旧率

我们检验了链式加权积累规则的准确性，首先通过方程

（6.5.20）估计折旧率，并根据方程（6.5.22）和方程（6.5.23），

运用这个数据分别得出针对现行存量与实际存量的链式加权存量。回

想一下，美国经济分析局的实际总存量是通过个体存量的链式加权加

总推出来的，之前没有任何著名的规则来表示相应的总量的特征。在

我们的计算中，仅仅使用现行总投资和资本的总链式加权价格指数，

就可以通过前一年的总量推导出每一年的总量。因为实际存量的积累

规则仅仅是现行价值规则的代数变形，错误对二者而言是相同的。附

录表6.7.12表明1947—2005年的平均错误仅为1%的一半。这证实我们

现在具有需要的工具来得到另一种量度值，即使对链式加权资本存量

而言也是如此。



附录表6.7.12 链式加总资本存量积累规则的准确性，美国公司企业固定资本（1925—2009
年）

附录6.7.5.2 另一种假设对资本存量量度值的影响

出于6.2节以及附录6.3中讨论过的原因，古典经济学对利润率的

量度定义是就现行成本的总存量而言的。在这种情况下，记录在账簿

上的个体机器的价值为其现行市场价格的等价物，直至其被退废，然

而在现行成本净存量的计算中，相同的加总因积累的折旧而减少了。

因此，总存量总是大于净存量，并且可能有不同的趋势。这些差异将

反映在对利润率的相应量度上，这可能很重要，例如当我们比较利润

率和利率时。

1997年，美国经济分析局接受了代数上方便的假设，即所有的资

产效率在无限的时间内按幂下降。这个假设具有众所周知的经验缺陷

（Harper 1982，10，30; Hulten 1990，125），它也使总存量的计算

变得不可能，因为总存量量度取决于退废模式，而无限运营的机器永

不退废。因此，现在美国经济分析局只能得到净存量的量度值。

迄今为止，链式加权方法使研究者不能得到另一种总资本存量量

度值，因为没有已知的积累规则应用于链式加权总量。附录6.5.5.3推

导的广义永续盘存法准则打破了这个限制。我们将会阐释针对美国经

济分析局的假设做出的三种修正对战后资本存量估计路径的影响：在

广义永续盘存法积累准则中使用不同的初始价值的影响，不同的退废

和折旧模式的影响，面对1929—1933年的大萧条报废率变化的影响。

正如我们将看到的，正是后者对战后资本存量的趋势和水平产生了最

剧烈的影响。

附录6.7.5.2.1 另一种初始值的影响



附录表6.7.13列出了现行成本公司企业净存量三个不同的1925年

的值，这可以在美国经济分析局的多种出版物中得到（后两个也被表

示为美国经济分析局2011年的初始价值的百分比）。附录图6.7.5阐述

了广义永续盘存法积累准则的另一个初始值的影响，保持总折旧率与

现在美国经济分析局对净存量的估计值相同，并坚持基础的美国经济

分析局假设，即个体折旧率完全不受经济波动的影响。任何1925年的

初始差异在1947年只留下了1/3：美国经济分析局1993年起始点的初始

差异31%到1947年降至10%，渣打银行1985年的初始差异21%降至7%。44

年之后，在1969年，两种差异都小于2%。这表明对资本存量的长期路

径而言，起始点并不重要。但因为所有的起始点从长期来看最终都落

到相同的路径，所以更低的起始点必须增长得更快，以与共同的长期

路径保持一致（见附录图6.7.4）。换言之，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更低

的起始点导致更快的资本存量增长率。当我们针对大萧条的影响进行

调整时，这一特性被证明对战后资本存量的路径有重大影响（见

6.2.2.4小节）。

附录表6.7.13 1925年不同的初始值，现行成本公司企业净存量



附录图6.7.4 初始值对资本存量路径的影响

附录6.7.5.2.2 另一种折旧率和退废率的影响

在1997年之前，美国经济分析局假定不同类型的个体资产具有不

同的使用寿命。这优于当前美国经济分析局的假设，即资产永不报

废。然而，这两种方法论都面对这样的缺陷，即假定损耗率不受经济

情况的影响，在下一节我们将回到这个问题。之前美国经济分析局的

数据表明总使用寿命和折旧率以某种方式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但

因为假定个体的使用寿命是固定的，这个总量的可变性仅仅是因为资

产混合物的变化。我们引用这些早期总退废率和折旧率数据，到1997

年为止，将它们表达为当前形式，代入方程（6.5.22）和方程

（6.5.23）以得到对链式加权总存量与净存量的新估计。为了检验损

耗率变化的纯粹影响，所有的估计都从美国经济分析局在其2011年的

数据序列中使用的初始价值开始。总存量估计的初始点与净存量相



同，因为在这里我们感兴趣的是损耗率变化的纯粹影响。但是在最终

估计中，总存量的初始点将会被调整以符合总存量大于净存量的事

实。

附录图6.7.5比较了从美国经济分析局1993年的数据推导出的公司

企业折旧率及退废率和当前美国经济分析局数据中隐含的总公司企业

折旧率。我们发现早期的折旧率高于现在。从本质上而言，这是因为

早期的美国经济分析局计算基于固定资产的有限使用寿命，而现在的

美国经济分析局假定无限的使用寿命。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早期美国经

济分析局的退废率比这两种比率都低这一事实。事实上，它通常也低

于这张图所示的特定的临界值。我们将在附录6.7.4中解决这个值的显

著性问题。

附录图6.7.5 另一种退废率和折旧率



附录图6.7.6应用了新的基于有限服务寿命的折旧率以得到对公司

企业部门现行成本净资本存量新的量度值，这些都始于美国经济分析

局2011年公司企业存量的初始价值，这也显示在了图中。新的净存量

估计值一般低于现在的美国经济分析局数据，但它们之间的相对差距

在时间的流逝中随着两个数据的收敛而减小。此外，新的总资本存量

大于当代的美国经济分析局净存量估计值，并且比战后时期增长更

快。当我们观察两种新估计值与当前的美国经济分析局存量的比率

时，这两种不同的模式十分清楚，正如附录图6.7.7所示：在战后时

期，相对的新净存量量度值比较稳定，而相对的总存量量度值自始至

终都不断上升。我们将在下一节分析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

附录图6.7.6 另一种损耗率对资本存量水平的影响

附录6.7.5.3 永续盘存法代数方法的题外话



方程（6.5.22）和方程（6.5.23）中的现行成本资本存量和不变

成本资本存量的广义永续盘存法规则是一阶差分方程。因为一个可以

从另一个推导出来，所以可以仅考虑方程（6.5.22）的性质：

，其中 。

在实际数据中，总投资以大约不变的速率增长，因此我们可以认

为IGt≈IG0（1+gI）
t，其中IG0=时间t为0时总投资的初始价值，gI=

平均增长率。此外，在经验水平上 常数，并且在最初估计

时，我们认为损耗率（zt）是常数，这使z′≈常数。那么，现行成本

存量的广义永续盘存法规则就对应系数为常数、具有指数强迫项的一

阶差分方程：

其中 ，。这样的方程具有一般解：[11]

其中， ， ，对任何给定的

损耗率z而言，二者一般为正且保持不变。

一般解中的第二项C(z)·IGt呈指数型增长，因为它与总投资IGt

成 正 比 。 但 第 一 项 A(z)·(z′)t 则 不 同 ， 因 为 它 根 据

而上升或下降。这就是损耗率发挥关键作用的地

方，因为 决定了 。在1947—2009年的美国，资本品价格

的平均增长因素 。从这一角度来看，对于任何z>3.29%，

都将使z′< 1，[12]这样一般解的第一项将持续下降，留下第二项主

导长期路径。在这些条件下，所有初始值都会收敛到相同的长期路



径。这是附录图6.7.4描述的情况，因为美国经济分析局在2011年用于

此尝试的折旧率为5%~8%。1993年美国经济分析局净存量折旧率甚至更

高，为6.5%~9.5%，因此它将获得相同的结果。但总存量退废率是不同

的问题，因为它在2.2%~3.7%之间变化，所以大多数时间内它低于或接

近临界值3.29%（见附录图6.7.5）。我认为这就是1925—2009年的85

年间新的总现行成本资本存量的相对量度值没有收敛至美国经济分析

局净资本存量价值而新的净现行成本的相对量度值却最终收敛的原因

（见附录图6.7.6和附录图6.7.7）。二者相应的“长期”是不同的。

当然，经验的损耗率和价格变化率是变化的，这使实际的路径更加复

杂。尽管如此，模式差异的解释仍在于结构参数。将这一点记在心里

之后，我们已经准备好进行最后一项试验，即分析大萧条对固定资本

损耗率的影响。

附录图6.7.7 另一种损耗率对资本存量相对水平的影响

附录6.7.5.4 大萧条和二战对资本存量的影响



现行的美国经济分析局方法论假定无限的服务寿命，这就是早期

美国经济分析局基于（点估计）实际使用寿命的方法论更可取的原

因。但这两种方法论都有缺陷，即它们都假定损耗率不受经济状况的

影响。在这一节，我们将检验大萧条、二战的大变动事件如何影响损

耗率的变化。在这里我们利用了这样的事实，即通过永续盘存法推导

的历史存量估计值与资本存量的企业账簿价值数据类似。

美国的历史收入数据（census1975，series V115，924-926）包

括所有企业净资本资产的账面价值数据，它们由美国国税局的数据推

导而来。这里的净资产包括土地，但我们可以使用它们估计历史净资

本存量的路径。附录图6.7.8比较了美国经济分析局2011年历史净存量

与美国国税局账面价值存量的运动，每一个在1925年都指数化为100。

正如我们可以看到的，两个值在1925—1945年表现非常不同，但是之

后以相似的方式运动。在1947年前，美国国税局的账面价值指数上升

了仅20%，而美国经济分析局的历史资本存量指数上升了52%。考虑到

美国经济分析局的量度值是基于这样的假设，即固定资本的废弃完全

独立于经济状况，那么这一区别并不令人惊奇。

因为现行成本和不变成本的资本存量都基于与历史存量相同的折

旧率，为了分析战间期的影响，我们可以通过将其乘以美国国税局

1925—1947年的账面价值指数，然后回到方程（6.5.22）和方程

（6.5.23）广义永续盘存法的计算来对三种量度值进行调整。

这将使美国经济分析局的历史成本量度值与美国国税局的账面价

值量度值保持一致，并将相应地再校准其他两个量度值在战间期内的

值。在后一种情况下，将调整后的历史成本资本存量乘以现行成本或

不变成本资本存量与这一时期历史成本的比率，也将得到相同的结

果。附录图6.7.9比较了美国经济分析局2011年公司企业净现行成本的

官方量度值与调整后的官方量度值。在1947年后者在开始时低了28%，

因此增长速度更快，直至其最终与1977年前官方的量度值差不多进入

了相同的路径。



附录图6.7.8 比较美国经济分析局净历史存量与美国国税局账面价值



附录图6.7.9 因大萧条和二战而调整的公司企业现行成本净固定资本存量

附录6.7.5.5 对美国公司企业总资本存量和净资本存量的最终量度

现在，我们可以创造总资本存量和净资本存量的新的量度值。损

耗率（折旧率和退废率）引用来自美国经济分析局1993年的数据。每

种存量的初始价值也是如此，因为它们通常是根据假定的损耗率估计

的，然后按照之前提到的方式对估计的资本存量进行调整，以将大萧

条和二战的影响考虑在内。附录图6.7.10比较了这些最终估计值与美

国经济分析局2011年公司企业现行成本净存量。与官方的美国经济分

析局净资本存量（KNCcorpbea）相比，新的净存量量度值因结合了更

低的初始值和战间期的影响而在1947年开始时更低，但是然后因为它

增长更快而逐渐缩小差距。新的总存量量度值（KNCcorp）开始时比官

方的美国经济分析局净存量更高，但这超过了战间期抵消效应，因此

在1947年，前者是后者的90%。然而，总存量比官方量度值增长更快，

因此到2009年，前者比后者高68%。



附录图6.7.10 公司企业部门的最终现行成本总资本存量、净固定资本存量

附录6.7.5.6 量度公司企业库存

剩下的步骤是估计公司企业存货以将它们加至调整后的总现行成

本资本存量。国民收入和生产账户有私人产业的产业数据（NIPA

table 5.8.5），但它不是法定形式。美联储资金流量具有公司企业存

货和资本存量的现行成本数据，但仅仅是非金融企业。[13]然而，美

国国税局公布了始于1926年的公司企业资产负债表，这些表包含存货

数据，并且包括1990—2011年净历史资本存量的数据。美国国税局的

数据基于样本，因此我们不能将其直接应用于国民收入和生产账户的

公司企业部门。因此，该方法有两个步骤：第一，估计1947—2011年

整个期间内存货与历史成本的固定资本的比率；第二，通过将之前的

存货乘以调整后的历史成本固定资本存量与现行成本固定资本存量的

比率，以将潜在的存货水平重新调整为修正后的资本存量的潜在存货



水平。就第一步而言，1990—2011年，美国国税局净账面价值存量与

美国经济分析局净历史存量的比率最终实质上是时间的线性函数，因

此可以被推测至1949—1989年，然后乘以美国经济分析局净历史存量

以得到对相应的美国国税局账面价值存量的估计。这被用以构建1947

—2011年整个期间内美国国税局存货与美国国税局净账面价值的比

率，这完成了第一步。将这个比率乘以美国经济分析局公司企业净历

史存量，从根本上将美国国税局的存货水平调整为与国民收入和生产

账户的数据一致，这完成了第二步。像最初的美国国税局数据一样，

由此得到的存货存量是两种估值方法的混合物：在购买的时候以历史

成本（先进先出）或现行成本（后进先出）。固定资本（厂房和设

备）也是存货，仅仅是长期使用项的存货。从那个角度而言，历史成

本固定资本对应于先进先出方法，而现行成本固定资本对应于后进先

出方法。但因为相比固定资本的流转，存货的流转速度更快，所以当

和固定资本相比时，先进先出存货是“相对比较近期”的成本估值，

而后进先出值是以现行成本进行的估值。换言之，存货更接近现行成

本而非历史成本资本存量，因此我们可以将估计的公司企业存货序列

直接加至现行成本固定资本存量上。

附录6.7.6 量度产能利用率

由佩萨兰、申和史密斯（2001）提出的自回归分布滞后（ADL）边

界检验方法被用以检验产出和资本存量的长期关系。与恩格尔-格兰杰

协整方法不同，边界检验方法不管基础的回归量是纯粹的I（0）还是

纯粹的I（1），抑或是互为协整或这些关系的任何组合，都可以应

用。考虑到单位根检验的势较低以及我们数据中每个国家的数据规模

相对较小，这是一个很大的优点。

边界检验方法的出发点是误差修正模型，用来检验滞后变量间是

否存在协整关系。这样一种联系可以被视为长期关系。如果我们拒绝

了对原假设的F统计值，该原假设为包含在误差修正模型中的变量滞后



水平之间的系数联合检验下为零，那么可以认为上述关系存在。因为

两种统计的渐进分布都是不标准的，佩萨兰等（2001）为两种极端情

况［假定所有的回归量要么为纯粹的I（0），要么为纯粹的I（1）］

提供了两组渐进临界值。所有其他可能情况的临界值位于二者之间。

如果估计的F统计值落在这些临界值界限之外，那么不需要知道回归量

的单位根性质就可以做出总结性推论。此外，如果估计的统计值落在

临界值界限之内，推论就是不确定的，必须知道变量的单位根性质。

待检验的误差修正模型用产出自身和资本存量过去值的对数形式

（lnK）来解释产出的对数（LnY），可以写为：

其中，α是一个不受限制的常数，t为不受限制的时间趋势，如果

其统计值在5%的水平上显著的话就被包含在内。[14]模型可以包含哑

变量DM。因此，在决定包含哪个哑变量时，要检验残差项的平方值以

确认任何显著的大的暴增，这通常意味着“异常值”（Patterson

2000，195）。运用赤池信息准则选择滞后结构m和n，因为它倾向于比

贝叶斯信息准则选择出更多数量的滞后项，而且消除序列相关性需要

“足够”数量的滞后项。[15]

为了检验lnY和lnK之间长期关系的存在，通过普通最小二乘法估

计误差修正模型，并且运用佩萨兰文中的表CI（iv）和CI（iii），针

对有趋势和没有趋势的模型检验原假设:H0: φ1=φ2=0，
[16]拒绝原

假设可以使我们做出长期关系存在的结论。因为边界检验需要误差修

正模型中不存在序列相关性，所以之前已经用布劳殊-戈弗雷LM检验来



检验数据的自相关性。[17]当边界F检验的统计值落在两个临界值之

间，意味着结论不确定时，我们遵循恩格尔-格兰杰的两步骤方法，检

验两个时间序列协整关系的阶数，并且运用迪基-富勒检验来检验它们

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

只要有可能确认长期协整关系，我们运用相应的ADL（m，n）模型

为了得到长期关系的系数

其中， 。对ADL（m，n）

的普通最小二乘法估计保留了系数α、β、δh、γi、φ，并用于计

算a、b、ch、d。

最后一步是估计lnY*，通过将估算的长期关系系数应用于资本存

量时间序列（与哑变量和时间维度），我们可以将其描述为产能的对

数值（InU），那么就可以得到基于协整的产能利用率的估计值

u=elnU，正如附录图6.6.1所示的。表6.7.14总结了回归产出。关于新

量度值和美联储量度值的比较（自1967年开始）展示在图6.4中。

附录表6.7.14 产能利用率回归产出





附录6.7.7 对利润、资本和利润率的最终量度

附录6.7.1.2指出非公司企业部门的利润率［经过（个人独资企

业）所有人和合伙人的工资等价物的校正］与公司企业部门的利润率

接近，因此将公司企业部门视为代表性部门是合理的。有4个新变量在

这里是重要的：（1）调整估算的净利息后的公司企业的价值增加值；

（2）调整估算的净利息后的公司企业净营业盈余，这使其与包含支付

的净货币利息在内的公司企业利润或商业所称的息税前利润相同；

（3）调整了战间期的影响之后的总公司企业现行成本资本存量；

（4）产能利用率，即实际产出与正常产能条件下的产出的比率。产出

与资本的比率定义了最大利润率（产出-资本比），利润与资本的比率

定义了平均利润率。相对于官方的美国经济分析局公司企业净资本存

量而言，相应的美国经济分析局量度值用官方的公司企业价值增加值

（包括估算的净利息）和公司企业利润表示。每一对必须进一步针对

产能利用率进行调整。

6.8节回顾了新产出、价值增加值、利润、资本和这一附录中提出

的产能利用率的量度的推导，展现和分析了由此得出的利润率模式，

将它们与传统的量度值进行了对比。表6.22总结了1947—1982年“黄

金年代”和1982—2011年新自由主义时代之间的差异。最后，我们注

意到一旦广义永续盘存法规则被理解，对资本存量和产能的新的量度



值可以很容易被推导出来，甚至在产业水平上也是如此，并且即使不

调整估算的利息或存货，结果表明这两个因素也足以得出对修正后的

量度值的好的近似（见图6.6）。甚至更引人注目的是，我们发现不必

对估算的利息、存货或者甚至资本存量退废模式进行调整，增量利润

率（新投资的回报率）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被近似估算（见图6.7），

增量利润率在古典部门间利润率均等化理论中至关重要。

[1] 这本书中所有美国经济分析局的数据都来自上次下载于2011年的表格，因此可能与

最新的表格不同。原始的表格可以提供给有需要的读者。

[2] 美国经济分析局（2006，table 1）。

[3] 所有人自住房屋的总产出定义为空间租金。将原料和修理减去得到所有人自住房屋的

总价值增加值，减去补贴后的净税收（不存在与所有人自住房屋相关的雇员所得）得到

GOSOOH。后者接着被分为支付的净利息（支付的贷款利息减去所有人自住房屋企业获得的利

息）、转移支付、折旧和“个人的租金收入”（NIPA Table 7.12，lines 133-140）。

[4] Burean of Economic Analysis，Chapter 10：Compensation of Employees，

http://bea.gov/national/pdf/ch10%20compensation%20for%20posting.pdf.

[5] 国民收入和生产账户将全部剩余估计为所有人的收入，而没有将其分解为他或她劳动

的回报和返回用于商业投资的资本……发展这样一种分解的困难是双重的。首先，所有人并没

有将其收入分解，而是将整个数量作为商业收入上报给税务和统计机构。其次，运用平均工资

估计自我雇用者工作时间的收入，运用资本回报估计所有人使用的资本存量，基于哪个估算数

据首先被量度，这两种间接估计或者导致负的资本或劳动回报率。这种原因并不清楚，但某种

程度上可能与以下因素有关：所有人向税务和统计机构少报了收入，工作时间的测量问题，自

我雇用者投资的资本的量度问题，自我雇用者的非财产收益。关于所有人收入的更好的数据必

须等待自我雇用者在上报收入和时间上的改善（Jorgenson and Landefeld 2004，15）。

[6] 自我雇用者指所有人和合伙人（NIPA table 6.7，n.1）。

[7] 对非金融企业而言，利息支付是由其运营剩余支付的。此外，对银行而言，对其吸收

（存款）的利息支付是其运营成本的一部分。这种区别在10.2节中提出的利率理论中发挥了重

要作用。

[8] 我很感谢真纳罗·泽扎帮助我解决利息估算的谜团。

[9] 重新获得的账户从本质而言是企业账户，因此总净运营剩余实际上是总营利性企业得

到的。在这种抽象层次上，也是经典的净营业盈余。然而，当我们认为总销售/零售贸易、古

典的和商业账户相偏离时，因为前者将贸易成本视为总剩余的利用，其中一部分表现贸易部门

的为净营业盈余和利润。但在这里我们关注的是总商业的净营业盈余和利润，这是与它们独一

无二的来源不同的问题（Shaikh and Tonak 1994, ch.3）。因为国民收入和生产账户没有



为贸易部门加上任何估算值，我们可以将其视为总非金融部门的一部分。重要的点在于国民收

入和生产账户对净营业盈余的测量因利息估算值而不同于企业测量值。

[10] 在实际中，对特定折旧方法的选择定义了个体实际折旧水平 ，对某个随时间推

移而变化的系列折旧率 ，我们总是可以将其表达为 ，那么名义折旧为

。

[11] 的一般解为 ，如果 ，其中

c0、c1为常数系数，b=c0/c1，A是由初始条件决定的常数（Gandolfo 1985，14-20）。在当

前 的 情 况 下 ， ， 因 此

，一般来说， 。这就得到了正文中的方程

（6.7.4）。

[12] 决定了 ，临界值为

z*=0.0329。

[13] 基于现行成本的非金融存货不包括存货估值调整，序列名字=FL105015205；固定资

本=基于现行成本的设备（FL105020015.A）+基于现行成本的住宅建筑（FL105012665.A）

+基于现行成本的非住宅建筑（FL105013665.A）。

[14] 在具有时间趋势和两个变量差分的（任意）四个滞后的误差修正模型中，这是要检

验的第一步［对应于ADL（5，5）模型的误差校正模型］。

[15] 因为在特定的应用中其他人都这样做，所以在这里我们要检验从t到t-i，从t到t-j

的所有滞后项的组合，i≤5，j≤5。

[16] 因为其在当前背景下的低效，我们不用对资本存量对数的滞后项进行t检验。

[17] 当检测到序列相关性时，我们增加了滞后项的数量并且/或者改变哑变量的使用。



附录7.1 第7章的数据来源和计算方法

图7.1~图7.12要么是说明性图示，要么其来源已经列在了图中。

附录7.1.1 1960—1989年初始世界和美国制造业利润
率（Christodoulopoulos 1995）

图7.13 世界制造业的平均利润率和增量利润率
（1970—1989年）

图7.14 美国制造业的平均利润率和增量利润率
（1960—1989年）

1994年国际行业数据库（ISDB）（OECD 1994）包含年度数据，但

现在没有继续统计，可以从中推导出多个经合组织成员的总营业盈

余，即GDP减去间接商业税（净补贴）、雇员报酬、总资本存量和总投

资。这可以用来推导世界行业的平均利润率和增量利润率。[1]为了

使不同国家和不同行业之间具有可比性与一致性，我们将分析限于

1970—1990年这个时期，并且重点是8个国家（美国、日本、加拿大、

德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挪威）的8个制造行业（食品、纺织、

造纸、化学、采矿、金属和金属制品、机械设备、其他制造业产品）

的利润率。计算每个行业的总营业盈余、总资本存量和总投资的世界

加总值，并用购买力平价汇率将其转化为美元单位。这个数据之后被

用以计算（发达）世界水平上每个行业的平均利润率和增量利润率。

附录7.1.2 1987—2005年美国行业的平均利润率和增
量利润率（Shaikh 2008）



图7.15 美国各行业的平均利润率（1987—2005
年）

图7.16 美国各行业利润率与平均利润率的差异
图7.17 美国各行业的增量利润率（1987—2005

年）
图7.18 美国各行业增量利润率与平均利润率的差

异
因为美国经济分析局现在仅计算净资本存量，所以这里总资本的

利润率被定义为名义净利润（总利润减去折旧）与现行成本的净资本

存量的比率。此外，因为总投资的数据可以广泛获得且不取决于估算

资本存量所需的争议性假设，所以增量利润率被定义为名义总利润率

的变化与滞后期名义总投资的比率。推导的进一步细节和相关变量的

使用如下。

（1）基本的流量变量来源于美国经济分析局分行业统计的GDP表

格：1947-97 GDPbyInd_VA_NAICS和1998-2005 GDPbyInd_VA_NAICS，

参见网站http://www.bea.gov/industry/gdpbyind_data.htm。从中可

以计算现行总价值增加值（GVA）、雇员所得（EC）、总营业盈余

（GOS），[2]这些数据可以用以计算实际总价值增加量（GVAR）的价

格指数，以及全职和兼职雇员（FTPE）、自我雇用者（SEP）、全职等

效雇员（FEE）的就业数据。1987—2005年的所有这些数据都可以获

得，除了自我雇用者和全职工作人员的数据只有1998—2005年期间才

有。

（2）对每个行业而言，通过将每个工人的平均全职工资

（w≡EC/FEE）应用于个体经营者可以计算出工资等价物，总营业盈余

减去工资等价物可以计算出总利润（PG）。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国民

收入和生产账户在计算总营业盈余时隐含地将所有人和合伙人（即自

我雇用者）的所有收入都视为属于利润收入。因为自我雇用者和全职



工作人员的数据只有1998—2005年的，所以用1987年全职工作人员/全

职和兼职雇员比率与自我雇用者/全职和兼职雇员比率以及1987—1997

年全职和兼职雇员的数据来填充之前几年缺失的数据。

（3）每个行业现行成本的资本存量（K）、总投资（IG）和现行

成本的折旧（DEP），以及净资本存量指数（KQI）来源于以下美国经

济分析局的财富表：表3.1ES（按行业分类的私有固定资产的现行成本

净存量）、表3.4ES（按行业分类的私有固定资产的现行成本折旧）、

表3.7ES（按行业分类的私有固定资产的历史成本）、表3.8ES（按行

业分类的私有固定资产的链式指数）。这些表格都在2007年11月8日下

载，最后一次修订是在2007年8月8日。财富表里的行业与国民收入核

算体系中的相匹配，国民收入核算体系需要财富表的加总部门50-51以

及69-70。使用基年（2000年）的现行成本的存量来按比例放大数量指

数可以获得实际资本存量（KR）。

（4）从总价值增加值（空间租金行134-中间投入行135）、总营

业盈余［总价值增加值-税收净补贴（行135-行136）］和现行成本的

折旧（行140）的房地产业的价值中刨除房主自用住宅的估算价值，雇

员所得没有估算，使用了国民收入核算体系表7.12（国民收入和生产

账户估算），来自美国经济分析局，下载于2007年11月4日下午12:

55: 31，最后一次修订于2007年8月1日。尽管美国经济分析局国民收

入核算账户现在将房主自用住宅的所有估算价值分配给房地产行业，

但它依然将农场和房地产之间房主自用住宅的财产存量分开了，我们

必须使用表5.1（按照所有者类型、组织的法律形式、行业和保有权群

体分类的住宅固定资产的现行成本净存量），行15-16相应地将其刨

除。投资（IG）也要进行相似的调整，使用表5.7（按照所有者类型、

组织的法律形式、行业和保有权群体分类的住宅固定资产的历史成本

投资），行15-16。

（5）存货加入了制造业和批发/零售贸易行业的资本存量中，运

用国民收入和生产账户表 1B（实际制造业和贸易存货），



http://www.bea.gov/national/nipaweb/nipa_underlying/SelectTab

le.asp和表2AUI（制造业和贸易销售额隐含的平减物价指数），这两

张表都下载于2007年11月8日，最后一次修订于2004年2月3日。1987—

2005年，每个行业实际存货与实际资本存量的平均比率被视为其正常

比率，这和每年实际资本存量结合起来可以推导出每个行业每年的正

常存货。之后，通过制造业和贸易部门的平减物价指数，这些数据可

以被转化为现行成本的存货。

对建筑业而言，原料和物资存货的数据可以从1992年、1997年、

2002年建筑业经济普查中的表3得到。建筑工作的价值可以从申报存

货、申报没有存货和不申报的公司中获得。前两个系列建筑销售比率

用以将最后一个系列分为有存货和没有存货的子系列，第一个系列的

存货销售比可以用于最后一个系列第一个次类从而估算出其存货水

平，将这个数据和申报的存货加起来得到一个整体水平。1992年、

1997年和2002年（很稳定，约为4%）的存货与总价值增加值的比率可

以用来估算建筑行业每年的正常存货存量。为了估算正常的存货投

资，同样的比率也可以用于行业设备和构筑物的固定投资。总资本和

投资定义为固定部分与存货部分之和。

在保险业和相关活动行业中，总储备等于美国资金流量表

L.116（财产保险公司）（行2-3）与表L.117（人寿保险公司）（行2-

3）中活期存款和现金，货币市场基金和证券回购协议之和，这两个表

都下载于2008年1月8日下午10：30。因为储备和净现行成本的资本比

率随着时间推移而下降，并在不同的年份之间波动，所以它的正常水

平被定义为它的指数趋势。这个趋势价值之后被应用于每年的资本存

量以得到正常的储备存量，应用于每年的投资流以获得储备的正常投

资，得到的结果加上固定资本存量和投资可以获得总资本存量和投

资。银行业和金融业包括商业银行、储蓄银行和信贷组织也遵循与保

险业同样的程序，它们的储备定义为备用现金和现金，美联储的储

备，银行的活期存款、定期存款和现金（并非其消费者的现金），以



及联邦基金和证券回购协议，这些数据来源于美国资金表L.109（行2-

4）、L.114（行2-5）和L.115（行2-4）。

（6）北美产业分类标准有61个行业，加上总和项（所有行业加

总）以及几个次总体项，例如总制造业、耐久制造业和不耐久的制造

业。对每个行业的详细描述可以从网上获得（StatCanada 1997）。我

们主要关注由利润驱动型企业构成以及在世界范围内都具有竞争力的

行业。这使得原有61个行业中的31个行业被排除，伴随而来的是对总

体利润率和增量利润率进行重新定义。第一系列的行业被排除了，因

为它们主要是非营利性企业（如艺术、博物馆、教育服务和社会服

务），或者可得的雇工数据显著低估了所有人和合伙人的工资等价物

（如律师事务所或医疗企业）。[3]这种考虑适用于行政和支持服

务，门诊健康医疗服务，教育服务，基金和其他金融工具，医院、护

理和居民看护机构，除政府以外的其他服务（包括宗教组织、公益组

织、公民组织、专业组织和相似组织）、行为艺术、观赏性体育、博

物馆、相关活动、法律服务、计算机系统设计和相关服务及其他的专

业、科学和技术服务，出版企业，以及社会援助。这些行业一般有极

低的甚至负的利润率（如教育服务），或者非常高的利润率（如行政

及支援服务，以及多种专业、科学和技术服务的子行业）。最后，另

外18个行业被排除了，因为它们的平均利润率或增量利润率低于5%

（一些甚至具有负的或接近零的平均数）。这些都被认为在世界范围

内是缺乏竞争力的。排除的所有行业的列表见谢克（2008，appendix

B）。

附录7.1.3 1962—1991年希腊制造业的平均利润率和
增量利润率（Tsoulfidis and Tsaliki 2011）

图7.19 希腊制造业利润率与平均利润率的差异
（1962—1991年）



图7.20 希腊制造业的增量利润率与平均增量利润
率的差异（1962—1991年）

资料来源：Tsoulfidis and Tsaliki 2011: 19，fig.4，and 30，fig.5.

附录7.1.4 1988—2003年经合组织成员行业的增量利
润率

图7.21 经合组织成员行业增量利润率与平均增量
利润率的差异（使用购买力平价汇率）

（1）数据来源：经合组织结构分析数据库（OECD 2003）提供了

投资和利润率的数据，可以用来计算增量利润率。然而，因为它没有

提供资本存量数据，所以难以计算平均利润率。

（2）用于分析增量利润率的变量来自STAN数据库，为总固定资本

形成（GFCF）（即总投资），以及总营业盈余和混合收入（GOPS）

（即总利润）。后者可以直接获得，也可以通过将总营业盈余和混合

收入以及固定资本的消费（CFC）相加获得。因为缺乏数据，所以难以

刨除个体经营者的工资等价物的报酬（见6.8节和附录6.7.2）。

（3）之所以使用STAN数据库（OECD 2003），是因为它大致覆盖

了30个经合组织成员。这个数据库之后的版本仅仅覆盖了18个国家，

甚至排除了诸如加拿大和英国这样的国家。

（4）因为两个主要的系列并不总是能得到数据，所以我们将数据

限制于那些能包含两个变量的点。于是数据开始于1987年，并且仅包

括那些由至少3个国家构成的行业平均值。

（5）那些主要由非营利性企业支配的行业（如艺术、博物馆、教

育服务和社会服务）被排除了，正如那些总营业盈余和混合收入中工

资等价物占比很大的行业，如法律和医疗企业。被选中行业的列表见

图7.21.



（6）变量的单位是当地的货币单位（欧盟建立以后，欧盟成员国

家使用欧元），因此通过使用佩恩表6.2购买力平价数据可以将其单位

调整为以美元计价的购买力。

（7）每个行业中，将不同国家的购买力平价转换后的变量加总，

增量利润率等于总营业盈余和混合收入的变化量除以前一年的总资本

形成。

[1] 感谢乔治·克里斯托多普洛斯为我提供数据以及详述相关的步骤，见谢克附录

1（2008）。

[2] 总生产剩余≡总价值增加值-雇工所得-针对生产和进口的税收。

[3] 感谢经济分析局的乔治·斯密和丹尼斯·麦克布莱德帮助我们确定可能的行业。



附录9.1 古典价格理论的矩阵代数表达

下文所有向量和矩阵全部以粗体表示。P、I和v=1[I-(A+ )]−1

分别表示1×n价格（行）向量，直接劳动时间（行）向量和垂直整合

劳动时间（行）向量，向量中每一个元素记为pj、Ij、vj。X和Y=[I-
(A+ −1X分别表示总产出和净产出（列）向量，其中A表示投入-产

出系数矩阵，K表示资本系数矩阵， 表示折旧系数矩阵KT=K[I−
(A+ )]−1表示整合资本系数矩阵，(xj)是主对角线上元素xj的对角

矩阵（非对角线元素全为0），所有矩阵都是n行n列（n×n）。

附录9.1.1 简单商品生产的竞争性价格

记yj为生产者在生产活动j中的小时收入。给定lj为单位产出所需

劳动时间。产品的单位总收入为销售价格和其原料及折旧成本之差：

于是，如果生产者间的竞争使其小时劳动收入均等化，那么竞争

性价格将会与（垂直）整合劳动时间成正比，在这种情况下价格将与

整合劳动时间成正比。



附录9.1.2 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竞争性价格

记w和r分别为标量工资和利润率，于是固定资本的价格体系（为

了与将工资排除出预付资本的斯拉法形式相比较）[1]为

其中KT≡K[I−(A+D)]−1，在纯粹流动资本的特例中K=A，

=0。上述方程体系包含n个方程、n+2个未知数（n个产品价格以及w和

r）。当工资为零时，这一方程体系简化为为p(R)=R·p(R)·KT，其中

p（R）是矩阵H主特征值对应的全部为正的左特征向量，最大利润率R

对应KT主特征值的倒数。◎当工资（w）为正数时，工资率、利润率和

相对价格之间的关系因这样的事实而复杂化，即选择的计价单位自身

的变动会影响到所有价格比率的变动。斯拉法表明存在这样一种标准

品（部门），其价格不必随着价格的变化而变化，于是以标准品计价

的工资在任何给定单一产品技术的条件下都将是r/R的线性函数。因为

对可行性单一产品体系而言标准品是唯一的，所以将上述线性关系

w=1-r/R加至方程（9.1.5）或方程（9.1.6）的价格体系中就等同于选

择标准商品作为计价单位（Sraffa 1960，30-32）。因此，标准价格

（也就是以标准商品来计价）体系可写为：



方程（9.1.7）所示的斯拉法标准化价格潜在地是以劳动时间为单

位，因为p（0）=v。于是，方程（9.1.7）右边的三部分可以被给予

常见的解释：第一项是李嘉图项，也就是总必要劳动（劳动价值）向

量v=I[I-(A+ )]−1。前两项（在斯拉法的框架下）也可以看作马克

思项，与马克思的转形步骤的垂直整合等价。这是劳动价值v和价格-

价值偏差 之和，后一项的大小依赖利润率以及行业垂直整

合有机构成相较于“平均”（即标准）构成的偏离程度。[2]最后一项

维克塞尔-斯拉法项［p（r）-v］KT表示标准价格-价值偏离对生产

方式的反馈效应。这类反馈效应是斯拉法分析的核心。

附录9.1.3 整合产出-资本比的性质

将第j个行业价格表示为下式有助于我们理解：

其中 是作为r的函数的第j个行业垂直整合产出-资本

比。斯拉法告诉我们每一个产出-资本比VR(r)j在r=0时始于针对每个

行业的特定水平，之后在r=R时收敛到共同的比率R（Sraffa 1960，

17）。从方程（9.1.7）来看比较显然：当r=0时，p（r）=v，所以第

j个行业以劳动价值表示的垂直整合产出-资本比是 ，其中KT(j)

是总资本系数矩阵KT的第j列，v·KT(j)表示单位产出所需总要素投入

的劳动价值（就是单位产出的垂直整合不变资本）；此外，当w=0，

r=R时，价格体系简化为p(R)=R·p(R)=R·p(R)·KT，垂直整合产出-

资本比的第j个元素是 ，这对于所有行业都是相同的，也是

标准行业净产出-资本比的劳动价值（也就是活劳动-死劳动之比）。



[3]如果单个行业的产出-资本比从其r=0时的个体初始值平滑移动到

r=R时的共同值R，那么标准价格将平滑地偏离于价值。但是，如果正

如斯拉法看起来表明的那样，行业产出-资本比在到达它们共同的极限

R之前来回相交，那么相应的行业标准价格也会遵循同样的复杂路径。

附录9.1.4 总工资-利润曲线

为了推导总工资-利润曲线，在方程（9.1.6）右边乘以净产出向

量Y可得：

其中Ra(r)单个整合产出-资本比的加权平均。



上式是整合产出-资本比加权平均比的凸组合，因为权重

加总后为1。

行业整合的产出-资本比实际上是线性的这一经验发现，意味着它

们的加权平均Ra(r)也几乎是完全线性的。这样方程（9.1.10）的分子

和分母都是r的线性函数，所以实际工资-利润曲线是直角双曲线。总

产出-资本比的初始（劳动）值越接近标准行业的值（R），总产出-资

本比的波动就越小，总工资份额曲线就越近似线性。[4]

附录9.1.5 标准价格的特征值和线性

方程（9.1.6）中矩阵KT是半正定矩阵，因为[I−(A+ )]−1严格

正定，K是半正定（K中很多行可能为零，因为只有一部分商品能够作

为资本存量）。如果一个半正定矩阵的所有特征值非零，我们可以将

其简化为对角形式。记Q=[PR1,PR2,...,PRn]，，矩阵Q的每一

行 对 应 矩 阵 KT 行 特 征 向 量 PRk 。 于 是 ， 记 Q-

1≡(XS1,XS2,...,XSn)，矩阵Q-1的每一列对应矩阵KT列特征向

量 表 示 对 角 线 元 素 为 λk 的 对 角 矩 阵

（Lancaster 1968，287-288）。



主特征值λ1为正数，它所对应的行、列特征向量PR1和XS1也严

格为正。从方程（9.1.6）可知，当r=R（即w=0）时，生产价格为

R·P(R)·H，所以λ1=1/ R是KT主特征值，p(R)=PR1对应λ1主

（左）特征向量。同理可得XS1=R·KT·XS1，方程右边所得列向量

可被解释为标准体系下的总产出向量。

把上述结果代入方程（9.1.6）基本生产价格体系中，并且注意到

，，主特征值满足λ1/ R，可得：

Q-1各列是矩阵XSk的列特征向量，由于每个特征向量的倍数还

是原矩阵的特征向量，所以我们可以自由地把它们标准化：

既然矩阵Q的各行是特征向量PRk，那么：



我们从方程（9.1.7）可知，当r=0时，p(0)=v，于是：

在对方程（9.1.7）的拓展讨论中，我们看到，如果维克塞尔-斯

拉法反馈向量r［p（r）-v］KT≈0，那么正如马克思对劳动价值的初

始转形一样，斯拉法的生产价格是线性的。运用方程（9.1.19），并

且从方程（9.1.12）回想到PRk·KT=λk·PRk，我们可以把维克塞

尔-斯拉法反馈效应表达为：



因此，我们现在知道反馈效应将会很小，因而生产价格将近似线

性，条件是：

（1）(r/R)2≈0（（即利润率相对于最大利润率很低）。利润率r

是总利润与总资本之比，最大利润率R是价值增加值（最大利润）与总

资本之比，所以r/R是价值增加值中的利润份额。观测到的利润份额约

为0.30，因此(r/R)2≈0.09。所以，我们可以预期基于观测到的利润

率计算所得的生产价格将由线性（马克思）部分支配。

（2） →0［但又保持不等于零，正如方程（9.1.14）所要求的

那样］，这意味着所有非主特征根很小。尽管如果各列向量有不同的

平均值，那么资本-产出比会不同（Shefold 2010，20），并且因为各

行业劳动系数不同，所以资本-劳动比也会不同，但 →0对应于实际

中垂直整合资本系数矩阵KT中每个行业列向量系数的相似结构。这个

条件遵循了布罗迪（1997）和舍福尔德（2010）的随机矩阵假说，其

中当矩阵规模n趋于正无穷时，矩阵各行各列中的元素分配会趋近于相

同（即使各行或各列的均值不同），从而使该矩阵的非主特征根 都

将趋于0。

[1] 古典经济学家和马克思将工资视为投资资本的一个基本部分，所以工资不仅体现在成

本中，而且体现在预付资本存量中。斯拉法选择将工资视为在生产周期期末得到支付。在这样

一种框架下，马克思对生产价格的（第一个近似）用标准马克思主义的标注表示为

，其中 是用劳动价值表示的总利润率， 表示从每个行业共同



的实际工资和日工作时长/工作强度推导出来的共同剥削率。总劳动价值vj≡Cj+Vj+Sj，劳动

价值增加值即为活劳动 ，从而

。于是，这些价格都是一般利润率r的线性函数，其路径取决于给定行业的价值增加值-资本比

（Lj/Cj）偏离行业平均水平（L/C）的程度。当把工资看作预付资本的一部分时，我们可以推

导出类似的结论，基本经验模式与这里的分析相同（Shaikh，1998a）。

[2] 偏差向量的第j个元素是 ，其中VR0j是行业j以劳动

价值量度的垂直整合产出-资本比，R是标准行业的产出-资本比，它被构造为在所有价格水平

下包括与劳动价值相等的水平下都是相同的（Sraffa 1960，16-17）。偏差向量第j个元素括

号中的项因而表示单个行业中单位产出的垂直整合不变资本与标准行业的偏差。

[3] 斯 拉 法 的 净 产 出 的 标 准 品 是 p(R) 对 应 的 右 特 征 向 量 ， 因 此 它 满 足 足

YRs=R·KT·YRs，因而v·YRs=R·v·KT·YRs。于是，

为标准行业的净产出-资本比（也就是活劳动-死劳动之比）。

[4] 相反，如果我们将工资相对于一篮子消费品的价格进行定义，依然可以得到上述结果

（Ochoa 1984，231）。于是，给定单个商品的价格近似线性，那么那一篮子消费品的价格也

必然是线性的，所以实际工资w(r)/pc(r)也将为两个线性项之比。



附录9.2 第9章的资料来源和计算方法

附录9.2.1 1998年的数据来源和行业名单

以 下 数 据 来 自 美 国 经 济 分 析 局

https://www.bea.gov/iTable/itable.cfm：在再定义以使商品流量匹

配各行业之后，得到65个行业总需求品投入产出矩阵B′；直接行业工

资向量W来自重新核算后的价值增加值中的雇员所得部分，行业总产

出的市场价值X′来自相同的投入产出表。1997—2009年的所有数据都

可获得，但这里仅用1998年数据来阐述一般模式。

行业名单：1农业；2森林、渔业和相关活动；3油气开采；4采矿

业（不包括油气）；5采矿辅助活动；6公用事业；7建筑业；8木材

业；9非金属矿产品；10主要金属业；11金属制品；12机械行业；13计

算机和电子产品；14电力设备、家电和元器件；15汽车、车身、拖车

和零件；16其他交通运输设备；17家具和相关产品；18其他制造业；

19食品饮料和烟草业；20纺织业；21衣服皮革和同类产品；22造纸

业；23印刷和相关支撑活动；24石油和煤炭产品；25化工业；26塑料

橡胶产品；27批发贸易；28零售贸易；29航空运输；30轨道运输；31

水运；32卡车运输业；33过境和地面客运；34管道运输；35其他运输

和支撑活动；36仓储业；37出版业（包括软件）；38影视录音业；39

广播和通信；40信息和数据处理服务；41联邦银行、信贷中介和相关

活动；42证券、商品合同和投资；43保险机构和相关活动；44基金、

信托和其他金融工具；45房地产业；46租赁服务业（包括无形资产租

赁）；47法律服务；48计算机系统设计和相关服务；49其他职业化、

科学和技术服务；50公司和企业管理；51行政和支持服务；52废物管

理和污染治理；53教育服务；54医疗急救服务；55医院、护理和疗养

院；56社会救助；57表演艺术、大型运动、博物馆和相关活动；58娱



乐、赌博和休养业；59住宿；60餐饮服务；61其他服务（不包括政

府）；62联邦政府；63联邦政府企业；64各州和地方政府；65各州和

地方政府企业。

附录9.2.2 1998年对所有人自住房屋部门（OOH）的

修正

投入-产出矩阵A′和总产出向量X′包含了一个虚构的房地产子

行业条目，因为美国经济分析局把房屋的私人所有者当作将自己的房

屋出租给自己的“企业”（Mayerhauser and Reinsdorf，2007）。美

国经济分析局增加的所有人自住房屋的估算租金值使列出的房地产部

门的总产出增加了一倍，正如它增加的所有人自住房屋的保养和维修

成本使列出的房地产行业中间投入提高了50%。此外，雇员所得却没有

在核算时增加，因为人们认为房屋所有者不会给自己支付工资。[1]这

些估算提高了房地产行业总市场价格和中间投入，却没有相应增加劳

动需要量，因此大大加剧了该行业市场价格和相应劳动价值、生产价

格的偏离。摒弃上述估算将会使我们回到一个更典型的实际房地产交

易的图景。这里需要做两个修正。第一，我们将房地产实际总产出减

去估算的所有人自住房屋的总产出，等同于将初始投入-产出系数矩阵

中房地产行业那一列除以未估算的总产出与最初列出的总产出之比

（x）。第二，为了从这一列中剔除房屋保养维修成本，我们将房地产

行业这列系数乘以非估算的中间投入之和与最初列出的中间投入之和

的比值（a）。之所以用加总后的比例，是因为我们没有关于这些估算

支出的详细分配的信息。上述两步相结合等价于在原有投入-产出矩阵

房地产行业这一列乘上比值a/x。

1947—1972 年 投 入 - 产 出 表 和 劳 动 系 数 数 据 来 源 于 谢 克

（1998a），正如奥乔亚（1984）的文章所编辑的。这些表格都进行再

均衡以去除房地产部门，其中大部分都来自所有人自住房屋部门

（Ochoa 1984，252）。



附录9.2.3 计算

由美国经济分析局公布的总需求量矩阵B'≡(I−A')−1，其中I是
阶数为65的单位阵，从中我们可以推导直接投入-产出量矩阵A′=I−
(B')−1。记工资向量W的第j个元素Wj≡wj·Lj，其中Wj是第j个部门

的平均工资，Lj是第j个部门的总雇工数量。这可以用以推导劳动系数

向量l′中的第j个元素为 ，其中（ ）是单位

总产出的雇工数量， 是第j个部门相对整个经济体系工资率W的

工资率。变量Wj可以视为相对劳动技能的近似值，从而I'j可以视为第

j个部门技能调整后的劳动系数。1998年整个经济体系平均工资率w作

为总雇员报酬（table 1.10，line 2）和总雇工数量，包括全职雇员

和兼职雇员（表6.4D），可以从国民收入和生产账户表中推导出来。

[2]



正如附录9.1中对方程（9.1.6）和方程（9.1.7）的讨论所注意到

的，最大利润率R表示矩阵KT主特征值的倒数。VRj、Ra（r）、

wa（r）正如方程（9.1.8）~方程（9.1.11）所示被计算出来。所有这

些都是以价格为单位的比率，p(r)''、Y'中的市场价格要素相互抵

消。

最后，利润被定义为价值增加值（VA）与雇员所得（EC）、间接

商业税（IBT）、折旧（D）之差。在纯粹的流动资本模型中，资本存

量被假定等于原料成本的流量，折旧被假定为零［见附录9.1中对方程

（9.1.6）的讨论］。

附录9.2.4 资本存量矩阵和折旧矩阵的构建



在计算生产价格时对固定资本的考虑需要资本存量矩阵和折旧流

量矩阵。因为资本存量数据代表年底的数据，（比如）1998年价格方

程所需的年初存量来自1997年。美国经济分析局在任何给定一年仅公

布国内65个行业各自的净资本存量总值和折旧流量，这对这些变量中

的每一个而言，都得到了任何给定一年中包含65个元素的向量。固定

资产构成的可得数据仅以基准年份的资本流量（总投资）矩阵的形式

出现，其中每一列表示进入行业总投资中的不同资产类型。

就资本存量而言，我们假定给定行业的资本存量中的每种资产类

型以同样的速度增长（扩张和退废）。这意味着对任何给定行业而

言，净存量中资产类型的比例和总投资中的比例相同，也就是说，给

定行业的资本流量（总投资）和资本存量这两列具有相同的比例。所

以，我们可以使用前者的数据推导出每种资产类型在行业资本存量中

的比例，再将其乘上行业的总净资本存量以得到资本存量矩阵的各行

业列向量。对折旧而言，我们假定不管使用它的行业是什么，资产类

型的折旧率都相同。这就意味着折旧矩阵各行与资本存量矩阵各行成

正比。上述资本存量的步骤最终与奥乔亚相同，但是折旧步骤不同，

因为他假定折旧矩阵各列与总投资矩阵各列成正比（Ochoa 1984，

234-235，242）。理论和经验方法在下文详细阐述。

附录9.2.4.1 构建资本存量矩阵和折旧流量矩阵的理论步骤

对行业j而言，Kj表示总资本存量的价值，IGj表示总投资的价

值， 表示行业j的总增长率（从而 ）。总增长率是退废率

与净扩张率之和，因此如果某一行业按3%的速率扩张，平均退废率

（比如）为2%，那么它的总增长率是5%。行业资本存量的单个机器也

许具有与行业平均水平不同的总增长率。如果我们假定这些差异很

小，那我们可以通过将每个相应的总投资部分除以行业增长率估算行

业j资本存量的每个部分。于是，对资本存量矩阵中第j列的资产类型



h、i而言， ，也就是说，资本存量

矩阵第j列和资本流量矩阵具有相同的比例。

就折旧问题而言，进行这样的假定看起来是合理的，即不管使用

它的行业是什么，每种资本资产的折旧率都大致相同。记Kij和Kik表

示行业j和行业k使用资产类型i的资本存量，其对应的折旧流量是

，共同折旧率是 ，所以

，也就是说，折旧矩阵各行元素和之前计算的资本存量矩阵

具有相同的比例。最后，把上述矩阵各列都除以行业总产出便可以得

到资本和折旧系数矩阵。

附录9.2.4.2 构建资本存量矩阵和折旧流量矩阵的经验步骤

在每一个给定年份，私人行业总资本存量和总折旧的数据来自固

定资产表3.1ES（按行业分类的私有固定资产的现行成本净存量）和表

3.4ES（按行业分类的私有固定资产的现行成本折旧），这些被映射为

美国经济分析局公布的投入-产出表中的61个行业。在后来的表中剩余

的4个行业是联邦政府、各州和地方政府、联邦政府企业、各州和地方

政府企业。这4个行业的折旧总额可以分别通过国民收入和生产账户表

7.5（按组织的法律形式和收入类型分类的固定资本消耗）的第23、

24、26和27行得到。现行成本净资本存量的行业总额可分别从固定资

产表7.1B的第18、46、63和66行得到联邦政府、各州和地方政府、一

般政府和政府企业的数据。为了把这些数据分解为投入-产出表的4个

政府类别，我们有必要对4种元素之间假定一种关系。我假定联邦政府

企业净资本存量和联邦总净资本存量之比与相应的总投资比率相同，

后者可从国民收入和生产账户表5.8.5A-B的第58行和第2行之比得到。

[3]

私有行业资本流量（总投资）矩阵，包含180个商品行（加上一个

加总项行）和123个行业列（政府部门不包括其中），在基准年份（以



1997年为例）可以得到。第一步是把它合并成61×61的矩阵。[4]接下

来通过增加4行政府部门（因为政府不是资本品的生产者，所以，4行

全为零）和4列政府的资本流量增补上述矩阵。联邦政府与各州和地方

政 府 根 据 资 产 类 型 分 类 的 投 资 可 从 网 站

http://www.bea.gov/industry/xls/Annual_IOUse_Before_Redefinit

ions_1998-2010.xls获得，其中联邦总投资是FO6I与FO7I两列之和，

各州和地方总投资是FO8I与FO9I两列之和。[5]第二步是利用国民收入

和生产账户表5.8.5A-B中恰当的投资比率将上述两列中的每一列再分

解成一般政府和政府企业两项。最后一步是将总投资矩阵中每一元素

都除以所有行业元素之和得到标准化的65×65行业资本流量矩阵，从

而得到资本流量比例，它之后同总资本存量和折旧向量相结合便可以

推导出相应的附录9.1中提出的65阶矩阵形式。

附录9.2.5 1947—1998年实际工资曲线的构建

正如9.9节所示，我们可以将每一年实际工资份额乘以生产率指数

得到实际工资曲线，生产率指数的数据来源于佩恩表PWT71，购买力平

价下（rgdwok）的人均实际GDP数据，转化为指数205=1，1950-2010。

对1947年而言，1950年的比率要乘以来源于（BEA 1966，Series

A163，209）的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产出/劳动力指数的1947—1950年

之比。

[1] 房地产行业总产出数据直接来自矩阵X′，所有人自住房屋（OOH）数据来自NIPA

Table7.12第133行。1998年，后者估算的数据为6 811亿美元，被加入实际房地产行业的总

收入为6 073.5亿美元。与NIPA Table 7.12的第134行（房屋维修和保养支出）实际房地产

行业的中间投入3 422.3亿美元相比，虚构的房地产子行业的总中间投入估算值为1 144亿美

元。因为人们认为房屋所有者并没有给自己支付工资，所以总体房地产行业的雇员所得就没有

任何增加。

[2] 这一步骤和奥乔亚（1984，225）不同，他使用最低部门工资作为平减指数。

[3] 记A1、A2、A3、A4代表固定资产表7.1B中联邦政府、各州和地方政府、一般政府和政

府企业净资本存量的现行成本。记x1、x2、x3、x4是分别代表联邦一般政府、各州和地方一般



政府、联邦企业与各州和地方企业的净资本存量的意愿变量。于是A1=x1+x2，A2=x3+x4，

A3=x1+x3，A4=x2+x4。这个方程体系具有4个变量，但4个方程并不相互独立（方程组系数矩阵

的行列式为零），所以需要一个额外假设x2=αx1才能解出x1、x2、x3、x4。

[4] 表示进口的行由于没有可比性被剔除掉（只占行业总数的不到0.075%）。

[5] 这4列政府资本流量只有1998年的数据，61个私人资本流量列只有1997年的数据。我

们最终得到的资本流量矩阵因而是混合物，但由于我们使用的仅仅只是列项的比例关系，因此

误差不可能显著。



附录10.1 第10章的资料来源与计算方法

图10.1
银行和所有私有行业的增量利润率见附录7.1。

图10.2~图10.4
3 月 期 定 期 存 款 利 率 的 数 据 来 源 于 网 站

http://www.federalreserve.gov/，美国联邦储备局，历史数据

H.15：入选利率，而贴现、联邦基金、3月期国库券、高评级市政债券

和AAA级企业债券的利率数据都来源于《2012年总统经济报告》，美国

商务部，经济分析局，http://www.gpo.gov。

图10.5
优惠利率的数据已在上文列出来，而企业利润率从附录6.7、附录

表6.7.4推导出来。

图10.6 ~图10.8
长期债权收益率是通过将两个长期序列数据拼接得到的：1857—

1937年铁路债券收益率是美国债券收益率的年度化月度数据，这些数

据来自麦考利（1938，Appendix Table 10，A142-A161），在美国国

家 经 济 研 究 局 历 史 数 据 库

http://www.nber.org/databases/macrohistory/rectdata/13/m13019

.dat中可以获得，1936—2002年AAA级企业债券收益率数据来源于联邦

储备HS-39的迷你历史统计，并被之前引用的《总统经济报告》增补

2003—2010年的数据。合成长期债权收益率是通过拼接铁路债券收益

率和公司企业收益率得到，使用1919—1939年后者和与前者的平均比

率对前者进行了再调整。1857—1976年美国生产价格指数（批发价格



指数）来源于（Jastram 1977，145-146，table 7），在美国劳工统

计局使用生产价格指数的增长率之后进行了更新。

图10.9
公司企业收益率是之前描述过的长期债券收益率，10年期政府债

券 收 益 率 和 股 息 收 益 率 来 源 于 席 勒 （ 2014 ） ， 见

http://www.econ.yale.edu/~shiller/data.htm，这基于他的1871年

以来标普合成股票价格指数的年度长期数据。这个序列出现在他的网

站上自1871年以来的长期股票、债券、利率和消费数据的名目下，是

对他《市场波动》（1989年）一书第26章的更新。

图10.10和表10.1
1926—2003年大型企业股票、长期企业债券和长期政府债券的回

报率来源于伊博森（2004，30-31，table 2-2）。我感谢戴维·斯塔

布斯将这些数据更新至2010年。

图10.11和表10.2
现行成本（实际）股票回报率使用了来源于席勒（2014）的股票

价格（peq）和股息数据（dv），这些数据通过美国经济分析局总投资

平 减 指 数 得 以 转 变 为 实 际 项 （ preq,dvreq ） ， 并 根 据 方 程

得以将股票回报率计算出来。现行公司企业增量利

润率计算为实际净营业盈余（国民收入和生产账户中利润加上非金融

部门支付的货币利息）与固定资本和存货的总投资之比，它的国民收

入和生产账户指标计算为总国民收入和生产账户中利润的变化与美国

经济分析局实际总投资之间的比率，正如6.8节中所述，在7.6.4推导

出来的。席勒的不变贴现率7.6%来源于（Shiller 2014，10）。

图10.12
公司企业现行股票回报率在图10.11中进行了描述，平均公司企业

利润率是经过利息调整后的现行成本净营业盈余与修正后的现行成本



资本存量之比，后者在6.8节中进行了描述。

图10.13
真实的实际股票价格是通过图10.11所示的美国经济分析局总投资

平减指数对席勒的名义价格进行平减的。在席勒对效率市场假说进行

批判的语境中，古典有保证的价格在10.6节中根据方程（10.31）的方

程推导出来。第10章的数据表“DATAintropprice”席勒自身的“理

性 ” 股 票 价 格 来 源 于 其 网 站 http://www.econ.yale.edu/ ～

shiller/data.htm，在名为P*的长期股票、债券、利率和消费数据的

名目下（实际股息的现行价值，不变利润率r）。因为这些数据是就消

费者价格指数而言的，所以为了与我自己的实际变量具有可比性，它

们要转变为名义项，然后用图10.11描述过的美国经济分析局总投资平

减指数对其进行平减。



附录11.1 第11章的数据来源和计算方法

附录11.1.1 数据范围

1960—2009年，所有指数2002=100，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

大、丹麦、芬兰、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韩国、荷兰、挪威、

西班牙、瑞典、英国和美国。

附录11.1.2 原始数据

消费者价格指数、单位劳动力成本、生产价格指数、名义汇率指

数、进出口总额、名义利率、相对实际GDP。

消费者价格指数（CPI）：美国劳工统计局（BLS），国际劳工比

较部，2011年8月18日，消费者价格指数由本币表达的单位劳动力成本

与实际单位劳动力成本的比率得到，单位劳动力成本和实际单位劳动

力成本分别来自表7和表13。澳大利亚1960—1989年、西班牙1960—

1978年、韩国1970—1984年的缺失数据来自美国劳工统计局补充表1，

消费者价格指数，16个国家，1950—2009年，1982—1984=100，重新

定义基年2002=100；韩国1960—1969年的数据设定为等于1970年的

值。

单位劳动力成本（ULC）：制造业单位劳动力成本来自美国劳工统

计局，制造业国际比较，表9（制造业单位劳动力成本，以本币为基

础，19个国家或地区，1950—2009年）。韩国1960—1969年的缺失数

据设定为等于1970年的值。对于西班牙，1960—1963年被设定为等于

1964年的值，1964—1978年的数据来自罗曼（1997）。澳大利亚1960

—1989年的数据也缺失，所以这些年的数据用总工人工资与GDP的比率

来 代 替 （ 见



http://www.abs.gov.au/AUSSTATS/abs@.nsf/DetailsPage）。这追踪

了1989年之后的实际单位劳动力成本。

生产价格指数（PPI）：来自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2010。澳大

利亚1960—1989年的缺失数据通过将相应的消费者价格指数乘以1990

—2009年生产价格指数/消费者价格指数的平均比率来估计，韩国1960

—1969年的数据设定为等于1970年的值。

名义汇率指数（e）：外币/美元，来自美国劳工统计局制造业国

际比较，表11［汇率（外币相对于美元的价值），19个国家或地区，

1950—2009年（2002=100）］。

进出口总额（EX+IM）：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金融统计数

字（IFS），用美元表示的进口和出口。比利时1960—1992年的缺失数

据 来 自 AMECO 数 据 库 ， 见

http://ec.europa.eu/economy_finance/ameco/，进口（UMGS）和出

口（UXGS）用现价表示，单位是MrdECU/EUR，用美元兑欧元形式的汇

率（XNE）换算成了美元。

名义利率（IntRate）：3月期国债，1960—1967年的数据汇编自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金融统计年鉴，统计局发布和央行公告，

1968—2009年的数据来自经合组织。

附录11.1.3 日本和美国的计算

一个给定国家在给定年份的贸易权重（w）的计算方法是用该国的

进出口总额除以样本中所有国家的进出口总额。这被用于计算每一年

美国和日本在方程（11.6）中的变量：ppi·e/ppi∗，其中ppi=该国的

生产价格指数，ppi∗=其贸易伙伴的生产价格指数，e=该国与其贸易伙

伴的汇率；（vulcr/vulcr∗）·（τ/τ∗），其中vulcr和vulcr∗是该

国及其贸易伙伴的垂直整合实际单位劳动力成本的代理（由于缺少垂

直整合成本的数据，我们用直接实际单位劳动力成本RULC≡ULC/CPI和



RULC∗）。鉴于价格数据所包含的指数的规模是由基年随意定义的

（2002=100），我们重新调节了实际单位劳动力成本变量，以使其与

实际汇率有相同的期间平均值。这简化了视觉对比，但是当然在计量

经济学检验上没有影响。τ≡CPI/PPI和τ∗是对不可贸易商品与可贸易

商品的差异的调整。在所有情况下，贸易伙伴的变量如ppi∗等的计算方

法是，对所有j≠i的国家，计算出单个ppij以 j为贸易权重的几何

平均值：事实上，每个国家都与样本中其他所有国家的几何平均数相

比较。为了计算每个国家名义利率和实际利率的差异（用ppi改变的百

分比表示），同样的过程也应用于利率：名义利率差异=国内名义利

率-国外名义利率，实际利率差异（RIDIF）=国内实际利率-国外实际

利率。

附录11.1.4 计量经济学过程

为了检验实际汇率和相对单位劳动力成本的长期关系的存在，我

们用Microfit 5.0（Pesaran and Pesaran，2009）开展了自回归分布

滞后边界检验方法（Pesaran，Shin，and Smith 2001）。[1]这个方

法的主要优点是它不要求事先单位根检验。自回归分布滞后方法分两

步。第一步，采用F检验来考察一个误差修正模型（ECM）中变量间长

期关系的可能性。考虑下列包括两个变量Y和X的双变量系统。如果

y=lnY，x=lnX，那么这个误差修正模型是：

这个误差修正模型应该没有序列相关性。这个框架检验的原假设

H0∶β1=β2=0，也就是变量间“不存在长期关系”，替代性假设

HA∶β1≠β或者β2≠0。◎β1和β2联合显著性检验的显著F统计量允



许我们拒绝原假设，并得出存在长期关系的结论。佩萨兰等人已经计

算出了F统计量的近似临界值。

有两组临界值，其中一组假设所有的变量都是I（1），而另一组

假设所有的变量都是I（0）。如果计算出的F统计量落在这个界限之

外，我们就能得到关于长期关系是否存在的明确结论。如果F统计量比

上限要大，那么在某个显著性水平下，我们可以拒绝“y和x不存在长

期关系”的原假设。此外，正如佩萨兰、申、史密斯（2001）和哈希

姆·佩萨兰与巴赫拉姆·佩萨兰（2009）所论证的一样，一个显著的F

统计量也表明存在“长期强制的”关系，识别出哪个变量解释了另一

个变量的波动。因此，在下面的检验中，我们先用实际汇率再用相对

单位劳动力成本作为因变量来进行F检验。

一旦检验结果表明长期关系存在，下一步就是从背后的自回归分

布滞后关系中估计长期系数，并从与之联系的误差修正机制中估计误

差修正系数。用赤池信息量准则（AIC）选择适合这个自回归分布滞后

的滞后期长度。正如哈希姆·佩萨兰和巴赫拉姆·佩萨兰（2009，

463-465）所表明的，一个自回归分布滞后方程已经嵌入了一个将因变

量与所有预先决定变量相关的误差修正模型。从这个误差修正模型

中，人们可以读取出适合假设的协整关系的系数（即实际汇率和相对

单位劳动力成本）。我们会回忆起，F检验是在仅仅这两个变量间不存

在长期关系的条件下进行的。

附录11.1.4.1 变量

LRXR1JP、LRULCJP，LRXR1US、LRULCUS和RIDIFJP、RIDIFUS分别

表示日本和美国实际汇率的自然对数、相对单位劳动力成本的自然对

数与实际利率差距的自然对数。INPT是回归的截距项，一个变量旁边

的“△”表示它的一阶差分。

附录11.1.4.2 日本



我们估计了一个以日本实际汇率的自然对数的一阶差分

（ΔLRXR1JP）为因变量的条件误差修正模型（见附录表11.1）并使用

d79、d93、d99和d06070809分别作为1979年、1993年、1999年和2006

—2009年的哑变量。为了简便起见，我们在条件误差修正模型中使用

的是后期长度为1。条件误差修正模型没有序列相关性：拉格朗日乘数

统计量 CHSQ （ 1） =0.017532 ［ .895 ］， F统计量 F（ 1， 37）

=0.013807［.907］。

检验的第一步得到的F统计量为8.1644，在99%的水平上（对k=1）

超过了（7.057–7.815）的临界值边界[2]。在条件误差修正模型中，

如果使用DLRULCJP为因变量，那么F统计量为5.5，落在了边界为

（4.934–5.764）的95%水平的不确定范围中。这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

结论，即两个变量间不仅存在长期关系，而且相对单位劳动力成本是

驱动实际汇率的长期强制变量（Pesaran and Pesaran 2009，310）。

为了节省空间，我们略去这一步的Microfit 5.0表格。附录表11.1.1~

附录表11.1.4展示了最终的误差修正模型和经过赤池信息准则选择的

相联系的长期系数。

附录表11.1.1 日本：误差修正的等效自回归分布滞后（2，2）模型



附录表11.1.2 日本长期关系存在性的验证



附录表11.1.3 日本：诊断结果

注：这些检验基于的原假设是无残差序列相关性、无函数形式误设、正态误差和同方差性。当
[.]中给出的p值超过0.05时，我们不能拒绝原假设（Pesaran，Shin，and Smith 2001）。有
关这些检验的细节见哈希姆·佩萨兰和巴赫拉姆·佩萨兰（2009）。

附录表11.1.4 美国：误差修正的等效自回归分布滞后（2，0）模型



附录表11.1.5 美国长期关系存在性的验证

附录表11.1.6 美国：诊断结果



注：这些检验基于的原假设是无残差序列相关性、无函数形式误设、正态误差和同方差性。当
[.]中给出的p值超过0.05时，我们不能拒绝原假设（Pesaran，Shin，and Smith 2001）。有
关这些检验的细节见哈希姆·佩萨兰和巴赫拉姆·佩萨兰（2009）。

附录11.1.4.3 美国

在条件误差修正模型中，以美国实际汇率的自然对数的一阶差分

（△LRXR1US）为因变量，并使用d86作为1986年的哑变量，第一步得

到的F统计量为6.7245。95%水平的临界值是（4.934–5.764），因此

结果清楚地表明存在长期关系。事实上，在条件误差修正模型中，如

果使用△LRULCUS为因变量，那么F统计量为0.21903，低于90%水平的

边界（4.042–4.788）。因此，LRULCUS明确是调控LRXR1US长期运动

的强制变量。条件误差修正模型没有序列相关性：拉格朗日乘数统计

量 CHSQ （ 1 ） =0.13349 ［ .715 ］ ， F 统 计 量 F （ 1 ， 41 ）

=0.11434［.737］。

[1] 我要感谢贾未·穆杜德对这篇附录中计量经济学的极大帮助。

[2] F统计量的所有临界值来自《时间序列计量经济学：使用Microfit 5.0》的表B.1，

544（Pesaran and Pesaran 2009）。请注意，尽管佩萨兰、申和史密斯（2001）同时利用

了F统计量和t统计量来考察长期性质，但是哈希姆·佩萨兰和巴赫拉姆·佩萨兰（2009）只

使用了F统计量。在与贾未·穆杜德的私人通信中，巴赫拉姆·佩萨兰指出在2009年的手册中

只使用了F统计量，因为它比t检验更加稳健。



附录12.1 第12章的资料来源和计算方法

图12.1~图12.4是示意图。建构图12.5~图12.8美国通货膨胀和失

业所用的数据见附录15.1（第15章的资料来源和计算方法）第一部

分。

图12.5 1955—1970年美国的菲利普斯曲线
图12.6 1955—1970年及1971—1986年美国的通

货膨胀和失业率
图12.7 1971—1981年美国的菲利普斯曲线
图12.8 1955—2010年美国的菲利普斯曲线
美国通货膨胀和失业所用的数据见附录15.1第一部分。



附录13.1 乘数过程的稳定性

附录13.1.1 储蓄率固定时凯恩斯主义乘数调整过程
的稳定性

其中Y0为产出的初始值，是由投资进行跃升时的瞬时状态确定

的。



附录13.1.2 储蓄率内生情况下的一般化乘数过程之
稳定性及其分析

传统乘数过程的故事从这个短期均衡开始，并称任何投资水平的

增加都完全由银行信用提供资金。正如附录13.1.1所示，我们可以在

储蓄率给定的假定下追踪乘数效应的过程。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

卷关于再生产的分析中则考虑的是相反的情形，即投资增加时，储蓄

率完全为适应资金需求的增长而提高。在这种情况下，乘数恰好为0：

在初始产出水平上，Δs·Y=ΔI，从而ΔY=0。

附录13.1.2.1 基本模型

接下来的简单模型包含两个结果。在每一轮中，产出对上一轮的

额外需求 做出响应，而储蓄率对相

对资金缺口（相对于收入，因为储蓄率也是相对收入而言的）做出响

应： 从而，b=0（储蓄率为常

数）意味着完全乘数，而b=1（储蓄率具有完全适应性）则意味着0乘

数。当0<b<1时，最终产出是与初始状态和响应参数相关的。设Y=净产

出，I=净投资，s=储蓄率，从而总储蓄为S=s·Y。

附录图13.1.A展示了投资增长的4种可能的效果。标准的凯恩斯主

义教科书中假设产出对额外需求做出的响应是完全的（a=1），且储蓄

率是固定的（b=0），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得到的是完全乘数。与此完全

相反的另一极是古典情形，其中储蓄率完全适应填补资金缺口的需

要，此时乘数为零。处于中间的一种情形是产出完全响应额外需求



（a=1），而储蓄率部分响应相对资金缺口（0<b<1，b=0.5）。一般情

形则是产出和储蓄率都只做出部分响应（0<a<1，a=0.3; 0<b<1，

b=0.5）。应该很明显，对产出和储蓄率的响应问题的考虑是出于对现

实的考量。

附录13.1.2.2 结构分析

（1）在t0时刻，初始值为s0·Y0=I0。在时刻，投资增至

I′=I0+IA，此后便一直保持在这个值。由方程（13.1.3），在t1时刻

有：

由方程（13.1.8）和方程（13.1.9）直接给出的短期均衡条件都

是I′−s*·Y*=0，，所以我们不能以通常的方式来确定两者分别的均

衡值（Y*，s*）。基于相同的原因，稳定性也不能通过相图确定，甚

至不能用通过在均衡值周围进行线性化的方式确定（见下文的稳定性

分析）。



（3）推导出特定均衡值（Y*，s*）的第一步是以原始变量的变化

值作为新变量改写方程（13.1.8）和方程（13.1.9），并采用近似

值。由此我们得到如下方程：

附录图13.1.A 一般化乘数的4种不同的结果



方程（13.1.17）中的（Y*/Y0）一项代表由投资变化引发的产出

乘数效应，而方程（13.1.18）中的（s*/s0）一项则代表对应的储蓄



率的效应。在两个方程中，均衡解都可以通过方程左右两边关于相应

变量的曲线的交点［即隐函数 的解］得到，而参

数的变化产生的效果可以通过它们对线性函数的效果推导出来。模拟

显示，由近似值 得到的解是相当精确的。

有趣的是，在关于乘数的标准叙述中，储蓄率是固定在的，而由

投资变化导致的产出变化由 给出，从而



。这恰好和由方程（13.1.20）给出的当b=0时储蓄率保持

在初始水平的一般化乘数相同。而正如之前注意到的，在相反的一极

b=1，储蓄率做出完全调整，从而根本不会有乘数效应。方程

（13.1.20）展示的一般情形说明，储蓄率的响应程度越高，乘数效应

越弱。

附录图13.1.B也允许我们追踪参数和初始值的变化对（s*s0）从

而对一般化乘数造成的影响。所有这些影响都通过斜率、截距和/或线

性函数在（s*s0）=1处的值的变化表现出来。更高的初始储蓄率

（s0）会提高函数的斜率和截距，但不会改变它在（s*s0）=1处的

值。从而，直线会围绕这一点顺时针转动，从而导致更小的相对均衡

储蓄率（即从图中的A点移到B点）。最终的结果是，相对均衡产出

（即乘数）比之前更高，但不会达到标准的凯恩斯主义的值。这便是

一般化的节俭悖论：更高的储蓄率会带来更高的均衡产出，尽管一部

分乘数效应被储蓄率本身的增长缓冲掉了。◎如果产出对额外需求更加

敏感（参数a增加），那么截距和斜率都会增加，而函数在（s*s0）=1

处的值也会增加，只是增加的幅度小于截距，因此最终的结果和初始

储蓄率提高是一样的。最后，如果储蓄率对资金缺口更加敏感（参数b

增加）[1]，那么效果将和初始储蓄率降低是一样的。



附录图13.1.B 一般化乘数下的内生储蓄率

现在，我们就可以直接看出参数和初始值的变化所产生的效果

了：当其他条件不变时，投资增量（IA）的增加、产出对额外需求敏

感程度（a）的提高和/或初始储蓄率的值（s0）的提高会使（s*/s0）

的值提高，而储蓄率对资金缺口敏感程度的提高则会产生相反的效

果。根据方程（13.1.20），我们可以看到，任何提高（s*/s0）的因

素都会降低乘数 ——只有一个因素除外：投资的相对

增量（IA/I0）的增加使上式分子增加的比例高于分母。

13.1.2.3 一般化乘数的稳定性

分析方程（13.1.8）与方程（13.1.9）构成的系统的稳定性的第

一步是以各变量对均衡值的偏离作为新变量来重新表达这两个方程。

令， ，从而这两个新定义的变量的均衡值为

零。利用方程（13.1.10）中的均衡条件s*·Y*=I′，可得：



这可以写成方括号中分别具有自主性的齐次线性成分与非线性成

分之和，并可以写成矩阵的形式。

这个系统有 Xt=A·xt-1+f(xt-1) 的 形 式 ， 其 中 Xt 是 方 程

（13.1.26）左边的向量，A是方程右边的矩阵，而f(xt-1)为方程右边

的最后一个向量，即非线性项。由于最后一项在均衡值附近趋向于零

（ ），我们可以通过A的性质分析整

个系统在均衡附近的稳定性（Gandolfo 1997，363）。特别相关的是A

的迹（Tr）和行列式（Det）以及由方程（13.1.28）列出的三个条

件，这三个条件为系统具有渐进稳定性的充要条件，因为它们意味着A

的特征方程的根绝对值小于1（Gandolfo 1997，53-58）。



记住，0< a，b，s* <1，对于第一个条件，我们有1−2+x+1−x+a

· b·s* =a · b·s* > 0。对于第二个条件，我们有1−1+x−a ·
b·s*=a ·s*+b−a ·b ·s*=a ·s* ·(1−b)+b > 0。对于第三个条

件，1+2−x+1−x+a · b·s*=4−2·(a ·s*+b)+a ·b ·s* >，由于

。因此，整个系统在均衡状态附近是局部稳定的，其特征值

为λ(A)=(1−a ·s* )，(1−b)<1，且它的稳定流形为对应的特征向量

分别展开的直线。

[1] 从而截距下降而在(s*/s0)=1处的值不变。——译者注



附录14.1 古典模型和古德温模型的动态

附录14.1.1 一般古典系统

令工资份额ơw≡wr/yr，其中wr为真实工资，yr为生产力。令uL为

实际失业率， 为正常失业率，gyr为生产力增长，gLF为劳动力增长

率，gN≡gyr+gLF为哈罗德的“自然”增长率，gYR为实际产出增长

率。如方程（13.37）所示，古典产出增长可表示为 ，

这里第一项代表正常净利润率（即积累的驱动因素）的影响，第二项

代表了预期和实际、需求和供给、产出和产能间的不同所产生的影

响。正常利率in本身是正常利润率rn的函数，但是为了考虑利率干预

的可能性，还是将二者分开表示为好。利润率是工资份额ơw（利润份

额的对偶）的函数，因为 ，所以在正常产

能（Y=Yn）下，正常利润率为 ，净利润为rn-in。这种方

程的构建让我们能够区分两种力量，一种是作用于正常利润率的力

量，另一种是影响利率并且影响预期和实际、需求和供给、产出和产

能间的自反关系的力量。

一般古典系统的结构在方程（14.7）、方程（14.9）、方程

（14.10）和方程（14.12）中有所展示，其中自然增长率gn≡gLF+gyt

代替了劳动力增长率gLF。为了使这些相关方程区别于当前附录的其他

方程，我们用（14.7）'等来表示。



附录14.1.2 简单古典模型

上述关系的最简单情况是假设f、fYR、fyr、fN都是线性函数。由

于方程（14.7）'和方程（14.10）'之间的相互作用，整体模型是非线

性的。而且尽管这个模型十分简化，它仍包含了古德温的古典捕食-被

捕食模型（Goodwin 1967）。为了便于与后者进行对比，我将失业率

uL、 转变为就业率 。假设产能-产出比

变化十分缓慢以至我们可以暂时将其视为给定的，那么对于一些正的

常数a、b、c1、c2、d1、d2，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的附录方程：

生产力和自然增长的附录方程（14.1.1）和方程（14.1.5）可以

整合起来得到下述方程：[1]



附录14.1.3 古德温模型作为简单古典模型的特殊情
形

古德温模型作为简单古典模型的特殊情形紧随其后。古德温

gKR=rn的假设在方程（14.1.3）中得以实现。具体方法是令ε=0，从

而使需求与供给相等，产出与产能相等；令Rn≡YRn/KR为常数，从而

使产能增长率等于积累率；令i=1，b=0，从而使积累率等于正常利润

率。此外，我们必须规定c1=c2=d1=d2=0，这样当单位劳动力成本出现

任何程度变动或劳动力市场有任何程度收紧时，生产力增长和劳动力

增长都不会对此做出反应（因此 为常数）。有了这些假设，

就业率方程（14.1.2）就变成了 ，其中β1≡Rn，且由

古德温的假设， 。类似地，方程（14.1.1）中的工资

份额关系可以被表达为 ，其中 。这

些正是古德温模型中的洛特卡-沃尔泰拉方程（Gandolfo 1997，458—

461）。

附录14.1.4 简单古典模型的动态和稳定性

为了分析一般模型，我们从定义 开始。

将方程（14.17）和方程（14.1.3）代入方程（14.1.2）得到：



现在我们定义 ，其中 满足 ，那

么分别从方程（14.1.1）和上述的表达式，我们能得到下列非线性系

统：

该系统的雅各布矩阵为：



[1] 将方程（14.1.4）中的 整合得到 ，因此在t=0时，

整合的常数项 。同样的方法也适用于方程（14.1.5）的整合。



附录14.2 数据来源、计算方法和回归

这里给出了数据来源与计算方法，具体的实际数据可见

http://www.anwarshaikhecon.org/。

工资份额、价格、工资和生产力的数据来自美国经济分析局核算

的 GDP 与 国 民 收 入 和 生 产 账 户 的 历 史 表 格 ， 见

http://www.bea.gov/national/index.htm#gdp：工资份额=EC/GDP，

其中EC为雇员所得，数据见表1.10第二行；GDP数据见表1.10第一行。

P=价格水平=GDP平减指数，数据见表1.1.9第一行；w=名义工资

=EC*100/FEE，其中FEE为全职等效就业水平，数据见于表6.5A-D;

wr=w/p=实际工资；yr=生产力=（GDP*100/P）/（FEE/1 000）。

失 业 率 uL 的 数 据 来 自 美 国 劳 工 统 计 局

（ http://data.bls.gov/cgi-bin/surveymost?ln ， series

LNS14000000Q ） ， 失 业 持 续 时 间 也 来 自 美 国 劳 工 统 计 局

（http://www.bls.gov/cps/duration.htm，series LNS13008275），

二者的历史数据均见于http://www.bls.gov/cps/cpsatabs.htm。令

1948—1951=100，失业强度等于失业率x，我们构造出失业持续时间指

数。

因变量：GWSHHP100

方法：最小二乘法

日期：05/25/13 时间：18:42

样本（调整后）：1949 1982

包含的观测量：调整后为34

4次迭代后达到收敛



GWSHHP100=C（1）+［（ULINTENSITYHP100）^C（3）］

因变量：GWSHHP100

方法：最小二乘法

日期：03/03/13 时间：15:00

样本（调整后）：1994 2011

包含的观测量：调整后为18

4次迭代后达到收敛

GWSHHP100=C（1）+ULINTENSITYHP100^C（3）



因变量：GMWAGEHPXCESSA

方法：最小二乘法

日期：03/12/13 时间：22:56

样本（调整后）：1949 1982

包含的观测量：调整后为34



因变量：GMWAGEHPXCESSB

方法：最小二乘法

日期：03/12/13 时间：22:58

样本（调整后）：1994 2011

包含的观测量：调整后为18



w、wr、σW的变化率，失业率和失业强度都采用默认参数为100的

HP滤波法进行了过滤。图14.4展示的拟合曲线拟合了采用菲利普斯原

始函数形式y=a+bxc的1949—1982年和1994—2011年两段时期。其中，

因变量 ，自变量x=失业强度=ULINTENSITYHP100，

a、b、c是拟合参数。最后的方程经过调整，消除了不显著的参数。

最后，将实际工资份额的HP滤波值和上述两条拟合曲线的差值对

通货膨胀率与生产力变化率做回归，能够分别得到1949—1982年和

1994—2011年的结果，这也是表14.3的来源。



附录15.1 第15章的资料来源和计算方法

以下描述了第15章所有数据的来源和方法。真实数据可在网站

http://www.anwarshaikhecon.org/上获取。

附录15.1.1 美国数据来源和方法

在图12.5~图12.8中，菲利普斯曲线的数据包括通货膨胀率和产能

利用率，均已在该章附录中得到说明，第15章使用的即为上述数据。

图15.1 1774—2011年美国消费者价格水平
http://www.measuringworth.com/datasets/uscpi/result.php。

图15.2A 1987—2011年美国主要行业的实际产出
增长率

图15.2B 1987—2011年美国主要行业的实际产出
增长率

美 国 经 济 分 析 局 。 分 行 业 GDP 见

http://www.bea.gov/industry/index.htm#annual。

图15.3 名义GDP和相对新增购买力的增长（1950
—2010年）

图15.4 名义GDP和相对新增购买力的增长
图15.5 实际产出增长和新增资本的实际净回报率
图15.6 实际产出变化和实际总利润变化
图15.7 古典和传统的菲利普斯曲线（1948—2010

年）



图15.8 古典和传统的菲利普斯曲线（1948—1981
年）

图15.9 古典和传统的菲利普斯曲线（1982—2010
年）

图15.10 标准化通货膨胀率和标准化增长-利用率
图15.11 净新增利润率的HP（100）趋势

附录15.1.1.1 原始数据

GDP=国内生产总值，美国经济分析局，国民收入和生产账户表

1.15（http://www.bea.gov/）

pgdp=国内生产总值平减指数，2005=100，季度调整，美国经济分

析局，国民收入和生产账户表1.1.4，（http://www.bea.gov/）

π=国内生产总值平减指数变动百分比

=总国内信贷=货币当局对中央或一般政府索款+（其他存款

公司对中央或一般政府索款-中央或一般政府在其他存款公司的存款）

+其他存款公司对联邦和当地政府或官方实体索款+其他存款公司对私

人部门索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金融统计1948—2011，31行+（78

行-88行）+79行+81行

CA=美国经济分析局一般账户余额，国民收入和生产账户中国外交

易表4.1，第29行

△PP=新增购买力=Δ +CA

pp=相对新增购买力=△PP/GDP

σ=增长利用率=投资/利润，[1]其中投资=非居民私人固定投

资，表5.3.5（按类型私人固定投资），第2行；利润=净营业盈余，表

1.16（私人企业收入来源及使用），第2行（取自Handfas 2012）



PGRcorp=息税前利润=法人企业总营业利润=法人企业净利润+净货

币利息支出+现行法人企业成本折旧

i=3月期短期国库券利率

IGRcorp=固定资产和存货实际总投资

netiropr=法人企业实际增量利润率-i

uL=失业率

=失业强度

附录15.1.1.2 衍生变量

GDPR=实际GDP=GDP/pgdp; gGDP=名义GDP增长率；g =总国内

信贷增长率；gGDPR=实际GDP增长率；netiroprcorpHP=法人企业实际

净增量利润率HP趋势；△PGRcorp、△GDPR=一阶差分。

图 15.3~ 图 15.4 和 表 15.1 ： gGDP ， pp； 图 15.5 ： gGDPR ，

netiropr；图15.6：△PGRcorp，△GDPR；图15.7~图15.9：π，1-

σ，；图15.10：标准化的σ、π；图15.11：netiroprHP；图15.12：

世界通货膨胀率与私人和公共部门总信贷的增长（1970—1988年）

附录15.1.2 国际数据

表15.2 汉德法斯基于通货膨胀古典模型的计量结
果

基于通货膨胀古典模型的计量结果使用了加拿大、法国、德国、

日本、韩国、英国、美国、巴西、墨西哥和南非的π、σ、pp，数据

由阿尔贝托·汉德法斯提供，来自汉德法斯（2012）。

图15.12 世界通货膨胀率与私人和公共部门总信贷
的增长（1970—1988年）



29个国家的π、gDC数据来自哈伯格（1988，table 12.11），其

中DC=总国内索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金融统计货币调查，第32

行，它表示了公共和私人总信贷，它的增长率gDC和哈伯格的变量λ一

样。

图15.13 世界通货膨胀率与私人和公共部门总信贷
的增长（1988—2011年）

π、gDC在哈伯格数据的基础上更新至1988—2011年，并扩展到了

38个国家[2]，数据取自拉马穆尔蒂（2014，ch.3），其中DC来源同

上，π=消费价格通货膨胀，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金融统计货币

调查，第64行。

附录15.1.3 阿根廷数据

数据来自世界银行http://databank.worldbank.org：GDP（当地

货币单位），指示代码=NY. GDP. MKTP. CN; XR′=官方汇率（每单位

美元兑当地货币数，期间平均），代码=PA. NUS. FCRF：π=通货膨

胀，GDP平减（每年%），代码=NY. GDP. DEFL. KD. ZG。数据来自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金融统计货币调查，DC=总国内索款，本国货币，

第32行。

图15.14 阿根廷总信贷增长和名义GDP增长
gDC、gGDP

图15.15 总信贷增长和通货膨胀
Pi、gXR′（因为XR′是当地货币/美元，它的增长率表示当地货

币的贬值率）

图15.16 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
gDC、π



[1] σ源自汉德法斯（2012）。严格来说，它应该是总投资对总利润的比值，而不是净

营业盈余，但这似乎并没有太大差别。

[2] 这38个国家分别为：阿尔及利亚、安哥拉、亚美尼亚、澳大利亚、阿塞拜疆、白俄

罗斯、巴西、加拿大、哥伦比亚、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加纳、海地、伊拉克、牙买

加、哈萨克斯坦、韩国、马来西亚、莫桑比克、缅甸、尼日利亚、挪威、巴拿马、巴拉圭、

罗马尼亚、俄罗斯、塞尔维亚、苏丹、苏里南、坦桑尼亚、泰国、土耳其、乌克兰、美国、

乌拉圭、委内瑞拉、赞比亚、津巴布韦。



附录16.1 第16章的资料来源和计算方法

所有来自美国经济分析局国民收入和生产账户的图表均有前缀

“T”。

图 16.1 1786—2010 年 美 国 和 英 国 的 黄 金 长 波
（1930=100），对三次方时间趋势的偏离

图16.2 事实利润率与正常利润率以及利润份额
图16.3 1947—2012年美国企业部门每小时实际工

资和生产率（1992=100）
每小时生产率和实际所得的数据，来自美国劳工统计局网站

www.bls.org，在“主要部门生产率和成本指数”（Major Sector

Productivity and Costs Indexes）标题下。2010年的数据为第1季

度。生产率（y）与雇员实际收入（ec）的比率在1960—1981年战后

“黄金年代”遵循稳定的趋势。这通过对ln(ec)做ln(y)和时间序列的

回归而得到（后者不显著）。然后，用这个轨迹来预测，若此前的趋

势继续保持，雇员实际收入ec在1982—2009年遵循的（反事实）轨迹

（ecc）。用1960—1981年而不是1947—1981年整个期间的数据，可生

成一个更适度的反事实工资变化轨迹。我选择更小的数据，是为了避

免夸大从里根-撒切尔时代开始的因实际工资下降给利润率带来的好

处。

图16.4 1947—2011年美国公司企业事实利润率以
及估算的反事实利润率

之前算出的变量被用来确定反事实单位小时的雇员所得与其实际

单位小时所得的比例（ec′=acc/ec）。从1982年开始，将实际非金融

公司企业雇员总所得（EC）乘以ec′以估算若工资仍保持1982年之前



的轨迹时，雇员将获得总所得（ECCc）。二者之差ECc-EC代表从实际

工资下降中得到的利润。把它加到实际利润上，得到估算的反事实利

润，再用前一年年底的资本存量K（-1）去除，就得到一个估算的反事

实利润率。

图16.5 1947—2011年公司企业平均利润率与当前
（实际）经过平滑处理的增量利润率

图16.6 1947—2011年美国利率（3月期国债）
利率是3月期国债利率，来自美国经济分析局出版的《总统经济报

告 》 表 73 第 1 列 ， 见 网 站

http://www.gpoaccess.gov/eop/tables10.html。pGDP代表GDP平减指

数（NIPA T1.1.4，1）。

图16.7 1960—2011年美国与经合组织成员短期利
率

之前已经描述过美国利率。ioecd表示美国贸易伙伴的利率。各国

利率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的国际金融统计，用来自联邦储备委员会美元

外 汇 指 数 （ 见 网 站

http://www.federalreserve.gov/releases/h10/Weights/）的美国贸

易伙伴权重求得一个加权平均利率。我非常感谢阿姆曾·拉杰卜做的

计算。

图16.8 1947—2011年美国公司企业净平均利润率
与实际增量利润率

图16.9 1975—2011年美国家庭负债与可支配收入
之比

HHDebt代表家庭负债（来自美联储资金流，表D3第2列），

HHDispPersInc表示家庭可支配个人收入（表2.1，第27列），



HHDebtIncRatio表示家庭负债与可支配收入的比率（HHDebt/HHDisp

PersInc）。

图16.10 1980—2012年家庭偿债比率
家 庭 偿 债 比 率 ， 季 度 调 整 ， 百 分 比 （ 见 美 联 储 网 站

http://www.federalreserve.gov/ ， data identifier

FOR/FOR/DTFD%YPD.Q）。



附录17.1 第17章的资料来源和计算方法

图17.1 从过去的长波看2007年全球危机
对于图17.2和图17.3的收入分布，每一个收入阶层内部的收益额

数据来自美国国税局表1.4（所有收益：收入来源，调整项和税收项，

根 据 调 整 后 的 总 收 入 大 小 排 序 ， 税 收 年 度 2011 ） ［ 见

https://www.irs.gov/uac/SOI-Tax-Stats-Individual-Income-Tax-

Returns-Publication-1304-（Complete-Report）］。美国国税局的

数据基于抽样样本得到，单位为千美元。美国国税局数据全距转换成

了以每个全距中点为中心的面元，相应的收益额用频率表示。将频率

累积相加进而得到自下而上的累积概率。自上而下的累积概率由1减自

下而上的累积概率计算得到。

图17.2 低于200 000美元的个人收入分布自上而
下的累积概率

对于低于200 000美元的个人收入，自上而下的累积概率取（自

然）对数标尺，面元大小仍保持算术标尺。在这样的对数–线性标尺

下，指数分布将在图中呈现为一条直线。

图17.3 高于200 000美元的个人收入分布自上而
下的累积概率

对于高于200 000美元的个人收入，自上而下的累积概率和面元大

小都取（自然）对数标尺。在这样的对数-对数标尺下，帕累托分布将

在图中呈现为一条直线。



缩略词索引

本书中常规字体表示名义变量，“R”或“r”被附加在后面表示

实际变量，粗体表示向量。由此，名义产出记为Y，实际产出记为YR，

产出向量记为Y。均衡值用*表示、即Y*，LR表示长期值。包含Δ的常

用符号表示变化，Σ表示求和。

斜体用在以下场合：新古典的效用（u），卡莱茨基的垄断权力参

数（m、n、mbar），以及马克思对（S、V、C）的分类。

变量上方加点（·）表示时间变化率 ，变量上方加（∧）

表示变化的百分比 ，变量上方加横（-）表示“平均”（ ）。

f和F通常代函数［f（x）或F（x）］。

符号α、β、γ、ψ有两种用法：一是表示通用参数（如附录

6.5、附录6.7中），二是一些另有规定的特定参数。除特别规定以

外，符号ε、η均表示随机项（如附录6.6以及第12章中）。ω用于表

示一般权重。

除特别规定以外，x、y、t分别表示x轴、y轴和时间轴（见第14

章）或通用变量（见附录13.1）。































① 偏离指的是货币工资的实际增长率超出由拟合曲线预测的增长率的部分，见表14.3。——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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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翻译缘起与谢克其人其书

赵准

翻译缘起

面对眼前这本花费了两年多时间、组织20多人的团队翻译完成的

谢克的1 000多页的经济学巨著《资本主义——竞争、冲突和危机》中

译本，我很乐意分享翻译此书的缘起。

我之所以决定翻译这本书，首先源于我有机会去纽约社会研究新

学院经济系访学一年，认识了谢克，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谢克的这本

书为我多年学习、研究经济学的渴望（渴望理解实际经济运行过程及

其内在机理与规律）找到了努力的方向。

先说第一个方面。我第一次见到谢克是在2011年9月，在他的“政

治经济学分析传统”课堂上。他对经济学各流派思想分析之深刻、理

解之到位，以及评价之客观和中允，带给我温暖、亲切的感觉。接下

来，谢克谦卑、善良、急人所急、想人所想的品质，使我领略到了

“智慧、博学之人必定慈爱”的古话。当时我初来乍到，没有完全掌

握学校的教学网络系统的使用方法，不知道课程材料的下载方法。当

我向谢克询问时，他立刻允诺为我刻录光盘提供全部阅读材料和课

件，并很快将刻好的光盘交给我。

从那以后，我学习了谢克那一年中开设的全部三门课程，除了上

文提到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传统”外，还有“高级政治经济学”和

“通货膨胀理论专题”。通过与谢克的交流，我知道了他有一本书已

经写了很久，可能于一年后完工，“高级政治经济学”讲的正是这本



书的内容。随着时光流逝，在“高级政治经济学”课程内容过半的时

候，我确认这本书意义非凡、价值巨大，于是找到谢克，建议将此书

译为中文，并得到谢克的欣然应允。

谈到这本书的意义和价值，就不得不谈传统经济理论[1]在帮助人

们理解实际经济运行内在机理与规律方面的不足称道。例如，它始终

不能把历史上周期性出现经济危机这样重大的客观事实纳入经济理论

的分析框架之中，并给予合理的解释。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

英国女王向伦敦经济学院经济学家询问，“既然这些事件如此重大，

为什么早没有人注意到”（Pierce，2008）。经济学家的反馈首先是

巨大的困惑和不解（Besley and Hennessy，2009），然后是对现有经

济理论的尖锐批评（Hodgson，2009）。另外的例子来自索罗斯的自

述，他在伦敦经济学院本科求学期间，起初攻读的是经济学，但不久

之后便因“发现经济理论极不令人满意”而改学哲学（Soros，1994，

11）。

2009年6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鲁格曼在伦敦经济学院发表

“罗宾斯演讲：萧条经济学的回归”，其间论道，“绝大部分宏观经

济学在过去30多年的研究成果，说得好听点儿是毫无用处，说得难听

点儿甚至是有害的”（Krugman，2009a）。随后又在9月2日的《纽约

时报》上撰写长文《经济学家为什么错得如此离谱》，宣称“在我看

来，经济学界之所以误入歧途，是因为经济学家总体而言错把披着精

妙数学外衣的美丽当成了真理”（Krugman，2009b）。

长久以来，批判传统经济学的著作数不胜数[2]，然而，批判容易

重建难。这本书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它找到了新的研究起点和视角，

构建了一套完全不同于传统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使后来人可以用新的

视角和方法去认识真实经济，探索经济规律。以下就是这本书独有的

理论价值。

本书独有的理论价值



把均衡视为一种动荡的引力过程

均衡是经济学的核心概念。它表达了人们对经济有规可循、经济

运行有其内在秩序的信仰，表达了人们渴望探求的资源配置的最佳方

案之所在，也即经济秩序与规律之所在。

然而，不同的经济学理解均衡的方法和视角大不相同，研究问题

使用的抽象法也大不相同。

传统经济学将均衡视为一个实现（达到）的状态，是假定变量无

论如何必会达到和停留的某个平衡位置，注意力被集中到均衡状态和

稳定路径上，时间和动荡消失了（Shaikh，2016，112）。这样的均衡

形式“美丽”（Krugman，2009b），“便利”[3]研究，但不是经济规

律实际存在的方式。与此对应，传统经济学用的抽象法是“抽象理想

状态”，即把均衡视为理想状态，而将失衡、无序和不完全竞争视作

令人遗憾的例外（Shaikh，2016，4，541）。

这本书承袭古典经济学的传统，将经济均衡“视为一种动荡的引

力过程”（Shaikh，2016，105）。就像万有引力看不见、摸不着，但

作为一种内在的必然支配着地球、月亮、太阳、银河系以及各种天体

有序的运动一样，经济规律虽然也看不见、摸不着，但同样以一种作

为内在必然的趋势和结果的方式支配着经济现象的动荡运动，以“引

力中心”的方式，使现实的经济运动结果始终出现在它们不断变动的

引力中心的周围。

这本书使用“抽象典型特征”的方法，用以辨认和识别经济过程

中典型的代表性模式与模式之下起基础作用的驱动力，用数量不多的

“引力中心”解释经济现象的运动变化（Shaikh，2016，541）。“动

荡调节”和“模式循环”就是贯穿全书每一章、用以刻画大量看上去

纷繁复杂的经济现象的运动特征和规律的两个关键词。

就“动荡调节”而言，它解释了一种“在无序中并通过持续的无

序产生的有序”。而“模式循环”则证明了在一次又一次重复出现的



经济现象之下始终起作用的经济规律的存在。无论是微观层面的商品

价格、利润率、工资率、利率、资产价格和汇率，还是宏观层面的投

资、增长、就业、商业周期和通货膨胀，无不遵循这两种模式。

以真实存在的现实经济作为研究对象，探究支配经济生活内在机理的

客观规律

这本书开篇即宣称“考察的对象是现实经济”（Shaikh，2016，

4）。听闻此言，经济学界之外的人可能会大吃一惊。因为人们可能不

能理解，如果经济学不考察现实经济，将会考察什么？

就其基础逻辑而言，传统经济学考察的是一个构造出来的理想化

世界，用理想化的具有特定属性的经济变量发生无摩擦的相互作用，

从而迅速实现经济均衡，展示出一种和谐、理想、宁静、无争的状

态，它取代了现实经济生活的复杂、动荡、博弈和利益得失。

例如，就微观经济学而言，是通过理想化的假设求解瓦尔拉斯一

般均衡，再用长期均衡替换一般均衡。就宏观经济学而言，是通过定

义账户指标或根据经验数据的可获得性，把供求大体均衡直接设定为

宏观分析的约束条件（Shaikh，2016，107，549）。

这使得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向传统经济学开战、发起“凯恩斯

革命”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序言中这样写道：“我现在所攻

击的理论，我自己也深信了好些年，我想我不至于忽视其优点。”

“如果正统经济学有错误的话，其病不会在其上层建筑，而在其前提

之不够明白，不够普遍——上层建筑在逻辑上总是很少可非议的。”

（Keynes，1936，preface）[4]凯恩斯在这里所说的“不够明白”

“不够普遍”的前提，正是这里所分析的违背现实的假设。

更重要的是，这本书证明了，为了推导出被实践和理论证实的经

济学结论，并不必然需要那些理想化的假设。比如，为了得出关于生

产理论的主要经验模式——斜向下的需求曲线，必需品、奢侈品的恩



格尔曲线，总消费函数，总生产函数等，并不需要经济人假设。用现

实存在的具有各种行为特征的个人作为微观基础，都能推导出来这些

结论（Shaikh，2016，77）。

例如，这本书模拟了5种不同的个体行为人（Shaikh，2016，96-

98）——新古典理论常用的同质行为人和异质行为人，生活中很常见

但通常不被纳入理论框架之内的善变型行为人和模仿-创新型行为人，

以及本书构建的不需要任何苛刻的假设，而仅受三个既为人熟知且易

于理解的基本约束条件[5]制约的基本理论行为人。结果是，前4种不

同的行为人在所有的问题上——必需品和奢侈品的需求曲线、需求弹

性、收入弹性和交叉弹性等，都得出了与基本理论行为人几乎完全一

致的稳健结果（Shaikh，2016，99-100）。

用如战争般残酷的真实竞争解释价格形成和技术变革及选择

与这本书提出的真实竞争相对应的传统经济学中的概念是完全竞

争。完全竞争源自一般均衡，找不到任何一个积极主动的定价者，所

有的交易者都是使全部市场同时出清的均衡价格的接受者。[6]在此情

况下，技术选择的原则是均衡价格下实现利润最大化的技术获胜，它

在假设均衡价格永存的情况下倾向于维持现有的技术。

而真实竞争理论则认为，市场经济的所谓资源配置功能是通过企

业之间、工人之间、消费者之间以及它们彼此之间残酷无情的竞争实

现的。“真实竞争是资本主义的核心调节机制，它与所谓的完全竞争

之间的差异，就像战争和芭蕾之间的差异一样巨大。”（Shaikh，

2016，14）

在真实竞争中，企业不是现有价格的接受者，而是积极的价格削

减者，并通过价格削减行为得到可持续最高利润。因此，真实竞争理

论中的技术变革及选择的原则是：价格削减迫使企业增加投资、改进

技术、降低单位成本、削减价格、消灭对手、占据市场、再控制价格

以获取更高利润，从而取胜。这是一场永无止境的战争，随时意味着



你死我活，没有任何企业能在现行价格下追求一劳永逸的利润最大

化。

用事实和数据检验每个理论的正确性

传统经济学因为其逻辑起点的理想主义，处处遇到与现实不符的

窘境。这本书则在开篇即明确提出，本书发展起来的任何理论都“需

要不断地面对经验证据的检验”（Shaikh，2016，4）。因此，书中的

每一个理论，谢克和他的学生们都费心费力地建立模型、搜集数据、

细心推算，进行了相应的经验检验，具体包括：用资本主义经济在240

年中重复出现的周期性波动，成功预测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到来

（Shaikh，2016，64）；用战后利润率、生产率和劳动者收入的对比

与利率的变动，解释美国非金融企业利润率80年代以来止跌回稳的原

因（Shaikh，2016，732）；用增量利润率围绕零的上下波动证明利润

率均等化趋势（Shaikh，2016，304）；用美国投入-产出表数据证明

劳动是决定商品价格的基本因素（Shaikh，2016，70）；用银行业、

股票市场增量利润率数据证明银行是受利润驱动的逐利企业，资金在

金融领域和实体经济间的流动导致股票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增量利润

率均等化（Shaikh，2016，462，470）；劳动力成本决定一国汇率

（Shaikh，2016，530） [7]；工资份额越大，名义GDP增长越高

（Shaikh，2016，664）；实际增长率趋近于最大增长率时，通货膨胀

率明显上升（Shaikh，2016，711）。

将理论构建、思想对比与现代经济学研究技术融为一体，既增强了理

论的说服力和厚重感，又满足不同读者的品位和取向

这本书在创建一个有别于华盛顿共识和传统经济学的“现代经济

学替代性框架”[8]的同时，将每一理论都“与新古典主义、凯恩斯/

后凯恩斯主义”的对应观点进行对比（Shaikh，2016，7），也与其他

的相关观点进行对比，同时，为了用事实材料对理论进行经验检验，



这本书发展、制作了大量的模型、图表，用到了现代的非线性动态工

具、计量经济学工具、最新的统计热力学工具（Shaikh，2016，7，

541）与有别于传统的理想化和最优化的对立统一、动态演化、概率分

布、反馈与自强化等思想方法。这使这本书具备了这样独有的品质：

无论你是新知识的探求者，还是经济思想史的爱好者，抑或是现代数

学、模型、计量、统计、编程和计算的擅长者，无论你是初学者，还

是高深的研究人员，都能在书中找到令你兴奋和满足的素材，得到有

益的启迪，从而触类旁通、深化研究。若能经过多年研习将以上方面

融会贯通，将一种新的整体的经济学思维和方法运用于中国经济的实

践，定当对当代经济理论的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翻译、致谢与译者分工

正是基于本书独有的理论价值，我组织团队翻译此书，成为谢克

“创建现代经济学替代性框架”这一共同事业的支持者。

从2016年1月拿到新书开始翻译到现在，我一直在本科生课程“中

级政治经济学”和研究生课程“政治经济学专题”中使用本书作为教

材，已达3个学期、5批次学生。

在每次课程的开场白中，我都会用“经济学研究的里程碑”来推

介这本书，称它将为经济学理论的研究和实践提供新航线、开辟新领

域、打开新视野并给予新的解决方案。其价值和影响不会只是一年、

两年或10年、20年，而是会随着时间的流逝，在未来更长的时间中产

生更为深远和巨大的影响。

事实上，谢克已经是国际上得到主流经济学界承认的少数非主流

经济学家之一，其工作得到多方赞誉。他于2013年获得NordSud国际文

学-社会科学奖；2014年被收入《杰出经济学家II》（Szenberg and

Ramrattan，2014，338-351）[9]。这本书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旨

在介绍21世纪改变了经济学发展方向的最重要经济学家的生活、思想



和经济哲学。《杰出经济学家Ⅰ》（1991年）和《杰出经济学家II》

共收录51位经济学家，其中16位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这本书出

版后已收到包括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德语等多语种的翻译申请，其

中土耳其语版已经出版。

美好的东西总是不能轻易快速地得到。谢克著书应验了这句话，

这本书的翻译也应验了这句话。2012年9月，我回到中国，原以为很快

就可以面世的新书，直到2016年1月才如愿出版。幸运的是，在谢克的

帮助下，我应该是国内第一个拿到新书的人，也顺利地在第一时间签

订了本书的翻译合同。

当时，新书付印工作刚刚就绪，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经济系在美

国社会科学联合学会2016年旧金山年会上为谢克举办了新书发布会，

牛津大学出版社为此加急付印了首批样书。在首批样书被一抢而空的

情况下，谢克为我单独留下一本，并托我的同事、当时也在参会的清

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经济学研究所刘涛雄教授将书捎回中国给到我的

手中。谢克随后又及时通知我是中信出版集团购买了中文版权，使我

能够马上通过各种渠道联系中信出版集团商议翻译事宜。很幸运，感

谢我的好朋友中国人民大学谢富胜教授、我的同事王生升副教授，以

及中信出版集团的季红、蒋永军、李红梅、刘丹妮、姜莉君和房博

博，一起促成了现在的《资本主义》中译本。

翻译这本书这样巨大庞杂的工作，不是一个人可以完成的，在这

里我要感谢翻译团队的每一个人，感谢他们尽心尽力做的每份工作，

感谢他们在各章、各节、附录以及任何需要的地方，一遍又一遍地修

改不尽人意之处。团队成员与具体分工如下表所示。







我还要感谢在翻译过程中我们不时求助过的人，他们是：刘涛

雄、汤珂、谢富胜、王生升、李帮喜、孙凤、王勇、朱安东、江啸、

弗朗西斯科·马丁内斯、柏棣、卢荻、马慎萧、赵鲁、赵霞等。

这本书的翻译受到清华大学文科建设处“双高”计划的经费支

持，在此一并致谢！

未来的工作

首先，这本书需要修订再版。与谢克沟通后，我们已达成共识：

无论是英文原书还是中文版，都有需要继续改进的地方。且不说存在

方程符号不统一、计算疏漏问题，即使是内容也有需改进之处。翻译

无止境，校对修订更是必需。我深深地意识到，在未来的新版书中，

还要做很多很多工作，才能让这部巨著得到更好的理解和应用。

其次，不少章节内容还需做进一步的研究。以我的判断，至少第5

章“交换、货币和价格”就有有待重写的地方。最核心的要数黄金企

业的产能调节问题。基于我对货币问题多年的研究，可以断定，由于

作为货币的黄金所具有的特殊属性，其生产不是依靠平均利润率调节



的，而是受制于自然的供给能力，这恰恰是黄金曾经被选择作为货币

的原因——因为其供给稀少。

即将收笔，请允许我在表达对这本书出版（包括英文版和中文

版）之欣慰的同时，感谢谢克，感谢这个时代，使我们能在古典（政

治）经济学诞生240年之后，有缘读到这本既给人以启迪又提供了丰富

的知识，并能够介绍清楚每个重要问题的来龙去脉的好书。期待每位

读者都能从各自不同的收获中感受到一个更丰富多彩、更生机有趣的

人生。

2020年12月15日补记：以上文字写于2018年9月8日，这本书付印

在即，应出版社邀请，余永定、龚刚、李稻葵、孟捷和谢富胜为此书

撰写了专家推荐。我在这里想说的是：每位专家都有自己的视角和立

场，因而对谢克这本著作的评价也各不相同，这意味着，每位读者需

要用自己的眼睛去看，用自己的头脑做出判断，以便决定孰对孰错，

孰是孰非。这也正是我对你们的期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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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里的“传统经济学”沿用了这本书的用法，指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被萨缪尔

森冠以主流经济学的所谓正统经济理论。其他的经济学流派还包括以斯密、李嘉图、马克思等

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和作为非主流经济学之一的后凯恩斯主义等（Shaikh，2016，4）。

[2] 既有可以随手列出的书单和文章，如《揭穿经济学的真相：赤裸的皇帝》（Keen，

2011）、《微观经济学批判》（余斌，2004）、《经济学的真相：宏观经济学批判》（余

斌，2010）、《均衡幻象、经济复杂和经济分析的演化基础》（陈平，2011）、 《中国道路

的争议和新古典经济学的迷思》（陈平，2012）等，也有詹姆斯·克罗蒂在15年前就说过的

话：“我批判新古典经济学已有30多年，现在都批腻了”（赵准，2005，22）。

[3] 谈及经济学家为什么“偏爱通过为某种目的设计的特定模型”研究问题时，《经济学

家》杂志写道，“包含了复杂情况的模型会变得非常难以处理”，因此常常是“便利”而非

“令人信服”决定经济学家的选择（The Economist，2009）。

[4] 中文转引自徐毓枬译：《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原

序，第1页。——译者注

[5] 这三个约束条件是：最低生存必需品、预算约束、在必需品之外的剩余收入有稳定的

可选择倾向。为了区别于传统理论就所有收入定义的可支配收入，这本书把扣除必需品消费之

外剩下的可自由支配的收入称为可选择收入，对应的消费倾向称为可选择倾向。

[6] 与完全竞争不符的其他市场行为，比如既是现实的又是必要的由规模效益或其他正外

部性导致的垄断、寡头或其他非完全竞争形式，通常被归入有损社会福利、不该发生、应被消

除的事项之中。

[7] 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论研究和经验验证，谢克不认为一国政府有长期操纵汇率的能力。

所谓的中国政府操纵汇率论，在谢克看来只是因为中国有着较低的劳动力成本。

[8] 见谢克赠书扉页题字。

[9] 我们这次也翻译了这篇文章《在无序中并通过无序产生的有序：“看不见的手”是动

荡的调节者》，并随这本书一起出版。



谢克赠书扉页题字



部分译者与谢克合影

左起：杨帅鸿、孙小雨、戴霖杉、谢克、赵准、王帅、田磊
2019年6月20日于中国人民大学



部分译者与谢克合影

第一排左起：田磊、赵准、谢克、戴霖杉、孙小雨
第二排左起：杨帅鸿、李连波、王帅
2019年6月21日于清华大学



在无序中并通过无序产生的有序：“看不

见的手”是动荡的调节者[1]

安瓦尔·谢克

出身和早期经历的影响

1945年，我出生于巴基斯坦的卡拉奇，那时距离印巴分治还有两

年。我的孩童时期在卡拉奇度过，但在我父亲于1948年加入巴基斯坦

外交部后，我还在安卡拉、华盛顿特区、纽约、拉各斯、吉隆坡和科

威特生活过。1965年，我从普林斯顿大学获得了工程科学学士学位，

在科威特工作过两年（担任工程师、社会科学课和物理课教师），然

后返回美国，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1973年，我从哥伦比亚大学获得

经济学博士学位。1972年，我加入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研究生部经济

系，这也是我目前供职的地方。

我的母亲是来自印度南部的基督徒，我的父亲则是来自印度北部

的穆斯林。他们两人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博览群书，信仰社会和性别

平等。我的父亲是一位口齿伶俐的演讲者，颇具幽默感；我的母亲是

一位通晓语言的天才老师。他们确保我和我的兄弟姐妹都受到良好的

教育，并教育我们自立的重要性。我早年住在一栋主要由我父系家族

的成员居住的公寓楼里，上至爷爷奶奶，下至刚学步的幼儿。我最喜

欢的姑婆是英国人。我们家时常因我的父母受到委派而搬迁，于是我

就随他们从一个国家搬到另一个国家，从一所学校转到另一所学校。

我在6岁的时候曾在安卡拉的一所法国学校短暂就读，但因一句法语也



不会说而显得有些智障。直到我转学到一所由一个英国女人经营的只

有一间教室的学校才解决了这个问题。我在卡拉奇天主教中学就读

时，最好的朋友是一名琐罗亚斯德教教徒；在华盛顿特区高中就读

时，最好的朋友是一名华裔美国人；在史岱文森和普林斯顿就读时，

最好的朋友是犹太人。实际上，当时我并没有注意到这些。这似乎很

正常。

1965年我从普林斯顿大学毕业后，去了科威特与父母住在一起。

我先在一家银行做职员，然后在科威特的盛夏季节做一名工程师。后

一个决定被证明是不明智的，因为有一天早上醒来，我患了“沙盲

症”[2]。我在黑暗房间里恢复视力期间，受到了科威特-美国中学的

探问，问我是否愿意给初中生和高中生教授数学、物理和社会研究。

我说愿意。就这样，在19岁的时候，我找到了自己的天职（由此追随

了我母亲的脚步）。这所学校的校长埃伯特先生是一位非比寻常之

人，他让我彻底改造了我教授的每一门课程。对物理和数学来说，这

不算困难。但对社会研究而言，之前由约翰·柏奇会认可的教材被证

明有局限。我被迫临时拼凑，所仰仗的是关于社会话题的文章和小册

子，有时候得在当地书店落满灰尘的书橱中找到。尽管如此，我的课

程非常受欢迎。20世纪60年代末，当我在纽约读研究生时，曾在哈林

区住过一段时间，在哈林预备学校教数学和社会科学。这是一所新建

成的学校，由当地的教育工作者和天主教会富有奉献精神的修女联合

建立，为的是教育那些少数民族学生和被公立学校系统拒收的辍学

者。数学系的领导是一位名叫盖伍德·麦圭尔的天才非洲裔美国老

师，在那里，我们能接收的学生水平相差很大，有的几乎零基础，还

有的已经会微积分。

在我的游学经历中，很幸运地遇到几位杰出的老师。6岁的时候，

我在安卡拉就读于前面提到的只有一间教室的学校，在那里我有机会

学习我力所能及的任何水平的知识。我开始喜欢学习，而且我进步很

快。结果，当我8岁回到巴基斯坦时，我比同班同学年纪小得多。在卡



拉奇的圣帕特里克学校，我不得不学会抵抗校园霸凌。我发现大多数

霸凌者都是虚张声势。尽管如此，在后来的几年里，我发现学习柔道

和空手道作为我所学技能的补充还是有用的。

1958年，当我的父母被派往美国时，华盛顿特区的学校辅导员英

明地认为我年纪太小，不能上高中，而是把我排入八年级。在那里，

我遇到了格林先生，他彻底改变了我对代数的态度。他是一位很棒的

老师，能快速提供积极反馈（通常采用在房间里扔糖果的方式）。我

深爱代数，也深爱糖果。当我的父母再一次搬家时，我们搬到了纽

约，我被安置在史岱文森高中。这所学校因其高级科学和数学课程而

闻名全美国。然而，我是在高级手工课上遇到我最好的老师之一。在

霍华德·纳特先生的非凡指导下，我们每个人都从零开始建造我们自

己的6英尺反射望远镜，切割和加工所有部件（甚至螺钉），并将镜子

研磨成适当的形状和拥有玻璃般的光滑度。他在工程方面的实践课程

以物理和天文学讲座为补充。我记得他指导后来的一批学生建造了一

个粒子加速器。我从他那里学到，实践必须以理论为指导，理论必须

经受实践的磨炼。

加里·贝克尔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老师，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

院开设的高级微观经济学课程教会了我正统微观经济学。我从未忘记

他讲过的自己的文章《非理性行为和经济理论》（Becker 1962），在

那篇文章中，他证明了微观经济行为的主要经验模式可以在不提所谓

的理性选择的情况下推导得出。我还记得在那堂课过后，为了概述出

该论点的扩展形式，我兴奋地跑到洛氏图书馆的情形。35年后，我在

自己即将出版的书中设法写完了这些材料，[3]并将其与涌现特质的

讨论联系起来。涌现特质的基础是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罗伯

特·劳克林所称的宏观经验模式对微观行为属性的“高度不敏感性”

（Laughlin 2005）。在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开设的一门课程中，我接

触到罗伯特·海尔布罗纳对西方经济思想史优雅而令人兴奋的解读。

更幸运的是，我后来于1972年在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成为罗伯特的同



事，我现在正是在这所大学教授同一主题课程。1971年，当卢伊季·

帕西内蒂在哥伦比亚大学担任客座教授的时候，我很荣幸地参加了他

开设的关于斯拉法经济学的极富启发的讲座。海尔布罗纳引领我了解

了斯密、李嘉图、马克思和凯恩斯，而帕西内蒂引领我了解了斯拉

法。从那时起，这些都对我的工作产生了重大影响。

社会价值和社会科学

我的政治觉醒始于20世纪60年代初的普林斯顿。我听了马丁·路

德·金在总论坛的发言和马尔克姆·X在伊斯兰研究部的一个小型研讨

会上的发言。我也听过密西西比州州长罗斯·R. 巴尼特告诉我们，许

多文明已经被种族间通婚摧毁（我记得他引用古埃及作为例子）。巴

尼特州长曾受南方学生联盟的邀请，那些学生感觉自己没有在话语中

被充分代表。我至今仍能回想到那幅场景，学生们戴着南方联盟的徽

章，举着旗帜，挤满了大厅的前两排。

在20世纪60年代末的哥伦比亚大学，我遭遇到美国左翼的各种派

别。在哈林，我遇到了黑豹党人和黑人穆斯林（当时马尔克姆·X已被

暗杀）。当然，我同时也在研究微观经济学、数理经济学、国际贸易

和货币理论。我参加了1968年的占领哥伦比亚运动[4]，在进入费耶

韦瑟大厅的时候，手里仍然抓着帕廷金有关货币的经典文本的复印

本。在后来一片混乱的撤离中，我被迫扔了它，但很快从一个乐于助

人的同学手中又买到了另一本。这一主题长久以来始终是我的兴趣

点。在哥伦比亚大学期间，我曾写信给罗宾逊夫人，并自以为是地问

她是否愿意来经济学系演讲。在收到肯定答复之后，我兴奋地冲到系

主任那里告诉他。令我震惊的是，起初，系里竟然拒绝邀请她，但迫

于学生们的压力，最后他们还是同意了。罗宾逊夫人对总生产函数和

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提出尖锐批评。大厅里满是学生。但是，由于那

时恰好也安排了一场教师必须参加的系务会，所以经济系只有两位教



师出席了她的演讲。他们在讨论中把时间都花在了努力捍卫标准理论

上。

罗宾逊夫人的访问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往小了说，它使我被

驱逐出激进政治经济学联盟（URPE）的地方分会。那个分会是由我在

“资产阶级异端”基础上帮助建立的。我被驱逐是因为我去机场迎接

罗宾逊夫人，而没有参加一次事先安排好的会议，但我受到的责难只

是强化了我已经显示出来的倾向性。更重要的是，当罗宾逊夫人在哥

伦比亚大学时，她让我“仔细研究”对总生产函数的表面的经验支

持。我智慧且有天赋的导师罗恩·芬德利给了我时间和空间进行这项

工作，将它作为我的第一篇研讨论文。该文于1974年发表在《经济学

和统计学评论》（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上，成为

我发表的第一篇期刊文章。我认为，拟合生产函数表面上的有力是一

个统计学上的假象。这个假象是由以下的事实造成的，即通过产出价

值必定等于工资与利润之和这一会计恒方程，劳动力、资本、工资率

与利润率是被捆绑在一起的。我用一套虚构的数据点集说明我的观

点，把它的排列写出来就是“骗子”（Humbug）（Shaikh 1974）。文

章刊发后遭到猛烈攻击，而我做出回应的请求被拒绝。尽管如此，我

的观点一直通过非主流文献继续扩散，甚至在1987年最初的《新帕尔

格雷夫大辞典》（New Palgrave）中被赋予了一个单独条目的位置。

根据一个学术引文索引的统计，“虚构生产函数”（Humbug

Production Function）一词迄今已被引用2 196次。

我对经济学的兴趣可以追溯到我在科威特的时候，那时我想知道

为什么在这样一个非常富裕的国家里有这么多穷人。我穿梭在哈林的

赤贫和哥伦比亚的特权阶级之间。我在纽约提出了同样的问题。有人

告诉我，答案在经济学中。但当我上课和学习课本时，我对所呈现的

内容越来越不满。我的人生经历使我确信，有关什么是正常或什么是

令人满意的假设在不同的文化中存在很大差异。正是在这一视角下，

我靠近正统经济学的假设，并发现它们不够令人满意。在我看来，标

准模型没有描述人或企业实际上如何行为，而以假设无关紧要作为逃



避的论点让我震惊。标准模型代表了某种理想的观点也没能说服我。

就经济行为人而言，为什么他们只关心自己可以获得的东西而对他们

之间直接的相互作用无动于衷就是理想的呢？为什么在课程的最后将

社会间的相互作用降级到“外部性”地位，悄声地加以讨论？这种做

法令我震惊，即使在西方传统中，这也堪称一种狭隘的文化偏见。贝

克尔教会我，许多不同类型的行为都可以产生相同的市场模式。因

此，我想不到任何合理的、理智的理由来坚持“理性”选择或“完

全”竞争的特定假设。

另外，我发现自己对不完全竞争的观点同样不满意。实际商业行

为与完全竞争模型之间的巨大差异，本可以得出后者是真实竞争的不

充分代表的结论，但它导致了对竞争本身的拒绝。通过这种方式，完

全竞争最终被保留为社会理想，作为所有实际过程的基准，并作为不

完全竞争模型的理论出发点。反过来，这些不完全竞争模型常常是临

时特设的，彼此互不一致。我对不完全竞争的拒绝使我不仅与后凯恩

斯主义传统不一致，而且与大部分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一致。但

我没有与马克思不一致。

我应该说，我从来不反对使用数学、计量经济学或我们行业中的

其他工具。这些工具如果被恰当使用，是很有效的，而且我自己就依

赖线性代数、非线性微分方程、基于行为人的模拟以及最新的经济物

理学随机工具。我也不反对抽象，但在我看来，抽象和理想化是不同

的，抽象旨在获得某些实际过程的实质要素，而理想化是在寻求将其

上升到天堂的高度。我最关心的一直是经济学的整体“视野”及其在

真实世界中的应用。这些考虑使我转向斯密、李嘉图、马克思、安德

鲁斯、哈罗德和斯拉法的理论，以及来自国民账户、投入-产出表和国

家、性别、种族收入分配的大量数据。经过艰苦的努力，我终于跋涉

到了在书中写出我的研究结果，该书正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审查。

我很幸运在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的经济学系能有空间研究一种关

于竞争和宏观动力学的替代性方法，我有幸受到阿道夫·洛和罗伯特



·海尔布罗纳的指导，并从博学多才的同事和研究生那里获得批判性

反馈。同样幸运的是，在我的智力发展的几个关键点，我得到了来自

迪米特里·帕帕迪米特、巴德学院利维经济研究所以及最近的新经济

思想研究所（INET）的罗布·约翰逊的慷慨支持。正是在利维经济研

究所，我还遇到了韦恩·戈德利，他变成我的宏观经济学的导师、合

著者和终生的朋友。我非常怀念他。

我的观点和工作

发达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史呈现出一种几乎持续不断的进步：不

可动摇的增长、不断提高的生活水平、持续发展的生产率以及日益改

善的健康状况和社会福利。从远处看，正是这一制度的秩序及其内在

一致性构成其显著特征。但若走近了看，走得越近，所看到的就越像

是随意而偶然的。在这一制度中，个体在错综复杂的道路上徘徊，由

模糊不清的动机驱使着，朝向那些想象出来的模糊的目的地。信息、

误传与谣言同样占据支配地位，无知与知道同样具有目的性，私人领

域和公共领域交织在一起，就如同富有与贫穷、发达与落后、控制与

合作交织在一起一样。资本主义处处都表现出其特有的不平衡。这种

不平衡贯穿着整个地区、地域与国家，也贯穿着整个时间——以繁

荣、衰退与崩溃交替进行的形式表现出来。从近处看，正是这一制度

的无序构成其最突出的特征。新古典主义紧紧抓住有序这一个方面，

并将其重铸成市场至高无上的最优的结果。非主流经济学（最著名的

凯恩斯和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总的说来采取相反的策略。它强调这

套制度产生的无效率、不平等和不平衡。大多数现代经济学都处在这

两种互相竞争的观点之间的某一位置上。

我自己对“看不见的手”的运作方式的理解根植于古典理论，因

而与这两种理论都不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产生了超越历史和区域特

殊性的强大有序的模式，但塑形这些模式的力量不是钢铁般的轨道，

也不仅仅是机缘巧合。相反，它们是一些移动的界限，其变化率规定



了在任何时点上什么是容易的，什么是困难的。它们以这种方式形成

了关键经济变量的时间路径。事实上，这些塑形力量本身就是某些确

定的内在必然性的结果，例如逐利行为。它是（占有剩余劳动的）所

有的历史表达中一种特定的社会形式，它刻画出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

特殊性。行为人与规律共存于一个交互作用的多维结构中，但这个结

构本身是深度层级化的，其中的一些力量（如利润动机）远比其他一

些力量强大得多。

从这个角度来看，作为结果的系统性秩序是在持续的无序中并通

过持续的无序产生的，后者是其固有的机制。试图在理论上将有序和

无序分开，或者甚至仅仅强调一方比另一方重要，都没有看到其内在

统一性，因而也看不到赋予这个系统以深刻模式的那些力量。然而，

有序不是最优化的同义词，无序也不是失序的同义词。在无序中并通

过无序产生的有序是一个整体，它是一种无视预期及偏好的无意识的

客观力量。无论一个人是否喜欢这个结果，这恰恰是这套系统活力的

根源。

当然，辨识给定条件下有序与无序借以运作的特殊机制是必要

的。在我看来，古典方法的伟大之处在于能用一系列数量很少的关键

性原理解释大量纷繁复杂的现象。这些原理就像引力中心一样，使现

实结果始终出现在它们不断变动的引力中心的周围。这就是这个体系

的“动荡调节”模式，其典型表现形式为“模式循环”。这两个观念

的理论及经验性应用将始终贯穿在我的《资本主义——竞争、冲突和

危机》一书中。

动荡调节与模式循环适用于这套系统的各种引力趋势中。其中的

第一套由形成商品价格、利润率、工资率、利率、资产价格和汇率的

趋势构成。均等化趋势由对货币利益无休止的搜寻驱动，所带来的结

果是缩小了那个激励它们追逐利益的差异，同时又引发了新的差异。

例如，均等化趋势使个体工资率和利润率在对应的平均值上下波动，

而这些平均值本身又受到均等化过程和其他因素的影响。这些都是经



济学中非常常见的观念，但这里的关键是，围绕着一个不断移动的平

衡点的引力过程与将均衡视为静态大不相同。就像古典主义者对自然

价格或马克思对平衡再生产所做的那样，既然要研究平衡点的性质，

就不要先假设这些点是以这样的方式存在的。相反，在通常情况下，

实质性变量是远离这一点的，并且仅在它们从一侧穿过另一侧时才击

中它。除此以外，这还意味着，不能假设行为人好像是处于均衡状态

下做出他们的决策的。

动荡调节原则根植于斯密、李嘉图尤其是马克思的方法中。对马

克思而言，经济“规律”是调节经济运动过程的原则，它们贯穿于各

种起相反作用的趋势中。真实竞争理论也有类似的根源，不仅在经济

学经典中，而且在牛津经济学家研究小组的两位杰出成员（安德鲁斯

和罗伊·哈罗德）的作品中。真实竞争理论的要素也见于商业文献

中，其中最著名的是迈克尔·波特的作品。真实竞争理论的一个典型

特征是，竞争性企业致力于降价和削减成本的行为，不同企业的技术

和劳动条件各不相同，只有那些特定的企业——这些企业有着在一般

情况下可以得到的最优生产条件（最优方法），才能得到与其他行业

类似企业均等化的利润率。由此产生的模式与商业研究和不完全竞争

文献中的模式非常相似。然而，它们代表了价格和利润率均等化竞争

的结果，而不是“不完全竞争”。多年来我花了大量的时间发展和检

验真实竞争理论。

第二套引力趋势来自这个制度的动荡的宏观动力学，它产生了这

个制度典型的扩张过程：增长与下降的波动起伏、持续性失业以及周

期性发作的通货膨胀。再一次，正是利润动机成为调控投资、经济增

长、就业、商业周期甚至通货膨胀的支配性因素。对增长的强调，既

根植于古典主义传统，也根植于哈罗德和罗宾逊夫人的作品中。后两

位都强调增长是正常状态，但在增长的决定因素上产生了分歧。在技

术水平给定的情况下，哈罗德认为增长是由外生给定的储蓄率驱动

的，[5]而罗宾逊夫人（与凯恩斯一样）则认为是投资的利润率驱动



着增长。[6]在卡尔多-帕西内蒂对哈罗德理论的扩展中，利润率适应

于增长；而在罗宾逊夫人的观点中，恰恰相反，是增长适应于利润

率。在这里，我采用了古典主义-凯恩斯主义-罗宾逊夫人的发展路

径。但因为古典主义的出发点是生产的核心地位，最后得出的结果是

非常不同的。供给既没有新古典经济学中的超级力量，也不像在凯恩

斯主义和卡莱茨基主义经济学中那样只是幽灵般的存在。在这里，供

给与需求是对等的，共同登场、交相辉映。但一如既往地，利润始终

是背后的操纵者。

到目前为止，我主要介绍了我的生活经历，因为它们影响了我对

经济学的看法。在下文中，我想说明我的一般方法的一些应用。

在方法论层面，我专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围绕其平衡点（基本

面）的实际结果的引力运动通常是由预期调节的。在我早期的工作

中，受到卡尔多和古德温早期工作的启发，我专注于把非线性动力学

作为将这种过程公式化的手段。

最近，我意识到，索罗斯源于他在金融界丰富经验的自反性理

论，为这三个变量的相互作用提供了一个更为通用的框架。索罗斯提

出了三个一般性论点：预期影响实际结果，实际结果能影响基本面，

而预期又受实际结果与基本面之间差异的影响。最终结果是一个实际

变量围绕其引力值附近不断振荡的过程。预期可以导致非均衡周期的

延长，而在这个过程中，繁荣最终让位于萧条（Soros 2009，50-75，

105-106）。由于预期会影响基本面，引力中心是路径依赖的。因此，

未来不是过去的随机反映，整个系统是非遍历性的（Davidson

1991）。被延长的非均衡过程的存在使效率市场假说无效，而基本面

对实际结果的依赖性也使理性预期的观念失效。最后，重要的是要认

识到，尽管预期可以影响实际结果，但它们不能简单地创造出一个现

实，以证明预期是正确的。相反，引力中心会持续发挥调节实际结果

的作用，而这正是繁荣最终会让位于萧条的原因（Soros 2009，40-

44，50-58，75，216-222）。这些模式与经验证据是一致的，与动荡



均等化的古典观点也是一致的，但它们使诸如理性预期和效率市场假

说等概念无效。通过追溯索罗斯理论的要素，我发现，它可以以简单

和一般的方式加以公式化，并产生可检验的命题（Shaikh 2010）。

利润率均等化是所有竞争理论的核心概念。就古典竞争观而言，

利润率均等化是一个动态和动荡的过程，这一过程包含着围绕一个移

动的引力中心进行无休止的波动。随着旧的生产条件逐渐消失，新的

生产条件不断进入竞争战场。这种永久性的争斗导致利润率通常因方

法和企业而异。长期以来，我一直认为，与竞争实质性相关的是最优

生产条件下的利润率，因为这种利润率才是新投资的有效标尺。这使

我发展出一种新方法，以增量利润率的形式表示近期投资利润率的近

似值，其定义为总利润变化与前期总投资的比率（Shaikh 1998）。在

最近的一篇论文中，我检验了以下的平均利润率和增量利润率，具体

包括：1970—1990年8个主要经合组织成员数据汇总而得的8个制造业

的部门平均利润率和增量利润率，1979—1990年美国制造业的部门平

均利润率和增量利润率，1987—2005年美国30个行业的平均利润率和

增量利润率。我发现，平均利润率集中在一个共同均值附近，但许多

仍持续高于或低于该基准。相比之下，增量利润率一直在它们的共同

均值附近来回移动，正如主张实际利润率动荡均等化的古典理论所预

期的那样（Shaikh 2008）。应该说，增量利润率的路径上下波动，起

伏不定，与标准理论描绘的平稳的边际（收益）率大不相同。

我把同样的方法运用到金融市场上。所有的竞争理论都预期部门

间的收益率趋于均等化，例如在公司部门和股票市场之间。正统经济

学通过各种版本的贴现现金流模型，把确切均等化的预期建成股票价

格理论。然而，这个模型在经验水平上表现得如此糟糕，以至像罗伯

特·席勒这样的经济学家得出了金融市场不仅在泡沫时期而且就其总

体而言主要受非理性预期、一时的流行和幻想驱动的结论。席勒表

明，资产市场的平均收益率和公司部门的平均利润率在其水平、波动

性和趋势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这是他著名观点的经验基础，即资产市

场表现出“非理性繁荣”（Shiller 1989，2001）。我从理论上论证



了竞争是用来使新投资的利润率而非平均利润率趋于均等化。这一点

非常重要，因为产业资本存量的效率和相对使用年限各不相同，而在

不考虑发行日期的情况下，一个给定公司的所有资产都是相同的。用

席勒（慷慨地提供给我）的数据，我自己做了计算，表明股票市场和

公司部门的增量利润率非常相似：二者都是高度动荡的，但它们的均

值和方差几乎相同，甚至除了在特定和有限的泡沫时期如20世纪90年

代外，在大部分时间里，它们都是同步变动的。从古典角度看，将它

的移动的引力中心观念与增量利润率和索罗斯的自反性观念结合起

来，就能提供一个比席勒的“非理性繁荣”好得多的对股票价格的解

释（Shaikh 1998，2010）。

我工作的另一个组成部分是对增长的解释。沿着哈罗德的有保证

的路径，长期增长是由储蓄率（节俭）驱动的。但在索罗斯那极具影

响力的增长模型中，节俭对长期增长率没有影响，长期增长主要是由

外生的技术变革驱动的。因此，弗兰克尔和罗默的内生增长理论以非

常特殊的方式使技术变革内生于积累，正是为了恢复节俭作为资本增

长驱动力的地位。我观察到，在这三种方法中，在微观和宏观的经济

推理之间存在惊人的差异。所有的理论都认同个人投资（资本扩张）

是由其预期利润率驱动的，但所有的理论又得出了从长期来看，总资

本的扩张是由某种完全不同的东西驱动的。我认为，这种分歧在理论

上是不必要的，在经验上也没有道理。使微观经济理解和宏观经济结

果协调一致的关键在于要认识到，工商业储蓄（留存收益）与工商业

投资是至关重要地联系在一起的：它们二者都是任何给定企业的内部

因素，因此不能被视为彼此独立的。在一个路径依赖的非遍历性世界

中，不可能通过常用的、能看到一切的最优化计算将这两者联系起

来。我表明，如果工商业储蓄率（在任何程度上）对总储蓄和总投资

之间的差异做出反应，那么在数学上就足够（将二者联系起来）了。

这使得整体储蓄率具有内生性。然后，凯恩斯和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

中利润驱动的增长，与哈罗德理论中长期产能利用率的大致正常水平

就能相协调（Shaikh 2009）。进一步分析乘数效应的含义，尤其是那



些因国家赤字支出而产生的乘数效应的含义，将在《资本主义——竞

争、冲突和危机》一书中加以说明。

我还发展了一种研究通货膨胀的方法，它源于增长与利润率之间

的古典联系。马克思、列昂惕夫和冯·诺伊曼已经确定，即使没有投

入品（包括劳动力）的限制，利润率也为经济的可持续增长率设定了

上限。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认为增长率与利润率之比提供了一个经济

增长潜力利用程度的指标。与传统的失业或产能利用率的量度相反，

我对增长潜力利用率的量度很好地解释了经合组织成员实际的通货膨

胀情况，包括20世纪70—80年代臭名昭著的滞胀（Shaikh 1999）。这

项工作正在被扩展，以涵盖诸如阿根廷和巴西等国家的通货膨胀和恶

性通货膨胀事件。

最后，也许是最有争议的，是我一直认为比较成本理论在理论和

经验方面都存在根本性错误。国际贸易理论实际上是一般竞争理论的

一个子集。在资本主义世界，自由国际贸易由企业来进行。国内出口

商向外国进口商出售，后者又向其居民出售，而国内进口商则从外国

出口商处购买并向我们出售。在这条链中的每一环，都是利润驱动着

企业的决策。比较成本理论依赖这样的主张，即贸易盈余将抬高该国

货币的实际价格，从而减少盈余，直到某个时刻贸易差额和收支差额

都自动降至零。贸易赤字将产生相反的初始效应，得出相同的结论。

在李嘉图的原始推导中，名义汇率是固定的，因此不平衡产生了资金

流入和流出，提高或降低了国内价格水平，从而往相反的方向改变实

际汇率——直到贸易差额为零，贸易条件指数落入比较成本的限制

中。在浮动汇率的情况下，资金流动使名义汇率移动到同样的最终

点。在任何一种情况下，都是实际汇率在自动调整。马克思和哈罗德

都提出了令人信服的反驳：资金流入增加了流动性并降低了利率，而

资金流出产生了相反的效果。这些都没有实质性地改变贸易差额。相

反，它们引发了短期资本流动，通过弥补持续的贸易赤字使总收支达

到平衡（Harrod 1957，90-96，112-116，130-138）。我自己的扩展

从理论上和经验上都表明，国际贸易条件指数最终是由相对实际成本



调节的相对价格。因此，国际竞争的运作方式与国内竞争大致相同，

奖 励 成 本 优 势 和 惩 罚 成 本 劣 势 （ Shaikh 2007; Shaikh and

Antonopoulos 2012）。

我的工作通常侧重于理解和解释发达世界的基本模式，但这不是

因为我对经济政策或经济发展缺乏兴趣。一方面，我与韦恩·戈德利

和迪米特里·帕帕迪米特在巴德学院利维经济研究所的宏观经济模型

上花费了好几年时间，帮助制作了一份关于美国经济模式和经济前景

的半年度宏观经济报告。另一方面，我一直认为，对发达国家的分析

是充分了解经济政策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

最后，我一直相信经济学必须是一门道德科学。当今，在全球大

萧条时期，国际劳工组织报告称收入不平等的情况实际上已经恶化，

世界上有超过9亿的劳动人口生活在每天2美元的贫困线以下，有15.2

亿劳动者的就业状态很脆弱，年轻人失业的可能性几乎是成年人的3

倍。道德和伦理的差异影响我们认同的目标，而理论的差异影响我们

提供的处方。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的任务是明确区分这些差异并面对它

们带来的影响。并不存在价值中立或社会中立的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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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该文发表于迈克尔·森贝格和拉利·拉姆拉坦编著的《杰出经济学家II：他们的生

活和工作哲学》（Eminent Economists II: Their Life and Work Philosophies），剑

桥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38—351页。

[2] 因为在沙漠炫目耀眼的环境中工作，接受日光中大量反射的紫外线，引起类似电光

性眼炎的症状。——译者注

[3] 这本即将出版的书正是本书。——译者注

[4] 哥伦比亚大学学生的一次校园起义。——译者注

[5] 根据收入的阶级差别（工资和利润，正如卡尔多和帕西内蒂所做的那样）区分储蓄

率，允许通过改变收入分配修正总储蓄率。即便如此，正是所假设的阶级储蓄率的固定性导

致了收入分配（利润/工资比）必须做出调整以使实际增长率符合自然增长率的结果。

[6] 凯恩斯还指出，正是利润率而不是需求驱动生产本身。企业家关心的不是产品的数

量，而是归他所有的那份金钱的数额。如果通过增加产出，企业家预期能增加货币利润，他

就会这样做，即使这个利润代表着一个比以前更小的产品数量（Sardoni 198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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